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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这位哲学家享有盛名，但至今仍未出版过一部《尼采手册》。这样一部手册正是学界亟需之作。单是尼采巨大的影响史，就已经到了几乎无法统览的地步。正如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所言，尼采是“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辐射现象”——这句话在20世纪下半叶以及我们的当今时代，再次得到了印证。

尼采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历史，一直被各种风潮和妖魔化所笼罩：从尼采档案馆的编辑政策及其妹妹的阴谋诡计，直到众所周知的政治利用——无论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所利用，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遭到工具化，后者甚至在民主德国的最后几年里还结出了奇怪的果实。

如今的尼采研究在许多方面已经今非昔比。《尼采著作与书信考勘版全集》（科利/蒙蒂纳里 编）的出版，首次为尼采研究奠定了可靠的文献学基础。那个不受其他诗人和思想家影响、独自前行的“孤独思想家”形象，如今已被一个新的尼采形象所取代：他的著作必须通过大量影响其思想的阅读材料和资料来源来加以解读。

本《尼采手册》旨在记录并梳理关于其著作与影响、为人与时代的讨论。它应远离一切对尼采的妖魔化，也远离一切对尼采的盲目崇拜，仅仅作为精确阅读训练的辅助工具。思想家兼诗人尼采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引领人们进入这种精读之中，前提是我们真正去阅读他，而不是仅仅为了现实的目的去利用他。


“谁带来丰富的内容，就能给许多人带来些什么。”



《尼采手册》通过169个条目，介绍了他的著作与影响、概念与隐喻、阅读与影响。尽管如此，某些读者可能仍然会发现缺少了一两个词条。一些原计划的条目——例如关于他生活过的“地点”或“19世纪诗歌”的条目——未能及时送达编辑部。对于缺失的“地点”条目，建议读者参考 D. F. 克雷尔和 D. L. 贝茨的精美著作，该书将尼采的文本与其工作和生活地点的照片结合在了一起（《好欧洲人：图文中的尼采工作场所》[The Good European. Nietzsche’s Work Sites in Word and Image]，芝加哥/伦敦，1997年）。有那么一两个条目是编者在最后一刻补写的。现存的空白只能留待第二版来填补了。

出版《尼采手册》的想法最初由大卫·马克·霍夫曼博士提出。本手册之所以能呈现出现在的面貌，得益于梅茨勒出版社的伯恩德·卢茨博士和奥利弗·许策博士的帮助。作者们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采纳。感谢雷娜特·米勒-布克博士将意大利文条目迅速翻译成德文。特别感谢马蒂亚斯·埃伯尔先生和迪尔克·吕德克先生的审读，感谢彼得·赛费尔特先生和菲利普·克诺尔先生的编辑工作，正是他们使得这部手册得以在这位哲学家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出版问世。

恩斯特·贝勒、弗里茨·博恩曼、彼得·海勒和约尔格·萨拉夸达等同仁生前曾答应供稿，但均在手册编写期间不幸辞世。只有约尔格·萨拉夸达的条目及时送达了编辑部。愿这本手册能够不负这些学者在尼采研究领域所树立的高标准！

亨宁·奥特曼，2000年6月


阅读指南

本手册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致力于时代与人物，探讨尼采所处的时代、他的生平以及他所遇到的人。第二部分按时间顺序以学说史的方式介绍尼采的每一部作品。其中也对他的诗歌、音乐作品、古典文献学论著、80年代的遗稿以及书信进行了评述。第三部分是一部词典，阐释了从“反犹主义”到“培育”，从“启蒙”到“符号”的各种概念、理论和隐喻。第四部分梳理了尼采的阅读书目、思想来源和所受的影响，这些内容融入了尼采的著作之中，并且大部分在近几十年才得以被发掘和整理。第五部分试图展现尼采接受史和影响力的各个方面，其在古典文献学和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产生的影响，与在建筑和音乐、诗歌、哲学或政治领域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

引用方式与使用说明

本书引文依据15卷本《考订研究版》（KSA）。对于青年时期著作和古典文献学论著，则参考科利（Colli）和蒙蒂纳里（Montinari）主编的《考订全集》（KGB），或者在必要时参考《历史考订全集》（BAW）。尼采的书信通过收信人和日期来注明。致尼采的书信则根据《书信考订全集》（KGB）进行引用。在尼采对格言进行连续编号的地方，引用出处会标明相应格言的编号。遗稿断片以缩略语“N”标出，并注明在《考订研究版》（KSA）中的相应卷次。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一并注出相应断片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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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时代

作为一个在“五十年代的泥沼空气中”长大的人，他“不能容忍伪君子占据上风的状况”（EH, KSA 6, 288）。尼采关于“典范生存”之说在此犹如在聚光镜下凝聚一般，这种生存“使自我体验成为时代诊断的目镜”（Gerhardt 1996, 87）。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事情似乎都能得到解释：从尼采对俾斯麦在建立北德意志邦联过程中所采取的“革命方式”（致弗朗齐斯卡与伊丽莎白·尼采，1866年7月初）的赞赏；到他针对黑格尔（↗哲学）的言论：“谁［……］一旦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卑躬屈膝［……］，谁最终就会像中国人一样机械地对任何权力点头称‘是’”（HL 8, KSA 1, 309）；再到查拉图斯特拉的话：“他们互相暗算，互相算计，——他们把这叫做‘睦邻友好’”（Za III, KSA 4, 263）；最后直到他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据称的）波兰贵族，没有掺杂一滴劣等血液，“最不可能掺杂的是德国血液”（EH, KSA 6, 268）。然而，在考察尼采的瓦格纳体验时，关于一种“使自我体验成为时代诊断的目镜”的生存之说尤其需要引起注意。因为在瓦格纳（↗朋友）这个人物身上，以及在主要由科西玛·瓦格纳（↗女性）和冯·沃尔佐根组织的、后期与瓦格纳/希特勒联盟相勾结的“拜罗伊特圈子”（Schüler 1971, 52ff.）中，这个时代达到了顶峰。在这个时代里，尼采最初只扮演古典语文学家的角色，但同时又将自己视为一个受过古典时代教益的文化批评家，这种极为可疑且最初对尼采产生强烈影响的对衰落的笃信以及对崛起的希望，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点。

同时，正如对↗尼采生平的概述所显示的那样，>瓦格纳体验<这个词必须从字面上来理解：起初，尼采表现得十分淡定。他让一位想让他对瓦格纳产生热情的朋友知道，他当时正忙于一项“关于特奥格尼斯的大型工作”，不过昨天确实也有一场音乐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场讲座，因为音乐会是次要的”（致古斯塔夫·克鲁格，1864年6月12日）。多年后，在他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这里曾持有的学者姿态失效了。一场瓦格纳音乐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但最主要的还是尼采被亲自引荐给瓦格纳这一事实。随后，他特别强调瓦格纳是如此著名，以至于他收到了一封由>小国王<转寄到莱比锡的信，信上只写着地址：“寄给伟大的德国音诗作家理查德·瓦格纳”（致埃尔温·罗德，1868年11月9日）。也许人们可以顺着这句话继续推论，尼采体验到自己是政治与艺术结盟尝试的时代见证人（正如在瓦格纳和路德维希二世即>小国王<的例子中所观察到的那样）。

尼采在其中所滑入的角色，是由瓦格纳预设的。1871年1月，瓦格纳对尼采的评价就包含了初步的暗示，他称尼采是除了康斯坦丁·弗兰茨之外唯一“给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的人（C. Wagner 1976, Bd. 1, 358）。瓦格纳以此暗指1865/66年的慕尼黑时期，当时他试图对年轻的巴伐利亚摄政王施加在政治上也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希望说服他聘用反俾斯麦的政治作家弗兰茨，以及支持由后者所倡导的在巴伐利亚领导下联合各中等邦国的计划（Naegele 1995, 346f.）。瓦格纳于1865年9月为路德维希二世撰写的论点是，始于18世纪的“德国精神的重生”依然迟迟未至，而当时它之所以受阻，是因为“腓特烈与伏尔泰用法语进行哲学探讨”（Wittelsbacher  1936, Bd. IV, 9）。这句话只能有一种解释：瓦格纳要求自己在巴伐利亚宫廷中占据伏尔泰（↗法国启蒙运动）曾在无忧宫短暂占据、并对德国精神复兴产生阻碍后果的那个位置（Naegele 1995, 139f.）。早在1866年3月，当瓦格纳向弗兰茨回顾他对路德维希二世政治影响的高潮时期，感到自己充满了“意味深长的预感”，预感到自己“被召唤要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对德国本身产生影响”时，他认为可以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概括他与弗兰茨的共识：“我的艺术理想与德国的命运息息相关”（Wittelsbacher  1936, Bd. IV, 134f.）。最终在1868年，瓦格纳在谈及与弗兰茨的联系时宣称，迄今为止，大概很少出现过像这里“政治家与艺术家”之间“如此完美的互补”（Wagner 1868, 196f.）。因此，瓦格纳在看待尼采时想到：为什么不能在哲学家与艺术家的关系中，重演在弗兰茨身上政治家与艺术家关系的成功经验呢？

一封写于尼采最崇拜瓦格纳时期的信清楚地表明，瓦格纳的这一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尼采的赞同。尼采在这封信中提到，瓦格纳把他在1864年写的尚未发表的《论国家与宗教》一文给了他，而他（尼采）对这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相当令人尴尬的——“致年轻巴伐利亚国王的备忘录”中的“高度与超脱时代的特性”感到无比狂热（致埃尔温·罗德，1869年8月15日）。尼采后来的回顾性评价也指向了类似的方向：瓦格纳的“某些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篇，他主要提到了关于贝多芬的论文——会让任何“反驳的欲望”归于沉寂，转而迫使人“进行一种安静的、内在的、虔诚的旁观，就如同在打开珍贵的圣物箱时所应有的那样”（WB 10, KSA 1, 501f.）。尼采在他关于施特劳斯的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就已经证明了这种“虔诚”，因为他根本不是自己想到要通过一部作品来“处决”这个“文化庸人”，并且这部作品甚至在反犹太教的仇恨方面都不惜抄袭瓦格纳的论战风格（Köhler 1996, 108f.）。相反，人们在尼采显然于1872年夏天拜访瓦格纳之后所列的一份清单上，也能在“攻击对象”（KSA 7, 500）这一条目下看到施特劳斯的名字，与汉斯力克或奥尔巴赫并列。

在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所提出的实质性成果，即↗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所有生活表现中艺术风格的统一”，以及人们无法用德国人所特有的、基于艺术风格非统一性的“文化”去“征服任何敌人”（DS, KSA 1, 163），尼采此前就已经在一些文本中表达过，而对于这些文本的发表，他通常——并且明智地——放弃了。这适用于他1872年发表的关于教育的演讲（Niemeyer 1999b）。这些演讲被认为与拉加德有些接近，但在教育学的接受史中，却很少有人考虑到它们——包括教育学内部的（Schneider 1992）——语境。在这些演讲中，尼采谈到了“在最深层根基上非日耳曼的法国文明”，并谈到“如今带着特殊的狂妄自称为‘德国文化’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集合体，它与德国精神的关系，就像记者与席勒、迈耶贝尔与贝多芬的关系一样”（N, KSA 1, 690）。至少这番补充会让人联想到瓦格纳，因为瓦格纳既自诩为反世界主义者，又是一个反犹太教的迈耶贝尔蔑视者，并且不久前他刚用文字为贝多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将其尊为德国的“世界造福者”和“在堕落天堂（即：法国）荒野中的开路先锋”，认为贝多芬就像是在一场文化战役中，有资格在德国“世界征服者”面前占据首位（Wagner 1870, 126）。

此外，尼采至少向知情人——瓦格纳自然也包括在内——提供了一个关于“记者”的概念，这从根本上排除了赋予记者任何致力于复原德国精神的角色的可能性。这种精神“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和德国的音乐中”，就如同“在德国哲学的极大勇敢与严谨中，以及在最近得到检验的德国士兵的忠诚中”一样，都得到了展现（N, KSA 1, 691）。在此，人们必须考虑到在瓦格纳圈子里“记者”这一概念所附带的含义：它会让人联想到“柏林”以及“犹太人”等词汇。这些词汇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1871年发生了两件重要且对那个时代的↗反犹主义产生影响的事件：取消对犹太人（国家）公民权利的限制（“犹太人解放”），以及所谓的犹太报业大亨（包括乌尔施泰因和莫塞等）特别是在柏林报业市场上取得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将广告作为收入来源的引入（Gay 1993, 168），其结果是，面对犹太人在许多地方艰难的大学升迁之路，记者职业作为一种替代性出路变得越来越具吸引力。对于最后提到的这个导致为什么“在德国，堕落的学者会成为记者，而在罗曼语系国家，受过艺术教育的人会成为记者”的真正背景，尼采并没有提及，但他提到了后果，因为他在紧接着的句子中写道：“凭借这种所谓的德国的、本质上毫无独创性的文化，德国人无法在任何地方指望获得胜利：在这方面，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令他蒙羞”（N, KSA 1, 690）。改变这种状况，既是尼采的，更是瓦格纳的诉求——至少如果人们仅仅考虑这早期阶段的话。

尼采在1871年底大体上完成的《悲剧的诞生》也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因此，在前言中毫不意外地保证道，尽管这部著作具有美学核心并回顾希腊古典时代，但人们面对的是一个“严肃的德国问题”，“它被我们真正置于德国希望的中心，作为其漩涡与转折点”（GT, KSA 1, 24）。然而，前言的印刷版远不如其1871年2月的草稿那样清晰，该草稿显然将瓦格纳设定为第一读者。这份草稿在关键之处写道：“德国唯一具有生产力的政治力量——我们无需向任何人详细指明——现在已经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取得了胜利，从今往后，它将统治德国的本质，直至其原子深处”，尤其是：“除了德国青年之外，还有谁能拥有那种无畏的目光和走向广阔天地的英雄气概，从而背弃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乐观主义那些软弱贪图安逸的教条，并且在整体和完满中坚定地生活呢？”（N, KSA 7, 355f.）。随着将自由主义解释为“主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德国本质一直饱受其苦的”“病态”（N, KSA 7, 355），并同时抬高了那种在当时除了俾斯麦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物能够体现的政治力量，尼采在这一方面也完全站在了瓦格纳的一边。就在瓦格纳在慕尼黑的那些年里，那位被他日益贬低为“幻想家”和“白痴”（C. Wagner 1976, Bd. 1, 167）的巴伐利亚国王的政治软弱，对他来说已经显而易见。因此，他决定只把国王当作赞助人来利用，而在拜罗伊特事务上，则更多地去争取俾斯麦和德皇威廉一世的庇护，甚至最终在1871年5月，在皇帝在场的情况下于柏林上演了一曲《皇帝进行曲》（Naegele 1995, 379）。

然而，认为尼采最迟从1870年11月起就不再是“俾斯麦和德国政治的追随者”（Ottmann 1991/92, 17）的论点并非不正确。例如，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在1914年之后的尝试在今天看来简直荒谬可笑，她试图将“权力意志”作为尼采思想的精髓，说成是源于他1870/71年的战争体验（Krummel 1983, 571f.; Niemeyer 1999a, 217ff.）。同样，我们必须将尼采的半官方言论与其私人通讯区分开来。比如，尼采在因病退出志愿男护士服务后不久，在向他当时可能是最好的朋友冯·格斯多夫（朋友）谈到普法战争中“巨大的国家胜利”时表示：“私下里说：我认为现在的普鲁士是一股对文化极其危险的力量”（致卡尔·冯·格斯多夫，1870年11月7日）。而在足足十八年后，他在尼斯向一位当时逗留在开罗的熟人嘲讽道，上帝“带着他特有的愤世嫉俗，恰恰让阳光在 我 们 的上方照耀得比在冯·俾斯麦先生那更受人尊敬的欧洲上空更加灿烂（——那个欧洲正带着狂热的道德感致力于其军备，完全呈现出一只情绪激昂的刺猬的模样）”（致莱因哈特·冯·塞德利茨，1888年2月12日）。对他而言，结论毋庸置疑：“在主要方面——而这依然是文化——德国人已不再被纳入考虑的范围”，因为他们优先关注的是“经济、世界交往、议会制度、军事利益”（GD, KSA 6, 106）。这一结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与俾斯麦外交所维持的脆弱欧洲均势相反，德国表现得“焦躁不安、野心勃勃且毫不谨慎”，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作为自1871年以来欧洲大陆最强国的力量（Barraclough 1960, 736）。这一点尤其适用，因为尼采在遗稿的一个变体中明确补充说，对于“今日之德国人”而言，恰恰因为他们已不再是“思想者”，所以“权力意志”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理解的”（N, KSA 12, 450）。因为正是这句话，由于福尔斯特-尼采担心1888年以来统治德国的皇帝威廉二世会因此反对尼采的哲学，而被她捏造的伪作所替换：“把权力意志作为原则对他（皇帝）来说已经是能够理解的了！”（KSA 14, 745）。

只有在了解了这一伪造之后，才能估量尼采与瓦格纳之间距离的全部程度（包括政治层面的疏远）。这种疏远在1871年1月帝国建立时同步出现，并在1879年——即尼采在拜罗伊特音乐节期间实际上公开宣布脱离瓦格纳三年后——随之升级。在一段简短的评述中，尼采只是带着嘲讽的口吻谈论那个由他自己在1871年2月以及由瓦格纳在《德国艺术与德国政治》中所推广的“爱国德国青年”的典型，这个“憎恨法国人之说教者”的继承人，特别是在那些标志着他的、所谓的“典型德国美德”方面，对他真正的祖先表现出忘恩负义——而这些祖先，他本应该“在巴黎、在日内瓦”（WS, Nr. 216, KSA 2, 652）去寻找，也就是说：他在伏尔泰——尽管这个名字在这里并未被明确提及——或卢梭（↗法国启蒙运动）的形象中可以找到这些祖先。这一转变，加上尼采恰在这一时期与保罗·雷（↗朋友）结下的友谊，显然促使科西玛·瓦格纳向一位朋友吐露了她认为导致尼采观点转变的根本原因：“最后，以色列以雷博士的形式加入了进来。他非常圆滑，非常冷酷，表面上仿佛被尼采完全折服和征服，但实际上却在暗中算计尼采，这在微观上就如同犹太与日耳曼的关系。尼采对伏尔泰以及法国文学一无所知。我敢打赌，他现在对此仍一无所知”（引自 Du Moulin Eckart 1929, 842）。对她而言，一切都很清楚：那个曾在他处女作的准备工作中发文反对↗法国启蒙运动那种“完全非日耳曼的［……］、真正罗曼式肤浅的［……］哲学”（N, KSA 7, 346）的尼采，已经从她丈夫大有前途的追随者，堕落成了一个二流犹太文人的廉价附庸。


事实上，人们可以将尼采（N.）在1878年发起的对“一种文学上的恶习[]，即将犹太人作为所有可能存在的公共和内部弊病的替罪羊送上屠宰场”（MA I, Nr. 475, KSA 2, 310）的攻击，解读为一次在雷（Rée）的启发下对瓦格纳（Wagner）的隐蔽攻击，与此同时，尼采也试图借此首次公开确立自己作为反犹主义反对者的形象。在后一方面，最清晰的证据出现在1886年，当时尼采向他的读者们为一种“政治感染”致歉，称这是他在“一次于重度感染区的短暂冒险逗留中”（JGB, Nr. 251, KSA 5, 192f.）——据推测是指特里布申（Tribschen）（参见 Niemeyer 1998, 174f.）——染上的。仿佛是作为一种更新的证据，他引用了人民的声音：“不要再让新的犹太人进来了！特别是要向东（甚至向奥地利）关上大门！”“这是一个其本性仍然孱弱且尚未定型的民族的本能所发出的命令”，并补充道，“将那些反犹主义的叫嚣者驱逐出境，或许是有益且公道的”（JGB, Nr. 251, KSA 5, 193f.）。这段话带有一个解释性的附加说明——“（大家去看看那些可怜的历史学家吧，看看这些西贝尔（Sybel）和特赖奇克（Treitschke）以及他们包裹得厚厚的脑袋——）”（JGB, Nr. 251, KSA 5, 192）——这清楚地表明，尼采在此已经放弃了他早期对反犹主义记者的批评。显然，他非常准确地察觉到了来自学者们的危险，这些学者正如冯·特赖奇克（v. Treitschke）在1879年11月所做的那样，以上述方式表达了人民的声音（例如：“[] 然而，年复一年，从无穷无尽的波兰摇篮中，越过我们的东部边界，涌入了一群群卖裤子且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的子子孙孙有朝一日必将控制德国的交易所和报纸 []”；引自 Ferrari-Zumbini 1993, 133）。

如果不探讨尼采被滕尼斯（Tönnies）视为“资本主义的哲学家”（Tönnies 1893, 103），而又被其他人用来为一场“民主化的巨大泥石流”（v. Salis-Marschlins 1897, 1）作背书这一事实，那么对尼采在其所处时代精神倾向中的立场的阐述将是不完整的。在经历了一百年的接受史之后，如果将有关尼采政治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联系起来看（Ottmann 1999; Marti 1993），几乎无法忽视尼采对作为其时代主导理念的平等与民主理念的怀疑所反复引发且至今依然存在的反感。然而，在此有必要进行细微的区分。例如，当发表教育学讲座的尼采要求在“天才的权杖下”（N, KSA 1, 680）保持严格的服从，并将“真正的教育”定义为“坚持精神的贵族本性”的教育，因此它不追求“大众的教育”，而是“为伟大且不朽的事业而武装起来的少数精英文本的教育”（N, KSA 1, 698）时，人们不应忽略他借此（以极其私人的方式）向哪位天才（又是瓦格纳）宣誓效忠——人们或许想要补充，这并非一个充分的文本基础，不足以据此对尼采在教育理论或民主理论上的基本选择做出可概括的判断。

情况反过来也是一样，当尼采谈到一群“金发猛兽”（Rudel blonder Raubtiere）——类似于更为著名的“金发野兽”（blonde Bestie）这一口号——并仿佛是在解释般地补充道：“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人，一个天生就是‘主宰者’的人，一个在举止和行动上都表现出暴力的人——他与契约有什么关系！”（GM, KSA 5, 324）。因为在这里，在这段无法寻得与瓦格纳有关联的相对较晚的文本中，其语言或许会被认为粗暴得有些失当。但就事情本身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没有理由认为尼采意在通过这段文本发表关于民主理论的声明，或者说，除了谴责那些对果断有为的建国者的领袖气质过于天真的社会契约论之外，他还有其他意图——这些语境是需要被认清且能够被认清的。

考虑到语境的这一要求在尼采至今仍面临最强烈反对的领域似乎尤为合理，即：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如果粗略地阅读尼采，似乎工业化、伴随人口增长而加速的城市化、1873年的经济大恐慌、工人运动，或者更宽泛地说，社会问题以及作为对此回应而展开的俾斯麦时代社会政策辩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者说它们在尼采身上遇到了一个最固执的嘲笑者。例如，他对财产拥有者的批评就证明了这种嘲弄，他称其为“某种流行病的带毒传播者，这种流行病如今正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心灵疥疮，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传染给大众”（MA II, Nr. 304, KSA 2, 503）。尼采在此语境下向有产者提出的建议：“如果你们无论如何都想战胜你们财富的反对者，你们必须首先战胜你们自己”（同上），顺便说一句，这几乎没有伤害到后者，反而帮助他们将那种流行病归咎于财产占有本身，而不是财产的不公正分配。这种对同情的怀疑态度，在一个“工业化大规模毒杀、金融掠夺”以及“容克农业狩猎自由”（Eisner 1892, 61）的时代，引发了最尖锐的反对。只有偶尔才有人承认——例如齐美尔（Simmel）（在《社会学》（Soziologie）中）——尼采曾以“独一无二的清晰度”将建国初期的经济繁荣解读为“国民经济放纵、根基不稳以及狂妄唯物主义的恐怖象征”，尽管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尼采的指责，即他在作为回应而兴起的社会运动中只看到了外在的、唯物主义的、缺乏精神内涵的东西，却没有理解“包含在其中的，开始渗透进那种唯物主义的巨大世界历史理念是何等宏大……”（Simmel 1914, 22ff.）。根据这些前提，即便是近期的一份文献仍指责尼采，称其“在福利国家开始扩建的同时”（Thiersch 1995, 30f.），与曼彻斯特自由主义的发起者们达成共识，代表了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反对福利国家的话语”（Thiersch 1995, 214）。

无论如何，特别是在后社会主义视角的观照下，人们很难忽视，尼采对那些致力于建立“人间正义与和谐之国”，却看不到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最彻底的平庸化和中国化（Chineserei）的国度”的人所作出的裁定（FW, Nr. 377, KSA 3, 629），显然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即使是纳托普（Natorp）——他将自己视为尼采同时代的反对者，并以“社会教育学”为名，为一种由（福利）国家作担保的社会正义和通过社区进行教育的政治作了一番宣传——也警告说，“国家干预的过度[]总是暴露出社会肌体内部不健康的状况”（Natorp 1924, 87），这句话读起来简直就像是对尼采五十年前那番论断的改写：“国家治理得越好，人类就越萎靡”（N, KSA 8, 91）。在此发展的终点，尼采——暗指歌德的一句话——预言道：“地球将成为一家医院：而‘人人皆为他人的护士’将是智慧的最终结论”（N, KSA 12, 181）。完全符合这一批评路线的是，即使在魏玛时代，人们偶尔也会用充满怀疑的言辞来评论“福利国家”的建立，认为在“这种发展走向终点”时，可能会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针对可能出现的所有紧急情况[]以及针对所有年龄段[]，每个个体都有一个由指引方向的社会工作者和顾问组成的团队可供使唤”（Fischer 1925, 332）。大约二十年后，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北美流亡期间，代表批判理论（《政治》（Politik））更为尖锐地表达了这种不安。他们抱怨道，到处都有“热心肠的邻居、社会福利工作者……和民间哲学家[随时准备着]，将社会持续制造的苦难[…]化作一个个可治愈的孤立个案”（Horkheimer/Adorno 1982, 135）。显然，从这些著名的例子中可以总结出，尼采在提出类似架构的社会福利国家批判时，其核心动机并非出于社会愤世嫉俗，而是源于这样一种关切：在一个被行政化管理的世界上重新唤回主体性，而这个世界因其对陷入困境者命运抱有充满殖民色彩的好奇心，是必须被剥夺其权力的。这样看来，尼采的确是他所处时代颓废（décadence）的极具洞察力的诊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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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Niemeyer


尼采的生平

尼采在还不到三十岁时曾说：“先赐予我生命，然后我也要从中为你们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HL 10, KSA 1, 329)。凭借这一骄傲的呼喊，他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纪之交汇聚成青年运动的资产阶级青年的思想启迪者的声誉，这批青年作为“第一代人”，不再追问“空洞的‘存在’”，而是追问“充实且常青的‘生命’”(HL 10, KSA 1, 328f.)。尽管如此：除了有些模糊的插曲之外，尼采并未被赐予这种“充实的”、“常青的”生命，但也正是从这种被剥夺的生命中，他愈发强烈地发展出了一种反向的愿景，即与志同道合的启蒙者站在一起，形成一种狂醉般热烈的、塑造生命与世界的团结。人们必须了解这些内在联系，对于这一点，他本人恐怕是最不会怀疑的。他曾写道，传记作家“必须根据‘自然界没有飞跃’的原则来思考生命”，并且他相应的任务是找出那些“咬合处”，“即[他所研究的思想家的；作者注]新建筑从旧建筑中生长出来的地方”(WS, Nr. 198, KSA 2, 640)。因此，理所当然地，也应当在这一原则下分析尼采的生平，以阐明那些“咬合处”，并使其在作品诠释中发挥成效（参阅 Niemeyer 1998）。

I. 童年与青年时期（1844–1864）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勒肯（Röcken），父亲是牧师卡尔·路德维希·尼采（Carl Ludwig N., 1813–1849），母亲是弗兰齐斯卡（Franziska, 1826–1897）。不久后，他有了一个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 1846–1935）（↗女性）以及一个弟弟约瑟夫（Joseph, 1848–1850）。在小弟弟夭折之前，其父亲已于1849年7月30日去世，这迫使年轻的寡妇离开了勒肯的牧师寓所，搬到瑙姆堡（Naumburg）投奔丈夫的亲戚。另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1858年尼采从瑙姆堡大教堂文理中学转入普福尔塔州立学校（Landesschule Pforta）。这所教育机构要求极高，且因其杰出的校友而享有盛誉。尼采在那里获得了一个免费入学名额。在这里，他很快发现自己被↗古典学所吸引，随后在1864年秋季升入大学时，他也继续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

仅从这段关于其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简短概述中，父亲的去世就已凸显为核心事件。当时还不满五岁的尼采，亲身经历了父亲长达数月的病痛折磨，并在其痛苦无助中一次又一次地向神祈求（Schmidt 1995, 56）。然而，父亲最终还是离世了，尼采显然从中得出结论：神不愿倾听，或者成年人对神的力量抱有不切实际的观念。这两个问题持续不断地困扰着年轻的尼采，甚至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Schmidt 1991, 733f.），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将这一事件视为尼采“反对旧上帝的毁灭之战”的开端，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他“为‘未识之神’而进行的解放之战”的开端（Kreis 1986, 15）。正是这位神，尼采在中学最高年级的一首诗中就曾向其呼求，称其为自己渴望认识的神，并决心在未来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BAW 2, 428）。

然而，在父亲逝世这件事上，困扰尼采的不仅是这一指向根本问题的层面，还包括——尤其与其自身的↗疾病相关——他父亲到底死于何种疾病的问题。官方诊断是脑软化，但这更像是当时医学界的一个推托之词，其背后掩盖的可能是一次中风，或是一个脑肿瘤（可能因生长期的头部外伤而加速恶化），抑或是梅毒性麻痹（Volz 1990, 35f.）。无论如何，这为引入遗传学观点留下了充足的空间。这些观点在尼采出现引人注目的首次发病时首次被激活，尤其是父亲的症状——包括早在学生时代就发作的剧烈头痛（Schmidt 1995, 43）——明显让人联想到儿子的症状。尼采的父亲，正如普福尔塔学校的病历日记在1862年8月（当时尼采正频繁进出学校医务室）所记录的那样：“年纪轻轻死于脑软化，且其本人是父母高龄时所生；儿子是在父亲已经患病期间孕育的。目前尚未观察到严重的迹象，但必须考虑到其既往病史”（引自 Volz 1990, 329）。这一备注背后显然也隐藏着一种担忧：尼采的父亲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法国研究中曾被怀疑是具有遗传相关性的梅毒患者（Volz 1990, 28），因此在这一特定意义上，他也可能被视为疾病的传播者——这一观点可能也反映在尼采主观的疾病理论中（Niemeyer 1998, 68ff.）。

无论如何，尼采的以下言论令人感到不安：“安抚病人的幻想，使他至少不再像以前那样，更多地受苦于对疾病的想法，而不是疾病本身，——我想，这算得上一件了不起的事！”(M, Nr. 54, KSA 3, 57)。多年以后，在遗传生物学读物的影响下，尼采写道：“一个人不可能在身体里没有其父母和祖先的特性与偏好：无论表面现象对此作何反驳”。他列举的例子包括：“令人反感的纵欲”、“隐蔽的嫉妒”或是一种“粗鄙的自以为是”，这些东西会像——听好了，准备大吃一惊吧——“腐败的血液”一样确凿无疑地遗传给孩子（JGB, Nr. 264, KSA 5, 219）。一年后，尼采写道：“受苦者[]在他们过去和现在的脏腑中翻找黑暗可疑的往事，在其中他们可以自由地沉湎于令人痛苦的猜疑中，并用自己恶毒的毒药麻醉自己——他们撕开最古老的伤口，在早已痊愈的疤痕上流血致死，他们把朋友、妻子、孩子以及其他最亲近的人变成了作恶者”(GM III, Nr. 15, KSA 5, 374f.)。尼采在这里没有列出他的父亲（至少在本文探讨的问题上，父亲是他最亲近的人），这一事实本身几乎就是一种默认：在“作恶者”的名目下，谈论的正是此人，别无他求。即使人们不赞同这一结论，至少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尼采的哲学思考——尤其是关于疾病、死亡和信仰怀疑的思考——也是对其传记主题的变奏，就此而言，它为露·冯·莎乐美（↗女性）的一项主张提供了证明，尼采本人也赞同这一主张，即应当“将哲学体系还原为其创立者的个人档案”（Lou v. Salomé, 16. 9. 1882）。

关于尼采的父亲，尤其是他那显然相当专制的教育方式（Bohley 1987, 171; Gabel/Jagenberg 1994, 38; Schmidt 1995, 47），还有许多可以记述的内容，甚至有论点指出，这导致了一种“决定整个性格结构的生存性抑郁”（Goch 1994, 101）。尼采本人对此能提供的信息很少，尽管他在1861年还曾保证自己能清晰地记得父亲：“他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灵魂面前：一个高挑、瘦弱的身影，五官精致，带着善意与和蔼”(BAW 1, 281)。但归根结底，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尼采只是在照搬道听途说的传闻。“他赋有才华与性情，具备基督徒的一切美德，过着平静、简单却幸福的生活，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例如，在1858年的一篇回顾中，我们读到了尼采描绘的“乡村牧师的完美形象”(BAW 1, 1)。三年后，这幅画像被“最温柔的丈夫”、“最慈爱的父亲”(BAW 1, 282)等最高级词汇明显地修饰了一番。尼采似乎在贯彻他自己的那句格言：“如果没有一个好父亲，那就该给自己弄一个”(MA I, Nr. 381, KSA 2, 266)。

在这一领域，尼采的母亲表现得尤为可疑，她显然致力于将她自己悼念逝者的方式变成所有人的事。在她写给儿子的许多信的结尾客套语中，父亲也时常出现。有时，父亲仿佛扮演着一个世内事件的超脱世外的旁观者。尼采的妹妹也写道，父亲的“精神和他的观点[…]主宰了我们整个家庭和我们的童年，为他争光必须是我们最高的追求，因此我们这个由女性组成的家庭实际上却处于男性的领导之下”(Förster-N. 1935, 23)。然而，如果死去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作为道德权威被重新召唤，在这个意义上“未能以符合现实的方式与死者告别，他就会像幽灵一样出现——正如在尼采的生活中那样”(Figl 1995, 34)。

在这些前提下，尼采的学校时代以严厉和高学业要求为特征，就不足为奇了。“健康愉快地庆祝吧[…]”，早在尼采八岁生日时，父亲的朋友们就曾告诫他，“因为[…]再过几年，你就要去上高级中学，去学点真本事，这样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普福尔塔中学的校友，然后是大学生，然后是神职候补，最后成为牧师先生”（选自 Selma Oßwald 的信，1852年10月14日）。在这种理解下，童年不过是通往成年道路上的一段烦人的插曲，而在摆在面前的榜样的驱使下，尼采很快将这种理解变成了自己的观念。他的早期信件证明了一个非常严肃和勤奋的学生的形象，他能感觉到父亲的形象在他内心提出要求并萌动。例如，十三岁的他写下的这样一句话就颇具代表性：“但我现在要停笔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致 David Ernst 和 Wilhelmine Oehler，1857年11月1日）；或者几个月后的另一句话：“散步对我现在来说完全是一件陌生的事，因为洗完澡后，我总是既没时间也没力气去散步了”（致 Rosalie N.，1858年7月1日）。后来的改革教育学将在“课业负担过重”的主题下讨论这类抱怨，并将其纳入文理中学教学大纲的改革项目中。然而，尽管尼采身上明显出现了课业负担过重的症状，他却仍然将自己在学校的成功视为一种证明自己与父亲亲近的标志，并乐在其中。

因此，他也从近乎官方的传闻中，将自己性格的本源加以程式化。1864年的一份自传笔记中写道，他的父亲将“严肃与沉思的种子”(BAW 3, 67)播撒在了他的灵魂中。一年后，他在抱怨因天气原因导致心情不够开朗时，加上了一句值得回味的附言：“不，开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宁愿称之为宁静”（致 Franziska 和 Elisabeth N.，1865年10月26日）。即便在十年之后，尼采对朋友罗德表示：“我有时会陷入可怕的牢骚之中，并且尽管有诸多开朗，我始终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一种深深的忧郁”（致 Erwin Rohde，1874年5月14日）。他的朋友多伊森（↗朋友）的印象也强调了这一层面：“尼采天生就是一副极度严肃的性格[]；我听过他许多充满智慧的评论，却很少听到他讲出什么精彩的笑话”（Deussen 1901, 85）。相应地，关于他在青少年时期和在学校里的恶作剧的记录也就寥寥无几了。

尼采也用父亲的“非凡天性”（致 Franz Overbeck，1884年9月14日）来解释自己为何总是过于轻率地对妹妹做出让步。妹妹本人也劝说哥哥，说他那“迷人的特质部分地[]是那位好父亲的遗产”（选自 Elisabeth Förster 的信，1885年12月26日）。她写这封信原本只是为了感谢哥哥愿意全额承担一块配得上父亲墓地的墓碑费用，正如尼采在解释时所说，这是他“作为儿子”（致 Franziska N.，1885年12月10日）绝不会放弃的“特权”。这种将伟岸气度视为父亲遗产的做法——既是算计好的，也是被演绎出来的，既是他人归因，也是自我归因——甚至在三年后仍然发挥着作用。“我从来不懂得招人反感的艺术”(EH, KSA 6, 269)，他现在写道，以及：我“只不过是我父亲的再世，仿佛是他那过早离世后的生命的延续”(EH, KSA 6, 271)。然而，如果我们顺着他那充满讥讽的距离感来理解这句话，就无法忽略另一个更为深不可测的信息：在变得智慧的儿子的形象中，伟大的“反父亲”出现了；他那所谓“生命的延续”之所以能够获得其正当性，仅仅是因为他成为了最严厉的控告者，控告那些父亲的天性与虔诚所维护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控告那些可能并且必须被这些表象所掩盖的其他黑暗面。

从尼采与母亲的关系中展现出来的情形，则具有另一种性质。在尼采研究中，这位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牧师女儿并没有享有特别高的声誉。人们通常认为她天资平平，而且几乎无法理解儿子在哲学上的追求。“在对待你的事情上，我只紧盯着你内心的那位神学家，因为我们女人怎么懂哲学家呢！”（选自 Franziska N. 的信，1887年12月21日），这是她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满怀希望地指望着儿子的神学遗产痕迹时，所表达的相应立场。总体而言，这些相当稀少的文本并没有提供一幅很好的画像：母亲经常抱怨，时常指责，甚至有时会忘记儿子的生日，或者干脆出于对他的愤怒而拒绝接收他的信件。在这方面，她似乎更像是生活在丈夫依然属于她的过去，而不是生活在她儿子正准备用其著作去塑造的未来之中。“你太过于从你自己美德的立场去评判别人了”（致 Franziska N.，1869年8月底/9月初），尼采曾这样告诉她；后来在《瞧！这个人》的一份初稿中，在谈到他十分钟爱的关于其祖先是“波兰贵族”的猜测时，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但是我的母亲[…]无论如何，却是极其德国化的”(KSA 14, 472)。

甚至连尼采的妹夫也曾向妻子（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她转告尼采）吐露，说他的岳母“有些令人感到压抑”，并且改变了“事物和经历的维度：把大的看作小的，把小的看作大的”（选自 Elisabeth Förster 的信，1885年11月26日）。然而，言辞最为犀利的则是尼采的妹妹。在一封写给母亲的医生、显然意在蓄意诽谤的信中，我们读到，她说母亲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一切都不过是演戏，“是为了给别人看的。这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比如我们母亲的基督教信仰，那是何等可悲的做作和虚张声势，翻白眼等等等等，这样看来，弗里茨变成了反基督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引自 Peters 1983, 202）。事实上，尼采的母亲最无法接受的，恰恰是他的反基督教思想。据说在儿子患病之后，她甚至打算烧毁他那些“不敬神的著作”，将其作为一种赎罪的牺牲（Podach 1932, 31）。但她最希望烧掉的，往往还是她写给儿子的信，因为她曾责备地告诉他，他总是把信敞开着乱放，所以对她来说“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交流”（选自 Franziska N. 的信，1871年9月5日）。

仅从这几个零星的线索中，就浮现出了一个头脑简单、假装虔诚且偏执的女性形象，她既缺乏开明和真诚，也缺乏付出纯粹母爱的能力。尽管如此，几年前出版的她与侄子之间的通信（Gabel/Jagenberg 1994）却是一份感人的文献，它有助于确立一个更为正面的母亲形象，并清楚地表明了这位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遭受了亲生女儿怎样严重的阴谋算计。但不受此影响，人们恐怕仍将有理由谈论一张“母爱的迷网”，“在它的丝线中，每一次青少年的反叛都可能被解读为对母亲尊严和生命意义的恶意攻击”（Goch 1994, 26）。尼采本人恐怕也无法更好地表达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只是有一个微小的区别：他本会省去句中的虚拟语气，因为他毕竟是亲身经历过此事的人。

而关于狭义上尼采受教育经历的核心，正如他妹妹所说，“现在没有任何地方的孩子像我们当时那样受到那么严格的教育”(Förster-N. 1935, 35)。然而，这里的“严格”一词，不仅意味着在尼采的家庭中会实行严厉的惩罚，而且极度看重学业表现、行为端正和基督教信仰（Bohley 1987; Schmidt 1995）。尼采将教育定义为“学会重命名，或学会感受不一样的事物”(N, KSA 9, 479)，这或许能在此给我们另一些启发，即他也意识到了自身最为独特的价值判断与感知方式所遭受的损害，正如这句话所言：“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始终要站在母亲的对立面去设定自己的善与恶，并且在自己怀抱崇敬的地方，却遭到嘲笑和鄙视，这是何等的折磨！”(N, KSA 12, 15)。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在一封信中的感叹：“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我生病？是什么让我多年来一直徘徊在死亡边缘，并渴望着死亡？我看似乎没有[]；我[]在童年时就已经孤身一人，如今在我44岁之年，我依然如此”（致 Franz Overbeck，1887年11月12日）。

针对诸如此类的抱怨主题，尼采肯定能谱写出一首复调的副歌。“亲爱的妈妈，我祝你幸福，也祝我自己能得到你温柔的一瞥”（引自 Schmidt 1995, 45），这正是刚两岁零三个月的尼采，在姑姑罗莎莉的教导下，在母亲21岁生日时背诵的句子。这同时留下了一份最令人压抑的初步证据，证明了这位敏感的姑姑察觉到了一个孩子的孤独。这个孩子并不简单，而母亲对他的惩罚显然主要是剥夺母爱；尽管，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他那“精神上的活跃”，早在五个月大时就被父亲记录为“极其非凡的”（引自 Schmidt 1995, 43）。因为，可能正是这种精神上的活跃，让母亲最为担忧。因此，根据尼采妹妹的回忆，母亲主要抱怨这位当时已六岁的孩子：“他对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与其他人的完全不一样”(Förster-N. 1912, 33)。这些“自己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反抗他原生环境中的经历呢？尼采后来的回顾性提示证明了这一点：作为牧师的亲属，他很早就洞察了“精神与灵魂上的局限、能干与傲慢”(N, KSA 8, 505)。后来，尼采甚至谈到他自己对道德的疑虑：“这种疑虑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得如此之早，如此自发，如此不可阻挡，如此与我周围的环境、年龄、榜样、出身相矛盾，以至于我几乎有权利称之为我的‘先验’”(GM, Vorrede 3, KSA 5, 249)。

1861年复活节，母亲与儿子之间在信仰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冲突（Janz 1978, Bd. 1, 93），这或许也应归因于这种“先验”。但当时尼采除了恳求宽恕外，还不知该怎么做：“请务必原谅我，亲爱的妈妈，但我求你，再也不要回想这些事了，就当它们没发生过一样”（致 Franziska 和 Elisabeth N.，1861年4月）。在1862年期间，母亲再次找到理由责备儿子“总是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选自 Franziska N. 的信，1862年11月12日）；在那一年，尼采在为日耳曼尼亚——他与两名瑙姆堡青年时期的朋友共同建立的一个教养协会——所做的一场演讲中，隐约意识到了自己这种妥协意愿背后的一些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以自由、不受成见影响的眼光审视基督教教义和教会历史，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表达出许多与普遍观念相悖的观点。但是，从我们生命的最初几天起，我们就被束缚在习惯和偏见的枷锁之中[]，以至于当我们试图选择一个更自由的立场，以便从那里对宗教和基督教做出公正且顺应时代的判断时，我们几乎认为这是一种罪过。这样的尝试不是几个星期的工作，而是一生的事业”(BAW 2, 54)。

就这样，尼采阐明了他的使命，随着他开始大学学业，他朝着这一使命迈进了一大步。


I.I. 大学时代 (1864–1868)

在1864/65年冬季学期，N.在波恩大学注册入学，起初学习神学，随后——根据他早在1863年底向监护人暗示过（KGB I/4, 321），并在第一学期结束时近乎漫不经心地向家里传达的决定（Franziska und Elisabeth N., 2. 2. 1865）——专门学习文献学。对N.而言，第二重要的事情是他加入了弗兰肯大学生联谊会（Burschenschaft Franconia）。借此，除了职业选择之外，他也确定了自己对学生生活的参与，这既包括了欢饮作乐的附带后果，也包括了持续不断的资金困扰；而他刚开学就租下、几个月后才退租的一架钢琴，对缓解这种困扰毫无益处。别人对他的看法并非没有受到这一切的影响：“在这里的学生圈子里，我多少被看作是一个懂音乐的怪人[]。尽管我有些爱嘲讽，并被认为是愤世嫉俗的，但我绝对不是不受欢迎的”（Franziska und Elisabeth N., 18. 2. 1865）。在这背后，是对普福尔塔（Pforta）那段苦行僧般岁月的记忆在主导，这一点并没有对瑙姆堡的家人们隐瞒，哪怕只是在N.考虑是否刚一毕业就去服兵役会更好时被提及：“但是先经历普福尔塔——然后再面对下级军官！不，‘沙漠之兽热爱自由！’”（Franziska und Elisabeth N., 1865年2月底）。最后，N.还沉浸在异端思想中，并将其告诉了妹妹，例如他问她，是接受“人们所受的教育”更难，还是“在与习惯的斗争中[]开辟新路”更难？（Elisabeth N., 11. 6. 1865）不久之后，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嘲笑了波恩“盲信的天主教民众”，并在提到一次基督圣体节游行时，嘲笑了“装出极其虔诚模样、聒噪且嗓音嘶哑的老太婆们”（Franziska N., 1865年6月下半月）。

在瑙姆堡，人们对这位大学生发回的如此矛盾的信息感到相当不安，他的姑妈最初还曾嘱托他，告诉她波恩有多少座教堂，“牧师们叫什么名字”，以及他最喜欢哪一位（von Rosalie N., 15. 10. 1864）。N.的母亲也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告诫儿子要节俭，或坚持一个既定目标，而且还意味深长地告诉他，一位牧师妻子朋友的儿子最终决定学习神学（而不是文献学），这让那位朋友感到多么高兴（von Franziska N., 25. 11. 1864）。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瑙姆堡的家人们最迟在1865年复活节时就明白了这一点：在准备节日的探家之旅时，N.以挑衅的方式让他们知道，尽管出于形式原因他属于神学院，但他在自己的行李上标注了“stud. philologiae”这一姓名后缀（Franziska und Elisabeth N., 1865年3月中旬）。然而，这仅仅是宗教分歧的前奏。这种分歧也体现在N.拒绝在复活节期间陪同母亲和妹妹领圣餐上，并在秋季N.向母亲再次表达信仰上的疑虑后彻底升级。“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亲爱的弗里茨”，她现在惊慌失措地写信给儿子新的求学地莱比锡，并说明作为未来可能唯一的养家糊口者，他负有“人生的使命”，要成为他母亲的“坚强后盾”，并且——这里愤怒地瞥了一眼迄今为止拒绝了所有追求者的女儿——“也许还要成为你妹妹的后盾”（von Franziska N., 12. 11. 1865）。

N.对这种毫不含糊地将他自己的抱负局限于一门单纯的——神学的——►谋生之学（Brotstudium）的企图，反应是坚决的。他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内心正在发展的问题意识隐去，从此过着双重生活：一面是激进的哲学家，一面是体贴的儿子（Kjaer 1990, 179）。因此，他在写回家的信中加上限制性的套话对他来说并不反常，他说自己不知道还能写些什么，因为“你们对我的文献学成果不感兴趣，而哲学探讨你们也不喜欢。”（Franziska und Elisabeth N., 29. 5. 1866）。在神学与文献学这双星并耀之外，哲学将日益凸显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他母校的一位老师在N.波恩第一学期提交的一封推荐信中就已经预见到了，他写道：“他还在神学和文献学之间摇摆，但后者可能会胜出；不过，特别是在后者的指引下，他将欣然转向哲学，因为这终究是他内心最深处的冲动所驱使的”（KGB I/4, 338）。这一观察十分敏锐，尤其是考虑到N.更长远的未来。当然，起初在波恩的求学阶段，文献学占据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这门科学“可以通过冷静的头脑、逻辑的冷酷和枯燥的重复劳动来推进，而其结果并不会立刻触动人心”（BAW 5, 253）。

同样没有立刻触动他心弦的，还有在波恩任教的正教授里奇尔（Ritschl），正如N.在巴塞尔的同事梅利（Mähly）后来所描述的，里奇尔在当时“可以说是在文献学的天空里呼风唤雨”（zit. n. Gilman 1981, 93）。然而，N.起初还显得犹疑不定。因此，在第一学期初，他曾这样告诉妹妹和母亲：“像里奇尔这样给我作了关于文献学和神学演讲的人，像奥托·雅恩（Otto Jahn）这样与我相似、同时涉猎文献学和音乐且未将其中任何一项视为次要的人，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任何认识这些科学英雄的人都能想象得到这一点”（Franziska und Elisabeth N., 10.–17. 11. 1864）。单是这段描述就证明，N.起初认为雅恩肯定会比里奇尔与他更为亲近。“在远处，我仰慕弗里德里希·里奇尔的为人”（BAW 5, 255），我们在N.于1868/69年撰写的一篇关于波恩时期的回顾文章中读到，这段时期以雅恩和里奇尔之间的争吵而告终，最终后者接受了莱比锡大学的聘任，而N.则站在了里奇尔这一边。“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过，我们的里奇尔要去莱比锡了；这是主要原因”（Franziska und Elisabeth N., 29. 5. 1865），他借致瑙姆堡的信中如此宣布，以此表达他打算从波恩转学到莱比锡的意向。

如此这般，顺理成章地，N.在1865/66年冬季学期参加了里奇尔在莱比锡的就职演讲，他后来回忆道：“于是他穿着大大的毡鞋溜进了大厅[]。他欢快开朗地打量着这个新世界，很快也发现了一些他不陌生的面孔。当他在大厅后面转悠时，突然喊道：‘哎呀，N.先生也在这里！’并朝我热切地挥手”（BAW 3, 295）。在这种类似“认养”的举动之后不久，N.鼓起勇气向里奇尔提交了一份文献学报告，迎来了“授爵仪式”。里奇尔对此显然印象深刻，他向N.表示，“在此之前，还从未见过哪位第三学期的学生，能在方法的严谨性和推论的可靠性上写出类似的东西”（BAW 3, 300）。N.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段时间，我整个人如痴如醉；正是在这段时期，我重生为了一名文献学家，我感受到了那种要在这一职业道路上去采撷赞誉的激励”（BAW 3, 300）。然而，里奇尔的提携主要起到了让N.打消一种观念的作用，即成为别人的学生与他的自我意识格格不入：N.转而成为了一名“里奇尔门徒”（Gilman 1981, 65），他偏爱称呼他的提携者为“里奇尔父亲”（BAW 3, 305），并与其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几乎每周都有几次，我会在中午时分去找他，发现他随时都准备好开启一场严肃或有趣的谈话”（BAW 3, 304）。

里奇尔肯定也很喜欢N.虽然才华横溢，同时却也能如此顺从。“要认命地选择一个研究领域，并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Paul Deussen, 22. 6. 1868），例如多伊森（Deussen）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似乎N.不仅想让对方接受一种新的工作态度，也是在为自己在里奇尔手下的“苦差事”做心理准备。两周前，应里奇尔的要求，N.决定不再考虑柏林，而是将莱比锡作为获取教授资格的地点（Erwin Rohde, 6. 6. 1868）。后果很快就出现了：N.敏锐地察觉到了当前局势的需要，并为一个长达24卷的里奇尔期刊编制了一份索引，这当然不完全像他试图让人们相信的那样是“自愿且带着几分偏爱”（Friedrich Ritschl, 2. 8. 1868）。尽管在此期间他得到了妹妹的协助，但他同时也因一次坠马事故带来的漫长而痛苦的后遗症而受到妨碍。这次事故发生于1868年5月，当时他正在（瑙姆堡）作为志愿兵服自1867年10月开始的兵役。

尽管如此，N.并未忽视里奇尔阴暗的一面，即对他自己学科的绝对“高估”，以及相应地反感“文献学家过多地介入哲学”（BAW 3, 305）。N.在莱比锡期间就已经为这一方向的文献学批判奠定了基础。“在我们这个时代，文献学家是一个能够依然如此精准地阅读一本书的人，就仿佛他出生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一样”（BAW 5, 194），例如，他在莱比锡时期最后的私人笔记中这样嘲笑他的同行，并坚持提出与之相对的“合乎时代”的立场：“文献学家只读字词，我们现代人只读思想”（BAW 5, 268）。这一异议中包含了这样一种尝试的预演：将文献学的文本批判更多地融入人文学科的诠释学方法中，而不是固执地屈从于那种很大程度上脱离内容和语境的精确文本破译。文献学是“哲学女神与一个白痴或克汀病患者结合生出的畸形儿”，N.至少在私下里是这样承认的，但紧接着他又对那些人提出抗议，他们“拖着憔悴的身躯，带着干瘪的血管和枯萎的嘴唇，寻找年轻而旺盛的生命之血，像吸血鬼一样将其吸干”（Paul Deussen, 1868年10月下半月）。当N.写下这些时，他早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位老师：叔本华，他本人没有教职，但对大学哲学家的嘲弄——嘲笑他们“微弱的心跳、浑浊且东张西望的眼睛、高度发达的咀嚼器官、结结巴巴的言语和笨重的步态”（Schopenhauer 1851, 199）——让他声名远扬也备受非议。

N.接触到叔本华，恰好是在他完成从波恩到莱比锡的转学，并宣布退出弗兰肯联谊会之后不久。因此，他“带着一些痛苦的经历和失望，孤立无援地悬在半空中，没有原则，没有希望，也没有美好的回忆”（BAW 3, 297）。正是在这种情绪下，1865年秋天，他在莱比锡的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为此，他后来选择了一种说法，即有一个“恶魔”对他耳语：“把这本书带回家吧”（BAW 3, 298）——考虑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N.早先就了解叔本华（Figl 1984, 114ff.），这显然是一种经过修饰的叙述版本。然而，至少在心理学上更有趣的是，“把这本书带回家吧”这句话也可以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找到。不过，在那本书里，这话不是出自恶魔之口，而是出自一个孩子之口，其结果是奥古斯丁偏偏翻到了《罗马书》中保罗告诫信徒停止“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争竞嫉妒”的那一段（Ross 1980, 157）。顺着这种平行关系，一个问题呼之欲出：N.当时是否也感到了一种渴望皈依的需求，并希望通过阅读叔本华来加以满足？

答案似乎毫不费力就能得出。因为就在莱比锡旧书店那一幕发生的前几个月，据说N.在一家妓院感染了梅毒（Lange-Eichbaum 1947, 16）。证据是N.还在波恩时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参加了几次聚会，但在过去的几周里因病只能躺在床上。他将疾病症状描述为风湿，“它从手臂蔓延到脖子，又从那里蔓延到脸颊和牙齿”，并导致他目前“出现最剧烈的刺痛性头痛”（Carl v. Gersdorff, 4. 8. 1865），这在一些地方被视为“梅毒二期开始”的迹象（Lange-Eichbaum 1947, 16）。即使这个假说可能走得太远，但仍有许多理由将N.对叔本华的狂热解读为一种寻求替代宗教的迹象，而N.在这一时期迫切需要这种替代宗教。

叔本华对“一切幸福的否定性”（Schopenhauer 1859, Bd. I, 418）以及随之而来对生活之琐碎的令人沮丧的展望深深吸引了他。按照叔本华的解读，生活试图从抵御死亡中获取意义是徒劳的，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在“真正的基督教”中所表达的那种苦行主义的“对生存意志的否定”（Schopenhauer 1859, Bd. II, 715）。“这里的每一行”，正如N.在回顾他阅读叔本华的经历时所言，“都在呼喊着放弃、否定、顺从[]。在这里，艺术那充满无功利性的太阳之眼凝视着我；在这里，我看到了疾病与治愈，流放与避难所，地狱与天堂”（BAW 3, 298）。在此，N.的核心动机首先是治愈：他发现自己被一种“对自我认知、甚至是自我啃噬的需求”所攫取——并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无用的自我谴责”和“绝望地仰望对整个人类内核的圣化与重塑”，同时出于自我鄙视，强迫自己整整两周每天只睡四个小时，这不可能没有后果：“一种神经质的焦躁控制了我，如果不是生活的诱惑、虚荣心以及进行规律学习的强制力在起反作用，谁知道我会向愚蠢的地步迈进到何种程度”（BAW 3, 298）。

无论如何：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这种愚蠢起初还在持续，并导致了一种叔本华崇拜（Zwick 1995, 71 ff.），N.最重要的朋友们也很快加入了这一行列。在第三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1874年）中，N.通过一项“自我宣誓”（Georg Brandes, 19. 2. 1888）向全世界无比清晰地表明了他作为哲学家应归功于谁，我们读到：“如果任务是在地球上安家落户，我就会与他站在一起”（SE 2, KSA 1, 348）。尤其是其中的补充说明，即叔本华“承诺只让那些不仅想做、也有能力做他读者，而且想成为他的儿子和门徒的人，成为他的继承人”（SE 2, KSA 1, 350），这听起来完全像是N.寻找父亲的动机在叔本华身上得到了暂时的满足。无论如何，作为一位受恩于里奇尔、暗中崇拜叔本华并渐渐将目光投向理查德·瓦格纳（见第7章，朋友）的文献学新星，N.所陷入的内在张力是巨大的。N.甚至带着几分调皮向里奇尔的妻子暗示：“瓦格纳和叔本华露出的马脚是很难藏住的”（Sophie Ritschl, 2. 7. 1868）。

几个月后，正是这位苏菲·里奇尔（Sophie Ritschl）间接地促成了N.与瓦格纳的结识，而这也仿佛成了他光辉的大学时代结束的一个伴奏。对这部即将上演的戏剧的第一幕，N.做了巧妙的准备：“顺便说一句”，他曾让一位朋友知道，“我打算成为一个更加善于交际的人：特别是，我盯上了一位女士，有人向我讲述了关于她的奇妙事情，她就是布洛克豪斯教授的妻子，理查德·瓦格纳的妹妹”（Erwin Rohde, 8. 10. 1868）——而且必须补充的是，她也是里奇尔妻子的朋友。这项巧妙职业规划的果实在四周后成熟了，在此期间，经过多年来的保守评价后，N.在一次音乐会上首次被瓦格纳的音乐所震撼。当时瓦格纳正在莱比锡的亲戚家逗留，里奇尔夫人闲聊时提到了N.的音乐才能，而瓦格纳——用N.的原话来说——“表达了极大的意愿，希望能隐去身份认识我”（Erwin Rohde, 9. 11. 1868）。会面本身也让N.感到极其满意，他描绘的瓦格纳肖像就是明证：“他是[…]一个极其生动活泼且充满激情的人，语速极快，非常风趣，能让这种极其私人的聚会变得充满欢乐”（Erwin Rohde, 9. 11. 1868）。显然N.没有意识到的是，两人由此开始的、受各自生命史影响且在心理上极其复杂的纠葛。简而言之，有理由猜测，N.陷入了一种暗示之中，即瓦格纳具备条件，可以去完成在里奇尔以及叔本华那里尚未完成的事情：不仅满足一个孩子在认知上的需求，更满足其情感上的需求；这个孩子在家庭环境中遭遇了对他自身特质的极大不解，并偶尔会产生一种想法——如果是在生父的管教下，情况就会有所不同（Niemeyer 1998, 128f.）。只有在N.受聘前往巴塞尔，从而在空间上也与瓦格纳拉近了距离之后，这部分才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I II. 教授生涯 (1869–1879)

1869年1月10日，尼采（N.）收到消息，他有望获得巴塞尔大学的聘书。李奇尔（Ritschl）为此做好了铺垫，他给尼采在巴塞尔的前任写了一封简直是赞美诗般的推荐信。信中写道：“他是这里（莱比锡）整个年轻语文学界的偶像和（尽管他无意如此的）领袖，这些（为数众多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听他作为讲师授课。您会说，我是在描述一种奇才；嗯，他确实是的；同时他又和蔼谦逊。”李奇尔还补充说，在他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任何人“能像这位尼采一样，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已如此成熟”（KGB I/4, 542）。如此一来，毫无疑问，巴塞尔的教职对尼采来说已是囊中之物。“当时，这位泰斗的推荐，”梅利（Mähly）在回忆当时巴塞尔对所请求的李奇尔评价寄予的期望时说道，“无异于通向目标的稳妥坦途”（引自 Gilman 1981, 93）。至于尼采为了到巴塞尔赴任，在莱比锡仅仅通过快速程序和形式上的考核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已是次要的了；在这场考核中，人们首先考量的是他这个人，其次才是他所发表的那些篇幅较小的语文学著作。

尼采本人自然对事态的这一发展感到高兴。然而，鉴于他与罗德（Rohde）为1869年夏天制定的计划——去巴黎领略“康康舞的神圣力量”，“以便日后能体面地走在文明的最前列”（致埃尔温·罗德，1868年8月6日），他无法忽视自己如今正面临“职业枷锁”的威胁（致埃尔温·罗德，1869年1月16日）。因此，尼采的喜悦远比巴塞尔人的期望更为矛盾。李奇尔曾评价尼采：“凡他心之所向，皆能无所不能”（KGB I/4, 548），这番话极大激发了巴塞尔人的期望，以至于他们认定尼采能胜任人们要求他做的一切。同样，巴塞尔的人也没有追问尼采古典语文学信念体系中“阴暗”的一面——这可能也是因为尼采在李奇尔面前就已小心翼翼地将其隐藏了起来（Niemeyer 1998, 91及后页）。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尼采对语文学的尖锐批评，这与他对叔本华的崇拜程度一样，仅仅为他的好朋友们所知。相应地，也多是这些朋友——比如冯·格斯多夫（v. Gersdorff，参见“朋友”条目）——在写给尼采的信中祝贺他受聘巴塞尔，并称如今终于有一位“叔本华主义者”登上了讲坛，尽管不是“为了教授哲学”（卡尔·冯·格斯多夫致尼采，1869年2月16日）。尼采的回答充满了自信：“我确实离某种市侩主义——即‘专业人士’这一物种——更近了[. . .]。但我自认为，我能比大多数语文学家更从容、更有把握地面对这种危险；哲学的严肃性早已扎根太深[. . .]。用这种新鲜血液来渗透我的学科，将那种叔本华式的严肃性传递给我的听众[. . .]——这是我的愿望，是我大胆的希望”（致卡尔·冯·格斯多夫，1869年4月11日）。相应地，尼采开始努力在授课和教学中展现出他内心的哲学家气质，而且是在一个工作量不算小的周计划框架内进行的：“每周每天早上7点我都要讲课[. . .]。周二和周五我必须在文理中学（Paedagogium）上两次课，周三和周四上一次课：到目前为止我做这些还挺乐在其中”（致弗里德里希·李奇尔，1869年5月10日）。

“到目前为止”这个限定词用得很巧妙。因为尼采没能对他的听众高兴太久，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针对他在文理中学的教学活动而言），他没能长久地庆幸自己“虽天生不是当教书匠的料，但也还没有沦落到那个地步”（致伊丽莎白·尼采，1869年5月29日）。甚至在对他母亲时，他也不久便抱怨起职业的“枷锁”，以及“那一群可怕的‘受人尊敬的’同事，他们出于例行公事，每天晚上都极力邀请我”；但另一方面，尼采也知道如何安慰她，指出他通过1869年5月28日的就职演讲，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致弗朗齐斯卡·尼采，1869年6月中旬）。不过他向家人隐瞒了，这篇演讲其实也包含了对巴塞尔人发出的警告信号。因为尼采呼吁“艺术家的协助”（BAW 5, 287），以形成一种能够进行现代化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语文学解释；并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终结那种“虚假君主制”（BAW 5, 285）——只要语文学不对参与其事业的其他学科视角行使秩序功能，且继续缺乏哲学追求，它就只能满足于这种虚假君主制。然而，这是一个指向瓦格纳（Wagner）的构想，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推动了尼采对语文学的克服，也加剧了他在巴塞尔的不满——反之亦然。

这一发展将走得多远、多快，在1871年变得清晰起来。在此期间（1870年8月），尼采自愿报名参加了普法战争（由于他的瑞士教授身份，他只能作为卫生员参战）。短短几周后，他便因感染痢疾——后来有时还猜测：他被伤员传染了梅毒（Gilman 1981, 728）——从前线被送回瑙姆堡（Naumburg）家中休养。几周后病情过半恢复，尼采回到巴塞尔，满怀热情地开始了冬季学期的工作。然而不久，他又对“过度当教书匠”（致弗朗齐斯卡和伊丽莎白·尼采，1871年1月21日）产生了新的厌倦，这种厌倦与他对那些为“即将到来的文化时代”（致卡尔·冯·格斯多夫，1870年11月7日）而战的人的命运的担忧交织在一起，促使他萌生了要“与迄今为止的语文学及其教化视角决裂”（致埃尔温·罗德，1870年12月15日）的想法。这样做的机会似乎很适宜，因为与此同时，大学内部有一个哲学教席空缺，尼采申请了这一职位，尽管就在不到三年前，他还曾因为这意味着“行事比苍蝇还轻率”（致埃尔温·罗德，1868年5月3日或4日）而放弃了以哲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的想法。然而现在，尼采不仅轻率，简直是厚颜无耻：在写给巴塞尔资助人的求职信中，他写道，他感觉“我真正的任务，即我在必要时必须为其牺牲任何职业的任务，[是]我的哲学任务”，而且他毫不掩饰地解释说，他之所以最终涉足语文学，完全是因为当前的“大学哲学状况格局”以及“李奇尔那令人敬畏的人格”的压倒性影响（致威廉·维舍尔[-比尔芬格]，约1871年1月）。

对此感到错愕的维舍尔从中可能意识到，巴塞尔人引进了一位违背其意愿的语文学家，出于明智的自身利益考虑，他们最好直接让他去搞哲学。在此背景下，这位年仅26岁的语文学教授的计划以惨败告终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从他最根本的利益出发，这件事几乎被搁置不提，转而聘请了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尽管如此，对尼采来说，极大的安慰是至少他与瓦格纳的关系起初发展得让他极为满意。在莱比锡初遇之后，两人于1869年圣灵降临节，即尼采发表巴塞尔就职演讲前将近两周时，在特里布申（Tribschen）再次相见，这是他们第一次重逢。尼采应瓦格纳之邀前去拜访，当时的瓦格纳在曾对他痴迷不已的“童话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资助下，住在一栋位于琉森湖畔的豪华别墅里。与他同住的还有一位正在办离婚的男爵夫人、李斯特的女儿、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科西玛·冯·彪罗（→女性）。她正怀着身孕，孩子是瓦格纳的，她此前已经和瓦格纳生了另外两个孩子，并在随后的1870年8月与他结为连理。因此，直到此时，这完全是一种微妙的关系，对于像尼采这样身为牧师之子和大学教授的人来说，更是双倍地令人反感。因此，尼采也拒绝了瓦格纳邀请他参加不久后举行的56岁生日庆典——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指出其职业“恼人的枷锁”（致理查德·瓦格纳，1869年5月22日），但实际上大概是出于“美德”的考虑（致埃尔温·罗德，1869年5月29日）。

然而，尼采起初显然觉得瓦格纳的反犹主义（Köhler 1996, 47）及其哲学远没有那么令人反感。无论如何，在作为替代寄出的生日贺信中，他深表遗憾不能再次分享瓦格纳的“日耳曼式的生命严肃性”，他认为这种严肃性正不断地受到“哲学的胡闹和具有侵略性的犹太精神”的威胁（致理查德·瓦格纳，1869年5月22日）。类似的词汇也出现在尼采谈及“长期的屈辱”时，他写道“在这种屈辱下，脱离了家园和故土的德国天才，生活在为险恶侏儒的效劳之中”（《悲剧的诞生》，第24节，KSA 1, 154）。由此，他显然意在表明他赞同瓦格纳的意图，即将《尼伯龙根的指环》四部曲打造成一出展现“德国天才”齐格弗里德遭到被设定为犹太人讽刺漫画形象的“险恶侏儒”米梅和阿尔贝里希压迫的传奇剧（Niemeyer 1998, 169及后页）。

尼采在这方面以及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的视角，正是他在1868年11月就已经熟习的视角：那是一个不加批判的崇拜者的视角。他很快就理所当然地受邀在周末和圣诞节前往特里布申，甚至还在那里拥有了自己的专属房间，他迅速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几个世纪以来的天选之子”身边（致古斯塔夫·克鲁格，1869年8月4日）。在巴塞尔的市民阶层中，尼采也相应地迅速被视为“新德国奥林匹斯神（瓦格纳）的伽倪墨得斯（斟酒美少年），他在特里布申的田园风光中自由出入”（Bernoulli 1908, 73）。从瓦格纳的角度来看，尼采需要扮演一个可靠的档案管理员以及一个从事宣传工作的教授的角色。在这两个方面，尼采也通过信件受到了指示：一方面，传达的信息是他被指定为瓦格纳“记忆”的“守护者”（理查德·瓦格纳致尼采，1870年6月4日）；另一方面则暗示，他可以替瓦格纳分担“整整一半”的“使命”（理查德·瓦格纳致尼采，1870年2月12日），举例来说：即期望他“以专业人士、语文学教授的身份，发起针对教育体制的斗争”（卡尔·冯·格斯多夫致尼采，1872年5月31日）。

当尼采从他当时最好的一位朋友那里得知瓦格纳的这个委托时，他正致力于撰写未竟的第六次（和第七次）教育演讲，该系列演讲始于1872年1月16日。当时他正处于看似成功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标志不仅在于他年初出版的处女作，还在于学生团体为他举办了一场火炬游行，以此来奖励他拒绝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的聘书意向（尼采的拒绝也让他获得了加薪的奖赏）。也许正是这一背景促使尼采在最后一次演讲前夕向他的出版商——此人同时也是瓦格纳的出版商——提出了出版这些演讲的提议，并指出，他演讲的意图和核心就是向教师们“谆谆教诲”瓦格纳“音乐运动”的文化意义（致恩斯特·威廉·弗里奇，1872年3月22日）。那时尼采还一心希望确保他的演讲能在5月22日之前印出来——这主要是为了赶上瓦格纳的59岁生日。虽然他在四月份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进行彻底的修订，其中包括撰写更多的演讲部分。但最终，在尼采写信向已经定居拜罗伊特的精神导师瓦格纳寻求帮助失败后——他称瓦格纳为“真正的教化机构”（致理查德·瓦格纳，1872年7月25日）——他显然对这个题材失去了兴趣。鉴于他认为这些演讲“不够深入”，于是决定彻底放弃出版（致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1872年11月7日）。

他的处女作也遭遇了同样不幸的命运，不过对此必须有所区分。因为尽管李奇尔在1871年12月31日就收到了他学生的这篇著作，至少在面对尼采时并未做出回应，直到尼采再次询问后，才在1872年2月14日给予了答复，而且表现出明显的保留态度；但对尼采来说，在这件事上，起初特里布申方面的态度似乎才是决定性的，而他们的态度简直无可挑剔。“对于一位如父亲般的老师来说，李奇尔的信不够真诚和热情；对于一位著名的学者来说，它又不够独创和有分量”（科西玛·瓦格纳致尼采，1872年3月初），特里布申方面如此表态，巧妙地利用了当时尼采与李奇尔之间日益加剧的疏远；此外，在刚收到尼采的作品后，他们还表示：“我还没有读过比您的书更优美的文字！”（理查德·瓦格纳致尼采，1872年1月初）。附带的信息则强调了另一个独立的话题：“我和您一起看得又深又远，无数充满希望的广阔活动领域展现在我面前，在我面前——并且有您在身旁”（理查德·瓦格纳致尼采，1872年1月10日）。尽管这话说得很含糊，但也足够清晰，让尼采可以抱有希望：他对语文学和讲师工作的厌倦，能够通过瓦格纳以及与瓦格纳计划于1872年4月搬迁至拜罗伊特相关的事宜，得到某种慰藉。

从此以后，瓦格纳不断遭到尼采的频频询问，以至于尼采将自己“目前的生存状态”视为一种责备，并真诚地问他：“您是否能用得上我”（致理查德·瓦格纳，1872年1月24日）。尼采更是在心中盘算着要“在德国祖国”四处游历，应瓦格纳协会的邀请发表演讲，然后“去南方待上两年”（致埃尔温·罗德，1872年4月11日）——同时将他的教授职位转交给罗德，并希望能至少为自己保留教授的头衔。然而在拜罗伊特，人们对此并不赞同，这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非常担心，如果尼采离开语文学这块“坚实的土地”，就会在“音乐的天空”和“哲学的深水”中迷失自我（科西玛·瓦格纳致尼采，1872年8月22日）。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尼采也从侧面获悉这是瓦格纳的意见（卡尔·冯·格斯多夫致尼采，1872年5月31日）——一个在职的语文学教授，比一个从大学请假的瓦格纳主义者，能更好地证明拜罗伊特计划的合理性。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介绍尼采以及尼采那随后也被聘为教授的朋友罗德时，总是喜欢用这样的话：“我的朋友们，这两位大学教授”（引自 Förster-N. 1915, 104）。仿佛为了暗示这一背景，尼采后来在笔记中写道：“发现自己在确信被爱的地方，只被视为一件家什和室内装饰，男主人借此在客人面前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是一种不可原谅的侮辱”（《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第74节，KSA 2, 408）。

在这种极其暧昧的格局背景下，尼采因为他的处女作而面临一场中等规模的学术灾难。其实他原本打算用这部著作来挽回1871年1月申请职位失败的面子，也就是想“在哲学上证明并确立自己的地位”（致埃尔温·罗德，1871年3月29日）。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一家哲学期刊向他索取了一份简短的简历，这让他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列入‘哲学教授’的行列”（致埃尔温·罗德，1872年4月30日）。然而很快，早在李奇尔的保留态度中就已初露端倪的厄运降临到了他头上：《悲剧的诞生》被哲学家们完全无视，而语文学家们在阅读它时——尽管有一些更多是出于友谊（罗德）或算计（瓦格纳）而写的辩护文章——则将其视为一个在野心中迷失了方向的同行之作。因此尼采只能总结道：“看起来，我已经被这个行会判了死刑”（致埃尔温·罗德，1872年7月7日）。这种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在接下来的冬季学期变得清晰起来：学生们都不来了，因为据尼采在一个案例中确切得知的消息，学生们被劝告不要在任何有他担任学术教师的大学里学习语文学（致埃尔温·罗德，1872年11月）。

尼采与1870年受聘于巴塞尔的神学同事兼曾一度的室友奥弗贝克（参见“朋友”条目）之间的友谊——以及战友情谊（参见 Sommer 199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段泪水之谷的痛苦，但这绝不意味着苦难已经结束，恰恰相反：在1873年8月尼采的第一部《不合时宜的考察》出版后——这肯定是尼采最薄弱的一部著作，他试图以此来展现文化市侩施特劳斯的嘴脸——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越过了底线。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无论如何称其为“孩子气的诽谤性小册子”（引自 Krummel 1974, 18），巴塞尔的知识资产阶级感到错愕，而在一份跨地区的杂志上——据说偏偏是尼采后来的妹夫所为（Krummel 1974, 20）——有人断言尼采之所以能成为教授，仅仅是“由于李奇尔耍的把戏和巴塞尔人的愚蠢”（卡尔·冯·格斯多夫致尼采，1873年10月27日）。然而，负面的最高潮直到年底才到来。尼采再次拜访了李奇尔，却不得不听他“在半小时内疾风骤雨般的言辞炮轰”，这终于让他明白，李奇尔及其所代表的精神，正准备将他定性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糊涂虫。在这种境遇下，唯一能给他带来安慰的是回想起在刚完成的第二部《不合时宜的考察》结尾，他唱了一首“歌”，“这首歌将让这种吹毛求疵的怪物痛苦不堪”（致埃尔温·罗德，1873–74年除夕）。但实际上，尼采越来越不清楚自己该如何以及在哪里获得长久的安身之所，或者他应从何处获取孕育新事物的自由，以及为反抗“附着在我身上那么多、数不胜数的不自由”（致卡尔·冯·格斯多夫，1874年4月1日）而战的力量。

在这种同时也威胁到瓦格纳的局势下，瓦格纳本能地做出了唯一正确的举动：针对这篇关于历史的著作，他指出，他感到一种“美妙的自豪，现在已无话可说，可以将以后的一切都交给您了”（理查德·瓦格纳致尼采，1874年2月27日）。并且，在因尼采针对施特劳斯的小册子而引发的风波达到顶峰时，他回顾了尼采出版近两年的《悲剧的诞生》，写道：“我再次阅读了它，并在上帝面前向您发誓，我认为您是唯一懂得我心思的人！”（理查德·瓦格纳致尼采，1873年9月21日）第一句话是为了发出一个普遍信任的信号，第二句则是为了将尼采的注意力从日常的口角中转移到真正不朽的作品上。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宏大的信号：沿着这里暗示的方向继续走下去，也许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必须与语文学彻底决裂的时候，而尼采有必要融入正在成型的拜罗伊特圈子。

然而有趣的是，后来只要尼采的愿景转向大学之外的生存条件，这些愿景就越来越少地与拜罗伊特挂钩。尽管他仍然偶尔尊称瓦格纳为他的“父亲”，他把瓦格纳的生日也当作自己（精神上）的生日来庆祝，并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他在大学里再也待不下去了”，请不要感到不安（致理查德·瓦格纳，1874年5月20日）。但在具体层面上，他更多地是表露出一种想要在“乡村庄园”生活（致弗朗齐斯卡·尼采，1874年2月1日）的想法，或者无论如何，想要过一种——或许在陶伯河畔罗滕堡实现的——“独居生活”（致埃尔温·罗德，1874年5月14日）。他在1874年圣诞节的心愿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就送给我 […] 一栋小乡间别墅吧，在那里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写几本漂亮的书——哎！（叹气！）”（致弗朗齐斯卡和伊丽莎白·尼采，1874年12月3日）。这种对没有教授头衔的生活的展望——一种尼采后来不得不被迫比他所希望的更早开始的生活——因为不再服务于拜罗伊特愿景，暴露了他与瓦格纳之间逐渐产生的距离，而其他事件也推动了这一疏远过程。

施特劳斯事件（参见19世纪哲学与神学）也属于这一类。因为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尼采错误地将前面提到的瓦格纳的赞扬（“我再次阅读了它，并在上帝面前向您发誓，我认为您是唯一懂得我心思的人！”）——正如他立即充满自豪地告诉别人的那样（致卡尔·冯·格斯多夫，1873年9月27日）——归结于他那篇抨击施特劳斯的小册子；然而几个月后，面对施特劳斯的去世，他却为这同一篇文章感到羞愧（致卡尔·冯·格斯多夫，1874年2月11日），这最终意味着他同时也为瓦格纳所想要的东西感到羞愧。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此提供了解释。因为早在特里布申时期，就有人向尼采暗示，非常欢迎他煽动反对施特劳斯的言论（科西玛·瓦格纳致尼采，1870年12月4日）。对于当时依然十分欣赏施特劳斯的尼采来说，他知道如何无视这种怂恿。然而，两年多以后，他无法再无视这种暗示了。尼采现在被非常巧妙地引向了施特劳斯（科西玛·瓦格纳致尼采，1875年2月12日），以至于他不得不认为，如果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他费解的龃龉之后，他想要永远保持当前重修旧好的这份喜悦（卡尔·冯·格斯多夫致尼采，1873年3月2日），他就不能回避瓦格纳的请求。瓦格纳在1873年4月尼采访问拜罗伊特时再次向他提出这一请求，并在信中催促“发表出来吧！”（理查德·瓦格纳致尼采，1873年4月30日），尼采需要代表瓦格纳去催讨后者与施特劳斯之间自慕尼黑时期就未了结的旧账（Janz 1978, 第1卷, 533及后页）。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必将招致尼采日后向瓦格纳开出的一笔清算账单，尼采对施特劳斯（Strauss）之死所感到的羞愧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清算的前奏——表现为良心不安——体现在：尼采最初作为他策划的一场“大骗局”（埃尔温·罗德，1873年5月5日）的一部分，打算以他的一位挚友的名义，或者至少是以这位朋友翻译的一位意大利人的名义，来发表他对施特劳斯的攻击，而这位受托的朋友却以尼采本该对自己说的理由拒绝了（来自卡尔·冯·格尔斯多夫，1873年5月10日）。无论如何：显然，尼采从一开始就对此事感到不安，而剩下的事情则由C. 瓦格纳包揽了。因为在施特劳斯死后，她对尼采的顾忌评论道，她绝不允许“在精神事务上有任何感伤主义”，而且“如果一个人显得有害，那么他是病了还是快死了都无所谓”（来自科西玛·瓦格纳，1874年3月20日）。从那时起，尼采就知道了，如果拜罗伊特（Bayreuth）方面决定将他定义为“有害的”，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在这方面，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正是在那几周里，尼采写下了第一批关于瓦格纳的批判性草稿，这为1876年夏天的最终决裂做好了铺垫（Eger 1988, 74）。

毫无疑问，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瓦格纳在筹备1876年音乐节时，低声下气地表示：“我现在纯粹是个生意人，也就是说，成了一个剧院老板”（来自理查德·瓦格纳，1875年2月18日）。因为几个月后，当尼采在一份残篇中写道：“打倒那些不具有推动社会革命、更新和统一人民之内在动力的艺术！”（尼采，KSA 8, 218）时，这听起来太明显不过地流露出了他的失望之情：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正准备背叛他1849年的革命激情以及与之相关的戏剧政治意图。在此背景下，尼采专门为音乐节撰写的第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正如他自己在1886年对它所作的评价那样：它是“对我生命中一段过去时光的致敬和感激”，也就是说，是“一种解脱，一次告别”（《人性的，太人性的》II，前言 1，KSA 2, 370）。

尽管如此，尼采对拜罗伊特的期望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依然不甚明了。因为与此相悖的，例如已经有一份写于1873年、想必并非无故“被保密的文件”（《人性的，太人性的》II，前言 1，KSA 2, 370），其中写道：“在人身上[……]欺骗[……]、戴着面具、掩饰性的习俗、在他人和自己面前的舞台表演[……]如此成为了规则和法则，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比[……]如何能产生一种诚实而纯粹的求真冲动更令人费解的了”（WL 1, KSA 1, 876）。这不仅听起来像是第二个叔本华的口吻，也像是第二个→卢梭的口吻——并且正等待着被应用到1876年的瓦格纳以及他所吸引的观众身上。因为在拜罗伊特聚集的，要么是贵族和权贵的世界，因而也是习俗和阴谋的世界；要么就是神经症-退行性匮乏者的世界，带着那种——正如尼采后来嘲讽的——“瓦格纳在女人身上特别偏爱并谱写进音乐里的歇斯底里-色情特质”（尼采，KSA 11, 591）。这最终足以让尼采预感到，他在《悲剧的诞生》中赋予新荣誉的酒神精神，正面临着沦为荒芜生存中一个空洞的崇高动机的危险。

相应地，他的拜罗伊特之行变成了一场惨败：他饱受头痛折磨，并对“漫长的艺术之夜”感到恐惧（伊丽莎白·尼采，1876年8月1日），他失望地离开了；在短暂返回又再次离开后，他带走了一个核心教训，即每次“当我们想要怀疑我们享有自己使命的权利时”，疾病就是答案（MA II，前言 4，KSA 2, 373）。于是，尼采现在终于行使了那项权利——并在他的“逃离拜罗伊特”之旅以及在巴伐利亚森林逗留的三周时间里，构思了他的格言集《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在接下来的冬天，应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Malwida v. Meysenbug）的邀请，他在索伦托（Sorrent）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润色。正是这个邀请，让尼采萌生了申请至少一年（研究）假期的想法，该申请于1876年10月获得批准。木已成舟：尼采开始实现那种他在1872年4月首次、且最迟自1874年以来便一直渴望的生活方式，这也让他在空间上远离了拜罗伊特。

假期获批的核心原因是希望尼采能以此恢复健康。关于他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尼采首次对外透露是在1873年3月（弗朗齐斯卡与伊丽莎白·尼采，1873年3月9日）——如果不算他学生时代的问题，以及1871年春季他向雇主（威廉·维舍尔-比尔芬格，1871年3月15日）公开的、由于1870年的战地救护工作以及在巴塞尔最初几个学期任教而导致的疲劳状态的话。几周后，便出现了他抱怨自己“经常受眼痛折磨”的记录（弗朗齐斯卡与伊丽莎白·尼采，1873年4月29日）。在向瓦格纳解释为何推迟修改原本打算作为生日礼物的“反施特劳斯”文稿时，尼采也给出了理由，其中之一就是他“备受突然且痛苦的眼部虚弱的折磨”，并因此感到“担忧”（理查德·瓦格纳，1873年5月20日）。这种担忧，特别是考虑到尼采的状况数月来几乎没有好转，而且他在读写方面越来越依赖他人的帮助——例如，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在1873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在巴塞尔探望并协助他——此后也成了拜罗伊特圈子里的一桩心事，只不过从这里开始，这种担忧有时被引向了模棱两可的方向。这其中包括瓦格纳对尼采“正如你在巴塞尔度过夜晚时那样”主要是“男性交往”的疑虑，并敦促他赶紧结婚，最终化作一声长叹：“为什么偏偏格尔斯多夫是个男人呢！”（来自理查德·瓦格纳，1874年4月6日）

然而，尼采起初对这种言外之意并不是特别敏感，尽管他曾向朋友嘲笑过在拜罗伊特聚集的那个“婚姻筹划委员会”（卡尔·冯·格尔斯多夫，1874年6月1日）。不过，这个话题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依然挥之不去，当尼采试图物色一位既不太老也不难看，而且——最重要的是——足够富有以保障他在大学之外生活的未婚妻时，这一话题达到了一种带有悲喜剧色彩的高潮。与此同时，瓦格纳赋予该话题的弦外之音也保留了下来，并且随着尼采挥之不去的健康问题，越来越明显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直到尼采在索伦托的休假年也未能带来持久的好转时，这段前奏才具有了戏剧性。1877年10月，瓦格纳向尼采在法兰克福的医生艾瑟（Dr. Eiser）当面提出了他的猜测，即尼采的不婚以及他的“性情特征和习惯癖好”是“手淫的后果”（引自 Gregor-Dellin 1980, 683）。这一暗示背后隐藏着对尼采可能是同性恋的担忧，这可以从C. 瓦格纳写给冯·梅森布格的一封同期信件中看出来（Köhler 1989, 176f.）。无论如何，艾瑟被诱导向瓦格纳透露了他的诊断结果，即尼采在性取向上并无异常，但他在年轻时已被“感染”，必须被视为“不治之症”（Gregor-Dellin 1980, 684）。显然，这种泄密行为并没有瞒过尼采（Gilman 1981, 345），在瓦格纳死后，尼采写给科塞利茨（Köselitz）——他偶尔称其为“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朋友）——的一封信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这封信中，尼采抱怨瓦格纳曾与他的医生们通信，“以表达他的确信，即我改变的思维方式是不自然放荡的后果，并暗指男色行为”（海因里希·科塞利茨，1883年4月21日）。

然而，这充其量只能解释尼采后来某些关于瓦格纳的言论中那激烈的措辞，却不能解释两人之间由此从根本上产生的深刻疏远。在这种背景下，不能忽视尼采的一句回顾性言论，即主要让他和瓦格纳反目成仇的是那“该死的反犹主义”（弗朗茨·奥弗贝克，1884年4月2日）。因为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尼采在特里布申（Tribschen）时期对瓦格纳的反犹主义不以为意，就像他对他当时最亲密的朋友（如冯·格尔斯多夫）的反犹言论不以为意一样，却偏偏在与瓦格纳决裂的时期获得了“如此多的经验”，这让他对具有犹太血统的“年轻人”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西格弗里德·利皮纳，1877年8月24日）。尼采在这里显然首先想到的是雷（Rée）（朋友），他在1876年3月与雷拉近了关系，随后与他一起在索伦托度过了冬天，沉浸在共同的工作中，这仿佛是他们友谊的“蜜月”（来自保罗·雷，1877年10月10日）。巧合的是，当R. 和 C. 瓦格纳于1876年10月/11月在索伦托停留时，他们成为了这段友谊的见证者。从那时起，特别是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出版之后，在拜罗伊特圈子的解读中，尼采被视为雷的牺牲品，认为他受了雷的影响，因为雷热衷于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道德批判，而瓦格纳及其反犹主义也未能免受这种批判。

然而，这还没有触及尼采重新定位的根本。相比之下，一条遗稿笔记要说明问题得多，其中写道：“我想向我早期著作的读者们明确声明，我已经放弃了基本上主导那些著作的形而上学-艺术观点：它们令人愉悦，但站不住脚。”（尼采，KSA 8, 463）。取而代之的新公式是：“科学人是艺术人的进一步发展”（MA I，第222条，KSA 2, 186）。原则上，尼采借此也是想表达，正如他现在在随之开启的创作中期阶段开始自我诠释的那样，他就是瓦格纳的进一步发展。在对昔日崇拜之人发出如此明确的拒绝的背景下，令人有些费解的是，尼采竟然一本正经地期望拜罗伊特方面能对他1878年4月寄去的新书做出宽容的反应。

几个月前，在一封刚开始印刷时写下、但后来并未寄出的附信中，尼采还写道：“这本书是我的：我在其中将自己对人与事物的最内心感受公之于众，并首次环绕了我自己思想的边缘。”（理查德与科西玛·瓦格纳，1878年初）。这话说得十分天真，但如果仔细审视，却也能清晰地看出其自身的过错。因为关于那些对人的最内心感受，不仅仅涉及尼采过去对瓦格纳未曾言明的感受，也涉及对他妻子的感受。因此，毫无疑问，这必定会激怒她，因为她不得不从尼采的书里读到一种隐晦的、且鉴于她高大的身材而显得颇为粗俗的比喻，说她出于纯粹的出风头欲望，一次又一次地充当她那个自私又难缠的丈夫的“避雷针、避风针和避雨针”（MA I，第430条，KSA 2, 281）。而尼采，正如他在那封信的草稿中所同样表示的，在这本新书中首次环绕了他自己思想的边缘，这也应当意味着，瓦格纳此前一直将他当做他人思想的工具。瓦格纳对此还可能会读到：“对人蔑视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仅仅把每个人视为自己目的的手段，或者根本不把别人当回事。”（MA I，第524条，KSA 2, 325）。这同时也预示了尼采的新角色：他现在在拜罗伊特已经变得一文不值。

毫无疑问，这也影响到了像罗德这样本身是非常好的朋友的判断，他在模仿拜罗伊特的愤慨时，同样不明白尼采怎么能如此突然地变成雷（来自埃尔温·罗德，1878年7月16日）。针对瓦格纳的愤慨，尼采首先摆出了一副惊诧的姿态。他向那位后来成为他不可或缺的文本校对者抱怨说，拜罗伊特方面把他的书置于某种禁令之下，对作者下达了大绝罚，而瓦格纳白白错失了一个展现品格伟大的大好机会（海因里希·科塞利茨，1878年5月31日）。几个月后，尼采请求他的（新）出版商——正是此人让他看到了瓦格纳的一篇论战文章，该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尼采的——以后不要再提供这类消息，因为他想保留自己心中对瓦格纳伟大的印象，为此他必须对瓦格纳那“太人性”的一面敬而远之（恩斯特·施迈茨纳，1878年9月10日）。至此，尼采传记中的瓦格纳篇章基本上画上了句号，尽管这个主题本身曾一再出现，甚至在尼采最后的出版物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尼采的教授生涯却并未彻底结束，尽管此后所剩不多的光景，归根结底不过是分阶段解除职务而已。因此，从1877年9月起只能与妹妹共同生活的他，在11月根据艾瑟医生的诊断，因如果不停止工作就面临失明的危险，被免去了1877/78年冬季学期在教育学院（Pädagogium）的教学任务，这一免除在1878年3月被宣布为永久性的。虽然他在大学的工作本身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但在讲座教材的选择上，却不可避免地显示出尼采越来越缺乏的不仅是兴趣，还有精力，换言之：“在主题上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Janz 1978, 第1卷, 804）。随着尼采的健康状况在1878年期间进一步恶化，大结局似乎已近乎无可避免。

除此之外，即使不考虑与瓦格纳的纠纷，那一年的年度总结也令人极其压抑，以下几个日期便可见一斑：1877年12月与冯·格尔斯多夫友谊破裂（直至1881年12月）；1878年3月首任出版商（弗里奇，Fritzsch）破产；1878年4月加斯特搬走前往威尼斯；1878年5月索伦托的休假同伴布伦纳去世；以及，最后同样重要的是：1878年6月妹妹返回瑙姆堡并解散了与他共建的家庭，导致尼采此后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住进了一间远离市中心的带家具的小房间，由于他几乎所有青年时代和大学时代的朋友在此期间都已结婚，他在那里迎来的访客比以前少得多。尽管在除夕夜，又有一份新的印刷手稿被送交出版社，该手稿于1879年以《混杂的意见与箴言》（Vermischte Meinungen und Sprüche）为题单独出版，并于1886年与1880年出版的续集《漫游者及其影子》（Der Wanderer und sein Schatten）合并为《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I）。但文本本身通过这种同样在此处被优先选择、并一直延续至《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都备受偏爱的格言体形式证明了，尼采如今在文本结构方面也不得不为自己的眼疾付出代价。于是，该来的还是来了：1879年5月2日，尼采请求解除其大学职务，这项申请于6月中旬获批，并给予其最后收入的三分之二作为退休金。就这样，尼采作为教授的生涯，以及他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拥有自己住所的生活，都画上了句号。


I V. 动荡与孤独的岁月（1879–1888）

这动荡的岁月，同时也是“理想主义的阁楼孤独”（弗朗茨·奥弗贝克，1880年11月下半月）的岁月，它本应带来N.（尼采）渴望已久的独立。这一时期始于巴塞尔家庭的解散，以及他首次尝试在达沃斯附近寻找一处有益于健康的避暑住所。尽管在这一时期创作了《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但结果却是矛盾的，正如1879年这一年（N.将在瑙姆堡结束这一年）总体上必须被视为令人崩溃的：“持续的疼痛，每天有几个小时有一种类似晕船的半瘫痪感，使我说话困难，交替出现狂暴的发作（最后一次迫使我连续三天三夜呕吐，我渴望死亡）。不能阅读！极少写作！不与人交往！不能听音乐！独自一人散步，呼吸山里的空气，吃牛奶和鸡蛋的饮食”（奥托·艾塞尔，1880年1月初）。这也勾勒出了从那时起N.在冬季住意大利、夏季偏爱住恩加丁的锡尔斯-玛利亚的供膳宿公寓里的典型作息——一种如下所述的作息：“每天早上5点进行冷水全身擦洗，每天5-7小时的运动。晚上7点到9点静静地坐在黑暗中[]：从不去剧院、音乐会等”（弗朗西斯卡·N.，1881年8月24日）。当多伊森五年后再次见到N.时，他对期间发生的衰退感到震惊：“那已不再是昔日骄傲的姿态、富有弹性的步伐和流畅的言辞了。他似乎只能艰难地拖着步子，身体有些向一侧倾斜，他的言语也经常变得沉重和停顿”（多伊森 1901, 92）。

在这种因病导致的悲剧背后，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就在N.离职后不久，他收到了出版商关于《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可怕的失败”的报告（弗朗茨·奥弗贝克，1879年6月15日）：与预期的1200册相反，只卖出了200册。多年后，N.将不得不学会把这种销售数字视为一种成功。例如，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两部出版后，他的出版商以抱怨的口吻写信给他，说以前第一年能立刻卖出200-250册，现在却只有100册了（恩斯特·施迈茨纳，1884年9月23日）。这种反馈的含义很明确：N.的出版商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而其他人对此有不同看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然而，直到一段时间后，当N.试图以一种妥协来改变他为刚刚完成的著作《善恶的彼岸》所物色的新出版商的拒绝态度时，才达到了极点，他提出“可以等到卖出600册时再支付稿酬”（C. 海蒙斯，1886年4月20日）。因为即使是N.放弃了多年来享有的合同条件的这一提议，也立刻因脱离现实的高销售预期而遭到拒绝（C. 海蒙斯，1886年4月24日）。N.的结论——将这部作品以及随后的所有作品都自费印刷——虽然昂贵，但也同样不可避免，正如这一决定带来的深深的痛苦一样不可避免；这种痛苦最深刻的表达，便是寄送《善恶的彼岸》时附带的看似矛盾的批注，即这本书“直到2000年左右才可以被阅读 . . .”（玛尔维达·冯·梅森堡，1886年9月24日）。

N.首次验证这种认为自己生不逢时的幻想，是在1881年的《曙光》中，只不过当时他仍然认为，并且也完全可以认为，他的突破即将来临。因此，他通过巴塞尔（弗朗茨·奥弗贝克，1881年3月18日）和瑙姆堡（弗朗西斯卡与伊丽莎白·N.，1881年6月11日）发出信件作为信号，称这本书将使他的名字不朽。N.的出版商也得知，这本书是“人们所说的‘决定性的一步’——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种命运”（恩斯特·施迈茨纳，1881年2月25日）。不久之后，N.又补充道，由于其质量，为他的新书做广告是完全多余的，而且为了他的名声也应该停止这样做（恩斯特·施迈茨纳，1881年3月13日）——这种言论就好像公众对他有着确定且绝对正面的认知一样。然而，这本书引起的强烈反响却表明，事实恰恰相反，以至于面对那些虽然“可敬”且“善意”但最终毫无意义的反应，N.只剩下了“某种阴郁的惊讶”，这些反应向他清楚地表明，他只能从自己身上汲取力量，而不应等待“来自外部的欢呼、鼓励和安慰”（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1年8月14日）。

N.不久后便不得不体会到，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他再次对一本新书，或者至少对《快乐的科学》的最初几章感到无比兴奋，但同时在遥远的热那亚的冬季住所里，他又觉得自己“有点太被抛弃、太被看作是个死人了”（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2年1月25日）。因此，他能够从自己身上汲取的鼓励已经不再足够了，尽管新作品的预告不再那么强调现已实现的不朽形象，而是更多地强调必然注定失败的局外人形象，比如符合这样的座右铭：“从任何方面来看，这本书都违背了德国人的品味和当下：而我本人更是如此”（弗朗茨·奥弗贝克，1882年8月22日）。对于N.来说，即使是这种评价也未能得到真正的共鸣，这必定是苦涩的。“里面有一种气氛，让我感觉就像一个晴朗美丽的九月天的空气”（卡尔·冯·格尔斯多夫，1882年9月11日），朋友圈里的人这样写给N.，作为对寄送新书的感谢，或者还会写道：“如果您真的打算让您的朋友‘勇敢而快乐’，那么您可能已经达到了您的目的”（玛丽·鲍姆加特纳，1882年9月12日）。因此，在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矜持的读者朋友们眼中，N.似乎有沦为励志文学作家的危险。

由此便被忽视的一点是，恰恰是这本书，他的用意远不止于此。N.自己对此并没有留下任何疑问。例如，在1882年1月，他将手稿完成的延迟归因于一个思想，对这个思想他尚缺乏说出口的勇气，且它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成就”（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2年1月25日）。多年后，N.在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相关的语境中同样谈到了一个思想，由于对他个人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令人沮丧的氛围”，他尚缺乏“承担它的勇气”（弗朗茨·奥弗贝克，1884年3月8日）。在这两处，同样充满激情的措辞背后隐藏着同样的问题，即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unft）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快乐的科学》中也得到了暗示——仿佛是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基本构想”（EH, KSA 6, 335）的一次试探，当时N.在让他费尽心血的第四卷中，讲述了那个潜入我们“最孤独的孤独”中迫使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恶魔”：我们是否准备好肯定我们的生活，就如我们现在生活和曾经生活过的那样，并因此在完全相同的形式中一遍又一遍地生活（FW, Nr. 341, KSA 3, 570）。对于作为病人的N.来说，这个在1881年8月于锡尔斯-玛利亚以某种幻象形式首次出现的思想（N, KSA 9, 494），令人极度不安。撇开这一点不谈，他希望人类在这一犹如规训的思想（Züchtung）的背景下，能够找到一种生活方式，使其在一个没有上帝（Gott）的世界里展现为自己美德的创造者，成为“新的人”、“独一无二的人”、“无可比拟的人”、“自我立法的人”、“自我创造的人”（FW, Nr. 335, KSA 3, 563）。

N.向当时21岁的彼得堡将军之女冯·莎乐美阐述了这些思想（Andreas-Salomé 1894, 194ff.），她后来作为文学家以及里尔克的朋友和弗洛伊德的学生而闻名。N.是1882年4月在罗马认识露（Lou）的。两人之间的牵线人是保罗·雷（Rée），他在2月初访问了在热那亚的N.之后，于3月先期前往了罗马。那次访问让N.深受启发，这一时期的信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信中他赞扬了“自由、开朗和无需负责任”（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2年3月11日），谈论他很想“和雷一起去比斯克拉的棕榈绿洲旅行”（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2年3月4日），或者——偏偏是对他那位虔诚节俭的母亲——吹嘘他和雷去了昂贵得充满罪恶感的摩纳哥，那个“地狱的天堂”（伊丽莎白与弗朗西斯卡·N.，1882年3月4日）。就在这种突然升起的对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人生的认知之中——这也使得《快乐的科学》中同时发展出的绝对命令“危险地生活！”（FW, Nr. 283, KSA 3, 526）被识别为极其个人化的教训——N.收到了雷从罗马寄来的关于露的信件。这些信件大部分已经遗失，尽管从N.保留下来的一些回复中可以看出其倾向：雷应该代他向“这位俄国女性”问好，他“对这种类型的灵魂充满渴望”，但必须立即加上限定条件强调，由于工作繁重，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他“最多只同意两年的婚姻”（保罗·雷，1882年3月21日）。作为回应，雷虽然继续为露做宣传——说她“是一个精力充沛、聪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灵，具有最少女甚至孩子气的特征”——但也补充说，露认识N.的渴望，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为了不久后可能由三人共度的“美好的一年”（保罗·雷，1882年4月20日）。

雷完全有理由将N.的注意力从婚姻的前景转移到这种三人组合上。毕竟，他在此期间已经爱上了露，从而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奠定了一个并不太有利的基础，当时N.在4月底终于抵达罗马后，也立刻爱上了露——并且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偏偏选了雷作为爱情信使。有了这个基础，再加上露无法在两人之间做出选择，进一步的戏剧性冲突便埋下了伏笔：N.扮演了——正如他在一封信件草稿中所写的那样——陷入爱河的大学生角色（弗朗茨·奥弗贝克，1882年12月25日），最终作为被蓄意散布的虚假信息的受害者，在自杀和决斗（时而与雷，时而与露）之间摇摆不定；露扮演了致命女人（femme fatale）的角色；而N.的妹妹则扮演了极度嫉妒的阴谋家的角色，她毫不退缩地确保N.的母亲最终——正如N.后来痛苦地抱怨的那样——将她的儿子称为他父亲坟墓的“耻辱”（弗朗茨·奥弗贝克，1883年2月10日）。

直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的写作阶段，这桩风流韵事仍然余波未平，并在此间的和解（1883年5月）过程中受到妹妹新阴谋的煽动，同时伴随着瓦格纳逝世（1883年2月）导致的旧伤口撕裂，这紧随在瓦格纳对与他决裂表示“遗憾”的消息之后（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3年1月6日）。N.与母亲和妹妹之间不可挽回的疏远依然存在，后者与激进的反犹主义者B. 福斯特的婚姻（1885年5月）以及两人为了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狂热日耳曼化的殖民地而移民巴拉圭（1886年2月）都加速了这种疏远。作为理论上的收获可以断言的是，N.正是通过露的事件才觉得自己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成熟”了（伊丽莎白·N.，1884年1月/2月），因此，正是这场风波，可能让N.这个如此不习惯与他人交往，却在1882年首次带着未经历人生的所有天真和焦躁去期待爱与被爱的人，更加坚定了将自己塑造成孤独哲学家形象的决心，从那时起，他将自己的隐士生活奉献给了新事物的创造。

这一阶段结束，也就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三部提交之后，N.虽然将再次走向人群，期望自己现在能够建立一个“高等人的修会”，“他们像我一样不仅知道如何生活在政治和宗教信条的彼岸，而且还克服了道德”（N, KSA 11, 195）。但事实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甚至比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不适合为N.确保一批新的、受人尊敬的追随者，恰恰相反：这部作品“毫无用处”（引自 Krummel 1983, 488），甚至连那些由N.亲自指导他们了解这部作品意图的N.崇拜者（例如弗洛伊德的资助人帕内特）也是这种印象。

N.从中得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他现在要写的一切，都服从于一个法则：为解释这部作品服务。《道德的谱系》的第三篇论文，例如，N.希望它被理解为是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唯一一句话的解释。N.同样期望《善恶的彼岸》一书能够“为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投下几缕启发性的光芒”（弗朗茨·奥弗贝克，1886年8月5日）。这同样适用于《反基督》，N.声称这本书是面向那些“理解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读者（AC, 前言, KSA 6, 167）。即便是他“中期”创作阶段的两部作品，即《曙光》和《快乐的科学》，N.也是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角度将它们解读为“引言、准备和注释”（弗朗茨·奥弗贝克，1884年4月7日）。因此，至少N.毫不费力地看到他的“全部哲学”隐藏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有那些朴实而奇特的词语”背后（卡尔·冯·格尔斯多夫，1883年6月底）。然而，同时代读者所面临的困难（他们当时还缺乏从随后的作品以及遗稿和信件中获得的额外指引），并未因此而消除。

在这种情况下，健康状况开始逐渐稳定的N.，无法抵挡奥弗贝克向他提出的诱惑，即通过恢复他的教学活动，稍微更快地接近那个高等人修会，或者至少是接近属于他自己的学生群体。作为理想的目标，似乎只有他的母校莱比锡大学可以考虑。当时该校的校长马克斯·海因策不仅曾是N.在普福尔塔中学的老师，也是他在巴塞尔的同事，这或许是一个有利因素。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N.来说却是一场惨败。海因策向N.指出，由于他“对上帝观念特别是对基督教的许多尖锐言论”（马克斯·海因策，1883年8月19日），可以肯定部长会拒绝批准他的申请——对于这个论点，N.本身完全可以接受：“太棒了！这个观点让我找回了勇气”（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3年8月26日）。然而，他却默默吞下了海因策给他的一剂苦药，这隐藏在他的建议中，即N.决不要因为申请被拒而停止“将关于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观点以某种连贯的形式写在纸上”（马克斯·海因策，1883年8月19日），换言之：他应该终于去学习要求每个博士生都要做到的事情，即清楚地表达自己，系统地进行论证，并以应有的谦逊态度，专注于他履历上熟悉的学科领域。直到一年多以后，N.才表明他并没有忽略海因策的居高临下：他当时写道，海因策“对我的重要性没有丝毫的概念”（弗朗西斯卡与伊丽莎白·N.，1884年12月4日/11日）。情况似乎确实如此：身为哲学史家的海因策仅仅展示了在1883年人们是如何对待一个来自异营的入侵者的，而卡茨仅仅在十年后便认为，除了专业期刊外，人们几乎再也遇不到哪怕只是触及哲学领域而不同时面对N.这个名字的文章了（参见 Krummel 1974, 108）。

诚然，这种安慰对N.来说已经毫无用处了。留给他的，是与持续被无视相一致的、在不合时宜这一前提下的自我粉饰。例如，当他的出版商彻底失去兴趣时，他写信给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随后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极为敏锐的妹妹，说他的出版权在他自己手里，“并且一直到我死后30年”，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让他成为“富翁”（弗朗西斯卡与伊丽莎白·N.，1884年12月4日/11日）。当他再次感觉到自己处于“作为哲学家从事伟大流派活动”的最佳精力状态时（伊丽莎白·福斯特，1885年8月1日前后）——这种心境可能滋生了一种模糊的幻想，即如果身体足够健康，他肯定会被邀请去巴塞尔接替布克哈特（朋友）（伊丽莎白·福斯特，1886年3月12日）——他在得知布克哈特“对他那枯燥无味的继任者感到不幸”（伊丽莎白·福斯特，1887年6月5日）的消息时，完全不乏幸灾乐祸。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开始培养这样一种观念：由于面前的任务，他本来就需要“深度的孤立”（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7年8月15日）。在日益逼近的疯狂中，N.将他在这里描述的问题浓缩在那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中：“亲爱的教授先生，说到底，我宁愿做一个巴塞尔的教授，也不愿做上帝；但我不敢把我的私人利己主义推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为了它的缘故而放弃创造世界”（雅各布·布克哈特，1889年1月6日）。当布克哈特读到这些在都灵写下的文字时，他知道肯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奥弗贝克被布克哈特惊动，加上他自己也因N.的“疯癫纸条”而感到不安，立刻赶往都灵，并在N.的公寓里发现他明显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发作之中。

N.的妹妹后来总是反复声称——包括对访问瑙姆堡的访客（Gilman 1985, 702）——她哥哥的精神崩溃是由于在都灵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因滥用药物导致过度劳累所致。即使不否认晚期N.惊人的多产，这种论点从医学角度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同样站不住脚的还有伴随着多产的越来越病态的狂妄自大。比如在完成《道德的谱系》后，N.吹嘘说，尽管“身体极度不适”，他还是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写完了这部作品（海因里希·克泽利茨，1887年8月8日）。1888年1月，他写道，他在德国人“精神衰退的时期，给了他们一流的作品，为了这些作品，后人也许会原谅这个时代曾经存在过”（弗朗西斯卡·N.，1888年1月29日）。2月份，在出版商发出《善恶的彼岸》“最终只有很少需求”（康斯坦丁·格奥尔格·瑙曼，1888年1月30日）的通知后，N.在一封信件草稿中试图向这本书的预定书评人推荐自己，他说自己“10年来创作的全是杰作”（卡尔·施皮特勒，1888年2月10日）。9月中旬，《瓦格纳事件》刚刚出版，《偶像的黄昏》付梓印刷，N.尝试采取一种截然相反的策略——一种漫不经心且在其漫不经心中又自我消解的轻描淡写，他将这两部作品轻视为“在一项无比艰巨和决定性任务中的真正消遣”，而这项任务足以“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二”（保罗·多伊森，1888年9月14日）。最后，在11月底——此时《瞧！这个人》（Ecce homo）也已付印——N.向他的出版商宣布，由于这部“将引起无与伦比的惊叹”的作品，他正在考虑由“欧洲所有杰出作家”将他仍在撰写中的《重估一切价值》——不久之后变成了《反基督》——翻译成“7种主要语言”（康斯坦丁·格奥尔格·瑙曼，1888年11月25日）。不久之后，伴随着他最后的作品《狄俄倪索斯颂歌》以及纲要《尼采反瓦格纳》，N.甚至估算《反基督》“每种语言”的起印量将达到一百万册（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88年12月初），从而清楚地传达了一种妄想，这种妄想的印证基础在于他所作的断言，即现在已经“不可挽回地证明，实际上是我创造了世界”（保罗·多伊森，1889年1月4日）。

一则由波达赫（Podach, 1950）首次公开的轶事触及了此处表达出的病态核心，根据这则轶事，N.在1888年12月底或1889年1月初，因扑向一匹被马车夫虐待的马的脖子，从而为第三方的介入提供了真正的理由。暂且假设这则轶事具有真实性，它本身似乎说不通。如果我们考虑到N.几个月前曾向一位熟人报告说，他构思了以下关于“伤感的道德（moralité larmoyante）”的画面，那么这就变得更具启发性了：“冬日风景。一个老车夫，带着最粗暴的愤世嫉俗的表情，甚至比周围的冬天还要冷酷，把尿撒在他自己的马上。那匹马，那个可怜受虐的生灵，转过头来，感激地，非常感激地——”（莱因哈特·冯·赛德利茨，1888年5月13日）。这种虚构与后来发生的事情还不完全一致。最重要的是，它缺乏第三方保护性干预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N.谈到一种伤感的道德（moralité larmoyante），一种由基督教价值观支撑并通过人类情感传达、错误地假定生灵受苦的道德。但人们现在至少可以得出结论，N.当时仍能够认识到这种二律背反，这与几个月后的N.形成鲜明对比，后来的N.违背了自己对所有同情道德的批判，跳出来帮助那只受虐待的动物。因为这个N.在所有理论之外，证明了他内心深处对那种同情道德的潜意识渴望，在精神健康的时期，他在理论上剥夺了这种道德的任何权利，尽管他在实践中总是不断地需要它，而且现在将永远需要它。

几乎更令人压抑的，是都灵场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vgl. auch Niemeyer 1998, 237f.）之间的联系。这里同样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N.是否真的读过这部小说，目前仍无法完全确定。可以确定的是，N.在都灵那引起巨大轰动的拥抱受虐马匹的行为，让人想起了小说中的那个关键场景，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面英雄拉斯科尔尼科夫阻拦了一个正在殴打马匹的车夫。需要考虑到的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不相信上帝，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将这一事件设定为一个与童年相关的梦。从这个角度来看，都灵马车夫轶事的核心意义，针对的是一个在临近疯狂时仍感受到渴望的人——渴望那种与上帝观念相联系的、孩童般对善的信仰的不可动摇的有效性，而系统性地解构这种信仰，正是N.的人生目标和责任。


V. 缠绵病榻至离世的岁月（1889–1900）

起初，N.被奥弗贝克从都灵送到巴塞尔的精神疗养院，他在那里声称自己“曾两次受到特殊感染”（转引自 Volz 1990, 381）。随后，他的母亲在1月份前往巴塞尔接他，并将他转送到耶拿当地的疯人院。在这里建立的病历中记录了如下内容——尽管尚不清楚N.本人是否在此做过相应的表述：“1866年梅毒感染。”（转引自 Volz 1990, 393）。如果加上N.在耶拿期间关于妓女的梦（Volz 1990, 398），以及在都灵崩溃后最早检查他的医生之一的报告，该报告称病人“不断要求女人”（转引自 Podach 1930, 107），这就构成了一个背景：尽管他的妹妹和母亲后来采取了种种转移视线的手段，N.的进行性麻痹症正是属于这一背景。她们的焦虑主要源于很快出现的谣言，即N.的崩溃证明了父系遗传的恶疾。

无论如何，N.首先得到了母方的照料。由于丈夫伯恩哈德充满传奇色彩的自杀（1889年6月），以及随后直到1895年9月才使她得以返回瑙姆堡的善后事务（MacIntyre 1992），他的妹妹一直被困在巴拉圭。直到1894年随着N.档案馆的建立（最初在瑙姆堡，1896年起在魏玛），她才得以更接近于掌控其兄弟如今突然极具畅销潜力的全部作品（↗N.档案馆的历史）。因此，N.的母亲——特别是在1890年5月至她1897年4月去世期间在瑙姆堡确保对N.进行家庭护理的阶段——只是进入了一个空位期，这对她来说确实也有一丝令人宽慰的意味。因为现在她可以毫无顾虑地面对他笔下可能流露出的任何东西了。当然，起初面对奥弗贝克以及耶拿疯人院院长宾斯万格的催促——最好直接将N.的全部抚恤金寄到耶拿，从而同意将她的儿子长期安置在那里（Podach 1937, 13）——她几乎无法抗拒。此外，出于多种原因，瑙姆堡似乎并不适合作为居住地。例如，在1890年3月，她以儿子为证写道：“‘回瑙姆堡去’，他对此不太想听，我也考虑过，如果我不让他进他那个放满书的小房间，每天会发生怎样的斗争”（转引自 Podach 1937, 72）。

外部观察者完全能察觉到，在这个平庸的反对意见背后，隐藏着更为严重但又无法坦白承认的恐惧。例如，能够谄媚以博取母亲信任，并一度将加斯特拉拢到自己这边的朗贝恩，早在1889年秋天就表达了由加斯特散布的怀疑，即母亲反对将儿子从耶拿转移到瑙姆堡，是因为她害怕瑙姆堡人的负面反应，尤其是她的租客们的反应（Podach 1932, 177ff.）。同样，他对N.在耶拿的安置所抱有的疑虑并非没有根据，最终这也可能是促使母亲开始更密切地关注其儿子在耶拿疯人院高墙内遭遇的起因。在此期间，1890年3月底在耶拿，N.与她散步后面对返回疯人院时发出的惊呼（“好妈妈，我们怎么又回到了这可怕的房子，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转引自 Podach 1937, 75）可能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无论如何，只需要一场丑闻——“N.从一时间没注意的母亲身边溜走，并被警察抓获，因为他想在那天关闭的耶拿男士浴室旁的一个水坑里洗澡”（转引自 Podach 1937, 80）——就足以说服母亲必须迅速采取行动。1890年5月，她犹如逃难般且颇具勇气地将儿子从耶拿带回瑙姆堡，并在那里发誓：她宁愿拼上性命，也不愿再把他送进疯人院（Podach 1937, 97）。

当然，N.母亲的勇气并没有持续多久。例如，在1892年11月，她还如释重负地写道自己拥有了一栋房子，因为在疯人院里“必须避免一切喧哗[]，因为这会打扰其他病人”（转引自 Podach 1937, 157）。然而，在1894年期间，她却开始亲自着手确保避免“一切喧哗”：由于偶尔的大声吼叫，N.的卧室被封锁起来，并被宣布为给儿子洗澡的理想场所，“因为他在洗澡时也是那么吵闹”（转引自 Podach 1937, 175），从而不再去以前偶尔光顾的公共城市浴室洗澡。

N.的母亲向外人给出的对其措施的解释，也并不总是显得可信。1893年3月底，奥弗贝克从她那里得知有关她儿子的事情：“14天前，我主要为了他，让人进行了一项小型的建筑改造”（转引自 Podach 1937, 163）；而在此之前，她早在1月就告诉奥弗贝克，底层公寓再也找不到租客了，“因为人们无疑对我那亲爱的病人的存在感到反感”（转引自 Podach 1937, 161）。这句话本身就已经颇具心机。因为她的首要目的是向在巴塞尔颇有影响力的奥弗贝克表明，继续支付巴塞尔抚恤金是必要的。但在内心里，她早已经决定不再招收任何租客，正如她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那项小型的建筑改造——即扩建游廊——与其说是为了N.（“这样他就可以在最美好的新鲜空气中度过整个夏天”），不如说是为了将来作准备，到那时她会因为公众的瞩目而将散步视为完全不合时宜的事情并予以摒弃。

1893年6月，她的理由同样值得怀疑，当时奥弗贝克从她那里得知，她现在定期让马车夫将她和儿子送到森林里，以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此外也是为了避免他在我们抵达那片美丽的绿色之前太过疲惫”（转引自 Podach 1937, 165）。因为真正促使她这么做的动机，才由另一封给奥弗贝克的信中的一句话点明——那个马车夫“幸运的是已经半聋了”（转引自 Podach 1937, 173）。到了1893年10月初，奥弗贝克最终得知，这类郊游在过去大约十周里也已完全停止，因为正是在“当我们在这个偏僻的路上遇到某人时，N.就会大声喧哗”（转引自 Podach 1937, 168）。虽然后来确实还不时会有绕着房子进行的短暂散步，但即使是这些也很快被停止了，因为正如他的母亲在1894年3月告知奥弗贝克的那样，N.“我们刚走到拐角处，他就问我们的房子在哪里，而当我们再次站在房子前并走进去时，他便欣喜若狂”（转引自 Podach 1937, 173）。在所有这些以及在此不再赘述的其他信件背后，可以看出的模式是一致的：母亲为儿子做了一切——除了一件事：为了他的利益，去忍受周围环境的不解（这个环境显然对开放式精神病理护理缺乏准备），以及去审视她那利他主义中所体现出的利己主义。然而，她儿子在精神健康时对她以及对怜悯道德所作的批判，再没有比这得到更好印证的了。

同样，在母亲向女儿所作的陈述中，并不是她出于可能引起的公众瞩目而想要放弃散步，并也禁止女儿散步。相反，她以对儿子的担忧作为借口，称散步对他“不再有好处”（Förster-N. 1914, 541）——这是将对她而言尴尬的利己动机重新解释为利他动机的堪称经典的手段。妹妹的陈述同样受到一种类似的重新解释机制的支配。因为正如母亲与侄子的通信所证实的那样（Gabel/Jagenberg 1994），她用阴险的手段大肆丑化母亲的护理，其首要目的就是为了剥夺母亲对N.的监护权，从而剥夺她对其作品的全权控制（Goch 1994, 326ff.）。尤其是妹妹所暗示的结论——即1894–1897年间，N.仍由母亲护理，在没有散步的情况下生活在狭小的瑙姆堡房子里，这是她一生中“最不幸的”岁月，而她的哥哥直到母亲死后，在魏玛接受妹妹的护理时才焕发了生机（Förster-N. 1914, 542）——其目的是想用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来掩盖她个人在将其哥哥市场化并迁往魏玛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并以此平息由于她应对导致母亲死亡的刺激负有责任而产生的负罪感。

因此，在身患不可逆转疾病的N.的最后岁月里，还笼罩着一种特殊的悲剧色彩。因为，撇开母亲和妹妹在他背地里围绕其遗产展开的争斗不谈，他发现自己再次遭到否定，不过这一次与其说是由于他的作品，不如说是由于他那迅速衰败的个体的怪异性。在魏玛，他充其量只是一个道具，被展示给有影响力和财力雄厚的访客。随着N.于1900年8月25日去世，他第三次被否定，至少在查阅略肯（Röcken）的教会名册时是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N.，教授，哲学博士，来自魏玛 / 1844年10月15日生于略肯，系当时牧师N.之子，故为新教徒；但观其哲学著作则为反基督者。”这是关于N.安葬时的记录，并且补充道，葬礼“没有教会的参与”（转引自 Bohley 1980, 405）。这里没有说明的是，N.之所以是新教徒，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职业，而是因为他受过坚信礼。这里更没有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在N.漫长的道路上，从他父亲的死，到他几乎已经继承的精神父权的遗产，再到他将自己确立为无教派之新教派的创立者，他的内心里究竟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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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 – 富克斯 – 加斯特 – 冯·格尔斯多夫 – 格拉尼尔 – 多伊森 – 克鲁格 – 穆沙克 – 奥弗贝克 – 平德尔 – 雷 – 罗德 – 罗蒙特 – 罗雪尔 – 冯·施泰因 – R. 瓦格纳 – 维德曼

任何对尼采（N.）精选友人的介绍，都会被这样一句名言所笼罩，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正如一封写给少时好友的信（古斯塔夫·克鲁格，1880年11月16日，KSB 6, 46）所示——这句话既可以被视为自我风格化，也可以被看作自我描述：“作为一个人，我就是 ↗孤独……”（N, KSA 13, 641: 25 [7]）。如果说这句话出自其遗稿（1888/89），那么下面这句话则摘自《瞧！这个人》（Ecce homo）：“在一个荒谬得过早的年纪，七岁时，我就已经知道，人类的话语永远无法触及我[]”（EH, KSA 6, 297）。尽管如此：仍参与了“德国历史上伟大的友谊时代”（Tenbruck 1964, 437; Treiber 1989, 130ff.）的尼采，不仅几乎一生都充满着“对友谊的渴望”——“[] 谁要是由于天性的怪癖，由于愿望、才华和意志追求的奇妙混合而感到孤独，谁就会知道，朋友是何等‘不可思议的崇高奇迹’”（埃尔温·罗德，1869年1月10日）——而且在人生的所有重要阶段，他都有真正的朋友，与他们的交往并不仅仅停留在书信上（Andler 1931, 144ff.）。

1850年，6岁的尼采遇到了他的两位少时好友和校友威廉·平德尔（Wilhelm Pinder，1844–1928）和古斯塔夫·克鲁格（Gustav Krug，1844–1902），这是通过他的祖母埃德穆特·尼采（Erdmuthe N.）认识的（Nachbericht KGB I/4, 710f., 719f.; Pernet 1989, 51ff.）。这段友谊值得提及，原因有二。通过克鲁格父子——后者在1861年让尼采熟悉了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钢琴缩编谱，从而唤起了他对瓦格纳音乐的兴趣（EH, KSA 6, 289）——尼采对音乐的激情被唤醒并得到促进（Janz 1997, 73; Schmidt 1993, II/1, 501f.）；与这两位朋友一起，尼采于1860年7月创立了自我教育协会日耳曼尼亚（Germania）（Janz 1981, Bd. 1, 87ff.），该协会存续了三年，旨在培养文学和艺术情趣；在那里，克鲁格也将瓦格纳提上了议事日程（Borchmeyer/Salaquadra 1994, 1278）。这个为了相互激励而结成的缪斯同盟，同时也是一种追随契约（Ross 1984, 213）。在某种令人振奋的目标或理念照耀下的类似协会的结社，对尼采来说总是结交和维护友谊的契机。随着日耳曼尼亚在1863年解散，这段少时友谊出现了第一次停顿。随着地理上的疏远——克鲁格和平德尔在海德堡学习法律——最初的隔阂开始了，而通过订婚和结婚所标志的与资产阶级世界（雅斯贝尔斯语）的羁绊，这种疏远变得更加强烈，尽管尼采在1887年还将自己的一首乐曲——《友谊颂》（Hymnus an die Freundschaft）寄给克鲁格以示情谊。这种因订婚或结婚而产生的疏远感，在后来还会经常观察到。

在普福尔塔寄宿学校（Schulpforta）的时光（1858–1864）里，除了短暂的寄宿友谊，例如与同学雷蒙德·格拉尼尔（Raimund Granier，1843–1909）——他是那部带有刺激色彩的中篇小说《欧福里翁》（Euphorion）的收件人（Montinari 1991, 24ff.）——的友谊之外，也产生了持久的友谊，当然，分离与重新亲近对这些友谊来说并不陌生（Schmidt II/1 1993; Schmidt II/2 1994）。属于这类友谊的，既有牧师之子保罗·多伊森（Paul Deussen，1845–1919）——尼采也与他结成了升格为友谊同盟的三人帮（同盟的第三人是吉多·梅耶尔[Guido Meyer]）——也有男爵卡尔·冯·格尔斯多夫（Carl v. Gersdorff，1844–1904），其父属于普鲁士贵族阶层。

保罗·多伊森

保罗·多伊森于1845年1月7日出生于上德赖斯（Oberdreis），1859年起就读于普福尔塔州立学校，直至1864年高中毕业。对于他决定在波恩学习神学，尼采做出了严厉的批评（Janz 1981, Bd. 1, 204f.），总的来说，尼采对多伊森的口吻相当具有说教意味。因此，罗斯（Ross 1984, 215）有理有据地称他为“某种心爱的替罪羊”，而雅斯贝尔斯（Jaspers 1981, 81）则断言，“在他（尼采）的任何通信中，都没有表现出如此高度且如此无所顾忌的教育者姿态”。尼采与多伊森之间又联系着面对失而复得的童年感时所深刻体验到的幸福瞬间（Montinari 1991, 28），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以最生硬的方式结束这段关系（Janz 1981, Bd.1, 261f.）。多伊森曾在波恩、图宾根和柏林学习神学、古典文献学和哲学，同时也学习了梵文，并于1869年在马尔堡以《论柏拉图的智者》（De Platone Sophista）获得博士学位（Nachbericht KGB I/4, 699ff.; Deussen 1922, 100ff.）——他的主考官之一是利奥波德·施密特（Leopold Schmidt）。在尼采的彻底感召下，他成为了叔本华的坚定追随者，并从1911年起编辑出版叔本华的著作。1912年，他创立了叔本华协会。机缘巧合，加上对叔本华的共同信仰，使得多伊森在1872年夏天逗留瑞士期间与雷（Rée）结识（Deussen 1922, 140）。自从尼采作为古典文献学学生，于1865年跟随因波恩“文献学家之争”而转投莱比锡的恩师弗里德里希·里奇尔（Friedrich Ritschl，1806–1876）前往莱比锡，并于1869年从那里被聘至巴塞尔之后，这两位朋友就很少再亲自见面了（最后一次是1887年在锡尔斯玛利亚）。尼采对多伊森的处女作《形而上学基础》（Die Elemente der Metaphysik）（1877）的评论——称其为“所有我不再信以为真的东西的一次幸运的集合”（致保罗·多伊森，1877年8月）——暴露了这种业已发生的疏远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在1872年，尼采还曾为多伊森介绍过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多伊森（Deussen 1922, 209ff.; 273ff.）于1881年在柏林跟随爱德华·策勒（Eduard Zeller）取得特许任教资格（《吠檀多体系》[Das System des Vedanta]，1883年）；1887年成为柏林大学的编外教授，1889年成为基尔大学的哲学正教授，并于1919年7月6日在那里逝世。作为印度哲学的翻译家和阐释者而获得声誉的多伊森——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称他为“欧洲第一位真正的印度哲学行家”（GM, KSA 5, 381）——曾多次探望他生病的朋友（Deussen 1901, 96f.）。

卡尔·冯·格尔斯多夫

男爵卡尔·冯·格尔斯多夫于1844年12月26日出生在耶拿，作为普鲁士贵族阶层的代表（Schlechta 1934, VIII.f.），他似乎体现了贵族的“高贵理想”。1861年，尼采在普福尔塔寄宿学校期间与他有了更密切的接触，通过共同的“对音乐的激情”，这种接触变得“更加频繁和亲密”（彼得·加斯特，1900年9月14日，Thierbach 1937, 55f.; Janz 1981, Bd. 1, 96f.）。冯·格尔斯多夫于1865年首先在哥廷根开始了不受他喜爱的法律学习，在那里——这也很符合他的身份——他成为了学生军团的成员，正如他后来的头衔和职务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社会背景和归属一样。随后他在莱比锡和柏林继续学业，尽管他更想成为一名画家和雕塑家：由于他的两个哥哥在军中阵亡，他不得不接管在奥斯特里兴（Ostrichen）的庄园，因此他还在1874至1876年间在霍恩海姆（Hohenheim）学习了农业（Nachbericht KGB I/4, 705f.）。在短暂的莱比锡时期，他与尼采的私人交往尤为密切。他俩与尼采在波恩求学时的朋友赫尔曼·穆沙克（Hermann Mushacke，1845–1906）结成了朋友三人组，但随着冯·格尔斯多夫于1866年夏天入伍以及穆沙克转赴柏林，这个三人组也随之解散。尼采与冯·格尔斯多夫的通信在这一时期尤为频繁——尼采先是让他皈依了叔本华，后来（1869年）又让他成为了瓦格纳的信徒；总的来说，这些通信为了解尼采隐藏的心灵角落提供了某些最深刻的洞察（Ross 1984, 225），同时也揭示了尼采当时的“理想图书馆”（Montinari语）。

恰恰是在大学期间形成持久的友谊，这一点也适用于尼采：正是在莱比锡求学期间——他在此期间结识了朋友中的两位例外人物：E. 罗德（1845–1898）和 R. 瓦格纳（1813–1883）——他结交了新的且特别忠诚的朋友，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F. 里奇尔提议下于1865年12月成立的古典文献学协会（Janz 1981 Bd. 1, 184ff.），其中包括海因里希·罗蒙特（Heinrich Romundt，1845年12月27日生于易北河畔弗赖堡；1919年5月13日卒于毕晓普斯韦达），他后来将尼采介绍给雷；还有他“一生的朋友”罗德，顺便一提，冯·格尔斯多夫在耶拿斯托伊教育机构共同度过的那段时间里就已经认识了罗德（Patzer 1990, 591）。

在尼采巴塞尔时期的前半段，冯·格尔斯多夫——蒙蒂纳里（Montinari 1991, 38）在将其与多伊森对比时，称其具有“更可塑的天性”——不断地为尼采承担大量的抄写和校对工作（Schlechta 1934, XII; Nachbericht KGB I/4, 704）。与尼采的这种亲密友谊（这种友谊不得不忍受瓦格纳粗鲁的影射，Ross 1984, 226）在1876年因玛尔维达·冯·梅森堡（Malwida v. Meysenbug）撮合的冯·格尔斯多夫与内丽娜·菲诺基耶蒂（Nerina Finocchietti）的订婚而陷入危机，随后在1877年破裂，但在1881年冯·格尔斯多夫结束了与内丽娜的风流韵事，并与玛尔塔·尼切（Marta Nitzsche，后来两人结婚）订婚后，友谊又得以复苏。在第一任妻子早逝后，冯·格尔斯多夫于1898年再婚；他的悲剧性死亡——他于1904年8月从窗户坠落——使得这段婚姻也未能长久。冯·格尔斯多夫曾在尼采的墓前致辞，在尼采患病后，他依然继续与尼采的妹妹以及尼采的老朋友罗德、奥弗贝克和克塞利茨保持通信。

回顾尼采至此结交的友谊，人们会注意到他倾向于结成三人同盟，即数字“三”。通过这种方式，尼采使自己扮演了“巩固性第三者”的角色，能够将另外两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immel 1920, 68），尤其是在他例如“独自且坚持不懈地扮演着日耳曼尼亚”的时候（Janz 1981, Bd. 1, 87）。如果这第三个人甚至试图在世界观上（尼采谈到共同的“伦理-哲学背景”，BAW 3, 312）将另外两人绑定在一起，那将是一项冒险的举动。他固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融合度，但也可能引发疏远，特别是当他改变自己的信念时。冯·格尔斯多夫代表了前一种情况，他在给尼采的信中写道：“他真正出生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在普福尔塔相聚的那一天，而洗礼则是尼采向他推荐叔本华[]的那一刻”（致F. 尼采，1869年12月25日，KGB II/2, 103; Ross 1984, 223）。在后来与露·冯·莎乐美（Lou v. Salomé）和保罗·雷结成的“神圣三位一体”的三人同盟中，尼采无疑扮演了瓦解性第三者的角色。莱比锡的古典文献学协会又可以被视为后面将要讨论的“自由精神修道院”的一种前身。虽然建立该修道院的提议来自罗德（KGB II/2, 280；致埃尔温·罗德，1870年12月15日），但普福尔塔寄宿学校无疑是这个修道院和友谊项目的灵感源泉（Treiber 1999），尽管人们也可以指出它与布克哈特对修道主义的赞美之间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布克哈特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1955, 302f.，尼采于1870年2月借阅）中作了相应的论述：尤其是在被视为危机的时期，会产生一种内在撕裂的感觉，从而使得集中精力并退隐的需求日益增长。在这个意义上，修道院显得像是“为未来强者准备的力量蓄水池”。

对于尼采当时对友谊的理解，以及他明显的偏好尺度，一封写给多伊森的信尤有启发性。在这封信中，尼采因为共同的“伦理-哲学背景”（BAW 3, 312）将罗德置于“第一也是唯一的位置”，与自己平起平坐，紧随其后的是罗蒙特，尼采“因其在哲学上的共鸣”而赋予他“一个共同学习和奋斗的朋友的地位”，他代表了那种心甘情愿服从的年轻崇拜者的类型（关于罗蒙特，参见Treiber 1988, 44; Treiber 1992, 358ff.）。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名字：名单上的人都被称为“好朋友和忠诚的同志”——但有一个限制条件：他们虽然与他足够亲近，“却不在友谊的第一线”。他还告诉多伊森，这种排名是基于严格的选择标准的。他用一种精妙的“理论”来为这样得出的排名进行辩护，根据该理论，朋友的序列显得像是“我们内心向外部的一种投射，[作为]一种音阶”，“我们本性中的所有音符都在其上找到了表达”（致保罗·多伊森，1869年8月25日）。然而，在同一封信中，瓦格纳被誉为绝对的例外人物：他是“叔本华称之为天才的最生动体现”（致埃尔温·罗德，1868年12月9日）。总的来说，与瓦格纳的直接私人接触使尼采扮演了“把门人”的角色，为精挑细选的朋友提供接触“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人”（致保罗·多伊森，1869年8月25日）的途径（例如卡尔·富克斯 [1838–1922] 也是如此），这提升了尼采在朋友圈中的威望，正如上文提到的投射理论也有助于自我抬高一样。在巴塞尔，在共同崇拜叔本华和瓦格纳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伦理-哲学背景”，也成为了加入那个以“希望者协会”（HL, KSA 1, 332）为名的友谊同盟的决定性筛选标准，该协会“视自己为不断扩大的圈子的中心”（Pestalozzi 1988, 93）。

埃尔温·罗德

在“尼采生命中[]第一段同等地位者之间的友谊”（Montinari 1991, 39）——与罗德在大学期间的友谊——拥有整整一年的强烈体验到的“现在”；随后取代它的是“回忆的狂热”（致保罗·多伊森，1869年8月25日）。埃尔温·罗德于1845年10月9日出生，是汉堡一位医生的儿子，其母本姓施莱登。这个家族中还包括植物学教授M.J. 施莱登——1838年发表的施莱登-施旺细胞学说便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年轻的罗德被送往耶拿的斯托伊教育机构，对他而言，那是“失去的青春”的几年。罗德属于不断扩张的商业城市汉堡中一个具有教育资产阶级色彩的圈子，该圈子倾向于将社会结构的变迁感受为“文化的悲剧”（齐美尔语）。1864年在汉堡的约翰内乌姆中学高中毕业后，他于1865年夏季学期开始在波恩学习古典文献学，随后跟随F. 里奇尔前往莱比锡。在莱比锡的短暂时间——罗德在1867年冬季学期就已经转往基尔，跟随O. 里贝克（他后来的同事和朋友，罗德的宏大处女作《希腊小说》就是献给他的）继续学习古典文献学，并于1869年以一篇关于古代舞台艺术的获奖论文结束学业——构成了这段平等人之间（inter pares）热情友谊的顶点（Jaspers 1981, 59）。1869至1870年间，罗德与著名国民经济学家的儿子威廉·罗雪尔（1845–1925）一起，进行了传统的意大利修学旅行。在返程途中，他在巴塞尔在尼采处停留，并与尼采一起去特里布森拜访了R. 瓦格纳和科西玛·冯·彪罗。由此发展出了与这两人的亲密友谊，但这段友谊也随着尼采与瓦格纳的决裂而告终。1870年，罗德在基尔取得特许任教资格。1872年，他在那里被任命为编外教授；同样在1872年5月，通过瓦格纳的引介，他在《北德意志总汇报》上发表了对尼采《悲剧的诞生》的书评，随后，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那篇著名的、针对尼采处女作的论战文章也于同年5月发表（Janz 1981, Bd. 1, 460ff., 490ff.）。为了尼采，罗德以一篇题为《伪古典文献学》的辩护文章回应了此事，这本可能危及他自己的学术生涯（Jaspers 1981, 61; Latacz 1994, 41ff.）。1876年，罗德获得耶拿大学的教授聘书；同样在1876年，他发表了内容详尽的专著《希腊小说及其前身》——正如坎奇克（1985, 456）所言，这是“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姊妹篇”。然而，1876年也是他与尼采开始产生隔阂的一年；正如1874年的笔记所证明的那样，尼采此时已开始脱离瓦格纳。罗德也是在这一年与17岁的瓦伦汀·弗拉姆订婚（他于1877年与她结婚），这并非巧合：“随着婚姻的缔结，[] 罗德与资产阶级世界、其制度和主流观点的联系，以及与古典文献学家职业法则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牢固”（Jaspers 1981, 62; Cancik 1985, 457）。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从那时起，这两位朋友开始有意互相回避，即使当一方就待在另一方附近时也是如此（例如罗德在1888年春天甚至去了都灵，却没有去拜访尼采）。在罗德于1878年从耶拿转至图宾根，并于1886年4月从那里转至莱比锡之后，1886年夏天，他与尼采在这个他们曾经的“狄俄斯库里式友谊”的旧地进行了最后一次会面。在获悉尼采于都灵崩溃的最直接冲击下，罗德向奥弗贝克报告了此事：“一种难以言表的陌生气氛笼罩着他，那是我当时感到完全毛骨悚然的东西。[] 仿佛他来自一个别无他人居住的国度”（致弗朗茨·奥弗贝克，1889年1月24日，Patzer 1990, 135）。不过，就在莱比锡会面之后，罗德曾写道：“我在这里见过尼采好几次，我发现他的情绪远不如以前那么紧张和极度亢奋了”（致弗朗茨·奥弗贝克，1886年6月27日，Patzer 1990, 103）。罗德对尼采著作的反应越来越具有批判性：例如，《人性的，太人性的》令他感到“[] 痛苦的震惊”（致弗朗茨·奥弗贝克，1878年6月16日，Patzer 1990, 25），且让他觉得这像是一部雷的作品（KGB II, 6, 895f.）；他“带着极大的不满”阅读了《善恶的彼岸》（致弗朗茨·奥弗贝克，1886年9月1日，Patzer 1990, 108）；事后，他认为可以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来确定尼采疯狂爆发的时间（致弗朗茨·奥弗贝克，1889年8月4日，Patzer 1990, 138）。然而，正式割断友谊的是尼采，时间在1887年春，起因是据称罗德对H. 丹纳作出了贬损的评价。

很快对莱比锡感到失望的罗德，在1886年秋天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聘请，并于1898年1月11日在那里面世。1890年和1893/94年，罗德出版了结合了人类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的两卷本专著《普绪喀：希腊人的灵魂崇拜与不朽信仰》，这使他在学术界之外也获得了声誉（Cancik 1985, 471ff.）。这本书到处都没有提到尼采，尽管它详细论述了“狄俄尼索斯宗教”（Jaspers 1981, 64; Cancik 1990, 400）；该书的写作过程对他来说也是一段伴随心身不适的苦难史，同样的病痛也曾折磨过奥弗贝克。尼采也从都灵给他曾经最亲密的朋友寄去了一张他疯狂状态下写的字条，署名为“狄俄尼索斯”。如果按照坎奇克（1985, 470, 497）的说法，恰恰是在罗德身上，这个“名字特别好地融入了收信人的神话和传记中”，因为它唤起了那个“友谊之梦”。与奥弗贝克不同的是，罗德在尼采档案馆的建立和建设过程中为尼采的妹妹提供了咨询帮助（Cancik 1985, 480; Hoffmann 1991），这使得他与奥弗贝克产生了隔阂（见下文）。

罗德对工业化进程（及其所有伴随现象）和对既成的奠基时代文化的态度，对于理解他与尼采的关系也特别有启发意义。面对这个被他称为“可怕的现时代”——在他看来，这个时代完全贬低了他视若珍宝的古典教养理想——他的反应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反现代主义”，这使得古希腊成为他的“渴望之国”（Cancik 1985, 438, 449f.）。将荷尔德林的疯狂描绘为“一种社会疾病的典型症状”的文德尔班（1921, 252ff.），能够让人清楚地理解，罗德以及尼采“对可怕现时代的苦痛”究竟在于何处。按照文德尔班的说法，荷尔德林是在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原子式的撕裂”中，在文化人被专业人所取代的过程中崩溃的，伴随着这种取代，“肤浅的业余主义”开始盛行。荷尔德林被这样一种理念所鼓舞：“人类的审美、科学、宗教和国家生活必须重新和谐地融为一个伟大的统一体”，“个人只有在普世性教育的基础之上，以及在与整体文化完全统一的状态下，才能完成他的任务”。文德尔班认为，荷尔德林最终会因为无法实现这一理想而陷入绝望——“他只看到它在古代世界被实现了”。仅仅在信件和私人笔记中，罗德将他对“可怕现时代”的深深厌恶归咎于犹太人（Cancik 1990, 397），在他眼中，与创造文化的希腊人相比，犹太人是一个缺乏文化、甚至敌视文化的民族；顺便说一句，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例如勒南（1998, 87f.）、威尔豪森（Boschwitz 1968, 54ff.）或吕布克（1881, 65）也有同样的看法。反犹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对单纯的“现时代目的理性”（罗德语）的厌恶，诱使人们（避世）逃向文学和艺术——后者作为一种教养宗教被赋予了形而上学的价值——或是走向保守的过度适应：作为正教授，罗德最终成为了一名“保守的俾斯麦主义者”（Cancik 1985, 437）。这种“反犹主义与非理性资本主义的叠加”也被用来解释犹太人的自我仇恨（Hellige 1983, 49），作为犹太人的保罗·雷也成了这种仇恨的牺牲品，至少T. 莱辛是这么认为的，而他是直接从露·冯·莎乐美那里得到这种解释思路的（Treiber 1987, 52ff.）。即使对雷来说确实如此——作为叔本华的崇拜者，他生来带有一种悲观主义的基调，而且曾几何时，自杀的念头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保罗·雷，1878年12月12日；《玛尔维达·冯·梅森堡书信集》，手稿部，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甚至正如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所言，“生为犹太人是他病态的、完全无法估量的悲哀，也许他一生的生活和思想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斐迪南·滕尼斯，1904年12月1日，露·莎乐美档案馆）——然而，官方事故报告中关于雷在切莱里纳坠入因河峡谷身亡的事实，反驳了将其说成是自杀的企图——这种企图完全迎合了莱辛关于“犹太人自我仇恨”的论断。


Franz Overbeck

在巴塞尔担任教育学院和大学教师的职业生涯（1869–1879年）中，N. 很早就结识了神学家弗朗茨·卡米尔·奥弗贝克（Franz Camille Overbeck，1837–1905年），他不仅是一位同事，也是一位可靠的朋友。N. 与他在被称为“鲍曼洞穴”（Baumannshöhle）的“同居处”（Contubernium）共同生活了四年多，直到奥弗贝克1876年与伊达·罗特普莱茨（Ida Rothpletz）结婚。伊达后来与 N. 建立了一种独立的关系（v. Reibnitz 1994, 49; Müller/v. Reibnitz 2000）。在罗蒙特（Romundt）于巴塞尔担任编外讲师期间，他也曾作为临时室友住在这里（Peter 1995）。奥弗贝克于1837年11月16日出生在圣彼得堡，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德国人，信仰新教；母亲是法国人，信仰天主教。因此，N. 所熟悉的那种新教神学环境对他来说是陌生的（v. Reibnitz 1994, 51）。在俄罗斯、法国和萨克森完成学业后，奥弗贝克先后在莱比锡（1856–1857年；1859年；1861–1863年）、哥廷根（1857–1859年）、柏林（1860年5月–1861年5月）和耶拿（1863–1864年）攻读神学。在哥廷根，他加入了“绿色汉诺威人”（Grüne Hannoveraner）学生兄弟会，并曾一度与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父亲（同为兄弟会成员）成为朋友（Patzer 1990, 225; Treiber 1993, 169f.）。在莱比锡求学期间，他的神学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启发，这主要归功于阅读卡尔·施瓦茨（Karl Schwarz）的《最新神学史》（1856年），该书除其他内容外，深入探讨了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F. Strauss）的《耶稣传》和图宾根学派领袖 F.C. 鲍尔（F.C. Baur）的观点。由于对历史批判方法的偏爱，奥弗贝克后来也将自己归入该学派（Peter 1992, 42ff., 59ff.）。对奥弗贝克而言，哥廷根也让他结识了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年）并与之结下友谊。特赖奇克是他求学期间的精神导师（Sommer），奥弗贝克曾向他推荐 N. 的手稿《音乐与悲剧》（1871年），以期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v. Reibnitz 1992, 47f.; Peter 1992, 105ff., 122）。1880年，当特赖奇克公开宣称支持反犹主义时，早已与其疏远的奥弗贝克与他彻底决裂。奥弗贝克于1860年在莱比锡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864年在耶拿凭借一篇关于希波吕托斯（Hippolyt）的论文获得任教资格。1870年，他从那里被聘请至巴塞尔，担任新约与早期教会史（在批判神学的意义上）的教授（Janz 1992）。早在1867年于耶拿发表的演讲《论修道主义的起源》中，他就提出论点，认为修道主义深深植根于早期基督教的遁世思想，并反映了基督教针对其产生时的文化环境所固有的原始对抗性。这一立场是针对新教经院教条主义（里奇尔 Ritschl、哈纳克 Harnack）的（Peter 1994, 3f.），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布克哈特（Burckhardt）持相同观点（1955, 302ff.; Berneburg 1981）。根据奥弗贝克的观点，在末世论希望阴影下的激进拒世是（早期）基督教的纯正特征，因此它对神学和文化新教所提出的所有改革和现代化计划都是无动于衷的。在与 N. 的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同期撰写并发表的著作《论我们当今神学的基督教性》（1873年）中，奥弗贝克阐述了基督教无法现代化的论点，并最终将其激进化为基督教在现代走向历史终结的论断。奥弗贝克在这部著作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悲剧的诞生》中所发展的神话概念及其中所阐述的文化批判的影响，目前尚存在争议（Peter 1992, 121 ff.; Sommer 1997, 73 ff.）。奥弗贝克对严格的历史著作特别感兴趣，其中包括他所谓的“教会词典”（Kirchenlexicon）的庞大卡片集（奥弗贝克，著作与遗稿 [= OWN] 第4至第6卷，1995–97年），这些卡片本应作为一部未能实现的世俗教会史的基础。此外，这也包括他对宗教文本特殊传承条件的兴趣，例如正典化过程所固有的条件，因为所有正典化的本质都在于使其对象变得面目全非（Hoffmann et al. 1998, 593）。

1897年因病提前退休后，从1900年起，奥弗贝克违背自己的意愿卷入了纷争之中。这些纷争归根结底是由于 N. 的妹妹伊丽莎白（Elisabeth）的编辑和档案政策所引起的，并且在奥弗贝克于1905年6月26日去世后仍在继续。奥弗贝克的学生卡尔·阿尔布雷希特·伯努利（Carl Albrecht Bernoulli，1868–1937年）延续了与魏玛 N. 档案馆的（甚至对簿公堂的）冲突（Sommer 1997, 156ff.）——奥弗贝克从一开始就对该档案馆的建立持怀疑态度——并从遗稿中出版了奥弗贝克撰写的针对 N. 的友谊自述（1906年：《对 N. 的回忆》；1908年：《弗朗茨·奥弗贝克与 F.N. 的友谊》，2卷本）。他还整理了一些涉及奥弗贝克著作的遗稿版本，其中包括在编辑上存在争议的、涉及“教会词典”的汇编，名为《基督教与文化》（1919年；参见 OWN 6/1, 1996年）。该书引发了对奥弗贝克著作的学术探讨，尤其是通过卡尔·巴特（K. Barth）1920年的《对当今神学的未决质询》（Rese 1988）。与 N. 妹妹的冲突也影响了奥弗贝克与罗德（Rohde）及其家人的关系。1874年8月，奥弗贝克通过 N. 进一步认识了罗德（Patzer 1990, XVIII, XXII），并于1881年成为其儿子埃尔温（Erwin）的教父。产生不悦的原因是奥弗贝克感觉罗德没有或只是极不充分地向他通报其与 N. 妹妹及 N. 档案馆的联系（Patzer 1990, 213f., 503f., 511f., 515ff., 583ff.）。他与海因里希·克塞利茨（Heinrich Köselitz，即彼得·加斯特 Peter Gast）最初在反对 N. 妹妹推行的编辑和档案计划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后来也走向了彻底决裂。原因是克塞利茨被 N. 妹妹（她曾于1893/94年剥夺了他对遗稿的管理权和全集的编辑权）说服，再次在档案馆工作（1900–1909年）。克塞利茨因此不仅成为“英雄主义 N. 崇拜的共同塑造者，并作为几乎毫无主见的工具，成为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在传记、书信集以及遗稿汇编《权力意志》中进行压制、曲解和伪造的共犯”（Hoffmann et al. 1998, XXXVIIf.），而且作为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还在1908年推动了针对伯努利及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的诉讼。该诉讼的结果导致迪德里希斯出版社于1908年出版的伯努利关于 N. 与奥弗贝克友谊的书中出现了被涂黑或删除的段落（Hoffmann 1991, 59ff., 75ff.）。

1879年，当 N. 因健康原因辞去巴塞尔的教授职务时，正是奥弗贝克不仅作为 N. 获准的养老金的管理者为其提供帮助，而且在 N. “选择的流浪逃亡者（Fugitivus errans）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予以支持。N. 在1880年11月的生日信中也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巴塞尔不仅让他结识了奥弗贝克和布克哈特，更重要的是，正是通过奥弗贝克，让他近距离领略到了“一种独特的、本质上隐居的生活和认知方向的尊严与[]优雅”（致弗朗茨·奥弗贝克，1880年11月下半月）。因此，当他和布克哈特收到 N. 从都灵寄来的疯癫纸条后，也只有奥弗贝克亲自前往都灵将其接回，以便首先将他送入巴塞尔的精神病诊所（Janz 1981, Bd.3, 58ff.）。即使在 N. 精神失常的岁月里，奥弗贝克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无私、可靠且忠诚的朋友。他希望保护 N. 免受刚刚兴起的 N. 崇拜的影响；同时，他也向 N. 的母亲伸出援手，例如在1890年终结了朗贝恩事件（Langbehn-Affäre）。然而，不应仅仅将奥弗贝克简化为对 N. 而言“本质上是一位亲爱而忠诚的朋友”（Kaufmann 1982, 33; Jaspers 1981, 83）。早在安德勒（Andler，1909年）和兰德里（Landry，1931年）那里，就已经对奥弗贝克多层次的个性进行了更为微妙的评价，这些评价更能公允地反映他与 N. 的关系。引用奥弗贝克的笔记，即他与 N. 的“双边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吸引与分歧的强烈张力之下”，冯·赖布尼茨（v. Reibnitz，1994, 54）得出了一个客观中肯的判断：奥弗贝克“从未成为 N. 的盲从者”，也从未忽视“在与 N. 的交往中他在思想自由方面所受的恩惠”，但他也“始终捍卫 N. 在这种自由中对自己进行实验的激进性”（另见 v. Reibnitz in OWN 7/2, 1999）。这种对相互承认的自主性的珍视，与 N. 在《查拉图斯特拉》中所主张的友谊观是一致的：在那里，他“拥护这样一种友谊，即把双方都视为自主且平等的个体，不要求任何一方屈从或放弃自我；简而言之：他拥护的是他与奥弗贝克共同学会培养的那种友谊”（Sommer 1997, 15）。

Richard Wagner

只有考虑到 N. 对友谊不断变化的反思（Kaufmann 1982, 426ff.; Sommer 1997, 11），才能理解他与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之间友谊关系的发展（Gregor-Dellin 1983; Wilberg 1996）。在 N. 担任巴塞尔教授的最初几年，他与瓦格纳的友谊经历了狂热的开始和不断的加深。N. 用瓦格纳当时与科西玛·冯·彪罗（Cosima v. Bülow）共同居住的庄园的名字来形容，甚至美化这段友谊：“我在特里布申（Tribschen）附近度过的这三年，我在那里进行了23次拜访——它们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失去它们，我将会是怎样！我很高兴在我的书[即《悲剧的诞生》]中，为自己将那个特里布申的世界石化了”（致卡尔·冯·格斯多夫，1872年5月1日）。甚至在《瞧，这个人》（KSA 6, 288）中，他也表示“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愿将特里布申的日子从[他的]生命中抹去，那是充满信任、欢乐、崇高的巧合的日子——深刻的瞬间”。因此，特里布申是这一人生阶段对瓦格纳倾注的“狂热崇敬”的代名词（Jaspers 1918, 65f.），当时 N. 认为瓦格纳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人”（致保罗·多伊森，1869年8月25日）。N. 最终要将自己从这种师徒关系中解放出来：原本想作为更伟大者之开路先锋的门徒，凭借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取而代之，至少按照 N. 自己的看法是如此：“证据[]就在我的著作《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在所有心理学上至关重要的地方，谈论的只是我自己，——人们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名字或‘查拉图斯特拉’这个词，放在文本中出现瓦格纳这个词的地方”（EH, KSA 6, 314）。另一方面，当 N. 将《悲剧的诞生》称为“特里布申世界”的“石化”时，他无疑是在表明，他认为这个“世界”与他自己的世界具有选择亲和性（Jaspers 1981, 65ff.）：也就是说，他与瓦格纳的“思想和情感世界[]构成了一个如此紧密的统一体——而且必须明确强调，这是一个建立在渊博的希腊学知识基础上的统一体——以至于如果[]把 N. 著作的第二部分仅仅视作向受人尊敬的大师彬彬有礼的鞠躬致敬，那将是愚蠢的”（Latacz 1994, 41）。通过这部文化批判著作，N. 试图建立一种与当下的直接联系。他所提出的从古代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理解希腊文化的视角（Cancik 1995, 50ff.），主要应适用于理解和批判现代文化，同时也适用于通过文化改革来解决现代文化的问题，而只有具备更新神话力量的瓦格纳音乐剧，才能够带来这种改革。然而，几乎从一开始，N. 对瓦格纳的全身心投入就包含了通过自我实现来获得自我解放的目的。正如 N. 极早便开始对瓦格纳艺术的改革力量产生怀疑（N, KSA 7, 756: 32 [8]; 761: 32 [20]; 773: 32 [55]）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怀疑——除了“颓废概念”（Décadence-Begriff，冯·梅森布格 [1927, 79] 早在1875年12月就使用了这一概念）之外——已经包含了后来在《瓦格纳事件》中重新提起的所有论点。《瓦格纳事件》是一篇论战性文章，N. 也将其称为“1888年5月的都灵信件”——不可忽视的是，这暗指了保罗·林道（Paul Lindau）的《来自纯洁愚人的拜罗伊特信件》（1883年；有众多平行段落）。在“瓦格纳这面镜子和反衬形象”面前，N. 完成了自我克服的过程；这方面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其中对瓦格纳的攻击依然是隐晦的），它标志着从神话思维向反神话思维的重大跨越。N. 周围的人并不理解这一转变，因此将其归咎于雷（Rée）。尽管一直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双方正在逐渐疏远——例如 N. 早期就看穿了瓦格纳的“戏子本性”，或者对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开幕感到失望——但最终，1878年及其所带来的“致命侮辱”——N. 在1878年1月3日收到了印有瓦格纳著名题词的《帕西法尔》（Parsifal）印本——导致了与瓦格纳这段（世俗）友谊的彻底决裂。N. 对此的理解，他在1883年2月21日写给 M. 冯·梅森布格的信中有所表述，这支持了蒙蒂纳里（Montinari，1978, 295）的观点，即“通过 N. 精神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必然结果”来解释他“（与瓦格纳的）个人决裂”，换言之，将这种决裂视为“一种精神的、哲学的行动”（Eger 1988, 125ff. 则持不同观点）。因此，顺理成章地，应该将《查拉图斯特拉》视为对晚期瓦格纳世界的反方案，将其解读为“N. 的‘反帕西法尔’”（Borchmeyer/Salaquarda 1994, 1355）。如果接受这一前提，那么 N. 关于友谊的言论也可以与他同瓦格纳不断变化的关系联系起来。在他们友谊的初期，N. 铭记着古典的友谊理想，将其解释为“竞争性（agonal）”的。主要是共同的敌意稳固了这种“战友关系”，根据纳尔逊（Nelson，1977, 151f.）的说法，这让人回想起封建时代对友谊的理解，即：“朋友共享一切，尤其是共同的敌人”。在此意义上，瓦格纳对 N. 尽到了真正的朋友之谊，因为他对于 N. 来说是“朋友的救赎者”（Za I, KSA 4, 72）。从这个角度来看，友谊成了自我克服的手段。朋友之间相互教育，同时必须表现出绝不妥协的态度：“人们应该在自己的朋友身上找到自己最好的敌人”（Za I, KSA 4, 71）——以便成为你自己！然而，因为两人曾感到彼此在无私的爱中紧密相连——瓦格纳早年甚至想收 N. “为养子”（Borchmeyer/Salaquarda 1994, 1289）——N. 陷入了“被拒之爱的阵发性发作”，他感到失望，因为瓦格纳的爱无法承受、也无法原谅 N. 针对他的批判性转变（Borchmeyer/Salaquarda 1994, 1290）。——尽管如此，N. 始终对瓦格纳的伟大抱有希望，正如“星辰友谊”（FW, Nr. 279, KSA 3, 523f.）的神话所表达的那样，这种友谊“将跨越两极之间必然的疏离与‘尘世敌意’”（Borchmeyer/Salaquarda 1994, 1317）。

Jacob Burckhardt

巴塞尔的执教岁月不仅给 N. 带来了“特里布申体验”，还让他结识了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年5月25日–1897年8月8日）。人们可以将布克哈特视为瓦格纳的对立面，因为他对后者的个性和音乐持批判态度（Janz 1981 Bd.1, 325; Montinari 1991, 52; Salin 1938, 76f.; 关于布克哈特的生平与著作，参见其自撰传记：Christ 1989, 119ff.; 此外：Kaegi 1947ff.; Rüsen 1973）。这一相遇最初的基调是针对当下的文化批判与诊断，即以希腊古典时代为例，用“高级文化的贵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来对抗当今时代的“商贾精神”以及初露端倪的民主的“平均主义”倾向（Ottmann 2019, 19; Andler 1946, 44ff.）。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契合，也体现在对叔本华的推崇、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兴趣中（Janz 1981, Bd. 1, 387），从而促成了他们最初的相互接近：早在1869年5月29日，即发表关于荷马与古典语文学就职演讲的第二天，N. 就对罗德（N. 后来在1870年6月将罗德介绍给布克哈特，Patzer 1990, 253f.）谈到，他“[一开始就]与这位充满才智的怪人雅各布·布克哈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致埃尔温·罗德，1869年5月29日）。这些关系随后得到了深化，表现之一是：N. 于1870年11月听了布克哈特关于《历史的伟大》的演讲，并在1870/71年冬季学期旁听了其关于历史研究的讲座，该讲座后来以《世界历史沉思录》（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为题出版。当布克哈特在1872年夏季学期首次讲授《希腊文化史》时，N. 对此课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Janz 1981, Bd.1, 489）。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来：他的两名学生所作的详尽的听课笔记，在1876/77年索伦托旅居期间被仔细阅读和讨论过（v. Meysenbug 1927, 239）。反过来，布克哈特在1872年参加了 N. 关于《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所有演讲，并从中得出了这样的印象：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掌握着第一手的一切并将其传承下去”（Ross 1984, 317）。共同的散步与远足，在大教堂回廊里的讨论，以及与布克哈特共同进行的一次“恶魔献祭”（致卡尔·冯·格斯多夫，1871年10月20日和11月18日）——这是 N. 和他的朋友们所参与的友谊狂热的一部分（Cancik 1990, 30f.）——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一个判断：在巴塞尔的最初几年里，N. 与布克哈特之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交往关系（Stähelin 1930, XXIII）。雅斯贝尔斯（Jaspers，1981, 81）的评价也可能是正确的：N. 对布克哈特“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从未被他动摇过的崇敬”。同样无可争议的是，N. 总是倾向于将对方给予他的好感粉饰得更美好，比如他告诉罗德，对方“对该书（即《悲剧的诞生》）在认识希腊本质方面的发现如此着迷，以至于日思夜想，并通过成千上万个细节，向我展示了进行最富有成效的历史应用的范例”（致埃尔温·罗德，1872年2月，KSB 3, 294；但亦请参见布克哈特在 Hoffmann et al. 1998, 475 中的评价）。对布克哈特的崇敬可能也是促使 N. 总是将自己最新出版的著作寄给前者的原因，即使在离开巴塞尔之后亦是如此。然而，如果追踪一下现存的相关通信（Hoffmann 1992, 177f.; Salin 1938, 207ff.），就会发现布克哈特在对待 N. 时带有一种特殊的克制和保留态度。这种态度通常隐藏在赞美和隐喻背后——首选的是登山的隐喻，N. 后来也用它来描绘自己的思想特征——这使得 N. 被误导，仅仅从中读出了赞同。布克哈特1874年2月25日收到寄来的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后所写的回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这部著作肯定让他感到“不快和[]不安”（Noll 1997, 17）。在“深思熟虑的谦逊和表面上的茫然无知”（诺尔语）中，布克哈特依然在信中表明了立场，并阐述了自己截然相反的观点，而没有与 N. 展开深入的讨论。因此，对于深入研究布克哈特与 N. 之间生平和精神关系的那两位作者——即萨林（Salin，凭借其1938年发表的研究《雅各布·布克哈特与 N.》）和冯·马丁（v. Martin，凭借其1941年的《N. 与布克哈特》）——得出完全对立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萨林“借用 N. 的话”谈论一段“应当在敬畏中诠释的星辰友谊”，而冯·马丁则完全无法获得“真正友谊的印象”。然而，如果透过 N. 的视角来看待与布克哈特的关系——他将后者视为一位“伟大的导师”，特别是1889年1月4日的疯癫纸条异常清晰地记录了这一评价：“现在您——你——是我们伟大的、最伟大的导师[]”（KSB 8, 574）——那么，正是这一表述不仅揭示了布克哈特在 N. 心目中卓越的地位，同时也是一种友谊的宣言，因为“伟大导师”所特有的教育态度，正是 N. 友谊观的一部分。


保罗·雷（Paul Rée）

N.与保罗·雷（1849年11月21日–1901年10月28日）之间长久的友谊，也归功于他在巴塞尔担任大学教师的岁月。雷自莱比锡求学时期起便与罗蒙特（Romundt）交好，罗蒙特于1873年春邀请他去巴塞尔拜访，并在那里将他介绍给了N.。自1872年夏季学期以来，雷已经在苏黎世逗留，在那里他不仅听了自然科学的课程（实验物理学：光学和电学；有机化学），还参加了F.A.朗格（F.A. Lange）的“哲学练习课”。朗格是《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的作者，他也备受N.的推崇（Treiber 1998）。

雷父系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汉堡（商人）家庭，他的父母原本信仰“摩西宗教”，在1843年于什未林（Schwerin）举行教堂婚礼前夕皈依了福音派路德宗（Treiber 1988, 45ff.）。1869年复活节，雷也在什未林的弗里德里希阿努姆文理中学（Gymnasium Fridericianum）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比汉斯·保罗·冯·沃尔措根（Hans Paul v. Wolzogen）晚了一年。当时他希望去莱比锡学习历史。1869年，他在这所大学注册入学，最初学习哲学，从1870年5月起学习法学，但他实际的学习行为并未局限于这两个学科的界限（Treiber 1993, 171ff.）。在1871年夏天参加普法战争后，他于1871年秋转学至柏林，为期一个学期。在那里，他几乎只参加自然科学的练习课和讲座，授课的皆是杰出的学者，例如化学家A.W.冯·霍夫曼（A.W. v. Hofmann，雷听过他的无机化学课），J.米勒（J. Müller）和R.菲尔绍（R. Virchow）的学生、解剖学家、动物学家兼民族学家R.哈特曼（R. Hartmann），以及作为K.E.冯·贝尔（K.E. v. Baer）的学生、继任杰出生理学家J.米勒之位的解剖学家K.B.赖歇特（K.B. Reichert）。作为唯一一门非自然科学课程，他选修了哲学家F.A.特伦德伦堡（F.A. Trendelenburg）关于亚里士多德《论灵魂》（de anima）的练习课（Treiber 1993, 179ff., 203f.）。在这一学习计划的背后，隐藏着他对亥姆霍兹（Helmholtz）在《生理光学手册》（1867年）中发展出的经验主义知觉理论（其中也赞同性地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对外部客体的知觉基于一种判断的假设），以及对F.A.朗格的“生理学新康德主义”的探讨。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他1872年在苏黎世选择的学科组合以及参加朗格的练习课，还有他1873年春季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的借阅记录（Treiber 1993, 204）。1874年11月，雷申请在哈雷进行博士答辩。1875年3月10日，他凭借论文《论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中美的（道德善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s Schönen (sittlich Guten) in der Moralphilosophie des Aristoteles）在R.海姆（R. Haym）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考试记录中证明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以及“对英国道德学家（如洛克、休谟、哈奇森）的部分杰出著作，还有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非常熟悉”。由此可见，雷不仅熟悉传统的道德哲学，他在库尔提乌斯（Curtius）和德罗比施（Drobisch）（在莱比锡）以及哈特曼（在柏林）门下的学习，还引导他走向了一门以经验和比较为导向的道德科学，该科学借鉴了地质学（赖尔）和比较语言学（莱比锡新语法学派）所提供的方法路径（Treiber 1992, 332ff.）。1875年，雷匿名（且据称是作为遗稿）出版了他的格言集《心理学观察》（Psychologische Beobachtungen）。该书以↗法国道德学家为榜样，引起了N.的共鸣（埃尔温·罗德，1875年12月8日）。1877年，他出版了《道德感觉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moralischen Empfindungen）（N.最初对此书大加赞赏，后来却予以猛烈抨击）。雷本想凭借此书在耶拿获得大学任教资格（habilitieren），但由于该书已经出版，他的申请因形式原因被驳回（Patzer 1990, 21, 251ff.）。雷曾在索伦托就此事征求奥弗贝克（Overbeck）的意见，之后他放弃了将此书作为任教资格论文提交给苏黎世或巴塞尔的打算。1885年，《良心的产生》（Die Entstehung des Gewissens）出版，雷原本想将这部著作献给N.，但由于两人的决裂，N.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以此书向柏林腓特烈·威廉大学提出的任教资格申请，因泽勒（Zeller）和狄尔泰（Dilthey）的反对票而被拒绝。在与露·冯·莎乐美（Lou v. Salomé）友谊破裂后，雷转而学习医学：1885至1888年在柏林，1888年夏季学期在苏黎世，1888/89年冬季学期至1889/90年冬季学期在慕尼黑。在1890年2月19日以“良好”的成绩通过相关考试后，他于1890年3月22日获得了医生执业资格（Treiber 1998）。

因此，雷很快成为N.的朋友并融入其核心朋友圈，我们可以将他视为N.胜任的对话伙伴（Andreas-Salomé 1994, 131 ff.），正如N.本人对罗德所表达的那样：“我们发现彼此处于同一水平上：我们谈话的乐趣是无止境的，双方的获益肯定非常大……”（埃尔温·罗德，1878年6月16日之后）。通过雷，N.一方面结识了“那种有教养的同化犹太人的典型，他应该……成为（N.心中）具有世界主义-自由精神的榜样”（Borchmeyer/Salaquarda 1994, 1329）；另一方面，N.也可能在他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我（alter ego），因为雷已经实现了N.曾经计划要做的一切：雷不仅学习过化学并听过F.A.朗格的课，还在1875年秋天进行了一次去巴黎的“梦想之旅”，并在法兰西公学附近住下（当时克洛德·贝尔纳和欧内斯特·勒南等人都在那里任教）。

在因“露事件”与N.最终决裂之前（Streiter 1988, 193f.; Treiber 1987; Treiber 1988），雷曾多次陪伴N.旅行，或在巴塞尔拜访过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6/1877年他们共同在索伦托的逗留。在M.冯·梅森布格租下的鲁比纳奇别墅里，他们与阿尔贝特·布伦纳（Albert Brenner，1856–1878）以及（短暂在场的）莱因哈特·冯·塞德利茨（Reinhart v. Seydlitz，1850–1931）一起，初步实现了N.的修道院计划（Gilman 1981, 199f., 315f., 336ff.）——即“更自由精神的修道院”，并以“老光棍”作为特别合适的“见习修士”。N.的修道院计划始终也是一项友谊计划（Treiber 1989），它将他在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a）中学六年的寄宿生活作为经验基础。由此，N.能够将他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孤独者的社会处境，与精挑细选的朋友们的交往结合起来，就像他曾在舒尔普福塔已经实践过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他特有的“距离的激情”也可以与他的交流需求达成和解。N.的“更自由精神的修道院”作为“教育者的学校，且在此教育者须自我教育”，是一个由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话语共同体，他们（应该）为了自我完善而进行自我教育。就此而言，N.此时的友谊观与他对“更自由精神”（↗自由精神）的构想是一致的——两者都适用从品达处借用的格言：“成为你自己！”。这一格言标志着一项通过自我克服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初基于自愿的）计划，它让人想起舒尔普福塔所倡导的教育计划，该计划致力于“‘内在成长’和彻底自我发展的宗教与新人文主义观念”（Ringer 1983, 83），“教育/教养”一词的概念和意义史也证明了这一点（Koselleck 1990）。在这一积极推进的转变和自我发展过程中，由志同道合且意志相同的朋友组成的圈子始终是其语境条件，从而使得自我控制和外部监督能在理想状态下互为补充。这种所追求的自我克服借助了升华这一手段，正如强烈的教育动力所表达的那样（Kelsen 1964）：就像曾经的修道院以基督亲身示范的“完美朋友”为榜样，要求其修士保持“精神上的倾慕”（Nelson 1977, 152f.）一样，N.的“更自由精神的修道院”也是由“一种升华的爱欲，即友谊（amicitia），特别是精神上的友谊”（Nelson 1977, 151）维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将“↗权力意志”如此精神化，“使得它不再需要通过征服他人来获得满足”（Grau 1984, 10）。当查拉图斯特拉教导：“我不教你们爱邻人，而是教你们爱朋友”（Za I, KSA 4, 78）时，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为了确立传统友谊伦理的优先地位，以对抗婚姻和家庭中“将特殊之爱神圣化”的趋势——这种趋势释放了“邻人之爱始于家庭”的清教徒观念（Nelson 1977, 155）。查拉图斯特拉的这番话，同时也指向了N.非常具体的个人经历：正是订婚和结婚，危及了那些对他而言意义重大的友谊。

海因里希·冯·施泰因（Heinrich von Stein）

雷本着好意想为N.充当“得人渔夫”（Pfeiffer 1970, 12f.），结果却因为向N.引荐了露·冯·莎乐美（1861–1937）和海因里希·冯·施泰因（1857–1887）（施泰因与雷一样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研究感兴趣，Bernauer 1998, 76f.），给他带来了两次刻骨铭心的失望。当1882/83年他与保罗·雷和露·冯·莎乐美的“神圣三位一体”破裂时，N.就此失去了他曾选定为合适学生的那个人。而在1884年，以菲洛克忒忒斯的寓言揭开自己面具的N.，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经历：身为杜林拥趸和瓦格纳崇拜者的冯·施泰因，拒绝了他向其提出的门徒之邀（Bernauer 1998, 139 ff., 156 ff.; Janz 1981, Bd. 2, 325 ff.）。如果说N.寄给冯·施泰因的诗作《隐士的渴望》（海因里希·冯·施泰因，1884年11月底）代表了N.的招募，那么1886年以《来自高山》为题作为《善恶的彼岸》的“跋歌”发表、并增加了两节的版本，则代表了这种拒绝（JGB, KSA 5, 241 ff.）。佩斯塔洛齐（1970, 198 ff.）对这两首诗提出了精妙的诠释——只有像隐士一样不断自我蜕变的人，才能与隐士保持精神契合，并成为他的朋友（也就是说，失去朋友和结交新朋友属于隐士不变的常态），然而，这些被期盼的新朋友“完全受制于隐士的想象力”，是“他所期待的投影”，直到最终，“查拉图斯特拉”才能够满足对新朋友的渴望：他是“失去的朋友们的等价物”，借着他，“N. 把自己最本质的自我当作了朋友”（Pestalozzi 1970, 208, 240, 242）——这一诠释与蒙蒂纳里（1991, 96）在回顾N.的友谊时所作的总结性论断完全一致：

“在N.此后的生活中[自1884年起；笔者注]，再也没有任何一段人际关系能够与他在莱比锡和巴塞尔时期与罗德的友谊相提并论，或者与《不合时宜的考察》时期与弗朗茨·奥弗贝克的‘战友情’相提并论，更不用说与科西玛和理查德·瓦格纳在特里布申的‘田园牧歌’，或者与保罗·雷充满激情的思想交流了。”


彼得·加斯特（即海因里希·克塞利茨）

无论这一总结性陈述多么准确，它都必须补充另一个投射性的人物：尼采的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他的真名是海因里希·克塞利茨（Heinrich Köselitz，1854年1月10日–1918年8月15日）。作为尼采《悲剧的诞生》的狂热读者，他于1875年与大学好友保罗·海因里希·维德曼（Paul Heinrich Widemann）一起，带着尼采的开姆尼茨出版商施迈茨纳（Schmeitzner）（Bernauer 1998, 108ff.）——维德曼与他是朋友——的推荐信，从他学习对位法和作曲的莱比锡来到巴塞尔，去那里听尼采的课（Janz 1981, 卷1, 624, 695ff.; Ross 1984, 568ff.）。尽管有洛夫（Love, 1981）出色的研究，要对海因里希·克塞利茨（化名彼得·加斯特）形成一个准确的印象并非易事。直到尼采崩溃之前——甚至在他1878年前往威尼斯之后——克塞利茨一直为尼采承担繁重的书写和校对工作，但他对尼采来说远不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秘书：他提出措辞建议（除其他外，他还帮助尼采确定了《曙光》[KSA 14, 205]这一书名），向尼采推荐（自然）科学著作，因此完全胜任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通信和交谈伙伴的角色。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彼得·加斯特这个投射性人物，他或多或少徒劳地试图在瓦格纳的“阴影”下，借助古典歌剧的形式找到一种“现代音乐语言”，甚至企图作为作曲家继承瓦格纳的衣钵（Borchmeyer/Salaquarda 1994, 1349; Hoffmann et al. 1998, 606），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尼采自以为发现的其哲学与加斯特音乐之间的亲缘关系所误导和激发的（弗朗茨·奥弗贝克，1881年5月18日）。然而，这种所谓的选择亲缘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的：正如尼采自己承认的那样，加斯特的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尼采的文化批判和音乐理论思想启发的（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1888年10月20日）：即一种克服了瓦格纳的、“好的”（=不再是浪漫主义的）音乐，尼采认为这在加斯特的歌剧《威尼斯雄狮》中得到了实现，因此他称赞加斯特为“新莫扎特”，并在1889年1月4日的“疯狂字条”中，“判处”无视其上演加斯特歌剧要求的H.·冯·彪罗被《威尼斯雄狮》吃掉（KSB 8, 574）。因此，这段持久的（主要通过书信维系，因此极易产生自我欺骗的）友谊一方面依赖于克塞利茨不可或缺的协助，另一方面也建立在相互自我欺骗的惊人稳定的基础之上。正如尼采将克塞利茨塑造成一个投射性人物、一个“新莫扎特”一样，后者（特别是在他1900–1909年隶属尼采档案馆期间）也将“查拉图斯特拉”这一投射性形象赋予了尼采的身份，使之成为一个“生活与学说合一”的宗教英雄，过着“他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生活”（Hoffmann et al. 1998, XLI）。于是，与尼采的妹妹一起，克塞利茨成为了“英雄主义尼采崇拜的共同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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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伯特·特赖贝尔


女性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 玛丽·鲍姆加特纳 – 伊丽莎白·福斯特-N. – 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 – 梅塔·冯·萨利斯 – 伊达·奥弗贝克 – 玛蒂尔德·特兰佩达赫 – 弗兰齐斯卡·N.-厄勒 – 蕾莎·冯·席尔霍弗 – 科西玛·瓦格纳

N.终生未婚；他是否曾有过性经验，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有传言称他曾找过妓女，并因此可能在1866年或1870年感染了梅毒——然而，这一诊断在医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可以确定的是，他与几位女性保持着牢固的友谊。如果回想起N.对社会中↗女性地位的看法，这一点就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很早的时候，大约在1870年，N.就对前苏格拉底时期希腊的女性发表过看法。在他看来，古希腊女性留在家里安心生儿育女是完全正确的：英雄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是一个悖论：这位未来的哲学家在古典时代寻找他的女性典范；更不用说，这位自称为“炸药”的男人，与大多数传统的威廉时代民众一样，认同女性应扮演家庭和母亲角色的观点。他认为，女性可能会因为学习而损害其生育能力，因此他反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

只有在一个方面，N.具有反传统精神：他主张女性有充分的权利在性交中获得快感。在一个系统性地否定女性情欲渴望的时代，N.却断言女性实际上就是由情欲渴望构成的。然而，这种渴望有一个目标：孩子。没有比写作的女性更让他感到厌恶的了。对人类而言，没有比有学问的女性更糟糕的了。然而，他一生都与聪明、受过教育的女性保持友谊，而这些女性往往也是作家，这在很多方面与他的理论相矛盾。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1882年4月，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1861–1938）在罗马作为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的客人时结识了N.。当时，N.对她在男人方面遇到的问题一无所知。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早年曾与为她进行坚信礼辅导的亨德里克·吉约（Hendrik Gillot）牧师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后者爱上了她，并想离开妻子与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结婚。她的上帝信仰因此受到动摇，对男人的信任也同样如此。没有比男人试图用情欲关系将她绑定更让年轻的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感到恼火的了。因此，当N.派保罗·雷（Paul Rée，7 朋友）代表他向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求婚时，他并不知道雷本人在几周前也曾向她求过婚。此外，N.本应从他与玛蒂尔德·特兰佩达赫的经历中体会到，这种求婚策略是多么冒险。也许是为了给后来的灾难找借口，N.向伊达·奥弗贝克保证，他向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求婚，仅仅是为了在计划中由雷、N.和她组成的三人同居中保护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好名声。不可否认的是，N.对这位年轻且极其聪明的贵族女性充满敬意。即使不能作为妻子，他也希望能将她作为门徒留在身边。正因如此，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于1882年8月造访他在陶腾堡（Tautenburg）租住的度假屋，对他来说显得极其重要。但事情却弄得一团糟，以至于N.与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之间的友谊也无法挽回。当他在1882/83年冬季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时，厌女的言论大概不管愿不愿意都潜入了文本之中。

1876年N.与理查德·瓦格纳的决裂意味着N.不再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妹妹伊丽莎白·福斯特-N.经常去那里露面。顺理成章的是，伊丽莎白可以说是作为女伴，在音乐节（顺便一提，《帕西法尔》的首演就是在此举行的）结束后，陪同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前往图林根州的陶腾堡。不幸的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争吵在启程前就开始了。伊丽莎白认为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拜罗伊特四处展示那张著名的“皮鞭照”是非常不合时宜的。看到自己的哥哥和雷像马一样被套在车前，而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蹲在车里挥舞着皮鞭的画面，一点也未能让她觉得有趣。

1882年8月，当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陶腾堡与N.同住时，她内心的怀疑与日俱增：他想在两人之间正在发展的智识关系中，把她当作一种臣属牢牢控制住。因此毫不奇怪，对N.心存疑虑且遭到伊丽莎白公开唾弃的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对计划中的三人同居的热情迅速冷却了下来。尽管如此，1882年11月，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和雷在莱比锡仍与N.保持着联系。然而，当他的这两位朋友不久后动身前往巴黎，撇下他过起二人世界的同居生活时，N.感到极度失望。

从她的《生命回顾》（1951年）中我们得知，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与雷的关系是柏拉图式的——就像她与1887年结婚的弗雷德·安德烈亚斯（Fred Andreas）的关系一样。直到与1897年结识的赖内·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交往时，她才开始过上真正意义上包含性行为的情欲生活。当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与里尔克分手时，后者陷入了绝望，就像之前的雷，以及前文提到的N.本人一样。

1894年，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出版了《其作品中的F.N.》，这是第一部关于N.哲学的专著。在这里人们已经能感受到作者在心理学方面的天赋；因此，她对N.的评论可能会显得具有倾向性。例如，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断言N.在自我内部是分裂的，因为他从未真正克服自己对宗教的倾向。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他向别人推荐享乐主义，自己却活得像个苦行僧；并且他既攻击禁欲的祭司，又攻击道德上的自由主义。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于1911年结识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并随后亲自成为了一名执业精神分析师。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位作家，尽管她认为写作对女性来说应该只是一件次要的事情——这种观点在女权运动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如海德维希·多姆 Hedwig Dohm）中并不受欢迎。然而，在这方面，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可谓是N.的真正门徒。像他一样，她也肯定女性的母亲角色（尽管她自己没有孩子），并强烈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特别是，她认为女性要求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工作是完全不合适的。对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而言，身为女性是自然的一项恩赐，这一观点在她的著作中与N.对生命的肯定相呼应。

玛丽·鲍姆加特纳

玛丽·鲍姆加特纳（1831–1897）与丈夫住在勒拉赫（Lörrach），她是N.在巴塞尔的一位学生的母亲。在1875/76年间，因她将《不合时宜的考察》的第三篇翻译成法语，N.与她有过密切的接触。就她而言，这段友谊足够深厚，以至于她在1878年11月向N.展示了她用法语写的诗歌；而她在1879年3月要求N.将这些诗歌烧毁，则证明了这些诗歌极具私人性质。患病且抑郁的鲍姆加特纳在与N.的关系中寻求安慰，当然她对N.也是有帮助的，即使这位年长许多的女性的钦佩可能会让他感到些许尴尬。尽管她的儿子在1879年7月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这对鲍姆加特纳来说却是灰暗的一年，因为N.彻底离开了巴塞尔这座城市。鲍姆加特纳对此深感遗憾，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猜测她爱上了N.。值得注意的是，鲍姆加特纳在写给伊丽莎白·福斯特-N.的早期和晚期信件中，语气上存在显著差异（伊丽莎白曾在1875年待在巴塞尔，平时也常去那里）。1878年，鲍姆加特纳在信中不经意地对“亲爱的伊丽莎白”使用了非正式的“你”（Du），而到了1894年，她则正式地称呼伊丽莎白为“尊敬的亲爱的福斯特夫人”。

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

伊丽莎白·福斯特-N.（1846–1935）比N.小两岁，但与他相反，她蒙赐健康的体魄，并且在晚年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思维：她甚至在自己去世的那一年出版了《F.N.与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一书。然而，人们在书中几乎学不到什么新东西；福斯特-N.对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反感直到最后依然如从前一样尖酸刻薄。当N.在病痛与悲伤中度过1882/83年冬季时，他对妹妹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愤恨。伊丽莎白的报复行为使得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雷和N.之间达成谅解变得不可能。尽管N.在1883年4月宣布与伊丽莎白休战，但他从未真正原谅妹妹在陶腾堡惨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他对她的男友、后来的丈夫伯恩哈德·福斯特（Bernhard Förster）的反犹主义观点持极度怀疑的态度。但在1883年夏天，他们已经实现了足够程度的和解，并一起在罗马度过了一段时间，当时N.正在那里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尽管伊丽莎白·福斯特-N.后来试图给人留下她与哥哥的关系一直很好的印象，但这并不属实。从1882/83年起，N.对待妹妹的态度变得冷淡和谨慎，这与他们以前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前他们的关系有时确实“几乎像兄妹婚姻”（戈赫 Goch），特别是在1875年，伊丽莎白·福斯特-N.在巴塞尔与哥哥同住并为他打理家务时。当伊丽莎白·福斯特-N.和伯恩哈德·福斯特在1885年5月结婚时，N.无法勉强自己去参加婚礼；直到同年晚些时候，他才亲自认识了这位妹夫。福斯特要在巴拉圭建立一个德国人定居点的整个计划让他感到厌恶。尽管如此，他的妹妹还是在1886年春天与丈夫前往了“新日耳曼尼亚”（nueva Germania）。

1889年她的丈夫自杀后，已经得知哥哥精神失常消息的伊丽莎白·福斯特-N.决定返回德国照顾哥哥。早在瑙姆堡时，她就为N.的作品建立了一个档案馆，其中一些作品（《反基督》；《瞧！这个人》）仍是手稿形式。1896年，她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对N.财务的控制权。1897年弗兰齐斯卡·N.去世后，伊丽莎白·福斯特-N.带着N.及其遗稿搬到了魏玛。在这里，她在梅塔·冯·萨利斯的帮助下买下了银景别墅，即今天的洪堡街36号，该别墅很快被命名为N.-档案馆，并于1902/03年由亨利·范·德·费尔德（Henry van de Velde）进行了翻新。尼采产业（N.-Industrie）在这里才真正开始运作。

伊丽莎白·福斯特-N.撰写了她哥哥的第一部传记《F.N.的一生》，分为三卷（第一卷：1895年；第二卷：1897年；第三卷：1904年）。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为哥哥的哲学做宣传，尽管她从未真正透彻地理解过它（尽管她曾在1896年接受过鲁道夫·斯坦纳 Rudolf Steiner 的私人辅导）。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必须认可她的勤勉。如果她在缺乏学校教育的情况下仍能取得如此成就，人们也不禁要问，如果她被送到像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a）这样的学校就读，她能取得多大的进步。在当时，这类学校是不向女孩开放的。随着N.病情的日益加重，伊丽莎白·福斯特-N.变得越来越强势和苛求。她总觉得没有足够的钱来实现她的计划，尽管《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权力意志》的版税相当可观。后者是一部N.实际上已经废弃的笔记合集，尽管他在《论道德的谱系》结尾曾宣布他正在创作这部作品。该书的整体结构出自文本编辑之手，他们都在N.-档案馆受伊丽莎白·福斯特-N.的领导（↗N.-档案馆的历史）。N.妹妹那些著名的伪造事件很少是完全蓄意的；更确切地说，福斯特-N.女士把一些段落放在一个虚构的标题下，或者她从文章中剪下某些段落并粘贴到不属于它们的地方。但实际的字句通常确实出自N.之手。有些人感到惊讶的是，伊丽莎白·福斯特-N.竟然没有销毁更多的内容；原因在于她对哥哥作品的真心敬仰，即使她并不赞同其内容。一个例子是《反基督》，如果没有她女儿的干预，弗兰齐斯卡·N.很可能会把这部作品烧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们能够买到廉价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普遍的看法相反，这本书并非免费发放）。在战争期间，N.的名字名扬四海；年轻一代将他视为精神灵感的源泉。但战后，舆论氛围转向反对他，这给伊丽莎白·福斯特-N.在整个二十年代（特别是1923年）带来了财务困难。此外，她对法西斯分子的倾向（尤其是对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倾向）也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例如，这导致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在1933年退出了N.-档案馆之友协会。

伊丽莎白·福斯特-N.于1932年1月在魏玛剧院结识了阿道夫·希特勒。他在1933、1934和1935年参观了N.-档案馆并拜访了她。伊丽莎白·福斯特-N.与希特勒之间建立友谊的一个原因是希特勒对N.-档案馆的财政支持。当然，希特勒想利用N.被提炼成口号的思想来进行国家社会主义宣传。《权力意志》成了此类口号的宝库。而他则忽视了N.哲学中的其他方面，如个人主义的核心作用。当然，即使没有N.妹妹的帮助，希特勒也照样可以为了他的目的而篡改利用诸如“超人”等概念。但他能够享有伊丽莎白·福斯特-N.的私人友谊，这在帮助了他的同时，也同等程度地损害了N.的名誉。

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

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1816–1903）出生于卡塞尔，并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随后，她不得不在1852至1859年间作为难民在伦敦度过。在那里，她曾为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在赫尔岑的妻子去世后收养了他的女儿作为养女。1872年，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举行奠基仪式时，N.结识了冯·梅森布格。早在伦敦时期她就已经是瓦格纳的仰慕者；在政治上，她现在受瓦格纳的影响——像瓦格纳本人一样——越来越向右翼滑落。

N.总能在冯·梅森布格身上看到母性的一面，并且很乐意去做客。就这样，他于1882年4月在罗马的冯·梅森布格家中遇见了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当N.与保罗·雷和阿尔贝特·布伦纳（Albert Brenner）于1876/77年冬季在索伦托的冯·梅森布格家度过时，冯·梅森布格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刚刚出版。这是一个悖论：这部出版物很快就成了德国日益壮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创性文献，而N.正是该运动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冯·梅森布格似乎忽略了N.对妇女解放的看法，但她对他与瓦格纳的决裂感到非常遗憾。1901年，她在《个体们》中写道，她可以原谅N.的一切，唯独不能原谅《瓦格纳事件》。1888年，当N.因言辞侮辱而失去他其他朋友时，冯·梅森布格依然与他保持着书信联系。她认为，自与瓦格纳决裂以来，他便逐渐失去了自己生命的“太阳中心”。

梅塔·冯·萨利斯

梅塔·冯·萨利斯（1855–1929）出身于瑞士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马施林斯（Marschlins）家族。在阅读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之后，她满怀赞赏地给冯·梅森布格写信，两人以此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由于父亲反对她去上大学的愿望，冯·萨利斯离开了自己的城堡，去亲自赚取求学所需的学费。在冯·梅森布格的推荐下，她在瑙姆堡担任了韦尔曼男爵夫人（Baronin Wöhrmann）两年的女伴，在那里她结识了N.的母亲和妹妹，之后于1884年在苏黎世认识了N.本人。在那里，冯·萨利斯学习了哲学和法学。凭借关于《阿格尼丝·冯·普瓦图》的博士论文，她的学业于1887年结束。人们不禁又一次要问，像她这样一位女权主义者怎么会对N.怀有如此深切的钦佩之情。冯·萨利斯在捍卫两名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妇女时是如此激进，以至于她本人在1894年不得不因此入狱一周。尽管如此，她却极力捍卫N.关于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观点。N.从未思考过，为什么有那么多出身名门的女儿不得不表现得像花蝴蝶一样，而冯·萨利斯则对婚姻市场的社会状况感到惋惜。冯·萨利斯认为，一个人是否高贵完全不取决于其出身。她认为女性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未来的女性》（这也是冯·萨利斯1886年创作的作品名称）将以其受教育程度而脱颖而出。N.的贵族价值观理念则不那么具有民主色彩。对他而言，出身和教养造就了文化人。他强烈反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因为这将损害她们为人母的能力。冯·萨利斯在《守护天使》（1889–91）中以文学的手法探讨了这些主题，其中N.的观点由法尔科尼耶（Falconier）代表。在《哲学家与高贵的人：关于F.N.性格特征的探讨》（1897）一文中，冯·萨利斯简要概述了N.的哲学。同一年，冯·萨利斯协助N.的妹妹在魏玛买下了银景别墅，N.在那里一直住到1900年去世，而伊丽莎白·福斯特-N.也一直在那里住到1935年离世。冯·萨利斯本人则因争取女权的斗争而感到疲惫，于1904年隐退到卡普里岛。

伊达·奥弗贝克

1876年，伊达·罗特普莱茨（1848–1933）与N.的朋友弗朗茨·奥弗贝克结为夫妻（N.自1870年就认识后者）。这意味着N.失去了他的室友（自1870年以来他就和奥弗贝克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此时他开始自己寻找一位妻子——然而却徒劳无功，玛蒂尔德·特兰佩达赫的故事便证明了这一点。伊达·奥弗贝克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她曾在1879年撰写《18世纪的人们》。该书于1880年出版，包含了她亲自翻译的圣伯夫（Sainte-Beuve）等法国作家作品的节选。1880年，伊达·奥弗贝克为N.翻译了文学史家保罗·阿尔贝（Paul Albert）的一篇文章，后者的《19世纪法国文学》于1876年出版。

N.非常敬重他朋友的这位才华横溢的妻子，并经常就个人事务征求她的意见。例如，在罗马邂逅露·冯·莎乐美不久后，他于1882年5月在巴塞尔拜访了奥弗贝克夫妇，并对这位新相识赞不绝口。当时，N.制定了与冯·莎乐美共度几周的计划，并建议她应该先去巴塞尔拜访奥弗贝克夫妇，她确实在五月底这样做了。尽管奥弗贝克夫妇很欣赏冯·莎乐美，但他们俩对她与N.的关系感到不安。N.在前一年一直病魔缠身，似乎才刚刚恢复健康。1882年11月，当他在莱比锡被雷和冯·莎乐美“抛弃”时，他径直奔向巴塞尔，向他的朋友奥弗贝克夫妇寻求安慰。当他因为露的事件与母亲和妹妹决裂时，伊达·奥弗贝克劝他与家人和解。她说，把信任寄托在妹妹身上是他的一个错误。1883年4月，当N.与妹妹伊丽莎白和解时，他向妹妹抱怨了伊达·奥弗贝克的“小小的道德说教信”，在这封信里，她教导他说“人们只有通过弱点才能达到最高的美德”。

尽管N.关于女性写作的言论惹恼了伊达·奥弗贝克，但当他在1889年失去理智并需要奥弗贝克帮助时，她依然对他忠诚不二。奥弗贝克在这个时候把生病的N.从都灵接了回来，当时N.已经因为他写的那些荒诞的信件而与他大多数的朋友断绝了关系。当伊丽莎白与弗兰齐斯卡争夺N.作品的版权时，弗朗茨·奥弗贝克和伊达·奥弗贝克站在了N.母亲的一边；当伊丽莎白·福斯特-N.开始试图在N.还在世时就把他塑造成一个狂热崇拜对象时，他们满怀愤慨地旁观。在卡尔·阿尔布雷希特·贝努利（Carl Albrecht Bernoulli）的《弗朗茨·奥弗贝克与F.N.：一段友谊》（1907/08）出版一事上，伊达·奥弗贝克卷入了与伊丽莎白·福斯特-N.的法律纠纷，后者于1908年起诉了她。弗朗茨·奥弗贝克于1905年去世，他将自己的信件（包括他从N.那里收到的信件）遗赠给了巴塞尔大学——这是一笔无价之宝，而伊丽莎白·福斯特-N.则认为它是N.-档案馆的合法财产。此外，这些信中还包含对伊丽莎白的贬损言辞，因此，阻止这些信件的发表完全符合她自己的利益。信件集的第一卷于1907年出版，第二卷也已在1908年1月准备好出版。但出版被推迟了，因为贝努利和伊达·奥弗贝克顶住压力拒绝交出信件，直到伊丽莎白赢得了对他们的诉讼，这事实上剥夺了贝努利一大部分的出版材料。1908年9月，信件集的第二卷终于面世，其中相关段落被涂黑，或者在另一个版本中被空白处所取代。

玛蒂尔德·特兰佩达赫

1876年4月，玛蒂尔德·特兰佩达赫（生于1853年）和她的妹妹在日内瓦，当时N.在没有妹妹伊丽莎白（她当时在巴塞尔为他打理家务）陪伴的情况下来到那里。这位25岁的俄罗斯姑娘特兰佩达赫当时正在跟着雨果·冯·森格（Hugo von Sengers）上钢琴课，并暗恋着他（1879年，她成为了冯·森格的第三任妻子）。当N.写信向她求婚时，他才见过她三次。还需要注意的是，他是通过书信而不是口头向特兰佩达赫求婚的，这个计划他甚至早就与冯·森格商量过了。他不仅几乎不了解这位年轻女士，还要求她准时答复，因为他的火车在11点就要开了！这样的仓促显然说不上是深爱，尽管扬茨（Janz）认为这个求婚虽然显得死板，但却是真诚的。特兰佩达赫的拒绝堪称得体的典范，而N.似乎也并未因此感到痛苦。也许N.有一种类似怕错过婚期的心理，因为奥弗贝克在一月份就与伊达·罗特普莱茨订婚，并在八月份结了婚。N.的朋友卡尔·冯·格尔斯多夫（Carl von Gersdorff）正好在同一年与意大利女伯爵内丽娜·菲诺基耶蒂（Nerina Finochietti）展开了一段恋情，而埃尔温·罗德（Erwin Rohde）则在1877年8月与瓦伦蒂娜·弗拉姆（Valentine Framm）结了婚。

弗兰齐斯卡·尼采-厄勒

弗兰齐斯卡·N.-厄勒（1826–1897）出身于一个虔敬派牧师家庭。在这个孩子众多的家庭里，气氛十分欢快；尽管在1842年，年仅17岁的弗兰齐斯卡抢在姐姐们前面，嫁给了30岁的卡尔·路德维希·N.（Carl Ludwig N.），这让年长的姐姐们感到有些难堪。年龄差距加上弗兰齐斯卡·N.的缺乏经验，在N.出生的这所房子的家庭动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卡尔·路德维希的母亲，埃德穆特·N.（Erdmuthe N.），仍然居住在家里最漂亮的房间里。她和她两个未婚的女儿罗莎莉（Rosalie）和奥古斯塔（Augusta）把年轻的弗兰齐斯卡当作家客和孩子的混合体对待，似乎从未将她视为牧师的妻子。此外，弗兰齐斯卡的虔敬主义在这座推崇路德宗理性主义的房子里并不受欢迎。当卡尔·路德维希在1849年去世时，弗兰齐斯卡在经济上仍然完全依赖婆婆。在全家搬到埃德穆特的家乡瑙姆堡后，N.的母亲终于在1858年搬进了自己的房子。N.当时13岁。

最近，像戈赫（Goch）、凯尔（Kjaer）和施密特（Schmidt）这样的评论家指出，弗兰齐斯卡·N.-厄勒是一位过于严厉的母亲，她造成了N.在性方面的心理障碍。为了替她辩护，我们可以提及祖母的巨大影响。还可以补充的是，由于她从娘家带来的虔敬派信仰，弗兰齐斯卡对自己也非常严苛。尽管N.恰恰反对虔敬派那种不质问神学便盲目信仰的倾向，但这种信仰的深度依然让他着迷。1879年，当他定居在巴塞尔时，他仍然与虔敬派信徒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保持着朋友关系，尽管不久之后他就会说出那句“上帝死了”（《快乐的科学》，1882年）。N.试图不让母亲接触到这些观点。因此，她觉得他最后的出版物（如《反基督》）愈发令人震惊。在弗兰齐斯卡眼里，N.的无神论是他病态的标志。她把N.从耶拿的诊所接了出来，并照顾这个精神错乱的儿子，直到她1897年去世。

蕾莎·冯·席尔霍弗

蕾莎·冯·席尔霍弗（1855–1948）出生于奥地利克雷姆斯（Krems）。她于1882年来到苏黎世，像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和随后（1883年）的梅塔·冯·萨利斯一样，在那里的大学读书。作为娜塔莉·赫尔岑（Natalie Herzen）的好友，冯·席尔霍弗也是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圈子里的人。后者仍未放弃为N.找一位妻子的努力。她改变了与冯·席尔霍弗共度1884年复活节假期的计划，以便席尔霍弗能在那个时候去尼斯拜访N.。她和N.相处得很好，尽管N.觉得她不漂亮（这一点对N.来说很重要），而且当他被误认为是她的叔叔时，她还觉得很有趣。他完全没把她看作潜在的妻子，尽管他提议她第二年能陪他去科西嘉岛。令冯·席尔霍弗失望的是，这个计划最后落空了。当伊丽莎白·福斯特-N.要求冯·席尔霍弗交出N.的信件时，她并不想把信交出去。“我是一个无名小卒，并希望继续保持这样，”她写道。尽管如此，伊丽莎白还是赢了，并在她的晚期著作《F.N.与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中发表了N.写给冯·席尔霍弗的信。


科西玛·瓦格纳

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 1837–1930）比N.大七岁，1869年5月17日她与N.初次相遇时正身怀六甲（齐格弗里德于6月6日出生）。对N.来说，她当时一定显得是母性的化身，尽管在年龄上她与他足够相近，足以令人心生爱慕。就科西玛而言，她对作为瓦格纳崇拜者的N.充满热情。1869年至1871年间，N.频繁拜访住在特里布申（Tribschen）的瓦格纳一家（甚至有两次是去过圣诞节），这是N.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在他精神崩溃之后，科西玛·瓦格纳的名字是N.在耶拿诊所里唯一说出的名字：1889年3月19日，即他到达诊所八天后，他声称：“是我的妻子科西玛·瓦格纳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人们不应由此推断N.依然爱着科西玛。这反而表明，尽管他已与瓦格纳一家决裂——这一决裂在1876年的音乐节上就已初见端倪——他依然想紧紧抓住特里布申田园诗般的神话。他匆忙离开了拜罗伊特，没有听完所有的曲目。然而，《指环》的氛围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他又爱上了一位美丽且富有音乐才华的女子——路易丝·奥特（Louise Ott），却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并且是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在同年早些时候于日内瓦与玛蒂尔德·特兰佩达赫（Mathilde Trampedach）的交往遭遇惨败之后，这一次新的爱情挫折对N.来说必定更加沉重，这也是N.最终彻底背离拜罗伊特的另一个原因。

N.后来只与瓦格纳见过一次面，那是在1876年的索伦托，当时瓦格纳向他阐述了创作《帕西法尔》的计划。虽然与瓦格纳的决裂也意味着与科西玛的决裂，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当N.注意到瓦格纳日益增加的宗教倾向时，他就已经开始对她产生反感了。当《帕西法尔》在1882年首演时，面对瓦格纳对救赎的寻求，N.只能感到绝望。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部歌剧谈论了救赎：通过让帕西法尔摆脱昆德丽以获得基督教的救赎，瓦格纳也将他的英雄从性欲的魔爪中解脱了出来。对N.而言，性冲动的自由是不证自明的。他对禁欲主义祭司的批判正是源自这一信念。现在，他不得不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一种禁欲主义祭司的影子。无论这是否合理，N.至少将瓦格纳对性欲说“不”并对基督教信仰说“是”归咎于科西玛。

当N.在1888年隐晦地写下：“除了我，谁知道阿里阿德涅是什么”（EH, Za 8, KSA 6, 348）时，他潜意识里大概想起了那位他曾深深敬仰的年轻的科西玛。问题反而是：谁是狄俄尼索斯？也就是那个在纳克索斯岛上将阿里阿德涅从忒修斯抛弃她的地方拯救出来的人？据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称，伊丽莎白·福斯特-N.（Elisabeth Förster-N.）在1899年向他暗示，N.将自己视为狄俄尼索斯，而将瓦格纳视为忒修斯。随着她逐渐切断与科西玛·瓦格纳的友谊，福斯特-N.想要暗示的是，在N.看来，冯·彪罗（v. Bülow）是忒修斯，而瓦格纳是狄俄尼索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患病的N.实际上越来越将自己与狄俄尼索斯的形象等同起来。将科西玛视为阿里阿德涅，是患病中的N.心中的一个理想画面，他始终未能释怀早年对科西玛的仰慕之情。

参考文献：Brann, H.W.: N. und die Frauen (1931), Bonn 21978; Förster-N., E.: F.N. und die Frauen seiner Zeit, München 1935; Oehler, A.: N.s Mutter, München 1940; Kjaer, J.: N. Die Zerstörung der Humanität durch Mutterliebe, Opladen 1990; Goch, K.: Franziska N. Eine Biographie, Frankfurt a. M. 1994; Diethe, C.: N.s Women: Beyond the Whip, Berlin/New York 1996; dt.: Vergiß die Peitsche. N. und die Frauen, Hamburg/Wien 2000.

卡罗尔·迪思 (Carol Diethe)


尼采的疾病

尼采（N.）是一个敏感、天赋异禀、忧郁的孩子，他早期的母婴关系受到了干扰（Schmidt 1994），并在父系方面遗传了极度易激惹和头痛的倾向。1849年，父亲因（非遗传性）脑肿瘤（推测为胶质瘤）早逝，这一残酷死亡的创伤给他的童年蒙上了阴影。在学生时代，尼采患有头痛和眼痛（“头部充血”），并伴有严重的近视和斜视。其近视程度为负6屈光度，晚年左眼视力在负13至负20屈光度之间波动。这名经常待在医务室的中学生伴有情绪激动状态，尼采后来将其称为“癫痫样的”。他备受被死去的父亲带走的噩梦折磨，直到36岁时，他一直害怕自己也会死于“痉挛”。1879年，也就是他最终不得不放弃巴塞尔大学教授职位的那一年，他记录了118个严重的疾病发作日。持续数日的剧烈头痛发作伴有先兆现象（世界在他看来显得“奇异变形”），并伴随畏光、恶心、呕吐胆汁和胃肠道弛缓。这种“头部神经痛”仅接受了纯粹的对症治疗（包括使用溴剂等镇静剂、电疗等）。饮泉与水浴疗法，以及无数次的饮食调整尝试，旨在改善由“慢性胃卡他（胃粘膜炎）”引起的消化不良。尼采还尝试了顺势疗法药物，在意大利期间有时甚至自己开处方（参见 Volz 1990, 358）。

1875年，他首次被诊断出患有慢性脉络膜和虹膜炎（中心性脉络膜视网膜炎，Chorio-Retinitis centralis），这使得他在阅读时字迹时常缩成一团。这种起初为单侧、后发展为双侧、病程长达25年以上的慢性葡萄膜炎，被合理地解释为梅毒感染的重要迹象。感染本身推测发生在1866年莱比锡的学生时代，并导致了“风湿性疼痛”。尼采本人认为自己感染了淋病（Tripper）（参见耶拿诊所的生殖器检查结果，Volz 1990, 393）。没有证据表明尼采患有梅毒恐惧症。尽管被他的妹妹塑造成了一个无性的圣人，但正如 J. Köhler（1989）所指出的，尼采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爱欲者”，只是他几乎不敢将自己潜在的同性恋倾向付诸实践。除了偶尔接触妓女外，他既没有与男人也没有与女人建立过亲密的恋爱关系，他将这种分裂样-自恋型关系障碍理想化为一种英雄般的孤独姿态，并创造了他的“儿子”查拉图斯特拉作为自己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与妹妹伊丽莎白的乱伦关系纯属虚构，但作为一个崇拜他的自体客体（在科胡特心理学的意义上），她对他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1880年起，尼采对其情感的强烈程度感到非常恐惧，这些情感在强烈的抑郁情绪与狂喜的幸福感及灵感迸发状态之间摇摆，导致了令人痛苦的失眠，为此他服用了各种安眠药。“一种与世界疏离、匆匆而过、如流浪者般的感觉深植于我的内心深处［……］我的情感，无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都会发生如此剧烈的爆发，以至于仅仅一瞬间［……］就足以［……］让我完全病倒”，他向弗朗茨·奥弗贝克抱怨道（1883年7月9日）。在这些年里，神经系统症状进一步恶化：出现了持续数小时的痉挛现象和较长时间的失去知觉，以及一种“与晕船极为相似的半瘫痪感，使我说话变得困难”（奥托·艾瑟，1880年1月）。在鉴别诊断上，需要考虑到伴有先兆的复杂性偏头痛（Migraine accompagnée），它与脑膜脑炎（梅毒性）的脑部病变相叠加，后者可能也导致了1888年那场轻躁狂的创作狂热。尼采在这些年里认为自己是一个颓废的神经衰弱者，患有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神经性“全面衰竭”，而他的父亲也“只是死于生命力全面匮乏的后遗症”（弗朗茨·奥弗贝克，1888年7月4日）。与此同时，尼采，这个“针对自身的施虐受虐狂”（Andreas-Salomé 1894），痛恨自己身体的衰弱，通过“大健康”这一补偿性的对立构想来抵御它们，并在《瞧！这个人》（Eccé homo）中宣称自己“本质上是健康的”。

1888年底至1889年初，他在都灵精神崩溃，陷入伴有夸大妄想的高度兴奋状态。在巴塞尔的弗里德马特精神病诊所，他被诊断为“麻痹性痴呆/进行性麻痹”（Progressive Paralyse），该诊断基于临床神经学检查结果，因为当时尚未出现瓦塞尔曼反应（梅毒检测）等实验室检查手段。在耶拿诊所住院的大半年里，他的精神麻痹也迅速恶化，出现了思维不连贯、记忆力障碍、时间和空间定向障碍、情感淡漠，并交替出现攻击性行为爆发。1890年，尼采被认定处于“缓解期”，出院交由母亲照料。阅读、弹钢琴、散步在有限的程度上仍然可行，但突然的尖叫、步态障碍和痴呆症状却在加重。1893年和1895年出现了运动刺激症状（连续数小时摩擦胸部）。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经历了两次中风，导致尼采在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的状态下，几乎没有察觉到自己已成为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热崇拜的中心。1900年8月，54岁的他遭遇了最后一次中风，引发了肺炎并导致死亡。死后未进行尸体解剖。

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拒绝接受性病引起麻痹的说法，并声称中风和水合氯醛中毒是导致她哥哥精神麻痹的原因。著名精神病学家如保罗·莫比乌斯（Paul Möbius）、库尔特·希尔德布兰特（Kurt Hildebrandt）、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兰格-艾希鲍姆（Lange-Eichbaum）参与了关于其疾病起因的广泛而充满争议的病理传记学讨论。其他引发激烈猜测的诊断还包括大麻性麻痹、偏执狂、癔症、精神分裂症、环性心境障碍、癫痫等。被过度象征化的疾病解读（Mann 1947）将焦点集中在：作为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尼采亲手导演了自己旨在实现酒神式自我毁灭的生命悲剧（Ross 1994）。例如，像 Wurmser（1993）这样的精神分析学家，强调了尼采内心生活显著的冲突性，即伴随强烈自体攻击性的超我冲突。尼采多变且不断交替的症状是一种疾病复合体的表现，其中器质性因素（如偏头痛、近视、麻痹）与心理因素（建立在自恋型人格障碍基础上的神经症性抑郁，以及伴随的轻躁狂式抑郁防御）相互叠加。尼采本人一方面将自己的疾病视为临床的躯体事实，另一方面则将其视为与苦难在精神层面的较量，即意味着将痛苦升华为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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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娅·沃尔茨 (Pia Volz)


尼采的图书馆

关于尼采及其思想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是他的藏书和阅读，而这一来源迄今为止鲜少被利用。在关于尼采的标准著作中，这些内容很少被提及，尽管了解尼采的阅读情况在多方面有助于理解他的思想。从尼采亲自阅读（并加注）的书籍出发，人们可以对19世纪下半叶的知识气候获得更深刻的洞察。这也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使人们能够更接近尼采那往往难以捉摸的思想。这种阅读方式对于像尼采这样的思想家尤为重要，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过着非常与世隔绝的生活，但阅读量却极大。在尼采阅读的书中，可以发现许多他自己使用过的信息和论点。由于他经常在书中写下大量批注，人们往往可以看出他对某些思想和主题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在他的阅读材料中，人们可以找到许多他的思想和哲学试图回答的问题。最后，了解他的阅读情况对于理解尼采的众多概念也很有用，因为其中许多词汇曾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他所读的书中，例如：超人、德性、怨恨、虚无主义、查拉图斯特拉 或 颓废。对于诸如“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等其他概念，人们也可以在那里找到重要的描述或类似的表述。此外，尼采多次在藏书的页边批注中使用诸如“怨恨”和“权力意志”等词语。

尼采在年轻时就懂得了重视书籍和阅读，且目前留存有几份他在学生时期的藏书目录。除了尼采的私人藏书及其目录之外，他从舒尔普福塔和巴塞尔的图书馆借阅的图书，以及购书账单、他在信件和其他著作中对书籍的讨论，都是了解其阅读情况的信息来源。在巴塞尔期间（1869–1879年），尼采购置了数量可观的私人藏书，其核心是古典文献学。1879年尼采离开巴塞尔时，他的一些书被运回了母亲在瑙姆堡的家中，另有相当数量的书存放在苏黎世的罗特普莱茨夫人（他朋友奥弗贝克的岳母）那里。这些书后来也被运到了瑙姆堡。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声称，尼采在1879年也出售了相当数量的书籍，主要是文献学方面的。

在他十年漫游岁月（1879–1889年）的前半段，尼采经常随身携带一个大书箱。在1884年的几封信中，他提到了这个重达104公斤的“畸形足”。

在他漫游阶段的后半段，尼采似乎将书安置在了不同的地方；在尼斯、在锡尔斯-玛利亚，当然还有他母亲在瑙姆堡的家中。1888年，他让人将三个“书箱”从尼斯运往都灵。除了他自己的书之外，他经常使用图书馆，也较为频繁地向朋友借书，朋友们会通过邮寄将书发给他。

遗憾的是，在1900年左右，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将大量书籍重新装订，其中可能包括三分之一带有批注的著作。在此过程中，书页被过度裁切，导致尼采的许多批注（特别是较长的评论）丢失，或者只剩下残缺不全的片段，往往难以卒读。

尼采的藏书之所以如此少地被利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尼采本人曾声称自己读书很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座位于魏玛的图书馆在民主德国时期几乎不对访客和研究人员开放。目前还没有全面深入探讨尼采的阅读及其藏书的研究，关于这一主题发表的文章也寥寥无几。

该图书馆目前包含约1,000种或2,000册图书，其中约450册带有批注或划线（约150册带有大量批注）。

此外，还有约250本书折有书角，但没有其他阅读痕迹。馆藏中带有阅读痕迹的书页总计估计有18,000页。尽管尼采曾经拥有的许多书已经遗失，但这批藏书似乎仍相对完整。这一遗失情况在纯文学类书籍中尤为突出。

对尼采藏书的整体概览表明，古代作家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研究构成了最大的一类。希腊作家的数量是罗马作家的两倍多，且尼采在希腊作家作品上所作的批注和下划线频率是罗马作家的三倍。在关于古典时代的著作（即二手文献）中，只有少数带有标记，且标记的篇幅很少。第二大类由可归为纯文学和文学史的书籍组成。其中德语文学所占比例最大（约65种），紧随其后的是法国文学（约60种），其中一半是法语原版；1880年后，尼采已能熟练掌握法语。尼采也会阅读法语版的斯特林堡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这些书现已不在藏书中）。

第三大类是“哲学与心理学”领域。这一类别的书籍带有批注的比例远超其他类别。其他重要的类别包括“自然科学、数学与医学”、“美学、艺术史与音乐”、“历史、文化史、政治与经济”以及“宗教与神学”。这四个领域的书籍带有阅读痕迹的比例大致相同。另一个有趣的类别是“法律史”。该类别仅包含十种书籍，其中六种带有大量的划线和批注。其中一半的书目出版于1883年或之后，这清楚地表明这是晚期尼采的一个新兴趣所在。

尼采曾声称自己读书很少，但他实际上是一位勤奋而活跃的读者，远不像他所标榜的那样“不合时宜”。他经常阅读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并从中获取灵感。作为一名读者，尼采比人们从其公开出版的言论中所推断的更为宽容且见多识广。密尔、莱基和贡古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尼采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曾对他们进行过严厉批评。然而，尼采在密尔、莱基和贡古尔作品的个人藏书本上，却写下了大量如“是”、“好”和“很好”的批注。

尼采主要用铅笔做批注。有时他也会使用红笔或蓝笔。在年轻时，他经常使用棕色或黑色墨水书写。偶尔会在同一本书和同一页上同时发现铅笔和彩色铅笔的批注，这表明他曾多次阅读。除了页边距处的划线和正文下划线外，最常见、反复出现的批注是：“NB [注意]”、“!”、“好”、“很好”、“?”、“不”、“好极了”、“错”和“为什么？”。在法语书籍中，一些较短的批注是用法语写的。偶尔也会出现诸如“蠢驴”和“畜生”之类的脏话，但比较罕见。

尼采糟糕的健康状况经常给他的阅读带来困难。有时他会让别人为他朗读（他甚至为此雇佣过陌生人），但大多数时候，尽管频繁遭受偏头痛发作和严重的眼疾困扰，他的阅读量仍相当大。

粗略估计，尼采的实际阅读量大约是目前藏书量的两倍。在他最后四个活跃的年头里，他似乎平均每周读一本书，并大约每两周买一本新书。

托马斯·H. 布罗布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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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著作（1852–1869）

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位哲学家——对他而言，关于生活与思想之联系的问题，乃至关于谱系和生成的普遍问题，都将具有核心意义——人们对其自身传记与精神历程之开端的兴趣，或许也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然而，即使撇开这些特定的问题不谈，N.（尼采）的早期手稿也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其普遍的文化史价值，更是因为其在哲学史上的特殊性：在19世纪的其他重要人物中，没有任何人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遗稿在数量上能哪怕只是近似地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尽可能完整地考察N.的早期手稿，便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从其早期的开端起步，一步步地追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与学者一生的发展轨迹。为了满足这些诠释学要求，本文第一部分将：1. 对N.青年时期著作的手稿存量及其版本编辑进行基本探讨；2. 论述对其进行文本解释的各个层面；3. 通过实例（如对↗叔本华哲学及↗佛教的接受）来揭示N.如何接触到决定其后续思想轨迹的核心母题。在第二部分，将重点论述N.在学生时代（1854–1864）的著作。

I. 手稿存量

除去伊丽莎白·福斯特-N.在其兄长传记中的零星披露，以及MusA（穆萨里翁版）第1卷中的节选之外，青年时期的著作首次被编辑出版是在BAW（历史考勘版）第1至5卷中。首先应当肯定，该版本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对文本进行了精确的语文学破译；然而，通过对魏玛歌德与席勒档案馆（GSA）原始藏卷的研究表明，在上述优点的背后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在重新编辑青年时期著作时是必须极力避免的：首先，BAW不够完整；其次，其在时间顺序的编排上缺乏统一性；第三，其系统构想也不能令人满意。BAW最严重的缺陷莫过于其不完整性；严格来说，它并不能算作全集，因为其中缺失了N.手稿的几个重要部分，而且编者并未对此给出具体的理由。这些缺失的手稿既有整体遗漏的，也有部分缺失的。在学生时代的手稿中，翻译、抄本、听课笔记、书目、摘录、课堂笔记等完全缺失（例如参见BAW 2, 457–459，此处仅提及了它们的名字）。此外，遗稿中保存了大量学校课堂笔记，它们显然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潜在的出版计划之外了。同样缺失的还有在新年或至亲生日时赠予他们的诗歌抄本，其中部分还带有反映特定场合的日期。在大学时代的手稿中，缺失了一些传记笔记、诗歌等，此外还有（例如）具有启发性的读书笔记；特别是大学讲座的听课笔记也付之阙如。即使是那些已被收录的文本，也遗漏了大量详尽的或看似偶然的文本异文与草稿。此外，该版本的年代学编排充满了矛盾；除其他问题外，这体现在BAW将N.孩童时期最早的笔记编排在第1卷的附录中，而按照时间顺序，本该以此作为开篇。在其他各卷中也能发现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第3卷中，哲学笔记（317页及以后）在时间顺序上与紧随其前的笔记存在重叠。这与其系统方法的缺陷有关，下文将对此进行探讨。该版本几乎没有体现出一致的系统性标准。将手稿中的某些笔记以据称易于识别、“作为一种纯粹的哲学异物”为由剔除出去，这种做法似乎是值得商榷的（BAW 3, 439）；除了上述这一具体问题外，整个版本还贯穿着一个普遍性问题。编者并未具体说明在多大程度上应纳入或排除听课笔记。此外，还需要系统地澄清应如何具体评判其与↗Philologica（语言学文稿）的关系，后者在KGW（考勘版全集）中被编入了单独的一个部分（第II部）。手稿存量引发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关于青年时期笔记在年代学上的“起点”问题。据我所知，在所有重要思想家中，还没有谁的童年和学生时代著作能像N.那样保存得如此之多，绝无仅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其他的全集版本可以作为贯穿始终的参考标准。在GSA保存的大量遗稿中，例如G.毕希纳确实留下了文理中学时期的笔记本，但数量极少。在经典哲学家的权威全集中，迄今为止关于文理中学时期材料发表得最详尽的似乎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参见F.恩格斯，MEGA IV/1, 437页及以后：关于该附录，编者称其提供了“补充性质的证据”[导言, 13]；关于K.马克思的高中毕业考试论文与文学尝试，参见MEGA I/1, 449页及以后）。对这一事实的评估是困难的：一方面人们可能会认为，正是考虑到N.后期著作的重要性，他孩提时代的所思所写似乎显得无关紧要；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其极大的重要性，也将人们的兴趣引向了他早期的精神发展与塑造过程；此外，N.本人也认为个体的生命语境对思想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传记与著作是不能被轻易割裂的。尤其是最后一个理由，似乎极大地支持了将整个早期遗稿出版的做法。因此——就像书信集一样——必须从最早的笔记开始编排。现存的N.亲笔笔记可以追溯到他很小的童年时期。这种独一无二的文献留存状况给编辑工作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必须阐明的是，儿童时期的N.留下的所有文字资料，究竟应以何种形式在全集中出版——既然这（首次）是一套完整的全集，那么先验地剔除某些文本类型将是武断的。此外，版本史所提供的两个既成事实，也反对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笔记采取选择性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在BAW中已经出版了N.大约从十岁（1854/55年）起的笔记；另一方面，在KGB（考勘版书信集）I/1中，也发表了N.自文献留存之初——即包括这个5 12 岁（！）孩童——的书信。就目前保存下来的文献而言，书信记录始于1850年6月1日，除了一份在1847年6月15日父亲写给埃尔德穆特、罗莎莉亚和奥古斯特·N.的信中，以孩童笔迹写下的问候语（GSA 71/311, 1）之外。鉴于书信文献的编辑具有强烈的传记色彩，从童年书信开始编排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由于这一早期阶段的其他笔记同样具有重大的传记意义，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非书信类的手稿。基于上述阐述，新版全集严格遵循了时间顺序，在KGW I/1中便以N.本人撰写的最早笔记作为开篇。同理，将听课笔记和学校材料视作无关紧要而加以剔除，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听课笔记在童年与青年时期遗稿中的重要性。《青年时期著作考勘版全集》除了收录N.本人构思和撰写的文本外，还收录了他在学校教育期间的听课笔记、摘录、翻译、练习以及其他材料，也就是说，这些文本主要包含了对他人思想及其他作者文本的复述；它们还被标以与主体部分不同的代码（1A，2A等），以便从一开始就将它们标识为接受性的文本。在全集的语境中收录这些文本类型，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理由：抛开保留有中学生和大学生时代摘录与手稿等这一在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不谈——这些遗稿的意义超越了哲学范畴，对教育学、心理学、神学等众多学科皆有价值——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正是通过这些文本，N.的求学过程、老师和阅读对他产生的影响、他非常早期与重要作家的接触，以及许多其他对他的著作生成及其传记（N.的生活）至关重要的方面，都被记录了下来，从而具有了可研究性。因此，在已出版的遗稿基础上，人们在进行文本解释时，就有可能发掘出青年N.在思想接触方面崭新且未知的维度，从而首次得以将这一早期阶段的文本予以全面的考量。青年时期著作的时间跨度从N.最早的非书信笔记（1852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69年，也就是N.移居☐巴塞尔并开始担任教授的那一年。

II. 个人生活与时代历史的关联

在对N.思想与生活的诠释学考察中——这不仅适用于其青年时期，而是从这一时期便已开始，并且在某些方面尤其适用于青年时期——凸显个人生活与时代历史的关联显得尤为重要。从上文所述已然可以明显看出，N.传记的书写无法脱离多重语境的参照；例如，关于学校和学生时代的文献资料，还有关于宗教传播的内容、宗教课程、布道学的资料，以及对他本应适用的教育前提的论述（如瑙姆堡和普福尔塔的教育指导思想），都应当被纳入这种解释之中。当然，同时也必须纳入当时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与历史事件，特别是1848年前后发生的事件，因为可以想见，这些事件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儿童产生了影响。为了避免在此仅作主观臆测，有必要把握这些重大事件所具有的地方史背景，为此应当考察关于1848年在洛肯及其周边地区所发生之事的报道，并研究这些事件如何对50年代初的瑙姆堡产生影响。有关瑙姆堡时期的相关材料在此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以此为出发点，N.与革命或与社会主义思想之关系的议题也必须在总体上被重新审视。众所周知，N.的父亲曾极为震动地获悉了1848年革命。若不考虑到部分保存在家庭档案馆中的相关笔记（参见Schmidt 1995），甚至包括为患病父亲所开并同样保存下来的医疗处方，我们对洛肯时期的家庭生活及家务状况也几乎无法得出确凿的结论；在这一背景下，应当全面展开整个医学-精神病学问题的探讨（参见Volz）。如果将生活史与著作史结合起来——即进行一种内在生命历程的解释——那么，人们就必须明确：对于童年与青年及成年时期关系的人类学观念是怎样的，采用何种心理学层面的阶段模型（借鉴弗洛伊德、埃里克森、荣格或其他人），以及在此如何界定心理学或传记概念与哲学理解之间的关系。为了进行一种不加删减地涵盖生活与著作的全面解释，需要对心理-传记环境的所有方面及其文化-思想史语境进行详尽的阐释。只有综合考察这些多重维度，才能为理解N.核心的——乃至边缘的——存在经验与主张奠定充分的诠释学基础。通过N.的自我阐释，可以展现这种具有塑造作用的童年经历的一个实例。N.早在孩提时代就在积极的语境下接触到了↗音乐，这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在《漫游者及其影子》（Der Wanderer und sein Schatten）第168条中写道：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初次尝到了许多事物的甘甜蜜汁，此后蜂蜜再也没有那时那般甜美，它以初春、第一朵花、第一只蝴蝶、第一份友谊的姿态，诱惑着我们去生活，去度过漫长的一生。那时——也许是在我们九岁左右——我们听到了第一首音乐，那是我们最早听懂的音乐，也就是最简单、最充满童趣的音乐，它只不过是保姆摇篮曲和街头艺人小调的延续而已。[] 当我们听到那些意大利的花腔旋律时，我们的感觉便与那些最初的音乐狂喜——我们生命中最强烈的狂喜——联系在了一起：童年的幸福与童年的失落，那种将最无可挽回之物视为最珍贵财富的感觉，——它触动了我们灵魂的琴弦，其强烈程度是哪怕最丰富、最庄严的当代艺术本身也无法企及的”（参见Montinari 1991, 13）。



这则格言不仅表明N.的音乐理论笔记有着不可否认的传记根源，也证明了这位思想家的一般性论述几乎总是与其自身的生命体验交织在一起。音乐使他能够触及并表达潜意识感受中更深的层次；早在文理中学时期，音乐就成为了他描绘万物运作的隐喻。但同时，N.也为理论上通达现实的途径所吸引——这种困境例如体现在他文理中学，特别是大学时期的音乐与艺术理论思考中，这些思考已经预示了《悲剧的诞生》（KGW I/2, 473 页及以后；参见 Figl 1992）。

III. 大学生时代 (佛教, 叔本华)

N.大学时代对其哲学发展的重要性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其原因在于，直到今天，他所记录的大学讲座听课笔记仍未出版。然而，只有它们才能揭示大学时代对N.产生的那些重要影响；它们往往记录了N.与历史上及当代的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最初接触（参见Figl 1984, 71–95）。因此，保存在GSA中的N.所听讲座的笔记手稿，也能为探究他与非基督教宗教（↗佛教）和欧洲以外文化的接触（只要这种接触能够被证实）提供重要的线索。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是N.在1865年夏季学期于波恩听卡尔·沙尔施密特（Carl Schaarschmidt，1822–1909）的“一般哲学史”讲座时所作的笔记。沙尔施密特本人也曾是普福尔塔寄宿学校的学生。N.在波恩求学之初就与他取得了联系；来自普福尔塔中学的古典语文学家卡尔·斯坦哈特（Karl Steinhart）为N.和保罗·多伊森（Paul Deussen，↗朋友）写了一封推荐信，沙尔施密特以真诚的坦率，在第一学期中多次邀请这两人到他家中做客（参见1864年11月10日、12月7日和9日、12月底以及1865年1月11日的书信，KGB II/1, 18, 21页及以后, 35页及以后）。值得一提的是，1887年N.甚至还请人将他最后的著作之一《道德的谱系》（Genealogie der Moral）寄给了沙尔施密特（参见KGB III/5, 188）。在N.关于沙尔施密特讲座的笔记中，↗佛教出现在一个重要的语境中，并得到了中肯的特征描述，因为它在导言中被明确提及，随后又在论述新柏拉图主义之前被立刻提及（参见Figl 1989; 1991）。这令人感到惊讶，因为沙尔施密特讲授的并非世界哲学史，而是将其论述局限于欧洲哲学。关于东方哲学，在“古代哲学”这一标题下仅有一句：“我们干脆将东方哲学排除在外”（8；这份在撰写本文时仍未出版的手稿，档案号为：NFG/GSA 71/41，此处仅引用页码。作者J.F.的补充说明用方括号标出）。尽管如此，印度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佛教，在开篇的一般性探讨中仍然被提及了。在一种让人想起黑格尔的世界史视角中，思想被分为了三个阶段：“三大阶梯：印度的、希腊的以及近代的。（后者处于基督教的影响之下。）印度哲学尚未得到充分的考察，它只展示了一些元素，而没有逻辑上的进步，[]。”（5）。根据N.的笔记，在印度思想内部，沙尔施密特特别指出了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从“婆罗门宗教体系”出发，他提到了“对吠陀经的评注”（5），随后指出“数论派哲学”“[表现出]摆脱正统观点的自由”，并补充道：“他们有一种偏爱哲学格言的恶习”（6）。在列举了“三大主要对象：1. 神圣事物，神与创世 2. 灵魂与禁欲的强迫 3. 逻辑学说”之后，紧接着是一段类似总结的话：“泛神论的基本特征，世界是神的流溢，人类的灵魂亦然。虽然没有经过逻辑证明。而是作为依据吠陀经、依据民间体系的断言。褪去尘世不完美的枷锁是禁欲的目标。灵魂轮回便是推论（）。”（6）。在提到“摩奴法典”之后，紧接着在此前引用的段落末尾，出现了一句关于佛教的意义重大的论断：“在佛教中，它[推测是指：泛神论的基本特征；J.F]更深地陷入了泛神论的虚无主义。涅槃，即‘毁灭’，便是目标”（6）。在这种特征描述——人们几乎可以说这是“定义”——中，有两个方面引人注目，并在解释中应被进一步强调。也就是说，一方面，佛教在此被定性为虚无主义，并且通过提及随后的术语“涅槃”和“毁灭”使这一定性得到了深化；另一方面，这是一个泛神论的虚无主义，根据沙尔施密特的论述，这就建立了其与整个印度思想的联系。因此，佛教极早就在一个实质性的语境中，出现在了N.第二学期的讲座听课笔记中，并被名词性地定性为虚无主义，同时形容词性地确定了其泛神论的特征。

由此可见，沙尔施密特的哲学史讲座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决定了N.对佛教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特征界定。然而，在传记层面上令人印象更深刻的——至少按照N.的自我理解——是他与叔本华的相遇（↗19世纪的哲学与神学），这也间接传达了对一般印度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的认知。现在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他）可能最初对叔本华的了解，也是在沙尔施密特讲座的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在N.听课笔记的最后几页中，可以找到摘自《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第一卷附录的一段摘录，标题为“A. 叔本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59）。而且这实际上是一份摘录，它对应于N.所使用的叔本华代表作第三版（莱比锡，1859年）第一卷的第494–500页。由此看来，N.早在他于波恩求学期间就已经接触到了叔本华的思想。可是他自己在回顾莱比锡求学时光时却说，他是在莱比锡才第一次读到叔本华的。随着对叔本华著作更深入的探究，其随之而来的论辩也愈发强烈，这尤其体现在他对佛教核心概念“涅槃”（Nirvâna）别具一格的使用上。在一份对1867年复活节至1867年秋季（即在莱比锡的第四个学期）的表格化回顾中，我们还发现了这样的笔记：“自然之乐。‘涅槃’”（BAW 3, 315；参见KGB I/2, 235, 247）。他试图在引申的意义上，用“涅槃”一词来概括自然体验和艺术体验。这反映了他与叔本华思想及其对这一佛教基本概念之使用的内在亲近性，但同时也展现了一种新的强调，本质上修正了最初那种虚无主义的理解。这个最后引用的例子可以阐明，如果仅仅从接受性层面（毫无疑问，它们具备这些层面）来解读N.的青年时期著作是不恰当的，我们还必须同时从其开端处发掘出其思想的独立性与不可混淆的独特性。同样，以演绎的方式从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中推导N.后来的思想轨迹，并过度相对化其新起点和后续发展，也是不合适的。当然，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是，通过了解他青年时期甚至童年时期的笔记，人们能够在重要维度上更全面地理解N.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在生命历程中产生的新洞见，这不仅仅局限于传记层面，在内容层面上同样如此。

约翰·菲格尔 (Johann Figl)


I V. 学生时代的著述 (1854–1864)

除了按时间顺序分为就读瑙姆堡大教堂文理中学之前的笔记（至1855年秋）、尼采在瑙姆堡大教堂文理中学第五、第四和第三班度过的时期（根据1855年秋至1858年夏瑙姆堡大教堂文理中学的学校记录证明），以及他在普夫尔塔州立学校就读的时期（1858年秋至1864年夏）之外，尼采学生时代的笔记在内容上可以分为六类。首先是 (1) 学校笔记（如听课笔记、摘记簿、练习），然后是 (2) 摘录 和 (3) 学校作业（自由发挥的德语和拉丁语作文及诗歌），(4) 家庭范围内的记录（在家庭节日中朗诵的预先写好的诗歌），(5) 家庭范围内独立完成的作品（例如作为生日和圣诞礼物的诗歌和作文，特别是（↗女性）送给母亲弗兰齐斯卡·尼采-奥勒的），最后是 (6) 出于自发意愿（特别是为“日耳曼尼亚”交友同盟）创作的作品。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得出确切的归类。此外，在那些独立创作成分更重的文本中，接受（reception）的成分也不能因此就被低估。接下来将概述尼采作品的主题重点，这些作品更侧重于独立创作，即第 (3)、(5)、(6) 类。这种分类当然是启发式的，并不排除某种程度的模糊性。

除了最初的诗歌和戏剧尝试外，关于军事主题的笔记——主要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消息背景下产生的——在尼采1854年至1856年初留存的笔记中占了很大篇幅。对于这些笔记，正如这个男孩最初的一些戏剧尝试一样，它们应该定位于尼采、平德尔和克鲁格三个家庭的儿童游戏背景中，正如从尼采在此背景下的笔记、他的第一部自传（1858年）和他母亲的日记，以及保存在歌德-席勒档案馆（GSA，72/2806）中的其友威廉·平德尔自传的副本中所能推断出的那样。在1856年至1858年间，诗歌尝试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1856年的首批诗集（9首诗和一篇献辞；KGW I/1, 115–125）和1858年的诗集（8首诗和一首献诗；KGW I/1, 215–226）得以保存下来。从1857年的笔记（KGW I/1, 180, 3 [2] 和 3 [3]）中可以推断出，尼采曾计划编纂这样一部诗集。但是，这些草稿并不能让人确切了解这部（如果写成的话，无论如何也没有保存下来）诗集的结构是如何安排的。在这些年的诗歌中，年轻的尼采部分借鉴了当时德国文学经典中的榜样，不过这种借鉴更多是形式上的，而非内容上的。类似地，在1857年的一个中篇小说片段中，他改写了歌德《狮子》小说（↗德国古典主义）的开头，但看不出在内容上对原著素材有任何借鉴（参见 Hödl 1994b）。当然，有些文本是在学校背景下产生的，例如关于赫克托尔的告别（KGW I/1, 261；带有席勒处理该题材的痕迹）或伊阿宋与美狄亚（KGW I/1, 246及以后；255；根据奥维德《变形记》第七卷）的韵律尝试就是这种情况，这可以从瑙姆堡大教堂文理中学的学校记录中看出。在内容上，可以发现他处理了大量的题材。首先是古希腊的主题，既有历史素材（参见 KGW I/1, 132及以后），也有对传说的加工，如刻克洛普斯（KGW I/1, 134及以后）、安德洛墨达（同上，136及以后）、列奥尼达与忒拉刻斯（同上，139及以后）或劫持普洛塞庇娜（同上，187及以后）。1856年的戏剧尝试以希腊神话世界为背景。由于史料的状况，关于奥林匹斯众神和受考验者这两部草稿之间的关系无法完全弄清。只有后者留下了一个文本片段，但两者的演员表（“戏单”）都流传了下来。尼采1858年的自传（参见 KGW I/1, 309），正如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的传记和弗兰齐斯卡·尼采的日记条目（参见 Goch 1994, 207）一样，让人有理由认为后者已融入前者之中或被前者所取代。希腊众神也是1858年一部具有部分幽默色彩的戏剧草稿特洛伊的毁灭（参见 KGW I/1, 233–238）的主角。此外，还保存了一部名为奥卡达尔的戏剧草稿，该剧处理了十字军东征的主题（撒拉森人/基督徒）（参见 KGW I/1, 165及以后）。需要注意的是，尼采自己在1858年的自传中指出，他1856年的这些剧本（受考验者或奥林匹斯众神以及奥卡达尔）是“与威廉[平德尔]合作编写的”（KGW I/1, 309）。

航海经常是尼采最初诗歌尝试的主题。其中包括诗歌海暴 (KGW I/1, 116 f.)、拯救 (同上, 119)、一叶轻舟行驶在海上 (同上, 122)、海面上漆黑一片 (同上, 148)、水手之歌 (同上, 224)，以及对哥伦布发现之旅的描写 (同上, 267 f.)，这一题材后来在曙光和快乐的科学的隐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且也被尼采在自由鸟王子之歌中作为主题（参见 M, Nr. 575, KSA 3, 331; FW, Nr. 124, KSA 3, 480; FW, Nr. 289, KSA 3, 529 f.; KSA 3, 649; N, KSA 10, 12; KSA 14, 661）。年轻的尼采经常将这一主题与自然暴力的描写结合起来，例如在上述诗歌海暴和一叶轻舟行驶在海上中。1856年的诗歌雷暴 (KGW I/1, 122及以后) 和1858年的一场雷暴 (同上, 220) 描述了雷暴的破坏力。此外，人们也能找到对带有积极色彩的自然体验的描绘，例如在1856年借鉴马蒂松诗作的诗歌哀歌中，在五月之歌（仿效赫尔蒂；1856年；KGW I/1, 146 f.）中，以及在诗歌草稿 4 [30] (同上, 244)、4 [36] (同上, 250)、4 [42] (同上, 253) 中。在一些草稿中，特别是1858年的草稿中，一种对未来的某种焦虑被积极的自然体验的主题所对抗，如 4 [41] (同上, 252 f.)。此外，还保存了对基督教领域主题的处理，例如1857年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母亲的一篇散文作品 (KGW I/1, 204 f.)，以及拼凑了赞美诗元素的众赞歌草稿 (同上, 195及以后)，还有1858年的诗歌草稿（参见 KGW I/1, 239及以后中的一些草稿）。基督教的主题有时与积极的自然体验的描绘相结合 (参见 4 [51]; KGW I/1, 260)，正如人们也能找到消极的自然暴力与神圣愤怒相结合的例子 (参见 4 [19], 前引书, 239，不过那里提到的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无论如何，可以断定古典时代的主题比基督教主题占优势，但后者并未缺席。尤其是 H.J. 施密特在他对尼采最早笔记的解释中，阐明了古典题材的主导地位，不过他对这一情况的评价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约尔根·凯尔（Jørgen Kjaer）和施密特之间关于希腊精神对年轻尼采的重要性的讨论（Nietzscheforschung 2, 341–380）。

1857年关于“寻找幸福”主题的创作，作为一个明显独立的大型草稿引人注目，遗憾的是它仅以片段形式流传下来。在几次不同的尝试中，描绘了一个名叫阿方索（Alfonso）的男子的生活轨迹，他在理论和实践上踏上了寻找“何为幸福”这一问题答案的旅程 (KGW I/1, 175–180; 185–187; 参见 Schmidt 1990, 239–269; 274–293)。尼采在1858年的自传中特别提到了这个草稿 (参见 KGW I/1, 291 f.)。这一时期篇幅最长的独立作品是尼采1858年的自传，这是一部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它展现了这位十三岁的中学生已经成为一个有“遗产意识”的作家，正在对他迄今为止的诗歌成就进行交代。此外，他还描绘了自己此前的成长历程、社会环境以及略肯和瑙姆堡这两个地方，并对他其他方面的兴趣，如音乐和绘画，进行了说明。18岁的他在1863年的自传中也察觉到了自己这些观察中略带的小大人般的早熟特质 (参见 Hödl 1999b)。关于1858年文本的接收者和目的是有争议的。施密特 (1990) 认为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文本，并且他还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在撰写尼采传记时可能掌握了该文本的两个版本，而赫德尔（Hödl, 1994b）则对这两种假设都提出了反驳。

1859年对普罗米修斯题材的戏剧处理也显示了对他自己写作尝试的批判性反思，尼采在这部作品之后附上了一种批评和多人之间的讽刺性对话——描述了虚构的观众反应 (参见 KGW I/2, 36–51)。尼采在普夫尔塔时期的作品，当然只能在这里作举例说明。值得一提的是尼采在“日耳曼尼亚”交友同盟中所作的报告文本，正如卡尔·洛维特 (Karl Löwith) 已经注意到的那样 (Löwith 1938, 495 f.)，尼采在其中探讨了将世界历史作为救赎史的基督教解释的合理性问题，特别是在与演化理论相关的背景下。在论文民族的童年 (1861; KGW I/2, 235–243) 中，他就在文化发展中建立一种具有内在论证的发展理论和一种以救赎史为导向的演化理论进行了思考。在短篇论著命运与历史 (1862; KGW I/2, 431–437) 中，他将这一问题与关于自主与他律关系的问题结合了起来。如果我们不被“习惯”、“偏见”和童年的印记所决定，我们就能更容易地对传统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然而，重新评估基督教传统这一事业是一项毕生的工作，因为它关系到要推翻两千年的权威，并对数千年来的哲学意见之争作出裁决。

除了“推翻”传统“观点”的破坏性工作之外，他还看到了建设性的任务，即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统一起来，并从自然科学和历史中建立一个实在的体系。紧接着，他反思了作为一个年轻人完成这样一项任务的不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的中心位置——在描述怀疑地质疑传统者所处的无保障处境时——航海的意象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无边无际的思想海洋的中心，人们常常渴望回到坚实的陆地：在徒劳无功的思辨中，对历史和自然科学的渴望曾多少次悄然袭上我的心头”（KGW I/2, 432）。基督教传统的诉求与可能的替代性世界和历史解释之间的斗争在理论领域被视为未有定论，而同意传统的决定性因素来自于个人经历的事件，这些事件将我们带回“古老的童年信仰”。在寻找一种减轻来自传统的压力的方法时，尼采提出了最初对道德的批判性质疑。需要指出的是那些以片段形式保存下来的关于音乐本质的笔记（音乐），它们涉及在“日耳曼尼亚”交友同盟中讨论的关于“音乐的本质”的问题 (KGW I/2, 473及以后)。在这些笔记中，一方面预测了悲剧的诞生的部分主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尼采对理查德·瓦格纳艺术评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纽带。在1858年的自传中，他仍然拒绝瓦格纳的艺术，但在用三种语言（拉丁语、德语和希腊语）写成的关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毕业班长篇论文俄狄浦斯王的第一首合唱诗 (1864) 中，他已经——在明确提及希腊悲剧时——对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Philologica) (参见 BAW 2, 376 f.)。

另一个在学校作业与个人兴趣交汇处产生的重要视角，是由这位毕业班学生的文学史研究所开启的。人们可以确定——不去追究这是否符合外界的规定还是自我引导的——这位次高年级学生主要关注历史问题，而当他作为毕业班学生时，他则将文学史问题置于其工作的核心。如果说我们在他次高年级时，即1862年，拥有大量保存下来的历史课听课笔记，以及尼采主要从历史著作中摘录的笔记和部分与此对应的独立作品，那么从他毕业班时期保存下来的笔记和摘录，除少数例外，几乎全都可以归入文学研究的领域。留存给我们的1862年的资料中，有关于英国历史著作的摘录，有对蒙特社会史、门采尔近四十年史以及格维努斯历史著作的摘录 (参见 KGW I/2, 389–412; 487–509)。相比之下，从他的毕业班时期留存下来的则是诸如对海特纳文学史的摘录 (GSA 71/219; MP V 25)，一份名为关于德国文学的讲座的手稿——梅特似乎错误地将其归入了大学生时期 (GSA 71/219; MP V 36; 参见 BAW 2, 459) ——或者还有一份对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美学著作的摘录 (MP V 23)。这种重心的设定也体现在尼采处理的主题中。除了已经讨论过的作品外，这里还要提到1862年关于拿破仑三世的报告，该报告可追溯到门采尔的摘录；同样，他对特奥多尔·蒙特的关注，正如从威廉·平德尔对尼采的拿破仑报告的反应中所知，与“日耳曼尼亚”社团内的讨论有关 (参见 Hödl 1999a)。

关于东哥特国王厄尔曼纳里克（Ermanarich）的传说吸引了处于次高年级和毕业班时期的尼采，尽管视角发生了变化。如果说1861年尼采向“日耳曼尼亚”同盟展示的是历史素描 (KGW I/2, 274–284)，那么他在1863年秋季那份长篇详尽的、历史-批判性的学校作业则是关于该传说的塑造 (BAW 2, 281–312)，即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处理厄尔曼纳里克的素材。尼采在1863/64年间形成的比较文学史视角，无疑预示了他后期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参见 v. Reibnitz 1994; Gerratana 1994)。这里要特别提到他的工作计划假期用 (参见 BAW 2, 221) 以及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作品。1863年夏天，尼采致力于着眼于比较心理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他特别研究了尼伯龙根之歌、尤维纳利斯和佩尔西乌斯，以及《新约》。在此过程中，他提出了诸多问题，并在笔记形式的记录中作出了回答，这表明他进行研究并非为了探讨不同史诗中出现的人物性格描写，而是探究什么样的前提导致了什么样的性格表现。在这一计划中可以发现，尼采对描绘中的基督教与异教关系十分感兴趣。尼采打算交替阅读异教的古代作家、《新约》以及尼伯龙根之歌，他在关于后者的笔记中写道：“应当敏锐地突出异教和基督教的观念”。在对《尼伯龙根之歌》的注释中，他写道：“信仰是奇特而外在的”（BAW 2, 225），他在“发生学评论”为题下写道：“异教的元素。在伦理和神话方面基督教的回响”。尼采总是将这一问题与审美立场结合起来。对于尼伯龙根之歌，他写道：“审美视角”；对于佩尔西乌斯和尤维纳利斯：“主要是从审美的立场”；他提出了关于讽刺文学和耶稣言论中的诗意问题。此外还有对美和自然享受理论的研究，这尤其体现在他对爱默生关于美的散文的研究中：在有关自然享受的相关笔记中，涉及的是审美体验在主体中的构成。此外，尼采还探讨了运用何种外在手段来表现内在过程。对于佩尔西乌斯和尤维纳利斯，他在强调审美立场之后，在假期工作计划中注明：“借以推断这些人的性格及其时代”。此外，他提出了一个将审美考察与心理学问题结合起来的问题：“德国和希腊的民族史诗是通过哪些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心灵悸动的”（BAW 2, 226）。在谈到古德伦时他也有类似的表述。最后，他在这些研究中通过视角主义实现了一种拉开距离的审视：尼采学会了超越那种从文学在他心中唤起的效果出发的幼稚阅读，并学会了从文学中意图达到的效果以及为实现这些效果所采用的手段，来推断出“其人及其时代”——即作家及其社会文化条件——的性格特质。因此，他不再问可以从一部作品中为性格研究得出什么结论，而是问这部作品揭示了其创作者的什么信息。这种谱系学的视角帮助他保持距离。例如，当他不再仅仅将尼伯龙根之歌中被夸大到极致的激情解读为扭曲，而是将其解读为深刻本性的表达时，或者当他提出究竟该如何将“作为大众演说家的耶稣”进行审视的问题时。这种考察方式似乎已偏离了旨在带来精神启迪的圣经阅读。取而代之的是，他那——零碎的——分析在某些地方显然受到了关于意图效果以及为此所采取手段的问题的引导：在那些比喻中揭示了怎样的性格？从而，当然也就为探究诸如异教与基督教关系这样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普福尔塔时期N.的笔记中还有第三条主线，即自传性质的著作；其文本证据可追溯至1858年夏天，也就是他转入普福尔塔州立学校之前，并一直延续到他的大学时代。N.从小就对自己的生平有着非常自觉的反思，正如青年N.众多流传至今的自传性笔记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些类日记形式的笔记中，值得强调的是1859年夏初秋时期那份篇幅宏大且详尽的日记。这本日记展现了事件记录与自我规划的双重性质，这也是青年N.自传大多具有的特征（KGW I/2, 98–136）。在纯自传性作品中需要提到的是：13岁的N.于1858年夏天写下的我们所知的第一部自传，题为《我的一生》（Aus meinem Leben）——就像歌德的《诗与真》（Dichtung und Wahrheit）一样（KGW I/1, 281–311）。N.在普福尔塔的第一篇学校作文：《我的一生》（Mein Leben）（KGW I/2, 3 f.）。1861年5月的一篇学校作文：《我的履历》（Mein Lebenslauf），该文保留了两份早期草稿（参见 KGW II/1, 255–263）。1863年9月18日的自传《我的一生》（Mein Leben），在伊丽莎白·福斯特-N.的遗稿中被发现，首次发表于1936年N.档案馆的影印版中。附在普福尔塔学校毕业论文后的自传（BAW 3, 66 ff.）。《回顾我在莱比锡的两年》（Rückblick auf meine zwei Leipziger Jahre）一文（KGW I/4, 506–530, 60 [1]），以及最后N.在被聘为巴塞尔古典文献学副教授之际为巴塞尔教育局撰写的自传，连同其具有启发性的早期草稿（BAW 5, 250–256）。创作《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时期的笔记证明，N.在那些年里曾研究过自己青年时期的传记性文稿（参见 Montinari 1982）。在1858年至1869年间早期的自传草稿和反思中，N.的教养计划展现为一个核心主题。这指的是一种自我设定的计划，而不是外界赋予他的教养。那些兼具人生回顾与人生规划双重性质的笔记——无论它们出于何种不同的原因而产生，也无论它们面向何种读者——都无一例外地触及了这一自我设定的教养计划的主题，尽管其评价和侧重点在不断发生变化（参见 Hödl 1997）。N.本人在《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第二节的开头提及了这一教养计划——即他自我教育的努力（KSA 1, 34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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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格拉尔德·赫德尔（Hans Gerald Hödl）


从《悲剧的诞生》到《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1871–1878）

承接献给瓦格纳的序言中的基本公式，即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任务和真正的形而上学活动”（GT, KSA 1, 24），这部著作（从1868/69年到1871年底由许多初稿发展而来）将著名的“↗日神与酒神的二元性”确立为所有艺术的条件。它们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冲动”，类似于生殖中两性的极性；它们的对立产生了两种对抗的艺术倾向，即具象-造型的倾向和“非具象”-音乐的倾向，它们共同的命运塑造了艺术。源自希腊神话的命名指向了作为典范的希腊艺术史，在它的顶峰，冲突的力量得以和解，并从它们的“交媾”中诞生了阿提卡悲剧。

尼采通过“梦”与“醉”这两种生理现象的类似对立来阐明这种二元性，从而首先借助卢克莱修和瓦格纳，将梦的世界（“外观”的世界，或者用叔本华的话说：个体化的世界，GT, KSA 1, 26）描绘为造型艺术以及具象-造型诗歌的前提。对希腊人来说，限制的原则与力量就是他们的阿波罗（日神）。相反，狄奥尼索斯（酒神）被比作“醉”，代表了一切生命狂热的统一，代表了人与自然的和解，为了刻画其特征，尼采唤起了贝多芬的《欢乐颂》。日神状态下的人是艺术家，而酒神状态下的人本身就是艺术品。尼采敏锐地强调了酒神式的希腊人与古代世界“从罗马到巴比伦”的“酒神式野蛮人”之间的具体差异（GT, KSA 1, 31；参见Jähnig 1975）：这种差异恰恰在于与日神精神的关系，即德尔斐式和解的可能性，“这是希腊崇拜史上最重要的时刻”（GT, KSA 1, 32），并且，正如在悲剧中显现的那样，也是希腊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整个奥林匹斯神界由此被追溯至日神的“冲动”，但同时也由此被视为对一种根本“需求”的回应，即带着对存在之无价值的酒神式洞见（显露在西勒诺斯的智慧中）生活下去的需求。因此，荷马史诗并不体现一种“天真”的起源，而是对提坦反动世界的胜利（§ 3）。由于“原始太一”本身的存在根基也交织着矛盾与痛苦的裂痕，因此艺术——与叔本华“从”意志中解脱的救赎截然相反——提供了“在外观中的救赎”（§ 4）。

尼采对古代抒情诗人——以阿尔齐洛科斯为范例——在其“与音乐家的结合，甚至同一”（KSA 1, 43）中的解释，引向了悲剧。受到日神的触动，酒神式的狂热者将他的诗歌如“图像的火花”般喷洒在周围，这些火花作为“幻象”展开为成形的戏剧；抒情诗中第一人称诉说的“主观性”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从原始太一的深渊中歌唱出来的。在尼采看来，它在外观中的救赎包含了存在作为“审美现象”的唯一可能的辩护（GT, KSA 1, 47）。此后，酒神精神的本体论优先性（它与日神图像的关系就像物自体与现象的关系）反映在悲剧起源于合唱队的论断中（§ 7）。观众化身为作为自然根基的“萨提尔”（尼采以此解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4章），从而参与到狂喜的日神幻象（即后来的舞台情节）中；尼采跟随K. O. 穆勒认为，最初其中仅仅图像化了狄奥尼索斯的苦难（§ 8）。

尼采以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和（伪）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为例，描绘了“悲剧神话”如何在作为日神-酒神艺术品的悲剧中宣告自身：作为“受动性的荣耀”和“能动性的荣耀”（GT, KSA 1, 67），它们共同指向了人类犯罪的恐怖与必然性（§ 9）。由于根据起源理论，所有的悲剧英雄都被解释为狄奥尼索斯的“面具”（原始太一的化身），因此，与狄奥尼索斯-扎格柔斯被提坦撕裂的传说相对应，产生了打破个体化的“悲剧秘仪教义”，“作为对一种被恢复之统一的预感”（GT, § 10; KSA 1, 73）。

与悲剧的发生互补的是它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衰亡，即由于苏格拉底主义的侵入，它在欧里庇得斯身上化身为“自杀”（GT, KSA 1, 75）：戏剧变成了情节和阴谋（通向没有合唱队的新喜剧之路），古风式的日神“明朗”变成了庸俗市民阶级的沾沾自喜（§ 11）。归咎于苏格拉底——然而他本身也只是作为一个面具，让人瞥见其背后一个巨大的“动力轮”（GT, KSA 1, 91）——在欧里庇得斯艺术形式的反酒神式歧途上被具体化了：史诗化、理性主义和情感自然主义（§ 12）。其遗产是作为所有风格和形式之混合的柏拉图对话录，现代小说的艺术范式便由此产生（§ 14）。理论人的统治由此确立，然而理论人自身却认识到了逻辑“咬住自己尾巴”的边界，从而展望着“新形式的认识”，这种作为“悲剧式”认识的新形式（GT, KSA 1, 101）必然会发现与艺术的关联（§ 15）。

带着“悲剧的复兴”（GT, KSA 1, 105）这一动机，尼采随后在最后附加的十节中过渡到当前时代，即与瓦格纳1870年的《贝多芬》一文紧密对应，对瓦格纳的艺术理想进行反思：现代音乐将能够“孕育神话，即最意味深长的典范”，从而形成一个等同于在欧里庇得斯那里失去的悲剧合唱队的事物（GT, KSA 1, 107）。这种希望的基础是德国哲学与音乐的同步，它使科学人的乐观主义（内在于“逻辑的本质”中）陷入危机：在康德和叔本华之后，空间、时间和因果律仅仅是现象的形式法则，因而也就是非真理的形式法则；因此，代替科学作为最高的、“悲剧式的”文化与认识目标的应当是“智慧”（GT, KSA 1, 118；参见《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第3节中关于克莱斯特的段落，KSA 1, 355f.）。与之平行，德国音乐从路德圣咏（“第一声酒神的诱唤”，GT, KSA 1, 147）出发，开启“其从巴赫到贝多芬的伟大太阳轨道”，摧毁了带有卢梭色彩的捏造的歌剧之天真。与古典主义不同，尼采认为，“我们仿佛以相反的顺序，类比性地重新经历了希腊本质的各大主要时代”（GT, KSA 1, 127f.）。这里仅作暗示的对教育思想的推论（§ 20），可以认为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

承接前文关于日神与酒神在悲剧式的“两神的兄弟同盟”（GT, KSA 1, 140）中相互渗透的思想，尼采随后给出了它们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21f.）中的典范应用，其中隐含了对瓦格纳早期理论的批评，即“仿佛音乐只是一种最高的表现手段，用于赋予神话的造型世界以生命”（GT, KSA 1, 134；瓦格纳在1872年的《论“音乐剧”的名称》中表示赞同）。舞台神话其实是日神的保护与解毒剂，用以抵御原本会威胁生命的交响乐般的冲击，在那种冲击中，原始太一的心脏本身发出了声音。因此，这里并没有像史诗和造型艺术那样达到真正静观的宁静，因为在“悲剧神话”中（在“外观”中）存在的仅仅是酒神精神的图像化，也就是特里斯坦式的对“原始故乡”的渴望（GT, KSA 1, 141）。取代仅仅是沉思般“静观”的接受者（指汉斯立克）的，是随着悲剧的出现而“重生的审美听众”（GT, KSA 1, 143），此时这一思想再次与教育理念相汇合：这种真正的听众——再次与风俗、国家和法律中的苏格拉底式抽象相对立——有能力将神话感知为“浓缩的世界图景”（GT, KSA 1, 145），而首先应当将这一图景呈现在他眼前的正是路德之后的德国音乐，因为由“十五世纪亚历山大-罗马古代的复兴”所决定的文化时期正走向终结（GT, KSA 1, 148；参见《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10，KSA 1, 503）。因此，在“悲剧神话”与“纯粹审美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构成性的相互关系，在其中，先前提出的一项核心论断得到了实现，即世界与存在唯有作为“审美现象”，作为意志与自身的演戏，才能获得辩护：尼采说，这一“酒神艺术的原初现象”，只有从“音乐不和谐音”的意义上才能被理解，因为悲剧神话带来的快感与不和谐音带来的快感是一致的。与之相联系的同样有赫拉克利特的埃翁（Aion），那建立又摧毁的“玩耍的儿童”（DK 残篇52），以及作为原始太一的“宙斯”（参见PhtZ 6–7, KSA 1, 828 和 830）（GT, KSA 1, 152f.）。快乐比内心的痛苦更深，这一主题后来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午夜之歌（Za III）中再次出现；反过来，希腊哲学繁荣期作为“悲剧”时代的概念也由此变得具体。在《悲剧的诞生》结尾，尼采没有忘记将在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形象中象征化的被寄予厚望的德国精神展现出来，它正期盼着阿波罗证明其正当性的降临，“这最丰盛的美之效验，大概会有下一代人看到吧”（KSA 1, 155）。

参考文献：Kremer-Marietti, A.: Lhomme et ses labyrinthes. Essai sur F. N., Paris 1972; Jähnig, D.: Die Befreiung der Kunst-Erkenntnis von der Metaphysik in N.s Geburt der Tragödie, in: Welt-Geschichte: Kunst-Geschichte, Köln 1975, 122–160; OFlaherty, J. C./Sellner, T. E./Helm, R. M. (编): Studies in N.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hapel Hill 1976; Silk, M./Stern, J.: N. on Tragedy, Cambridge 1981; Kruse, B. A.: Apollinisch-Dionysisch. Moderne Melancholie und Unio Mystica, Frankfurt a. M. 1987; Böning, Th.: Metaphysik, Kunst und Sprache beim frühen N., Berlin/New York 1987; Bremer, D.: Vom Mythos zum Musikdrama. Wagner, N. und die griechische Tragödie, in: Borchmeyer, D. (编): Wege des Mythos in der Moderne, München 1987, 41–63; Schmidt, B.: Der ethische Aspekt der Musik. N.s Geburt der Tragödie und die Wiener klassische Musik, Würzburg 1991; v. Reibnitz 1992; Latacz, J.: Fruchtbares Ärgernis: N.s Geburt der Tragödie und die gräzistische Tragödienforschung, Basel 1998.

给五部未写之书的五篇序言

1. 论真理的激情（1872）

在《给五部未写之书的五篇序言》的第一篇——献给科西玛·瓦格纳1872年12月25日的生日，但被她持有批评性保留地接受——尼采确立了“名誉与永恒”之间在骄傲和对不朽的渴望中的联系（参见晚期《狄奥尼索斯颂歌》中同名的诗），这种联系生发于罕见之人伟大感受的那些统治世界的瞬间，作为他们最本己本质的化身。由此定义了所有五篇序言的主题，即“文化的根本思想”（FV 1, KSA 1, 755）：那些伟大瞬间的链条，作为一条贯穿数千年将人类连接起来的“山脉”，独立于例如进化的概念。“那不将生存放在眼里的人，活得最美”（FV 1, KSA 1, 757），这是渴求名誉者的相应格言。

这里给出了两种应用。一方面，这种孤独伟大的骄傲的原型是哲学家。作为例子，接着是赫拉克利特的著名描写（“他那向内燃烧的眼睛，在向外看时是死寂且冰冷的，仿佛只是作为外观”，FV 1, KSA 1, 758；参见 PhtZ 8, KSA 1, 834），描写了他在看到玩耍的孩子时，是如何在“伟大的世界儿童宙斯的游戏”中思考世界的产生与消亡的（即“埃翁”和“宇宙大火”：参见 PhtZ 7 和 GT 24；Wohlfart 1992）。相比因其政治抱负而又被拉回现实的毕达哥拉斯和恩培多克勒，他更典型地实现了德尔斐神庙关于认识自我的要求，并且像他提到的西比尔一样，让他的声音穿透了千年。

另一方面，由于赫拉克利特所夸耀的骄傲的“真理”早已消散，尼采让一个冷酷无情的“恶魔”朗诵了《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关于认知之徒劳傲慢的开篇句子——并且是以一种扩展的形式，使得这种洞见的虚无主义后果（“他们[]在死时诅咒了真理”，FV 1, KSA 1, 760）与《悲剧的诞生》建立了联系，而这种联系在《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被误导性地省略了：艺术不是试图在哲学的“真理的激情”中突破“幻象的保护墙”，而是“比认识更强大”，拯救人们免于毁灭。同时，哲学家“当他以为自己正在摇醒沉睡者时，却沉入了一种更深的魔法睡眠中”（同上），即那不朽的梦中。

2. 关于我们教育机构未来的思考（1872）

这篇序言所对应的“未写之书”——该序言是作为同名巴塞尔系列演讲印刷文本的序言（1872年夏；KSA 1, 648ff.）的重写版——可以从中很容易地想象出来；它与《偶像的黄昏》中的“我受古人什么惠”一章也有联系，特别是通过“我们这个滚滚向前的时代令人眩晕的匆忙”（FV 2, KSA 1, 762）这一主要动机。随后，在决定这里勾勒的理想读者形象的三个要求中，除了具备闲暇的能力和对抗草率具体期望的耐心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完全带有苏格拉底色彩：在教育领域中“从知己无知出发”去认识“我们当今野蛮状态的特殊性”（FV 2, KSA 1, 763）。

3. 希腊国家（1872）

源于《悲剧的诞生扩展形式片段》（N, KSA 7, 333ff.；1871年初）。这篇在篇幅上也尤为突出的《给五部未写之书的五篇序言》的核心篇章，抨击了近代伦理学和社会学说的两个主要思想：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尼采说，由这些思想所决定的文化，非哲学性地高估了生存本身的尊严，高估了“生存斗争的贪婪”，而希腊人则毫无幻想地将人视为“一个影子的梦”，将劳动视为不可避免的耻辱（FV 3, KSA 1, 765）。因此，既然尊严只有在“个体完全超越自身，不再为了其个体的存活而必须去生育和劳动”（FV 3, KSA 1, 766）的层面上才存在，尼采便试图为这一“听起来残酷的真理”辩护：奴隶制属于文化的本质。尼采呼应布克哈特指出，同样一种构成性的“残忍”也存在于“权力的本性中，权力总是邪恶的”（FV 3, KSA 1, 768）。这是希腊人所教导的，他们“考虑到其艺术独一无二的太阳高度”，应被建构为“自在的政治人”，是“政治冲动可怕爆发”以及“为服务于这种国家本能而牺牲所有其他利益”的榜样（FV 3, KSA 1, 771）。在现代，随着其已经成熟的国家体制，“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冲动不时地汇聚成各民族可怕的战争阴云，并仿佛以更罕见但更强烈的打击释放出来”（FV 3, KSA 1, 772）。

然而，当今时代却处于一个“自私的、无国家的金钱贵族”的统治之下，尼采在描写他们时带有反犹太主义的弦外之音：这呼应了收件人科西玛·瓦格纳日记中的类似内容。这些统治者只懂得将国家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均势政策使侵略战争变得不可能；为了迎合大众的利己主义并瓦解君主制本能，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学说。在与希腊文化相反的这种反差中，社会弊病与艺术衰败同样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既然在那里国家的起源在军事天才（以莱库古的斯巴达为例）身上得以显现，尼采的“战争赞歌”便确证了战争对于国家，就像奴隶制对于社会一样，具有类似的必然性（FV 3, KSA 1, 774）。这一思想最终汇入对柏拉图理想国的神化——其对艺术的敌视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它被视为“一部关于国家与天才之间关系的秘密教义的奇妙而伟大的象形文字”（FV 3, KSA 1, 777）。

4. 叔本华哲学与德国文化的关系（1872）

在这篇文本（预示了后来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尼采通过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其思考不被“一种混乱的，甚至与战争荣誉的号角声混杂在一起的噪音”所干扰，FV 4, KSA 1, 778），让德国的文化现状与哲学家叔本华作为榜样与法官的形象发生了对撞。特别是对历史意识的庸人习气（参见《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他大声呼吁道：“世界在任何时代都充满了琐碎与虚无：向你们历史学欲望揭开面纱的正是这些东西，而且仅仅是这些东西。”（FV 4, KSA 1, 780）。

5. 荷马的竞赛（1872）

追问一种不抽象地排斥“自然”而是致力于整合“自然”的普遍人性，将目光引回到了希腊文化，借此，尼采重新拾起了第3篇序言中奠定社会基础的“残忍”问题，并且是以一种奇特对比的方式。通过神统记传说揭示出来的“前荷马”世界的恐怖，导致了将存在视为惩罚以及对世界的否定。与之相对，“竞赛”的元素成为了解毒剂，这在赫西俄德的诗歌中由双重的厄里斯（争吵女神）体现出来（FV 5, KSA 1, 786）。因此，竞赛性深深地塑造了整体文化，但同时它也认可是神明的领域，人类绝不敢与神明进行竞赛，正如塔米里斯、玛耳绪阿斯和尼俄伯的命运所显示的那样。

从这种对嫉妒和怨恨的“积极”评价中，突出了对尼采自己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例如，“即使是一个死人也能激发一个活人消耗性的嫉妒”；此外，还有“巨大的欲望作为这种攻击的根源”，即自己取代被推翻者的位置并继承其名誉（FV 5, KSA 1, 788）。尼采认为，希腊陶片放逐法作为维持竞赛刺激的最初意义，是以多个“天才”之间的平衡为前提的，他们相互激发行动，“就像他们也相互把对方保持在尺度的界限内一样”（FV 5, KSA 1, 789）。对独裁的厌恶以及为城邦整体福祉效力的无条件愿望，共同构成了希腊文化竞赛基础的相互依存要素：“这一思想与现代意义上天才的‘排他性’是敌对的”（同上）。再次强调并以将领米太亚得的惨重垮台为例说明了，不仅是个体，希腊的各个城邦（如雅典和斯巴达等），也同样“由于狂妄自大（Hybris）的举动而导致了自身的毁灭”（FV 5, KSA 1, 792）。

参考文献：Vogt, E.: N. und der Wettkampf Homers, in: Antike und Abendland 11 (1962), 103–113; Pöschl, V.: N.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in: Flashar, H./Gründer, K./Horstmann, A. (编): Philologie und Hermeneutik im 19. Jh., Göttingen 1979, 141–155; v. Reibnitz, B.: N.s »Griechischer Staat« und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in: Der altsprachliche Unterricht 30/3 (1987), 76–89; Lachterman, D. R.: Die ewige Wiederkehr des Griechen: N. und die Homeric Question, in: Conway, D./Rehn, R. (编): N. und die antike Philosophie, Trier 1992, 15–36; Wohlfart, G.: Also sprach Herakleitos, Freiburg/München 1992; Taminiaux, J.: Le théâtre des philosophes, Grenoble 1995, 143ff.; Sowa, H.: Agonale Kunst. N.s Wendung vom ästhetischen zum künstlerischen Urteil, in: Riedel, M. (编): »Jedes Wort ist ein Vorurteil«. Philologie und Philosophie in N.s Denken, Köln/Weimar/Wien 1999, 215–226.

不合时宜的考察

《悲剧的诞生》之后，尼采计划创作一系列旨在进行文化和时代批判的著作。在计划的13篇“考察”中，他在1873年至1876年间完成了4篇，第5篇《我们语言学家》（Wir Philologen）（N, KSA 8, 11–130；参见下文Philologica，第162页）未能超越草稿阶段。


论作为自白者和作家的戴维·施特劳斯 (1873)

尼采在1873年春季发表的论战文章，针对年迈的黑格尔主义者施特劳斯及其著作《新旧信仰》（1872年），以此为例痛斥了当时尤为猖獗的一种混淆，即把德国对法国的军事胜利错当成德国文化对法国文化的胜利：相反，尼采担心“德国精神的挫败，甚至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将德国精神连根拔除”（DS, KSA 1, 160）。也就是说，如果将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所有生命表现中艺术风格的统一，那么在德国盛行的恰恰是其对立面，即“缺乏风格，或者说所有风格的混乱交错”中的“野蛮”（DS, KSA 1, 163），而这首先也是由当时的“教养（Bildung）”所推波助澜的。

尼采借用并使之闻名的“文化庸人（Bildungsphilister）”一词，刻画了这种文化承载者的典型。他不再寻求文化，因为他自以为已经拥有了文化，而他只是——始终在同类中游走——“到处都能重新发现他自身那种千篇一律的印记”，并对所有其他事物封闭自己：“他恰恰把否定文化的东西当成了文化”（DS, KSA 1, 165f.）。思想家兼作家施特劳斯以他的“新信仰”化身为这种人的代表：即“作为未来宗教创始人的庸人”（DS, KSA 1, 177）。

尼采首先抨击了施特劳斯对诗人和音乐家的观点。莱辛所被赞誉的作者与人、“头脑”与“心灵”的统一，由于它同样也适用于拙劣的作家，因而被揭穿为一种伪艺术的观念。同样，这个庸人也误解了那种迫使其“经典作家”达到他所赞美的“普遍性”的强制与绝望处境（DS, KSA 1, 183）。他对《第九交响曲》持保留态度，认为它只讨好那些“把怪诞视为天才、把无形视为崇高”的人（DS, KSA 1, 186），尼采带着愤怒将其评价为市侩之见：稍加变通（mutatis mutandis）来看，这正是尼采本人未来对瓦格纳发起论战的一段引人注目的前奏。

在哲学上，尼采采用了叔本华的尺度，以表明蔑视叔本华的施特劳斯——对他而言因此“不存在康德哲学”——依然陷在“最粗陋的实在论”和迷信科学的实证主义之中（DS, KSA 1, 191）。相应地，这个庸人的世界观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也就是被叔本华痛斥为对人类苦难的嘲弄的“无耻的思维方式”（DS, KSA 1, 192）。尼采指责他对达尔文主义的狂热自相矛盾，因为这种狂热缺乏勇气“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和强者的特权中推导出生活的道德法则”，而是满足于反教权的攻击：“因为只要有一套真正的、严肃贯彻的达尔文主义伦理学，庸人就会与之为敌”（DS, KSA 1, 195）。施特劳斯主张，上帝向我们表明，“虽然偶然性可能是一个不理性的世界统治者，但必然性，即世界上的因果链条，正是理性本身”，尼采在引用这一论断时评论道，这种“宇宙神义论”代表了一种黑格尔式的偷换概念，对于那些在这种崇拜“现实”，“即在对成功的造神运动中被抚养长大”的人来说，这一点是难以看清的（DS, KSA 1, 197）。此类内容作为背景也颇具趣味，例如对未来《善恶的彼岸》的第一卷而言便是如此。

作家施特劳斯向他的受众群体发言之时，“科学人”最近正陷入一种慌忙，“仿佛科学是一家工厂”，并且由此在本质上与庸人趋同：他“带着那种半心半意的注意力，或是那种属于精疲力竭的工人的惹人反感的休养需求，去处理所有的事务 [. . .]”（DS, KSA 1, 202）。正因如此，尼采进一步考察了作为作家的施特劳斯，他在上述受众群体眼中被视为“经典的”（DS, KSA 1, 207）。尼采在此运用了一些范畴，这些范畴同样对于后期尼采的风格概念（特别是在《瓦格纳事件》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追问的是“此书的建筑结构”，然后是“施特劳斯是否拥有安置一个整体（totum ponere）的艺术力量”（DS, KSA 1, 209）。结果表明，无论在逻辑上还是艺术上，施特劳斯都没有实现这一点，尼采随后将其归咎于宗教与科学概念之间一种实质性的、根本的比例失调。于是尼采承认，自己对于这个根本不是作为“性格”，而是仅仅戴着预设的“面具”（例如莱辛或伏尔泰）存在的作者的欣赏，“就像对一个扮演天真天才和经典作家的演员的欣赏一样”（DS, KSA 1, 220）。

作为“毫无价值的文体家”，施特劳斯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时的语言状况开脱，在德国，这种状况阻碍了作家的发展：对口头言辞缺乏艺术性的重视、处理和培养（同上）。作为由庸人制造的“随处可见的平庸文风”（DS, KSA 1, 223）的症状学和典型范例，尼采随后还加上了一篇带有评论的“经典作家”施特劳斯蹩脚句子的汇编，其中的愤慨偶尔被这样的训诫所打断：“如果你们的耳朵变得迟钝了，那就去问，去查阅词典，去使用好的语法书，但千万不要胆敢就这样一天天地继续罪恶下去！”（DS, KSA 1, 235）。因此，在德国庸人文化眼中被认为是一位经典作家和“活神”的人物，却被尼采当成“涂彩的偶像”的案例，并着手将其“推翻”（DS, KSA 1, 241）。

Literatur: Hofmiller, J.: Letzte Versuche, München 1952, 130ff.; Salin, E.: Vom deutschen Verhängnis. Gespräch an der Zeitenwende: Burckhardt – N., Hamburg 1959; Fink 1960, 35ff.; Hollingdale, R. J.: N.: 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 London 1965 (Neuausg. 1999), 120ff.; Kaufmann 1982, 156–164.

历史对于生命的利与弊 (1874)

这篇写于1873年秋冬的“关于历史的价值与无价值的沉思”（HL, KSA 1, 245），其范围涵盖了从对三种对待历史传统的可能态度——这些态度在其相应位置上是允许且可取的——的描述，一直延伸到对这种状况在当代文化中，即在科学世界观的独裁诉求下究竟怎样的批判性探讨。“历史感”在过去之物的重压使“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塑造力”陷入停滞的地方潜藏着危险：在那种情况下，遗忘的元素是起治愈作用的。反之，塑造力越强，它就越能容许自己去体验和占有外来之物：“最强大、最非凡的本性”最终将不再需要历史感的任何界限及其“它曾是”，并以此“将一切过去的事物 [] 吸纳入自身”（HL, KSA 1, 251）。不仅在这里，历史著作中的“超历史立场”概念（KSA 1, 254）与后来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构想之间也显现出了关联。

为了现在用“生命”这一尺度来评判他的时代，尼采阐述了历史服务于生命的三种方式：1. “纪念碑式的”方式属于“行动者”（例如：席勒），他自己致力于创造伟大事物，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历史体验为榜样、支撑和慰藉。（在这里，尼采关于“人类穿越数千年的山脉走向”的学说，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写给五本未写之书的五篇前言》的第1篇，KSA 1, 259f. = 756f。）纪念碑式历史的缺点在于无视“真正历史的原因关联”而进行错误理想化的危险：从根本上说，只有当我们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相信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时，它才可能是真实的：“只要天体的星座排列相同，地球上也必然会重演相同的事情，直至个别和细微之处”（HL, KSA 1, 261）。这三种方式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是有益的；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每一种都会“长成具有破坏性的杂草”（HL, KSA 1, 264）。——2. “好古的”态度属于“保存者和崇敬者”，其基本特征是虔敬：尼采举的例子是站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前的歌德，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对“古代意大利天才”的唤醒（HL, KSA 1, 266）。如果说其伟大之处不言而喻，那么它的危险就在于视野的狭隘，以及日益独立的“学者般的习惯”对热情的自我瓦解（HL, KSA 1, 268）。——3. 有时，为了生存，人必须打碎一段过去：这就产生了在摆脱困境的解放斗争中对历史的“批判”意识：他坐在法官席上审判历史以宣判它——这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唯有生命，那种黑暗的、驱使着的、贪得无厌地渴求自身的权力”在这样做（HL, KSA 1, 269）。另一方面，在重新创造的冲动中，他倾向于进行一种危险的尝试，即“仿佛后验地（a posteriori）给自己一个渴望从中而来的过去”（HL, KSA 1, 270）。

此后，尼采重新展开论述，以审查那个受到历史感片面影响的当代文化所存在的弱点：由此，他自己的尝试便显露为属于“批判的”态度：其目的是从一种“困境”中解脱出来。这种困境是由一项决定性的新事物所决定的，即“历史应当成为科学”（HL, KSA 1, 271）。尤其是在德国，它加剧了“内在性”与被误解为次要的“外在形式”之间的那种非古典的、仅仅助长苟安与匆忙的分裂；人们因此只拥有一种关于教养的知识，而没有教养本身。尼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这种缺陷。1. 个性的削弱：人被降格为永远的观众，他总是只需要新的刺激物来激发其枯竭的兴趣，并且仅仅以此种形式，仿佛作为一个旁观者（bystander）来进行感知：“战争尚未结束，就已经被十万倍地转化为印着字的纸片”（HL, KSA 1, 279）。对文化或艺术创作的态度亦是如此：“空心化的文化人立刻越过作品本身，转而探究作者的历史”（HL, KSA 1, 284）。——2. 相信科学“客观性”而导致的“正义”幻觉：认为艺术的静观能为事物的经验本质提供一面被动而纯净的镜子，就像人们在兰克身上所赞美的那样，这是一种糟糕的“神话”（HL, KSA 1, 290）。尼采则举出格里尔帕策和席勒作为反例，并指出了一个荒谬的推论：一个好的语文学家，大约就是对希腊的过去感到“事不关己”的人。与此相对立的是这篇论文的核心命题：“只有凭借当下的最高力量，你们才能够解释过去”（HL, KSA 1, 293f.）：值得认知和保存的事物，只有在罕见的历史学家的最崇高品质受到激发时才会显现。——3. 对成熟的阻碍：伟大的文化事物需要一层保护壳或“大气层”才能生长，而当代却拒绝提供。当代绝不需要被宣扬的“个性”，恰恰相反：“人们应当为了时代的功利用途而被训练，以便尽早地投入工作”，从而不从“劳动力市场”抽走任何力量（HL, KSA 1, 299）。恰恰是学者们屈从于此。——4. 迟暮之感：它实际上源于关于世界末日临近的基督教神学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会不断产生历史终结的观念。特别是对于作为迟到的民族或“后裔民族”的德国人来说，以下要求尤为适用：那个“起源必须通过历史本身去认识，历史必须解决历史自身的问题，知识必须将其锋芒转向其自身”（HL, KSA 1, 306）：这是该书的第二个哲学核心命题。——5. 反讽、犬儒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联系：它植根于“世界进程”的观念中，感到自己是其“顶点和靶心”，使得现代人得以自我沉醉。极度骄傲的19世纪欧洲人的知识并没有完善自然，而只是扼杀了自身的自然（HL, KSA 1, 312f.）。由此，尼采对哈特曼（↗19世纪的哲学与神学）发起了一段长篇论战，后者是集世界进程学说与意志否定于一身的双重傲慢的理论家。他继承自黑格尔的遗产，即对成功和历史权力的“赤裸裸的崇拜”（HL, KSA 1, 309），导致将利己主义神化为一种新的信仰，以便借助国家的力量“将未来的历史建立在利己主义之上”（HL, KSA 1, 321）。这种历史意识形态的哲学粗劣性（尼采故作天真地——如同在对待↗施特劳斯的情形一样——将其说成是思想家兼“无赖”哈特曼的自我反讽），再次引出了某些在后期尼采那里以不同面貌重新出现的内容（例如参见HL, KSA 1, 317f.）。

鉴于德国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文化”（HL, KSA 1, 325），因此对于尼采这一代人来说，面临的“困境”和文化核心问题就在于“教育教育者”，而对既成事实与权力的习惯性推崇使得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他们首要的思想任务就是打破对这种假定必然性的迷信（作为“世界进程”或其他形式）：这里随后进行了一个与柏拉图理想国问题的比较，这一比较似乎与《写给五本未写之书的五篇前言》的第3篇中对柏拉图的赞颂处于一种奇妙的张力之中（HL, KSA 1, 326–328）。科学的垄断诉求只能看到“到处都是某种生成之物、历史之物”，应当通过对艺术和宗教的反思来使这种诉求相对化，以便恰恰将那种对历史进行不抱幻想地重现的塑造力解放出来：这样它才能重新学会“像对待一份强效营养品那样来使用过去”（HL, KSA 1, 329f.）。为了寻求支撑和鼓励，尼采提到了德尔斐神庙的“认识你自己”：希腊人正是“多亏了这句阿波罗式的箴言”，才将他们自身同样处于形式与传统混乱交错的状况转化为了一种真正的教养（HL, KSA 1, 333）。因此，对于那些在对历史的“批判”转向中遵循“文化还能是除了生活装饰品之外的其他东西”这一思想的现代人来说，希腊人可以帮助他们厘清教养与“真诚”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文化理念，即“一种新的、改良的本质（Physis），没有内外之分”（HL, KSA 1, 334）——是通过自我认识的途径，而不是通过模仿古典时代的途径——这似乎最终构成了在尼采思考当下的历史的“益处”。

Literatur: Reinhardt, K.: N. und die Geschichte, in: Vermächtnis der Antike, Göttingen 1960, 296–309; Jähnig, D.: Der Nachteil und der Nutzen der modernen Historie nach N., in: Weltgeschichte: Kunstgeschichte, Köln 1975, 68–111; Schröter, H.: Historische Theorie und geschichtliches Handeln. Zu N.s Wissenschaftskritik, Mittenwald 1982; Gerhardt, V.: Leben und Geschichte. Menschliches Handeln und historischer Sinn in N.s zweiter »Unzeitgemäßer Betrachtung«, in: ders.: Pathos und Distanz, Stuttgart 1988, 135–162; Borchmeyer, D. (Hrsg.):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N. und die Erinnerung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 M. 1996; Meyer, K.: Ästhetik der Historie. F. N.s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Würzburg 1998.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 (1874)

第三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写于1874年春至同年8月之间，描绘了叔本华在他所处时代的画像：它无疑被刻画为一般哲学存在的典范（大致可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相媲美）。其核心在于这位思想家在德国人中的文化意义，即他对后代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带来的问题：因此，契合《不合时宜的考察》的总主题，即“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除了古人之外，或许只有蒙田能与之相比，这位思想家揭示了哲学生活（Bios）相互依存的基本特征，即“诚实”与独立。这些特征界定了他在包围他的现代（即由科学所主导的）文化中的本质地位；由此，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原则性关系，尤其是在后康德时代的境况下，至少在“理论上”也被一并考量。再次让人联想到《会饮篇》或《斐多篇》中的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等级由此被评判，即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树立一个榜样”（SE, KSA 1, 350）。独立性的力量，以及思想家在现代必须为孤独及其后果付出的代价，通过三种“危险”被呈现出来。

在德国“教养”（Bildung）的氛围中，仅仅是生存就需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只有像贝多芬、歌德、叔本华和瓦格纳那样钢铁般的天性，才能坚持下来”（SE, KSA 1, 352）。因孤独而被迫与那种以沉默抹杀一切的“宗教裁判所式的审查”（在此或许过于片面地被视为德国特产）作斗争，这具有一种扭曲的作用，甚至在声名鹊起的皮洛士式胜利中也是如此：这种“孤独者的最大危险”（查拉图斯特拉的夜曲中也会谈及）尼采自己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时而为自己被迫的隐匿进行报复[] 他们从洞穴中走出来[] 他们的言行便成了爆炸，他们有可能因此而自我毁灭”（SE, KSA 1, 354）。

第二种危险具有直接的哲学性质，即“对真理的绝望”。康德的认识批判被担心会产生“一种啃噬和瓦解一切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唯一后果，为了对抗这种后果，尼采举了克莱斯特关于“康德哲学”的著名信件为例，这封信说康德哲学在他“最神圣的内心深处”刺伤了他，并剥夺了他最高的目标。正是在这里，叔本华能够成为那个“将人从怀疑的沮丧或批判的苦行洞穴中，引向悲剧性沉思之高度的人”（SE, KSA 1, 355f.）。人们应当着眼于一个崇高的“总体目标”，“以个体的方式，由个体独自为自己”来诠释他：“获取力量，以便借此协助自然（Physis），并稍微纠正一下她的愚蠢[]”（SE, KSA 1, 357）。第三种危险随之而来，那就是因渴望重生为天才却未能如愿而导致的冷酷硬化，这在叔本华身上产生了一种“奇怪且极其危险的两面性”（SE, KSA 1, 358）。当哲学家致力于成为“事物之尺度、钱币与重量的立法者”时，这些及其他危险便会威胁着他。借用恩培多克勒在对存在价值进行此类“总体清算”时的悲观主义（SE, KSA 1, 360f.），尼采向创造者提出了那个再次预示着查拉图斯特拉的问题：“在内心深处，你肯定这个存在吗？它能让你满足吗？你愿意成为它的辩护者、它的救赎者吗？”。然而，在此可以预料却未被说出的答案，似乎归结为一个“不”字（SE, KSA 1, 363）。但后来，在探讨了早期人类图景的类型——卢梭式的喀提林型和歌德式的沉思型——之后，当他回到由叔本华首次教导的“对成圣与拯救的强烈渴望”时，尼采让探求真理者感受到“他的活动的意义是形而上学的，是可以从另一种更高生活的法则中解释的，并且在最深的意义上是肯定的”：“尽管他所做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在摧毁和打破这生活的法则”（SE, KSA 1, 372）。于是，在这个英勇的认知者灵魂面前，升起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摧毁一切生成之物，将事物中一切虚假之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生活在没有希望之中；但正因如此，失望对他这个“在一切事物中寻找非真理并自愿与不幸结伴”的人来说，最终才能转化为荣光。等待他的，可能还会有“另一个失望的奇迹”：“某种不可言喻之物向他靠近，幸福与真理不过是它的偶像式赝品，大地失去了它的重量”，在这里，超越了叔本华身上那种奇怪的两面性，“悲剧性沉思”的高度大概得以显现。尼采以此结束了他对作为“理想人类”的哲学家的刻画，这个理想的人类“宛如其柏拉图式的理念，在叔本华之中及周围起着支配作用”（SE, KSA 1, 375f.）。

本文的后半部分旨在作为补充与应用，证明这一理想的教育家特质，即它超越了狂热升腾的瞬间，能够通过一个新的“义务圈”与日常世界及“行动者的共同体”相沟通（SE, KSA 1, 376）。为此，首先再次从原则上将自然视为向着人类认知推进的事物：因为为了“将其从动物生活的诅咒中救赎出来”，人类是必要的，以此来启示生命的形而上学意义（SE, KSA 1, 378）。然而，真正的人只有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尼采说，致力于“在我们内心及外在”创造他们——并“以此致力于自然的完善”——正是作为一种被荣光化的自然（Physis）的“文化之基本思想”（对此参见《大卫·斯特劳斯》，KSA 1, 363，以及《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哲学家和艺术家服务于自然的自我认知，圣人服务于自然的自我救赎：他那受苦的生命不再被感受为个体的，而是“作为对一切活物最深切的同等、同情与合一之感”。只有在我们日常状态中无法达到的这种“变形的奇迹”中，才存在自然所趋向的“最终也是最高的人类化”（SE, KSA 1, 382）。

如此界定之后，在与阻碍文化的敌对势力进行积极批判性斗争的过程中，就有可能产生那种“义务圈”，尼采通过三重“自私”的意象来描述这些敌对势力。营利者的自私：他们关心的是“速成的教育，以便尽快成为一个赚钱的生物”。国家的自私：它束缚并分散了文化力量，尼采通过基督教的命运阐明了这一点——“这种对文化的渴望、特别是对[]圣人之产生的渴望的最纯粹启示之一”在国家统治下受到了怎样的压抑。最后是仅仅用“美丽形式”粉饰丑陋内容的唯美主义，尼采看到这种唯美主义在帝国建立后的德国呈现出灾难性的规模（SE, KSA 1, 387–391）：“不让人察觉自己有多么悲惨和糟糕，在追求时有多么像猛兽，在聚敛时有多么贪得无厌”（SE, KSA 1, 392）。

在文章的剩余部分，探讨了第四种自私及其性质和后果：“科学的自私及其仆人——学者们的奇特本质”（SE, KSA 1, 393）。在这里，尼采在勾勒学者心理学的同时，也对叔本华在《附录与补遗》中关于大学哲学的论述作了评论。当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将哲学设定为一门学术科目、一种谋生手段和“诸科学之一”，并且尼采进一步认为，这样一来，一种较古老的知识理想（“实际上以中世纪学者作为完美教育的标竿”，SE, KSA 1, 402），便被科学和经济的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所支配（参见 SE, KSA 1, 367）。谁若是领会了那个“文化之基本思想”，并且认识到诸如“现代人对书籍的麻木，他们根本不再愿意认真对待书籍”（SE, KSA 1, 406），他不仅会去与现代人通过“民族”（national）等“虚夸概念”（SE, KSA 1, 407）所进行的自我欺骗作斗争，而且会重新思考哲学存在的根基。叔本华再次成为此类生活条件的榜样：他父亲“骄傲且具共和主义自由色彩的性格”，在异国他乡和不同文化中的游历。“他很早就对民族的局限性感到麻木，或者说变得过于敏锐”（SE, KSA 1, 408）。相比于被普鲁士君主制压服并在人性上被保持在“仿佛蛹化状态”的康德，叔本华还有幸在歌德身上“近距离观察天才”，从而从其生活（Bios）中受教。尼采补充道，他此外“甚至看到了更高的东西”：“他看到了作为存在之审判者的圣人”。因此，这位思想家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SE, KSA 1, 409f.）。

因此，哲学生活的核心范畴是“自由，不断的自由”（SE, KSA 1, 411）。尼采认为，面对这种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普通的世俗凡人会立刻毁灭。但是，将哲学重新解释为学术科目的做法也与此背道而驰；这与一种悲观的断言相呼应：“就天生的伟大哲学家而言，阻碍其产生和繁衍的，莫过于由国家任命的糟糕哲学家”（SE, KSA 1, 413）。尼采以对国家（或其他控制大学的人）做出的各种“让步”的形式——涉及选择、活动的组织、考试制度的预塑以及思维的独立性——描述了阻碍学者获得这种自由的障碍（SE, KSA 1, 415f.）。对于将大学视为目的、将哲学视为手段的当代混饭吃的学者，尼采指责他们图安逸：“他们总是能找到理由，说明为什么一无所知只去学习一点东西更为哲学”（SE, KSA 1, 419）。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面前，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它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悲伤”（SE, KSA 1, 427）应当因此成为大学哲学的墓志铭；与此同时，受叔本华启发的精神正在酝酿革新。

Literatur: Havenstein, M.: N. als Erzieher, Berlin 1922; Kaufmann 1982, 183–206; Löw, R.: N. – Sophist und Erzieher, Weinheim 1984.

拜罗伊特的理查德·瓦格纳 (1876)

这篇文章是尼采在期待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时构思的（经过自1875年中期以来的前期准备），并在1876年夏天作为节日礼物带到了那里，它旨在通过描绘瓦格纳的本质和发展历程，在读者群中唤起对这一即将到来之事件的伟大的感知。对伟大时刻遭遇平庸世代的担忧，引出了全文的核心思想：将瓦格纳以及那些现在就已经理解他的壮举——“艺术王国中的第一次环球航行”——的人，理解为“不合时宜的人”（WB, KSA 1, 432f.）。

尼采首先描述了瓦格纳早期的命运（依据他手头已有的瓦格纳自传《我的生平》），以便在其性格中区分出“两种冲动或领域”（WB, KSA 1, 437）：一种是毫无节制的权力意志，另一种是温和、充满爱的精神（后者作为“无私的忠诚”，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主要体现为布伦希尔德）。瓦格纳惊人的学习天赋被凸显出来，并与通常被视作“对抗一切颠覆之物的鸦片”的教养形成对比：这类似于哲学的真正任务，即确认世界的可变性并“着手”去改善它（WB, KSA 1, 445）。因此，这一肖像通过与希腊文化的比较与尼采对时代的诊断结合在了一起；例如，康德与爱利亚学派、叔本华与恩培多克勒、埃斯库罗斯与瓦格纳之间存在着类比。但是，现代历史的进程必须逆转希腊历史的进程：被亚历山大斩断的戈尔迪乌姆之结，必须由“一系列反亚历山大式的人物”重新系上，瓦格纳正是其中之一（WB, KSA 1, 447）。由于在这里，艺术不应将自身误解为对现状的辩护和叔本华式的意志镇定剂，因此文化目标是产生一种超个人的事物，即“悲剧性心态”（WB, KSA 1, 453）。在接下来的文章部分中，特别是在艺术的意义方面，它将被勾勒出来。

尼采认为，看似毫无希望地分离的领域被瓦格纳重新整合在一起：一方面是音乐与生活，另一方面是音乐与戏剧。他发现当前文明民族的根本痼疾是语言的病态，由于这种病态，人们“无法真正传达自己”：在此过程中，语言变成了一种媒介性的“独立的暴力”，“它像幽灵的手臂一样抓住人们，把他们推向他们本来不想去的地方”；在试图甚至就最基本的事物进行沟通时，“普遍概念的疯狂抓住了他们”，空洞而专横（WB, KSA 1, 455；第十节则对例如“民族本质的藩篱”发表了见解）。为了对抗由此引发的、被定义为“教养”的对个性的奴役，作为“一切习俗之敌”的音乐通过“回归自然”发挥作用，这实际上同时也是一种“自然的变形”——尼采说这话时，充分意识到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对卢梭主义的论战：“在她的艺术中，回荡着转化为爱的自然”。与之相对应的是，来自听觉世界的一种“整个视觉世界”的更新，用以对抗资产阶级的立面文化（WB, KSA 1, 456）。这种立面文化试图通过学识和哲学为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比如生物学家们努力“将当代国家和人际交往中暴力、狡诈和报复欲的动物性爆发，描绘成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WB, KSA 1, 463）。而在此过程中实际起推动作用的做贼心虚，被瓦格纳的艺术带到了认知的聚光灯下。

听众和观众作为瓦格纳魔性传达能力的接收者，自身吸收了这种力量，从而“仿佛借由他而拥有了对抗他的力量”：尼采关于在观察本质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对抗关系”（WB, KSA 1, 466）的学说，通常被理解为对瓦格纳的隐蔽疏远，因为它与狂热的“总体艺术作品”的刻板印象相矛盾；这实际上是对第五节中有关语言、情感和个性之关系论述的深化。由此引出了关于“酒神狂歌式戏剧家本质”的学说，尼采后来在《瞧，这个人》中建议将这一学说应用在《查拉图斯特拉》的作者身上。借助这种对我们不可或缺的艺术，我们登上了“情感的最高阶梯”，分享了反向的冲动，即“对大地充满爱的渴望”，从而作为“被转化为悲剧性的人”返回（WB, KSA 1, 469）。

在这一点上，受到客观局势的迫使，被描绘在瓦格纳身上的权力与爱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使他成为文化批判的论战者和革命者，恰恰在此时，“他本性中的这两种基本力量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WB, KSA 1, 474）。作为以往歌曲、神话和语言发明的生产主体的“人民”并不存在；因此出现了瓦格纳的根本问题：“人民是如何产生的？”。在这场危机中，瓦格纳深化了他的思想，作为酒神狂歌式戏剧的天才，他蜕去了外壳：“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这种早期状态的遗产，完全转化为了艺术创造”（尼采在此解释了沃坦的“救赎”：参见 WB, KSA 1, 509f.）；“他通过他的艺术仅仅是在自言自语”（KSA 1, 478）。这两种基本力量造就了《纽伦堡的名歌手》与《特里斯坦》之间空前绝后的相邻关系。一个“朋友”圈出现了，这是对“人民”及其被期盼的体验之伟大的预演，并敞开了“未来艺术作品”的真实地平线，这篇论文的剩余部分正是围绕这一概念进行阐发和诠释。

瓦格纳艺术中的诗意是“神话式的”，它不是思想的外衣，而本身就是“在可感知的过程中的”思考；因此有了这样一个公式：《指环》是“一个没有思想之概念形式的庞大思想体系”（WB, KSA 1, 485）。语言似乎被如此强行逼回到一种近乎前概念的“原始状态”，这意味着戏剧“注定不是用来阅读的”，即它不属于“修辞学的管辖范围”（WB, KSA 1, 486 和 488）：这也是《悲剧的诞生》的基本论点。声音语言的雄辩性暗示了造型姿态需要一种互补的匮乏（WB, KSA 1, 490）。在音乐方面，瓦格纳承接了贝多芬对激情的解放，并发现了一种艺术整体建构的新可能：戏剧-激情冲动的漩涡被“一种极其强大的交响乐理智”所驯服，并产生了一个赫拉克利特式世界的映像，“作为一种由斗争自身孕育出的和谐”（WB, KSA 1, 494）。在这种新艺术的总体特征中，有教养与无教养的对立被克服，从而跨越了直到歌德和莱奥帕尔迪为止的“语文学家-诗人”的文艺复兴传统（WB, KSA 1, 503）。鉴于“革命似乎在各处都不可避免地泛滥”，维护瓦格纳思想作为“超德国的”——“不向诸民族，而是向人类”言说——的地位，被尼采视为辨认那些“人民”的标志，这些人民由“一种共同的苦难”相连接，并寻求通过“一种共同的艺术”来救赎“在人性中也得以复原的自然”（WB, KSA 1, 505, 507）。尼采最终敦促这些未来的人，通过沃坦来诠释他们的生命——即在退让中“自身变得越来越伟大”，或者正如再次引用布克哈特（参见 FV 3）的话所言，“知道并经历到权力是邪恶的”——以及通过布伦希尔德来诠释：“出于爱放弃她的知识，而最终仍从她的生命中汲取最高级的知识”（WB, KSA 1, 509）。对于这个尚未出生的“人民”而言，瓦格纳将作为过去的解释者和荣光化者出现：这类似于尼采在反驳斯特劳斯时引用的歌德关于德国人的话：“也许还要经过几个世纪[]人们才能对他们说，他们曾经是野蛮人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了”（DS 1, KSA 1, 164）。

Literatur: Hildebrandt, K.: Wagner und N. Ihr Kampf gegen das 19. Jh., Breslau 1924; Love, F.: Young N. and the Wagnerian Experience, Chapel Hill 1963; Montinari 1982, 38–55; Janz, C. P.: N.s Wagner-Erfahrung, Muttenz o. J.; Hollinrake, R.: N., Wagner and the Philosophy of Pessimism, London 1982; Fubini, E. (Hrsg.): Richard Wagner e F. N., Mailand 1984; Vogel, M.: N. in Bayreuth, in: Loos, H./Massenkeil, G.(Hgg.): Zu Richard Wagner, Bonn 1984, 121–132; Liébert, G.: N. et la musique, Paris 1995.

Holger Schmid


遗稿 1872–1876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1873)

这部作品成书于1873年春之前，大概在1875/76年之前经历了进一步的修改。作为描绘早期希腊哲学（即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全貌的尝试，其显著特点在于：尼采放弃了所有追求宗卷学者式完整性的努力——即对那些已被视为过时的“体系”的呈现——而是试图通过“三则轶事”，来把握那些思想家性格中的“个人”特质 (PhtZ, KSA 1, 803)。这背后隐藏着关于哲学文化意义的问题：希腊人提供了一个在其鼎盛时期，即梭伦和索福克勒斯之间的“悲剧”时代中进行哲学思考的民族的典范。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方面被强调出来：一是其前所未有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没有什么比说希腊人拥有本土的原生教养更愚蠢的了”），二是对文化形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准则：“未受羁绊的求知欲本身在任何时代都和对知识的仇恨一样会使人野蛮化” (PhtZ, KSA 1, 806f.)。前柏拉图时期的哲学家们，作为成功克服这种野蛮化的整体文化的代表，在这里构成了对哲学原本不可避免的古怪局外人角色（如叔本华的命运）的反面映照。

哲学诞生于泰勒斯的命题中，即万物皆水：它植根于“万物归一”的“一种神秘直觉”，不仅脱离了神话，而且同时也“专横地”脱离了自然科学的经验主义 (PhtZ, KSA 1, 813)。作为一个具有敏锐“品味”的人（尼采在词源学上将“sophia”与“sapiens”联系起来），哲学家由此同时与科学和日常的精明区分开来：“因此，哲学始于对伟大的立法，并与之伴随的是一种命名”。从那时起，“每一深刻的哲学直觉的表达 [] 通过科学的反思”，就像泰勒斯关于水的言论一样，“根本上是一种向不同领域和语言的隐喻性 [] 转换” (PhtZ, KSA 1, 816f.)。

尼采借助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将阿那克西曼德关于万物之不义的隐语解读为一种“拟人化的隐喻” (PhtZ, KSA 1, 818)，属于那种大胆地从人类命运跃升至所有存在特征的同类风格的概括。这一在希腊人中首次出现的关于存在价值的根本问题，立刻与世界循环和周期性毁灭的宇宙论难题联系在一起：面对“既然一整个永恒的时间已经过去，为什么一切生成之物没有早早毁灭呢？”这一问题 (PhtZ, KSA 1, 821; 参见《论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9, KSA 1, 317)，阿那克西曼德只能通过神秘主义来拯救自己。

考察的积极中心是赫拉克利特。他对阿那克西曼德的“狄刻”（正义）进行了重新解释：“我看到的不是对生成之物的惩罚，而是对生成的辩护”。同样，他撤回了世界的二元论，即“形而上学的”阿派朗与物理上确定的事物的二元论：“他完全否认了存在” (PhtZ, KSA 1, 822f.)，以支持生成中的永恒节奏。其形式是分离而又同时重新趋向汇合的力量的两极性，“赫西俄德那善良的厄里斯（纷争女神），被升华为世界原则” (PhtZ, KSA 1, 825)。因此，多者本身的纷争就是那唯一的正义。与阿那克西曼德（尽管作为自然哲学家他依赖于后者）相反，赫拉克利特认为冷只是热（作为世界本原的“火”）的一个层级；但他与这位米利都人在关于周期性宇宙大火的假设上是一致的。（因此，尼采将存在争议的“宇宙大火”[Ekpyrosis] 学说归于赫拉克利特。）那个万物趋向并最终消融于火的时代，被赫拉克利特“以极其引人注目的方式描述为一种渴望和需求”，其完成状态则被称为孕育了“狂妄” (Hybris) 的“饱足” (PhtZ, KSA 1, 829)。于是又出现了一种前景：面对多者，“整个世界进程就是对狂妄的惩罚行为”：但这只是在人类眼中，而“对于统观的神而言”，一切都是美和正义的。这就是那个著名的“比喻”的含义，即将世界视为“火”与自身的艺术游戏，在这里，尼采——借助于贝尔奈斯 (Bernays)——在《伊利亚特》第15卷第362行及后续诗句的背景下，解释了赫拉克利特关于“埃安” (Aion) 的格言 (PhtZ, KSA 1, 830)。主导的意义，即“逻各斯”，并不能被一般的人类理性所认识，而只能在其最高级的典范中被认识；但早从斯多葛派开始，赫拉克利特对“世界之游戏”的肯定性“美学基本感知”就被曲解为平庸的世俗目的合理性：“一种粗糙的乐观主义，不断地要求张三李四一起来‘鼓掌吧，朋友们’ (plaudite amici)” (PhtZ, KSA 1, 833)。与最高孤独的形象相对应的是赫拉克利特身上个体的最高骄傲：“仿佛他是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的真正践行者和完成者，别无他人” (PhtZ, KSA 1, 835)。

作为其反面形象，巴门尼德宛如由冰和冷光构成般出场，他在阿那克西曼德之后开启了前苏格拉底思想的下半场：即“抽象”的思想。迄今为止的质的王国被归类为正价值和负价值（或者“存在”和“非存在”），它们之间的共存仅仅通过诉诸一种被称为“阿佛洛狄忒”的“隐秘性质” (qualitas occulta) 来维系 (PhtZ, KSA 1, 838f.)。这里奠定了未来形而上学僵化的基础；尼采否认其与克塞诺芬尼的伦理和神秘学说以及强烈个性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巴门尼德对“双头人”的论战，指的正是主张世界游戏的赫拉克利特；通过对感官的否定，即最初的“认识装置批判”——在此巴门尼德“粗暴地将理性撕裂，仿佛存在两种完全分离的官能”——他创造了自柏拉图以来“像诅咒一样笼罩在哲学上”的精神-肉体二元论 (PhtZ, KSA 1, 843)。对确定性的新追求和对“认识器官”的教条式信仰互为条件；逻辑超越了其作为“一切真理的否定性条件”的合法功能，被错误地赋予了作为认识内容之试金石的信任 (PhtZ, KSA 1, 846)。然而，存在仅仅意味着“呼吸”：这是一个“根据人类的类比”来设定事物存在的隐喻 (PhtZ, KSA 1, 847)。因此，在随后的埃利亚学派中，例如芝诺关于无限的疑难（阿波里亚），也依附于一种“完全无法证明的 [] 前提”的倒因为果（Hysteron proteron）之中，即“我们在那种概念能力中拥有了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决定性最高标准”。最后，欺骗性的“感官”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充满疑难的：如果“事实上只有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同一性，那么感官本身又是什么呢？” (PhtZ, KSA 1, 849f.)：这一主题在《善恶的彼岸》的第一卷中再次出现。

阿那克萨戈拉完成了对多者、对存在之物对抗埃利亚学派的拯救，他将一切变化解释为现有杂多的变更：“存在着无数的实体，但从未增加，也从未有新的” (PhtZ, KSA 1, 853)。取而代之的是关于运动起源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一种相反的偏见，认为真正的存在之物必须是“一块物质”，并且其中必须包含与所有其他存在之物“同类的基质”。最重要的是，无数实体的假设产生了“一个被认为是封闭和完整的无限性矛盾” (PhtZ, KSA 1, 855f.)。尼采将这与同时代新康德主义关于时间（即运动、连续性和消亡）实在性的辩论联系起来，因此他认为阿那克萨戈拉为了（尽管并未成功地）避免自因 (causa sui)，而构想出了努斯 (Nous) 作为运动的起点。然而，这种运动是作为“最盲目的随意性”起作用的吗，或者“如何从混沌变为宇宙”？尼采指出，阿那克萨戈拉的“至圣之所”正在于此 (PhtZ, KSA 1, 864)。它存在于努斯的作用中，即“一种同心持续的圆周运动特征”，重的向心，轻的离心，因而“到处都是同类事物被抛向同类事物”。这一具有绝妙“大胆与简单” (PhtZ, KSA 1, 865f.) 的构想，将运动视为“一种振动”，“一旦被推动，就必然进行下去，并产生出类似于最明智的洞察力计算和最深思熟虑的合目的性效果，尽管它本身并非如此” (PhtZ, KSA 1, 867; 参见《善恶的彼岸》，第22节)。

然而，阿那克萨戈拉式的“艺术家”精神让尼采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内在的哲学层面；它指向了最初的问题：对于“悲剧”鼎盛时期的希腊人来说，哲学思考究竟是什么。索福克勒斯的朋友和“最伟大的阿那克萨戈拉主义者”正是伯里克利：他作为公共演说家在人民面前的形象，构成了“阿那克萨戈拉宇宙的缩影，是为自己建造了最美丽、最尊贵外壳的努斯的图像，并仿佛是精神的那种构建和驱动 [] 力量的可见化身” (PhtZ, KSA 1, 870)。最后，尼采将其与他对赫拉克利特的讨论结合起来，再次强调创造世界的努斯运动的任意性是“自由意志”的行为：这种意志“只能被认为是无目的的，大概类似于儿童游戏或艺术游戏冲动的方式” (PhtZ, KSA 1, 872; 叔本华的观点在此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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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1873)

这篇文章写于1875年，一方面与计划中的“哲学家之书”有关，另一方面与修辞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有关，尼采生前未发表。该文章如今被广泛认为是尼采语言批判认识论的核心文献。其主要意图在于，通过反思人类理智作为纯粹生存“辅助工具” (WL, KSA 1, 876) 的受限性，向人类理智证明，其对客观真理（即对“物自体”的科学认识）的要求是一种错觉和自相矛盾。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既然理智在服务于生存时主要用于伪装，那么追求真理的冲动究竟从何而来。为了遏制“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一种霍布斯式的“和平缔结”首先确立了一个一致且具约束力的世界，从而奠定了经验“事物”、经验其如此或如彼之存在的可能性；由此引出了本文的主要论点：“语言的立法同时也颁布了真理的最初法则” (WL, KSA 1, 877)。如同在传统中一样，人类的语言结合与社会结合是同时发生的。尼采由此发展了他的隐喻形成学说，说明它一方面与人类的存在本身完全趋同，另一方面却绝不会超越自身指向事物的自体：因为只有错误的因果推论才会从词语——“神经刺激在声音中的映射”——推导至“我们之外的原因”。能够被指称的不是客体，而仅仅是关系，而且这是通过多种隐喻性-任意性的跳跃来实现的：即从神经刺激到“图像”，再从图像到声音；尼采认为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离“本源的本质”越来越远 (WL, KSA 1, 878f.)。概念将不相同的事物等同起来；语言本身最初是修辞性的（或者说是“谎言”），而真理仅仅是它的一种特定的、约定俗成的变体：一支“流动的隐喻大军，[…] 拟神人同形论 (Anthropomorphismen) […] 在长期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显得固定、规范且具约束力” (WL, KSA 1, 880)。这种建立在“仿佛流动的流水之上”的拟人化“概念大厦”的构建，其决定性在于，“人忘记了自己是主体，而且是艺术创造的主体” (WL, KSA 1, 882f.)。同时也忘记了，虚幻的“感知”概念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因为它把某种独立于主体的东西作为该主体的知觉强加于同一主体，而没有意识到需要一种“自由诗化和自由发明的中间领域和中间力量”来进行解释说明 (WL, KSA 1, 884)。任何让我们印象深刻的规律性，“本质上都与我们自己加诸事物之上的那些属性相吻合” (WL, KSA 1, 886)。

该文章的第二部分举例说明了从隐喻性基本冲动这一概念中得出的一些推论。科学仅仅是延伸并疏导了语言本身的修辞性基本过程；而基本冲动则在外部“在神话乃至一般艺术中”寻找新的轨道 (WL, KSA 1, 887)。在摆脱了对生存的奴役之后的创造性无政府状态中，理智由此达到了力量与幸福的顶峰。如果理智没有被维持生存的精明所压垮，那么正如在早期希腊的情况那样，它就能创造出一种“文化”：这种在所有生命印记中的辉煌错觉，掩盖了它们源自生存必需的起源。因此，直觉型的人获得了一种“源源不断涌入的启明、振奋与救赎”，这使他有别于斯多葛式的概念型的人，并让他在不幸中也能“带着尊严的沉着”挺立 (WL, KSA 1, 88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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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格·施密德 (Holger Schmid)


从《人性的，太人性的》到《快乐的科学》（1878–1882）


“人们把我的著作称为一所怀疑的学校，更是蔑视的学校，幸运的是，也是勇气的，甚至是胆识的学校。事实上，我自己也不相信，曾经有谁以同样深的怀疑审视过这个世界 []”（MA I，序言，KSA 2, 13）。



尼采1886年的这段自我评论描述了一种心境，同时也勾勒出一个纲领，这标志着这位思想家在出版《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考察》之后进入了所谓的“实证主义阶段”。在这部关于悲剧的论著中，他运用可作多种解释的日神与酒神象征，设计了一个诠释矩阵，这使他能够对↗苏格拉底主义片面的逻辑-理论文化进行批判，同时得以恢复渊源更古老、层次更深邃丰厚的悲剧文化——这一蓝图在某种程度上对他后续的著述依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尼采最初认为，瓦格纳的艺术创作正是实现这一意图的契合时代的形式：这位思想家曾希望在一种自称以神话为基础的文化演绎中，看到自己的意图化为现实。《不合时宜的考察》系列同样遵循着文化批判的路线，尼采在其中对同时代人的教养观念以及膨胀为历史主义的历史意识进行了深入且极具论战性的分析。在其哲学思考的这一阶段，与希腊悲剧神话和瓦格纳乐剧的双重纽带，赋予了尼采在建构和批判方面的一种确定性，而这种确定性在随后的发展中，将因一种开拓视野的实验哲学而丧失。

首先将尼采中期阶段的作品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下，这应被证明是妥当的做法。哲学概念与精密科学的论证实践以及艺术表达创作之间曾具有传统特征的严格区分，被尼采打破了。尼采常常在无意识中继承了法国道德学派和浪漫主义的遗产，而这两者早已动摇了这一边界划分。由此看来，中期阶段的作品是一种形式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尼采似乎时而向同时代的科学思想资源靠拢，时而又倾向于自由的概念创造。这位思想家时而诉诸科学所赖以存在的信念，即外在经验的首要地位，时而又潜心于内心世界的探索并由此诉诸艺术直觉；通过这种方式，他证明了传统知识体系的解体——随着黑格尔主义的瓦解以及随之而来的首批归纳形而上学体系的兴起，这种解体已日益成为19世纪的时代特征——并将这一事实变成了其创作的前提。

如果说在尼采的中期作品中，认识论批判、道德批判、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等传统主题以不断变化的组合方式呈现，那么与此相对，作者真正的动机则是寻找一种与哲学相契合的形式语言，即一种“象征体系”；它应被允许同时从对传统哲学体系的批判以及自身的内在发展中得出结论。因此，相较于《悲剧的诞生》，他更加将过去的各种精神力量，如柏拉图主义、苏格拉底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基督教和佛教，塑造成自我理解与自我确证的符码；他将自己反思为这些及其他立场的后继者，但最首要的，是将自己反思为它们的克服者。由此暗示的过程，起初完全倾向于科学，最终却归宿于艺术的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归宿于一种艺术形而上学的视域；这种形而上学虽然使科学与艺术的差别相对化，但在构想一种精神经验的象征体系时，却赋予艺术作为形而上学之工具的优先地位。这一观察使我们不仅能够从主题层面，也能从文本结构层面去接触尼采的著作，即通过文本片段来展现这位思想家是如何从启蒙批判任务的传统观念过渡到生命诠释学的。在深层意义上，尼采旨在为正午的哲学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做准备，从而同时预示一种超越传统本体论与先验哲学的全新的世界解释，甚至全新的形而上学。

呈现于此的著作记录了1878年前后在尼采思想中发生的一次断裂。如今，构成尼采思想主题核心的，不再是于↗神话、悲剧艺术和音乐中表达出来的真理；相反，他现在正在颠覆对事物自身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信任。将众多在主题上看似异质的文本段落联系起来的，是虚构或者说虚构主义的母题，而这显然是以一种具有标志性的双重含义表现出来的。一方面，尼采指出了支撑人类思考与认识的认识论基础以及道德现象所具有的虚构性；另一方面，这位哲学家又赋予了“虚构”概念一种建设性的引申义，让人得以预见其后来关于普遍视角主义的构想。暂且，尼采主要批判了同一实体的幻象以及意志自由的道德偏见，不过尚未达到其后期同一性批判那样彻底的激进性。

如果说在尼采的早期著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古典语文学主题以及作为整体的古代文化的思辨性重释，那么现在他的思想在外在形式上也发生了转变。取代学术论文的是犀利表达的艺术，即作为文学形式类型的↗格言，哲学家试图借由这种形式，在一种尝试性思考的媒介中，恰当应对现实的矛盾构造。这种反体系的冲动使尼采与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陷入了公开或隐秘的对立，因为后者各自以不同方式试图将流动不居的思想臣服于固定概念形成的边界之下。这种转变也对这一时期作品的理论内涵产生了影响：尼采在其中提供了一种全面的生命症状学，孤独的个体与社会中的个体、宗教、艺术、科学以及道德意识，首次被纳入一种全面视角主义的方法论中予以考察。同时，这一症状学还包含了对生命特有的倾向的深层心理学导向的考察，其核心围绕情感两极的存在以及本质与现象的差异；这些认识让他理解了每一个现象是如何能够转化为其对立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如何早已将其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之中的（对此仍可参见：L. Klages: Die psychologischen Errungenschaften N.s, Leipzig 21930）。此外，这位思想家首次尝试了一种谱系学视角，这使他能够将各种现象的同一性消解为一系列的历史发展过程。哲学学科的传统法则，起初在布局上尚且维持着外在形态，后来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形而上学的轮廓让位于一系列的多重视角，这就对第一真理和最终真理的存续提出了质疑。对于读者而言，尼采著作中向来具有的审美魅力，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形式与内容之动态变化的产物。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1878–1879）

关于《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的创作背景。在1876年6月和7月，即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期间，尼采向他的“秘书”H. 柯塞利茨口述了计划中名为《犁铧》的著作的首批格言，这些格言后来被收入《人性的，太人性的》。相关的记录工作持续了整个冬天。在1876年2月，尼采结识了P. 雷，后者的论文《心理学观察》（1875年）和《道德感的起源》（1877年）对《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分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通过他，尼采开始关注↗法国道德学家的文献；他的思想此前仅以叔本华和瓦格纳为导向，现在日益获得了全欧洲视野的深度和广度。1877年9月初，尼采整理了关于↗自由精神的笔记，并于1877年12月3日将其提供给出版商施迈茨纳；1878年4月14日，该书的校对工作完成。该书于1878年5月1日出版，副标题为“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并献给伏尔泰，以纪念其逝世100周年。

关于同时代的反响。这部新作品在拜罗伊特受到的接纳是“冰冷的沉默和彻底的拒绝”（M. 蒙蒂纳里语）；人们在那里立刻将其视为一种宣战。1878年夏天，瓦格纳在他的《拜罗伊特报》上（未指名道姓地）攻击了这位作者，他以“天才”和“诗人的灵感”来对抗“历史批判”。C. 瓦格纳在写给M. 冯·施莱尼茨的信中说：“尼采的书我没读。翻阅了一下并看了其中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把它归档搁置了。在这位作者身上发生了一个过程，我早就预见到了，并且我已经尽我微薄的力量与之抗争过”（KSA 15, 83f.）。在对雷带有反犹太主义讥讽的言辞中，人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他与瓦格纳家族的决裂。J. 布克哈特在1878年12月10日写给F. 冯·普伦的信中说：“[] 您注意到了吗？尼采在他的书中又完成了一次向乐观主义的半转身？[] 他是一个非凡的人；对一切事物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自我获得的观点”（KSA 15, 86）。正如信件言论所证明的那样，E. 罗德对此反应出极大的诧异。尼采的“朋友们”在这本书中主要看到了P. 雷的灾难性影响。在他们看来，这是准确的，因为他们完全是从他的《悲剧的诞生》出发来理解尼采的，无法领会他的危机和内心的转变。

关于《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的创作背景。1878年8月，MA II的大部分格言创作完成。同年11月中旬，M. 鲍姆加特纳夫人负责誊写了《杂闻与箴言》（MA II，第一部）。12月31日，尼采将可供付印的手稿寄给施迈茨纳；该书于次年3月12日出版。

关于同时代的反响。这本书引起了毁誉参半的回应。带着礼貌的尊崇，也带着非常克制的讽刺，J. 布克哈特在1879年4月5日写给作者的信中说：“众所周知，我从未涉足过真正思想的殿堂，而是一生都在神庙外院的庭院和长廊里自娱自乐，那里是广义上的形象化事物统治的地方。而现在，您的书中恰恰也为像我这样漫不经心的朝圣者提供了方方面面极其丰富的给养。但在我无法跟上的地方，我带着一种恐惧和愉悦交织的心情，看着您如何安全地在令人眩晕的岩脊上徘徊，并试图想象出您在深处和远处必然会看到的景象。”（KSA 15, 101）。E. 罗德在1879年5月31日写给F. 奥弗贝克的信中说：“看来，尼采在经历了瓦格纳主义的酷热之后，已经大半克服了雷主义的冷风。”（KSA 15, 102）。

1879年7月/8月，《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在圣莫里茨创作完成。同年9月30日，由柯塞利茨制作的誊清稿送达瑙姆堡的尼采手中。这份再次由鲍姆加特纳夫人抄写的可付印手稿，于1879年12月初由施迈茨纳出版。罗德在12月22日给朋友的信中表露：“你书的结尾撕裂了人的灵魂；在这种断裂的不和谐音之后，应该且必须有更柔和的复弦出现[]”（KSA 15, 111）。尼采于1879年12月28日从瑙姆堡回信道：“感谢你，亲爱的朋友！你旧日的爱，重新得到了印证——[]。[] 你忠诚的美好证明让我深感震撼”（KSB 5, 474）。

尼采后来对《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回顾包括两段较长的总结；第一段包含在1886年春季于尼斯为该书再版而写的序言中，第二段则在他1888年的《瞧！这个人》中对自身著作进行评价的自我评论里。在这些地方，尼采将这部著作描述为“危机的纪念碑”（EH, KSA 6, 322）和“伟大解脱”的见证（MA I，序言，KSA 2, 15）。这指的是尼采从叔本华和瓦格纳双重影响中的解放，最初表现为对↗唯心主义（EH, KSA 6, 327）和↗形而上学需求（EH, KSA 6, 328）的深刻批判，随后表现为与拜罗伊特艺术家最初未被看穿的姿态的决裂。在这里，继方向不同的《悲剧的诞生》之后，可以看到另一次“一切价值的重估”（EH, KSA 6, 328）。尼采在其中认识到了自由精神最崇高的任务，因此，作者在一个带着这副面具的反思性游戏中，将自己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角伏尔泰等同起来。尼采此后将作者身份理解为一幅认同过程的图景：作为广阔的传记和精神过程的自我发现，应当导向一种“大健康”的结果（MA I，序言，KSA 2, 18）。如果说自智者学派以来，启蒙运动的意图是指向对社会状况的批判，以期根据其预设的理性理想来重塑这些状况，那么“自由精神”的思考则指向重新找回一种古典智慧的形态。在思想的再一次主题性转向中，尼采以一种不同于《悲剧的诞生》的精神内涵填补了这一纲领。

关于全书的结构与主题。尼采将MA I划分为总共九个主要篇章。MA II由两段文本组成，标题分别为《杂闻与箴言》和《漫游者和他的影子》。很容易注意到，在所呈现的主题结构中，存在着对传统哲学教学领域的某种关照；然而，这更多是一个外在的框架，对它的填充为尼采提供了机会，让他在随笔典型交错的思想脉络中践行其实验性思考。他将主题的跨度从文化的起源延伸至当今社会生活的国家组织，从对社会习俗的批判延伸至艺术家和↗圣人的个体甚至秘传的感情世界。哲学的、道德批判的、最后甚至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论证模式，主导着一种既自知为哲学思考、又同时处于告别哲学门槛上的思想。

人们可以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确认出不同的风格层次：科学散文，形式受限程度不一的警句和格言体段落，以及“漫游者和他的影子”所进行的独白。这些文本层面阐明了主体从通过信仰传承、学术传统和艺术传统建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不同阶段，从而承接了从古老欧洲世界中解脱出来的相应步骤，而尼采通过他的个人经历和教育，曾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尼采预言了“怀疑论的预期胜利”（MA I, 第21节, KSA 2, 42）；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展开了其著作的布局，勾勒出一部“思想的发生史”（MA I, 第16节, KSA 2, 37），借此证明“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MA I, 第18节, KSA 2, 38）是虚幻的，特别是源于康德和叔本华批判主义的“自在之物”和“现象”（MA I, 第10节, KSA 2, 30）的概念，被定性为无对象的，或者被追溯为一种“大脑功能”（MA I, 第12节, KSA 2, 31）的作用，正如在终极的进化论还原中所指出的，这种作用在“梦的逻辑”（MA I, 第13节, KSA 2, 32）和“语言”的欺骗中（MA I, 第11节, KSA 2, 30）同样起效。因此，在尼采看来，概念的统一性，就像逻辑和数字的同一性一样，都是虚幻的（参见例如 MA I, 第19节, KSA 2, 40f.）。在这一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批判的背景下，这位思想家判定“关于生命的错误对于生命是必然的”（MA I, 第32节, KSA 2, 52），并在其余方面希望将现象从对立面中不断涌现作为现实唯一不容置疑的过程。

第1个主要篇章的出发点是关于“概念与感觉的化学”的构想（MA I, 第1节, KSA 2, 23）；这个隐喻表明尼采是一位思想家，在F.A. 朗格（《唯物主义史及其在当代的意义批判》[1866]）的影响下，试图以唯物主义的，甚至感觉论的方式去瓦解批判主义，但也以此试图重新奠基它。这个唯物主义原则同时被极其历史性地思考；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静止原则被严格的动态论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现象的质变不是像在黑格尔学说中那样的辩证结构，而是可通过现象学-解释学把握的经验材料。这与希腊人最古老的自然哲学思辨的接近是纲领性的。由此，关于还原论的指责也同时变得多余，这种指责通常被用来针对尼采在法国感觉论中的先驱们。在这部早期著作中，尼采就已经让人的心理-生理组织，在推而广之的思辨中乃至整个自然界显露出来，从而可以确认一种有机构成哲学的雏形。

与这些（尽管具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批判的功能）极其科学化风格的段落形成奇特对比的，是诸如第29节中以《陶醉于花香之中》为题印出的一段抒情插曲，其中写道：“错误使人变得如此深沉、细腻、富有创造力，以至于开出了像宗教和艺术这样的花朵。纯粹的认识是绝对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谁要是向我们揭开了世界的本质，他就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最令人不快的失望。不是作为自在之物的世界，而是作为表象（作为错误）的世界，才是如此意义深远、深邃、奇妙，在孕育着幸福与不幸。”（MA I, 第29节, KSA 2, 50）。基于对逻辑学和认识论基本概念的摒弃，尼采让错误、幻象和审美外观的“世界”浮现出来，换言之：《悲剧的诞生》中的日神原则被转化为一种审美诠释学，对于这种诠释学而言，显现在其特有的深不可测中，相较于事物的自身存在，代表了更为丰富和多产的纯粹原则。如果在尼采的解释中，《悲剧的诞生》里的神话还试图去担保存在的秩序联系，那么自由精神的思考则创造了它的结晶点，方法是从现象的波动中选择出某些复合体，这些复合体在不断变换的光照下从一个不确定的生命背景中凸显出来，并仅仅在一个开放的过程中暂时排列成固定的解释对象。如果在尼采这里可以谈论一种现象学的话，那绝不是在对思想和经验内容进行本质固定的意义上，而是作为一种动态视角主义的结果，这种视角主义与追求认识的热情这一基本态度结合在一起。

第2个主要篇章完全被“道德感的历史”这一思想所主导。尼采反对伦理学的自律，反对将善的理念视为柏拉图意义上的独立存在，或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1788）中所阐述的无条件者。取而代之的是，他追问道德现象的发生，并在历史视角下解构了其内在价值。例如，在第45节中可以找到一段关键论述：“善与恶的双重前史。——善与恶的概念有一段双重的前史：其一，是在统治部落和种姓的灵魂中。谁有权力报复，以善报善，以恶报恶，并且也真的实行报复，即感恩且复仇，他就被称为善的；谁软弱无力且无法报复，就被认为是坏的。[] 其二，在被压迫者、无权者的灵魂中。在这里，每一个其他人，无论是高贵还是卑微，都被视为敌意的、肆无忌惮的、剥削的、残忍的、狡猾的[]。我们现在的道德，正是在统治部落和种姓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MA I, 第45节, KSA 2, 67f.）。在这些话中，当尼采不再仅仅在伦理学维度，而是更多在道德社会学维度寻找善的对立面时，他预演了后来在《道德的谱系》中发展的↗怨恨理论。在此，他发现善与坏的两极性相较于善与恶的两极性更为古老，且无论如何更为本源。

阐明人类文化起源事实的纲领引导尼采对道德理论的基本概念（如美德、意志自由和道德性格）进行了批判；第39节《关于理智自由的寓言》具有主导动机的意义。从这种纲领性的倾向上，可以揭示各个段落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些段落此外似乎是按照尼采在其他地方也遵守的松散拼接的文体原则排列起来的。该论述的根本倾向是，用在道德心理学和道德社会学上充实的概念（如内疚、羞耻感、感恩和复仇欲）去对抗哲学传统中纯粹建构出来的概念。最后这些概念受到来自发生学视角的审查。通过这种方式，尼采远离了康德乃至叔本华式的先验主义，并且原则上也摒弃了当时非常流行的功利主义，然而在对快乐/痛苦以及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这些概念对的使用上，他特别与最后提到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相近。

在第92节中，尼采提供了一个通过探究道德现象的起源或确切地说其时间上的开端来探索道德现象本质的例子，他在其中引述并解释了修昔底德史著中著名的弥罗斯对话。在地位不平等者之间只有强者的法则起作用——同样参见第93节中的扩展论述——而在实力相当的势力之间，则存在着对双方利益范围的对等协调。哲学家在其中看到了正义的起源；因此，正义并非是非个人的和超个体的，而是力量平衡的结果，在这种平衡中，通常会有第三股势力介入调停，从而上升到一种缔造和平的、并仅在此意义上是道德的权威地位。法和正义的古老特征是先前武装冲突之后的和平缔结，以及以权力作保但在结果上和平的交易，在这个交易中，各方以其执行力为尺度来保全和扩张自己。谁不能在此已经认出尼采后来将其提升至最高抽象程度和根本性的权力量子逻辑呢？只不过当时还完全披着社会学或伪社会学属于的外衣！尼采认为，文明人类已经让道德观念的起源被人遗忘，以至于一种假定先验的道德律似乎被考虑作为道德行为的辩护背景。然而，在这种虚假外观背后的，始终只是人类生活内在和外在力量的一种平衡状态。这种思考模式在此后高度转化的语境中，对尼采也保持着其根本性意义。

尼采在第99节触及了道德的本能基础，他写道：“所谓恶行的无辜之处。——所有‘恶’的行动都以保存本能为动机，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个体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意图为动机；作为如此这般被激发的行动，它们并不是恶的。”（MA I, 第99节, KSA 2, 95）。仅在这一段中就可以看出，尼采意欲在有机生命的保存和提升中，允许存在一个用来评判道德现象的终极尺度；这个尺度本身是免于评判的，但允许存在各种各样的层级，这些层级通过这一思想众多的变体和应用实例表现出来。正如在第43节和第81节中所阐述的那样，人类历史生存所证明的残忍和施加痛苦，必须被视作人类文化早期状态的症状。因此，思想家更加转向道德自我欺骗的根源，随着文化的精致化，这种危险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如刚刚提到的格言所证明的，存在着“受苦者和行动者的错误”，以及在同情中虔诚的自我欺骗和与其本质相关的感情冲动（第46节及以后）。谎言也被置于类似的差异化考察之下（第54节）。后来出版的论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起草于1872年；首次出版于1896年）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穷尽解释的论述。

伴随着真理与谎言的现象圈，尼采勾勒出一个问题领域，该领域最终将引导他形成一种发展学说，将未来更新的人类图景与古老的文化状态对立起来。早在第58节中，承诺的能力就作为人类最高贵的权利出现了，在尼采看来，这种能力与谎言一样，内蕴着一种奇特的无辜。如果说人完全是自然，那么在必然性和自由意志之间就不存在区别，而只存在隐藏在传统道德观念中人类的自我欺骗。因此，对尼采来说，人“总是做得很好”：“在某种意义上，它总是关乎自我保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对的：无论人做什么，他总是在做善事，也就是说：做那件在他看来好（有用）的事，根据他的智力程度，根据他当时的理性程度”（MA I, 第102节, KSA 2, 99）。这是一种在体系上前后一致的论述，但却弄错了柏拉图内部的论证关系。尼采并不总是能够信赖其文献学和历史学天赋的绝对无误。——正如在第94节中已经暗示的那样，存在着道德的“阶段”；它们从个体的功利思想，经过荣誉原则，走向一种立法，这种立法使得未来可以期待：人类将接受自己不可取消的自然性，并取代过去的内疚和罪恶意识，学会在面对自己时获得一种新的坦然。

哲学家在第107节详细阐述了这一核心愿景，其中写道：“人对其行为和本质的完全无责任，是认识者必须吞下的最苦的药滴，如果他已经习惯于在责任和义务中看到其人性的高贵证书的话”（MA I, 第107节, KSA 2, 103）。一个“智慧的人类”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痛苦的认识：孕育了人类一切生命表达的自然必然性，取代了个体自由的幻觉。所要求的是一种学会了谦逊的态度，即人及其认知能力和道德天赋，只是自然整体中具有解释上无法消除之冷漠性的一部分：“新福音的太阳将它的第一缕光芒投射在灵魂的最高峰上[]。一切都是必然的，——新认识如是说：而这种认识本身也是必然的。一切都是无辜的：而认识是通向洞悉这种无辜的道路。”（MA I, 第107节, KSA 2, 105）。愿意的话，人们已经可以在这些话语中看到命运之爱思想的一个早期版本，尽管对该思想的明确表述要在尼采后来的作品中才能找到。——然而，这种意图彻底将人自然化、并试图借此抛弃其历史生存之重担的做法，作为后果，却导致了人类传统使命的丧失：即人类总是去历史性地改造其自然世界。尼采乌托邦式的自然主义在逻辑上是一个荒谬之物，一个幻象。

第3个主要篇章承接了18和19世纪的宗教批判：“宗教中的真理。——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没有公正地对待宗教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随后对启蒙运动的反叛中，人们又一次大大超出了公正的界限，因为他们带着爱，甚至带着迷恋来对待宗教，并赋予它们[]对世界一种更深刻、甚至是极其最深刻的理解；科学必须剥去它的教条外衣，然后才能以非神话的形式占有‘真理’。”（MA I, 第110节, KSA 2, 109）。这段话极为清晰地展现了尼采关于“宗教生活”之考察所置身其下的复杂的思想史前提。启蒙时代的宗教批判努力，以及浪漫主义对宗教的转向，都各自只描述了问题的一个侧面。尼采本人在与叔本华的根本联系上出发，认为宗教是减轻痛苦的一种手段，但这种认识对他来说并不是最终的，因为他的老师和前辈“在宗教对于认识的价值上[]犯了错误。[] 从未有任何宗教，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无论是作为教条还是作为比喻，包含过一个真理。因为每一种宗教都是从恐惧和需要中诞生的，它们在理性的迷宫中潜入了生存[]。”（MA I, 第110节, KSA 2, 110）。

因此，对尼采来说，宗教远远更多是一种服从于生命困境的对存在的解释，而不是像他的老师叔本华那样认为是真理的寓言。一种源于生命本身、但对真理绝对漠不关心的自动解释过程在这里首次被构想出来。

此外，思想家并未仅仅停留在对宗教真理主张的明确拒绝上，而是从生成史的背景中获取了额外的论据。例如，第111节讨论了“宗教崇拜的起源”；对于这个甚至追溯到了他及同时代人所熟悉的希腊宗教证据之前的假定早期阶段，尼采指出，缺乏“自然因果律的任何概念”（MA I, 第111节, KSA 2, 112）。在他看来，对于处于最古老文化阶段的人类来说，自然是一个意志载体的复合体，而人类自己作为一个有感觉和有意志的存在者，知道自己被置于其中，部分受着更高力量的威胁，部分受着它们的保护。尼采针对这个阶段预设了一种交感式普遍联系的思想，这种联系将动物、人类和神与整个自然连接在一起；所有的生命载体都通过一个相互义务的系统联系在一起，这些义务通常表现为契约。尽管在其他存在物中处于困境，但人类绝非完全无能为力，因为人类掌握着驱使神灵的手段，就像任何对其他存在物的影响通常都被想象成是以意志影响为原型的。魔法和万物有灵论占据了后来被经验理性的因果律理念所主张的位置。人类和神并没有被深渊隔开；更确切地说，通过将他们比作低级种姓和高级种姓之间的共同生活，可以公正地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尼采关于崇拜和仪式执行可能起源的阐述表明，他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地从哲学宗教批判的魔咒中走出来的，转而利用他同时代人的专业（即宗教心理学和宗教社会学）事实研究的成果。因此，这位哲学家既未采纳叔本华的补偿模型，也未采纳费尔巴哈的投射模型，相反，他围绕发展理念重组了他的概念性思想。这种发展理念，部分源于哲学（孔德，斯宾塞），部分源于自然科学（达尔文），在尼采这本著作创作之时，正开始征服文化科学，并例如在泰勒关于原始文化的研究（1871年）中得到了体现（关于尼采的实证主义，另请参见 Kremer-Marietti, 1998）。

尼采相信，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最能公正地对待像基督教这样的高级宗教。他包含在第132节及以后的分析中，反思了基督教罪恶和内疚意识的产生，思想家将其归因于比较人类和神圣主体性的无意识习惯，通过这种比较，人性不可避免地被体验为破碎的，这一事实很容易激发起对惩罚的恐惧（MA I, 第132节, KSA 2, 125f.）。如果说尼采在这个语境下遵循的是一种相当朴素的启蒙传统，那么他在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批判中则展现了大师级的水准。作为心理学家，禁欲主义在他看来，尽管其外观统一，但却是一种合成的结果：“人们在考察禁欲主义和圣徒气质时首先会碰到的一般性初步概率是，它们的性质是复杂的：因为几乎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物理世界还是在道德世界，人们都成功地将所谓的神奇之物还原为复杂的和多重条件之物。因此，让我们试着将在圣徒和禁欲者灵魂中的单个动机孤立出来，并最终将它们想象成在我们眼中交织在一起的样子。”（MA I, 第136节, KSA 2, 130）。承接这一要求，尼采给出了一个禁欲主义动机的案例分析，跨度从庸俗的虚荣心直到自责的诡辩。控制情感、自我否定和个体人格的破碎，是禁欲主义的情感时刻和驱动要素，但除此之外，尼采还确认了一个分析元素，他将其称为“自在的情感”（MA I, 第140节, KSA 2, 133）。这一考察将他从心理学观念引向生物学的、并最终是社会学的禁欲主义观念，这种观念一方面聚焦于禁欲主义在抑制以及提升生命本能方面的双重功能，另一方面聚焦于禁欲者和圣徒对社群形成的影响（第140–144节）。


综合考察第3和第4主章，可以看出，N.认为宗教和艺术的生命类型是通过亲和与对比的关系来描述的，并且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各种离散的过渡是可能的。N.的思想轨迹为现代文化的处境投下了一道奇异而明亮的光芒：现代文化一方面导致生活角色和生活风格的形成日益鲜明，另一方面，由于强加在角色承担者身上的生活条件的复杂性随着发展不断增加，又使得类型构建的纯粹性变得困难。因此，当宗教仪式和艺术特征融为一体时，这便是一种古老的印记。相反，在现代世界中，宗教和艺术的生活角色日益形成鲜明对比，并双双与科学求真伦理陷入一种模棱两可的对立之中。N.以科学与艺术真实性的对立为例来反思这一事实：“艺术家的真理感。——在认识真理方面，艺术家的道德感弱于思想家；他无论如何都不愿让人剥夺他对生命的那些光辉灿烂、意蕴深远的解释，并抵制那些清醒、朴素的方法和结果。[] 因此，他认为他这种创作方式的延续，比在任何形式上对真理的科学献身更为重要，哪怕这种形式显得再怎么朴素。”（MA I, 第146条, KSA 2, 142）。在N.的大多数言论中，他谈及艺术的真理内涵，甚至将艺术视为人类真正的形而上学活动；与此相反，在上述引文中，他的判断却极其片面地倒向了科学。只有科学，而非艺术，才如此毫无保留地受制于事实真理的标准，而这正是现代文化的要求。

在探讨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天才的影响时，N.同样采用了一种严格的分析方法，尽管这种方法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借用的内容在回顾时往往显得受限于时代，但其哲学上的关键点却在于对文化现象的实体本性的毫无保留的消解。因此，艺术的功能并非单一；相反，对N.而言，随着艺术逐渐摆脱神圣的束缚和膜拜仪式的目的，它展现出一种开放的作用光谱和多元的关联。艺术可以服务于此在的升华，或者通过以牺牲健康活力为代价来扩展阴影、黑暗和病态，从而削弱生命本能；它可以致力于传统的加冕和祖先的荣耀，或者抵制集体力量对艺术家和创作者孤独生活与创作的苛求和侵犯。如果说康德和德国浪漫主义曾将天才誉为自然禀赋，那么对N.来说，天才问题则不能片面地消融在自然或社会关系中。这位哲学家批判了对直接启示力量（即灵感）的信仰，并强调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手工艺的辛勤劳作对于艺术创作的不可或缺性（见格言第155条及以后）。在处理天才问题时，N.将重点主要转移到影响和享受的层面上；由此他接近了现代的见解，即天才并非一种内在地静止的现象，而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或受众的认可之中，或至少以此为前提。这与圣徒和禁欲主义者的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影响）之间的平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N.论证方式的另一个例子是语言问题。在格言第216条中，作者探讨了在古老表达形式的产生过程中，姿势、默剧、象征、音乐和诗歌之间推测性的相互作用。然而，N.所作的这种推测绝非原创；启蒙运动时期就已经存在类似风格的语言发展理论。关于起源问题以及与音乐的联系，维科、哈曼、赫尔德和洪堡，特别是浪漫主义圈子，已经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在N.于此事上的直接先驱中，还必须提到G. 格贝尔（G. Gerber），他的著作《作为艺术的语言》（1871年）受到歌德、席勒和叔本华以及洛采和费舍尔的影响，成为古典和浪漫主义时代与发展理论实证主义时期之间在接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纽带。在N.看来，虽然姿势和默剧仍然局限于有机存在的节奏和对外部自然的模仿，但情感或自然之声在日常语言中自我克服并获得了客观的意义，在悲剧和喜剧诗歌中获得了戏剧性的意义，而在音乐中则化为一个自主的音调宇宙。在这种背景下，N.成功地获得了对艺术流派体系及其在发展上的交织状态的令人振奋的洞见，这并非偶然。整个这一节以一曲艺术的告别之歌作结（格言第222条及以后）。

在MA I的这些章节中，N.确立了一个虚拟的主题中心，从这个中心出发，表面上异质的问题域得以连贯地纳入其思想的视野中。作为N.处理方式的一贯特征，应当强调以下几点：(i) 集中关注文化现象的早期形式，期望以此探究其本质内涵；(ii) 综合考察的方式，或者更好说是：反复比较的思考技巧，由此产生了一种整体印象，即所有基本文化现象在起源上都是相互联系的，因而 (iii) 最初局限于外在视角，这种视角特别是在一开始悬置了对高级宗教的真理内涵和价值领域自主性的评价。直到其思想在《曙光》和《快乐的科学》中进一步发展，N.才得以通过内外视角的持续交替，弥补某种片面性的缺陷，也就是说，在保留道德和宗教社会学问题的同时，不放弃真理问题。N.的思想推演方式为后一代思想家——如柏格森、马克斯·韦伯、齐美尔和舍勒——奠定了风格基础。

试图在一个统一的视角下展现权力的起源、伦理与道德的形成、法律的产生、天才问题、艺术和语言问题，并揭示它们之间潜在的亲和性，这是一种高水准的思想成就，这位哲学家借此永久性地开创了一个新的问题情境。然而，证明具有进一步深远影响的，与其说是完全致力于发展观念并因此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对权力、法律、习俗和道德的批判——在这里，N.几乎无法跟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卢梭、康德或黑格尔所展开的深邃思辨——倒不如说是他对语言问题、天才问题以及禁欲主义和意义赋予的形式圈的深刻综合审视。N.的思想在这些现象之间创造了哲学传统所未知的解释性过渡，并在这一点上仍然可以声称具有不变的现实意义。——第5节提供了对文化要素的综合考察。将宗教、艺术、科学和哲学放在比较视野中加以考察，并评估不同文化板块的相对发展年代，这是一项可追溯至希腊智者学派的古老欧洲精神遗产；在近代，可以想到卢梭、浪漫主义，而在涉及N.时，还特别要提及雅各布·布克哈特讲座的榜样，其最终文学定稿保存在《世界历史沉思录》（死后于1905年出版）中。

当N.在第5主章中区分“低级”和“高级”文化时，这些称呼并无价值判断的意图。与以《悲剧的诞生》为代表的N.早期文化理论思想阶段相反，这位哲学家从现在起在原则上禁止将文化的不同阶段和板块——例如古代与现代，魔法、宗教、最古老的诗歌与当代的哲学、科学或艺术问题意识——相互对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一切都在[]奔流之中：向着一个目标。”（MA I, 第107条, KSA 2, 105）。文化发展的活力创造并摧毁价值，但其本身却是价值中立的。一种更高级文化的发展被留给了未来，N.在格言第251条中描绘了这种文化的图景。神话的想象和诗歌与科学家清醒的事实感一样不可或缺；因此，N.认为这种高级文化的标志在于存在一个“双重大脑”，它的“内室”能够同时“感知”“科学”与“非科学”：“并排躺着，毫不混乱，可分，可封闭；这是健康的必然要求。在一个领域是力量的源泉，在另一个领域是调节器。必须用幻觉、片面和激情来加热，必须借助认知的科学来预防过度加热所带来的恶劣和危险后果。——如果不满足高级文化的这一要求，人类发展的未来进程几乎可以肯定地被预言：对真理的兴趣将随着其带来乐趣的减少而消失，幻觉、错误和幻想将步步为营地夺回它们曾占据的地盘，因为它们与乐趣相连：科学的毁灭、重新陷入野蛮状态便是随之而来的后果；[]”（MA I, 第251条, KSA 2, 209）。

围绕这一思想，N.集中阐述了文化兴衰的症状；根据迄今为止的观察，个别散文片段可以按照对应图式进行排列，这不足为奇。例如，这位思想家在格言第245条及以后论述了文化的早期阶段；与之形成对立呼应的，是人类摆脱暴政和迷信枷锁的伟大解放步伐（格言第275条及以后）。在这方面，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比较考察占据了突出地位；N.观察到，宗教改革内在包含一种阻碍因素，而文艺复兴作为真正的解放运动，却停滞在了起步阶段。总体而言，这位思想家认为“人性的循环”是可能的，这种推测以不同形式也出现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孔德的著作中（MA I, 第247条, KSA 2, 205）。因此，进步的乐观主义和对历史早期的浪漫主义渴望，都遭到了N.同样冷淡的拒绝。N.哲学思考的系统性成果在于“被束缚的”与“自由的精神”的对立（格言第225、226、229、232、291条及其他多处）。

结尾的格言第292条“向前”是N.对其发展道路一次独特的“和解的”回顾，并结合了对欧洲文化及其渊源的回顾。“人们必须”，他写道，“像爱母亲和奶妈一样爱过宗教和艺术，——否则就无法变得明智。但是人们必须能看到它们之外，能够长出它们的范畴；如果一直留在它们的魔咒中，就无法理解它们。同样，你必须熟悉历史，以及‘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称盘的谨慎游戏。沿着人类曾经在过去的荒漠中艰难跋涉的足迹往回走：这样你就能最确定地吸取教训，知道后世的人类再也不能或不应走向何方。”（MA I, 第292条, KSA 2, 236）。与黑格尔和歌德不同，N.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和谐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而是视为一个绝望的个体命运，然而这一命运却与文化的发展历程相呼应。N.的语调在这里变得越来越个人化，这并非偶然（MA I, 第292条, KSA 2, 237）。

第6主章“交往中的人”和第7主章“妇女与儿童”以其心理揭露艺术的锐利光芒，完全处于法国道德主义的传统之中，而上述主题圈中的大量格言在揭示人类社会性的隐秘动机方面，依然保持着这一传统的高度。第8主章“国家一瞥”对现代民主和社会主义——即“那几乎过时的专制主义的年轻兄弟”（MA I, 第473条, KSA 2, 307）——提出了深刻保守的批评，N.目光敏锐地将其解释为指向20世纪实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然而，在格言第481条“大政治及其损失”中，N.另一方面又对俾斯麦时代及与其相关的民族主义提出了批评。格言第475条是对反犹主义的严厉拒绝和批判；N.提醒人们，世界应归功于犹太教，因为它贡献了“最高尚的人（基督）、最纯洁的智者（斯宾诺莎）、最强大的书和最有效力的道德律”（MA I, 第475条, KSA 2, 310）。这些批判性笔记，以及众多内容相关的笔记，都是在自由精神的非政治性背景下写成的（Ottmann 2 1999）。

在第9节“孤独的人”中，N.再次将思想完全退回至格言的形式。尽管标题如此，但在这一语境中主要反思的仍然是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因此这种文学流派的基本主题以多种变体形式反复出现：人类事物的虚荣，对名声的愚蠢追求，以及创造性个体的误解和自我误解。当N.展示信念系统在何种条件下形成或瓦解时，这些考察也凝聚成为一种对自由精神的辩护（格言第629条及以后）。最后出现的是漫游者的形象，作为N.所代表的哲学“游牧存在”的化身。格言第638条正是献给这一形象的。在动机上与浪漫主义相联系，这位漫游者作为“基督教朝圣者的世俗形象”（卡尔·洛维特语），本身就是对自由精神的寓言式诠释。关于他及其同伴，N.写道：“从清晨的神秘中诞生，他们沉思着，在十点与十二点的钟声之间，白昼何以能有一副如此纯净、透亮、澄明宁静的面庞：——他们寻觅着上午的哲学。”（KSA 2, 363）。十点与十二点的钟声之间的白昼，已然暗示了那个“正午”，正是它向查拉图斯特拉传授了永恒轮回的秘密。

《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是N.“走向自身”之思想道路的延续。在1886年的前言中，他回顾道：“如今孤独无依，对我自己充满深切的猜疑，并非没有愤慨地，我如此站在了反对自己的立场上，并支持一切令我痛苦和艰难的事物：——就这样，我重新找到了通往那种勇敢悲观主义的道路，这种悲观主义是所有浪漫主义谎言的对立面；同时，在我今天看来，我也找到了通往‘我’自己、通往我的任务的道路。”（MA II, 第4条, KSA 2, 373）。N.在此提及的任务，是克服对生命的疾病，走向一种新的“健康”。第一部分《混杂的意见与箴言》，承接了古代的格言智慧以及蒙田、帕斯卡和法国道德主义的格言艺术。冥府对话的文学形式（偶尔也被N.进一步风格化为鬼魂对话的形象）反映了作者意欲将客观与论证式的思维风格扬弃于一种充满游戏色彩的哲学自我设计类型中，这种类型在随后的第二个附录《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的构思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N.可能在琉善和丰特奈尔那里找到了灵感和榜样。

重要的是格言第408条“冥府之行。——我也曾像奥德修斯一样去过冥界，而且还会经常去；为了能与几位死者交谈，我不仅献祭了公羊，甚至不惜流自己的血。有四对灵魂没有拒绝我这个献祭者：伊壁鸠鲁和蒙田、歌德和斯宾诺莎、柏拉图和卢梭、帕斯卡和叔本华。当我长久地独自漫游后，我必须与他们对话；我想让他们评判我的对与错，我也想倾听当他们互相评判对错时的言辞。”（MA II, 第408条, KSA 2, 533f.）。N.所作的这种对立比较，同时也是理解其哲学思考的一把钥匙。这里的排序原则并非基于时间顺序。相反，对N.而言，伊壁鸠鲁和蒙田体现了超越基督教存在救赎戏剧的一种古代智慧形式；斯宾诺莎和歌德代表了泛神论和对世界的虔敬；柏拉图和卢梭对他来说代表了哲学高超的思辨特征，但同时也是其狂热和激情的根本性格；相比之下，帕斯卡和叔本华则代表了对人类存在基础的诚实反思。这样解释的话，上述文本段落证明了N.在概括哲学思想典型方向时所具备的直觉天赋。

冥府之行的动机早在格言第374条中就已经出现，这也是N.文学创作技巧的一个典型特征，即在寻找自身形式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变异传统的固定意象，从而扩展其隐喻的容量。在那里他写道，人们必须将“许多事物”留在“半意识感觉的阴影中”，不应试图“将它们从其阴影存在中解救出来”，否则，它们“作为思想和词语”就会变成“恶魔般的主人”，并“残忍地渴求我们的鲜血”（MA II, 第374条, KSA 2, 526）。冥府之行被N.转换到哲学认识的过程上。只要神话依然坚持其权利，它就要求当代人屈服于前代世界的要求。在N.的转换中，这意味着，认识主体在沉浸于过去时，必须准备好根据对象的古老特征，改变自己的概念和范畴、思维风格以及认知模式。这样一来，神话般的张冠李戴（quid pro quo）在某种程度上就波及了神话与认识本身的关系。神话通常本身就蕴含着认识，但反过来，认识在核心处仍具有神话色彩，无法被轻而易举地提纯为真知（epistéme）。N.后期的一个思想构型——即将“快乐的科学”与人类认识的悲剧背景相联系——在此已露端倪。

在名为《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的文本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由两个角色伙伴的开场和结尾对话所构成的形式上的括弧。在N.的作品中屡次出现的意识分裂的动机，在此以一种非本真的形式出现：正如影子依附于身体，对话中的第二个角色也依附于第一个角色；前者最终又消融在后者之中，这并非偶然。主题的中心是格言第84条“囚徒”，这是关于宗教信仰处境之模棱两可性的一则寓言，因而也是对“上帝已死”这一公式的提前预示：“[]‘狱卒刚刚突然死了。’”（MA II, 第84条, KSA 2, 591）。此外，还有对宗教和道德观念形成史的反思，对真理义务的反思（格言第43条），以及对写作艺术的反思（格言第87条及以后）；紧随其后的是对德国和法国文化的敏锐比较，并伴随着对维兰德、莱辛、歌德、让·保罗等人的赞誉。

这一节的基本论断集中在揭示上午的哲学与正午的哲学之间的一种隐秘联系，在正午的哲学中，光与影、高与低、肯定与否定的对立被整合在一个对立结构之中。在正午时分，也就是太阳升至最高点的时候，一种他此前未曾体验过的幸福感突然降临在漫游者身上：对“永恒”的感知，这是一种意义上相当于永恒当下（nunc stans）之神秘体验的感知。N.在此也暗示了自己生命的中间阶段，以及在这一阶段令人惊讶地敞开的对死亡的临近感，他写道：“他的周围［即漫游者］变得安静，声音听起来越来越远；太阳直直地照耀在他身上[]他别无所求，无所挂念，他的心静止了，只有他的眼睛活着，——这是一场睁着眼睛的死亡。在那里，人看到了许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凡他目光所及，一切都交织在一张光网之中，仿佛被埋葬在其中。他为此感到幸福，但那是一种沉重的、沉重的幸福。——”（MA II, 第308条, KSA 2, 690）。所引述的文本段落已经指向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分中的正午体验：“正午”。时间与永恒、出神与死亡临近感之间的关系，在此与在彼一样，都被体验为一种分裂的矛盾状态。


曙光。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 (1881)

关于成书史。在1880/81年冬季，N.撰写了《曙光》的誊清稿，当时的暂定稿名称仍为《犁铧。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到1881年3月中旬，在克塞利茨（Köselitz）的协助下，印刷手稿的准备工作宣告完成。1881年5月，托伊布纳（Teubner）开始为施迈茨纳（Schmeitzner）进行付印；6月17日校对结束；该书于同年7月初出版。1887年出版了第二版，并附有写于1886年的一篇序言。

关于同时代的反响。与《人性的，太人性的》不同，本书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公众反响，以至于N.在1881年8月14日致克塞利茨的信中以极度听天由命的语气写道：“[] 没有人从我这里体验到什么，没有人对我有过任何思考——人们对我说的话虽然令人尊敬且充满善意，但却遥远、遥远、太遥远了。就连我们亲爱的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也写了那样一封怯懦而沮丧的短信”。

关于该书的结构与主题。由于《人性的，太人性的》、《曙光》和《快乐的科学》在主题上有着多方面的对应关系，下文将主要突出那些使N.的思想获得新侧重点的动机。《曙光》分为五“卷”，包含575个长短不一的章节，从寥寥数行到数页不等。N.再次玩味各种文学形式，尽管他其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抒情诗在这里付之阙如。《曙光》试图提供一种全面的人类生活症状学（Symptomatologie），这在1886年的序言中被称为一种“深处的工作”（M, KSA 3, 11）。这涉及一种文化考古学，旨在揭示地表之下支撑文化的那些地层。——早在撰写《曙光》时，N.的思想就已经在其自身之外没有了任何固定点，它更确切地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持续的解释性解构过程：“[] 我开始探究并挖掘一种古老的信任，几千年来我们哲学家习惯于在它上面建造，就好像它是最稳固的基石——一次又一次，尽管迄今为止每一座建筑都倒塌了：我开始暗中破坏我们对道德的信任”（M, KSA 3, 12）。对N.而言，对文化基础的审查必须从此点着手。道德是一个“喀耳刻”（Circe），它的诸体系因一种未经质疑的信仰而从根本上败坏了，甚至连康德——N.始终强调其模棱两可性——也不能从这种批判中豁免（M, KSA 3, 13）。在他的著作中，这位思想家看到了那种悲观主义的延续，他将这种悲观主义视为路德宗乃至德国精神遗产中宝贵的基本动机，然而对于他来说，这种传统在康德和黑格尔身上（即在批判主义和唯心主义中）的流传，同时也是一部不断迟滞的历史。N.借此同时也阐释了“^m 智性的 ↑ 良知”（如后来在《快乐的科学》中所称）的概念：→ 而这就是最后的道德 []：即我们不愿意再回到那被我们视为已过时且朽坏的事物中，回到任何 → 不可信的事物 ← 中，无论它被称为上帝、美德、真理、正义，还是对邻人的爱 []——唯有作为拥有这种良知的人，我们才感到自己仍与数千年的德国正直与虔诚血脉相连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公式的话，那么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就是——道德的自我扬弃。—— ⟨ M, KSA 3, 16 ⟩ 。

如果说康德是在直观和知性的规定性中看到了人类认识的界限，那么N.则是在人类身体的组织结构、情感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以及认识意志的条件中找到了这些界限，这些条件先于意识扎根于我们身心本性的深层。瓦蒂莫（Vattimo，1992, 41）曾指出，N.在《曙光》中的主要批判点正是针对“可能存在道德行为”这一观点。其前提将是，“行动主体对其行动到底是什么拥有充分的意识”。由于在N.看来，主体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未知的世界”（M, 第116节, KSA 3, 108），因此其行为既不能被恰当评判，也无法被真正认识。因此他在该处写道：“行为绝不是它们向我们显现的那样！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才学到，外在事物并不像它们向我们显现的那样，——那么好吧！内心世界也是如此！道德行为实际上是‘另一种东西’，——我们只能说这么多了：而且所有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未知的”（M, 第116节, KSA 3, 109）。如果N.在其著作中自夸在感觉主义和现象主义中保留了欧洲哲学史中最好的传统成分，那么这给他的道德哲学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这位思想家比他之前和之后的极少数人都更深刻地认识到道德做作和价值观念的欺骗性本质；但另一方面，他又扬弃了价值本身的自律存在，因而——与其在认识论和自然哲学中一样——抽空了自己批判的根基。内在与外在自然的现象特征常常被N.误解性地等同于虚假性，将虚构性等同于幻觉特征。因此，人们最能将《曙光》视为一种“揭面具”心理学的蓝图，在内容和风格上介于一方面是法国道德家、格拉西安（Gracian）和叔本华的敏锐洞察，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及其同道和后继者的精神分析之间。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中掺杂了超出其意识控制的因素，那么正如N.在预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时所写的那样，必须认识到，“我们所有所谓的意识，多多少少不过是对一个不为人知、或许不可知、但却能被感觉到的文本的虚幻注释 []。”（M, 第119节, KSA 3, 113）。基于上述前提，N.必然否认行为的道德本质的可认识性，并拒绝主体的意志自由。因此他在第120节《为怀疑论者宽心》中写道：“>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你没说错，但不要怀疑：你是被做的！在每一个瞬间！人类在所有时代都混淆了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这是他们永远的语法大错”（M, 第120节, KSA 3, 115）。如果说康德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探讨过自由与必然性的对立，那么N.的自然主义道德理论则将这一对立降解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立，从而谈论一个“目的的王国”和一个“偶然的王国”（M, 第130节, KSA 3, 120）。如果说对于几乎整个欧洲传统而言，灵魂的内部领域一直是形而上学和道德确定性的根基所在，那么在《曙光》中上演的智识戏剧则是，主体作为哲学建构之支撑基础的丧失。

与《人性的，太人性的》相似，《曙光》也以这样一种观察作为切入点：人类共同生活受到一种N.称之为“习俗的伦理”的因素的影响：“伦理无非是（确切地说绝非更多！）对习俗的服从，无论这些习俗是何种类型；而习俗则是传统行为和评价的方式。在没有传统发号施令的地方，就没有伦理；生活受传统决定的程度越低，伦理的范围就越小。自由的人是不讲伦理的，因为他在一切事上都要依赖自己而非传统：在人类所有原始状态中，‘恶’就意味着‘个人的’、‘自由的’、‘任性的’、‘不习惯的’、‘不可预见的’、‘不可计算的’”（M, 第9节, KSA 3, 21及下页）。因此，对N.来说，在早期文化阶段，习俗的总体范围还包含着整个社会生活，他指出，道德戒律的创造和监督因此常常是特权阶层的特权。相比之下，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最初都只能表现为对规范的偏离，只有随着“习俗的伦理”约束力减弱，才会产生习俗的多元化，以及传统的内部差异化，伴随着这种差异化的发展，对传统的个人变异给予积极肯定才成为可能。苏格拉底的“代蒙”（Daimonion）和基督教的良知，在受习俗主导的文化框架内，必定被统治阶层视为冒犯甚至是可耻的，这两者都阐明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正如文中所言，“文明的首要原则”是：“[] 任何习俗都比没有习俗要好”（M, 第18节, KSA 3, 29）。

尽管有大量文本片段显示，N.仍以《人性的，太人性的》的风格，延续着对道德和宗教观念复合体进行发生学推导的构想，但其论证的逻辑基础已发生显著偏移。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这位思想家仍试图通过探究文化现象的起源和时间开端来研究其本质内容；这种方法如今则退居次席。因此N.在第44节《起源与意义》中写道：“随着对起源的洞察，起源的无意义性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最接近我们的东西，我们周围和内在的东西，开始逐渐展现出意义的色彩、美丽、谜团和丰富性，这是古代人类做梦也想不到的”（M, 第44节, KSA 3, 52）。在这种生活世界关联的诠释学闪光中，《曙光》的大量文本得以展现，在这些文本中，N.进行的不再是发生学考察，而是心理-现象学考察。正如提供书名的隐喻所表达的那样，对这位思想家而言，世界再次返老还童——毕竟N.本人，除了歌德之外，也拥有在精神转变过程中自我焕发青春的能力。对于《曙光》的解释而言，重要的是观察到该文本是分多层组织的。比如那里有像第14节这样的格言；N.在此强调了“疯狂在道德史上的意义”（KSA 3, 26及下页），这一批判道德和宗教的主题在下文（第18、28、50节）中也得到了演变。然而，决定全书面貌的并非这些令人印象深刻地延续着《人性的，太人性的》脉络的文本，相反，论证的中心是由这样一些段落决定的，在这些段落中，N.从内部对道德和宗教体系的真理内涵进行了反驳。

第62节《论宗教的起源》通过提出宗教观念复合体生成的可能性问题，阐明了随之而来的对基督教真理诉求进行反驳的原则：“这就是宗教起源的问题：每一次都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在其中，那个过程是可能的”（M, 第62节, KSA 3, 62）。随后，N.以保罗、路德和帕斯卡这些伟大的宗教例外存在为例，探讨了信仰的利弊；通过揭示信仰的真理内涵附着于悖论式的实行条件，他的思想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倾向于弃绝基督教：“什么是真理？——谁能不接受信徒们乐意做出的推论呢：‘科学不可能是真的，因为它否认上帝。所以它不是出自上帝；所以它不是真的，——因为上帝就是真理。’包含错误的不是这个推论，而是其前提：怎么，如果上帝恰恰不是真理，而且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呢？如果他是人类的虚荣、权力欲、不耐烦、恐惧以及狂喜和惊恐的妄想呢？”（M, 第93节, KSA 3, 86）

在对宗教现象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一种在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之间的摇摆。如果说《漫游者及其影子》中的第84节《囚徒》已经在一个寓言般的谜语中说出了基督教真理的不可判定性，那么《曙光》则提出了关于“上帝的诚实”的问题：“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甚至不确保其意图被他创造的造物所理解，——这应该是一个仁慈的上帝吗？”（M, 第91节, KSA 3, 84）。这段文字与该思想家早期言论的区别在于——除了带有亵渎神明语气的标志性风格印记外——N.准备好介入信仰运动，并将“想要信仰”与“能够信仰”对立起来。直到最后，这条格言才回到一种更为外在的视角，谈到“所有宗教都显示出一个特征，即它们要归因于人类早期不成熟的心智 []”（M, 第91节, KSA 3, 84及下页；对此的根本论述见Grau 1958）。

N.将基督教的生存状态令人忧虑地解释为信仰狂喜，即一种精神病理现象；作为对此的对照，古代智者以斯多葛和伊壁鸠鲁变体的形象出现，这并非偶然（见第72节）。对一种变得极端的基督教的拒绝（见第58节），对应着在第41节及随后的几节中对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赞美。认识者那苦难极少的幸福，被置于对抗基督教生存之悲剧性激情的对立面。在婆罗门教和↗佛教中，对自我救赎理念的积极强调也与这一意图相呼应（见第65和96节）。在N.眼中，基督教对人类的救赎是失败的，与之对立的是灵魂医生的形象，当然，这位医生必须满足于相对地、而非绝对地减轻人类的苦难（见第50和52节）。与基督教传统相反，N.不能接受通过生存实践来证明真理：“真是可悲！去学学吧，这一切既不证明真理，也不反对真理，真理的证明方式不同于真诚，而且后者绝不是支持前者的论据！”（M, 第73节, KSA 3, 72），——由此，这位思想家含蓄地放弃了任何宗教真理概念的基础，或者说，将其移交给了科学。

布鲁索蒂（Brusotti, 1997）在其重要研究中指出，这位思想家的一个主导意图在于，打破虚幻的道德和宗教要求所施加的重压。在克服恐惧的纲领中，N.承继了自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启蒙哲学。尽管如此，他对基督教传统那种矛盾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他能像极少数人那样赏识帕斯卡的宗教天才，而且还表现在，面对缺乏精神的同时代人那种群体化和浅薄化的现象，他赞颂了天主教的祭司做派在塑造人类最高贵形态方面的作用——这大概是出于他自身具有贵族倾向的精神性与之存在的一种隐秘的亲和力：“随着宗教的终结，这种在形态、精神和任务的和谐中所展现出的人类之美和精妙的成果，也要被一并埋葬吗？”（M, 第60节, KSA 3, 61）。

《曙光》第2卷除了其他讨论对象外，还提供了N.的心理学蓝图。这位思想家在继续批判传统的自由和责任概念的同时，将权力感及其在程度上的增减作为一种积极的构想置于考察的中心。第112节《论义务与权利的自然史》也将这一现象引入了法权关系的形成过程之中：“‘公允的人’始终需要如天平般精细的权衡能力：鉴于人类事物的短暂性，权力和权利的等级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保持平衡，大多时候不是下降就是上升：——因此，做到公允是困难的，它需要大量的练习、充沛的善意和极高的好精神。——”（M, 第112节, KSA 3, 102）同样，N.在禁欲、忏悔、苦行和殉道等现象中，即在自我的贬低中，发现了一种对权力增强的隐秘需求；对他来说，由此产生了一种类似权力追求的精神病理学（M, 第113节, KSA 3, 102及下页）。然而，这位思想家并不满足于在人类世界中证明这些现象，通过展示在受苦意愿和沉迷幻觉的相互作用下如何产生“圣人”的光环，他进而将这一过程——或许仍受叔本华的影响——也引申到了造物过程本身之中。

走出叔本华的阴影，N.对↗同情提出了一种批判，合乎逻辑地围绕着这一基本动机：对他而言，尽管这种情感在伦理和宗教观点上总是被赞誉为宝贵的，但它却会导致权力的减少，从而导致世界上苦难的增加。以对动机的批判为起点（见第129节），作者在第134节及下文中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这一思路，他表明，同情只有在极少数例外情况下才能消除或减轻人类的受苦状态，而在其余情况下只会导致忧郁（第134节）；同情的表达，尤其是在骄傲的民族那里，包含了一种居高临下和蔑视的展示（第135节）；并且，同情只有在人类生存的悲惨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基本事实的地方（如在印度哲学中），才会提供一种片刻的幸福感（第136节）。

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同情概念的混淆，再次证明了N.哲学创作中一个过渡阶段所存在的问题。紧接着，N.提出了一种“共情理论”，人们可以将其视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关于语言、艺术和天才作用之论述的对应物，这证明了N.在《曙光》中继续推行了那里所开启的计划，即解构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或更确切地说是非科学的概念基础。


尼采在第142条格言中探讨了他的老师叔本华的论点，即同情在单一自我与单一自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且在使人认识到生命和世界的虚无这一层面上，赋予了人们与绝对者接触的机会。这位思想家拒绝这种关于两个意识“神秘”合一的构想。取而代之，他从这样一种观察出发：在模仿他人的情感时，人们基本上可以采取两条不同的途径——要么在自己内心重现那些情感的原因并由此重现情感本身，要么模仿那些情感在他人身上引起的表情、声音、步态或姿势等效果。对于后一种能力，尼采给出了一种基于进化理论的推导，这种推导赋予了同情一种心理学上的功能价值，从而剥夺了其形而上学的深远意义：“如果我们问，模仿他人的情感为何对我们变得如此驾轻就熟，答案毫无疑问是：人类，作为最胆怯的造物，凭借其细腻而脆弱的本性，在其胆怯中找到了那种共情、那种对他人（以及动物）情感迅速理解的导师”（《曙光》，第142条，KSA 3, 134）。在上述段落中，尼采既展现为一个具有预见性的形而上学家，又展现为一个进化理论家。在此，模仿的冲动一方面在心理和发生学上被推导出来，另一方面却又被重新解读入现象的生命根基之中——这是他在这一思想过渡阶段常被指责的一种典型的前后不一。这种解释中的实证主义因素在于：人类对表达的理解是一种被剥离了其最初生物学合目的性的心理能力，它在构建审美幻象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次级功能。这种视角难免让人联想到达尔文关于情感的理论（1873年），该理论旨在将人类和动物的表达追溯到昔日具有合目的性的运动。

在《曙光》第三卷中，关于希腊人、教化和政治等主题的论述尤为突出。对希腊精神的赞美，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智者运动（在尼采看来，希腊精神的繁荣正是得益于此）的赞美，在第168条格言中表达得最为明显：“一个榜样。——我爱修昔底德什么，是什么使我对他比对柏拉图更加尊崇？他对人类和事件的一切典型特征有着最广泛、最不抱偏见的喜悦，并发现每一种类型中都包含着一定量的良好理性：他试图发现这种理性。他比柏拉图拥有更大的实践正义感[……]。因此，在他这个思考人的思想家身上，那种最不抱偏见的通晓世界之文化达到了最后一次绚烂的绽放，这种文化曾以索福克勒斯为其诗人，伯里克利为其政治家，希波克拉底为其医生，德谟克利特为其自然研究者；这种文化理应用其导师——即智者们——的名字来命名[……]”（《曙光》，第168条，KSA 3, 150f.）。既然尼采在上述人物身上看到了希腊人塑造典型特征的共同禀赋（即他们的造型感）在起作用，那么他那将各方融会贯通的艺术便值得赞扬；但另一方面，当他将希腊人在古典时期的所有伟大成就（同时以不对称的方式排斥柏拉图及苏格拉底学派）归因于智者学派的启发时，这就显得尤为可疑了。无论如何，这种偏袒与他著作中致力于新旧启蒙传统的倾向保持着一种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

既然尼采肯定整个古代世界孕育了成型的、内在安宁的人类类型，认为唯有质朴的心灵方能对其予以赏识，那么他也就更加强烈地指责当代的教化观念，认为它通过过量的历史知识以及对古代习俗与精神的纯粹外在模仿，非但没有纠正现代文化的断裂，反而是将其延长了：“年复一年，没有比这更让我清楚的了：一切希腊和古代的本质，无论它们在客观上看起来多么质朴和众所周知，实际上都极难理解，甚至几乎无法企及[……]。”（《曙光》，第195条，KSA 3, 169f.）。与此类似，第169条格言已经谈到，“希腊事物”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在希腊，人们对自身的想象是多么简单！我们在人性认知上是多么远胜于他们！然而，与他们的灵魂相比，我们的灵魂以及我们对灵魂的想象又是显得何其错综如迷宫！如果我们有意愿并敢于按照我们灵魂的样式去建造一种建筑（我们太懦弱了，不敢这么做！）——那么，迷宫就该是我们的范本！”（《曙光》，第169条，KSA 3, 151f.）。这一段落可以被视为尼采对现代文化表象持有保留态度的典范，在他看来，现代文化截然不同于希腊人的成型状态；它吸收了席勒关于朴素诗与感伤诗的区分，此外还可以被诠释为黑格尔对苦恼意识批判的延续。在使用迷宫这一矫饰主义象征时，也同时显现出将这位思想家与德国古典时代区分开来的风格断裂。

《曙光》第四卷再次更多地回归到对人类事务一种超然的主权式俯瞰之中，因此其行文展现出了动机的丰富性与主题展开的错综复杂，这正是这种观察方式历来的特征。——值得强调的是尼采在第327条格言中发展出的一种思想形象：“一则寓言。——认识的唐璜：他尚未被任何哲学家和诗人发现。他对自己所认识的事物缺乏爱，但他拥有头脑，能从认识的追逐与阴谋中获得刺激与享受——一直攀升至认识的最高、最遥远的星辰！——直到最后，除了认识那绝对令人痛苦的东西之外，再没有什么是他可以追猎的了，就像一个最终喝下苦艾酒和硝酸的酒徒。于是，他最终渴望地狱，——那是诱惑他的最后认识。也许，这也会让他失望，就像所有已被认识的事物一样！然后，他就必定要在永恒中驻足，被钉死在失望之上，自己也变成石客，渴望着一场再也不会降临于他的认识之晚餐！——因为整个事物世界再也拿不出一星半点的食物来供给这个饥饿者了”（《曙光》，第327条，KSA 3, 232）。正如浪漫主义曾与无限调情一般，尼采在这段话中也与欧洲文化传统的诸多要素进行着调情：与柏拉图《会饮篇》中第俄提玛关于爱神的演讲，与《新约》中的最后晚餐场景，与帕斯卡的消遣，与莫扎特的歌剧《唐璜》及其在司汤达《论爱情》中的演变。按照柏拉图的观点，若占有认识的追求在本质上依然无法满足，那么以爱欲者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充满爱意的认识者，终将被引入不断更新的爱与认识的视野，直到最后，他超越纯粹的预感，领悟到美的理念。在爱的献祭之圣礼中，上帝与人之间的决裂通过建立新约而得到弥合。然而，通过对基本动机的多重折射与映射，西方文化传统的这些诠释学星群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原本的份量，——这是尼采实验哲学中典型的无限反思的风险——实体性消解为装饰性动机的布景。说到底，认识的唐璜这一形象，正是尼采本人的面具之一。（布鲁索蒂，1997，295及后页，极其精妙地展开了此处暗示的联系。）

在第五卷中，尼采以第423条格言“在巨大的寂静中”开启了论述。一种令人惊讶的新颖语调在此奏响；正如尼采的作品总体上，与他老师叔本华始终如一的语调不同，其特点在于极大程度的文体多变性：“这里是大海，在这里我们可以遗忘城市。虽然现在它的钟声仍在喧闹着敲击圣母颂——那是日夜交替的十字路口上，那阴郁而愚蠢，却又甜美的喧闹，——但也只是片刻了！现在一切都沉默了！大海苍白而闪耀地横亘于此，它不会说话。天空以红、黄、绿的色彩上演着它永恒无声的晚间剧目，它不会说话。那些延伸入海的细小悬崖和礁岩带，仿佛是为了寻找这世上最孤独的所在，它们全都不会说话。这种突然袭来的巨大静寂，既美丽又令人毛骨悚然，心随之膨胀。——”（《曙光》，第423条，KSA 3, 259）。像这样的段落在尼采的著作中也很罕见，可提及的关联出处大约有《悲剧的诞生》（KSA 1, 8f.）以及《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KSA 1, 877）。尼采意欲表达的情感，堪比恐慌的自然感，因为它似乎呈现出一种与言语和静寂的交替、恐惧的无处不在以及未受救赎的自然相联系的东西；此外，尼采对自然情绪和自然感受具有高度的敏锐性，他懂得将其与自己富有创造力的性情置于平行的位置。所引段落是一件抒情的造物，却转换成了散文的表达方式，这也是尼采哲学那跨越文体的表达倾向的又一明证。

但往深处审视，这则格言揭示了一种内在境况，其原型可在叔本华那里寻得。空间和时间作为内外经验的形式，作为个体化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自我意识连续性的担保者。一旦这种个体化原理被证明是虚假的、幻觉的，由此同时也产生出一种灵魂的极限境况，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自我边界的消解。尼采的这则格言同样谈论了这种境况。但是，他谈论此事的语言，已经受到了被吸纳进大自然壮丽寂静之中这一趋势的威胁：“言语，甚至思想，都让我感到厌恶：难道我没有在每一个词语背后，听到错误、妄想和幻影神灵的嘲笑吗？难道我不该嘲笑我自己的同情吗？嘲笑我自己的嘲笑？——哦，大海！哦，夜晚！你们是糟糕的老师！你们教导人类停止做人！他应该把自己交托给你们吗？他应该变成你们现在的模样吗，苍白、闪耀、无声、巨大、凌驾于自身之上安息？超越他自身？”（《曙光》，第423条，KSA 3, 260）。这是一个从有机物退化回无机物的过程，是对死亡的诱惑，同时也被体验为一种威胁。生命、意识、人类的存在在整个自然进程中不过是转瞬即逝且注定灭亡的变量，这一认识早期的尼采已经在他的著作中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作为一种生命基调，这种濒危感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最终精神崩溃。

第429条格言可以读作“认识的唐璜”的延续和变奏，正如文中所言：“发现和猜测的焦虑对我们而言变得如此充满魅力、不可或缺，就像不幸的爱情对爱人那样：他不惜任何代价也不愿用它换取冷漠的状态；——是的，也许我们也是不幸的爱人！认识在我们体内已经化作了一种激情，它不惧怕任何牺牲，除了它自身的熄灭，从根本上说它什么都不怕[……]”（《曙光》，第429条，KSA 3, 264）。这是一个尼采探讨认识与激情之间可能关系的例证；这一提问方式标志着他自《人性的，太人性的》以来的立场，并在本文诠释的著作中找到了众多的成型表达。绝对化的“认识冲动”失去了其对象，从而也随之将自身及认识主体消亡殆尽——这暴露了尼采与浪漫主义及其那种陷入无底深渊的讽刺在内在上的亲近。《曙光》第一卷已经谈到了一种“认识的悲剧结局”（《曙光》，第45条，KSA 3, 52）；在此处的语境中，尼采更具体地谈到了这样一种前景，“即人类将因这种对认识的激情而走向毁灭！”（《曙光》，第429条，KSA 3, 265），但在尼采看来，这种人类因过度膨胀的理论好奇心而走向没落的可能性，与疲惫衰弱相比，似乎依然更值得向往：“[……]相比于认识的倒退，我们所有人都宁愿选择人类的毁灭”（同上）。

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尼采在《曙光》中也将他思想的运动具象化为一段探险之旅或一次航海。第575条格言“我们精神的航空者”勾勒了一个尼采典型的隐喻网络，其中鸟的飞翔作为主导动机，化身为了追求认识者的无尽渴望，化身为了那最终教他放弃抵达目的地的焦虑，除非这趟旅程终结在一个最初完全没想到要去寻找的遥远印度。尼采的作品中也有着具有类似表达力的母题，例如自由精神和漫游者。作者表达了一种确信，即他自己无法达到他哲学的认识目标，正如他的导师们也未能达到一样，但是其他人将会到来，并继续这趟驶向新视野的航程。这是无限性思想动机的又一次变奏，尼采在绝望的、充满希望的、顺从而又渴望启程的各种心境中品味着认识的无限视角，并将这种关于认识之激情的主题连同其极其丰富的关联一同诉诸于作品之中。沃尔夫（Wolff，1956, 145）曾让人信服地提出，在向西航行、前往“印度”的旅程中，可以看出一个永恒轮回思想的隐喻，因为西方与东方、日落与日出、生与死共同闭合形成了一个圆环。无可否认的是，第575条格言与G. 莱奥帕尔迪的诗作《无限》（约1819年）之间存在着亲近关系。


快乐的科学 (1882)

关于成书史

关于《快乐的科学》的笔记最初是作为《曙光》的续篇来计划的。在1882年1月25日的一封信中，N.告知科塞利茨（Köselitz），他连日来已经完成了《曙光》的第6至第8卷，并计划在下一个冬天撰写第9和第10卷。然而，在1882年上半年结识了L. v. 莎乐美（L. v. Salomé）之后，他改变了计划，并于5月8日向他的出版商施迈茨纳（Schmeitzner）预告了《快乐的科学》的手稿。该作品于1882年8月26日出版；N. 在第一版的最前面加上了一部诗集，其标题《玩笑、狡计与复仇》源自歌德。在1887年出第二版之际，他为该作品增加了序言、第五卷以及《“自由鸟”王子之歌》（Lieder des Prinzen Vogelfrei），并补充了源自普罗旺斯语的公式“La gaya scienza”作为副标题。

关于接受史

向朋友圈寄送该作品副本后获得的反响极为惨淡。例如，E. 罗德（E. Rohde）在一封（现已失传的）信中提到，这本书展现了N.的第二本性，但这种本性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 (Janz 1981, Bd. 2, 155)。1882年9月13日，J. 布克哈特（J. Burckhardt）回复道：


此外，您所写的很多内容（恐怕也是最出色的部分）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这颗老迈的头脑所能理解的范畴[]。您[]所流露出的某种可能走向暴政的倾向，倒不会让我感到困惑。



1882年9月20日，G. 凯勒（G. Keller）以一封礼貌而克制的信作出了回应，信中写道：


《快乐的科学》我已经通读了一遍，现在正准备集中注意力来阅读这本书。不过我此刻的境况，仍像是一只年迈的画眉鸟，在森林里看到所有的树枝上都悬挂着绞索，而它正要将自己的脖子伸进去 (Groddeck/Morgenthaler 1994, 108)。



从此以后，N.作为哲学作家的生活处境日益被打上孤独的印记。几乎不再有公众的认可；老朋友们的反应变得越来越谨慎，并流露出担忧和排斥，这大概也是因为N.日益疏离于精密科学的方法论理想，令人担心这位思想家不再愿意将其实验性哲学思考的结果置于受控论证的约束条件之下。随着N.越来越退缩到自我之中，他的著作变成了一部关于其思想存在及其变迁的连续评论。

关于作品的结构与主题

《快乐的科学》由五卷箴言组成，开篇是一部德语押韵的前奏，在它之前还预先附有《墨西拿的牧歌》（1882）。在具有古高地德语传统的四行打油诗中，N.有意脱离了崇高艺术的激情，这些诗句并不希望被完全严肃地对待；只有结尾的几首，包括著名的《瞧！这个人》（Ecce homo，第62首）——作者在其中将自己等同于火焰——奏响了更为敏感和私密的基调。值得一提的还有第61首《怀疑论者说》和第63首《星的道德》。这五卷包含了383篇分量不一的散文片段；与《人性的，太人性的》和《曙光》类似，N.改变了文本的长度，他时而使用简短的箴言，时而又仿效随笔进行长篇论述。这部作品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据了独特的中心位置，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它试图将最沉重的痛苦经验与从疾病和精神衰弱中喜悦地苏醒结合起来，融合成一种全新形式的“健康”。在《快乐的科学》中，N.首次完全找回了自我；该作品几乎毫无遗漏地囊括了所有核心的思想形态和象征符号，这些形态和符号在N.脱离所谓的实证主义阶段后决定了他的创作，并且至少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将一直伴随着他作品的进一步发展。

第1卷的第1条箴言教导人们去理解那种深渊状态，这种状态出现在一种终极的存在目的的绝对不可知性与人类赋予意义的努力之间的关系中。


“嘲笑自己，如同人们为了从全部真理中笑出声来所必须做的那样，——对此，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人也缺乏足够的真理感，而最有天赋的人又太缺乏天才！也许笑也还有它的未来！[] 也许到那时，笑将与智慧结盟，也许到那时，就只剩下‘快乐的科学’了。眼下情况还完全不同，眼下存在的喜剧尚未对自身‘有所意识’，眼下依然是悲剧的时代，是道德和宗教的时代”（FW, Nr. 1, KSA 3, 370）。



如果说N.在《悲剧的诞生》中赞颂了生命的酒神根源，并随之赞颂了人类存在的悲剧背景，那么《快乐的科学》则选择了喜剧的首要地位。生命的悲剧节奏被喜剧节奏所覆盖并最终被吸收，这对N.来说意味着，所有伦理和宗教系统的基本主张——这些主张经常被其创立者宣称为某种绝对的东西——总是会不断地失效。因此，内在于人类生命乃至一切生命之中的喜剧性，瓦解了任何形式的绝对真理要求：


“人逐渐变成了一种充满幻想的动物，他比其他任何动物都必须多满足一个生存条件：人必须时不时地相信自己知道为什么存在，如果不对生活产生周期性的信任，他的物种就无法繁衍！如果不相信生活中的理性！”（FW, Nr. 1, KSA 3, 372）。



对N.而言，人类的存在是建立在一种虚幻的意义之上的。

N. 在此处使用了达尔文主义的术语，但他无疑只将其视为一种说话方式（façon de parler）。因为在“物种保存”这一概念中，正如第4条箴言所特别证明的那样，作者思考的是一种与同时代的↗达尔文主义不同的生命条件复合体；顺便提及，这位思想家还将达尔文主义与密尔或边沁的↗功利主义相提并论，正如他在别处将其与黑格尔相提并论一样。


“维持物种的事物。——迄今为止，最强大、最邪恶的灵魂推动了人类最大的进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点燃沉睡的激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唤醒比较感、矛盾感，以及对新奇、冒险和未经考验之事物的渴望，他们迫使人们将意见与意见对立，将典范与典范抗衡。主要是通过武器、通过推翻界碑、通过侵犯虔诚：但也是通过新的宗教和道德！同样的邪恶存在于每一个新事物的导师和传道者身上[]。新事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邪恶的[]”（FW, Nr. 4, KSA 3, 376）。



当N.指出，违反现行道德、甚至打破禁忌属于文化进步的条件时，传统的善恶价值尺度就被证明是表面的。伴随N.著作的关于科学、哲学和艺术何者优先的问题，由于认识到文化变迁本质上取决于价值体系的变迁，而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相对化。

《快乐的科学》的一个核心文本是第1卷的第2条箴言，它确立了N.全部著作的一根主题轴线：


“智性良知。——我总是反复经历同样的体验，又同样总是重新抗拒它，我不想相信它，尽管我几乎能亲手触摸到它：绝大多数人缺乏智性良知；甚至我常常觉得，如果在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里提出这种要求，也会如同身处沙漠般孤独”（FW, Nr. 2, KSA 3, 373）。



作者所谓的“智性↗良知”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宗教、艺术或科学类型的真理感；我们最恰当地可以将其解释为现代人在从宗教观念向无神论演变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诚实”。这种境况在N.的后继者那里，被M. 韦伯（M. Weber）以典型的清晰度加以理解和表达。

第11条箴言“意识”——宜与第13条“关于权力感的学说”结合阅读——对意识进行了生物学批判，N.认为，在传统哲学中，意识被错误地等同于“有机体的统一性”（FW, Nr. 11, KSA 3, 383）。但如果现实地予以评估，意识只不过是有机世界一种晚期的、始终处于危险中的发展，其有用性或者说其生物学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保存维持生命的错误上：


“将知识吸收并将其本能化，仍然是一项对人类眼睛而言刚刚破晓、几乎还无法清晰辨认的全新任务，——这项任务只有那些已经理解了[]我们所有的意识都与错误相关的人才能看到！”（同上）。



相应地，第13条箴言教导我们，由于所谓的伦理行为披着利他主义的伪装，我们通常会误解其更深层的目的，即权力的增长。

伊壁鸠鲁的形象再次成为N.考察的中心；对他来说，它体现了“一只眼睛的幸福，在它面前，存在的海洋已经平静下来，而现在它对这海洋表面以及这斑斓、娇嫩、颤栗的海洋之皮再也看不够：以前从未有过这样一种谦逊的肉欲”（FW, Nr. 45, KSA 3, 411）。N. 在此处并没有按照通常的意义将伊壁鸠鲁的学说解释为幸福论；相反，他将其解释为一种智慧的表达，这种智慧厌倦了事物的深渊，希望在世界的可见物中找到立足点。第54条箴言延续了这一思想，吸收了原型的形而上学教义。


“关于假象的意识。——面对整个存在，我带着我的认识感到多么奇妙和新颖，同时又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和充满讽刺！我自己发现，古老的人类和动物界，乃至一切有感觉之存在者的整个远古时代和过去，都在我身上继续虚构、继续爱、继续恨、继续推论，——我突然在这个梦中醒来，但只是意识到我正在做梦，并且我必须继续做梦，以免走向毁灭[]”（FW, Nr. 54, KSA 3, 416f.）。



对N.来说，与发端于巴门尼德哲理诗并将存在置于假象之上从而确立为本体论的欧洲传统主线相反，假象正是“起作用者与有生命者本身”；生命向他展现为一场“舞蹈”，这场舞蹈只有在错觉、自我欺骗和虔诚的谎言作为人类生命的基本条件继续存在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下去。这与N.通过叔本华和多伊森（Deussen）所熟悉的某些印度哲学理念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位思想家的阐释天才就在于，他是首批从远为生硬的欧洲哲学史文献中提取出具有这种深远意义的关联的人之一。

第1卷以第56条箴言“对痛苦的渴望”作结，其中N.将客观的与个人的反思结合起来，用他重新获得的个人幸福来对抗存在之痛苦根基。N. 反对同时代肤浅的悲观主义及其所特有的“对痛苦的渴望”，这些悲观主义的信徒由于一种他们自身无法看透的投射机制，总是从别人身上看到苦难，却对自己“束手无策”。由于无力对自己“施善”或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纯粹属于自身的苦难”（FW, Nr. 56, KSA 3, 418f.），他们因此是不具有生产力的。N. 让人认识到，衡量人的终极标准是创造的丰富性。这一观点在第58条箴言“只有作为创造者！”中得到了深化，N.在其中表明，赋予事物名称、确定其度量和重量，即对它们进行估价的能力，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创造力：


“只有作为创造者我们才能毁灭！——但我们也别忘了这一点：创造新的名称和估价[]就足以在长远来看创造出新的>事物<”（FW, Nr. 58, KSA 3, 422）。



快乐的科学第2卷

《快乐的科学》第2卷通过强化对法国道德主义和叔本华的借鉴，提出了N.关于爱情、女人及其对男人的影响，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特质、语言和诗歌，以及不同艺术流派中民族风格的思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尤其是考虑到其对20世纪艺术哲学讨论的接受史意义——第84条箴言“论诗歌的起源”，它以“艺术是如何进入一个纯粹实用性的世界的？”这一问题为开端，随后演进出这样一种论点：作为诗歌承载元素的节奏，最初是一种强迫神灵的工具。N. 在这一基本思想上所附加的语文学推测和历史假设是否正确，大可暂且不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文本片段中，发展思想作为伟大文化现象的解释标准再次得到了贯彻，而N.在此前已经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和《曙光》中以宗教仪式和语言为例引入了这一思想。然而，《快乐的科学》的特殊精湛之处在于，尽管N.提出了分析性的问题，但他对他所讨论现象的内在价值发展出了远为敏锐的直觉感悟，他对这些现象展开了一种近乎“温柔的经验主义”的态度，这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和《曙光》中还是很大程度上陌生的。

第3卷

第3卷完全处于与上帝的“影子”作斗争的主题基调之下。N. 的观点的特点是，基于他对基督教信仰不可执行性的个人深化体验，他只知道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宗教的真理诉求，也就是说，只能将它们本身仅仅视为历史现象。因此，第108条箴言中对基督教和佛教的重新关联也是可以理解的（参见《曙光》，第96条）。如果真的曾经存在过宗教上充实的时代，那么今天的人们已经与它们隔着一道深渊。因此，宗教幻象的剥离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上帝之死，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对上帝的信仰已经丧失，因为这信仰（已经）变得不可执行”这一事实的延迟觉醒，在当下及未来仍将不断展现其后果。仪式和神话在外在形式上可能还会继续被实践和流传；然而，它们背后那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意义赋予的权威却早已褪色。N. 在此为绝对的历史基本结构找到了一种公式。首次在第108条箴言中使用的公式：“上帝死了”，在第125条箴言“疯子”中得到了经典的贯彻。（关于这条箴言及其不同版本的史前史，详见 Brusotti 1997, 404ff.）


“疯子跳入他们中间，用目光刺透了他们。‘上帝去哪了？’他喊道，‘我要告诉你们！是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我们大家都是谋杀他的凶手！’”（FW, Nr. 125, KSA 3, 480f.）。



但这种宣告在疯子的听众中只引起了不解和错愕；这一信息的真理并没有对他们获得直接的支配力。


“‘我来得太早，’他随后说道，‘我的时代还没到来。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在半路上游荡[]。这行为对他们来说，比最遥远的星辰还要遥远，——然而他们却已经做下了这行为！’”（KSA 3, 481f.）。



因此，这是在阐释以上帝之死为标志的这一事实的深远影响，而 M. 海德格尔（1950, 193–274）对N.的解释是正确的：正是通过这一事件，西方形而上学已经沦为了其非本质的恶果。事实上，纵观形而上学思想的传统可以发现，形而上学的上帝表现为这样一种根据：作为至善，它同时也是人类的一切行为以及自然的生成过程必然指向的对象。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上帝学说表明，真理只能从其根据，即从上帝那里被认识，因为“真理”属于存在的一面，而不是认识的一面。疯子关于上帝已死的宣告，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被纳入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中，因为它的隐喻——“太阳”、“地平线”、“大海”——在一种视角翻转的辩证法意义上，追溯到了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中基本的意象和概念规定。

疯子的寓言可以被读作我们这个世纪核心的历史哲学文本，因为通过“上帝之死”，迄今为止的以及未来的所有历史都被重新诠释了。如果说以往上帝是历史的主体，那么现在处于彻底孤独和自我负责之中的人就是历史的主体，对N.来说，这种状态的标志在于人类的“渺小”与其行为（即杀死上帝）的“伟大”之间的失衡。为了评判该文本的特殊地位（这也使其有别于N.之前和之后无神论证据的“幼稚性”），建议在问答诠释学的框架内反思其作为寓言的文学形态，正如H. R. 姚斯所做出的典范示范（《审美经验与文学诠释学》，法兰克福，1982年，463f.）。疯子关于杀死上帝这一行为的宣告，在其悖论性中应被视作一种神话陈述：由于它拒绝一切论证，因而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因为被一个必死的实体“杀死”，与上帝的本质相矛盾。上帝死后所出现的境况具有极度的模糊性，因为它要求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对人与世界进行辩护。如果不仅仅是寓言初步解释中所指的基督教上帝，而且连同“哲学家的上帝”（帕斯卡尔），即西方形而上学的秩序公理和存在地平线都失效了，那么道德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整个结构就面临崩溃的威胁。在“上帝之死”的论题中，N.对其同时代人依然隐藏的虚无主义经验给予了尖锐的表达。他随后所有的思想都在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补偿最高价值中心“上帝”的丧失，例如在巨大的克制中所提升的力量。作为一个例子，可以提及第4卷中的第285条箴言“精益求精”（Excelsior）。在第1部分对永恒轮回做出了隐蔽的暗示——“你渴望战争与和平的永恒轮回”（KSA 3, 528）——之后，第2部分将人的处境概括为一个由于克制自己不向外流溢而水位不断升高的湖泊的意象。这种高度人为的寓言解释的意义在于，人只要禁止自己“流溢”向上帝，就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必须注意这种思想推导的假设形式：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拥有产生这种克制的力量，价值提升的思想必须被理解为指向↗超人的线索，即一种人类仍待实现的未来可能性。然而，由于前面引用的箴言中所说的“堤坝”是否能撑得住并不确定，恐惧与许诺之间危险的平衡也就变得清晰可见。

第4卷 圣雅努阿里乌斯

第4卷《圣雅努阿里乌斯》由N.试图从上帝之死中得出结论的努力所决定。已出现的境况对人类而言既是减负又是重担，因此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曾经用禁令、对惩罚的恐惧和罪责体验压迫人类的上帝被杀死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大的重负”，即最大的负担（永恒轮回）：


“要是某天或某夜，一个恶魔潜入你最孤独的孤寂中对你说：‘你现在和过去所过的生活，你将不得不再次经历，甚至无数次地经历；其中不会有任何新意，你生命中的每一次痛苦和每一次欢乐，每一个念头和叹息，以及一切无法言说的微小与伟大的事物，都必须向你重现，而且一切都以同样的顺序和次序[]。你难道不会倒在地上，咬牙切齿，诅咒这个这样说话的恶魔吗？’”（FW, Nr. 341, KSA 3, 570）。



这条箴言的传记背景是N.在1881年8月于席尔瓦普拉纳湖畔作为一个“惊天动地的瞬间”所体验到的那个“思想”：“海拔6000英尺，并且远在一切人类事物之上！-”（N, KSA 9, 494）。N.在1882年1月25日致科塞利茨的关于《曙光》创作的信中提到了它，信中突如其来地写道：“其中有一个思想，实际上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成就。我从哪里获得把它说出来的勇气呢？”。关于第341条箴言，J. 萨拉夸尔达（1989, 317–337）作出了典范性的论述。他展示了在《快乐的科学》中，这个“思想”是如何被隐性地主题化的，例如在第276条箴言关于命运之爱（amor fati）的呼唤中。第4卷最后三条箴言表明，它们是为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宣告永恒轮回的“学说”作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第341条箴言位于两者中间：前一段文本将苏格拉底视为伟大的颓废者（第340条），后一段文本则指向了查拉图斯特拉——永恒轮回的肯定者和宣道者（第342条）。正如在疯子寓言中一样，这里的信息同样是一个神话陈述，既不被质疑，也不被论证。然而，这一信息的文学形态塑造拥有其“内在的史前史”。例如，N. 在1881年8月14日致科塞利茨的信中写道：“[]在我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思想。”在1881年夏天的一份分为五部分的计划草图中，明确提到了永恒轮回这“新的重负”（N, KSA 9, 494）。在引用的致科塞利茨的信中，“看到思想”这一语言表达，让人推断出一种关于永恒轮回的被动感应的意义体验（在性质上，它与保罗的“大马士革”体验构成了平行关系）。对这一作为幻象体验到的思想进行宇宙投射，同时证明了丧失距离感和控制力的危险，N.此后的思想就将在这种危险中运行。

N. 所说的惊天动地的瞬间，使对自身和世界的绝望转变为毫无保留的肯定。瞬间与正午，这神秘强度的最高表达，合而为一。在第341条箴言中展现的绝望与肯定之间的非此即彼，以修辞疑问的形式得到了消解：


“或者你必须怎样变得对自己和生活充满善意，才能除了这最终的永恒确认和印记之外，不再渴求任何东西？-”（FW, Nr. 341, KSA 3, 570）。



它的决定性标准是自我与世界的融合，其中所有的差异都被消除了。所描述的这种状态在宗教思想史上有着可靠的证明，并被宗教心理学和宗教现象学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神秘狂喜并不具有持久性，因为它无法在普通经验的线性维度中展开或发展。当N. 在后来的著作中试图通过宇宙论的“证明”，将轮回思想呈现为与当时自然科学相容的东西时，他只能以失败告终。这种神秘体验的内在灵魂起源和真理根基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想实验，必须通过“吸收”——正如N.所表达的那样——来促使其成为现实 (N, KSA 9, 494; s. Montinari 1991, 86ff.)。

尽管轮回思想的自然科学事实证明很快就从N.手中溜走，但他仍将这一思想牢牢固定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之中。这个形象体现了构成神秘体验方式核心的二位一体体验，这并非偶然（对此可参考题为《席尔斯-玛利亚》的诗，该诗被收录在《快乐的科学》的“附录”中）。在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最初草案中，他被描绘成一位智者，避开人群长达十年，逃入深山，现在从山上走下来宣告他的学说。就像查拉图斯特拉在出发前往人群时，把太阳当作一个活物向其致辞一样，他也必须挥霍他的充盈与光辉，以求最终像太阳一样没落。这段文字作为序言被一字不差地引入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文本中。除了外在属性蛇和鹰之外，该形象丰富的象征意义还包括标志性的对立面：孤独与对共同体的渴望、智慧与愚蠢、富有与贫穷、升起与没落——这是一种N.典型的、将对立主题相互浸染渗透的文学手法。


第五卷

作者回顾了《曙光》（Morgenröthe）这一书名，在第五卷的开篇格言“我们的快活意指什么”中反思了思想的新境况。


“[] 事实上，我们哲学家和‘自由精神’在听到‘旧上帝已死’的消息时，感觉就像被新的曙光所照耀；我们的心溢满了感激、惊奇、预感和期待，——地平线终于又向我们敞开了，哪怕它并不明朗，我们的船终于又可以出航了，冒着一切危险出航，认识者的每一次冒险又被允许了，大海，我们的大海又敞开在那里，也许还从未有过如此开阔的大海。-” (FW, 第343条, KSA 3, 574)。



尼采（N.）思想的动态性在这一段落中通过一个象征来描述：驶出港口。这一象征扩展为阴暗地平线下开阔大海的壮丽景象；作者很少能如此幸运地将思想内涵与语言表达的情绪价值结合得如此完美。此外，这与帕斯卡尔（Pascal）著名的套语“你们已经上船了”（vous êtes embarqués）（《思想录》，第235条）的传统一脉相承。

这最后一卷也演进修改了尼采极具代表性的主题，如作为尚未被证实之未来的早产儿的“更高的人”的问题（见第373条格言）——对他而言，这些特征共同勾勒出了一种衰败文化的整体图景，这种文化只有通过对其精神基础进行根本性修正才能得以复兴。


“实存的视角主义特征[↗视角主义]究竟有多广，或者它是否还有任何其他特征，一个没有解释、没有‘意义’的实存是否恰恰变成了‘无意义’，另一方面，是否所有的实存本质上都是一个解释性的实存——即使通过理智最勤勉、最严谨周密的分析和自我审查，这也[]无法被确定：因为人类理智在进行这种分析时，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自身的视角形式下看待自己，且仅仅在这些形式中看待自己。[]对我们来说，世界[]再一次变得‘无限’了：因为我们无法拒绝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世界包含了无限的解释”（FW, 第374条, KSA 3, 626及下页）。



帕斯卡尔面对沉默空间的无限性时所感到的战栗，这种对物理宇宙（它曾是基督教救赎戏剧上演的场所）统一性破裂的特定现代体验，被融入了这种风格化之中；同时被融入的，还有对康德总体论题的质疑和去合法化——该论题认为人类知性至少在形式上是自然的立法者，这同时应确保理智秩序的存在。因此，尼采将解释原则与视角主义以及对任何绝对排他有效性要求的拒绝结合了起来。

总结与文学定位

如果说第五卷的开篇是在新《曙光》光辉照耀下向开阔地平线进发的旅程，那么在卷末，这种欣喜若狂便转变为“大严肃”的氛围，一种没落的悲剧已经给它投下了阴影，“灵魂的命运发生转折，指针移动，悲剧开始了[]”（FW, 第382条, KSA 3, 637）。在热那亚创作的总共14首诗歌中，尼采采纳了6首来自《墨西拿的田园诗》的文本——这些文本曾于1882年发表在《国际月刊》（第1卷，第5期，5月）上——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大幅修改。第一首《致歌德》的诗已经是对《浮士德》第二部（第12104行及下文）中神秘的合唱的戏仿性倒转。而作为尼采思想核心的赫拉克利特式的世界游戏概念，在此也被戏仿为“存在”与“外观”的混合体。


“永恒的愚蠢/将我们卷入其中！. . .”（KSA 3, 639）。



作为一个形式特征，可以断定这些诗歌的语调始终是自由的，甚至是带有色情色彩的放纵，同时又带有讽刺和戏弄。这些即兴诗作的意义范围在无意义与滑稽模仿之间展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四首压轴诗作：《我的幸福！》、《驶向新海》、《西尔斯-玛利亚》以及舞曲《致密斯特拉风》。它们的主题指向那刚被捕捉便已溜走的幸福感，肯定了精神层面的阿尔戈英雄般的冒险，指向了在正午与永恒的时分，灵魂与完全变得圆满的世界在狂喜的合一中超越时间时，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降临，以及一种狄俄尼索斯般释放的舞蹈节奏，后者同时——在尼采典型的动机交织中——旨在成为对一种“自由的艺术”和一种“快乐的科学”的庆典（KSA 3, 650）。崇高的风格与戏仿及滑稽模仿的形式，就像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一样，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相互促成的关系中。在语言层面和表达形式的选择上，尼采与高级文化及其严肃性之间的距离，作为自由精神真正的非道德主义自白，得到了凸显。关于那首独特的六行诗《西尔斯-玛利亚》，M. 里德尔在近期发表了评论（《露天思想。尼采的诗意世界体验》，斯图加特 1989年，11页及下页）。在一个“没有目标的时代”里，抒情自我与其双重人格——即查拉图斯特拉自我——发生了梦幻般的自我相遇。在这种“自我相遇”中，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走过”，将nunc stans（永恒的当下）的神秘体验作为一种分裂体验启动起来，这就是查拉图斯特拉诗作的萌芽。

和《曙光》一样，《快乐的科学》是一部过渡时期的作品，同时也是对始于《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哲学批判工作的总结（见1882年6月27/28日致露·莎乐美的信）。此外，它还是战胜最严重的生命危机及伴随而来的抑郁症的自我提升的证明（见1882年7月3日致露·莎乐美的信）。尼采对生命中身心崩溃的“胜利”，导致这些崩溃在文学上的自我创造与重新创造的过程中被吸收和同化。因此，尼采成为了现代作家的原型，在写作的行为中不断超越并重新构思自我。同样能说明这一点的是那些格言，尼采以此在《快乐的科学》第三卷卷末回答了对自己的八个提问，从而在一种从最深切的个人痛苦中获得的高贵伦理中，超越了自由精神游戏的实存形式。

上文所追溯的尼采的思想历程展现出这样一位作者：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他尚未完全抛弃道德、文化或社会批判的传统主题，但他对这一文学体裁的驾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证明了他对道德主义文献和叔本华哲学的深入了解，尤其证明了他与其“启蒙”动力的意气相投。与此前流传下来的所有理论概念不同，尼采对认识的激情并不渴求自给自足的精神建构；相反，它寻求的是对生命的认识——这是他理论兴趣的一个常量，在尼采后期的理论著作中也未曾改变，其中生命本身不仅是对象，同时也是认识的手段。1881年的夏天，伴随着对尼采至关重要的永恒轮回的“体验”，成为了一个契机，促使他将迄今为止单方面受惠于启蒙运动的哲学扩展为对生命的总体考察，这种考察抛弃了一切↗“苏格拉底主义”，转而开辟一种对人类实存的悲剧性解释，这种解释甚至懂得运用如《查拉图斯特拉》中宣告新信仰的形式。尼采部分借鉴于传统、部分自由构思的丰富动机，以及将看似异质甚至完全不相干的元素结合成新风格思想形态的独特把握，成就了这些著作的地位。在其创作的中期阶段，尼采展现出作为形式实验大师的风采，但他那无与伦比的艺术技巧已不再掩饰生命根基的悲剧性；尼采的生存与创作危机早已成为一种常态，思想家本人只能在形式上的艺术象征中寻找支撑，而这些象征此外还始终被铭刻在分歧的解释视域中。因此，在尼采那里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悲剧信仰；相反，他利用了流传下来的形式宝库，却未能从中获取一种真实的全新体验。在这个意义上，从《人性的，太人性的》到《快乐的科学》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尼采作为科学与哲学作家持续处于濒危状态的自我发现之旅。

由此，也同时引出了关于尼采作品连贯性的形式批判问题。如果说散文试图理清一个多多少少错综复杂的问题局面，那么格言就是为了固定一种思想境况，而抒情诗则是为了固定一种如情绪价值般转瞬即逝的东西。很难断定尼采是否凭借其中期著作，将自己融入了欧洲传统的伟大形式范式的行列之中，这些范式涵盖了赫拉克利特的箴言、巴门尼德的教诲诗、柏拉图的对话录、作为学术评论伟大典范的亚里士多德的讲稿笔记，直至教父们或蒙田和帕斯卡尔对心灵的自我反思。但也许这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对尼采作品地位的形式批判上的质疑，本身就包含了对这位思想家的些许不公。毕竟尼采自己就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文化的撕裂状态也会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宏伟构想的成功。基于这种理解，尼采的形式实验不仅证明了其极其精致的艺术审美力，它们同时也是具有最高文化批判敏感度的文献。如果说一种和谐的文化是严整风格伟大作品的先决条件，那么这就修正了对尼采中期著作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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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布雷希特·里斯 / 卡尔-弗里德里希·基索


从《查拉图斯特拉》到《瞧，这个人》（1882–1889）

1883年，一部名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为所有人又不为一人的书》的小册子出版了，它由“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和22篇“查拉图斯特拉的讲辞”组成，当时并未被标为第一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续作。然而在同一年，“第二部”紧随其后出版，1884年又出版了第三部，至此尼采（N.）才将他的《查拉图斯特拉》视为暂时完结。1885年又出版了“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但仅作为私下印本。1887年出版了一个“三部合集”版本——尼采只是简单地将前三部《查拉图斯特拉》的剩余库存装订在一起。被他极度保密的第四部《查拉图斯特拉》直到1892年，即在他精神崩溃之后，才被收录进由彼得·加斯特（P. Gast）负责编辑的版本中。

“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的第一节除了微小的改动外，与“悲剧开始（Incipit tragoedia）”完全相同，这是第一版《快乐的科学》结尾的格言。在经历了十年的孤独之后，查拉图斯特拉离开了他山中的洞穴。他首先遇到了一位老隐士，这位隐士还没听说过“上帝死了”（KSA 4, 14），即基督教信仰正走向没落，形而上学和道德也随之消亡。在他的第一篇讲辞——他的“序言”中——查拉图斯特拉向聚集在集市上的“民众”提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可能性：“超人”与“末人”。“我教你们超人。人是某种应当被克服的东西”。在提出创造超人的要求之后，查拉图斯特拉对人作了界定：“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由于他的听众不想了解超人，查拉图斯特拉用一种截然相反的演变来威胁他们：在上帝死后，人类可能会变成不再有创造力、顽固地保持平庸的“末人”。但这一策略也未能奏效：“民众”嘲笑了查拉图斯特拉。在发生了一些意外之后，他决定只通过他的讲辞来为挑选出来的门徒准备那项任务。第一部的剩余部分由这些关于不同主题、且每篇都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套语结尾的讲辞构成。这里只提及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第一篇——“论三种变形”——描述了精神的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孩子”（KSA 4, 31）。骆驼，即“负重的精神”，它“克己且充满敬畏”，匆匆遁入它的沙漠。在最孤独的沙漠深处，它变成了狮子，用它的“我要”击败了名为“你应该”的巨龙。狮子由此为自己赢得了“为了新的创造”的自由，但它自己还不能创造新的价值。为此，它必须在第三次变形中成为↗“孩子”；因为“为了创造的游戏[]需要一个神圣的肯定（Ja-Sagen）”。“论赐予的美德”这篇讲辞将赋予大地意义、“人类意义”的“权力”赞美为“最高的美德”。带着一种展望，查拉图斯特拉在此向他在此期间聚集在身边的门徒们告别。“所有的神都死了：现在我们希望超人活下去。”——愿这成为我们在伟大正午时的最终意志！——”（Za I, KSA 4, 102）。未来的“伟大正午”是“人类站在动物与超人之间道路中点”的时刻（同上）。

在第二部开头，查拉图斯特拉受异象的警示，在多年的孤独之后回到了在此期间已经背叛的门徒们身边。“从前人们眺望远海时，会说上帝；但现在我教你们说：超人”（Za II, 在幸福岛上, KSA 4, 109）。在“论自我克服”这篇讲辞中，查拉图斯特拉用另一种对生命的诠释来对抗叔本华的意志观（“生存意志”）：“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意志：但不是生存意志，而是[]权力意志！”（Za II, KSA 4, 149）。甚至人们通常所说的“求真意志”，实际上也是一种“使一切存在者变得可思的意志”，并且作为这样的意志，也是↗权力意志。作为权力意志，生命必须不断地克服自身，并创造出超越自身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这“即权力意志”的意志，必须克服“复仇”——“意志对时间及其‘它曾是’（Es war）的厌恶”——并“救赎”过去；后者意味着“把所有的‘它曾是’改造成‘我曾想要它这样！’”（Za II, 论救赎, KSA 4, 179）。权力意志必须肯定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一思想在第二部《查拉图斯特拉》中固然被隐瞒了。但文本中不断神秘地暗指它，并暗示查拉图斯特拉仍将自己最深刻的思想保留在心中。在结尾，“最寂静的时刻”命令犹豫不决的查拉图斯特拉再次离开他的门徒。

在第三部中，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踏上他“最孤独的漫游”，并直面他的↗永恒轮回思想。“……永恒轮回思想，这种根本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的肯定”（EH, KSA 6, 335），根据晚期自传《瞧，这个人》（Ecce homo），是该作品的“基本构想”。这至少适用于第二部，但尤其是第三部《查拉图斯特拉》。在神秘的“论幻景与谜团”一章中，查拉图斯特拉在名为“瞬间”的“门道”前向↗“沉重之灵”暗示了这一“深渊般的思想”：“万物中凡能发生之事，岂不必须已经发生过、做过、逝去过？/如果一切都已存在过：侏儒啊，你对这个瞬间作何感想？这条门道岂不也必须已经——存在过？/难道万物不是如此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以至于这个瞬间牵引着所有未来的事物？因此————也牵引着它自身？/[] 我们所有人难道不必须已经存在过吗？[] 我们难道不必须永恒地轮回吗？——”（Za III, KSA 4, 200）。但这一思想在第三部《查拉图斯特拉》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阐述。查拉图斯特拉直到后面的“康复者”一章，才能够“召唤出”轮回的思想，并且只有在与这一思想进行交锋之后，他才真正成为“永恒轮回的教师”。第三部的结尾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是”与“阿门”之歌，即他对“永恒”的爱情宣言。该章的实际标题是“七个印记”，每一节都以这句套语结束：“因为我爱你，哦永恒！”

1885年仅作为私下印本制作、且只对小范围读者公开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没有被尼采收录进1887年的三部合集版本中。严格来说，这是一部遗作，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将其称为“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巨大疲惫的预言者”——“一切都是相同的，什么都不值得，世界毫无意义，知识令人窒息”——试图诱惑查拉图斯特拉犯下他的“最后之罪”：即↑“同情”。查拉图斯特拉听到了“更高级的人”的“呼救声”。在上帝死后，这些绝望者在查拉图斯特拉那里寻找支撑。他收留了他们，并与他们共庆佳节，在节日中他们振奋精神，暂时达到了对生命的肯定。直到最后，查拉图斯特拉才意识到，他因此屈服于那种诱惑，即“对更高级的人的同情”。但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它。“更高级的人”在狮子面前落荒而逃，这头狮子与一群鸽子共同预示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孩子们”的到来：第四部《查拉图斯特拉》以对终于降临的“伟大正午”的展望而结束。

《查拉图斯特拉》不断戏仿《新旧约全书》，在语言上模仿路德版《圣经》，但也借鉴了其他宗教（如佛教）的文本、诸如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等哲学家的文本、童话和传说（如《一千零一夜》）以及各种文学榜样（从荷尔德林到爱默生）。诚然，晚期的尼采严重高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文学质量，其在文体优雅方面远不及他的那些格言体著作。“人们或许可以把整部《查拉图斯特拉》算作音乐，”《瞧，这个人》中如此写道，在此尼采也将《查拉图斯特拉》称为一首“献给孤独的酒神赞歌”（EH, KSA 6, 276）。从第二部开始，查拉图斯特拉不仅讲话，还唱歌，这些歌曲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唱”这一套语结尾。正是像《夜歌》这样的诗歌，构成了该作品中最优美的文本。

遗留的草稿和标题草案表明，尼采曾一度考虑过撰写更多关于查拉图斯特拉的作品。（关于“查拉图斯特拉的歌曲”，参见关于《酒神赞歌》的文章。）在写完第三部之后，他本以为该作品已经完结，当时他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视为只是他真正阐述轮回思想之前的一篇“序言，前厅”。然而几年后，在《瞧，这个人》中，查拉图斯特拉在他眼中已成为其哲学未曾企及的巅峰。

Naumann, G.：《查拉图斯特拉注疏》，2卷，莱比锡，1889年及以后；Weichelt, H.：《查拉图斯特拉注疏》，莱比锡，1922年；Bennholdt-Thomsen, A.：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一次重新审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74年；Heidegger, M.：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载于：同上作者：《演讲与论文集》，普富林根，1985年，97–122页；Lampert, L.：尼采的教诲：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诠释，纽黑文/伦敦，1986年；Pieper 1990；Brusotti 1997, 490–627；Zittel, C.：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美学算计，维尔茨堡，2000年。

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序曲（1886）

《善恶的彼岸》是尼采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发表的第一部格言体著作。在第四部《查拉图斯特拉》出版后，他曾尝试根据他的新哲学对《人性的，太人性的》进行彻底的改写。他很快放弃了这个尝试。于是诞生了一部新著作——《善恶的彼岸》，它像《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样被划分为九个有标题的“主要篇章”，因此在主题结构上比《曙光》或《快乐的科学》等作品更为紧凑。在尼采只发表其哲学诗歌的那些年里，他积累了大量材料；他能够将这些材料与《快乐的科学》之前时期尚未使用的反思一起，用于《善恶的彼岸》。

这九个“主要篇章”共包含296则带编号的格言，其前有一篇简短的序言。终曲《来自高山》使整部著作得以圆满。根据序言，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要么是 1) “某种来自远古时代的民间迷信”（“如灵魂迷信，作为主体迷信和自我迷信，至今仍未停止作祟”），要么是 2) “某种文字游戏，也许是来自语法方面的诱惑”，要么是 3) “从极为狭隘、极为私人、极为人性-太人性的事实中得出的轻率的过度概括”（JGB, KSA 5, 11f.）。尼采由此指出了他批判形而上学的三个主要方向：历史的、语言哲学的和心理学的方向。仅仅是第一篇“论哲学家的偏见”就已经从这些角度展开了批判。尼采通过语言的亲缘关系来解释印度、希腊和德国哲学之间的相似性，即源于“相同语法功能的无意识统治和引导”，源于“共同的语法哲学”。那些不受这些语法功能“魔咒”束缚的哲学家，例如“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哲学家（在这些语言中主体的概念发展得最差），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很可能会有所不同”（JGB, Nr. 20, KSA 5, 34f.）。也就是说，尼采通过“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语法区分来解释诸如笛卡尔的主体和传统意志概念这样影响深远的错误（↗语言哲学，哲学）。但尼采绝不局限于对哲学传统的激进批判，他还想在现代自然科学中揭示形而上学的原则和错误。哲学思想不仅被语法强行引入特定的轨道，还被各自哲学家通常是无意识的本能所左右。“我逐渐认清了迄今为止所有伟大哲学到底是什么：即其创作者的自我告白，以及一种不自觉且未被察觉的回忆录；同样地，在每一种哲学中，道德（或不道德）的意图构成了真正的生命核心，每次整株植物都是从这个核心中生长出来的”（JGB, Nr. 6, KSA 5, 19f.）。因此，“最偏远的形而上学主张”的产生可以通过各哲学家或多或少有意追求的道德来解释；同样，“在所有逻辑及其表面上自作主张的运动背后，都存在着价值评估，更明确地说，是为了维持某种特定生命类型的生理要求”（JGB, Nr. 3, KSA 5, 17）。在历史上，尼采并不局限于假设形而上学学说起源于各种形式的原始迷信，例如他宣称，叔本华关于“我们实际只了解意志”的观点，是“继承并夸大了一种大众的偏见”（JGB, Nr. 19, KSA 5, 31f.）。此外，针对形而上学家的基本信仰，即对价值对立的信仰，尼采提出了早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勾勒出的“道德情感化学”所关注的问题：例如↗真理、真诚、无私是否源于它们假定的对立面，并与它们“以一种令人怀疑的方式相关、连接、纠缠在一起，甚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JGB, Nr. 2, KSA 5, 17）。关于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还应提及该书第一则格言就引入的问题，一个“迄今为止从未被提出过”，“由我们首次看到、正视并敢于触及”的问题：“真理的价值问题”。“假设我们想要真理：为什么不宁愿要不真实？要不确定？甚至无知？”（JGB, Nr. 1, KSA 5, 15）

更具体地说，《未来哲学序曲》也被设想为一部旨在为计划中但从未完成的主要著作做准备的作品，尼采当时打算将该著作命名为《权力意志》（遗稿 1885–88），同时它也是“一种对查拉图斯特拉背景的介绍”。“尽管这本《未来哲学序曲》绝对没有提供、也不打算提供对查拉图斯特拉讲辞的评论，”——在他为一部计划中的续作所写的序言中写道——“但它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初步的词汇表，在那本书——一件在所有文学中没有先例、没有榜样、没有比拟的事件——中出现的最重要概念和价值创新，在其中某个地方至少出现过一次，并被直呼其名”（N, KSA 12, 6[4], 234）。《权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主要思想——虽然在《善恶的彼岸》中有所出现，但尤其是永恒轮回，在这里显得更为边缘化。所谓的“恶性循环之神（circulus vitiosus deus）”只被暗示过一次：尼采提出了“最傲慢、最生机勃勃、最肯定世界的理想人类”，他“不仅学会了接受并容忍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希望一切照旧地再次重现，直至永恒，贪得无厌地呼喊‘从头再来’，不仅是对他自己，而是对整出戏和表演，不仅是对一出戏，而是从根本上对那个正需要且促成这出戏的存在——因为他总是不断地需要且促成自身——”（JGB, Nr. 56, KSA 5, 75）。尼采同样似乎不确定应该如何向读者介绍权力意志。他最大胆的尝试是在一则格言中，他试图证明这一思想。当然，这种证明尝试也保持在假设的层面上。当他将权力意志置于那些将事件的规律性理解为“自然法则”的物理学家的观点对立面时，他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不具约束力的替代性诠释引入。“假定这也只是诠释——[…]——那么，这再好不过了。”（JGB, Nr. 22, KSA 5, 37）。关于这两种思想，尼采展现了那种他对伪装和克制的偏爱（“所有深刻的东西都喜欢面具”），他曾反复承认这一点：“每一种哲学都是一种前景哲学[…] 每一种哲学也都隐藏着一种哲学；每一个观点也是一个藏身之处，每一个词语也是一面面具”（JGB, Nr. 289, KSA 5, 234）。

“一种新型的哲学家正在崛起”，《未来哲学序曲》宣告道。在第二篇“自由精神”中，尼采建议将他们命名为“尝试者”（JGB, Nr. 42, KSA 5, 59）。该篇章的标题与《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所倡导的自由精神理想相呼应，但到了1886年，尼采早已将这一理想抛在脑后。因此，他所预见的“未来哲学家”虽然将是“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但“绝不仅仅是自由精神”（JGB, Nr. 44, KSA 5, 60）。“真正的哲学家”，正如我们在第六篇“我们学者”中所读到的那样，“是命令者和立法者”。哲学家的真正任务“要求他创造价值”（JGB, Nr. 211, KSA 5, 144f.）。

“多亏了民族主义狂热在欧洲各民族之间造成的、且仍在继续造成的病态疏离，”第八篇“民族与祖国”中写道，“[]现在人们忽视了或是武断地、虚假地曲解了那些最明确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欧洲想要融为一体”（JGB, Nr. 256, KSA 5, 201）。然而，尼采设想的欧洲统一并非一个民主进程，而是“培育一个统治欧洲的新种姓”（JGB, Nr. 251, KSA 5, 195）。第九篇也是最后一篇“什么是高贵？”展现了同样的反民主倾向，其中提出了一些后来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被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例如国家的起源以及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区分。同时，尤其是该篇章阐述了尼采个人的道德观。

“如果考虑到这本书紧随《查拉图斯特拉》之后，”——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写道——“人们也许就能猜到它得以诞生的那种饮食疗法。眼睛，被强迫眺望远方这一巨大需求所宠坏[]，在这里被迫敏锐地捕捉最切近的事物、时代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EH, 善恶的彼岸 2, KSA 6, 351）。在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完成了“他任务中说‘是’的部分之后，便轮到了说‘不’、做‘不’的另一半任务：对以往价值本身的重估”（EH, 善恶的彼岸 1, KSA 6, 350）。对于《瞧，这个人》时期的尼采来说，《善恶的彼岸》“在所有本质方面都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包括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也不排除现代政治，同时指明了一种作为对立面的类型，一种尽可能不现代的类型，一种高贵的、肯定的类型。在后一种意义上，这本书是一所培养绅士的学校，这个概念在这里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更精神化、更激进的含义”（EH, 善恶的彼岸 2, KSA 6, 350）。首先（但不限于此），在上述最后一篇“什么是高贵？”中，尼采确立了这种高贵与肯定类型的新理想。

文献：Nehamas, A.：《善恶的彼岸》中的求知意志、求无知意志与权力意志，载于：Yovel, Y.（编）：作为肯定思想家的尼采，多德雷赫特/波士顿/兰开斯特，1986年，90–108页；van Tongeren, P. J.：尼采道德批判的道德。对《善恶的彼岸》注疏的贡献，波恩，1987年；Allison, D. B.：蠕虫饮食。《善恶的彼岸》中的顿断修辞，载于：NSt 19 (1990), 43–58页。


《论道德的谱系：一篇论战檄文》（1887）

这篇发表于1887年的“论战檄文”由一篇前言和三篇“专论”组成。正如扉页背面所注，它是 N. “作为对最近出版的《善恶的彼岸》的补充和阐释而附加的”（KSA 14, 377）。前言以雷（Rée）为例，批判了那种过于抽象、思辨的英国式道德起源史风格：“道德谱系学家”绝不应关注任何“漫无边际的假设之物”，而应关注“灰色的东西，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真正可以确定的、真正存在过的东西，简而言之，即人类道德过往那整段漫长且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GM，前言 7，KSA 5, 254）。对道德价值“从何种条件和环境中生长出来，在何种条件和环境中发展并发生偏移的认识”，反过来也仅仅是对这些道德价值进行更深层次“批判”的（当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些价值本身的价值首先必须被置于疑问之中”（GM，前言 6，KSA 5, 253）。

N. 尤其在第二篇专论的中部最为详尽地阐述了其历史方法的原则，自米歇尔·福柯（M. Foucault）的著作问世以来，哲学界的接受尤为集中于此。据此，一个生理器官所谓的“发展”，正如一种社会风俗或政治惯例的发展一样，绝非一个线性过程。相反，它关乎“在它身上发生的一系列或多或少影响深远的、或多或少相互独立的征服过程的交替，加上每次对此施加的抵抗、为了防御和反应而尝试的形式变换，以及成功的反击行动的结果。形式是流动的，但意义则更是如此[…]”（GM II, Nr. 11, KSA 5, 314f.）。这种不断由新解释和新调整组成的连续符号链，构成了一个事物、一个器官、一种习俗的全部历史（同上），这正是道德谱系学家的研究对象（符号）。一种新的权力可以赋予一个制度新的意义，并在此过程中改变、抹去其原本的意义，甚至将其彻底颠倒。解释始终是权力意志的活动，权力意志利用它来获取统治地位。以惩罚为例，N. 警告不要将后来才承担的功能假定为起源的原因；该程序本身将是比其被用作惩罚更古老、更早的东西（GM II, Nr. 13, KSA 5, 316）；同样，其起源不一定与后来的功能有何必然联系。因此，道德谱系学家避免了发生学上的谬误，他不写线性历史，并颠覆了所有试图从起源导向目标的总体目的论建构。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正如 N. 自己在前言中所解释的那样，他整理、修改并进一步发展了那些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之后的著作中已初步形成的“起源假说”。仅仅因为利用了自己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才能够在短短三周内，即1887年6月10日至7月3日之间，写下这篇论战檄文。尽管在处理历史时拥有充分的解释自由，N. 并不想忽视“文献记载的、真正可以确定的东西”，并为此一再求助于各种不同的学科（如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法学、医学和精神病学）；最近的研究越来越清晰地揭示了《谱系》长期被忽视的这种“学术”本质，并查明了许多被 N. 评估和引用的作者。

第一篇专论的标题“善与恶”、“好与坏”指出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道德类型的各自核心区分，正如在《善恶的彼岸》中一样，N. 将它们称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反对功利主义的道德心理学（↗功利主义），他主张的论点是：最初被判定为“好”的并不是行为，而仅仅是人。正是贵族们，凭借其对下属的自身优越感，凭借他们的“距离的激情”，将自己和同类称为“好”——并且顺便将他们自己的臣民称为“坏”。相反，“奴隶道德”并不植根于“距离的激情”，而是植根于↗怨恨。在这里，恰恰是强者，即高贵道德中的“好人”，被称为“恶人”，而那种道德中的“坏人”则被称为“好人”。“——第一篇专论的真相，”——N. 在《瞧，这个人》中写道——“是基督教的心理学：基督教诞生于怨恨的精神，而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诞生于‘圣灵’，——它在本质上是一场反向运动，是一场反对高贵价值统治的大起义”（EH，《论道德的谱系》，KSA 6, 352）。N. 将由基督教完成的“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即奴隶道德对主人道德的胜利，视为欧洲道德史上最核心的事件。

“第二篇专论给出了良知的心理学：良知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上帝在人内心的声音’，——它是残忍的本能，在无法再向外宣泄之后向后转向自身。残忍作为最古老且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之一，在这里首次大白于天下”（EH，《论道德的谱系》，KSA 6, 352）。《瞧，这个人》正是这样阐释这篇题为“↗罪咎”、“坏↗良知”及相关事物”的专论主题的。它追溯了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责任感”，即遵守承诺的能力，逐渐形成。N. 首先重构了古老而残忍的“记忆术”，自远古时代起，具有“瞬间理智”的“人这种动物”就是通过这种记忆术被植入记忆的。N. 认为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是↗国家通过暴力诞生：一个原始民族突然被一个“征服者和主人种族”（即臭名昭著且在语文学意义上经常被误解的↗“金发野兽”）所征服，后者以极端的残暴迫使被奴役者压抑他们的本能并将其内化。这些被压抑、转向内部的“自由本能”，首先正是↗残忍，构成了第一种可以说是前道德形式的坏良知，这与后来的道德意义上的坏良知相去甚远。后者只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才形成，对最初含有其他意思的“罪咎与义务”概念进行宗教解释和“道德化”，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第一篇专论特别阐述了向外转移的怨恨、第二篇阐明了主动残忍的内化之后，第三篇展示了由禁欲主义牧师引发的“怨恨的倒转”，即怨恨向内转向并表现为负罪感形态的过程。在这里，针对E. 杜林（E. Dühring），N. 将怨恨定义为试图通过宣泄任何一种情感——但首要是残忍——来麻痹痛苦的尝试。N. 将这种在接受史上影响深远的对怨恨的分析，融入了第三篇专论更为普遍的主题之中：“禁欲主义理想意味着什么？”。N. 在《瞧，这个人》中对其答案作了如下解释：“第三篇专论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禁欲主义理想、牧师理想的巨大力量从何而来？尽管它本身是彻头彻尾的有害理想，是一种走向终结的意志，一种颓废理想。回答：并非因为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上帝在牧师背后起作用，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因为迄今为止它是唯一的理想，因为它没有竞争对手。‘因为人类宁愿去追求虚无，也不愿无所追求’…… 最重要的是缺乏一种反理想——直到查拉图斯特拉出现。”（EH，《论道德的谱系》，KSA 6, 352f.）N. 拒绝叔本华将禁欲主义解释为对意志的否定。恰恰是因为人类需要“一个目标”，并因此宁愿“追求虚无，也不愿无所追求”，对 N. 来说，这毋宁说是“人类意志的基本事实”（GM III, Nr. 1, KSA 5, 359）。既然没有可替代的目标，因而也没有对痛苦可替代的意义赋予，——《瞧，这个人》补充说：直到查拉图斯特拉出现，即直到 N. 本人出现——禁欲主义理想便统治了整个世界。N. 强烈否认科学正在克服它，并借此代表一种真正的“反理想”。在他看来，科学不仅仍然受制于禁欲主义理想，甚至巩固了它的统治，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它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对真理的无条件意志，正是禁欲主义理想最后的、最精致的形态。N. 试图质疑这种对真理的无条件意志，从而开启对形而上学和禁欲主义理想的克服。

参考文献：福柯（Foucault, M.）：《N.，谱系学，历史学》，载于：同上作者：《知识的颠覆》，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 1978年，83–110页；撒切尔（Thatcher, D. S.）：《论道德的谱系：一些文本注释》，载于：《尼采研究》（NSt）18 (1989)，587–599页；布鲁索蒂（Brusotti, M.）：《现代人类的自我缩小。对 N. <论道德的谱系>的研究》，载于：《尼采研究》（NSt）21 (1992)，81–136页；施泰格迈尔（Stegmaier）1994年。

《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1888）

《瓦格纳事件》的核心是分为十二章的“1888年5月的都灵来信”，并由一篇“前言”、两篇“跋”和一篇“尾声”加以完善。“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正让我的手指忙个不停”，N. 在1880年4月20日写给朋友海因里希·克塞利茨（Heinrich Köselitz）的信中说。到了六月，第一份印刷原稿已经完成，N. 将其寄给了他的出版商，但很快又索要了回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瓦格纳事件》又经过了彻底的修订、扩充，并增加了上述的补充内容。这本小册子于1888年9月出版。

根据前言，瓦格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通过他可以研究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他是现代欧洲↗颓废的主要代表；“如果一个人弄清了瓦格纳身上的善与恶，他几乎就完成了对现代性价值的清算”。N. 将“颓废问题”称为最令他萦怀的问题，并认为对颓废的分析是一项比道德批判更为根本、更为普遍的任务。“‘善与恶’只是该问题的一个变种”。对颓废的分析同时也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哲学家应当“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坏良知”。“我与瓦格纳一样，都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也就是说，是一个颓废者：只是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我反抗了这一点。我内在的哲学家反抗了它”。对 N. 而言，对颓废的分析和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这部著作严肃而严谨的主要宗旨，他为其冠以了“笑着说出严肃之事”的座右铭。

N. 对比才的《卡门》的真诚赞赏，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在法国作曲家与瓦格纳之间建立对立的机会（《瓦格纳事件》1–2）。在对瓦格纳身上的“救赎问题”进行了一些颇具戏谑意味的论述——“他的歌剧是救赎的歌剧”——（WA 3, KSA 6, 16）之后，N. 描绘了瓦格纳自己的“救赎”，即瓦格纳在漫长创作《尼伯龙根的指环》期间的转变：这部系列剧最初在乐观主义的标志下应当指向“一种社会主义乌托邦”，最终却成了叔本华哲学及其悲观主义的表达。“正是颓废的哲学家[叔本华]，才把颓废的艺术家[瓦格纳]还给了他自己”（WA 4, KSA 6, 21）。作为“典型的颓废者”（WA 7, KSA 6, 27），瓦格纳“使音乐染上了病——”。“瓦格纳是一种神经症”（WA 5, KSA 6, 22）。他的成功是一种“大众的成功”（WA 11, KSA 6, 37），他偏爱的表达手段是“巨大的、崇高的、庞大的，能打动大众的东西”。在他的音乐中恐怕没有“逻辑”，没有“思想”，只有“无尽，却没有旋律”，取而代之的是倾倒一切的激情：“音色决定一切[]；到底解释了什么，无关紧要”（WA 6, KSA 6, 24）。N. 勾勒了一幅“艺术衰败”和艺术家“品格衰败”的图景：“音乐家现在变成了↗优伶，他的艺术越来越发展为一种说谎的才能”（WA 7, KSA 6, 26）。早在 N. 的第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就已经突出了瓦格纳的“优伶本能天赋”（UB IV, WB 7, KSA 1, 467），但在《瓦格纳事件》中，这与一种极其负面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瓦格纳现在表现为“优伶”（WA, KSA 6, 3.），而“艺术整体向优伶化转变”则是“生理退化（更确切地说，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形式）的表达”（WA 7, KSA 6, 27）。N. 将保罗·布尔热关于文学颓废的观点应用到了瓦格纳的音乐上。（由于他没有提及布尔热的《当代心理学论丛》，瓦格纳派将会指责他剽窃。）在颓废文学中，生命不再栖息于整体之中，“整体不再是整体”（同上），现在是那些更小的单位变得独立并占据主导地位。瓦格纳缺乏组织力。与他“无力进行有机塑造”相对应的，是他独有的天赋“在于发明最微小的东西，在于对细节的诗意渲染”；N. 称他为“我们音乐界最伟大的微雕家”（WA 7, KSA 6, 28）。“瓦格纳本能上不是音乐家”。据 N. 称，他放弃了“音乐中的所有法则，更确切地说，所有风格”；为此，他将“音乐的语言表达能力”无限度地增加了，使音乐变得“仿佛是元素般的”，并用“音响、运动、色彩，简而言之，音乐的感官性”取代了风格。他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优伶”，一个“戏子”，一个“场景制造者”（WA 8, KSA 6, 30），但在严格意义上“不是戏剧家”；因为在瓦格纳那里，“情节”实际上只是“一系列强烈的场景”，它缺乏戏剧所要求的“硬逻辑”——瓦格纳对此“不够心理学家”。披着神话的外衣，他戏剧的文本探讨的“全都是非常现代、非常大都市的问题”，即恰恰是那些“今天令巴黎的小颓废者们感兴趣的问题。离医院永远只有五步之遥！”（WA 9, KSA 6, 34）。进而，瓦格纳的理论著作，他的“文学”，其基本任务就是将其“从整体中进行创造”的无能，转变为一项原则、一种规范；与此相应，对瓦格纳而言，音乐“永远只是一种手段”。据 N. 称，他一生都在重复“他的音乐不仅仅意味着音乐！而是更多！而是无限的更多！……‘不仅是音乐’——没有哪个音乐家会这样说话”（WA 10, KSA 6, 35）。瓦格纳意味着“优伶在音乐界的发迹”；他是一种“衰落文化”的典型现象，在这种文化中，“大众”决定了巨大的成功，即“大众的成功”，并且优伶比“真正的人”更受青睐。“瓦格纳的发迹”与“‘帝国’的发迹”是连在一起的（WA 11, KSA 6, 39）。N. 的都灵来信以“三项要求”结尾：1）“戏剧不可成为各门艺术的主宰”。2）“优伶不可成为真正之人的诱惑者”。3）“音乐不可成为说谎的艺术”（WA 12, KSA 6, 39）。

第一篇“跋”——N. 将其介绍为一篇题为《瓦格纳让我们付出了什么》的“未发表专论中的几个句子”——反复强调着这一副歌：“追随瓦格纳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第二篇跋”提出了这样一种论点：其他同时代的音乐家根本无法与瓦格纳相提并论，即使是勃拉姆斯也不例外，N. 证明他拥有一种“无能的忧郁”。

在对颓废的分析中，N. 通过《瓦格纳事件》大幅度扩展了他的生理学和精神病学概念体系。他的“艺术生理学”，他用诸如“歇斯底里症”、“幻觉”、“生理退化”等概念表述的瓦格纳批判，在接受史上找到了其对应物：人们一再追问 N. 自身批判的心理背景，追问他与理查德·瓦格纳及其妻子决裂的私人关系中那人性的、太人性的因素。N. 的批判在音乐理论上具有说服力吗？西奥多·W. 阿多诺本人也是瓦格纳形式建构的尖锐批评者，他理所当然地反对“自 N. 以来被反动地人云亦云的关于瓦格纳毫无形式的空话”，并且他的这一评论——N. 是“用毕德迈耶尔式的耳朵聆听”瓦格纳的——也并非完全毫无根据。如果仅仅追寻心理背景，人们是无法理解 N. 的，实际上，如果仅仅考虑瓦格纳的音乐，也同样无法理解他。瓦格纳著作中所代表的世界观——例如他的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和蒙昧主义——以及拜罗伊特在新生德意志帝国中的文化政治意义，都必须被一并考虑在内。N. 同样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现代大众艺术的现象；他对这种艺术及其受众的批判，对后来的音乐社会学方法——其中包括阿多诺自己关于瓦格纳的论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瓦格纳事件》以其激进的批判引发了激烈的讨论。这种充满争议的接受，对于此前几部著作反响平平的 N. 来说，意味着知名度的一次显著提升。在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前，N. 在许多人眼里仍然是个瓦格纳派：他作为献给瓦格纳的《悲剧的诞生》一书的作者而闻名，并且在1876年凭借其第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即《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为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撰写了一部纪念文集。随后早早发生的与瓦格纳的决裂，以及自瓦格纳逝世（1883年）以来越来越明确提出的对瓦格纳的批判（比如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专论的第2节及随后几节中），显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与此相应，在《瓦格纳事件》出版后，N. 被指责在这篇论战檄文中发生了一次既突然又武断的思想转变。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促使这位哲学家启动了《尼采反驳瓦格纳》项目，即精选他早先对瓦格纳的批判性言论（参见下文第129页及以后）。

参考文献：曼（Mann, Th.）：《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载于：《全集》，第9卷，柏林 1960年，363–426页；米勒-劳特（Müller-Lauter, W.）：《作为生理颓废的艺术颓废。论 F. N. 晚期对晚期理查德·瓦格纳的批判》，载于：Bürckle, H./Becker, G. (编)：《信仰交流。欧根·比瑟纪念文集》，雷根斯堡 1983年，285–294页；现亦载于：同上作者：《论自由与混沌。尼采解释 II》，柏林/纽约 1999年，1–23页；博尔希迈尔（Borchmeyer, D.）：《N. 的瓦格纳批判与颓废的辩证法》，载于：《理查德·瓦格纳 1883–1983。19与20世纪的接受》，斯图加特 1984年，207–228页；胡德克（Hudek, F. P.）：《音乐的暴政。N. 对瓦格纳音乐剧的评价》，维尔茨堡 1989年；费拉里-祖姆比尼（Ferrari-Zumbini, M.）：《N. 在拜罗伊特：N. 的挑战，瓦格纳派与反攻》，载于：《尼采研究》（NSt）18 (1990)，246–291页；埃格尔（Eger, M.）：《“如果我向瓦格纳开战。”N. 事件与人性的，太人性的》，慕尼黑 1991年；坎皮奥尼（Campioni, G.）：《作为优伶的瓦格纳。从幻觉哲学到颓废生理学》，载于：Borsche, T./Gerratana, F./Venturelli, A. (编)：《半人马的诞生。青年 N. 的科学、艺术与哲学》，柏林/纽约 1994年，461–488页；博尔希迈尔/萨拉夸尔达（Borchmeyer, D./Salaquarda, J.）：《N. 与瓦格纳。一场划时代相遇的诸阶段》，法兰克福 1994年。


尼采反瓦格纳：一个心理学家的档案 (1889)

《尼采反瓦格纳》是尼采在1888年底从其早期著作中汇编的一组经过或多或少大幅修订的关于瓦格纳的文本选集。直到最后，他都不确定这些“档案”是否真的应该出版。在彻底精神崩溃前夕，他留下的最后决定是：不要出版这部已经排好版并由他签署了付印许可的著作。1888年9月出版的“小册子”《瓦格纳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哲学家希望通过《尼采反瓦格纳》来反驳批评者的指责：这些档案旨在证明，这位曾将《悲剧的诞生》献给这位作曲家的作者，并非直到刚刚出版的那本论战性著作才从瓦格纳的狂热崇拜者突变为他的死敌。为了展示这场被批评者忽视的冲突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多久，尼采从《杂感与格言》以来的早期著作中挑选了文本。这种文献功能或许与他最初的意图有关，即他不亲自出版这部文集，而是让一个“局外人”（卡尔·施皮特勒）以《尼采著作档案》为名来编辑出版。但尼采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亲自进行了挑选。当然，他对待这些选定文本的方式，要比“档案”这个客观化的名称所暗示的自由得多。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尽管他淡化了自己的干预：在序言中写道，他将收集的文本“也许在这里和那里”“弄得更清晰了”，“尤其是做了删减”。即使由于这些修改，这本文集在实现其文献意图时打了折扣，但尼采在所有的自我粉饰中，并没有在根本上欺骗读者。在一篇摘自《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序言的“档案”中，他宣称自己早在1876年夏天，“正值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期间”，就已经在内心与瓦格纳告别了（《我怎样摆脱了瓦格纳》）。学术界已经通过他当时的笔记和草稿明确证实，作为为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撰写纪念文章（《理查·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年轻作者，他当时就对瓦格纳的事业抱有怎样的怀疑。

“我们是对立面”是其中一篇选文的标题，而“我们是对立面”也是《尼采反瓦格纳》不容置疑的基本论点。尼采在写给F. Avenarius的信中说，他在瓦格纳与他自己的冲突中看到了“一个颓废者”与“一个出于力量的极大丰盈而创造的，即狄俄尼索斯式的本性，对这种本性而言，最沉重的事情也不过是游戏”之间的对立（1888年12月10日）。（“颓废”这一对晚期尼采在其他方面也至关重要的概念，构成了《瓦格纳事件》中提出的瓦格纳解释与批判的枢纽。）《我们是对立面》在艺术家和哲学家中区分了两种受苦者：“因生命的过分丰盈而受苦的人，他们需要一种狄俄尼索斯的艺术，同样需要一种悲剧的生命洞察与生命前景——然后是因生命的贫乏而受苦的人，他们要求从艺术和哲学中获得安宁、寂静、平滑的海洋，或者要求麻醉、痉挛和沉沦。对生命本身的报复——这是这类贫乏者最淫荡的沉醉方式！……”（NW, KSA 6, 425）。尼采将瓦格纳和叔本华归入后者，将自己归入“因生命的过分丰盈而受苦的人”。因此，在尼采看来，他与瓦格纳之间的对立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对立，因此他最后给这部著作加上了副标题“一个心理学家的档案”。序言中也声明，这是一篇“为心理学家写的随笔[…]，而不是为德国人写的……”（同上 415；正如在他所有的晚期著作中一样，尼采在这里也不乏对“欧洲平地德国”的尖锐批评。）

在简短的“序言”之后，尼采以一段赞赏开启了他的文集：“瓦格纳是一个遭受过深深苦难的人，——这是他优于其他音乐家的地方。——我钦佩瓦格纳在音乐中表现自我的一切”（《我钦佩的地方》）。在这些赞许的话语之后是严重的异议，尼采称之为“生理学上的异议”：“何必把它们伪装在美学公式之下呢？美学无非就是一门应用生理学罢了”（NW, KSA 6, 418）。他的判决直截了当：“瓦格纳使人得病”（《我提出异议的地方》）。在一篇“间奏曲”中，尼采说明了他“真正想从音乐中得到什么”，并赞赏地提到了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牧歌》。但随后，他看到从瓦格纳无尽的旋律中产生了一种彻底的“音乐的危险”，“节奏感的完全退化，混乱取代了节奏”。音乐被用来服务于“姿态”，“这就是终结”（《瓦格纳作为危险》）。根据《没有未来的音乐》（标题戏仿了瓦格纳的《未来音乐》），瓦格纳的音乐源于一种行将没落的文化。在前面提到的《我们是对立面》之后是《瓦格纳的归属》。在这里，尼采提出一个论点：“法国浪漫主义和理查·瓦格纳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与瓦格纳的自我认知相反，他更属于法国而不是德国，他更多是一个全欧洲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德国的现象。在《瓦格纳作为贞洁的使徒》中，主要抨击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帕西法尔》；然后，前面提到的自传体片段《我怎样摆脱了瓦格纳》描述了尼采与瓦格纳的“大决裂”。在随后的部分《心理学家发言》中，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这位作曲家：这里大体上讨论的是心理学家（如尼采）对那些“被选中的人”（如瓦格纳）的怜悯所构成的危险，心理学家最终看穿了这些人的内在灵魂困境。“跋”（原为《快乐的科学》第二版序言的结尾部分）表达了尼采的美学信条：他将目光投向了古希腊人，他们崇拜“整个外观的奥林匹斯”：“这些希腊人是肤浅的——出于深刻……”他们是否就像尼采自己一样是“形式、音调、话语的崇拜者？正因如此——是艺术家？”（NW, KSA 6, 439）。诗歌《论最富者的贫穷》为这部文集作结（关于这一点，请参阅关于《狄俄尼索斯颂歌》的条目）。

文献：Salaquarda, J. 等: F.N. und Richard Wagner, 载于: Nietzscheforschung 2 (1995), 141–273。亦见 Der Fall Wagner 的文献说明。

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 (1889)

“《偶像的黄昏》：啊，今天谁能理解，一位隐士在这里是从怎样的严肃中恢复过来！——我们身上的这种明朗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GD，《德国人缺少什么》3，KSA 6, 105f.）。作者在信件中解释了他在这里从怎样的“严肃”中“恢复过来”。他将《偶像的黄昏》及其“双胞胎”《瓦格纳事件》（致C.G.瑙曼，1888年9月7日）称为“基本上只是从正事中的恢复：后者叫做一切价值的重估”（致G.勃兰兑斯，1888年9月13日）。在1888年夏天的过程中，他对原本打算用于计划中主要著作的一系列笔记进行了修改，并将其誊写成短小独立的论文。最终，他从这份手稿中——除了《反基督者》的前23节之外——提取了一篇关于其哲学的“完美的全面导论”（致卡尔·福克斯，1888年9月9日）。在海因里希·克泽利茨的建议下，他放弃了最初设想的那个苍白的标题《一个心理学家的闲暇》，取而代之以更具冲击力的《偶像的黄昏》，这同时也是对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的戏仿。1888年11月25日，他收到了这部著作的首批样书，并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对此作了简要提及。然而，这位从1889年初开始精神失常的作者，已无法清醒地见证《偶像的黄昏》的实际出版。

《偶像的黄昏》分为十个部分，由一篇简短的序言引出；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中的一段以“锤子说话”为题的文字收尾。这些部分包括7篇主题或多或少明确的简短“论文”，一个格言集（《格言与箭》），一种寓言（《“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以及一个涵盖不同主题文本的较长章节（《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

“标题页上的‘偶像’一词”，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写道，“很简单，指的就是迄今为止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偶像的黄昏——用德语来说就是：旧的真理走到了尽头……”（EH, KSA 6, 354）。副标题“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是故意模棱两可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误导性：它暗示了一种通过重锤打击进行的残酷破坏（“变硬吧！”，在结尾的诗中“锤子”宣告），但同时它指的是一种精妙的诊断方法。与《瓦格纳事件》不同，尼采在序言中解释说，“这次不是时代的偶像，而是永恒的偶像，我在这里用锤子像用音叉一样敲击它们”，而它们则以空洞的声音作为回应。当然，他在《瞧，这个人》中进行了更正，说明他的这本著作不仅针对“永恒的偶像”，也针对“最年轻的偶像”，即“现代观念”。在这里，它们确实被纳入考量并受到批评。

尼采将《偶像的黄昏》称为他最本质的哲学异端思想的总结。正是这里，他的许多关于形而上学批判、语言哲学和艺术理论的见解获得了最后、往往也是最成熟的表述。形而上学批判占据了大量篇幅，有几个章节专门论述此题。在哲学中的“理性”这一标题下，尼采批评了哲学家的两个成见：第一个是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对生成概念本身的仇恨，他们的埃及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感性的敌意。第二个在于将最后的和最先的混淆，也就是说，哲学家们把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 置于开端作为开端。他们是被语言诱导而产生这种混淆的。我们所称的理性，实际上是语言形而上学：我恐怕我们还摆脱不了上帝，因为我们还相信语法 ⋯⋯（GD, KSA 6, 78）。本章以关于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表象的世界之间错误形而上学区分的四个论点作结。随后，短文《“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展示了两个世界理论的兴衰：在柏拉图、基督教和康德使其日益精细化之后，它首先被实证主义，最终被尼采本人消解：真实的世界我们已经废除了：还剩下哪个世界？也许是表象的世界？……不！随着真实世界被废除，我们把表象的世界也废除了！（GD, KSA 6, 80f.；在同名章节《四大谬误》中，尼采将其称为混淆因果的谬误、虚假因果性的谬误、与之相关的想象原因的谬误——道德和宗教的整个领域皆归于其下——最后是自由意志的谬误）。

尼采将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之间的区分称为“一种颓废的暗示”。在《偶像的黄昏》中，正如在《瓦格纳事件》中一样，“颓废”（décadence）同样是一个基本概念。专门用重要一章讨论的“苏格拉底问题”，从《悲剧的诞生》时期起就一直萦绕在尼采心头。他的这部哲学处女作包含了对“苏格拉底主义”的毫不妥协的批判。在《偶像的黄昏》中，苏格拉底被解释为一种颓废现象。在《作为反自然的道德》一节中，大量使用生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专业术语同样引人注目。（尼采对精神病学和医学文献的借鉴——尤其是对查尔斯·费雷著作的借鉴——已引起最新研究的关注。）在这里，尼采提出了如下“原则”：“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即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某条诫命通过‘应该’与‘不应该’的特定准则得以实现，生命道路上的某种阻碍与敌意借此被清除。相反，反自然的道德，即迄今为止被教导、被尊崇、被布道的所有道德，恰恰转过来反对生命本能，——它时而是隐秘的，时而是大声而肆无忌惮地对这些本能进行谴责”（GD, KSA 6, 85）。在《人类的“改善者”》一章中，尼采区分了“繁育的道德”和“驯化的道德”：“无论是对作为野兽的人的驯化，还是对某种特定人类的繁育，都被称为了‘改善’：只有这些动物学词汇表达了实在——当然，这些实在，典型的‘改善者’，即祭司，对此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

（GD, KSA 6, 99）。对于这两种道德，无论它们有多么不同，显然都适用同一个原则：“我们可以把这当作最高准则提出来，即，为了制造道德，人们必须具有趋向相反之物的无条件意志”。“迄今为止，意在使人类道德化的一切手段，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不道德的。-”（GD, KSA 6, 102）。尼采冷酷无情的“医生道德”显得尤为令人反感，它将当时精神病学中令人担忧的观点激进化了：“创造一种新的责任，即医生的责任，适用于所有这种场合：即为了生命，为了向上发展的生命的最高利益，需要最无情地镇压和排挤退化生命的情况[…]”（GD, KSA 6, 134）。

德国是晚期尼采，也是《偶像的黄昏》时期的尼采反复关注的一个主题。在“‘帝国’崛起之后”——《德国人缺少什么》中写道——德国人“在主要的事情上——也就是文化上——”“已经不再被纳入考虑范围”。“德国越来越被视为欧洲的平地”（GD, KSA 6, 105）。

在《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的标题下，尼采汇集了内容混杂的文本。除了前面提到的“医生道德”外，人们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对他的“不可能的人”——哲学家、作家、音乐家等——的尖刻评论，或者对爱默生和歌德等人的赞赏性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对艺术家心理学的探讨，在其中，尼采重新解释了他《悲剧的诞生》中的基本概念如“阿波罗式”（日神）和“狄俄尼索斯式”（酒神）；两者现在都显现为“沉醉的类型”；在它们之外还提到了“伟大意志的沉醉”，在建筑师身上，它“要求成为艺术”。在最后的《我感谢古人什么》一节中，尼采声称，正是他的《悲剧的诞生》才将歌德和温克尔曼所陌生的狄俄尼索斯式希腊精神带见天日。

文献：Montinari, M.: N. lesen: Die »Götzen-Dämmerung«, 载于: NSt 13 (1984), 69–79; Pfotenhauer, H.: Die Kunst als Physiologie. N.s ästhetische Theorie und literarische Tradition, Stuttgart 1985; Lampl, H. E.: »Ex oblivione: Das Féré-Palimpsest«, 载于: NSt 15 (1986), 225–264; Wahrig-Schmidt, B.: »Irgendwie, jedenfalls physiologisch«. F.N., Alexandre Herzen (fils) und Charles Féré 1888, 载于: NSt 17 (1988), 434–464。

反基督者：对基督教的诅咒 (1888)

“我的以《反基督者》为主标题的《一切价值的重估》完成了”，尼采在1888年11月26日给朋友保罗·多伊森的信中写道。在同年夏天，这位哲学家修改了一系列为当时计划的主要著作所作的笔记，并将其誊写为几篇封闭的小型论文。除了《偶像的黄昏》，他从这份手稿中提取了《反基督者》的前25章。9月30日，这部著作也完成了。起初，尼采仅仅把《反基督者》视为计划中《一切价值的重估》四卷本的第一卷。但最迟从11月20日开始，他将其视为《重估》的全部内容：当时这部著作的名字叫《反基督者：一切价值的重估》。然而最后，作为副标题的《一切价值的重估》也被取消，被替换为《对基督教的诅咒》。这部著作在尼采精神失常几年后才在《全集》第八卷中出版（1895年）。直到《考勘版全集》才呈现了完美无瑕的文本再现。

在简短的“序言”之后，是62节内容和一项“反基督教法”。在“序言”中，尼采指出了在何种条件下人们“能够理解他，并且是必然能够理解他”；例如，这些条件包括，“一种对于今天无人有勇气面对的问题的强力偏好；对被禁止之物的勇气；被预定去走迷宫”。前七章的文本最初是以《我们极北之人》为标题，作为《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导言而构思的。在这里，尼采概述了《反基督者》的指导思想：“好”是“一切增强权力感、权力意志和人自身权力的东西”，相反，“坏”是“一切源于虚弱的东西”；幸福是“觉得权力在增长、阻力被克服的感觉”。“生命本身对我来说就是生长、持久、力量积累和权力的本能：缺乏权力意志的地方，就只有衰落。我的主张是，人类所有最高的价值都缺乏这种意志，——衰落的价值、虚无主义的价值以最神圣的名义占据着统治地位”（AC, Nr. 6, KSA 6, 172）。紧接着，尼采展开了对怜悯以及作为怜悯宗教的基督教的批判（AC, Nr. 7）。随后的几章——约第8-14节——针对的是几乎统治整个哲学史的“神学家本能”与像尼采本人及其自由精神这样已经“重新学习”并在此意义上“已经代表了‘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哲学家的习性之间的对立。接下来是对基督教宗教和神学的批判：“在基督教中，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都没有与现实的任何一点发生接触”（AC, Nr. 15）。基督教构建了一个“纯粹的虚构世界”（AC, Nr. 15），并通过它伪造和否定现实。紧随这一论点，第16-19节展开了对基督教上帝概念的批判。在基督教的上帝中，“虚无被神化，虚无的意志被宣布为神圣”（AC, Nr. 18）。第20-23节仿佛是作为一个插曲，将佛教与基督教区分开来：虽然两者都是颓废的宗教，但佛教与基督教不同，它不是一种怨恨的宗教：佛陀的“教义最强烈防备的，莫过于复仇、反感和怨恨的情绪”。

接着是试图对基督教的起源进行历史重构：尼采将以色列的历史解释“为所有自然价值被反自然化的典型历史”（AC, Nr. 25）：耶和华最初是这些价值的表达，即“权力意识、对自己感到喜悦、对自己寄予希望的表达”；但随着政治的衰落，人们“改变了”、“反自然化了”这个上帝概念（AC, Nr. 24–26）。基督教将这种反自然化的过程推向了最终的后果，并且连“最后形式的现实，即‘神圣民族’、‘选民’、‘犹太的现实本身’”都否定了（AC, Nr. 27）。接下来的一些小节分析了“救赎者的心理学”和“救赎者的心理学类型”，这旨在为基督教历史提供一项决定性的贡献（AC, Nr. 28）。“用生理学家的严谨说法”，并可能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反驳了将耶稣视为“天才”和“英雄”的勒南，提出了另一个词：“‘白痴’这个词”（AC, Nr. 29）。救赎者的类型以“对现实的本能仇恨”和同时“在本能上排除所有的反感、所有的敌意、感觉中的所有界限与距离”为特征，这两者都是“极端容易受苦和敏感的结果”（AC, Nr. 30）。尼采认为，“救赎者的类型只是在严重的歪曲中才保留给我们的”（AC, Nr. 31）。罪恶和惩罚（或奖赏）等概念对历史上的耶稣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宣告的好消息是，“神与人之间任何的距离关系”并连同罪恶都被“废除了”；这种“福祉”不是一个承诺，而是“唯一的现实——其余的只是为了谈论它而使用的符号”（AC, Nr. 33）。作为伟大的“象征主义者”，耶稣“只承认内在的现实为现实、为‘真理’”（AC, Nr. 34）。他的象征纯粹是心理学层面的意义：“‘天国’是内心的一种状态——不是某种在‘大地上方’或者‘死后’才到来的东西”（AC, Nr. 34）。相应地，对尼采来说，“基督教的历史——准确地说是从十字架上的死亡开始——[] 就是对一种原初象征主义进行步步升级的、越来越粗俗的误解的历史”（AC, Nr. 37）。他随后讲述的“真正的基督教历史”（AC, Nr. 39起），就包括了对耶稣教义的一系列重大误解。“‘基督教’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误解——事实上只有一个基督徒，而他死在了十字架上。‘福音’死在了十字架上”（AC, Nr. 39, KSA 6, 211）。早期的基督徒小团体事后误解了“耶稣是在造秩序的反”（AC, Nr. 40）。他们被这样一个问题折磨：上帝怎么会允许耶稣死去；他们——而且是只有他们——为此发明了“一个简直可怕到了荒谬地步的答案：上帝交出他的儿子作为赦免罪恶的祭品”（AC, Nr. 41）。正是他们发明了关于审判和复活这些耶稣并不熟悉的教义。被称为“带来坏消息的人”的保罗，才是基督教真正的发明者。历史上的耶稣在某种程度上与佛陀相似，虽然是一个颓废者，但没有怨恨。而保罗发明了末日审判的教义（AC, Nr. 42），把耶稣对怨恨的超脱变成了典型的怨恨宗教：“保罗是所有复仇使徒中最伟大的一位……”（AC, Nr. 45）。用公式来表达即：保罗所创造的那种上帝，是对上帝的否定。——”（AC, Nr. 47, KSA 6, 225）。

随后，尼采详细批评了祭司对科学的敌意（AC, Nr. 47–49），并勾勒出一种“‘信仰’与‘信徒’的心理学”（AC, Nr. 50–55），同时伴随着对“怀疑论”的赞美（AC, Nr. 54）。在论述了神圣的谎言（AC, Nr. 55）之后，他在《摩奴法典》（他只知道由雅科利奥编辑的一个极有争议的版本）中看到了与基督教的对立面（AC, Nr. 56–57）。在他看来，那部法典表达了数千年来的经验和现实感。对印度“种姓秩序”的赞美引出了将“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同起来的观点，两者都是颓废者并且都致力于破坏。“虚无主义者和基督徒：这押韵，而且不仅仅是押韵而已……”（AC, Nr. 58）。接下来是一种损失清算（AC, Nr. 59–61）：基督教使欧洲接连失去了“古代文化的成果”、“伊斯兰文化的成果”——尼采指的是“西班牙美妙的摩尔人文化世界”——以及通过路德和德国宗教改革，失去了“最后一次伟大的文化成果[]，——文艺复兴的成果”。最后，尼采宣布了他的“判决”：“我谴责基督教”（AC, Nr. 62）。该书甚至附有一项注明日期为1888年9月30日的“反基督教法”。这一天，即《反基督者》完成的这一天，对尼采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这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日子，是基督教的最后一天，是新纪元的第一天。

文献：Salaquarda, J.: »Der Antichrist«, 载于: NSt 2 (1973), 91–136; 同上作者: Schopenhauers Einfluß auf N.s. »Antichrist«, 载于: 同上作者 (编): Schopenhauer, Darmstadt 1985; Cancik, H./Cancik-Lindemaier, H.: Philhellénisme et antisémitisme en Allemagne: le cas N., 载于: Bourel, D./Le Rider, J. (编): De Sils-Maria à Jérusalem. N. et le judaïsme. Les intellectuels juifs et N., Paris 1991, 21–46; Orsucci 1996, 尤其是 318–340。


瞧，这个人：人如何成其所是 (1888/89)

1888年10月15日——在他44岁生日之际——N. 开始撰写他的自传。短短几周内，初稿便告完成，随后他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直到1889年1月初他陷入精神错乱的前夕。H. 科瑟利茨（H. Köselitz）后来制作了一份手稿的副本，但没有抄写那些他认为包含夸张的自我神化或过于不公的攻击的段落。这些“令人反感的段落”最终可能已被销毁，因为除了微小的差异外，这份抄本与我们今天所保存的《瞧，这个人》完全一致。这部著作直到他死后的1908年才首次出版。当然，一个在考勘上完美无瑕的版本，直到由G. 考里（G. Colli）和M. 蒙蒂纳里（M. Montinari）主编的《考勘版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出版后才得以问世。

在序言和简短的开场白之后，是三个带有挑衅性标题的章节：“为什么我这么智慧”、“为什么我这么聪明”、“为什么我能写出这么好的书”。在随后的十章中，N. 阐释了他的著作，从他的哲学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一直到《偶像的黄昏》。（他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实际的年代顺序，只是在《瓦格纳事件》之前讨论了《偶像的黄昏》：）“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这一节——这个标题同样暴露了N. 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作为全书的结尾。不仅是因为其傲慢的态度，《瞧，这个人》的接受史一直被这样一个问题深刻影响着：这部自传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是N. 爆发精神错乱的体现。无论答案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瞧，这个人》为理解N. 的哲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当然，鉴于他有自我风格化（Selbststilisierung）的倾向，对这些视角不能不加审查地全盘接受。

N. 从早年起就保持着强烈的自传式自我反思（此处仅提及其草稿《我的生平》），他最后一次尝试追溯自己的思想历程是在1886年至1887年间。借着为其著作出版新版的机会，他为《悲剧的诞生》、《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二卷）、《曙光》和《快乐的科学》等作品各加了一篇序言。正如这五篇序言通过对所引作品的创作背景和经历进行评论，重构了N. 从《悲剧的诞生》到《查拉图斯特拉》的思想历程一样，《瞧，这个人》也是在每个独立的章节中论述N. 的各部著作。这些自传性质的序言也有其实用目的；它们本应为那些新版的成功做出实质性贡献。N. 创作《瞧，这个人》也怀有类似的目的：他想把自己的自传作为一种序言，放在《一切价值的重估》（该计划最终变成了《反基督》）之前出版。借此，他希望引起人们的热切期待，并促进《重估》的传播。他计划将该书以多种语言同时出版，并由此构想了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通过对基督教的激进批判来颠覆所有现存的制度。“基督教道德的被发现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事件，一场真正的灾难。揭示它的人是一种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是一个命运，——他将人类历史折为两段。人们生活在他之前，或者生活在他之后……”（EH，“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 8，KSA 6, 373）“政治的概念那时已经完全融入了一场精神之战，旧社会的所有权力结构都被炸毁——它们全都建立在谎言之上：将会出现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只有从我开始，地球上才有了大政治。——”（EH，“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 1，KSA 6, 366）。在《瞧，这个人》的结尾，N. 要求做出抉择：“狄俄尼索斯对抗被钉十字架的人……”狄俄尼索斯代表着对生命的肯定，N. 将其与被钉十字架的人所象征、基督教所体现的对生命的否定对立起来。

尽管 N. 确信他的《反基督》会产生几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但同时他也为自己早期著作所遭受的缺乏关注和严重误解而感到痛苦。在他推出新书之际，这本提前发表的自传应当尽可能地防止这两种情况的发生。“首要的是，不要错认了我！”读者在序言的第一节便受到了这样的警告，在“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中，N. 也秉持着这一用意解释道：“我极其害怕有朝一日人们会将我封圣：你们会猜到为什么我要先出版这本书，它是为了防止人们对我搞恶作剧……我不想成为圣人，我宁愿做一个小丑……也许我就是个小丑……”（EH，“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 1，KSA 6, 365）。这类自我相对化的尝试，与书中许多自信乃至狂热的段落形成了对照；在这部晚期自传中，两者都属于N. 的自我风格化。如同所有晚期著作一样，对较新医学和精神病学文献的深入研读也在他的这种自我描绘中留下了痕迹。生理学的概念世界，特别是“颓废”（décadence）这一核心概念，也塑造了 N. 的自我认知：他说自己“既是颓废者，又是开端”。“对于上升与衰落的迹象，我有着比任何人都要敏锐的嗅觉，我是这方面最卓越的导师（par excellence），——两者我都了解，两者我都是。”（EH，“为什么我这么智慧” 1，KSA 6, 264）此外，在《瞧，这个人》中，对医学主题的兴趣也体现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大量关于“营养、地点、气候、休养，关于自私的全部决疑法”的论述上。

“在这个完美的日子里……一缕阳光恰好照在了我的生命上：我向回看，向外看，我从未一次看到这么多、这么美好的事物。……我怎能不对我的一生心存感激？于是我向自己讲述了我的一生。”（EH，KSA 6, 263）与其说N. 是在直接讲述他的一生，不如说他是在评论自己的著作，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及相关的经历和事件。他充满感激的回顾，主要是针对他的作品。这种哲学态度的背景是“命运之爱”（amor fati），这是N. 在《快乐的科学》中引入的一个思想。在《瞧，这个人》中写道：“我对人类伟大的公式是命运之爱（amor fati）：一个人不愿有任何不同，不论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直至整个永恒都不愿有所改变”（EH，“为什么我这么聪明” 10，KSA 6, 297）。与这种态度相呼应，借用自品达（Pindar）的副标题“人如何成其所是”，表明了N. 意在展示其个人和思想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最初打算作为《瞧，这个人》结尾的诗歌《荣耀与永恒》，同样旨在表达这种对必然性的肯定之爱（参见关于《狄俄尼索斯颂歌》的文章）。

参考文献：Montinari, M.: Ein neuer Abschnitt in N.s »Ecce homo«, in: NSt 1 (1972), 380–418 (auch in: Montinari 1982, 120–168); Kittler, F. A.: Wie man abschafft, wovon man spricht: der Autor von »Ecce homo«, in: Literaturmagazin 12 (1980), 153–175; Groddeck, W.: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in »Ecce homo«. Hinweise zu einer strukturellen Lektüre von N.s »Ecce homo«, in: NSt 13 (1984), 325–331; Derrida, J.: N.s Otobiographie oder Politik des Eigennamens, in: Fugen. Deutsch-Französisches Jahrbuch für Textanalytik, 1980, 64–98; Gauger, H. M.: N.s Stil am Beispiel des »Ecce homo«, in: NSt 13 (1984), 332–355; Hahn, K. H./Montinari, M.: »Kommentar« zur Faksimileausgabe der Handschrift, Wiesbaden 1985; Kofman, S.: Explosion, Bd. 1: De l’Ecce Homo de N., Paris 1992.

狄俄尼索斯颂歌 (1888/89)

《狄俄尼索斯颂歌》是N. 的最后一部作品。1888年夏天，这位哲学家汇编了一系列尚未发表的诗歌片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利用这些素材创作了五首诗（《在猛禽之间》、《火的信号》、《太阳下山了》、《荣耀与永恒》、《论最富者的贫穷》）。连同一首作于1883年的早期诗歌（《最后的遗愿》），它们共同构成了六首“查拉图斯特拉之歌”。甚至在《瞧，这个人》序言的一个“初稿”中，N. 将“前6首查拉图斯特拉之歌”（N，KSA 13, 613）列为最近几个月创作的文本之一。其余三首颂歌取自1885年仅作为私人印刷品出版的、被N. 视为“秘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在这个意义上，这三首诗（顺便一提，他为自己最后的诗集对它们进行了修订）在 N. 看来并没有真正出版过。因此，他将《狄俄尼索斯颂歌》整体上称作他的“未曾出版且未曾听闻之作”（Inedita et inaudita）。

N. 最初曾考虑以“查拉图斯特拉之歌”这个标题出版那六首诗。他一度打算将其中两首诗分别作为《瞧，这个人》（《荣耀与永恒》）和《尼采反对瓦格纳》（《论最富者的贫穷》）的结尾。直到在他意识清醒的生命最后几天里，他才撤销了关于《瞧，这个人》的这一决定（关于《论最富者的贫穷》，请参阅关于《尼采反对瓦格纳》的文章），并开始将《狄俄尼索斯颂歌》誊写清楚。它们于1891年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一起出版。

因此，N. 最终将查拉图斯特拉的歌曲变成了狄俄尼索斯的颂歌。（当然，《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中的这三首歌在那里并不是由查拉图斯特拉本人演唱的，而是由两位在苦难中去他的隐居地寻访他的“更高级的人”演唱的；其中两首由“魔术师”演唱，一首由“漫游者”也就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影子”演唱。）不过，他并没有删去出现在四首颂歌（《在猛禽之间》、《火的信号》、《荣耀与永恒》、《论最富者的贫穷》）中的“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相反，例如在《瞧，这个人》中，N. 将查拉图斯特拉与狄俄尼索斯等同起来：他称查拉图斯特拉为一个“狄俄尼索斯”，解释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关于“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概念已经成为“最高行动”，并将这部作品整体上视为一首“献给孤独的颂歌，或者，如果人们理解了我的话，献给纯洁的颂歌……”关于查拉图斯特拉，他写道：“当这样一个灵魂自言自语时，他会使用什么语言呢？颂歌的语言。我是颂歌的发明者”（EH，Za 7，KSA 6, 345）。《瞧，这个人》将《查拉图斯特拉》第二部中的《夜之歌》称为“阳光下太阳般孤独的颂歌”，并将第三部中的《七印》称为一首“颂歌”，借此诗人“飞越了迄今为止被称为诗歌的东西一千英里”。

当 N. 于1889年初草拟《狄俄尼索斯颂歌》的打印原稿时，他显然不仅将文学形象查拉图斯特拉，而且将他自己也与狄俄尼索斯等同起来。在1889年1月1日给卡图勒·门德斯（Catulle Mendès）的信中的题词里，他署名为“狄俄尼索斯”，并在其初稿中署名为“N. 狄俄尼索斯”。题词如下：“为了给人类带来无限的恩泽，我把我的颂歌献给他们。/我把它们交到《伊索琳》（Isoline）的诗人、当今在世的——不仅仅是当今——最伟大也是第一位萨堤尔（Satyr）的手中…… /狄俄尼索斯”。在所谓的“疯狂字条”中，还包括N. 于1889年1月3日写给他的“阿里阿德涅”——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的以下信息：“有人告诉我，某位神圣的小丑近日已经完成了《狄俄尼索斯颂歌》……”

“在酒神的颂歌中，人的所有象征能力都被激发到了最高点”——N. 在其早年著作《悲剧的诞生》（GT 2）中这样写道：“为了领会这种所有象征力量的全面释放，人必须已经达到了那种想要在这些力量中以象征方式表达出来的自我放除（Selbstentäußerung）的高度：因此，吟唱颂歌的酒神侍者只能被同类所理解！”这种象征力量的最高提升，在晚期 N. 的思想中同样属于颂歌概念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瞧，这个人》描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者的“灵感”）。除此以外，各个诗歌之间的形式共同点相当有限。甚至在 N. 意识清醒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诗歌创作与他的哲学工作也绝不是割裂的。因此，颂歌中也表达了核心的哲学思想，如命运之爱（《荣耀与永恒》）、对求真意志的批判（《只是小丑！只是诗人！》）以及虚无主义（《在沙漠的女儿们中间》）。然而，N. 在他的诗歌中，远非仅仅是以韵文的形式阐释哲学思想。

《阿里阿德涅的哀歌》出自《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中的“魔术师”一章，不过在那里的哀诉者并非阿里阿德涅，而是（由“魔术师”扮演、伪装的）“精神的忏悔者”。“哦，回来吧，/我未知的神！我的痛苦！/我最后的幸福！”与《查拉图斯特拉》不同的是，在颂歌中阿里阿德涅的请求得到了满足。狄俄尼索斯出现了：“如果人们要相爱，难道不必须先彼此痛恨吗？…… /我是你的迷宫……”“魔术师”也唱了《忧郁之歌》——这是《只是小丑！只是诗人！》在《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中的最初名字。这首颂歌是对无条件求真意志的否定：“真理的追求者——你？[] 不！只是个诗人！[] 只是小丑！只是诗人！”“[]我被放逐 /远离一切真理，/只是小丑！只是诗人！”N. 完整地采纳了《在沙漠的女儿们中间》这一章，包括在《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中引出正曲的那段文本。因此，这首歌在《狄俄尼索斯颂歌》中同样由“那位自称是查拉图斯特拉影子的漫游者”来演唱。“沙漠在蔓延：心中隐藏沙漠的人有祸了！”——这句话作为最初版本的开头和结尾，现在有了续篇：“石头相互摩擦作响，沙漠在吞噬和勒紧。/可怕的死亡投来炽热的棕色目光 /并且咀嚼着，——它的生命就是咀嚼…… /不要忘记，探究过情欲的人啊：/你——就是石头，就是沙漠，就是死亡……”在N. 一度打算作为《瞧，这个人》结尾的诗歌《荣耀与永恒》中，则弥漫着另一种情绪：在这里，他表达了为其自传定调的、对自身命运的肯定之爱（amor fati）：“我的爱 /永远只在必然性中燃烧”，诗中写道。“必然的盾牌啊！/存在的最高星辰！/——没有任何愿望能企及它，/没有任何‘不’能玷污它，/永恒的存在的‘是’，/永远我是你的‘是’：/因为我爱你，哦永恒！——”

马可·布鲁索蒂 (Marco Brusotti)

参考文献：Reinhardt, K.: N.s »Klage der Ariadne«, Frankfurt a. M. 1936; Volkmann-Schluck, K. H.: N.s Gedicht »Die Wüste wächst«, Frankfurt a. M. 1958; Groddeck, W.: F.N. »Dionysos-Dithyramben«. Bd. 1 Textgenetische Edition der Vorstufen und Reinschriften, Bd. 2 Die »Dionysos-Dithyramben«: Bedeutung und Entstehung von N.s letztem Werk, Berlin/New York 1991; Salaquarda, J.: Noch einmal Ariadne. Die Rolle Cosima Wagners in N.s literarischem Rollenspiel, in: NSt 25 (1996), 99–125.


遗稿 1880–1885

I.

应该赋予尼采遗稿何种地位，是任何尼采诠释都必须预先澄清的根本问题，因为这关乎如何阅读尼采的重大预设。然而，长期以来，回答这一问题一直缺乏文献学基础。早期的遗稿版本均不尽如人意，印制的是按主题分类的讹误文本。提供材料最多的是《大八开本全集》（GA），散见于1901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第11至16卷中。施莱希塔版（1965年）中的遗稿文本同样支离破碎且残缺不全。直到《考证版全集》（KGW）和《考证研读版》（KSA）以及KGW陆续出版的后记问世，人们才得以对大部分遗稿材料获得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概览。在这些后记中，特定的笔记被界定为前期草稿，与其他记录分离开来，并归入各自对应的作品中。通过这种方式，读者获得了双重的阅读方向：一方面，他可以在尼采思想产生的语境中去探寻这些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后记，他可以获得对作品直接生成过程的目的论视角的洞察。

尽管在编辑理论上，区分断片与前期草稿是成问题的，因为尼采未发表的任何笔记[]都可以被理解为他某部已发表著作的潜在前期草稿（Grodeck 1991a, 169），但这种编排仍带来了可诠释文本材料的大幅增加。

然而，远为可疑的是科利/蒙蒂纳里版将遗稿记录范畴化为“断片”，因为这暗示着它们——正如浪漫派断片那样——是具有作品性质的独立文本（Groddeck 1991a, 168f.）。但这些遗稿记录绝非作品意义上的文本（Kohlenbach/Groddeck 1995）。在KSA中，尼采的记录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高度异质的文本类型的混合体。

此处将要介绍的（在此框架内仅作极其有选择性的介绍）尼采1880年至1885年期间（KSA 9–11）的遗稿记录，由记录下来的思想、草图、已发表文本的多种变体前期草稿、阅读摘录、计划、诗歌、标题与信件草稿、清单以及日常观察组成——例如因德里达的辩护而闻名的那条笔记：“我忘了带我的伞”（12 [62] KSA 9, 587）。这些笔记仅在极少数例外情况下才已具备文学形式。人们在这里发现的更多是“一部知识分子日记”（Montinari 1982, 94），它为了解这位哲学家的工作坊及其思想轨迹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洞察，但几乎没有“成品”文本。

但事实上，直到今天，许多尼采研究者对待遗稿笔记的方式，就好像它们与尼采出版物中具有完美文学形式的格言享有同等的诠释地位一样。这种对经过审美塑造的文本与纯粹草图之间质的差异的忽视，不仅对于围绕关于↗“权力意志”遗稿记录的争议是致命的（↗1885–1889年的遗稿），而且对于尼采所有其他主题领域也是如此，特别是涉及到那些被误认的神话素（↗神话）即↗超人与↗永恒轮回时。

因为必须确立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尼采在遗稿中将其思想表述得更为独断（thetisch），这诱使许多诠释者从这些孤立的笔记中重构出“最终教义”，并将其物化为教条。在已发表的作品中，这些所谓的教义即便出现，也是在审美语境中出现的，并因此大多在多重意义上遭到反讽、折射与消解（Zittel 2000）。尼采在这里以假设的、双关的、多层次的方式进行表述；他运用了无数的暗指与引证，使得个别思想被置于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或者说，个别思想正是通过这个网络才得以构建。因此，已发表的著作在形式上比遗稿记录多了一层反思维度。

II.

如果说过去人们可能会因为早期遗稿版本的按主题编排而陷入这样一种虚构：即存在一部未发表的、真正的尼采著作；那么，随着科利和蒙蒂纳里编辑出版的遗稿问世，这种信念便失去了基础。如果尽管如此，许多诠释者仍然继续专注于遗稿的考释，那么可以猜测，这是出于对具有熟悉模式的哲学的需求，并且因为与已完成的著作不同，遗稿材料太容易迎合习惯上以内容为导向的诠释实践。

关于尼采遗稿地位的争论在尼采研究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主张遗稿具有优先性这一论断的关键人物是海德格尔，他在这方面追随了博伊姆勒。海德格尔断言：“尼采在其创作生涯中亲自发表的，永远是前景。[] 真正的哲学作为‘遗稿’留存下来”（Heidegger 1961, Bd. 1, 17）。平心而论，这一断言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但它却对哲学的尼采接受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今（参见 Kuhn 1992, 41）。相反，施莱希塔未能使其（过于笼统的）观点获得认可，他认为在遗稿中“找不到任何新的核心思想”，尽管他已经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见解：“在陷入疯狂之前，尼采要说的话，都已经清晰地说了出来。是的，在我看来，过分突显遗稿恰恰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模糊了思想推导中更为细腻的重音[]。因此，遗稿起到了放大作用，它总是如此吸引尼采狂热者，并非偶然”（Schlechta 1965, 1433）。

III.

审视80年代初的遗稿，施莱希塔的评价得到了证实，特别是对于KSA第9卷中截至1881年夏天的记录而言。这里找到的文本主要都是关于道德心理学反思的前期草稿与变体，正如在↗曙光、快乐的科学和善恶的彼岸中所进行的那样，实质上并没有给这些反思增加任何新的内容。然而，遗稿中的某些文本见证仍能为理解尼采哲学提供重要的帮助。

这些笔记在尼采概念的生成方面十分有趣。自1880年夏起，尼采通过对“权力感”（KSA 9, 144ff.）的考察，为“权力意志”的概念界定做好了准备，这些考察随后被纳入曙光（1881年春），并最终进入论道德的谱系。

为此，尼采从最不同的角度对权力感进行了考察，多方面地分析了伴随其产生的各种心理状态与作用效果。例如，尼采在此已经追问了禁欲式的自我规训与由此带来的权力感提升之间的联系（4 [175], KSA 9, 145; 4 [204], KSA 9, 151）。同样，道德（4 [205], KSA 9, 151）、艺术（4 [221], KSA 9, 156）、政治（4 [244], KSA 9, 160）、意识（5 [47], KSA 9, 192f.）、性（6 [53], KSA 9, 206f.）、修辞（4 [301], KSA 9, 174f.）和科学也都被置于权力视角下进行诠释。他说：“今天的权力感存在于科学一方：不是针对作为个体的个人（哲学家），而是作为一员。王侯与民众都为其服务”（4 [183], KSA 9, 146）。“科学的权力现在建立起了一种人类未曾有过的权力感。一切都通过它自身”（4 [198], KSA 9, 149）。然而，尼采在这里也远非简单地肯定权力感，而是指出了与它相连的风险和狂妄的自我欺骗（4 [199], KSA 9, 149）：“一旦我们权力感的堂吉诃德作风被我们意识到，并且我们醒转过来——那时我们就会像堂吉诃德一样匍匐在十字架前，——可怕的结局！人类在其追求的终点总是受到这种可耻的自我否定的威胁”（4 [222], KSA 9, 156）。

这一时期遗稿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动机，并且同样与不断攀升的权力感交织在一起的，是求真的意愿、诚实性，即认识的激情（6 [274], KSA 9, 268f., 参见 11 [63, 68, 69, 141], KSA 9, 464ff.; 12 [96], KSA 9, 594 以及关于此内容的 M, Nr. 429, KSA 3, 264, Montinari 1982, 64ff. 和 Brusotti 1997）。

此外，在这些文本语境中还能发现对尼采↗视角主义和↗认识概念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反思（6 [441], KSA 9, 311），在其中尼采提出了有趣的表述，比如当他谈到“——我们那诗意而逻辑化的权力，借由这种权力，我们为了维系生命而确立对万事万物的视角”时（15 [9], KSA 9, 636f.）。在这里，尼采一再强调我们“实在”的关系性特征（6 [412ff.], KSA 9, 303ff.; 参见 Zittel 2000, 77–131），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在任何地方达到对一个物自体世界的认识，因为我们只能在关系中思考和感知：“因此，对我们而言，世界就是对有限的错误基本假设领域的种种关系之总和”（6 [441], KSA 9, 312）。

然而，也有一些思想复合体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没有对应的平行文本。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尼采试图为其↗永恒轮回思想寻找自然科学论证的尝试（↗自然科学）。这种差异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因为人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确定，在已发表的著作中，尼采显然不仅不想为这类思考授权，而且此外，通过选择具有审美形式的方式来呈现永恒轮回思想，恰恰是不让它背负科学客观性的要求。相反，可以证明，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永恒轮回的所有被提及之处，都只是作为一个被多重问题化、有时甚至被阻击的思想出现的（Zittel 2000, 191–204）。

在尼采的遗稿中，永恒轮回的思想作为1881年夏天的笔记出现。从此时起，尼采笔记簿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现在越来越多地充斥着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各部分所做的准备工作。1881年8月初，尼采写下了关于永恒轮回的第一份草稿，并将其标注为三周后的日期。它是遗稿中独断性表述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相同者的轮回。草稿。1. 基本谬误的入体。2. 激情的入体。3. 知识和绝念的知识的入体。（认识的激情）4. 无辜者。作为实验的个体。生命的减轻、贬低、削弱——过渡。5. 新的重心：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我们的知识、谬误、习惯、生活方式对于一切未来事物具有无限的重要性。我们用生命的剩余部分做什么——我们把其中极大部分都花费在了最本质的无知之中？我们教导这一学说——这是使它入体于我们自身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我们的某种福佑，作为最伟大教义的传授者。1881年8月初于西尔斯-玛利亚，海拔6000英尺，并且远高于一切人类事物之上！-”（11 [141], KSA 9, 494）。

在这一语境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也首次被构思出来，而且是着眼于一部题为正午与永恒的计划中的著作：“正午与永恒。一种新生活的指南。查拉图斯特拉生于乌尔米湖畔，三十岁离开故乡，前往阿利亚省，在山中独处的十年里写下了曾德-阿维斯塔”（11 [195], KSA 9, 519）。即便是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来的结构而言，最重要的作品构思也出现在紧邻的地方：“关于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草稿”。第一卷采用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的风格。Chaos sive natura（混沌即自然）：“论自然的去人性化”。普罗米修斯被拴在考加索斯山上。用克拉托斯（Kratos），即“权力”的残忍写成。第二卷。飞逝-怀疑-梅菲斯特式的。“论经验的入体”。认识=成为有机并进行组织的谬误。第三卷。“论孤独者的终极幸福——那就是，从‘从属者’达到最高等级的‘唯我者’：完美的自我（ego）：只有这个自我在先前的阶段才拥有爱，在尚未达到最高孤独和自律的阶段，除了爱还有别的什么。”第四卷。酒神赞歌式-包容一切的。Annulus aeternitatis（永恒之环）。想要再次且永远地体验一切的渴望。不息的变形——你必须在极短的时间里穿行于许多个体。手段是不息的斗争。西尔斯-玛利亚 1881年8月26日”（11 [197], KSA 9, 519f.）。

作为另一个动机复合体，这一时期加入了上帝之死的观念（12 [77], KSA 9, 590）。与著名的格言疯子（FW, Nr. 125）相比，这里可以发现关于已陨落的上帝观念依然持续存在的余威的有趣的补充反思（14 [14], KSA 9, 626）。特别是在1881年秋季笔记的加长版中，当尼采写下这段话时，这种思考经历了一次激进的自我反思转向：“我们还未看到我们的死亡、我们的灰烬，这欺骗了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就是光和生命——但这只是光芒中那古老的过往生命，是那过去的时代和过去的上帝，它们的光芒和余烬仍能抵达我们——光也需要时间，死亡和灰烬同样也需要时间！最后，我们这些活着和发光的人：我们的发光能力又如何呢？与逝去的世代相比？它会比月亮从被照亮的地球上接收到的那种灰白色的光更多吗？”（14 [25], KSA 9, 631f.）。

到了第二年，尼采构思了快乐的科学，而查拉图斯特拉的计划也越来越密集，中间穿插了写给露·莎乐美的陶滕堡笔记，其作为尼采最重要的成果，催生了论风格的学说（1 [109], KSA 10, 38f.）。超人主题越来越多地成为尼采思考的核心（从1882年夏至1885年夏，KSA 10 和 11，其中绝大部分笔记是在1883年夏之前写下的，因此属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至第三部分的创作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尼采早早地就在笔记本中写下了对查拉图斯特拉超人愿景的具有启发性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个人化疏离：“我不要生命重来。我是如何忍受它的？通过创造。是什么让我能承受这景象？是对肯定生命的超人的凝视。我试图亲自去肯定它——啊！”（4 [81], KSA 10, 137）。

总之，在永恒轮回问题上已经指出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超人的构想，即尼采在他的出版物中仅以折射的方式论及超人，例如，他让一个虚构的主角来宣告超人，进而甚至让这个主角自己承认这是诗人的谎言（↗谎言）（Za II, KSA 4, 163）；因此，人们绝不应被孤立的遗稿笔记所诱导，从中提炼出尼采对超人的肯定性宣传（Zittel 2000, 35 ff., 146 ff. 以及 211–217）。正如哈斯（1984）的相关研究所详细证实的，超人思想在遗稿中的展开，与永恒轮回思想密切相关。尼采在这里思忖道，作为一种学说，如果没有对出路的希望，永恒轮回在其全然的残酷性中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听众所无法承受的。超人理应许诺这条出路。在毫无出路的境地中，它被构想为一种慰藉性的幻觉（Haase 1984, 229 ff.），即使在遗稿中，它也没有被断言为一条现实的出路。尼采后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后，还曾计划写第五部和第六部。在相关的草稿中谈到，现在应展示超人与地球主人的培育：


II. 在一个地球统治系统中得到贯彻的等级秩序：地球的主人居于末尾，一个新生的统治阶层。超人在这里或那里从他们中跃出，他完全是伊壁鸠鲁式的神，是实存的变容者（35 [73], KSA 11, 541 参见; 同上 ff.）。



然而，有意味的是，这些计划被尼采放弃了，或者部分地只是在发生巨大改变后被收入了善恶的彼岸，在那里，超人被降级为现实的人，即更高阶的人。但总体而言，对于遗稿文本来说同样成立的是：在其中也没有描绘出更具体的超人形象，超人在这里一如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的宣告里那样，依然是模糊且轮廓不清的（Haase 1984, 244）。

在遗稿材料中，最后还要强调一下第28组笔记（KSA 11, 297–332）。它构成了尼采全部抒情诗遗稿的最重要宝库。这组作品群之所以重要，特别是因为尼采在其中修改了旧诗，其暂时的目标是出版一本独立的诗集。在后来所有发表的诗歌中，尼采都借鉴了这部诗集（Groddeck 1991b, 177f.）。不过，其中也能找到尼采未曾发表的、具有独立地位的诗作，比如著名的自由精神。告别。（28 [64], KSA 11, 329）或漫游者（28 [58], KSA 11, 322f.）。

参考文献：Heidegger 1961; Schlechta, K.: Nachwort zu: F.N. Werke (3 Bde), München 1965, Bd. 3, 1433–1452; Montinari 1982, 10–21, 64–119; Haase, M.-L.: Der Übermensch i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und im Zarathustra-Nachlaß 1882–1885, in: NSt 13 (1984), 228–244; Montinari, M.: Die spröde Art N. zu lesen. Die Niederschrift vo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am Beispiel des Kapitels »Auf den glückseligen Inseln«, in: Weber, G.W. (Hrsg.): Idee, Gestalt, Geschichte, Festschrift für Klaus von See, Odense 1988, 481–513; Groddeck, W.: Vorstufe und Fragment. Zur Problematik einer traditionellen textkritischen Unterscheidung in der N.-Philologie, in: Stern, M. (Hrsg.): Textkonstitution bei mündlicher und schriftlicher Überlieferung, Tübingen 1991a, 165–175; ders.: »Gedichte und Sprüche«. Überlegungen zu einer textkritischen Ausgabe von N.s Gedichten, in: Martens, G./Woesler, W. (Hgg.): Edition als Wissenschaft. Festschrift für Hans Zeller, Tübingen 1991b, 169–180; Kuhn, E.: F.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Berlin 1992; Müller-Lauter, W.: Der Wille zur Macht« als Buch der »Krisis« philosophischer N.-Interpretation, in: NSt 24 (1995), 225–269; Kohlenbach, M./Groddeck, W.: Zwischenüberlegungen zur Edition von N.s Nachlaß, in: Text. Kritische Beiträge 1 (1995), 21–39; Brusotti 1997; Zittel, C.: Das ästhetische Kalkül von F.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Würzburg 2000.

Claus Zittel


遗稿 1885–1888

N.在1884年底至1885年4月期间的遗留断片（第29–33组）包含了大量用于续写《查拉图斯特拉》的素材。似乎N.对这位超人与永恒轮回之教师的探讨仍未结束。然而，直到1885年秋天，超人仅仅出现了两次（N, KSA 11, 366 和 541），这与“更高的人”的大量出现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不仅为自己受苦，而且为人受苦”（N, KSA 11, 338）。引人注目的是N.在隐喻、比喻和格言上所作的努力，它们有些是新的，但大多数早已被使用过，只是经过了修改：这是一种特征为“实验的紧张氛围”的过度生产（Montinari 1981, 135）。N.在这一时期仍在考虑续写《查拉图斯特拉》，即第五部，但他也为可能的新作构思了标题：“正午与永恒”（一部其第一部分计划命名为“查拉图斯特拉的诱惑”的作品 [N, KSA 11, 367]），或者“Gai saber [快乐的科学]。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自我告白”（N, KSA 11, 423），抑或是“致一位哲学友人的信。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机。弗里德里希·尼采著”（N, KSA 11, 429）。N.显然也有必要为他的永恒轮回哲学撰写一篇导论（“新启蒙。‘永恒复归哲学’的准备” [N, KSA 11, 228] 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标题）。直到1885年4月中旬，几乎找不到任何理论上的思考。这些思考直到《善恶的彼岸》才被引入。1885年6月，N.在锡尔斯-玛利亚将该书的准备材料口授给露易丝·罗德-维德霍尔德（Louise Röder-Wiederhold）。

《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于1884/85年冬季在尼斯创作完成，N.自费印制了四十册（1885年3月/4月）。此后，我们在笔记中几乎再也找不到关于查拉图斯特拉的内容（但请参见 N, 2[71] 1885年秋 – 1886年秋，KSA 12, 93）。这种诗意的体验似乎已经结束，至少在科利（Colli）称之为“酒神狂诗般极度兴奋状态”之结果的那种热烈、狂喜的形态上是如此。科利还提到了对可传达性突然产生的不信任，并指出在1885年夏天出现了一种“自我反省与对过去的回溯”，一种“成熟而忧郁的沉思”，这体现在他希望修改并重新出版其以往作品的愿望中（“此外将不再‘出版’任何东西：对我来说，现在一切都有悖常理”；致彼得·加斯特，1885年11月22日）。在1885年8月/9月的断片中（第41和42组，甚至在此之前，以及根据H. J. Mette 1932年编号的第XV、XVI、XVII卷宗的散页中），确实可以发现他试图修改其早期作品的尝试，特别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此外他还修订了早期笔记本中的段落，并为一篇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新的不合时宜的考察收集了材料。N.在秋季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将这项工作的成果与其他现有的材料一起融入了《善恶的彼岸》之中。如书信所证，该书在经历了种种出版困难后于1886年8月出版，最初还计划推出第二部（例如参见 N, KSA 12, 100 和 135）。然而，正如1885/86年秋冬的断片所证明的那样，N.并未放弃为《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二卷）》、《曙光》和《快乐的科学》撰写新序言。这种自我反省的意志，也许不应仅仅如科利那样被理解为个人的退隐，而是证明了一种对完成和秩序的渴望，对过去进行总结的渴望，这种渴望在N.哲学思考的所有决定性阶段都会出现。如果我们像蒙蒂纳里（Montinari）一样确信，在N.的计划中，理论不可避免地必须让位于立法者的实践（“对N.而言，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活动已不再具有存在的理由：取而代之的是——N.自己也说过——历史。哲学家之继任者必须是一位立法者，而N.的目标、其‘一切价值的重估’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赋予人类一部新律法” [Montinari 1981, 164]），那么1885年的笔记本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仍在开放的、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建构性哲学尝试，它独立于已经出版的作品，尤其是独立于N.档案馆所编纂的《权力意志》这一武断的汇编版本，后者使用了很大一部分这类断片。尤其是在1885年4月至6月的笔记中（笔记本 N VII 1：第4组），关于↗“权力意志”之特征与本质的思考日益增多——始终是试验性的，从未明确且固定。这一哲学理念首次出现在《曙光》中关于“权力感”的论述中，并在《查拉图斯特拉》（第二部）（“论自我克服”）中得到了简明扼要的描述，而在1885年夏天，它也成了一个文学计划的主题，尽管该计划从未完成。

蒙蒂纳里在一项细致入微的语文学文本分析中，最终阐明了“这一名称的文学计划的产生、发展以及最终的放弃”（Campioni, 载于: Montinari 1999, 204）。据此，《权力意志》作为标题首次出现在N.于1885年夏末的手稿中，与其他可能的标题并列。这些主题，从德国精神到好欧洲人，从道德伪善到民主以及作为伪造的认识，很大一部分作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融入了《善恶的彼岸》（EH, KSA 6, 350）。大量笔记围绕权力意志展开，探讨其与有机世界的关系——但引人注目的是，它也涉及无机过程，被视为诸多意志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复合体，作为营养和生殖等生理过程的基础，同时，它与永恒轮回学说的关系也被越来越清晰地阐明。关于权力意志最著名的定义或许见于1885年6月至7月的断片38[12]（N, KSA 11, 610及后页），该定义在《善恶的彼岸》第36节中再次出现：“你们知道我的世界是什么吗？要我在我的镜子里把它指给你们看吗？[] 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己也是这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而首个以该标题创作文学作品的计划可以追溯到1885年8月至9月（N, KSA 11, 619）。它将权力意志标明为“对一切生成进行新解释的尝试”。权力意志是“阐释”而“非解释”（N, KSA 12, 98），这一界定始终保持其有效性（参见1[115] 1885年秋至1886年春：“一切生成之解释性特征。没有自在的事件。发生之事，乃是由一解释性存在所挑选和概括的一组现象” [N, KSA 12, 38]）。同样，标题：“权力意志。对一切生成进行新解释的尝试”也基本保持不变，直至1886年夏仅有微小改动。然而，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计划和可能的标题（N.在准备打印稿时，主要在为《善恶的彼岸》寻找一个合适的副标题），甚至发展为一整个系列的标题：“十部新书的标题”，标有日期“1886年春”（N, KSA 12, 94），其中标题“权力意志。一种新的世界解释的尝试”仅仅是众多标题中的一个。然而不久之后，N.的计划中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Montinari 1981, 144）。在1886年夏天于锡尔斯-玛利亚写下的一个断片中，N.赋予其作品一个包含四卷的最终结构（虚无主义，价值的批判，立法者的问题，永恒复归的学说），并加上了一个新的副标题：“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该副标题一直沿用到1888年8月（N, KSA 12, 109）。直到此时，人们才能准确地将“一切价值的重估”与权力意志结合起来谈论（在此之前，N.仅限于将“价值的翻转”作为对自由精神的一项要求，而“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仅仅被构想为一部关于永恒复归的可能作品的副标题；参见 N, 26[259] 1884年夏 – 秋，KSA 11, 218）；同样，也只有从这个时候起，谈论N.明确打算创作一部名为《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全四卷》的作品才有意义，正如其《未来哲学序曲》（《善恶的彼岸》）封面上所预告的那样，该书“正在准备中”。这些出版计划似乎符合N.希望将其大量笔记理出头绪的愿望。《善恶的彼岸》出版后，N.向他的出版商寄去了《快乐的科学》的第五卷和一个附录（《无鸟王子之歌》），其中使用的材料部分可以追溯到1882年。此后，他仅用几周时间便创作了一部新的重要著作：《道德的系谱》。1887年夏天，N.仍然掌握着大量宝贵的、大多尚未完成的笔记，这些笔记尚未被用于他的任何作品中。处理这些材料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887年春，N.就编制了一份包含53条项目的清单（N, KSA 12, 201–204），基于这份清单，他后来对笔记本 W I 8 中的各种笔记进行了主题分类（N.事后用红笔在该笔记本的许多断片右上角编上了号码）。在进一步的步骤中，出于同样的需要，他从这一时期的笔记本中撕下许多书页，以便将它们插入其他地方，最初并未作进一步修改（Mp XVII 3b, Mp XVII 3c；但这些书页在1888年夏天也被依次编号）。N.可能在这个时候销毁了那些内容已经过最终修改并交付印制的笔记本和散页。这可以解释为何关于《道德的系谱》的资料如此稀少，它几乎没有任何草稿（该书名在笔记中仅出现了两处，参见 N, KSA 12, 198 和 218）。新材料源源不断地加入进来：对早期笔记的修改、新的表述、阅读摘录。1887年秋季的三本厚笔记本（W II 1, W II 2, W II 3，后者从1887年11月写至1888年3月）证明了N.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澄清和深化重要的理论思想，这是为了他作品中那个建构性的部分，他将其称为自己的“命运”，称为其“存在的辩护”（“我的存在被画下了一道底线——这就是过去几年的意义。诚然，这也证明了迄今为止的存在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一个承诺”；致彼得·加斯特，1887年12月20日）。与此同时，N.非常一贯且专注地对材料进行整理。1888年初，他将笔记本 W II 1、W II 2 以及对开大笔记本 W II 4 的前58页中的372个断片进行了分类编目。为了进行这一编目，他使用了另一个笔记本（W II 4），将这些断片以关键词的形式记录在其中。他用罗马数字将这些笔记分为四卷，皆与权力意志有关。1888年2月13日，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称其“重估尝试”的“草稿”已经完成。随着日期从“尼斯，1888年3月25日”开始的那本内容丰富的笔记本 W II 5 的出现，关于权力意志的计划开始逐渐改变。在N.再次改变了出版计划之后（他在惯用的四卷结构与包含七至十二章的单卷本结构之间摇摆），放弃这部已规划著作的想法似乎渐渐占据了上风。确实，N.在1888年夏天再次拿出这些笔记本，试图做最后的整理（带有权力意志最终计划的笔记本 W I 8 和卷宗 XVII 3b, Mp XVII 3c 的最后一次编目，日期为1888年8月），但也确实如此：“缺乏试图对材料进行整理和组织的任何迹象”，“缺少我们在前一个冬天的笔记本中所找到的那类列表和编号。除了少数几个断片外，关于权力意志概念的理论探讨已被中断”（Colli, KSA 13, 667）。相反，关于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关于颓废以及作为“反抗运动”的艺术的思考越来越被推到了前台。在其清醒生命中最后几个高强度的月份里，N.的兴趣便围绕着它们转。一部名为“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十二章著作的最后一份草稿，日期为1888年8月26日（N, KSA 13, 537）。此后，N.有意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将此前收集的材料用于其他方面。从这些材料中诞生了（并非没有经过大量的修改和补充）作为其哲学之“提要”的《偶像的黄昏》，以及大约一半的《反基督》（该书撰写于1888年9月下半月；尤其参见笔记本 W II 8）。《反基督》最初计划作为一部包含四个部分、题为“一切价值的重估”的著作（请注意，从此时起，“权力意志”这一概念在N.的笔记中消失了）。最终，在不久之后（11月底），N.将《反基督》视为他的整个“一切价值的重估”（“我的一切价值的重估，以‘反基督’为主标题，已经完成了”；致保罗·多伊森，1888年11月26日）。最后，大概在1888年12月或1889年1月初，N.又加上了副标题“对基督教的诅咒”，借此他最终为权力意志画上了句号。

在此期间，N.凭借《瓦格纳事件》为自己争取了一次小小的“放松”（致梅森布格的玛尔维达，1888年10月4日）。该作于1888年春在都灵创作，并于1888年8月中旬完成（部分笔记见于笔记本 W II 5，并在 W II 6、7 中继续深化）。相比之下，《瞧，这个人》似乎是一次从他自身之中脱离出来的大“放松”。撰写自传的念头（最初的笔记见于笔记本 W II 9，参见 N, 24[1] 1888年10月–11月，KSA 13, 615–632）戛然打断了为计划中关于“一切价值的重估”之最后一卷即《非道德主义者》所作的笔记，该书的痕迹大约在1888年10月中旬便消失了。同样属于这一时期遗稿的，还有最后一部针对瓦格纳的论战性著作《尼采反对瓦格纳》的笔记和草稿，而N.最终放弃了该书。在笔记本 W II 10 中，N.收集了新旧诗作（最初的一些可追溯到查拉图斯特拉时期），这些诗作最初被构思为“查拉图斯特拉之歌”，并于1889年1月以《狄俄尼索斯颂歌》为名出版。构成N.遗稿结尾的，是推测最初计划作为《瞧，这个人》打印稿的补充而随后被N.放弃的笔记，其中包括著名的对霍亨索伦王室的“宣战”，其焦躁的语调已经暴露了癫狂发作的前兆。


研究N.的遗稿，意味着要研究手稿的整个历史，“研究它们的草稿、计划和编排，它们的断裂和迷途”，并将它们与“那些通过释义或摘录留下阅读痕迹的其他思想家进行对照”（DIorio 1996, 158）。这也意味着去沉浸于一种丰富而辉煌的思想之中，人们无法在整体上充分把握它，至多只能把握其个别侧面。对科利（Colli）而言，这样一个侧面就是N.在1885年春构思的“酒神哲学”。科利在其中看到了前文已经引用过的对可传达性之不信任的迹象。悲剧性的酒神精神反抗口头和书面的哲学。按照科利的说法，这涉及一种具有极高思辨水平的新思维方向，其核心是希腊人的神秘体验，N.试图将其转化为一个可传达的体系（科利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笔记时，称其具有一种秘传/显传的双轨性，其中前者是解构性的，后者则是虚幻的建构性的 [KSA 13, 651]）。这样一来，直至1887年的笔记本中所包含的对权力意志的描述，仅仅是“叔本华思想的伪装”，只不过是N.关于一种虚幻且不可言说之现实的思想的显传表达。“权力意志理论的产生，源自其所谓实证主义时期的语言，源自机械论的表述和科学的力（Kraft）的概念，”科利写道。但在他看来，这里必然发生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过渡：力被赋予了一个内在世界、一个内部、一个基底；某种非物理的、不可经验的东西，一种渴望，一种斯宾诺莎式或叔本华式的意欲（conatus）。[] 科学被背叛了：人们知道类比主义在科学中名声有多糟，此外——着眼于对宇宙事件的严谨判断——这样一种拟人化的告白显得很天真”（Colli KSA 11, 724f.）。在科利看来，N.在生物有机体与权力意志之间做出的类比推论，证明了“一种并不怎么严谨的方法”，而仅仅是一个“漂亮的理论”和“显传的情感宣泄”，N.在这些宣泄背后隐藏着他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实际上，N.基于有机体类比对权力意志的思考，在他同时代人的生物学和生理学争论中找到了确切的对应物，N.对这些争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内格里 [Nägeli]、鲁 [Roux]、赫尔曼 [Hermann] 的影响尤为重要）。在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对能量守恒定律的唯一一次提及也具有重大意义，该提及见于 N V III 笔记本（“能量的存续定律要求永恒轮回” [N, KSA 12, 205]）。它证明了永恒轮回的假说离任何神话或情感意义有多么遥远，而是完全融入了当时的宇宙学辩论之中，正如最新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亦参见 N, KSA 12, 535f. 和 13, 260f.）。N.同样在思考↗本能的各种表现形式，思考行动的动机及其向虚假的意识统一体（后者严格依赖于记忆）的转化，“思考关于吸引与排斥的恩培多克勒式游戏”，以期获得一种越来越“以↗身体为指导线索”的对权力意志的定义（N, 40[15], 40[21] 1885年8-9月，KSA 11, 634f. 及 638f., 等），这一方向得到了随后时期大量笔记的印证。特别是，人被理解为一种“↗权力意志的多重性”，“每一种都具有多种表达手段和形式”，米勒-劳特（Müller-Lauter, 1971）将其描述为“权力-量子”。因此，这种意志既非一种存在，也非一种生成，而是一种激情（Pathos），它允许N.在未来将权力意志说成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且这种冲动在酒神的表达中获得了其最高形式。在1887年春夏的笔记中，N.的思考发生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转变，其中包括关于欧洲虚无主义的重要片段，其标注的日期为“1887年6月10日，伦策海德（Lenzer Heide）”（N, KSA 12, 211–217）。在N.档案馆对权力意志的第一次编纂（1901年）中，该片段出现时没有日期，在第二次（1906年）中，它被肢解成了几个部分。从这时起（更明显地体现在1887年秋随后的笔记本 W II 1 中），作为求真意志之极端后果的↗虚无主义问题凸显出来：对任何认识之威胁性质的意识，标志着“进入欧洲的悲剧时代”（N, KSA 12, 378），并使其陷入“第二[个]佛教”（N, KSA 12, 377）。因此，如果人们可以将“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作]为迄今为止各种理想的必然结果”（N, KSA 12, 339）来阅读，那么N.似乎是被这样一种意志所引导的：即将认识的历史视为虚无主义的历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大量关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和康德的笔记（N, KSA 12, 259–270），这些笔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1887年5月至6月间对库尔（Chur）图书馆的勤勉利用。在这一背景下，他重读朗格（Lange）的《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以及接触E. 德·罗伯蒂（E. de Roberty）的《新旧哲学》（L’Ancienne et nouvelle philosophie）便具有重要意义。权力意志的问题域现在被转移到了虚无主义之上。（根据1887年秋季的一些计划，那本计划中的关于重估价值的书应专门探讨虚无主义及其克服 [N, KSA 12, 410; N, KSA 12, 432; 此外 N, KSA 13, 215]）。赋予意义的视域之丧失所带来的破坏性（也就是N.在此语境中称之为“消极虚无主义”的东西 [N, KSA 12, 351]），可以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克服。真实的/虚假的这组错误二分法——得益于“求真意志”——的解体（这在1888年春的 W II 5 笔记本中已被预见，并在《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中“‘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这一节中被确立为经典），为存在的悲剧维度腾出了空间，这种存在被理解为具有无限创造性可能性的纯真游戏。N.的思考由此再次显著地转向艺术（转向酒神哲学家这一反形而上学和反神话的密码形象），转向他自己借用泰纳（Taine）的话（参见 Campioni 1993）所称的“悲剧生理学”，这是一种与身体相联系的美学，它重视力量的尺度、价值和标志着新价值创造者本身之特征的“德性”（virtü）。事实上，在最后几本笔记本的思考中，N.关心的是价值确立者的力量尺度。大量的笔记围绕着歌德（一种能够将所有对立面统一于自身之内的“形式”[N, KSA 12, 443f., 等]）；围绕着文艺复兴人（其主要文献来源是E. 格布哈特 [E. Gebhar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历史哲学》 [ La Renaissance italienne et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1887]）；围绕着拿破仑，他被理解为如泰纳所刻画的“艺术家-暴君”（与勒南 [Renan] 的“实证主义暴君”相对立）；围绕着司汤达，所有这些都在古典与浪漫之普遍对立的框架内进行（在此背景下，布伦退尔 [Brunetière] 的《法国文学史批判研究》 [ Études critiques sur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的阅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N.来说，这越来越成为一个关于强与弱、健康与疾病的生理学问题。与寻找能够赋予生命一种独立于道德的全新意义的强者类型相平行，其对立面的轮廓也逐渐清晰，即↗颓废（décadence）类型，N.在其有意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与这一类型进行着不懈的探讨（↗颓废 [décadence] 这一概念在1888年的遗稿片段中总共出现了96次）。这一时期的大量阅读，N.主要阅读法国作家：福楼拜、巴尔扎克、龚古尔兄弟、左拉、勒南，尤其是波德莱尔，此外还有贡斯当和布尔热（参见 11号群组, 1887, N. KSA 13, 9–194），证明了N.想要对颓废——这一现代性的最重要症状——作出评判的意志。在他看来，↗基督教构成了价值判断之颓废的一个特殊案例，即“人类偏离其基本本能的总体迷失”（N. KSA 13, 89）（“基督教是一种颓废类型” [N. KSA 12, 511]）。最后的遗稿完全被这一现象所笼罩，对N.而言，它体现了权力意志最低层级之一的胜利。我们在《反基督》（Antichrist）中所熟知的对基督教的刻画，可以追溯到由遗稿证明的众多文献来源，了解这些来源对于充分理解该思想是绝对必要的：威尔豪森（Wellhausen）的《以色列历史导论》（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吕德曼（Lüdemann）的《使徒保罗的人类学》（Die Anthropologie des Apostels Paulus，N.早在1872年就读过此书），雅科利奥（Jacolliot）的《宗教立法者：摩奴-摩西-穆罕默德》（Les législateurs religieux. Manou-Moïse-Mahomet）。不过，N.也，并且最主要地是，在与勒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对立中建构了耶稣这一颓废类型的心理学（大量详细的摘录证明了他与这些作者进行了深入的思想交锋；伊丽莎白·福斯特-N. [Elisabeth Förster-N.]在编纂《权力意志》时，将这些摘录的一部分作为N.本人的文本收入其中，尽管它们本来已被标注为摘录）。对N.而言，反对基督教的斗争甚至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正是最软弱的人，通过反自然的道德戒律和同样反自然的不良良心，反应性地贯彻了他们的意志（参见 N. KSA 12, 429）。《道德的谱系》（Genealogie der Moral）中对此的相关论述广为人知。N.原本计划写一部续篇（第二篇论战文章），但他“暂时因其篇幅过大而将其搁置”了（参见 弗朗茨·奥弗贝克 [Franz Overbeck], 1888年1月4日，以及 N. KSA 12, 377）。这部续作本应主要探讨“畜群本能”，以及N.所称的“权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N. KSA 12, 419 和 13, 25f.），他恰恰在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诉求以及民主主义的努力中识别出了这种主义。对于这些以生命力枯竭为特征的反应性本性，N.将其与出于力量过剩而进行肯定的优越本性相对立，在此，他确实想到了“选择”和“培育”（N. KSA 12, 425 等），想到了一种“大政治”，这无非是伟大精神反对现代性及其迷途的战争。因此，与他平素的本性完全相反，N.想要合乎时代、切中时弊，但这是一种“从根本上说是开朗而恶作剧般的‘切中时弊’”（彼得·加斯特 [Peter Gast]，1888年11月25日），远离任何专横和政治诉求，只有——如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借助严重的扭曲，才能将其降格为那些政治诉求。在他有意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这种干预现实的意志，反而具有一种小品文的轻盈和政治小册子的敏锐。对于这位在不久之后就被滥用来为最灾难深重的德国历史辩护的哲学家来说，那时已经是“最关键的时刻，[他]迫切需要再次作为一个法国人降生于世”（让·博尔多 [Jean Bordeau]，约1888年12月17日）——至少他是这么希望的。

构成遗稿的大量笔记、摘录、或多或少完善的表述、草稿和梗概，在科利和蒙蒂纳里（Montinari）的版本中按时间顺序出版，没有进行系统化的尝试，也没有意识形态的保留。它们将N.思想的原貌呈现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瞬间。这种思想有时被火花四溅的灵感所引导，但大多数时候都在反思自身，以期在文体等方面更加敏锐和精炼。遗稿也构成了一种工坊，在这里，一个简单的片段经过复杂而耐心的加工与“蒸馏”过程，被转化为一句格言或箴言。这是进行文体练习和改进，以及寻找和定位主题的场所。从成千上万页的遗稿中，不仅诞生了已出版的著作，也浮现出N.的实验、他批判性的思想交锋、他的尝试与放弃，展现出一个恰恰不符合如今许多人依然要求的意识形态可读性标准的N.。面对可以说是“混乱”的海量笔记，直到今天，人们还是一再要求其可读性和连贯性，甚至不惜以歪曲N.的思想为代价。对于这种思想，只有首先让它变得更加复杂，并将文献来源、文化背景和传记事件纳入其中（正如科利和蒙蒂纳里版本的考勘体系所尝试的那样），人们才能理清其头绪。目前，玛丽-露易丝·哈泽（M.-L. Haase）和米夏埃尔·科伦巴赫（M. Kohlenbach）正在准备1885-1889年遗稿的新版本，该项目由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和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这是一份原貌转写版，它放弃了按时间顺序的排列，而是力图忠于手稿地复制每一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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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

尼采（N.）现存最早的文学尝试是诗歌；这位作者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组诗。诗歌创作贯穿了其生活与创作生涯的各个时期。今天奠定 N. 作为抒情诗人之声誉的一些文本，他本人从未将其付梓；它们后来往往带着不可理喻的篡改才进入公众视野。迄今为止，尚无专门针对其全部抒情诗作的学术考勘版。凭借科利-蒙蒂纳里版（Colli-Montinari-Ausgabe），文本状况已大为改善，因为自 1870 年以来创作的诗歌现已拥有可靠的版本形式；早期的诗歌几十年来一直可以从梅特（Mette）的版本中读到，该版本的缺陷必将被新版的《青年时代著作》（Jugendschriften）所弥补。正如格罗德克（Groddeck）对《阿里阿德涅的哀歌》（Klage der Ariadne）的释读所示（Groddeck 1991 Bd. 1, 143），未来的改动依然不无可能。

读者几乎在 N. 的所有著作中都能遇到抒情式的言说，而不仅仅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在该书中，重要的“章节”即是宏大的颂歌。《哦，人啊！留神！》（Oh Mensch! Gieb Acht!）在不同的语境中得到了场景化的展开与浓缩（Za III; Za IV, KSA 4, 285, 404）；在这种情况下，将“真正的”诗歌生硬地剥离出来是不可取的。不过，此处将“诗歌”这一文本类型限定为广义上的抒情韵文——既包含自由节奏的诗行，也包含与诗歌段落相连的散文部分——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随意性。

创作于学生时代的诗歌部分属于受命之作。其中包括在 19 世纪教养家庭生活中仍有固定地位的应酬诗（Casualgedichte），以及为了完成课业而作的文本。这些早期诗歌常常被冠以“步人后尘”（epigonal）的标签——这并非毫无根据；人们倾向于将这一属性归咎于同时代的德国抒情诗。然而，这种贬义的定性也掩盖了其价值：此类诗歌着眼于伟大的传统，并视自身对其负有责任。

在早期诗歌的意象和韵律结构中，折射出对较近时期德国文学中最重要诗人的阅读。席勒的范式无处不在，而歌德的范式同样不曾缺席（↗ 德国古典主义，Deutsche Klassik）。这位年轻诗人对浪漫主义抒情诗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声乐谱曲获得的。众赞歌文献（Choralliteratur）促成了与巴洛克抒情诗之间一种坚实的——尽管鲜少在这一层面上被反思的——联系。抒情诗与音乐之间的紧密渊源——这是《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中抒情诗理论的核心论点——在这位青年诗歌作者那里便已显露端倪。除此之外，同样及早出现的，还有关于宏大演说和激昂诵读的故事的诗歌，亦即 N. 后来所界定的戏剧之本质（WA 9, KSA 6, 32）。

他十三岁时创作的一首诗题为《赫克托耳的告别》（Hecktors Abschied，BAW 1, 434）。与席勒同名诗作较为朴素的尾韵诗节（Schweifreimstrophen）相比，其采用的八行诗节（Stanzen）不仅旨在被读作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更以更完整的面貌和基督教的伪装呈现了荷马的题材。“青年德意志”运动往往偏好对旧文本进行戏仿式的依曲填词（Kontrafakturen），这一偏好在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位年轻的诗人以此证明，自己在文学界理应享有一席之地。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为流行旋律所作的新词，诸如诗歌《告别》（Abschied，BAW 1, 426），它便直接沿用了艾兴多夫（Eichendorff）《猎人的告别》（Der Jäger Abschied）中的诗节结构。

正如在↗浪漫主义（Romantik）的诗歌中屡见不鲜的那样，正确的生命图景在自然中被唤起；自然说教的主题承载着对另一个世界的预感。抒情诗作拒绝单一明确的解释，它们对生命图景的实验性发展敞开大门；在其中，那些渴望表达、同时又拒斥不友善的阐释者的内容得以隐藏。施密特（Schmidt）在 N. 的青年诗作中揭示了这种人格内在生成的记录，这是一个摆脱社会和宗教外部决定（Fremdbestimmungen）的过程（Schmidt 1997）。事实上，在那些相当传统的歌曲与当时风格的英雄及恐怖叙事诗（Schauerballaden）之间，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显著契合：它们始终围绕着孤独的人，这个人能够以深挚的爱意向死而生，但也能在英雄般的桀骜不驯中庆祝自己孤独的高度。十二岁时，N. 围绕自己最钟爱的自我形象之一——高贵的流浪汉、游侠骑士——写下了诗歌《无家可归》（Ohne Heimath，BAW 1, 122）。拟声的单词诗行“Heidideldi！”同样预示了后来的诗作，包括最后一部组诗中的作品。在第四篇《不合时宜的沉思》中，N. 要求我们在语言上除了朝向那被称为“‘清晰概念’之网”（WB 5, KSA 1, 456）的东西看齐外，还应以针对情感语言表达的打磨加以补充。这种对语言中“音乐性”的追求——此处暂不深究该概念的争议性——在德国↗浪漫主义的诗歌理解与欧洲现代主义的诗歌理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最后几个学年的若干诗作中，与传统宗教关系的危机时刻得到了表现。《在十字架前》（Vor dem Crucifix，BAW 2, 187）刻画了一个绝望的酒徒，他试图寻找一条像孩童般直接通往耶稣的道路，却徒劳无功。这首诗复杂的长诗节所采用的诗句令人联想到牧歌（Madrigale）；人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其具有用于谱曲的意图。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今与昔》（Jetzt und ehedem，BAW 2, 189），其类似的诗节结构甚至更为自由。晚期浪漫主义中“内心撕裂的人”（Zerrissene）走过了其泰坦式的道路，并重新找回了教堂与墓地的极乐。一种艰涩、时而企及却又不断失去旋律性美声（Belcanto）的语言，预示了这位后来的诗人，正如其对现成语言组件的拼贴游戏、对公开和隐蔽引文的运用一样。

这位高中毕业生的最后一首诗声名远扬：《在我再次启程之前》（Noch einmal eh ich weiter ziehe，BAW 2, 428）。这首残篇的许多印刷版本都存在错误，因为它们对文本进行了修饰。两个不相等的四行诗组成了一个八行诗节；第七行的长度只有其他诗行的一半。偏离交替原则和四步格的现象，可能也要从文本的残篇性质中寻找解释。最后的第三个诗节只有五行；它很可能并未完成。

《使徒行传》中记载，保罗希望雅典人赋予宾客权的那个“未识之神”，能作为基督教的上帝受到崇拜。N. 的诗作并未遵循这一点，它诉诸于一个超越一切经验与教义的假定实体，言说者甚至（亲自）愿意去侍奉它。在它的陌生感中，这一实体对言说者而言既是敌对的，又是深层相通的。我们有理由在其中看到与帕西人（Parsen）宗教精神的共鸣。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将这位“未识之神”与 N. 抒情诗最后的“挚爱”——永恒——隔开的距离，实则非常短暂。

从八十年代起——在八十年代初，N. 曾考虑过编纂和出版诗集——流传下来了丰富的抒情诗作。许多文本创作于更早的时期，由作者为了出版而进行了修订。然而，有相当数量创作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的诗歌，显然与诗集的构架格格不入，它们仅以未经授权印刷的版本形式保存下来。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将它们出版了，于是就存在了一些赫赫有名的 N. 诗作，它们显然并不符合诗人的意图。而这些文本如今仍在不断被重印。

编辑们为这类诗集的结集制定了体例。在 1882 年《快乐的科学》（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的相关材料中，他们能发现一首名为《歌曲与格言》（Lieder und Sinnsprüche，N, KSA 9, 679）的诗，该诗以反讽的口吻解释了将抒情艺术品划分为这两种类型的简单分类法。由于在第二版《快乐的科学》中作为开卷和收尾的 N. 的韵文集似乎遵循了他的这一模式，人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后来的版本中对未刊稿进行类似的分类是必要的。而最为误导人的做法是将一组诗编排在一起，其构成特征据称是这些大多为晚期短小抒情诗序列的作品与《狄俄尼索斯颂歌》（Dionysos-Dithyramben）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该组中的文本延续了查拉图斯特拉时期的诸多思路，且最终，这部选集中的所有作品都有同等理由被归入几乎每一部 1888 年著作的“外围”之中。因此，最好是放弃此类人为的辅助分类，并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对于 N. 未曾发表的全部诗歌作品（在这里，“诗歌”一词必须指代那些并非每一种情况下都作为完整作品存在的抒情素材）而言，迄今为止唯有按时间顺序编排，方能提供一种可接受的分类单元。

1871 年，诗歌《致忧郁》（An die Melancholie，N, KSA 7, 389）问世，其风景意象预示了他后期以及晚期的诗作。它以颂歌式的口吻呼唤着一个寓言人物；其诗节是德语中常见的一种对八行诗（Stanze）的仿写。在试图超越那种既熟悉又具危险性的忧郁的言辞中，已经体现出反讽的意志；结尾处的拔高——最终礼貌地将那位以如此高亢基调被呼唤的对象请走——在此已不再显得和谐。这或许也是 N. 在后来的出版计划中忽略这首诗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他继续推进了 1877 年在罗森劳伊巴德（Rosenlauibad）创作的两首诗的打磨。它们可被视为 N. 抒情风景诗的典范。早期诗歌的风景仍然深深扎根于浪漫主义传统之中；大自然是一本书，它蕴含着比读者更古老的信息，能够帮助他在生活中采取正确的行动。而在罗森劳伊巴德诗篇中，读者遭遇到的是一个被苦难与伤痛极度撕裂的自然，以至于连一幅完整的风景都无法再构建出来；这些意象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象征，在它们身上，自然的图景与灵魂的图景不再合而为一，风景图景的各种元素仅仅成为了一颗神经质的、伤痕累累的现代灵魂的造像材料。人们在与太阳、冰川、春天带有虚构色彩的交谈中所能看到的这种反讽表明，即便是所有美好的与自然的连结，往好处想，也不过是掩盖了人类的孤独罢了。曾经，那投入到抚慰人心的自然之中的古典-浪漫主义目光，尚能缓解人们因人类世界所感受到的失望。而如今，孤独感在与日俱增；在主观化的风景意象中，那进行观察与言说的主体性本身正在消散。

罗森劳伊巴德诗篇直到后期的修订过程中才获得了各自的标题。那首关于夏天男孩的神话诗作现在名为《在冰川旁》（Am Gletscher，N, KSA 11, 325），而在早期版本中，那个男孩并没有生病。更令人诧异的是那首著名秋季诗歌的标题，其最初版本同样诞生于罗森劳伊巴德：《在德国的十一月》（Im deutschen November，N, KSA 11, 323）。现在，与离别、战栗和浑然忘我之悲悯的意象相对立的，是如同主导动机一般对威胁心灵的致命危险的警告，以及对逃离的迫切呼吁。这种扩展凸显了作者世界观中产生的一道裂痕：他身上存活着构成德国浪漫主义感伤文化的一切，这种文化在同情、在接受苦难与悲痛中看到了价值，而恰恰是这些价值，他现在对其提出了激进的质疑。

与罗森劳伊巴德诗篇晚期版本同时创作的、可能也是 N. 最著名的一首诗，将前者中分层生长的事物合而为一。在那些晚期版本中，读者可以察觉到对戏剧性元素即角色独白的更为强烈的强调；这同样有助于削弱言说的主体性。“群鸦哀鸣”是这首诗的开篇，其最终标题为《自由精神》（Der Freigeist，N, KSA 11, 329）。它由一段对话构成，但其中显然只有一个人在说话。在诸多出版物中，仅第一部分就被当作整首诗单独付印，通常冠以《孤独》（Vereinsamt）的标题。在此喃喃自语着“被诅咒进行冬季的流浪”，这位《冬之旅》（Winterreise）中流浪者的继承人，似乎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异乡感。在第二部分中，情况变得清晰明了：在第一部分说话的那个人，仅仅是将承受着无家可归之苦的形象投射到了流浪者身上。

早在对早期诗歌进行重新修订的两年前，另一种诗歌形式就开始兴起，这种诗歌只允许上述冲突中的一种声音说话，这便是关于快乐面具的诗歌，这些面具均与愚人的面具同源。“约里克”（Yorick）原打算成为一部组诗的主人公，随后这个人物又被称为“隐士”（Der Einsiedler），最后成了“逍遥王子”（Prinz Vogelfrei）。1882 年，《来自墨西拿的田园诗》（Idyllen aus Messina，KSA 3, 333–342）发表于开姆尼茨的《国际月刊》（Internationale Monatsschrift）。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的这些诗都创作于西西里，甚至可能没有一首是在那里创作的。“墨西拿”必须像“田园诗”一样被当作带有纲领性质的概念来理解。N. 的西西里神话是属于——正如青年歌德所称呼的那样——“咿呀说着甜言蜜语的、/友善招手的/忒奥克里托斯（Theokrit）”的神话，这位描写质朴、亲近自然的牧羊人生活的诗人。因此，抒情言说者在第一首诗中赞颂了一种不受外部驱使、但实际上也不受自身驱使，而是排斥一切规定的生活。在最后一首诗中，言说者听到了滴答声；这种与 18 世纪对忒奥克里托斯的模仿之作毫无关联的格律控制了他。被认为特别具有民歌风味的四拍子交替诗句主导了整部组诗。在拍子结构上带有一些自由度的诗句，仅见于一首可能戏仿了一首著名的莫里克（Mörike）歌曲的诗作中。诗歌《信天翁》（Vogel Albatross）同样采用了交替诗行，但其诗节形式不那么贴近歌曲。这首诗带着批判性的同情，承接了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名诗，其中偶数行的抑扬格五步格接续了波德莱尔的风格，而三步格则在它与组诗中的其他诗歌之间建立起联系。

抒情的言说者最终屈从于那恼人的“滴答声”，并由此才确立了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第一首诗的一个思想在这里重现：言说者信赖世界诸多事件应对自身命运的方式，信赖一种并非由他自己决定的节奏。这一幕在这里发生于前景之中；而在更复杂的维度上这同样适用，似乎那首大概会让每一位诠释者都感到棘手的诗歌《夜间的秘密》（Das nächtliche Geheimnis）正在暗示这一点。人们可以说梦境的结构覆盖在了仍然是田园牧歌式的布景之上，但这种说法并没有揭示太多。在我们的诗歌处理此类意象时，我们仍然不得不依赖那些熟悉的事物，依赖于通过这些意象的细微扭曲而产生的不安与灾厄的预感。

同样在 1882 年，《快乐的科学》携一部组诗一并出版。N. 在给出版商的预告中提到了“很多诗歌体裁的警句！！！”（致恩斯特·施迈茨纳，1882 年 5 月 8 日），由此他很可能表达了对该流派的一种特殊理解；除了在四行诗中展现其“机锋”（acumen）的警句之外，人们还能看到在平缓展开的诗歌《我的玫瑰》（Meine Rosen）中展现出的押韵技巧，这给诗集增添了洛可可式的风格，在探讨该诗歌集合的思想观念时，这首诗绝对不容忽视。一个独立的人宣告了自己的独特性与自由。它以与读者对话的尝试开篇，最终汇聚为几篇最优美、最骄傲也是最孤独的自白：《瞧！这个人》（Ecce homo）、《星辰道德》（Sternen-Moral）。这部组诗沿用了一部歌德喜剧的标题：《玩笑、狡计与复仇》（Scherz, List und Rache，KSA 3, 353–367）。其副标题为：一首德语韵文的序曲（Ein Vorspiel in deutschen Reimen）。这里的“韵（Reim）”取其古义“诗行（Vers）”；其中还包含了一首双行体诗（Distichon）。


尽管N.（尼采）谈到一种“迷信”，但他依然认为有必要提醒人们：“当一个思想具有韵律的形式，并伴随一种神圣的欢跃而来时，人们会觉得它更加真实”（FW，第84节，KSA 3，442）。这部诗集充满反讽意味的游戏正是对此的践行。与那些开放的格言不同，这里表达了某种确定性，且始终保留着这样一个前提：一切皆是游戏，最终的凭证存在于诗句的和鸣之中。最后，我们在同一条格言中读到，“对于一个真理来说，诗人赞同它比诗人反驳它更加危险”。

化外王子之歌

1887年，《快乐的科学》再版，并附有附录：化外王子之歌（KSA 3, 639–651）。该组诗由十四首诗组成。它包含了《墨西拿的牧歌》八首诗中的六首，部分版本几乎未作修改，部分则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夜之秘密》基本上只是换了一个新标题：《神秘的扁舟》；这不仅引向了对阿刻戎河意义复合体的联想，也指向了隐喻的诡谲之处。关于信天翁的诗作了两处修改：现在的标题讽刺了诗人的过度热情，而“天空本身”托举起飞行者的第二小节被删除了。组诗的开篇是一首致历史人物的诗，也是诗人发表的唯一一首此类诗作：《致歌德》。它以对《浮士德》剧中“神秘合唱”的戏仿开篇。N.曾多次戏仿这些诗句；单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就出现了两次（Za II, KSA 4, 110, 163），而“一切不朽者——只不过是比喻”这句话在这两处都伴随着另一句被重复得更频繁的话：“而诗人们说谎太多”。在这些句子之前的几行，即在“在幸福岛上”这一节中写道：“什么？[] 一切易逝者只不过是谎言？”比喻即谎言。对某种不朽者的断言是歌德的比喻，因此也就是歌德的谎言；对于不朽者那手到擒来的称呼——“上帝”——则变成了“诗人的窃取物”。

如果不是在下一首诗中，说话者就已经作为一个企图获取“窃取物”、获取韵律与词汇猎物的人出现，如果不是第三首诗坚决地将他描绘为与“真理”格格不入，那么这段文本完全可以被解读为是反对歌德和反对诗歌的。如果我们可以在N.诗歌的整体中看到其内心的神话，那么这部组诗就为始于《墨西拿的牧歌》的这个系列画上了句号。这里展现了一种不想要形而上学之沉重的生存，一种与歌德诗歌中的“永恒之女性”相对立的、推崇“永恒之痴妄”的世界观。这种建构的费力感不时地溢于言表，但这并未损害这些诗作。绝望被掩藏在滑稽的粗鄙之中，而N.关于世界唯有作为审美现象才始终具有充分理由的命题，在Rimus remedium（韵律疗法）的粗俗语言中，转化为这样一种诊断：只有韵律才能治愈因世界之灾厄而患病的诗人。

在这些基调之后，紧接着的是截然不同的声音。《我的幸福！》将始终被列为该世纪伟大的威尼斯诗歌之一。这首诗间接引用了普拉滕，并以另一种方式与瓦格纳产生了关联；它玩味着通感与一种仿佛像音乐般运作的意象，这种意象始终只能在特定点上被固定为某种“意义”。这种“象征主义”与《瞧！这个人》（EH, KSA 6, 291）中那首威尼斯诗歌的象征主义非常接近。随后的两首诗已经历过早期的构思阶段。Columbus novus（N, KSA 10, 34）现在名为《向着新海》。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出人意料地消除了所有的主动性。不再有需要“勇气”去操作的船舵。《西尔斯-玛利亚》是未发表的《波托菲诺》（N, KSA 10, 107）的修订版。同样在这里，修改首先强化了在时间体验中那种清醒而丰富的被动性瞬间。那个不愿将自身与背景区分开来、不愿“定义”自身的“自我”，能够将自己理解为两个人、两副面具。

甚至在《西尔斯-玛利亚》之前，就发表了《来自高山》（KSA 5, 241）一诗；它构成了1886年《善恶的彼岸》的跋歌。这两首诗在时间上有着平行的历史，并有许多交集。然而，在《来自高山》中，说话者并非“什么也不等”，而是在等待老朋友们。他们来了，随之而来的是失望。他们毫无改变，但是：“唯有不断蜕变者，方能与我声气相通”。对新朋友的期盼随后在最终版本的断裂中破灭：这种意义上的朋友似乎不再必要，因为“自我”已经找到了与其另一个“自我”的共通之处。

《化外王子之歌》以一首题献开始，并以一首题献诗结束：《致密斯脱拉风》。《舞曲》沿用了《欧根亲王之歌》的曲调。如果说在开篇的诗中，歌德不愿舍弃的“不朽者”被解释为比喻，如果说诗歌曾以轻松的玩笑略过了Dämon und Nötigung（魔鬼与强迫），那么现在，一切其实都是比喻，没有任何事物想要变得沉重。谁也不会忽视对基督教世界观的攻击。由此看来，这首诗运用了如此多来自那个世界的古老意象，就显得有些奇怪了。流动的空气与spiritus sanctus（圣灵）之间传统的意象联系，在这里被新精神所征用。因此，在这“上帝与世界之间”——又是一句歌德的引语！——跳起舞蹈，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比喻的旋涡中，某些文本段落中残酷的模糊性变得轻盈起来；在那里对病患和残疾人所说的话，我们大可放心作“非本义”的理解，尽管在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诠释的教训之后，至少还会残存一丝不安。说话者一再地“自我否决”，即使是不太细心的读者也不会错过这一点。两首题献诗都在探讨来历。歌德代表着将这首诗投入永恒变幻之旋涡的伟大文化；而抒情诗中的说话者则试图在充满攻击性的北风意象中，理解自己的出身与命运。

狄俄尼索斯颂歌

N.的最后一部作品是《狄俄尼索斯颂歌》（KSA 6, 373–410）。它们在1889年的头两天里最终写就。即便人们知道关于这部组诗的筹备工作始于1888年夏天，知道指向这些颂歌的最早片段可以追溯到1881年，并且这九首诗中有三首的基本形式已经属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四部，其如此短暂的创作时间依然令人惊叹。显然在很晚才确定的这个标题，仅仅在乍看之下显得像是在同义反复。N.知道，酒神颂歌就是用来庆祝狄俄尼索斯的诗歌。这里的诗歌意味着，代表着伟大生命与永恒轮回的神在庆祝他自己。N.自称为“酒神颂歌的发明者”（EH, KSA 6, 345）。他所引用的例子都是重要的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但类似的形式在歌德、荷尔德林、诺瓦利斯或海涅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在关于酒神颂歌的论述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酒神精神“在自言自语时”会讲什么样的语言？而答案是：“酒神颂歌的语言”。酒神颂歌的语言不是人类交流的语言；它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就像任何话语一样，它将包含史诗和戏剧元素，但它本身并不会成为史诗或戏剧。因此，这也是一份浪漫主义遗产。

N.确实是“酒神颂歌的发明者”；他在《悲剧的诞生》中阐述了这种形式，这是一种衍生出舞台场景的抒情形式，因此，场景必然已经包含在该形式之中。人们也可以谈论一种诗意的“总体艺术作品”，谈论一种模糊边界的倾向。N.的“酒神颂歌”是现代诗歌的一种形式。

诗歌中的说话者可以是陈述者，也可以是从某个角色出发进行言说；言说的层面极少让人去追问主观性。在这九首诗中，有五首是查拉图斯特拉在行动，而在这些诗中，只有一首源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而恰恰是在那一首里，查拉图斯特拉扮演着最谦卑的角色：他是某场音乐-文学表演的听众之一。第四首诗是在对他说话，而那个说话的人，多半正是他自己。在第五首诗中，他似乎又在自言自语；在以第三人称描述他之后，紧接着是第一人称。第八首诗的第一部分如此突出地以外部视角展现查拉图斯特拉，以至于人们必须假定存在一个叙述者，在转述主人公以诅咒开篇的言辞。第九首诗让查拉图斯特拉开启了一场宏大的内心独白；在此过程中，他被一位女性来访者打断，组诗的最后一段话便属于她。

那些没有查拉图斯特拉出现的诗歌，其言说方式同样各不相同：在第一首诗中，一段哀叹框定了一段被回忆起的话语。第三首和第六首诗既没有角色也没有场景动作，而第七首则展现了一个带有角色甚至舞台提示的戏剧化场景。“论及伟大之物 […] / 人们要么应保持沉默 / 要么应宏大言说”，第八首颂歌中如是写道。这部组诗正在宏大地谈论伟大之物，而这就必然伴随着抒情主体的弱化。这种弱化自然也是由言说形式所带来的。在自由诗律的行文中，那种崇高、吃力的语言，以及这种诗行自由排列的序列，在这里便不言而喻了；如果没有自克洛普施托克和荷尔德林以来的德国赞美诗的先导，这些诗作是不可想象的。基础形式的变化比在自由体诗歌中通常所见的更为强烈。我们不仅会遇到散文段落与押韵诗句的交织，图形手段也被极其显著地运用，从大量的文本强调，一直到对巴洛克图像诗的Imitatio（模仿），例如用行尾构成一条斜线，来表现老鹰的俯冲。

在这部组诗的语言中，人们对德国赞美诗所期望的一切元素都不缺席。其中有大量《圣经》式的语言，读者也会不时与歌德相遇；例如第六首诗不仅仅在标题中引用了他，而最后一首诗中寓言式人物的登场也会让人想起《献词》（Zueignung）。但其他风格层面的文本也能被引用，比如舍费尔那首著名的漫游之歌。宏大言说的崇高风格，往往会通过粗犷的幽默甚至胡言乱语来加以反讽。

对话和场景元素的频繁出现，让人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酒神颂歌中，除了抒情说话者之外，几乎没有“人”。《最后意志》（Letzter Wille）中的“朋友”终究是一个“比喻”，而哀叹的阿里阿德涅也无法与神话及歌剧割裂开来。只有一首诗里充满了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在当代文化的视野前展开的：《在沙漠的女儿们中间》（Unter Töchtern der Wüste）。诠释者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被陌生化的妓院场景；无论如何，这位欧洲主人公活跃在一群东方女性中间，这些女性是对当时充满异国情调和情色意味的文学形象的模仿，她们的名字则源于拜伦和歌德的作品。在这些似乎不理解他，但也凌驾于任何谈话之上的女士们面前，主人公展示着他的欧洲教养，而这种教养却随着每一个字眼变得愈发可疑。尊严、美德与怀疑都显得滑稽可笑；这首组诗中最晚写成的部分之一，即最后一小节，摒弃了所有的幽默，警告人们当心贪图享乐的人类正在建造的不断蔓延的沙漠。如果说这首诗似乎在召唤一种生活之不可能性，那么也必须提及《墨西拿的牧歌》的开篇文本，此处的场景有几分会让人回想起那里。

“死亡……”是第二首酒神颂歌的最后一个词，而第三首则这样开头：“就这样死去，/ 就像我曾眼见他死去的那样——”。在第一首酒神颂歌中，抒情说话者回忆起自己作为“真理的追求者”如何遭到嘲笑，并不得不接受被“一切真理”放逐的命运；而最后一首颂歌，则以那位受人爱戴的女性来访者的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我是你的真理……”。这难道不是在暗示这样一种想法：从这里开始，一切都有可能重新启动吗？

将一个宏大的思想以其丰富的视角化为意象，呈现在表象面前，这是诗歌“谎言”的一种高贵可能性；归根结底，只有它能够将置身于对所知之物的直接经验和体验之中的人展现出来。诠释总能找到“真理”的复数形式。从这些诗中发出声音的是这样一个人：他认真地对待对这个一切永恒轮回的迷宫般世界的思考，并认真地对待对这样一种被理解的生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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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学著作

在《悲剧的诞生》出版仅数周后，二十三岁的柏林语文学家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发表了他的论战小册子《未来语文学！》（Zukunftsphilosie!），在其中他全盘否定了N.（尼采）这部著作的任何科学基础和方法论价值。毫无疑问，单凭维拉莫维茨在德语古典语文学界数十年间所占据的领导地位，他的这一评判就决定了N.这部悲剧著作的整个接受史。这一评判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N.之后所有的语文学产出上，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阻碍了古典学界对N.做出不带偏见的评价。人们完全有理由问，如果N.没有写出《悲剧的诞生》，也没有放弃他在巴塞尔的教授职位，他在古典语文学史上将会占据怎样的地位。当然，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只需粗略浏览一下他早期学术工作（出版物和讲座）的广度与质量，就足以明白，N.在这一学科的历史上理应享有相当可观的地位。

里奇尔在1869年1月11日致巴塞尔大学的推荐信中描绘了他的这位学生的形象，清楚地表明了年轻的N.是多么强烈地被↗古典语文学所吸引。“[] 在过去的39年里，我曾亲眼目睹了那么多年轻力量的成长：但我还从未见过，或者说从未在我的学科（disciplina）内尽我所能去培养过一个像这位N.一样年纪轻轻就已经如此成熟的年轻人。他的那些博物馆论文（Museumaufsätze）是在他大学三年的第二和第三年写成的！他是第一个在学生时代就让我录用其文稿的人。愿上帝保佑他长寿，如果他能活得很长，我预言，他有朝一日必将站在德国语文学的最前列 []。他是这里整个莱比锡年轻语文学界的偶像和（无意中成为了的）领袖，这些（数量颇多的）年轻人已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能听他作为讲师的授课。您也许会说，我描绘的是某种奇才（Phaenomen）；确实如此，他就是这样的人”（阿道夫·基斯林，引自 Stroux 1925, 32f.）。此外，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N.已经拥有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出版物，这使得他即使没有博士学位，也能够被巴塞尔大学聘任。N.对语文学事业的使命感出现得异常早，早在普福尔塔中学（1858–1864）时期就已经成熟。事情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普福尔塔中学的组织结构完全类似于一所军事学院。其最高目标是传授人文主义传统的理想。在那里，N.在优秀教师的指导下，首次阅读了荷马、诸位悲剧作家、柏拉图、修昔底德、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以及其他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著作。语文学训练对所有人都是必修的，其首要内容是为个别作者的节选片段撰写语言学-语文学的注释。N.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包括两篇关于索福克勒斯悲剧的拉丁文论作：一篇是对《埃阿斯》第一首合唱曲的注释（Primi Ajacis stasimi interpretatio et verso cum brevi praefatione，BAW 2, 155–64），另一篇是对《俄狄浦斯王》第一首合唱曲的注释（Primum Oedipodis regis carmen choricum commentario illustravit, dissertationibus adornavit Fr. Gu. Nietzsche，BAW 2, 364–99）。这些都是学校作业，除了展现出他在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方面惊人的语言天赋以及对语文学分析工具的熟练掌握外，还展现了一些有趣的他自己的观点——例如，将希腊悲剧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剧（↗朋友）进行比较，或是关于↗悲剧的宗教起源的思想——这些都已经预示了《悲剧的诞生》的主题。在浩繁的《语文学著作》材料中，应当加以区分：一方面是在期刊或特别丛书中发表的语文学文章，另一方面是N.于1869/1870年冬季在巴塞尔举行的公开讲座（其中两篇曾作为私人印刷品出版），还有死后出版的遗作以及讲课笔记。

I. 语文学论著

De Theognide Megarensi (1864, BAW 3, 21–64)

这篇用拉丁文撰写的论著，是N.在1864年9月作为普福尔塔中学的毕业论文提交的。这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N.在公元前6世纪墨伽拉城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介绍了诗人忒奥格尼斯的生平。在第二部分中，他从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探讨了忒奥格尼斯的作品，并涉及了断代问题。在第三部分中，他深入分析了忒奥格尼斯的政治、道德和宗教观念。他将这位诗人视为多利安贵族的代表，古老智慧的承载者和捍卫者，这使得他成为一个在精神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人物。

Zur Geschichte der Theognideischen Spruchsammlung (1867, KGW II/1, 1–58)

这是N.的第一篇学术出版物，在他于莱比锡求学期间就已发表在《莱茵语文学博物馆》（XXII 1867, 161–200）上，这是一本享有盛誉的古典学研究期刊。最初，N.在莱比锡语文学会——一个在里奇尔庇护下的学生社团，每个成员都可以在此自由展示其研究成果——做了一次关于忒奥格尼斯诗集的演讲。随后，他的老师要求他将材料改写成文章出版。N.部分利用了他在普福尔塔的毕业论文，着手研究所谓的“忒奥格尼斯问题”，分析了构成忒奥格尼斯文集基础的不同层次这一复杂问题。随着19世纪初《穆蒂纳抄本》的发现（该抄本包含了忒奥格尼斯著作中之前不为人知的第二卷），以及贝克尔在1815年推出的新版本，忒奥格尼斯研究获得了新的动力。韦尔克在其版本的《导言》（1826年）中，强调了在我们以忒奥格尼斯名义流传下来的残篇中，其所涉及的作者、主题和形式极其混杂。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模糊的历史分层，这是由早期文选的无序编纂所决定的，因此他放弃了确立一种排序原则的尝试。西奥多·贝尔克曾在1845年写过一篇关于忒奥格尼斯问题的重要文章，他也强调了该诗集的残缺与混杂特征，认为它是在不同阶段收集起来的，是多位摘编者的作品，并且同样认为要恢复其原本的顺序是不可能的。关于断代，韦尔克认为这是拜占庭时期的产物，而贝尔克基于学派形成的理由，将其追溯至公元1世纪或2世纪。N.将注意力集中在忒奥格尼斯文集中的重复问题上，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重复是偶然的，或是抄写员的心不在焉造成的。然而，通过对抄本的分析，N.得出的结论是，恰恰是那些最古老的抄本，首当其冲就是《穆蒂纳抄本》，包含了最多的重复。因此，N.提出了他的理论：人们完全可以辨认出一种形式上的排序原则：特定的“关键词”将各个残篇相互联系了起来。在第二部分中，N.探讨了该诗集的意图与断代问题。他反驳了贝尔克的观点（即认为这是一部用于学校教学的众多格言集之一），转而认为编纂者有讽刺的意图，其目的是为了贬低忒奥格尼斯的道德声望。N.将该诗集定年为公元5世纪（在使用了该诗集的斯托拜乌斯之前）。

在随后的发展中，忒奥格尼斯研究将关键词理论局限在了诗集的某些特定部分，或者干脆将其完全放弃。尽管如此，N.的这篇著作仍是对忒奥格尼斯研究史的一项重要且极具价值的贡献，其方法论的严谨性和清晰的论证过程令人钦佩。

Beiträge zur Kritik der griechischen Lyriker. Der Danae Klage (1868, KGW II/1, 59–74)

该论文发表在《莱茵语文学博物馆》上（XXIII 1868, 480–9）。它探讨了所谓的《达那厄的哀歌》，这是诗人西蒙尼德斯（Fr. 38 Page）关于达那厄神话的一首诗。达那厄是珀耳修斯的母亲，她和孩子一起被父亲阿克里西俄斯装在木箱里扔进了大海。这首诗仅以残篇的形式流传下来，且在哈利卡纳苏斯的戴欧尼修斯的记载中（De comp. verb. 26）缺乏韵律和诗节结构。N.采用了他早前在波恩求学期间就打算撰写的一篇论文的草稿（Simonidis lamentatio Danaae，BAW 3, 104–113）。在他的释读中，他试图重构其原始的韵律结构（尽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他假设戴欧尼修斯的抄录仅保留了正旋舞歌的结尾，而反旋舞歌和结尾舞歌则被完整地流传了下来。N.还以推测的形式提出了一些校勘，其中一部分被后来的编辑所采纳。抛开结论不论，该文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运用文本批判方法时的那种稳健与严谨，以及N.对希腊语和格律的微妙之处的精深掌握。

De Laertii Diogenis fontibus (1868/69, KGW II/1, 75–167)

这篇用拉丁文撰写的论文分两部分发表在《莱茵语文学博物馆》上（XXIII 1868, 631–53 和 XXIV 1869, 181–228）。它包含了对希腊化时期的讲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公元3世纪）——许多古代哲学家传记的作者——史料来源的考察。决定研究这位作者，部分是源于里奇尔的建议，但也与N.对希腊哲学史日益浓厚的兴趣有关。当时对第欧根尼·拉尔修的文献来源研究甚少。N.满腔热情地投入这项工作，同时也遇到了巨大的客观障碍。他试图证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伊壁鸠鲁学派的马格尼西亚的狄奥克勒斯（公元前1世纪），并且不仅如人们普遍认可的那样是第七卷的来源，更是所有其他传记的来源。按照N.的说法，拉尔修直接从狄奥克勒斯以及其他最终也追溯到狄奥克勒斯的文献（如马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斯 [对索引和传记笔记很重要]、安提斯泰尼和亚历山大·波吕希斯托尔）那里照搬了整段内容。作为另一个重要但仅仅是补充性的来源，N.指出了阿尔勒的法沃里努斯（公元1-2世纪），他认为第欧根尼·拉尔修从其著作中摘取了一些内容，却从未加以引用。在其论文的最后部分，N.考察了拉尔修的传记与拜占庭词典《苏达辞书》之间的关系，并驳斥了认为《苏达辞书》依赖于拉尔修的流行观点。最后，N.反驳了拉尔修的传记与米利都的赫西基奥斯的传记之间存在依存关系的假设：两者更可能是不约而同地溯源至马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斯。N.关于第欧根尼·拉尔修文献来源的论点在后来被其他语文学家所反驳。尤其是赫尔曼·迪尔斯对希腊讲史家的研究，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了拉尔修对狄奥克勒斯的依赖程度，这种依赖程度显然远低于N.的推测。抛开某些偏颇的结论不谈，N.的功绩在于他激发了近代关于拉尔修的研究，并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包括方法论上的）基础（参见 Gigante 1984; Barnes 1986）。此外，N.早期对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研究，对他后来对古代哲学的理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他而言，古代哲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那些伟大哲学人格中无法被驳倒的东西，而不是各自可以被驳倒的哲学体系。N.后来又两次回到了第欧根尼史料来源的问题上。1870年，他发表了论文Analecta Laertiana（Rheinisches Museum XXV 1870, 217–31; KGW II/1, 169–90），在文中他探讨了文本的各个方面，并带有强烈的论战意图，针对了F. 巴恩施刚刚发表的学位论文。此后，他还发表了Beiträge zur Kritik des Laertius Diogenes（KGW II/1, 191–245），这是一篇为他的同事格拉赫在巴塞尔师范学院任教五十周年而作的贺文。在文中，N.修改并深化了前两篇论文的论点。这些文献考证中的一个新观点是，N.断言第欧根尼·拉尔修也是短诗的作者，甚至相较于史料编纂，拉尔修本人更看重自己的诗歌创作。

Der Florentinische Tractat über Homer und Hesiod, ihr Geschlecht und ihren Wettkampf (1870, KGW II/1, 273–337)

这篇写于《悲剧的诞生》出版之后的论文，分两部分发表在《莱茵语文学博物馆》上（XXV 1870, 528–40 和 XXVIII 1873, 211–49），它证明了N.在其生命中这一决定性阶段与古典语文学的决裂，绝对还没有最终完成。篇幅短小的《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竞赛》（Certamen Homerii et Hesiodi）一书描述了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出身和死亡（↗古希腊时代），尤其在核心章节中描述了那场诗歌竞赛，尽管观众把票投给了荷马，但赫西俄德根据裁判帕内德斯的判决赢得了比赛。在N.的时代，学术界的普遍共识（communis opinio）是，《竞赛》是哈德良皇帝时期的一部智者派练习之作。在一份新的佛罗伦萨抄本被发现并将人们的兴趣重新引向这部作品之前，没有人对它的起源和史料来源进行过研究。在这个案例中，N.同样引用了他1867年在莱比锡语文学会所做的一场早期演讲：Der Sängerkrieg auf Euboea（BAW 3, 230–44）。N.最重要的论点是，关于荷马和赫西俄德之间的这场竞赛，只有唯一的一个史料来源流传了下来，即由佛罗伦萨抄本所证明的来源，而不是像韦尔克所认为的那样，存在该主题的多个变体。哈德良时代那位被认为是《竞赛》作者的抄本编纂者，仅仅是抄袭了一部更古老的作品，该作品的真正作者是高尔吉亚的弟子阿尔基达马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证据包括一段从阿尔基达马斯的《缪斯》（Museum）中的明确引文，以及《竞赛》与这位修辞学家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例如，在关于即兴创作在↗修辞学中的价值方面）。关于阿尔基达马斯为原作者的这一论点，后来从纸莎草纸的发现中得到了重要的证实，并被学者们普遍接受（参见 Vogt 1962）。此外，我们还要归功于N.，正是他促成了《竞赛》在近代以来的第一版校勘本的问世，这距离斯蒂法努斯在1573年出版的第一版（在此之前也是唯一的一版）已经过去了三百年。它于1871年作为里奇尔主编的学术丛书“莱比锡语文学会学报”（Acta societatis philologae Lipsiansis）的第一卷出版，书名为Certamen quod dicitur Homeri et Hesiodi e codice florentino post Henricum Stephanum denuo edidit Fridericus Nietzsche Numburgensis（KGW II/1, 341–64）。顺便一提，N.的一些校勘推测后来也被维拉莫维茨所采纳。

II. 公开讲座

在1869年5月至1870年2月期间，N.在巴塞尔举办了三场公开讲座。第一场是关于荷马的，另外两场是关于希腊悲剧的，考虑到其语文学层面的意义，有必要在这里做几点简短的文献学概述。

Homer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1869, KGW II/1, 247–69)

这是N.在1869年5月28日开始其巴塞尔大学学术教学生涯时发表的就职演讲。讲座最初的题目是Über die Persönlichkeit Homers。后来，N.将其作为私人印刷品出版，题为Homer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Ein Vortrag。N.对荷马以及荷马问题的兴趣与《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竞赛》有关。与当时试图在荷马史诗中区分出各种单篇诗歌或所谓的“小史诗”的主流研究观点相反，N.试图拯救荷马的个体性或艺术家的人格这一概念。在这方面，他绝非想要退回到沃尔夫之前的古老观念中，即认为荷马是这些叙事诗的唯一作者。N.提出了一个关于荷马人格的新概念，将不同的层面区分开来：1. 在最古老的时代，荷马这个名字等同于史诗的神话创立者，类似于奥菲斯或代达罗斯；2. 荷马作为诗人，他将各个片段联系在一起，并创作了所谓的荷马诗篇；3. 直到较晚的时代，《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对于“荷马史诗系”其他作品的首要地位才确立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荷马当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诗人 [] 并不是一种历史传统，而是一个审美的判断”（263）。然而，对该主题的探讨实际上首先成为了对古典语文学及其方法和目标进行一般性反思的借口。N.预言，语文学将发展成为一个“半人马”，在这个身体里，科学与艺术共存。尤其能表明这位年轻教授的不安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后续结果的，是N.在结尾时的坦白，他反转了塞内加的说法：“Philosophia facta est quae philologia fuit。这要表达的是，所有的甚至每一项语文学活动，都应该被包容和限制在一种哲学的世界观之内，在这种世界观中，一切单一的和孤立的东西都作为应遭鄙弃之物而蒸发消失，只有整体的和统一的东西存留下来”（268）。

Das griechische Musikdrama (1870, KSA 1, 513–32)

这是N.于1870年1月18日在巴塞尔博物馆礼堂发表的演讲。在这里，N.通过将希腊悲剧与现代的戏剧体验（如法国古典悲剧、德国戏剧、莎士比亚戏剧和歌剧）进行比较，探讨了希腊悲剧的本质问题。希腊悲剧是一种源自民间的自然的、本能的戏剧形式。此外，它是瓦格纳意义上的“总体艺术作品”，因为它将音乐、诗歌、绘画、建筑、舞蹈、宣叙调、歌唱等结合在了一起。因此，古代悲剧诗人必须是所有这些领域的专家。这场演讲的第二个关键点是音乐问题：音乐构成了古代悲剧的核心，它应表达由演出唤起的感情和感觉，而不会中断情节或被无用的形式装饰所干扰。所有这些都与现代的感受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代人习惯于将音乐和文本分开来欣赏。此外，N.在这次演讲中已经预告了他的一些基本理论，这些理论后来在《悲剧的诞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其中包括：合唱队是希腊悲剧起源的决定性元素；悲剧是由萨堤尔合唱队发展而来的；体验悲剧性演出的经验可与狄奥尼索斯崇拜中狂喜仪式的经验相媲美。

Sokrates und die Tragödie (1870, KSA 1, 533–49)

这是N.于1870年2月1日在巴塞尔博物馆礼堂发表的演讲。该演讲的核心主题是悲剧的衰落与“死亡”。这场危机可追溯至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在他们的作品中，宣叙调已经凌驾于最初的合唱之上。N.认为，这种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阿里斯托芬的《青蛙》、欧里庇得斯的“理性主义美学”以及苏格拉底的影响。N.认为，到了欧里庇得斯那里，希腊悲剧失去了在此之前一直附着于其上的直接的、本能的特性（由诗歌和音乐创造的激昂情感），变成了被移植到舞台上的纯粹的辩证法。欧里庇得斯将悲剧英雄贬低成了普通人，并将平庸的日常生活搬上了舞台。尽管N.对欧里庇得斯的抨击并不完全新奇，就其在施莱格尔兄弟那里有着浪漫主义根源而言，但将欧里庇得斯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创新的，尽管这一点也已经可以找到古代的文献来源。

III. 遗作

在N.遗留下来的具有语文学性质的著作中，有两部尤其值得进行更详细的文献学考察：《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Die dionysische Weltanschauung）和为其计划撰写的《不合时宜的考察》——《我们语文学家》（Wir Philologen）所作的笔记。

Die dionysische Weltanschauung (1870, KSA 1, 551–77)

这是一篇分为四个部分的论文，由N.在1870年7月撰写，但从未发表过。然而，他制作了一份副本，以《悲剧思想的诞生》（Die Geburt des tragischen Gedankens，KSA 1, 579–99）为题，作为1870年圣诞节的礼物赠予科西玛·瓦格纳（该副本对应于《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的前三个部分）。这篇论文的主要议题是“阿波罗式”和“狄奥尼索斯式”这一对立概念。尽管N.已经在他的讲座《希腊音乐剧》中谈到了苏格拉底辩证法方面的“阿波罗式的明晰”，在《苏格拉底与悲剧》中谈到了“狄奥尼索斯式的自然生活”，但在这里，这两个概念是首次作为两个截然对立的美学范畴被提出来。阿波罗式对应于梦，而狄奥尼索斯式对应于醉。艺术家就是那个能够将这两种对立原则统合成一个整体的人（就像在希腊悲剧中所发生的那样）。阿波罗是造型力量之神，他是“发光者”，是“太阳与光明之神”，他体现了美、永恒的青春和“更高的真理”。狄奥尼索斯是自然冲动之神，体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游戏、沉醉、忘我，以及对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的突破。同样，这些概念在《悲剧的诞生》中被重新采纳，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系统化。

Wir Philologen (1874/75, KSA 8, 11–130)

在N.的笔记本 U II 8 中，留存着大量从1874年到1875年初期间的片段性笔记，这是N.为另一部计划中名为《我们语文学家》的《不合时宜的考察》而撰写的。在1875年3月，N.将这些笔记交给了他的朋友格斯多夫（↗朋友），请求他誊写一份清晰的副本（Mp XII 6b）。然而，在同年的9月，他最终放弃了再写一篇关于语文学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从结构上看，这篇著作本应与之前的几篇类似。在残篇 2[3]（N. KSA 8, 11f.）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包含六个部分的初步构想：“1. 现今语文学家的起源。2. 现今的语文学与希腊人。3. 对非语文学家的影响。4. 关于希腊人的暗示。5. 语文学家未来的教育。6. 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基督教。沃尔夫的脱离”。这些笔记中的很大一部分围绕着古典语文学的意义，以及语文学家这一职业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展开。N.对古典时代的正统形象进行了激进的批判，这种传统形象充满了如人性、博爱、节制、智慧、明朗和宽容等积极的价值观。N.眼中的古代是古老的、非人道的、悲剧的、贵族化的、反基督教的和残酷的，它缺乏牢固的国家秩序，但也正因如此，艺术和科学才得以在其中繁荣发展（Cancik 1994）。N.明确警告不要进行仅仅为了逃避当前现实而开展的古代研究（N. 3[16], KSA 8, 19），相反，“只有通过对当下的认识，人们才能获得通向古典时代的动力”（N. 3[62], KSA 8, 31）。在这方面，对他来说，诗人莱奥帕尔迪就是一个现代语文学家最成功的范例（N. 3[71], KSA 8, 35）。


讲座

1869年至1879年间，N.（尼采）在巴塞尔大学举办的讲座笔记构成了一个极其宝贵的文本语料库，对更好地理解青年 N. 的古典学研究大有裨益。它们最初以不完整且不充分的形式发表在 GA（《全集》）的第17、18和19卷中，直到最近才在 KGW（《考证版全集》）的框架内出版。这些讲座长期以来一直被 N. 的研究界所忽视，甚至可以说被完全遗忘了，至今仍有待全面系统的评价。个别讲座的各个版本和译本至少已以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出版，且大多附有注释。N. 所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它们涵盖了从较为“制度化”的讲座（拉丁语语法、希腊韵律学、希腊文学史或希腊宗教导论），到对个别作品的注释（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再到 N. 特别钟爱的主题，如前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对话录、抒情诗人等。有趣的是，N. 从未将他自己的学术论文用于教学目的。他更倾向于探讨新的、更具普遍性的主题，而且更多是出于全面的历史-古典学视角，而非严格的文本考证视角。仅从讲座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种主题和方法论的选择反映了一种极具争议、充满怀疑和矛盾的古典时代观，这是 N. 在巴塞尔岁月初期发展起来的。N. 也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信件、他的演讲《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1872年）、众多遗作片段，尤其是《我们古典学者》的笔记中表达了这种新观念。不可能对 N. 的所有讲座进行完整的学说史（doxographisch）报告。我们仅限于探讨那些对 N. 思想世界的后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讲座。

埃斯库罗斯《奠酒人》导论 (1869, KGW II/2, 1–104)

显然，N. 对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极为看重，这始于1869年夏季学期他首次对其进行研究之时。在巴塞尔的教学生涯中，他多次重新探讨这一作品，并将其作为几门讲座和研讨课的主题。N. 处理《奠酒人》的方式特别平实，并具有描述性特征。在简述戏剧内容之后，N. 探讨了埃斯库罗斯之前和之后的其他诗人（荷马、斯特西克鲁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对这一题材（俄瑞斯忒斯归来并向杀父仇人复仇）的不同处理。N. 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作法上，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演出的剧场结构；合唱声部的分配，合唱队员的数量；演员之间的角色分配；将戏剧组合成三部曲的惯例。另一章专门探讨了埃斯库罗斯戏剧直至拜占庭时代的命运。《奠酒人》的讲座笔记还补充了大量关于文本考证和韵律的注释（手稿谱系的重建、文本校勘建议）。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完全缺乏美学-哲学性质的思考（例如，N. 对埃斯库罗斯的命运观只字未提）；尽管 N. 详细论述了合唱队在埃斯库罗斯戏剧中的作用，但关于悲剧起源的主题也完全被省略了。

（希腊抒情诗人） (1869, KGW II/2, 105–82)

这门三小时的讲座是 N. 在巴塞尔的第一个学期（1869年夏季学期）首次开设的，直到1878/79年冬季学期多次重复。至今仍保存有笔记，人们可以从中区分出 N. 的最初版本和后来的补充。除了 N. 的讲座笔记外，还流传下来了学生的匿名听课笔记 (KGW II/2, 373–442)。N. 逐一探讨了各位作者，分别论述了他们的生平、社会历史背景和诗歌特征，然后阅读并注释个别片段（这部分未能流传下来）。N. 探讨的人物包括特尔潘德罗斯、阿尔基洛科斯、奥林波斯、卡利诺斯、米姆内尔摩斯、提尔泰奥斯、萨福、伊比库斯、阿那克里翁、品达和西莫尼德斯。令人特别感兴趣的是 N. 对酒神赞美诗（Dithyrambus）的探讨，他在本讲座中为其专门开辟了一章 (146–49)：据此，与狂喜的酒神崇拜相联系的早期酒神赞美诗，是酒神音乐的表达，也是后来悲剧发展产生的本源。特别重要的是，N. 在此对悲剧的解释中，引用了大量古代文献（从普鲁塔克到阿特纳奥斯，从普罗克洛斯到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并进行了严格的古典学论证。在后来的补充中，N. 区分了旧、中、新酒神赞美诗（他在《悲剧的诞生》中并未涉及这一主题）。

拉丁语语法讲座 (1869/70, KGW II/2, 183–310)

已出版的1869/70年冬季学期这门讲座的笔记（共26节）表明，N. 的目的是构建一幅完整且系统的拉丁语语法图景。前四节具有更多的导论和理论性质：N. 探讨了语言的起源、拉丁语与其他语言的亲属关系、拉丁语的历史以及语言与文学的共同历史。在第二部分，N. 探讨了各种语音、形态和句法层面，重点是发音和词源问题。总体而言，这是一门必修课，没有特别的个人思考。

索福克勒斯悲剧导论。20次讲座 (1870, KGW II/3, 3–57)

这门由 N. 在1870年夏季学期举办的三小时讲座，典型地反映了 N. 处理问题的方式，几个月后，他将这些问题纳入了《悲剧的诞生》的最终定稿中。此外，N. 在这里首次连贯地研究了关于悲剧起源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之前的论文和演讲中还是被分开处理的。流传下来并已出版的笔记涉及讲座的导论部分，标题为《论希腊悲剧史》。它们分为十一节：1. 论古希腊和近代悲剧的起源；2. 悲剧中的音乐（酒神赞美诗）；3. 悲剧的观众；4. 戏剧的结构；5. 合唱队；6. 古希腊悲剧的题材；7. 对古希腊悲剧的模仿。古希腊悲剧与歌剧；8. 三大悲剧作家在古代的地位；9. 索福克勒斯与埃斯库罗斯；10. 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11. 索福克勒斯的生平。N. 在这些论述中最重要的论点如下：希腊悲剧是从酒神赞美诗的合唱队（与宗教崇拜相联系的单声部民间抒情诗的表达）发展而来的观点；明确阐述的作为美学范畴的阿波罗式与狄俄尼索斯式（酒神式）的对立面（《酒神世界观》的中心主题）。希腊悲剧被解释为纯粹狄俄尼索斯艺术的原始现象：借助音乐和歌唱，它唤起了观众/听众的痛苦和恐惧，使其陷入狂喜的状态。随后，作为这两种原则的综合，悲剧发展起来，在其中，狄俄尼索斯精神被严格的诗歌创作规则（阿波罗精神）所“驯化”。大量思考涉及希腊人的悲剧观（将命运视为荒谬、偶然和非道德的）与现代人的悲剧观（尤其是关于席勒和 A.W. 施莱格尔）之间的区别。N. 分析了历史上试图创造类似于希腊悲剧的作品的各种尝试，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同好会，经过蒙特威尔第和格鲁克，一直到理查德·瓦格纳的乐剧。与演讲《苏格拉底与悲剧》相比，悲剧作为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的作品而衰落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其中导致这种衰落的元素得到了非常准确和详尽的研究（欧里庇得斯的开场白，机械降神，作为幕间休息的合唱队等）。与《悲剧的诞生》相比，可以说在这里“《悲剧的诞生》中一些高度修辞化和图式化的论点[]。

被（历史地）更具体地提出来了”（v. Reibnitz 1992, 34）。

希腊韵律学

(1870/71, KGW II/3, 99–201)

1870/71年冬季学期的《希腊韵律学》讲座，使 N. 能够向巴塞尔古典学专业的学生展示一个他特别关注的研究课题。事实上，在1870年冬季到1872年初之间，N. 多次研究了希腊格律，这从 P I 17 笔记本（无标题）中的笔记 (KGW II/3, 203–61) 以及遗作《论量化韵律理论》和《韵律研究》 (KGW II/3, 263–80 和 218–338) 中可以看出。在讲座中，N. 探讨了扬步（Arsis）、抑步（Thesis）和节奏（Rhythmos）概念的理论和历史意义。因此，他探讨了古代最重要的音乐理论家塔兰托的阿里斯托克塞诺斯，并阐释了他的音乐理论，特别是其由七部分组成的音乐和声学（音属、音程、音、系统、调式、转调、旋律创作）。N. 格律研究中最有趣的一面是他自己的方法，他以此试图证明，应用于古代音乐的现代格律理论是站不住脚的。N. 否认重音（Ictus）在古希腊韵律中的基础性意义，并以“词重音”原则作为反驳。后来的研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证实了 N. 的论点（参见 Bornmann 1979）。

古典学百科全书 (1871, KGW II/3, 339–437)

这门1871年夏季学期的讲座是 N. 作为古典学的总体导论而构思的。在第一部分中，他从“意大利人对古代的发现”出发，继而考察了古代研究在法国、荷兰、英国和德国的发展。最重要的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古典学者的产生与预备教育”（第6节），这也是最棘手且最具论战性的一点。N. 抨击了传统的古典学者形象，并批判了“文理中学里关于古典教育的错误观念”，这与他在演讲《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1872年）中的方向一致。他强调了古典学者进行“哲学准备”的重要性。在最后一部分，他讨论了古典学所掌握的各种方法：文本考证、古文书考证、文学史考证、考古学考证、语言的格律和韵律研究。个别章节专门探讨了古典哲学以及神话和宗教。在当时的一封信中，N. 对这门讲座作了如下评论：“现在我正在讲授‘导论与百科全书’，令我的听众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很难在我描绘的理想古典学者形象中认出自己”（致埃尔温·罗德，1871年6月7日）。

拉丁铭文学导论 (1871/72, KGW II/4, 189–206)

在1871/72年冬季学期的这门讲座的听课笔记中，仅有寥寥数页流传下来。从中可以看出，为了引导学生入门拉丁铭文学，N. 是从“最著名的铭文学家及其著作”的历史，以及将铭文划分为“主要类别”开始讲起的。总体而言，这是一门相对枯燥乏味、没有独创见解的讲座。

〈柏拉图对话录研究导论〉 (1871/72, KGW II/4, 1–188)

这门1871/72年冬季学期的讲座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般性介绍。尽管标题有所不同，N. 在1874/75年冬季学期又重复了该讲座。它分为两大主要部分。在第一部分中，N. 概述了“较新的柏拉图文献”。随后，在古代文献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柏拉图的生平，旨在阐明这位哲学家的个性（“我们必须尝试将作为作家的柏拉图转化为作为人的柏拉图”）。N. 在这里的方法，正如在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讲座和《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中一样，更多地旨在把握哲学家的整体个性，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哲学体系。接着是对各个对话录的论述，重点是结构、对话伙伴、年代测定、标题和艺术形式。第二部分的标题为：“柏拉图哲学作为柏拉图其人的主要见证”。这是一部按主题编排的柏拉图哲学纲要（苏格拉底的影响、认识论、辩证法的运作方式、柏拉图的理念论、与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关系、灵魂不朽等）。N. 与柏拉图的关系总体上相当矛盾，但在这次讲座中，柏拉图成为了一位同时也是艺术家的伟大哲学家的象征。仅用一句话就足以证明 N. 对柏拉图的亲近感：“我们不能把他看作是一个过着隐遁生活（in vita umbratica）的体系建构者，而应把他看作是一个想要颠覆整个世界的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家，而他之所以成为作家，目的之一正在于此。”(8f.)

前柏拉图哲学家 (1872, KGW II/4, 207–362)

这门 N. 原定于1869/70年冬季学期开设的讲座，实际上是他首次在1872年夏季学期讲授的，此后又多次重复。“前柏拉图”这个形容词在 N. 的时代很常见，直到第尔斯（Diels）之后，“前苏格拉底”这个概念才被经典化。讲座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N. 介绍了那些被他视为“哲学的神话前奏”（俄耳甫斯教徒、荷马、赫西俄德）和“哲学的零散-箴言式前奏”的哲学家。此外，他还阐述了智者（sophos aner）的早期阶段（第1-5节）。在第二部分，N. 研究了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等希腊思想界伟大人物的古典历史书写传统和间接流传传统。各个章节分别探讨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和色诺芬尼、芝诺、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以及苏格拉底。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讲座的意义，可以从它与1873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文的关系中看出。事实上，这门讲座可以被看作是该论文的更精确、更具分析性的前身；此外，该论文以阿那克萨戈拉结束，而 N. 在讲座中的论述则一直延续到苏格拉底。至于各个单独的论述，它们通常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对生平的说明，社会历史背景，对其个性的心理学和哲学描绘，对个别片段以及学说史传统的分析。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 N. 对策勒尔（Zeller）的巨著《希腊哲学在历史中的发展》（Zur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的反对立场，N. 认为该书“冗长乏味”（致埃尔温·罗德，1872年6月11日）。论文《前柏拉图哲学家的传承》（1874, KGW II/4, 615–632）也可追溯到1872年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的讲座。这是一个简短的论述，可能是 N. 在1874年口授给他的朋友格斯多夫（Gersdorff）的，并带有后来的一些补充。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材料是否被他直接用于某次讲座。考察主要针对追溯到最古老的希腊哲学家的各个哲学流派（埃利亚学派、原子论者等），以及声称存在这些联系的希腊化时代文献来源。

希腊修辞史 (1872/73, KGW II/4, 363–411)

这是 N. 大约在1872/73年冬季学期举办的一次讲座，在讲座中，他勾勒了从起源直到罗马时代的一部雄辩术/修辞学史。论述的展开相当传统且严谨，但没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在这里，除了描绘伟大演说家的个性之外，N. 同样特别重视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

（古代修辞学论述） (1874, KGW II/4, 413–502)

这是 N. 关于古代修辞学的另一门讲座，可能在1874年夏季学期举办，其中对修辞手段和原则进行了系统的阐释。N. 借鉴了两条传统路线：严格意义上的古典学路线（Westermann, Spengel, Volkmann, Hirzel, Blass），以及以语言哲学为导向的路线（Gerber）。N. 用16个小节依次阐释了修辞学的概念，传统上细分的各个领域（文体、谋篇等），修辞与语言的关系，修辞格及其功能，以及不同种类的雄辩术。N. 主要参考了理查德·福尔克曼（Richard Volkmann）1872年出版的《希腊人与罗马人修辞学系统概述》（Rhetorik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in systematischer Übersicht）。讲座附录中的《雄辩术史纲要》（KGW II/4, 503–20）包含了对古代雄辩术历史发展的总结。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导论 (1874/75, KGW II/4, 521–611)

在1874/75年冬季学期，N. 举办了一门关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讲座，并在1875年夏季学期继续进行。N. 向学生介绍了这部著作，并与他们一起阅读了一些精彩的段落。在讲座笔记中，有几页是 N. 用于讲座的各个段落的翻译。有趣的是，N. 多次重拾翻译，放弃了以前的处理方案，或者有时将两个平行的版本并列放置，而没有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在许多情况下，译文带有 N. 亲笔写下的内容、语言或文本考证方面的注释和说明。

希腊文学史 (1874/75, KGW II/5, 1–353)

在1874/75年冬季学期和1875年夏季学期，N. 举办了一门讲座，试图在其中重建希腊文学的历史。这是 N. 从头开始准备的最后一门讲座。在导论章节中，他对文学概念进行了总体和理论性的探讨，并特别强调了古希腊文化中的口头传承。随后，他探讨了语言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关系。N. 按照不同的体裁考察了希腊文学的发展。N. 对每一种单一文学体裁所作的观察显得特别有趣且现代，涉及起源和创作条件、受众类型、作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传播场所（剧院、会饮、法庭等）。在关于悲剧的章节 (79ff.) 中，N. 引用了大量来源，并对前埃斯库罗斯时代第一批悲剧作家（忒斯庇斯、科里鲁斯、弗吕尼库斯、普拉提纳斯）的证据进行了精确分析，重申了自己关于该体裁起源的观点。

希腊人的宗教崇拜 (1875/76, KGW II/5, 355–524)

这是 N. 在1875/76年冬季学期举办的一次讲座，之后在1877/78年冬季学期又讲授了一次。对希腊宗教的探讨遵循了相当传统的论述模式。N. 更关注实物资料（Realien）而非理论。讲座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N. 探讨了“崇拜的场所和物品”，包括根据其用途划分的神庙类型学、神像的发展、希腊化时代的圣地、古代坟墓等主题。在题为“祭司、占卜师及相关事物”的第二部分中，他研究了古代宗教崇拜的组织形式，特别关注了占卜术。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宗教习俗”，论述了各种净化和献祭仪式。

参考文献：Howald, E.: F.N.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Gotha 1920; Stroux, J.: N.s Professur in Basel, Jena 1925; Vogt, E.: N. und der Wettkampf Homers, 载于: Antike und Abendland XI (1962), 103–13; Rodriguez Adrados, F.: N. y el concepto de la filología clásica, 载于: Habis 1 (1970), 87–105; Janz, C. P.: F.N.s Lehrtätigkeit in Basel 1869–1879, 载于: NSt 3 (1974), 192–203; Lloyd-Jones, H.: N. and the Stud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载于: J.C. OFlaherty/T.F. Sellner/R.M. Helm (编): Studies in N.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hapel Hill 1976, 1–15; Pöschl, V.: N.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载于: Flashar, H./Gründer, H./Horstmann, K. (编): Philologie und Hermeneutik im 19. Jh., Göttingen 1979, 141–55; Bornmann, F.: N.s metrische Studien, 载于: NSt 18 (1979), 427–89; Cataldi Madonna, L.: Il razionalismo di N. Filologia e teoria della conoscenza negli scritti giovanili, Neapel 1983; Gigante, M.: Gli studi di N. su Diogene Laerzio, Rendiconti dellAccademia di Archeologia, 载于: Lettere e Belle arti 59 (1984), 67–78; Negri, A. (编): Introduzione a F.N., Teognide di Megara, Rom/Bari 1985; Barnes, J.: N. and Diogenes Laertius, 载于: NSt 15 (1986), 16–40; v. Reibnitz 1992; Cancik, H.: Philologie als Beruf. Zur Formengeschichte, Thema und Tradition der unvollendeten vierten Unzeitgemäßen F. N.s, 载于: Borsche, T./Gerratana, F./Venturelli, A. (编): Centauren-Geburt. Wissenschaft, Kunst und Philosophie beim jungen N., Berlin/New York 1994, 81–96; Most, G./Fries, T.: Die Quellen von N.s Rhetorik-Vorlesung, 同上, 17–46; Ugolini, G. (编): F. N., Sulla storia della tragedia greca. Introduzione al corso universitario sullEdipo re di Sofocle, Neapel 1994.

（由 Renate Müller-Buck 译自意大利语）

Gherardo Ugolini


书信

他会“要求他所有的朋友保证，在他死后，除了他亲自指定并完成准备出版的内容之外，不要出版他的任何东西；因为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苦心孤诣地只把经过精心打磨和完整的作品呈现给世人，他自然不希望随后穿着家居服登场”——这是N.（尼采）在尼斯与S.·弗洛伊德的朋友J.·帕内特（J. Paneth）在一次关于书信及书信出版的谈话中所说的话。然而，N.的这一愿望并没能阻止迄今为止约有2850封他的信件为人所知并被出版。

版本史

第一部收录N.寄出和收到信件的合集在E.·福斯特-N.（E. Förster-N.）的主持下，于1900年至1909年间分五卷出版。在此之前，她就已经将庞大的书信语料库作为她撰写传记（1895–1904）的基础，在这部传记中，许多信件（大多是节选）首次被发表。这里不是探讨该版本中严重伪造问题的地方，扬茨（Janz）在他关于N.书信的出版物中列举了大量相关例子。可以肯定的是，E.·福斯特-N.不仅通过她的《权力意志》（1901和1906）和传记（1895–1904），而且还通过这套五卷本的书信集对N.研究造成了持久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过她有针对性的销毁行动（包括冯·莎乐美[v. Salomé]和雷[Rée]的信件等）。1916年，由贝努利（Bernoulli）和R.·奥勒（R. Oehler）编辑的与奥弗贝克（Overbeck）的通信集（320封去信和回信；在Meyer/v. Reibnitz 2000中重新出版）作为对该版本的补充和纠正而问世。1923/24年，A.·门特（A. Mendt）出版了两卷包含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致N.的250封信件的集子；1934/36年，施莱希塔（Schlechta）出版了三卷包含冯·格斯多夫（v. Gersdorff）致N.的156封信件的集子；1938/40年，由蒂尔巴赫（Thierbach）编辑的C.·瓦格纳（C. Wagner）的94封信件出版。一部历史考勘版（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直到其妹妹去世后才得以着手进行。在1938年至1942年间，由霍佩（Hoppe）和施莱希塔编辑的《历史考勘版书信集》（BAB）前四卷（截至1877年5月）出版，但其中仅包含N.的信件，不包含回信，尽管一些重要的回信被收录在考勘附录（Apparat）中。该版本的出版因战争而中断，此后未能继续。个别信件和系列信件也曾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新德国评论》1899年及以后，《德国评论》1901年，《新评论》1908年，《南德意志月刊》1909年等）。施莱希塔以其1956年出版的书信选集，首次尝试接续BAB的工作。——自1975年起，全部通信的首个完整版本作为科利（Colli）和蒙蒂纳里（Montinari）主编的《考勘版全集》的一部分，由柏林德格鲁伊特（de Gruyter）出版社出版。自1984年以来，这些书信已汇编为十六卷文本卷（约2850封N.的去信和2184封致N.的来信）。在计划出版的七卷编者按/后记卷中，目前已出版了两卷（格拉塔纳[Gerratana]和米勒-布克[Müller-Buck]，1995年和1998年）。该版本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童年、少年和大学时期（1850年6月 – 1869年4月），637封N.的去信和229封致N.的来信。第2部分：巴塞尔时期（1869年4月 – 1879年12月），946封N.的去信和1296封致N.的来信。第3部分：漫游岁月（1880年1月 – 1889年1月），1267封N.的去信和656封致N.的来信。

概述

历史学家兼古典学者蒙蒂纳里在该版本的导言中写道：“N.通信考勘版全集对N.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传记价值。然而，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为深入了解19世纪的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对蒙蒂纳里而言，书信通常——而不仅仅是N.的书信——是最高等级的时代历史文献。它们传达了“关于N.著作的诞生及其文学计划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它们记录了“从某些哲学思想和文学灵感的首次出现，直到特征性的词语创造”，并且它们包含“关于N.作品出版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构建问题的重要数据”。通过编辑这些通信，蒙蒂纳里希望“为消除N.形象的神话色彩，以及对其生平和时代的批判性认识做出决定性的贡献”。——书信总是由双重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写信人，同时也是收信人。N.在为冯·莎乐美撰写的《风格学》中将这种双重决定性称为“双重关系法则”：“风格应当对你而言是合适的，并顾及你想要与之交流的那个特定的人”（1882年8月8日/24日致冯·莎乐美）。早在《人性的，太人性的 I》（第374节，KSA 2, 261）中，N.就已经将对各自的书信或对话伙伴在风格上进行体察适应的问题作为理论反思的对象：“双人对话是完美的对话，因为一个人所说的一切，其特定的色彩、声音以及伴随的姿态，都严格考虑到了与他说话的另一个人，这就如同在通信中发生的情况一样：同一个人会表现出十种精神表达方式，这取决于他是写给这个人，还是写给那个人。”N.精通这种风格适应的艺术。只需将年轻的N.写给母亲的信与写给朋友的信进行比较，就能对那些截然不同的语调留下深刻印象。在80年代，由于N.越来越多地只与自己对话，他的语调变得更加统一。

书信，第1部分

流传下来的第一封N.的信是写给祖母E.N.的（1850年6月1日）。家书，尤其是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构成了第一部分的主体。这位普福尔塔寄宿学校的学生每周都会向家里寄出好几封索求信：“给我寄些[] 氧化锌软膏和润唇膏”（1858年11月11日）。“我需要[] 巧克力粉、镜子、领巾，最重要的是眼镜”（1858年11月中旬）。“缺少的物品：1. 霍夫曼。2. 火柴。3. 毛巾。4. 餐巾。5. 手帕。6. 裤子。7. 坚果。8. 《创世记》。请尽快寄来！”（1859年1月17日）。这些信的语气朴实，近乎口语化，但总是带着不耐烦的催促和索要。相比之下，写给校友平德（Pinder）和克鲁格（Krug）的信则显得庄重高雅，仿佛早已是为日后发表而准备的：“如今美好的日子已经过去 [] 那些在期待中充满希望，在回忆中令人慰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1861年1月14日）。写给同学格拉尼耶（Granier）的一封信在语气上则截然不同，且独具一格：“关于我那篇令人反感的中篇小说的计划 [] 在我写完第一章时，就因为恶心而把它抛弃了。我把这篇怪物般的手稿寄给您，供您随便怎么用吧。当我写下它时，我发出了一阵恶魔般的笑声——您自己恐怕也很难有胃口看续集了”（1862年7月28日）。——在大学时期，除了写给罗德（Rohde）、冯·格斯多夫、穆沙克（Mushacke）、多伊森（Deussen）等朋友的信之外，家书仍然占多数。写给多伊森的那种老学究式说教的信，证明了N.早年就已发展出的教育热情：“亲爱的保罗，在二十多岁的年纪长时期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迷茫，这绝不是一件小事”（1866年9月）。——N.很早就开始在信中评论他的阅读体会。第一个例子是他对朗格（Lange）《唯物主义史》的评论，该书刚一出版他便阅读了。N.在1866年8月底写给冯·格斯多夫的信中，包含了一份关于他接受朗格思想的完整宣言。即使是年轻的N.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阅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也首先体现在一封写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1865年11月5日）。母亲立刻回复说，她：“对这类观点[和]发展过程的喜爱，远不如一次真正的书信闲聊”（1865年11月12日）。

书信，第2部分

巴塞尔时期最重要的通信之一是与罗德（↗朋友）的通信，它作为一份自成一体的友谊文献，是19世纪书信文化中最优美的范例之一。在传世的总共126封N.致罗德的信中，有96封写于巴塞尔时期。在这些信中，他们经常长篇大论地交流古典文献学问题（1869年6月中旬；1872年6月11日；1872年7月16日）。罗德成为了解他无条件崇拜瓦格纳（1869年5月29日，6月16日，8月15日，1870年2月15日）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古典文献学产生根本怀疑的知情人：“处于某种考勘追求中、却离希腊精神有千里之遥的古典学者的生存方式，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我也怀疑，我是否还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古典学者”（1870年2月15日）。他也与罗德分享了对新成立帝国的教育和文化政策的担忧：“你要设法离开那反文化的致命的普鲁士！”（1870年11月25日）。《悲剧的诞生》出版后，罗德成为对抗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的战斗中的“战友”（1872年10月25日）（1872年7月16日；1872年7月25日致罗德），并因此冒着毁掉自己作为古典学者声誉的风险。他在《北德意志总汇报》上评论了《悲剧的诞生》：“朋友，朋友，朋友，你干了什么！”（1872年5月27日致罗德），并撰写了一本反对维拉莫维茨的小册子（《伪古典学》，1872年）。随着罗德在1877年春天的结婚，两人开始了一段疏远期，而《人性的，太人性的》更是加剧了这种疏远。罗德对此的惊讶“是极大的”，他觉得这就像是直接从一个“热水浴池被赶进了一个冰冷的冷水浴池”（1878年6月16日）。80年代只流传下来了13封信，最后两人还因为泰纳（Taine）而发生决裂：“不，老朋友罗德，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如此不敬地谈论泰纳先生 [] 称他‘空洞无物’纯粹是疯狂的愚蠢”（1887年5月19日）。——巴塞尔时期第二个重要的通信是与R.·瓦格纳和C.·瓦格纳的通信。如今再谈论“通信”其实已不合适，因为科西玛（Cosima）几乎销毁了N.的所有信件。在N.致科西玛的约70封信中，除了那些“疯狂便条”之外，只有三封流传下来（1876年7月初；1876年12月19日；1877年10月10日），而与之对应的流传下来的回信则有94封。在N.致瓦格纳的大量信件中，包括所有草稿、计划和电报在内，总算还有24封得以保存。这些信件洋溢着深深的感激和崇敬的氛围。称呼通常是“敬爱的大师”，语气充满钦佩和崇敬：他将自己生命中“最美好、最崇高的时刻”归功于他（1869年5月22日），瓦格纳是他“艺术与生命秘教中的启蒙导师”（1870年5月21日）；通过他，他感受到了“使自己变得更好、更成熟、更宁静的最强烈的动力”（1872年10月15日）。而在瓦格纳的信中，一切听起来则冷淡和功利得多。他把手稿交给这位勤勉的古典学者去处理，如果后者没有立刻出现，他就会不高兴：周末过来吧，“任何一个工匠都能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是一位教授”（1869年6月3日）。在阅读了《苏格拉底与悲剧》之后，他告诫他：“最亲爱的弗里德里希先生！”您“以一种令人惊讶的现代方式处理了伟大雅典人的那些巨构之名”；我“为您感到担忧，并衷心希望您不要因此折断了脖子”（1870年2月4日）。针对《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一封随书信草稿清楚地记录了，N.对瓦格纳的背离在1876年夏季的第一届艺术节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一次除了恳求您之外，我别无他法：请您把这篇文章当作不是写您的，也不是我写的那样来读。[ ] 在这件事情上，您必须不动声色地承受一些东西”（1876年7月）。N.的最后一封信，即标志着两人关系终结的《人性的，太人性的》随书信，也仅以草稿的形式流传下来（1878年8月初）。——与普福尔塔校友冯·格斯多夫（朋友）的通信，也同样在巴塞尔时期达到了高潮。在N.致冯·格斯多夫的95封信中，绝大部分（69封）属于这一时期，而流传下来的大学时期的信只有18封，过去十年的信仅有8封。冯·格斯多夫流传下来的信件共有156封。作为一名法学家、军官、农民以及劳西茨家族庄园的管理者，冯·格斯多夫即便违背初衷，也是一个实干家，因此成为了N.朋友圈中的例外。正是这一点，正如冯·格斯多夫总体的贵族传统——其祖父是大公的枢密顾问，并曾在魏玛卡尔·奥古斯特宫廷担任国务大臣——对N.来说非常重要。在他看来，格斯多夫代表了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联系。七十年代初尤为频繁的通信，其主要特征在于信中也谈及了政治（特别是在普法战争期间的1870年10月20日和12月12日，甚至早在1866年也是如此：1866年8月12日，8月15日和8月底）。此外，叔本华和瓦格纳自然构成了重要的共同参照系：“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和计划现在正汇入同一轨道”（1872年5月1日），在将这位朋友引荐到特里布申和拜罗伊特之后，N.这样写道。在N.的影响下，格斯多夫成为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狂热追随者，也是《悲剧的诞生》“狂喜的”崇拜者：“啊，亲爱的朋友，我现在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和你这部处女作一起度过的”（1872年1月12日）。1877年，由于冯·格斯多夫计划与内里娜·菲诺基耶蒂结婚，两人关系破裂：“亲爱的朋友，世间第一大俗事是死亡，第二大是出生；而位列第三的便是结婚，”N.气愤地写道，因为他在前一年已经分别因为结婚和订婚失去了奥弗贝克和罗德。他贬损了这位未婚妻（1877年12月21日致冯·格斯多夫），随后冯·格斯多夫断绝了联系。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令N.感到极度宽慰的是，冯·格斯多夫在四年后通过书信重新恢复了联系，但关系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亲密了。N.的信件变得越来越缺乏人情味。1882年，他将《快乐的科学》寄给他，并附上了寥寥几行字，其中提到，“写信”对他来说是件毫无意义的事：“作为补偿，我的书能讲述大量关于我的事情，这甚至是一百封友谊之信都做不到的”（1882年8月底）。他自己越是不想写信，也越来越写不出信，就越发依赖于书信中的安慰：“你最近的几封信对我大有裨益，我从心底里感谢你”（1882年11月15日）。“实际上我周围的荒凉是极其可怕的；我本质上只能忍受那些完全陌生和偶然相遇的人，或者另一方面，那些从往昔和童年起就属于我的人。[] 在这个时候收到你的信，以及信中你那往昔的友谊作为礼物，这让我深受感动。[] 我真的没有一刻对你不忠”（1887年12月20日）。伴随着格斯多夫的回复以及信中对N.的赞美——称N.是“为数不多、也许是现今唯一一个还懂得如何用德语写作的人”——这段通信画上了句号（1888年3月4日）。——巴塞尔时期一位重要的哲学对话伙伴是后来的康德研究者罗蒙特（Romundt）。在大量的通信中，只有三封N.的信流传下来，而相对的却有56封罗蒙特的信。罗蒙特1869年5月4日的一封信是唯一的证据，表明N.早在1868/69年的莱比锡之冬，就已经开始思考他后来那部关于悲剧的著作的主题了。甚至在那个时候，N.就谈论过“复兴的悲观主义，关于索福克勒斯将在其中重生的未来戏剧，[…] 关于音乐作为所有艺术哲学之钥，关于理查德·瓦格纳和阿图尔·叔本华，以及无数其他的事情”。总的来说，罗蒙特的信件为我们深入了解N.当时的哲学兴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一段横跨第2部分和第3部分的通信是与冯·梅森布格（v. Meysenbug）的通信。它始于1872年夏天，在拜罗伊特奠基仪式之后——他们在那里首次相遇——并结束于1889年1月4日。共同的兴趣在于瓦格纳和拜罗伊特。特别是在决裂之后，他们经常谈论瓦格纳：“您听说瓦格纳一家的好消息了吗？我已经三年没有他们的消息了：他们也抛弃了我”（1880年1月14日）。“W.的死让我极其痛苦，”就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写道（1883年2月21日）。紧接着，N.试图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I》来挑衅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朋友：“您想为我取个新名字吗？教会语言里有一个：我是 – – – – – – 敌基督”（1883年4月3/4日）。凭借这部作品，他“挑战了所有宗教，并创造了一本新的圣书！”（1883年4月20日）。他说他的灵魂承受着比“人类愚蠢”沉重一百倍的东西：“有可能，我将成为所有未来人类的命运，某种宿命”（1884年3月底）。语气变得越来越尖锐和刻薄。当冯·梅森布格表达她对《瓦格纳事件》的不满时，N.断绝了联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不允许任何反驳。在颓废问题上，我是地球上的最高权威”（1888年10月18日）。“我已经逐渐废除了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 […] 现在轮到您了。 […] 因为您是‘理想主义者’——而我将理想主义视为一种已成为本能的虚伪 […] 您把我的‘超人’概念又炮制成了一个‘高级骗局’——这是我永远无法原谅的……”（1888年10月20日）。至此，一段长达多年的真挚友谊成为了偏执狂想的牺牲品。


书信，第三部分

当我们试图描绘尼采思想发展的轨迹时，80年代的书信比70年代的书信更是不可或缺的证据。在任何其他思想家那里，生活与思想都不曾如在尼采那里这般融为一体。单凭这一点，他的书信就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我只写我所经历过的事情”（1882年9月初致施迈茨纳）。他现在“达到了这样一个顶点，在那儿[他]生活如同[他]思考”（1882年8月2/3日致布克哈特）。《查拉图斯特拉》是他的遗嘱，它完全可以追溯到他不与任何人分享的经历（1883年2月4日致奥弗贝克）。他的教义，即善恶世界只是一个表象和透视的世界，是“如此的新创”，以至于他“有时在此过程中感到晕眩。[] 那些我独自一人坐在狭窄低矮的小房间里的夜晚，是难以下咽的硬骨头”（1884年7月23日致奥弗贝克）。对他来说，真理总是某种他必须“一块一块从心上”撕下来的东西，因此他将“一切价值的重估”的构想描述为一种纯粹的折磨：“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的酷刑，一场真正的疾病”（1888年2月13日致奥弗贝克）。80年代的书信在整个书信全集中也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在这些年里，尼采完全与世隔绝，脱离了所有实际的生活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信伙伴是他唯一的对话者。很多时候，书信对话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确认自我的手段。——决定并塑造尼采80年代整个肉体和精神存在的两种基本生存体验，是疾病和孤独。

与奥弗贝克的通信是所有通信中最私密的，包含了这个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受折磨的生命最令人震惊的证据。“我想，我无可挽回地要毁灭了”（1883年2月10日致奥弗贝克）。他不断问自己，“是否曾有一个人受过这样的苦”（1884年5月21日致奥弗贝克），并且常常不知道“如何熬过下一个瞬间”（1884年2月12日致奥弗贝克）。他的生活“绝大部分是真正的狗一般的生活……我不想把过去3年中的任何一天再过第二遍，紧张和矛盾太大了”（1885年12月初）。但他同时也写给冯·迈森布格：这“可怕的、几乎无休止的我生命中的折磨让我渴望终结”（1880年1月14日）。“有些夜晚，我以一种完全屈辱的方式再也无法忍受自己”（1888年1月15日致克斯利茨）。- 除了痛苦之外，决定这最后十年的主要是孤独：“[]这种孤独，而且是从小就有的！即使在最亲密的交往中也是这种封闭！现在人们已经根本无法接近我了，即使是施以善意也不行。[] 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我可以像对自己说话那样对他说话”（1884年5月初致冯·迈森布格）。致奥弗贝克：“如果我能向你传达我那种孤独感的概念就好了！在生者之中，一如在死者之中，我没有一个让我感到有亲缘关系的人。这简直是难以描述的令人毛骨悚然；只有通过练习忍受这种感觉……才让我明白，我为什么还没有因此而毁灭”（1886年8月5日）。“在发出像我的《查拉图斯特拉》那样发自灵魂最深处的呼唤之后，竟然没有听到哪怕一声回答，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永远只是无声的、如今已放大上千倍的孤独——这其中有着超越所有概念的可怕之处，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因此毁灭——啊，而我并不是‘最坚强的’！从那时起，我感觉自己仿佛受了致命伤，我对自己居然还活着感到惊讶”（1887年6月17日致奥弗贝克）。奥弗贝克也成为他那令人痛苦的自我怀疑和创作危机的见证人。每次完成一部作品后，最黑暗的忧郁总会再次向他袭来：“我的周围又变成了黑夜；我感觉就像刚刚打过闪电——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完全处于我的元素和我的光芒之中。而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想，我无可挽回地要毁灭了”（1885年2月10日致奥弗贝克）。

“我再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要再活上半年[]。我[]对我整个精神过去的那些不完美、失误和真正的灾难有一种概念，那是超乎想象的。没有什么可以弥补了；我再也做不出什么好东西了。为什么还要做些什么呢！——”在完成《查拉图斯特拉》第一部后，他写信给奥弗贝克（1885年3月22日）。——尼采写给布克哈特的仅存的七封信，也主要证明了尼采对志同道合者的绝望寻找。尽管布克哈特刻意保持的距离不可能被尼采忽视，但尼采直到最后都不知疲倦地反复呼唤精神上的亲近：他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与自己有如此多的共同前提：“在我看来，您似乎已经看到了相同的问题，——您以类似的方式在相同的问题上劳作，也许甚至比我更强烈、更深刻，因为您更沉默。对此，我是因为更年轻而口无遮拦”（1886年9月22日）。布克哈特回答说：“像您那样的那些问题，我从来没有能力去探究，甚至连把它们的前提弄清楚都做不到。我一生都不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仅仅是哲学的过去对我来说就已经完全陌生了”（1886年9月26日）。布克哈特的信“让我悲伤”，尼采随后写信给奥弗贝克：“我希望听到‘这就是我的苦难！这就是让我沉默的原因！’——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老朋友奥弗贝克，我在受着我那‘孤独’的苦。我到处都不缺人，但我缺的是那种能与我共担我的忧虑，我的忧虑的人！”（1886年10月12日）。尼采并没有放弃，在《道德的谱系》出版后再次联系布克哈特：“我最亲切的安慰仍然是想起那少数几个在类似条件下坚持下来而没有崩溃的人[]。没有谁能比我更感激地想起您，受人尊敬的先生！[] 噢，要是您在这里就好了！”（1887年11月14日）。布克哈特没有留下回信，同样，不到一年后寄去《瓦格纳事件》时也没有收到回信，尼采在信中写道：“您的一句话就会让我感到幸福”（1888年9月13日）。

回信似乎并未到来，但也几乎没有时间了。在一封落款为1889年1月6日的寄给布克哈特的最后一封信中，尼采告诉他，他到最后其实更愿意做巴塞尔的教授而不是上帝，但他不敢“将他的私人利己主义推到为了自己而放弃创造世界的地步”。深感不安的布克哈特带着这封信赶去找奥弗贝克，后者立即前往都灵接回了生病的朋友。——在很大程度上，尼采80年代的通信是由他与昔日学生克斯利茨（化名彼得·加斯特）的交流构成的。在尼采1881年收到的45封现存信件中，有35封出自克斯利茨之笔，1882年在66封中占32封，一年后在55封中占31封。克斯利茨通常会立即回复，直到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地署名为►您充满感激的忠诚学生。单单克斯利茨这些年来协助准备印刷手稿这一事实，不足以解释尼采倾注给他的巨大关注。更重要的似乎是，正是克斯利茨在最艰难的时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尼采不要失去对自己的信心。看到尼采偏偏如此依赖他的鼓励，并且如此乐意让自己对自己产生一点错觉，令人动容。这种愿意欺骗和自我欺骗的倾向，在尼采将克斯利茨视为第二个莫扎特的信念中达到了可悲的顶点，是这对不平等的伙伴之间通信的一个特征。当尼采写道，克斯利茨凭借其歌剧《玩笑、狡黠与复仇》创作了一部让他“忘记可怜的、支离破碎的哲学”的作品时（1881年8月底致雷），我们几乎不能当真，正如托马斯·曼关于不要从字面上理解尼采的警告，在这些书信中也尤为适用一样。相反，对克斯利茨音乐的无限高估似乎向我们表明，这是尼采因瓦格纳而受苦的一个标志，或者是试图抵御这种痛苦的尝试。“过多谈论自己也是一种隐藏自己的方式”（尼采，KSA 10, 500）。“在所有重大问题上，我对自己总是非常沉默，虽然看起来并非如此”（1881年7月中旬致伊丽莎白·尼采）。

尼采的通信中没有情书。即使是写给露·冯·莎乐美的信也不是，尽管这个女人确实曾让他短暂地陷入一种与坠入爱河极度相似的状态。他突然听到夜莺整夜“在[他]窗前”歌唱（1882年5月24日致冯·莎乐美），并准备彻底颠覆自己迄今为止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不想再孤独了，要重新学习成为一个人[] 在这个任务上[他]几乎还有一切要学”（1882年7月3日致冯·莎乐美）。“我曾以为永远找不到一个能分享我最后幸福与痛苦的朋友，但这现在对我来说似乎是可能的——作为我未来全部生活地平线上的金色可能性。只要一想到我亲爱的露那勇敢而充满预感的灵魂，我就被深深打动。”（1882年6月7日致冯·莎乐美）他希望从她身上“获得一个女学生，[] 一个继承人和思想的延续者”（1882年7月13日致冯·迈森布格）。他向雷保证，这段感情中没有任何“属于色情的东西”，最多只有上帝可能会感到“嫉妒”（1882年12月中旬）。露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尼采的妹妹将这位年轻的俄罗斯女子视为“一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的毒蛇”（1882年12月中旬致冯·迈森布格），并销毁了她的信。——向玛蒂尔德·特兰佩达赫求婚在尼采的通信中更像是一件奇闻：“小姐[] 请鼓起您心中所有的勇气，不要被我在此向您提出的问题吓到：您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我爱您，我觉得您仿佛已经属于我了。不要对我倾心的突兀说一个字！”他给她下达了“直到明天上午10点”的最后通牒（1876年4月11日）。这位被如此仓促追求的女士吓坏了，四天后尼采别无选择，只能为他“残酷暴力的行事方式”道歉（1876年4月15日）。——相比之下，与路易丝·奥特的通信就浪漫多了。她是一位来自巴黎的美丽的瓦格纳仰慕者（亨利·利希滕贝格尔的姑妈），尼采在第一届拜罗伊特音乐节上遇到了她。他写信给她：“[] 这段新的友谊就像新酒，非常令人愉悦，但也可能有一点危险。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1876年9月22日）。这位新婚的年轻母亲反过来向他保证：“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都留存在我们之间——它仍然是我们俩独有的圣所”（1876年9月2日）。——尼采与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有书信往来，包括梅塔·冯·萨利斯（其回信未存）、雷莎·冯·席恩霍费尔、海伦·齐默恩、艾米莉·芬恩等人。她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有礼貌、富有同理心的对话者。——在崩溃前的最后两年里，尼采增加了重要的新通信伙伴：法国的泰纳，北欧的勃兰兑斯和斯特林堡。他与泰纳展开了非常短暂且基本上非常单向的通信，尼采向他寄送了四部著作。伴随寄书的这三封信仅存草稿：1886年秋的《善恶的彼岸》，一本“充满潜台词”的书（约1886年9月20日）；1887年夏再版的《快乐的科学》和《曙光》（1887年7月4日）；1888年底的《偶像的黄昏》，“迄今为止写过的最激进的书”（1888年12月8日）。泰纳每次都礼貌地致谢，并遗憾地表示由于语言能力不足而无法理解所有的“大胆与精妙”（1888年12月14日）。早在多年前，与凯勒的简短通信也具有类似的单向性，尼采在1882年秋向他题赠了一册《快乐的科学》（1882年9月16日）。凯勒的回信显得有些勉强（1882年9月20日），但这并未阻止尼采在半年后又将《查拉图斯特拉》第一部寄给他（1883年5月1日），凯勒对此没有回应。尽管态度冷淡，应尼采的要求（1884年9月20日致凯勒），两人于1884年秋在苏黎世进行了私人会面。至于凯勒是否在收到《善恶的彼岸》后回信（1886年10月14日），则无从考证。——与勃兰兑斯的通信则截然不同。其特点是勃兰兑斯对他作品的兴趣，以及尼采终于找到了一位配得上他的聪明读者的狂喜。在留存的13封致勃兰兑斯的信中，尼采勾勒了自己及其著作的图景，预示了《瞧！这个人》的主题。《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和《理查·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更多的是自我剖白”，而非对各自主人公的描述。在《不合时宜的考察》和《人性的，太人性的》之间存在着“一次危机和蜕皮。肉体上也是如此”。他多年来一直生活在离死亡最近的地方（1888年2月19日）。勃兰兑斯传来消息说他正在举办关于尼采的系列公开讲座，这使尼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亢奋状态：“我感到如此释然，如此充满力量，心情如此之好”（1888年5月4日）。

——此外，在勃兰兑斯提醒下注意到尼采的斯特林堡写道，尼采无疑给了人类它所拥有的最深刻的书。他以“读尼采”作为他所有信件的结语。这是他的“迦太基必须毁灭！”（1888年12月初斯特林堡来信）。——之后，尼采日益失去与现实的联系：“我从一百个尚未有目光敢于探入的深渊中走来，我认识没有鸟儿飞临过的高处，我曾在冰上生活，——我曾被一百场大雪灼伤：对我来说，冷和热在我的嘴里似乎是其他的概念”（1888年11月27日致未知者）。他现在已经越过了“著名的卢比孔河”（1888年12月21日致克斯利茨）。此后，他将所谓的“疯狂便条”发往世界各地，这些从都灵寄出的小便笺中，他交替将自己等同于狄俄尼索斯和被钉十字架的人（其中包括写给科西玛·瓦格纳，他深爱的阿里阿德涅，写给“显赫的波兰人”、马里亚尼红衣主教以及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狄俄尼索斯反对被钉十字架的人”也是《瞧！这个人》的最后一句。正如1889年1月初的便条所示，他自己两者皆是。尼采试图在自身内部融合这两个极端，从而将他生命的悲剧性张力推向了最终的破裂点。他那明亮、敏锐的精神沉入了精神错乱那种提供安慰的黑暗之中。

给出版商的信

尼采与他的出版商弗里奇、施迈茨纳和诺曼的通信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篇章。这些信件的语气常常显得暴躁、傲慢且伤人：“弗里奇先生！您让我感到惊讶。我该拿您怎么办呢？您生病了吗？[]。您有幸与本世纪最伟大的精神之一打交道——而您对我的态度，却是您不允许自己对任何人采取的”（1888年1月底）。尼采的自我评价与他书籍的销售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施迈茨纳在1886年破产时，他仓库里还有几乎所有印好的《查拉图斯特拉》，而尼采曾向他吹嘘这部作品是“第五福音书”（1883年2月13日）。“您现在的出版社拥有当今最具有未来潜力的书”（1884年2月6日）。施迈茨纳和他的作者一样，都不是什么商人，他指责尼采“对最简单的商业事务完全盲目”（1886年4月3日），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付给了尼采一笔虽然微薄的稿酬。诺曼和弗里奇则不再愿意这样做，以至于尼采不得不自费印刷所有后续的书籍，这是一种“奇特而昂贵的奢侈”（1888年11月30日致弗里奇）。他还必须亲自处理发行、广告，当然还有装帧：他说自己是“极黑墨水印刷的朋友”，并要求“在校对样张中也要如此”（1885年3月12日致诺曼）。“封面的页面不应给人以推销和劝购的印象[]因此，我请求使用更小、更低调的字体”（1886年7月19日致诺曼）。“但不行！您不能这样对我”，他写信给已经排好《悲剧的诞生》新版序言的弗里奇，“我自己决不容许像这篇序言这样对我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文字，以如此不符合美学、如此不体面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1886年9月13日）。对于《瓦格纳事件》，他希望“大号、粗体、美观的字体，每页不超过27行[]纸张更厚，最好是黄色的（——它应该看起来非常精致）”，至于封面“再次使用淡绿色，标题用红色”（1888年6月26日致诺曼）。

——给出版商的信也为了解其作品的诠释提供了重要线索。他自己将《道德的谱系》在各个方面都视为《善恶的彼岸》的续篇。他起初考虑将其作为附录出版，但后来决定采用独立的书名，但附带条件是：“装帧、字体、纸张、印数——一切都要和‘彼岸’完全一样：这样这篇论文就能真正作为那部‘彼岸’的续集在外表上也体现出来”（1887年7月17日致诺曼）。“这两本书必须看起来惊人地相似”（1887年7月29日致诺曼）。关于《瓦格纳事件》，他评论道：“现在看来，我加上尾声是再幸运不过的想法了：我借此将‘瓦格纳事件’这个个案与我的总体倾向联系在了一起”（1888年9月15日致诺曼）。当弗里奇出版的《音乐周报》发表了一篇攻击《瓦格纳事件》的文章时，尼采立即终止了出版关系：“您居然能允许像波尔这样的一只老鹅来谈论我，这属于只有在德国才可能发生的事情”（1888年11月18日致弗里奇）。“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允许将我的著作留在您手中。所有的加起来您要多少钱？”（1888年11月20日）。弗里奇立即报了价（1888年11月22日），并在1892年将一切转给了诺曼。

信件草稿

扬茨已经指出，尼采的信件草稿在他的遗著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并指出这些草稿“开启了获取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指示的途径”（1972, 24）。特别是写给妹妹的草稿，完全颠覆了她所宣扬的兄弟姐妹间毫无阴霾的和谐形象：“像你这样的灵魂，我可怜的妹妹，我不喜欢：尤其是当它们还在道德上自吹自擂时我最不喜欢，我知道你们的狭隘。——我宁愿受到你的责备”（1882年9月，草稿）。“难道我必须永远为再次与你和解而付出代价吗？我彻底厌倦了你那不知分寸的道德说教。可以肯定的是，是你而不是别人，在12个月内三次将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像我这样的人——毁了我最高级的活动！除了你，我还没恨过任何人！”（1883年8月25日/26日，草稿）。“既然我甚至在反犹太主义的通信中读到了Z的名字，我的耐心就到了尽头——我现在针对你丈夫的党派处于正当防卫的状态。这些该死的反犹太小丑不准碰我的理想！！因为你的婚姻，我们的名字与这场运动混杂在一起，我为此受了多少苦！在过去的6年里，你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理智和一切顾忌”（1887年12月底，草稿）。

接受

尽管全部通信（KGB）已于1984年完整出版，但迄今为止，学界仍未对这些书信作为文学文本进行学术探讨和评价。它们仅被研究用作重建传记和补充著作的次要来源。此外，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写给尼采的信件本身是如何作为尼采早期接受史的重要文献的，因为它们证明了与他同时代的人试图应对尼采作品的尝试。在此背景下，不仅像希尔布兰德、布克哈特、泰纳、斯特林堡或勃兰兑斯等杰出人物的信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像兰茨基、施皮特勒或克斯利茨等人的信件同样重要。H. 哈特1877年1月4日的信是尼采对自然主义产生影响的最古老的直接证据。——此外，目前也缺乏一种能够公正对待尼采身上生活与工作紧密联系的解读方式。在创作《反基督》期间，尼采写信给塞德利茨：“亲爱的朋友，那不是什么‘骄傲的沉默’，[…] 而是非常谦卑的沉默，是一个痛苦之人的沉默，他耻于暴露自己受了多少苦。一只动物在生病时会躲进自己的洞穴；那只哲学动物也是如此……我现在孤身一人，荒谬地孤身一人；在我那无情的地下斗争中，反对一切迄今为止被人崇敬和热爱的东西”（1888年2月12日）。在《反基督》的序言中，我们接着读到：“人们必须凌驾于人类之上[…]通过蔑视”（KSA 6, 168）。只有一种将两极结合起来看，并始终关注这种生活和思想之全部极端、超人张力的解读，才能在全部的悲剧深度上公正地评价他。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书信仍有待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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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娜特·米勒-布克


作曲

尼采（N.）的音乐作品已得到了完整且严谨的编辑出版：F. 尼采，《音乐遗稿》（Der musikalische Nachlaß），由C. P. 扬茨受瑞士音乐研究学会委托编辑，巴塞尔贝伦赖特出版社 1976 年出版（=MN）。考勘报告（第319–351页）结合尼采的相关信件，对每一个细节以及早期的出版物都提供了详尽的说明。

II

尼采大约从十岁起直到三十岁都有作曲，最频繁的时期（尽管每次都是一阵阵的）是在1860年至1865年之间；在1868/69年间完全没有作曲，此后也只是偶尔为之，且大多倾向于采用早期的作品。其中大部分仍处于未完成的片段状态。1882年的《对生命的祈祷》（MN 第41号）是一部后来的补遗之作，这首歌采用了露·冯·莎乐美的一首歌词，但并非为该词全新谱曲，而是利用了尼采之前也是最后一部音乐作品：1873/74年的《友谊颂》（MN 第40c号）。尼采让海因里希·克塞利茨（彼得·加斯特）将这首《祈祷》改编为大型管弦乐编制。后者在1886/87年以《生命颂》为题创作了两个版本，首先是合唱与军乐队版本，然后是合唱与混合管弦乐队版本。手稿未能保存下来，但第二个版本于1887年在莱比锡由E. W. 弗里奇出版印行（MN 第42号）。尼采在《瞧！这个人》中提到了它（在《查拉图斯特拉》第1节中，称为“生命颂”[»Hymnus auf das Leben«]，KSA 6, 336）；他也进行了频繁哪怕是徒劳的通信，试图促成作品的演出。他希望这首颂歌能广为人知，以便有朝一日能“为了纪念我”而被传唱（在1887年秋季的信件中曾多次这样表示）。

除了这最后一部作品外，人们必须将尼采的作曲活动归入他儿童和青少年时期频繁尝试进行文学创作并在其中磨练自己的行为之中。对音乐感兴趣并从事音乐活动的人，尤其是弹钢琴的人，除了写诗和戏剧之外，自然也会创作音乐作品。尼采本人在回顾往事时也是这样归类的（参见1864年的 BAW 3, 67f. 或1863年的清单：BAW 2, 333–335）。其中提到的“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的[…]小型学术协会”自称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并要求成员（除了尼采之外，还有古斯塔夫·克鲁格和威廉·平德）定期提交新作品（Janz 1972, 174）。

早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在后来的时期，作曲都是由特定场合促成的：朋友聚会、节庆和生日，例如2月2日尼采母亲的生日。考虑到他的母亲，大概也就解释了为何会有那么多宗教音乐的草稿，特别是在1858年至1861年（尼采受坚振礼）期间，并在一部计划中的大型圣诞清唱剧（MN 第69号）中达到顶峰，尽管从草稿中并不能清楚地看出其结构布局。作为此类作品的补充，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1月创作的一个15小节的《慈悲经》片段（配词为“基督怜悯我们，阿门”[»Christe eleison, Amen«]；MN 第32号）。真正完成的作品很少——这也符合弹钢琴的青少年通常的作曲尝试。尼采本人在1864年或1865年用一首小曲对此进行了自我调侃：《自在的片段》（Das Fragment an sich），在1871年10月16日的一次朋友聚会上，他幽默地将其修改为必须不断从头重复的形式（MN 第17和35号）。完成的作品主要是艺术歌曲和四手联弹钢琴曲。后者是专为与朋友一起弹奏钢琴而作的，甚至包括与奥韦尔贝克的合奏。《友谊颂》是尼采花费最长时间创作且打磨得最精细的一部作品，它也没有改编自早期的曲目。尽管原本是为合唱和管弦乐队构思的，但对他来说，只有创作并与朋友们共同演奏四手联弹和两手钢琴版本才是可行的（MN 第40a-c号）。除了奥韦尔贝克，他亦将该曲的副本寄给了G. 克鲁格和W. 平德。也许从尼采这最后一部音乐作品中，最能让人理解他作曲的社交场所意义（Janz 1972, 183）。

III

在不知疲倦地审视自我的过程中，尼采也一再对自己的作曲尝试做出解读。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作为一名自学者，他并未掌握作曲的技法，因此他总是不断贬低自己的音乐作品，甚至在拿出新作品时也经常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作曲为借口（即使这并非事实）（Janz 1972, 181）。

因此，对他的音乐作品进行评价是没有意义的。人们也无法从他的作品中推断出他是如何感知他人音乐的。如果尼采接受过音乐训练，并且能够且愿意目标明确地去学习——哪怕他将这视为自己的人生使命——他在音乐上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成就，无人知晓。即使是音乐上的灵感（在尼采的作品中很难找到这种灵感），也只有在持续学习的过程中才会出现（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音乐源于音乐，而不是来自外部。然而，尼采对属于作曲的一切事物都并不精通。这或许是因为他那个时代的钢琴教程只教授如何弹奏钢琴，别无其他。但即便是他作品中的钢琴织体也是粗糙原始的。

1857/58年，他曾努力学习中音谱号（用于中提琴声部），但当他在1871年开始制作其《曼弗雷德》乐曲的总谱时，显然已经不再掌握这一谱号了（MN 第38b号）。他对移调乐器也不甚了解。这让他与彼得·加斯特讨论《生命颂》总谱时变得困难重重。在加斯特于其和声配置中删除了尼采歌曲创作里的一些（违规的）平行五度之后，他又想在接近结尾处避免出现一个对斜（旋律中的升A与低音声部随后的A相冲突），因此将旋律声部导向了A（升F小调），但这根本不合尼采的心意。事实上，尼采对这个地方的构思可能是更好的（对斜其实可以通过改变低音声部的进行来弱化——或者干脆保留）。尼采对加斯特版本（加斯特对此坚持己见）的不满，甚至体现在了《瞧！这个人》中：“（双簧管的最后一个音符是升C而不是C。印刷错误）”（KSA 6, 336）。这里有关A调单簧管的音符说明是正确的，而双簧管（在此处其实根本不演奏）并非移调乐器。因此，尼采在这里——大概并非完全出于偶然——以一个错误告别了他的作曲生涯。那个不正确的“印刷错误”之解释表明，他想避免因为那个A音而与P. 加斯特发生公开冲突。

IV

尼采的音乐作品中还值得一提的包括：

1. 一种类交响诗形式的《埃尔马纳里克》（Ermanarich）钢琴草稿（1861/62年），由聆听李斯特的《但丁交响曲》激发而作（MN 第72和12号）。埃尔马纳里克的题材在当时非常吸引尼采，以至于他也曾试图对其进行文学加工。1862年对他这部音乐作品的一段兼具解释与贬低性质的解读表明，当时尼采是何等强烈地沉溺于音乐中的情感爆发，同时他对此的看法又是何等矛盾（BAW 2, 100–105）。


	
为拜伦的《曼弗雷德》所作的一部管弦乐沉思曲的四手联弹钢琴草稿，作于1872年4月。为什么尼采在这个真正早已过了学生时代的年纪，还要去进行这样的创作，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从音乐层面上看并没有这种必要性，因为他为了《曼弗雷德》掠取了自己一年前创作的《除夕之夜的回音》，而后者又吸收了1863/64年之交的《一个除夕之夜》，那是专为与朋友克鲁格共同演奏而作的（MN 第19和36号）。这首《回音》也寄给了朋友们——当然也寄给了柯西玛·瓦格纳（作为1871年12月25日给她的生日礼物）。但《曼弗雷德》又是为谁而作的呢？尼采在《瞧！这个人》中的解释是，他出于对那个平庸的萨克森人舒曼的强烈反感，创作了一首对抗性质的《曼弗雷德》序曲（KSA 6, 286），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除非他想借此迎合萨克森人R. 瓦格纳对舒曼的厌恶之情（就像一年后——以更加熟练得多的手法——用《不合时宜的考察》之《大卫·施特劳斯》来迎合瓦格纳对D. Fr. 施特劳斯的嫌恶一样）。更令人费解的是，他为什么把这部作品寄给了H. 冯·彪罗。彪罗在1872年7月24日回信中那番情绪激动的评价——“对欧特尔佩[音乐女神]的强暴”，尼采能够在《瞧！这个人》中半开玩笑地公之于众（同上，287页），但真相却在彪罗信件前几行的内容里：“您[…]自己将您的音乐描述为‘可怕的’——它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比您想象的还要可怕”（KGB II/4, 53；原作者加注强调）。如果说彪罗已经无法跟上这种印象派式的“对功能和声的突破”（Janz 1972, 183），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说法暗示了尼采是在进行一种艺术上具有自觉性的高超操作；但人们不应该将拙劣的拼凑之作称作是对一种艺术体系的“突破”——它在那个体系中从未登堂入室过。



	
被后世真正作为音乐（而不仅仅是因为其作者因其他原因声名显赫）来欣赏的，顶多也就是那些艺术歌曲，它们短小且有时极具氛围感，尽管即使在这些歌曲中，人们也几乎碰不到什么精妙的音乐灵感。1864年11月至12月期间，尼采创作了十二首歌曲，其中有九首保存了下来（MN 第20–28号）；在之前的1861至1863年间，他创作了四首歌曲（MN 第1、8、10b和16号）以及一部配乐诗朗诵（第14a号）。此外还有一首创作于1865年夏天的歌曲（MN 第29号），最后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对生命的祈祷》（第41号）。尼采选用的歌词作者（按出现顺序）为：K. 格罗特、S. 裴多菲、A. 冯·夏米索（这几位出现了多次）、F. 吕克特、J. 冯·艾兴多夫、H. 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A. 普希金、尼采本人以及露·冯·莎乐美（各一次）。尼采的妹妹曾将部分歌曲单独向公众公开；1924年，由尼采档案馆负责、G. 戈勒编辑的歌曲全集出版，该版本在当时颇受关注。建议基于扬茨的考勘版，制作一版经过修订的、适合实际演奏使用的版本。





参考文献：Janz, C. P.：《F. 尼采的音乐作品》（Die Kompositionen F.N.s），载于：《尼采研究》（NSt）第1期（1972年），第173–184页；同作者：《F. 尼采与其时代音乐的关系》（F.N.s Verhältnis zur Musik seiner Zeit），载于：《尼采研究》第7期（1978年），第308–338页（含讨论）。

迪特尔·舍隆


反犹主义

概念、理论、隐喻

反犹主义 (Antisemitismus)

箴言 (Aphorismus)

日神与酒神精神 (Apollinisch-dionysisch)

建筑 (Architektur)

阿里阿德涅 (Ariadne)

贵族主义 (Aristokratie)

艺术家形而上学 (Artistenmetaphysik)

禁欲主义 (Asketismus)

美学 (Ästhetik)

启蒙 (Aufklärung)

野蛮人 (Barbaren)

概念 (Begriff)

意识 (Bewußtsein)

金发野兽 (Blonde Bestie)

佛教 (Buddhismus)

基督教 (Christentum)

达尔文主义 (Darwinismus)

颓废 (décadence)

民主 (Demokratie)

德意志的，德国人 (deutsch, der Deutsche)

孤独 (Einsamkeit)

大地：忠诚于大地 (Erde: Treue zur Erde)

认识 (Erkenntnis)

欧洲，欧洲人 (Europa, Europäer)

永恒轮回 (Ewige Wiederkunft)

实验，实验哲学 (Experiment, Experimentphilosophie)

女人 (Frau)

自由精神 (Freigeist)

友谊 (Freundschaft)

重负之灵 (Geist der Schwere)

天才 (Genie)

正义 (Gerechtigkeit)

法则/法律 (Gesetz)

健康/疾病 (Gesundheit/Krankheit)

良知 (Gewissen)

上帝 (Gott)

残酷 (Grausamkeit)

大政治 (Große Politik)

神圣，圣人 (Heilig, der Heilige)

英雄，神人 (Held, Heros)

主人道德 (Herrenmoral)

奴隶道德 (Sklavenmoral)

历史 (Historie)

白痴 (Idiot)

本能 (Instinkt)

错误与外观 (Irrtum und Schein)

肯定，赞同 (Jasagen, Bejahung)

肯定，否定 (Jasagen, Neinsagen)

犹太教/犹太性 (Judentum)

资本主义 (Kapitalismus)

儿童 (Kind)

力量 (Kraft)

战争，斗争 (Krieg, Kampf)

文化 (Kultur)

欢笑 (Lachen)

生命 (Leben)

身体/肉体 (Leib/Körper)

痛苦/苦难 (Leiden)

激情 (Leidenschaft)

爱 (Liebe)

逻辑 (Logik)

谎言 (Lüge)

欲望/快乐 (Lust)

群众/大众 (Masse)

隐喻 (Metapher)

形而上学 (Metaphysik)

同情 (Mitleid)

道德 (Moral)

音乐 (Musik)

神话/神话学 (Mythos/Mythologie)

自然，自然之物 (Natur, das Natürliche)

虚无主义 (Nihilismus)

牺牲/献祭 (Opfern)

距离的激情 (Pathos der Distanz)

视角主义 (Perspektivismus)

悲观主义 (Pessimismus)

诗学 (Poetik)

祭司/牧师 (Priester)

种族：种族纯洁，优等种族 (Rasse: Rassenreinheit, Herrenrasse)

沉醉 (Rausch)

权利/法律 (Recht)

理智的诚实 (Redlichkeit, intellektuelle)

宗教 (Religion)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主义 (Renaissance/Renaissancismus)

怨恨 (Ressentiment)

修辞学 (Rhetorik)

浪漫主义 (Romantik)

创造 (Schaffen)

演员，面具 (Schauspieler, Maske)

罪恶/负债 (Schuld)

灵魂 (Seele)

自我 (Selbst)

自我扬弃 (Selbstaufhebung)

奴隶，奴隶制 (Sklave, Sklaverei)

苏格拉底主义 (Sokratismus)

社会主义 (Sozialismus)

语言哲学 (Sprachphilosophie)

国家 (Staat)

惩罚 (Strafe)

主体 (Subjekt)

舞蹈，舞者 (Tanz, Tänzer)

悲剧 (Tragödie)

冲动/驱力 (Trieb)

类型 (Typus)

超人 (Übermensch)

价值的重估 (Umwerthung der Werthe)

无意识 (Unbewußte, Das)

生成的无辜 (Unschuld des Werdens)

遗忘 (Vergessen)

真理 (Wahrheit)

权力意志 (Wille zur Macht)

科学 (Wissenschaft)

符号 (Zeichen)

时间 (Zeit)

培育 (Züchtung)

反犹主义

尼采（N.）曾多次被指控为↗纳粹主义的先驱。由于被认为对纳粹宣传和种族灭绝产生了影响，尼采的哲学被附上了一个它再也未能完全摆脱的污点。格奥尔格·卢卡奇（G. Lukács）想要在“尼采身上清楚地认出一个希特勒主义的先知”（Lukács 1948, 33）。历史学家乔治·利希泰姆（G. Lichtheim）的论断则更为尖锐：“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尼采，党卫军（SS）——希特勒的突击队和整个运动的核心——就会缺乏那种使他们能够在东欧执行大规模谋杀计划的灵感”（Lichtheim 1972, 152）。

事实上，在《悲剧的诞生》（GT 9, KSA 1, 69）以及年轻的尼采写给理查德·瓦格纳（R. Wagner）的信件（Richard Wagner, 22.5. 1869）中，确实可以发现民族主义倾向和反犹太的套话，然而，这些内容与其说是种族主义仇恨的表达，不如说是为了迎合与瓦格纳友谊的妥协。这位成熟的思想家后来与此保持了距离，并几乎是在向他的读者致歉：“请原谅我，在一个非常不稳固的领域进行短暂的冒险停留时，我也未能完全免于感染这种疾病”（JGB, 第251节, KSA 5, 192f.）。瓦格纳本人早在1850年就在其宣传册《音乐中的犹太教》中流露出了粗鄙的仇犹情绪，这种情绪在与J.A. 冯·戈比诺（J.A. v. Gobineau）的不当结合中被赋予了种族理论的色彩，后来又被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者所利用。瓦格纳的仇犹心理让尼采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对这位作曲家《什么是德国人？》一文的回答毫不含糊：“做个好的德国人意味着去德国化”（MA II, 第323节, KSA 2, 511f., 另见 JGB, 第256节, KSA 5, 204）。瓦格纳派被他视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群体”，他希望能把这些人做成标本或泡在酒精里以警示后人，因为他们恰恰缺乏后者。“其中不乏任何怪胎，甚至连反犹分子也不例外”（EH, KSA 6, 324）。

反犹主义这个术语是在1880年左右被创造和传播开来的。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有组织的运动在那些年里经历了迅速的崛起。他们主要反对犹太裔人在社会中获得政治、社会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

“尼采，这位‘隐士’和‘无家可归者’，被证明是德国反犹运动最深刻的了解者之一”（Ferrari Zumbini 1999, 10f.），并宣称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欧洲人和反反犹主义者”（Elisabeth Förster-N., 7.2. 1886）。他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主张谨慎地接纳犹太人，并建议“把那些反犹的叫嚣者驱逐出境”（JGB, 第251节, KSA 5, 194）。这一指代必然也包括了他的妹夫伯恩哈德·福斯特（B. Förster），福斯特作为一名反犹煽动者，试图通过组织德国第一次反犹群众集会来出风头，他发起了一份致俾斯麦的请愿书，获得了267000个签名，要求“限制犹太人移民，将犹太人排除在统治阶层和国民学校教职之外，对犹太人进行登记等”（Podach 1932, 125）。尼采对福斯特的鄙视，长期以来一直被他妹妹对信件和传记的篡改所掩盖。“这该死的反犹勾当 [] 使理[查德]·瓦格纳和我反目成仇，这也是我和我妹妹彻底决裂的原因”（Franz Overbeck, 2. 4. 1884）。尽管这句名言应该被视为代表了尼采对妹妹政治怨恨的看法，但由于阿道夫·希特勒曾拜访过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女人），因此总是不乏关于其与这位哥哥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猜测。

尼采对他的出版商恩斯特·施迈茨纳（E. Schmeitzner）充满疑虑，因为后者出版了一份反犹太月刊，并致力于举办“国际反犹大会”（参见 Franz Overbeck, 9. 7. 1883, 2. 4. 1884）。让他感到懊恼的是，“这该死的德国反犹主义，这个民族神经症（Névrose nationale）的毒瘤”正在毁灭性地干涉他的生存，因为施迈茨纳出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现在仿佛是“作为不雅的文学进入了世界”（KSA 14, 505f.）。在与科西玛和理查德·瓦格纳、《拜罗伊特报》的那些“理想主义者”、他的妹妹、妹夫以及他的出版商的反犹主义的个人交往中，尼采培养出了一种对这场新运动政治发展错综复杂关联的敏锐直觉。由于种族主义煽动，他抨击了宗教保守的宫廷牧师阿道夫·斯托克（A. Stoecker）（参见 N. KSA 12, 484），也同样抨击了激进反宗教的欧根·杜林（E. Dühring）（参见 GM, 第三篇论文, 第14节, KSA 5, 370）。1887年春，尼采多次收到政论家特奥多尔·弗里奇（T. Fritsch）的私人信件，后者当时正处于其成为最激进的反犹分子之一的职业生涯起步阶段。起初，此人被一句讥讽的建议打发了：如果他想为德国文化做点贡献，那就不妨出版一份犹太学者和艺术家的名单（参见 Theodor Fritsch, 23.3. 1887）。此时，这位“反犹主义的圣杯守护者”（Nipperdey 1992, 299）大着胆子再次接近这位哲学家。哲学家从此严词拒绝此类信件，并指出：“这些令人厌烦的业余爱好者想要对人类和种族的价值指手画脚的可恶企图，这种对‘权威’的屈从——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带着冷酷的蔑视拒绝这种权威”（Theodor Fritsch, 29. 3. 1887），久而久之会激怒他。在私人笔记中，他确实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在德国，绝对没有比这些反犹分子更无耻、更愚蠢的一帮人了。[] 这帮混蛋竟敢把查[拉图斯特拉]的名字挂在嘴边！恶心！恶心！恶心！”（N, KSA 12, 321）。仿佛是对即将到来的种族灭绝愿景的激动回应，这种厌恶甚至在疯狂中进一步升级：“我正在下令枪毙所有的反犹分子……”（Franz Overbeck, 4. 1. 1889）。

尼采诊断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为“心脏的疥疮和血液中毒”（FW, 第377节, KSA 3, 630），而由此发展成熟的反犹主义则是嫉妒和充满怨恨的自欺欺人。在他看来，后者是羊群和群众运动的动机，是“‘境遇不佳者’的代名词”（N, KSA 13, 365）。反犹主义倾向暗示了一种复杂的自我仇恨，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在其《性与性格》中关于犹太教的章节里采用了这一动机。尽管尼采反对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立场是明确的，但他的哲学解释丝毫没有掩饰对犹太祭司阶层的批评。在他看来，犹太祭司阶层运用其天才，通过声援穷人和受苦者，设计出了反对高贵和权力的贵族价值的奴隶道德（↗主人道德），这最终构成了基督教的精神基石。尼采关于↗距离的激情、等级秩序感和↗培育卓越人类的复杂动机，多次被意识形态化地利用，或被诬蔑为沙文主义。然而，对这位哲学家来说，以↗德意志的方式去思考或感受是超出其能力范围的；他执着于自己波兰血统的浪漫传说，并像肖邦一样将目光投向法国——这个“欧洲最精神化、最精细文化的所在地”（JGB, 第254节, KSA 5, 198）。“所有试图仅仅在德国历史及其灾难框架内理解尼采的尝试，都在作为法国之友和欧洲人的尼采面前归于失败”（Ottmann 21999, 126）。

尼采主张在正在形成的^欧洲进行一种新的综合，这将带来国家的融合以及“种族”的混合，并顺带自动解决“整个犹太人问题[，它]只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MA I, 第475节, KSA 2, 309）（参见尼采与帕内特博士在1883/84年冬季富有启发性的谈话，载于：Förster-N. 1904, 481–493.）。这位游走于模糊性之间的艺术家、重估价值者和自由精神，超脱于日常政治范畴之外，并始终保持着“不合时宜”。他反反犹主义的言论是对现实政治的明确拒绝。

文献：Weininger, O.: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性与性格》，维也纳 1903, 403–441；Förster-N. 1904；Podach, E.F.: Gestalten um N.《尼采周围的人物》，魏玛 1932, 125–176；Lukács, G.: Der deutsche Faschismus und N.《德国法西斯主义与尼采》，载于：Schicksalswende《命运的转折》，柏林 1948, 5–36；Lichtheim, G.: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纪的欧洲》，伦敦 1972, 118–164；Ottmann, H.: Anti-Lukács. Eine Kritik der N.-Kritik von Georg Lukács《反卢卡奇：对格奥尔格·卢卡奇批判尼采的批判》，载于：NSt 13 (1984), 570–586；Nipperdey, Th.: Deutsche Geschichte,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德国历史：民主之前的强权国家》，第2卷，慕尼黑 1992, 289–311；Cancik, H.: N.s Antike《尼采的古典时代》，斯图加特/魏玛 1995, 122–149；Ferrari Zumbini, M.: Untergänge und Morgenröten, N. – Spengler – Antisemitismus《没落与曙光：尼采——斯宾格勒——反犹主义》，维尔茨堡 1999。

Sven Brömsel （斯文·布勒姆塞尔）


格言

在尼采的著作中，格言占据了介于哲学与文学之间的中间地位，这比在其文类史中的表现更为显著（参见 Spicker 1997, 380–395）。由于尼采将格言在形式上开拓的思想空间，再次通过格言来衡量和反思，这一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强调。狭义上的格言——即非虚构的、语境上相互独立、表述简洁且在语言或内容上具有针对性的散文文本（参见 Fricke 1984, 7–18）——包括《人性的，太人性的》、《曙光》和《快乐的科学》这些独立的格言集，以及《善恶的彼岸》中的“箴言与插曲”（KSA 5, 85–104）和《偶像的黄昏》中的“箴言与箭”（KSA 6, 59–66）。与格言相反，其遗稿片段缺乏内在（秘传）与外在（显白）契机之间的张力（参见 Strobel 1998, 46–57）。

尼采对格言这一文类的选择，应是受到了他对利希滕贝格（参见 Stingelin 1996）以及拉罗什富科、帕斯卡和尚福尔的法国道德主义（参见 Helmich 1991, 285–294; Göttert 1993）深入接受的启发，较少受到↗叔本华的启发，因为后者的《人生的智慧》（1851）仍然承袭了系统排列论题的旧式教科书格言传统。在此，有三个因素被证明是决定性的：1. 对格言的选择源于尼采对受无矛盾性系统法则支配的思维的怀疑；为了对抗其僵化的概念架构，尼采采用了该文类的开放姿态和形式上的灵活性，据说该文类“[只]有通过与悖论结盟[]才真正成熟为一种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Asemissen，转引自 Greiner 1972, 11）。2. 因此，对该文类的选择同时对应了尼采哲学在贯彻到底地质疑自身前提时所陷入的困境（Aporien）；它通过一种强烈的自我反思的形式意识来回应这一困境，这种意识通常倾向于格言这一文类，而在尼采那里则表现为一种特别的语言批判倾向。3. 然而，随着相关凝练度和晦涩度（Opazität）的提高，尼采格言需要被注释的程度也随之增加，这使读者在对话中卷入一场接受与解释的游戏，而这场游戏以读者的共鸣与独立思考为前提。由此，对文类的选择在形式上防止了被格言式表达的哲学概念走向教条式的绝对化。

1. “对警句的赞美”

——这是尼采对这一文类的称呼，直到自《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第109节起，他才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明确借用“利希滕贝格的格言”（WS, 第109节, KSA 2, 599）来为其命名——从一开始，尼采便在其中看到了“文学中巨大的悖论，即变化之中的不朽”（MA II, 第168节, KSA 2, 446）。警句的塑造力及其表面上的形式封闭性，以实验性和游戏性的方式打破了系统强制的束缚，而这种束缚正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真理”、“系统”和“精神”的哲学统一体所设下的：“形式上的信仰，内容上的不信——这构成了警句的魅力——即一种道德上的悖论”（N, 3[1], 第121节, KSA 10, 68）。

2. 通过选择格言，尼采

相反地强调了形式在思想中的优先性。通过反思其形式上的——即在尼采那里更准确地说是语言上的、修辞上的和语法上的——条件性，思想批判性地转向自身，并在此过程中陷入了一系列困境——首要的困境在于，一种具有自我指涉性的批判抽离了其自身的认识论基础——而格言的悖论在语言批判层面正与这些困境相呼应：“因此，在格言的运作过程中，理性的经典概念被强制进行自我批判，因为格言家正是借助这些概念，赋予了它们一个与自身形式相违背的内容，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去对抗逻辑的形式主义”（Krüger 1957, 84–85）。

3. 与此同时，尼采的格言

明确地转向了读者，甚至达到了一种相互矛盾的自我规定的地步：“这些是格言！它们是格言吗？——愿那些因此指责我的人，能够稍微思考一下，然后向他们自己道歉——我不需要为自己辩解半句”（N, 7[192], KSA 9, 356）。格言越是需要读者积极的共鸣与独立思考，在读者心中的印象就越深刻。以此方式，读者被卷入了一场指涉游戏中，这场游戏将“解释”的工作加诸于他，而“这需要一种解释的艺术”。因此，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之前冠以一段“格言”，并明确将该篇本身理解为“对这段格言的注释”（GM, 序言 8, KSA 5, 255–256）。类似地，他此前已经将《曙光》和《快乐的科学》这两部格言集称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注释”，认为这是他在正文之前所作的注释（致弗朗茨·奥弗贝克，1884年4月7日）。因此，在格言这一文类中，没有任何途径可以避开解释。

尼采的格言在格言的概念史和文类史上都构成了一个显著的转折点（参见 Spikker 1997, 181–261）。在概念史上，该文类及其名称在尼采的著作中形成了一种既不可消解又极具影响力的结合，自此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文类史上，尼采特别针对格言在反思自身实验属性、凝练功能及接受导向性（参见 Spicker 1994）方面的倾向，发挥了塑造风格的作用，并强化了这些倾向。尼采的雄心是“用十句话说出其他人在一本书中所说的东西，——说出其他人在一本书中没有说的东西”（GD, KSA 6, 153），即使是公开宣称反对尼采的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1909年3月22日发表于《火炬》的一则格言中也表达了相似的雄心：“有些作家用二十页就能表达出来的东西，我有时甚至需要用到两行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格言，特别是在《文本的愉悦》（1973；德文译本 1974）中，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主题动机上，都在诸多方面承续了尼采的格言。

参考文献：Klein, J.: Wesen und Bau des deutschen Aphorismus, dargestellt am Aphorismus N.s, in: GRM 22 (1934), 358–369; Krüger, H.: Über den Aphorismus als philosophische Form, Frankfurt a.M. 1957, Neuaufl. München 1988; Häntzschel-Schlotke, H.: Der Aphorismus als Stilform bei N., Diss. Heidelberg 1967; Greiner, B.: F.N.: Versuch und Versuchung in seinen Aphorismen, München 1972; Heller, P.: Von den ersten und letzten Dingen. Studien und Kommentare zu einer Aphorismenreihe von F.N., Berlin/New York 1972; Neumann, G.: Ideenparadiese. Untersuchungen zur Aphoristik von Lichtenberg, Novalis, Friedrich Schlegel und Goethe, München 1976; Fricke, H.: Aphorismus, Stuttgart 1984; Helmich, W.: Der moderne französische Aphorismus. Innovation und Gattungsreflexion, Tübingen 1991; Thönges, B.: Das Genie des Herzens.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phoristischem Stil und dionysischer Philosophie in N.s Werken, Stuttgart 1993; Göttert, K.-H.: Kunst der Sentenzen-Schleiferei. Zu N.s Rückgriff auf die europäische Moralistik, in: DVJS 67 (1993), 717–728; Spicker, F.: Aphorismen über Aphorismen: Fragen über Fragen. Zur Gattungsreflexion der Aphoristiker, in: ZfdPh 113 (1994), 161–198; Stingelin, M.: Unsere ganze Philosophie ist Berichtigung des Sprachgebrauchs. N.s Lichtenberg-Rezeption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Sprachkritik (Rhetorik) und historischer Kritik (Genealogie), München 1996; Spicker, F.: Der Aphorismus. Begriff und Gattung von der Mitte des 18. Jh.s bis 1912, Berlin/New York 1997; Strobel, E.: Das »Pathos der Distanz«. N.s Entscheidung für den Aphorismenstil, Würzburg 1998.

马丁·斯廷格林 (Martin Stingelin)


阿波罗式-狄奥尼索斯式

I.

阿波罗式-狄奥尼索斯式（apollinisch-dionysisch）这一概念对子是尼采（N.）♦ 艺术家形而上学及其早期 ♦ 悲剧理论的基础。得名于希腊神祇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阿波罗式与狄奥尼索斯式代表了支配自然并在艺术作品中显现的两种艺术冲动。在区分这两种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艺术力量时，叔本华关于 ♦ 现象界与 ♦ 物自体（意志）的形而上学再次回归——并被带回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中。它们在尼采那里的对应物是 ♦ 外观与 ♦ 迷醉。阿波罗式与狄奥尼索斯式一方面对应着特定的美学表达形式，另一方面，这两种力量又分别表现为迷醉与融合（狄奥尼索斯式），以及距离与个体化（阿波罗式）。

II.

阿波罗式是奥林匹斯般的明朗、形式上的纪律、简朴——即歌德意义上的古典主义。阿波罗是“适度与审慎之神、治愈与赎罪之神、德尔斐神谕之神[……]城邦与国家之神、缪斯之首及科学之主”（Ottmann 21999, 58）。阿波罗式是唤起那些幻象的艺术冲动，这些幻象塑造了美的艺术、造型艺术与诗歌。阿波罗式代表着分离、构造、思考、清醒、确定、明亮、界限（Hildebrandt 1911, 115）。在尼采看来，阿波罗式这一概念意味着：追求更完美的自为存在、追求个性、追求一切能使事物简化、凸显、变得强烈、清晰、明确且具典型性的冲动。作为梦境的阿波罗式，主要在史诗和绘画中得到表达，它是图像的自发生成；对尼采而言，这是人类的原始能力，是人身上原始的艺术性。然而，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形成尼采所意图构建的张力弧。他将狄奥尼索斯式对立于席勒、歌德和洪堡的阿波罗式 ^古典主义（在他看来，后者终究过于平滑、过于和谐柔美）。

狄奥尼索斯式是澎湃激荡的生命与无形式的象征。狄奥尼索斯代表着处于“其欲望之永恒丰盈”中的意志：作为坚不可摧的生命之悦的象征（尽管生存中充满苦难），作为“真实”与永恒更新的象征。狄奥尼索斯式意味着连续、流动、感受、迷醉、不确定、黑暗、无限（Hildebrandt 1911, 115）。纯粹的狄奥尼索斯式是满溢的创造力、纯粹的创造性，是一个没有秩序、形式与和谐结构的无形混沌。它产生出狂欢状态，并在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在其经验的迷醉中，它恰恰表现为个体化的消解，即对构成阿波罗式本身之要素的扬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重新获得那种标志着“作为物种天才的合一”的“神秘合一感”（Grau 1984, 341）。

在尼采的时代，狄奥尼索斯式的魔力已不再完全新奇；早期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就已经将希腊诗歌与狄奥尼索斯联系起来，并期望通过狄奥尼索斯式来唤醒浪漫主义神话（格雷斯和谢林亦是如此；在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那里，狄奥尼索斯是新生命的诗意宣告者）。在尼采之前，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及古典语言学（如克罗伊策、米勒、韦尔克等）就已经完成了对狄奥尼索斯式的重新发现。对尼采而言，狄奥尼索斯是一个密码，代表着重新获得希腊人的悲剧生命感，重新获得神话、对自然的亲近以及本能。然而，这位哲学家绝非渴望纯粹的狄奥尼索斯式本身：尼采将伴随狂乱与放纵的亚洲狄奥尼索斯崇拜视为野蛮而加以拒绝（GT, KSA 1, 31ff.）。相反，他寻求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兄弟联盟”（GT, KSA 1, 140），唯有此才能解释希腊文化的张力与困境。

尽管尼采从未放弃他的狄奥尼索斯式概念，但它确实发生了转变。尼采对其进行了限制，正如同在与瓦格纳决裂后，他修正了自己对艺术及艺术家类型的看法。阿波罗式和狄奥尼索斯式现在不再必然是穷尽一切的美学直观，而且从那时起，狄奥尼索斯式作为美学原则不仅对立于苏格拉底式和阿波罗式，也对立于基督教。作为肯定生命的力量，它是所有否定生命之物的对立面（Danto 21967, 64）。为了给理性赋予新的形态，尼采将其与狄奥尼索斯式原则结合起来；在尼采后期成熟的特征描述中，哲学思考与艺术生产只是同一“狄奥尼索斯理性”的两种不同形态（Kaulbach 1980, 296）。后期的狄奥尼索斯式概念不再设想界限的消解，而是设想不断地跨越界限：在实验性的尝试中，为哲学理性创造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立场（Kaulbach 1980, 296）。“狄奥尼索斯式思考”（Kaulbach）构想了永恒轮回的世界：“以狄奥尼索斯的方式面对生存——：我对此的公式是命运之爱（amor fati）……”（N, KSA 13, 492）。

III.

狄奥尼索斯的迷醉与阿波罗式的梦境相互挑战，且互为依存（Riehl 81923, 72）。这两种冲动结合在一起产生了阿提卡悲剧，这部“既是狄奥尼索斯式的又是阿波罗式的艺术作品”以范式性的综合表达了“兄弟联盟”：狄奥尼索斯式的逾越、伸展与广博包容的运动，与阿波罗式的赋形原则、决定采纳某种鲜明世界图景的抉择，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中，理性自立之生命塑造（阿波罗式）的“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被扬弃，取而代之的是狄奥尼索斯式的迷醉体验，而这种体验只有在对生命的倾心投入中才能被经验到（Grau 1984, 330）。倘若仅由狄奥尼索斯式占据统治地位，其结果将是沉闷与混沌；因此需要简化的、赋予秩序的要素：阿波罗式。倘若阿波罗式绝对确立自身，僵化将是其结局；因此，阿波罗式依赖于其对立面那满溢的生命力。正如狄奥尼索斯式需要阿波罗式的形式一样，阿波罗式也需要 ↗神话 的自然伟力，“如果它的想象力和理智性不想变得无本之木，它的科学不想流于抽象，它的意识之明亮不想对一种文化的创造力与统一性构成危险的话”（Ottmann 21999, 62）。狄奥尼索斯式追求整体的统一，阿波罗式追求视角的明确性。狄奥尼索斯式趋向一种甚至包容极端并越过一切界限的普遍性。阿波罗式也意欲统一，但不是狄奥尼索斯式那种囊括所有对立面的普遍统一，而是明确的统一，是从整体的丰盈中提取出局部并有意识地将其自身局限于此；对某一法则的服从消除了多义性。这两种艺术冲动的相互关系描述了尼采的艺术家理想，即他将两极性视为绝对提升生命之原则的崇高观念。尼采之所以仍然赋予狄奥尼索斯式以优先地位，是因为他对19世纪的评判；在这个时代，他看到了理论-概念（↗苏格拉底主义）占据了充满威胁的压倒性优势，而这种优势应当通过狄奥尼索斯式的回归予以削弱，并重新与作为一切文化土壤的神话结合起来。如此看来，这是第一次 ↗一切价值的重估（Lypp 1984, 372）。

IV.

尼采将悲剧神话追溯为“阿波罗式与狄奥尼索斯式”的对立与综合，这在许多方面似乎是一种强硬的还原（参见 Ottmann 21999, 64）。在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多达20多个的众多别名以及大量的地方教派中，尼采的二分法仅仅反映了极小的一部分。梦境与迷醉的心理学是过度简化的。因为既存在酒神式的阿波罗、阿波罗式皮媞亚（Pythia）的狂喜，也存在狄奥尼索斯的占卜术。奥特曼（Ottmann 21999, 64）认为，“将光明之神阿波罗转变为外观之神”，尼采“犯了一个机智的错误：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平分一年，他像阿波罗一样也是光明之神，他像阿波罗一样也是缪斯的统帅”。此外，即使没有文字和场景的辅助，音乐本身也已经是一门“阿波罗式的”艺术，因为它是充满形式的。而且，正如丹托（Danto 21967, 50）所指出的，尽管存在狄奥尼索斯式的绘画，且音乐最初的守护神是阿波罗，但在尼采那里，明确存在着狄奥尼索斯对阿波罗的凌驾、音乐对戏剧的凌驾、意志对现象界的凌驾（参见 GT, KSA 1, 139f.）。

尼采将这两位神祇阐释为艺术冲动，这在他生前备受争议。于是，福格尔（Vogel）将这对概念的界定称为一段“天才般错误”的历史。尽管如此，阿波罗式-狄奥尼索斯式这一对立概念确实正确捕捉到了这两位神祇的某些本质特征。尼采的解释超越了古典语言学-科学问题设定的狭隘框架。尼采（特别是对狄奥尼索斯式）的占据与挪用，在随后不仅沦为一种对迷醉生命感的片面庸俗化的万能公式，而且还产生了一部确凿的政治化影响史与利用史，甚至波及1900年以后的狂热波希米亚群体，乃至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种族主义及其宇宙造物厄洛斯的哲学中：“狄奥尼索斯的生命力在那里被说成是雅利安人的，而所有精神对灵魂的支配、理智对生命的支配则被视为闪米特人的”（Ottmann 21999, 71）。狄奥尼索斯变成了种族主义的神，在第三帝国时期重现；而在政治光谱的左翼，人们则断言狄奥尼索斯式在亚文化、毒品崇拜、迷幻主义以及去升华之解放的承诺中实现了回归（参见 Ottmann 21999, 71 ff.）。心理学的解释在爱中或在内向性格中看到了阿波罗式，在冲突中或在外向性格中看到了狄奥尼索斯式。从本能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狄奥尼索斯式甚至被视为乱伦与同性恋倾向的总和。因此，必须指出的是，尼采关注的仅仅是这两种力量在悲剧文化中的竞技性张力，其目的是提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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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许勒


建筑

尼采关于建筑的评论直到近年才引起人们的关注（Buddensieg 1999, 2000）。此外，他的思想对20世纪建筑师产生的惊人影响，也是最近才受到瞩目（建筑[影响史]）。尼采关于建筑的言论很少；而且它们往往只是对布克哈特（Burckhardt）艺术史的附和。但是，尼采关于建筑的论述，与他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他的艺术观、他的“宏大风格”（großer Stil）学说，以及最终与他的“权力意志”学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波恩求学期间（1864/65年），作为学生的尼采就听过艺术史学家安东·斯普林格（Anton Springer）关于“米开朗基罗与中世纪德国艺术”的讲座。（该讲座的笔记至今尚未编辑出版。）他有十多年的时间，有机会参观比萨、索伦托周边、威尼斯、热那亚、罗马、佛罗伦萨和都灵的建筑（他参观时手里总是拿着布克哈特的《指南》[Cicerone]和格塞尔/费尔斯[Gsell/Fels]的旅行指南）。尼采通常也是以意大利的建筑为例来阐释他的建筑理论。

尼采的建筑理论与其整体思维方式的联系，早已体现在一篇关于“谋杀上帝”和“疯子”的遗稿笔记中。因此，上帝之死不仅颠覆了最高价值，也颠覆了整个透视法（Perspektivik）。“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抹去这条永恒坚固的线段 [] 迄今为止所有生命的建筑师都依此建造，如果没有它，似乎根本不会有透视，不会有秩序，不会有建筑艺术？”（尼采，《KSA》9，631）。尽管这听起来仍具隐喻意味，且指向生命的“建筑艺术”，但不可否认的是，尼采始终将建筑视为灵魂的镜像，一种化为石头的心理学。尼采经常赞美的古人崇高而简单的建筑（《曙光》[M]，第169节，《KSA》3，151），已不再与现代人的灵魂相契合。“如果我们想要并敢于按照我们的灵魂类型来创造一种建筑 [] ——那么迷宫就必须是我们的榜样！”（同上，152）。现代人成了演员，而在“演员”的时代，人已无法再成为“宏伟建筑中的一块石头”（《快乐的科学》[FW]，第356节，《KSA》3，596f.）。总体而言，随着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秩序的丧失，建筑被剥夺了其指示性和意义性特征。“石头比以前更像石头了”，而一座建筑的美仅仅变成了面具（《人性的，太人性的I》[MA I]，第218节，《KSA》2，178f.）。

尼采对变得毫无灵魂的建筑的批判反映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查拉图斯特拉抱怨道：“这些房屋意味着什么？诚然，没有伟大的灵魂将它们安置于此，作为自己的象征！/莫非是一个愚蠢的孩子将它们从玩具盒里拿出来的？那就让另一个孩子再将它们放回他的盒子里去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Za] III，论萎缩的美德，《KSA》4，211）。另一方面，尼采赞赏古人的建筑，尤其赞赏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Buddensieg认为在尼采身上能够看出一种预示着沃尔夫林[Wölfflin]的对巴洛克风格的重新评价，但这一点并未被察觉；尽管尼采对巴洛克的评价和布克哈特一样摇摆不定[《指南》，1925年版，346；《人性的，太人性的II》第144节，《KSA》4，438]，但尼采通常还是将巴洛克归类为晚期风格和颓废艺术）。尼采期盼一种为“伟大灵魂”而设的建筑的复兴，这种建筑将像昔日的罗马人一样重新“为永恒 [] 建造”（尼采，《KSA》9，135）。这种新的建筑应当继承教堂和修道院的遗产，将建筑物转化为沉思与认识的场所。“[] 当我们漫步在这些厅堂和花园中时，我们想要在自身中散步”（《快乐的科学》，第280节，“认识者的建筑”，《KSA》3，525）。

如果跟随尼采游历意大利，就会遇到他的偏好与厌恶。他赞美贵族气息的都灵（致海因里希·科塞利茨[Heinrich Köselitz]，1888年4月7日）和热那亚（《快乐的科学》，第291节，《KSA》3，532）。显然，在罗马与教堂的相遇让尼采感到不安。尼采让查拉图斯特拉抱怨“散发着甜香的洞穴”和“忏悔的阶梯”，而且查拉图斯特拉宣告，只有“当纯净的天空再次透过破碎的屋顶，俯视着青草和红色的罂粟花时 []”，他才愿意再次踏入“这个上帝的圣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II，《KSA》4，118）。然而，尼采对“阿皮亚大道”（Via Appia）印象深刻，特别是对巴贝里尼广场上贝尼尼（Bernini）设计的特里同喷泉（Triton-Brunnen）印象深刻，正是在凝视这座喷泉时，《夜歌》（Nachtlied）应运而生（《瞧，这个人》[EH]，《KSA》6，341）。（与之应加以区分的是尼采对贝尼尼和瓦格纳的批判性比较，该比较将对颓废的批判与对巴洛克风格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这或许是对司汤达音乐中的“贝尼尼主义”[Berninismus]的一种回声；致卡尔·福克斯[Carl Fuchs]，1888年8月26日和9月9日；尼采藏有司汤达的《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Rome, Naples et Florence]，巴黎1854年版，此处见404页）。尼采极其推崇的米开朗基罗，作为建筑师却要么根本不被提及（美第奇小礼拜堂、卡比托利欧广场），要么只是被顺带一提（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尼采，《KSA》9，667；《KSA》10，242）。在威尼斯，尼采十分珍爱“圣马可广场”，称其为他“最美的书房”（《论道德的谱系》[GM]，《KSA》5，353）。从诗歌《我又看见了圣马可广场的鸽子》（Die Tauben von San Marco seh ich wieder）中可以看出，尼采在威尼斯破例地感到过幸福，并且那座以“狮子般的冲动”高耸而起的钟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快乐的科学》，《KSA》3，648）。

对尼采而言，建筑中的建筑是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的皮蒂宫（Palazzo Pitti），他将其作为自己“宏大风格”理想的唯一范例。早在布克哈特看来，这座皮蒂宫就已经是世俗建筑艺术的巅峰。对尼采来说，它是颓废风格（↗décadence）的纯粹对立面（致卡尔·福克斯，1886年4月）。皮蒂宫见证了“宏大风格”与“微小风格”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与“羊群或领袖”（尼采，《KSA》11，624）的区分是平行的。“人们不禁要问，”布克哈特（《指南》，1925年版，106）早有此言，“究竟是哪位蔑视世俗的强权人物，竟然 [] 如此刻意地避开一切仅仅是漂亮和讨人喜欢的东西？”尼采记下了这句话（尼采，《KSA》9，520）；对他而言，这成了关于“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的一句箴言（尼采，《KSA》13，247）。《偶像的黄昏》中的一段话也是仿效布克哈特这句话写成的（《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Streifzüge]第11节，《KSA》6，118f.），其中写道：“建筑师既不表现酒神状态，也不表现日神状态：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伟大的意志行为 [] 是那渴望成为艺术的伟大意志的沉醉。最强有力的人总是不断地激发着建筑师的灵感；建筑师始终处于权力的暗示之下。在建筑物中应当彰显出骄傲、对重力的战胜以及权力意志；建筑是一种通过形式表达的权力雄辩 [] 最高涨的权力和感官感觉，表达在具有宏大风格的事物中。这种权力已不再需要任何证明；它不屑于去讨好 []。”

除了皮蒂宫之外，实际上只有另一座建筑显然让尼采感到激动。那就是都灵的安托内利尖塔（Mole Antonelliana），它绝非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一道海港防波堤，而是一座带有巨塔（165米）的建筑，最初计划作为犹太教堂，直到1896年尼采精神崩溃后才完工。尼采显然对这种高度的建筑印象深刻（致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1888年12月30日）。他还说这座建筑让他想起了查拉图斯特拉（同上）。人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断，尼采会对20世纪的高层建筑充满热情？这只能停留在猜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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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ing Ottmann


阿莉阿德涅

在古代神话中，米诺斯王（Minos）的女儿阿莉阿德涅原本许配给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os），却爱上了忒修斯（Theseus），并在他（从迷宫返回）后与他逃往纳克索斯岛（Naxos）；在那儿被他抛弃后，她嫁给了狄俄倪索斯并被其赋予永生。对尼采（N.）而言，阿莉阿德涅是他想象中与（♂女人）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阿莉阿德涅公主，我的爱人，致C. Wagner，1889年1月初）之关系的意象与隐喻，也是他晚期将自己自我描绘为狄俄倪索斯的寓言。他自称拥有关于她的谜团的独一无二的知识：“除了我，谁还知道阿莉阿德涅是什么！”（EH, KSA 6, 348）。决定尼采哲学视野的不是“谁”（Wer），而是“什么”（Was）。

自《恩培多克勒研究》（1871/72）起，他便开始尝试使用这一意象；在计划创作的羊人剧（1887）中，她是狄俄倪索斯的妻子，她本身也成为了一座无路可逃的迷宫：所有的英雄都在她身上走向毁灭：“人无法再从你里面走出来”（N, KSA 12, 510）。她对神的渴望与哀诉在《狄俄倪索斯颂歌》（Dionysos-Dithyramben）中获得了诗意的本体价值与哲学意义。在狄俄倪索斯的视角下，沿着他那^身体（Leibes）的线索，阿莉阿德涅在与他的结合中看到自己被肯定并被扬弃，真理、痛苦、情欲、身体经验和爱在一种矛盾的共生关系中融为一体。在阿莉阿德涅与迷宫的统一体中，尼采将自己与这位被渴望的神合二为一：“一个迷宫般的人从不寻找真理，而总是只寻找他的阿莉阿德涅——无论他可能会对我们说什么”（N, KSA 10, 125），以便在所有意欲的终点，与阿莉阿德涅一起“成为万物黄金般的平衡”，并能够以这位神的名字署名（致雅各布·布尔克哈特，1889年1月4日）。这种在疯狂边缘明确表达的与神之相似性，奠定了他全部哲学的基础。阿莉阿德涅及其周遭环境代表了^灵魂的狄俄倪索斯深渊（Frey-Rohn 1984, 40）；充满权力与创造力的狄俄倪索斯式的圆满状态实现了一种主动力量（vis activa），在这种力量中，身体的大^理智与对世界具有色情底色的基本理解之谜同化，以至于狄俄倪索斯最后对阿莉阿德涅说：“我就是你的迷宫……”（DD, 阿莉阿德涅的哀诉，KSA 6, 401）。

这些充满象征意味的句子激发了接受史上的众多探讨。语文学、传记学、精神分析、文化批判与哲学的解释将它们破译为关于与科西玛之关系的绝望而精妙的密码，视其为她的幻影（Janz 1978, Bd. 2, 434）；她的哀诉被归入“情欲-折磨文本”（Ross 1980, 779）；神与她的关系被视为尼采内心的投射（Frey-Rohn 1984, 188）；她是自我解放的女性气质和对存在的第二次肯定的意象，她的迷宫则是无意识的自我以及在生成与存在的交替中永恒的轮回（Deleuze 1976, 202f.），其中上演着无尽重复的恐怖，因为她——由于她的线已断裂且她自己已变得毫无身份——不再承诺任何拯救（Foucault 1991, 406f.）。

文献：Reinhardt, K.: N.s Klage der Ariadne, Frankfurt a.M. 1936; Frey-Rohn, J.: Jenseits der Werte der Zeit. F.N. im Spiegel seiner Werke, Zürich 1984; Foucault, M.: Der Ariadnefaden ist gerissen, 载于: Barck, K. 等 (编): Aisthesis. Wahrnehmung heute oder Perspektiven einer anderen Ästhetik, Leipzig 1991; Cancik, H.: N.s Antike, Stuttgart/Weimar 1995.

蕾娜特·雷施克 (Renate Reschke)


贵族制

尼采对贵族特质的格外推崇，即他的“贵族激进主义”（Brandes 1890），是他哲学中的一个层面；该层面在最早的一批阐释者（如dAnnunzio 1900; de Gaultier 1901; Fouillée 1901; Lasserre 1901; Bourdeau 1904）那里就已引起广泛共鸣，并在此后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粗暴的概括与可怕的简化。尤其是“新贵族”（Za III, KSA 4, 254f.）这一概念，被阐释为一种种族-生物学上的筛选与优越性，或者被视为一种旨在恢复旧有阶级关系与价值观的反动且复辟的意志表现。贵族式的姿态（↗“距离的激情”）是尼采哲学中的一个恒定要素，它与其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形象相联系：与↗天才、↗艺术家形而上学、《晨曦》（Morgenröte）哲学中的↗自由精神，以及后期著作中的↗更高的人和↗超人。它带有严厉的反民主色彩：从将奴隶制评估为任何更高级文化之必要前提，一直到对广泛的大众教育的明确谴责。尤其是在其早期著作中，尼采强调了奴隶制的必要性：他认为奴隶制是希腊文化令人惊骇的➞人类前提之一，且与古典学者们➞有教养的、人道主义的诠释截然对立。

“为了给艺术发展提供一个广阔、深厚且丰饶的土壤，绝大多数人必须服侍少数人，超出其个人需求的限度，像奴隶般受制于生活之必需。以他们为代价，通过他们的超额劳动，那个特权阶级应当从生存斗争中解脱出来，以便去创造并满足一个全新的需求世界。”（FV 3, KSA 1, 767）。

带着一种当时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勒南、福楼拜、泰纳、布克哈特）所共有的典型态度，尼采在汲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之后，以“精神贵族”的名义，激进地批判了任何试图将文化扩展至广大民众阶层的企图（“最普及的教育恰恰是野蛮”；KSA 1, 668）。此外，尼采认为，教育的扩大与普及还会导致民众与神话相联系的无意识根基相割裂：“鼹鼠”被赋予了视力。任何将文化扩展至广大民众阶层的尝试，都倾向于引发一场颠覆：“从根本上说，他们（指大众教育的倡导者——作者注）致力于颠覆智识王国中最神圣的秩序，即大众的服役、他们顺从的服从、以及他们在天才权杖下忠诚的本能”（KSA 1, 698）。这一以希腊人——即“各民族中的贵族天才”（尼采，5 [91] KSA 8, 64）——为榜样的严苛观念，在早期尼采那里建立在“太一（Ureines）”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即一种通过艺术实现的“完备的宇宙神义论”（HL, KSA 1, 197）。

到了八十年代初，尼采的贵族社会构想获得了一个新基础：一种力能学的现实概念与权力意志的哲学。均匀分布的单一统治体系的蔓延，倾向于取代集中在个别人身上的力量：由于能量的总储备是有限的，这将导致普遍的贫乏、枯竭，以及一个“矮小化”的过程。所有绝对的道德及其实证主义替代品，都制造了“人类之沙”（尼采，3[98] KSA 9, 73），即它们倾向于“使所有人均等化”。只有极度的技术化（即“中国特性”），使得各个从属的个体仅仅是机器中的齿轮，才能生产并积累能量，以实现伟大的人，即“多余的人”。

在尼采的哲学中，我们多次遇到对具有鲜明贵族色彩之文化的推崇：从《摩奴法典》中所描述的种姓社会（“到处都是高贵的价值，一种完美感，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一种对自身和生命充满胜利的喜悦感，——阳光普照着整本书。”；AC，第56节，KSA 6, 240）——不过尼采对此仍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因为种姓社会最终也是建立在“神圣的谎言”之上的，借助这种谎言，共同体受到统治，并逐渐与经验产生异化——一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的17世纪，在尼采眼中，后者是最接近希腊文化的时代（参见尼采，25[178] KSA 11, 61）：“贵族主义：笛卡尔[]。17世纪是贵族式的、有秩序的，对动物性傲慢，对内心严酷，‘不讲情调’，甚至没有情感，‘非德国式的’，排斥滑稽和自然，对过去进行概括且具有主权：因为它相信自己。骨子里有许多猛兽的成分，有许多禁欲的习惯，只为保持主人的地位。这是意志坚强的世纪；也是充满强烈激情的世纪”（尼采，9[178]，KSA 12, 440f.）。

尼采反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与固化的等级制度（“我对今天被称为贵族（noblesse）的一切，都有一种主权般的卓越区隔感。”；EH，KSA 6, 268）。查拉图斯特拉指出，“新贵族”不应向后看，而应“向前看”，并应在目标而非起源中找到其意义，哪怕为其新的创造性任务积累能量正是其必要前提。决定我们当前存在（我们强弱的程度）的，不仅是我们早期的生活和教育，更主要的是我们祖先那漫长的耐心，正是这耐心决定了我们的“高贵”。因此，“主人”拥有总体性与形式的特权。这是由“命运”促成的，即通过以我们的祖先为代价积累能量而实现，并且在未来，将通过对社会机器的最大化利用来达成。任何直接性，以及对导向这一目标的漫长劳作（强者的禁欲）的任何否认，都意味着倒退与颓废。另一方面，“退化[…]是不可能的”（尼采，5[97]，KSA 13, 463），“谁也没有自由去做一只螃蟹（倒退前行）”（GD，KSA 6, 144）。查拉图斯特拉说，高贵者的危险不在于“他变成一个好人，而在于变成一个放肆者、一个嘲讽者、一个毁灭者”（Za，KSA 4, 53）。在尼采看来，最强大的个体是那些尽管反抗物种法则（一种具有约束力的道德）却依然没有走向毁灭的人。他们的卓越之处在于能够在许多方面拥有一种潜在的多样性能力（“这正应被称为伟大：既能多样亦能完整，既能广阔亦能充实”；JGB，第212节，KSA 5, 147）：他们热爱对立与谜团，远离固定的信念与信仰，远离奴隶道德的单调乏味，并且能够去经历和探索décadence（颓废）的无数形式：“因为这是对他们力量的考验：他们必须首先从时代的整体疾病中挣脱出来，才能获得自身的健康。迟来的春天是他们的标志；我们还应补充说：还有迟来的愚蠢、迟来的痴狂、迟来的狂妄！”（尼采，6[24]，KSA 12, 241f.）。正是这些例外之人与个别的幸运儿，将组成“新贵族”，他们从既定条件出发，进行自我决定与自我命令。这不可避免地要求牺牲许多力量不足以忍受规律性和习惯氛围之丧失的个体。创造新价值并践行它们的尝试，将成为衡量个体力量与高贵程度的标尺。尼采批判了勒南在其Dialogues philosophiques（《哲学对话录》）中所表达的态度：“勒南先生绝对缺乏本能，他竟将科学与贵族（noblesse）混为一谈。科学从根本上说是民主的、反寡头统治的”（尼采，9[29]，KSA 12, 349）。“比如，他想将科学（la science）与贵族（la noblesse）结合在一起：但科学属于民主制，这是显而易见的”（GD，KSA 6, 111f.）。尽管勒南的提婆（Deva）明显在概念上接近超人，但由于其受制于神义论与科学宗教，他并未体现出面向未来的、开放且实验性的贵族价值观，相反，他肯定并强化了那些超人所要克服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依附于“上帝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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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iano Campioni

（由 Renate Müller-Buck 译自意大利语）


艺术家形而上学

对尼采（N.）本人而言，他所称的“艺术家形而上学”（Artistenmetaphysik）是其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表现在那个“惹人注目的句子”中：“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生存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GT，KSA 1, 152）。尼采在1886年为《悲剧的诞生》撰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事实上，整本书只承认在一切事件背后存在一种艺术家的意义和隐义，——如果你愿意的话，一位‘上帝’，但必定只是一个完全肆无忌惮且非道德的艺术家上帝[……]”（KSA 1, 17）。对尼采来说，世界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游戏，而艺术家形而上学则将世界理解为一种赫拉克利特式的力量游戏。

借助艺术家形而上学这一独创性思想，尼采以审美态度的优先性超越了实践理性的优先性。然而，他由此也触及了形而上学奠基本身的边界（Gerhardt 1984, 375）。归根结底，对艺术的辩护起着一种形而上学慰藉的作用。尤其是作家本（Benn）——他反复将“艺术家形而上学”一词作为主旋律加以运用——对《权力意志》中所宣告的那个出自“艺术福音”的法则表现出极大的痴迷：“[……]关于艺术作为欧洲最后一种形而上学的艺术家福音”（引自 Hillebrand 卷 1, 1978, 52）。

作为范式性地刻画了尼采早期思想的理念，艺术家形而上学在《悲剧的诞生》中已然完全成型。其基本思想随后——在经历了一段关于艺术作用的怀疑论插曲之后——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全部的力量重新展开：“[……]艺术作为生命的真正任务，艺术作为生命的形而上学活动……”（尼采[N]，KSA 13, 522）。在年轻的尼采看来，艺术是最后的形而上学活动：为世界辩护的并非宗教或带有宗教色彩的形而上学，而是“艺术福音”，这种艺术的源泉在于梦幻与迷醉，在于↗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兄弟同盟”（Ottmann ²1999, 58；参见 GT, KSA 1, 31f.）。在艺术家形而上学中，艺术，且只有艺术，拥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只有作为天才的艺术家，才能够用一张“新的幻象之网”将这个充满苦难与恐怖的世界“笼罩起来”（尼采[N]，KSA 7, 130）。

尼采的审美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美学。艺术通过将生存的悲剧性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从而为生存辩护，这对于那些看穿了道德与宗教幻象的人而言是一种慰藉。艺术家形而上学作为“将美学实体化为唯一的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审美规范系统，在1900年左右的文学现代主义初期十分盛行（参见卢卡奇 [G. Lukács]，《小说理论》，新维德 1963年，32页）。然而，艺术家形而上学也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生命与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尼采屡屡受到唯美主义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例如晚期的托马斯·曼 [Th. Mann]，载于：Hillebrand 卷 2, 1978, 94）。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给人留下的这样一种印象：艺术家形而上学以其辩护与救赎的姿态，蕴含着一种过高的要求（Grau 1984, 344）。因此，尼采后来不再谈论艺术家形而上学，而是仅仅谈论“艺术家式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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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许勒 (Christian Schüle)


禁欲主义

尼采（N.）首先从抽象和否定的角度看待禁欲主义，不仅将其视为对本能、冲动和欲望的放弃与压抑，甚至将其视为“自我残害”、“去感官化”、“去肉体化”和“良心的活体解剖”，在这些行为背后以微妙的方式隐藏着残忍（参见 JGB，第229节，KSA 5, 166）。因此，对尼采而言，禁欲者是这样的人：“他让自己的感官挨饿，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让自己的活力，甚至往往让自己的理智一同挨饿并遭受摧残”（M，第109节，KSA 3, 98）。尼采认为，在这种禁欲主义背后，隐藏的仅仅是通过给自己施加非人苦难来追求卓越的冲动。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对极度权力的沉迷，因为禁欲者在折磨中向他人展示了自己战胜自身的胜利。在这种语境下，禁欲者必然作为殉道者出现；这种禁欲主义与殉道是密不可分的（参见 M，第113节，KSA 3, 102–104）。

但是，尼采也承认，甚至连统治者都对这种作为↗圣人化身的禁欲主义致以敬意，因为他们在圣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卓越的力量，一种意志的强度，他们在其中重新认识并懂得尊崇自身的强大和统治的欲望：当他们尊崇圣人时，他们是在尊崇自身之中的某种东西（JGB，第51节，KSA 5, 71）。另一方面，按照尼采的说法，统治者们暗自揣测，在这种巨大的否定、这种反自然背后，究竟潜藏着何种权力。这位禁欲的圣人是否体现了一种权力，一种他比统治者更为了解、并且可能对统治者构成危险的权力？在尼采看来，世上的权势者从禁欲的圣人那里学到了一种新的恐惧，并通过他预感到了一种新的权力：权力意志（JGB，第51节，KSA 5, 71）。因此，即便是基督教的、殉道般的、神圣化的禁欲主义，对尼采而言也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只不过这种禁欲主义在尼采积极的禁欲主义中被扬弃了，而后者又是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积极学说的基础。然而，基督教意义上的禁欲生活对尼采来说是一个自相矛盾：这里统治着一种无与伦比的怨恨（Ressentiment），一种未被满足的本能和权力意志的怨恨，它想要成为主宰，不是主宰生命中的某物，而是主宰生命本身，主宰其最深层、最强大、最底层的条件；这里正在进行一种尝试，即运用力量来堵塞力量的源泉；这里的目光充满嫉妒和恶毒，直指生理上的繁荣本身，尤其是针对它的表现形式，即美与欢乐；而在残缺、枯萎、痛苦、不幸、丑陋、随意的损害、去自我化、自我鞭笞和自我牺牲中，却能体会并寻找到一种快感”（GM，第三篇，第11节，KSA 5, 363）。但是，这种与↗教士的禁欲生活以及↘三大华丽辞藻“►贫穷、谦卑、贞洁”（GM，第三篇，第8节，KSA 5, 352）相联系的禁欲理想，在尼采看来源于“►一种正在衰退的生命的保护和治愈本能，这种生命正试图用尽一切手段来维系自身并为其生存而战；[]”（GM，第三篇，第13节，KSA 5, 366）。它所缺乏的是一种尺度，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登峰造极（non plus ultra）”之物（GM，第三篇，第22节，KSA 5, 395）。这种消极的禁欲主义及其相关的清教主义，在尼采看来，是“►几乎不可或缺的教育和高贵化手段，当一个种族想要克服其贱民出身，并为了有朝一日的统治地位而努力向上攀登时”（JGB，第61节，KSA 5, 80）。

面对带有“禁欲理想、教士理想的巨大权力”的消极禁欲主义，面对这个“十足有害的理想”、这个“走向终结的意志”、这个“颓废（décadence）理想”（EH, KSA 6, 353），尼采以其积极禁欲主义的形式提出了他的“反理想”。因为仅仅进行道德审判和谴责的消极禁欲主义，“对于那些必须根除其感官冲动的人来说，是正确的思维方式，因为这些冲动是狂暴的猛兽。但也仅仅是对这些人而言！”（M，第331节，KSA 3, 234）。

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禁欲主义在尼采那里被积极地定义为古典意义上的禁欲主义：不是压抑自我、感官、冲动、欲望、享乐，而是对它们的训练；不是简单的放弃，而是适度的节制；不是否认，而是对被否认之物的承认与掌控；不是逃避世界，而是直面世俗生存的诱惑，并学会有分寸地对待它们。与基督教对禁欲概念的改造（尼采一再对此进行猛烈抨击）相反，他试图重新恢复该概念在古典时期的丰富内涵。因此，他的目标是重新学习“所有希腊哲学家在实践禁欲方面的一些东西”（M，第195节，KSA 3, 169）。尼采想要“使禁欲重新自然化”（N, KSA 12, 387），也就是说，他想用对感官的强化来代替对感官的否定，用对如何对待自身享乐的自主训练来代替放弃。这种“意志的体操”追溯到了希腊语 askesis 的字面意义，它最初只不过意味着对驱使我们的事物进行练习和训练，谨慎地对待和培养我们所从事的事物。从积极层面看，尼采的禁欲既包括精神锻炼，也包括身体锻炼。然而，它不仅是对（基督教）放弃的单纯抽象的否定，也不是抽象的“反放弃”，而是对放弃的一种经过反思的复位，不过这种复位不是通过压抑享乐和欲望，而是通过自觉且自主地对待它们：重要的不是牺牲本能、冲动和感官，而是以启蒙的方式对待它们。因此，尼采的禁欲主义作为一种自由对待欲望和享乐的学说，是与自我选择的匮乏以及自愿“进行各种形式的斋戒，哪怕是在最精神性的领域”密不可分的。尼采关注的是“一种基于我们对自身力量的看法的行动决疑法”。这包括在“冒险和自设的危险”中对自己进行实验，同时也为“信守诺言的力量”发明考验（N, KSA 12, 387f.）。因此，对尼采而言，“最精神性的人作为最强大的人，[]在别人会走向毁灭的地方找到了他们的幸福：在迷宫中，在对自己和他人的严酷中，在实验中；他们的享乐就是自我克制：禁欲主义在他们那里成为了自然、需求和本能。艰巨的任务被他们视为特权，把弄那些会压垮别人的重担，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消遣……认知——一种禁欲主义的形式。——他们是最值得敬仰的人类类型：但这并不排除他们也是最开朗、最惹人喜爱的。他们统治，不是因为他们想统治，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统治者，他们不允许自己屈居第二”（AC，第57节，KSA 6, 243；参见 GM，第三篇，第9节，KSA 5,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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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ker Caysa


美学

在尼采那里，根本谈不上有一种统一的、乃至系统的美学。如果在这里仍然要谈论“美学”，那是由于尼采关于人的感性行为的学说，以及他在哲学上对艺术的征用，及其将艺术嵌入生命整体脉络之中的做法。就尼采而言，可以勾勒出一条从审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艺术生理学”的基本轨迹（Gerhardt 1984, 374–393）。尼采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建立在审美形而上学基础上的艺术家理想之希望，经过中期的美学批判时期（《人性，太人性》、《漫游者和他的影子》、《曙光》），最终走向他自己始终视为命运般的核心问题——即通过创造和艺术生产力来克服虚无主义。

在尼采那里，“美学”之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原因有二：首先，尼采将审美与有生命的机体相混合，将生成与消亡的生命之流赋予形态的组织化，将生存审美化，加之健康与“大风格”的艺术哲学原则，以及其应用中的矛盾与断裂，这些都使得人们最多只能在概念上进行近似的把握。其次，必须追溯这些矛盾的根源：当尼采在向审美形而上学激进化发展的顶峰时，认为世界和生存只能作为“审美现象”才具有正当性（艺术家形而上学），但他同时又将艺术贬低为“纯粹的幻象”；当他一方面高度推崇艺术与诗歌，另一方面又将艺术家称为“演员和猴子”时（Pütz，转引自 Hillebrand 第2卷, 1978, 145）。毫无争议的是，作为一位将“生命”理解为充满生机的感性创造过程的哲学家，在尼采那里，艺术作为“生命的器官”，占据着核心主导动机的地位：对尼采而言，美学的每一个问题都指向所有现象的起源，即“生命”（Pütz 1967, 37）。

当尼采赋予艺术家特殊的生存状态以优先地位时，他立足于早期浪漫主义及其提升情感领域地位的传统之中。正如浪漫主义将“艺术哲学”转化为“美学”概念所暗示的那样，尼采也将生存与世界进行了审美化的美化，正如皮茨（Pütz）所认为的那样，这让他“理所当然地”贴上了唯美主义者的标签，因为他也将道德和宗教的生命解释还原为品味问题。然而，在尼采的意义上，将道德还原为美学并不意味着将其还原为一种审美的享受或游戏。其本意并非在图像中进行创造，而是一种在血肉之躯中的继续谱写：人应当将自己塑造成一件艺术品。

与叔本华一样，对尼采而言，艺术也是其自身哲学思考的顶峰。在早期，其目标依然是一种系统的美学——作为幻觉、作为美丽的表象、作为“谎言”，救赎者艺术超越了精神的所有其他现象。音乐作为尼采终生偏爱的艺术形式，在这里甚至能够实现他所追求的消除个体化（Individuation），尼采后来将其称为肯定存在的酒神原则。尼采将艺术理解为对抗经验世界的审美替代方案（Schulz 1985）。生命和世界本身成为了艺术的作品（Meyer 1993, 4）。然而，尼采对艺术的要求过于绝对，其所追求的审美普遍化摧毁了任何系统的切入点（参见 Pütz 1967, 29 及以下）。由于尼采的思想围绕着“审美的本质”展开，他追问的不是艺术的功能，而是它的来处、它的起源；他试图为艺术奠基。取代那些被摒弃的

宗教与道德理想的，是两种与艺术密切相关的力量：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日神的-酒神的）。这二者作为自然力量和艺术神明，处于充满张力的对抗关系之中，正如人类的进步必然与性别的对抗相联系一样，艺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依附于这种对抗。尼采提倡这样一项任务：创造出丰富且在审美上平等的价值评估；对每一个体而言，这都是衡量万物的最终尺度。在很大程度上，这预示了尼采作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地位。尼采在其中期的所谓启蒙阶段中，决定其艺术立场的根本原则被他浓缩为这样一句话：“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生存对我们而言依然是可以忍受的，正是艺术赋予了我们眼睛、双手，尤其是良好的良知，使我们能够将自己塑造成这样一种现象。”（FW, 第107节, KSA 3, 464）。这意味着：存在于人本性之中的种种情感，带着其可怕的生存特质，在寻觅一种语言和象征性的图像表象。唯有艺术能够为它们提供这些。普福滕豪尔（Pfotenhauer，1984, 400）有理有据地将此称为贯穿尼采全部著作的阿丽亚娜之线。

尼采对艺术的理解，必须放在他后来所提出的塑造一切、设定价值的权力意志这一背景下来考察，这种意志受“生命”之托：即那不断进行的创造性征服、自我克服和自我创造的行动（Za, KSA 4, 146及以下）。艺术是一种提升现象，其目标是实现绝对的生命充盈（Hillebrand 第1卷, 1978, 33）。生存的这种根本的审美状态特有一种沉醉迷狂的属性。尼采意欲确立一种不同的、新形式的理性，即一种审美理性，其意义在于通过理性的审美形态来恢复理性的名誉（参见 Kaulbach 1980, 289及以下），以此来对抗纯理论的理性，使其发挥作用——这种理性在审美的重复中，始终将对整体的根本肯定内蕴于自身之中。由此，通过艺术，对身体的肯定作为直接的、创造意义的“身体的理性”便应运而生。

艺术这种“准宗教”（Kaempfert 1971）之所以作为世界认识的工具获得极为重要的意义和突出的地位，是因为它是那不断超越自身的生命的最高表达形式（Meyer 1993, 1）。它是权力意志最透明、最广为人知的形态（Heidegger 第1卷, 1960, 90）。尼采青年时期的纲领性著作《悲剧从音乐的精神中诞生》描绘了一种艺术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使艺术本身成为形而上学。根据该书，人对世界只存在一种审美的态度。艺术作为生命意志（而生命意志又被理解为丰富多样的生命），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真理是对立的。“艺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的序言草稿中写道，“比真理更有价值”（N, KSA 13, 227）。艺术将人从其自身及其痛苦中超拔出来，使他从自身之中获得自由。其任务是“设定一个世界”。通过将艺术视为“世界认识的工具”同时也视为“生命的器官”，尼采于是将世界认识与生命等同起来；艺术概念与纯粹的创造性完全同一，并被扩展至重新创造世界的普遍性高度。

对世界和现实的改造是通过创造性行为和创造性活动来实现的：对尼采而言，创造是最高的审美价值。因此，他宣告艺术是创造的最高形式，但他并没有将其绝对化为一个自律的实体，而是不断地将其重新与生命联系起来。艺术作为一种现象，仅仅在倒影中展现了那创造性的原初冲动，若无这种冲动，生命便不复存在（Hillebrand 第1卷, 1978, 26）。尼采对“艺术”的构想，较少指向由精神所产出的、完成的艺术作品这一静态自足体，而是更多地指向审美过程，即生命哲学意义上的艺术创作。在这个动态的创作过程中，energeia（创造的活力）显然优先于ergon（作品）。艺术是所有生产活动的组织原则（参见 Meyer 1993, 4及以下）。

在尼采的审美理解中，与他极力要消解的、局限于“精神”的唯心主义美学相比，作品美学和接受美学的层面退居其次，让位于生产美学和效应美学的层面。康德意义上作为美、作为无利害之愉悦的趣味判断，对他来说是根本不在考虑之列的（Lypp 1984, 358）。归根结底，尼采的审美观念无异于对当时所有美学提出的充满激情的反驳与决裂，这其中也包括瓦格纳的唯灵主义美学和叔本华的二元论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决定性分界在于，尼采将艺术与意志融为一体，使之成为一种“幸福的承诺”（司汤达）。尼采将“世界”视为“一件自我孕育的艺术品”（N, KSA 12, 119），一个自我生成的创造过程，其基本冲动是一种对抗自我毁灭的反向力量，用积极的话来说：是通过创造力实现的自我确立与自我提升（N, KSA 10, 501）。在其晚期哲学中，这种创造力的目标是创造“超人”，这个“超人”首先是一个审美理想（Riehl 1923, 136），对于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来说，甚至是一个“伦理-审美的自我”（转引自 Hillebrand 第1卷, 1978, 45）。对尼采而言，审美创造意味着提升之可能性的展现。当尼采谈及艺术时，他总体上着眼于人类以视角主义重新设定现实的可能性。“生命”作为未决的整体、作为万物起源的意义，在此还包容了邪恶、病态与丑陋。艺术并不逃避至田园牧歌之中，而是直面悲剧与恐怖。洛维特（Löwith, 1956, 123）针对尼采及其对赫拉克利特的追溯提出反驳，认为尼采的酒神美学是以牺牲伦理学为代价的；赫拉克利特的哲学里同样不存在什么“伦理绝对命令”。

既然在《悲剧的诞生》之后，尼采果断地背离了形而上学，也因此背离了任何在审美上可被证明为正当的形而上学（N, KSA 7, 428及以下），那么在研究他时，谈论审美的东西（das Ästhetische）要有意义得多。这反过来又与身体的感知（aisthesis）紧密相连，因此，审美的东西作为区别于具体艺术作品的“艺术”术语，可以被理解为身体-理性的统一体。尼采将审美的东西把握为有机的方面，从而再次将其视为一种意义赋予的功能。正因如此，尼采的审美观念在其晚期哲学中演变为一种“艺术生理学”，这为其直至1888年仍在计划的名为《权力意志》的项目草案提供了实质性支撑（相关内容参见：Montinari 1982, 92–119）。《权力意志》首先应从审美状态和艺术创造的角度来诠释：它具有一种审美的特质结构（Kaulbach 1980, 272）。在尼采之前被称为“艺术哲学”或“美学”的东西，在尼采那里变成了将身体的健全强壮者与颓废羸弱者区分开来的“艺术生理学”，其最终唯一的目标就是将人提升至超越其自身的高度。尼采这种带有强调性、积极的艺术生理学纲领，绝不把生理学理解为对人类肉体进行的自然科学式、客体化考察。它是对被视为“权力意志复合体”的身体进行分析的生理学，并作为新的价值与“真理的准则”联系在一起。例如，尼采主要在审美语境中使用作为生理性疲劳的décadence（颓废）这一概念，但它源于生理学，因此尼采后来也用“退化”（Degenereszenz）来代替它。关于艺术生理学，我们也可以谈论一种生物学主义的“美学”：“在这里，我们发现艺术是一种有机功能：[ . . . ] 我们发现它是生命最大的刺激物……”（N, KSA 13, 299）。

尼采在类比艺术来构想生命提升（即具有强化振奋与提升致醉作用的生命提升）时，其基本形态是一种积极的、包摄了感官、身体与精神的对世界的态度。对他而言，美学是应用生理学；审美的标准变成了生理学的标准，即一个感知的表达系统（参见 FW, 第368节, KSA 3, 616及以下）。生理学即是化作形式的内容：印象即是表达。所追求的沉醉状态，作为身心去抑制的状态，是有机体的一种“例外状态”（N, KSA 13, 356）。生理学的决定性规定在于沉醉的实验性质，这种沉醉作为象征的条件，通过它，生存和世界得到了美化（Lypp 1984, 364及以下）。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被整体把握的人，而不是其孤立的“精神”；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以来，尼采便只将精神视为身体的一部分。人的身体，在尼采人类学现实主义的架构中，在“大”理性（这种至高无上的理性唯一能理解美的经验）的背景下，被理解为一个意义的统一体。艺术生理学旨在以肯定该本性的生命为线索，对人类感到陌生的、甚至是可怕的自然进行占有和内化：因此，首要的艺术品就是身体本身。然而，在这种心理-运动层面思想的单向度导向中，不再像最初那样需要日神式的幻觉了，就连那掌管美丽外观的日神本身，此刻也获得了迷狂的特征（Pfotenhauer 1984, 405）。将审美的东西视为神话在生理学上的激进化，在尼采那里，现在只剩下独白式言说的酒神原则了。阿丽亚娜已经将其象征意义的神话之线输给了狄奥尼索斯。艺术生理学最终自身也成为了艺术。

参考文献：Zeitler, J.: Ästhetik, Leipzig 1900; Fink 1960; Pütz 1967; Djuric, M.: N. und die Metaphysik, Berlin/New York 1985; Gerhardt, V.: Von der ästhetischen Metaphysik zur Physiologie der Kunst, 载于: NSt 13 (1984), 374–393; Lypp, B.: Dionysisch-apollinisch: ein unhaltbarer Gegensatz. N.s Physiologie der Kunst als Version dionysischen Philosophierens, 载于: NSt 13 (1984), 356–373; Pfotenhauer, H.: Physiologie der Kunst als Kunst der Physiologie? Überlegungen zur literarischen und mythologischen Faktur des Textes, 载于: NSt 13 (1984), 399–411; Meyer, Th.: N. und die Kunst, Tübingen/Basel 1993; Pfotenhauer, H.: Die Kunst als Physiologie. N.s ästhetische Theorie und literarische Produktion, Stuttgart 1985; Schulz, W.: Metaphysik des Schwebens. Untersuch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Ästhetik, Pfullingen 1985; Böning, Th.: Metaphysik, Kunst und Sprache beim frühen N., Berlin/New York 1988.

克里斯蒂安·许勒


启蒙

N.的启蒙往往只被视为一段插曲，一种暂时的论战意志的表达（一个插曲或“面具”），或者被视为其哲学中黑暗与大地（tellurischen）元素的恒定对立面。科西玛·瓦格纳早在1877年就对N.身上的“太阳”特质做出了非常负面的评价：他身上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源于一个黑暗的、无意识的根基，“而他所思考和言说的一切被光照亮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多大价值”（致玛尔维达·冯·梅森布的信，参见Montinari 1982, 43）。相比之下，N.则多次强调，《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对他而言意味着艰难地回归到一条非常个人化的道路上，这条道路从一开始就以激进的启蒙为特征。塑造了这条新的、决定性道路的自由精神形象，其遥远的先驱是德谟克利特，N.在莱比锡时期称其为“所有启蒙和理性主义倾向之父”（BAW 3, 347），“冷酷，却充满隐藏的温暖”（同上 349）。仅仅通过反对任何目的论的斗争，德谟克利特的启蒙就表现为一种激进的尝试：通过“严格的科学性与方法论”（BAW 3, 332）来解释世界的实在——包括“令人不寒而栗的事物”——而不诉诸神话解释和道德辩护。他的幸福论伦理学正是源于此，旨在将人类从一切源于无知和宗教迷信的担忧与恐惧中解放出来。这也是其不合时宜以及大众不理解的原因。从一开始，N.的启蒙式解放就带有个人主义和贵族化的特征。叔本华式 ↗天才 的特征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并不陌生。N.在其他希腊人物（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身上也看到了启蒙的特征（参见Ottmann 1999, 150ff.）。特别是在1875年的遗作断片中，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特征被描述为启蒙式的“反对神话的斗争”、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认识的激情，以及源于这种态度的伦理-政治结果（例如，参见 N, 6[50] 1875年夏季, KSA 8, 118f.）。城邦是启蒙的，但也受限于神话，受限于其“孤立的力量”。我们知道，“泰勒斯曾提议建立一个城邦同盟，但未能贯彻”（同上）。阿那克西曼德“反对神话，因为神话使人柔弱和浅薄”（同上 119），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曾考虑消除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界限，他“思考一种超希腊的世界秩序”（同上）。巴门尼德想要制定法律，“他想赋予人们宁静以对抗政治激情”（同上）。恩培多克勒始终如一地将自己视为“泛希腊的改革者”（同上），这是一种所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共有的冲动。苏格拉底仍然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N.看来，希腊人的自我毁灭正是通过他完成的，他“毁灭了科学”（N, 6[26], KSA 8, 108）。这一论断与之前在《悲剧的诞生》（Geburt der Tragödie）中的主张截然相反。“整个早期哲学都是理性的奇特迷宫之旅”（N, 6[7], KSA 8, 100）。N.认为，在当今时代，梦想古希腊的复兴已属多余，因为：“我们在阐明世界方面已经超越了希腊人，通过自然史和人类史，我们的知识广博得多，我们的判断也更为适度和公正。由于启蒙时代，一种更加温和的人性也得以广泛传播[…]。”（N, 3[76] 1875年3月, KSA 8, 37）。此时，N.开始了其自我批判、反浪漫主义的“精神解放”之路（N, KSA 8, 308）。祛魅的特征已经存在于叔本华式的人身上。这些特征显现于叔本华对人类生存的伟大“启蒙”、他那英雄般的不合时宜（SE 5）以及哲学家的真理激情之中，这种激情将沉睡者从其深深的形而上学睡梦中唤醒，并剥夺了他那些慰藉人心的幻象。

这种祛魅的态度，以及对 → 最初与最后的事物 𝛼（MA I，第一章）的揭露并将其还原为其 → 人性的，太人性的 𝛼 本质的做法，在科学及与其相关的历史学中找到了其最重要的批判工具。伴随启蒙而来的是每个个体对抗共同体与习俗之暴政的自我主张。N.越来越坚决地站在 → 文明 𝛼 的一边，并给瓦格纳对无意识的原始共同体神话的（浪漫主义）迷恋打上了反动和倒退的烙印。由科学和批判理性作担保的 → 真理 𝛼，支撑着N.那场解放性的、决定性的斗争，以反对早期那种敌视生命的、倒向 → 艺术家形而上学 的抉择，以及对 → 天才 的危险迷信。长远来看，真理显得更为有用，即使它意味着与幻象的痛苦决裂，以及丧失由对担保的先验价值的信仰所提供的能量源泉。→ 我们必须重新成为离我们最近的事物的好邻居 𝛼（WS, Nr. 16, KSA 2, 551），并学会在没有理想教条和宗教的情况下生活，这些教条和宗教借助敌视生命的谎言阻碍和阻止了社会与人类的发展。是时候清除那些麻醉剂、慰藉品以及形而上学的不洁之物了。从长远来看，对世界的颠倒以及赋予彼岸以特权（无论是上帝、本质、意志等），意味着对唯一真实存在的世界、对在历史发展中可被追溯的生成中的力量流转的彻底而激进的贬值。慰藉的终结释放出了新的（同时也是危险的）能量。任务就在于将这些能量汇聚起来，用于一种有序的（反革命的）发展。在这方面，理性和科学是人类最高的力量，它们绝不与宗教神话作任何妥协，→ 它们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 𝛼（MA I, Nr. 110, KSA 2, 111）。

通过“阐明”（Aufhellung）（N, KSA 8, 37）人类可支配的积极力量，生命之基的审美魅力丧失了。自然的非人化（将过去被归因于生命之基的艺术力量完全转移给人类），起初似乎会导致一种荒凉的贫乏。科学似乎使事物变得干枯，因为它剥夺了人类曾经赋予事物的那些神奇力量。

N.提出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推进方式：一种顾及阴影的光，那种“当认识的阳光照射在事物上时，所有事物都会显现出来的”阴影（WS, 前言, KSA 2, 538）。摆脱了任何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艺术家形而上学）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种谦卑的愿望：将人类的喜剧变成宇宙大背景下的一段微不足道的插曲。

在这一阶段，N.的启蒙一方面以巨大的诊断距离为特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一种愿望：借助理性来对抗那些扼杀启蒙与进步精神的失控且狂野的革命力量。由此也解释了他对卢梭及法国启蒙运动某些方面的坚决斗争。

在N.多次指出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并认为有必要采取更彻底的激进立场，以使人文主义从“上帝的阴影”的最后残余中解放出来之后，他在1884/85年间面临着“新启蒙[以]揭露基本谬误”的必要性：“旧的启蒙是符合民主畜群之意的”（N, KSA 11, 295）。为此，他计划创作一部名为《新启蒙》（Die neue Aufklärung）的著作，但仅有草稿保留了下来（参见 N, 25 [296]; 26 [295] 和 [298]; 27 [79] 和 [80]; 29 [40] KSA 11, 86, 228f., 294f., 346）。现实主义（“总之要反对伪善。就像马基雅维利一样”；N, 25 [296], KSA 11, 87）现在与永恒轮回的思想（“永恒轮回哲学的序言与辩词”；N, KSA 11, 229）结合在一起，将其作为一种极端的科学假设，这种假设粉碎了任何残存的人道主义（传统道德的领域）以及任何目的论的阴影。新启蒙走向“自我克服，作为克服人类的一个阶段”（N, KSA 11, 295）。

参考文献

Heller, P.: »Von den ersten und letzten Dingen«, Berlin/New York 1972; 同上作者（ders.）: N. in his relation to Voltaire and Rousseau, in: 同上作者: Studies on N., Bonn 1980, 51–89; Ottmann, H.: N.s Stellung zur antiken und modernen Aufklärung, in: Djuric, M./Simon, J.: N. und die philosophische Tradition Bd. I, Würzburg 1985, 9–35; Marti, U.: »Der große Pöbel- und Sklavenaufstand«. 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Revolution und Demokratie, Stuttgart 1993; Ottmann 2019, 150–156.

Giuliano Campioni

（由 Renate Müller-Buck 译自意大利语）


野蛮人

对于尼采（N.）来说，有两种野蛮人：一种来自深渊并进行破坏，另一种来自高处：“一种征服和统治的本性，他们寻找可以由其塑造的材料。普罗米修斯就是这样一个野蛮人”（N, KSA 11, 458）。尼采将复兴↗文化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他们是对抗无能的市侩文化和平庸的群氓文化中那种温顺而隐蔽的野蛮状态的投射形象（DS, KSA 1, 166; Za IV, KSA 4, 360）。尼采认为他们与↗超人、↗主人道德、自由精神和极北之人（Hyperboreern）以及更高级的文化相呼应；他们对自然的亲近注定了他们走向危险生活的乌托邦，并维系着生命、文化、残酷与暴力之间一种矛盾的联结。他们并不是为非人道幻想提供合法性，尽管他们与↗金发野兽的形象之间明显的亲缘关系可能会让人产生这种联想。关键在于他们创造文化的能力，这些来自高处的野蛮人凭借其主权与统治潜力、他们的↗权力意志、他们对行动与精神之好战性的渴望以及他们的酒神本性，拥有了这种能力。尼采将他们视为接近所有不屈服于历史和传统的压倒性力量、渴望更新与创造的人。作为发现者、征服者、殖民者，他们的意志决定了他们去塑造、组织和创造，在这点上他们类似于艺术家：他们冷酷无情、无度又适度、善于简化并创造风格。这一形象的审美内涵为文化史语境开启了一个文化批判的维度，追问“20世纪的野蛮人”从何而来（N, KSA 13, 18）。这一问题旨在克服↗虚无主义与↗颓废（décadence），指向一种新文化的轮廓。

它被先锋艺术家（如萧伯纳、易卜生、惠特曼等）所接受，并成为欧洲文化批判（巴尔、诺尔道、弗里德尔）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动力，成为介于自然关联与技术清醒化之间的进步话语的指示器。本雅明利用其颠覆性的姿态，将伟大的建构者、思想家、艺术家（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克利、谢尔巴特、布莱希特）作为积极的野蛮人与现代性的文化贫困相对立，以便在直接引用尼采的同时，抵制那些试图逃离现代性疲劳症的既定模式。布劳恩（Braun）在其最新作品中，以对当下的批判性视角重新发现了其古代的维度，并以“致敬，野蛮人”（Braun 1999, 41）作结。

参考文献：Bahr, H.: Barbaren, in: Essays, Leipzig 1912; Benjamin, W.: Erfahrung und Armut,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II/1, hrsg. v. R. Tiedemann/H.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 M. 1972ff.; Guth, A.: N.s Neue Barbaren, in: Steffen, H. (Hrsg.): N. Werk und Wirkungen, Göttingen 1974; Lindner, B.: Positives Barbarentum – aktualisierte Vergangenheit. Über einige Widersprüche Benjamins, in: Faszination Benjamin, Berlin 1980; Reschke, R.: Barbaren, Kult und Katastrophen. N. bei Benjamin. Unzusammenhängendes im Zusammenhang gelesen, in: Opitz, M./Wizisla, E. (Hgg.): Aber ein Sturm weht vom Paradiese her. Texte zu Walter Benjamin, Leipzig 1992; Braun, V.: Tumulus. Gedichte, Frankfurt a. M. 1999.

Renate Reschke

概念

概念是符号性的图式，它们——在抽象的相似性记录（隐喻）的基础上——通过由词语所再现的图像之综合而获得。“词语是概念的声音符号；概念[…]是经常反复出现和同时发生的感觉、感觉群的或多或少确定的图像符号”（JGB, Nr. 268, KSA 5, 221）。

概念生成的出发点是创造性地——最初纯粹是个体主观地——设定一个隐喻、一个语言符号（↑ 符号），它通过其他语言参与者的接受而成为常用的词语，并最终通过剥离情感内涵和图像性（内涵的）内容而成为概念，此后该概念→必须适用于无数个或多或少相似的[]，即完全不相同的各种情况→（WL 1, KSA 1, 879f.）。在此，人们必须作出一种伪造现实的→前提→，即根本上存在着→同一性→（N, KSA 7, 542）。

概念在科学内部构成了一个由属概念和种概念组成的“金字塔秩序”（WL, KSA 1, 881），尼采将这样一个概念系统仅仅视为一种纯粹的建构。其中，“最普遍的”概念也就是“最空洞的”，正如尼采所批评指出的那样，它们在哲学中被误解为“原因”和“最实在的存在（ens realissimum）”（GD, Nr. 4, KSA 6, 76）。

尼采特别强调了在通过概念把握世界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伪造特征。即使作为（内容层面上）概念基础的隐喻，也不具备任何反映功能，没有任何指向现实的指涉，这种指涉只是在主体间的概念使用中才被制造出来的。然而，概念因其高度的外延性而获得的缩减特征，使得人类能够通过概念符号去“支配”（同上）“极其大量的事实”（N, KSA 11, 464）。“符号装置”（同上）也具有社会功能；它允许为了引导社会结构而进行合乎目的的“总体概览”（同上），并且此外，它还促成了通过“符号世界”（同上）所中介的、共同的建构性世界观念，这种观念蕴含着一种技术-机械论的可控性。

参考文献：Danto² 1971, 38–47; Simon, J.: Grammatik und Wahrheit. Über das Verhältnis N.s zur spekulativen Satzgrammatik der metaphysischen Tradition, in: NSt 1 (1972), 1–26; Albrecht, J.: F. N. und das sprachliche Relativitätsprinzip, in: NSt 8 (1979), 225–244; Figl 1982, 151–154; Abel, G.: Nominalismus und Interpretation, in: Simon, J. (Hrsg.): N. und die philosophische Tradition II, Würzburg 1985, 35–89; Zunjic, S.: Begrifflichkeit und Metapher, in: NSt 16 (1987), 149–163; Schlimgen, E.: 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 Berlin/New York 1999, § 16.2.

Erwin Schlimgen

意识

尼采的意识理论，正如其在《快乐的科学》第五卷第354节中所简要呈现的那样，本质上源于一种生物主义模型，根据这一模型，意识是通过进化发展而来的，以便能够形成更大、更具能力的“宏观有机体”，如社会或国家；这些宏观有机体通过分工策略为单个主体实现了减轻负担、保障生存的目的，并在总体上发挥了提升权力的功能。社会联合体的生成在本质上是通过沟通来中介的，因此原则上与语言紧密相连：任何能够被意识到的事物，都是由符号/语言所中介的。尼采将社交性、可沟通性、↗符号/语言的使用、意识的形成以及自我意识的形成视为进化发展中相互关联的要素（参见 Schlimgen 1999, § 19）。对于独居的人来说，意识将是多余的；他本可以“思考、感受、意愿”，本可以“回忆”


意识

概念是符号化的图式，这些图式——在一种进行抽象的相似性记录（↗隐喻）的基础上——通过对由词语所再现的意象的综合而获得。“词语是概念的音符；概念[……]对于经常重复出现和汇聚在一起的感觉、对于感觉群来说，则是或多或少确定的图像符号”（《善恶的彼岸》，第268节，KSA 5, 221）。

概念发生的出发点是对一个隐喻、一个语言符号（↗符号）进行创造性的——最初纯粹是个体的、主观的——设定，这个符号通过其他语言参与者的接受而成为常用的词语，并最终通过剥离情感内涵和图像（内涵）内容而成为概念，随后该概念→必须适用于无数的、或多或少相似的[……]即完全不相等的各种情况→（《论真理与谎言》1，KSA 1, 879f.）。在此，人们必须做出伪造现实的→预设→，即根本上存在着→同一性→（《遗稿》，KSA 7, 542）。

概念在各门科学内部构成了一个由属概念和种概念组成的“金字塔式秩序”（《论真理与谎言》，KSA 1, 881），即一个仅被尼采视为纯粹建构物的概念系统。其中，“最普遍的”概念是“最空洞的”，正如尼采批评性指出的那样，它们在哲学中被误解为“原因”和“最实在的存在（ens realissimum）”（《偶像的黄昏》，第4节，KSA 6, 76）。

尼采特别强调了存在于概念化的世界把握方式中的伪造特征。作为（内容上的）概念基础，隐喻本身就已经没有反映功能，没有指向某种现实的指涉，这种指涉只有在主体间的概念使用中才被建立起来。然而，概念通过高度外延性所达到的缩写特征使得人类能够通过概念符号“掌控”（同上）“海量的事实”（《遗稿》，KSA 11, 464）。这个“符号机制”（同上）也具有社会功能；它允许为了引导社会结构而进行合乎目的的“整体概览”（同上），此外还促成了共同的、由“符号世界”（同上）所中介的、建构性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蕴含着一种技术-机械论的可控性。

意识

尼采的意识理论——正如其在《快乐的科学》第五卷第354节中所简要呈现的那样——在本质上源于一个生物学主义模型。根据该模型，意识通过进化发展出来，是为了能够形成更大、更具效能的“宏观有机体”，如社会或国家，这些宏观有机体通过分工策略为个体主体实现一种减轻负担、保障生存的目的，并从整体上发挥提升权力的功能。社会团体的发生本质上是通过交流来中介的，因此原则上与语言相绑定：任何根本上能够被意识到的事物，都是由符号/语言所中介的。尼采将社会性、可交流性、↗符号/语言的使用、意识的生成以及自我意识的生成视为一种进化发展的相互关联的环节（参见Schlimgen 1999, § 19）。对于独居的人类来说，意识是多余的；他可以“思考、感受、意欲”，“回忆”和“行动”（《快乐的科学》，第354节，KSA 3, 第354节, 590），而无需让这些进入他的意识。（与笛卡尔相反，）尼采赞同莱布尼茨的观点，即表象不一定非得与意识相联系。“意识”“根本上”只是“在交流需求的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同上，591）。为了能够进行社会互动，个体必须是可被看透的，这一公设应通过共同的语言来达成，而这种语言进而也会“支配”个体的意识（同上，592）。与个体的灵魂相反，意识恰恰不带有私密性的标志；为了能够行使其构建社会的功能，它在原则上是普遍意识。

尼采的意识理论与其↗语言哲学和认识论（↗认识）紧密相连，特别与其隐喻/概念理论（↗隐喻，↗概念）及其句法/判断理论（参见Schlimgen, 1999, §16.2, 3）密切相关。隐喻是一种将生物-生理过程在内容上转换为心智的、固定的状态的过程，这些状态可以通过↗符号来指示。隐喻化的各个阶段——神经刺激→意象（=1.M.），意象→声音/（词语/概念）（=2.M.）（《论真理与谎言》，KSA 1, 879）——是以（亚理性的）跳跃方式进行的，这种跳跃的发生独立于有意识的主体（↗无意识）。只有作为“意识的前阶”（Simon 1984, 21）的（更丰富、更复杂的）前意识的生物-生理过程的最终产物（刺激、意象、声音/词语/概念），才能成为心智内容。隐喻提供意识的内容，而（印欧语系的）句子语法的句法图式则在形式上主导着意识生成的过程：当对于我们身上发生的改变虚构出了其始作俑者时，意识↗便伴随着因果性感觉开始显现（《遗稿》，KSA 7, 469）。这相当于推断出一个行动者的因果推理，该行动者被解释为刺激源。印欧语系的句子语法完全遵循这种构成意识的因果性图式；它规定，一个过程（由动词表达：做→谓语）可以被分配一个原因（由名词表达：行动者→主语）：当句子图式（x £ P）被满足时，事物便被意识到：即当我们因为自身发生改变而能够用一个语言符号来占据主语位置（x）时（参见Schlimgen 1999, 第六章）。因此，意识生成的过程遵循着还原论的、概念-机械论的认识过程；原因的设定、内容上的指称以及意识的生成，是一项操作的多个环节。

意识具有突现的特征，但与以相互作用的生成过程为特征的有机体相比，它并不表现出更高的复杂程度，而是展现为一种在概念-机械论（因果论）基础上运作的还原。相较于前意识过程，被意识到的事物是静态化的、普遍化的、概括化的、去个体化的——只有这种受限的、由符号中介的内容才能被意识到，并在记忆中沉淀。按照尼采的观点，意识的简化功能恰恰造就了构建社会和提升权力的效能；它只是进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

就像所有哲学的基本概念（↗主体、自我、实体等）一样，谈论意识也纯粹是一种实体化：在尼采看来，并不存在意识。我们使用意识概念并不是在指涉任何一种本体论实体。

我们处于半梦半醒的生存方式才是（日神）↗艺术的真正源泉，也是语言的起源，而理性的意识文化正是与语言相连接的。那些酒神的、无定形的、混沌的能量借助我们的梦境，为我们转译成了↗日神的图像语言，转化为清晰明辨的、具有构型的单元。在↗迷醉中，狂喜的主体可以（通过取消其正常意识/普遍意识而）卷入这种无意识的（↗无意识）图像生产，并使其发挥创造性的效用。

除了清醒意识（在其中我们遵循着语法结构的僵硬性）和梦境意识（在其中这种僵硬性被消解）之外，尼采还知晓宇宙意识，它意味着对正常意识的升华，一种超越狭隘的自我领域之上的超意识，这种意识已经指向了↗超人。普遍意识应当被克服，以趋向于这种强大的自我意识（“力量的意识”；《遗稿》，KSA 11, 225）——正如尼采将其构想为一种极限表象那样。

参考文献：Danto² 1971, 116–122; Kaulbach 1980; Figl 1982, 142–146; Ungeheuer, G.: N. über Sprache und Sprechen, über Wahrheit und Traum, 载于: NSt 12 (1983), 134–213; Simon, J.: Das Problem des Bewußtseins bei N. und der traditionelle Bewußtseinsbegriff, 载于: Djuric, M./Simon, J. (编): Zur Aktualität N.s, Würzburg 1984, 17–33; Schlimgen, E.: 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 Berlin/New York 1999.

埃尔温·施林根 (Erwin Schlimgen)

金发野兽

这是尼采最著名的口号之一，对于这位哲学家的学说所获得的影响以及所遭遇的误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词原本与↗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非道德主义”、对人的“驯化”和“培育”等概念是不可分割的，但尼采的这个词却大多被贬低缩减为种族主义的口号。在那些没有将“金发野兽”理解为“金发”的日耳曼人或雅利安人的地方，尼采的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则被用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名词。按照卢卡奇的说法，“金发野兽”属于帝国主义时代“为进行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所设立的伦理学”（1962, 311）。而对于托马斯·曼来说，“金发野兽”则是一种“尴尬”（Hillebrand 卷1, 1978, 233），他在其早期的文学作品如《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中对此进行了戏仿。早就连保罗·海泽（Paul Heyse）也将这一口号算作尼采学说中“荒谬的夸张”之一（《在顶峰之上》，1895）。尽管如此，这个口号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在Brennecke（1976）那里，人们可以追溯这一反响如何一直延伸到了绘画和通俗文学领域之中。

在尼采的著作中，“金发野兽”这一口号仅出现过两次。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在“人类的‘改善者’”这一标题下，攻击了基督教对人类这只野兽的“驯化”；人们“到处追捕‘金发野兽’最美丽的标本”（《偶像的黄昏》，KSA 6, 99）。更著名的一处出现在《论道德的谱系》（《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11节，KSA 5, 275f.）中，那里写道：“在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根基处，那只猛兽，那只为了猎物和胜利而贪婪徘徊的华丽的金发野兽是不可错认的[……]。”尼采将它们等同于“野蛮人”，并引用了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在其中伯里克利赞美了雅典人的 βαθυμία，并断言他们“到处”为自己树立了“善的和恶的”纪念碑。

尼采的这个口号起初似乎只能在种族主义和日耳曼主义的意义上被解读。“日耳曼人”与“金发”在古罗马以及在尼采同时代的种族主义文献中（例如在菲利克斯·达恩的《为罗马而战》[1876]中）是被联系在一起的。在种族主义文献中，正如在尼采图书馆所藏的Th. Poesche的《雅利安人》（耶拿，1876）一书中所见，对于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的谈论是刻板印象式的。

然而，尼采根本没有将“金发野兽”排他性地与日耳曼人联系在一起。他的“高贵”种族名单里还包括了“阿拉伯”和“日本”的贵族。尼采恰恰不是其同时代意义上的亲日耳曼主义者。他曾嘲笑日耳曼人为“重脚汉”（《反基督》，第59节，KSA 6, 248）以及“欧洲的酒精中毒”（《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21节，KSA 5, 392）。与谴责种族杂交的戈比诺相反，尼采恰恰主张种族和民族的混合（《遗稿》，KSA 12, 45）。尼采是反-反犹太主义者（↗反犹太主义），他也是反-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主义）。↗野蛮人一词在他那里没有贬义色彩。在他看来，荷马式的英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艺复兴）正是“金发野兽”的标本。这些例证清楚地表明，“金发野兽”是那种被尼采解读进希腊人和文艺复兴人（↗文艺复兴）之中的非道德主义的口号。（然而，这种非道德主义是否能被读入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是有争议的。“在善与恶中的纪念碑”——尼采的这一翻译大概是基于对 κακοῦ 和 κακοῦ 的混淆）（Müller 1958, 171 ff.）。

正如Brennecke所指出的，“金发野兽”是“flava bestia”（“狮子”）的翻译（1976, 136ff.）。诚然，这可能仍然指向了日耳曼人的狮子般的勇气与好斗性。然而，更重要的是“狮子”在尼采哲学中自身所代表的含义。“狮子”和“鹰”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在《查拉图斯特拉》的章节“关于

参考文献：Bahr, H.: Barbaren, 载于: Essays, Leipzig 1912; Benjamin, W.: Erfahrung und Armut, 载于: Gesammelte Schriften II/1, hrsg. v. R. Tiedemann/H.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 a.M. 1972ff.; Guth, A.: N.s. Neue Barbaren, 载于: Steffen, H. (编): N. Werk und Wirkungen, Göttingen 1974; Lindner, B.: Positives Barbarentum – aktualisierte Vergangenheit. Über einige Widersprüche Benjamins, 载于: Faszination Benjamin, Berlin 1980; Reschke, R.: Barbaren, Kult und Katastrophen. N. bei Benjamin. Unzusammenhängendes im Zusammenhang gelesen, 载于: Opitz, M./Wizisla, E. (编): Aber ein Sturm weht vom Paradiese her. Texte zu Walter Benjamin, Leipzig 1992; Braun, V.: Tumulus. Gedichte, Frankfurt a.M. 1999.

蕾娜特·雷施克 (Renate Reschke)


金发野兽

存在；”尼采，KSA 11, 225），正如尼采将其设想为一种边界概念那样，普遍意识应当被克服。

参考文献：Danto ²1971, 116–122; Kaulbach 1980; Figl 1982, 142–146; Ungeheuer, G.: N. über Sprache und Sprechen, über Wahrheit und Traum, in: NSt 12 (1983), 134–213; Simon, J.: Das Problem des Bewußtseins bei N. und der traditionelle Bewußtseinsbegriff, in: Djuric, M./Simon, J. (Hgg.): Zur Aktualität N.s, Würzburg 1984, 17–33; Schlimgen, E.: 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 Berlin/New York 1999.

Erwin Schlimgen

金发野兽

这是尼采最著名的术语之一，对这位哲学家的学说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受的误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尼采的这个词本来与↗主人和奴隶道德、“非道德主义”、人类的“驯化”和“培育”等概念是不可分割的，却往往被简化为种族主义的口号。如果人们没有把“金发野兽”理解为“金发的”日耳曼人或雅利安人，那么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尼采的这个词就被用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名词。按照卢卡奇（Lukács）的说法，“金发野兽”属于帝国主义时代“进行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的伦理学”（1962, 311）。对于托马斯·曼（Thomas Mann）而言，“金发野兽”又是一种“尴尬”（Hillebrand 第1卷, 1978, 233），他在其早期文学作品如《托尼奥·克勒格尔》（Tonio Kröger, 1903）中对其进行了戏仿。保罗·海泽（Paul Heyse）早就将这个口号归入尼采学说中“荒谬的夸张”之列（《在顶峰之上》[Über den Gipfeln], 1895）。尽管如此，这个口号还是流行了起来，在布伦内克（Brennecke, 1976）的研究中，可以追踪到它的流行甚至延伸到了绘画和通俗文学领域。

在尼采的著作中，“金发野兽”这个口号只出现过两次。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在“人类的‘改善者’”这一标题下，抨击了基督教对人类这头野兽的“驯化”；人们“到处都在追捕‘金发野兽’的最美标本”（GD, KSA 6, 99）。更著名的一处见于《道德的谱系》（GM, 第一篇, 第11节, KSA 5, 275f.），其中写道：“在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深处，不可错认地隐藏着那头猛兽，那头渴望猎物与胜利而四处游荡的、华丽的金发野兽[]。”尼采将其与“野蛮人”等同起来，并提到了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Epitaphios），在演说中，伯里克利赞美了雅典人的 ῥαθυμία（从容不迫），并声称他们“到处”都为自己树立了“好的和坏的”纪念碑。

乍一看，尼采的这个口号似乎只能在种族主义和日耳曼主义的意义上进行解释。“日耳曼人”和“金发”在古罗马以及尼采同时代的通俗文学（例如在费利克斯·达恩 [Felix Dahn] 的《罗马之战》[Kampf um Rom, 1876] 中）里被联系在一起。在种族主义文献中，例如在尼采藏书里托马斯·珀舍（Th. Poesche）所著的《雅利安人》（Die Arier，耶拿，1876年）一书中，更是刻板地谈论着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

然而，尼采根本没有将“金发野兽”排他性地指向日耳曼人。他的“高贵”种族名单中包含了“阿拉伯的”和“日本的”贵族。尼采恰恰不是他那个时代意义上的亲日耳曼主义者。他曾嘲笑日耳曼人是“步履沉重者”（AC, 第59节, KSA 6, 248）以及“欧洲的酒精中毒”（GM, 第三篇, 第21节, KSA 5, 392）。与谴责种族杂交的戈比诺（Gobineau）相反，尼采恰恰主张种族和民族的混合（N, KSA 12, 45）。尼采是反反犹主义者（↗反犹主义），也是反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主义）。↗“野蛮人”一词在他那里没有任何贬义色彩。他将荷马时代的英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艺复兴）视为“金发野兽”的典范。这些例证清楚地表明，“金发野兽”是那种非道德主义的口号，是尼采在希腊人和文艺复兴人身上所解读出来的那种非道德主义。（然而，这种非道德主义是否能从修昔底德那里解读出来，是有争议的。“好的和坏的纪念碑”——尼采的这一翻译大概是基于对 κακοῦ 和 κακοῦ 的混淆）（Müller 1958, 171 ff.）。

正如布伦内克所指出的，“金发野兽”是“flava bestia”（“狮子”）的翻译（1976, 136ff.）。诚然，这可能仍然指向日耳曼人的狮子般的勇气和攻击欲。然而，更重要的是“狮子”在尼采哲学本身中代表着什么。“狮子”和“鹰”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论三种变形”这一章里，狮子介于“骆驼”和“孩子”之间（Za I, KSA 4, 29–31）；在那里，它是自由精神的象征，撕碎旧有的价值并在虚无主义的沙漠中游荡。与柏拉图一样，在尼采那里，“狮子”也是灵魂中充满勇气的部分的象征。柏拉图笔下的卡利克勒斯（Kallikles）对多数人的法律和道德“驯化”小狮子的抱怨（《高尔吉亚篇》484 a），或是柏拉图关于欲望的、多头“野兽”的灵魂图景——这头野兽应当在狮子（勇气）的帮助下被理性“驯化”（《理想国》518 b 及其后）——构成了尼采这一具有挑衅性象征的背景。它颠倒了柏拉图对灵魂的“驯化”，正如尼采的学说总体上旨在成为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一样。“金发野兽”因此被证明是一个道德哲学的口号，它与尼采的整个道德哲学是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Mann, Th.: Lebensabriß (1950), in: Hillebrand I, 1978, 232–234; Lukács, G.: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Neuwied/Berlin 1962; Müller, F.: Die blonde Bestie und Thukydides, in: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63 (1958), 171–178; Brennecke, D.: Die blonde Bestie. Vom Mißverständnis eines Schlagwortes, in: NSt 5 (1976), 113–145; Ottmann ²1999, 253–262.

Henning Ottmann

佛教

在尼采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佛教的论述。但他的解释清楚地表明，在这里进行论述的并非佛教徒或印度学家，相反，这个概念在此具有论战和对比的意义。在主题上，尼采受到了沙尔施密特（Schaarschmidt，在其早期作品中）、阿图尔·叔本华（A. Schopenhauer）、J. 瓦克纳格尔（J. Wackernagel）、P. 多伊森（P. Deussen）（作为朋友）以及他的出版商 E. 施迈茨纳（E. Schmeitzner）等人的影响或启发。早在早期作品中，尼采就将佛教与↗基督教对立起来，并将前者与希腊精神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在这里，痛苦表现为一种慰藉。他谈到一种“在认知到最高痛苦时的福祉”（N, KSA 7, 121）。与佛教类似，尼采也将存在视为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佛教就像尼采的哲学一样，都旨在获得一种救赎；当然，在尼采那里，这是一种“关于人从自身中获得救赎的学说”（N, KSA 10, 501）。尼采的↗永恒轮回理论在形式上与佛教的轮回观念十分相近。佛教认为所有世俗之物都伴随着痛苦，并坚决地摒弃转瞬即逝的事物。它试图将快乐和痛苦调和为一种平稳的情感。对尼采来说，世俗之物同样是快乐和痛苦的保证；但这二者恰恰应当被品尝，最好是一滴不剩地痛饮。对他而言，世俗的价值太高，不应仅仅是短暂的；他为万事万物寻求一种永恒，并建立了一种维持生命的原则。“快乐渴求自己，渴求永恒，渴求轮回，渴求万物永远如一”（Za IV，《夜游者之歌》9, KSA 4, 402）。

尼采的佛教图景符合摆脱怨恨、欲望和狂热的传统期望；没有军国主义或绝对命令，而是“风俗上极大的温和与宽容”（AC, 第21节, KSA 6, 187）构成了它的前提。他要求↗欧洲补上“几千年前在印度，在那个思想家的民族中，作为思想的戒律就已经完成的事情”（M, 第96节, KSA 3, 87）。

然而，特别是在后期的佛教指涉中，他对佛教的欣赏受到了怀疑，被认为仅仅是为了对抗↗基督教。“佛陀说：‘不要奉承你的施恩者！’人们在基督教堂里复诵这句话吧：——它会立刻肃清空气中所有的基督教气息”（FW, 第142节, KSA 3, 489）。

如果不是恰好将佛教与基督教对立起来，尼采也完全会以贬义的方式使用它：“就像佛教使人变得不事生产且温良一样，欧洲在其影响下也会变得：疲倦！”（N, KSA 10, 44）他甚至直接谈到一种“疲惫者的享乐主义”（N, KSA 12, 570）。此外，佛教被说成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宗教，因为凭借其对禁欲和无求的理想化，它构成了一个与生命对立的概念，并将“无”美化为至高善。它主张去感官化，并明确地反对各种情感。在尼采看来，这一方面值得批判，另一方面又很有趣，因为“这些情感[]就佛教的主要节食意图而言，是完全不健康的”（AC, 第20节, KSA 6, 187）。饮食在尼采的↗生命哲学中扮演着一种


佛教

金发野兽

三种变形”中，狮子处于“骆驼”和“孩子”之间（Za I, KSA 4, 29–31）；在那里，它是自由精神的象征，撕碎旧的价值并在虚无主义的沙漠中游荡。与柏拉图一样，在尼采那里，“狮子”也是勇敢的灵魂部分的象征。柏拉图对话中卡利克勒（Kallikles）关于大众通过法律和道德驯服幼狮的抱怨（《高尔吉亚篇》484 a），或者柏拉图式灵魂图景中那多头欲望“野兽”应该在狮子（勇气）的帮助下被理性“驯服”（《理想国》518 b ff.），构成了尼采这一挑衅性象征的背景。它颠倒了柏拉图对灵魂的“驯服”，正如尼采的学说总体上旨在成为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一样。“金发野兽”因此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道德哲学的口号，它与尼采的整个道德哲学是密不可分的。

文献：Mann, Th.: Lebensabriß (1950), in: Hillebrand I, 1978, 232–234; Lukács, G.: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Neuwied/Berlin 1962; Müller, F.: Die blonde Bestie und Thukydides, in: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63 (1958), 171–178; Brennecke, D.: Die blonde Bestie. Vom Mißverständnis eines Schlagwortes, in: NSt 5 (1976), 113–145; Ottmann 21999, 253–262.

Henning Ottmann

佛教

在尼采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佛教的论述。但他的阐释清楚地表明，这里进行探讨的并非一位佛教徒或印度学家，而是赋予了这个概念一种论战和对比的意义。在主题上对尼采产生影响或启发的包括沙尔施密特（Schaarschmidt，早期著作）、A.叔本华（A. Schopenhauer）、J.瓦克纳格尔（J. Wackernagel）、P.多伊森（P. Deussen，友人们）以及他的出版商E.施迈茨纳（E. Schmeitzner）。早在早期著作中，尼采就将佛教与↗基督教对立起来，并将前者与希腊精神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在这里，痛苦表现为一种慰藉。他谈到一种“认识到最高痛苦时的至福”（N, KSA 7, 121）。尼采与佛教相似，将存在视为一个↗受苦（Leiden）的过程。因此，佛教与尼采的哲学一样，都旨在追求一种救赎；当然，在尼采那里，这是一种“关于人从自身中自我救赎的学说”（N, KSA 10, 501）。尼采的↗永恒轮回理论在形式上与佛教的轮回（Wiedergeburt）观念相近。佛教认为一切世俗事物都依附着痛苦，并因此坚决地背离无常之物。它试图将快乐和痛苦调和成一种平稳的感觉。对尼采来说，世俗也是快乐和痛苦的保障；但恰恰是这些东西应该被品尝，最好是一滴不剩。对他而言，世俗的价值太高，不应转瞬即逝；他为一切事物寻找一种永恒，并构建了一种保存生命的原则。“快乐渴求自身，渴求永恒，渴求轮回，渴求一切永远如一”（Za IV，《梦游者之歌》9，KSA 4, 402）。

尼采的佛教图景符合人们对于摆脱怨恨、欲望和狂热的传统预期；其前提不是军国主义或绝对命令，而是“风俗中一种极大的温和与宽容”（AC, Nr. 21, KSA 6, 187）。他要求欧洲补上“几千年前，在印度的思想家民族中，作为思想的法则已经做过的事情”（M, Nr. 96, KSA 3, 87）。

然而，特别是在后期涉及佛教的地方，他对佛教的欣赏受到了怀疑，被认为只是为了建立反对↗基督教的阵线。“佛陀说：‘不要奉承你的施恩者！’有人在基督教堂里复述这句话：——它立刻净化了空气中所有基督教的气息”（FW, Nr. 142, KSA 3, 489）。

如果没有被恰好用来与基督教作对立，尼采也完全会以贬义的方式使用佛教：“正如佛教让人变得无创造力且善良，欧洲在其影响下也会变得：疲倦！”（N, KSA 10, 44）他干脆称之为一种“疲倦者的享乐主义”（N, KSA 12, 570）。此外，他认为佛教是一种虚无主义宗教，因为它通过对禁欲和无欲的理想化，构成了一个与生命相对立的概念，并将虚无作为最高善来颂扬。他主张去感官化，并明确地反对激情（Affekte）。这对尼采来说，一方面值得批判，另一方面又很有趣，因为“这些激情 [] 对于佛教饮食法的主要意图而言，是完全不健康的”（AC, Nr. 20, KSA 6, 187）。饮食在尼采的生命哲学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为激情只会引发血液和胆汁的沸腾，而善良因此是有益于健康的。无论如何，佛教的传播都要归功于它对抗了一种重大的饮食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因食用大米而导致的普遍疲惫。从那时起，对食物的精挑细选和对烈酒的谨慎态度便产生了治愈的效果。“佛教不是一种道德，——如果把它贬低为像基督教那样的粗俗之物，那将是一个深深的误解：它是一种卫生学。——”（N, KSA 13, 618）。

文献：Ladner, M.: N. und der Buddhismus. Kritische Betrachtungen eines Buddhisten, Zürich 1953; Okochi, R.: N.s Amor fati im Lichte von Karma des Buddhismus, in: NSt 1 (1972), 56–94; Mistry, F.: N. and Buddhism. Prolegomenon to a comparative study, Berlin/New York 1981; Parkes, G. (Hrsg.): N. and Asian thought, Chicago/London 1991; Okochi, R.: Wie man wird, was man ist. Gedanken zu N. aus östlicher Sicht, Darmstadt 1995; Morrison, R. G.: N. and Buddhism. A Study in Nihilism and ironic affinities, Oxford/New York 1997.

Sven Brömsel

基督教

I. 尼采在一个新教牧师家庭长大，并在一段时间内亲自践行着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第IV章）。他的基督教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个人经验。也许是受父亲缓慢而痛苦的离世所引发，他从很早开始便受神义论问题的影响而心绪难平（Schmidt 1990, 第III部, 858 ff.）。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基督教 [阅读、来源、影响]），这也体现在他的批判之中。尼采意识到，他的基督教批判具有基督教的根源。在这方面，他特别指出了基督教对求真（Wahrhaftigkeit）的要求，这种要求以“自由精神”的“理智的↗诚实（Redlichkeit）”形式，最终必然会转向反对基督教（像所有宗教一样）的神话前提（FW, Nr. 344, KSA 3, 574–577）。在研究中，尼采从很早起就被认为对整个现实抱有一种宗教态度（Andreas-Salomé 1924, 38f.）。这一点的正确之处在于，他在思想中首要关注的是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在构想与肉体和大地相和谐的生命策略时，尼采在赞同与反驳之间，也从宗教的生命规划中获得了启发，例如↗佛教或像帕斯卡尔（Pascal）这样的基督教作家。但是，对他来说，积极地与基督教建立联系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对耶稣的“佛教式基督教”也不可能，他在《反基督》（第27节及以后，KSA 6, 197 ff.）中试图重建这种可能性的心理学基础（Willers 1988, 277–279）。然而，因此并不能从一开始就排除基督教传统中可能包含不受尼采批判影响的观点和趋势（Salaquarda 1996, 107–109）。

II. 历史批判（参见 Figl 1984, 特别是 254 ff.）。——尼采反对基督教的第一个也是根本性的论点是：通过历史批判，这种（就像任何）宗教的有效性基础，即神话的无可争议的有效性，已被剥夺。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已经得出了这一见解，并坚持到他精神崩溃为止。作为十七岁的普夫达学校（Schulpforta）学生，尼采在论文《命运与历史》（Fatum und Geschichte）中阐述了这一基本论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已被历史研究证明仅仅是“假设”，并因此被相对化了。这同样适用于基督教用来支撑其主张的论据，如“圣经的权威性”、“神圣启示”等等（BAW II, 54–59）。尼采也以此作为他决定放弃神学学习的理由：“每一种真正的信仰都是毫无破绽的，它实现了信徒希望在其中找到的东西，但它没有为论证一种客观真理提供最微小的依据。[] 人们的道路在这里分岔；如果你想追求灵魂的平静和幸福，那么你就去信仰；如果你想成为真理的门徒，那么你就去探究”（Elisabeth N., 1865年6月11日）。

直到80年代初，尼采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持着这种非论战性的语调。他没有声称能够证明他所拒斥的基督教立场是不真实的，而是进一步解释道：“确实，可能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其绝对的可能性几乎难以被——


基督教

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激情只会制造血液和胆汁，而仁慈则有利于健康。无论如何，佛教的传播得益于它抵消了一种巨大的饮食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普遍因食用大米而导致的疲弱。饮食上的精挑细选以及对烈酒的谨慎态度，自那时起便产生了一种有益健康的功效。佛教不是道德，——如果按基督教那种粗鄙陋俗的标准来贬低它，那将是一个深深的误解：它是一种卫生学。——” (尼采, KSA 13, 618)。

参考文献：Ladner, M.: 《尼采与佛教：一个佛教徒的批判性考察》(N. und der Buddhismus. Kritische Betrachtungen eines Buddhisten)，苏黎世，1953年；Okochi, R.: 《佛教业力视角下尼采的命运之爱》(N.s Amor fati im Lichte von Karma des Buddhismus)，载于：NSt 1 (1972)，56–94页；Mistry, F.: 《尼采与佛教：比较研究导论》(N. and Buddhism. Prolegomenon to a comparative study)，柏林/纽约，1981年；Parkes, G. (编): 《尼采与亚洲思想》(N. and Asian thought)，芝加哥/伦敦，1991年；Okochi, R.: 《如何成为你自己：东方视角下的尼采思想》(Wie man wird, was man ist. Gedanken zu N. aus östlicher Sicht)，达姆施塔特，1995年；Morrison, R. G.: 《尼采与佛教：虚无主义与反讽的亲和力研究》(N. and Buddhism. A Study in Nihilism and ironic affinities)，牛津/纽约，1997年。

斯文·布勒姆塞尔

I. 尼采在一个新教牧师家庭长大，并在一段时间内亲自践行基督教信仰（↗基督教，第四章）。他的基督教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个人经历。从很早开始，也许是由父亲缓慢而痛苦的离世所引发，神义论问题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Schmidt 1990，第三部分，858页及以下）。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基督教 [阅读、资料来源、影响]），这一点也在他的批判中得到了体现。尼采意识到，他的基督教批判本身就有着基督教的根源。在这方面，他尤其指出了基督教对求真的要求，这种要求必然以“自由精神”的“理智的↗诚实”的形式，最终转而反对基督教（乃至任何宗教）的神话前提（FW，第344节，KSA 3，574–577页）。学界很早就认为，尼采对整体现实抱有一种宗教态度（Andreas-Salomé 1924，38页及下页）。这种看法的正确之处在于，他在其思想中主要关注的是生命的可能性。在制定与身体和大地相和谐的生命策略时，尼采也在赞同与反驳之中受到了宗教生命蓝图的启发，例如↗佛教或像帕斯卡这样的基督教作家。但是，对他来说，与基督教建立积极的联系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耶稣的“佛教式基督教”也不例外，他在《反基督》（第27节及以下，KSA 6，197页及以下）中曾试图重构后者的心理可能性（Willers 1988，277–279页）。然而，并不能因此就断然排除，基督教传统中可能包含不受尼采批判影响的观点和趋势（Salaquarda 1996，107–109页）。


历史批判（参见 Figl 1984，特别是 254页及以下）

尼采反对基督教的首要且根本的论点是：通过历史批判，这种（如同任何）宗教丧失了其发挥效用的基础，即神话那无可争议的有效性。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获得了这一认识，并一直坚持到他精神崩溃。作为十七岁的普夫达中学学生（alumnus Portensis），尼采在《命运与历史》（Fatum und Geschichte）一文中提出了这一基本论点：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已被历史研究证明仅仅是“假设”，从而被相对化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基督教用来支撑其主张的论据，如“圣经权威”、“启示”等（BAW II, 54–59）。尼采也以此作为他决定放弃神学学业的理由：“每一个真正的信仰都是无误的，它实现了相关信徒希望在其中找到的东西，但它没有为确立一种客观真理提供哪怕最微小的依据。[] 人的道路在这里分岔；如果你想追求灵魂的宁静和幸福，那就去信仰吧；如果你想成为真理的门徒，那就去探究吧”（致伊丽莎白·尼采，1865年6月11日）。

直到八十年代初，尼采基本上保持了这种非论战性的语调。他并未声称能够证明他所摒弃的基督教立场是虚假的，而是指出：“确实，可能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其绝对的可能性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但是，一旦谁领悟了科学方法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就不能再将自己的救赎寄托于如此微弱且缺乏证明的可能性之上（MA I, Nr. 9, KSA 2, 29f.）。与之相似，从他的第一本箴言集开始直到1888年的著作，尼采一直诉诸于一种与科学结盟的“历史哲思”，并将“形而上学哲思”作为纯粹的宗教替代品予以驳斥。

与这一总路线形成某种张力的是，他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批判了历史考察方式的“敌视生命”倾向。继叔本华之后，他要求通过哲学、艺术和宗教这些“超历史的力量”来限制“历史热”，在此期间他偶尔也对基督教作出了正面评价（HL 7, KSA 1, 296–298）。他用一个预设了20世纪哲学人类学见解的论点来支持这一要求：与动物不同，人类没有一个能够过滤刺激的完好本能系统。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由超历史力量建立的文化洞穴——可以说是一种“第二自然”——来替他做出许多决定，他就会因刺激过载而毁灭。因此，在《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尼采以自己的方式支持了瓦格纳的文化复兴纲领，并在此过程中借助了他所熟悉的叔本华哲学的一些基本模式，尽管他在根本上已经对这些模式进行了历史批判性的分析并将其抛诸脑后。康德理念论的一种新康德主义表述，即F.A. 朗格的“理想的立场”，使他能够将叔本华形而上学的部分内容（例如关于“伟大人物”的学说，或将宗教视为具有寓言真理性的民众形而上学的观点）作为虚构的、具有统一作用的基本概念予以保留（Stack 1983, 302ff.）。因此，他对超历史力量的正面描述以及对“历史热”的批判应当被相对化地看待。有一段时间，他改变了视角，强调了我们人类因历史批判的胜利而遭受的损失。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淡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总体意义。后来，他赞扬了《悲剧的诞生》中对基督教那种“小心翼翼且充满敌意的沉默”，同时认为自己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又退回到了早已跨越的立场（GT, Vorrede 5, KSA 1, 18）。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就在超历史的力量中赋予了艺术一个优先的地位，因为与宗教和哲学不同，艺术准备好且有能力进行持续的自我纠正。他的遗稿传达了更为清晰的立场。尽管尼采在已发表的著作中并未压抑其对宗教和基督教的见解，而是将它们置于一种经过朗格修正的叔本华-瓦格纳式的视角中，但他在笔记中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些见解：“基督教必须完全让位于批判的历史学”（N, 1873年夏-秋, 29[203], KSA 7, 711）。但他当时尚未决定，是应该像在《悲剧的诞生》中那样默默地忽略它（参见 Za III，“论路过”，KSA 4, 222–225），还是积极地与之斗争，以期为新事物腾出空间，正如他早先在一则笔记中所考虑的那样：“现在是清除宗教生活残余的时候了，因为它们沉闷且贫瘠，削弱了对一个真正目标的献身精神。让弱者去死吧！”（N, 1871, 9[94], KSA 7, 309）。

尼采将这种双重策略保留了一段时间，并将其扩展至叔本华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参见 MA I, Nr. 9, 10, 27, KSA 2, 29f., 48）。但他确信无疑地表明，他不再将基督教视为一种有生命力的选择。它只能通过神话的复苏来实现自我更新，而尼采认为这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历史的考察方式”无论如何已不可撤销。此外，基督教已经将其作为批判性释经学吸纳到自身之中，从而亲自推动着自身的解体。像所有伟大的事物一样，它将因自杀而走向灭亡（GM, 3. Abh., Nr. 27, KSA 5, 408–411）。因此，尼采将“历史的反驳”视为“最终的反驳”。在这个标题下，他写道：“从前人们试图证明没有上帝，——如今人们则表明，相信有上帝的这种信仰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种信仰是通过什么获得了它的分量和重要性：这样一来，证明没有上帝的反面证据就变得多余了。——当人们从前驳倒了那些被提出来的‘上帝存在的证明’时，总是还会留下疑问：是否还能找到比刚刚被驳倒的证明更好的证明：那时的无神论者还不懂得如何一扫而空”（M, Nr. 95, KSA 3, 86f.）。

谱系批判

然而，尼采并未对历史批判感到满足，而是后来转向了对基督教的猛烈抨击。他将自己塑造成“反基督者”，诅咒基督教，并以彻底克服这种宗教为目标。应该如何解释这种转变呢？回顾过去，尼采将此归因于他“发现”了超历史力量的道德基础（参见 EH, Schicksal 7 u. 8, KSA 6, 371–374）。他认为，西方传统中的宗教和哲学大多是基本道德态度的系统化，这些道德态度并不会随着某种特定宗教或哲学的衰落而消亡，而是会寻找新的表现形式，例如19世纪中产阶级化的“基督教”，或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亦或是各种解放运动和对国家的狂热崇拜。尼采那个宣告“上帝之死”的“疯子”的著名寓言，正是针对这些“现代思想”的追随者。听众对“疯子”关于上帝去向的急切追问报以诧异或嘲笑，因为在基督教遭到历史性驳斥之后，他们无论如何都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了。但在尼采看来，他们仍继续以柏拉图-基督教的道德观为导向。重新评估一切事物和关系、寻找“新的重心”并反思各种道德本身的道德性，这一任务尚未进入他们的意识。“疯子”由此得出结论，人们尚未理解上帝之死的后果：“这一行径对他们来说，比最遥远的星辰还要遥远，——然而他们自己却做下了这事！”（FW, Nr. 125, KSA 3, 481f.）。

尼采在八十年代对基督教所进行的带有一定论战色彩的攻击，旨在使人们相信：随着“上帝之死”，迄今为止的道德和文化的支撑基础也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他的策略无法被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模式。除其他外，他试图为宗教创立者或其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宗教人物绘制心理图谱，以揭示其动机与教义之间的矛盾。或者，他追溯了那些促进或首先使基督教传播成为可能的社会发展。他花了大量篇幅分析了使人们倾向于接受基督教的心理和生理倾向。他反复指出，确立的道德系统表现出强烈的惯性。这些分析的结果并不总是统一的，有时甚至相互之间存在张力。但至少以下三种趋势贯穿始终：


	
基督教的决定性根源是 ↗ “怨恨”，即一种由于软弱和无能而滋生的复仇冲动。从这一诊断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尼采反对一切基督教事物的斗争为何日益激进，这种激进最终在《反对基督教的法律》那刺耳的口号中达到顶点：“向罪恶宣战至死：这罪恶就是基督教”（AC, Anhang, KSA 6, 254）。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早已因“历史的考察方式”而变得软弱无力，这在八十年代依然是尼采的信念。他认为，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的受过教育的人，要同时严肃地相信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中源于神话的教义，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独立思考的大众，尼采遵循叔本华的观点，容忍了这种不一致性。他甚至考虑，是否能够以及是否应该为他们宣传一种不源于怨恨的其他宗教，例如一种“欧洲佛教”（N, 1885年5月-7月, 35[9], KSA 11, 512）。但受过教育的人必须超越这一点。因此，在他看来，即使是与神职人员打交道也是“不体面的”，因为“祭司在撒谎……”（AC, Nr. 55, KSA 6, 239）。



	
在八十年代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中，尼采主要运用了谱系学的方法。他将此理解为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心理倾向中重建今天“被视为有效之物”的起源。由于根据尼采的本体论，不存在任何“自在之物”，他在其谱系学中并不想描绘“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而是要表明：每一种权力意志，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努力争取一种起源，并使其获得有效性，以此来利用并促进自身。心理学也不能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图式，企图借此解释所有的情境和冲突。相反，它必须不断地重新寻找那些在特定的权力格局中获得了暂时确立的力量及其各自的利益。因此，谱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出在熟悉的、理所当然的事物背后，在备受崇敬的事物背后，甚至在看似“纯粹精神性”的现象背后，过去和现在都在起作用的权力斗争。尼采认为，面对这一根本事件，他的谱系学比传统宗教和形而上学哲学的谱系学对历史更为公正——因为它们不需要隐瞒那些被认为有效的事物中的利益属性和“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





在他最著名的谱系学——即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将犹太-基督教传统追溯至弱者的“怨恨”——中，尼采（与后来的弗洛伊德相似）借鉴了当代民族学和人类生物学研究的成果。尼采将两个原人群体之间最终演变为“主奴辩证法”的战争，作为这一尝试的外部框架。获胜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其成员依然生活在能够立即释放所有本能冲动的直接性之中。当战败者无条件地向他们投降时，胜利者放弃了杀死他们，但这却是以奴役他们为代价的。尼采的兴趣在于这一发展在被征服者身上引起的改变。它迫使被征服者将以前向外宣泄的本能“内在化”，也就是发生了本能转移。作为奴隶，他们通过内化主人的命令，形成了记忆和（内疚的）良心。为了补偿现实中的挫折，他们发展出了丰富的想象和幻想活动。“我们称之为‘高级文化’的几乎一切，都建立在 ↗ ‘残忍’的被精神化和深化之上——这是我的论断：那只野兽根本没有被杀死，它活着，它繁荣着，它只是——神化了”（JGB, Nr. 229, KSA 5, 166；参见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缺憾”的论点）。根据尼采的论点，那些被迫发展文化的奴隶所产生的“怨恨”，是犹太教和基督教诞生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必要（虽尚不充分）条件。怀有内疚良心的人需要某人或某物，以便将自己不适感的罪责归咎于它。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对寻找罪魁祸首这一问题所找到的答案——例如一个敌对的神灵、一个强大的恶魔、外部的敌人、或者群体内部激怒了神灵的违法者——只为那些有能力去对抗或惩罚这些被定罪者的人提供了宽慰。这需要一定程度的力量和自信。“奴隶”不具备这些可能性，因此他们也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权力感的满足。“怨恨宗教”为他们指明了一条出路，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一种被尼采称为“禁欲祭司”的类型（特别参见 GM, 3. Abh., Nr. 10ff., KSA 5, 359ff.; Trillhaas 1983）。其功绩在于为“奴隶”提供了一种符合其处境的解释：内疚的良心是“罪”的结果，也就是说，罪责在他们自己身上。这可以说是将文化诞生所必需的、向内转化的攻击倾向进一步强化。诚然，这种解决方案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它以患者与症状妥协且根本不想摆脱症状为前提。用深度心理学的话来表述：怨恨宗教的信徒是一个神经症患者，他习惯了自己的症状，并且害怕精神分析（参见弗洛伊德在《幻象之未来》中将宗教描述为集体神经症）。但这种解决方案也提供了巨大的优势，首先是“悔罪的罪人”获得了权力感的增长，他能在幻想中将自己提升到所有那些保持“顽固不化”、不从自己身上找罪责的人之上。尼采通过各种例子清楚地表明，这种权力感的增长最终甚至使无能者有能力统治原本的强者。例如，通过“高贵的日耳曼人”在皈依基督教后被迫钻进的那个“概念牢笼”（GD, Die Verbesserer der Menschheit 2, KSA 6, 99）。伴随着这种 ↗ “一切价值的重估”，怨恨宗教的胜利进军开始了（JGB, Nr. 46, KSA 5, 67）。尼采的斗争正是针对它的，他希望用一次新的重估来对抗它。作为人类神经症的（怨恨）宗教应当被治愈，而不是仅仅通过鸦片使其变得可以忍受。

关于对尼采批判“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探讨

就“历史的反驳”而言，基督教神学在原则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这一批判（这并非只有尼采提出过）。至少在具有正规培训课程的大型基督教会中，如果不掌握至少是基本的历史批判方法，就没有人能够通过成为牧师或神父所必需的考试。基督教并没有仅仅通过这种方式，就解决历史意识的兴起给它带来的问题。但它现在不再需要被外部力量逼迫着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它已将这种张力内化于自身之中。20世纪的神学和宗教哲学已经发展出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合理地化解了历史批判与信仰主张之间的张力：即信仰是一种解释的方式，它虽然不创造新的事件，却将既定的事件置于一种光照之下，而这种光照是那些只想知道“历史究竟是怎样的”世俗历史学家的努力所无法触及的。


正如前文所述，既然根据N.的本体论，没有事实，只有解释（N，1886年底至1887年春，7[60]，KSA 12, 315），他就不能从一开始就拒绝这个模型。他也不得不赋予宗教“信仰”一种可能性，即从其特定的视角出发来理解“事实”。然而，这一论点并没有阻止N.去抨击基督教，因为他认为基督教的视角是反生命的。但是必须指出，近代批判神学的多种模型，已经使得N.所谓“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原则上都已被历史意识所淘汰”的论断，失去了其不言而喻的合理性。

N.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谱系学批判，其前提是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宗教现实领域。这种还原论从一开始就否认宗教可能具有独立性，针对这一点，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到R.奥托（R. Otto）和W.詹姆斯（W. James），再到M.伊利亚德（M. Eliade）的“现象学”进路提出主张：尽管宗教渗透到文化的所有其他领域，同时也被它们所渗透，但它指向一种现实，这种现实被我们人类以特定的方式体验着。

除了一般性的基本立场之外，N.还指责基督教仅仅是一种弱者道德的充满想象力的表现形式。然而，在此必须将他把怨恨（Ressentiment）描述为一种心理基本态度，与他声称基督教完全由这种基本态度所决定的论断区分开来。前者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它扩展并深化了对人类及其文化成就（包括宗教）的心理学理解。作为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干预，怨恨在人类的所有领域，包括在宗教中，尤其是在基督教中起作用并有毒害它们的危险，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正如舍勒（Scheler）早已有理有据地指出的那样，声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完全是怨恨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一说法完全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加以驳斥。恰恰相反，基督教的福音旨在克服怨恨。当然，这种被建制化、组织成教会、修会和教派等，其内部纷争不断、否认其他宗教存在权、并宣传反肉体道德的基督教，其外在表现形式必须发生重大转变，才能让这一内在的基本特征也在外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Andreas-Salomé, 1894, Nachdruck Dresden 1924; Scheler, M.: 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in: ders.: Vom Umsturz der Werte. Abhandlungen und Aufsätze, Bern 14. Aufl. 1955, 33–147; Stack, G. J.: Lange and N., Berlin/New York 1983; Trillhaas, W.: N.s Priester, in: NSt 12 (1983), 32–50; Figl, J: Dialektik der Gewalt. N.s hermeneutis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Düsseldorf 1984; Willers, U.: F.N.s antichristliche Christologie. Eine theologische Rekonstruktion (Innsbrucker theologische Studien 23), Innsbruck/Wien 1988; Schmidt, H.-J.: N. abconditus oder Spurenlesen bei N., 4 Bde., Berlin/Aschaffenburg 1991–1994; Salaquarda, J.: N. and the Judaeo-Christian Tradition, in: Magnus, B./Higgins, K. (Hg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 Cambridge 1996.

约尔格·萨拉夸尔达 (Jörg Salaquarda)

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之一。它对普遍的世界观以及几乎每一个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由多个思想观点组成的。其中一些，例如进化论，早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出版之前就已被讨论，并被部分接受。在该书出版后，达尔文主义在德国也迅速传播开来。达尔文主义不仅构成了N.思想的重要背景，也是一个他曾与之进行批判性交锋的理论体系。

在某些人看来，N.被视为反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经常批评达尔文、海克尔和斯宾塞。而另一些人则在他的哲学中看到了大量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分，例如在他的“超人”概念中，他是这样表述的：“你们走过了从虫到人的路，你们心中许多部分仍是虫。你们曾经是猿猴[……]。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从物种跨越到超物种”（Za，序言，3–4 以及 Za，I，22；KSA 4, 14, 16 和 98）。这两种解释都有强有力的论据支持，但是由于达尔文主义由多种理论构成，所以关于N.对达尔文主义持何立场，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除其他观点外，他赞同进化论，即认为生成比存在更为根本。他从“一切概念、类型和物种的流动性”（HL 9, KSA 1, 319）、自然主义以及达尔文主义关于人是一种动物的反形而上学和反目的论倾向出发。他也强调斗争和竞争（agon）。他拒绝那种认为进化仅仅是适应外部环境的问题的主张。同样，他摒弃了达尔文主义中所暗示的对进步的信仰，并且用“权力意志”替换了“生存斗争”。而且，当达尔文主义偏爱物种和多数时，N.却更倾向于认同那些杰出的偶然幸运儿和例外。

N.似乎很少阅读达尔文本人的著作，但他阅读了大量关于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文献。他最初对达尔文主义的详细了解是通过朗格（Lange）的《唯物主义史》（1866年）获得的，该书在出版当年他就读过，之后又读过数遍。他对叔本华、对前柏拉图时代的进化论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认同，以及他习惯于进行历史性思考的事实，使他很容易接受普遍的进化理念。与此同时，由于他的悲观主义，他无法认同对进步的信仰。据他的妹妹说，N.在巴塞尔担任年轻教授时，以“最热烈的投入”参与了关于达尔文理论的争论，并在（18）70年代初阅读了诸如吕特迈尔（Rütmeyer）、贝尔（Baer）等人批评达尔文的著作。然而，在N.的遗稿中几乎看不到这些痕迹，而且他对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怀疑仅仅在细节上才成立。在那个时候，他声称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是真实的，但却是致命的”（HL 9, KSA 1, 319）。他写道：“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达尔文主义是真实的，只是它的后果极其可怕”（N, KSA 7, 461）。在……的中期


达尔文主义

正如舍勒（Scheler）已经正确指出的那样。恰恰相反，基督教的信息旨在克服怨恨（Ressentiment）。这个既定存在的、组织在教会、修会、教派等之中、内部争吵不休、否定其他宗教存在权利、宣扬一种敌视肉体的道德的基督教，固然必须在其外在表现形式上发生显著的转变，才能将这一内在的基本特征向外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Andreas-Salomé, 1894, 重印 Dresden 1924; Scheler, M.: 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载其: Vom Umsturz der Werte. Abhandlungen und Aufsätze, Bern 1955, 第 33–147 页; Stack, G. J.: Lange and N., Berlin/New York 1983; Trillhaas, W.: N.s Priester, 载于: NSt 12 (1983), 32–50; Figl, J: Dialektik der Gewalt. N.s hermeneutis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Düsseldorf 1984; Willers, U.: F.N.s antichristliche Christologie. Eine theologische Rekonstruktion (Innsbrucker theologische Studien 23), Innsbruck/Wien 1988; Schmidt, H.-J.: N. abconditus oder Spurenlesen bei N., 4 卷, Berlin/Aschaffenburg 1991–1994; Salaquarda, J.: N. and the Judaeo-Christian Tradition, 载于: Magnus, B./Higgins, K. (编):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 Cambridge 1996.

约尔格·萨拉夸尔达

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是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之一。它对普遍的世界观以及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由多种思想复合而成的。其中一些思想，例如进化论（Evolutionismus），早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年）出版之前就已被讨论并部分被接受。该书出版后，达尔文主义在德国也迅速传播开来。达尔文主义不仅构成了尼采思想的一个重要背景，而且也是他进行批判性探讨的一个理论复合体。

在一些人看来，尼采被视为反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经常批评达尔文、海克尔（Haeckel）和斯宾塞（Spencer）。另一些人则在他的哲学中看到了大量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如在他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中，他是这样表述的：“你们走过了从虫到人的道路，而在你们之中还有许多是虫。你们曾经是猿猴[……]。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从一个物种跨越到超物种”（Za, 前言, 3–4 和 Za, I, 22; KSA 4, 14, 16 和 98）。两种解释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但由于达尔文主义由多种理论组成，关于尼采对达尔文主义的立场这一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比如，他肯定了进化论，即认为“生成”比“存在”更为根本。他从“所有概念、类型和物种的流动性”（HL 9, KSA 1, 319）、自然主义，以及达尔文主义中认为人是一种动物的反形而上学和反目的论倾向出发。他也强调斗争（Kampf）和竞争（Agon）。他拒绝接受进化仅仅是适应外部环境的问题这一主张。他还摒弃了达尔文主义中所隐含的对进步的信仰，并用“权力意志”替换了“生存斗争”。而且，达尔文主义偏爱物种和多数，尼采则更倾向于杰出的幸运儿和例外。

尼采似乎很少阅读达尔文原著，但阅读了大量关于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他对达尔文主义最初的深入了解来自朗格（Lange）的《唯物主义史》（1866年），他在该书出版当年就读过，并且之后又多次阅读。他对叔本华以及前柏拉图时期的进化论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共鸣，加上他进行历史性思考的事实，使他很容易接受进化的普遍观念。同时，由于他的悲观主义，他无法肯定对进步的信仰。据他的妹妹说，尼采作为巴塞尔的年轻教授，对围绕达尔文理论的争论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并在1870年代初阅读了达尔文的批评者如吕蒂迈耶（Rütimeyer）、贝尔（Baer）等人的著作。然而，在尼采的遗稿中几乎看不到这一点，他对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的怀疑也仅限于细节。在这一时期，他宣称他认为达尔文主义“是真实的，但却是致命的”（HL 9, KSA 1, 319）。他写道：“达尔文主义的骇人后果，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它是真实的”（N, KSA 7, 461）。1870年代中期，他开始与深受达尔文影响的雷（Rée）建立起密切的友谊。也是在这个时候，尼采结识了《心灵》（Mind）杂志的编辑罗伯逊（Robertson），并与之讨论了达尔文等人的思想。尼采似乎也读过达尔文那篇“极其优秀的文章”《一个婴儿的传略》（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雷，1877年8月初）。在1880年代，尼采几乎每年都会研读几本关于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书籍，例如埃斯皮纳斯（Espinas）、森佩尔（Semper）、赫尔瓦尔德（Hellwald）、《宇宙》（Kosmos）杂志、施奈德（Schneider）、卡斯帕里（Caspari）、李普曼（Liebmann）、鲁克斯（Roux）、德雷尔（Dreher）、罗尔夫（Rolph）、耐格里（Nägeli）、霍夫丁（Höffding）和雅各比（Jacoby）的著作。特别是在鲁克斯、罗尔夫和耐格里的启发下，尼采开始提出更具体的批评。然而，他的主要批评是针对达尔文主义所隐含的价值观：反对信仰自然进步的虚假乐观主义，以及反对认为进化动力仅仅是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的信念。尼采进一步批评了将生存，而不是更高的生命（权力），作为发展的尺度和动力的信念。但是，即使在这些批评之中，他大体上仍然认为达尔文主义是“真实的”，是一项“科学发现”：“有些真理最好是由平庸的头脑来认识，因为它们最适合他们[……]比如达尔文[……]而另一方面，对于达尔文那种科学发现来说，某种狭隘、枯燥和勤勉的小心翼翼，简而言之，某种英国式的东西，也许具备并不算糟糕的条件”（JGB, 第 253 节, KSA 5, 196f.）。

总的来说，尼采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生物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并不感兴趣，而是只对其与人的关系感兴趣：“关于达尔文主义[……]顺便说一句，我的考察只想停留在人类身上”（N, KSA 8, 257及以下）。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与20世纪不同，在19世纪，关于获得性状遗传的可能性，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因此，尼采的进化论深受相信获得性状能够遗传的信念的影响。这意味着，他那些关于进化论和类似达尔文主义的论述，不仅包含生物学层面，而且首先包含文化层面。

参考文献：Haas, L.: Der Darwinismus bei N., 博士论文, Gießen 1932; Henke, D.: N.s Darwinismuskritik aus der Sicht gegenwärtiger Evolutionsforschung, 载于: NSt 15 (1984), 189–210; Stegmaier, W.: Darwin, Darwinismus, N.: Zum Problem der Evolution, 载于: NSt 16 (1987), 264–287.

托马斯·H. 布罗布耶

颓废（Décadence）

尼采最初将颓废（Décadence）这一概念用作与 ↗虚无主义概念相平行的概念，后来虚无主义作为颓废的逻辑，成为了后者的下位概念。

“颓废”概念首次出现在1876年底至1877年夏的遗稿中。在那里，尼采将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描述为属于“西班牙文化的颓废”（N, 23[140], KSA 8, 454），从而承袭了“西班牙颓废”（decadencia española）的概念史传统。此后，尼采主要将法国文学“颓废”这一概念史传统线索纳入其中。此外，尼采还尤其吸收了当代关于颓废的医学文献的概念史传统。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尼采在《瓦格纳事件》（第 7 节, KSA 6, 27）中对“文学颓废”之“风格”以及“每一种颓废风格的象征”的界定。尼采以重要的方式变造了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关于颓废风格（style de décadence）的假说，后者在其《颓废理论》（Théorie de la décadence）框架下的波德莱尔论文中提出了该假说（P. Bourget: 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Paris 1883, 23–32）。布尔热将颓废的风格刻画为这样一种风格：在其中，书籍、页面和句子的较大单位被消解，从而为页面、句子和单词的较小单位让路。尼采则将颓废的风格特征化为：在其中，单词、句子和页面的较小单位各自独立，从而使得句子、页面和整体的较大单位消失。如果说在布尔热的《颓废理论》中，这种运动是从整体和宏观走向局部和微观，那么在尼采的《瓦格纳事件》中，这种运动则是从局部和微观走向整体和宏观。这种运动的反转


颓废

70年代开始了他与深受达尔文影响的雷（Rée）的亲密友谊。在此时期，尼采（N.）还会见了《心》（Mind）杂志的主编罗伯逊（Robertson），并与他讨论了达尔文等话题。尼采似乎也读过达尔文那篇极其出色的文章，即《一个婴儿的传略》（Biographical Sketch of an Infant）（雷，1877年8月初）。在80年代，尼采几乎每年都会研读几部关于达尔文和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例如埃斯皮纳斯（Espinas）、森佩尔（Semper）、赫尔瓦尔德（Hellwald）、《宇宙》（Kosmos）杂志、施奈德（Schneider）、卡斯帕里（Caspari）、李普曼（Liebmann）、鲁（Roux）、德雷尔（Dreher）、罗尔夫（Rolph）、内格里（Nägeli）、霍夫丁（Höffding）和雅各比（Jacoby）的著作。特别是受到鲁、罗尔夫和内格里的启发，尼采开始表达更为具体的批评。然而，他的主要批评针对的是达尔文主义所隐含的价值：反对那种相信自然进步的虚假乐观主义，以及反对那种认为进化力量仅仅是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的信念。尼采进一步批评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生存而不是更高的生活（权力）应该是发展的衡量标准和动力。但即使在这种批评中，他仍然普遍认为达尔文主义是真实的，并将其视为一项科学发现：有些真理最适合由平庸的头脑来认识，因为这些真理对他们来说最适合[]我指的是达尔文[]而另一方面，对于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某种狭隘、枯燥和勤勉的细心，简言之，某种英国式的素质，可能正好是极为适宜的（《善恶的彼岸》第253节，KSA 5, 196f.）。

总的来说，尼采对作为科学的生物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并不感兴趣，而是只关心它与人类的关系：“关于达尔文主义[…]顺便说一句，我的考察只想停留在人类身上”（尼采，KSA 8, 257ff.）。还需要注意的是，与20世纪不同，19世纪在关于获得性遗传的可能性的问题上，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因此，尼采的进化论深受相信获得性遗传可能性的影响。这意味着，他那些关于进化的和类似于达尔文主义的论断不仅包含生物学方面，更主要地包含文化方面。

文献：Haas, L.: Der Darwinismus bei N., 博士论文, 吉森 1932; Henke, D.: N.s Darwinismuskritik aus der Sicht gegenwärtiger Evolutionsforschung, 载于: NSt 15 (1984), 189–210; Stegmaier, W.: Darwin, Darwinismus, N.: Zum Problem der Evolution, 载于: NSt 16 (1987), 264–287。

托马斯·H·布罗伯杰 (Thomas H. Brobjer)

décadence

尼采最初将“décadence”（颓废）一词作为与↗虚无主义并列的概念来使用，直到后来虚无主义作为颓废的逻辑成为其下位概念。

颓废（décadence）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1876年底至1877年夏的遗稿中。在那里，尼采将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归为“西班牙文化的颓废”（N, 23[140], KSA 8, 454），从而承接了“西班牙颓废”（decadencia española）的概念史传统。在后来的论述中，尼采主要纳入了法国文学颓废派（Décadence）的概念史传统脉络。此外，尼采还将同时代关于颓废（Dekadenz）的医学文献的概念史传统脉络包含在内。具有突出意义的是尼采在《瓦格纳事件》（第7节，KSA 6, 27）中对“文学颓废”的“风格”以及“每一种颓废风格的隐喻”的界定。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在其《颓废理论》框架内的《波德莱尔论》中提出了关于“颓废风格”（style de décadence）的“假说”（P. Bourget: 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 Paris 1883, 23–32），尼采以富有意味的方式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变奏。布尔热将颓废的风格刻画为一种将书、页、句子等较大的单位消解，从而为页、句子和词等较小单位让位的风格。尼采则将颓废的风格刻画为一种使词、句子和页等较小单位各自独立，从而使句子、页和整体等较大单位消失的风格。如果说在布尔热的“颓废理论”中，这种运动是从整体和宏大走向个别和微小，那么在尼采的《瓦格纳事件》中，这种运动则是从个别和微小走向整体和宏大。这种运动的颠倒是有原因的，尼采在1886年和1888年写给卡尔·福克斯（Carl Fuchs）的两封涉及布尔热“颓废风格”假说的信中对此作了阐述。在第一封信中，尼采以理查德·瓦格纳（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无尽的旋律”为例，展开论述了艺术中的颓废现象，并将“颓废趣味”与建筑中的“大风格”对立起来：“局部成为整体的主人，乐句成为旋律的主人，瞬间成为时间（包括速度）的主人，激情（Pathos）成为气质（Ethos）（性格、风格，或者随便怎么称呼）的主人，最终，机智（esprit）也成为‘意义’的主人。请原谅！我自认为所察觉到的，是一种视角的改变：人们把细节看得太清晰，而把整体看得太平钝——而且人们在音乐中有这种视角的意志，最重要的是，人们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这就是颓废（décadence），这只是一个术语，在我们之间不言而喻，它并不意味着抛弃，而仅仅是标明。[…]如果我再补充一句，请见谅：与颓废趣味相去最远的，就是大风格：例如皮蒂宫（Palazzo Pitti）属于大风格，但第九交响曲则不然。大风格作为旋律艺术的最高升华。——”（致卡尔·福克斯，[大约1886年4月中旬]）在第二封信中，尼采以雨果·里曼（Hugo Riemann）的“分句法”（Phrasierungslehre）为例，发展了对艺术中颓废现象的论述，并将“节奏的颓废”类比于建筑中的颓废风格：“这种对音乐中最小语词部分的赋灵和激活[…]——也就是说：我们考察了这种对最小部分的赋灵和激活，它在音乐中属于瓦格纳的实践，并由此几乎成为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表演体系（甚至对演员和歌手而言也是如此），以及在其他艺术中的相关现象：这是一个典型的衰落症状，证明生命已经从整体中撤退，而在最微小之处奢靡。据此，‘分句’便是一种组织力量衰退的症候：换句话说：表明失去了在节奏上跨越宏大关系的能力——这是一种节奏的退化形式……这听起来几乎是矛盾的。节奏精准性和明确性的首批也是最狂热的推动者，将不仅是节奏颓废的伴生现象，更是其最强大、最成功的工具！当眼睛越来越适应节奏的个体形式（乐句）时，它对宽阔、修长、宏大的形式就变得近视（myops）了：正如在贝尼尼主义（Berninismus）的建筑中一样。音乐家视角的改变——在各处都起着作用：不仅在于最小之物节奏上的过度活跃，我们的享受能力越来越局限于那些精致、微小、崇高的事物……所以人们也只创造这种事物————”（致卡尔·福克斯，1888年8月26日）。在建筑上以皮蒂宫为代表、在音乐中尚付阙如的大风格，与在建筑上以贝尼尼主义为代表、在瓦格纳的音乐中得以实现的颓废风格之间，发生了一次视角的转换。与布尔热关于颓废风格的假说不同，尼采对颓废风格的描述，通过颠倒从普遍到特殊的运动起点以及从特殊到普遍的运动终点，顺应了他所确立的颓废视角（Optik der décadence）。颓废这一概念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888/89年之交之后尼采的一封信中（致海因里希·维纳 [Heinrich Wiener]，约1889年1月4日）。

↗虚无主义的诸种变形最终并没有表现为►原因，而是表现为颓废的►逻辑（N, 14[86], KSA 13, 265）。尼采将所发现的人类偏离其基本本能的►总体迷误，即价值判断的►总体颓废，视为最典型的问号，是►人类这种动物留给哲学家的真正谜题（N, 11[227], KSA 13, 89）。在他看来，可以肯定的是，教给人类的最高价值►仅仅是颓废价值，因此►去自我（Entselbstung）道德即是最►典型的衰退道德；并非►人类自身处于颓废之中，►而是他们的那些教师，►因此所有价值向虚无主义（►彼岸…）的重估便由此►而来。相比之下，他作为一个►非道德主义者，要求自己►也►去►改善人类，只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用截然相反的方式：即把人类从道德中拯救出来，特别是从道德家那里拯救出来，——将其最危险的无知状态推入其意识，推入其良知……恢复人类的利己主义”（N, 23[3], KSA 13, 604）。尼采自认为是那个“在几千年的迷误与混乱之后，重新找到了通往一个是与一个否的道路”的人。针对颓废的选择标准，他教导“对一切令人虚弱——令人枯竭的事物说不”，并“对一切令人强大、积蓄力量的事物说是”（N, 15[13], KSA 13, 412）。既然尼采能够回顾“漫长、太过漫长的一连串岁月”，这些岁月对他来说意味着“康复”，但“不幸同时也是复发、衰退，是某种颓废的周期性发作”，那么他大可以说自己“在颓废问题上经验丰富”；既然“从病患的视角去寻找更健康的观念和价值，然后再反过来”从“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 . .]俯视颓废本能的隐秘运作”，已经成为他“最长久的修炼”和他的“真正经验”，那么在颓废问题上，他完全可以自称为“大师”（《瞧！这个人》，第1节，KSA 6, 265f.），甚至称自己为“世上存在的最高权威”（致玛尔维达·冯·梅森布 [Malwida von Meysenbug]，1888年10月18日）。“因为撇开”他“是个颓废者”不谈，他“也是其对立面”；“除其他方面外”，与那种“总是选择对自己不利手段”的“颓废者本身”不同，他“总是本能地针对糟糕状况选择正确的手段”，从而证明自己是颓废者的“反题”（《瞧！这个人》，KSA 6, 266f.）。作为颓废的逻辑，虚无主义（正如作为虚无主义初级形式的↗悲观主义一样）被划分为六种表现形式或表现形式群落的四个阶段，这些阶段相互交替并不断强化，其中消极的虚无主义与积极的虚无主义构成了一种对立。虚无主义作为颓废的逻辑是具有双重含义的，因为它可以表现为衰退的症状，也可以表现为上升的症状。

文献：Koppen, E.: Dekadenter Wagnerismus. Studien zur europäischen Literatur des Fin de siècle, 柏林/纽约 1973; Müller-Lauter, W.: Artistische décadence als physiologische décadence. Zu F.N.s später Kritik am späten Richard Wagner, 载于: Communicatio fidei. Festschrift für Eugen Biser zum 65. Geburtstag, 雷根斯堡 1983, 285–294; Lampl, H. E.: Ex oblivione: Das Féré-Palimpsest. Noten zur Beziehung F.N. – Charles Féré (1857–1907), 载于: NSt 15 (1986), 225–264; Montinari, M.: N. in Cosmopolis. Französisch-deutsche Wechselbeziehungen in der europäischen Décadence, 载于: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第164期，1986年7月19日; Wahrig-Schmidt, B.: »Irgendwie, jedenfalls physiologisch«. F.N., Alexandre Herzen (fils) und Charles Féré 1888, 载于: NSt 17 (1988), 434–464; Lampl, H. E.: Flair du livre. F.N. und Théodule Ribot. Eine Trouvaille, 苏黎世 1988, 部分节选载于: NSt 18 (1989) 573–586; Kuhn, E.: F.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柏林/纽约 1992, 181–184, 239f., 250–254, 266。

伊丽莎白·库恩 (Elisabeth Kuhn)

Demokratie

尼采作为民主不可调和的反对者而载入思想史。然而，作为他那些论战性言辞基础的民主概念，却出人意料地具有多重含义，令人困惑。早期的尼采在悲剧世界观的语境下，主要将民主和理性主义作为文化衰退的症状来探讨。他以文化的名义捍卫了一种等级制的国家概念（↗国家），而没有将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去深入剖析。这种思想转变始于70年代中期。作为对↗启蒙运动重新评价的结果，尼采修正了他对民主化某些方面的判断，例如等级秩序的瓦解以及政治从宗教中的解放，这些方面迫使人们去承担权力和责任。他们的理性必须决定如何建立社会秩序（《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245节，KSA 2, 204f.）。尽管有所保留，尼采还是接受了民主自决的原则。如果政治的任务在于“尽可能让更多人的生活变得过得去，那么这‘尽可能多的人’当然也可以决定他们对‘过得去的生活’的理解”（《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438节，KSA 2, 285f.）。

民主国家知道自己作为主权人民的执行机关是具有合法性的，因此不再需要为了统治目的而利用宗教，并宣布宗教属于私事。这就引发了宗教派别与世俗派别之间的冲突。一旦世俗派别赢得了争端并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就会退让 []


民主

……将某种无知推入其意识、推入其良知之中……恢复人类的利己主义”（N, 23[3], KSA 13, 604）。N.将自己视为那个“在经历了整整数千年的迷途与混乱之后，重新找到了道路”的人，这条路“通向一个肯定和一个否定”。反对颓废（décadence）的选择标准，他教导“对一切使人软弱、使人枯竭的事物说不”，并“对一切使人强壮、积蓄力量的事物说是”（N, 15[13], KSA 13, 412）。既然N.能够回顾一段“漫长、太漫长的岁月”，这段岁月对他而言意味着“康复”，但“遗憾的是，同时也意味着复发、衰退，一种颓废的周期性发作”，所以他可以说自己“在颓废问题上经验丰富”；既然从“病人的视角寻找更健康的槪念和价值，反之亦然”，从“丰富生命的充盈与自信中[…]向下俯视颓废本能的隐秘运作”，一直是他“最长久的练习”和“真正的经验”，他便可以在颓废问题上自称为“大师”（EH, Nr. 1, KSA 6, 265f.），甚至称自己为“地球上存在的”“最高权威”（Malwida von Meysenbug，1888年10月18日）。“因为撇开”他“是个颓废者（décadent）”不谈，他“也是其对立面”；“除其他方面外”，与“本身就是颓废者”且“总是选择对自己有害的手段”的人不同，他“针对糟糕的状况，出于本能地总是选择正确的手段”，从而证明自己是颓废者的“反面”（EH, KSA 6, 266f.）。虚无主义作为颓废的逻辑（就像作为虚无主义初级形态的↗悲观主义一样），被划分为四个阶段，包含六种表现形式或表现形式组，它们相互关联、不断加剧地相继出现，其中消极虚无主义和积极虚无主义形成了一组对立。虚无主义作为颓废的逻辑具有双重性，因为它既可以表现为衰退的症状，也可以表现为上升的症状。

参考文献：Koppen, E.: Dekadenter Wagnerismus. Studien zur europäischen Literatur des Fin de siècle, Berlin/New York 1973; Müller-Lauter, W.: Artistische décadence als physiologische décadence. Zu F.N.s später Kritik am späten Richard Wagner, in: Communicatio fidei. Festschrift für Eugen Biser zum 65. Geburtstag, Regensburg 1983, 285–294; Lampl, H. E.: Ex oblivione: Das Féré-Palimpsest. Noten zur Beziehung F.N. – Charles Féré (1857–1907), in: NSt 15 (1986), 225–264; Montinari, M.: N. in Cosmopolis. Französisch-deutsche Wechselbeziehungen in der europäischen Décadence,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Nr. 164 vom 19. 7. 1986; Wahrig-Schmidt, B.: »Irgendwie, jedenfalls physiologisch«. F.N., Alexandre Herzen (fils) und Charles Féré 1888, in: NSt 17 (1988), 434–464; Lampl, H. E.: Flair du livre. F.N. und Théodule Ribot. Eine Trouvaille, Zürich 1988, auszugsweise auch in: NSt 18 (1989) 573–586; Kuhn, E.: F.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Berlin/New York 1992, 181–184, 239f., 250–254, 266.

伊丽莎白·库恩 (Elisabeth Kuhn)

民主 (Demokratie)

N.作为民主不可调和的反对者载入了思想史。然而，作为他那些充满论战色彩的言论之基础的民主概念，却有着令人困惑的多义性。早期的N.在悲剧世界观的语境下，主要将民主和理性主义作为文化颓废（Dekadenz）的症状来探讨。他以文化的名义捍卫一种等级制的国家观（↗国家），而没有对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进行深入剖析。观念的转变始于（18）70年代中期。作为重新评价↗启蒙运动的结果，N.修正了他对民主化某些方面的判断，例如等级秩序的瓦解以及政治从宗教中的解放，后者迫使人们承担起权力与责任。人们的理性必须决定如何建立社会秩序（MA I, Nr. 245, KSA 2, 204f.）。尽管有所保留，N.还是接受了民主自决的原则。如果政治的任务在于“尽可能让更多人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那么就应该让这尽可能多的人来决定他们所理解的可以忍受的生活是什么”（MA I, Nr. 438, KSA 2, 285f.）。

民主国家深知自己作为主权人民的执行机构是具有合法性的，因此不再需要为了统治目的而利用宗教，并宣布宗教为私事。由此，它引发了宗教派别与世俗派别之间的冲突。一旦世俗一方以对自身有利的方式解决了争端并巩固了其地位，他们对国家的投入就会让位于一种冷静算计的态度。国家仅仅被人们作为实现其私人利益这一目的的手段来接受。面对永无止境的利益竞争，政府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因此不再能够实现任何长期的项目。这种发展导致了国家权威的衰落和“私人的解绑”；N.在其中看到了民主国家概念的后果，甚至可以说是其使命。他将现代民主特征化为——起初完全是不带论战色彩地——“国家衰落的历史形式”（MA I, Nr. 472, KSA 2, 302–307）。

民主化的另一个特征源于这样一种经验：随着对绝对权威信仰的消失，服从的意愿也随之消退。“在更自由的条件下，人们只有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作为相互契约的结果才去服从，也就是说，带有一切出于私利的保留”（MA I, Nr. 441, KSA 2, 288）。N.也试图贯彻始终地思考共和制自治的理念。如果过去人们将政府理解为一个受托管理未成年民众的监护机构，即政府与人民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权力不同的领域，那么面对正在酝酿的革命，就有必要进行新的概念界定，而N.希望指出其深远的影响。人民主权的学说虽然是武断且非历史的，但确实比旧观念更为理性。不过，与旧观念相反，它不适合作为社会中所有非政治等级关系的榜样，因此这些关系在未来必须被重新定义并赋予合法性（MA I, Nr. 450, KSA 2, 292f.）。

然而，如同对待国家一样，N.仅仅将民主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予以肯定。他认为民主化是一场不可阻挡且同时有益的运动，它属于未来的“预防措施”，将使“身体与精神的奴役”不再可能发生（WS, Nr. 275, KSA 2, 672）。民主制度起着隔离暴君式欲望的检疫作用（WS, Nr. 289, KSA 2, 683）。民主的目标是保证“尽可能多的人的独立性”，即“意见的独立、生活方式的独立和谋生方式的独立”。然而，N.在此谈论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民主乌托邦；这种秩序只有在剥夺了“独立的三大敌人……穷光蛋、富人和政党”的权力时，才得以真正实现（WS, Nr. 293, KSA 2, 685）。N.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初步发展出的民主理论，他后来并未明确收回；他的批评靶子通常不是作为政治体系、作为启蒙运动产物以及作为废除等级与民族区隔的民主，而是作为价值体系的民主意识形态。政治从宗教和传统（即从任何无法进行理性论证的统治诉求）中的解放，与王朝、贵族和社团结构的衰亡是密不可分的。在反民主的力量和体制中，N.列举了民族主义运动、作为管训民众并将其纳入国家目标手段的兵役制、作为“文化绊脚石”的整个军事制度、不满足于代表功能而试图展现为好战势力的君主制，以及最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颠覆幽灵”（WS, Nr. 275, 279, 281, 292, KSA 2, 671f., 674f., 676, 683f.）。

在（18）80年代，N.将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相互矛盾的观念与民主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痴迷于创新与乐于尝试的”力量的发展（WS, Nr. 292, KSA 2, 684），个体差异的培养，但同时也包括迫使顺从、趋同化，以及人的被削弱和被矮化。他用欧洲的民主运动这一概念，“不带褒贬地”指代文明化进程，尤其是一种超民族的、游牧式的、适应能力强的人类类型的兴起（JGB, Nr. 242, KSA 5, 182）。人们相信自己有自由来决定自身社会地位的信念，是“真正民主”时代的特征；对N.而言，它们代表了“历史上最有趣、最疯狂的时代”（FW, Nr. 356, KSA 3, 595f.）。民主运动在其完成时将被证明是奴隶制的一种崭新而升华的形态，然而它需要一种辩护，并且只能在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之中找到这种辩护，后者将其作为实现新任务的工具（N, KSA 12, 73f.）。

对N.来说，1884年的“普选权”（Suffrage universel）成为了民主中那些令人憎恶的方面的代名词。他将其理解为一种“使最低劣的本性得以将自己作为法则强加给高贵本性”的制度。“平等”的“可怕后果”在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普选权”被等同于“低等人的统治”（N, KSA 11, 60, 69, 87）。然而，这个概念不能被理解为政治权利的行使，而应被理解为道德判断的僭越。N.控诉民主时代“在道德事务上的虚伪”：“因为这样一个将‘人类平等’这一巨大谎言作为座右铭的时代，是浅薄的、仓促的，并且致力于制造一种人类状况良好的假象，以及‘善’与‘恶’不再是问题的假象”（N, KSA 11, 246）。由此触及了N.民主批判的基本动机。在他看来，“对同等权利以及最终对同等需求的企图”，是“我们这种建立在商业和政治选票等值之上的文明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N, KSA 13, 75）。由此暗含的结论是，N.所指的“同等权利”并非政治权利，而他所憎恶的民主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秩序。

参考文献：Pangle, Th. L.: Nihilism and Modern Democracy in the Thought of N., in: Deutsch, K. L./Soffer W. (Hgg.):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Albany 1987; Marti, U.: »Der grosse Pöbel- und Sklavenaufstand«. 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Revolution und Demokratie, Stuttgart 1993, 189–235; Hatab, L. J.: A Nietzschean Defense of Democracy, Chicago/La Salle (Ill.) 1995; Owen, N.: Politics and Modernity, London u.a. 1995.

乌尔斯·马尔蒂 (Urs Marti)

德意志，德意志人 (deutsch, der Deutsche)

自针对施特劳斯（Strauss）的论战文章以来，N.对德国的文化和政治意义的评论就带有讽刺的双重性，并且日益充满了强烈的反感。与之保持距离的一个动机是德意志帝国建立所带来的幻灭感。在1866年和1870/71年的信件中，依然可以看出他对德国统一的热情，以及对受到“法式-犹太式平庸化”威胁的德国“使命”的热忱（致卡尔·冯·格尔斯多夫，1871年6月21日）。N.也希望捍卫真正的德国文化，抵御罗曼语族国家的“非日耳曼文明”（N, KSA 1, 690f.）。然而，对法国的军事胜利和帝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这种德国文化的胜利，反而面临着“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根除德意志精神”的威胁（DS, Nr. 1, KSA 1, 160）。虽然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鄙夷在未来决定了N.对德意志帝国的态度，但他试图衡量德国哲学的成就并探究“德意志灵魂”的尝试，却常常暴露出某种窘迫；“什么是德意志？”这个问题永远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FW, Nr. 357, KSA 3, 597ff.；JGB, Nr. 244, KSA 5, 184ff.）。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基于民族性进行论证”本来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化进步的前提是克服特定的民族属性；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的名言：“做一个优秀的德国人，就意味着去德国化（entdeutschen）”（MA II, Nr. 323, KSA 2, 511f.）。因此，德国文化的机遇在于其自我开放的能力。然而，N.对此持怀疑态度：只要人们还沉溺于强权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中，这种文化就无法发展（GD, KSA 6, 103–107）。在此背景下，对N.理解民主颇具启发意义的是，他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视为“欧洲民主化更进一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毫无新意”（N, KSA 11, 469）。

参考文献：Schieder, Th.: N. und Bismarck. Krefeld 1963; Bergmann, P.: N. »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87; Aschheim, St. E.:


德意志的，德意志人

民主批判

……主”的时代；对N.来说，它们代表了“历史上最有趣、最疯狂的时代”（FW, Nr. 356, KSA 3, 595f.）。然而，民主运动在其最终完成时将证明自己是奴隶制的一种新的、崇高的表现形式，它需要一种正当化辩护，并且只能在一种更高类型中找到这种辩护，这种更高类型将把民主运动作为实现新任务之目的的手段加以利用（N, KSA 12, 73f.）。

1884年，“普选权”（Suffrage universel）对N.来说成为民主制中令人憎恶的各个方面的代名词。他将其理解为这样一种制度：“凭借它，最低劣的本性将自己作为法则强加给更高贵的本性”。“平等”的“可怕后果”在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对每一个问题发表意见。“普选权”被等同于“低劣之人的统治”（N, KSA 11, 60, 69, 87）。然而，该概念不应被理解为政治权利的行使，而应被理解为道德评判的僭越。N.控诉这个民主时代在“道德事务上的虚伪”：“这样一个将‘人类平等’这一弥天大谎作为座右铭的时代，是肤浅的、仓促的，并且致力于营造一种表象，即人类状况良好，且‘善’与‘恶’不再是一个问题”（N, KSA 11, 246）。N.民主批判的基本动机由此被点明。在他看来，“追求平等权利并最终追求平等需求的意图”是“我们这种商业与政治选票等值化文明近乎不可避免的后果”（N, KSA 13, 75）。由此隐含的推论是，N.所谈论的“平等权利”并非指政治权利，因此他所憎恶的民主制也并非一种政治秩序。

参考文献

Pangle, Th. L.: Nihilism and Modern Democracy in the Thought of N., in: Deutsch, K. L./Soffer W. (Hgg.):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Albany 1987; Marti, U.: »Der grosse Pöbel- und Sklavenaufstand«. 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Revolution und Demokratie, Stuttgart 1993, 189–235; Hatab, L. J.: A Nietzschean Defense of Democracy, Chicago/La Salle (Ill.) 1995; Owen, N.: Politics and Modernity, London u.a. 1995.

乌尔斯·马蒂

德意志的，德意志人

自从发表针对斯特劳斯的论战文章以来，N.对德国文化和政治意义的评论就带有讽刺性的模棱两可，并且越来越充满强烈的反感。他之所以与此保持距离，一个动机是德意志帝国建立所带来的幻灭感。在1866年和1870/71年的书信中，仍能读出他对德国统一以及对受到“法国-犹太式浅薄化”威胁的德国“使命”的热情（卡尔·冯·格尔斯多夫，1871年6月21日）。N.也希望捍卫真正的德国文化，抵御罗曼语族国家的“非日耳曼文明”（N, KSA 1, 690f.）。然而，对法国的军事胜利和帝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这种德国文化的胜利，反而面临着“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根除德意志精神”的威胁（DS, Nr. 1, KSA 1, 160）。尽管未来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蔑视决定了N.与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但他试图衡量德国哲学的成就并探究“德意志灵魂”的尝试，常常暴露出某种程度的窘迫；“什么是德意志的？”这个问题永远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FW, Nr. 357, KSA 3, 597ff.; JGB, Nr. 244, KSA 5, 184ff.）。诚然，他无论如何都认为“基于国民性的论证”是可疑的，因为文化进步的前提是克服特定的民族属性；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他的名言：“做一个优秀的德国人，意味着去德国化”（MA II, Nr. 323, KSA 2, 511f.）。因此，德国文化的机会在于其开放的能力。然而，N.对此持怀疑态度：只要人们任由自己被强权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吞噬，这种文化就无法发展（GD, KSA 6, 103–107）。在此背景下，对N.的民主理解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他在德意志帝国的形成中看到了“欧洲民主化更进一步——仅此而已，毫无新意”（N, KSA 11, 469）。

参考文献

Schieder, Th.: N. und Bismarck. Krefeld 1963; Bergmann, P.: N. „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1987; Aschheim, St. E.: N. und die Deutschen. Karriere eines Kultes, Stuttgart/Weimar 1996; Ottmann 21999, 14–21; 76–108.

乌尔斯·马蒂


认识

孤独

孤独是尼采（N.）生活及其哲学的一个核心动机。尽管在尼采的传记中，孤独在外在表现为不断的变换居住地、退居恩加丁（Engadin）以及经常与朋友们生硬地疏远，但在作品中，它虽然是他自我塑造的相应组成部分，却绝不能被简化为其传记-心理学维度。在尼采那里，孤独标志着一种从其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中必然得出的存在形式。

早在早期的尼采那里，对真理的探求就导致了文化、神话或宗教纽带的丧失，从而引向一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生存状态。在与流浪者隐喻的这种联系中，激进的独行者特质成为了哲学家的首要特征（Zittel 1995）：“孤独地走在路上”，属于哲学家的本质（PhtZ 8, KSA 1, 833; 参见 KSA 14, 141, KSA 1, 406 以及 KSA 1, 808f.）。因此，孤独思想家的作为并不针对受众（KSA 1, 757）；此外，哲学家被暴君所仇视，因为他们可以在其孤独的“避难所”中逃避暴君的权力（SE 3, KSA 1, 353ff.）。然而与此同时，哲学家也因其被孤立而处于危险之中，并容易陷入“忧郁”（同上）。因此，孤独这一动机的特征在于其矛盾性：一方面是英雄般的独行者特质，另一方面则是极其接近绝望的境地。

这同样适用于后期的作品。摆脱传统价值、孤独的漫游以及不合时宜，构成了尼采的↗自由精神（JGB, 第44节, KSA 5, 63）。同时，独行特质与保护性伪装（即面具）的必要性紧密相连（JGB, 第289节, KSA 5, 233f.）。特别是在谈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被他完全称为“孤独的酒神赞歌”（EH, KSA 6, 276）的书时，尼采强调了一种“蔚蓝的孤独”（同上，343）的危险高度（同上，258）。

尼采的许多诗歌也围绕着孤独这一核心动机展开，例如《流浪者》（N, KSA 11, 322）、《自由精神》（N, KSA 11, 329）以及《酒神颂》。作为美学上的结论，尼采从其对孤独的理解中推导出了“独白艺术”的概念（FW, 第367节, KSA 3, 616），他经常通过自我对话的形式在抒情诗中实现这一概念，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自言自语将其主题化。然而，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查拉图斯特拉这一形象是否通过交流（Bennholdt-Thomsen）或在创造超人的“更新神话”下（Meyer 1991, 703）克服了其独白的孤独，则是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在《查拉图斯特拉》的第四部分，展示了所有逃避孤独的尝试的失败，从而表明了它的无路可走（Zittel 2000）。相应地，在《酒神颂》中，“第七种也是最后一种孤独”（KSA 6, 394）的动机与《太阳下山了》（同上，396f.）的死亡隐喻紧密交织在一起。

正如 Schlaffer（1966）的研究所示，尼采，特别是当他将孤独动机与高度的隐喻结合在一起时，是置身于他那个时代的语境中的。孤独在哲学史上也具有悠久的传统，例如在斯多葛学派中作为自我反省的方式。然而，独一无二的是他对一种彻底的、非沉思的而是悲剧性的孤独的要求——这种孤独源于尼采在哲学上确立的独行特质——以及尼采在诗歌和散文中表达这种孤独时的毫不妥协。

文献：Rauh, M.: Die Einsamkeit Zarathustras, in: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hichte 21 (1961), 55–72; Schlaffer, H.: Das Dichtergedicht im 19. Jh. Topos und Ideologie, i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chillergesellschaft 10 (1966), 297–335; Bennholdt-Thomsen, A.: 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als literarisches Phänomen, Frankfurt a.M. 1974; del Caro, A.: Anti-Romantic Irony in the Poetry of N., in: NSt 12 (1983), 372–378; Lämmert, E: N.s Apotheose der Einsamkeit, in: NSt 16 (1987), 47–69; Meyer, Th.: Das Problem der Einsamkeit bei N., in: JTLA-Aesthetics 15 (1990), 41–84; 同上作者: N.s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Tübingen 1991, 557–592 u. 694–709; Zittel, C.: Abschied von der Romantik im Gedicht. F.N.s »Es geht ein Wandrer durch die Nacht«, in: Nietzscheforschung 3 (1995), 193–206; 同上作者: Das ästhetische Kalkül von F.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Würzburg 2000.

Claus Zittel

大地：忠于大地

对于尼采来说，“大地”不仅仅是“世界”意义上的一个现象级集水盆地的代号，按照叔本华的观点，后者最终可以凭借想象力产生任意版本。尼采很早就对这种观念保持矛盾和疏远的距离（GT 9, KSA 1, 70f.）。相反，“大地”对于尼采来说，一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特征的总体原则，另一方面指示了他所使用的隐喻领域，以此来创造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或对传统概念进行批判。自从柏拉图将此岸的现实作为理念天国的衍生物，变成一种从这个超验领域推导出来的次要存在以来（N, KSA 12, 251ff.），哲学便陷入了一种难以克服的认知和道德二元论之中，其后果是背离了“大地”和↗“肉体”（N, KSA 13, 462），从而在哲学上废除了“真实的世界”（GD, KSA 6, 80f.）。

尼采对康德所发起的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完成，在于对我们的母星进行去中心化，由于思想的二元结构，这个星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远离大地的实体。大地的象征性坠落——这是由上帝之死（上帝）所引起的，同时大地又取代了上帝的位置（Za I, KSA 4, 15）——像伊卡洛斯一样，远离了柏拉图式理念中的理念，即太阳（FW, 第125节, KSA 3, 481），这种坠落吊诡地恰恰把人抛回到了大地那事实上的多样性之中。尼采同时思考着大地的坠落和向大地的回归，通过书写一部包含海洋（M, 第423节, KSA 3, 259f.）、山脉（Za III, KSA 4, 193–196）、热带（MA I, 第236节, KSA 2, 197f.）和沙漠（GM, 第三篇, 第8节, KSA 5, 352f.）等思想景观的哲学地理学，并通过在其中的漫游，使读者注意到这种激进且别无选择的此岸性（Günzel 1999）。尼采的景观并不是那种同样逃避大地的浪漫主义景观，而是即将到来的时代转折的象征性乌托邦（Jünger 1959）。

在尼采看来，大地是价值设定（^价值）的战场（GM, 第一篇, 第16节, KSA 5, 285）。特别是在^欧洲，为了“地球的统治权”（N, KSA 11, 90）将继续争斗（EH, KSA 6, 365）（Cacciari 1995）。关于未来的“大地之主”（^主人道德-奴隶道德），尼采甚至一度计划专门出版一部著作（N, KSA 11, 489）。尼采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呼唤他那些迟迟未至的门徒们要“忠于大地”。这就是大地的“意义”所在——一种字面意义上的“地理逻辑”（Geo-logik），它在尼采关于^“超人”的构想中得到了凝聚（Za I, KSA 4, 14）。必须克服重力（^重力之神），借此“自由精神”（^自由精神）将来能够以思想上（^思想）和身体上的轻盈在大地上漫游，甚至在上面蹁跹起舞（^舞蹈）。

文献：Jünger, E.: An der Zeitmauer, Stuttgart 1959; Cacciari, M.: Gewalt und Harmonie. Geo-Philosophie Europas, München/Wien 1995 [1994]; Günzel, S.: N.s Schreiben als kritische Geographie, in: Nietzscheforschung 5/6 (2000), 227–244.

Stephan Günzel

认识

尼采对认识的价值及其可能性的评估，从一开始就烙有激进怀疑论的印记。早在《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一文的开头，他就讲述了关于“聪明动物”的寓言，这些动物在“世界历史最傲慢、最虚伪的一分钟里”“发明了认识”，以此将对真理的狂热与人类理智的短暂性、虚幻性和随意性对立起来（KSA 1, 875; 参见 Hödl 1997, 70f.）。在《悲剧的诞生》中，世界的真正根源，即原始的太一（Ur-Eine），同样被认为是超出人类认识范围的。因此，科学那种乐观的认识追求——尼采将苏格拉底视为其原型（GT, 第15节, KSA 1, 100）——完全被困在假象的领域之中。只有当苏格拉底式的人受其追求真理的驱使而触及到其认识可能性的边界时，悲剧性的认识才会作为另一种形式突破出来（同上，101），它预感到了那既无意义又令人恐惧的酒神深渊，并需要艺术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可怕洞见的伤害。此处的关键在于，苏格拉底式的认识并没有被外部的神话-酒神立场摧毁，而是因其内在逻辑而自我扬弃（Zittel 1995, 32–38）。

尼采在后期的作品中也强调了认识的不可能性。尼采的首要定义是：“认识本质上就是假象”（N, 6 [441], KSA 9, 311f.）。按照尼采的观点，每一种认识都建立在感觉和↗语言（同上；↗视角主义）所带来的既错误又不可消除的局限性之上。既然世界“对我们而言是与一个由错误的预设组成的有限领域的关系之总和”，那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知识”（同上）。我们因此并非在认识，而是在图式化，“将足以满足我们实践需求的规律性和形式强加给混沌”（N, 14 [152], KSA 13, 333）。

相应地，“整个认识装置[]也已经是一个抽象和简化的装置——其目的不在于认识，而在于掌控事物”（N, 26 [61], KSA 11, 164）。尼采将康德的认识批判激进化，他将认识能力历史化，并在生理学和谱系学分析中（例如：MA I, 第2节, KSA 2, 24）将其追溯到前理性的需求。因此，尼采认为以建立一个稳固的先验立场为目标的认识能力的自我批判是荒谬的：“工具无法批判自身的适用性：理智无法自行决定其边界，也无法决定自身的成功或失败”（N, KSA 12, 133; M, 前言 3, KSA 3, 12; N, KSA 12, 105; N, KSA 11, 37; FW, 第374节, KSA 3, 626f.）。

因此，认识只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性和不适用性，从而再次自我扬弃。然而，认识仍在继续进行，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在任何牺牲面前都不会退缩，而且从根本上讲，它只害怕自身的熄灭”（M, 第429节, KSA 3, 264f.）。正如 Montinari（1982）特别指出的那样，尼采关于认识激情的概念，反驳了任何指责他具有反启蒙的起源渴望的解释。尼采宣称，“对认识的冲动”已经变得“太过强大，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欣赏没有认识的幸福，或是一种强烈而坚固的妄想所带来的幸福”（M, 第48节, KSA 3, 264）。因此，对他而言，“退回野蛮状态的可能”不仅被阻断，而且也是令人憎恶的（同上）。出于激情而进行的认识可能会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会反过来反对↗生命的自我保存条件，反对↗生命必需的错误（FW, 第110节, KSA 3, 469ff.; N, KSA 9, 503f.; M, 第45节, KSA 3, 52f.; 参见 Zittel 1995, 57ff.）。这样一来，在认识中能走多远，就成了一个勇气和力量的问题：“一个精神能承受多少真理，敢于面对多少真理？”（EH, 前言 3, KSA 6, 259; 参见 JGB, 第39节, KSA 5, 56f.）因此，认识者的新首要美德便是↗诚实（M, 第456节, KSA 3, 275; 参见 Montinari 1982, 67）。如果认识主体坚决地将其认识指向自身，就会导致其自我毁灭，尼采为此想出了一个口诀：“自知者！自缢者！”（DD, KSA 6, 390）。因此，尼采的认识观念大多带有悲剧色彩。

尼采的“认识论”经常被指责为激进的主观主义。然而，尼采强调，恰恰是哲学家受制于一种“认识的基本意志”，这种意志在所有的认识之总体联系中来看待和评估它们：“我们没有权利在任何事情上孤立行事：我们既不能孤立地犯错，也不能孤立地触及真理”（GM, 前言 2, KSA 5, 248f.）。

文献：Vaihinger 1902; Grimm 1977; Habermas, J.: Nachwort zu: Erkenntnistheoretische Schriften N.s, Frankfurt a.M. 1968; Schmidt, A.: Über N.s Erkenntnistheorie, in: Salaquarda, J. (Hrsg.): N., Darmstadt 1980, 124–152; Montinari 1982, 64–78; Borsche, T.: Der erkenntnistheoretische Perspektivenwechsel von Descartes zu N., in: Djuric, M./Simon, J. (Hgg.): Kunst und Wissenschaft bei N., Würzburg 1986, 26–44; Zittel, C.: Selbstaufhebungssfiguren bei N., Würzburg 1995, 32–38, 57–73; Brusotti 1997; Hödl, H.-G.: N.s frühe Sprachkritik, Wien 1997.

Claus Zittel


欧洲，欧洲人

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N. 就将自己视为欧洲人；他在1886年的一封信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为何依赖欧洲：他认为欧洲是“地球上的科学之座”，并相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它将迎来巨大的运动和颠覆（致伊丽莎白·福斯特，1886年11月3日）。他对欧洲的认同有着不同但最终相互关联的动机：欧洲是启蒙运动和高级文化的所在地，同时也是民主化、革命和文明实验的所在地，最后，对 N. 来说，由这两者必然得出，欧洲必须是一个产生注定要统治世界的精英的所在地。

当然，只有在克服了出于反启蒙和反现代动机而相信德国文化优越性的信念之后，才有可能发现这些欧洲维度 (^deutsch, der Deutsche)。它首先伴随着对自由精神理想的宣传，该理想包含着对世界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民族局限性的克服。在 N. 看来，欧洲民族国家的消亡和欧洲人的诞生已初见端倪。民族的界限和敌意可归咎于特殊利益，它们只能延缓这一进程。相反，好欧洲人将“致力于各民族的融合”；他的目标是一个与古代启蒙运动相衔接的启蒙欧洲——正因如此，他懂得赞赏犹太知识分子在捍卫启蒙运动方面的巨大功绩（MA I, Nr. 475, KSA 2, 309–311）(^Aufklärung, ^Judentum)。

“好欧洲人”的显著特征在于他们的决心：作为现代的心理学家不因任何事物而退缩，同时成为现代的良知；以及他们的能力：为未来做准备，在那个未来中，“对整个地球文化的领导和监督”将落在他们肩上（MA II, 前言, KSA 2, 376; WS, Nr. 87, KSA 2, 592f.）。他们是无神论者和非道德主义者，懂得利用“畜群道德”来实现自己的计划（N, KSA 11, 511f.），是自由的精神，是“欧洲最漫长、最勇敢的自我克服的继承者”（FW, Nr. 357, KSA 3, 600），即从基督教中解放出来的继承者。作为“未来的孩子”，他们在民主的当下找不到归属感；他们知道，为了提升人的类型，需要一种“新型的奴役”。作为无家可归者，作为有着多重血统的“现代人”，他们也不会屈服于民族主义和种族仇恨的诱惑（FW, Nr. 377, KSA 3, 628ff.）。那些无法抵御这种病态冲动的人，看不到“欧洲想要成为一体”。只有“更深刻、更宽广的人”才能指明通向新“综合”的道路；N. 将拿破仑、歌德、贝多芬、司汤达、海涅和叔本华归入其中（JGB, Nr. 256, KSA 5, 201f.）。

欧洲统一的进程由多种发展构成。这包括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变迁，也包括人们日益增长的地理和社会流动性。交通和贸易向着最后的边界推进，它们变得全球化，但这却使得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难以为继”（N, KSA 11, 583f.）。尽管有这样的见解，N. 却几乎没有涉足政治统一的主题。虽然他在1880年预言，从民主化中首先将产生一个欧洲的国际联盟（WS, Nr. 292, KSA 2, 684）。但对于符合他愿景的未来欧洲的政治结构，他后来再也没有发表过意见。“生成中的欧洲人进程”导致了相互对立的结果。N. 用这个概念描述了“文明”、民主化和均平化的进程，个体从其阶级出身中解放出来的进程，他描述了一种游牧式和超国家的人类类型的兴起，“从生理学上讲”，这种类型的特征是具备“最大程度的适应技巧和适应能力”。这一进程最终导向了“产生一种为最精细意义上的奴役做好准备的类型”，但同时，欧洲的民主化也是“一场非自愿的暴君培育活动”（JGB, Nr. 242, KSA 5, 182f.）。因此，必须在被特征化为“世界主义的情感与智力混沌”（N, KSA 13, 17）的将来的欧洲人和未来的欧洲人之间做出区分。

在预示这种未来欧洲人的群体中，令人惊讶的是，占据最显著位置的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而是拿破仑，这个现代文明的敌人，文艺复兴以及由此延伸的古代的继承者， → 他想要一个统一的欧洲 []，并将它作为地球的主人 → （FW, Nr. 362, KSA 3, 610）。N. 要求，欧洲必须面对 → 争夺地球霸权的斗争 → ；为了对此做好准备，它必须成为一个意志的统一体，而这只能由一个统治阶层来保证（JGB, Nr. 208, KSA 5, 140）。在这个斗争中，欧洲的对手是谁以及应当如何进行这场斗争，仍然是不明确的。N. 将欧洲理解为一个 → 文化中心 → ，注定要获得精神上的统治地位，而不是主要作为政治军事力量（N, KSA 11, 41f.）。在争夺地球霸权的斗争中，欧洲最具威胁性的竞争者正是它自己所产生并决定了其历史的力量和势力：基督教、君主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制。N. 对欧洲的着迷因而也主要在于文明实验，即那种消除了人与人之间阶级和民族界限的民主式 → 混合 → （JGB, Nr. 224, KSA 5, 158）。未来的 → 地球主人 → 将利用民主的欧洲 → 作为他们最驯顺、最灵活的工具 []，从而像艺术家一样在 → 人 → 自身之上进行塑造 → （N, KSA 12, 87f.）。

文献：Krökel, F.: Europas Selbstbesinnung durch N. Ihre Vorbereitung bei den französischen Moralisten, München 1929; Ottmann 21999, 124–129.

Urs Marti

永恒轮回

“关于轮回的1000个公式（是威胁）”（N, KSA 10, 115）。——去思考关于“思想的思想”（N, KSA 9, 496），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思考，关于“最大重负”（FW, Nr. 341, KSA 3, 570）的思考，是沉重的——即使这仅仅是思想。但是，既然这些无论如何都会轮回，实际上也就无所谓了，除了这些沉重的思想也许会威胁着要永恒轮回。永恒轮回的学说断言，一切都曾经存在过，但在每一个瞬间仍然会产生新的东西，每一个瞬间都是新的、未被消耗的，是纯洁无辜的。借此，N. 试图在“现代性的顶峰”实现古代（循环的）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说与现代物理学近代时间之箭的综合（Löwith 1987, 238ff.）——以便这种古代与近代的和解能够进入人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平等的救赎承诺（这些承诺流溢于目的论的、固定于终点的、对所有人平等的现代时间“未来性”观念）也应当被淘汰。因此，永恒轮回直接指向反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权利平等、民主等”，反对一切 N. 称之为“现代观念”的东西，在 N. 看来，这些观念带来的不是平等，而是冷漠，从而导致“虚无主义”——N. 的意图是通过轮回学说建立一种新的等级秩序。

事物的纯粹轮回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变体，例如作为来自叔本华-瓦格纳式无尽旋律本原的再现（参见 GT, Nr. 6, KSA 1, 48f.），在对前苏格拉底宇宙论的描述中（阿那克西曼德与赫拉克利特的一致性：“他像后者一样相信世界会周期性地毁灭，并相信另一个世界会从毁灭一切的世界大火中不断重新升起” [PhtZ, Nr. 6, KSA 1, 829]），或者在其他的历史哲学思考中。在这里，轮回的事物始终是 historiae rerum gestarum（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在其中，对 res gestae（历史事件）的某种反刍属于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的职业，特别是对于一位纪念碑式史学的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史学认为，曾经存在过的伟大之物，至少曾经是可能的，因此大概率也会再次成为可能（HL, Nr. 2, KSA 1, 260; 参见 N, KSA 7, 636）。然而，在早期的历史著作中，“永恒轮回”还被 N. 明确地拒绝了。但他带着批判的言外之意说，它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毕达哥拉斯学派是对的，他们认为当天体处于相同的星象时，地球上也会发生相同的事情，而且细致入微到每一个细节和微小之处都会重-


永恒轮回

在那些预言这种未来欧洲人的人中，令人惊讶的是，占据最显赫位置的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诗人，更不是艺术家；而是拿破仑，这位现代文明的敌人，文艺复兴及由此而来的古典时代的继承者，他想要一个统一的欧洲[]，并且是作为地球的主人（FW, Nr. 362, KSA 3, 610）。尼采要求，欧洲应当去迎接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斗争；为了做好准备，它必须成为一个意志的统一体，而这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保证（JGB, Nr. 208, KSA 5, 140）。尚不清楚欧洲在这场斗争中将与谁对抗，以及这场斗争将如何进行。尼采将欧洲理解为一个注定要取得精神霸权的文化中心，而不是主要作为政治军事力量（N, KSA 11, 41f.）。在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斗争中，其最具威胁的竞争者是它自己产生并决定了其历史的力量和势力：基督教、君主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制。尼采对欧洲的着迷因此也主要源于其文明实验，即那种打破了人与人之间阶层和民族界限的民主混合（JGB, Nr. 224, KSA 5, 158）。未来的地球主人将把民主的欧洲作为他们最顺从、最灵活的工具来使用[]，以便作为艺术家对人本身进行塑造（N, KSA 12, 87f.）。

参考文献：Krökel, F.: Europas Selbstbesinnung durch N. Ihre Vorbereitung bei den französischen Moralisten, München 1929; Ottmann 21999, 124–129.

Urs Marti

永恒轮回

“关于轮回的1000个公式（就是威胁）”（N, KSA 10, 115）。——思考关于“思想中的思想”（N, KSA 9, 496），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关于“最大重负”（FW, Nr. 341, KSA 3, 570）的思想，是沉重的——即使这仅仅是思想。然而，既然这些思想无论如何都会复归，这其实也无妨，除了一点，那就是这些沉重的思想威胁着要永恒复归。永恒轮回的学说断言，一切都曾经存在过，但在每一个瞬间，仍有新事物产生；每一个瞬间都是新颖的、未被消耗的，是纯洁无辜的。借此，尼采希望在“现代性的顶峰”（Löwith 1987, 238ff.）实现古代（循环的）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说与现代物理学近代时间之箭的综合——从而使这种古代与近代的和解能够深入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同时，平等主义的救赎承诺（这源于目的论的、锁定于终结的、认为对所有人皆同的时间具有未来性的近代观念）应被淘汰。因此，永恒轮回直接针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平权、民主等，针对尼采所称的现代观念，在尼采看来，这些观念带来的不是平等，而是平庸/冷漠，进而导致虚无主义——尼采的意图是通过轮回学说建立一种新的等级秩序。

事物的纯粹复归（Wiederkehr）在早期就已有不同的变体形式，例如作为叔本华-瓦格纳式无尽旋律深渊中的旧病复发（参见 GT, Nr. 6, KSA 1, 48f.），在前苏格拉底宇宙论的描述中（阿那克西曼德与赫拉克利特的一致：“他和后者一样，相信世界毁灭的周期性重复，并相信一个不同的世界总是从毁灭一切的世界大火中再次显现” [PhtZ, Nr. 6, KSA 1, 829]），或在其他历史哲学思考中。在这里，复归之物始终是历史记载（historiae rerum gestarum）的一部分，在其中，对历史事迹（res gestae）的某种反刍属于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的职业，特别是纪念碑式历史学的历史学家，这种历史学假定，那曾经存在的伟大之物，至少曾经是可能的，因此大概也必将再次成为可能（HL, Nr. 2, KSA 1, 260; 参见 N, KSA 7, 636）。然而，在早期的历史著作中，尼采还明确驳斥了“永恒轮回”。但他带着批判的口吻表示，这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在天体星象相同的配置下，地球上也会重复发生相同的事情，甚至具体到最微小的细节：以至于只要星星处于某种相对位置，一个斯多葛派就会和一个伊壁鸠鲁派结盟并刺杀恺撒，而在另一种天象下，哥伦布总是会再次发现美洲。只有当大地在第五幕之后每次都重新开始上演它的戏剧，如果确定了相同的动机纠葛、相同的‘机械降神’、相同的灾难会以特定的间隔复归，权势人物才可以在充分的标志性真实中，也就是说在每个事实精确塑造的特质与独特性中，去渴求纪念碑式的历史：因此，这大概要等到天文学家再次变成占星家时才有可能”（同上 261）。永恒复归在这里仍然是假设性的，“现在什么也没有重复”（N, KSA 7, 681）。然而，正如尼采在1873年就让人一次次地发现美洲一样，这让人更倾向于猜测，尼采在1881年并没有发现永恒轮回，而是重新发现、使之重生了。但在“轮回的降生”（格罗德克语）之前，宇宙论的推测是罕见的（在PhtZ中省去了毕达哥拉斯，尽管最初在N, KSA 7, 462中有安排），即使尼采事后将他早期对赫拉克利特的热情与永恒轮回结合了起来（参见 EH, KSA 6, 313）。永恒轮回的学说（它因为是永恒的，而不是无止境的，所以看起来与基督教的“时候满足”非常相似[Jaspers 1981, 362]）是对基督第二次复临（Parousie）的反基督教戏仿。它彻底终结了“遥遥无期”的问题，因为它始终意味着此时此地的一个新降临（Advent）。“轮回/再临”（Wiederkunft）一词具有末世论渊源（《圣经》在翻译 Parousie/Advent 时只说主的到来或未来；尼采使用的《路德圣经》在下文提到的大部分出处[1861年版《苏黎世圣经》则是贯穿始终]都说主的“未来”）；然而，“再临”的概念属于新教词汇的固定存量，作为名词用于耶稣的再次降临，例如在拉瓦特（Lavater）或费希特（Fichte）那里可以找到（Grimm, DWB, 词条 Wiederkunft）；在较新的译本中（例如1975年版《路德圣经》：提后4:1; 8; 彼后1:16; 3:4; 约一2:28），1955年版《苏黎世圣经》（1907–1951年新译本）：太24:3; 27; 29; 林前15:23; 帖前2:19; 3:13; 4:15; 5:1; 23; 帖后2:1; 8; 雅5:7; 8; 彼后1:16; 3:1; 4; 3:11; 约一2:28）——该词更加常见。如果基督教的再临在末世论和神学上是指向一个终局的，那么永恒复归之物则相反，它有变成一架手摇风琴、一首“老调”（Za III, Nr. 13, KSA 4, 273）的危险，从中产生不出任何东西，若不是恰好有查拉图斯特拉所遭遇的那种轮回（Wiederkunft）的话。永恒的契机在复归（Wiederkehr）中显现，瞬时的契机在轮回（Wiederkunft）中显现，其中重心落在轮回上（相应地，“轮回”一词直到1881年8月6日那个发生“降生”的日子才出现，而作为“一再发生”意义上的复归之物，在早期著作中已经存在[见上文]）；用激进的话来说：“我孕育出轮回的那个瞬间是不朽的。为了这个瞬间，我忍受这轮回”（N, KSA 10, 210）。“复归”（Wiederkehr）一词在全部著作中散见33次（在“永恒复归”的词组组合中仅8次）（关于事物和生命的复归，从1881年起只能证明有23处记录，这些全部可以归入[物理主义的]“冗余问题”：什么东西会复归），相比之下，“轮回”（Wiederkunft）出现了109次；作为“学说”，除了两个无关紧要的例外（N, KSA 10, 378 和 514），只有“轮回”出现了22次，而不是“复归”。“轮回思想”也是如此，这种词语组合出现了23次，破例只有一次作为“复归思想”（N, KSA 10, 588）。然而，关于上述例外应当指出，这可能涉及轮回学说和轮回思想的歧途（例如作为轮回的虚无主义姊妹），因为“虚掷的永恒复归这一最可怕的思想”（同上）可能表达了与轮回学说的差异，在未执行的计划中也是如此：“他向他们预言：复归的学说就是标志。[] 在从幻境回归时，他[查拉图斯特拉]死于此”（N, KSA 10, 378）。如果尼采确实在复归（Wiederkehr）和轮回（Wiederkunft）之间做出了术语上的区分，那么晚期的笔记“让我们以其最可怕的形式来思考这个思想：没有意义和目标，但必然复归的，不通向虚无之终局的存在：‘永恒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成为永恒！”（伦策海德片段, N, KSA 12, 213）可能会令人猜测，复归可能意味着虚无主义，而轮回可能意味着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不过这里心照不宣地假定了，在那个时候，轮回学说自身还没有受到虚无主义的嫌疑。另一种镜像反转的解释可能会将“生命的永恒复归”（GD, 10. Abh., Nr. 4, KSA 6, 159）确认为希腊人古代的（秘仪）信仰，却证明其在后基督教时期是不可想象的——这会导致一种二元对立：复归对应于前基督教-古典时期；轮回对应于后基督教-现代时期。此外，只出现了带有“轮回”的复合词：“轮回学说”（N, KSA 12, 345）和“永恒轮回思想”（EH, KSA 6, 355）是存在的，没有复归学说，没有复归思想，没有复归教师。往最好里说，复归可以是轮回在（语言上）的推论，——“永恒复归”这个概念既没有思想层面上的意义，也没有学说层面上的意义（因此齐美尔、雅斯贝尔斯、洛维特、海德格尔、阿贝尔、格哈特、米勒-劳特、奥特曼等人的用法是错误的；同样不正确的还有英文译本中的“recurrence”代替“return”，在法语区则是不加区分的，因为法语中“retour”和“retour”之间没有区别）。大八开本的索引未加区分地将其归类，施莱希塔（Schlechta）做出了区分，但只列举了少数几处。尼采最喜欢的消遣，即为未写成和无法写成的书发明和权衡书名及章节，在最永恒的轮回面前也没有止步（最显眼的是在第一版《论道德的谱系》封底的预告中，将最永恒的轮回作为“准备中”的书来引起读者的兴趣），其频率完全比得上被废弃的书名“正午与永恒”和“权力意志”：而“永恒复归”的书名则找不到。轮回学说的新颖之处在于，尼采在一种物理主义的形而上学中进行尝试，并考察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力量星相学已经能够导致完全相同的状态，或者是否总是需要新的世界来实现相同者的永恒复归。他（与露和雷）约定在巴黎或维也纳进行的为期10年的学习（Salomé 1983, 257），本应是为轮回学说的自然科学部分奠定基础。

尼采说他“刚才还”拿在手里的那份著名草稿（1883年9月3日致加斯特的信，作为证据见于 Janz 1978, 第2卷, 79；在 Klossowski [1986, 93f.] 那里，1881年8月14日的信是关键），记录了洞察到轮回学说的这一事件：“[] 新的重负：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对于未来的一切，我们的知识、错误、习惯和生活方式具有无限的重要性。我们用余生做什么——我们已将其中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了最根本的无知之中？我们去教导这门学说——这是将其融入我们自身的最有力手段。作为最伟大学说的教师，我们有自己的福祉。1881年8月初，在锡尔斯-玛利亚，海拔6000英尺，更远远高于一切人类事物！-”（N, KSA 9, 494）。《瞧，这个人》中的描述刻意简洁地记录道：“那时我闪现了这个思想”：“我现在来讲述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事。这部著作的基本构想，即永恒轮回思想，这所能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属于1881年8月：它被草草写在一张纸上，下面署着：‘在人与时间之外6000英尺’。那一天，我沿着席尔瓦普拉纳湖畔在树林里散步；在离苏尔莱不远处一块金字塔般高耸的巨石旁，我停了下来。那时我闪现了这个思想”（EH, KSA 6, 335）。紧接着这一“降生”之后的遗稿笔记（N, KSA 9, 494ff.）就已经拉开了张力之弧，它决定了尼采及诠释者们围绕永恒轮回的进一步思考。[141]在纯真轻快之存在与新重负的波涛中构思了这门学说；[142]已经开始批判这门学说的被启示性（以及对被启示性的批判）；[143]提出了一个伦理诘问：“我是不是想做这件事无数次呢？”；[144]希望借助永恒轮回使“生命的游戏”登基；[145]反思了“一个[被轮回学说吸引到生命游戏中来的]新的[]阶级”的教育原则；[147]考察了该学说的可贯彻性——“最初的信徒并不能证明一门学说有什么不对”；[148]首次将世界的有限性和力量的无休止性作为轮回假设的物理学基础进行了变奏——也是轮回中生命的物理学基础，这种生命渐渐地将被所有人分享；[149]、[150]、[151]、[152]、[154]、[155]和[157]再次强调了物理事实的多样性，以排除将人类直观形式作为反对轮回学说的反证；[158]再次谈到该学说的渗透，认为需要几千年的时间；[159]、[160]、[161]在（已经不再能那么像游戏般轻松应对的）生命的角度审视了这门学说——“想要在永恒中这样生活！”：其中谈到了一项“任务”；[163]最终标志出了轮回学说的反平等主义功能：谁想奋斗，就去奋斗，谁想安息，就去安息，谁想服从，就去服从。

在这一堆格言之后，学说和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复归——不过现在被与轮回无关的插曲所打断。我们可以相信尼采，即在 N, KSA 9, 494 中诞生了轮回（或者说在此处被文本化），但我们要谨防相信轮回学说由此就已经完成了。尼采更多的是在为轮回思想、为轮回体验寻找合适的学说；他不确定这个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蕴含着什么启示，以及永恒轮回是否能够解决他自认识到自由精神的不足以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永恒轮回学说在著作中的首次发表，是在《快乐的科学》第285节（KSA 3, 527）：“在发生的事情中再也没有理性，在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中再也没有爱——对你的心来说，再也没有一个安息之处敞开着，在那里只需去发现而不再需要去寻找，你抗拒任何一种最终的和平，你想要战争与和平的永恒轮回：——克己之人啊，在这一切中你都想要克己吗？谁会给你这样的力量？至今还无人有过这样的力量！”，这番话依然让人能够看到原始版本中永恒轮回那种如美杜莎般令人石化的面貌，这与莎乐美的信息相吻合：“他只是用低微的声音，带着深切恐惧的所有迹象来谈论它”（Salomé 1983, 255）。在《瞧，这个人》中提到，真正深不可测的思想是母亲和妹妹的永恒轮回（EH, KSA 6, 268）。


永恒轮回（续）

宣告轮回学说的著作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查拉图斯特拉是凭借轮回学说进行永久自我克服的↗英雄；面对轮回学说，查拉图斯特拉的没落开始了（FW, 第342节, KSA 3, 571；参见 Za I, 序言, 4, 11 ff.），而随着对轮回思想的克服，查拉图斯特拉的没落结束了（Za III, KSA 4, 277）。这一没落意味着该学说同时消逝与被克服，也意味着对该学说本身之轮回的一种推测性展望——作为一种证明，即该学说在被克服的瞬间并未耗尽，而是即使在尼采那里也能不断重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寻找轮回之令人反感之处的著作；它是灾难性且具有净化作用的永恒轮回的戏剧，其中激情（Pathos）比戏剧本身更为决定性。该学说的伦理意蕴顺理成章地存在，但没落的戏剧并非探讨于此。在逻辑上，这部诗歌作品隐去了同时期遗稿中进行的关于宇宙论基础的讨论。因此，早期的尼采研究希望在尼采身上看到的是一位诗人，而非思想家，更不用说哲学家了。永恒轮回中的不和谐音依然存在：一面是精神三变的无害教化史，最后以天真的孩童阶段告终（Za I, 1），另一面是面对极其微小事物的令人作呕的复归时所发出的惊呼之举：“最伟大者亦太渺小！——这是我对人的厌倦！而最微小者亦永恒轮回！——这是我对一切生存的厌倦！啊，恶心！恶心！恶心！——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叹息着战栗起来”（Za III, KSA 4, 274f.）。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们的里拉琴歌同样如此：“[]看哪，我们知道你教导什么：一切事物永恒地轮回，我们自己亦同在其中，而且我们已经存在过无数次，一切事物亦与我们同在。你教导说，有一个生成的伟大之年，一个极其庞大的伟大之年：它必须像沙漏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翻转，以便重新流淌并流尽：——所以这些岁月在最大和最小之处都与自身相同，——所以我们自己在每一个伟大之年中，在最大和最小之处亦与我们自身相同”（Za III, KSA 4, 276）。随后在查拉图斯特拉那里蔓延开一种“违背意愿的至福”，因为查拉图斯特拉的“没落”不可能是大团圆结局（happy end），且该学说的纯粹形式中没有任何慰藉之物。该学说是不可忍受的，且本该如此；唯一的希望存在于（通过查拉图斯特拉的没落）可能存在的、能够践行轮回学说的超人身上。“在对超人的展望之后，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出现的轮回学说：现在可忍受了！”（N, KSA 10, 482, 参见 593）

这一思想应当对整个人提出要求，永恒轮回甚至要求人超越自身极限，以至于他要么被改变，要么随之崩溃。将轮回学说应用于自身的存在（“自我——命运 [ego - Fatum]” [N, KSA 11, 291]）既是哀悼之劳作，又是潜在的心理康复：对永恒轮回的理解是完美的心理分析。每个人自身在瞬间被神秘地直观到的存在（莎乐美将永恒轮回称为进入神秘主义的“跳板”[1983, 261]）可以改变人，只是必须指出，尼采不会允许将这种轮回性牵强地解读为弗洛伊德的强迫性重复理论（正如Chapelle所做的那样，尽管他非常正确地确定了结构的相似性[1993]）。非重复性与偶然性同样是这一“超级思想”之转化能力的一部分，因此神经症式的强迫症对尼采而言仅仅是一个特例。“最高道德追求的目标并非从轮回的强迫中解放出来，而是满怀喜悦地皈依它”（Salomé 1983, 261）。

轮回学说的伦理意义

永恒轮回的幻景与心理形态弥散入伦理意蕴之中，因为这一思想能够成为，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学说。属于此列的既有将轮回学说视为反柏拉图式↗神话（Ottmann ²1999, 373ff.）、神话素（Mythologem）（Blumenberg 1979, 271, 275）或➔反神话（countermyth）（Magnus 1978, 155ff.）的论述，也有关于轮回学说的生活实践问题。➔对于你所想做的一切，这个问题：➔我是不是想要做它无数次？➔这是最大的重负（N, KSA 9, 496），同样在《快乐的科学》著名的第341节中：➔最大的重负。➔某日或某夜，如果一个恶魔潜入你最孤独的孤寂中对你说：➔你现在这样生活且一直这样度过的这个人生，你将不得不再次、且无数次地去生活；其中将不会有任何新意[]。➔（KSA 3, 570）。这是一个很快就可以被重新表述为绝对命令，或者➔存在论命令（existential imperative）（Magnus）的问题。源于某种震动的生活的问题在于，这种震动可能会成为意志之事：➔人们必须想要消亡，以便能够再次产生——日复一日。通过一百个灵魂的流转——让这成为你的生活，你的命运：而最后：再次渴望这整个系列！➔（N, KSA 10, 213）。通过该思想对超人的培育，可以被理解为教化（paideia）和自我实现（➔成为你自己，Za IV, KSA 4, 297）。最后要谈到一种宇宙的基调，即著名的命运之爱（amor fati），它必须能够伴随我的所有行动：➔爱那必然之事——命运之爱，这将是我的道德，对它行一切善，并将其从其可怕的起源提升至你之处➔（N, KSA 9, 643）。顺理成章地，《查拉图斯特拉》之后的所有著作都集中于善恶彼岸的道德-非道德问题。因此，最初很容易忽视轮回学说在宗教哲学与自然科学上的基础；轮回道德可以被纳入（新）康德主义之中。齐美尔（Simmel）在1907年正处于一种将永恒轮回思想主要进行伦理学解读的发展潮流之中，将其视为伦理“呼吁”，视为“永久悬设”（Ewald 1903, 17f.），其中不可否认地存在着“诗意”阐述优先于“理论”阐述的倾向（Horneffer），同样在“A. 里尔、A. 德鲁斯、R. 里希特那里”（Löwith 1987, 353）也表现出“或多或少被淡化的形式”，随后在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那里，她将这一思想作了道德-工具性的理解，“为了提升人类的类型”（1915, 148）。对齐美尔而言，轮回的宇宙论侧面仅仅是轮回“试金石”的一面“放大镜”，在某种程度上是使最大的重负变得更重；相应地，那种震动只能从“其逻辑理解中的某种不准确性”来解释。“只有对一个将反复循环的多样性综合于自身意识之中的旁观者[]而言，复归才具有意义；就其自身的现实而言，对体验者来说，它什么也不是。只有对它的思考才具有伦理-心理学的意义”（Simmel 1995, 398f.）。对轮回的重估转向了其“道德基本意图”，其作为“调节原则”的存在已然完成，而且很快，将轮回学说用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通过绝对命令加以封顶并驯化，便成为了康德主义者的早操；即，在每一个瞬间那样生活，“就好像我们永恒地生活一样，也就是说，仿佛存在一种永恒的轮回”（同上，400）。因此，法伊欣格（Vaihinger）在其《“仿佛”哲学》的结尾，可以将轮回思想作为“启发式-教育式-乌托邦式的虚构”（⁴1920, 789, 注1）来使用，尼采也“必定[会]走上这条被他深深误解的康德所开辟、且F.A. 朗格也曾走过的道路”（790），即：去证明“宗教虚构的有用性和必要性”（同上）。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发展因其“患病”而被迫中断。甚至在今天，丹托（Danto）还指示道：“这样行动（或存在），以至于你愿意无限次地、接连不断地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行动（或作为完全相同的存在）”（Danto 1998, 257）。然而，尼采的原话以大师般的手法将规范与描述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我的学说宣称：如此生活，以至于你必定渴望再次生活，这才是任务——无论如何你都会的！”（N, KSA 9, 505），克罗索夫斯基（Klossowski）用►重生►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最好的、但并不精确的意译：“如此行动，仿佛你渴望被无数次重生——因为无论如何，你都必须重生并重新开始”（1986, 96）。

轮回学说的宇宙论意义

从轮回学说的宇宙论可释性中得出了另一种视角：“力量的世界不会遭受减损：否则在有限的时间里它早就衰弱并毁灭了。力量的世界不会陷入停滞：否则这停滞早就达到了，存在的时钟也就会静止。因此，力量的世界永远不会达到平衡，它永远没有片刻的宁静，它的力量和运动在任何时间都是一样大的。只要这个世界能够达到哪怕任意一种状态，它就必定已经达到过，而且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N, KSA 9, 498）。唤起对轮回学说这一半被遗忘之侧面的关注，是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的功劳；他认为尼采根本不是在谈论一种可以在道德上加以利用的虚构，而是关于重新赢回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事实上的”（Löwith 1987, 355）复归构成了它的前提。事实上完全令人费解的是，如果轮回思想仅仅宣告了一种（道德的）意图，如果永恒轮回仅仅关乎我们与世界的伦理关系，而不改变世界本身，那么，对这个世界的↗肯定（Jasagen）——尼采如此珍视的这一点——如何能够成功。永恒轮回的道德与物理学被洛维特二分并视为矛盾：“永恒轮回的形而上学隐喻中的统一性分裂为一个双重等式，一边是人，另一边是世界。然而，轮回学说的问题就在于人类追求目标的意志与世界无目的的循环之间这一分裂的统一”（同上，178）。海德格尔同样强调了该学说的世界属性，不过，通过对《查拉图斯特拉》中轮回篇章的诠释（《论幻影与谜团》、《痊愈者》；Heidegger I, 1961, 256ff.），他表明古代的世界并没有被重新赢回，因为正如动物们所表达的那样，“永恒的路径”恰恰并不弯曲；它并非古希腊式的圆形重复，而是点状地融入瞬间之中，因此只能以后目的论的方式来理解。海德格尔对该“思想的总结性陈述”涉及宇宙论轮回学说的断片，并在第10点达到顶峰：“世界混沌本身就是必然性”（同上，317）。尽管对洛维特而言，尼采“作为自然科学家是个哲理化的门外汉”（Löwith 1987, 206），但他必须被视为其时代自然科学讨论（福格特、卡斯帕里、迈尔、汤姆逊）（^自然科学）的内行（Becker 1963, S. 51 ff.）。迪奥里奥（DIorio）对先于轮回学说的热力学话语的分析得出了这一结论：“卡斯帕里的书《事物的联系》[]是这一反思过程的主要来源”（1995, 78）。尼采的世界在“城门”（Thorweg）的意象中达到顶点（“向后看的这条长巷：它通向永恒。向外看的那条长巷——那是另一个永恒”[Za III, KSA 4, 199]）：一个反歌德、反奥古斯丁的瞬间，它不应被拉长，而是点状地包含了永恒。从这个“城门”出发，人们可以向前或向后计算，但不允许从过去斜视当下的瞬间（出于反目的论的原因），也不允许从现在编造一个未来（出于认识论的原因）。确认令人瘫痪的已生成状态或对未来进行支配性规划，应当通过与轮回（Wiederkunft）而非复归（Wiederkehr）相对应的城门思想变得不可能——目标即是生成的无辜（Unschuld des Werdens）：其样态完全是从此刻前瞻（prospectus ex nunc）与从此刻回顾（retrospectus ex nunc）。

现代关于轮回学说的科学讨论

现代讨论已分化为对永恒轮回之特殊问题的探讨。例如，有人提及“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的论证”，“其中哈密顿运动方程被应用于包含有限数量运动元素的封闭力学系统，即那些不处于刚性组合中的元素”（Abel ²1998, 199）。针对已由齐美尔发表并由丹托修改的（反面）证明（即调和级数 1+12+14+⋯ [2是发散的，极限值2永远无法达到]），反对意见提出了在元素有限情况下的位置无限性，认为在有限性中完全可能隐藏着无矛盾的无限性（可分性的无限性）；气体理论或三体问题的物理学定理表明，微粒的有限分布超出了非实数 𝜋 的范围（Abel ²1998, 197ff., 416ff.）。原则上的可逆性不容排除，即使在相对论宇宙中也是如此（同上，428）。事实上，特殊的轮回学说奠定了一种物理学形而上学，它随处可见世间的权力-力量量子，但依然超越了第一（与最后）奇点（或复数）的界限。热力学定律既支持轮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要求永恒复归”[N, KSA 12, 205]），又对其加以驳斥（参见 Becker 1963、Müller-Lauter 1971, 178f. 和 Ottmann ²1999, 364f. 中关于热寂的讨论），或者现代天体物理学关于宇宙假定收缩时的热量进行推测——新夸克在可能无穷多的循环中生成新世界——正如阿贝尔（Abel）反驳的那样，这些都不能将轮回学说进行唯科学论的化约，因为它的本质是一个“事件-逻辑”（geschehens-logischer）思想（Abel ²1998, 430f.）：在力量的世界里占据主导的并非盲目，而是诠释：“力量并不按照目的的标准去诠释其他力量，而是从权力之证明与力量之估价的角度去诠释”（同上，139；对于这种从权力意志过程进行回溯性解读的诠释的反对意见，参见：Gerhardt 1987, 444–466）。轮回学说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此得以减轻，即：复归的仅仅是相似者（das Gleiche），而非同一者（das Selbe）；这里适用的不是莱布尼茨的不可分辨者同一性原理（principium identitatis indiscernibilium），后者强调的是同一者（das Selbe），即 idem。

第二个世界观察的组成部分是尼采反复提出的论点，即尽管有着漫长的过往时间，世界依然未完成——以此便终结了世界中的目的论：综上所述：“宇宙总力的尺度是确定的，并非什么‘无限之物’：我们要警惕这种概念的泛滥！因此，这种力量的位置、变化、组合和发展的数量，虽然极其庞大且实际上 ⋅ 无法估量，但无论如何也是确定的，而非无限的。然而宇宙行使其力量的时间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这力量永远相同且永远活跃：——直到此时此刻，一个无限性已经流逝，也就是说，所有可能的发展必定已经存在过了。因此，此刻的发展必定是一次重复，孕育它的发展以及从它产生的发展亦是如此，从而不断向前向后继续！”（N, KSA 9, 523）。在这里，轮回物理学的整个困境显露无遗，其本质上被构想为一种劝诫性的布道，但在其怀疑真理的构想中又发挥着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那些旨在帮助扩展轮回学说之人类学转化能力的事物，怎能被指认为 ⇒ 完全不可证明 ⇒ 呢？与轮回思想道德根基的联系似乎就此消退；该思想的集中度与分量随之减弱。为轮回学说奠定自然科学基础的宇宙论推测逐渐熄灭。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权力意志是否继承了轮回学说（由此便产生了这样的顺序：轮回体验——轮回物理学——力量物理学——力量哲学）。

轮回学说的政治意义

除了所展示的这两条解释线索之外，还存在第三条往往被忽视的线索：轮回政治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 A. 博伊姆勒（A. Baeumler）对尼采的解释，他从尼采的“体系”中提取出“唯一的解释层面”，即尼采仅仅凭借“权力意志”这一“基本思想”进行思考——轮回思想“无关紧要”（Baeumler 1931, 80），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极其个人化体验的表达”，在完全隐藏于“权力意志”之中的政治本质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尽管不乏有人试图在政治上利用轮回说，尤其是其具幻象与诺斯替色彩的部分（“第三帝国旗帜上的卐字象征着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Giese 1934, 127]），但自洛维特时代（1987, 363ff.）以来，那种（针对博伊姆勒的）“权力意志”=政治的、轮回学说=非政治-形而上学的对立立场，依然丝毫未减地持续着。奥特曼（Ottmann）准确的论断同样未改变这一点：“他[尼采]只知道伴随哲学的政治，不知没有哲学的政治”（²1999, 7）。轮回学说是为精英准备的。关于轮回学说的最后笔记之一仍谈到了一个独立的种姓阶层：“轮回者”（die »Wiederkünftigen«）（N, KSA 13, 555）。但如果通过轮回学说进行的教化失败了呢？“对该学说后果的恐惧：最优秀的天性或许会因此毁灭？最恶劣的则会接受它？”（N, KSA 10, 521）。轮回学说成为↗大政治的事情：一个凌驾于各阶层之上的新阶层（N, KSA 11, 195）、一个通过这惩戒性思想而取胜的种族（N, KSA 11, 250），以及一场针对“统治天性”的“新启蒙”（N, KSA 11, 295），都藉由轮回学说生成。在这些思考的最后，是关于欧洲虚无主义的著名的“伦策海德断片（Lenzer Heide Fragment）”：尼采说，那些境遇糟糕的人将“把对永恒轮回的信仰视为一种诅咒，受此打击者对任何行为都不再退缩：不再是被动地消灭，而是去消灭一切在这种程度上无意义和无目的之物：尽管当认识到一切自永恒以来便已存在——包括这虚无主义与破坏欲的时刻也是如此——时，这只是一种痉挛，一种盲目的狂怒。——这样一场危机的价值在于，它具有净化作用，它将同类元素挤压在一起并使它们相互毁灭，它给具有对立思维方式的人分配共同的任务——同时也使他们之中较弱、较不坚定的人暴露在阳光下，从而从健康的角度，推动力量等级秩序的建立：承认命令者为命令者，服从者为服从者。当然，这脱离了所有现存的社会秩序”（N, KSA 12, 216f.）。相比之下，最强者——那些“确信自身权力的人”，那些不需要“极端信条”的人——“这样的人会如何看待永恒轮回？——”（同上，217）。轮回学说被解读入（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之中，其价值在一种永恒启蒙的框架内被重新衡量——“没有终局地走向虚无：‘永恒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成为永恒！”（同上，213）。

轮回思想的分期

在这一综合考察之后，分期的问题再次被提出。在查阅遗稿后，显而易见的是，与“最大重负”最激烈的交锋可追溯至1881年，在KSA的编号中从 KSA 9, 494 开始。反思的第一阶段充斥着轮回体验，新学说的所有后果都在其中被狂热地推演着。研究的决心受到热情和坚持到底的幻景的支撑。在这里不能说某一部分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宇宙论的推测并未进入公众视野。《查拉图斯特拉》是一部关乎流转变形与完美心理分析的著作，而非能量守恒定律等定理的著作。随着《查拉图斯特拉》，一场净化被经历，在其终点是或应当是一次复元与康复。永恒轮回思想以学说的形式留存下来，因为它已被完整地经历过。物理学的推测依然存在，但它们现在同样可以被归入►权力意志的有效范围 内。轮回的转化力适用于学说，但并不真正适用于伦理学。然而，该学说却更适用于政治，最好是大政治。从1887年起，尼采不再在这个思想中的思想上耗费任何心思（在它于1885年被►终结►之后）。它变成了一段半被遗忘的记忆，被献祭给挣脱束缚的启蒙运动与大政治。在尼采战略性概念的综合考察中，轮回学说可以被归入►生成的无辜这一名目之下，对后者而言，永恒轮回是一种手段。在尼采那里始终存在的反目的论思考变得更为激化。尼采的思想终结于——且理当如此——所有目的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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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uel Skirl

实验，实验哲学

理解尼采方法论与文体学（↗格言）路径的一个关键概念，尼采自己也将其作为其哲学与生活的座右铭（例如，参见 N, 16[32], KSA 13, 492 和 FW, 第324节, KSA 3, 552；关于这一可能受爱默生影响的概念选择以及↗实验哲学概念的历史，参见 Gerhardt 1986, 47）。对于深入研究同时代自然科学著作的尼采而言，为一种需要重新构想的哲学采纳实验方法并非偶然。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尼采将↗自然科学的发现更多地视为推测的潜能，而非客观确凿的认识（Schlimgen 1999, 49），而且他也仅仅将物理学理解为一种对↗世界的解释与编排。然而，一种实验性的构想终究是基于实际的生活条件，并且始终只具有假设的性质，因为它的有效性只持续到它被另一次试验驳倒为止。在这种意义上，尼采希望通过不断地↗无畏提问[]来探究事物的根底（Kaufmann 1982, 102）。相反，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那种↗建立体系的意志中，尼采看出了一种↗正直的缺失（GD, 第26节, KSA 6, 63,


Miguel Skirl

实验，实验哲学

对一种永恒的启蒙进行重新测量——“没有终点地走向虚无：‘永恒轮回’。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是永恒的！”（同上，213）。

在这一综合考察之后，分期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查阅遗稿后可以明显看出，最激烈、分量最重的探讨应追溯到1881年，在KSA的编号中从KSA 9, 494开始。这第一阶段的反思充满了轮回体验，其中新学说的所有后果都被狂热地彻底推演。进行研究的决心是由热情和对这一愿景的坚持所支撑的。在这里不能说一部分凌驾于另一部分之上。然而，这些宇宙学推测并未公之于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关于变形和完美精神分析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关于能量守恒等定理的著作。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经历了一种羁绊，在其尽头是或应该是康复与痊愈。永恒轮回的思想以学说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因为它现在已被完整地经历过。物理学的推测仍然存在，但它们现在同样可以被归入权力意志的►作用范围。轮回的变形力量适合作为学说，但不太适合作为伦理学。然而，这一学说更适合用于政治，最好是伟大的政治。从1887年起，N.不再在这一思想中的思想上浪费心思（在它于1885年►被终结►之后）。它成了一段半被遗忘的记忆，被牺牲于解禁的启蒙和伟大的政治。综合来看N.的战略性概念，轮回学说可以被归入►生成的无辜这一类别之下，而永恒轮回则是其手段。在N.那里始终存在的非目的论思维得到了强化。N.的思想终结于——理所当然地——一切目的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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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理解N.方法论和文体（↗箴言）途径的关键概念，N.本人将其作为他哲学和生活的座右铭（例如参见 N, 16[32], KSA 13, 492 及 FW, 第324节, KSA 3, 552；关于可能受爱默生影响的概念选择以及↗实验哲学的概念史，参见 Gerhardt 1986, 47）。对于深入研究了当时自然科学著作的N.来说，将实验方法应用于一种需要重新构想的哲学并非偶然。在此需要注意的是，N.将↗自然科学的发现更多地视为推测的潜力，而不是客观确定的知识（Schlimgen 1999, 49），并且也将物理学仅仅理解为一种↗世界解释和世界安排。尽管如此，一种实验性的构想始终是根据实际的生活条件而定的，并且始终只具有假设的性质，因为它的有效性仅维持到它被另一次尝试反驳为止。在这个意义上，N.希望通过不断地↗无畏提问 [] 来探明事物的根底（Kaufmann 1982, 102）。相反，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建立体系的↗意志中，N.认识到了一种↗诚实的缺乏（GD, 第26节, KSA 6, 63，相关的批判性内容参见：Kaufmann 1982, 109f.）。N.批评这种“教条式”哲学的僵化和偏见，以及它对生命的视角（↗视角主义）和需求的盲目性。他将这些不再受到质疑或检验的信念视为“监狱”（AC, 第54节, KSA 6, 236）。

N.已经将“柏拉图主义”——对他而言是教条式哲学的化身——视为“被克服的”（JGB, 序言, KSA 5, 12），由此“实验”获得了丰富的意义：在N.看来，现代人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几个世纪以来提供安全感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的纽带与根基已经崩塌，因为它们的↗真理”被揭露为服务于↗权力意志”的解释或“伪造”。在N.诊断出↗上帝之死”之后，由此产生的意义真空（↗虚无主义）必须由人类自己以实验的方式来填补（参见 Maurer 1984, 15 和 Himmelmann 1996, 297）。这种启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意义及目标都还有待确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契机，在其中，人类在一种“大解脱”（MA I, 序言, 第3节, KSA 2, 16）中从宗教和形而上学监护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获得自我决定的自由。N.将这种“冒险”称为“自由精神的特权”（MA I, 序言, 第4节, KSA 2, 18）。N.将即将到来的“未来哲学家”视为先锋，N.明确将他们称为“尝试者”（JGB, 第42节, KSA 5, 59）和“实验之人”（JGB, 第210节, KSA 5, 142）。他们此外还是“命令者和立法者”，他们不接受传统的教义，而是亲自创造新的↗价值”，并“说：‘理当如此！’”（JGB, 第211节, KSA 5, 145）。在这个意义上，N.的“实验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激进化（相关参见 Himmelmann 1996, 182f. 以及 Kaulbach 1980, 62ff. 和 140ff.）。人类的自我决定必须以生命的基本特征（↗生成”与“权力意志”）为导向，并要求“在让所谓的邪恶属性显现出来时保持诚实”（N, 3[6], KSA 9, 49）。然而，作为“尚未确定的动物”（N, 2[13], KSA 12, 72，亦见 GM, 第3篇, 第13节, KSA 5, 367），人类在其生命过程中不能依赖其“本能”，因此对他来说既没有自然的也没有形而上学的目的（参见 FW, 第143节, KSA 3, 491）。因此，摆脱这种生存上的意义和认同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以艺术的方式、不带偏见地对不同的视角和世界解释进行实验，其中那种能为一个特定的生命规划提供适当的“实现其目的之意义动机”（Kaulbach 1980, 134 和 229）的视角，可以被称为“正确”或“正当”的。

当然令人怀疑的是，人类是否具备N.所要求的这种能力和力量，去对一个没有意义和目标的↗“永恒轮回”的世界说出“酒神式的肯定”（N, 16[32], KSA 13, 492）。因为“存在主义-实验性的自我生成 [] 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Maurer 1984, 23）。此外，它还应被定性为“充满风险乃至有生命危险的”（Maurer 1983, 503），因为作为“实验”，原则上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被排除，甚至包括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Maurer 1984, 19）。然而，必须指出的是，N.的“实验哲学”及其所包含的↗“超人”或↗“一切价值的重估”的意义方案，绝不能被误解为现成的万灵药。相反——这部分解释了人们经常在N.的作品中发现的激进性和矛盾性——它们本身就是方法论上的尝试。因为N.将把一个思想推向“它的最极端的边界 [] 直至荒谬”理解为他的“方法之道德”（JGB, 第36节, KSA 5, 55），其假设的性质绝不应被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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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自我决定。论尼采的主体性哲学（und Selbstbestimmung. Zu N.s Philosophie der Subjektivität），弗赖堡/慕尼黑 1996；Schlimgen, E.：尼采的意识理论（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柏林/纽约 1999。

Djavid Salehi

女性

尼采的女性观备受争议。他的“女性”概念难以捉摸，因为传记性的企图常常被带入抽象的论述中。关于尼采，人们经常传闻“他从未碰过女人”（mulierem numquam attigit）的断言，暗示他有心理-性发育幼稚症，并认为他有一种反常的、充斥着各种形象的幻想，以满足其所谓未得到满足的性冲动，据说这导致了他对女性发表了那些狂热的格言。而事实上，这位哲学家对女性的言论惊人地细致入微。

在他的著作中，女性以母亲、妾、女占卜师、沙漠之女、瓦格纳派女信徒、女先知、女演员、妻子、女家庭教师、少女、狂女（迈那得斯）、女祭司、舞者、妓女、女主人、女巫、圣女、高级交际花、大家闺秀和生育者的形象出现。各种色彩与情感闪烁交织：“谁不曾恨过你，你这伟大的束缚者、缠绕者、诱惑者、寻找者、发现者！谁不曾爱过你，你这无辜的、急躁的、如风般迅捷的、有着孩童般眼眸的罪人！”（Za III, Das andere Tanzlied 1, KSA 4, 283）。披着面纱的斯芬克斯刺激着提问者去揭开面纱，迫使他走向欲望与灾难。深渊将成为共性：“我们有可能用同一个嘴巴说话吗？”（N, KSA 9, 622）。真理意味着纠缠、融合、毁灭。谁是谁？在尼采那里，俄狄浦斯式的渴望与恐惧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冒险。

诸如狄奥提玛（Diotima）、阿里阿德涅（Ariadne）、皮提亚（Pythia）、安提戈涅（Antigone）、西比拉（Sibylla）、珀涅罗珀（Penelope）或厄勒克特拉（Elektra）等希腊神话中的女性形象作为理想形象出现。她们具有对自然敏感的依恋，并且往往具备传达神圣信息的禀赋。这些女先知不可或缺的真理具有补偿国家政治冲动的力量，以免其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殆尽（N, KSA 7, 175）。在尼采看来，作为未来承载者的女性发展出了一种保护物种的本能防御。他的文化批判正是在这里切入的：但是谁能从现在的世界中创造出这样的理想呢？（N, KSA 7, 171）。然而，这并不是对19世纪末时代的客观历史考察和社会学分析，而是一种心理距离、隐喻性接近、文化批判式渴望和带有道德自满的讽刺的振荡。

尽管存在传记和情感上的张力，但在尼采那里，女性是一个多面的拟像（Simulakrum）。“谁知道呢？也许我是第一个洞察‘永恒女性’的心理学家。”（EH, Warum ich so gute Bücher schreibe 5, KSA 6, 305）尼采超越了一般化，将爱欲（Eros）和缪斯视为对生命的绝对肯定。存在伴随着艺术创作的孕育和承受分娩之痛的能力，屈从于性别的奥秘。对生命的意志在这一声惊呼中达到顶点：“Vita femina（生命即女性）.[. . .] 是的，生命就是一个女人！”（FW, Nr. 339, KSA 3, 568f., 亦见 Za III, Das andere Tanzlied, KSA 4, 282ff.）。

尼采通过“女性本身”（JGB, Nr. 231f., KSA 5, 170f.）和通过女性来定义他自己的真理。这是教条式形而上学的男性冲动：它既蔑视又渴望女人那掩饰性的舞蹈，它在白天谴责谎言，却在夜里寻找谎言。名为道德和阳具（Phallos）的男子气概标志受到了挑战。

“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你的鞭子！”——（Za I, Von alten und jungen Weiblein, KSA 4, 86）。这句著名且最常被误用的“鞭子格言”的作者，经常被指责为粗暴的厌女症患者。

在写下这些诗句的大约九个月前，尼采催促他的朋友保罗·雷（Paul Rée）（见“朋友”条目）和年轻的露·冯·莎乐美（Lou von Salomé）（见“女性”条目）拍了一张照片。这张拍摄于1882年春天的照片显示，雷和尼采站在马车的车辕旁，而那位令人渴望的女人在马车里挥舞着鞭子。在这种背景下，应当提及瓦格纳的《女武神》（Walküre），尼采对此非常熟悉：“父亲，我劝你，自己武装起来；你将面临一场猛烈的风暴。你的妻子弗丽卡（Fricka）正乘坐着公羊拉的马车逼近。嘿，看她把金色的鞭子挥舞得多么狂野！可怜的野兽在恐惧中呻吟；车轮发出狂野的嘎嘎声；她愤怒地赶来争吵”。

在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的专著中也可以了解到背后的故事。书中提到，同年春天，作者为患有眼疾的哲学家朗读了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初恋》。这是关于受人追捧的齐娜伊达（Sinaida）的故事：她对爱慕者进行残酷的游戏，直到最后被一个被她毁掉的专横男人用马鞭惩罚，而她显然对此并不反感。据福尔斯特-尼采说，这位思想家对那个情人的行为表示愤慨，而她自己则主张对某些女人使用象征性的鞭子。据说一年后，她在罗马见到了她的哥哥，在那里他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给她看。当她读到那个老妇人宣告“鞭子格言”的特定章节时，据说她惊恐地呼喊道：“哦，弗里茨，[. . .] 那个小老太婆就是我！”（Förster-N. 1913, 411）。

当尼采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齐娜伊达和弗丽卡的形象大概在他的思想中与现实人物露（Lou）和“莉丝贝特”（Lisbeth）融合在了一起。在 H.J. 施密特（H.J. Schmidt）关于尼采与鞭子的专题研究中，他也想到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在赫拉节上，来自阿尔戈斯的克莱奥比斯（Kleobis）和比同（Biton）兄弟为了让他们的母亲及时到达女神的圣殿，代替缺席的公牛将自己套在车前。聚集的民众目睹了这一壮举后，他们获得了最美好的死亡。据说神在这里启示，对于人类来说，死胜于生。尼采曾被鞭子抽打过（参见 N., Franziska: GSA Weimar, 100/846, 23 以及 Bohley 1987, 169）。尼采在一个纯女性家庭中长大，他经常将这种环境视为精神上的鞭笞：“当自由精神最终决定摆脱女性对他施加的那种母性般的关怀和监视时，他总是会松一口气。[] 这就是为什么周围女性用母性情感提供的乳汁如此容易变成胆汁的原因”（MA I, Nr. 429, KSA 2, 281）。

查拉图斯特拉也试图随着他鞭子的节奏，让跳舞和尖叫的 vita femina 保持距离，但她以讽刺的自信将这位智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哦，查拉图斯特拉！别把你那鞭子甩得那么可怕！你明明知道：喧闹会扼杀思想，——而此时我恰好有如此温柔的思想”（Za III, Das andere Tanzlied 2, KSA 4, 284）。

这句鞭子格言处于阅读与个人经历的相互参照之中。自我嘲讽和异质性给这一事件带来了一定的“恶作剧色彩”（Förster-N. 1913, 409）。“戏仿总是在某个地方以一种天真为前提，这种天真依赖于无意识；依赖于未完全掌握的眩晕感，一种无意识状态。完全计算好的戏仿将会是一种认识或一块律法板”（Derrida 1986, 151）。

但是，不应将尼采简化为纯粹的嘲弄。这种专横残暴的姿态仍然给人留下了不安。因此，为了强调他对两性差异的观点，这位哲学家也用一些仪式性的言辞来表达他对当时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蔑视，例如：“男人的幸福叫：我要。女人的幸福叫：他要”（Za I, Von alten und jungen Weiblein, KSA 4, 85）。对于这场运动，尼采用词严厉（参见 EH, Warum ich so gute Bücher schreibe 5, KSA 6, 305ff. 以及 N, KSA 11, 513）。他的论证并非针对女性，而是针对女性身上的男性倾向；引起他反感的不是解放的思想，而是女性特征被祛魅的思想。在尼采看来，效仿男性的愚蠢行为是病态的，他认为这会导致女性气质的丧失以及“欧洲普遍丑化进程中最糟糕的发展”（JGB, Nr. 232, KSA 5, 170）。在批评女性在品味和逻辑上向男性看齐的背景下，应当理解他那些令人错愕的格言，比如：“如果一个女人有学者倾向，那通常是她的性方面出了什么问题”（JGB, Nr. 144, KSA 5, 98）。在尼采看来，女性不应该在文理中学和文学院中接受错误的教育，也不应像很多男青年那样变成教师的影子或模子，而应“恰恰归功于她们的意志力——而不是男教师！——归功于她们对男人的权力和优势”（JGB, Nr. 239, KSA 5, 178）。

这位哲学家给他朋友露的建议是：成为她自己。“首先，人们艰难地从自己的锁链中解放出来，最后，人们还必须从这种解放中解放出来！”（露·冯·莎乐美，1882年8月底）。每个人都在被自己的锁链折磨，即使他早就以为自己失去了它们。

尼采反对偏执虚伪的道德观。例如，不应该废除卖淫，而应该废除对妓女的蔑视（参见 N, KSA 13, 402）。

因此，那些作为男人情绪和不悦的泄洪道而牺牲自己的女性，应该重新找到她们的自尊。同时，尼采认为性冲动是两性共处的乐趣和恩惠（参见 M, Nr. 76, KSA 3, 73）。宣讲贞洁和仇视爱欲是违背自然的。因此，他不能原谅他的“教育者”叔本华对感官的妖魔化。

在尼采的女性观中，贞洁与欲望有着引人入胜的交织。他的 vita femina 充满了迷人的希望，带有嘲讽、诱惑，并充满狂野的智慧。在所有本能的、天真的和自然的事物上，她都优于男人，并且由于她更为细腻，拥有更发达的情感生活。她可以用轻盈的神圣舞蹈对抗沉重的精神，或者像一艘忧郁的死亡之船（参见 FW, Nr. 60, KSA 3, 424）那样寂静而幽灵般地溜走。“爱与毁灭：自古以来就是押韵的。对爱的意志：那意味着，也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Za II, Von der unbefleckten Erkenntnis, KSA 4, 157）。她也是狂女和猛兽，她的女性周期对应着狄俄尼索斯的节奏，作为一种永恒轮回的循环。对待艺术，她表现出一种有机的嬉戏。凭借其诱惑力，她是高度艺术化的，在与伪装、打扮和谎言结合时，她是天生的女演员。

尼采将通常在爱的幌子下进行的活动理解为一种“对新财产的渴望”（FW, Nr. 14, KSA 3, 386f.）。在社会的镜像中，他看到了欲望与贪婪、渴望与占有之间的联系。凌驾于这之上的理想是友谊，相比之下，婚姻只是“一种由资产阶级社会准许的姘居形式”（N, KSA 12, 507）。作为一种现代制度，它建立在性、财产和统治欲望之上，因此失去了意义，毫无价值。有未来的婚姻应建立在“不同性别的两人之间的灵魂友谊[]之上，目的是为了生育和教育新一代”（MA I, Nr. 424, KSA 2, 278）。相互的敬畏孕育了“两人欲创造出一个比创造者本身更伟大的‘一’的意志”（Za I, Von Kind und Ehe, KSA 4, 90）。在超越自我去爱的能力中，尼采将对生命的意志表达为一种培育的愿景。

这位哲学家并没有描绘出家庭和炉灶的田园诗，也很少为血与土的浪漫主义提供依据。他拥有一个未来人类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里，男人和女人应该融为一体。在这种新价值的隐喻中，两性的差异似乎被扬弃了。

在这种理想之外，作为自由精神的尼采没有婚姻生活的习惯和规则：“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没有婚姻：除非是像我们歌德那样的风格。我从没想过会被爱”（致伊丽莎白·尼采，1885年3月中旬）。但在谈及他未曾经历过的需求时，他称自己的生活为“狗窝般的生存”（N, KSA 12, 198）。他清晰地理解了自己存在的矛盾，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进行抽象思考的哲学家，也是一个遭受匮乏之苦的人。那个为了孕育闪电而去抓取云彩的人，内心却渴望着尘世之物：“我过度炽热，勉强压制着我的火焰，免得它们从我体内喷发出来”（N, KSA 11, 351）。

尼采关于女性的阐述，暗示了一个游走于世故生活艺术与神经敏锐的焦躁之间的人格在走钢丝。格言式的智慧转变为厌女的言论，嘲讽的蔑视掠过温柔的怀疑，滑入神话般的惊叹。在哲学家那至高无上的面具背后，似乎隐藏着怀疑的悲剧性狡黠。逃避与相遇构成了一个具有引力的星座：“女人的魅力和最强大的效用在于[…]一种远距离的效用，一种超距作用（actio in distans）：但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距离！”（FW, Nr. 60, KSA 3, 425）。这种距离的魔力标志着欲望的高度。距离起到了权力的暗中意义的作用。因此，人们必须远离海妖的歌声。用距离来保持距离？这难道意味着接近吗？尼采在探寻一个两难境地。

同样，在哲学和艺术中，也隐藏着尼采笔下女性诱惑的狡猾面具。逃避是可以想象的吗？为自我持存而进行的斗争演变成了一场针对自我的讨伐，而对欲望的挣扎则宣告了对生成的肯定。对尼采而言，生活在所有细微差别中都表现为一种痛苦的电。“有人听懂了我对爱情的定义吗？这是唯一配得上哲学家的定义。爱——就其手段而言是战争，就其根基而言是两性间的殊死仇恨。”（EH, Warum ich so gute Bücher schreibe 5, KSA 6,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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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n Brömsel

自由精神

《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是一本写给自由精神的书。自由精神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在这个时期作为尼采独特启蒙的代表走到了前台。其本质特征之一是日益从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并异化出来。他的首要斗争针对的是建立在传统（神话）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参见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城邦的启蒙态度）。因此，尼采在撰写《悲剧的诞生》的同时，也计划撰写一篇题为《悲剧与自由精神》（Die Tragödie und die Freigeister）的文章，其中将包含对音乐剧的伦理-政治意义的考察（N, 5[22] u. [42], KSA 7, 97 u. 103）。这个项目在《不合时宜的考察》（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中得以实施，在其中，艺术家形而上学极大地退居幕后。此时的自由，完全在叔本华的意义上，只属于天才或艺术家，他们从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在处理神话时也展现出自由，并且像埃斯库罗斯一样，本质上甚至是反宗教的（在宗教面前[]毫无拘束，N, 14[6] 1875, KSA 8, 275 u. 5[47] 1870, KSA 7, 105）。尼采着眼于《尼伯龙根的指环》，正如费尔巴哈所看到的那样：诗人作为宗教终结和诸神黄昏的宣告者，而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作为自由的英雄，无辜地承担了诸神的罪过，并赋予世界一个全新的、和平的秩序。自由意味着异化的终结。人类在自我蜕变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无辜。尼采从瓦格纳那里汲取了这一教义，并引用沃坦（Wotan）的话——沃坦借此表达了他对“他者”的希望，即对那个能够独自救赎的英雄的希望（《女武神》，第1062-1063行）：“每一个渴望获得自由的人，[必须]通过他自己来获得[]，并且自由不会像奇迹般的礼物那样落入任何人的怀抱”（WB, 11, KSA 1, 507）。

一开始，“自由精神”与一种新的反国家和反政治的社会秩序构想相联系。这种秩序应该从瓦格纳音乐剧的文化力量中产生，并能够使人类共同体摆脱文明的机械机制，进行重塑。悲剧精神在德国“复兴”的批判性解放力量，完全针对那些庸人（Philister）和大众的习俗与雷同，它们机械地


自由精神

远处的，一种远距离作用（actio in distans）：但这首先且最重要的是需要——距离！”（FW，第60节，KSA 3，425）。这种距离的魔力标志着欲望的高度。距离充当了权力隐秘的意味。因此，人们必须远离塞壬的歌声。用距离来对抗距离？这意味着亲近吗？N.（尼采）在探寻一个两难境地。

在N.看来，女性诱惑的狡黠面具同样隐藏在哲学与艺术之中。逃离是可能的吗？争取自我确立的斗争演变成一场反对自我的战役，而对快乐的争夺则构成了对生成的肯定。对N.而言，生命的各种色彩都表现为一种痛苦的电流。“人们可曾倾听过我对爱的定义？它是唯一配得上哲学家的定义。爱——其手段是战争，其底色是两性间的死仇。”（EH，《为什么我写出如此好书》5，KSA 6，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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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örster-N., E.: 《孤独的尼采》，莱比锡 1915，402–429；Podach, E. F.: 《尼采的崩溃》，海德堡 1930；Brann, H.W.: 《尼采与女性》，莱比锡 1931；Pfeiffer, E. (编): 《弗·尼采，保罗·雷，露·冯·莎乐美。他们相遇的文献记录》，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0；Turgenjew I.: 《初恋。小说集》，柏林/魏玛 1979，57–127；Wagner, R.: 《音乐剧》，慕尼黑 1981；Derrida, J.: 《马刺：尼采的风格》，载于：Hamacher, W. (编): 《尼采在法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 1986，129–168；Bohley, R.: 《尼采的基督教教育》，载于：NSt 16 (1987)，164–196；Graybeal, J.: 《尼采与海德格尔著作中的语言与“女性”》，布卢明顿/印第安纳波利斯 1990；Shapiro, G.: 《翠鸟。尼采论礼物、噪音与女性》，纽约 1991；Behler, D.: 《尼采与后女性主义》，载于：NSt 22 (1993)，555–570；Mortensen, E.: 《女性与虚无主义：露西·伊里加赖与尼采及海德格尔》，奥斯陆 1994；Schmidt, H. J.: 《“你到女人那里去？”——查拉图斯特拉的鞭子——一把解开尼采的钥匙，还是百年来的无事生非？》，载于：Nietzscheforschung 1 (1994)，111–134；Diethe, C.: 《尼采的女性：在鞭子之外》，柏林/纽约 1996；德文版《忘掉鞭子——尼采与女性》，汉堡/维也纳 2000；Smitmans-Vajda, B.: 《忧郁、爱欲、闲暇。尼采哲学中的女性形象》，维尔茨堡 1999。

斯文·布勒姆塞尔

自由精神

《人性的，太人性的》是 ⇒ 一本写给自由精神的书。作为一种哲学形象，自由精神在这一时期作为N.特有的 ↑ 启蒙的代表走到了前台。其主要特征之一是日益摆脱传统的束缚并与之疏离。它的首要斗争针对的是建立在传统（神话）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参见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对城邦的 ⇒ 启蒙的 ↑ 态度）。因此，在创作 ↑ 《悲剧的诞生》的同时，N.也计划撰写一篇关于《悲剧与自由精神》的文章，该文旨在包含对音乐剧的伦理-政治意义的 ⇒ 考察 ↑ （N, 5[22] 及 [42], KSA 7, 97 及 103）。这一计划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得以实施，在其中， ↑ 艺术家形而上学已明显退居幕后。在此时期，完全秉承叔本华的精神，自由仅存在于 ↑ 天才或艺术家之中，他们从宗教信仰中解脱出来，在处理神话时也展现出自由，并且像埃斯库罗斯一样，甚至 ⇒ 本质上是非宗教的 ↑ （ ⇒ 面对宗教[]毫无拘束 ↑ ，N, 14[6] 1875, KSA 8, 275 及 5[47] 1870, KSA 7, 105）。N.心中浮现出费尔巴哈眼中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诗人作为宗教终结的宣告者，即 ⇒ 诸神的黄昏 ↑ ，而齐格弗里德作为自由的英雄， ⇒ 无辜地承担了诸神的罪过 ↑ ，并赋予世界一种全新的、和平的秩序。自由意味着异化的终结。人通过自我蜕变，获得了一种 ⇒ 新的无辜 ↑ 。N.从瓦格纳那里汲取的教义，借由沃坦表达其对 ⇒ 他者 ↑ 、对唯有他才能带来救赎的英雄的希望之语（《女武神》，第1062–1063行），大意为： ⇒ 每一个想要获得自由的人，[必须]通过自己来获得[]，并且自由不会作为一份奇迹般的礼物落入任何人的怀抱 ↑ （WB, 11, KSA 1, 507）。

起初，自由精神与一种新的反国家和反政治的社会秩序构想联系在一起，这种秩序应从瓦格纳音乐剧的文化力量中产生，并能够摆脱文明的机制，重新塑造人类共同体。德国悲剧精神“复兴”所蕴含的批判性解放力量，完全针对庸人与↗大众的因循守旧和千篇一律，这些大众机械地服务于利己主义、商业头脑和国家。自由精神的最初形态很快就与↗天才的形而上学以及瓦格纳那浪漫主义-形而上学的沉醉发生了摩擦。N.注意到，解放之路最大的障碍恰恰在于作为当前激进批判基础的形而上学信念之中。对叔本华的刻画（“他是解放的破坏者。自由精神”；N, 34[43] 1874, KSA 7, 807）促使N.在1878年形成了一种自由精神的构想，这种自由精神怀疑“一切受尊崇的、被高举的、迄今为止受到辩护的事物（也包括希腊人、叔本华、瓦格纳）、天才、圣人——认识的悲观主义”（N, 27[80], KSA 8, 500）。自由不再是天才之直接性的表达，它更需要一个过程和一种新的教育，这种教育要考虑到科学与历史的认识，反对即兴发挥和偶然性，并反对古代和基督教那“不纯粹的”思想。很长一段时间里，N.都在琢磨建立“一个用于造就更好人类的庞大人员中心”的想法（N, 3[75], KSA 8, 36），这是一种用于教育自由精神的修道院（“现代修道院——为这类自由精神设立的基金会——在我们巨大的财富面前只是件轻而易举的事”；N, 16[45], KSA 8, 294）。另一方面，与学者相比，自由精神具有“完全不同的、更高的任务[]，即从一个偏僻孤独的立足点出发，统帅整个由科学和有学问的人组成的军队，并向他们指明文化的道路和目标”（MA I，第282节，KSA 2，231）。自由精神这一形象源于N.对理性和清醒的渴望，这种理性和清醒终结了“糟糕的科学良知”（N, 4[111], 1882, KSA 10, 147），并回归到早期“启蒙式的”态度（回归到德谟克利特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里）。“自由精神”一词也指向“esprit libre”、“libre penseur”，即“自由思想家”（Freidenker、Free-thinker），这些概念与英国自然神论的历史相关（Ottmann 21999, 121f.），而在N.的语境中，主要与从蒙田到伏尔泰的法国传统有关，他曾多次援引这一传统。N.将当下的“精神自由”与18世纪“坚强精神”（esprits forts）的自由区分开来。“自由精神的图景在上个世纪是不完整的：他们否定得太少，给自己留下了太多。”（N, 16[55], KSA 8, 295）自由精神的激进性包括必须克服“上帝的阴影”，放弃任何形而上学的前提，比如在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批判中依然存在的那种前提。此外，“现代自由精神[]不像它的前辈那样诞生于斗争之中，而是诞生于解体的和平之中，它看到旧的受束缚世界的所有精神力量都融入了这种解体之中”（N, 25[2], KSA 8, 484）。因此，对民族和种族的狭隘与偏见，以及对财富和私有制的批判也属于自由精神的特征，这种批判最终汇入了“好欧洲人”的构想之中。

自由精神与漫游者有着亲缘关系，漫游者在穿越时空的旅途中了解不同的习俗，借由在胸中孕育多重灵魂，从而使自己的习俗相对化。在第211条格言（MA II）中，N.将这种具有“向往自由之倾向”的态度（“与受束缚和根深蒂固的理智相反”）称为“精神的游牧状态”。漫游者的灵魂状态是参考爱默生来定义的，“精神的游牧状态”这一名称也追溯至他（Campioni 1987）。自由精神通过没有固定目标、充满不确定性和疑虑的旅行来增加自己的经验，因为它厌恶“一切习惯与规则，一切持久与确定的事物”（MA I，第427节，KSA 2，280）。这一方面在八十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此期间，科学的激情绝对地退居次席：“更确切地说，不确定的、变化的、可变形的、多义的是我们的世界，一个危险的世界——：这肯定远甚于那简单的、保持自我同一的、可计算的、坚固的世界，而迄今为止，哲学家作为畜群本能和畜群价值观的继承者，一直赋予后者以最高荣誉”（N, 40[59] 1885, KSA 11, 658）。这些思考在蒙田和斯特恩的“两义性”中找到了对应（MA II，第113节，KSA 2，424）。自由精神捍卫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必要性（这种生活在当下已声名狼藉），以此对抗像疾病一样让人发狂的工作。尽管肯定生命的更新以及将理性要素整合到社会结构中的任务留给了个人（其自由受到了“不自由”的大众偏见之力量的阻碍），但这项活动依然着眼于对整体产生真实且理性的益处。尽管漫游者在反思与批判的道路上独自前行，但他依然在身后拖着自己的社会阴影。孤独必须被理解为回归对机械活动之麻木的批判，当个人仅仅感到自己是一个类存在物或一种职业的代表时，这种麻木便占据了主导地位：“忙碌者犹如石头滚动那样翻滚，遵循着力学的愚蠢”（MA I，第283节，KSA 2，231）。一种整体愿景，乃至于一种历史意识，是不可能从这种不加反思的态度中产生的。反对僵化的共同体意识（“受束缚精神”的王国），自由精神必须创造新价值，即为新的可能性开辟道路：“为了人类的未来，自由精神这样生活：他发明生命的新可能并权衡旧可能”（N, 17[44], KSA 8, 304）。

自由精神的启蒙力量，在人类这一“总体存在”的形成过程中，实质上也在发挥作用：“不受束缚、极不确定、更虚弱的个体，那些尝试新事物并尝试诸多事物的人，正是进步所依赖的对象[]。退化的天性、轻微的退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任何必须发生进步的地方，都必定要先有一场削弱”。这些“退化天性”的任务是“削弱”共同体的“稳定力量”，因为，正如N.所言，只有在伤口上才能“接种出新的、高贵的事物”（N, 12[22], KSA 8, 257f.）。

参考文献

Campioni, G.: 《从共同体的解体到对“自由精神”的肯定》，载于：NSt 5 (1976)，83–112；同上：《“必须去哪里旅行”。论尼采〈混杂的意见与箴言〉中的第223条格言》，载于：NSt 16 (1987)，209–226；Vivarelli, V.: 《尼采与自由精神的面具：蒙田、帕斯卡尔与斯特恩》，维尔茨堡 1998；Ottmann 第2版 1999，121页及以下。

朱利亚诺·坎皮奥尼

（雷娜特·米勒-布克 译自意大利语）

友谊

友谊是N.的哲学与生活中一个鲜受关注却处于核心地位的主题。在他对↗爱与婚姻生活的理想化进行批判的背景下，查拉图斯特拉将“朋友”教导为“大地的节日与超人的预感”（Za I, KSA 4, 78）。此外，N.对友谊的珍视也是针对单纯的功利关系。“有同僚之谊：愿亦有朋友之情！”（Za I, KSA 4, 73）。在N.看来，友谊的高贵价值在于它建立在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基础之上（MA II，第231节，KSA 2，484）。它使一种新的共同体生活成为可能（M，第164节，KSA 3，147），这种生活维护并促进了个体的独特性（致Rohde的信，1874年10月7日）。只有在与“好朋友”的交往中，才能实现属于自己的自我，否则，在婚姻义务的压力和社会角色的他律下，这个自我必将被否定（N, KSA 10, 170）。由此看来，作为朋友不仅是自我决定生活之个体伦理的证明，也是其最高价值。作为值得肯定的生存之必要组成部分，N.以此展示了其“一种新生活方式之草案”的内容规定。在这方面，良好友谊的成功是一个实践和习惯的问题（MA II，第241节，KSA 2，487）。

N.是现代少数几位试图复兴古代友谊哲学话语传统的思想家之一（N, KSA 7, 25; MA I, 第354节, KSA 2, 253; KSB 5, 405）。追溯18世纪盛行的友谊抒情诗之文学范本，N.在赞美诗《致友谊》中将友谊塑造成“最敬爱的女神”（N, KSA 10, 35f.）。

如果考察散见于其所有著作中关于友谊的思想，就会清晰地发现，他自己的友谊经历和生活状况是多么强烈地反映在他的思想中，反之，他的友谊哲学又如何影响了他对待朋友的态度。可以勾勒出如下的发展轨迹：早在青春期，受制于家庭状况，这位成长中的少年就体验到了不可替代的


友谊

使人发狂的工作，就像一种疾病。即使肯定生命的更新和将理性元素整合到社会结构中仍然留给个人（他的自由受到了“不自由”大众强烈偏见的阻碍），这种活动依然旨在为整体带来真实而合理的利益。即使漫游者在反思和批判的道路上独自前行，他的身后依然拖着他的社会阴影。孤独必须被理解为对机械性活动的迟钝的批判性回归，当个人仅仅感到自己是类存在物或某种职业的代表时，这种活动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行动者像石头一样滚动，遵循着力学的愚蠢”（MA I, Nr. 283, KSA 2, 231）。总体愿景，更重要的是历史意识，不可能源于这种不加反思的态度。反对僵化的共同意识（“受缚之精神”的王国），自由精神必须创造新的价值，即为新的可能性开辟道路：“自由精神为了人类的未来而生活，以便他发明生命的新可能性并权衡旧的可能性”（N, 17[44], KSA 8, 304）。

自由精神的启蒙力量，在本质上也对“整体存在”之人类的形成产生作用：“无拘无束、极其缺乏安全感且更为软弱的个体，那些尝试新事物、尝试各种事物的人，正是进步所依赖的[]。退化的本性、轻微的堕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任何将要发生进步的地方，都必须先经历一种弱化”。这些“堕落的本性”的任务是“弱化”一个共同体的“稳定力量”，因为，正如尼采（N.）所言，只有在伤口上才能“接种出新的和高贵的东西”（N, 12[22], KSA 8, 257f.）。

参考文献：Campioni, G.: Von der Auflösung der Gemeinschaft zur Bejahung des »Freigeistes«, 载于: NSt 5 (1976), 83–112; 同上: »Wohin man reisen muss«. Über N.s Aphorismus 223 aus »Vermischte Meinungen und Sprüche«, 载于: NSt 16 (1987), 209–226; Vivarelli, V.: N. und die Masken des freien Geistes: Montaigne, Pascal und Sterne, Würzburg 1998; Ottmann 21999, 121 ff.

Giuliano Campioni

（由Renate Müller-Buck自意大利语译出）

友谊

友谊在尼采（N.）的哲学和生活中是一个鲜少受到关注，但却处于核心地位的主题。在他批判将↗爱情和婚姻生活理想化的背景下，查拉图斯特拉将“朋友”教导为“大地的节日和[作为]超人的预感”（Za I, KSA 4, 78）。此外，尼采对友谊的重视也反对纯粹的目的性关系。“世有同袍之谊：愿世亦有友谊！”（Za I, KSA 4, 73）。对尼采而言，友谊的高贵价值在于它建立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MA II, Nr. 231, KSA 2, 484）。它促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生活（M, Nr. 164, KSA 3, 147），从而保障并促进了个人的独特性（致Rohde，1874年10月7日）。只有在与“好朋友”的交往中，才能实现属于自己的自我，否则，在婚姻义务的压力和社会角色异化决定的逼迫下，这个自我就必须被否定（N, KSA 10, 170）。由此看来，做朋友既是自主生活之个人伦理的证明，也是其最高价值。作为值得肯定的存在的必要组成部分，尼采以此展示了他“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草案”的具体内容规定。同时，良好友谊的成功也是一个实践和习惯的问题（MA II, Nr. 241, KSA 2, 487）。

尼采是现代极少数试图复兴古代友谊哲学话语传统的思想家之一（N, KSA 7, 25; MA I, Nr. 354, KSA 2, 253; KSB 5, 405）。回溯18世纪突出的友谊诗歌的文学渊源，尼采在赞美诗《致友谊》（An die Freundschaft）中将友谊程式化为“最亲爱的女神”（N, KSA 10, 35f.）。

纵观散见于其所有著作中关于友谊的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个人的友谊经历和生活境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在他的思想中，反过来，他的友谊哲学又如何影响了他对待朋友的行为。可以勾勒出以下的发展轨迹：早年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成长中的尼采就已经体会到了朋友对他的个人发展和艺术兴趣那不可替代的意义。特别是在他的大学时代，也就是他结识罗德（Rohde，见词条：朋友）的时期，直至他在巴塞尔担任教授的初期，尼采总体上享受着一种稳固且经过有意培养的友谊生活（致Deussen，1869年8月25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对待“友谊伦理”（N, KSA 8, 333）有多么认真，我们主要可以从他的信件中了解到；在这些信中，他当时反复谈到了对友谊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KSB 5, 405; N, KSA 7, 25）。他强烈地表达了与朋友共同生活的愿望。他想要“重建……伊壁鸠鲁的花园”（致Köselitz，1879年3月26日），并为此认真筹划。对尼采来说，最深远持久的经历是与瓦格纳（Wagner，见词条：朋友）长达多年的友谊。这位年长30岁的朋友对他而言，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仅仅是早逝且受人敬仰的父亲的替代品。尼采主要将瓦格纳视为志同道合者和盟友，为文化更新的同一事业而共同奋斗。他将瓦格纳尊为“大师”和“天才”，瓦格纳的艺术成就是尼采钦佩和进行精神探讨的源泉。这段以共同理想和更高使命为目标的“星辰般的友谊”（FW, Nr. 279, KSA 3, 523f.）最终却惨淡收场（M, Nr. 287, KSA 3, 218），这种痛苦的经历折磨了尼采的一生。失去瓦格纳的友谊以及他们世界观的背道而驰，最初通过与雷（Rée）的友谊得到了补偿。尤其是这段友谊，以及与克塞利茨（Köselitz，化名彼得·加斯特 Peter Gast，见词条：朋友）的友谊，帮助尼采实现了激进的自我转变，使他得以放弃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转向一种独立的、自由精神的和肯定生命的生活态度。有一段时间，似乎通过与雷的友谊，以及最终结识莎乐美（Salomé，见词条：女性），尼采关于友善共处的梦想即将成真。然而，当这些关系也惨淡破裂时，事实变得清晰可见：尼采通过他的哲学和他那居无定所、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将自己推向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孤立。尼采陷入了悲剧性的境地。面对智识和生存上的孤立，他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朋友的喜爱与肯定。但是，当他向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并指责他们的不友善（Za I, “论朋友”）时，他们却疏远了他，而尼采也不由自主地变得更加孤独（致Rohde，1884年2月22日）。在这些负面友谊经历的背景下，他的反思也变得消极。他越来越强调对朋友必须保持的距离，越来越将对同道中人友谊的重视转移到天才独立思想家那种英雄般的↗孤独上。与此同时，尼采因友谊愿望的落空和缺乏认可而受苦：“我当面告诉我的每一个朋友，他们从不认为值得费心去研究我的任何一部著作；我从最微小的迹象就能猜出，他们甚至不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EH, KSA 6, 362ff.）。最终，尼采的崩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失败友谊的痛苦以及极度缺乏朋友所带来的煎熬。

参考文献：Lemke, H.: Philosophie der Freundschaft, Darmstadt 2000.

Harald Lemke

重负之魔

“重负之魔”（Geist der Schwere）作为一个词条，首先可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取，特别是在同名章节 Za III, 11 (KSA 4, 241) 中，首次提及是在 Za I, Nr. 7 (KSA 4, 49，此外还包括：《舞曲》4, 139，《幻影与谜》4, 197，《论新旧石板》4, 246，《唤醒》4, 386；在遗稿中：10, 382; 596; 598; 634; 639; 641：总计出现21次)；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所批判的仅仅是这一事物，而不再是这个概念；该概念本身从其著作中消失了（唯一的例外是：N, KSA 13, 217）。《查拉图斯特拉》探讨了克服重负之魔的问题，这个拟人化的恶魔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死敌、宿敌、原敌”（KSA 4, 241）；这包括：“善”与“恶”的“嫁妆”；“爱邻人”，反-


重力之灵

朋友对他个人发展和艺术兴趣的意义。特别是在他的大学时代（期间他结识了罗德（朋友））直到他刚在巴塞尔担任教授的初期，尼采总体上享受着一种稳固且有意识去培养的友谊生活（致多伊森，1869年8月25日）。我们主要从他的信件中了解到，他将“友谊的伦理学”（N，KSA 8，333）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看得有多么严肃；在这些信件中，他此时期反复谈及不仅在实践上，还在理论上研究友谊的必要性（KSB 5，405；N，KSA 7，25）。他强烈地表达了与朋友同住的愿望。他想要“复兴……伊壁鸠鲁的花园”（致克塞利茨，1879年3月26日），并为此制定了认真的计划。对尼采来说，最持久深远的经历是与瓦格纳长年的友谊（朋友）。这位比他大30岁的朋友，对他而言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仅仅是那位早逝且受他敬爱的父亲的替代品。尼采首先将瓦格纳视为一位志同道合者和盟友，为文化复兴这一共同事业而战。他将瓦格纳尊为“大师”和“天才”，其艺术成就是尼采赞赏和精神探讨的源泉。这段以共同理想和更高使命为导向的“星际友谊”（FW，第279节，KSA 3，523及下页）最终可悲地破裂（M，第287节，KSA 3，218），这一痛苦的经历折磨了尼采一生。失去瓦格纳的友谊以及他们世界观的背道而驰，起初通过与雷（Rée）的友谊得到了补偿。特别是这段友谊，以及与克塞利茨（即彼得·加斯特，朋友）的友谊，帮助尼采实现了彻底的自我转变，使他能够摆脱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转向一种属于他自己的、具有自由精神且肯定生命的生活态度。有一段时间，似乎通过与雷的友谊以及后来与莎乐美（女性）的相识，尼采关于与朋友同住的梦想即将实现。然而，当这些关系也可悲地破裂时，事实显露出来：尼采因其哲学思想以及他那居无定所、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已将自己推入了日益严重的社交孤立之中。尼采陷入了悲剧性的境地。面对智力和生存上的孤立，他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朋友们的感情和肯定。但是，随着他越发向朋友们提出这种要求，并责备他们的不友善（Za I，“论朋友”），这些人就越疏远他，尼采因而无可奈何地变得更加孤独（致罗德，1884年2月22日）。在这些消极的友谊经历的背景下，他的反思也变得消极。他越来越强调与朋友保持必要距离的重要性，对与同类人的友谊的珍视也越来越让位于对天才独立思想家那种英雄式的 ↗孤独 的推崇。同时，尼采也因交友愿望落空和未获认可而感到痛苦：“我当着我每一个朋友的面说，他从未觉得有足够的必要花心思去研究我的任何一部著作；我能从最微小的迹象中猜出，他们甚至不知道里面写了什么。”（EH，KSA 6，362及下页）。最后，未能如愿的友谊带来的痛苦以及缺乏朋友的煎熬，也是导致尼采崩溃的重要原因。

Literatur: Lemke, H.: Philosophie der Freundschaft, Darmstadt 2000.

Harald Lemke

Geist der Schwere

沉重之灵

“沉重之灵”一词首先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被提取为词条主题，尤其是在同名标题的章节中（Za III，11，KSA 4，241），首次提及是在 Za I 的第7节（KSA 4，49，此外还有：舞曲 4，139；幻影与谜 4，197；论新旧碑榜 4，246；觉醒 4，386；在遗稿中：10，382；596；598；634；639；641：共计出现21次）；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被抨击的只有该事物本身，而不再是这个概念；该概念本身从著作中消失了（唯一的例外是：N，KSA 13，21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探讨了克服“沉重之灵”——这个被拟人化的魔鬼——的过程，查拉图斯特拉与它“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宿敌、天敌”（KSA 4，241）；这包括：“善”与“恶”的“嫁妆”；“邻人之爱”；作为目的本身的好古癖，以及作为信仰辅助工具的形而上学：“一些人迷恋木乃伊，另一些人迷恋幽灵；两者都同样敌视一切血肉之躯——哦，这两者有多么不合我的胃口啊！”（同上，244）。人类“肩上背负了太多异己之物”，“就像骆驼一样”（同上，243），尼采以此呼应了第一卷中关于精神成长的长篇演说（《论三种变形》）。然而，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精神沉重的辩证法在于，↗永恒轮回 本身也具有加重负担的作用，甚至作为“最大的重负”（grösstes Schwergewicht），它旨在引发持续的极度负荷并最终实现克服。因此，尼采关注的是正确的负担，而不是让精神变得轻浮虚妄（Larifarisierung）：它是关于精神的飞翔和 ↗身体 遵循并伴随着“思想之思想”的 ↗舞蹈。最大的危险在于被命运之爱（amor fati）侵袭者的潜在忧郁。永恒轮回和沉重之灵是错误思维与正确思维的双面神思想。这里也隐含着这样一个思想：精神本身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因此，更强的意识也无法消除精神的中毒，甚至对思想的反思只会加剧思想的腐化。正如尼采在《瞧，这个人》中所阐述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著作构成了他“任务”中“说不、做不的一半”（EH，KSA 6，350），因此它们对永恒轮回几乎只字未提，反而更多地谈论沉重之灵。关于沉重的隐喻被保留了下来，尽管该概念本身似乎已被驱逐。《善恶的彼岸》详细描绘了不自由精神（第二章）、“最严肃者”（JGB，第25节，KSA 5，42）、德国人（“一切庄重的、迟钝的、肃穆而笨拙的东西，所有冗长沉闷的文体类别，都在德国人那里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多样性”；JGB，第28节，KSA 5，46）、学者（“‘思考’并对待一件事‘认真’、‘看得很重’——在他们看来，这些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这样他们才算是‘经历过’了它”；JGB，第213节，KSA 5，148）、浪漫主义者（“然而，就罗伯特·舒曼而言，他把事情看得很重，而且从一开始也就被人看得很重——他是最后一个创立了学派的人——：难道今天我们不认为，恰好这种舒曼式的浪漫主义被克服了，是一件幸事、一次解脱、一种解放吗？”；JGB，第245节，KSA 5，188）以及那些因为迟到而受阻的天才大众（“有许多人恰恰在‘一跃而起’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四肢已麻木，而自己的精神也已太沉重了！”；JGB，第274节，KSA 5，228），在这里，沉重之灵被卷入了 ↗怨恨 的问题中（例如，“沉重忧郁的人恰好会因为那些使别人变得沉重的事物——爱与恨——而变得轻盈，并且暂时浮出他们的水面”；JGB，第90节，KSA 5，89）。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这一发现已经被预设了。在这里，发言的是那位不计利害、残酷无情的医生，他进行系谱学解剖，并摆脱了概念化（参见 GM，第一篇，第6节，KSA 5，264及下页）。因此，不沉重意味着以系谱学的方式思考。处于矢量离散状态中的多种 ↗权力意志 是沉重之灵晚期的对应物，沉重之灵在文化形态学上又一次在分析 ↗瓦格纳事件«（“是因为瓦格纳的音乐太难理解吗？还是说他害怕相反的情况：人们太容易理解它——人们理解得不够费力？”；WA，第10节，KSA 6，35）时被提及，并呼吁人们去否定它。对 ↗沉重之灵« 的分析无缝地融入了尼采的心理学之中，该心理学将灵魂与精神视为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除了太阳之外，还有无数暗体有待探索——那些我们永远看不到的暗体”；JGB，第196节，KSA 5，117），并为各种精神分析开辟了道路。

Miguel Skirl

Genie

天才

尼采思想的第一阶段深受天才形而上学的强烈影响。天才所具有的坚定的贵族特质（与“才能”和“大众”相对立），其创造性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立以及不合时宜性，都直接源于叔本华（参见 Hübscher 1973）。在叔本华那里，天才在性质上的与众不同，表现为与普通人相比源自不同的 Er-


天才

禁欲本身作为目的，而形而上学作为信仰的辅助：“有些人迷恋木乃伊，另一些人迷恋幽灵；两者都同样敌视所有的血与肉——哦，这两人是多么违背我的胃口！”（同上，244）。人“肩上扛着太多异己之物”，“犹如骆驼”（同上，243），尼采借此呼应了第一章中关于教化的宏大演讲（《论三种变形》）。然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精神沉重化的辩证法在于，↗永恒轮回本身就起到了加重的作用，甚至作为“最大的重负”，它旨在引发持续的超负荷，并最终实现克服。因此，尼采关注的是正确的负重，而不是精神的轻浮化：他关注的是精神的飞翔以及↗身体跟随着“思想中的思想”并与之共舞的↗舞蹈。最大的危险在于那些被命运之爱（amor fati）击中之人潜藏的忧郁。永恒轮回与沉重之灵是错误思维与正确思维的双面神（雅努斯式）思想。这里也蕴含了这样一种思想：精神本身可能出了问题，因此，更高的意识也无法消除精神的毒化，甚至每一次对思想的思考只会加剧思想的败坏。正如尼采在《瞧！这个人》中所阐述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著作是他“任务”中“说不、做不的一半”（EH, KSA 6, 350），因此它们对永恒轮回几乎或完全只字未提，反而对沉重之灵着墨极多。沉重的隐喻被保留了下来，尽管这个概念似乎已被驱逐。《善恶的彼岸》详细描绘了不自由的精神（第二章）、“最严肃者”（JGB, 第25节, KSA 5, 42）、德国人（“所有庄重沉着、迟钝滞涩、庄严笨拙的事物，所有冗长乏味的文体类型，在德国人那里都发展出了极其丰富的多样性”；JGB, 第28节, KSA 5, 46）、学者（“‘思考’与对一件事‘当真’、‘看重（感到沉重）’——在他们看来这些是属于一起的：他们仅仅是这样‘经历’它的”；JGB, 第213节, KSA 5, 148）、浪漫主义者（“但是，就罗伯特·舒曼而言，他把事情看得很重，并且从一开始也就被看得很重——他是最后一个创立了学派的人——：今天在我们看来，恰恰是这种舒曼式的浪漫主义被克服了，这难道不被视为一种幸运，一次深呼吸，一种解脱吗？”；JGB, 第245节, KSA 5, 188）以及因姗姗来迟而受阻的天才大众（“当许多人‘跳起来’时，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四肢已经麻木，精神已经太沉重了！”；JGB, 第274节, KSA 5, 228），在这里，沉重之灵被卷入了 ↗怨恨 的问题中（例如：“沉重、忧郁的人恰恰会通过使他人沉重的东西，即通过爱与恨，变得轻盈，并暂时浮出水面”；JGB, 第90节, KSA 5, 89）。在《道德的谱系》中，这一诊断已被视为前提。在这里说话的是毫无利害关系的、残忍的医生，他进行谱系学的解剖，并与概念化拉开距离（参见 GM, 第一篇, 第6节, KSA 5, 264及下页）。因此，不沉重意味着进行谱系学思考。其处于矢量分散状态的多个 ↗权力意志 是沉重之灵在后期的对立面，沉重之灵在文化形态学上再次被调用以分析 ↗《瓦格纳事件》 （“是因为瓦格纳的音乐太难（沉重）以理解吗？还是他害怕相反的情况，即人们太容易理解它，——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够沉重？”；WA, 第10节, KSA 6, 35），并被敦促走向轻盈化。对“ ↗沉重之灵 ”的分析无缝融入了尼采的心理学中，该心理学将灵魂和精神视为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在太阳旁边，还有无数暗体有待推断，——那些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暗体”；JGB, 第196节, KSA 5, 117），并为各种形式的精神分析扫清了道路。

Miguel Skirl

天才

尼采思想的第一阶段深受天才形而上学的影响。与“才能”和“大众”相对立，天才截然鲜明的贵族特征、其具有创造性和普罗米修斯式的孤独，以及其不合时宜性，都直接源于叔本华（参见 Hübscher 1973）。在叔本华那里，天才在性质上的迥异（与普通人相比，这源于不同的认知目标和认知方式）以其最高形式显现出来：“天才的超人与神圣之处”（A. Schopenhauer, 遗稿 I, 407）。这种天才崇拜在莱比锡时期关于语文学以及伟大人物在历史上之意义的笔记中初露端倪（BAW 3, 317及下页）。语文学工作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找到一种更高的、有别于常规实践的意义：即语文学家将自己理解为“理想的教师”，作为“伟大天才与正在形成的新天才之间的中介，伟大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中介”（KGW II/3, 368）；或者他接受自己相较于伟大天才作为“工厂工人”的从属地位，因为只有伟大天才才有能力理解伟大事物并展示出一种普遍的视角。尼采否认了“民间诗歌”的可能性，在谈及他将其视为个体天才的荷马时，他写道：“从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让那些如此不美且毫不具哲学性的大众感到受宠若惊的了：人们竟把天才的桂冠戴在他们那光秃秃的头上”。即便是“民间诗歌”也需要“一个起中介作用的孤立个体”（KGW II/1, 261）。

尼采关于“天才”的形而上学是在与瓦格纳极为密切的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瓦格纳向尼采揭示了“一副无人能及的、叔本华称之为‘天才’的图景”（致格斯多夫的信，1869年8月4日）；“这是我的叔本华哲学实践课”（致罗德的信，1869年6月16日）。《悲剧的诞生》认为，艺术不仅是个体，也是创造主体必不可少的形而上学的慰藉：艺术家（天才）对自然本身而言就是“艺术品”，是自然的最高实现与辩护。艺术创造源于与“太一”（Ureinen）无意识的合一，后者既是艺术品的创造者也是观赏者，同时能够获得永恒的享受。被希腊人本能地体验到的文化视角，在于为产生天才而努力。天才脱胎于集体，是集体的最高代表，赋予了原本毫无意义的历史进程一种更高的意义。在以违背自然和抽象为特征的当代，天才从已沦为大众的集体中抽离出来，被迫进行孤立的价值创造（与接受）。大众通过将一切更高的努力扭曲为利己主义和唯物主义，从而阻碍了文化力量的发展。因此，天才具有不合时宜性，他要与庸人（Philister）战斗，并且是孤独的：天才没有幸福的一生，他与其所处的时代处于矛盾和斗争之中（N, 5[82], KSA 8, 62）。反对没有意义和更高目标的普遍奴役，反对对人的尊严和劳动的乐观美化，尼采提出了一种更为严格和英雄主义的尊严观：“每个人及其全部的活动，只有当他（有意或无意地）作为天才的工具时，他才拥有同等程度的尊严 [] 只有作为一个完全被决定的、服务于无意识目的的存在，人才能为自己的生存辩护”（FV 3, KSA 1, 776）。对敌视天才的当下的抱怨，是所有四篇《不合时宜的考察》的普遍主题：文化的现状是在过去个别伟大英雄及其与民众关系的背景下进行评判的。尼采的诉求是为了实现天才而做出的牺牲和自我放弃。他反对庸俗作风（Philistertum）的各种表现形式，反对那种出于对过去之伟大的敬畏而拒绝建设新文化和抵制新天才产生的态度。尼采认为，那些用僵硬的面具躲在社会角色和一种舒适的“我们”认同感背后的庸人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不准再寻觅了”（DS 2, KSA 1, 168）。

从《人性的，太人性的》开始，尼采对自己早期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艺术家形而上学以及关于天才的危险“迷信”（MA I, 第164节, KSA 2, 154）进行了激烈的自我批评。他承认，这一迷信曾是他发展的阻碍。它意味着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N, 30[9], KSA 8, 524），意味着一种对 ↗自由精神 构成障碍的信仰与屈从。早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初版中那句引自笛卡尔的题词，就已经彰显了尼采的新态度：与形而上学天才所谓的直接直觉相对立的，是一种……的必然性


正义

（与）漫长的认识之路相对立。这些果实归功于一种“方法”、持续的劳动和积累，而天才却希望它们通过“灵感”突然掉进自己的怀抱。这个过程是存在的，但在渴望受到崇拜的天才所必需的自我呈现中，它绝不能出现：“完美之物不应该有生成的过程。——”（MA I, Nr. 145）。N.（尼采）对天才的斗争明确指向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和形而上学态度。N. 将掩盖工作过程以及对完美之物突然涌现的错觉，谴责为糟糕的神话和故弄玄虚（MA I, Nr. 145）。“天才所做的无非是先学习砌石，然后学习建造，它总是在寻找材料，并总是在对材料进行塑造。人类的每一种活动都复杂得令人惊叹，不仅是天才的活动：但没有哪一种是‘奇迹’。——”（MA I, Nr. 162, KSA 2, 152）。摆脱了信念与信仰羁绊的灵魂，将最终站在文献学家和教育家的一边，而不是天才的一边，从而更加珍视“正确阅读的艺术”（MA I, Nr. 270）。

天才越来越受到谱系学的分析，并被进行生理学上的解释（结合N.的阅读，例如 Joly 1883, 85）。它越来越不显得像是个奇迹，反而更像是能量长期积累和整理的结果：“天才无非是长久的忍耐。——布丰（Buffon）。”（N, 9[69], KSA 12, 372）。作为“更高类型”的天才“表现出一种无可比拟的更大的复杂性，——一种更多协调元素的总和：因此其解体也变得无可比拟地更为可能。‘天才’是现存最崇高的机器，——因此也是最脆弱的”（N, 14[133], KSA 13, 317）。

文献：Joly, H.: Psychologie des grands hommes, Paris 1883, NB; Barbera, S./Campioni, G.: Il genio tiranno. Ragione e dominio nellideologia dellOttocento: Wagner, N., Renan (带有 M. Montinari 的前言), Mailand 1983.

Giuliano Campioni

（由 Renate Müller-Buck 译自意大利语）

Gerechtigkeit （正义）

N. 以多种方式对正义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他从谱系学的角度将正义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和法律现象进行考察，他批判了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关于社会正义的观念，最后，对N.而言，正义具有超越社会现象和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意义，作为真理本质的名称。尽管N.在其著作的许多地方使用了这个概念，但他未能给出他对正义观念更精确的定义。

按照N.的观点，从谱系学上看，↗法/权利（Recht）产生于实力相当者相遇的地方；产生于一种平衡的境况中：“在没有明显可见的压倒性权力的地方，如果争斗只会导致毫无结果的相互伤害，那么就会产生相互谅解并就双方的要求进行谈判的想法：交换的特征即是正义最初的特征”（MA I, Nr. 92, KSA 2, 89）。在N.看来，作为社会现象的法立足于实力相当者之间的利益平衡（Gerhardt 1983, 117）。N. 纯粹从功能性角度理解法，将其视为↗权力意志的运作方式。它服务于自我保存；正义的道德维度并非其基础。根据N.关于完全无责任的学说，奖惩性正义的观念也是毫无意义的（参见 MA, Nr. 105, KSA 2, 102）。奖励和惩罚的作用在于威慑或鼓励未来的行为，并不对应于主体的任何责任。

起初，N. 遵循哲学家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的观点，将法的起源解释为弱者对复仇和补偿的需要。“公共正义仅仅是旨在为不公复仇的有组织的自助”（N, KSA 8, 151）。然而在《论道德的谱系》中，N. 摒弃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复仇是怨恨的情感。法绝不能从这种反应中产生；法和法律始终只能由强者来设定（参见 GM, KSA 5, 310f.）。

N. 拒绝一切关于自然法的观念。正义只能基于契约而产生，“根本不存在人权”（N, KSA 8, 482）。相应地，N. 严厉驳斥了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为弱者和受压迫者要求正义的呼声。这些要求仅仅是弱者↗怨恨的掩饰性表达，是他们贪欲的流露。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学说是错误的。平等的权利充其量只能在统治阶级内部实现。呼吁物质分配正义的主张在N.这里也得不到丝毫宽容。一无所有并非什么道德上的殊荣。不公正的心态在有产者和无产者身上同等程度地存在。像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或法国大革命所实施的那种暴力的财富再分配，丝毫不能解决缺乏正义的问题（参见 MA, Nr. 451f., KSA 2, 293f.）。

在其早期著作《希腊国家》中，N. 反而激进地提出了相反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剧那些挣扎求生之人的苦难，以便让少数奥林匹斯式的人能够创造出艺术世界”（FV, KSA 1, 767）。个体只有在投身于文化创造的服役中时，才能获得价值。按照 Ansell-Pearson 的说法，这就是 N. 贵族主义的本质，同时也是其非正统的、反自由主义和反基督教的正义概念所赖以建立的原则（参见 Ansell-Pearson 1994, 55）。

“因为正义对我如是说：‘人是不平等的。’”，查拉图斯特拉在多处这样说道（此处见：Za II, KSA 4, 130）。N. 的正义要求：“如果你有一个敌人，不要以善报恶：因为那会使他感到羞愧。而是要证明，他曾对你做过某种善事”（Za I, KSA 4, 87）。这正是N. 早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就已经持有的“正义”概念，正如他在1885年的遗稿中所承认的那样，他“已经不知道[用另外更狭义的方式；作者注]去理解它，而只能将其理解为‘充满爱的领会’，根本上即是‘赞同’”（KSA 12, 13）。

这是一种首先在于公正的、即不带偏见的↗认识之中的正义。正义的天才之处在于对所有信念保持不信任，并避开它们。“[]因此，它是信念的敌人，因为它的意图是给每一事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现实的还是想象的——它所应得的份，为此它必须纯粹地认识事物；所以它把每一事物置于最理想的光线之下，并用审慎的目光环绕它审视”（MA I, Nr. 636, KSA 2, 361）。这种意义上的正义与 N. 的↗真理概念是不可分割的。海德格尔对此的解释是：“正义是真理的本质，在这里，↗本质◁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被称为可能性的根据”（Heidegger 1961, I, 575）。对世界做到公正，最终意味着在命运之爱（amor fati）中接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总而言之，N. 在遗稿中如此定义：“正义，作为一种极目远眺的权力的机能，它看透了善与恶的狭隘视角，因此拥有更广阔的利益视野——其意图在于维持某种超越张三李四之物”（KSA 11, 188）。

文献：Heidegger I 1961, 570–575; Gerhardt, V.: Das »Princip des Gleichgewichts«, in: NSt 12 (1983), 111–134; Ansell-Pearson, K.: An Introduction to N. as a Political Thinker, Cambridge 1994.

Wolfgang Schiller

Gesetz （法则 / 法律）

N. 关于法律（司法意义上）和法则（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本质与功能的核心论断是：“不存在任何法则：每一种权力在每一个瞬间都在得出其最终的结论。恰恰因为不存在折中手段（mezzo termine），才有了可计算性”（N, KSA 13, 258）。法则是针对人类的行为规则，而不是针对自然的：司法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意志的“自然法则”。只有虚构出一个主体，将其作为“自由意志”的载体并通过法则对其施加约束，才会产生这样的解释：“仿佛某个存在是由于服从了某项法则或某位立法者，才总是如此这般地行动：而抛开‘法则’不谈，它本可以拥有采取其他行动的自由”（N, KSA 12, 137）。特定后果的必然回归，并不能从作为一种力量、作为某种行为“回归之原因”的法则推导出来。N. 随之驳斥了


法律

……主张，“人权并不存在”（N, KSA 8, 482）。尼采同样尖锐地拒绝了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为弱者和被压迫者要求正义的呼声。他认为，这些要求只是弱者↗怨恨（Ressentiments）的掩饰表达，以及他们贪婪的流露。关于所有人天生平等的学说是错误的。平等的权利充其量只在统治阶级内部才有可能。呼吁物质分配正义的诉求在尼采那里同样得不到宽容。一无所有并非一种道德上的优越。不正义的心态在有产者和无产者身上同等程度地存在。像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或法国大革命所实行那样的暴力再分配，丝毫不能解决缺乏正义的问题（参见 MA, Nr. 451f., KSA 2, 293f.）。

在其早期著作《希腊国家》（Der griechische Staat）中，尼采反而激进地提出了相反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剧那些艰难度日的人们的苦难，以便让少数奥林匹斯人能够创造出艺术世界”（FV, KSA 1, 767）。只有当个体投身于创造文化的服务中时，个体才获得价值。按照安塞尔-皮尔逊（Ansell-Pearson）的说法，这便是尼采贵族主义的本质，同时也是他那非正统的、非自由主义的和反基督教的正义概念所依据的原则（参见 Ansell-Pearson 1994, 55）。

“因为正义这样对我说话：‘人们是不平等的。’”，查拉图斯特拉在多处这样说道（此处见：Za II, KSA 4, 130）。尼采的正义要求：“如果你有一个敌人，不要以善报恶：因为那样会使人羞愧。而是要证明他曾对你做过善事”（Za I, KSA 4, 87）。这是一个“正义”的概念，正如尼采在1885年的遗稿中承认的那样，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已经不知道[不同地，更狭隘地；作者注]该如何去理解它，而只能将其理解为‘充满爱的领悟’，在根本上即是‘赞同’”（KSA 12, 13）。

这种正义首先存在于公正的，即不带偏见的↗认知之中。正义的天才之处在于，不信任所有的信念，避开它们。“[……]因此，她是信念的反对者，因为她想把每个事物应得的部分给予每个事物——不论是活物还是死物，是实在的还是想象的——为此，她必须纯粹地认识它；因此，她将每件事物置于最好的光线之下，并用细致的目光环视它”（MA I, Nr. 636, KSA 2, 361）。这种意义上的正义如果不结合尼采的↗真理概念是无法想象的。海德格尔对此的解释是：“正义是真理的本质，在这里，↗本质◁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被称为可能性的根据”（Heidegger 1961, I, 575）。对世界保持公正，最终意味着在命运之爱（amor fati）中接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尼采在遗稿中总结性地规定道：“正义，作为一种向四周广阔眺望的权力的功能，它超越了善与恶的狭小视角，因而拥有了更广阔的利益视野——其意图在于维系某种超越这个或那个人的事物”（KSA 11,188）。

Literatur: Heidegger I 1961, 570–575; Gerhardt, V.: Das »Princip des Gleichgewichts«, in: NSt 12 (1983), 111–134; Ansell-Pearson, K.: An Introduction to N. as a Political Thinker, Cambridge 1994.

Wolfgang Schiller

法则/法律 (Gesetz)

尼采关于法则（法律）在司法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本质与功能的核心论断是：“没有法则：每种权力在每一瞬间都得出其最终的结果。恰恰是因为没有折中（mezzo termine），可计算性才得以成立”（N, KSA 13, 258）。法则是人类的行为规则，而不是自然的规则：司法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意志的“自然法则”。只有虚构出一个作为“自由意志”载体、受法则强制的主体，才会产生这样的解释：“仿佛一个存在物是因为服从某个法则或立法者，才总是这样或那样行事：而实际上，撇开‘法则’不谈，它本有自由另行其事”（N, KSA 12, 137）。某些后果的必然重演，并不能从作为一种力量、作为某个行为之“重演原因”的法则中推导出来。尼采极力摒弃任何借助“‘必然性’和‘法则’”概念来构建的决定论观念：“前者给世界强加了一种虚假的强制，后者则给世界带来了一种虚假的自由”（N, KSA 13, 257）。事件的可计算性，反而建立在对权力关系的绝对确认之上，某种行为的“必须如此，不能是其他”正是由此产生的。

尼采特别反对“那种自然的法则性（规律性）”，它在法律和自然科学意义上虚构了一种“法则面前的平等”，并将其视为一个立法者对另一个主体施加强制力的流露。行为的可计算性不依赖于某个法则的实证性，而是基于“绝对不存在任何法则，且每种权力在每一瞬间都得出其最终的结果”（JGB, Nr. 22, KSA 5, 37）。

Literatur: Müller-Lauter, W.: N.s Lehre vom Willen zur Macht, in: NSt 3 (1974), 1f. 36, 41–47; 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Berlin 1988, 128, 148–155, 165, 166; ders.: Normativität und Selektivität der »Willens-Kausalität« bei N., in: NSt 19 (1990), 81–111.

Henry Kerger

健康/疾病 (Gesundheit/Krankheit)

对尼采而言，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思考“根本就不是关于‘真理’的，而是关于别的东西，比如说，关于健康、未来、成长、权力、生命……”（FW, Vorrede, Nr. 2, KSA 3, 349）。正如尼采的哲学在其根基上只能在与肉体的关系中被理解一样，正如按照尼采的观点我们不能随意将肉体与灵魂割裂开来一样，在这一语境下，哲学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对尼采来说是核心的，而健康同样也不能与疾病割裂开来。

对尼采来说，不存在自在的健康。对个人而言，什么是↗肉体的健康，取决于他的目标、他的视野、他的力量、他的冲动、他的谬误、他的理想和他的幻象。因此，在尼采看来，存在着“无数种肉体的健康”，它们相对化了“正常健康”这一概念的普遍意义（FW, Nr. 120, KSA 3, 477）。对尼采而言，灵魂的健康依赖于肉体的健康，因此肉体的健康应被理解为灵魂健康的先决条件（参见 N. Herbst 1887-März 1888, 9[121], KSA 12, 406）。然而，必须从根本上注意的是：“疾病本身可以是生命的一种刺激物：只不过人们必须足够健康，才能承受这种刺激物！”（WA, Nr. 5, KSA 6, 22）。“一个典型的病态存在是不可能变得健康的，更不可能使自己变得健康；反过来说，对于一个典型的健康者，生病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对生命的、对更多生命的强烈刺激物”（EH, KSA 6, 266）。不存在自在的健康，对尼采来说也就意味着，健康与疾病“并非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它们更应被理解为生存的各种不同“方式”，其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N, Anfang 1888 – Anfang Jan. 1889, 14[65], KSA 13, 250）。

在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中，尼采认为的“大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免于疾病，甚至为了发展我们的美德；特别是，我们对认识与自我认识的渴望，是否同样需要生病的灵魂，如同需要健康的灵魂一样：简言之，单纯追求健康的意志是否是一种偏见、一种懦弱，或许还是一点最微妙的野蛮与落后”（FW, Nr. 120, KSA 3, 477）。

尼采以他的“大健康”概念来回答这个“大问题”。与那种认为健康就是免于医学上所定义的疾病的观点相反，尼采认为，健康“甚至离不开疾病本身，将其视作认识的手段和钓钩，直到精神达到那种成熟的自由，这种自由同样是心灵的自我克制与修养，并允许通向许多甚至是对立的思维方式的道路[……]直到获得那种充满可塑性、治愈力、再生力与恢复力的盈余，这正是大健康的标志，这种盈余赋予自由精神一项危险的特权，即可以去尝试生活并将自己献身于冒险：这是自由精神大师般的特权”（MA I, Vorrede, Nr. 4, KSA 2, 17–18）。在此，衡量的标准依然是“肉体的勃发，那跳跃力、勇气与欢愉，属于


健康/疾病

规律性与决定论

[尼采极力拒斥]任何借助“必然性”和“法则”概念的决定论观念：“前者给世界强加了一种虚假的强制，后者则赋予了世界一种虚假的自由”（N，KSA 13, 257）。相反，事件的可计算性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绝对确立之上的，某种特定行为的“非如此不可”正是由此产生的。

尼采特别反对“那种自然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虚构了一种无论在法学意义还是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法则面前一律平等”，将其视为立法者对另一个主体施加强制力的结果。行为的可计算性并不在于某个法则的实证性，而在于“法则绝对缺失，且每一种权力在每一个瞬间都会引出其最终的后果”（JGB，第22节，KSA 5, 37）。

文献：Müller-Lauter, W.: N.s Lehre vom Willen zur Macht, in: NSt 3 (1974), 1f. 36, 41–47; 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Berlin 1988, 128, 148–155, 165, 166; 同上作者: Normativität und Selektivität der »Willens-Kausalität« bei N., in: NSt 19 (1990), 81–111.

Henry Kerger

健康/疾病

对尼采而言，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思辨“根本不是关于‘真理’，而是关于其他东西，比如说关于健康、未来、成长、权力、生命……”（FW，序言，第2节，KSA 3, 349）。正如只有在与肉体的关系中才能理解尼采哲学的根基，正如按照尼采的观点我们不能随意将肉体与灵魂割裂开来一样，在这一语境下，尼采认为哲学与健康的关系是核心，而健康同样不应与疾病割裂开来。

对尼采来说，不存在自在的健康。对个体而言，什么是↗肉体的健康，取决于他的目标、他的视野、他的力量、他的冲动、他的错误、他的理想和他的幻象。因此，尼采认为存在着“无数种肉体的健康”，这使得“常态健康”这一概念的普遍意义被相对化了（FW，第120节，KSA 3, 477）。在尼采看来，灵魂的健康取决于肉体的健康，因此肉体的健康应被理解为灵魂健康的先决条件（参见 N. 1887年秋-1888年3月，9[121]，KSA 12, 406）。然而，必须从根本上注意的是：“疾病本身可以成为生命的刺激物：只是人们必须足够健康，才能承受这种刺激物！”（WA，第5节，KSA 6, 22）。“一个典型病态的生命无法变得健康，更遑论使其自身健康；相反，对于一个典型健康的人来说，生病甚至可以是趋向生命、趋向更多生命的强有力的刺激物”（EH，KSA 6, 266）。那么，对尼采而言，不存在自在的健康也就意味着健康与疾病“本质上并无不同”。它们更应被理解为不同的“存在方式”，两者之间“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N，1888年初 – 1889年1月初，14[65]，KSA 13, 250）。

在尼采看来，健康与疾病关系中的“大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免于疾病，甚至为了发展我们的美德是否可以不需要它；尤其是我们对认识和自我认识的渴望，是否同样既需要病态的灵魂，又需要健康的灵魂：简而言之，仅仅追求健康的意志是否是一种偏见、一种怯懦，甚至或许是一种极其微妙的野蛮和落后”（FW，第120节，KSA 3, 477）。

对于这个“大问题”，尼采以其“大健康”的概念作出了回答。与那种认为健康就是免于医学定义的疾病的观点相反，尼采认为，健康“本身就不能缺少疾病，将其作为认识的手段和钓饵，直到达到那种成熟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同样是自我克制和内心的纪律，并允许通向许多对立的思维方式 [] 直到拥有那种盈余的塑造力、治愈力、重塑力和恢复力，这恰恰是大健康的标志；这种盈余赋予自由精神一项危险的特权，使其得以为了实验而生活，并使自己投身于冒险：这就是自由精神作为大师的特权”（MA I，序言，第4节，KSA 2, 17–18）。在此，衡量标准仍然是“肉体的勃发，精神的弹力、勇气和欢愉——当然，也包括他能承担、克服并使之痊愈的病态事物的数量。那些会让脆弱之人毁灭的东西，正是大健康的刺激剂”（N，1885年秋 – 1887年秋，2[97]，KSA 12, 108）。

大健康是查拉图斯特拉类型的“生理学前提”（EH，KSA 6, 337）。“大健康”包含了“习惯于凛冽的高山空气，习惯于冬季的跋涉，习惯于任何意义上的冰雪与崇山峻岭，[…] 甚至习惯于一种崇高的恶作剧，一种最为自信的求知之任性”；通过这种健康，产生出了另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因战争和胜利而变得强健，对他们而言，征服、冒险、危险，甚至痛苦，都已成为一种需求”（GM，第2篇论文，第24节，KSA 5, 336）。这种新的精神服务于一个新的目的；它是通向作为大地意义的“超人”的过渡。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大健康”被证明是“危险的健康”（gefährlich-gesund），这种危险的健康对所有迄今为止有效的价值和当下的人性提出了质疑，并借此塑造了“另一种理想”，“一种奇特的、充满诱惑与危险的理想”：“一种人-超人的福祉与善意的理想，它往往显得不近人情”，且伴随这一理想，“也许伟大的严肃才刚刚开始”（FW，第382节，KSA 3, 637）。

对尼采而言，“大健康”是对付“对人的巨大恶心”以及“对人的巨大同情”的解毒剂。因为这会导致那些病人、“最柔弱者”、“最底层者”和“满怀报复心者”用他们的↗怨恨来暴虐、征服那些健康的、发育良好的、强壮的、骄傲的和拥有自我权力的人，并使健康人患病。在这种巨大的、虚无主义疾病的背景下，尼采认为病人是“对健康人最大的危险”。在尼采看来，唯一能对抗这一点的就是“地球上的最高法则”：“绝不能让病人使健康人患病”。为此，“首要的是让健康人与病人保持隔离，甚至避免看到病人，以免他们将自己与病人混淆”。这些健康人的任务绝不是去充当病人的看护者或医生，正符合↗距离的激情（Pathos der Distanz）所主张的法则：“高贵者绝不能自贬为低贱者的工具”（GM，第3篇论文，第14和15节，KSA 5, 371–372）。

尼采提出了一种令人怀疑的“医生道德”，甚至走向了否定那些作为“病人”救命恩人的地步（GD，第36节，KSA 6, 134）——考虑到这位思想家自身也饱受疾病困扰，这种学说显得颇为怪异。

文献：Jaspers (1936) 1981, 91–118; Kaufmann (1950) 1982, 151–156; Götz, K.A.: N. als Ausnahme, Freiburg i.Br. o.J., 95–185; Schipperges, H.: Am Leitfaden des Leibes. Zur Anthropologik und Therapeutik F. N.s, Stuttgart 1975; Long, Th. A.: N.s Philosophy of Medicine, in: NSt 19 (1990), 112–128.

Volker Caysa

良心

尼采将良心视为人类发展的结果，是为了在人类自身之中“培养出一种被允许做出承诺的动物”，旨在为这种容易遗忘的动物创造一种“记忆”，借助这种记忆，遗忘的本性在面对某些道德要求时就会被悬置（GM，第2篇论文，第1节，KSA 5, 291）。为了获得这种“纯粹的意志记忆”，必须“首先让人本身变得可计算、规律化、具有必然性，甚至在他自身的表象中也是如此”。在人类漫长而艰巨的“自我塑造的劳作”走到尽头时，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借助习俗的伦理和社会的紧身衣，真正被变得可计算了”，此时出现的是那个“获得自由的人，真正被允许做出承诺的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主人”。他终于“凭借这种凌驾于自身和命运之上的权力”以及对此的认知，赢得了“责任的特权”。这种特权如今已成为他的“本能”，他将之称为“他的良心”（GM，第2篇论文，第1、2节，KSA 5, 293ff.）。

尼采强调良心的诞生源于“被允许做出承诺”的能力，并将其视为一种持久且可计算的意志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他通过耶林的著作，与罗马法的接受史建立了联系（Ihering, Der Zweck im Recht, Erster Band, Leipzig 1877, 262–267）。债务人的承诺旨在实现“当前化”


良心

精神的——但当然也包括他能承担并克服多少病态事物——使其恢复健康。那些会让较脆弱的人毁灭的事物，属于大健康的刺激手段”（N.，1885年秋–1887年秋，2[97]，KSA 12, 108）。

大健康是查拉图斯特拉类型的“生理学前提”（EH，KSA 6, 337）。属于“大健康”的，包括“习惯于凛冽的高山空气，习惯于冬日的跋涉，习惯于各种意义上的冰雪与崇山峻岭，［……］习惯于某种近乎崇高的恶毒，习惯于认识中一种最确信无疑的任性”；通过它，造就了另一种精神，这些精神“因战争和胜利而变得坚强，对他们来说，征服、冒险、危险甚至痛苦已经成为一种需求”（GM，第二篇，第24节，KSA 5, 336）。这种新精神服务于一个新目的；它是通向作为大地之意义的超人的过渡。仔细审视，“大健康”被证明是“危险的健康”，这种危险的健康将迄今为止所有生效的价值和当前的人类存在置于疑问之中，并且通过它，一个“不同的理想”、“一个奇特的、充满诱惑与危险的理想”得以形成：“一种人-超人的福祉与善意的理想，它往往显得不够人道”，并且伴随着它，“也许伟大的严肃才刚刚开始”（FW，第382节，KSA 3, 637）。

对N.来说，“大健康”是一剂解药，用来对抗“对人的巨大厌恶”，对抗“对人的巨大同情”。因为这会导致那些病人、“最弱者”、“最底层者”、“复仇心重者”用他们的↗怨恨来暴虐、征服那些健康者、发育良好者、强者、骄傲者和自主者，并使健康者生病。在这种巨大的、虚无主义疾病的背景下，在N.看来，病人是“对健康者最大的危险”。对此，在N.看来唯有“大地上的最高视点”能够奏效：“不要让病人使健康者生病”。为此，“首先需要健康者与病人保持分离，甚至应保护他们免于看到病人，以免他们将自己与病人混淆”。这些健康者的任务不是去当这些病人的护工或医生，正如根据↗距离的激情所应当生效的那样：“较高者不应降格为较低者的工具”（GM，第三篇，第14和15节，KSA 5, 371–372）。

N. 提出了一种令人质疑的“医生道德”，甚至走向了否定那些拯救“病人”生命之人的地步（GD，第36节，KSA 6, 134）——鉴于思想家自己也疾病缠身，这一学说显得有些奇怪。

参考文献：Jaspers (1936) 1981, 91–118; Kaufmann (1950) 1982, 151–156; Götz, K.A.: N. als Ausnahme, Freiburg i.Br. o.J., 95–185; Schipperges, H.: Am Leitfaden des Leibes. Zur Anthropologik und Therapeutik F.N.s, Stuttgart 1975; Long, Th. A.: N.s Philosophy of Medicine, in: NSt 19 (1990), 112–128.

沃尔克·凯萨 (Volker Caysa)

良心

N. 将良心视为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目的是在自身内部“培养出一种有权许诺的动物”，从而为这个健忘的动物制造一种“记忆”，借助这种记忆，对于某些道德要求的健忘便被悬置了（GM，第二篇，第1节，KSA 5, 291）。为了获得这种“意志的真正记忆”，首先“人本身必须变得可计算、有规律、具必然性，甚至在他自己的表象中也必须如此”。在人类漫长而艰巨的“对自身的塑造工作”的终点，在这个过程中人“借助习俗的伦理和社会的紧身衣真正变得可计算了”，站着的是那个“重获自由的人，那个真正有权许诺的人，这个自由意志的主人”，他终于“凭借这种对自己和命运的权力”以及对此的认知，赢得了“责任的特权”，这对他来说现在已经“成为本能”，并被他称为“他的良心”（GM，第二篇，第1、2节，KSA 5, 293及以后页码）。

N. 强调基于有权“许诺”的能力的良心起源，将其作为持久且可计算的意志的前提，以此他衔接了通过耶林（Jhering）的著作对罗马法的接受（耶林，《法中的目的》第一卷，莱比锡，1877年，262–267）。债务人的许诺旨在“将基于罗马债权契约权力关系而缔结的个人义务当下化”。然而，良心的产生原因首先应当从良心所反对的事物中看出来，即为了“向这些情绪和欲望的瞬间奴隶，呈现社会共处的几项基本要求”（GM，第二篇，第3节，KSA 5, 296）。因为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事物”才能留在记忆中，N. 在“禁欲主义”中认出了这种决定性的手段，这在宗教程序中尤为明显，目的是使一些观念变得难以忘怀，“以此通过这些‘固定观念’来催眠整个神经和智力系统”。如果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概念定义出发——根据该定义，“良心是我们内心对潜在于我们内部的某种愿望冲动的拒斥的内在感知”，这在他通过禁忌禁令和图腾崇拜所作的阐释中得到了展现——就会发现，N. 正是对这一“人的内向化”过程（当人“最终发现自己被封闭在社会与和平的魔咒中”时）已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随着“人向外发泄的途径遭到阻碍”，“那个野性的、自由的、游荡的人的所有本能都向后转，转而反对人自己”（GM，第二篇，第16节，KSA 5, 322）。这种将向外的本能和欲望转向反对人自身的倒错，正是坏良心的起源：“这个人，［……］被强行塞进压抑的狭小空间和常规的习俗中，不耐烦地撕裂自己，迫害自己，啃咬自己，折腾自己，虐待自己，这个在笼子铁栏杆上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的动物，［……］这个必须把自身变成一种冒险、一个刑场、一片不安全且危险的荒野的人，［……］成了‘坏良心’的发明者。”然而，随着坏良心的出现，“引入了最大、最可怕的疾病，人类至今仍未从中痊愈，即人因人、因自身而受苦：作为同其动物性过去被暴力割裂的结果”（GM，第二篇，第16节，KSA 5, 323）（^怨恨，^道德。）

参考文献：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Berlin 1988, 15–19, 24, 64, 68, 72, 175; Gasser, R.: N. und Freud, Berlin 1997, 299–312, 366–370.

亨利·克尔格 (Henry Kerger)

上帝

否定犹太-基督教上帝意义上的无神论构成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在N.思想历程的所有阶段中，伴随着他对基督教毫不妥协的激进批判，始终如一地贯穿到底。某些试图将N.视为一个绝望的“寻神者”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在N.的文献中无法得到证实的陈词滥调。在N.看来，绝对的无神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战胜了基督教的上帝”（GM，第三篇，第27节，KSA 5, 409）。根本上，他并没有将这一胜利视为一种从外部发起攻击的力量的作用，相反，它的根源应当在基督教自身之中。对N.而言，生命的法则在它身上得以实现：“所有伟大事物都因自身而毁灭，通过一种自我扬弃的行动”（同上，410）。基督教道德也是如此，它建立在信仰一个被认为是“真理”的上帝的基础之上。这种道德最终——为了“真理”的缘故——转向了反对自身。因此，基督教的灾难并不局限于无神论的否定；在N.看来，流行的“无神论”概念毋宁说是指他那关于更高层级的、无神存在的全新道德愿景的否定性但却不可或缺的前提。

I. 作为一个不加冠词的名词，N.著作中的“上帝”通常指代犹太-基督教一神论的内涵及其所诠释的信仰现实——因此，“上帝”被理解为在人际关系中被体验、在绝对超越中被信仰的造物主和启示者。这种一神论在超过三千年的东方-西方历史中留下了（共同）印记，尤其是通过与源自古希腊的各种形式的哲学思想建立多重联系而实现的。N. 强势地推进在近代以来一个不断消解、批判性拒斥和免疫——


上帝

由于罗马债法契约性权力关系而承担的个人义务。然而，良心的产生原因主要可以从良心所反对的事物中看出来，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些受制于情感和欲望的瞬间奴隶，能够时刻牢记社会共同生活的一些原始要求”（GM, 2. Abh., Nr. 3, KSA 5, 296）。因为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事物”才能留在记忆中，所以尼采在“禁欲主义”中看到了决定性的手段——正如在宗教程序中尤为明显的那样——以使一些观念令人难以忘怀，“目的是通过这些‘固定观念’对整个神经和智力系统进行催眠”。如果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概念定义出发，即“良心是对拒绝我们内心存在的某些愿望冲动的内在感知”（他通过禁忌和图腾崇拜对此进行了阐述），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人类“最终发现自己被禁锢在社会与和平的牢笼中”时，尼采已经对“人类的内化”这一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随着“人类向外发泄的途径受到抑制”，“所有那些狂野、自由、四处游荡的人的本能都转向了内部，转而反对人类自身”（GM, 2. Abh., Nr. 16, KSA 5, 322）。这种将原本向外的冲动和欲望反转过来对付人类自身的做法，正是坏良心的起源：“人类，[]被强行塞进一种令人窒息的狭隘和习俗的规则之中，焦躁地撕裂自己、迫害自己、啃噬自己、惊扰自己、虐待自己，这只在笼子的铁柱上撞得遍体鳞伤的野兽，[]他不得不把自身变成一场冒险、一个刑场、一片充满不安全与危险的荒野，[]他成了‘坏良心’的发明者。”然而，伴随着坏良心，“最严重、最可怕的疾病降临了，人类至今未能从中痊愈，即人类对人类自身、对自己的折磨：这是与动物本能的过去被暴力割裂的结果”（GM, 2. Abh., Nr. 16, KSA 5, 323）（^怨恨，^道德。）

参考文献：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Berlin 1988, 15–19, 24, 64, 68, 72, 175; Gasser, R.: N. und Freud, Berlin 1997, 299–312, 366–370.

Henry Kerger

上帝

作为否定犹太-基督教上帝的无神论，构成了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在尼采思想道路的所有阶段，以其毫不妥协的激进基督教批判态度，被绝对地坚持下来。有些人试图将尼采描绘成一个绝望的“寻神者”，这种努力形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而在尼采的著作中这是无法得到证实的。在尼采看来，绝对的无神论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战胜了基督教的上帝”（GM, 3. Abh., Nr. 27, KSA 5, 409）。基本上，他不认为这场胜利是外部力量攻击的结果，相反，其根源应该在于基督教自身。在他看来，这体现了一条生命法则：“所有伟大事物的毁灭都源于其自身，源于一种自我扬弃的行为”（同上，410）。建立在信仰一个据称是“真理”的上帝基础上的基督教道德也是如此。这种道德最终——为了“真理”的缘故——反过来反对它自己。因此，基督教的灾难并未穷尽于无神论的否定之中；对尼采而言，“无神论”这个通俗的概念，更多地是指一种负面的、但不可或缺的前提，以此来构建他关于一种更高的、没有上帝的存在的全新道德愿景。

I.

作为没有冠词的名词，在尼采的著作中，“上帝”通常指代犹太-基督教一神教的内涵及其所诠释的信仰现实——也就是在人格关系中体验到的、在绝对超越性中被信仰的造物主和启示者。这一神教共同塑造了3000多年的东方和西方历史，尤其是通过与不同形式的（根植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的多种结合。尼采强有力地站在近代解体、批判性排斥和免疫化进程的轨道上，这一进程使得这些哲学-神学的综合尝试土崩瓦解。早在19世纪，便有异口同声的呼喊宣告了受基督教影响的时代的终结，这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无力的衰退，一种“自我瓦解”（E. v. Hartmann）。相反，在尼采的思想历程中，一个问题变得意义重大：究竟能从这种终结中提取出怎样的能量收益，以用于↗一切价值的重估，并实现一种更高的存在（↗超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常常指责尼采，认为他提出这一问题是将基督教看得太“当真”了，从而抬高了它的地位。

II.

直到20岁，基督教意义上被公开呼唤的上帝在尼采的日常生活中总是不断地被提及，即在牧师住宅、礼拜仪式和学校中那些受路德宗影响的圣经话语里，随后又大量出现在普福尔塔中学准修道院式的仪式中（Montinari 1982, 35ff.）。虽然在这个年轻人的宗教诗歌尝试中闪烁着虔诚的语言习惯，但暗地里却已经被他对极端的倾向所相对化了。然而，早在传统哪怕是有丝毫可能转变为他自己的“信仰”之前，年轻的尼采在内心里就早已脱离了他那具有虔敬派色彩、盲目顺从路德宗基本立场的心灵基督教出身。属于这一阶段的还有被频繁引用的1862年青年时期笔记：《命运与历史》和《意志自由与命运》（BAW 2, 54–63）。传统基督教信仰与历史批判的冲突，在普福尔塔中学被一种双重教学方式所掩盖，即假设新教虔诚与古典语文学是相容的。因此，尼采在1864年的一首（后来著名的）过渡时期诗歌残篇中，借用《使徒行传》17章23节的圣经典故所呼唤的“未识之神”（BAW 2, 428），早已不再是基督教的上帝。相反，在年轻尼采的视野中，实验性地出现了一个具有命运色彩的“神圣者”形象，这个形象还有待被赋予一个名字（参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退役”，KSA 4, 325）。普福尔塔中学对科学性的强力推行，可能在暗中预示了这种脱离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原本在19世纪的许多学术生涯（尤其是神学家）中也屡见不鲜。作为学生和教授，尼采从一开始就已经摒弃了他出身背景中的上帝。

III.

从这里开始，对基督教进行激进批判的潜在倾向——这在19世纪是一种普遍现象——直到尼采的晚期作品中才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其处女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仍然存在着一种“敌意的沉默”（《自我批判的尝试》，第5节，KSA 1,18），但在深入的解读之下，这种沉默却显得具有十足的说服力（参见Reibnitz 1992, 126f.）。在这里，尼采已经将明确拒绝基督教上帝的艺术力量赋予了神话神祇的名字狄俄尼索斯，这代表着在麻醉的狂热和狂喜的迷妄中，作为“宗教”庆典来消除个体化。酒神精神将肯定与否定、创造与毁灭结合成充满矛盾的统一体，这是尼采为一种生存原则制定的公式，该原则开启了一种自我创造、完全自我掌控的生存形式。即使“上帝”在这里没有明确出现，但其中——正如《瞧！这个人》的最后一句话所显示的那样（EH, KSA 6,374）——极端的对立立场已经形成。在这一背景下，在1872年之后十年的著作中只偶尔能发现一些相关的评论：例如，当尼采赞扬不屈不挠的无神论者叔本华时说：“如果根据力量来评判思想的话，意志的愚蠢是叔本华最伟大的思想[]。没有人会把愚蠢的东西称为上帝”（N, KSA 8, 46）。虽然在笔记中也许还会浮现出“孩童尼采的上帝体验”（Montinari 1982, 35）：“孩童时在光辉中见过上帝”（N, KSA 8, 505）；他对D.F.施特劳斯因其愉快地对待“古老的犹太和基督教上帝”而提出的责备（DS, 第12节, KSA 1, 233）也显得有些奇怪，因为尼采不久后也弹奏起了类似的论调（M, 第205节, KSA 3,183）。但是在启蒙主义批判的道路上，“上帝”表现为监狱看守（WS, 第84节, KSA 2, 590f.），后来在干涸湖泊的比喻中（FW, 第285节, KSA 3, 528），则表现为对真正人类伟大和自我掌控的永久阻碍。尼采在批判犹太-基督教传统时，首先追求的就是这种自我超越。也许正是潜藏在酒神精神中的这种准宗教的爆发力，导致1882年及之后的著作《快乐的科学》，以及随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四个部分，突破了通常的批判模式：因此，那句通俗易懂又需要深刻解读的宣言“上帝已死”，当属尼采著作中最著名的口号之一。

IV.

这一口号并非作为哲学教条被提出，而是作者以叙事的手法，借由一个出现在时代广场上的“疯子”之口说出的（FW, 第125节, KSA 3, 480ff.）——这与↗第欧根尼·拉尔修（VI, 41）的一则轶事有关。在这段著名的文本中，向主导市场的无神论者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从而释放出一种上帝隐喻，它列举了那些（尽管在神学上不一致的）活动，正是通过这些活动，人类存在本身被置于极端危险的考验之中：饮干海水、抹去地平线、将地球从它的太阳解开锁链。特别是第三个意象阐明了该口号的含义：被宣布为已发生之事实的上帝之死，将人类置于被迫走向伟大的不可逃避的必然性之中（或是走向“末人”的失败中）。因此，它成为了人类全面自我实验的启发性原则（“看一看人们借此能走多远”；N, KSA 11, 89）（参见 GM, 3. Abh., Nr. 9, KSA 5, 357ff.），这样的人不愿安于现状，而是认为自己受到挑战，想要超越自我——“哪怕这有流入虚无的危险”（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719行）。在成为《查拉图斯特拉》主题的↗超人意象中，尼采从犹太-基督教上帝信仰的灾难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一结论在19世纪末引起了共鸣，而这种共鸣则是由↗达尔文主义和唯物主义、资产阶级进步信仰以及德国文化凯旋主义的元素所滋养的。正是借由“古老上帝”的死亡（Za IV，“退役”，KSA 4, 321–26 等）及其非道德主义的后果，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以后那个时代的“查拉图斯特拉体验”。这种没有上帝的前提带来了一种沉醉的崇高感与自由感：如果“上帝”产生于对自身的否定（参见 GM, 2. Abh., Nr. 22, KSA 5, 332），那么对自身的肯定就释放出了追寻危险生活的激情，一种驶向公海一去不返的航行，一种纯粹为了自身的命运之爱（amor fati）（参见 FW, 第283节及以后, KSA 3, 526ff. 等）。

V.

在欧洲现代，基督教上帝保留下来的功能主要在于为价值体系提供保障。尼采所反对的“至高上帝”（GM, 2. Abh., Nr. 20, KSA 5, 330; N, KSA 12, 535），在哲学上顺延康德的路线，并在温和的基督教接受度中，被视为道德世界秩序的设定。如果这个作为虚无主义虚构和“宗教神经症”固定点的道德上帝（JGB, 第47节, KSA 5, 67）倒塌了，那么仍然有待完成的任务是进行彻底的道德批判，以及战胜“上帝的阴影”（FW, 第108节及以后, KSA 3, 467ff.）。在《查拉图斯特拉》之后，尼采愈发尖锐地借用“道德上帝”（N, KSA 12, 213）这一概念，构想了一个以↗虚无主义为标志的时代转折。在这方面的所有反思并未给重新基督教化留下任何后门；甚至像↗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样的思想，也还在寻求一种属于它自己的“宗教的”（且无条件反基督教的）表达形式。尼采对上帝和道德的批判（尤其在遗稿和晚期著作中清晰可见）反而重新——并且违背了他那个时代的思维习惯——触碰到了基督教的核心丑闻：“现代人对所有基督教术语已经变得麻木，他们不再能感受到在古典品味看来，‘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矛盾公式中所蕴含的可怕至极之处”（JGB, 第46节, KSA 5, 67）。道成肉身的激烈论战补充了这一公式：“上帝自己——成了犹太人！”（Za IV，“与国王们的谈话”，KSA 4, 307）。对尼采来说，犹太教和（保罗派的）基督教被归入最深重颓废的阵营，属于必须被废除的、渴望权力的变态现象。特别是应对一神教负责的↗犹太教，应当被确认为道德中奴隶起义以及重估价值的怨恨的罪魁祸首。尼采坚信，随着上帝之死这一天翻地覆的时代转折，一个悲剧性的世纪正在降临，伴随着惨烈的战争和毁灭进程，伴随着一种“巨大的恐怖逻辑”（FW, 第343节, KSA 3, 573f.），然而即便如此，他也恰恰将其视为一种伟大的解放而予以欢呼。“‘上帝’这个概念迄今为止是对存在最大的反对……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对上帝的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拯救世界”（GD, KSA 6, 97）。拯救世界的宗教激情在尼采的晚期著作中，既导致了对基督教的诅咒，也导致了他亲自承担起时代转折的重任：《瞧！这个人》（EH，“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KSA 6, 365ff.）。

参考文献：Heidegger 1950, 193–247; Biser, E.: »Gott ist tot«. N.s Destruktion des christlichen Bewusstseins, München 1962; Köster, P.: Das Fest des Denkens. Ein polemisches Motto Heideggers und seine ursprüngliche Bedeutung in N.s Philosophie, in: NSt 4 (1975), 227–262; Jüngel, E.: Gott als Geheimnis der Welt. Zur Begründung der Theologie des Gekreuzigten im Streit zwischen Theismus und Atheismus, Tübingen 1978; Kaufmann 1982, 114–138; Schellong, D.: Einige Interpretationsfragen zu N.s Verurteilung des Christentums, in: NSt 18 (1989), 338–358; Türcke, Ch.: Der tolle Mensch. N. und der Wahnsinn der Vernunft, Frankfurt a.M. 1989; Kuhn, E.: Friedrich 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Berlin/New York 1992; Salaquarda, J.: Dionysos gegen den Gekreuzigten, in: ders. (Hrsg.): N., Darmstadt 21996, 288–322.

Peter Köster

残酷

尼采是近代少数几位对残酷（Grausamkeit）发展出一种积极概念的哲学家之一。尼采犯了一个哲学家创新性的失礼之举，即不将残酷视为野蛮，而是完全将其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对尼采而言，残酷是一种能力而非一种恶习，是一种创造文化、富有创造力甚至令人升华的特质。他谈到对“作为美德的升华了的残酷”（M, 第30节, KSA 3, 39）的“快乐”，谈到作为一种节日仪式的残酷：“残酷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乐趣。因此人们会认为，如果在神明面前展示残酷的景象，神明也会感到身心舒畅、节日气氛浓厚”（M, 第18节, KSA 3, 30）。除了尼采所呈现的残酷的审美特质外，它首先代表了一种文化或一个个体的高度和力量（FW, 第48节, KSA 3, 413）。尼采将残酷描述为文化的鼎盛时期，与之对立的只有一种软弱无力的衰退（FW, 第23节, KSA 3, 396）。

除了其审美特质外，在尼采那里，残酷应被理解为一种解放行为，以及治疗过度强势之道德的解药。在异教的残酷之中——对尼采而言，它代表了基督教↗同情理念的反面——可以实现从基督教美德中的解放。同时，尼采在一种反向运动中揭露了正是这些美德本身所具有的残酷性；基督教对冲动和需求的鞭笞同样是残酷的（M, 第339节, KSA 3, 236）。尤其是哲学史上那些最受人尊敬的概念，尼采也指控它们包含着残酷：“绝对命令闻起来就有残酷的味道……”（GM, 2. Abh., Nr. 6, KSA 5, 300）。然而，即使作为被揭露传统的象征，尼采对残酷这一概念的使用仍然受制于他所否定的那种道德。安托南·阿尔托在《残酷戏剧》（1929）中以及乔治·巴塔耶在《酷刑》（1939）中都采纳了残酷的思想。

参考文献：Artaud, A.: Le théâtre de la cruauté, Paris 1933, dt. Das Theater der Grausamkeit, in: Letzte Schriften zum Theater, München 1993; Bataille, G.: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V, Paris 1973; Deleuze, G./Guattari, F.: Anti-Ödipus, Frankfurt a.M. 1974.

Knut Ebeling

大政治

在尼采那里，“大政治”这个概念大多带有负面含义。只有在后期的重新诠释中，它才获得了那种特定的内涵，从而一跃成为他哲学中的一个核心主题。该概念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试图以牺牲其竞争对手为代价来扩张自身权力的所有实践的总和，包括其政府为这些目标动员人民的努力。对大政治提出的反对意见与对一般政治提出的反对意见如出一辙。一个“准备投身大政治并在最强大国家中确立决定性发言权的民族”会因此遭受损失，因为人们会由于政治参与而分心，忽视了自身的事务；这种“政治——


大政治

），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他将其视为一种巨大的解放而表示欢迎。“迄今为止，上帝这个概念一直是反对存在的最重大异议……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对上帝的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拯救世界”（GD, KSA 6, 97）。在尼采最后的著作中，这种拯救世界的宗教激情既导致了对基督教的诅咒，也导致了他以个人名义承担起划时代的重任：《瞧！这个人》（EH，“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KSA 6, 365ff.）。

参考文献：Heidegger 1950, 193–247; Biser, E.: »Gott ist tot«. N.s Destruktion des christlichen Bewußtseins, München 1962; Köster, P.: Das Fest des Denkens. Ein polemisches Motto Heideggers und seine ursprüngliche Bedeutung in N.s Philosophie, 载: NSt 4 (1975), 227–262; Jüngel, E.: Gott als Geheimnis der Welt. Zur Begründung der Theologie des Gekreuzigten im Streit zwischen Theismus und Atheismus, Tübingen 1978; Kaufmann 1982, 114–138; Schellong, D.: Einige Interpretationsfragen zu N.s Verurteilung des Christentums, 载: NSt 18 (1989), 338–358; Türcke, Ch.: Der tolle Mensch. N. und der Wahnsinn der Vernunft, Frankfurt a.M. 1989; Kuhn, E.: Friedrich 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Berlin/New York 1992; Salaquarda, J.: Dionysos gegen den Gekreuzigten, 载: 同作者 (编): N., Darmstadt 21996, 288–322.

彼得·克斯特 (Peter Köster)

残酷 (Grausamkeit)

尼采是近代少数发展出积极的“残酷”概念的哲学家之一。尼采犯下了属于哲学家的创新性“失言”（faux-pas），他不把残酷视为野蛮，而是完全将其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对尼采而言，残酷是一种能力而非恶习，是一种创造文化、富有发明精神甚至具有升华作用的特质。他谈到“将精炼的残酷作为美德”所带来的“快乐”（M, Nr. 30, KSA 3, 39），将残酷视为一种节日仪式：“残酷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乐趣。因此，人们也会认为，如果向诸神献上残酷的景象，诸神也会感到神清气爽和充满节日气氛”（M, Nr. 18, KSA 3, 30）。除了残酷对尼采来说所呈现的美学特质外，它首先代表了一种文化或一个个体的高度与力量（FW, Nr. 48, KSA 3, 413）。尼采将残酷描述为文化的鼎盛时期，与之相对立的只有疲软的衰落（FW, Nr. 23, KSA 3, 396）。

超越其美学特质，残酷在尼采那里应被理解为从压倒性道德中解脱的解放行为和治愈手段。在异教的残酷——对尼采而言，这代表了与基督教的↗同情（Mitleid）理念的对立——中，可以实现从基督教美德中的解放。同时，尼采在反向运动中揭露了正是这些美德本身具有残酷性；基督教对本能和需求的鞭笞同样是残酷的（M, Nr. 339, KSA 3, 236）。尼采甚至指控哲学史上最受尊崇的概念同样带有残酷性：“绝对命令散发着残酷的气味……”（GM, 2. Abh., Nr. 6, KSA 5, 300）。然而，即使作为被揭露传统的象征，尼采的“残酷”概念仍受制于他所否定的道德。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在《残酷戏剧》（Le théâtre de la cruauté，1929年）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酷刑》（Le Supplice，1939年）中吸收了这种残酷的理念。

参考文献：Artaud, A.: Le théâtre de la cruauté, Paris 1933, 德文版 Das Theater der Grausamkeit, 载: Letzte Schriften zum Theater, München 1993; Bataille, G.: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载: Œuvres complètes V, Paris 1973; Deleuze, G./Guattari, F.: Anti-Ödipus, Frankfurt a.M. 1974.

克努特·埃贝林 (Knut Ebeling)

大政治 (Große Politik)

在尼采那里，“大政治”这个概念大多带有负面含义。直到后期经过重新诠释，它才获得了特定的内涵，并由此跃升为其哲学的一个主导动机。该概念通常指代一个国家试图以牺牲其竞争对手为代价来扩张自身权力的所有实践，包括其政府为相应目标动员民众的努力。对大政治的反对意见，与对一般政治的反对意见如出一辙。一个“准备投身大政治并在最强大的国家中确保自己拥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民族”会因此遭受损失，因为人们会由于政治参与而偏离自身的事务；因此，“一个民族在政治上的繁荣”会导致“精神上的贫乏和疲惫”（MA I, Nr. 481, KSA 2, 314ff.）。尼采将自己没有被“德国伟大的政治运动”分散对其“主要事务”的注意力视为一种功劳（N, KSA 11, 270）。驱动大政治的主要是“对权力感的需求”，而这种权力感在底层民众那里表现为准备在物质和道德上做出牺牲，表现为对敌视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的认同。君主因此可以“将民众的良知偷换成他的不义”（M, Nr. 189, KSA 3, 161f.）。注定要让其民众卷入大政治的政治家，会导致精神和品味的狭隘化（JGB, Nr. 241, KSA 5, 181）。德国的“铁血”大政治未能证明自己是治疗德国“品味疾病”的良药（JGB, Nr. 254, KSA 5, 200）。直到1888年，尼采在提及德国时仍写道，大政治吞噬了“对所有真正伟大事件的严肃态度”（N, KSA 13, 540）。德国的大政治无法掩饰这个国家“越来越被视为欧洲平庸之地”这一事实（GD, KSA 6, 105）。

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尼采开始构思一种对抗民族主义大政治的替代方案；那是一种行星级别的教育或培育政治。人类未来必须“亲自将整体人类的地球治理权……掌握在手中”（MA I, Nr. 245, KSA 2, 205）。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在这个时代，将为了争夺地球统治权而战”，并且是“以基本哲学教义的名义”（N, KSA 9, 546）。应建立一个“凌驾于各民族及其利益之上的寡头政治”；其任务必须是“为一种全人类的政治进行教育”（N, KSA 10, 645）。对地球的统治仅仅是“培育更高类型的手段”（N, KSA 11, 69）。地球治理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想要人类怎样的未来！”（N, KSA 11, 90）。到了80年代中期，新哲学家、统治阶层和地球治理的概念便与大政治的概念结合在了一起（N, KSA 11, 533）。尼采希望欧洲能成为意志的统一体，这基于一种确信：“小政治”的时代、也就是“王朝和民主各种意愿杂陈”的时代已经过去，下个世纪将带来“对地球统治权的争夺”，带来“对大政治的强制需求”（JGB, Nr. 208, KSA 5, 140）。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治现在显现为“小政治”（FW, Nr. 377, KSA 3, 630）。德国面临这样的指责：它以解放战争回应了拿破仑统一欧洲的尝试，因此必须为“最反文化的疾病与非理性，即民族主义”，为使小政治永恒化而承担责任（EH, KSA 6, 360）。

对尼采而言，迫切需要对政治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他看到一个时代即将来临，“那时人们将对政治进行重新学习”（N, KSA 12, 88）。在他后期关于该主题的论述背景下，他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要求，即未来的政治必须致力于比国家利益更严肃、对生命更至关重要的事务。在谈及道德上的奴隶起义时，他谈到了“真正伟大的复仇大政治”（GM, Nr. 8, KSA 5, 269）。就能重新诠释政治概念而言，一部《政治论》（tractatus politicus）的草稿具有启发意义（N, KSA 13, 24ff.）。其核心起点问题是，如何协助美德获得统治权。尼采将自己置于柏拉图和马基雅维利的继承者之列，然而他的雄心在于描绘“政治完美的类型”，即那种从未被达成的彻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理想。他将此理解为自古代以来一直被反复主张的确信：为了事业的利益，美德的政治只允许由那些自身并不具备美德的人来执行，作为“道德政治家”的道德家们绝不可屈从于他们所教导的道德。

新哲学家的任务在于教导“人类将人类的未来作为自己的意志，作为取决于一种人类意志的事物，并为培育和教养的伟大冒险与整体尝试做好准备”（JGB, Nr. 203, KSA 5, 126）；这也正是新词义下大政治的目标所在。对此的需求基于这样一种洞见：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政治、社会秩序、教育的问题”都被错误地提出了，因为人们被教导“去蔑视生命本身的基本事务”（EH, KSA 6, 296）。当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宣称：“从我开始，地球上才有了大政治”，他以此表达的是，有朝一日，他的名字将与地球上最大危机的记忆、与“最深刻的精神碰撞”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代表了“人类最高自我反思的行动”。以他所发现的真理之名，尼采向“数千年的谎言”宣战。他预见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动荡以及所有“旧社会权力结构”的覆灭；“政治这个概念将完全融化在一场精神战争中”。将“人类历史劈成两半”的灾难性事件，是对基督教道德、对其“对生命的死敌态度”及其对肉体事物的蔑视的启蒙（EH, KSA 6, 365f, 373f.）。

尼采在最后言论中（N, KSA 13, 637–647；致格奥尔格·布兰兑斯，1888年12月初）用来描述其哲学关切的“大政治”概念，首先暗示了一种时政立场，正如他对俾斯麦和霍亨索伦王朝的抨击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应为那种“引发民族自私和种族自私的、该受诅咒的煽动”负责，这种煽动错误地以大政治自居。因此，尼采声称为大政治做准备的诉求，似乎完全契合了启蒙运动的传统。王朝和祭司制度被烙上“真正对抗生命的死敌制度”的印记。所有现存的等级制度和界限都被宣告为不合法。大政治将带来“穿越由民族、阶层、种族、职业、教育、教养造成的所有荒谬偶然性的战争”。然而，它同时也被证明是一场培育活动，它“要让生理学成为所有其他问题的主宰”。这一意图中表达的生物学主义容易引发意识形态的解读，而这恰恰与启蒙运动相悖。尽管借鉴了现代科学和伪科学的观点，大政治的概念最终包含着对现代政治观念的拒绝，以及对柏拉图式政治理想进行现实化的尝试。凭借特殊的美德，凭借肯定生命的能力和意愿，统治和立法的职权落在了新哲学家身上。

参考文献：Ansell-Pearson, K.: N. contra Rousseau. A study of N.s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1991, 38–49, 200–224; Marti, U.: »Der grosse Pöbel- und Sklavenaufstand«. 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Revolution und Demokratie, Stuttgart 1993, 269–295; Ansell-Pearson, K.: An introduction to N. as political thinker, Cambridge 1994, 147–162; Ottmann 21999, 239–312.

乌尔斯·马尔蒂 (Urs Marti)

神圣，圣人 (Heilig, der Heilige)

尼采在《宗教生活》（MA I, Nr. 108–144）和《宗教本质》（JGB, Nr. 45–62）这两章中谈到了圣人或神圣，此外还散见于其著作的许多地方（《反基督》、《瞧！这个人》、遗稿）。其中，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和《善恶的彼岸》中，精神病理学的解释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这种解释，圣人的所有“幻象、恐惧、疲惫、狂喜……都是众所周知的病态”（MA I, Nr. 126, KSA 2, 122）。将感官性视为异端并加以烙印，对一切属于人性的东西进行怀疑和钉十字架，“因自然而受苦”，向本能“开战”，以及在与自我的斗争中不断“交替经历胜利与失败”——在尼采看来，这些都是“禁欲主义者和圣人”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手段（MA I, Nr. 141, KSA 2, 134ff.）。在这方面，尼采对圣人的心理-道德谱系学分析，展现为他对↗禁欲主义（Asketismus）、↗怨恨（Ressentiment）和↗祭司（Priester）形象分析的一个特例。然而，这种大篇幅描绘的精神病理学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尼采对圣人怀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种异教徒式的敬畏（Heidenrespekt）。这首先可以解释为，尼采的圣人概念借用了↗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这既解释了尼采笔下否定自然、阴郁禁欲的圣人形象


神圣的，圣人

政治与“大政治”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迄今为止所有“政治、社会秩序、教育的问题”都被错误地提出了，因为人们“被教导去蔑视生命本身的基本事务”（EH, KSA 6, 296）。当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宣称：“世界上[才]从我开始有了大政治”时，他想借此表达的是，有一天，人们会将他的名字与地球上最大的危机、与“最深刻的良心冲突”联系在一起，他的著作代表了“人类最高自我反省的行动”。以他所发现的真理的名义，尼采向“数千年来的谎言”宣战。他预见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震荡以及所有“旧社会权力结构”的覆灭；那时，“政治的概念将完全融入一场精神之战中”。将“人类历史劈成两半”的灾难性事件，是对基督教道德的启蒙，即揭露其“对生命的死仇”及其对肉体事物的蔑视（EH, KSA 6, 365f, 373f.）。

尼采在最后的言论中（N, KSA 13, 637–647；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88年12月初）用来概括其哲学诉求的“大政治”概念，首先蕴含着一种对日常政治的立场，他对俾斯麦和霍亨索伦王朝的抨击便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应为那种“应当受到诅咒的、对民族自私和种族自私的煽动”负责，这种煽动错误地将自己标榜为大政治。因此，尼采宣称要为大政治做准备，似乎完全立足于启蒙运动的传统之中。王朝和祭司制度被痛斥为“真正对生命怀有死仇的制度”。所有现存的等级制度和界限都被宣布为不合法的。大政治带来的是“一场穿透所有关于民族、阶层、种族、职业、教育、修养等荒谬偶然性的战争”。然而，它同时也是一场规训活动，它“要让生理学成为凌驾于所有其他问题之上的主宰”。在这一意图中表达出来的生物主义，容易引发出恰恰与启蒙运动相悖的意识形态解读。尽管借用了现代科学和伪科学的观点，大政治的概念最终包含着对现代政治观念的拒绝，以及对更新柏拉图政治理想的尝试。统治和立法的能力，凭借特殊的德性，凭借肯定生命的能力和意愿，归属于新的哲学家们。

文献

Ansell-Pearson, K.: N. contra Rousseau. A study of N.s mo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1991, 38–49, 200–224; Marti, U.: »Der grosse Pöbel- und Sklavenaufstand«. 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Revolution und Demokratie, Stuttgart 1993, 269–295; Ansell-Pearson, K.: An introduction to N. as political thinker, Cambridge 1994, 147–162; Ottmann 21999, 239–312.

乌尔斯·马尔蒂 (Urs Marti)

神圣

关于圣人或神圣，尼采在“宗教生活”（MA I, 第108–144节）和“宗教本质”（JGB, 第45–62节）这两章中进行了论述，此外还散见于其著作的许多地方（《反基督》、《瞧！这个人》、遗稿）。其中，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和《善恶的彼岸》中，精神病理学的解释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这种解释，圣人的所有“幻觉、恐惧、疲惫、狂喜［……］都是已知的病态”（MA I, 第126节, KSA 2, 122）。将感官肉欲视为异端并加以痛斥，对一切人性的事物进行猜疑并钉上十字架，“因自然而受苦”，向本能“宣战”，以及在与自身的斗争中不断“交替经历胜利与失败”——在尼采看来，这些都是“禁欲主义者和圣人”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手段（MA I, 第141节, KSA 2, 134ff.）。在这方面，尼采对圣人的心理-道德谱系学分析，证明了它是对↗禁欲主义、↗怨恨以及↗祭司形象分析的一个特例。然而，大肆渲染的精神病理学可能会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尼采对圣人怀有一种——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极大的敬畏。这种敬畏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尼采关于圣人的概念是借鉴自↗叔本华的哲学。这不仅解释了尼采心中那个否定自然、阴郁禁欲的圣人形象，也解释了这一现象在尼采思想中无疑被赋予的突出地位。关于圣人的问题正是叔本华的“那个”问题，即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圣人［……］是如何”成为可能的（JGB, 第47节, KSA 5, 68）。另一方面，尼采也赞赏在圣人的禁欲主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权力意志”。“圣人作为最强大的人类物种——这一观念将道德完美性的价值抬到了如此高的高度。”（N, KSA 12, 561）在尼采看来，哲学家就像圣人一样，是“沙漠”的居住者（GM, KSA 5, 352）。他同样过着“贫穷、谦逊、贞洁”的生活，尽管是以一种“欢快的禁欲主义”方式（同上）。在↗超人的理念中，除了艺术家和哲学家之外，圣人也被整合了进去（N, KSA 10, 501, 514）。

鉴于叔本华式的视角，尼采对个别圣人或禁欲主义者的描绘是可以想象的片面：保罗，一个对律法有着“偏执狂”的“癫痫患者”（M, 第68节, KSA 3, 65）；阿西西的方济各“（神经质、癫痫患者、有幻觉者，像耶稣一样）”（N, KSA 13, 160；参见 KSA 12, 480f.）；“沙漠圣人”（“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有比沙漠圣人更肮脏的吗？”，Za IV, 论更高的人 13, KSA 4, 363）。与这种狭隘视野形成对比的是，他对帕斯卡尔、费内隆或盖恩夫人等詹森派和寂静主义者抱有某种敬意（M, 第192节，“希望有完美的对手”）。甚至在《反基督》中，人们还能发现他试图将基督本人塑造成一种自由精神（AC, 第33、35、41节）。谈到自己时，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写道：“我极其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将我封为圣人［……］我不想做圣人，我宁可做个小丑”（EH, 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 1, KSA 6, 365）。这句话反映了尼采对这两种形象的疏远，但也反映了他与这二者之间奇特的亲近感。“愚人与圣人——这两种最有趣的人类……”（N, KSA 13, 366）。毫无疑问，对他而言，他们正是如此，尽管他更倾向于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愚人，而绝不是“基督里的愚人”（Narr in Christo）。

亨宁·奥特曼 (Henning Ottmann)

英雄，勇士

一系列的主题（为不合时宜而战、超人、贵族元素等）促使诠释者们一再将尼采的哲学称为一种英雄主义的哲学。然而，《瞧！这个人》中明确的声明：“我是英雄本性的对立面”（KSA 6, 294），证明了一种始于《人性的，太人性的》的思维方向，这种方向让英雄与↗天才和↗圣人一同被冻结。这与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尼采神话相矛盾，后者深刻地影响了尼采的接受史，直至↗尼采崇拜的形成。这里仅需回顾一下格奥尔格圈子（George-Kreis）的追随者们（Gundolf-Hildebrandt 1923），尤其是贝特拉姆（Bertram）：“他的整个历史观和历史哲学都是由这种英雄化的意志所决定的。［……］他比卡莱尔更堪称是由狂热产生的史学的典型代表。”（Bertram 1918, 202）。

在《悲剧的诞生》中，普罗米修斯代表了“个体走向普遍的英雄主义冲动”以及他“试图跨越个体化束缚”的尝试。他那“想要成为世界本体自身”的意志导致他在自己身上承受了“隐藏在事物中的原初矛盾”。这位泰坦神“僭越并受苦”（GT, KSA 1, 70）。这种视角与↗艺术家形而上学的结构以及叔本华关于“永恒正义”的主题紧密相连：犯下个体化僭越之罪的原初意志在受苦。在悲剧中，从英雄的死亡中汲取了形而上学的慰藉，这种慰藉即使在叔本华的哲学中，也使得对生命的英雄式肯定成为可能。尽管所有个体都会经历死亡和消逝，但每一个体都必然确信有一种不间断的永恒存在。尼采根据瓦格纳早期的理论，来诠释瓦格纳乐剧中英雄主义、爱与死亡之间的强烈联系，他强调了其中肯定生命的一面：“死亡是对每一种伟大激情和英雄气概的印记，没有死亡，存在就毫无价值。［……］每一次这样的死亡都是爱的福音”（N, 11[18], KSA 8, 204）。对抗对瓦格纳式英雄而言具有特征性的救赎渴望


英雄

……以及在尼采思想中无疑赋予该现象的突出地位。关于圣人的问题是叔本华的“核心”问题，即如同否定生存意志一般，“如何［……］可能成为圣人”（JGB, Nr. 47, KSA 5, 68）。另一方面，尼采赞赏在圣人的禁欲主义中所记录下来的“权力意志”。“圣人作为最强大的人类物种——这一观念将道德完美的价值抬得如此之高。”（N, KSA 12, 561）在尼采看来，哲学家就像圣人一样，是“沙漠”的居民（GM, KSA 5, 352）。同样，他也践行着“贫穷、谦卑、贞洁”，尽管是在一种“明朗的禁欲主义”之中（同上）。在↗超人的理念中，除了艺术家和哲学家，圣人也被整合其中（N, KSA 10, 501, 514）。

考虑到叔本华的视角，尼采对个别圣人或禁欲者的描绘可以说是相当片面的：保罗，一个对律法抱有“固定观念”的“癫痫患者”（M, Nr. 68, KSA 3, 65）；阿西西的方济各“（神经质、癫痫患者、有幻觉者，像耶稣一样）”（N, KSA 13, 160; 参见 KSA 12, 480f.）；“沙漠圣人”（“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有比沙漠圣人更肮脏的东西吗？”，Za IV, 《更高的人》 13, KSA 4, 363）。与这种视野狭隘形成对比的是，他对帕斯卡（Pascal）、芬乃伦（Fénelon）或盖恩夫人（Frau von Guyon）等詹森主义者和寂静主义者怀有某种程度的尊崇（M, Nr. 192，“希望拥有完美的对手”）。人们甚至在《反基督》中发现，他试图将基督本人变成某种自由精神（AC, Nr. 33, 35, 41）。谈及自身时，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写道：“我极其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将我封圣［……］我不想成为圣人，我宁愿做个小丑”（EH, 《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 1, KSA 6, 365）。这句话反映了尼采对这两种形象的疏离，同时也反映了他与二者之间奇特的亲近感。“小丑与圣人——这两种最有趣的人类……”（N, KSA 13, 366）。对他来说，这二者无疑是这样的，即使他更倾向于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愚人，而绝不是一个“基督里的愚人”（Narr in Christo）。

亨宁·奥特曼 (Henning Ottmann)

英雄 (Held, Heros)

一系列主题（为不合时宜而战、超人、贵族元素等）促使诠释者们一再将尼采的哲学称为一种英雄主义哲学。然而，在《瞧！这个人》中的明确表述：“我是英雄天性的反面”（KSA 6, 294），却证明了一种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始于《人性的，太人性的》，并让英雄与↗天才和↗圣人一起被冻结。这与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尼采神话形象相矛盾，后者对尼采的接受史产生了强烈影响，直至促成了↗尼采崇拜的形成。在此仅需提及格奥尔格圈子（George-Kreis）的追随者们（Gundolf-Hildebrandt 1923），尤其是贝特拉姆（Bertram）：“他的整个历史观和历史哲学都是由这种英雄化意志所决定的。［……］甚至比卡莱尔更甚，他是源于热情的历史学的典型代表”（Bertram 1918, 202）。

在《悲剧的诞生》中，普罗米修斯代表了“个体走向普遍的英雄式冲动”以及他“超越个体化束缚”的尝试。他“想要成为唯一世界本体本身”的意志，导致他自己在自身之上承受了“隐藏在事物中的原始矛盾”。这位提坦“犯罪且受苦”（GT, KSA 1, 70）。这种观点与↗艺术家形而上学的结构以及叔本华关于“永恒正义”的主题紧密相连：犯下个体化之罪的原始意志在受苦。在悲剧中，从英雄的死亡中汲取了形而上学的慰藉，这种慰藉同样在叔本华的哲学中使得对生命的英雄式肯定成为可能。尽管有个体的死亡和一切个体事物的短暂性，但每个个体都确信有一种不间断的永恒存在。尼采根据瓦格纳早期的理论，解释了瓦格纳音乐剧中英雄主义、爱与死亡之间的强烈纽带，并强调了肯定生命的方面：“死亡是每一种伟大激情和英雄主义的印记，没有它，生存就毫无价值。［……］每一次这样的死亡都是爱的福音”（N, 11[18], KSA 8, 204）。晚期尼采充满讽刺地反对瓦格纳式英雄所特有的这种对救赎的渴望。瓦格纳通过叔本华被揭示为颓废者（décadent）：他的英雄们是大城市的孩子。他们穿着旧式的长袍（这仅仅代表一种异国情调的伪装），却隐藏着最现代的病态情感：“这些华丽的怪物，拥有来自史前的躯体和属于后天的神经”（N, 14 [63], KSA 13, 249）。瓦格纳的英雄们体现了现代性的解体与颓废。首先，通过“法国的”和欧洲的瓦格纳及其“兄弟”波德莱尔，尼采得以理解现代性中的英雄主义及其与颓废的关系。“成为自身所是之混沌的主人；迫使自己的混沌成形”（N, 14[61], KSA 13, 247），这种构成现代人的特质，以身体和精神的纪律为前提，是支持“艺术”、反对自然的决断。那种被追求的、却因“意志的疾病”而变得不可能的形态的统一与塑造，被转移到了舞台上：现代世界就是颓废的演员和戏子的舞台。纨绔子弟（dandy）的英雄主义在于他每天为自我展现所付出的努力。尼采无疑对这些潜在现代英雄的魅力抱有某种好感。在他与斯坦因（Stein，1882年12月初）关于英雄与世界的讨论中，尼采阐述了他对英雄的看法：“至于►英雄►，我对他并没有您评价得那么高。无论如何：他是人类生存最可接受的形式，尤其是在人们别无选择的时候”。►禁欲是英雄的一个本质特征，因为他恰恰必须向“我们内在的暴君（我们非常乐意将其称为►我们更高的自我►）”牺牲他最珍爱的东西。尼采提醒道：“您所处理的几乎全都是残忍的问题”（致斯坦因，1882年12月初）。尼采在其后期著作的多个核心段落中，抵制这种“虐待动物”（同上）的道德，以及那种源自于与被献祭的强大存在合一之感的狂热的牺牲精神。

信念的终结标志着英雄的危机，因为英雄总是需要一种信仰，即一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保证。在《不合时宜的考察》所特征化的形而上学信念的背景下，一种英雄主义的姿态仍是可能的。在第三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明确参照《附录与补遗》并援引爱默生，叔本华成为了英雄主义的导师：“幸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一段英雄的生涯”（SE 4, KSA 1, 373）。英雄主义是在慰藉的幻觉面前保持真诚的勇气。它开辟了通向自由精神哲学的道路。凭借其批判性的目光，尼采越来越主观地确信，英雄主义是宗教的衍生物，是探寻真理的敌人。追随泰纳，他激进地批判了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并指责其“狂热”无异于清教徒。“哪里缺乏意志，哪里就最渴望、最迫切地需要信仰”（FW, Nr. 347, KSA 3, 582）。

尼采将伟大精神的强大与那种准备为外在目的而牺牲的英雄主义相对立：视野的开阔，这是仅仅依靠自身的“个体主权”的前提。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将一种和平的形式，即学会了微笑的美，与那种标志着升华人之英雄意志的极端的争胜式（agonistischen）张力相对立：“‘我愿’（英雄们）凌驾于‘你应’之上；‘我是’（希腊诸神）凌驾于‘我愿’之上”（N, 25[351], KSA 11, 105）。崇高者，即升华的英雄，“降服了怪兽，解开了谜题：但他也应当救赎他的怪兽和谜题，［……］他应当将它们变成天国的孩子”（Za II, KSA 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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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亚诺·坎皮奥尼 (Giuliano Campioni)

（由 Renate Müller-Buck 从意大利语译出）


主人道德 – 奴隶道德

这种二分法是尼采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更准确地说，隐藏在两种道德（↗道德）方式的理想化代表——“主人”和“奴隶”——背后的是一种类型学划分。正如在《悲剧的诞生》（↗日神-酒神）中构建类型时一样，这既不指代现实中的代表，也不指代历史上的代表——正因为如此，尼采在此处和彼处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同时代人的误解——而是将各种特征凝结成一个形象。韦伯（↗社会学）的社会学研究深受其影响，韦伯通过其“理想类型构建”的方法认识到了尼采的做法，并在此方面追随了他。尼采的概念化拟人同样在具有哲学色彩的心理学中留下了痕迹：一方面是弗洛伊德对驱力（↗驱力）的区分，另一方面是舍勒（Scheler，1912）对原则判断形式的元心理学反思。尼采的前女友安德烈亚斯-莎乐美（Andreas-Salomé，1894，93–135）了解尼采对保罗·雷（Rée）心理学思考的回溯，她是第一个看到这种思想真正功能的人，并强调了伦理基础中对立的领域——实际上，它们在一个人或一种文化中往往只以混合的比例出现。

实际上，尼采所表达的并非两种不同的道德，而只是一种道德，但对这同一种道德存在着两种关系性的规定。尼采谈到了“两种基本类型”和“一[个]基本差异”（JGB，第9章，第260节，KSA 5，208）。作为自律意义上的行动导向，道德对尼采而言，依然经典地存在于自我立法（↗法则）的理念中。“主人”类型是卓越的自我立法者，而“奴隶”则是他律的象征。当“奴隶”出于习惯遵循文化中广泛传播和预先设定的行动指令时，“主人”则会思考“设定之物”必然具备的创造性层面。因此，在前者看来，价值体系是先在的，而在后者看来则是历史的建构。尽管如此，它们对后者来说依然是必要的。尼采的谱系学考察方法旨在科学地揭示这种差异。其意在表明，一方面的当前“有效性”与另一方面的“产生”的原因和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或者说是应当被区分开来的。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MA I，第44节，KSA 2，66f. 及 MA II，第45节，KSA 2，67f.）和《曙光》（M，第113节，KSA 3，102–104 及 M，第548节，KSA 3，318f.）中提出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初步构想。迄今为止，福柯（Foucault，1971）的考古学分析——例如对惩罚系统（↗惩罚）的分析——几乎独一无二地遵循了这种形式的谱系学考察。

在这些类型的命名中，可以看出其与黑格尔对“主奴”关系的辩证理解以及圣经的归因之间的联系与交锋。对尼采以及其他人来说，旧约-犹太教（↗旧约）的道德观是对律法的忠诚和盲从，而新约-基督教（↗新约）的道德观则是迈向自律的一步。与此相平行，对尼采而言，从道德史初期作为“↗复仇”和“↗审判”的↗正义观念也发生了现代化（Za II，KSA 4，122）。早在古典古代，就存在着一个由“高贵者”或“贵族”（↗贵族）组成的卓越群体，他们的“定义权”超越了伦理范畴，触及非道德领域，他们甚至通过对世间万物的命名赋予了“真”与“假”（↗真理）以意义。在尼采看来，他们最重要的行为是将自己归因为“好”（GM，第1章，第2节，KSA 5，260）。

直到“奴隶”才将这种社会学和准本体论的区分，变成了他们上述意义上的“道德”区分，即一种“道德化”的区分：他们否定了价值估量、价值创造和价值设定的创造力。简而言之：他们在无力制定规范、无力获得权力的“无能”（↗权力意志）感中，否定了这些价值的真实起源，并盲从于↗大众的行为。由此，创造能力与执行行为分离，并仿佛变得毫无创造力。尼采认为，正是由此产生了“反感”，即↗怨恨，它将具有创造力的“主人”或者说将他们身上价值创造与价值遵循的统一体污名化为不道德的，即“恶的”，并将打破他们他律的“破坏者”变成了“罪犯”（Za III，KSA 4，266 及 GM，第2章，第9节，KSA 5，307）。毫无疑问，这与↗超人的概念存在相似之处（EH，KSA 6，300）。

因此，对尼采而言，↗功利主义和道德具有同源性，康德伦理能力核心中那种带有必然性的“敬重”感，在尼采这里变成了“蔑视”：“奴隶道德本质上是效用的道德。这是那个著名的对立‘善’与‘恶’产生的温床：——人们在恶中感受到了权力和危险，感受到了一种不容蔑视的特定的可怕、精明与力量。因此，根据奴隶道德，‘恶人’激起恐惧；而根据主人道德，恰恰是‘好人’激起并且意欲激起恐惧，而‘坏’人则被认为是可鄙的”（JGB，第9章，第260节，KSA 5，211f.）。由此阐明了在“善”与“恶”之“彼岸”的意义：正是此岸，通过马基雅维利式的“好”与“坏”的具体化，对抗着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建构。然而，通过尼采坚决的态度——与他其他的观点相反——在历史理论层面上助长了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思想：与希腊人相反，被基督教所“克服”的犹太人（↗犹太教）——尼采称之为“地球上最糟糕的民族”（N，KSA 8，299）——的教义，向基督教传递了奴隶般将世界二分为实在领域和理想领域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律法的盲从和罪责感（FW，第135节，KSA 3，486f.）。

在《道德的谱系》第三章中（该章声称是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单单一句话的阐释），以“哲学家”和其他人为例，展示了思想是如何在奴隶道德——及其“心理学”——的轨道上运作，并最终导致道德的“自我扬弃”的：对思考而言纯粹具有实践必要性的↗禁欲主义（GM，第3章，第8节，KSA 5，351–356）被拔高为理想（GM，第3章，第10节，KSA 5，359–361）。这一理想的重要代表是禁欲的↗祭司，他引导那些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受苦的人（↗苦难）（GM，第3章，第11节，KSA 5，361–363），并承诺在一个乌托邦式的、无法定位的“彼岸”获得救赎（GM，第3章，第13节，KSA 5，365–367）。为了一个理想而否定此岸，恰恰使理想成为了“领袖-羊群”机制不可或缺的对立衬托。最终，在祭司的劝说下，其追随者将受苦的原因归咎于自身（GM，第3章，第15节，KSA 5，372–375）。正是在这里，通过那些对苦难“负有罪责的人”联合起来反对“无辜者”——即尼采意义上自我立法的“主人”——才实现了真正的“羊群化”。从此以后，“羊群”始终通过与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人划清界限来次生地定义自身。随之，“奴隶”通过否定“主人”的设定来推论自身，而“主人”则将自己的设定作为自身来加以肯定（↗说“是”，肯定）。哲学在其“求真意志”中也特别深刻地打上了这种奴隶式三段论（德勒兹 Deleuze 1976，130–134）的印记，它就像“奴隶道德”一样注定要“自我扬弃”（GM，第3章，第27节，KSA 5，408–411）。尼采关于奴隶式“羊群本能”的心理学部分建立在他对反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主义）和“优生学”创始人英国人高尔顿（Galton）的文本阅读之上（Haase 1989，643–651）。

反应性思维传统的压倒性优势证明了在西方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以不同版本反复出现的二元论观点：规范指导的行为与规范证成之间、经验与先验之间、合法性与正当性之间的二元论。在任何情况下，似乎作为论述基础的辩护都只是那些事件的实体化，奠定基础的“主人道德”是对建立在相对者基础上的“奴隶道德”的反映。然而在尼采看来，奠基/确立与执行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们就像“闪电”和“雷声”一样，仅仅是在事后通过语言（↗概念）被表征为相互分离的实体（GM，第1章，第13节，KSA 5，279）。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延续到对↗大地具体的、政治的统治中：在其向“尘世”转向的语境中，尼采本人多次谈到由“大地的主人”所定义的“土壤”（GM，第2章，第18节，KSA 5，326 及 N，KSA 12，215）。

尼采认为，当前“事物的民主（↗民主）秩序”（JGB，第9章，第261节，KSA 5，213）——即伦理和本体论道德、道德价值与经济价值（↗资本主义）——的原因，应该在“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混合中去寻找。在这里，这两种类型首次相互交织，以至于它们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形式，人们可以借尼采之思想来反对尼采对民主的敌意。在不以黑格尔式方式将两者互相扬弃的情况下，纯粹被动的功利主义和纯粹自足的创造力（↗实验，实验哲学）之间的结合，开启了一种解放的、实用主义实践道德理解的可能性，尼采早在《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中就已将其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立足当下的道德理解指引出来（↗历史）。

文献：Andreas-Salomé 1894; Scheler, M.: 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Leipzig 1912; Haase, M.-L.: FN. liest Francis Galton, in: NSt 18 (1989), 633–658; Foucault, M.: N., die Genealogie, die Historie (1971), in: Guzzoni 1991, 108–125.

Stephan Günzel

历史

尼采在1886年将他与历史的关系区分了早期和晚期阶段（MA II，序言，KSA 2，370），研究界也遵循了这一划分（Schlechta 1958, 52; Müller-Lauter 1971, 36）。早期的尼采（《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被认为是对历史持批判态度的，而中期和晚期的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则被认为是对历史友好的。然而，事实上，这种所谓的转变也是由于尼采在使用“历史”这一概念时术语上的模糊性造成的。

I.

在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考察》（HL）中，尼采将“历史”理解为历史主义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理性，正如19世纪以兰克（Ranke）等人为代表的在历史学中，以及随着古典文献学和神学中的历史批判方法所确立的那样。他将其归咎于神话的解体（GT 25）以及生命创造性“本能”的消解（HL 6–7）。与之相对，他设定了一种“为生命服务的历史”的理想，这种历史能以三种形式满足人类对非历史和超历史的需求：“纪念碑式的历史”促进了对荣耀和伟大的追求，“好古式的历史”通过对传统的崇敬赋予了人们“根基”和“故乡”，而“批判式的历史”则将那些因传统受苦的人从过去的重担中解放出来（HL 2–3）。尼采的历史类型学在功能上可与↗日神-酒神（《悲剧的诞生》1–4）的生存-美学范畴相媲美（Meyer 1998, 157–159）。晚期的尼采同样捍卫了这种“不合时宜的”，即非客观-历史主义的、而是选择性和审美地运作的历史（MA I，第274节；JGB，第224节），将其视为现代主体的必然“解药”（WS，第188节），现代主体在对传统的主观汲取中自我决定（MA II，第223节）并赋予自身力量。

II.

尼采还将“历史”的概念与所有形式的黑格尔式历史哲学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进步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这些思想将历史解释为一种有目的的“发展”；他——像叔本华和布克哈特一样——将其批判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建构（HL 8–9；MA I，第238节；N，KSA 12，9 [43] 355）。相反，尼采悲观地将历史解释为一部衰退史（GT；JGB，第203节），或解释为一种没有意义和目的、仅受人类“个体利己主义”运动驱动的事件；这在他1872年的极早期文本中就已经存在了（FV 1, WL）。后来，他将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聚焦为关于↗“权力意志”作为“一切历史的原始事实”的论断（JGB，第259节）。

III.

最后，对尼采而言，历史思维也可以成为形而上学批判的一种形式（MA I，第1节；MA II，第10节）。早在1872年，尼采就出于批判的目的，将赫拉克利特的“生成哲学”用来反对（古典古代）本体论的“空洞”与“永恒”原则（PhtZ 5），并由此预示了对“历史作为对感官的信仰”的规定（GD，KSA 6，74f.）。相应地，“道德的自然史”（JGB, 5）能够将（基督教的）理念有效性


历史

定义了“大地的主人”（GM, 2. Abh., Nr. 18, KSA 5, 326 u. N, KSA 12, 215）。

尼采认为，当前“民主的（∧民主）事物秩序”（JGB, 9. Abh., Nr. 261, KSA 5, 213）——即伦理与本体论的道德、道德与经济的价值（∧资本主义）——其根源应在“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混合中去寻找。在这里，这两种类型首次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它们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用来反对尼采自身的反民主倾向。在没有将两者以黑格尔式的方式相互扬弃的情况下，纯粹被动的功利主义与纯粹自足的创造力（∧实验，实验哲学）之间的结合，开启了一种解放的、实用实践的道德理解的可能性，尼采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中已经将这种理解证明为一种批判的和当下的理解（∧历史学）。

文献：Andreas-Salomé 1894; Scheler, M.: 道德建构中的怨恨，莱比锡 1912; Haase, M.-L.: F.N. 阅读弗朗西斯·高尔顿，载于: NSt 18 (1989), 633–658; Foucault, M.: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971), 载于: Guzzoni 1991, 108–125。

Stephan Günzel

历史学（Historie）

1886年，尼采区分了他早期和晚期对历史学的态度（MA II, Vorrede, KSA 2, 370），学术界也大多沿用了这一区分（Schlechta 1958, 52; Müller-Lauter 1971, 36）。早期的尼采（《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被视为对历史学持批判态度，而中期和晚期的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则被视为对历史学持友好态度。然而事实上，这种假定的转变，也是由于尼采在使用“历史学”这一概念时术语上的模糊性所致。

I. 在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考察》（HL）中，尼采将“历史学”理解为历史主义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理性，这种理性在19世纪随着兰克（Ranke）的历史学以及古典文献学和神学中的历史批判方法而确立。他认为这要为神话的解体（GT 25）和生命中创造性“本能”的消解（HL 6–7）负责。与此相对，他提出了“服务于生命的历史学”的理想，这种历史学能够以三种形式满足人类对非历史（Unhistorischen）和超历史（Überhistorischen）的需求：“纪念碑式的历史学”促进了对荣誉和伟大的追求；“好古的历史学”通过对传统的崇敬，给予人类“根基”和“家园”；而“批判的历史学”则将那些因传统而受苦的人从过去的重担中解放出来（HL 2–3）。尼采的历史学类型学，在功能上可与日神-酒神的生存论-美学范畴（《悲剧的诞生》 1–4）相提并论（Meyer 1998, 157–159）。晚期的尼采也同样捍卫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即并非客观-历史主义的、而是有选择地且以美学方式运作的历史学（MA I, Nr. 274; JGB, Nr. 224），将其视为现代主体的一种必要的“解药”（WS, Nr. 188），使该主体在对传统的具有主观性的挪用中实现自我决定（MA II, Nr. 223）与自我赋权。

II. 尼采还将历史学的概念与所有形式的黑格尔式历史哲学以及具有政治效力的进步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这些思想将历史解释为一种有目的的“发展”；像叔本华和布克哈特一样，他批评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建构（HL 8–9; MA I, Nr. 238; N, KSA 12, 9 [43] 355）。相反，尼采悲观地将历史解释为一部衰亡史（GT; JGB, Nr. 203），或者是一个没有意义和目的的过程，仅仅由人类“个别利己主义”的运动所驱动；这一点在他1872年最早的文本中就已体现（FV 1, WL）。他后来将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聚焦为关于↗“权力意志”作为“所有历史的原初事实”的论断（JGB, Nr. 259）。

III. 最后，对尼采而言，历史性思维也可以是形而上学批判的一种形式（MA I, Nr. 1; MA II, Nr. 10）。早在1872年，尼采就出于批判的目的，将赫拉克利特的“生成哲学”运用于反对（古代）本体论的“空洞”与“永恒”原则（PhtZ 5），并由此预示了对“历史学作为对感官的信仰”的界定（GD, KSA 6, 74f.）。相应地，“道德的自然史”（JGB, 5）能够解构（基督教）道德的理念有效性。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批判的历史学方法（Stegmaier 1994, 65）。由于它戏仿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历史书写，并从视角主义出发重新解释了历史（Foucault 1971），“谱系学”克服了历史学作为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历史哲学的负面面向，并进一步发展了尼采早期关于非客观主义历史学的构想。

文献：Schlechta, K.: 尼采对历史学的态度，载于：同上作者：尼采案，慕尼黑 1958; Foucault, M.: 尼采、谱系学、历史学 (1971)，载于：同上作者：论知识的颠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7, 69–90; Stegmaier 1994; Meyer, K.: 历史学美学：F.N.的“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维尔茨堡 1998。

Katrin Meyer

白痴（Idiot）

尼采在早期为数不多的提及中，总是将“白痴”一词或带有“白痴”的词组用作贬义，指代精神失常、迟钝、愚蠢。在1880年代末的晚期著作中，这个词经常出现，有时仍带有这种论战意味，尤其是用来针对瓦格纳、俾斯麦和威廉二世，但现在，尼采大多时候引入了它与梅什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1868/69）主人公——之间那种复杂微妙的内涵。作为俄罗斯基督的典型，梅什金是那个纯真愚人帕西法尔（Parzival）的对应物，他极度敏感，没有作恶的能力，甚至没有丝毫的不诚实。与此相关的核心段落见于《反基督》第29节，在那里，尼采抨击了勒南（Renan）将耶稣错画为天才和英雄的做法。在他对“救赎者的心理类型”的探究中，尼采似乎觉得这里用另一个词要恰当得多：“白痴这个词”（KSA 6, 200）。自初版（GA VIII, 1895）以来，这三个词在所有版本中都缺失了，这大概是为了避免触犯普鲁士的反亵渎神明法。直到W. 考夫曼（W. Kaufmann）的《便携版尼采》（1954）和施莱希塔（Schlechta）的《尼采三卷本著作集》（第2卷，1955），该文本才得以恢复。如今，学术界已经确认，尼采在此并非——或者正如R. 罗斯（R. Roos）所言，不只是——为了进行亵渎性的评判，而是为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上，对救赎者这一类型进行更为细致的心理-生理学评价。作为这个白痴般耶稣的对立面，尼采认为是那种圆滑、狡诈和阴险，比如他在康德，尤其是保罗身上所看到的那样：“保罗绝对不是一个白痴！——基督教的历史便系于此”（N, KSA 13, 237）。参见 KSA 6, 42, 70; 177, 196, 216, 235, 418, 423, 426; N, KSA 11, 130; N, KSA 13, 237, 267f., 273, 295, 300, 409, 599, 643f.; KSA 15, 194, 209。

文献：Dibelius, M.: F.N. 笔下“救赎者的心理类型”，载于：DVLG (1944), 61–91; Benz, E.: 尼采关于基督教与教会历史的思想，莱顿 1956, 100–103; Kaufmann 1982, 396–398; Roos, R.: 尼采文献学阅读规则，载于：今日尼采，巴黎 1973, II, 306; KSA 14, 435f.; Cancik, H./Cancik-Lindemaier, H.: “救赎者的心理类型”及其在弗朗茨·奥弗贝克与F.N.那里被呈现的可能性，载于：Brändle, R./Stegemann, E.W. (主编)：弗朗茨·奥弗贝克对基督教未了的质询，慕尼黑 1988, 108–135; Hoffmann 1991, 164f., 289, 493–495; Hoffmann, D. M.: 巴塞尔尼采档案馆，巴塞尔大学图书馆 1993, 88f.; Sommer, A.U.: F.N.的《反基督》。一部文献学-历史学评注，巴塞尔 2000, 287–290。

David Marc Hoffmann

本能（Instinkt）

根据尼采的观点，即“权力意志”就是“趋向自由的本能”（GM, 2. Abh., Nr. 18, KSA 5, 326），对尼采而言：“一切好的东西都是本能——因此，是轻松的、必然的、自由的”（GD, KSA 6, 90）。由此，尼采也定义了“坏”，它由于“本能退化所导致”的缺乏“本能安全性”，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错误。对尼采来说，本能退化从根本上在于人们没有遵守“本能的第一绝对命令”，即：“对于某些事情，人们是不问的”（GD, KSA 6, 142）。

与所有道德行为都是理性行为、且道德性奠基于思想之中的流行观点相反，尼采认为，不仅是 ↗天才，连善良也 

⇒ 扎根于 ← 本能之中。尼采认为，道德判断奠基于非理性之中，奠基于本能之中。因此，对尼采而言，→ 所有有意识进行的思考，也代表了一种比同等思考要低得多的道德程度 ← ，→ 只要后者是发自其本-


本能

摧毁道德。在《道德的谱系》（Genealogie der Moral）中，尼采将作为批判的历史方法进一步推向极致（Stegmaier 1994, 65）。由于它戏仿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历史书写，并从视角主义出发重新解释了历史（Foucault 1971），“谱系学”克服了历史作为历史主义以及作为形而上学历史哲学的消极方面，并推进了尼采早期关于非客观主义历史的构想。

参考文献：Schlechta, K.: N.s Verhältnis zur Historie, 载于: 同上（ders.）: Der Fall N., München 1958; Foucault, M.: N., die Genealogie, die Historie (1971), 载于: 同上: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Frankfurt a.M. 1987, 69–90; Stegmaier 1994; Meyer, K.: Ästhetik der Historie. F.N.s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 Würzburg 1998.

Katrin Meyer

Idiot

尼采在早期为数不多的提及中，总是将“白痴”（Idiot）一词或包含“白痴”的词组用作贬义，指代精神失常、迟钝、愚蠢。在19世纪80年代末的晚期著作中，该词频繁出现，有时仍带有这种论战意味，特别是用于反对瓦格纳、俾斯麦和威廉二世，但现在尼采大多将其与梅什金公爵——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1868/69）的主人公——那多面性的内涵联系起来使用。梅什金作为俄罗斯基督的类型，是那个愚蠢的傻瓜帕西法尔（Parzival）的对应物，他高度敏感，完全没有作恶甚至有任何不诚实行为的能力。与此相关的核心段落见于《反基督》（Der Antichrist）第29节，尼采在那里反驳了勒南（Renan）将耶稣错画为天才和英雄的观点。在他探讨“救赎者的心理类型”时，尼采认为在这里用另一个词似乎更为恰当：“白痴这个词”（KSA 6, 200）。自初版（GA VIII, 1895）以来，这三个词在所有版本中都被删去了，可能是为了避免触犯普鲁士的反亵渎神明法。直到W.·考夫曼（W. Kaufmann）的《便携版尼采》（The Portable N., 1954）和施莱希塔（Schlechta）的《三卷本全集》（第二卷，1955），该文本才得以恢复。如今，研究界已经确认，尼采此处的意图并非——或者如R.·罗斯（R. Roos）所言，不只是——做出一种亵渎性的评价，而是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上，对救赎者的类型进行一种更具分化的心理-生理学评价。作为这个白痴般耶稣的对立面，尼采认为是精明、狡诈和阴险，他在康德，尤其是保罗身上看到了这些特质：“保罗绝对不是一个白痴！——基督教的历史就维系于此”（尼采，KSA 13, 237）。参见 KSA 6, 42, 70; 177, 196, 216, 235, 418, 423, 426; 尼采, KSA 11, 130; 尼采, KSA 13, 237, 267f., 273, 295, 300, 409, 599, 643f.; KSA 15, 194, 209。

参考文献：Dibelius, M.: Der «psychologische Typ des Erlösers« bei F.N., 载于: DVLG (1944), 61–91; Benz, E.: N.s Ideen zur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und der Kirche, Leiden 1956, 100–103; Kaufmann 1982, 396–398; Roos, R.: Règles pour une lecture philologique de N., 载于: N. aujourd’hui, Paris 1973, II, 306; KSA 14, 435f.; Cancik, H./Cancik-Lindemaier, H.: Der «psychologische Typus des Erlöser« und die Möglichkeit seiner Darstellung bei Franz Overbeck und F.N., 载于: Brändle, R./Stegemann, E.W. (主编): Franz Overbecks unerledigte Anfragen an das Christentum, München 1988, 108–135; Hoffmann 1991, 164f., 289, 493–495; Hoffmann, D. M.: Das Basler N.-Archiv, Universitäts-bibl. Basel 1993, 88f.; Sommer, A.U.: F.N.s Antichrist. Ei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r Kommentar, Basel 2000, 287–290.

David Marc Hoffmann

Instinkt

根据尼采的观点，“权力意志”即“对自由的本能”（《道德的谱系》[GM]，第二篇，第18节，KSA 5, 326），对尼采而言：“一切善的都是本能——因此也就是轻松、必然和自由的”（《偶像的黄昏》[GD]，KSA 6, 90）。对尼采来说，“恶”也由此被定义，它因缺乏本能的确定性，作为“本能退化的结果”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错误。在尼采看来，本能退化的本质在于人们不遵守“本能的第一绝对命令”，即：“对于某些事情，人们是不提问的”（《偶像的黄昏》[GD]，KSA 6, 142）。

与所有道德行为都是理性行为、且道德性建立在思维基础之上的普遍观点相反，尼采认为，不仅 ↗ 天才，而且善良也都 ⇒ 存在于 ← 本能之中。尼采认为，道德判断建立在非理性之中，建立在本能之中。因此，在尼采看来， → 任何有意识进行的思维，也代表着一种低得多的道德程度 ← ， → 相较于同一个人在由其本能引导时的思维 ^{©} （尼采，1888年初–1889年1月初，15 ^{[}²⁵^{]} ，KSA 13, 421）。“只有凭本能行动，人的行动才是完美的 ^{©} ”（尼采，1888年初–1889年1月初，15 ^{[}²⁵^{]} ，KSA 13, 421）。关于本能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对尼采来说，这一直隐藏在信仰与知识的神学问题背后：“在对事物的价值评估方面，本能是否比探究理由、追问一个‘为什么？’的理性更配享有权威”（《善恶的彼岸》[JGB]，第191节，KSA 5, 112），尼采明确地做出偏向本能的回答：“当一个本能被理性化时，它就被削弱了：因为由于它将自身理性化，它便削弱了自身 ^{©} ”（《瓦格纳事件》[WA]，跋，KSA 6, 40f.）。

因此，对尼采而言，“所有道德教育中的大理性[…]始终在于，人们试图在此获得一种本能的确定性”（尼采，1888年春，14 [111]，KSA 13, 288）。因此，在尼采看来，将野蛮但健康的本能予以理性化，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手段，借以使健康的本能变得病态，使健康的文化变为病态的文化，这又是 ↗颓废（Décadence）的表现：“与野蛮本能的斗争，不同于与病态本能的斗争：为了克服野蛮，令人染病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手段：基督教的心理治疗常常归结为，把一头野兽变成一只病态的、因而被驯服的动物”（尼采，1888年初–1889年1月初，15[56]，KSA 13, 445）。

然而，对尼采而言，本能并非单纯的非理性，作为理性与有意识思维的根基，本能本身就是一种智力，并且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所有智力中”“最聪明的一种”（《善恶的彼岸》[JGB]，第218节，KSA 5, 153）。在尼采看来，从 ↗意识（Bewußtsein）中产生了“无数的失误”，“人类必定会因为他们的意识而毁灭”，若非存在本能的调节力量，人类借此得以自我保存（《快乐的科学》[FW]，第11节，KSA 3, 382）。然而，尼采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抛弃人类的意识，而是将其问题化：如果将意识与本能割裂开来，那么它迄今为止是否被正确理解了。由于人们假设意识“是人的核心；是他持久的、永恒的、终极的、最原初的东西”，人们便把它看作“一个固定的已知量”。但这不仅导致了对其产生“可笑的高估和误解”，而且也阻碍了它的发展：“因为人们自以为已经拥有了意识，所以他们便很少费心去获取它。”因此，对尼采而言，一项任务是根本性地理解意识在身体和本能上的受动性。因而关键在于“将知识内化并使其本能化”（《快乐的科学》[FW]，第11节，KSA 3, 382f.）。因此，尼采的目的是要超越我们关于意识及道德运作方式的虚伪表象，去理解那些因道德偏见占据主导地位而“遭到诽谤的本能”，将其作为意识乃至道德的基础（参见 尼采，1887年秋 – 1888年3月，10[57]，KSA 12, 485）。在此，尼采对本能的平反是针对“畜群本能”的，后者相信一种“行为的等价性”，而在尼采看来，这在现实关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预设了：“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平等待人：我如何待你，你就如何待我”（尼采，1888年初–1889年1月初，22[1]，KSA 13, 583f.）。

参考文献：Kaufman (1950), 1982, 271–273; Bueb, B.: N.s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Stuttgart 1970, 71–75; Schipperges, H.: Am Leitfaden des Leibes. Zur Anthropologik und Therapeutik F.N.s, Stuttgart 1975, 45–52; Vincenz, A.: F.N.s Instinktverwandlung, Basel 1999.

Volker Caysa

Irrtum und Schein

错误与假象是尼采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它们与 ^谎言 的概念，同时也与 ^真理 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后者在尼采看来只是错误的一种特殊星丛（尼采，KSA 11, 598），或者说是服务于生命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错误：“真理是那种若没有它，某类特定的生命体就无法生存的错误”（尼采，34 [253]，KSA 11, 506）。


谬误与假象

……能所引导（N，1888年初 – 1889年1月初，15，KSA 13, 421）。“人们只有在凭本能行动时，其行动才是完美的”（N，1888年初 – 1889年1月初，15，KSA 13, 421）。关于本能与理性之间关系的问题，对尼采而言，此前一直隐藏在信仰与知识的神学问题背后，“关于在对事物的价值评估方面，本能是否比理性更值得拥有权威的问题，因为理性总是要探求理由，追问一个‘为什么？’”（JGB，第191节，KSA 5, 112），尼采给出了明确偏向本能的回答：“一种本能如果被理性化了，它就被削弱了：因为一旦它被理性化，它就削弱了自身”（WA，跋，KSA 6, 40f.）。

因此，对尼采而言，“在所有道德教育中，大理性[…]始终在于，人们在此试图达到一种本能的确定性”（N，1888年春，14 [111]，KSA 13, 288）。因此，在尼采看来，将粗野但健康的本能理性化，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使健康的本能变得病态，使健康的文化变得病态，这反过来又是↗颓废（Décadence）的体现：“反对粗野本能的斗争不同于反对病态本能的斗争：为了制服粗暴，使之生病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基督教的心理治疗通常归结于此，即把一头野兽变成一只病态的、因而温顺的动物”（N，1888年初 – 1889年1月初，15[56]，KSA 13, 445）。

然而对尼采来说，本能并非纯粹是非理性的，相反，作为理性与有意识思考的基础，它本身就是一种智力，而且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所有智力类型中”“最明智的”那一种（JGB，第218节，KSA 5, 153）。在尼采看来，源于↗意识（Bewusstsein）的是“无数的失误”，“人类本该因其意识而走向毁灭”，如果不是因为本能具有调节力量，使人得以自我保存的话（FW，第11节，KSA 3, 382）。不过，尼采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抛弃人的意识，而是提出质疑：如果将意识与本能割裂开来，它迄今为止是否被正确理解过。由于人们假设意识“是人的核心；是他那持久的、永恒的、终极的、最原初的东西”，人们便将其视为“一个固定给定的量”。但这不仅导致了对意识的“可笑的高估和误解”，而且也阻碍了它的发展：“因为人们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了意识，所以他们很少努力去获取它”。因此，尼采的一项任务就是从意识与身体及本能的联系出发，根本性地理解意识。因此，重要的是“将知识肉身化并使之成为本能”（FW，第11节，KSA 3, 382f.）。由此可见，对尼采而言，关键在于超越我们关于意识及道德运作方式的虚伪观念，将那些因道德偏见占统治地位而“被诽谤的本能”既用于奠定意识的基础，也用于奠定道德的基础（参见 N，1887年秋 – 1888年3月，10[57]，KSA 12, 485）。在此，尼采对本能的平反转而反对“畜群的本能”，这种本能相信一种“行动的等价性”，而在尼采看来，这种等价性在现实关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平等待人：我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我”（N，1888年初 – 1889年1月初，22[1]，KSA 13, 583f.）。

文献：Kaufman (1950), 1982, 271–273; Bueb, B.: N.s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Stuttgart 1970, 71–75; Schipperges, H.: Am Leitfaden des Leibes. Zur Anthropologik und Therapeutik F.N.s, Stuttgart 1975, 45–52; Vincenz, A.: F.N.s Instinktverwandlung, Basel 1999.

Volker Caysa

谬误与假象是尼采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它们与谎言的概念相关联，但也与真理的概念相联系，对尼采而言，真理仅仅标志着谬误的一种特殊聚合（N, KSA 11, 598），或者说是谬误的一种服务于生命的特殊形式：“真理是那种若没有它，某种特定类型的生物便无法生存的谬误”（N, 34 [253], KSA 11, 506）。

尼采使用谬误这一概念，一方面是为了指代某些在传统中被视为真理的特定谬误（例如，参见《四大谬误》[Die vier grossen Irrthümer]，GD，KSA 6, 88–97），另一方面则是普遍地用以刻画一切认识之必然的谬误性：“认识本质上即是假象”（N, 6 [441], KSA 9, 312）。然而，后一种定义对尼采来说并不是为了将认识贬低为感官的错觉，相反，通过尼采的认识批判怀疑论，谬误与假象这对备受非议的概念在哲学史上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地位提升；在此过程中，整个柏拉图式的真理形而上学遭到了摒弃，而谬误则被确立为基础范畴：“无论人们今天站在哲学的何种立场上：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自以为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谬误性，是我们双眼依然能够把握的最确切、最坚实的东西[]”（JGB，第34节，KSA 5, 52）。因此，他说，“真理比假象更有价值，这只不过是一种道德上的偏见；它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被证明得最糟糕的假设。人们总该向自己承认这一点：如果不以透视性的估价和假象性为基础，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生命存在”（同上，53）。

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已成为谬误与阿波罗式假象的辩护者。在体验梦境或体验艺术时，人自始至终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假象属性。“具有哲学头脑的人”也会同样地体验到经验世界的非实在性，并预感到“即使在我们生活和存在于其中的这一现实之下，还隐藏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因此这现实本身也是一种假象”（GT 5, KSA 1, 26）。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仍将假象与一种形而上学上预先存在的存在联系起来。他将这种存在定义为“真正的存在者和太一，作为那永恒受苦且充满矛盾者”，它“需要那令人心醉神迷的幻象和充满愉悦的假象，以获得不断的救赎”（GT 4, KSA 1, 38）。然而，决定性的是，根据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观点，本质对于人而言并不在假象中显现（参见 GT，前言，KSA 1, 17f.），正如黑格尔所假设的那样，而是隐藏在假象之下。对于这个假象，“我们完全被它束缚并由它构成，不得不将其感受为那真正的非存在者，即一种在时间、空间和因果性中持续不断的生成过程，换言之，感受为经验实在”（GT, KSA 1, 38f.）。通过这种方式，“真正的存在者”被“完全移出了我们视野的感知角度”（Bohrer 1981, 123），我们所有的经验、认识和价值评估都是按照假象的法则进行的，并且在范畴上始终与真理保持着分离。

在后期的著作中，尼采对假象概念的思考抛弃了《悲剧的诞生》中的形而上学假设。由此，将本质与假象相对立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了：“如今对我来说，什么是假象！它绝不是某种本质的对立面，——除了它作为假象的诸多属性之外，我还能对任何本质说些什么呢！它绝不是一个可以戴在一个未知的X脸上、并且大概也能摘下来的死面具！对我来说，假象就是那起作用的、活生生的东西本身”（FW，第54节，KSA 3, 417）。在此之前，人们错误地将假象实体化，并由此虚构出一种本质，然而这种本质尽管地位虚构，却能发挥真实的作用：“从一开始存在的假象，最终几乎总是变成某种本质，并作为本质发挥作用！”（FW，第58节，KSA 3, 422）。

对于认为他以这种假象概念陷入了述行矛盾（因为任何关于假象的言说都必然以一个显现者作为其原因）的反对意见，尼采反驳道，这种逻辑本身也是虚构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矛盾产生于一种思维强迫，而这种强迫则归咎于对语法过于轻信（JGB，第34节，KSA 5, 53f.）。尼采怀疑“真与假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对立”，并质问道，难道“假设假象有不同程度，就像用画家的语言来说，有假象的较明和较暗的阴影和整体色调，——不同的色值（valeurs），这样难道还不够吗？与我们相关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是一个虚构？”（同上）。因此，那种广泛流传的说法，即认为尼采颠倒了柏拉图主义——一方面将以前被视为真实世界的东西宣布为假象，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将柏拉图眼中纯粹是假象的感官现实提升为存在（例如 Meyer 1991, 472）——对于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之后所采取的哲学立场而言是错误的。如今，这种假象-存在的二元图式被彻底瓦解了（参见：N, 40 [53], KSA 11, 654）。根据尼采极度怀疑主义的认识论，世界始终是我们认知器官进行虚构综合的产物（N, 11 [145], KSA 13, 68）。在《“真实世界”最终如何变成寓言。一段谬误的史话》（Wie die „wahre Welt“ endlich zur Fabel wurde. Geschichte eines Irrthums）中，尼采宣称：“真实的世界我们已经废除了：还剩下哪个世界？也许是假象的世界？不！随着真实世界被废除，假象的世界也一同被废除了！”（GD, KSA 6, 81）。

文献：Bohrer, K.-H.: Ästhetik und Historismus: N.s Begriff des Scheins, in: ders.: Plötzlichkeit. Zum Augenblick des ästhetischen Scheins, Frankfurt a.M. 1981, 111–138; Simon, J.: Der gewollte Schein. Zu N.s Begriff der Interpretation, in: Djuric, M./Simon, J. (Hgg.): Kunst und Wissenschaft bei N., Würzburg 1986, 62–74; Schmidt, A.: Über Wahrheit, Schein und Mythos im frühen und mittleren Werk N.s, in: Bauschinger, S./Cocalis, S. L./Lennox, S. (Hgg.): N. heute, Bern/Stuttgart 1988, 11–22; Rethy, R.: »Schein« in N.s Philosophy, in: Ansell-Pearson, K. (Hrsg.): N. and Modern German Thought, London 1991, 59–87; Meyer, Th.: N.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Tübingen 1991, 466–509.

Claus Zittel

说是，肯定：说是，说不

尼采的“说是”概念与他的↗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unft）“学说”密切相关，后者是“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肯定的最高公式”（EH, KSA 6, 335）。通过这一概念，在尼采那里，原本在隐喻内涵层面上首先作为物理学意义上来理解的相同时空构型的重复，变成了一个具有行为引导特征的强有力的伦理学概念（Simmel 1906）。

一个行为价值的等级秩序分化为两个方向：“好”与“坏”。“坏”是指一切——例如迎合↗大众（Masse）口味的——不基于单一的意志行为，而是在机械意义上仅仅是对同一事物的纯粹重复、对现存秩序之复刻的事物。对此，根据尼采的观点，必须“说不”。然而，既然这种“说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个人的、意志性的决定，那些按照“奴隶道德”（↗主人道德 – 奴隶道德 [Herrenmoral – Sklavenmoral]）模式、受怨恨（↗怨恨 [Ressentiment]）驱使进行评判的代表人物，便对任何事物和一切事物都“说是”。在尼采看来，即使是说不，也需要“乐趣”（FW，第32节，KSA 3, 403 及 JGB，第210节，KSA 5, 143）。

尼采以“驴子”这一形象对这类人进行了戏仿，驴子不断地发出“I-A”的叫声，这只是与有意识的“Ja”（是）同音而已（Za IV, KSA 4, 388f.）。驴子是一个虚伪的说是者。它就像那些想要从查拉图斯特拉那里套出永恒轮回思想的动物（动物 [Tier]）一样，唱着一首关于该思想的“老调重弹的歌”（Za III, KSA 4, 273）。在尼采看来，真正的说是——正如只有孩子才能做到的那样（Za I, KSA 4, 31）——意味着一种双重的行为：对存在之物“说是”，更准确地说，是对生成之物“说是”，并且还要对这第一个肯定本身“说是”——意愿事物应当如其生成的样子而存在。尼采自传《瞧，这个人》（Ecce homo）的副标题——“人如何成为他所是的样子”（Wie man wird, was man ist）——既精炼又纲领性地概括了这一点。

德勒兹（Deleuze，1968, 79 ff.）将这种肯定伦理学的效果视为一种重复，这种重复不同于被预先设想为同一性的理想化重复，它实际上产生的是差异。同样，这一概念在尼采那里通过一个形象——在这里是通过两个形象的组合——体现在阿丽亚娜的悲歌中（DD, KSA 6, 398–401）：狄俄尼索斯（↗阿波罗式-狄俄尼索斯式 [apollinisch-dionysisch]）对世界“说是”，而↗阿丽亚娜（Ariadne）对狄俄尼索斯或其行为“说是”。这个悲剧性的（↗悲剧 [Tragödie]）“狄俄尼索斯概念”（EH, KSA 6, 345）便是她对他的爱，因而也是对世界的爱。尼采进一步将异教的肯定，即一种双重的“是”或对“说不”的“是”，对立于作为纯粹单一否定的基督教（↗基督教 [Christentum]）否定（N, KSA 12, 571）。根据海德格尔（Heidegger，1950）的观点，只有通过这种形式的说是（这也意味着在阿那克西曼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Vorsokratiker]）之正义的（↗正义 [Gerechtigkeit]）“消逝”的意义上，对毁灭的肯定（EH, KSA 6, 313）），在“上帝之死”（↗上帝 [Gott]）之后的现代条件下，思考和行动才成为可能。

在尼采看来，整个古典学者文化不合时宜地表现为简单的、纯粹复诵式的非此即彼：要么仅仅说是，要么仅仅说不（EH, KSA 6, 293），而不是从所思之物的光芒中同时将两者的意义


说是，肯定：说是，说不

尼采的“说是”（Jasagen）概念与其↗永恒轮回的“学说”密切相关，后者是“所能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EH, KSA 6, 335）。通过这一概念，在尼采那里，原本在隐喻内涵层面上首先应被理解为物理意义上的相同此时空配置的重复，变成了一个具有行动指导特征的强大伦理概念（Simmel 1906）。

行动价值的等级秩序向两个方向分化，即“好”与“坏”。“坏”指的是一切（例如）顺从于↗大众品味、不基于个体单一意志行为的事物，在机械论版本的意义上，它仅仅意味着相同事物的单纯重复，是现有秩序的翻版。在尼采看来，对此必须“说不”。然而，由于这个“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个体的、意志的决定，那些按照“奴隶道德”（↗主人道德——奴隶道德）模式、受怨恨（↗怨恨）驱使来评判的代表人物，会对一切事物“说是”。在尼采看来，即使是说不，也需要“快乐”（FW, Nr. 32, KSA 3, 403 u. JGB, Nr. 210, KSA 5, 143）。

尼采在“驴”的形象中戏仿了这些人，这头驴——仅仅在发音上与有意识的“是”（Ja）同音——不断地说着“咿-啊”（I-A）（Za IV, KSA 4, 388f.）。驴是一个虚假的肯定者。它就像那些想要从查拉图斯特拉那里诱出永恒轮回思想的动物（^动物）一样，唱着同一首“老调”（Za III, KSA 4, 273）。在尼采看来，真正的肯定是——正如只有^孩子才能做到的那样（Za I, KSA 4, 31）——一种双重行为：对存在之物“说是”，更准确地说：对生成之物“说是”，并且还要对这第一次肯定本身“说是”——意愿事物应当如其生成那般存在。尼采自传《瞧，这个人》（Ecce homo）的副标题——一个人如何成为他自己（Wie man wird, was man ist）——既精炼又纲领性地概括了这一点。

德勒兹（Deleuze, 1968, 79 ff.）将这种肯定伦理的效果视为一种重复，这种重复与其被预设为同一性的理想化相反，实际上生产了差异。这个概念在尼采那里再次通过一个形象——在这里是通过两个形象的配置——在阿里阿德涅的哀歌（DD, KSA 6, 398–401）中表现出来：狄俄倪索斯（↗日神-酒神式）对世界“说是”，而↗阿里阿德涅对狄俄倪索斯或其行为“说是”。这种悲剧性的（↗悲剧）“狄俄倪索斯概念”（EH, KSA 6, 345）便是她对他的爱，因而也是对世界的爱。尼采进一步将异教的肯定，即双重的说是，或者对说不的说是，对立于作为单纯简单否定的基督教（↗基督教）否定（N, KSA 12, 571）。只有通过这种形式的肯定——按照海德格尔（1950）的观点，这种肯定也意味着在阿那克西曼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关于公正（↗正义）“消逝”的意义上对毁灭的肯定（EH, KSA 6, 313）——在现代条件下的“上帝之死”（↗上帝）之后，思想和行动才成为可能。

在尼采看来，整个古典学者文化的特征是不合时宜地表现为简单的、仅仅是背诵式的非此即彼的“说是”或“说不”（EH, KSA 6, 293），而不是从所设想的轮回之光中，“肉身化地”（↗身体，躯体）且“贴近大地地”（↗大地），连同其所有的政治（↗大政治）后果，去同时评判两者的意义（EH, KSA 6, 366）。在这个意义上，“肯定”的主题在1874年首次明确出现，这与尼采批评哈特曼（↗19世纪的哲学与神学）承袭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生命）概念有关。哈特曼用意志的肯定来反对叔本华对意志的否定，但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说是。因此，尼采谴责了哈特曼这套简单的结构（HL 9, KSA 1, 316）。

尼采将他八十年代初的著作，特别是《快乐的科学》，理解为一种神圣的（^神圣，神圣之物）“说是”（EH, KSA 6, 353），而将他后期的著作，特别是《善恶的彼岸》，明确理解为说不（EH, KSA 6, 350）。这两个阶段对他来说，在克服欧洲（^欧洲）的^虚无主义过程中都是必要的。最终，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每一次演讲后都加上了逻辑分析上难以把握的“于是”（Also）这一形式，这是文本层面上双重肯定的结尾从句形式，正如^格言的内容代表了相应的思想执行过程的结果。

参考文献：Heidegger, M.: 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 载于: ders.: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50, 296–343; Simmel, G.: N. und Kant (1906), 载于: ders.: Das Individuum und die Freiheit, Frankfurt a.M. 1993, 41–47; Deleuze, G.: Differenz und Wiederholung (1968), München ²1997.

Stephan Günzel

犹太教

尼采直言不讳地将犹太人称为“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强壮、最坚韧且最纯粹的种族”（JGB, Nr. 251, KSA 5, 193）。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等式：一个↗种族 存在时间的长度与其发展程度的价值相对应。因此，他不可避免地推算出犹太人在↗欧洲具有“种族上最高的完美度”。对尼采而言，犹太教代表了在面临文化威胁的欧洲中最具保存力的力量。因此，在一种新的种族培育（↗培育）中，他向↗德国人大力推荐犹太人不可或缺的能力，并同时宣告不与任何“参与这种虚伪的种族骗局”（N, KSA 12, 205）的人交往。

这种特立独行的种族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反向的挑衅（in contrariam partem），而是一种类型学的观察方式（参见 Deleuze 1976, 139）。在强调类型、种类或种族（race）时，他试图将原型、规律和尺度赋予行为模式。个体被用作普遍事物的放大镜，以获得“个体模式”（N, KSA 9, 273）。尼采谈到“人类品种”（Elisabeth N., 1885年5月20日）和作为某种理想人类的“更高类型”（N, KSA 13, 317），他绝非在生物学意义上主张“古老血液的高级繁育”（Rosenberg 1938, 79），而是主张创造性人类的等级和距离。创造力与孕育的结合成为了为“更具价值、更配得上生活、对未来更有把握的”（N, KSA 13, 192）人类进行培育之思想的象征。这种没有种族仇恨的种族主义（参见 FW, Nr. 377, KSA 3, 628ff.）开启了一种对精神事物的排他性感知。他既反对英雄崇拜，也反对将更高的人类类型理想化为↗神圣 或 ↗天才，并且将带有低劣倾向的人看作是应当被克服的事物（参见 Za, 前言, Nr. 3f., KSA 4, 14–18）。这绝不能与↗达尔文主义相混淆；达尔文主义被他视为“一种屠夫小伙计的哲学”（N, KSA 8, 259），因为适应与服从的原则意味着一种驯化，它虽然能带来稳定，但也会作为畜群本能让人变蠢。达尔文主义者宣扬的生存斗争，与狄俄倪索斯式挥霍的卓越高贵，或者被粗犷本性所暴政统治的艺术鉴赏家们的存在状态，是截然对立的。正是这些不受束缚的、高贵的以及略带退化本性的个体，在尼采看来是进步的保障。

欧洲文化要归功于犹太教“生活中最吸引人、最迷人且最精挑细选的部分——那些色彩的变幻与对生命的诱惑”（JGB, Nr. 250, KSA 5, 192）。艺术家们应当感激出自这个民族的最好与最坏的事物，这个民族被他视为“道德上的大风格”（同上）以及“道德可疑性的崇高”。


犹太教

评估“肉身化”（↗身体，肉体）和“贴近大地”（↗大地）的轮回及其所有的政治（↗大政治）后果（EH, KSA 6, 366）。在这个意义上，“肯定”（Bejahung）的主题于1874年首次明确出现，这与尼采对哈特曼（↗19世纪的哲学与神学）承袭叔本华的“生存意志”（↗生命）概念的批判有关。哈特曼用意志的肯定来对抗叔本华对意志的否定，但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说“是”（Jasagen）。因此，尼采谴责哈特曼这种简单的结构（HL 9, KSA 1, 316）。

尼采将其八十年代早期的作品，特别是《快乐的科学》，理解为一种神圣的（^神圣，神圣之物）“说‘是’”（EH, KSA 6, 353），而将其后来的作品，尤其是《善恶的彼岸》，明确理解为说“不”（EH, KSA 6, 350）。这两个阶段对他来说都是克服欧洲（^欧洲）^虚无主义所必需的。最终，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每次演讲后放置的“如是”（Also）这种在逻辑分析上难以把握的形式，是在文本层面上双重肯定的结论形式的条款，正如^格言的内容代表了相应思维过程的结果。

文献：Heidegger, M.: 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 in: ders.: Holzwege, Frankfurt a.M. 1950, 296–343; Simmel, G.: N. und Kant (1906), in: ders.: Das Individuum und die Freiheit, Frankfurt a.M. 1993, 41–47; Deleuze, G.: Differenz und Wiederholung (1968), München 21997.

Stephan Günzel

犹太教与犹太民族

尼采直言不讳地将犹太人称为“目前生活在欧洲的最强壮、最坚韧和最纯粹的种族”（JGB, Nr. 251, KSA 5, 193）。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等式：一个↗种族存在时间的长度对应于其发展程度的价值。顺理成章地，他推断出犹太人在↗欧洲具有“种族上最高的完美度”。对尼采来说，犹太民族代表了在文化受到威胁的欧洲中最具保存力的力量。因此，在一种新的种族培育（↗培育）中，他向↗德国人强烈推荐犹太人不可或缺的能力，并同时宣布，绝不与任何“参与这种虚伪的种族骗局”的人交往（N, KSA 12, 205）。

这种特立独行的种族主义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为了反其道而行之的挑衅，而是一种类型学的看待方式（参见 Deleuze 1976, 139）。在强调类型（Type）、种类（Art）或种族（race）时，他试图将原型、法则和尺度赋予行为模式。个体被用作普遍事物的放大镜，以获得“个体的模式”（N, KSA 9, 273）。尼采谈及“人类的种类”（Elisabeth N., 20. 5. 1885）和一个作为某种理想人类的“更高类型”（N, KSA 13, 317），但他绝不是在生物学意义上主张“古老血液的纯种繁育”（Rosenberg 1938, 79），而是主张创造性人群中的等级与距离。创造力与孕育的结合成为了为那些“具有更高价值、更值得活、对未来更笃定”的人（N, KSA 13, 192）进行培育的思想象征。这种没有种族仇恨的种族主义（参见 FW, Nr. 377, KSA 3, 628ff.）为精神事物开启了一种专属的意义。他既反对英雄崇拜，也反对将更高类型的人类理想化为↗神圣的或↗天才的，并将带有向低劣坠落倾向的人视为应当被克服的事物（参见 Za, Vorrede, Nr. 3f., KSA 4, 14–18）。这绝不能与↗达尔文主义相混淆；达尔文主义被他视为“屠夫学徒的哲学”（N, KSA 8, 259），因为适应和服从的原则意味着一种驯化，它虽然带来了稳定，但也作为群体本能使人变得愚蠢。达尔文主义者所宣扬的生存斗争，与酒神式挥霍的精粹高贵，或是受到粗野天性暴政欺压的艺术敏锐者的生存状态，是截然对立的。恰恰是这些不受束缚的、高贵的、略带颓废天性的人，在尼采看来是进步的保证。

欧洲文化应当归功于犹太民族，是他们带来了“最引人入胜、最迷人、最精妙的色彩游戏和对生活的诱惑”（JGB, Nr. 250, KSA 5, 192）。艺术家们应当对这个民族最好和最坏的一面心怀感激，这个民族被他认为是↗欧洲“道德上的宏大风格”（同上）以及“道德可疑性的崇高感”（同上）的责任担当者。

尼采对犹太民族的描绘在生命力与颓废（décadence）、在天才（Genialität）与腐朽（Putreszenz）之间不断闪烁。一方面，对他来说这些对立面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另一方面，他又将它们强化为一个充满张力的场域。他既不是亲犹太主义者，也不是仇犹太者，而是带着某种蓄势待发的情绪，在两极之间难以捉摸地摇摆。

这位哲学家将古代文化与犹太世界对立起来，他将后者称为“丑陋的时代”（N, KSA 7, 80）。他将古代描绘为强健的、好战的（战争）和完美的，同时又用明暗对照法将犹太教描绘为“充满恐惧、蔑视以及偶尔有恩典的宗教”（N, KSA 9, 353）。尽管他的词汇容易引起误解，但他的批判并非人类学意义上的，而是针对↗道德的。

然而，对于一位自视毫不掩饰地反对↗反犹主义的思想家而言，偶尔针对东欧犹太人的出格言论（参见 Franziska und Elisabeth N., 22. 4. 1866, 18. 10. 1868; AC, Nr. 46, KSA 6, 225）显得颇有问题。M. Ferrari Zumbini在《没落与晨曦》（1976）中指出了1885年遗稿中一段特别令人错愕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尼采谈到了“新移民的波兰、俄罗斯、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犹太人那令人毛骨悚然且可鄙的丑陋”（N, KSA 11, 688）。当然，这位哲学家在这里依然不同于特赖奇克（Treitschke）对斯拉夫移民的那种攻击，但他似乎下意识地迎合了时代精神，将他对犹太↗宗教由来已久的反感，与对东欧犹太人未经反思的怨恨混杂在了一起。

尼采关于犹太↗道德的思想在《道德的谱系》（第一篇 第6–12、16节；第三篇，第15–19节）和《反基督》（第24–26节）中得到了最精炼的展开。尼采批判的猛烈势头并非完全针对犹太教本身，而是涵盖了↗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只能从它生长的那片土壤中去理解”（AC, Nr. 24, KSA 6, 191）。正是基督教的退化在“►犹太性”（N, KSA 13, 182）中找到了其腐殖土。（尼采借用了拉加尔德的这个口号，编者注。）它早在帝国之城（urbs imperii）就已经开始，当时“►罗马对抗犹太，犹太对抗罗马”（GM, 1. Abh., Nr. 16, KSA 5, 286f.）。在尼采看来，一方是罗马↗贵族的高贵，另一方则是犹太人的祭司民族。他将一切↗价值的重估归咎于后者。因为它只向贫穷、病态和悲惨的人提供救赎的承诺，从而引发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JGB, Nr. 195, KSA 5, 117）。如果没有犹太↗祭司精心编织的↗怨恨，被奴役的精神就永远无法崛起。一种天才般的复仇变成了一种大众暗示，被祭司们识别并作为迄今为止未被察觉的权力手段来引导。曾经向外释放的人类↗本能，现在必须转向内部，在尼采看来，这导致了坏↗良心的起源。坏良心最终会反噬自身并产生↗痛苦，而这痛苦又被认为是一种罪孽或↗罪责的结果。迄今为止一直针对他人的↗怨恨，由此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方向转变。必须将自身的苦难推入幸福之人的良心之中，从而让他们在罪责的折磨感中，再也无法享受他们的幸福。

凭借着尼采批评新道德作为旧价值之没落的相同冲动，他赞赏犹太人的文体伟大与艺术技巧，这几乎被解释为“卑劣”的对立面。只是在犹太祭司那里，“人类的灵魂才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获得了深度，并变得邪恶”（GM, 1. Abh., Nr. 6, KSA 5, 266）；只是在这里，世界历史上最充满精神力量的仇恨者才显现出来，与他相比，其他一切精神都显得微不足道。在尼采看来，“犹太民族是一个拥有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在被置于不可能的条件下时，出于自我保存的最深刻的精明，他们自愿站在了一切颓废本能的一边，——不是受其支配，而是因为他们从中猜到了一种力量，借此可以在对抗‘世界’时立于不败之地”（AC, Nr. 24, KSA 6, 192）。自古以来就是怨恨对象的犹太民族，将其崇高的精神性转向内部，并通过自身情绪状态的翻转，从怨恨的客体转变为怨恨的主体，从而塑造了这场伟大的颠覆。尼采认为，犹太人承载了所有民族中最痛苦的历史，人们应当感谢这个民族带来了 → 最高尚的人（基督），最纯粹的智者（斯宾诺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书以及最有效的道德法则 → （MA I, Nr. 475, KSA 2, 310）。他甚至主张种族混合与无家可归，因为现代人或 → 欧洲人必须具有混杂的性质，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无家可归者的尼采，通过对犹太民族的矛盾态度展现出一种奇特的迷恋。查拉图斯特拉的影子，在没有家园和目标的情况下被驱使着说道：→ 这样一来，我距离永恒的犹太人真地只差一点了，除非我既不永恒，也不是犹太人 → （Za IV, Der Schatten, KSA 4, 339）。

文献：Chamberlain, H.S.: Rasse und Persönlichkeit. Aufsätze, München 1925; Rosenberg, A.: Der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1938; Ferrari Zumbini, M.: Untergänge und Morgenröten. Über Spengler und N., in: NSt 5 (1976), 194–254; Cogen, H.R.: Das Judentum als Metapher des Widerspruchs bei N., in: Goetschel, W./Cartwright, J. G./Wicki, M. (Hgg.): Wege des Widerspruchs. Festschrift für H.L. Goldschmidt, Bern/Stuttgart 1984, 149–164; Grau, G.-G. 1984; Lonsbach, R.M.: FN. und die Juden. Ein Versuch, Bonn 1985; Politycki, M.: 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s, Berlin/New York 1989; Cancik, H.: N.s Antike, Stuttgart/Weimar 1995, 122–149; Scholem, G.: Über einige Grundbegriffe des Judentums, Frankfurt a.M. 1996; Stegmaier, W./Krochmalnik, D. (Hgg.): Jüdischer Nietzscheanismus, Berlin/New York 1997; Golomb, J. (Hrsg.): N. and Jewish culture, London 1997; Yovel, Y.: Dark riddle: Hegel, N. and the Jews, Cambridge 1998; Sommer, A.: Zwischen Agitation, Religionsstiftung und »Hoher Politik«: FN. und Paul de Lagarde, in: Nietzscheforschung 4 (1998), 169–194.

Sven Brömsel

资本主义

尼采曾被梅林（Mehring，1897）或卢卡奇（Lukács，1962）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怀疑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在东德时期，他的著作一直被锁在禁书柜中，直到1989年《意义与形式》杂志上的关于尼采的大辩论才使阵营有所松动（Pepperle 1986; Riedel 1997; Ottmann 2019, 429ff.）。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尼采的解读中正确的一点是，尼采怀疑↗社会主义——就他所了解的程度而言（他既不了解马克思也不了解恩格斯，而是了解杜林和拉萨尔）——具有平等主义、“国家全能”和恐怖主义的倾向（MA I, Nr. 473, KSA 2, 307f.）。然而，由此反推认为否定社会主义就自动导致对资本主义的辩护，这种反向推论则是错误的。尼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派思想家，如边沁、密尔或斯宾塞（↗英国功利主义），其谴责的严厉程度绝不亚于对社会主义者的谴责。在私下里，他看到这两者在背后因幸福主义、唯物主义和平等思想而统一在了一起。两者都是↗末人的思维方式，为了反对它们，尼采同样主张将人塑造成伟大的存在。早在《希腊国家》的序言中，他就猛烈抨击了那种被降格为“↗交易所的手段”的政治（FV 3, KSA 1, 774）。尼采早在当时就甚至同时对“↗劳动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发起了攻击（FV 3, KSA 1, 765f.）。个体应当在被提升为“↗天才的手段”中找到其存在的意义（FV 3, KSA 1, 776）。如果说年轻的尼采因此准备以其文化创造和↗天才的理想之名将个体工具化，那么在摆脱了叔本华和瓦格纳之后，尼采告别了天才崇拜，并在他自由精神的岁月里，用尖锐的言辞批判了“↗对工人的剥削”（WS, Nr. 286, KSA 2, 682）以及产品对人的统治：“↗呸！为了一个价格，人们不再是人，而是变成了一颗螺丝钉！”（M, Nr. 206, KSA 3, 183）。与其将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斥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如卢卡奇在1934年所做的那样），不如将其视为对经济还原论的一种反思来予以肯定，这种还原论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思想中都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对经济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参照之所以显得是还原论的，是因为经济上发生改变的社会最终仍然只能由贪婪且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组成。↗不公正的意念同样潜藏在无产者的灵魂中[]。绝不是暴力的、新的


资本主义

通过将自身的心理状态从怨恨的客体转变为怨恨的主体，从而实现了巨大的颠覆。尼采（N.）认为，犹太人承载了所有民族中最痛苦的历史，人们应当将世界上最高尚的人（基督）、最纯粹的智者（斯宾诺莎）、最强大的书以及最有效用的道德律（MA I, Nr. 475, KSA 2, 310）归功于这个民族。他甚至主张种族融合与无根状态（Heimatlosigkeit），因为现代人或欧洲人必须具有混杂的特质，才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尼采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无家可归者，他通过对犹太教矛盾的态度流露出一种奇特的迷恋。查拉图斯特拉的影子，在没有家园和目标的驱使下说道：“这样看来，我离成为‘永恒的犹太人’真的相差无几了，只不过我既不永恒，也不是犹太人罢了”（Za IV, Der Schatten, KSA 4, 339）。

参考文献：Chamberlain, H.S.: Rasse und Persönlichkeit. Aufsätze, München 1925; Rosenberg, A.: Der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1938; Ferrari Zumbini, M.: Untergänge und Morgenröten. Über Spengler und N., in: NSt 5 (1976), 194–254; Cogen, H.R.: Das Judentum als Metapher des Widerspruchs bei N., in: Goetschel, W./Cartwright, J. G./Wicki, M. (Hgg.): Wege des Widerspruchs. Festschrift für H.L. Goldschmidt, Bern/Stuttgart 1984, 149–164; Grau, G.-G. 1984; Lonsbach, R.M.: FN. und die Juden. Ein Versuch, Bonn 1985; Politycki, M.: 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s, Berlin/New York 1989; Cancik, H.: N.s Antike, Stuttgart/Weimar 1995, 122–149; Scholem, G.: Über einige Grundbegriffe des Judentums, Frankfurt a.M. 1996; Stegmaier, W./Krochmalnik, D. (Hgg.): Jüdischer Nietzscheanismus, Berlin/New York 1997; Golomb, J. (Hrsg.): N. and Jewish culture, London 1997; Yovel, Y.: Dark riddle: Hegel, N. and the Jews, Cambridge 1998; Sommer, A.: Zwischen Agitation, Religionsstiftung und »Hoher Politik«: FN. und Paul de Lagarde, in: Nietzscheforschung 4 (1998), 169–194.

Sven Brömsel

资本主义

尼采曾被梅林（Mehring，1897）或卢卡奇（Lukács，1962）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怀疑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民主德国（DDR），他的著作曾被锁在“毒药柜”（禁书库）中，直到1989年《意义与形式》（Sinn und Form）杂志上的那场大型尼采辩论才缓和了对立局面（Pepperle 1986; Riedel 1997; Ottmann 2019, 429ff.）。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尼采的解读中正确的一点是，尼采确实怀疑社会主义——就他所了解的程度而言（他不认识马克思或恩格斯，而是了解杜林和拉萨尔）——带有平等主义、“国家全能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色彩（MA I, Nr. 473, KSA 2, 307f.）。然而，错误的是那种反向推论，即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拒斥会自动导致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尼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派思想家，如边沁、密尔或斯宾塞（英国功利主义），其谴责之严厉丝毫不亚于对社会主义者的谴责。他尤其认为这两者在背后其实是被幸福主义、唯物主义和平等思想统合在一起的。两者都是“末人”的思维方式，对此，尼采同样以将人塑造成伟大的理念予以反驳。早在《希腊国家》（Der griechische Staat）的序言中，他就曾抨击被降格为“股市手段”的政治（FV 3, KSA 1, 774）。那时尼采甚至走向极端，同时对“劳动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发起了攻击（FV 3, KSA 1, 765f.）。个人应当在被尊崇为“天才的工具”中找到其存在的意义（FV 3, KSA 1, 776）。如果说早期的尼采因此准备以其文化创造和天才的理想之名将个人工具化，那么在摆脱叔本华和瓦格纳之后，尼采便告别了对天才的崇拜，并在他倡导自由精神（Freigeisterei）的岁月里，用尖锐的言辞批评了“对工人的剥削”（WS, Nr. 286, KSA 2, 682）以及产品对人的统治：“呸！竟然为了一点价钱，不再做一个人，而变成了一颗螺丝钉！”（M, Nr. 206, KSA 3, 183）。与其将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斥为一种“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如卢卡奇在1934年所做的那样），不如将其视为对在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思想中都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还原论的一种反思。只要经济上发生改变的社会归根结底仍然只能由贪婪且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组成，那么指向经济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论点就被证明是还原论的。“不公正的意念同样潜藏在无产者的灵魂中[]。需要的不是暴力的重新分配，而是观念的逐渐改造[]”（MA I, Nr. 452, KSA 2, 293f.）。在尼采看来，自由精神向所有人敞开，无论其出身于哪个阶级或民族。同样，权力意志不同于纯粹的金钱意志。“他们获取财富，却因此变得更为贫穷。他们想要权力，首先想要权力的撬棍——大量金钱，——这些无能之辈！”（Za I, KSA 4, 63）。然而，尼采80年代的哲学——不同于他的自由精神时期——（在表面上）仍然容易与对资本主义的辩护相混淆，因为在那些年里，尼采开始重新为“剥削”辩护，其名义是那些作为价值和文化创造者的人，他们是对人类平庸化和平均化的一种“反动”。“从道德上讲，整个机器、所有齿轮的休戚与共代表着对人最大程度的剥削：但它预设了这样一些人的存在，正因为他们，这种剥削才有了意义”（N, KSA 12, 463）。

参考文献：Mehring, F: N. gegen den Sozialismus (1897), in: Höhle, Th. u. a. (Hgg.):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3, Berlin 1961, 167–172; Lukács, G.: N. als Vorläufer der faschistischen Ästhetik (1934), in: Werke Bd. 10, Neuwied/Berlin 1969, 307–359; der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 Werke Bd. 9), Neuwied/Berlin 1962; Pepperle, H.: Zur Revision des marxistischen N. Bildes?, in: Sinn und Form 38 (1986), 934–969; Riedel, M.: N. in Weimar. Ein deutsches Drama, Leipzig 1997; Ottmann 2019, 25 ff., 130 ff., 141 ff., 294 ff., 429 ff.

Henning Ottmann

孩子

在尼采的著作中，伴随着反浪漫主义和反基督教的转向，孩子不再是那张蕴含着无数可能性、承载着维吉尔牧歌或路加福音之希望的白纸，而首先是无常（流变）及其可能被克服的象征。这一观念的背景是吞噬时间的克洛诺斯吞食自己孩子的古代神话，或者反过来说，即每一个瞬间都必定会消灭它的创造者，也就是前一个瞬间（PhtZ, Nr. 5, KSA 1, 822）。时间使时间虚无，时间吞噬时间：如果承认这种无常，人们就能达到生成的无辜（Unschuld des Werdens）的观念，这一观念融入了赫拉克利特关于“永恒之童（Äon Kind）”的学说中，正如这一经典出处所言：“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孩子的游戏[]才拥有一种生成与消亡、建设与破坏的过程，没有半点道德归咎，且永远处于同等的无辜之中。正如孩子[]玩耍一样，那永恒跃动的火也在玩耍，在无辜中建设与破坏——而这正是永恒与自己玩耍的游戏。它将自己转化为水和土，像在海边堆沙堡的孩子一样，堆起又摧毁；它不时地重新开始这个游戏。[]然而一旦它开始建设，它就会合乎法则且遵循内在秩序地去连结、拼接和塑造”（PhtZ, Nr. 7, KSA 1, 830f.）。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出现了一“群”孩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在精神的三变（从无瑕的精神，变为骆驼，变为狮子）之后，最终成为的孩子：“孩子是无辜与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个最初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Za I, KSA 4, 31）。这将是在永恒轮回中培育出来的人的存在方式；在此之前，书中有言：“查拉图斯特拉变成了一个孩子”（Za I, Vorrede 2, KSA 4, 12），而对孩子（作为肯定之象征）的评价，其跨度从强烈的“是”（以及“阿门”）的肯定（尼采自己的判断），一直延伸到同样强烈的说“不”（因为在新的肯定中，所有旧事物都被废弃，因此只剩下虚无，即虚无主义）（Heidegger 1950, 219f.）。

与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频繁使用“孩子”这一象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晚期著作中存在一种引人注目的克制，仿佛孩子现在已经出生，生儿育女的任务已经完成。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个月创作期的那个著名的母象比喻的雏形（EH, KSA 6, 336），已经不再想听到任何有关“孩子”的事情了。“我，就像一头母象，承受着漫长的孕期，以至于很少有事情还能让我挂心，甚至连那个‘孩子’也不例外——真是惭愧（pro pudor）”（N, KSA 11, 226）。尼采如同魔王（Erlkönig）般夺走孩子们，以便在面对那些“保护性”的、亦即占有欲强的（以及说教的）势力（母亲、父亲、教师、牧师、王侯；JGB, Nr. 194, KSA 5, 116）时推行其培育的理想。围绕……的竞争战


儿童

不是分配，而是意义的逐渐重塑才是必需的 [] ᵃ (MA I, Nr. 452, KSA 2, 293f.)。在尼采看来，自由精神（Freigeisterei）向所有人敞开，无论他出身于哪个阶级或民族。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又不同于纯粹的金钱意志。“他们获取财富，却因此变得更贫穷。他们想要权力，首先是权力的撬棍，很多钱，——这些无能的人！”（Za I, KSA 4, 63）。然而，与自由精神不同，尼采80年代的哲学（在表面上）仍然容易与为资本主义辩护混为一谈，因为在那些年里，尼采开始再次以那些作为价值和文化创造者的人的名义来为“剥削”辩护，这些人是反对人类平庸化和平均化的一股“反向运动”。“从道德上讲，那部整体机器，即所有齿轮的团结，代表了对人类剥削的最大化：但它以那些使这种剥削具有意义的人为前提”（N, KSA 12, 463）。

参考文献：Mehring, F: N. gegen den Sozialismus (1897), in: Höhle, Th. u. a. (Hgg.):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3, Berlin 1961, 167–172; Lukács, G.: N. als Vorläufer der faschistischen Ästhetik (1934), in: Werke Bd. 10, Neuwied/Berlin 1969, 307–359; der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 Werke Bd. 9), Neuwied/Berlin 1962; Pepperle, H.: Zur Revision des marxistischen N. Bildes?, in: Sinn und Form 38 (1986), 934–969; Riedel, M.: N. in Weimar. Ein deutsches Drama, Leipzig 1997; Ottmann 2019, 25 ff., 130 ff., 141 ff., 294 ff., 429 ff.

Henning Ottmann

孩童

在尼采那里，具有反浪漫主义和反基督教色彩的“孩童”，并非那张充满无限可能性、承载着维吉尔牧歌或路加福音之希望的白纸，而首先是无常（Vergänglichkeit）及其可能之克服的象征。这一观念的背景是古代吞噬时间的克洛诺斯（Chronos）吞食其子嗣的神话，或者反过来说，即当下这一瞬间必然要吞灭其创造者——前一个瞬间（PhtZ, Nr. 5, KSA 1, 822）。时间虚无化时间，时间吞噬其自身：当这种无常被承认时，人们便达到了“生成的无辜”（Unschuld des Werdens）这一观念，该观念融入了赫拉克利特关于“埃安（Äon）孩童”的学说之中，例如在那段经典论述中：“一种生成与消亡、一种建造与毁灭，没有任何道德的归咎，在永远相同的无辜之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孩童的[]游戏。正如孩童[]游戏一样，那永远活生生的火也在游戏，建造又毁灭，在无辜之中——而这个游戏是埃安与自己玩的。它将自己转化为水和土，像海边堆沙堡的孩童一样堆砌，堆砌又摧毁；它不时地重新开始这个游戏。[]然而，一旦它开始建造、联结、拼合和塑造，它便是合乎规律且按照内在秩序来进行的”（PhtZ, Nr. 7, KSA 1, 830f.）。在《查拉图斯特拉》中出现了一“群”孩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在精神的三相变形之后，从无瑕的精神变为骆驼、变为狮子，最终变成为的那个孩童：“孩童是无辜与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个最初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Ja-sagen）”（Za I, KSA 4, 31）。这将是依照↗永恒轮回所培育出的人类的存在方式；此前文中写道“查拉图斯特拉变成了孩童”（Za I, Vorrede 2, KSA 4, 12），而对孩童（作为↗肯定之象征）的评价，从强调性的肯定（说“是”和“阿门”）（尼采自己的判断），一直延伸到同样具有强调性的否定（因为在新的肯定中，一切旧事物都被废除，因此只剩下虚无，即虚无主义）（Heidegger 1950, 219f.）。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多次使用“孩童”这一象征之后，在尼采的晚期作品中，该词明显缺席，仿佛孩子现在已经出生，生儿育女之事已经完成。那个著名的母象比喻（关于《查拉图斯特拉》18个月创作期的比喻，EH, KSA 6, 336）的早期草稿中，已经不再想提及“孩童”了。“我，就像一头母象，身怀漫长的孕期，以至于很少有事情还能引起我的兴趣，甚至——说来惭愧（pro pudor）——连那个‘孩童’也不行”（N, KSA 11, 226）。尼采如魔王（Erlkönig）般攫取孩童，为了推行其培育的理想，以对抗那些“保护性”（即占有性且说教性）的权力（母亲、父亲、教师、祭司、君主；JGB, Nr. 194, KSA 5, 116）。围绕孩童的柏拉图式教化（Paideia）以及反对他们被“女人”同化的竞争（作为对立面的是希腊理想：“除了孕育出美丽、充满力量的躯体，使父亲的性格在其中尽可能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之外，女人们没有其他任务”；MA I, Nr. 259, KSA 2, 214），虽然是尼采早在《人性的，太人性的》时期就已关注的课题（为了培育的成功，一个教育者和培育者必须瓦解妇女和儿童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在完美的国家里，家庭必须终止”；关于柏拉图的理想，N, KSA 7, 170，那里还在被嘲笑]），但在这里却被激进化了，因为现在所有“塑造（道德）”的权力都被卷入到了这场斗争中。基督教关于“孩童”的观念陷入了毁灭性的道德与宗教批判的漩涡（AC, Nr. 29, KSA 6, 199; EH, KSA 6, 278）；尼采对基督教革命感到愤慨，该革命以“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为准则（AC, Nr. 29, KSA 6, 200），并通过许诺天国属于孩童来制造这种平均主义，最后还如此过度地颂扬天真（保罗的愚蠢）和毫无冒犯之意的“白痴”（耶稣的态度），以至于这显现出了一种病理学特征（比如在救赎者的心理学中，AC, Nr. 28ff.）。

尼采晚期关于教育和“培育”的思想将孩童本身置于可任意处置的地位。一个社会应该拥有干预生育的权利：“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自己都没有权利存在的世界上，比剥夺一个生命更糟糕。生下孩子的梅毒患者，会成为一整串失败生命的起因”（N, KSA 13, 402）。反对颓废生活也可以适用这样一条准则：“你们不应生育！””（N, KSA 13, 600）。总体来看，尼采在童年与青年之间的摇摆，甚至更倾向于后者：不合时宜者的狂飙突进，被哀悼的“我青年的坟墓”（Za II, KSA 4, 142），以及晚期对青春期语调的偏爱，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尼采与孩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如果相信尼采的话，那么孩童是一种可以成为的状态，但这显然并不适用于真正意义上的儿童。

参考文献：Heidegger 1950; Niemeyer, C. et al. (Hgg.): N. in der Pädagogik? Beiträge zur Rezeption und Interpretation, Weinheim 1998.

Miguel Skirl

力量

“力量”（Kraft）这一概念是尼采哲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核心概念之一，他简直是在以实验的方式测量其强度与范围，而没有在完成工作后将其抛弃。他的用语范围十分广泛，从日常用语中不具特指意味的用法（如“某人有力量做某事”或“某人有能力做某事”），一直到有意识地使用的术语（如“塑造力”、“驱动力”、“力量的量子”、“设定视角的力”）。他可以通过形容词对这个名词进行更具体的限定（例如：模仿的、成形的、诗意的、道德的、物理的、有机的、同化的、创造的、塑造的、主动的、自发的、保存的、潜在的、过剩的力量），或者将其与其他名词结合（如驱动力、意志力、传达的力量、力量的充盈）。

借由他的力量概念，尼采将今天人们倾向于严格区分的领域（自然、心理、道德、艺术、文化、政治、历史）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一致，在此过程中他吸收了自然科学的理论（74. 阅读、来源、影响：自然科学）。尼采的“力量”概念既无法与其他概念（如冲动、本能、意志、权力、激情、悲怆）截然分开，他也没有对“力量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一个界限分明的答案。相反，他在“力量”这个关键词下追求一种双重倾向：一方面，拒绝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基本信念和态度；另一方面，描绘并倡导世界与人类动态的基本构成。出于批判的目的，他反对将自然与精神、无意识与意识、肉体与灵魂割裂开来；力量作为肉体-灵魂的总体量，作为德性（virtù），跨越了这两个极点。此外，尼采强烈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把行动的主体理解为“个体原子”，认为在


力量

柏拉图式的儿童教化（Paideia）以及反对儿童被“女人”所同化（与此对立的是希腊的理想：“除了生育美丽、强健的躯体，使父亲的性格在其中尽可能不受破坏地延续下去之外，女人再没有别的任务了”；MA I, Nr. 259, KSA 2, 214），虽然是尼采早在《人性的，太人性的》时期就已关注的课题（为了培育的成功，一个教育者和培育者必须打破妇女和儿童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在完美的国家里，家庭必须终结”；论柏拉图的理想，N, KSA 7, 170，在那里仍受到嘲笑]），但在这里却被激进化了，因为现在所有具备“塑造性”的（道德）力量都被卷入了这场斗争。基督教的“儿童”观念陷入了毁灭性的道德与宗教批判的漩涡（AC, Nr. 29, KSA 6, 199; EH, KSA 6, 278）；尼采对基督教革命感到愤慨，该革命以“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AC, Nr. 29, KSA 6, 200）这一准则运作，并通过承诺天国属于儿童来制造这种平等主义，最终对天真（保罗的愚蠢）和无害的“白痴”（耶稣的态度）大加赞颂，以至于在此呈现出病理学的特征（例如在救赎者的心理学中，AC, Nr. 28ff.）。

尼采晚期关于教育和“培育”的思想将儿童本身置于被审视和支配的境地。一个社会应当拥有干预生育的权利：“将一个孩子带到这个自己本无权生存的世界上，比剥夺一条生命更糟糕。梅毒患者生孩子，就是造成一连串失败生命的根源”（N, KSA 13, 402）。反对颓废生活的准则也同样适用：“你们不应生育！……”（N, KSA 13, 600）。总体而言，尼采在童年与青年之间的钟摆甚至更偏向于后者：不合时宜者的狂飙突进、被哀悼的“我青春的坟墓”（Za II, KSA 4, 142）以及晚期对青春期语调的偏爱，都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尼采与儿童毫无共同之处。如果相信尼采的话，儿童是人可以去“成为”的某种东西，但这显然不适用于儿童本身。

参考文献

Heidegger 1950; Niemeyer, C. et. al. (Hgg.): N. in der Pädagogik? Beiträge zur Rezeption und Interpretation, Weinheim 1998.

Miguel Skirl

力量

“力量”（Kraft）这一概念属于尼采哲学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概念之一，他对这些概念的强度和广度进行了近乎实验性的测量，而且在完成这项工作后并没有将它们抛弃。他的用语范围从日常的、非特指的用法（如“人有力量做某事”或“人有能力做某事”），一直延伸到有意识使用的术语（如“塑造力”、“驱动力”、“一定的力量之量”、“确立视角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他可以通过形容词来对这个名词进行更具体的限定（例如，模仿的、赋形的、诗意的、道德的、物理的、有机的、同化的、创造的、造就的、主动的、自发的、保存的、潜在的、过剩的力量），或者将它与其他名词结合起来（例如，驱动力、意志力、传达的力量、力量的充盈）。

通过他的力量概念，尼采将如今往往被严格区分的领域（自然、心理、道德、艺术、文化、政治、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一致，同时他也吸收了自然科学的理论（74. 阅读、资料来源、影响：自然科学）。尼采的力量概念既无法与其他概念（如冲动、本能、意志、权力、激情、悲怆）被精确地划分开来，他也并未针对“力量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相反，在“力量”这一关键词下，他追寻着一种双重倾向：一方面拒绝看似不言而喻的基本信念和态度，另一方面展现并拥护世界与人类那充满活力的基本构成。出于批判的目的，他反对将自然与精神、无意识与意识、肉体与灵魂割裂开来；力量作为身心统一的总体维度，作为virtù（力之美德/本领），跨越了这两极。此外，尼采强烈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行动的主体应被理解为“个体-原子”，以及在做某事的人和他所做的事之间必须始终加以区分。因此，在明确的意义上，尼采所说的“力量”指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功能，一种纯粹的做某事的能力（参见 GD, KSA 6, 77f. 及 N, KSA 11, 445）。他没有从概念上去规定力量的本质（在他看来，那样做就会在比喻和字面意义上将其固死），而是去探究那些对他来说处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力量如何起作用，它如何能被转化（通过释放、宣泄、积聚、强化、削弱、升华），以及它能以何种形式出现。在他为寻找答案所做的多种尝试中，他吸收了传统力量定义中的基本面：他将力量大小与作用方向的区分，转化为一个主要与文化哲学相关的问题，即单个人如何增加其力量，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力量（例如参见 N, KSA 12, 462f.）；这里应注意其与尼采升华概念的紧密联系（参见 N, KSA 12, 426）。此外，尼采将“力量只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显现”这一原则，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假设，即一种力量只有通过其他力量对其施加的阻力，才能展现自身并获得提升。

尼采在阐述力量的作用方式时，主要参考了两个范式，并让它们互相印证，即修辞学中发展出的模仿原则以及有机的同化作用（参见 JGB, Nr. 230, KSA 5, 167–170）。正如一个有机体只有通过将他物摄入体内才能构建自身一样，一个人只有在受到他人的激发时，才能在精神上具有生产力。这里适用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一种力量越强，它就越能将另一种力量对它施加的刺激转化为它自己的所有物。尼采在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展开了这两种范式，从而为80年代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做了铺垫。在其早期著作中，有两种思考尤为突出：其一是“塑造力”概念，它是在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讨论的问题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即人类是否（如果是的话，又应如何）能够以促进文化的方式对待历史（^Historie）；其二是他关于力量作为力量之两极性的论述。尼采所说的“塑造力”，指的是人类身上的一种力量，凭借这种力量，人能够将那些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如果仅仅被收集并如博物馆般保存便会对人类文化产生破坏性影响的遗产摄取进来，并进行创造性的重塑，从而从中为其行动提炼出一种理想（参见 HL, Nr. 2, KSA 1, 251–254）。尼采在阐述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时指出，一种力量始终只作为力量的两极性而出现（参见 PhtZ, Nr. 5, KSA 1, 824f.）；这里的力量两极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表现为充满张力的力量相互作用（每一种力量始终作用于另一种力量，而后者反过来又作用于第一种力量），另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力量作用的双重特性，即吸引力与排斥力（每一种力量都会吸引其他力量，同时又将它们排斥开去）。

尽管尼采将其关于力量主题的思考融入了上述80年代的两个核心概念之中，但除了“权力意志”这种表述之外，他依然在积极的意义上使用“力量”这一词汇（无论其以何种语言形式出现）。即使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也没有发生将力量还原为单纯的物理量的情况（例如参见 N, KSA 11, 565 与 N, KSA 12, 154 及 N, KSA 13, 373 的对比）。尽管“力量”一词缺乏诸如“权力意志”这种短语所固有的那种修辞上的爆发力（这对尼采来说是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但他依然按照力量自身作用与生成的方式来构想力量这一概念。尼采将概念的内容与概念的形式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非出于理论体系的兴趣，而是出于一种艺术-哲学式的基本态度：即只有当人们自己运用力量，并且想要在读者心中激发出这种力量时——换言之，也在字面意义上传达力量时——才能恰如其分地谈论力量。在此，尼采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展开：“艺术在多大程度上深探到了力量的本质？”（N, KSA 12, 128）。

参考文献

Deleuze 1976, 45–80; Moles, A.: N.s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Cosmology, New York 1990; Robling, F.-H.: Plastische Kraft. Versuch über rhetorische Subjektivität bei N., in: NSt 25 (1996), 87–98; Vinzenz, A.: F.N.s Instinktverwandlung, Basel 1999; Christians, I.: Der Reiz und Sporn des Gegensatzes. Zu F.N.s Konzeption der Kraft (Diss. München 1999).


文化

“斗争”与“战争”的概念在尼采对现代性及其政治理想的批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这些概念的频繁使用表明，他也受到了可追溯至霍布斯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影响。在旨在唤起人们对古代国家观念之记忆的关于希腊国家的著作中，他将国家的形成描述为对“自然的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克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引导。不过，当他——带有明显的反犹主义弦外之音——警告“自私的无国籍金融贵族”的败坏行径，并建议以战争作为解药时，他便立刻拒绝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概念（^国家）。尼采唱起他的“战争赞歌”，是为了说出战争对于国家就像奴隶对于社会一样必不可少。克服了交战自然状态的“和平缔结”，既没有结束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没有结束个体的生存斗争（FV 3, KSA 1, 772ff.; WL, KSA 1, 876f.）。

尼采深信战争的不可或缺性，同时他主要将战争视为实现文化目的的手段。当然，作为这样一种手段，它是可以被替代的。从罗马的角斗士比赛到出于科学动机的探险旅行，这些都是“战争的替代品”（MA I, Nr. 477, KSA 2, 311f.）。此外，人们不应忘记，在尼采的思想中也能找到和平主义的考量。“所谓的武装和平”无非是国家之间在“心态上的一种非和平”，一种充满了不信任、仇恨与恐惧的状态。相比之下，“实现真正和平的手段”则在于军事最强国愿意废除其军队（WS, Nr. 284, KSA 2, 678f.）。

在其后期的著作中，军事概念通常被用作隐喻。尼采在他的时代看到了“预示着一个更具男子气概、更尚武的时代正在拉开帷幕的迹象”。其价值在于它促成了一个时代，“将英雄主义带入认知之中，并为了思想及其后果而发动战争”（FW, Nr. 283, KSA 3, 526）。认知和进行哲学思考应当成为一种具有斗争性和尚武性质的活动，这似乎是尼采的主旨（N, KSA 9, 540f.; Za I, KSA 4, 58f.）。然而，尼采为了表达其诉求而偏爱使用的尚武风格，常常让人忘记了这一关联。多亏了拿破仑，“我们才进入了战争的古典时代，也就是在最大规模上（手段、天赋、纪律）既充满学识又具有民众色彩的战争”。尚武的时代使得“欧洲的男子再次成为商人与庸人的主人”（FW, Nr. 362, KSA 3, 609f.）。

在尼采晚期著作中，对服从、勇敢以及准备“为事业牺牲他人，更不消说自己”等尚武美德的赞美之所以难以解读，主要是因为这场斗争究竟是为了何种事业，往往只能从暗示中得知。被宣战的对手有着诸多称谓。所要打击的是“那种被商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民主主义者所梦想的、令人鄙夷的舒适状态”。敌人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平等主义等价值观的总和。针对这些，尼采提出了一种非常特定的自由概念作为一种正面价值。战争的意义最终在于，它能够教育人们走向自由，强化自我负责的意志。而自由反过来又意味着，尚武的本能要强于对幸福的本能（GD, KSA 6, 139f.）。

参考文献: Pangle, Th. L.: The »Warrior Spirit« as an Inlet to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N.s »Zarathustra«, in: NSt 15 (1986), 140–179.

Urs Marti

文化

在尼采看来，将德意志帝国在1871/72年战胜法国视为德国文化的胜利，是一个错误。政治上成功的时代，很少是伟大文化的时代。他的文化观与此背道而驰，他将文化与精神的力量、创造力、原创性和风格联系在一起，认为“真正的文化[…]以风格的统一为前提”（DS, KSA 1, 165）。占统治地位的庸俗主义是制度化的“非文化”（同上 166）。为了复兴文化，为了重建“一种新的、得到改善的物理本质”，为了实现“生命、思想、外观和意志之间的和谐”（HL, KSA 1, 334），尼采在古代文化、在神话的复兴（GT, KSA 1, 145）以及一度在瓦格纳及其音乐的“不合时宜的”影响中，看到了替代方案。艺术天才可以通过悲剧个体的创造性力量及其作为整体（WB, KSA 1, 447; WL, KSA 1, 889）和内在价值一致性的审美世界，来对抗现代性的衰落。

对尼采而言，文化和生命构成了一种充满矛盾的统一体，二者通过↗权力意志和赋予形式的创造自由联系在一起。对于↗基督教最初创造文化的潜力，但其通过宣扬禁欲的生活方式和使所有价值去自然化而带有削弱生命力的特征，尼采因此向其宣战，并指出在生理学上（in physiologicis）进行哲学思考是必要的（《反基督》）。

与叔本华一样，他相信伟大的个体，这种观念最初教导人们将文化理解为对天才的崇拜，后来试图将其定义为伟大人物（↗文艺复兴）和↗超人的生存空间。个体的自我指涉既是其自我理解的基础，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是人自我赋予意义的过程（Gerhardt 1992, 80f.）。它由伟大个体的个性来决定（N, KSA 9, 99），而不是由↗大众的幸福来决定。

在希腊文化中，尼采发现了悲剧与神话的统一，文化是“覆盖在炽热混沌之上的一层薄薄的苹果皮”（N, KSA 10, 362），是抵御生存恐惧的保护层，它需要将↗神话和艺术作为幻象（GT, KSA 1, 36），才能维持生命。在古代悲剧中，在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中，决定文化整体性的东西得以实现，即成为一个审美象征与符号系统，人类借此生产并解释自身存在的意义。作为强大而悲剧的存在，希腊人能够在明知其为虚幻的情况下，承受住这种幻象的时刻。

升华的思想大体上勾勒出了文化的轮廓；尼采将“我们所谓的更高级的文化”界定为对^残忍的升华与深化（JGB, Nr. 229, KSA 5, 166）。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人的自我神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证实这一点。

对于作为文化批评家的尼采来说，文化观是一把探针，用以揭露现代性中的各种衰退形式（城市化、进步与技术的狂热、消费思维、媒体发展）。这些现象加剧了文化的精神匮乏。尤其是对于“机器文化”的胜利（WS, Nr. 220, KSA 2, 653），他进行了怀疑式的反思，他在此对异化后果的描绘，远多于对未来能够重估价值的文化之潜在力量的描绘。机器文化、价值衰落与人性丧失之间的关联，描绘出了一条不可阻挡地走向平庸与大众文化的道路。尼采对文化心态的敏锐洞察使他的批判带有矛盾性；他深知这一进程是不可逆的，并将自己视为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心理学家和迫切的警告者。

他在接受史上的反响是两极分化的。↗主人道德、精神贵族主义和高贵的精英倾向影响了相关的意识形态（Hillebrand, Bd. 1, I, 1978, 8ff.; Aschheim 1996, 292f.）。其内在的贵族主义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在艺术和意识形态领域大行其道（George, D’Annunzio, Brandes），在世纪之交使得思想界分裂为贵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派。其启蒙要素批判性地体现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中；布洛赫将他视为一个渴望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化之另一种文化的人。而本雅明则认为自己继承了这样一种思想：所有的文化都是滴着鲜血的，因为它是由统治的标志所定义的。

参考文献: Schmidt, R.: »Ein Text ohne Ende für den Denkenden«. Zum Verhältnis von Philosophie und Kulturkritik im frühen Werk F. N.s, Königstein/Ts. 1982; Fleiter, M.: Wider den Kult des Realen, Königstein/Ts. 1984; Rippel, P. (Hrsg.): Der Sturz der Idole. N.s Umwertung von Kultur und Subjekt, Tübingen 1985; Reschke, R.: Einspruch gegen »abgeirrte Kultur«. Zu einigen Konturen N.scher Kulturkritik, in: Weimarer Beiträge 2 (1991); Gerhardt, V.: F. N., München 1992; Aschheim, S. E.: N. und die Deutschen. Karriere eines Kults, Stuttgart/Weimar 1996; Gasser, R.: N. und Freud, Berlin/New Yor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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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尼采的努力是也要笑到最后，将其作为对所有目的论与规律性的胜利，作为对所有孤独与疾病的胜利，作为对抗理性和常态的最后保留地。尼采笑到了最后——但他是否因此笑得最好，是值得怀疑的。在笑中，体现了尼采不同寻常的道德性。背景是尼采对柏拉图禁止发笑欲望的猛烈抨击，因为柏拉图希望将其从希腊的主要美德——明智（sophrosyne，Politeia 388e）中驱逐出去。然而，尼采不仅以笑结束——他也以笑开始，伴随着那苦涩的、冷酷的叔本华式的笑。那是带有竞技性的笑，是嘲笑，是对赫菲斯托斯的不幸遭遇所发出的荷马式的放声大笑：“诅咒与大笑。可怕的事物与可笑的事物。战栗、厌恶、大笑。对现在的悲观主义。荒诞形式中的颠倒错乱”（N, KSA 7, 69），尼采在笔记中将其记下一本未完成著作的引言。自由精神者尼采的言辞则透露出对笑的另一种评价：“如果人像马嘶一样大笑，那他就因其粗俗而超过了所有动物”（MA I, Nr. 553, KSA 2, 330）；或者：“笑与微笑。——精神越是欢悦且有把握，人就越是忘记放声大笑；相反，一种精神上的微笑会不断从他心中涌出[]”（MA II, Nr. 173, KSA 2, 626）。这里的笑是一种带有怀疑精神的高贵的笑，它偏向于微笑，而非放声大笑；它应该就是爱比克泰德的“双重笑”，这种笑促使对话中的另一个人采取更崇高的立场，但同时也帮助其重新离开这一立场。不过，智者的微笑仅仅是试图摆脱希腊-叔本华式幽默的一次尝试。对尼采而言，目标必须是笑出属于自己的笑。喜剧的“无数大笑的波浪”（FW, Nr. 1, KSA 3, 372）净化了“悲剧的时代”：即“道德和宗教的时代”（同上，370）——直到有一天，喜剧与悲剧相互穿透，从而产生了•快乐的科学•——一种“快乐的智慧”（同上，372）与不时被颁布的•不快乐的智慧•之间的综合：“有些事情绝对不容再笑了！”（同上）。这部畸形的悲喜剧的应用，就是那个疯子的故事：在其中，“听众”（FW, Nr. 125, KSA 3, 481）在听到上帝之死的布道后，大笑与嘲笑皆卡在了喉咙里，但整个故事却以滑稽而又严肃的方式收尾。在这种差异化的探讨中，悲剧显得滑稽。出自•快乐的科学•的另一段（疯癫）插曲，再次引发出一种适度惊悚的笑：“我担心，动物将人视为与它们同类的一种存在，[]，将其视为会笑的动物”（FW, Nr. 224, KSA 3, 510）。查拉图斯特拉也生活在悲喜剧的张力场中，尽管此时的笑被过度使用了。“你一天必须笑十次并且保持愉悦”（《论道德的讲坛》，Za I, KSA 4, 32），这是立志于自我克服的、经过•永恒轮回•反复训练的道德所发出的绝对命令。因此，毫不奇怪，后来出现了代表笑之解放力量的•欢笑的狮子•的形象（Za III, KSA 4, 246; Za IV, Nr. 11, KSA 4, 351）。笑不再像荷马史诗中那样由众神发出，它现在转移到了超人身上（JGB, Nr. 294, KSA 5, 236），唯有超人能够嘲笑众神、高等人、末人，并且嘲笑他自己（EH, KSA, 6, 340）。不过，每个人必须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运用自己的笑，即他能自觉地并通过自身而抵达超人的境界。“[]如果他们从我这里学会了笑，那他们学到的绝不是我的笑”（Za IV, KSA 4, 386）。谁若剥夺了笑其内在的保留属性以使其登基，为了想要•神圣化•它（“我自己宣布我的笑为神圣的”；Za IV, Nr. 13, KSA 4, 366），谁就必须像福音书的告诫那样（“哀哭吧，你们现在喜笑的人”；路加福音6:25，同上；“耶稣：[] 憎恨欢笑者”；N, KSA 11, 54），使它免受嘲笑：对笑本身不可再加以嘲笑，大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此裁定。能够嘲笑痛苦、嘲笑•重力之神•、嘲笑自己的疾病、嘲笑自己，最后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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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s, Stuttgart/Weimar 1996; Gasser, R.: N. und Freud, Berlin/New York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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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尼采（N.）的追求是笑到最后，以此作为对所有目的论和法则的胜利，对所有孤独和疾病的胜利，以及对抗理性和常态的最后底牌。尼采笑到了最后——但他是否笑得最好，却值得怀疑。在笑中彰显了尼采非同寻常的道德性。其背景是尼采对柏拉图禁止发笑欲望的猛烈抨击，柏拉图试图将这种欲望从希腊的主要美德，即明智（sophrosyne，《理想国》388e）中驱逐出去。但尼采不仅以笑告终——他也以笑开始，以那种苦涩的、冷酷的叔本华式的笑。这是一种竞争性的（agonale）笑，是嘲笑，是对赫菲斯托斯的不幸遭遇所发出的荷马式的大笑：“诅咒与大笑。骇人听闻之事与荒谬可笑之事。战栗、恶心、笑。对当下的悲观主义。以怪诞形式表现出的反常”（N, KSA 7, 69），尼采如此记录，作为一本未竟之书的提纲。自由精神者尼采的言论透露出对笑的另一种评价：“当人笑得像马嘶鸣时，他的卑劣便超过了所有动物”（MA I, Nr. 553, KSA 2, 330）；或者：“笑与微笑。——精神越是愉悦和笃定，人就越会忘却放声大笑；反之，一种精神性的微笑却在他身上源源不断地涌现[]”（MA II, Nr. 173, KSA 2, 626）。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怀疑的高贵之笑，它倾向于微笑，而非放声大笑；它应当是爱比克泰德的“双重之笑”，它促使对话中的另一方占据崇高的位置，但同时也帮助其重新离开这一位置。然而，智者的微笑仅仅是试图摆脱希腊-叔本华式幽默的一次尝试。对尼采而言，目标必须是笑出他自己的笑。喜剧的“无数笑声的波涛”（FW, Nr. 1, KSA 3, 372）净化了“悲剧时代”：即“道德与宗教的时代”（同上，370）——直至有朝一日喜剧与悲剧相互穿透，从而诞生出快乐的科学——这是“快乐的智慧”（同上，372）与时不时被颁布的不快乐的智慧的综合体：“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再允许被嘲笑的！”（同上）。这出杂糅的悲喜剧的应用，便是关于那个疯子的故事：在宣告了上帝之死后，“听众们”（FW, Nr. 125, KSA 3, 481）的大笑与笑声卡在了喉咙里，但整个事件却以滑稽而又严肃的方式告终。在这种细致入微的探讨中，悲剧性显得滑稽可笑。《快乐的科学》中的另一个绝妙片段再次引发出一种令人同情又可怖的笑：“我担心，动物把人看作是与它们同类的存在，[]看作是会笑的动物”（FW, Nr. 224, KSA 3, 510）。查拉图斯特拉也生活在悲喜剧的张力场中，尽管其中的笑被过度使用了。“你每天必须笑十次，并且保持开朗”（《论道德的讲坛》，Za I, KSA 4, 32），这是一种旨在自我克服、通过永恒轮回得到充分锻炼的道德绝对命令。因此，后来出现笑狮的形象（Za III, KSA 4, 246; Za IV, Nr. 11, KSA 4, 351）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代表了笑的解放作用。这种笑不再是由神明发出的，如在荷马那里那样，它现在过渡到了超人身上（JGB, Nr. 294, KSA 5, 236），只有超人能够嘲笑神明、高等人、末人以及他自己（EH, KSA 6, 340）。然而，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如此运用自己的笑，以至于他能够自发且凭借自身达致超人。“[]如果他们从我这里学会了笑，那他们学到的也并非我的笑”（Za IV, KSA 4, 386）。谁剥夺了笑的内在底牌，以便能够将其推上王座，想要将其“神圣化”（“我自己把我的大笑奉为神圣”；Za IV, Nr. 13, KSA 4, 366），谁就必须——正如福音书的保留态度（“你们哀哭的人有祸了”；路加福音6:25，同上；“耶稣：[]对发笑者的仇恨”；N, KSA 11, 54）一样——使其免受嘲弄：对笑本身是不予以嘲笑的，大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此颁布道。能够嘲笑苦难，嘲笑沉重之灵，嘲笑他的疾病，嘲笑自己，最终嘲笑荷尔德林和莱奥帕尔迪的毁灭（N, KSA 11, 257），甚至嘲笑R.瓦格纳（N, KSA 11, 669），这一切的前提是：那里原本没有任何可笑之处——对笑的赐福，只有在受苦的、最具有精神性的高等人那里才是有意义的——相比之下，末人的窃笑则必须被禁止——如果这窃笑永恒轮回，将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善恶的彼岸》中关于欧洲那种差强人意的、丑陋平庸的混合人的著名第225节（KSA 5, 157），虽然以小丑式笑的未来的愿景作结，但这却是末人之笑真正具有威胁性的未来。

在晚期作品中，不再有对笑的哲学反思。尼采似乎已经笑尽了自己，正如他自我应用了那种可能的嘲笑：“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将一件事物笑至化为乌有——嘲笑！”（N, KSA 10, 584）。仿佛贯穿其晚期哲学的情感分析在笑的面前也未曾止步，在此过程中，不应导致笑之情感的扼杀（“斯宾诺莎的不复笑与不复哭，他如此天真地提倡通过对情感进行分析和活体解剖来毁灭情感[]。”；JGB, Nr. 198, KSA 5, 118）；而是用一只“冷酷百倍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的笑。在道德批判的著作中（《论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尼采已然失去了笑容（参见 JGB, Nr. 296, KSA 5, 239）。嘲笑自身这一辩证的契机（“而且——嘲笑了每一位不曾嘲笑过自己的大师”；KSA 3, 343，1887年第二版《快乐的科学》题词）也可能带来糟糕的情绪。在洞穿了笑的肚肠之后，笑变得具有政治性，它被工具化了，尼采只是一味地嘲笑他人，这是一种想要维护自身正确的笑。“我维护正确又有什么关系！我有太多的正确。——而且今天笑得最好的人，也笑到了最后”（GD, KSA 6, 66，初稿见 N, KSA 13, 561; 13, 477）。在《反基督》中一次也没有笑过。大审判官的作风蔓延开来：为了重新获得笑，那个通过目的论——即基督教——而获得权力的严肃性，通过激进的二律背反被推向了终结。尼采希望为未来的世代重新使笑成为可能，并因此而不能再笑——这是为后代所作的自我牺牲。最后之笑的模式是萨多尼克式的苦笑（sardonische Lachen，N, KSA 12, 53），它是恶毒的、幸灾乐祸的、扭曲如怪面孔的；它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笑，一种化为言词与文本的恶魔般的笑（“这部著作[]，一个正在大笑的恶魔”；EH, KSA 6, 354 中论及《偶像的黄昏》）——这是当笑已然逝去，但为了未来之人却应保持敞开时，所残存的最后的笑。

尼采对世纪之交那种浮夸之风的影响是具有解放性的。那些嘲弄的伟大运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例如许森贝克 [Huelsenbeck] 就将 JGB, Nr. 223 作为题词置于卷首）——如果没有他的笑，是不可想象的。巴塔耶（Bataille）曾提倡一种大笑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生命是一场没有动机的狂欢，是任何字面意义上的狂欢、大笑、舞蹈和永不屈服的纵欲，是一种嘲笑目的（无论是物质还是道德目的）的牺牲”（1944/1973, 22），以及提倡一个推崇达达主义（“令人解放的笑——一种转化了人类存在的启示”，1937/1973，引自 Le Rider 1997, 106）且永不被捕获的人。随后，一种普莱斯纳（Plessner）式的人类学捕捉到了笑的现象。

参考文献：Bataille, G.: Chronique Nietzschéenne (1937), in: Oeuvres complètes, vol. I, Sur N. (1944). Vol. VI, Paris 1973; Plessner, H.: Lachen und Weinen (1941); Das Lächeln (1950),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Frankfurt a.M. 1980–85; Bergius, H.: Das Lachen Dadas: die Berliner Dadaisten und ihre Aktionen, Giessen 1989; Le Rider, J.: N. in Frankreich, Münche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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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哲学中重要且多义的基本概念之一，它在接受史中扮演了突出但并非总是幸运的角色。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对尼采的探讨就由生命概念所主导，在这里，生命通常被狂热地赋予形而上学、神话学或生物学的特征，并作为一种更具活力、更全面的原则，被置于与迄今为止的理智哲学相对立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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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荷尔德林和莱奥帕尔迪的毁灭（N, KSA 11, 257），甚至对R. 瓦格纳（N, KSA 11, 669）发笑，其前提是那里原本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对笑的圣化只有在受苦的、最高尚的精神之人身上才有意义——相比之下，末人（letzten Menschen）的窃笑则必须停止——如果这永远轮回，那将是无法忍受的……《善恶的彼岸》中著名的第225节（KSA 5, 157）论述了欧洲那种差强人意、丑陋平庸的混合人，虽然其结尾展望了具有滑稽剧（Hanswurstiade）意味的笑的未来，但这正是末人之笑所构成的现实威胁的未来。

在晚期作品中，不再有对笑的哲学反思。尼采似乎已经笑够了自己，这忠实于对可能遭遇的嘲笑的自我运用：“你们之中有这样的人，他们懂得把一件事笑得化为乌有——嘲笑！”（N, KSA 10, 584）。贯穿其晚期哲学的情感分析似乎也不曾在笑面前止步，但这并不应该导致笑的情感受到扼杀（“斯宾诺莎的‘不再笑和不再哭’，他那么天真地提倡通过对情感的分析和活体解剖来摧毁情感[]。”；JGB，第198节，KSA 5, 118）；而是一双“冷酷百倍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的笑。在道德批判著作（《论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中，尼采的笑已经消失了（参见JGB，第296节，KSA 5, 239）。嘲笑自己的辩证契机（“而且——嘲笑了每一个尚未嘲笑过自己的大师”；KSA 3, 343，《快乐的科学》1887年第二版题词）也可能让人心情糟糕。在洞穿了笑的肚肠之后，笑变得政治化了，它被工具化了，尼采只对着别人笑，这是一种想要维护正确性的笑。“我是否保持正确有什么关系呢！我拥有太多的正确。——而今天笑得最好的人，也笑到最后”（GD, KSA 6, 66，在初稿N中为KSA 13, 561；13, 477）。在《反基督》中一次也没有笑过。宗教大法官的做派蔓延开来：为了重新获得笑声，那个通过目的论——即基督教——获得权力的严肃性，被激进的二律背反引向了终结。尼采希望让未来的世代能够重新发笑，因此他自己绝不能再笑——这是为后人做出的自我牺牲。最后之笑的模式是萨登式的冷笑（N, KSA 12, 53），这种笑是恶毒的、幸灾乐祸的、面目可憎地扭曲的；它只是表面上的笑，是一种化为言辞与文字的恶魔般的笑（“这部著作[]，一个正在笑的恶魔”；在EH中论《偶像的黄昏》，KSA 6, 354）——当笑已逝去，却又为了未来之人而必须保持开放时，留存下来的便是这最后的笑。

尼采对世纪之交那种浮夸风气的影响是具有解放性的。那些以嘲笑为特征的伟大运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例如许尔森贝克将JGB第223节作为题词）——如果没有他的笑，是无法想象的。巴塔耶（Bataille）提倡一种笑的思考，“它的生命是一场毫无动机的节日，是所有词义上的节日：笑、舞蹈、狂欢，它们从不屈服，是一种嘲弄目的（无论是物质目的还是道德目的）的献祭”（1944/1973, 22），提倡一个崇尚达达主义（“令人解放的笑——一种改变人类存在的启示”，1937/1973，转引自 Le Rider 1997, 106）且永不被束缚的人。然而，普莱斯纳（Plessner）式的相对人类学最终还是将笑这一现象束缚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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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uel Skirl

Leben

尼采哲学的诸多重要且多义的基本概念之一，在接受史中扮演了突出但并非总是幸运的角色。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对尼采的探讨主要由生命概念所决定，在此过程中，“生命”通常被狂热地赋予形而上学、神话或生物学的特征，作为一种更具活力、更全面的原则，与迄今为止的理智哲学对立起来（克拉格斯）。尽管有批评的声音认为尼采是这种生命哲学的始作俑者并应为此负责（李凯尔特 1920），但精神与生命之间的对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尼采诠释的一个核心议题（本恩；参见Meyer 1991, 121–135）。直到今天，尼采究竟是在进行“生命的封神”（Meyer 1991, 120），还是应该将生命概念仅仅解释为迄今为止“存在（Sein）”概念的假设性对立概念（Borsche 1996, 260）并借此来提升“生成（Werden）”的地位，依然存在争议。后一种解释的优点在于，根据这种解释，生命概念并不仅仅是占据了以前“存在”所占据的相同地位，而是反映了在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与↗认识论批判之后，必须赋予这些概念的另一种状态。正如旧的形而上学阐释被揭露为一种解释一样，尼采自己的生命概念也必须被视为一种解释的结果。

随着生命概念的引入，哲学评价的传统导向点发生了变化。尼采要求“用艺术家的眼光来看科学，用生命的眼光来看艺术……”（GT，前言 14，KSA 1, 14）。然而，句末的省略号（这一点大多被忽视了）为演练更多的立场留下了空间，从而避免了将观察视角明确固定在所谓最后的生命视角上。

从生命的视角来看，科学、艺术、历史、形而上学、宗教和道德，各自都要根据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生命或与生命为敌来进行衡量。尼采在此绝非用简单的对立来得出笼统的答案。尼采将^禁欲理想视为科学和宗教世界解释背后隐秘的否定生命的驱动力，但它本身又被理解为“保存生命的权宜之计”（GM，第三篇，第13节，KSA 5, 366）。因此，不同的生命观念相互争斗，“生命反对生命”（同上，365）——在这里，禁欲理想被归结为“一种退化生命的保护本能和治愈本能”（同上，366）（参见GD, KSA 6, 86）。

这一冲突反映了生命的基本特征，如果不再用道德的眼光看待生命，就必须将其定义为“本质上，即在其基本功能上是伤害、侵犯、剥削和毁灭的”（GM，第二篇，第11节，KSA 5, 312）。归根结底，有机世界中的一切“发生都是一种压倒、一种支配”，一种“重新解释、一种改造”（GM，第二篇，第12节，KSA 13, 313f.），并且“生命正是一种^权力意志”（JGB，第259节，KSA 5, 208；参见同上，第13节，27f.）。在这方面，每种世界解释都有其部分的合理性，因为通过它，某种特定形式的生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世界进行了伪造。尼采相应地宣称“视角性”是“一切生命的基本条件”（JGB，前言，KSA 5, 12；参见同上，第11节，KSA 5, 26），并断言：“[]如果不是建立在视角性的评估和表象的基础上，就根本不会有生命存在”（JGB，第34节，KSA 5, 53）。由此，生命便与同样出于自我保存而进行的^认识产生了矛盾，因为后者有可能摧毁对生命至关重要的^谬误（N, 11 [162], KSA 9, 503f.；MA I，前言 1，KSA 2, 13f.）。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对真理的追求占据了主导地位，生命可能会降级为纯粹为了认识而存在的手段（MA, I 第292节, KSA 2, 236）。

因此，对尼采而言，相信生命的价值同样属于对生命至关重要的谬误。冷静来看，“对生命价值的信仰[]是基于不纯粹的思考”（N, 9 [1], KSA 8, 178ff. 及 MA I，第33节，KSA 2, 52f.）。如果采取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有机生命仅仅表现为无机世界中一个偶然的特例。在如此相对化生命概念时，尼采警告说：“我们要提防那种认为死亡与生命相对立的说法。活着的只是死物的一种，而且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种类”（FW，第109节，KSA 3,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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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 Zittel

Leib/Körper

尼采哲学的本质是“从肉身出发，并将其用作主导线索”（N，1884年秋 – 1885年秋，40[15]，KSA 11, 634）。与意识和精神相比，对尼采而言，肉身是“更为丰富、更为清晰、更加可把握的现象”，必须“在方法论上把它放在首位”，即便“无法对其最终意义”做出什么决断（N，1885年秋 – 1887年秋，5[56]，KSA 12, 205f.）。

对尼采来说，蔑视肉身是一种病态的、衰亡的、走向没落的文化的表现，这种文化不再想要创造超越自身的东西（Za I，KSA 4, 37, 40）。在尼采看来，随着对肉身的蔑视，“整个精神性”注定“会变得病态，成为‘唯心主义’的虚浮之物”（N，1888年春，14[37]，KSA 13, 236）。然而，客观的、理念的、纯粹精神的东西对尼采而言只是缺陷，是“生理需求无意识的伪装”。“在迄今为止引导思想史的最高价值判断背后，隐藏着对肉身特质的误解，这或者是由于个人，或者是由于阶级，又或者是由于整个种族。人们总是可以首要地将形而上学中所有那些大胆的疯狂——尤其是它们对生存价值问题的回答——视为某些特定肉身的症状”。在这一语境下，尼采进行哲学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从大处来看，迄今为止的哲学是否根本只是一种对肉身的解释以及一种对肉身的误解”（FW，前言，第2节，KSA 3, 348）。不过，尼采的肉身哲学不仅反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反对蔑视肉身的基督教以及蔑视感官的道德主义（M，第86节，KSA 3, 80f.；GD, KSA 6, 74f.）。

正如在尼采看来“我们的肉身[]只是众多灵魂的社会结构”（JGB，第19节，KSA 5, 33）一样，对他来说，灵魂“只不过是肉身某处的一个词而已”。在尼采看来，肉身是“一种大理智”；“肉身的工具”则是“小理智”。对尼采而言，精神和感官只是这大理智——即肉身——的玩物和工具。即使是那微小科学理智的“自我”，也有着不同于其自身的基底，那就是“自身”，这个自身正是肉身，并且它是“自我的统治者”。针对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理性主义传统以及与之相连的身心二元论，尼采因此写道：“在你的思想和情感背后，我的兄弟，站着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位未知的智者——他名叫自身。他居住在你的肉身里，他就是你的肉身”。对尼采来说，“创造的肉身”只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其意志的一只手”（Za I，KSA 4, 40）。

紧随尼采之后，海德格尔将肉身概念用于两种含义：作为生命化的肉身（leibender Leib），即大理智或未被工具化的身体；以及作为躯体化的肉身（Körperleib），即小理智或被工具化的身体。作为生命化肉身的身体，显现为原初的、自然的本性；相比之下，作为躯体化肉身的身体则显现为被文明过度塑造的、人工的本性。作为生命化肉身的身体是存在之生发（Seinsereignis），因此例如对海德格尔而言，它是“存在（Seyn）”向我们传达自身的媒介。作为躯体化肉身的身体，是一个按照物理-化学规律运转的有机体，因此可以被定义为高度组织化、高度复杂的物质，它由组织、器官、细胞构成，可以成为一种从主体中抽象出来的（自然）科学的对象，而这种科学的特征正是一种遗忘了肉身（leibvergessen）的身体概念。

相反，生命化的肉身在科学意义上是不可客体化的，因此在工具层面也不是可供支配和利用的，而躯体化的肉身则作为物质实体显现，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物质结构，人们可以用它并且在它身上进行操作。

在作为大理智的生命化肉身中，肉身与灵魂是不可区分的（FW，前言，第3节，KSA 3, 349）。这种“作为肉身存在（Leibsein）”的状态，尚未表现出一种科学上可客体化的、将肉身视为躯体化肉身而“拥有肉身（Leibhaben）”的特征，只有通过后者，我们才有可能在分析上区分人类各种生理和心理能力。因此，在尼采看来，作为“大理智”的“肉身”指的并不是笛卡尔式的身体，它不仅以灵魂与身体的不可分割性为出发点，而且


身体/躯体

克劳斯·齐特尔 (Claus Zittel)

尼采哲学的关键在于“从身体出发，并将其作为指导线索”（N.，1884年秋—1885年秋，40[15]，KSA 11, 634）。与意识和精神相比，对尼采而言，身体是“更丰富、更清晰、更可把握的现象”，必须“在方法论上将其置于首位”，而“无法断定其最终意义”（N.，1885年秋—1887年秋，5[56]，KSA 12, 205f.）。

对尼采而言，蔑视身体是一种病态的、衰亡的、没落的文化的表现，这种文化不再想要超越自身去进行创造（Za I, KSA 4, 37, 40）。伴随对身体的蔑视，在尼采看来，“整个精神性”注定“变得病态，成为‘唯心主义’的蒸汽（vapeurs）”（N.，1888年春，14[37]，KSA 13, 236）。然而，客观的、观念的、纯粹精神的东西，对尼采来说不过是一种缺陷和“对生理需求的无意识伪装”。“在迄今为止主导着思想史的最高价值判断背后，隐藏着对身体状况的误解，无论是针对个人、阶层还是整个种族。人们首先总可以将形而上学的所有那些大胆的疯狂，特别是它们对生存价值问题的回答，视为特定身体的症状”。在这种语境下，尼采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从宏观上算来，迄今为止的哲学是否根本上只是对身体的一种解释和对身体的一种误解”（FW, 前言, 第2节, KSA 3, 348）。尼采的身体哲学不仅针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也针对蔑视身体的基督教和蔑视感官的道德主义（M, 第86节, KSA 3, 80f.; GD, KSA 6, 74f.）。正如对尼采而言“我们的身体[]仅仅是许多灵魂的社会结构”（JGB, 第19节, KSA 5, 33），灵魂对他来说也“只是关于身体上某物的一个词汇”。对尼采而言，身体是“一种大理智”；而“身体的工具”则是“小理智”。在尼采看来，精神与感官仅仅是身体这个大理智的玩物与工具。即便是那渺小的、科学的理智的“自我（Ich）”也有一个不同于自身的根基，即“自身（Selbst）”，这自身就是身体，是“自我的统治者”。因此，在反对自笛卡尔以来的整个理性主义传统及其相伴随的身心二元论时，尼采写道：“在你的思想和情感背后，我的兄弟，站着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位未知的智者——他名叫自身。他居住在你的身体里，他就是你的身体。”对尼采而言，“创造着的身体”仅仅“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其意志的一只手”（Za I, KSA 4, 40）。

继尼采之后，在海德格尔那里，身体（Leib）概念被用于两种含义：作为身体化的身体（leibender Leib），即大理智或未被工具化的躯体（Körper）；以及作为躯体化的身体（Körperleib），即小理智或被工具化的躯体。作为身体化的身体的身体，显现为原初的、自然的自然；相反，作为躯体化身体的身体，则显现为被文明过度塑造的、人造的自然。作为身体化身体的躯体是存在事件（Seinsereignis），因此例如对海德格尔而言，它是“存有（Seyn）”向我们传达自身的媒介。作为躯体化身体的躯体是一个执行物理-化学机能的有机体，因此可以被规定为高度组织化的物质，一种由组织、器官和细胞组成的高度复杂的物质；它可以成为一种脱离主体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科学的特点在于其拥有一种遗忘身体的躯体概念。相反，身体化的身体在科学意义上是不可客体化的，因此在工具上也是不可支配和不可利用的，而躯体化的身体则表现为一种物质实体，一种可以对其进行操作的高度复杂的物质结构。

在作为大理智的身体化的身体中，身体与灵魂是无法区分的（FW, 前言, 第3节, KSA 3, 349）。这种“存在为身体”（Leibsein）还未被表现为躯体化身体的、可科学客体化的“拥有身体”（Leibhaben）所标记，唯有通过这种拥有，我们才可能对人类各种物理和心理能力进行分析性的区分。因此，对尼采而言，作为“大理智”的“身体”并不是指笛卡尔式的躯体，它不仅预设了灵魂与躯体的不可分性，也预设了思维实体（res cogitans）与广延实体（res extensa）的不可分性。

承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人们因此可以在尼采那里辨认出一种身体本体论差异，它建立在身体化的身体与躯体化的身体、身体与躯体、自身与自我之间的区别之上；由此便产生了诸如存在为身体与拥有躯体、躯体状态崇拜与身体遗忘、遗忘自身与沉迷自身、寻求自身与自私自利、躯体升值与躯体利用、躯体贬值与躯体沉迷、自身身体与异己躯体，以及自我体验的与他律决定的、感受到的与工具化的、前个人的与人格化的、有机的与机械化的、体验到的与科学化的、主观感知的与客观感知的躯体等种种区分，这些区分在继尼采之后的20世纪身体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然而，根据这种涉及每一种躯体哲学之基本区分的躯体-身体差异，作为身体化身体的身体，是我们充满生机地存在的根基；它是“自我”的根基，它不仅对自我提出质疑，也为自我奠定基础——作为自身的非我（Nichtich），是自我根本上所依赖的对象。通过这个自身，自我在作为非我的他者状态中被给予自身，而相反，有自我意识的躯体自我想当然地认为它仅仅是通过它自己来给予自身的。只有当自身被体验为身体化的身体时，自我才可能将自身感知为躯体和精神，感知其突破界限与受到限制的状态。因此，自我是通过自身的身体化（Leiben）而生成的，而这种“我身体化（Ich leibe）”在尼采看来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之可能性的条件。

身体化的身体是指那决定我们生命的鲜活躯体，但它（尚）不在我们的支配权力之内。相反，躯体化的身体是总是已经可供支配的身体性，我们将其感知为物化的、客体化的躯体性。其结果是，身体化的身体本身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前概念的存在，它为躯体化身体那些有意识的且以概念为中介的躯体-精神关系奠定了基础，但其本身却无法被这些关系完全把握，因此它在奠基的同时也从其所奠基的事物中抽身退隐。

身体化的身体是前认知的、前语言的在先者，这不仅是在先前的、时间上更早的意义上而言，而且是在永远在场的起源这一意义上而言的，它为我们的自身存在奠基，但却不能被我们的认知自我绝对地奠定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的“存在为身体”是身体-灵魂的存在，它先于在科学主客体关系中可支配躯体的存在者以及精神，它是具体的存在，为躯体-精神的主客体关系奠基，但其本身无法被这些关系的理性结构完全理性化，因此被感知为一个非理性的、不可支配的却又起基础作用的“边缘”或“残余”。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始终也是那不可支配的精神-躯体综合体，它既限制又打破躯体和精神的界限，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威胁，而必须将其积极地理解为自身此在的可能性。

如果说尼采批判了“小理智”，那这并非卢梭式的自然感伤主义，也并非身体浪漫主义；这时的“大理智”并不是在卢梭的意义上呼吁“回到自然”。尼采并没有像海德格尔关于“身体化的身体”的论述所暗示的那样，逃避进一种身体浪漫主义中，而是想要把迄今为止与普遍理智相联系的诸多身体控制形式问题化。

然而在尼采那里，身体也并非一个替代概念，用来指代独立于人的、被浪漫化的、直接的、未被触及的躯体的第一自然，而是一个边界概念与纠偏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小理智的第一自然应当在大理智的第二自然（作为超自然）中被克服。尼采很清楚，对于脱离躯体的身体、脱离自我的自身、脱离小理智的大理智，我们根本无话可说，因此他也避免了诸如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释所重新引入的那种抽象对立。相反，他所关心的是颠倒奠基关系，是为了让另一种理智（同样也是躯体性的理智）诉诸语言。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将理智的完全他者主题化。尼采意图将理智与身体从渺小的、纯粹科学主义-技术性理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不是要将躯体从一般理智中彻底解放出来。如果没有理智，我们对身体将无从谈起，如果身体的“大理智”不能将“小理智”作为其自身的手段来依靠，它就会保持无言。这种依靠确实可能导致身体性的异化，但如果没有“小理智”这一工具，我们也无法发现“大理智”并将其诉诸语言。对我们而言，如果没有精神，身体理智的自我奠基是不可能的；如果绝对脱离自我，将自身发现为一种情感的、本能的、受情绪调谐的、被感受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大理智”的自身性（Selbigkeit）也不能脱离迄今为止“小理智”的同一性概念来理解。与其超人理念相一致，与卢梭（以及海德格尔）相反，尼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要求一种“回到身体”并借此回到生命的诉求：“像我一样，将飞离的美德引回大地——是的，回到身体和生命：让她给大地以意义，一种人的意义！”（Za I, KSA 4, 100）。因此，尼采的“回到身体”实际上是“向上”达到一个“更高的身体”。只有当病患学会为自己创造一个更高的身体时，他们才会成为康复者和克服者，但这以不再将身体视为“物自体”为前提，而是将其视为像我们的自身一样，必须超越我们自身去创造的东西（参见 Za I, KSA 4, 37–41）。正如迄今为止的人应当被克服一样，这最后之人的身体也应当被克服，从而形成一个“更高的身体”，因为通过我们对自然认识的追求，通过改变我们的饮食方式、居住方式和整体生活方式，并由此依赖性地改变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待快乐与痛苦的方式，我们与身体建立了一种实验性的关系。

正如人是“非兽与超兽”，“更高的人[]是非人与超人”（N.，1887年秋—1888年3月，9[154]，KSA 12, 426），这更高的身体也是非躯体与超躯体。身体具体化了那个理性的自身，后者在躯体的消失与躯体的回归之张力场域中成形。然而，这种超-存在的生成，是以躯体在其直接性、自然既定性、不可侵犯性中已经死亡这一事实为前提的。它同上帝一起死去了。因此在尼采看来，关于身体作为自在的自然躯体的观念也随之消亡了。



痛苦

福尔克·卡伊萨 (Volker Caysa)

尼采禁止了我们的同情，但并未禁止我们受苦。出于距离的激情，我们可以谈论他的痛苦。痛苦的本质在于超越自身、超越痛苦去审视自身；正如在《悲剧的诞生》的意象中所表述的：在酒神精神意义上被理解的痛苦，渴望在日神式的艺术作品中实现变形（GT, KSA 1, 39）。希腊人的庆典显现为一种对痛苦的庆祝，因为希腊人，这个唯一如此具备承受痛苦之能力的民族（GT, KSA 1, 36），从痛苦中创造了悲剧这一最高艺术体裁。对尼采而言，这似乎在这样一个传统中得到了印证，即最古老的悲剧形式仅以神明狄奥尼索斯的受难为内容：“人们甚至可以说，在它们早期的发展阶段，根本不是为了表现行动即 dräma，而是为了表现受苦即 päßos”（KSA 1, 527）。此外，狄奥尼索斯的被肢解还开启了向叔本华化方向的系统现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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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

科学-技术理性的，而不是要使躯体完全摆脱理性。没有理性，我们就无法谈论肉体（Leib），如果肉体的“大理性”不能将其自身的“小理性”作为工具来加以倚靠，它就会保持沉默。这种倚靠实际上可能导致肉体性的异化，但如果没有“小理性”这一工具，我们也无法发现“大理性”并将其表达出来。对我们来说，肉体理性的自我奠基离不开精神，而将自我发现为一种情感的、本能的、有情绪的、有感觉的存在，也不可能与“自我”（Ich）绝对分离。在这个意义上，“大理性”的同一性也不能脱离“小理性”迄今为止的身份概念来理解。与其超人（Übermensch）概念相呼应，N.（尼采）与卢梭（甚至海德格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要求一种“回到肉体”，并由此回到生命：“和我一样，把飞走的德行引回大地——是的，引回肉体和生命：让它给大地以它的意义，一个人的意义！”（Za I, KSA 4, 100）。因此，N.的“回到肉体”实际上是“向上”走向一个“更高的肉体”。只有当病人们学会为自己创造一个更高的肉体时，他们才会成为康复者和克服者，但这前提是不再把肉体看作“物自体”（Ding an sich），而是看作我们必须像我们的自我一样去超越自身来创造的东西（参见 Za I, KSA 4, 37–41）。正如迄今为止的人应当被克服一样，这末人（letzten Menschen）的肉体也应当被克服，从而形成一个“更高的肉体”，因为我们通过追求自然认识，通过改变我们的饮食方式、居住方式、整体生活方式，并由此改变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待快乐和不快的方式，与肉体建立了一种实验性的关系。

正如人是“非兽和超兽”，且“更高的人[]是非人和超人”（N, 1887年秋 – 1888年春, 9[154], KSA 12, 426）一样，更高的肉体也是非躯体和超躯体（Unkörper und Überkörper）。肉体体现了理性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在躯体消失与躯体复归的张力场中形成的。然而，这种超-存在（Über-Seins）的生成，其前提是躯体（Körper）在其直接性、自然赋与性和不可侵犯性中已经死亡。它与上帝一同死了。然而，在N.看来，这意味着把肉体视为自在存在的自然躯体的观念也死了。

文献：Heidegger, M.: N.s Lehre vom Willen zur Macht als Erkenntnis (1939), in: Gesamtausgabe, II. Abt., Bd. 47, Frankfurt a.M. 1989, 151–160; Schipperges, H.: Am Leitfaden des Leibes. Zur Anthropologik und Therapeutik F.N.s, Stuttgart 1975; Küchenhoff, J.: Der Leib als Statthalter des Individuums, in: Frank, M./Haverkamp, A. (Hgg.): Individualität, München 1988; Grätzel, S.: Die philosophische Entdeckung des Leibes, Stuttgart 1989, 115–163; Abel, G.: Interpretarische Vernunft und menschlicher Leib, in: Djuric, M. (Hrsg.): N.s Begriff der Philosophie, Würzburg 1990, 100–130; Salaquarda, J.: »Leib bin ich ganz und gar . . .« – Zum »dritten Weg« bei Schopenhauer und N., in: Nietzscheforschung 1 (1994), 37–50; Koch, H.-J.: Das Chaos und die große Fülle des Lebens oder: Wie groß ist die »Große Vernunft« bei N., in: prima philosophia 9 (1996), 187–216; Gerhardt 1996, 309–312; Caysa, V.: N.s Leibphilosophie und das Problem der Körperpolitik, in: Nietzscheforschung 4 (1998), 283–299.

Volker Caysa

痛苦

N.禁止我们同情（Mitleiden），但没有禁止痛苦（Leiden）。出于距离的激情（Pathos der Distanz），我们可以谈论他的痛苦。痛苦的本质在于超越自身、超越痛苦来看待自己；用《悲剧的诞生》中的意象来表达：被理解为酒神式的痛苦在阿波罗式的艺术作品中趋向于变形（Transfiguration）（GT, KSA 1, 39）。希腊人的庆典显得是对痛苦的庆典，因为希腊人，这个唯一如此能够承受痛苦的民族（GT, KSA 1, 36），从痛苦中创造了悲剧，即最高的艺术类型。在传统中，似乎向N.保证了这一点，即最古老的悲剧形式仅仅以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痛苦为内容：“甚至可以说，在其早期的发展阶段，根本没有考虑到行动，即戏剧，而是考虑到了痛苦，即受难（Pathos）”（KSA 1, 527）。此外，狄俄尼索斯的被肢解还开启了对叔本华式的关于个体化恐惧的系统更新反思（作为接受 N, KSA 7, 214f.），而N.在他的痛苦形而上学中，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这样一个构造，即一个必须作为现象在时空中分裂，并试图在智力的帮助下通过爱、宗教和音乐的救赎再次消除这种痛苦的孤立的意志。N.更多的是从歌德式的“作为永远痛苦和充满矛盾的太一”（GT, KSA 1, 38）出发来思考，其分裂导致了一部克服痛苦的世界史，例如在希腊悲剧中。索福克勒斯被认为是处于竞争状态个体的痛苦的诗人（N, KSA 7, 397），俄狄浦斯（希腊舞台上最痛苦的形象，GT, KSA 1, 64）和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笔下为了正义受苦的人）是其主人公。

N.将痛苦与↗同情区分开来。在攻击基督教的同情时，N.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同情的古代是如何处理这种情感冲动的？他通过指出那里的同欢（Mitfreuen）凌驾于同情之上来回答这个问题（N, KSA 8, 333）。N.主张以一种宣泄的方式来接近痛苦：为了消除滋生↗怨恨（Ressentiment）的痛苦，他建议最好立即复仇，而不是一直想要复仇（MA I, Nr. 60, KSA 2, 77），此外，最好公开地受苦，因为这会减少别人的嫉妒（“人们必须展示自己的不幸，并时不时听得见地叹息[]”；MA II, Nr. 334, KSA 2, 516）。在N.苦路（Stationenweg）的第三阶段，在1878/79年从他的阴影般的存在中（暂时）康复后（“这是我的最低点”；EH, KSA 6, 264]），N.准备好让别人受苦，以便对方能克服痛苦，这意味着能够施加痛苦而不至走向毁灭（FW, Nr. 325, KSA 3, 553）。对受苦者要像骑士或医生一样冷酷（N, KSA 9, 40; FW, Nr. 13, KSA 3, 385），对受苦的朋友要成为一张坚硬的行军床（Za II, KSA 4, 115）——这才是真正的仁慈（Caritas）。对痛苦的超越（M, Nr. 114, KSA 3, 104）以及持续受苦者的伊壁鸠鲁式的午后幸福（FW, Nr. 45, KSA 3, 411）是为自己痛苦负全责的无神之人的赞礼（N, KSA 9, 651）。榜样是：“蒙田先生，他是那样令人愉快地懂得拿自己的病痛开玩笑，——他患有结石”（FW, Nr. 22, KSA 3, 394）；启蒙带来了精致化：更多的幸福，但也有更多的痛苦（N, KSA 9, 640）。《查拉图斯特拉》第一章中的骆驼与我们谈论了这一点（Za I, KSA 4, 29）；它不断承担最重的东西，只有在痛苦地吸收知识和文化的沙漠中才会变得快乐。摆脱痛苦的自由达到了赠予的德行（Za I, KSA 4, 97）。忽视自己的状况（对抗只为自己受苦的更高人类的痛苦；Za IV, KSA 4, 356）在这里被提升到了最孤独的高度。在第四阶段，痛苦的救赎力量受到了赞颂；痛苦作为希望而出现。“查拉图斯特拉，生命的辩护者，痛苦的辩护者，圆环的辩护者”（Za III, KSA 4, 271），想要永恒，尽管并且包含了那呼喊着“消逝吧”的悲哀（Za IV, KSA 4, 405）。在永恒轮回中培育的“超人在我心里[]——[]而不是最痛苦者”（Za IV, KSA 4, 357）。对自由痛苦的自我克服找到了它的“为了什么”：“我克服了那个受苦的我，我把自己的灰烬搬上山，我为自己发明了一团更明亮的火焰”（Za I, KSA 4, 35f.）。更明亮的火焰就是超人，他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不仅克服了自己，而且通过体验和并入新价值的创造改变了自己。“创造——这是对痛苦的伟大救赎”（Za II, KSA 4, 110）。在《查拉图斯特拉》之后的时期，N.成为了痛苦及其历史的医生和记录者。在指出即便在痛苦的激情中仍在进行的“价值评估”和解释（N, KSA 10, 298; 11, 124; 13, 359：“自在的痛苦是不存在的。”）的同时，还伴随着一部关于道德中对痛苦的工具化和可解释性的历史（GM, KSA 5, 266, 300, 372, 411）。N.痛苦之路的第六个阶段也是他最后的阶段。起初对痛苦原则上未受篡改的狂热已经烟消云散；探讨不再发生，也不可能再发生。痛苦变得沉默。将痛苦看得重要已经是生病了（N, KSA 13, 89）。N.不再对自己大惊小怪；剩下的只有对自身的扬弃，剩下的只有铭文和悼词——瞧！这个人（Ecce homo），而这受苦的人（Schmerzensmann）已经不能超越痛苦来看待自己了。

反对救世主不能受苦的能力（AC, Nr. 35, KSA 6, 207），他提到了（伪）佛教关于非形而上学（据称是后虚无主义的）痛苦的教义（AC, Nr. 20, KSA 6, 186），但并没有内在的确信。留给N.的（EH, KSA 6, 348）仅仅是在《夜歌》中达到顶点的记忆：曾经像一个神、像狄俄尼索斯那样受过苦，但没有阿里阿德涅，没有出路。

文献：Andreas-Salomé 1983 (1894); Knodt, R.: F.N. Die ewige Wiederkehr des Leidens, Bonn 1987.

Miguel Skirl

激情

将N.称为“充满激情的哲学家”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顽固陈词滥调。一般来说，N.将激情概念作为面对西方科学思想传统时充满情感的解除抑制的载体：N.试图通过将激情引入思想来克服理性主义。早在《悲剧的诞生》中，N.就将从叔本华那里继承来的概念（GT, KSA 1, 46）投射到了酒神世界中。作为酒神体验的一部分，痉挛般的激情与有序的阿波罗式的世界观构成了极端的对立。N.从浪漫主义那里吸收了这样一种规定，即艺术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极其富有激情的存在；他随心所欲地将莎士比亚（MA I, Nr. 176, KSA 2, 161）选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然后是瓦格纳（WB）。哲学家受艺术家激情影响的状态，被概括在“艺术家-哲学家”这一形象中（Vuarnet 1986）。

在中期作品阶段，N.运用激情概念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认识。通过将“认识的激情”（FW, Nr. 123, KSA 3, 479）保留给“艺术家-哲学家”，这便与科学家的切题认识区分开来（Brusotti 1997）。科学家追求纯粹不掺杂质的认识之幸福，而哲学家则会陷入认识的激情。这种激情会让他毫无出路地去寻找，就像命运之爱（amor fati）让相爱的人不幸地去爱一样（M, Nr. 429, KSA 3, 264）。因此，驱使科学家的，是激情的耗尽，而不再是寻找真理（MA I, Nr. 251, KSA 2, 208f.）。在《曙光》（Nr. 432, Nr. 450, Nr. 543）中，作为科学动机的激情主题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一种关于充满激情、非异化的认识的哲学，受到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启发。

文献：Bataille, G.: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Paris 1943; Deleuze, G./Guattari, F.: Anti-Ödipus, Frankfurt a.M. 1974; Vuarnet, J.-N.: Der Künstler-Philosoph, Berlin 1986; Brusotti 1997.

Knut Ebeling

爱

关于爱的主题，在N.的著作中只能找到零星的思考。在二手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对此的探讨。在尝试重估一切价值的框架内，N.也批评了“理想化的性爱”（M, Nr. 503; MA I, Nr. 405）在文化上的优先地位，转而赞成提升友谊的地位，将其视为“爱的一种延续”（FW, Nr. 14）。N.对爱的理想提出质疑的，是其道德上无私的表象，这种表象否认了自身的动机（N, KSA 9, 579; N, KSA 13, 42），但如果没有这些动机，任何个人关系都是不可想象的。对N.来说，爱的动机在于“贪婪”和“对财产的渴望”（FW, Nr. 14）。然而，这种潜在的利己主义并没有被他斥责为不道德的，相反，“个体伦理学”关注的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他人的人际关系动机（M, Nr. 335）。他反复谈到必须“学习去爱”（MA I, Nr. 601; FW, Nr. 334）：作为一种关系行为，爱并不建立在无所作为的感受和一种被动的态度之上（MA I, Nr. 523）。它要求一种积极的行为（FW, Nr. 334），并且是在作为与不为中成功的相互性问题（MA I, Nr. 418）。关于爱的能力，不仅超越不


爱

著作和一篇悼文——《瞧，这个人》（Ecce homo），而这位受苦者却未能超越痛苦而向前看。与救赎者“不能受苦”（AC, Nr. 35, KSA 6, 207）相对的，是指向关于非形而上学（据称是后虚无主义）痛苦的（伪）佛教教义（AC, Nr. 20, KSA 6, 186），然而却缺乏内在的信念。对于尼采来说（EH, KSA 6, 348），只剩下在《夜歌》中达到顶点的回忆：像一位神，像狄俄尼索斯一样受苦，但没有阿里阿德涅，没有出路。

文献：Andreas-Salomé 1983 (1894); Knodt, R.: F.N. Die ewige Wiederkehr des Leidens, Bonn 1987.

Miguel Skirl

Leidenschaft

将尼采冠以“激情的哲学家”之名，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顽固陈词滥调。通常，激情这一概念在尼采那里，作为一种充满情感的去抑制（Enthemmung）的载体，用以对抗西方科学思想传统：尼采试图通过将激情引入思想来克服理性主义。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将从叔本华那里借用的概念（GT, KSA 1, 46）投射到狄俄尼索斯的世界中。作为狄俄尼索斯经验的一部分，痉挛性的激情构成了与有序的阿波罗式世界观最为极端的对立。尼采从浪漫主义那里继承了这样一种设定：特别是艺术家应该是一个极其充满激情的存在；他交替地将莎士比亚（MA I, Nr. 176, KSA 2, 161）和瓦格纳（WB）尊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哲学家被艺术家的激情所感染，这一情况被浓缩在“艺术家-哲学家”（Künstler-Philosoph）这一形象中（Vuarnet 1986）。

在中期创作阶段，激情这一概念被尼采用来区分不同种类的认识。由于尼采将“认识的激情”（FW, Nr. 123, KSA 3, 479）保留给“艺术家-哲学家”，这便与科学家那种注重实效的认识区分开来（Brusotti 1997）。科学家追求的是未受蒙蔽的认识之福，而哲学家则会陷入认知的激情之中。这种激情让他陷入绝境般的探寻，就如同命运之爱（amor fati）让相爱者不幸地去爱一样（M, Nr. 429, KSA 3, 264）。因此，驱动科学家的乃是激情的耗费，而不再是对真理的探求（MA I, Nr. 251, KSA 2, 208f.）。在《曙光》（Nr. 432, Nr. 450, Nr. 543）中，作为科学动机的激情这一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一种关于充满激情、非异化的认识的哲学，受到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启发。

文献：Bataille, G.: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Paris 1943; Deleuze, G./Guattari, F.: Anti-Ödipus, Frankfurt a.M. 1974; Vuarnet, J.-N.: Der Künstler-Philosoph, Berlin 1986; Brusotti 1997.

Knut Ebeling

Liebe

关于爱的主题，在尼采的著作中只能找到零星的思想。在二手文献中也几乎看不到对此的探讨。在试图重估一切价值的框架内，尼采也批判了“被理想化的两性之爱”（M, Nr. 503; MA I, Nr. 405）在文化上的首要地位，转而提升友谊的价值，将其视为“爱的一种延续”（FW, Nr. 14）。尼采对爱的理想所质疑的，是其伪装成无私的道德表象，这种表象否认了自身的动机（N, KSA 9, 579; N, KSA 13, 42），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动机，任何个人关系都是不可想象的。对尼采而言，爱的动机在于“贪婪”和“对所有权的渴望”（FW, Nr. 14）。然而，这种作为基础的利己主义并没有被他斥责为不道德；相反，“个体伦理学”的目的正是在于要清楚自己对他人建立关系的动机（M, Nr. 335）。他反复提到人必须“学习爱”（MA I, Nr. 601; FW, Nr. 334）：作为一种关系行为，爱并不建立在无所作为的感情和被动的态度之上（MA I, Nr. 523）。它要求一种主动的行为（FW, Nr. 334），并且是在作为与不作为之中实现成功互动的产物（MA I, Nr. 418）。能够去爱，除了无条件的亲密之外，恰恰还包括必要的距离（MA I, Nr. 428）。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将他人在其独立的异质性中作为平等的个体来接受和珍视，并且也能为自己（独处）而存在时，他才具备获得真爱的能力（N, KSA 9, 520）。在尼采看来，关键在于，不可避免出现的矛盾不应当被调和，而是必须被承受和解决（MA I, Nr. 75）。

尼采主张培养“良好的友谊”（MA II, Nr. 241），而不是将自己固着在一个对象身上，并将其作为“无条件的独占物”（FW, Nr. 14）。毕竟，“良好的婚姻同样建立在建立友谊的才能之上”（MA I, Nr. 378）。因此，尼采用一种全新的友谊生活来对抗占据主导地位的婚姻生活，用一种个体的“友谊伦理学”（N, KSA 8, 333）来对抗爱的意识形态道德。

由于对莎乐美（Salomé）的友谊带来的痛苦失望——按照他自己的标准（MA II, Nr. 287），这是一场“伟大的爱”——从1882年中期开始，尼采对这一主题的态度变得阴暗起来。之前，他曾强调性别的文化建构，并设想男女之间建立友谊关系的可能性（MA I, Nr. 390）；而现在，在沙文主义的言论和反女性主义的论战中，他不再作为资产阶级文化中父权价值观的批判者出现，甚至变成了将完全奉献作为“女性的爱”与将占有作为“男性的爱”（FW, Nr. 363）进行对立的生物学自然化的捍卫者。除了这种受个人经历影响的视角转变之外，尼采还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基督教利他主义邻人之爱道德的理论批判，并最终以他自己的道德哲学学说——命运之爱（amor fati）（FW, Nr. 276）——来与之对抗。

Harald Lemke

Logik

对尼采而言，逻辑是一门“形式科学”和“符号学”（GD, Nr. 3, KSA 6, 76），它呈现为一种“整理的、压倒性的、简化的、缩写的力量”（N, KSA 12, 238），其目的是使我们变得“可公式化、可计算”，并使“世界”（出处同上，391）变得可以理解。我们在逻辑中仅仅拥有一个“表达手段”（N, KSA 13, 536），而非“真理的标准”（出处同上，336）。相信凭借形式理性的线索就能获得一种仿佛有着因果保证的真理担保，尼采在这一信念中看到了一种自苏格拉底以来就存在的“隐蔽的乐观主义”（GT, Nr. 15, KSA 1, 101）。但它仅仅是通过7个符号传达的集体性、建构性世界观及自然控制的创造手段。

尼采认为，逻辑有一个前逻辑的、创造性的前提，这个前提在于一种同化性的齐一化：不属于意识思维的“塑造性[=非逻辑]感觉”（N, KSA 11, 636）虚构了一个“自我同一的A”（N, KSA 12, 389）（A = A），它“就像原子一样，是‘物’的马后炮式建构”（出处同上，390），即相当于将区分开的实体反事实地设定为与自身同一的实体。然而，真正的逻辑思维始于假设存在“两个相同的事物”（N, KSA 9, 236），也就是说，始于设定“同一的情况”（N, KSA 11, 635）（A = B）。尼采将逻辑视为一种合乎目的的伪造；在其中，“现实”甚至“不再作为一个问题”（GD, Nr. 3, KSA 6, 76）出现。

即便是诸如同一律或矛盾律这样的逻辑基本原则，其自身也不带有必然性；它们仅仅是调节性的公设，是“关于什么应该被视为真实的命令”（N, KSA 12, 389）。不矛盾原则建立在“感觉主义的[]偏见”（出处同上，390）之上，即人们不能“同时拥有两种对立的感觉”（出处同上）。因此，它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这种无能被规范性地延续为一个逻辑基本公理，并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被误解为所有正确思维和真理保证的必要条件。

尼采不仅主张一种有问题的的主观概念主义（据此逻辑对象仅存在于头脑之中），而且还招致了心理主义的指责。然而，他的前逻辑沉思走得更远，当一个逻辑原则在生理上以及可能性的条件


逻辑

超越有条件的亲密，也正是必然的距离（MA I, Nr. 428）。只有能够接受并珍视他者作为享有平权个体的独立他者性，并且也能（独自）与自己相处的人，才具备真正去爱的能力（N, KSA 9, 520）。在尼采看来，关键在于，不可避免出现的矛盾不应被调和，而是必须被承受和解决（MA I, Nr. 75）。

尼采主张培养“美好的友谊”（MA II, Nr. 241），而不是将注意力局限在某个特定对象身上并将其纳入“无条件的独占”（FW, Nr. 14）之中。毕竟，“一段美好的婚姻也建立在友谊的天赋之上”（MA I, Nr. 378）。因此，尼采用一种新的友爱生活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婚姻生活，用一种个体的“友谊伦理学”（N, KSA 8, 333）来对抗意识形态化的爱情道德。

由于他对莎乐美的友谊感到了痛苦的失望——根据他自己的标准（MA II, Nr. 287），这是一场“伟大的爱情”——从1882年中期开始，尼采对这一主题的态度变得阴暗起来。虽然他之前强调性别的文化建构，并设想男女之间存在建立友谊关系的可能性（MA I, Nr. 390），但他现在在沙文主义言论和反女权主义论战中，不再表现为资产阶级文化父权制价值观的批评者，甚至变成了将彻底奉献作为“女性之爱”与将占有作为“男性之爱”对立起来的生物学自然化的辩护者（FW, Nr. 363）。除了这种深受个人经历影响的视角转变之外，尼采进一步发展了他对基督教利他主义邻人之爱道德的理论批判，并最终以他自己的道德哲学学说命运之爱（amor fati）（FW, Nr. 276）与之相抗衡。

哈拉尔德·莱姆克

逻辑

对尼采而言，逻辑是一门“形式科学”和“符号学说”（GD, Nr. 3, KSA 6, 76），它代表了一种“整理的、征服的、简化的、缩略的力量”（N, KSA 12, 238），其目的是使我们变得“可表述、可计算”，并使“世界”（同上，391）变得可理解。我们在其中拥有的只是“表达手段”（N, KSA 13, 536），而非“真理的标准”（同上，336）。尼采认为，那种相信以形式理性为指导就能获得一种仿佛由因果关系作保的真理保证的信念，是一种自苏格拉底以来就存在的“隐蔽的乐观主义”（GT, Nr. 15, KSA 1, 101）。然而，逻辑仅仅是通过符号中介来优化集体性、建构性的世界观之产生以及对自然之统治的手段。

在尼采看来，逻辑有一个前逻辑的、创造性的前提，它存在于一种同化性的齐一化过程之中：不属于有意识思维的“赋形的[=非逻辑的]感觉”（N, KSA 11, 636）虚构出了一个“与自身同一的A”（N, KSA 12, 389）（A = A），它“如同原子一样，是对‘物’的一种事后建构”（同上，390），即相当于将被区分的单位反事实地设定为与自身同一的实体。然而，真正的逻辑思维始于假设存在“两个相同的事物”（N, KSA 9, 236），即设定“同一的状况”（N, KSA 11, 635）（A = B）。尼采将逻辑视为一种合乎目的的伪造；“现实”在其中“甚至[不再]作为问题”（GD, Nr. 3, KSA 6, 76）出现。

诸如同一律或矛盾律等逻辑基本原则，本身也不带有必然性；它们仅仅是调节性的公设，是“关于什么应该被视为真的绝对命令”（N, KSA 12, 389）。无矛盾原则（即矛盾律）建立在这样一种“感觉论的[]偏见”（同上，390）之上，即人们不可能“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同上）。因此，它不过是一种无能的表达，这种无能以规范的方式延续成了逻辑的基本公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便被误解为一切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和真理的保证。

尼采不仅主张一种有疑问的主观概念论，认为逻辑对象仅存在于心智中，而且还招致了心理主义的指责。然而，当一个逻辑原则被生理学地奠基，并且逻辑思维可能性的条件完全被生物学地论证时，他的原初逻辑思辨走得更远。在这里，联结符号的思维在谱系学上被从事实/经验的状况推导出来，或者说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之上得到了解释。

参考文献：Grimm 1977, 30–33, 77–81; Figl 1982, 148–156; Djuric, M.: N. und die Metaphysik, Berlin/New York 1985, 14–24, 39–53, 107–115; Abel, G.: Logik und Ästhetik, in: NSt 16 (1987), 112–148; Abel 2019, 163–172, 260–264; Schlimgen, E.: 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 Berlin/New York 1999, § 17.

埃尔文·施利姆根

谎言

这是尼采 ↗认识论 的核心概念，与 ↗谬误 和外观的复合体密不可分，也是 ↗真理 概念的对应概念。在早期的遗作《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尼采解释说，真理和谎言之间最初并不存在对立。↗掩饰、↗欺骗以及 ↗撒谎与欺诈（同上，KSA 1, 876）是人类智力为了自我保存而采用的策略。只有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才产生了确定 ↗从今往后什么是 ↗真理 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发明了一种统一有效且具有约束力的事物名称，而语言的立法也提供了最早的真理法则（同上，877）。撒谎首先意味着滥用约定俗成的含义。一旦这些约定俗成变为经典，它们就获得了真理的外表：↗真理是人们已经忘记其为幻觉的幻觉（同上，880及以下）。现在取代有意识的谎言的，是无意识的、根本性的谎言，↗即使用通常的隐喻，也就是说，用道德术语来表达：出于对固定约定的义务而撒谎，成群结队地以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风格撒谎。然而，人类当然忘记了自身的这种处境；因此，他以上述方式无意识地、按照数百年来的习惯撒谎——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正是通过这种遗忘，他才产生了对真理的感觉（同上，881）。因此，↗真理 ↗建立在谎言之上。

在时间相近的遗稿片段中，尼采指出，在早期的文化中，谎言在被认为是令人愉悦的地方仍然是允许的，他谈到了“谎言的美与优雅，前提是它不造成伤害”；然而，要“让自由谎言的神话感再次鲜活起来”是极其“困难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们仍然完全生活在这种对谎言的合理性之中。在人们无法知道任何真相的地方，谎言是被允许的”（N, 19[97], KSA 7, 452）。然而，一旦出现“谎言世界中的真理激情”（N, 19[219], KSA 7, 488），冲突就会产生，因为“最高谎言的目的在于抑制无限制的求知欲”。因为在尼采看来，“一切伟大与鲜活之物的根基”都建立在幻觉之上，所以揭穿谎言的真理激情会导致文化的没落（N, 19 [180], KSA 7, 475及以下：“论谎言”；参见 Hödl 1997, 57–60）。

有意识的谎言与无意识的谎言之间的区分，对尼采后期的著作也依然具有奠基性意义。在此之中，艺术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柏拉图传统中，艺术被谴责为谎言，而在尼采那里，艺术恰恰因为它始终承认自己的虚构性而获得了力量。诗人是“[一]种动物，[…] [他]必须科学地、自愿地撒谎”（Za IV, KSA 4, 371）。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个核心段落中，尼采明确让他的主人公承认了诗意的谎言：“可是查拉图斯特拉以前对你说了什么？说诗人撒谎太多？——但是查拉图斯特拉也是一个诗人”（Za II, KSA 4, 163）。紧接着，他自己的超人愿景也顺理成章地被揭穿为“诗人的比喻，诗人的骗局”（同上，164；参见 Zittel 1999）。

相反，尼采认为任何形式的无意识谎言都是有害的（参见 EH, KSA 6, 373）。在形而上学倒塌之后，“谎言的无辜”便荡然无存了（N, 25 [101], KSA 11, 37）。正是基督教道德本身，在经历了“两千年来对真理的训练”之后，使自身“在对上帝的信仰中禁止了谎言”（FW, Nr. 357, KSA 3, 600；参见 同上 Nr. 344, 574及以下）。尼采由此推导出一项任务，即“将启蒙如此深入地推向民众，以至于所有的牧师都怀着愧疚的良心成为牧师——对于国家也必须采取同样的做法。这就是启蒙的任务，对王公贵族和政治家们的全部行径


谎言

逻辑思维根本上可以得到生物学基础的论证。在此，符号联结思维在谱系学上被从事实/经验的事态中推导出来，或者说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之上得到解释。

参考文献：Grimm 1977, 30–33, 77–81; Figl 1982, 148–156; Djuric, M.: N. und die Metaphysik, Berlin/New York 1985, 14–24, 39–53, 107–115; Abel, G.: Logik und Ästhetik, 载于: NSt 16 (1987), 112–148; Abel 2019, 163–172, 260–264; Schlimgen, E.: 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 Berlin/New York 1999, § 17.

埃尔温·施利姆根 (Erwin Schlimgen)

谎言

尼采 ↗认识论的核心概念，与 ↗错误与假象的复合体密不可分，也是 ↗真理概念的对应概念。在遗作早期文章《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尼采解释说，最初在真理与谎言之间并不存在对立。↗伪装、↗欺骗以及 ↗撒谎与蒙骗（同上，KSA 1, 876）是人类理智为了自我保存而使用的策略。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才产生了确立 ↗从今往后什么 ↗应当是真理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发明了一种均匀有效且具有约束力的事物名称，而语言的立法也给出了真理的最初法则”（同上，877）。撒谎首先意味着滥用这些约定俗成的含义。一旦这些约定成为经典与规范，它们就会获得真理的外观：↗真理就是人们已经忘记其为幻觉的幻觉（同上，880f.）。现在，取代有意识谎言的是无意识的、根本性的谎言，↗即“使用惯常的隐喻，因此用道德的语言来说：基于一项稳固约定的义务去撒谎，成群结队地以一种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风格去撒谎。现在，人类当然忘记了自身的处境正是如此；因此他在上述方式中无意识地、根据几百年的习惯撒谎——并且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正是通过这种遗忘，他才获得了真理的感觉”（同上，881）。↗真理 ↗因此建立在谎言之上。

在时间相近的遗作片段中，尼采指出，在早期的文化中，只要谎言被认为是令人愉悦的，它就是被允许的，他谈到了“谎言的美与优雅，前提是它不造成伤害”；然而，“要重新唤醒关于自由谎言的神话般的感觉”是极其困难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们依然完全生活在这种拥有撒谎权利的状态中。在人们无法知道任何真实事物的地方，谎言是被允许的”（N, 19[97], KSA 7, 452）。然而，一旦在“谎言世界中产生了一种真理激情”（N, 19[219], KSA 7, 488），冲突就会发生，因为“最高谎言的目的”是“驯服无限的认识冲动”。因为在尼采看来，“一切伟大与充满生命力之事物的根基”都建立在幻觉之上，揭穿谎言的真理激情会导致文化的衰亡（N, 19 [180], KSA 7, 475f.: “关于谎言”；参见 Hödl 1997, 57–60）。

对于尼采后期的著作而言，有意识的谎言与无意识的谎言之间的区分也依然是根本性的。艺术在此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在柏拉图传统中，艺术被当作谎言加以谴责，而在尼采这里，艺术恰恰因为它总是承认自身的虚构性而获得了力量。诗人是“[一]种必须科学地、自愿地撒谎的[…]动物”（Za IV, KSA 4, 371）。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个核心段落中，尼采明确让他的主人公承认了诗意的谎言：“但查拉图斯特拉从前对你说了什么？说诗人们撒谎太多？——但查拉图斯特拉也是一个诗人”（Za II, KSA 4, 163）。紧接着，顺理成章地，他自己的超人愿景被揭露为仅仅是“诗人的比喻，诗人的骗局”（同上，164；参见 Zittel 1999）。

相反，尼采认为任何形式的无意识谎言都是有害的（参见 EH, KSA 6, 373）。随着形而上学的倾覆，“谎言的无辜”也随之消失（N, 25 [101], KSA 11, 37）。正是基督教道德自身，在经历了“两千年对真理的规训”之后，“在对上帝的信仰中禁止了谎言”（FW, Nr. 357, KSA 3, 600；参见同上 Nr. 344, 574ff.）。由此，尼采推导出了一个任务：“要把启蒙运动如此深入地推进到民众之中，以至于牧师们全都在心虚的愧疚中成为牧师——对国家也必须同样如此。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任务：使王侯和政治家们的一切举止在他们看来都成为有意的谎言，剥夺他们的问心无愧，并把无意识的伪善再次从欧洲人的躯体中驱逐出去” [N, 25] [294], KSA 11, 86)。在尼采眼中，这是一个关乎力量的问题：“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向自己承认外观性、承认谎言的必然性，而不至于走向毁灭 [N, KSA 12, 354]”。然而，如果将尼采对传统谎言观念的激进重估解释为他现在将 →谎言 在最高的形而上学等级中 →提升（Meyer 1991, 467 u. 498f.），那将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只是将真理与谎言的旧有二元论反转了符号并延续下去而已。没有任何一种幻觉享有形而上学的优先性，最多只有实用主义的优势。尼采承认谎言对生命而言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需要谎言 →同时，他将 →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 →分别 →仅仅作为谎言的不同形式来考察 →作为服务于生命的审美发明：→谎言就是权力 →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生命的伟大促成者，是引诱人走向生命的伟大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刺激物 → → (N, 11 [415], KSA 13, 193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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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齐特尔 (Claus Zittel)

快乐

人们通常将把“快乐”这一概念引入现代哲学的功劳归于尼采。事实上，继苏格拉底的昔兰尼学派之后，尼采将快乐与不快的概念作为其思想的两极。对尼采而言，快乐是一个肯定生命的原则（N, KSA 12, 254），这一原则引导着他的思考，从该概念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首次大规模出现，一直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快乐与“权力意志”理念的结合。无论是“对矛盾的快乐”（GT, KSA 1, 183）、“思考的快乐”（N, KSA 8, 493）、“对幻觉的快乐”（N, KSA 8, 500），还是“对恶意的快乐”（FW, Nr. 23, KSA 3, 396）——尼采在一切事物中都找到了哲学上的快乐。他是现代第一位不仅将真理，而且将快乐也提升为哲学对象的哲学家。他不仅追问某种认识是否为真，而且追问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即，它是促进快乐的还是敌视快乐的。贯穿其全部著作，快乐取代了真理和道德，作为思想的基本原则出现。也就是说，在尼采那里，思想的基本规定不是按逻辑或伦理来把握的，而是按美学来把握的。“快乐或不快——一切都还原于此——”（N, KSA 11, 418）。在尼采看来，快乐绝对是基本的美学情感。美原则上被作为一种快乐的情感来探讨（GD, KSA 6, 125），例如在观赏一朵玫瑰时（N, KSA 1, 573）。正如在康德那里一样，人们可以在尼采那里找到大量关于快乐与不快之情感的讨论（N, KSA 7, 213）、关于快乐与逻辑之联系的反思（N, KSA 7, 632），直至建立在快乐概念基础上的艺术美学（N, KSA 13, 498）：“被传达的快乐就是艺术”（N, KSA 7, 65）。然而，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不同，这种快乐的情感并没有将人们同其同类联系起来，而是将人与人隔离开来。尼采生理学意义上的快乐概念（N, KSA 12, 284, 301）不是“共通感”，而是“个体化原理”。

尼采对快乐的最著名的辩护出现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概念里。在那里，尼采区分了日神的快乐与酒神的快乐。当“对外观的快乐”（GT, KSA 1, 81）、“苏格拉底式认识的快乐”（GT, KSA 1, 97, 603）导致“希腊的明朗”时，酒神艺术则预示了一种更阴暗的、更具宿命论色彩的快乐：“酒神艺术也想让我们确信生存的永恒快乐：只不过我们不应当在现象之中，而应当在现象背后寻找这种快乐。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切产生出来的事物，都必须准备好走向痛苦的灭亡，我们被迫进入个体-的恐怖之中


使其成为有意的谎言，使其失去问心无愧的感受，并将无意识的伪善从欧洲人的肉体中重新驱逐出去 ^{[}ᴺ^{,}²⁵^{]} [294], KSA 11, 86）。在尼采（N.）看来，这是一个力量的问题：“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向自己承认谎言的虚幻性和必然性，而不至于走向毁灭 ^{[}ᴺ^{,}ᴷ^{S}ᴬ¹²^{,}³⁵⁴^{]} 。然而，如果将尼采对传统谎言观念的激进重估解释为他现在将 → 谎言提升到了最高的形而上学地位 → （Meyer 1991, 467 及 498f.），那将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只不过是把真理与谎言的旧有二元论以相反的符号延续下去而已。没有任何幻觉享有形而上学的优先性，最多只有实用主义的优势。尼采承认谎言对生命至关重要的功能： → 我们需要谎言 → 在此，他将 → 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 → 各自 → 都仅仅视为谎言的不同形式来考虑 → 视为服务于生命的审美发明： → 谎言即权力 → 艺术，仅仅是艺术。它是生命伟大的促成者，生命伟大的诱惑者，生命伟大的刺激物 → → （N, 11 [415], KSA 13, 193f.）。

快乐

Gustafsson, L.: Sprache und Lüge. Drei sprachphilosophische Extremisten: F.N., Alexander Bryan Johnson, Fritz Mauthner,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1; Meyer, Th.: N.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图宾根 1991, 466–509; Hödl, H. G.: N.s frühe Sprachkritik. Lektüren zu »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 维也纳 1997; Zittel, C.: Ästhetik des Nihilismus. 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in 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载于: Orbis litterarum 54, 第4期 (1999), 239–261.

克劳斯·齐特尔 (Claus Zittel)

快乐 (Lust)

人们通常将把“快乐”（Lust）这一概念引入现代哲学的功劳归于尼采。事实上，在昔兰尼学派（Kyrenaiker）这一苏格拉底派别之后，尼采将快乐与痛苦（Unlust）的概念构成了其思想的两极。对尼采而言，快乐是一种肯定生命的原则（N, KSA 12, 254），它指引着他的思想，从该概念在《悲剧的诞生》中首次大量出现开始，一直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快乐与“权力意志”理念的结合。无论是“矛盾的快乐”（GT, KSA 1, 183）、“思考的快乐”（N, KSA 8, 493）、“幻象的快乐”（N, KSA 8, 500），甚至还是“恶意的快乐”（FW, Nr. 23, KSA 3, 396）——尼采在一切事物中都发现了哲学的快乐。他是近代第一位不仅将真理，而且也将快乐提升为哲学对象的哲学家。他不仅追问这种或那种认识是否为真，还追问它产生怎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它是促进快乐的还是敌视快乐的。贯穿其全部著作，快乐取代了真理和道德，成为思想的根本原则。这意味着，在尼采那里，思想的基本规定性不是逻辑或伦理层面上的，而是审美层面上的。“快乐或痛苦——一切皆可还原于此——”（N, KSA 11, 418）。在尼采那里，快乐纯粹是基本的美感体验。美原则上被作为一种快乐的感觉来探讨（GD, KSA 6, 125），例如在观赏一朵玫瑰时（N, KSA 1, 573）。正如在康德那里一样，人们可以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关于快乐和痛苦之感的长篇论述（N, KSA 7, 213），关于快乐与逻辑之间关联的思考（N, KSA 7, 632），乃至于一种基于快乐概念的艺术美学（N, KSA 13, 498）：“被传达的快乐即是艺术”（N, KSA 7, 65）。然而，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不同的是，快乐之感并没有将人与同类联系起来，而是将人与他们分离开来。尼采生理学意义上的快乐概念（N, KSA 12, 284, 301）不是“共通感”（sensus communis），而是“个体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

尼采对快乐的辩护最为著名的体现，是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概念里。在那里，尼采区分了日神式的快乐与酒神式的快乐。尽管“对外观的快乐”（GT, KSA 1, 81）、“苏格拉底式认识的快乐”（GT, KSA 1, 97, 603）导向了“希腊人的明朗”，但酒神艺术预示着一种更加阴暗、更具宿命色彩的快乐：“酒神艺术也要使我们确信存在那永恒的快乐：只不过我们不应在现象之中，而应在现象背后去寻找这种快乐。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切产生的事物都必须准备好迎接痛苦的毁灭，我们被迫凝视个体存在的恐怖景象[]”（GT, KSA 1, 109）。尼采在“审美听众”的形象中将这两种形式的快乐结合在一起，该听众将（日神式）对外观的快乐与（酒神式）对外表世界之毁灭的快乐统一了起来。

尼采的快乐哲学之顶峰在于其与科学概念的结合：“一切认识的真正材料就是那最强烈的快乐与痛苦之感[]”（N, KSA 7, 448）。在尼采看来，快乐主要是思考和认识的快乐。正如在“激情”这一概念中一样，它成为了科学的驱动动机：“如果科学不与认识的快乐、不与所认识之物的效用联系在一起，那么科学对我们有何干系呢？”（MA II, Nr. 98, KSA 2, 417）。

借助快乐这一概念，尼采揭示了一种在求知欲之下起作用的力量。“无意识的最强烈快乐”这一词组（GT, KSA 1, 141）已经指向了精神分析，而揭示隐藏在知识冲动背后的力量的任务就留给了后者（参见 Gasser 1997）。G·德勒兹（G. Deleuze）详细阐发了一种“欲望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认识从真理的对象转变成了欲望的对象（Deleuze 1976）。

在尼采那里，快乐哲学最终归结为对快乐的意义与价值的顽强怀疑（GT, KSA 1, 115; JGB, Nr. 225, KSA 5, 160）。在其晚期哲学中，尼采将其关于快乐的反思与有关↗权力意志（N, KSA 1, 572; N, KSA 11, 221, 623; N, KSA 13, 260, 358）和↗永恒轮回的思想结合了起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言：“但快乐不想要继承人，不想要孩子，——快乐想要它自身，想要永恒，想要轮回”（Za IV, KSA 4, 402）。在那里也能找到尼采关于快乐最著名的一句话：“然而一切快乐都想要永恒”（Za III, KSA 4, 28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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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努特·埃伯林 (Knut Ebeling)

大众 (Masse)

尼采很早就确立了他对大众的评判。尼采给大众下了三重否定的定义，认为他们“是用劣质纸张和磨损的印版制作出的伟大人物的模糊副本，[] 是对伟大人物的阻碍，且 [] 是伟大人物的工具”，大众应该被魔鬼和统计学带走（HL, KSA 1, 320）。19世纪是“大众的世纪”（N, KSA 7, 428），带有一种如同自然伟力般（SE, KSA 1, 367）倾向于切近事物的趋势。伴随这个世纪而来的是无能、错误的价值赋予以及伪造的独创性（N, KSA 9, 401）。在机器文化的语境中，一种“工具化”（N, KSA 12, 298）开始了，因为所有的美德都是以机器为标准来衡量的（同上，459）。其结果是，大众及其平庸成为了↗文化的标尺。尼采对这一过程持有怀疑态度，他清楚多数人、平庸者、大众具有必然性以及最终维持文化的力量（N, KSA 10, 507; N, KSA 13, 369）。但他们对文化的潜在威胁并不因此而减少；等级社会结构的瓦解、社会等级秩序崩塌陷入混乱与野蛮，都应归咎于大众。

尼采认为，那种认为大众能自发产生价值的观点，混淆了数量与质量（HL, KSA 1, 320）。大众对于创造的无能，瘫痪了一切个体性的事物，即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事物。他们的文化步入了歧途（N, KSA 7, 813），是感官享受的、平息冲突的、夸大其词的（N, KSA 11, 440）：“受过教育的白痴”和“幸福的消化者”（WA, KSA 6, 24）集这种文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身。大众已经在社会中取得了胜利。

对尼采而言，大众并非一个社会学概念；他是以文化批评家的身份来运用这一概念的。他借此探测现代性的价值变迁；他的诊断表明，这是一种大规模的衰败，且没有真正逆转的可能。大众不能作为历史的动力因素；他们抹平了“价值视域中的对立形式”（WA, KSA 6, 51）。

大众与↗怨恨相呼应，即与↗犹太教、↗基督教、民主以及↗社会主义相呼应。通过大众，怨恨和平等思想在历史上获得了形塑文化的能力：“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始于怨恨


大众

存在中去[…]”（GT, KSA 1, 109）。尼采在“审美倾听者”的形象中将这两种形式的快乐结合在一起，该形象将对外观的（日神的）快乐与对毁灭幻象世界的（酒神的）快乐融为一体。

尼采快乐哲学的顶峰在于其与科学概念的结合：“一切认识的真正材料是最高程度的快乐与痛苦的感受[…]”（N, KSA 7, 448）。在尼采那里，快乐主要指的是思考与认识的快乐。正如在“激情”这一概念中一样，它成为了科学的推动力：“如果科学不与认识的快乐、不与所认识之物的用处联系在一起，科学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MA II, Nr. 98, KSA 2, 417）。

通过快乐这一概念，尼采揭示了一种在认识冲动之下起作用的力量。“无意识-最高快乐”（GT, KSA 1, 141）这对词语已经预示了精神分析，揭示隐藏在求知欲背后的力量这一任务正是留给后者去完成的（参见 Gasser 1997）。一种使认识从真理的对象转变为欲望的对象的“欲望哲学”，则由吉尔·德勒兹（G. Deleuze）加以了阐发（Deleuze 1976）。

尼采的快乐哲学最终导向了对快乐的意义与价值的顽固怀疑（GT, KSA 1, 115; JGB, Nr. 225, KSA 5, 160）。在他的晚期哲学中，尼采将其对快乐的反思与关于↗权力意志（N, KSA 1, 572; N, KSA 11, 221, 623; N, KSA 13, 260, 358）以及↗永恒轮回的思想结合了起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但快乐不想要继承人，不想要孩子，——快乐想要它自己，想要永恒，想要轮回”（Za IV, KSA 4, 402）。在那里也可以找到尼采关于快乐最著名的格言：“但一切快乐都想要永恒”（Za III, KSA 4, 286）。

文献：Deleuze 1976; Deleuze, G./Guattari, F.: Anti-Ödipus, Frankfurt a.M. 1974; Foucault, M.: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1. Der Wille zum Wissen, Frankfurt a.M. 1983; Bataille, G.: Die Erotik, München 1992; Gasser, R.: N. und Freud, Berlin/New York 1997.

克努特·埃贝林 (Knut Ebeling)

大众 (Masse)

尼采很早就确立了对大众的评判。他对大众作出了三重否定的界定：“作为伟大人物模糊的副本，是用劣质纸张和磨损印版制作而成的，[…]作为对伟大人物的抵抗，以及[…]作为伟大人物的工具”，它们应当被交给魔鬼和统计学（HL, KSA 1, 320）。19世纪是“大众的世纪”（N, KSA 7, 428），具有一种如同自然力般（SE, KSA 1, 367）趋向于眼下的倾向。随之而来的是无能、虚假的价值赋予以及伪造的独创性（N, KSA 9, 401）。在机器文化的语境下，一种“工具化”（N, KSA 12, 298）开始了，因为所有的美德都以机器为衡量标准（同上，459）。其结果是，大众及其平庸成为了↗文化的标准。尼采以怀疑的态度描绘了这一过程，他深知多数人、平庸者即大众的必要性以及最终维持文化的力量（N, KSA 10, 507; N, KSA 13, 369）。但这并未消除大众对文化的潜在威胁；等级制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社会等级秩序沦为混乱与野蛮，都要归咎于大众。

大众应当从自身之中孕育出价值，尼采认为这是混淆了数量与质量（HL, KSA 1, 320）。大众不具备创造能力，这扼杀了一切个性化的事物，即创造性的事物。大众的文化是误入歧途的（N, KSA 7, 813），是感官消费的、平息冲突的、夸大其词的（N, KSA 11, 440）：“文化白痴”和“快乐的消化者”（WA, KSA 6, 24）既是它的生产者，也是它的消费者。大众在社会中已经取得了胜利。

对尼采而言，大众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他是作为文化批评家来使用这个词的。通过这一概念，他探究了现代的价值观念转变；他的诊断是一场大规模的衰落，且没有任何真正逆转的机会。大众不适合作为历史动力；它夷平了“价值视角中的对立形式”（WA, KSA 6, 51）。

大众与↗怨恨相对应，即对应于↗犹太教、↗基督教、民主制以及↗社会主义。通过大众，怨恨与平等思想在历史上获得了进入文化的能力：“道德上的奴隶起义始于怨恨本身变得具有创造力并生发出价值”（GM, 1. Abh., Nr. 10, KSA 5, 270），这些价值赋予了底层人、无权者和“被践踏者”（N, KSA 12, 334）的复仇精神与贪婪以语言表达。大众的道德是“畜群道德”（JGB, Nr. 202, KSA 5, 124）。↗祭司和政治家是大众的代言人；从保罗到路德，他们都属于煽动家的范畴，大众正是被这些煽动家所蛊惑（AC, Nr. 54, KSA 6, 237）。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就是成功蛊惑的例子。基督教神学和↗马克思主义（梅林、卢卡奇）则反复表达了反对意见以及对其进行全面拒绝的必要性。

随着大众实现其贪欲，缺失距离的激情便成为了大众的特征之一，大众变成了贱民；这个时代正在变成一个贱民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贱民越来越成为主人，无论肉体还是精神上的贱民做派到处都将取得[…]主宰权”（N, KSA 11, 230）。高贵与风格的匮乏毁灭了文化，瓦解了其贵族潜能；这是一种连高贵者也无能为力的趋势：高贵的灵魂，“人的自我克服”，在超道德意义上借用一句道德口号（N, KSA 12, 73），成为了“畜群[…]反对一切牧人、猛兽、隐士和恺撒的全面阴谋”（同上，72）以及向贱民化夷平的牺牲品。

文献：Schumacher, J.: Die Angst vor dem Chaos. Über die falsche Apokalypse des Bürgertums, Frankfurt a.M. 1972; Scheuer, H.: Naturalismus. Bürgerliche Dichtung und soziales Engagement (Kap. Zwischen Sozialismus und Individualismus – Zwischen Marx und N.), Stuttgart 1974; Reschke, R.: Pöbel-Mischmaschoder vom notwendigen Niedergang aller Kultur. F.N.s Ansätze zu einer Kulturkritik der Masse, in: Krenzlin, N. (Hrsg.): Zwischen Angstmetapher und Terminus. Theorien der Massenkultur seit N., Berlin 1992.

蕾娜特·雷施克 (Renate Reschke)

隐喻 (Metapher)

尼采的哲学隐喻概念指的不是一种修辞风格，而是一种“根本冲动”（WL, KSA 1, 887），一种创造性原则，一种“审美原初现象”（GT, Nr. 8, KSA 1, 60），它实现了世界的拟人化以及对其进行（通过语言媒介的）解释性掌握的可能性。隐喻化过程表现如下：“一种神经刺激[…]被转化为一个意象！第一重隐喻。这个意象再次被塑造为一个声音！第二重隐喻”（WL, KSA 1, 879）。神经刺激、意象和声音标志着完全不同的“领域”（同上），这些领域是通过各自具有隐喻创造性、非逻辑且无意识地进行的跳跃性中介达到的。该过程建立在相似性记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一种还原的、统一的、同化的原则之上，该原则在概念生成（↗概念）中也发挥着作用。“某种东西被设定为相等”（N, KSA 7, 498），而实际上它只是“在某一点上被认为相似”（同上）。因此，我们理性的概念文化（↗概念）其考古学基础正是在于无意识且具创造性的隐喻化过程。隐喻化各个阶段的结果（神经刺激、意象、声音、词语、概念）随后有可能进入↗意识之中。隐喻过程描述的不是一种世界映射过程，而是一种（语义上的）世界生成与解释过程。

如果说各自的隐喻最初纯粹是一个“语言创造者”（WL, KSA 1, 879）的个人创造，尚未具有任何指涉框架，那么当它们被其他语言参与者接受时，就会变成具有指涉标记的词语，现在它对其他人也意味着某种东西。能够将“直观的隐喻抽象为一个图式”（同上，881），能够“将一个意象消解为一个概念”（同上），这种能力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习惯上的“隐喻，它们已经被磨损，并在感官上变得无力”（同上）；因此，概念与隐喻之间“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Zunjic 1987, 153）。

文献：Kofman, S.: N. et la métaphore, Paris 1972; Ungeheuer, G.: N. über Sprache und Sprechen, über Wahrheit und Traum, in: NSt 12 (1983), 134–215; Eifler, G.: Zur jüngeren französischen N.-Rezeption, in: Djuric, M./Simon, J. (Hgg.): Zur Aktualität N.s, Würzburg 1984, 34–48; Zunjic, S.: Begrifflichkeit und Metapher, in: NSt 16 (1987), 149–163; Biebuyck, B.: «Eine Gleichniss- und Zeichensprache, mit der sich vieles


隐喻

“自己成为创造者并孕育出价值”（GM, 1. Abh., Nr. 10, KSA 5, 270），它们赋予了底层、无权者、“被践踏者”（N, KSA 12, 334）的复仇精神与贪欲以语言。他们的道德是“畜群道德”（JGB, Nr. 202, KSA 5, 124）。↗祭司和政客是他们的代言人；从保罗到路德，他们都属于煽动家的范畴，群众往往被这些煽动家所蛊惑（AC, Nr. 54, KSA 6, 237）。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就是成功蛊惑的范例。基督教神学和↗马克思主义（梅林，卢卡奇）一再提出异议，并阐明了全面拒斥的必要性。

随着大众不断实现其贪欲，缺乏“距离的激情”（Pathos der Distanz）便构成了其基本规定性，大众随之变为贱民（Pöbel）；时代变成了一个贱民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贱民越来越成为主人，而肉体和精神的贱民姿态在各处[]获得了主权”（N, KSA 11, 230）。高贵与格调的匮乏毁掉了文化，瓦解了其贵族的潜能；面对这种趋势，即便是高贵者也无能为力：高贵的灵魂，即“人的自我克服，为了在超道德的意义上采用一个道德公式”（N, KSA 12, 73），成为了“畜群[]针对一切牧人、猛兽、隐士和恺撒的总阴谋”（ebd., 72）以及沦为贱民式夷平化的牺牲品。

文献：Schumacher, J.: Die Angst vor dem Chaos. Über die falsche Apokalypse des Bürgertums, Frankfurt a.M. 1972; Scheuer, H.: Naturalismus. Bürgerliche Dichtung und soziales Engagement (Kap. Zwischen Sozialismus und Individualismus – Zwischen Marx und N.), Stuttgart 1974; Reschke, R.: Pöbel-Mischmasch oder vom notwendigen Niedergang aller Kultur. F. N.s Ansätze zu einer Kulturkritik der Masse, in: Krenzlin, N. (Hrsg.): Zwischen Angstmetapher und Terminus. Theorien der Massenkultur seit N., Berlin 1992.

Renate Reschke

隐喻

尼采的哲学隐喻概念并非指一种修辞格，而是一种“基本冲动”（WL, KSA 1, 887），一种创造性原则，一种“审美的原初现象”（GT, Nr. 8, KSA 1, 60），它促成了世界的拟人化，以及（通过语言中介）对其进行解释性占有的可能性。隐喻化过程表现如下：“一种神经刺激[]被转换成一个意象！第一重隐喻。这个意象再次被塑造成一个声音！第二重隐喻”（WL, KSA 1, 879）。神经刺激、意象和声音标志着完全不同的“领域”（ebd.），它们是通过各自隐喻的、创造性的、非逻辑且无意识地进行的跳跃作为中介来达到的。这一过程基于一种相似性登记机制，基于一种还原论的、统一的、同化的原则，该原则在概念生成（↗概念）中同样起作用。它将“某些事物设定为相同的”（N, KSA 7, 498），而这些事物仅仅被“在某一点上识别为相似的”（ebd.）。这样，我们理性的概念文化（↗概念）便将其考古学基础建立在无意识-创造性的隐喻化过程之上。各隐喻化阶段的相应结果（神经刺激、意象、声音、词语、概念）随后有可能进入↗意识之中。隐喻过程描述的不是一种世界-映射过程，而是一种（语义上的）世界-生成/解释过程。

如果说各自的隐喻最初只是“语言创造者”（WL, KSA 1, 879）纯粹个人的创造，尚无指称框架，那么，在被其他语言参与者接受时，它们便成为了带有指涉指标的词语，现在对其他人也有了意义。能够将“直观的隐喻抽象为一个图式”（ebd., 881），能够“把一个意象消解为一个概念”（ebd.）的能力，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概念就是习惯性的“被磨损并且失去了感性力量的隐喻”（ebd.）；因此，概念与隐喻之间“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Zunjic 1987, 153）。

文献：Kofman, S.: N. et la métaphore, Paris 1972; Ungeheuer, G.: N. über Sprache und Sprechen, über Wahrheit und Traum, in: NSt 12 (1983), 134–215; Eifler, G.: Zur jüngeren französischen N.-Rezeption, in: Djuric, M./Simon, J. (Hgg.): Zur Aktualität N.s, Würzburg 1984, 34–48; Zunjic, S.: Begrifflichkeit und Metapher, in: NSt 16 (1987), 149–163; Biebuyck, B.: »Eine Gleichniss- und Zeichensprache, mit der sich vieles verschweigen lässt«. Figurations- und Metapherntheorie des späten N., in: Duhamel, R./Oger, E. (Hgg.): Die Kunst der Sprache und die Sprache der Kunst, Würzburg 1994, 121–151; Otto, D.: Die Version der Metapher zwischen Musik und Begriff, in: Borsche, T./Gerratana, F./Venturelli, A. (Hgg.): Centauren-Geburten«. Wissenschaft, Kunst und Philosophie beim jungen N., Berlin 1994, 167–190.

Erwin Schlimgen

形而上学

尼采是形而上学的伟大批判者之一，他对20世纪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批判本质上是针对柏拉图的两个世界学说。尼采认为，由此产生的存在与外观（Sein und Schein）之二元论，为随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奠定了基调，用怀特海的话来说，西方形而上学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脚”（1929, 63）。通过批判“理智的（形而上学的）世界”（MA I, Nr. 37, KSA 2, 61）——它代表了一切有条件者从中衍生出来的根据或无条件者——尼采试图摧毁任何基础主义的本体论。作为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基础科学或“第一哲学”，在尼采看来，形而上学“与古老的根据之误不可剥离地绑在一起”（N, KSA 13, 459）。因此，他将形而上学称为一门“探讨人类基本谬误的科学，只不过它把这些谬误当作基本真理来对待”（MA I, Nr. 18, KSA 2, 40）。由于不存在形而上学的真理，哲学最多只能探讨“形而上学的表象（根本上也是非真理）”（MA I, Nr. 109, KSA 2, 108）。

尼采嘲笑那些“背后世界论者”（Hinterweltler），他们出于对这个世界的痛苦，创造了“那个去人化的、非人的世界，那是一个天国的虚无”（Za I, KSA 4, 36）。因此，形而上学起到了诽谤世界的作用，这又与哲学认识对肉体和感官的敌视联系在一起。对此，尼采提出了一种扩展的理性，它是通过肉体的、情感的和感官的经验的认知开启力量来拓展的；他主要在其晚期的酒神哲学和艺术的生理学中阐述了这一点（GD, Streifzüge eines Unzeitgemäßen, 8–11, KSA 6, 116–119 u. WA, KSA 6, 9–53）。相反，那些与世界疏离的形而上学家们凭借其贫乏的理性成为了“概念的白化病患者”（Begriffs-Albinos），他们从自身内部编织出世界（AC, Nr. 17, KSA 6, 184）。

未来的酒神哲学家的一种气质倾向，便是接受 𝜆 痛苦作为生命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甚至在更极端的宗教中，尼采看到了一种试图赋予生命中痛苦的方面以更高意义和正当性辩护的企图。尼采认为，宗教和形而上学都源于一种软弱的本能。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均宣称教条具有绝对真理，以此来满足对信仰、支柱和确定性的需求。

形而上学的需求是宗教需求的一种派生形式。尽管如此，尼采仍将形而上学视为一种“解放的阶梯”，它能够引导人们超越“迷信和宗教的概念及恐惧”（MA I, Nr. 20, KSA 2, 141）。尽管形而上学承诺以科学的方式来回答宗教以其自身方式回答的那些基本问题，但它仍然无法摆脱最初的“基本谬误”。

早期的尼采本人也曾屈服于一种基于二元论的形而上学的诱惑，当时他在其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将“太一”（Ur-Einen）设定为生命的酒神之始基。后来，他自我批判地将这部悲剧论著称为↗“艺术家的形而上学”（GT, Versuch einer Selbstkritik, Nr. 5, KSA 1, 17）。在转向《人性的，太人性的》中那种冷静的科学性时，他嘲弄了自己曾在《悲剧的诞生》中所陷入的浪漫主义狂热。他现在的任务是将“斧头”砍向人类形而上学需求的“根部”（MA I, Nr. 37, KSA 2, 61）。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最为严厉。在其哲学的中期和晚期著作中，尼采重新拾起了他酒神式生命原则的基本思想。在其成熟期哲学的主要学说，即轮回学说与意志学说中，找到了关于生成与


形而上学

无法隐瞒”。晚期N.的修辞与隐喻理论，载于：Duhamel, R./Oger, E. (主编)：《语言的艺术与艺术的语言》，维尔茨堡 1994，121–151页；Otto, D.：音乐与概念之间隐喻的版本，载于：Borsche, T./Gerratana, F./Venturelli, A. (主编)：半人马的诞生”。青年N.的科学、艺术与哲学，柏林 1994，167–190页。

Erwin Schlimgen

形而上学

N.是形而上学伟大的批评家之一，他对20世纪哲学的形而上学理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批评主要针对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的学说。在由此产生的存在与外观的二元论中，N.看到了为整个后续西方形而上学设定的方向，用怀特海的话来说，这就是成为“柏拉图的脚注”（1929, 63）。通过对作为派生一切有条件者的根据或无条件者的“可知（形而上学）世界”（MA I, Nr. 37, KSA 2, 61）的批评，N.试图破坏任何基础主义本体论。作为基础科学或亚里士多德所称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对N.来说“不可分割地与关于根据的古老错误联系在一起”（N, KSA 13, 459）。因此，他将形而上学称为“探讨人类基本错误，却将其当作基本真理来处理的”科学（MA I, Nr. 18, KSA 2, 40）。既然不存在形而上学的真理，哲学最多只能以“形而上学的假象（根本上也是不真实的东西）”为主题（MA I, Nr. 109, KSA 2, 108）。

N.嘲笑那些“背后世界论者”，他们出于对这个世界的痛苦，创造了“那个去人化的、非人的世界，一个天上的虚无”（Za I, KSA 4, 36）。因此，形而上学助长了对世界的诽谤，这又与哲学认知中对肉体和感官的敌视有关。与之相对，N.提出了一种通过肉体、情感和感官经验的认知开拓力而扩展的理性，他主要在其晚期的酒神哲学与艺术生理学中阐述了这一点（GD, Streifzüge eines Unzeitgemäßen, 8–11, KSA 6, 116–119 u. WA, KSA 6, 9–53）。相比之下，那些脱离世界的形而上学家以其贫乏的理性成为了“概念白化病患者”，他们从自己体内编织出世界（AC, Nr. 17, KSA 6, 184）。

接受 𝜆 痛苦作为生命的组成部分，是未来酒神哲学家的一种气质。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中，乃至在更极端的宗教中，N.看到了一种试图赋予生命中痛苦的一面以更高意义和辩护的企图。对N.而言，宗教和形而上学源于一种软弱的本能。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对教义绝对真理的诉求，以满足对信仰、支撑和确定性的需求。

形而上学的需求是宗教需求的一种派生形式。尽管如此，N.仍将形而上学视为一种“解放的阶段”，它超越了“迷信和宗教的概念与恐惧”（MA I, Nr. 20, KSA 2, 141）。形而上学承诺以科学的方式回答宗教以其自身方式回答的根本问题，但它仍然受制于最初的“基本错误”。

早期的N.本人也曾屈服于基于二元论的形而上学的诱惑，在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他将“太一”视为生命的酒神之原始根据。后来，他进行自我批评，将这部关于悲剧的著作称为艺术家形而上学（GT, Versuch einer Selbstkritik, Nr. 5, KSA 1, 17）。在《人性的，太人性的》转向冷静的科学性时，他嘲讽了自己在《悲剧的诞生》中所陷入的浪漫狂热。他现在的任务是将“斧头”砍向人类形而上学需求的“根部”（MA I, Nr. 37, KSA 2, 61）。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N.对形而上学的批评最为严厉。在其中期和后期哲学的著作中，N.重新拾起了其酒神生命原则的基本思想。在其成熟哲学的主要学说——永恒轮回学说和权力意志学说中，关于生成与消亡的酒神循环理念获得了新的理论基础（N, KSA 11, 610–611）。通过关于权力意志动态的理论——这些意志在权力斗争中相互解释并形成意志组织——N.构建了一种多元的生命本体论（Müller-Lauter 1971; Abel 21998）。因此，对N.来说，意志事件的永恒轮回“决定并标明了世界的理知特征”。为了不使这一主张导致将N.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家，该学说的假设性质被强调。因此，N.在这句话上补充说，世界恰恰“就是权力意志 [] 此外别无其他”（JGB, Nr. 36, KSA 5, 55）。为了回避这句话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要求，N.强调他的学说是他的真理、他的解释（JGB, Nr. 22, KSA 5, 37）。尽管如此，他仍借用形而上学的传统术语来阐述他的酒神生命观念：“给生成打上存在的印记——这是最高的权力意志”（N, KSA 12, 312）。此外，他还努力借助自然科学理论（自然科学）来解释和论证意志学说与永恒轮回学说（Müller-Lauter 1978; Abel 21998, 187–246）。在他看来，结果是两种最极端的思维方式——机械论的和柏拉图式的——在永恒轮回中达成了一致。N.的学说可以被理解为形而上学的沉思，它们探讨存在、生成、因果关系、思维、自我、意志自由、肉体、灵魂等问题；这些沉思源于对现实的某种经验，但却拒绝给出最终的根基（JGB, Nr. 16, KSA 5, 30）。

在《快乐的科学》的第二版序言中，N.描绘了古希腊神话人物包波（Baubo）的形象，她作为形而上学性质的最终真理之不可能性的象征（Thorgeirsdottir 1996, 145–198）。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将N.的理论解释为真理的非真理（1986, 135–136）。德里达以此反对海德格尔将N.的主要学说解释为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终章的观点。按照海德格尔宏大的解释，柏拉图式存在与外观的二元论在N.的哲学中得以完成。海德格尔认为，作为生命基本原则的意志事件的永恒轮回应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感官世界变成了真实的世界，超感官世界变成了外观的世界（1961, 第II卷, 22）。然而，海德格尔忽视了N.的目的并非仅仅是颠倒，因为对N.而言，废除真实的世界同时意味着废除外观的世界（GD, Wie die wahre Welt endlich zur Fabel wurde, KSA 6, 81）。

海德格尔认为自己超越了N.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凭借其“基础本体论”，他试图抵制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后者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将存在思考为整一与同一（Heidegger 1957）。即使这与N.的多元本体论的诉求相一致，对德里达而言，海德格尔及其存在哲学仍然比N.更紧密地受制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在N.的哲学中，不存在像海德格尔哲学那样的、预设于真理显现之前的存在的真理（或“存在的意义”）。

不仅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或所谓后现代名义进行的批评，其矛头指向了哲学中探寻整体或统一性的隐秘意义的企图。哈贝马斯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代言人认为，鉴于当代理性的分化，哲学已不再具备任何最终结论性或整合性思想的能力。站在“后形而上学思想”的立场上，哈贝马斯（1988）指责海德格尔陷入了“存在的神秘主义”（1986, 216–218）。他将N.的酒神生命哲学解释为退回到了神话思维与“理性的他者”（1986, 107）。这种对N.哲学的还原论视角固化了作为理性批评家的N.，却排除了N.哲学中理性主义和启蒙的一面，而这一面恰恰探讨了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提出形而上学问题的条件与可能性。

参考文献：Whitehead, A.N.: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1929; Heidegger, M.: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Pfullingen 1957; 同上. 1961; Müller-Lauter 1971; Magnus 1978; Müller-Lauter, W.: Der Organismus als innerer Kampf – Der Einfluss von Wilhelm Roux auf F.N., 载于: NSt 7 (1978), 189–235; Derrida, J.: Sporen – Die Stile N.s, 载于: Hamacher, W. (主编): N. aus Frankreich, Frankfurt a.M./Berlin 1986, 129–168; Habermas, J.: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1986; 同上: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Frankfurt a.M. 1988; Thorgeirsdottir, S.: Vis creativa. Kunst und Wahrheit in der Philosophie N.s, Würzburg 1996; Abel 21998.

Sigridur Thorgeirsdottir

同情

N.对道德批评的中心正是同情。道德仅仅以他人为导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体的削弱与扬弃，对N.而言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道德的根本潮流（M, Nr. 132, KSA 3, 124）。这一倾向——除了对邻人的爱之外，主要表现为对弱者和苦难者的同情——不仅见于基督教，也见于民主与社会主义运动之中，N.在这一点上将后者视为基督教的继承者（JGB, Nr. 202, KSA 5, 125）。N.的批评和论战正是针对这股演变为普遍的人类同情（N, KSA 10, 277）的道德基本潮流，以及主要由卢梭和叔本华提供的哲学论证。这种论战也引出了N.著名的论断：上帝有一天死于他对人太大的同情（Za IV, KSA 4, 324），或是其反向表述：人们杀死了上帝，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同情（Za IV, KSA 4, 331）。

对N.来说，同情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软弱，就像任何沉溺于有害情感中的丧失自我一样”（M, Nr. 134, KSA 3, 128）。这是一种最极端的反应性行为形式，因为它削弱了生命力，使个体失去了与自身的联系。为了不让同情之感沦为一种有害的情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可以通过冷酷无情——N.称之为“强行将其逐出意识”（N, KSA 10, 240）——或通过对受苦者的帮助来实现。但如果个体无法保持距离（距离的激情），那么同情就会变得病态，导致抑郁和忧郁（M, Nr.134, KSA 3, 128）。

尽管N.一再强调同情本身对个体固有的危险，但他的批评并不主要针对这种情感本身，而是主要针对将这种情感培养为核心美德，以及将同情提升为道德行动原则的做法（M, Nr.137, KSA 3, 130）。基督教将同情变成了一种道德要求，将同情的对象普遍化，并试图构建一个以“共同的同情”为特征的共同体（JGB, Nr. 202, KSA 5, 125; N, KSA 10, 277）。在其对基督教“同情的宗教”（AC, Nr. 7, KSA 6, 172）的批评中，N.将同情的理想与具体的行为现实相对照，试图揭示要求个体感受同情时对其施加的微妙权力机制（Fink-Eitel 1993, 872）。

从他对同情进行批评的不同视角中，可以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同情使被同情者的痛苦加倍：它向其展示了他自身的软弱和无力。第二，在被同情中总是包含着一种 ↗ 残忍与蔑视的成分（M, Nr. 135, KSA 3, 128）。第三，伴随同情而来的帮助并非利他主义行为，因为帮助的动机在于消除自身的负面情绪（N, KSA 12, 268），并且其结果表现为 ↗ 对积极感恩的享受（M, Nr. 138, KSA 3, 131）。第四，同情是一种去个性化的情感，它忽略了痛苦的根源以及可能存在的 ↗ 不幸之个人必然性（FW, Nr. 338, KSA 3, 566）。第五，同情的道德总是意味着对痛苦的普遍贬低，从而也贬低了 ↗ 生命，因此，N.在得出最终判断时，能够将同情与其时代的 ↗ 虚无主义联系起来：↗ 同情


同情

文献：Whitehead, A.N.: Process and Reality, New York 1929; Heidegger, M.: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Pfullingen 1957; 同上 1961; Müller-Lauter 1971; Magnus 1978; Müller-Lauter, W.: Der Organismus als innerer Kampf – Der Einfluß von Wilhelm Roux auf F.N., 载于: NSt 7 (1978), 189–235; Derrida, J.: Sporen – Die Stile N.s, 载于: Hamacher, W. (编): N. aus Frankreich, Frankfurt a.M./Berlin 1986, 129–168; Habermas, J.: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1986; 同上: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Frankfurt a.M. 1988; Thorgeirsdottir, S.: Vis creativa. Kunst und Wahrheit in der Philosophie N.s, Würzburg 1996 Abel 21998.

Sigridur Thorgeirsdottir

同情

尼采对↗道德的批判以同情为核心。道德排他性地指向他人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体的削弱与扬弃”，在尼采看来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道德的根本潮流”（M, Nr. 132, KSA 3, 124）。这种趋势，除了邻人互爱之外，主要体现在对弱者和受苦者的同情上；它不仅存在于基督教中，也存在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尼采在这一点上将它们视为↗基督教的继承者（JGB, Nr. 202, KSA 5, 125）。尼采的批判与论战正是针对这种发展为“普遍的人类同情”（N, KSA 10, 277）的道德根本潮流，以及主要由卢梭和叔本华所提供的哲学论证。这种论战也引出了尼采著名的论断，即上帝“有一天死于他对人那过分伟大的同情”（Za IV, KSA 4, 324），或者是其反转形式：人们杀死了上帝，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他的同情（Za IV, KSA 4, 331）。

在尼采看来，同情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弱点，就像任何沉溺于有害情感中的迷失一样”（M, Nr. 134, KSA 3, 128）。这是反应性行为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因为生命力由此被削弱，个体也随之失去了与自身的联系。为了不让同情感沦为一种有害的情感，就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可以通过冷酷无情来实现——尼采称之为“强行将其从脑海中抹去”（N, KSA 10, 240）——或者也可以通过对受苦者施以援手来实现。然而，如果个体无法保持距离（^距离的激情），那么同情就可能变得病态，并导致抑郁和忧郁（M, Nr. 134, KSA 3, 128）。

即使尼采一再强调同情对个体所蕴含的危险，他的批判也不太是针对这种情感本身，而主要是针对将这种情感培养成核心美德，以及将同情提升为道德行动原则的做法（M, Nr. 137, KSA 3, 130）。基督教将同情变成一种道德要求，将同情的对象普遍化，并试图构建一个以“共同的同情”为特征的共同体（JGB, Nr. 202, KSA 5, 125; N, KSA 10, 277）。在他对基督教“同情的宗教”（AC, Nr. 7, KSA 6, 172）的批判中，尼采将同情的理想与具体的行为现实相对照，并试图揭示在要求人们感受同情的过程中，对个体施加的微妙的权力机制（Fink-Eitel 1993, 872）。

从他批判同情的不同视角中，可以突出以下几点：首先，同情会使被同情者的痛苦加倍：这向他暴露了自身的软弱和无能。其次，在被同情之中始终隐藏着↗残酷与轻视的成分（M, Nr. 135, KSA 3, 128）。第三，伴随同情而来的帮助并非利他主义行为，因为帮助的动机在于消除自身的负面情绪（N, KSA 12, 268），并且其结果表现为对积极感恩的↗享受（M, Nr. 138, KSA 3, 131）。第四，同情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情感，它无视了痛苦的根源以及不幸可能具有的↗个人必然性（FW, Nr. 338, KSA 3, 566）。第五，同情的道德总是意味着对痛苦的普遍贬低，从而也就是对↗生命的普遍贬低，因此尼采在其最终的判断中，能够将同情与他那个时代的↗虚无主义联系起来：“↗同情就是虚无主义的实践。重申一遍：这种使人抑郁且具有传染性的本能，与那些旨在保存和提升生命价值的本能相悖：它不仅是苦难的倍增器，也是一切苦难者的保存者，它是加剧颓废（décadence）的主要工具——同情劝导人们走向虚无！……人们不说>虚无<：人们代之以>彼岸<；或者>上帝<；或者>真正的生命<；或者涅槃、救赎、极乐……”（AC, Nr. 7, KSA 6, 173）。

文献：Ottmann, H.: Mitleid und Moral. Berechtigung und Grenzen der Mitleidsmoral Schopenhauers, 载于: Schirmacher, W. (编): Zeit der Ernte. Studien zum Stand der Schopenhauer-Forschung. Festschr. für Arthur Hübscher zum 85. Geburtstag,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82, 70–82; Goedert, G.: N. der Überwinder Schopenhauers und des Mitleids, Amsterdam/Würzburg 1988; Nussbaum, M. C.: Mitleid und Gnade: N.s Stoizismus, 载于: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41 (1993), 831–858; Fink-Eitel, H.: N.s Moralistik, 同上, 865–879.

Wilhelm Roskamm

道德

尼采在与习俗、伦理和法律这些概念的界定中，分析了道德的概念及其价值评估。尼采将作为个体责任（如其在一种“良心”决断中所表现出的那样）的道德，与伦理规范的强制性特征区分开来；其中，习俗要求“服从传统”，即服从由祖先和上帝所设定的惯例、程序与行为规则（M, Nr. 9, KSA 3, 22）。在伦理（即对伦理规范的遵守）中，可以看出新兴共同体和国家形态的生存条件，以及对神灵那种“不可理解、不可确定的力量”的恐惧；因此，违反严格的伦理戒律会对整个共同体的存续构成威胁（M, Nr. 18, KSA 3, 30）。在尼采那里，习俗与道德的区分在于，伦理规范并非基于个体的责任，而是基于“恐惧”、一种对“传统”和对上帝的义务感与负罪感；因此，习俗构成了社会维持条件的一种“更高权威”，并且得到服从，“不是因为它命令对我们有益的事，而是因为它下达了命令。”（M, Nr. 9, KSA 3, 22）。因此，曾统一于 mores（习俗/道德）这一概念中的道德与习俗，与法（jus）区分开来：习俗作为法的前阶，当时虽尚未固化为法，却被纳入了与 jus 相对立的神法（fas）之中，从而由此产生了一种独立的伦理司法权，即监察（Censur）（R. Ihering, Der Zweck im Recht, Zweiter Band, Leipzig 1883, 52–63）。道德的谱系表明，“习俗的伦理与社会紧身衣”的长久统治，直到很晚才孕育出“自主的超伦理个体”，使其凭借良心成为主观道德责任的承载者（GM, 2. Abh., Nr. 2, KSA 5, 293）。因此，尼采在“习俗的伦理”这一概念中，既概括了习俗的强制特征，也囊括了与个体良心决断（↗良心）相联系的道德的起源；因为，正如耶林（Ihering）所称，道德的价值评估不仅其产生要归功于一种“社会绝对命令”，而且仍继续受其支配：“人们动用了各种绝对命令，以使道德价值显得牢不可破：它们被命令的时间最长：——它们显得像内在指令般出于本能……——道德价值被视作不容置疑的，这恰好表达了社会的维持条件”（N, KSA 13, 286）。尼采在这之中认识到一种内在的道德冲突：一方面，道德价值作为带有相应强制特征的社会绝对命令被设定；但另一方面，道德的价值确立又脱离了其社会实用性，要求基于自主负责的良心决断而获得效力（N, KSA 13, 534）。作为社会绝对命令的道德价值评估，旨在将共同体内部所禁止的同样的心态与行为，施加于“共同体的敌人”、局外人及陌生人身上。在道德的用途和益处中，尼采看出了道德的“非道德性”，即“一切受到道德赞美的事物，在本质上都与一切不道德的事物是相同的”，并且


道德

……是虚无主义的实践。重申一遍：这种抑郁且具有传染性的本能，与那些旨在保存和提升生命价值的本能相冲突：它既是苦难的倍增器，也是一切苦难者的保存者，是加剧颓废（décadence）的主要工具——怜悯劝人走向虚无！……人们不说>虚无<：人们代之以>彼岸<；或>上帝<；或>真实的生活<；或涅槃、救赎、极乐……（AC，第7节，KSA 6, 173）。

文献：Ottmann, H.: 怜悯与道德。叔本华怜悯道德的合理性与局限，载于: Schirmacher, W. (编): 收获的季节。叔本华研究现状论文集。Arthur Hübscher 85岁寿辰纪念文集, 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2, 70–82; Goedert, G.: 尼采：叔本华与怜悯的克服者, 阿姆斯特丹/维尔茨堡 1988; Nussbaum, M. C.: 怜悯与恩典：尼采的斯多葛主义, 载于: 德国哲学杂志 41 (1993), 831–858; Fink-Eitel, H.: 尼采的道德学, 同上, 865–879。

威廉·罗斯卡姆 (Wilhelm Roskamm)

道德 (Moral)

尼采在与习俗、伦理和法律等概念的界定中，分析了道德的概念及其价值评估。尼采将表现为“良心”决断的、作为个体责任的道德，与伦理规范的强制性区分开来，其中习俗要求“服从传统”，即服从由祖先和上帝设定的风俗、程序和行为规则（M，第9节，KSA 3, 22）。在伦理（即对伦理规范的遵守）中，新兴共同体和国家形态的生存条件变得清晰可见，即对神灵那种“不可理喻、不确定的力量”的恐惧，因此，违反严格的伦理戒律就构成了对整个共同体存续的威胁（M，第18节，KSA 3, 30）。尼采对习俗与道德的区分在于：伦理规范并不建立在个人责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恐惧”、对“传统”和对神的义务感及负罪感之上，因此，习俗代表了社会维持条件的“更高权威”，它之所以获得服从，“不是因为它命令对我们有益的事物，而是因为它在命令”（M，第9节，KSA 3, 22）。因此，原本统一在风俗（mores）概念中的道德与习俗，之所以与世俗法（jus）相分离，是因为习俗作为法律的前阶段（尽管尚未固化为法律），被纳入了与世俗法相对立的神法（fas）之中，从而由此产生了一种独立的伦理司法权，即审查制度（Censur）（鲁道夫·冯·耶林，《法律中的目的》第二卷，莱比锡1883年，52–63页）。道德的谱系表明，正是“习俗的伦理与社会的强制衣”的长期统治，直到很晚才孕育出基于良心、作为主观道德责任承担者的“自主的超伦理个体”（GM，第二篇论文，第2节，KSA 5, 293）。因此，在“习俗的伦理”这一概念中，尼采既概括了习俗的强制性，也揭示了与个人良心决断（↗良心）相联系的道德的发生根源，因为道德评价正如耶林所称的那样，不仅其产生归功于一种“社会绝对命令”，而且继续受其支配：“人们运用了各种绝对命令，以使道德价值显得牢不可破：它们被命令的时间最长：——它们看起来像是本能的内在命令……——社会的维持条件表现在人们将道德价值视为不可讨论的事物上”（尼采，KSA 13, 286）。尼采认识到了一个内在的道德冲突：一方面，道德价值被设定为具有相应强制性的社会命令；而另一方面，道德的价值设定又宣称其有效性独立于社会效用，而是基于个人负责的良心决断（尼采，KSA 13, 534）。作为社会命令的道德评价旨在将共同体内部所禁止的相同意图和行为，施加于“共同体的敌人”、外部者和陌生人身上。在道德的使用和效用中，向尼采展示了道德的“非道德性”：即“所有在道德上受赞誉的事物，在本质上与所有非道德的事物是相同的”，特别是道德本身的产生和创造只有通过非道德的手段才有可能（尼采，KSA 12, 429, 542）。道德的产生暴露出一种“行动上的非道德主义”，道德家们“需要美德的姿态”，因为否则的话，随着“对美德统治”的丧失，他们的非道德性就会立刻暴露无遗。“美德的政治”本应是世间的完美，这也是为什么尼采恰恰在此看到了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尼采，KSA 13, 25）。

在此，尼采也反对当时由边沁、斯宾塞等人所代表并广泛流传的↗功利主义。将道德-伦理评价与社会权力结合起来，使得一种基于行为效果的道德功利主义变得不可能：“因此，功利主义不能作为基础，而只能⟨是⟩一种后果学说，并且⟨是⟩绝对无法对所有人产生普遍约束力的”（尼采，KSA 12, 372）。在根据“有用性”确立道德-伦理评价的过程中，尼采发现了感知的一个基本规律：即从感受到的效果推断出外部世界的一个因果性原因，以及另一个人的最终意图。如果“一切道德的起源都要在那些令人厌恶的小小推论中去寻找：‘凡是损害我的，就是坏的（本身有害的）；凡是对我有益的，就是好的（本身有益且带来好处的）’”，那么这种推导的可疑性就已经从“将他人与我们之间往往偶然的关系，虚构为其本质和核心”中显现出来了（M，第102节，KSA 3, 90）。因此，善与恶是这样一种评价：从对自己效用的后果来看，它们被事后作为独立且持久的属性“投射”到事物和行为中。“事物的属性[…]乃是感知主体的感觉”这一洞见，使得那些在语言上通过原因/结果、意图/目的被进行因果性解释的事件的因果虚构显露出来（尼采，KSA 10, 649）。将善与恶从对自身效用的后果中推导出来，从而使它们显得是他人应当对此负责的持久属性、动机和本质，这种做法是基于“意志‘自由’的谬误”（MA I，第39节，KSA 2, 62）。将“意志的自由”作为道德基础的假设，是“试图将意愿和曾经意愿的事实，置于每一种高昂而强烈的幸福感之前，作为其必然的前提”，因为根据“心理学”，道德责任与将意愿和知晓假定为原因联系在一起，“即唯有意志才是原因，且人们必须知道自己曾经意愿过”（尼采，KSA 13, 308）。

尼采认为，用善（gut）与恶（böse）的概念进行道德评价，以取代过去占据统治地位的根据好（gut）与坏（schlecht）概念进行的评价，同样是一种道德后果学说。它产生于↗怨恨（Ressentiment），即在罗马基督教化时期的“道德的奴隶起义”中，被压迫者、弱者对统治者产生的仇恨视角（GM，第一篇论文，第10节，KSA 5, 270）。因此，基督教的“奴隶道德”（↗主人道德 – 奴隶道德）意味着一种评价的“倒转”：既然什么才是“好”不再由统治者和行动者来定义，那么被统治者反而将统治者身上那些对他们来说显得敌对、陌生的属性称为“恶”，并将其反面称为善。基督教道德作为一种后果学说，起源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罗马的仇恨，其形式最初是通过道德重估进行的“想象中的复仇”，对尼采来说，这是反对基督教关于“爱”之设计的一个决定性反驳。在基督教关于“爱”的概念中，尼采看到了仇恨、即“怨恨”的道德重估，这种重估在基督教取得胜利之后仍在延续（GM，第一篇论文，第15节，KSA 5, 283及后页）。相比之下，只有没有怨恨的人才有能力获得真正的爱，他自发地评价什么是好的，而不是首先作为敌人形象的对立面来进行评价。

在基督教对以往占统治地位的评价的重估中，尼采展示了任何道德对（社会）权力关系的依赖。因此，道德及其随后的快感/不快感的评价，是一种“身体的符号语言”，只要其中表达了身体以及社会的某些维持条件（尼采，KSA 10, 284及后页）。根据尼采的观点，道德只能作为审美现象来辩护，因为道德价值只有在美、恶心等审美感知要求将感觉的绝对真理据为己有时，才得以产生。一旦道德评价的绝对真理被否定，构成其基础的审美形态感知和价值评估便会显露出来。因此，尼采的要求是：创造丰富多样、享有同等权利的审美价值评估：每一种都对个人而言是最终的事实和衡量事物的尺度。[]将道德还原为美学！！！（尼采，KSA 9, 471）。

文献：Kaufmann 1950, 245–264; Wisser, R.: 尼采关于每个人完全无责任与无辜的学说, 载于: NSt 1 (1972), 147–172; Rohrmoser, G.: 尼采对道德的批判, 载于: NSt 10/11 (1981/82), 328–351; Kerger, H.: 尼采思想中的权威与法律, 柏林 1988, 45–74; Müller-Lauter, W.: 尼采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消解, 载于: Bauschinger, S./Cocalis, S. L./Lennox, S. (编): 今日尼采, 伯尔尼/斯图加特 1988, 23–73; Heller, E.: 善恶之此岸。论尼采的道德批判, 载于: NSt 21 (1992), 10–27; Stegmaier 1994。

亨利·克尔格 (Henry Kerger)

音乐 (Musik)

尼采的一生被其音乐体验所决定。他的哲学思想和遗作笔记中浸透着对音乐的探讨。他将音乐与“一种毁灭个体的快乐”联系在一起（GT，第16节，KSA 1, 108）。“人们可曾注意到，音乐使精神自由？给思想插上翅膀？人越是成为音乐家，就越是成为哲学家？”（WA，第1节，KSA 6, 14）。

尼采在思考音乐，尤其是瓦格纳音乐的方式上，标志着一个音乐学上的转折点。“用哲学术语而非音乐技术术语来谈论瓦格纳的音乐，成为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最终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察觉到它其实是多么奇怪”（Dahlhaus 1988, 477）。

尼采的父亲在钢琴上即兴演奏，以安抚小“弗里茨（Fritz）”。他在九岁左右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很早便学习弹奏钢琴，并发展成为一名有着特殊即兴演奏天赋的优秀钢琴家。还是个少年时，他就开始创作自己的曲子。他的音乐流派在风格上受到贝多芬、舒曼、肖邦和李斯特的影响，但同时也展现出一种“特有的尼采式忧郁特质”（Janz 1972, 184）。

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和人格（♂朋友）成为了尼采♂美学的顶点。出于对它们的崇敬，他陷入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之中。尼采将叔本华的音乐形而上学重新诠释为一种历史哲学，试图通过瓦格纳的音乐剧召唤出古希腊的文化精神。对尼采而言，音乐也是世界的写照和普遍性的语言，但他也将音乐与古希腊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在那里，“言语和声音语言之间的自然纽带[]尚未被切断”。“我们这些在现代艺术恶习——即各门艺术的相互孤立——的影响下长大的人，几乎再也无法将文本与音乐结合在一起欣赏了”（尼采，KSA 1, 529）。尼采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生命否定论转变为对悲剧性个体的肯定，他确信在瓦格纳戏剧的英雄式悲情中能找到这种肯定的圆满。在这里，各门艺术的分歧应当被消除。他将“一个由叔本华、特里斯坦式的狂醉与古希腊式的狂热交织而成的梦”（Wolff /Petersen 1923, 231）综合成为一种风格。这位痛苦的理论家在古希腊时期将酒神狄俄尼索斯视为音乐的庇护神。对他而言，酒神是过度痛苦中诞生的极度狂喜的化身。作为阿波罗（日神）的对立面，狂欢的感官享受与野蛮的暴力结合在一起（♂日神精神-酒神精神）。因此，尼采将西方音乐的起源与♂快感和痛苦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他试图通过这两者的交织来把握世界的本质。作为叔本华世界意志的表达，音乐理应在瓦格纳所代表的希腊悲剧精神中得到映照。尼采忽略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差异，构建了一种“关于统治要求的辩护理论，这一要求远远超出了音乐和音乐剧场的领域”（Dahlhaus 1988, 476）。

与瓦格纳的决裂并没有许多描述中那样突然。尼采很早就在批评


……的美学感知，如美、恶心等，它们将感觉的绝对真理据为己有。一旦道德评价的绝对真理被否定，构成其基础的审美形态感知和价值评估便显露出来。因此，N. 的要求是：“创造大量地位平等的审美价值评估：每一种对个体而言都是最终的事实和衡量事物的尺度。[] 将道德还原为美学！！！” (N, KSA 9, 471)。

音乐

Kaufmann 1950, 245–264; Wisser, R.: N.s Lehre von der völligen Unverantwortlichkeit und Unschuld jedermanns, in: NSt 1 (1972), 147–172; Rohrmoser, G.: N.s Kritik der Moral, in: NSt 10/11 (1981/82), 328–351; 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Berlin 1988, 45–74; Müller-Lauter, W.: N.s Auflösung des Problems der Willensfreiheit, in: Bauschinger, S./Cocalis, S. L./Lennox, S. (Hgg.): N. heute, Bern/Stuttgart 1988, 23–73; Heller, E.: Diesseits von Gut und Böse. Zu N.s Moralkritik, in: NSt 21 (1992), 10–27; Stegmaier 1994.

Henry Kerger

音乐

N. 的一生受其音乐体验所决定。他的哲学思想和遗稿笔记中渗透着对音乐的探讨。他将音乐与“一种毁灭个体的快乐”联系在一起 (GT, Nr.16, KSA 1, 108)。“人们是否注意到，音乐使精神自由？给思想插上翅膀？一个人越是成为音乐家，就越能成为哲学家？” (WA, Nr.1, KSA 6, 14)。

N. 在思考音乐（尤其是瓦格纳的音乐）的方式上，标志着音乐学上的一个转折点。“用哲学术语而非音乐技术术语来谈论瓦格纳的音乐，成为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最终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察觉到它其实是多么奇怪” (Dahlhaus 1988, 477)。

N. 的父亲通过在钢琴上即兴演奏来安抚小“弗里茨”（Fritz）。大约在九岁时，他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及早学习弹奏钢琴，并成长为一名具有特殊即兴演奏天赋的优秀钢琴家。早在青年时期，他就谱写了自己的曲子。其音乐体裁在风格上受到了贝多芬、舒曼、肖邦和李斯特的影响，但同时也展现出一种“特属于尼采的忧郁气质” (Janz 1972, 184)。

R. 瓦格纳的音乐和人格（朋友）成为 N. 美学的顶点。出于对他们的崇拜，他陷入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中。N. 将叔本华的音乐形而上学重新诠释为一种历史哲学，试图通过瓦格纳的音乐剧唤起古希腊的文化精神。对 N. 而言，音乐同样是世界的镜像和普遍性的语言，但他将其与古希腊艺术联系起来，在那里“文字与声音语言之间的自然纽带 [] 尚未断裂”。“我们这些在现代艺术恶习、即各门艺术孤立状态影响下长大的人，几乎已经无法同时欣赏文本与音乐了” (N, KSA 1, 529)。N. 将叔本华悲观的生命否定转向对悲剧个体的肯定，他认为这种肯定在瓦格纳戏剧的英雄激情中得到了完美体现。在这里，艺术的分歧应当被消除。他将一种“由叔本华、特里斯坦式的狂热以及希腊式热情构成的梦” (Wolff /Petersen 1923, 231) 综合为一种风格。这位关于痛苦的理论家将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神视为音乐的保护神。对他而言，狄俄尼索斯是源于痛苦的狂喜之过剩的拟人化。作为阿波罗的对立面，狂欢的感官享受与野蛮的暴力结合在一起（日神-酒神）。由此，N. 将西方音乐的起源与快乐和痛苦的原则联系起来；他想通过两者的交织来把握世界的本质。作为叔本华世界意志之表达的音乐，应当在瓦格纳所代表的希腊悲剧精神中反映出来。N. 忽略了古代与现代的历史差异，并塑造了一种“为主导权辩护的理论，这种主导权远远超出了音乐和音乐戏剧的领域” (Dahlhaus 1988, 476)。

与瓦格纳的决裂并不像许多人描述的那么突然。N. 很早就批评了瓦格纳的戏子做派、业余作风、倾向于浮华与无节制、其追随者以及反犹太主义，而在此同时，他直到最后不仅欣赏《特里斯坦》，也欣赏《帕西法尔》的音乐：“瓦格纳可曾写出过比这更好的作品吗？” (Heinrich Köselitz, 1887年1月21日)。早在对瓦格纳那些充满感情的早期言论中，就潜藏着某种力量，稍加打磨后，这种力量后来便可用作对抗这位音乐家的武器。托马斯·曼 (Th. Mann) 认为“N. 对瓦格纳那不朽的批评，[] 始终是一首歌颂赞歌，只是符号相反，是另一种形式的颂扬，[是] 爱恨交织，是自我折磨” (Mann 1986, 72)。犹如留下遗言般，N. 在《瞧，这个人》(Ecce homo) 中（为了那“地狱般的狂喜[]”）称“瓦格纳是他生命中伟大的恩人” (EH, 为什么我这么聪明 6, KSA 6, 290)。

N. 此后开始为绝对音乐而战。“就像音乐绝不能成为服务于文本的手段，而必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超越文本一样：如果作曲家仅仅因为胆怯地顾及他那些提线木偶的言语和手势，就折断了在他内心中升腾的每一股酒神力量，那么这肯定会变成糟糕的音乐” (N, KSA 7, 187)。通过辩证法侵入悲剧，他看到了词与音在美学上统一的终结。当剧中的人物在他看来不再因为悲剧性、而是因为逻辑性而走向毁灭时，他开始为音乐艺术中纯粹主义的纯洁性而战。“相对于音乐而言，一切通过文字进行的传达都是无耻的；文字稀释并愚化；文字取消了个性：文字让非凡的事物变得平庸” (N, KSA 12, 493)。这基本上是对瓦格纳“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 承诺的拒绝；他间接地又回到了叔本华的立场。

N. 越来越对旋律感到狂热，而牺牲了和声。他认为能在音乐的南方中找到如歌的特质。在他看来，这种南方不受人种和地理标签的限制。不以血统而是以信仰来界定的南方人 (JGB, Nr. 255, KSA 5, 200)，对他而言意味着罗西尼、莫扎特、加斯特、肖邦那般地中海式的气质，以及作为瓦格纳之讽刺性对立面 (Carl Fuchs, 1888年12月27日)的：比才。N. 一方面标出了南方与北方之间的音乐边界 (Bertram 1918, 118)，另一方面也标出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我开始彻底且从原则上禁止自己接触所有浪漫主义音乐，这种模棱两可、装腔作势、令人窒息的艺术，它剥夺了精神的严谨与愉悦，并让各种模糊的渴望、海绵般松软的贪欲蔓延滋长” (MA II, KSA 2, 373)。他“当心音乐” (Cave musicam) 的呼喊主要回响在拜罗伊特的方向。在那里，他对做作、麻醉和不确定性的蔑视找到了归宿。相比之下，N. 将古典理想塑造为最高的类型：具有艺术创造力的明晰性，没有喧哗的专注创造力，用于删减、澄清和简化的冷静与力量，以及肯定生命的活力，对他而言构成了“大风格”的对应物。“N. 所构想的齐格弗里德-帕西法尔这一对立概念，最终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艺术理论区分的还原：齐格弗里德是歌德意义上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而让人联想到基督教救世主的帕西法尔则反映了浪漫主义的宗教性和道德感” (Otto 1999, 131)。

N. 将“音乐的事业视为他自己的事业，如同他自己的受难史一般” (WA, KSA 6, 357)。他想用身体去感知音乐，“就仿佛所有的动物机能都应该被轻盈、大胆、奔放、自信的节奏所加速” (NW, KSA 6, 419)。N. 在音乐中感受到对实体的渴望；它不应退化为宴席或餐桌上的背景音乐，而应直接作用于感官，并成为肉体的一次事件；它应当是痉挛而非陶冶，是酒神式肉体意义上的揭示。这位哲学家回望着古希腊的萨堤尔合唱团。在那个充当抵御现实之墙壁的萨堤尔身上，他读到了神圣的苦难和真实的、即与痛苦相连的存在之镜像。人们应当“为音乐的命运而受苦，如同患有开放性创伤一般” (NW, KSA 6, 357)。犹如充满生命力的明证，音乐表达与痛苦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个错误” (GD, KSA 6,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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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n Brömsel

神话/神话学

关于 N. 对神话的态度是反启蒙的还是启蒙的，或者他应当被视为“神话创造者”还是“神话破坏者” (Biser 1985)，这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格奥尔格圈子 (George-Kreis) 的环境中，很早就确立了一种主要带有反理性主义特征的 N. 形象 (Bertram 1919)。后来也经常有观点认为，N. 不仅在其早期作品中，而且在《查拉图斯特拉》以及后期的草稿中，通过永恒轮回 (Magnus 1974)、超人 (Meyer 1991)、他的生命哲学 (Pütz 1971, 252) 或权力意志，宣传了新的神话。布鲁门伯格 (Blumenberg) 也极力强调 N. 设计了新神话，但他并没有将此视为与理性的严格对立：“自柏拉图以来，或许只有 N. 曾试图构想出经过理论深思熟虑的元素性神话，并将其用作哲学工具” (1985, 194)。与这种肯定的接受路线相对立的，是哈贝马斯 (Habermas) 的尖锐批评，然而这种批评仍然受制于那种非理性的 N. 形象。N. 的哲学被指责将“反启蒙”激进化，并试图“在作为理性之他者的神话中立足” (1985, 145ff. 及 107)。

另一方面，霍克海默 (Horkheimer) 和阿多诺 (Adorno) (1947) 早就指出，N. 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不能被轻易打发为非理性主义的姿态，而是其自身经历了启蒙运动，并作为启蒙本身的后果从中产生。如果确有其事的话，人们据此充其量也只能自相矛盾地谈论“启蒙的神话” (Ottmann 1985, 29 及 31 ff.)。而蒙蒂纳里 (Montinari) 则主张突出 N. 哲学思考中那种启蒙的、坚决“反神话的” (1982, 56) 性质。

在 N. 的著作中，将神话作为概念来探讨，几乎完全出现在《悲剧的诞生》以及相关的出版物和遗稿笔记中。然而，N. 甚至在那些地方也没有给出“神话”概念的确切定义。相反，他在《悲剧的诞生》中使用了一个非常宽泛的神话概念 (Salaquarda 1979, 179)。日神和酒神被作为神话的基本力量引入，酒神的原始意志借助它们创造了现象世界，也进而创造了希腊文化。在此，N. 首要关注的不是神话是否真实的问题，而是描述它的功能，并突出它为希腊人的政治和文化所发挥的整合力量。N. 质问他那些已屈服于历史批判的同代人，是否还有能力“理解神话，这一浓缩的世界图景，它作为各种现象的缩影，是不能没有奇迹的” (GT, Nr. 23, KSA 1, 145)。文化必然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没有神话，任何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创造性的自然力量：只有被神话环绕的视野，才能使整个文化运动闭合为一个统一体 [] 甚至连国家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成文的法律能比神话基础更强大” (同上)。然而，当下的状况却以“神话的丧失”为特征，这正是“那种旨在毁灭神话的苏格拉底主义”的结果 (同上, 146)。不过，苏格拉底的科学观并不简单地与神话相对立，因为它本身就是日神原则的一种升华形式 (参见 GT, Nr. 14, KSA 1, 94; N, KSA 7, 77, 135f., 154 及 157f.)。因此，在《悲剧的诞生》中，神话并非处于“启蒙的对立面” (Ottmann 1985, 31)，而是通过其日益绝对化的日神式局部力量，完成了一种神话的自我扬弃 (Zittel 1995, 25–37)。

在《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N. 坚持认为


神话/神话学

Mann, Th: 《理查德·瓦格纳的痛苦与伟大》 (1933)，载于：Mann, E. (编)：《瓦格纳与我们的时代》，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6，63–121；Janz, C.P.：F.尼采的作曲，载于：NSt 1 (1972)，173–184；同前作者, C.P. (编)：尼采, F.：《音乐遗稿》，巴塞尔 1976；Borchmeyer, D.：《理查德·瓦格纳的戏剧》，斯图加特 1982，102–125, 160f.；Bohley, R.：尼采的基督教教育，载于：NSt 16 (1987)，164–196；Dahlhaus, C.：《古典与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拉伯 1988，474–483；Liébert, G.：《尼采与音乐》，巴黎 1995；Pöltner, G./Vetter, H. (编)：《尼采与音乐》，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7；Otto, V.：信仰南方。关于F.尼采音乐美学的注记，载于：Acta Musicologica 2 (1999)，126–135。

斯文·布勒姆塞尔 (Sven Brömsel)

神话/神话学

尼采对神话的态度究竟是反启蒙的还是启蒙的，他更应被视为“神话创造者”还是“神话破坏者”（Biser 1985），这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特别是在乔治圈子（George-Kreis）周围，早期就确立了一种主要具有反理性主义特征的尼采形象（Bertram 1919）。后来人们也经常主张，尼采不仅在其早期著作中，而且在《查拉图斯特拉》和晚期遗稿中，通过↗永恒轮回（Magnus 1974）、↗超人（Meyer 1991）、他的↗生命哲学（Pütz 1971, 252）或↗权力意志，宣传了新的神话。布卢门贝格（Blumenberg）也强烈强调尼采设计了新的神话，但他并没有将此视为与理性的严格对立：“自柏拉图以来，可能只有尼采还试图构思经过理论深思熟虑的基本神话，并将其用作哲学工具”（1985, 194）。与这种肯定性的接受路线相对立的，是哈贝马斯（Habermas）的尖锐批评，然而，这种批评依然受制于非理性的尼采形象。尼采的哲学被指责为将“反启蒙”激进化，并试图“在神话这一理性的他者中立足”（1985, 145ff. u. 107）。

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Horkheimer und Adorno, 1947）已经指出，尼采对↗启蒙的批判不能被当作非理性主义的姿态而一笔抹杀，而是经历了启蒙本身，并且作为启蒙自身的逻辑结果从中产生。因此，如果非要说的话，充其量只能悖论性地称之为“启蒙的神话”（Ottmann 1985, 29 u. 31 ff.）。蒙蒂纳里（Montinari）则主张，应突出尼采哲学思考中启蒙的、明确的“反神话的”（1982, 56）特征。

在尼采的著作中，将神话作为一个概念来探讨的情况，几乎完全出现在《悲剧的诞生》以及相关的出版物和遗稿笔记中。然而，即使在这些文本中，尼采也没有给出神话概念的精确定义。相反，在《悲剧的诞生》中，他使用的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神话概念（Salaquarda 1979, 179）。↗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作为神话的基本力量被引入，借助这些力量，酒神式的原初意志创造了现象世界，从而也创造了希腊文化。在此，尼采主要关注的并非神话是否为真的问题，而是描述其功能，并强调神话为希腊的政治和文化所发挥的整合力量。尼采质疑那些屈服于历史批判的同时代人是否仍有能力“理解神话这一浓缩的世界图景，它作为现象的缩影，是不能没有奇迹的”（GT, 第23节, KSA 1, 145）。文化必然建立在神话之上：“然而，没有了神话，任何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创造性的自然力量：只有当视野被神话所环绕时，一场完整的文化运动才能结为统一体 [] 甚至连国家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神话根基更强大的不成文法”（同上）。然而，当前的状况却以“神话的丧失”为特征，并且这是“那个旨在毁灭神话的↗苏格拉底主义”的结果（同上, 146）。不过，苏格拉底的科学观与神话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因为它本身就是日神原则的一种强化形式（参阅 GT, 第14节, KSA 1, 94; N, KSA 7, 77, 135f., 154 u. 157f.）。因此，在《悲剧的诞生》中，神话并非与“启蒙相对立”（Ottmann 1985, 31），而是通过使其日神的局部力量绝对化，完成了一次神话的↗自我扬弃（Zittel 1995, 25–37）。

在《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尼采坚持审美神话的合理性：“神话并非像那些处于矫饰文化中的孩子们所认为的那样，以某种思想为基础，而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WB, KSA 1, 485）。因此，瓦格纳的《指环》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只是没有思想的概念形式”（同上）。

自《人性的，太人性的》以来，尼采的努力普遍致力于摧毁各种形式的神话、偶像、意识形态或永恒真理。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导致对神话的严格反抗，因为尼采也将↗科学追溯到前理性的设定，并指出科学建立在未经启蒙的神话基础之上。语言在根本上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概念形成过程中为了服务于生命而进行的简化，总会不断发生将某些本质实体化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中隐藏着一种哲学的神话学”（WS, 第11节, KSA 2, 547）。尽管人们能够看穿其中的欺骗性，但由于在尼采看来不再有作为绝对标准的真理，因此不可能用一种真实的宇宙观来与它们相对立，而同样只能用其他神话来应对。所以，现在仅仅存在两类神话：一类是声称自己为真的神话，另一类是深知其自身非真实性的神话。尼采反对前者，而将后者作为不可避免的存在予以接受。

相应地，自《人性的，太人性的》以来，神话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特征在于，艺术家可以同时选择不同的神话，并在此过程中“自由地凌驾于这些神话的宗教意义之上”（N, KSA 8, 203; 参阅 MA I, 第125节, KSA 2, 121f.）。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尼采晚期自身的“审美神话”也应被解释为后形而上学艺术自由的表达，是审美的虚构，因此绝不能被视为新的信仰教条。

参考文献：Bertram 1918；Horkheimer, M./Adorno, Th. W.：《启蒙辩证法》，阿姆斯特丹 1947，新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2；Pütz, P.：尼采的神话，载于：Koopmann, H. (编)：《19世纪文学中的神话与神话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1，251–262；Magnus, B.：尼采的永恒论反神话，载于：Salaquarda, J. (编)：《尼采》，达姆施塔特 1974，219–233；Salaquarda, J.：尼采的神话，载于：Poser, H. (编)：《哲学与神话》，柏林/纽约 1979，174–198；Blumenberg, H.：《神话研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9；Montinari 1982；Lange, W.：在众神看来死亡永远只是一种偏见。论尼采的神话情结，载于：Bohrer, K.-H. (编)：《神话与现代》，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3，111–137；Ottmann, H.：尼采对古代和现代启蒙运动的态度，载于：Simon, J. (编)：《尼采与哲学传统》第2卷，维尔茨堡 1985，9–34；Habermas, J.：《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5；Biser, E.：作为神话破坏者与神话创造者的尼采，载于：NSt 14 (1985)，96–109；Schmidt, A.：论尼采早期和中期著作中的真理、外观与神话，载于：Bauschinger, S./Cocalis, S. L./Lennox, S. (编)：《今日尼采》，伯尔尼/斯图加特 1988，11–22；Kuhmann, W.：事物欺骗性外观的回归。关于F.尼采神话与哲学关系的注记，科隆 1986；Meyer, Th.：尼采的艺术观与生命概念，图宾根 1991，239–246；Zittel, C.：尼采的自我扬弃形象，维尔茨堡 1995；同前作者：F.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审美算计，维尔茨堡 2000，115ff., 184ff.

克劳斯·齐特尔 (Claus Zittel)

自然，自然性

尼采也谈到了“回归自然”；“虽然这实际上不是向后倒退，而是向上攀升——攀升到那崇高的、自由的、甚至令人敬畏的自然和自然性之中，这是一种可以、也允许与伟大任务嬉戏的自然和自然性……”（GD, KSA 6, 150）。然而，“回归自然”从一开始在尼采那里就与文化更新的理念相联系。在这种语境下，尼采将“文化概念定义为一种崭新的、改良的Physis（自然），没有内在与外在之分，没有虚伪与习俗之别，文化是生命、思想、显现与意志之间的一致性”（HL, 第10节, KSA 1, 334）。重要的是，在希腊人那里，physis 概念并不处于与自然相抽象对立的位置，甚至它本身就可以被翻译为“自然”。在这里，physis 被理解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它由自身生成，自我生长，由自身决定，从自身中升起、显现，又退回自身之中并消亡。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果：通过 Physis（自然）概念，自然不再像在现代那样被理解为文化的对立面，而是尼采将↗文化在本质上


自然，自然之物

审美神话的合理性：“神话的基础并非如一种被过度人工化了的文化的子孙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思想，而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WB, KSA 1, 485）。因此，瓦格纳的《指环》是“一个没有思想之概念形式的庞大思想体系”（同上）。

自《人性，太人性的》以来，N.的努力通常被认为是在破坏任何形式的神话、偶像、意识形态或永恒真理。然而，这并未导致对神话的绝对对立，因为N.也将↗科学追溯至前理性的设定，并指出科学建立在未被启蒙的神话基础之上。语言基本上也受到了这一影响。由于概念形成对生命有益的简化，常常导致对某种本质的实体化，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中隐藏着一种哲学的神话学”（WS, Nr. 11, KSA 2, 547）。尽管人们可以看穿其中的欺骗，但由于在N.看来不再有唯一的真理作为衡量标准，因此不可能用一种真实的天下观来与之对抗，而只能同样用其他神话来对抗。现在仅仅存在两种神话：一种是声称自己为真的神话，另一种是明知自身不真实的神话。N.反对前者，而将后者作为不可避免的事物加以接受。

相应地，自《人性，太人性的》以来，神话与艺术之间关系的特征在于，“艺术家可以同时选择不同的神话，并且在此过程中对这些神话的宗教意义保持超然自由”（N, KSA 8, 203; 参阅 MA I, Nr. 125, KSA 2, 121f.）。由此可以得出结论，N.后期的“审美神话”也应被解释为后形而上学艺术自由的表达，被视为审美的虚构，因此绝不能被解释为新的信仰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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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 Zittel

自然，自然之物

N.也谈到一种“回归自然”；“尽管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倒退，而是一种向上攀登——攀登到那崇高的、自由的、甚至令人敬畏的自然和自然之物中，这种自然之物以伟大的任务为游戏，并且有权以此为游戏……”（GD, KSA 6, 150）。然而，在N.那里，这种“回归自然”从一开始就与文化更新的理念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语境中，N.将“文化的概念定义为一种新的、被改善了的自然（Physis），没有内与外的分别，没有伪装与习俗，文化即是生命、思考、显现和意志之间的一致性”（HL, Nr. 10, KSA 1, 334）。重要的是，希腊人的Physis（自然/本原）概念并没有与自然（Natur）概念处于抽象的对立之中，甚至它可以直接被翻译为“自然”。在此，Physis被理解为一种整体的存在，它通过自身而生成，是自生的，由自身决定的，从自身中绽出、升起，又退回自身并消亡。

然而，这带来的结果是，通过Physis概念，自然不再像在现代那样被理解为文化的对立面，而是N.将↗文化在本质上定义为自然，这种自然在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张力场中、并在酒神精神的主导下关系到我们。因此，自然也不再在卢梭式-浪漫主义的意义上被定义为与文化对立的抽象批判力量，相反，被定义为真正自然的创造性文化才是政治认同的源泉，而不再是像卢梭那里所见的那种被认为是本真的、原始的、但却是被培养出来的自然性。在N.看来，认同的保证者不再是所谓的“自然的自然”，而是自然形成的文化（N, KSA 1, 646–647, 715–717）。然而，当N.批判他那个时代历史主义文化对Physis的遗忘时，他不仅批判了其被错误理解的认同，也批判了其对自然和身体的遗忘。

N.认为，为了理解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考虑到“哪怕是那第一天性，在某个时候也曾是第二天性，而每一个获胜的第二天性都会变成第一天性”（HL, Nr. 3, KSA 1, 270）。

因此，为了能够诉诸第一天性，人们必须首先自己发明它。然而，这是通过一种回收策略来实现的：人们把在第二天性、第三天性的层面通过反思在概念上构建出来的东西，设定为第一的、“好的”天性。因此，我们总是已经将自己诗意地编织进自然中，以便将自己从自然中诗意地抽离出来：“最初，人们把自己编织进自然之中：他们到处看到自己和同类，也就是他们邪恶和反复无常的性情，仿佛隐藏在云层、雷暴、猛兽、树木和草本植物之下：那时他们发明了邪恶的自然”。后来有一次，他们又把自己从自然中抽离出来，那是卢梭的时代：人们对彼此感到如此厌倦，以至于极度想要一个免除人类及其苦难的世界角落：于是人们发明了“好的自然”（M, Nr. 17, KSA 3, 29–30）。

作为气质的“自然性”，对N.来说是与符合基督教上帝的生活相对立的方案，正因如此，“‘自然的’一词必然成为‘应受谴责的’的代名词”。基督教的“虚构世界”因此“植根于对自然之物的仇恨之中”，但在仔细观察后，这被证明是“对现实深深不满的表现”（AC, Nr. 15, KSA 6, 181–182）。在N.看来，伴随着“对自然的否定”，人们不仅否定了现实，也否定了“真正的价值”。随着将最高道德品质的实在性信奉为上帝，“所有真正的价值都被否定了，并且从根本上被视为非价值”。就这样，“反自然之物登上了王座”（N, 1887年秋 – 1888年3月, 10[152], KSA 12, 541）。

对此N.反驳道：“没有永恒持久的实体；物质就跟埃利亚学派的上帝一样，是一个谬误”（FW, Nr. 109, KSA 3, 468）。在这个语境中，N.关心的是自然的去神圣化和去科学化，他关心的是一种新的自然，在其中，人们“借助于这纯粹的、新发现的、新近得救的自然……使自身自然化”（FW, Nr. 109, KSA 3, 469）。扬弃人的自然化，其前提是扬弃科学对自然的拟人化。而扬弃科学对自然的错误拟人化，则包含着扬弃我们特有的对自然的遗忘：“我们谈论自然，却在此过程中忘记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自然，不管怎样——。因此，自然与我们在呼唤它的名字时所感受到的东西完全不同”（WS, Nr. 327, KSA 2, 696）。

N.认为，为了理解自然，根本上必须注意的是，人们不应将“原因”和“结果”错误地物化。这不仅意味着不加批判地追随“自然研究者”，也意味着将思维自然化。在N.看来，像“原因”和“结果”这样的概念，即便在理解自然时，也只是“为了称谓和沟通，而非为了解释的习惯性虚构。在‘自在’中，没有任何‘因果联系’，没有‘必然性’，没有‘心理上的不自由’……这里没有‘法则’的统治。是我们，唯有我们虚构了原因、相继、相依、相对性、强制、数字、法则、自由、根据、目的；当我们把这个符号世界当作‘自在之物’虚构并掺杂进事物中时，我们只是又一次在做我们一直做的事，即在做神话学的事”（JGB, Nr. 21, KSA 5, 35–36）。因此，对N.来说，“自然的合规律性”“不是事实，不是文本”，而只是一种天真-人道主义的粉饰和意义扭曲，你们以此充分迎合了现代灵魂的民主本能（JGB, Nr.22, KSA 5, 37）。

根据N.的观点，一条自然法则（↗法则）“对我们而言，并非就其本身为人所知，而只是在其作用中，即在它与其他自然法则的关系中为人所知，而这些法则同样也只是作为关系为人所知。因此，所有这些关系永远只是相互指涉，并且就其本质而言，对我们来说是彻头彻尾无法理解的；只有我们带入其中的东西，即时间、空间，也就是相继关系和数字，才是我们真正熟知的。然而，我们恰恰在自然法则中所惊叹的、要求我们解释并可能诱使我们怀疑观念论的所有那些奇妙之处，恰恰且完完全全地仅仅存在于时间和空间表象的数学严格性和不可侵犯性之中。但这些表象，是我们带着蜘蛛结网般的那种必然性，在我们自身内部并由我们自身产生出来的”（WL, Nr. 1, KSA 1, 885）。N.在此接续了康德的思想，后者认为知性并非从自然中“汲取”法则，而是向自然颁布法则。对N.而言，自然与“作为表象的世界”是同一的，而后者又与知性的谬误不可分割。因此，与自然的概念相联系的是“大量知性谬误的总和”，并且因此，对于“一个并非我们表象的世界，……数字的法则完全不适用：它们只在人类世界中有效”（MA I, Nr. 19, KSA 2, 41）。

在N.看来，“给自然强加法则”，是“相信魔法和奇迹的人们”的尝试，他们试图通过反思将安全、秩序、可计算性引入自然，以安抚自身和确证自我，而“宗教仪式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因此，“宗教仪式的意义”就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去决定并控制自然，即给它印上一条它本来没有的合法则性；而在现今时代，人们想认识自然的合法则性，以便使自己顺应它”（MA I, Nr. 111, KSA 2, 113–115）。因此对N.来说，“自然法则”是一个“迷信的词语”：“自然中的必然性通过‘合法则性’这一表达变得更具人情味，并且成为神话式梦想的最后一个避难所”（MA II, Nr. 9, KSA 2, 384）。

在那种自以为看到了“事物本来面目”意义上的“自然研究”，对N.来说，不仅属于反艺术的心灵，即“追求事实的人”，而且“暴露出屈从、软弱、宿命论——这种在‘小事实’面前匍匐在尘土中的姿态，完全不配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家”（GD, KSA 6, 115）。

自然观察的科学化也与自然的逻辑化相联系。然而后者却导致了一种认知的遗忘，“即非逻辑的东西对人来说是必需的，并且许多美好的事物是从非逻辑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即便是“最理性的人也时不时地需要重新回归自然，也就是说回归他面对万物的非逻辑的基本立场”，以便在酒神的自然性中更新自己（MA I, Nr. 31, KSA 2, 51）。

但是在N.看来，客观主义的、科学的、逻辑的自然观，不仅意味着一种“被强加的观察方式”，通过它“本能的、真实的且是唯一对自然的理解”已经丧失，而且这种科学的对自然的自在观察方式，也同“一种对自然的聪明算计和智胜”关联在一起（N, KSA 1, 716）。而其中正是“我们借助机器以及那些毫无顾忌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发明创造对自然进行的强暴”的根据所在，这导致的结果是：“狂妄是如今我们对自然的全部态度”，这反过来又作用于我们自身：“狂妄也是我们对自身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自己身上做实验，像我们绝不被允许在任何动物身上做的那样，并且愉快而好奇地在我们活生生的肉体上将灵魂剖开”（GM, 3. Abh., Nr. 9, KSA 5, 357）。N.一再警告防范这种可造性狂热及其导致的破坏狂热：“十九世纪狂傲的欧洲人啊，你疯了！你的知识并未成全自然，而只是杀死了你自己的自然。只需试着把你作为知者的高度与你作为能者的深度衡量一次吧”（HL, Nr. 9, KSA 1, 313）。

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要断言自然中存在法则、自我保存的本能、目的或偶然性（FW, Nr. 109, KSA 3, 468）。因此，在自然中统治着的也并非那种以自我保存本能为其表现的匮乏困境，“而是丰盈、挥霍，甚至达到荒谬的程度”（FW, Nr. 349, KSA 3, 585）。因此，如果人们把自然想象成一个“无限挥霍、无限冷漠，没有意图和顾忌，没有怜悯和正义，既多产又荒芜，并且同时是不确定”的存在，那么斯多葛派提出的“合乎自然地生活”的要求就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因为该要求实际上归结为要求“合乎生活”地生活，也就是像斯多葛派所设想并宣称为自然的那种生活。因此，通过假装从自然中读出生活法则的规范，人们只是想向自然强加自己的道德、自己的理想，并以这种方式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所有存在（JGB, Nr. 9, KSA 5, 21f.）。但自然就像历史一样，是非道德的（FW, Nr. 344, KSA 3, 576f.; M, 前言, Nr. 3, KSA 3, 14）。然而应当考虑到，对N.来说，“当对上帝以及一种本质上的道德秩序的信仰不再能维持时，对自然绝对非道德性的信仰，对无目的和无意义的信仰，就是心理上必然的冲动”（N, 1885年秋 – 1887年秋, 5[71], KSA 12, 212）。因此N.的立场是：“但科学不考虑最终目的，就像自然也不考虑它们一样：而是如同自然偶尔在没有意愿的情况下促成具有最高合目的性的事物那样，真正的科学，作为概念中对自然的模仿，也偶尔且多次地促进人类的利益和福祉，并达到合目的性，——但同样，它并没有刻意去追求”（MA I, Nr. 38, KSA 2, 61）。然而正如从自然本性上来说不存在最终目的，也不存在道德的最终根据一样，对N.而言，同样不存在自然权利，因此也不存在“自然的不正义”（WS, Nr. 31, KSA 2, 563）。

但这导致的结果是，对N.来说，人的自然本能同样既不善也不恶，因此在人的自然本性中也不存在需要令人恐惧的“邪恶本质”。相反，这恰恰是人的高贵的体现，即不去否认自己的自然本性和本能，不惧怕它们，而是将自身交付于它们，“不要期望自己会做出什么可耻的事，要毫不犹豫地飞向驱使我们去的地方”（FW, Nr. 294, KSA 3, 535）。在N.看来，人的这种高贵正反映了自然的高贵，“在她那彻底挥霍无度又漠不关心的伟大之中，那令人愤慨的伟大之中”（JGB, Nr. 188, KSA 5, 109）。因此，对N.来说，自然意味着像自然一样“高贵”。如果我们敢于变得非道德，那么我们不仅敢于像自然一样，而且我们在这种大胆之中便是高贵的。然而，这种高贵和自然性应当与作为哗众取宠的自然性区分开来，后者常常是那些“伟大人物”特有的，其表现为：卓有成效地利用与自然相关的邪恶神话来进行“自然的”自我展演（FW, Nr. 225, KSA 3, 510）。

但是为了真正实现这种高贵，N.认为：“有一件事是必要的。——赋予自己的性格以风格——这是一门伟大而罕见的艺术！行使这门艺术的人，总览自己的自然本性所提供的所有优点和弱点，然后将它们融入一个艺术规划中，直到每一点都显现为艺术和理性，甚至连弱点也能使人赏心悦目。在这里，添加了大量第二天性；在那里，剥除了一部分第一天性：——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长期的练习和每日的雕琢”（FW, Nr. 290, KSA 3, 530）。对N.而言，只有“强烈的”和“渴望统治的本性”，才会“在如此这般的强迫下，在自身法则之下的这般束缚与圆满中，享受他们最精微的快乐”。那么，他们高贵的自然性就不再仅仅是任由自然自由发展，而是将其风格化，从而支配它，使其为人服务。与这些热爱风格的强烈且渴望统治的本性相对立的，是“软弱的、无法自控的性格”，“他们痛恨风格的束缚”。他们“总是企图将自己及其周围环境塑造成或解释为自由的自然——狂野的、任性的、幻想的、无序的、令人惊讶的”。但N.也没有谴责这些人。相反，N.也赞许这一点：“他们这样做是有益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善待自己！因为有一件事是必要的：人要达到对自己的满意”（FW, Nr. 290, KSA 3, 530f.）。因此在N.看来，统摄人类自然性的，是过一种根据他的永恒轮回学说值得肯定的生活，而这既可以表现得有风格，也可以表现得无风格；既可以表现得受束缚，也可以表现得不受束缚。

参考文献：Bueb, B.: N.s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Stuttgart 1970, 71–81; Schipperges, H.: Am Leitfaden des Leibes. Zur Anthropologik und Therapeutik F.N.s, Stuttgart 1975, 27–38; Kaulbach, F.: N.s Interpretation der Natur, in: NSt 10/11 (1982), 442–481; Okochi, R.: N.s Naturbegriff aus östlicher Sicht, in: NSt 17 (1988), 108–124; Poellner, P.: Der frühe N. und die Verklärung der Natur, in: Nietzscheforschung 3 (1995), 279–291; Gerhardt 1996, 151–153; Abel 1998, 255–265; Ottmann 1999, 160–163, 375–382.

Volker Caysa

虚无主义

N.对虚无主义复合体的构想，构成了他最重要哲学理念框架的核心：一方是↗“权力意志”，另一方是↗“超人”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根据N.对于已经过时的封闭和教条系统以及唯一仍可能的开放和假设系统的思考（这些思考始于1872年夏至1873年初，并一直贯穿至他最后的创作时期），N.对虚无主义复合体的构想也是其开放和假设系统的一部分（Kuhn 1992, 71–79, 99, 115–117）。N.对于体系的构想决定了，他的欧洲虚无主义哲学势必呈现为一个由视角、解释和假设拼合而成的、未完成的解释模型——即便他在1888年最后几个月安排计划出版顺序的策略，并没有妨碍他将这一哲学完善为可供付印的手稿。在这个开放且假设的系统中，如果考察N.在其著作、遗稿和书信中的相关论述（Kuhn 1992, 270–275），他对虚无主义复合体的构想已足够详尽，足以让人从中读出其欧洲虚无主义哲学的具体形态。

“权力意志”这一哲学理念标志着那个生成的关涉世界，↗视角主义和解释性皆由此衍生，并且它使得对传统认识论的修正和重新定位成为绝对必需。N.自1872年底以来显现出的、将对认识和认识论的传统理解重新解释为情感的视角学说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他对虚无主义现象的首次起源界定：因为这种重新定位正是从传统真理概念变得虚幻不实出发的，即从真理这一最高价值的自我毁灭出发的。从1886年夏天起，与认识和认识论相比，N.更倾向于将道德和道德哲学作为虚无主义现象的首要起源界定，这引发了道德的世界解释变得虚幻不实，即道德世界解释的自我瓦解。

“虚无主义”的哲学理念，作为主题首次出现在1880年夏天的遗稿中，N.在广义上自1882年夏秋之际，在狭义上自1886年夏天开始对其进行展开。“虚无主义”一词被纳入N.哲学时的含义，正是1880年夏天N.采纳它时最广为人知的那个含义，这一含义是由俄罗斯的政治局势引发的。在遗稿片段4[103]（KSA 9, 125）和4[108]（KSA 9, 127f.）中，“虚无主义”指的是俄罗斯反对派的立场。普罗斯佩·梅里美为伊凡·S.·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法文版撰写的前言“致编辑的信”以及屠格涅夫1863年的小说《父与子》，是N.虚无主义概念的来源；屠格涅夫1877年的小说《处女地》或许是遗稿片段4[108]中虚无主义出处的另一个额外来源。作为该概念的进一步来源，以下著作具有重要意义：保罗·布尔热的《当代心理学随笔》，巴黎，1883年；斐迪南·布吕内蒂埃的《自然主义小说》，巴黎


虚无主义

相反，N.也赞同这一点：“他们这样做很好，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过得好！因为有一件事是必要的：人要达到对自己的满意”（FW，第290节，KSA 3，530页及下页）。因此，对N.而言，涵盖人类自然性的总体要求是，要按照他的永恒轮回学说去过一种值得肯定的生活，而这可以表现为有风格或无风格的，受约束或不受约束的。

参考文献：Bueb, B.: 《N.的实践理性批判》，斯图加特 1970，71–81；Schipperges, H.: 《以身体为线索。论F.N.的人类学与治疗学》，斯图加特 1975，27–38；Kaulbach, F.: 《N.对自然的诠释》，载于：NSt 10/11 (1982)，442–481；Okochi, R.: 《东方视角下N.的自然概念》，载于：NSt 17 (1988)，108–124；Poellner, P.: 《早期N.与自然的升华》，载于：Nietzscheforschung 3 (1995)，279–291；Gerhardt 1996，151–153；Abel 2198，255–265；Ottmann 1999，160–163，375–382。

沃尔克·凯萨

虚无主义

N.关于虚无主义复合体的构想，构成了他最重要的哲学理念框架的中心，其一方面是↗“权力意志”，另一方面则是↗“超人”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根据N.对已然过时的封闭式教条体系以及唯独仍然可能的开放式假设体系的考量——这些考量始于1872年夏至1873年初，并一直贯穿至其最后的创作时期——N.对虚无主义复合体的构想也是其开放式假设体系的一部分（Kuhn 1992, 71–79, 99, 115–117）。N.对体系的构想决定了，他的欧洲虚无主义哲学将呈现为一个汇集了视角、诠释与假设的未完成的解释模型，即使他在1888年最后几个月打算按顺序出版的策略，并没有阻碍将这一哲学进一步发展成可供付印的手稿。在这个开放的假设体系中，如果我们考察他在其著作、遗稿及书信中的相关论述（Kuhn 1992, 270–275），就会发现N.对虚无主义复合体的构想已经足够完善，足以让人看出他的欧洲虚无主义哲学之轮廓。

“权力意志”这一哲学理念标志着那个生成的生成关系世界，↗视角主义与可诠释性皆由此派生，并且它使得对传统认识论进行修正与重新界定成为必然。N.从1872年底开始，将对认识及认识论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为情感的视角学说，这构成了他对于虚无主义现象的初步起源界定，因为这种重新界定是从传统真理概念的虚幻化，即真理这一最高价值的自我毁灭出发的。从1886年夏天起，相较于认识和认识论，N.更倾向于将道德和道德哲学作为虚无主义现象的首要起源界定，这些因素引发了道德世界解释的虚幻化，即道德世界解释的自我解体。

“虚无主义”这一哲学理念作为主题，首次出现于1880年夏天的遗稿中，N.从1882年夏秋开始在广义上对其进行了展开，而在狭义上的展开则始于1886年夏天。“虚无主义”一词被纳入N.哲学时的含义，正是它在1880年夏天被N.采纳时，由俄罗斯的政治局势所引发的最为广为人知的含义。在遗稿片段4[103]（KSA 9, 125）和4[108]（KSA 9, 127f.）中，“虚无主义”指的是俄罗斯反对派的态度。P.·梅里美为伊万·S.·屠格涅夫法文版《父与子》（Pères et enfants）撰写的卷首《致出版者的信》（Lettre à l’éditeur）以及S.·屠格涅夫1863年的小说《父与子》，是N.虚无主义概念的来源；屠格涅夫1877年的小说《处女地》（Terres vierges，德译 Neuland）或许是遗稿片段4[108]中有关虚无主义出处的额外来源。作为该概念的其他来源，以下著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保罗·布尔热的《当代心理学随笔》（巴黎 1883），费迪南·布吕纳蒂埃的《自然主义小说》（巴黎 1882/1884），以及布尔热的《当代心理学新随笔》（巴黎 1885/1886）（Kuhn 1992, 10–58）。

作为N.欧洲虚无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可划分为“以往价值的贬值”、“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以及“新的价值设定”。

以往价值的贬值表现为失去真理或失去上帝的后果。认识的结果对那个使得世界得以被论证的阿基米德点提出了质疑。因此，它们导致了对传统世界观的破坏，这反过来又使关于认识能力和认识论的传统观念失效。这一过程导致了悲观主义的出现，N.最初在阿图尔·叔本华的哲学中遭遇了悲观主义，并在日后将其作为前奏阶段纳入了他的虚无主义谱系中。康德哲学，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构成了宗教、形而上学以及由其衍生的科学观念走向终结的起点。宗教、形而上学以及整个科学，被剥夺了作为真理拥有者的意义。这一事件使得宗教与神圣之物、形而上学与超越之物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使得科学整体及其对象限制了自身的有效范围。艺术应当充当抵御认识之毁灭性倾向的屏障，作为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替代品，并作为防范科学之破坏性后果的保护伞，从而取代神圣之物和超越之物的位置。然而，认识和科学的解构性后果也蔓延到了艺术领域。艺术如同宗教和形而上学一样，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真理或上帝的丧失，构成了道德及其所支撑的政治与经济观念失去方向的根本原因。

作为N.的欧洲虚无主义史的虚无主义，在其起源与领域、发展过程及表现形式中，显现为柏拉图-基督教的真理观或上帝观以及基督教道德的衰落，同时也显现为人类自我克服与新学说的兴起。


虚无主义的起源与领域

关于虚无主义的起源与领域，尼采（N.）首先在遗稿片段 2^{[}¹²⁷^{]}（KSA 12, 125–127）和 2^{[}¹³¹^{]}（KSA 12, 129–131）中，以此顺序将宗教、道德、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历史学和艺术归入其中。基督教，以及婆罗门教和佛教；基督教道德，以及佛教道德；欧洲近代哲学，以及古希腊哲学，构成了虚无主义的起源与最初领域。由宗教、道德和哲学培育起来的求真感（诚实，Redlichkeit）揭露了宗教、道德和哲学本身的虚无主义本质。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道德的世界解释以及真理的最高价值，都自行贬值了。求真性导致了道德世界解释的自我解体（N, 5^{[}⁷¹^{]}, KSA 12, 211f.）。由哲学发展而来的求真意志导致了真理这一最高价值的自我毁灭（N, 11^{[}⁹⁹^{]}, KSA 13, 47f.）。在这里，作为虚无主义产生的诱因，道德与道德哲学优先于认识与认识论（Kuhn 1992, 132–198）。

虚无主义的发展进程

尼采在遗稿片段 11[119]（KSA 13, 56f.）和 11[411]（KSA 13, 189f.）的三个草稿中，以及《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27节（KSA 5, 408–411）中，从病史（Anamnese）、诊断（Diagnose）和预后（Prognose）三个方面描述了虚无主义的发展进程。在包含两千年时间跨度的虚无主义发展病史中，作为教义的基督教、哥白尼式的转向、启蒙运动和现代性，在神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禁欲主义理想衰落的影响下交替更迭。在涵盖一千年的虚无主义发展预后中，第二次佛教、新启蒙运动、人的自我克服以及新学说，在未来人类的崛起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标志下相继展开。涵盖两百到三百年的虚无主义发展诊断，包含了直至1888年9月30日时代转折点之前的现代性——表现为关于旧价值地位的模糊阶段与清晰时代，以及从1888年9月30日时代转折点开始的第二次佛教。虚无主义发展的病史，在《“真实的世界”最终如何变成了寓言》中也可以被描述为形而上学的毁灭史，它随着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二元论的消除，以及对超越性与内在性二分法之外的世界概念的需求，在最极端的虚无主义中终结（GD, KSA 6, 80f.）。关于虚无主义发展的预后，也可以被描绘为对抗虚无主义的“悲剧时代”。悲剧时代的开端与形而上学历史的终结，标志着从完全的虚无主义到最极端的虚无主义这两百年发展过程的起点与终点。查拉图斯特拉与尼采一道完成并主题化了这一预演：一方面，他在19世纪80年代开启了悲剧-狄俄尼索斯时代；另一方面，在灾难阶段结束时，他终结了柏拉图-基督教形而上学，并由此宣告他的哈扎尔（Hazar）——即他的千年王国——将作为那个遥远的人类王国（作为查拉图斯特拉王国）成为悲剧-狄俄尼索斯时代（Kuhn 1992, 198–236）。

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

尼采在遗稿和著作的多次探讨中，将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归结为：作为虚无主义 初级形式 的 ↗悲观主义（N, 10[58], KSA 12, 491）；从 不完全的 到 最极端的 虚无主义 的变形；以及作为 ↗décadence 的 逻辑 的虚无主义（N, 14[86], KSA 13, 265）。启蒙运动导致了悲观主义的暗淡，或者说作为虚无主义初级形式的悲观主义，包含了现代性的第一阶段，即被设定为1788年至1850年间的模糊时代。强者的悲观主义，或者说古典的、狄俄尼索斯的悲观主义，跨越了模糊阶段，进入了清晰时代和不完全的虚无主义时代。最极端的悲观主义形式，即真正的虚无主义，过渡到了完全的虚无主义以及三大情感时期。旧价值内在的贬值逻辑，表现为不完全的、完全的、消极的、积极的、激进的和最极端的虚无主义，这种逻辑唤起了对新价值的寻求。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在于试图逃避完全的虚无主义，但又没有放弃传统价值并用新价值取而代之（N, 10[42], KSA 12, 476）。这些回避完全的虚无主义的尝试，并不能阻止从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向完全的虚无主义的过渡，因为完全的虚无主义植根于传统价值之中。“因为为什么虚无主义 [指完全的虚无主义及虚无主义的其他表现形式] 的降临现在已成为必然？因为正是我们迄今为止的价值本身在其中得出了它们最终的结论；因为虚无主义是我们伟大价值和理想被思考到终点的逻辑，——因为我们必须首先经历虚无主义，才能弄清这些‘价值’的真正价值到底是什么 [] 我们在某个时候，将需要新的价值 []。”完全的虚无主义，“在逻辑上和心理上”，是产生一种“反向运动”的前提条件，只有“基于它”并“从它之中”，才能产生出通过确立新价值来取代它的东西。尼采认为自己是“欧洲第一位完全的虚无主义者”，“但他已经在自己身上将虚无主义活到了尽头，——他已经将它抛在身后，踩在脚下，置于自身之外”。作为第一个克服虚无主义的人，尼采可以成为那个“在讲述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时回头看的人”（N, 11[411], KSA 13, 190），即未来两个世纪的历史将带来完全的虚无主义以及随后的各种虚无主义表现形式的降临。完全的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正常状态”，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它具有“两义性”（N, 9[35], KSA 12, 350），可以表现为消极的虚无主义和积极的虚无主义，或者分别表现为“日益增长的衰弱”或“日益增长的强大”的征兆（N, 9[60], KSA 12, 367）。消极的虚无主义是精神力量衰退的症状，它源于衰弱，并在面对以往的价值时表现为衰弱（N, 9[35], KSA 12, 351）。积极的虚无主义是精神力量增强的症状，它源于强大，并在考虑以往的价值时展现为强大（N, 9[35], KSA 12, 350f.）。激进的虚无主义已经完成了道德世界解释的贬值过程（N, 10[192], KSA 12, 571）。关于完全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正常状态（因为它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我贬值）的“假设”，以洞察到真理这一最高价值的贬值为前提，而这本身就是最极端的虚无主义（N, 9[35], KSA 12, 351f.; N, 9[41], KSA 12, 354）。在执行真理最高价值的自我消解过程中，尼采的 ↗“实验哲学” “试探性地亲自预演了根本性虚无主义的诸多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停留在说‘不’，停留在否定，停留在一种求否定的意志上”。相反，它要将求否定的意志转化为一种“对世界本来面貌的狄俄尼索斯式的肯定，不作任何扣除、例外和挑选”（N, 16[32], KSA 13, 492）。可以为不完全的、完全的、消极的、积极的、激进的和最极端的虚无主义这六种表现形式，分别指定其具体的显现方式。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领域表现为因果的、机械论的或达尔文主义的自然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表现为宿命论的、达尔文主义的或机械论的历史主义，以及历史学的实证主义；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表现为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沙文主义）、民主（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例如俄罗斯虚无主义）；在艺术领域表现为法国唯美主义以及法国自然主义。完全的虚无主义由作为欧洲第一位完全的虚无主义者的尼采所代表。消极的虚无主义出现在亚洲佛教向欧洲佛教的转变中，表现为对虚无的渴望。积极的虚无主义出现在俄罗斯虚无主义向欧洲佛教的转化中，表现为行动的佛教。激进的虚无主义在（尼采的）预见性哲学中，表现为道德世界解释之自我腐蚀的终结。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在尼采的预演性实验哲学中，彰显为执行真理最高价值的自我消解。从“悲观主义”导向“最终的虚无主义”（N, 10[192], KSA 12, 571）的内在“逻辑”在于，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暴露在由道德本身培养出的求真力量和由哲学本身产生的求真意志面前：求真力量导致了道德世界解释的自我腐蚀，其序幕构成了“最初的虚无主义”（N, 5[71], KSA 12, 212），并在激进的虚无主义中终结；而求真意志导致了真理最高价值的自我消解，其开端体现为“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的三种形式（N, 11[99], KSA 13, 46–48），而其执行则发生于最极端的虚无主义之中。激进的虚无主义和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开启了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因为它们首先暗示了道德世界解释的自我解体已经完成，或者说真理最高价值的自我毁灭已经实现；其次，它们唤起旧价值通过对生成世界的赞同，以及通过将求否定的意志转化为狄俄尼索斯式的肯定，从而转变为新价值。虚无主义作为 décadence 的逻辑，始于最初的虚无主义，或者说始于作为心理状态的三种虚无主义形式，或者说始于不完全的虚无主义。décadence 作为一种现象，其表达体现为悲观主义运动（N, 17[8], KSA 13, 529），其逻辑是虚无主义（N, 14[86], KSA 13, 265），它涵盖了现代性和第二次佛教的两个阶段。作为 décadence 的逻辑，虚无主义如同作为其初级形式的悲观主义一样，划分为包含六种表现形式或表现形式组的四个阶段，这些阶段相互衔接、不断加剧，其中消极的虚无主义与积极的虚无主义构成了一组对立。虚无主义之所以具有两义性，是因为它可以表现为衰退或崛起的征兆。克服虚无主义的契机就蕴含在激进的和最极端的虚无主义之中。

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

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开启了新价值的确立。新价值的确立彰显在人的自我克服中——超越未来人类走向“超人”——以及“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新学说中。

从虚无主义自我克服的视角来看，虚无主义在其最后两种表现形式中，唤起了对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二元论（即超越性与内在性的二分法）的克服。

↗↘超人 的哲学命题标明了源于未来人类的人的自我克服的高潮；而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的哲学命题，则指代那“思想中的思想”，新学说作为科学假说与伦理绝对命令正是奠基于其上，并且人们接受新学说的方式决定了人的自我克服是否成功。通过人的自我克服，走向作为反基督者与上帝征服者、作为反虚无主义者与虚无征服者的未来人类，↗超人 作为最高完美典范的类型由此诞生。作为代表最极端虚无主义形式的科学假说，以及作为意味着“如此生活，以至于你想要再活一次，并愿意在永恒中如此生活”的伦理绝对命令，新学说奠基于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这一思想之上，这是作为“对解释的解释”（但非元解释性）的思想。↗超人 就是那些作为 ↗轮回 的信徒，接受了具有科学假说与伦理绝对命令双重功能的新学说及其基础思想的未来人类。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动态理解

尼采处理虚无主义问题的运动是一种视角论的盘旋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虚无主义的概念不断位移、展开、分化并丰富。例如，关于虚无主义的降临，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27节中，以此先后顺序将求真意志与求真性结合起来视为虚无主义的诱因。而在遗稿中，尼采以相反的顺序，区分了作为道德培养出来的虚无主义肇因的求真力量，以及作为哲学产生的虚无主义诱因的求真意志。同样，在关于虚无主义自我克服的问题上，尼采在遗稿中将完全的虚无主义细分为消极的、积极的、激进的和最极端的虚无主义。此后，对尼采而言，完全的虚无主义不再是产生反向运动的前提，相反，激进的和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向他证明了它们才是这种前提。此外，“悲观主义”这一最初作为“虚无主义”平行概念使用的术语，作为虚无主义的初级形式，最终变成了其下属概念；而“虚无主义”这一最初作为 décadence 平行概念使用的术语，作为 décadence 的逻辑，最终也变成了其下属概念。随着将虚无主义概念纳入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 décadence 的三位一体之中，完全的虚无主义，或者说激进的和最极端的虚无主义，不仅在逻辑上和心理上，而且在生理上，都被视为产生反向运动的条件。


尼采关于欧洲虚无主义的哲学预先假定了虚无主义的自我克服，更有甚者，它预期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哈札尔（Hazar）。“INCIPIT ZARATHUSTRA”（查拉图斯特拉的开端）作为一个被预估为一千年的悲剧性-酒神式实验时代的序曲，与“INCIPIT PHILOSOPHIA”（哲学的开端）作为“权力意志”、视角主义和解释性的后虚无主义实验哲学的开端，是表达同一事物的两种方式（GD, KSA 6, 81; N, KSA 14, 415）。从概念史的角度来看，并且考虑到尼采将自己理解为与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和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立场相近的“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欧文·罗德 [Erwin Rohde]，1887年5月23日），尼采的欧洲虚无主义哲学作为之前虚无主义概念史的结晶，是19世纪末的一个现象，但它却预示了20世纪。

文献：Heidegger 1950, 193–247; Hofer, H.: Barbey dAurevilly, N. und Dostojewskij. Zum Problem von Nihilismus und Dekadenz in der Literatur des 19. Jh.s [巴尔贝·达奥雷维利、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论19世纪文学中虚无主义与颓废的问题], 载于: Schweizer Rundschau 68 (1969), 148–163; Jánoska, G.: Zur Geschichte des Nihilismus [论虚无主义的历史], 载于: Studia Philosophica 29 (1969), 1–18; Löwith, K.: N.s Vollendung des Atheismus [尼采对无神论的完成], 载于: Steffen, H. (编): N. Werk und Wirkungen [尼采的著作与影响], Göttingen 1974, 7–18; Riedel, M.: Nihilismus [虚无主义], 载于: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历史基本概念], 第4卷, Stuttgart 1978, 371–411; Danto, A.C.: N. und der Semantische Nihilismus [尼采与语义虚无主义], 载于: Guzzoni, A. (编): 90 Jahre philosophische N.-Rezeption [尼采哲学接受史90年], Königstein i.Ts. 1979, 140–154; Djuric, M.: Nihilismus als ewige Wiederkehr des Gleichen [作为相同者永恒轮回的虚无主义], 载于: ders./Simon, J. (编): Zur Aktualität N.s [论尼采的现实性], 第2卷, Würzburg 1984, 61–86; Simon, J.: N. und das Problem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尼采与欧洲虚无主义问题], 载于: Berlinger, R./Schrader, W. (编): N. – kontrovers [尼采——争议], 第3卷, Würzburg 1984, 9–37; Masini, F.: Die «zweite Unschuld« [“第二次天真”], 载于: NSt 17 (1988), 91–107; Kuhn, E.: F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欧洲虚无主义哲学], Berlin/New York 1992.

伊丽莎白·库恩 (Elisabeth Kuhn)

牺牲

在这个词条背后，隐藏着尼采哲学中最具挑衅性和最棘手的主题之一：为了“伟大的人”的发展，“低等人”必须牺牲自己（↗类型）。尼采在早期著作中就已经让这种观念有所体现（参见 FV 3），并在1880年之后更加频繁地使用它，且绝不仅限于遗稿中。这里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含义：1. 呼应中世纪“理智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的观念，人的自由和发展可能性被限制并由此被牺牲，以便使他们成为主人的工具和奴隶（参见 JGB, 第258节, KSA 5, 206; GM, 第二篇, 第12节, KSA 5, 315; N, KSA 12, 181 及 296）。2. 失败者、病患和罪犯被施以生育禁令（参见 GD, 《漫游》, 第36节, KSA 6, 134; N, KSA 9, 627; N, KSA 13, 401, 495, 594）。3. 鉴于世界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的不可避免性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中得到了宣告（↗虚无主义）——“弱者”被要求自愿求死，或者让他们自我毁灭（GD, 《漫游》, 第36节; N, KSA 11, 73, 98 及 620; N, KSA 12, 215）。4. 数以百万计的失败者被消灭（N, KSA 11, 69, 75, 98; N, KSA 13, 638）。

提出这些要求，尼采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在意图上并不关心自身种族的纯洁性或类似的政治-生物学观念（↗种族）。尼采著作中这些不容忽视的言论，与其他几项概念构想紧密相连：力的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在尼采看来，社会问题总是带有力量分配的维度（参见 N, KSA 12, 462及下页; N, KSA 13, 369及下页）。如果将“弱者”和“受苦者”的类型置于首位，还会产生一种危险，即“强者”会失去他们的距离之激情（Pathos der Distanz），因为大量的软弱和丑陋会将他们向下拉扯，无论是通过同情的方式，还是表现为自身自我感受的丧失。此外，在尼采所采取的、置身于基于基督教道德之外的非道德立场下，不再有任何道德原则会禁止此类实践（“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最后，在其“权力意志”概念的背景下，生命本身具有残酷的本质，任何生存的意愿本质上都是不公正的（例如参见 JGB, 第9节 及 第13节; N, KSA 9, 425）。如果人们想要造就个别人的伟大，就必须肯定生命这一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这种与尼采整个哲学的密切联系，反驳了对“牺牲”的一种过于表面、仅仅考虑社会层面的解读。每一个生命体，作为一个由内部决定的力量中心，都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他者作为外部原因而走向毁灭的，它是在自我扬弃（↗自我）。“高等人”也是在自我牺牲，他将自己的一生置于某一个特定目标之下，并在此过程中挥霍自己（参见 N, KSA 9, 425; N, KSA 10, 622）；他没有像“低等类型的人”那样遵循自我保存的原则，而是在不断的新的自我克服中磨练自己。除了准备好在他人面前伸张自我之外，“高等人”同时还以慷慨和充满智慧的温和为特征（↗超人）。无论如何


牺牲

……虚无主义概念史是19世纪末的一个现象，但它预示了20世纪。

参考文献：Heidegger 1950, 193–247; Hofer, H.: Barbey dAurevilly, N. und Dostojewskij. Zum Problem von Nihilismus und Dekadenz in der Literatur des 19. Jh.s, 载于: Schweizer Rundschau 68 (1969), 148–163; Jánoska, G.: Zur Geschichte des Nihilismus, 载于: Studia Philosophica 29 (1969), 1–18; Löwith, K.: N.s Vollendung des Atheismus, 载于: Steffen, H. (编): N. Werk und Wirkungen, Göttingen 1974, 7–18; Riedel, M.: Nihilismus, 载于: Geschichte Grundbegriffe, 第4卷, Stuttgart 1978, 371–411; Danto, A.C.: N. und der Semantische Nihilismus, 载于: Guzzoni, A. (编): 90 Jahre philosophische N.-Rezeption, Königstein i.Ts. 1979, 140–154; Djuric, M.: Nihilismus als ewige Wiederkehr des Gleichen, 载于: 同作者/Simon, J. (编): Zur Aktualität N.s, 第2卷, Würzburg 1984, 61–86; Simon, J.: N. und das Problem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载于: Berlinger, R./Schrader, W. (编): N. – kontrovers, 第3卷, Würzburg 1984, 9–37; Masini, F.: Die «zweite Unschuld«, 载于: NSt 17 (1988), 91–107; Kuhn, E.: F. 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Berlin/New York 1992.

伊丽莎白·库恩 (Elisabeth Kuhn)

Opfern（牺牲）

这个词条背后隐藏着尼采哲学中最具挑衅性和最棘手的主题之一：为了“伟大的人”的发展，“低等的人”必须牺牲自己（↗类型）。尼采在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暗示了这一观念（参见，例如 FV 3），并从1880年起更加频繁地使用它，且绝不仅限于在遗稿中使用。在这里可以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含义：

1.  呼应中世纪“理智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这一观念，人们的自由和发展可能性被限制并因此被牺牲，从而使他们成为主人的工具和奴隶（参见 JGB, 第258节, KSA 5, 206; GM, 第二篇, 第12节, KSA 5, 315; N, KSA 12, 181 和 296）。

2.  畸零者、病患和罪犯被施以生育禁令（参见 GD, 漫游, 第36节, KSA 6, 134; N, KSA 9, 627; N, KSA 13, 401, 495, 594）。

3.  鉴于世界的无意义——这种无意义的不可避免性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学说中被宣告（↗虚无主义）——“弱者”被要求自愿赴死，或者他们会自我毁灭（GD, 漫游, 第36节; N, KSA 11, 73, 98 和 620; N, KSA 12, 215）。

4.  数以百万计的畸零者将被消灭（N, KSA 11, 69, 75, 98; N, KSA 13, 638）。

凭借这些要求，尼采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他关心的并非自身种族的纯洁性或类似的政治-生物学观念（↗种族）。尼采著作中这些不容忽视的言论与其他一些概念紧密交织在一起：力量的总量是有限的，因此在尼采看来，社会问题总是包含力量分配的面相（参见 N, KSA 12, 462f.; N, KSA 13, 369f.）。如果“弱者”和“受苦者”的类型被置于首位，那么还会产生一种危险，即“强者”会失去他们的距离的悲怆，因为他们会被这种程度的软弱和丑陋拖垮，无论是通过同情的方式，还是通过丧失自身自我意识的方式。此外，在尼采所采取的置身于基于基督教道德之外的非道德立场上，不再有任何道德原则可以禁止这类做法（“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最后，在其“权力意志”概念的背景下，生命本身具有残酷的本质，任何生存的意愿本质上都是不公正的（参见，例如 JGB, 第9和第13节; N, KSA 9, 425）。如果人们想要实现个体的伟大，就必须肯定生命的这一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这种与尼采整体哲学的紧密联系，反驳了对“牺牲”的过于肤浅、仅仅考虑社会层面的解读。作为由内部决定的力量中心，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因自身而非作为某种原因由他者走向毁灭的，它自我扬弃（↗自我）。“更高的人”也牺牲自己，他将自己的一生从属于一个特定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挥霍自己（参见 N, KSA 9, 425; N, KSA 10, 622）；他不像“低等类型的人”那样遵循自我保存的原则，而是不断进行新的自我克服。除了准备好在他人面前主张自我之外，“更高的人”同时还具有慷慨和充满智慧的温和特征（↗超人）。无论人们如何评价遗稿中极少数尼采公开要求消灭无数人的段落，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的哲学中并没有反对这一点的道德屏障，并且他确实认真主张过较为温和的“牺牲”形式。当然，在他著作的任何地方，他都没有发展出如何将其要求付诸现实的具体构想。

英戈·克里斯蒂安斯 (Ingo Christians)

Pathos der Distanz（距离的悲怆）

这是尼采后期著作中出现的一个具有强烈口号色彩的主题。距离的悲怆通常与诸如 >对等级和高贵的感受、>服从与命令、>鸿沟的撕裂、>极端之间的张力、>价值的创造 等格言相伴出现（参见 GM, 第一篇, 第2节, KSA 5, 259f.）。在此，尼采特别反对J.S.穆勒和H.斯宾塞的幸福与美德学说的功利性，并总体上反对关于理性思维和目的论系统思维的传统观念。V. 格哈特（V. Gerhardt）认为，这一主题早在尼采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它与伟大的个体、对贵族精神的推崇以及对平等要求的轻蔑评判联系在一起（参见 Gerhardt 1989, 200）。

关于这一主题最精辟的引文之一出现在《善恶的彼岸》中：“灵魂内部对不断扩展新距离的渴望，[…] 简言之，正是‘人’这一类型的提升，人的不断的‘自我克服’，如果我们借用一个道德公式并在超道德的意义上使用它的话”（JGB, 第257节, KSA 5, 205）。尼采并没有简单地将高贵与形式上的权力或属于更高的阶层等同起来。他主张一种精神上的贵族制，它对自己施加严酷，拥有承受↗苦难的能力，并且不是从外在地位的偶然性中，而是从自身生存的塑造中，来衡量作为提升前提的距离的权利。“与这种高贵理想的结构相对应的是，决定人等级的不是向外的活动，而是人内在封闭的存有”（Simmel 1995, 383）。K. 布拉茨（K. Braatz）认为，高贵与其说是一个社会学范畴，不如说是一种心理状态。他谈到了“距离的悲怆的三维性”，并将其划分为垂直、水平和时间三个维度（Braatz 1988, 255）。无论如何，尼采关心的并不是阶层或阶级。相反，他考察一个人“是否卓尔不群：这样一来他就是一个高贵的人”（EH, KSA 6, 362）。

参考文献：Simmel, G.: Schopenhauer und N. (1907), 载于: Gesamtausgabe 第X卷, Frankfurt a.M. 1995, 381–408; Braatz, K.: F.N. – Eine Studie zur Theorie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Berlin/New York 1988, 248–275; Gerhardt, V.: Pathos der Distanz, 载于: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7 (1989), 199–201.

斯文·布勒姆塞尔 (Sven Brömsel)

Perspektivismus（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是尼采认识论（⁷ 认识）的一个决定性范畴，是其思想的美学表达的核心原则，也是其 ⁷ 实验哲学 概念的基础。

基于尼采的假设，即“世界的整体特征[…]在整个永恒中都是混沌，不是指缺乏必然性，而是指缺乏秩序、结构、形式、美和智慧”（FW, 第110节, KSA 3, 468），由此得出，世界的这些规律性是在占有的过程中被赋予的。“世界”被解释，而对尼采来说，解释意味着：“强暴、调整、删减、遗漏、填充、虚构、伪造”（GM, 第三篇, 第24节, KSA 5, 400）。在尼采看来，我们拥有的“世界”始终只是被多元解释过的世界：“世界[…]并不作为‘自在’的世界存在，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世界：在不同情况下，从每一个点看去，它都有不同的面貌”（N, 14 [93], KSA 13, 271; 参见 N, 14 [184], KSA 13, 371）。在这些解释的背后，找不到任何“真正的现实”：“没有事实，只有解释”（N, 7 [60], KSA 12, 315; 参见 JGB, 第23节, KSA 5, 37）。因此，只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都试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确立自己。

这种依赖于立场的对世界的占有，被尼采理解为一种扎根于躯体之中的


视角主义

无论人们如何评判遗稿中N.公开要求消灭无数人的那几个少数段落，可以确定的是，在他的哲学中并没有反对这种做法的道德屏障，而且他曾认真地主张过较为温和的“牺牲”形式。当然，关于如何将他的要求转化为现实的具体设想，他在其著作的任何地方都未曾展开过。

英戈·克里斯蒂安斯 (Ingo Christians)

距离的悲怆 (Pathos der Distanz)

这是一个在N.后期著作中出现、具有强烈口号性质的主题。距离的悲怆通常与诸如对等级和高贵的感受、服从与命令、鸿沟的撕裂、两极之间的张力、价值的创造等论断相伴出现（参见GM，第一篇，第2节，KSA 5，259及下页）。在此，N.特别反对J.S. 密尔和H. 斯宾塞关于幸福和美德学说的功利性，以及总体上反对关于理性思维和目的论系统思维的传统观念。V. 格哈特认为，这一主题早在N.的早期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并与伟大个体、对贵族气质的推崇以及对平等要求的蔑视性评判联系在一起（参见格哈特 1989, 200）。

该主题最精辟的引文之一出现在《善恶的彼岸》中：“那种要在灵魂内部不断扩展新距离的渴望，[…]简言之，就是‘人’这一类型的提升，人持续的自我克服，在此借用一个道德公式，但赋予其超道德的意义”（JGB，第257节，KSA 5，205）。N. 并没有把高贵简单地等同于形式上的权力或从属于更高的种姓。他主张一种精神上的贵族制度，这种贵族对自身施以严酷，拥有承受↗痛苦（Leid）的能力，并将距离的权利（作为提升的前提）的衡量标准，不建立在外部地位的偶然性上，而是建立在对自身存在的塑造上。“与这种高贵理想的结构相对应的，决定人的等级的不是向外的活动，而是人自身封闭的存在”（西美尔 1995, 383）。K. 布拉茨认为，高贵更多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学范畴。他谈到了“距离的悲怆的三维性”，并将其划分为垂直的、水平的和时间的维度（布拉茨 1988, 255）。无论如何，N. 关心的不是阶层或阶级。相反，他考察一个人，“看他是否卓越：由此他才是真正的贵族（gentilhomme）”（EH，KSA 6，362）。

参考文献：Simmel, G.: Schopenhauer und N. (1907), 载于: Gesamtausgabe Bd. X, Frankfurt a.M. 1995, 381–408; Braatz, K.: F.N. – Eine Studie zur Theorie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Berlin/New York 1988, 248–275; Gerhardt, V.: Pathos der Distanz, 载于: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7 (1989), 199–201.

斯文·布勒姆塞尔 (Sven Brömsel)

视角主义 (Perspektivismus)

视角主义是N. 认识论（↗认识）的一个决定性范畴，是他思想审美表达的核心原则，也是他↗实验哲学（Experimentalphilosophie）概念的基础。

基于N. 的假设，即“世界的整体特征[…]在整个永恒中都是混沌，这不是指缺乏必然性，而是指缺乏秩序、结构、形式、美和智慧”（FW，第110节，KSA 3，468），由此得出，世界的这些规律性是在占有过程中被赋予的。“世界”是被解释的，而对于N. 来说，解释意味着：“强暴、推排、缩减、省略、填充、虚构、伪造”（GM，第三篇，第24节，KSA 5，400）。按照N. 的说法，我们拥有的“世界”始终只是被多元解释的世界：“世界[…]并不作为‘自在’的世界存在，它本质上是关系世界：在某些情况下，它从每一个点看都有不同的面貌”（N，14 [93]，KSA 13，271；参见N，14 [184]，KSA 13，371）。在各种解释背后，无法找出任何“真正的实在”：“没有事实，只有解释”（N，7 [60]，KSA 12，315；参见JGB，第23节，KSA 5，37）。因此，只存在许多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各自试图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确立自身。

N. 将这种依赖于立场的对世界的占有，理解为一个扎根于身体的“视角性评估”过程（N，5 [14]，KSA 12，190；参见JGB，第36节，KSA 5，54及下页；以及同上，第3节，17及下页）。世界“背后没有意义，而是有无数的意义——这就是‘视角主义’。是我们的需求在解释世界”（N，7 [60]，KSA 12，315）。因此，N. 认为，“如果不以视角性的评估和表象为基础，根本就不会有↗生命的存在”（JGB，第34节，KSA 5，53），他将“视角性”称为“一切生命的基本条件”（JGB，序言，KSA 5，12），或者谈论一种“生命的视角光学”（JGB，第11节，KSA 5，26）。

在这种光学下，不再可能有主体间有效的、客观的 → 真理 ← ：“有各种各样的眼睛[]因此也就有各种各样的真理，因此也就没有真理”（N，34 [250]，KSA 11，498）。

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掌控自己的赞成与反对，并能够随意将其挂上或摘下：从而懂得如何利用视角的差异和情感的解释来服务于认识”，那么对认识必然具有视角性的洞见也可以转化为积极的东西。“[…]只存在一种视角性的观看，只存在一种视角性的‘认识’；我们对一件事物让越多的情感发声，我们懂得为同一件事物投入越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我们对该事物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会越完整”（GM，第三篇，第12节，KSA 5，364及下页）。当N. 呼吁“在艺术家的光学下看待科学，在生活的光学下看待艺术……”（GT，序言，KSA 1，14）时，他具体应用了这一洞见。正如句末的省略号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观察方式的转换可以不断持续下去，或者也可以颠倒过来，例如在科学的光学下看待艺术，即从生理学角度进行审视。因此，在每一次对N. 的解释中，都必须注意N. 是从哪个立场出发来对科学、道德（参见Stegmaier 1994）、艺术或生命进行视角化处理的。

因此，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将N. 的文学策略解读为尝试促成并演练多种视角转换，并在此过程中（例如在节奏中或通过论战）让各自潜藏的情感潜能发挥作用。特别是↗格言式的写作方式和《查拉图斯特拉》中的角色扮演，以及总的来说N. 所展现的风格多元主义，都可以被理解为视角主义的审美实践（Bräutigam 1977）。

总体而言，可以发现N. 视角主义的基本倾向是防止任何绝对化设定。任何固定化和教条化的尝试都会因视角化而成为不可能。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N. 将视角性设定为认识条件时，他自己是否又采取了一个元立场，只有从这个元立场出发，他才能描述视角的局限性，即：“视角主义的视角”。考尔巴赫（Kaulbach, 1980; 1990）和格哈特（Gerhardt, 1989）就主张对N. 的视角主义进行这种先验哲学的解释。考尔巴赫以此为基础提出他的观点，即N. 的视角主义旨在不断克服先前的立场，并达到越来越高、越来越优越（因为更为全面）的视角（1980, 79, 294 及 1990, 250及下页）。反对这种解读的意见则认为，N. 的视角主义恰恰意味着不再允许任何更高的立场存在（Nehamas 1996, 78）。此外，通过《查拉图斯特拉》中对丰富视角的审美塑造可以具体表明，那里无法找出任何确定的立场，相反，任何奠基的尝试都被彻底解构（Zittel 2000），因此，先验哲学的解释显得过于和谐化了。

从历史角度来看，正如考尔巴赫所指出的，N. 的视角主义构想可以被置于莱布尼茨单子模型的传统之中（1990, 49–58）。

参考文献：Bräutigam, B.: Verwegene Kunststücke. N.s ironischer Perspektivismus als schriftstellerisches Verfahren, 载于: NSt 6 (1977), 45–63; Kaulbach 1980; Nehamas, A.: Immanent and Transcendent Perspectivism in N., 载于: NSt 12 (1983), 475–490; Heller, P.: Multiperspektivisches Interpretieren. Bemerkungen zum Thema »N. lesen«, 载于: NSt 13 (1984), 624–642; Gerhardt, V.: Die Perspektive des Perspektivismus, 载于: NSt 18 (1989), 260–282; Kaulbach, F.: Philosophie des Perspektivismus. 1. Teil: Wahrheit und Perspektive bei Kant, Hegel und N., Tübingen 1990; Stegmaier 1994, 11–25; Nehamas, A.: N. Leben und Literatur, Göttingen 1996, 69–112; Solomon, R. C.: N. ad hominem: Perspectivism, personality and ressentment, 载于: Magnus, B./ Higgins, K.: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 Cambridge 1996, 180–222; Danto 1998, 88–125; Zittel, C.: Das ästhetische Kalkül von F.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Würzburg 2000.

克劳斯·齐特尔 (Claus Zittel)

悲观主义 (Pessimismus)

N. 最初将悲观主义这一概念作为平行于↗虚无主义（Nihilismus）概念的术语使用，之后悲观主义才作为虚无主义的初级形式成为其下位概念。

悲观主义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N. 于1865/66年岁末之交后的一封信中（致弗兰齐斯卡和伊丽莎白·尼采，1866年1月12日）。根据N. 自己的说法，他最初是在阿图尔·叔本华的哲学中遇到悲观主义的（N，34[204]，KSA 11，489）。从N. 接受叔本华思想开始——这一接受始于1865年秋季（在1865年夏季学期可能与叔本华思想相遇之后），并在1867/68年冬季得以深化——悲观主义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69/70年冬季至1873年秋季记录的遗稿中，它主要与认识论联系在一起出现。“关于世界秩序绝对不合逻辑的认识”导向了“悲观主义”（N，3[51]，KSA 7，74）。悲观主义概念最后出现于《尼采反瓦格纳》中引用的《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序言”的一段话中（第2节，KSA 6，432）。

“作为虚无主义初级形式的悲观主义”（N，10[58]，KSA 12，491）一方面表现为敏感的悲观主义、不自由意志的悲观主义、怀疑的悲观主义以及反叛者悲观主义或愤慨的悲观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智力的悲观主义或理智的悲观主义。从悲观主义的这些表现形式中，产生了完全的悲观主义。作为完全悲观主义的表现形式，附加了弱者的悲观主义（即浪漫的悲观主义）和强者的悲观主义（即古典的悲观主义或酒神的悲观主义）。悲观主义的最极端形式——真正的虚无主义——则依附于弱者的悲观主义和强者的悲观主义。作为↗启蒙运动（Aufklärung）后果的悲观主义的阴郁化，或者作为虚无主义初级形式的悲观主义，包容了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的现代性的第一阶段。在对以悲观主义之名向他呈现的东西进行批判、深化和克服的过程中，N. 将自己理解为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严肃继承者（N，27[78]，KSA 11，294）。在此，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将悲观主义从一半是基督教的、一半是德国式的狭隘和天真中解救出来，这种狭隘和天真最初出现在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中（N，34[204]，KSA 11，489），而且在这个世纪里，悲观主义最终就是以这种面貌展示自己的（JGB，第56节，KSA 5，74）。例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以及德·维尼、陀思妥耶夫斯基、莱奥帕尔迪、帕斯卡尔的悲观主义，所有伟大虚无主义宗教（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的悲观主义（N，14[25]，KSA 13，229及下页），以及瓦格纳音乐的悲观主义（FW，第370节，KSA 3，622），都代表了弱者的浪漫悲观主义的变体。N. 将悲观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列为其创新之一，在此之前他曾试图对抗人格的衰退和日益增长的虚弱，曾寻找过一个新的中心，并认识到了这种追求的不可能性。随后，他在解体的轨道上继续前进，为个别人找到了新的力量源泉，并在偶然性之中认识到了积极的力量，即创造的力量（N，24[28]，KSA 10，661）。N. 的独特与至要之物（proprium und ipsissimum）（FW，第370节，KSA 3，622）是强者悲观主义、酒神悲观主义的构想。在（源于且作为）弱者的浪漫悲观主义与（源于且作为）强者的古典或酒神悲观主义之间的张力范围内，N. 想要实现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将悲观主义思考到底，同时也把乐观主义思考到底（N，34[207]，KSA 11，492）。作为虚无主义的初级形式，悲观主义（正如虚无主义作为颓废的逻辑那样）分为六种表现形式或表现形式组的四个阶段，这些阶段相互强化、相互交替，其中弱者的悲观主义和强者的悲观主义在


悲观主义

Nehamas, A.: N. Leben und Literatur, Göttingen 1996, 69–112; Solomon, R. C.: N. ad hominem: Perspectivism, personality and ressentment, in: Magnus, B./ Higgins, K.: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 Cambridge 1996, 180–222; Danto 1998, 88–125; Zittel, C.: Das ästhetische Kalkül von F.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Würzburg 2000.

Claus Zittel

悲观主义

N. 最初将悲观主义概念用作与↗虚无主义平行的概念，在此之后，悲观主义才作为虚无主义的先导形式成为其下位概念。

悲观主义概念首次出现在1865/66年之交后 N. 的一封信中（致弗朗齐斯卡和伊丽莎白·N.，1866年1月12日）。根据 N. 自己的说法，他最初是在阿图尔·叔本华的哲学中接触到悲观主义的（N, 34[204], KSA 11, 489）。从 N. 接受叔本华思想开始——这始于1865年夏季学期他可能接触到叔本华著作之后的同年秋季，并在1867/68年冬季进一步加深——悲观主义就成为了一个主题。在1869/70年冬季至1873年秋季期间记录的遗稿中，它主要与认识论结合出现。“对世界秩序之绝对非逻辑性的认识”导向了“悲观主义”（N, 3[51], KSA 7, 74）。最后一次出现悲观主义概念，是在《尼采反对瓦格纳》中对《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序言”的一段引文中（第2节，KSA 6, 432）。

“作为虚无主义先导形式的悲观主义”（N, 10[58], KSA 12, 491）一方面表现为敏感性的悲观主义、不自由意志的悲观主义、怀疑的悲观主义以及反叛者的悲观主义或愤慨的悲观主义，另一方面表现为智力的悲观主义或理智的悲观主义。完美的悲观主义正是从这些悲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中产生的。紧接着，弱者的悲观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和强者的悲观主义（或古典的悲观主义、酒神悲观主义）作为完美悲观主义的表现形式加入了进来。在弱者的悲观主义和强者的悲观主义之后，紧跟着的是悲观主义的最极端形式——真正的虚无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结果的悲观主义阴影，即作为虚无主义先导形式的悲观主义，涵盖了直至19世纪中叶的现代性的第一阶段。N. 在对向他呈现为悲观主义的事物进行批判、深化和克服的过程中，将自己视为叔本华悲观主义的↗真正继承者（N, 27[78], KSA 11, 294）。在此，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将悲观主义↗从半基督教、半德国式的狭隘与质朴中拯救出来，它正是以这种姿态，在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中，最初向我迎面走来◊（N, 34[204], KSA 11, 489），并且↗它最近也就是以这种姿态向这个世纪展示了自己的◊（JGB, 第56节, KSA 5, 74）。比如，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以及维尼、陀思妥耶夫斯基、莱奥帕尔迪、帕斯卡尔的悲观主义，所有伟大虚无主义宗教（婆罗门教、佛教、基督教[]）的悲观主义◊（N, 14[25], KSA 13, 229f.）和↗瓦格纳音乐的悲观主义◊（FW, 第370节, KSA 3, 622），都代表了浪漫主义的弱者悲观主义的变体。N. 将悲观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列为他的↗创新之一↗，在此之前，他曾↗努力对抗个性的衰退与日益加剧的软弱↗，曾寻找↗一个新的中心↗，并↗认识到了这种努力的不可能性↗。随后，他↗沿着解体的轨道继续前行↗，↗为个体找到了新的力量源泉↗，并认识到了↗偶然性之中那主动的、创造性的力量↗（N, 24[28], KSA 10, 661）。N. 的↗特有之物与至本之物（proprium und ipsissimum）↗（FW, 第370节, KSA 3, 622）便是关于强者的古典悲观主义，即酒神悲观主义的构想。在（即出于并作为）弱者的浪漫悲观主义与（即出于并作为）强者的古典或酒神悲观主义的跨度之内，N. 意欲兑现他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将↗悲观主义思考到底，同样也将乐观主义思考到底↗（N, 34[207], KSA 11, 492）。作为虚无主义的先导形式，悲观主义（如同作为颓废（décadence）逻辑的↗虚无主义）展开为四个阶段、六种表现形式或表现形式组，它们在不断强化中相互交替，其中弱者的悲观主义与强者的悲观主义互相对立。悲观主义具有两义性，因为它可以表现为衰落的迹象，也可以表现为上升的迹象。

参考文献：Hollinrake, R.: N., Wagner, and the Philosophy of Pessimism, London 1982; Kuhn, E.: F.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Berlin/New York 1992, 16, 19, 237–243, 266.

Elisabeth Kuhn

诗学

在 N. 的↗语言哲学中，↗修辞学的语言批判转向也打破了↗日神-酒神（apollinisch-dionysisch）的对立，在《悲剧的诞生》达到顶峰之前，N. 的美学一直在此对立中作为一种封闭的思想运行。作为结果，N. 转向了一种新的思维形式，其对诠释的需要既为语言批判的保留态度，也为诗意的凝练开启了实验的空间：即↗格言（Aphorismus）。与之相伴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歌曲和箴言风格、充满戏仿意味且带有反讽-反思性质的诗歌，它源自古代挽歌和警句的传统，是具有情境感染力的机智与说服力的明证（参见 Riedel 1998, 45–64）：“唯有格言被赋予了言说意义的能力，格言就是诠释，也是诠释的艺术。同样地，诗歌就是价值评估，也是评估价值的艺术；它言说价值。然而，正因为这些概念的价值与意义如此复杂，以至于诗歌本身必须被评估，格言本身必须被诠释。因此，诗歌和格言自身也受制于某种诠释和价值评估”（Deleuze 1976, 1985, 37）。

此后，N. 的语言批判与诗学在它们的自涉性中相遇。因此，N. 的隐喻在其语言批判环节的隐喻学自我反思与其语言创造环节的隐喻化潜能提升之间，展现出其诗学-哲学的力量（参见 Gasser 1992, 15–40 及 188–202）。N. 的文字游戏也是如此（参见 Stingelin 1988a）。无论在何处，伴随交流过程，其可能性的媒介条件都被强调了，甚至深入到了对书写工具与意义之间关联的反思。这种反思在 N. 的打字机实验中（参见 Kittler 1985, 197–210; Stingelin 1988b）虽然极其明显地凸显出来，但在这里，它仅仅是代表了一系列关于格律、节奏、旋律、速度、文字或作者身份的进一步反思，在这些方面也同样能很好地展示这一点：“您是对的——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N. 在1882年2月底给科塞利茨的信中予以确认。

所有这些反思最终汇入了 N. 对“风格”的界定：“传递信息的风格：以及仅仅作为符号、‘作为纪念（in memoriam）’的风格。死板的风格是一种伪装；而在其他人那里则是鲜活的风格。非人格化”（N, 1[202], KSA 12, 56）。这种极其敏感的形式意识也体现在 N. 对“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颓废（décadence）美学的倾向上（参见 Müller-Lauter 1983 和 Stingelin 1995）：“这种对形式问题的激情，这种对场面调度的严肃态度——这正是卓越的巴黎式严肃”（EH, KSA 6, 288f.）。它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从现在起，内容对一个人来说变成了纯粹形式上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N, 11[3], KSA 13, 10）。这种诗学中分量日益加重的一个部分是，N. 将其著作风格化为一个封闭的完整作品集（参见 Groddeck 1984），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十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参见 Scheier 1990, XXXIII）。在《瞧，这个人》（Ecce homo）中，为了与《悲剧的诞生》（“诞生”）相呼应，N. 让其以《瓦格纳事件》（“事件/陨落”，Fall）作为结尾。但对《悲剧的诞生》真正的自我批判式回应，则是由《酒神颂》（Dionysos-Dithyramben）构成的（参见 Groddeck 1991）。在这里，作为诗学上得到提升的形式意识的日神精神（das Apollinische），与作为艺术之生理物质性的酒神精神（das Dionysische）再次相遇。

“灵感”概念可以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用来确定 N. 诗学在各个时期的发展阶段（参见 Meyer 1991, 386–392）：尽管灵感的神话在《悲剧的诞生》中将艺术家描绘为世界意志的媒介，但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它却完全让位于工匠般的计算；在晚期著作中，这两者结合成了一个由艺术化呈现且经过反思的“灵感”所构成的悖论。


诗学

彼此对立。悲观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两义性的，因为它既可以表现为衰落的迹象，也可以表现为上升的迹象。

参考文献：Hollinrake, R.: N., Wagner, and the Philosophy of Pessimism, London 1982; Kuhn, E.: F.N.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 Berlin/New York 1992, 16, 19, 237–243, 266.

伊丽莎白·库恩 (Elisabeth Kuhn)

诗学

尼采 ↗ 语言哲学中 ↗ 修辞学的语言批判转向，也打破了 ↗ 日神与酒神（apollinisch-dionysisch）的对立，而正是这种对立构成了尼采美学在《悲剧的诞生》达到顶峰之前的封闭式思想运作。作为结果，尼采转向了一种新的思维形式，这种形式对诠释的需求，为语言批判的保留态度以及诗意的凝练提供了实验性的运作空间：即 ↗ 箴言（Aphorismus）。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歌曲和格言性质、带有戏仿锋芒以及反讽反思的诗歌，它源自古代哀歌和铭文的传统，作为具有情境力量的机智和说服力的明证（参见 Riedel 1998, 45–64）：“唯有箴言被赋予了表达意义的能力，箴言即诠释，以及诠释的艺术。同样，诗歌即估价，以及估价的艺术；它表达价值。但正是由于价值和意义是如此复杂的概念，以至于诗歌本身必须被估价，箴言本身必须被诠释。因此，诗歌和箴言自身也受制于某种诠释和估价”（Deleuze 1976, 1985, 37）。

此后，尼采的语言批判与诗学在它们的自我指涉中相遇。因此，尼采的隐喻在语言批判要素的隐喻学自我反思，与其语言创造要素的隐喻性潜能强化之间，展现出其诗学-哲学力量（参见 Gasser 1992, 15–40 及 188–202）。尼采的文字游戏也是如此（参见 Stingelin 1988a）。在这两方面，伴随着交流，其可能性的媒介条件被加以强调，甚至一直延伸到对书写工具与意义之间关联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尼采的打字机实验中（参见 Kittler 1985, 197–210; Stingelin 1988b）虽然显得尤为突出，但在这里，它仅仅是作为一系列关于格律、节奏、旋律、速度、文字或作者身份的进一步反思的代表，在这些方面同样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您说得对——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塑造”，尼采在1882年2月底写给克塞利茨（Köselitz）的信中予以确认。

所有这些反思最终汇入了尼采对“风格”的界定：“传达的风格：以及仅仅作为符号的风格，‘作为纪念（in memoriam）’。死板的风格是一种伪装；而在他人那里则是生动的风格。去人格化”（N, 1[202], KSA 12, 56）。这种高度敏感的形式意识不仅体现在尼采对“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 ↑ 颓废（décadence）美学的倾向上（参见 Müller-Lauter 1983 和 Stingelin 1995）：“这种在形式问题上的激情，这种在舞台调度（mise en scène）上的严肃——这是典型的巴黎式的严肃”（《瞧，这个人》[EH], KSA 6, 288f.）。它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从此内容对人来说变成了某种纯粹形式上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命在内”（N, 11[3], KSA 13, 10）。这种诗学中越来越具分量的一部分，是尼采将其著作风格化为一部封闭的完整作品（参见 Groddeck 1984），其中数字十（Zehnzahl）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参见 Scheier 1990, XXXIII）。在《瞧，这个人》（Ecce homo）中，尼采让其以《瓦格纳事件》（Der Fall Wagner，“事件/衰落”[Fall]）作为结尾，以此与《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诞生”[Geburt]）相呼应。然而，对《悲剧的诞生》真正的自我批判式回应，则是由《狄俄尼索斯颂歌》（Dionysos-Dithyramben）构成的（参见 Groddeck 1991）。在这里，作为诗学上得到升华的形式意识的日神精神（das Apollinische），与作为艺术的生理物质性的酒神精神（das Dionysische）再次相遇。

“灵感”（Inspiration）这一概念可以作为衡量标准，用来界定尼采诗学在各个阶段的发展（参见 Meyer 1991, 386–392）：在《悲剧的诞生》中，灵感的神话将艺术家描绘为世界意志的媒介；而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这种神话则完全让位于手工艺般的算计；这二者在晚期作品中结合成了某种受到艺术化排演与反思的“灵感”悖论。

参考文献：Deleuze 1976; Kittler, F.A.: N. (1844–1900), in: Turk, H. (Hrsg.): Klassiker der Literaturtheorie. Von Boileau bis Barthes, München 1979, 191–205 und 338–340; Müller-Lauter, W.: Artistische décadence als physiologische décadence. Zu F.N.s später Kritik am späten Richard Wagner, in: Bürkle, H./Becker, G. (Hgg.): Communicatio fidei. Festschrift für Eugen Biser zum 65. Geburtstag, Regensburg 1983, 285–294; Groddeck, W.: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in »Ecce homo«. Hinweise zu einer strukturalen Lektüre von N.s »Ecce homo«, in: NSt 13 (1984), 325–331; Kittler, F.A.: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München 1985; Gauger, H.-M.: N.s Auffassung vom Stil, in: Gumbrecht, H.U./Pfeiffer, K.L. (Hgg.): Stil. Geschichten und Funktionen eines wissenschaftlichen Diskurselements, Frankfurt a.M. 1986, 200–214; Stingelin, M.: N.s Wortspiel als Reflexion auf poet(olog)ische Verfahren, in: NSt 17 (1988a), 336–349; ders.: Kugeläußerungen. N.s Spiel auf der Schreibmaschine, in: Gumbrecht, H.U./Pfeiffer, K.L. (Hgg.): Materialität der Kommunikation, Frankfurt a.M. 1988b, 326–341; Scheier, C.A.: Einleitung, in: N., F.: Ecce Autor. Die Vorreden von 1886, hrsg. u. eingel. v. C.A. Scheier, Hamburg 1990, VII-CXXIII; Groddeck, W.: F.N., »Dionysos-Dithyramben«, Berlin/New York 1991 (2 Bde.); Meyer, Th.: N.: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Tübingen 1991; Gasser, P.: Rhetorische Philosophie. Leseversuche zum metaphorischen Diskurs in 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Bern u.a. 1992; Stingelin, M.: N., die Rhetorik, die décadence, in: Sprache und Literatur,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26 (1995), 27–44; Riedel, M.: Freilichtgedanken. N.s dichterische Welterfahrung, Stuttgart 1998.

马丁·施廷格林 (Martin Stingelin)

教士

对“教士”这一可疑权力的反思（在尼采那里是通过叔本华作为中介的）是启蒙运动教会批判的一个传统主题，这种反思通常还伴随着对这种权力某种程度的神话化。在尼采的著作中，该概念泛指宗教中介人物，并且首先是指——附带提及印度教和佛教（参见等处，GM，第3篇，KSA 5，377及下页）——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后者被视为在长期规训中产生的一种类型（即“苦行教士”）并作为一个具有权力意识的种姓。“教士”在查拉图斯特拉备受引用的讲辞《论教士》（Za II, KSA 4, 117–119）及随后的文本（例如参见 Za IV，《失业》，KSA 4, 321及下页）中成为一个专门的主题，随后又出现在尼采之后的著作《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和《反基督》以及80年代的遗稿中。从传记的角度来看，正如特里尔哈斯（Trillhaas, 1983, 32及下页）所指出的那样，对父亲的记忆构成了这一主题的背景，尽管尼采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苦行的）天主教士类型（参见 M，第60节，KSA 3，69f. 以及 FW，第350f.节，KSA 3，586ff. 等处）。一种在神学上为新教牧师所作的辩护，在尼采那里是找不到任何依据的。

尽管在尼采的贵族主义语境中，偶尔会对其表示赞赏，但“教士”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定罪的状态：他是在为一个被揭露为虚无的、已死的上帝服务时，行使着他的功能和权力。由此——在对启蒙运动的教会批判进行了坚决激进化的过程中——所有教士阶层立刻呈现出“最恶毒的造假”、寄生性和毒害生命的基本特征（AC，第38节，KSA 6，210f.）。在绝对无神论的前提下（参见 GM，第3篇，第27节，KSA 5，409），任何中介作用必定显得空洞且反常：“教士”作为一种类型和种姓，在尼采的思想中成为了否定生命的权力形式的代表。然而，正因如此，作为一种被建构出来的、与高级存在相对立的反面类型，以及作为一种精通心理学的权力技术的假想大师，“教士”引起了尼采持久的兴趣。因为教士的某些特征——在背景中，人们总要联想到当时的“耶稣会主义”形象——就如同尼采自己关于一种即将被引出的超人种姓的愿景中，那些被转向负面的功能。由此产生了关于“苦行理想”的反思（GM，第3篇，KSA 5，339–412），同时，这也说明了为何要将“苦行教士”那充满毒害的反自然性与敌视生命的特性，纳入到“生命本身的利益”之中（GM，第3篇，KSA 5，363及下页）。尼采在这里发现了一种针对大众进行道德教育的权力技术，其心理学和生理学总是不断促使他去重新思考（参见 AC，第38节，KSA 6，209及下页；N. KSA 12，271f.，329ff. 等处）。

因此，关于教士的问题进入了尼采哲学的更大语境之中，该哲学将人（这种“尚未被定型的动物”；JGB，第62节，KSA 5，81）作为对其自身进行混合实验的实验者（参见 GM，第3篇，KSA 5，357），向着一种更高的存在动态地推进，而这种存在的根据则与


祭司

文献：Deleuze 1976; Kittler, F.A.: N. (1844–1900), 载：Turk, H. (编): Klassiker der Literaturtheorie. Von Boileau bis Barthes, München 1979, 191–205 且 338–340; Müller-Lauter, W.: Artistische décadence als physiologische décadence. Zu F.N.s später Kritik am späten Richard Wagner, 载：Bürkle, H./Becker, G. (编): Communicatio fidei. Festschrift für Eugen Biser zum 65. Geburtstag, Regensburg 1983, 285–294; Grodeck, W.: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in »Ecce homo«. Hinweise zu einer strukturalen Lektüre von N.s »Ecce homo«, 载：NSt 13 (1984), 325–331; Kittler, F.A.: Aufschreibesysteme 1800/1900, München 1985; Gauger, H.-M.: N.s Auffassung vom Stil, 载：Gumbrecht, H.U./Pfeiffer, K.L. (编): Stil. Geschichten und Funktionen eines wissenschaftlichen Diskurselements, Frankfurt a.M. 1986, 200–214; Stingelin, M.: N.s Wortspiel als Reflexion auf poet(olog)ische Verfahren, 载：NSt 17 (1988a), 336–349; 同上作者：Kugeläußerungen. N.s Spiel auf der Schreibmaschine, 载：Gumbrecht, H.U./Pfeiffer, K.L. (编): Materialität der Kommunikation, Frankfurt a.M. 1988b, 326–341; Scheier, C.A.: Einleitung, 载：N., F: Ecce Autor. Die Vorreden von 1886, 由 C.A. Scheier 编排并作导言, Hamburg 1990, VII-CXXIII; Grodeck, W.: F.N., »Dionysos-Dithyramben«, Berlin/New York 1991 (2 卷); Meyer, Th.: N.: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Tübingen 1991; Gasser, P.: Rhetorische Philosophie. Leseversuche zum metaphorischen Diskurs in 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Bern 等地 1992; Stingelin, M.: N., die Rhetorik, die décadence, 载：Sprache und Literatur, 载：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26 (1995), 27–44; Riedel, M.: Freilichtgedanken. N.s dichterische Welterfahrung, Stuttgart 1998.

马丁·施廷格林 (Martin Stingelin)

教士（祭司）

对“教士”这一可疑权力的反思（在尼采那里是通过叔本华传达的），是启蒙运动教会批判的一个传统主题（Topos），这种反思往往还伴随着对这种权力的某种神话化。在尼采的著作中，该概念通常指代宗教中的中介人物，并且主要是指基督教会的神职人员——同时也旁涉印度教和佛教（参见，除其他外，《论道德的谱系》（GM）第3篇，KSA 5, 377及后续）。后者被视为在长期规训中产生的一种类型（“禁欲教士”）和一个具有权力意识的种姓（Kaste）。在查拉图斯特拉被广泛引用的演讲《论教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Za）第二部，KSA 4, 117–119）及随后的文本中（参见，除其他外，《查》第四部，“退休”，KSA 4, 321及后续），“教士”成为一个专门的主题；随后在尼采接下来的著作《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和《反基督》，以及80年代的遗稿中也得到了深入探讨。从传记角度来看，正如特里尔哈斯（Trillhaas，1983，32及后续）所证明的那样，对父亲的记忆构成了其背景，尽管尼采的批判主要是以（禁欲的）天主教教士类型为导向的（参见《曙光》（M）第60节，KSA 3, 69及下页，以及《快乐的科学》（FW）第350节及后续节，KSA 3, 586及后续等）。在尼采这里，找不到任何基于神学理由对新教传教士进行的辩护。

尽管在尼采贵族主义的语境下，偶尔也会对“教士”予以肯定，但“教士”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种判决：即他是在为一个被揭露为虚无的死去的上帝服务时，行使自身的职能与权力的。由此出发——在启蒙运动教会批判的坚决激进化中——所有的教士阶层立刻就具有了“最恶毒的伪造”、寄生性和生命毒害的基本特征（《反基督》（AC）第38节，KSA 6, 210及下页）。在绝对无神论的前提下（参见《论道德的谱系》（GM）第3篇，第27节，KSA 5, 409），任何中介性质都必然显得空洞且扭曲：作为一种类型和种姓的教士，在尼采的思想中成为了一种否定生命的权力形式的代表。然而，正是作为一种被建构出的更高阶实存（Dasein）的对立类型（Gegen-Typus），以及作为一种被设想为精通心理学权力技术的行家里手，“教士”引起了尼采持久的兴趣，因为他的许多特征——在背景中总是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当时“耶稣会主义”的形象——似乎就是尼采自己对于将要引入的超人种姓愿景的负面翻转功能。因此便有了对“禁欲理想”的反思（《论道德的谱系》（GM）第3篇，KSA 5, 339–412），但也因此，“禁欲教士”那种有毒的反自然性和对生命的敌视，被归入了“生命本身的利益”之中（《论道德的谱系》（GM）第3篇，KSA 5, 363及后续）。尼采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国民教育-道德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的心理学和生理学总是促使他不断进行新的思考（参见《反基督》（AC）第38节，KSA 6, 209及后续；遗稿（N）KSA 12, 271及下页，329及后续等）。

这样一来，关于教士的问题就进入了尼采哲学的更宏大脉络之中，尼采哲学将人（即“尚未被确定的动物”；《善恶的彼岸》（JGB）第62节，KSA 5, 81）视为一个以自身为对象的混合实验者（参见《论道德的谱系》（GM）第3篇，KSA 5, 357），向着一个更高阶的实存动态发展，而这种更高阶实存的确立，面临着弱者在奴隶道德（↗主人道德）轨道上取得悖论性胜利的挑战（遗稿（N），KSA 13, 365及后续）。“教士”扮演了这种以怨恨（Ressentiment）为基础的奴隶道德的精英代理人角色，他——通过痛苦来统治——代表了那种对生命充满敌意的人的自我贬低，而这种贬低作为权力意志的一种破坏性变体，在道德最终的自我扬弃中依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仍需注意的是，尼采对道德领域奴隶起义的谱系学考察（《善恶的彼岸》（JGB）第195节，KSA 5, 116及下页）——对他而言，这是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开端——预设了教士类型与犹太民族之间的一种联系，犹太民族甚至被直接刻画为“纯粹属于怨恨的祭司民族”（《论道德的谱系》（GM）第1篇，KSA 5, 286）。尼采主要关注的天主教教士，在教会历史的长河中（按照尼采的说法，这一过程早在保罗那里就开始了），接过了犹太教和罗马祭仪祭司（sacerdotium）的许多特征，因此尼采以那种（尽管颇具争议的）厌恶之锐利眼光，勾勒出了东方神权政治、复仇渴望以及虚伪残酷的道德统治的线索，而这一切在基督教中则是受到了“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意象的启发（《善恶的彼岸》（JGB）第251节，KSA 5, 192及后续）。

当然，残忍的元素在本质上也恰好属于酒神节庆，在上帝死后，酒神节庆将取代基督教的祭仪。作为这一祭仪的“祭司”，尼采召唤出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姿态和言辞上完全展现出了一种祭司式的亲缘关系（《查》第二部，KSA 4, 117）。

文献：Müller-Lauter 1971, 66及后续; Trillhaas, W.: N.s »Priester«, 载：NSt 12 (1983), 32–50.

彼得·克斯特 (Peter Köster)

种族：种族纯洁性，主人种族

尼采在多重意义上使用了“种族”这一概念：在19世纪，它在生物学、人类学以及人文学科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传统主题，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也是如此，并且已经带有后来主导该词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在尼采那里，“种族”并非指代上述任何一种含义，尤其不像克拉格斯（Klages）所认为的那样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也不像博伊姆勒（Baeumler，↗政治）所认为的那样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1961年，第1卷，30及下页）。尽管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的基本立场，与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兼哲学家朱利奥·埃佛拉（Giulio Evola）对尼采该概念的解释相吻合，但海德格尔本人却遵循了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的解释。荣格在超越三大阶级的“劳动者”（1932）这一囊括全球的、新的且唯一的“种族”形象中，看到了尼采关于其实现——直至走向↗超人——的诉求之切近。

事实上，尼采反对在达尔文式（♂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意义上理解“种族”（遗稿（N），KSA 13, 315及下页），即使他从中提取了某些类比。尼采本人最初援引“希腊”的观念，认为存在相互区分的“种族”（遗稿（N），KSA 8, 60）——至少有两个：♂野蛮人和希腊人——但他随即又反驳道，“纯种希腊人”（遗稿（N），KSA 8, 96）本身也仅仅是从混血中产生的。

尼采并不主要在生物学层面，而是在精神层面看待一个种族（各个种族）向前和向更高阶发展的原因：即在于目标导向性和共同体之中。尼采断然采取与寻常观点相反的立场，将“退化”设定为一个先验的、积极的原则（《人性的，太人性的 I》（MA I）第224节，KSA 2, 187–189 以及《曙光》（M）第272节，KSA 3, 213及下页）。尼采明确反对基因同质化的德意志“种族”（↗德意志的，德国人）的观念，而支持塑造一种异质化的欧洲“种族”（↗欧洲，好欧洲人）（《快乐的科学》（FW）第357节，KSA 3, 597–602 以及《善恶的彼岸》（JGB）第242节，KSA 5, 182），但在后期的著作中，这一主张又作为“颓废”（↗颓废/décadence）民主的标志被部分收回（《善恶的彼岸》（JGB）第208节，KSA 5, 138 以及《善恶的彼岸》（JGB）第224节，KSA 5, 158）。不过，在这里，为了改善其特性而在↗“培育”意义上进行的“种族”“杂交”这一极为深刻的生物学考量或隐喻，已经参与到了其中（斯洛特迪克 Sloterdijk 1999, 37–47）。因此，尼采也倡导对身体（↗身体/Leib）进行更高阶的培育。

在尼采早期的一篇文献中（遗稿（N），KSA 1, 896），就未来对整个↗地球的统治而言，（文化）“民族/国家”的概念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相对于“种族”概念的更高地位（遗稿（N），1881年春至秋，


种族：种族纯洁，主宰种族

面临着弱者在奴隶道德（↗主人道德）的轨道上取得的看似矛盾的胜利（N, KSA 13, 365ff.）。“祭司”作为这种以怨恨为基础的奴隶道德的精英代理人出现，他——凭借苦难进行统治——代表了那种仇视生命的对人的贬低，作为权力意志的破坏性变体，这种贬低在道德最终的自我扬弃中依然扮演着必要的角色。

仍需思考的是，尼采关于道德中奴隶起义的谱系学（JGB, Nr. 195, KSA 5, 116f.）——对他而言，历史上的一切灾难皆由此开始——以祭司类型与犹太民族的联系为前提，该民族恰好被描绘为“典型的怨恨的祭司民族”（GM, 1. Abh., KSA 5, 286）。尼采主要关注的天主教祭司，在教会历史的长河中（按照尼采的说法，早在保罗时期就已开始）沿袭了犹太教和罗马教派祭司体制（sacerdotium）的诸多特征，因此尼采凭借（虽颇具争议的）厌恶的敏锐，勾勒出了东方神权政治、复仇欲和虚伪残酷的道德统治的轮廓，这是受“十字架上的上帝”这一形象的基督教启发（JGB, Nr. 251, KSA 5, 192ff.）。

当然，残酷的元素恰恰从根本上属于狄奥尼索斯庆典，在“上帝之死”后，该庆典将取代基督教的崇拜。作为这一崇拜的“祭司”，尼采召唤出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其言辞与举止都确凿地显露出一种祭司般的亲缘关系（Za II, KSA 4, 117）。

参考文献：Müller-Lauter 1971, 66ff; Trillhaas, W.: N.s Priester, in: NSt 12 (1983), 32–50.

Peter Köster

种族：种族纯粹性，主人种族

尼采在多重意义上使用“种族”这一概念：在19世纪，它不仅是生物学和人类学科学中，也是人文学科中一个普遍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当时政治话语中的常见主题，并且已经带有了主导它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尼采所指的并非上述任何一种含义，尤其不是像克拉格斯（Klages）所认为的生物学含义，也不是像博伊姆勒（Baeumler）（↗政治）所认为的政治含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含义（1961, Bd. 1, 30f.）。尽管海德格尔在这一点上，其基本立意与在这方面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产生深远影响的艺术家兼哲学家朱利奥·埃沃拉（Giulio Evola）对尼采该概念的解释相吻合，但海德格尔本人遵循的是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的解释。荣格认为，在克服了三个阶层的“工人”（1932）这一跨越全球的、全新的且唯一的“种族”形象中，尼采的诉求接近于其实现——甚至直达↗超人。

事实上，尼采反对在达尔文式（♂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意义上使用“种族”的概念（N, KSA 13, 315f.），即使他从中借用了一些类比。尼采本人最初援引了“希腊”的观念，即存在着相互截然不同的“种族”（N, KSA 8, 60）——至少有两个：♂野蛮人与希腊人——但他随即又反驳指出，“种族意义上的希腊人”（N, KSA 8, 96）自身也不过是混血的产物。

尼采认为，种族持续发展和向更高阶进化的基础，首先不在于生物学层面，而在于精神层面：在于目标的导向性和共同体之中。尼采明确且反常态地将“退化”设定为一个先在的、积极的原则（MA I, Nr. 224, KSA 2, 187–189 und M, Nr. 272, KSA 3, 213f.）。尼采反对基因同质的德国（↗德意志的，德意志人）“种族”观念，而支持塑造一个异质的欧洲（↗欧洲，好欧洲人）“种族”（FW, Nr. 357, KSA 3, 597–602 und JGB, Nr. 242, KSA 5, 182），但在其晚期作品中，这一观点作为“颓废的”（↗颓废）民主的标志又被部分收回（JGB, Nr. 208, KSA 5, 138 und JGB, Nr. 224, KSA 5, 158）。然而，在这里，为了改善特性而在↗“培育”意义上对“种族”进行“杂交”的深层生物学考量或隐喻，已经发挥了作用（Sloterdijk 1999, 37–47）。因此，尼采也提倡对肉体（↗肉体）进行更高阶的培育。

在尼采早期的一份手稿中（N, KSA 1, 896），就未来对整个↗地球的统治而言，（文化）“民族”的概念一度短期内获得了高于“种族”概念的地位（N, Frühjahr-Herbst 1881, KSA 9, 546）。然而，尼采后来又谈到了一种跨国的“哲学种族”，该种族的建立是为了反对↗基督教（JGB, Nr. 252, KSA 5, 195）。

特别是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最终证实了所谓历史上的“主人种族”（↗主人道德 – 奴隶道德）——这里指的是“雅利安人”（↗反犹主义）——其当前的劣势（GM, 1. Abh., Nr. 5, KSA 5, 265f.）。然而，就像在古代一样，对于概念（↗概念）和↗价值，即“好”与“坏”的定义权，始终——并且在未来也是如此——掌握在一个更高阶的“种族”手中。相应地，尼采表达了对那些“畸形失败者”的厌恶，这些人通过唤起↗同情而“毒害”了欧洲的空气；同时，他指出了处于所有“高贵种族”底层的↗“金发野兽”（GM, 1. Abh., Nr. 11–14, KSA 5, 274–283）。在这一点上，尼采模糊了生物学定义与形而上学定义之间的界限，因为他明确地将生理学（↗生命）主题引入了这一语境（GM, 3. Abh., Nr. 17, KSA 5, 377–382）。尼采开始接近戈比诺对“种族”的定义（Taureck 1989, 27–36）。自巴塞尔时期起便成为无国籍者（↗国家）的尼采，通过指出自己拥有波兰“种族”血统（EH, KSA 6, 268），对自己进行了去中心化的解构，这一说法给纳粹德国在种族意识形态上对他的接受带来了难题。

参考文献：Jünger, E.: Der Arbeiter. Herrschaft und Gestalt, Hamburg 1932; Heidegger 1961; Taureck, B.H.F.: N. und der Faschismus, Hamburg 1989; Sloterdijk, P.: Regeln für den Menschenpark. Ein Antwortschreiben zu Heideggers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Frankfurt a.M. 1999.

Stephan Günzel

沉醉

就在《悲剧的诞生》的开篇，尼采将“沉醉”与“梦”（GT, KSA 1, 26）对立起来。这种区分按照如今的理解也许会合而为一，但它却是构筑这部早期著作基础的文本《狄奥尼索斯世界观》（KSA 1, 553–559）以及他为柯西玛·瓦格纳改编的《悲剧思想的诞生》（KSA 1, 581–587）的中心主题，这两部作品均创作于1870年。

在被尼采“引入↗美学的对立概念”（GD, KSA 6, 117）即↗“日神-酒神”中，包含了决定“阿提卡↗悲剧”的两种↗“冲动”。在这其中，尼采首先——启发式地——将这两个“艺术世界”构想为“分离的”（GT, KSA 1, 26）。由于尼采在这里既在“非真实”的意义上，也在“作品”的意义上理解“艺术”，因此“梦”与“沉醉”变得可以相互比较：与做梦的过程类似，造型艺术向观看者“充满诗意地”（↗诗学）“虚构”了一个秩序井然、前后连贯且向着美的方向夸张化的“假象”世界（GT, KSA 1, 26）（↗谬误与假象）。这里的“显现/假象”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就像醒来之后一样，人们在观看例如一幅画时，能够看到其中被（双重意义上）描绘的现实“透显”出来。——然而，就像在沉醉的状态下一样，艺术家清楚地意识到他正在涉足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N, KSA 1, 554f.）。

如果借鉴叔本华对康德思想的吸收来思考，对尼采而言，梦境世界是美的世界、清晰的世界，并且——如同“摩耶之幕”——是必然假象的世界，那么狄奥尼索斯沉醉的世界则是由“战栗”（GT, KSA 1, 28）的自然崇高感（N, KSA 7, 149）所决定的：认识的范畴和能力，在它们于形而上学的阿波罗式梦境中建构的对象——即世界（自然、自然物）——面前失败了。然而，与其创造主义美学相对应，尼采宣扬的并非是从世界中虚无主义式（虚无主义）地退缩，而是一种主动的融入（说“是”、肯定）：人现在应当成为自身的艺术家，并成为这包围着他的多样性的艺术家。在这过程中，“在狄奥尼索斯的魔力下”，“奴隶变[成]了自由人”（GT, KSA 1, 29; KSA 1, 555）。类似于一种中毒的沉醉状态——在现实中可以通过“春天的冲动”或“麻醉性饮料”（KSA 1, 554）来诱发——人模仿着世界的生成。他使自己同化于世界，也使世界同化于他自身。转化为一种艺术形式，对尼采而言，这也就是舞蹈（舞蹈，舞者）和以酒神颂风格呈现的音乐（N, KSA 10, 660），在


迷醉

KSA 9, 546）。然而，尼采后来又谈到了一个跨国的“哲学种族”，这个种族是针对↗基督教而建立起来的（JGB，第252节，KSA 5, 195）。

特别是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最终确认了所谓的历史上的“主人种族”（↗主人道德 – 奴隶道德）——这里指“雅利安人”（↗反犹主义）——其当前的劣势地位（GM，第一篇，第5节，KSA 5, 265及下页）。然而，正如在古典时代一样，关于概念（↗概念）和↗价值，即“好”与“坏”的定义权，始终——在未来亦是如此——掌握在一个更高级的“种族”手中。相应地，尼采表达了他对那些通过引发的↗同情而“毒害”了欧洲空气的“畸形者”（Missrathenen）的厌恶，并提到了潜藏于所有“高贵种族”底层的↗“金发野兽”（GM，第一篇，第11–14节，KSA 5, 274–283）。在此处，生物学定义与形而上学定义之间的界限被尼采模糊了，因为他明确地将生理学的主题（↗生命）引入到了这一语境中（GM，第三篇，第17节，KSA 5, 377–382）。尼采在此接近了戈比诺（Gobineau）关于“种族”的定义（Taureck 1989, 27–36）。自从巴塞尔时期便成为无国籍者（↗国家）的尼采，通过指出自己具有波兰“种族”的血统（EH，KSA 6, 268），对自己进行了去中心化，而这一暗示对于纳粹德国时期的种族意识形态接受史而言是具有争议性的。

参考文献：Jünger, E.: Der Arbeiter. Herrschaft und Gestalt, Hamburg 1932; Heidegger 1961; Taureck, B.H.F.: N. und der Faschismus, Hamburg 1989; Sloterdijk, P.: Regeln für den Menschenpark. Ein Antwortschreiben zu Heideggers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Frankfurt a.M. 1999.

斯特凡·君策尔

迷醉 (Rausch)

在《悲剧的诞生》的开篇，尼采就将“迷醉[ ]”（Rausch）与“梦幻[ ]”（Traum）对立起来（GT，KSA 1, 26）。这种区分按照今天的理解可能会合而为一，但它却是作为这部早期著作基础的文本《狄俄尼索斯的世界观》（KSA 1, 553–559）以及他为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改写的《悲剧思想的诞生》（KSA 1, 581–587）的核心主题，这两篇文献均创作于1870年。

在尼采“引入↗美学中的对立概念”（GD，KSA 6, 117）——↗“日神-酒神”（Apollinisch-dionysisch）中，包含着决定“阿提卡↗悲剧”的两种↗“冲动”（Triebe），在这其中，两个“艺术世界”最初被尼采——在启发式意义上——设想为是“相互隔离的[ ]”（GT，KSA 1, 26）。由于尼采在这里将“艺术”既理解为“非真实的”，又理解为“作品”，因此“梦幻”和“迷醉”变得可以相互比较：类似于做梦的过程，造型艺术“诗意地”（↗诗学）向观察者“虚构”出一个秩序井然、前后一致且被过度美化的“外观”（Schein）世界（GT，KSA 1, 26）（↗谬误与外观）。在此，“外观/显现”（Scheinen）应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就像醒来之后一样，人们在观看一幅画时，可以看到其中（在双重意义上）被描绘的现实“透射而出”（durchscheinen）。——然而，正如在迷醉的情况下一样，艺术家意识到自己正在与这种或那种形式打交道（尼采，KSA 1, 554及下页）。

如果按照叔本华对康德的吸收来思考，对尼采而言，梦幻世界是关于美的、清晰的世界，并且——如同“摩耶之幕”（Schleier der Maya）一样——是必然之外观的世界，那么，狄俄尼索斯的迷醉世界则是由“恐惧[s]”（Grausen）（GT，KSA 1, 28）的自然崇高感（尼采，KSA 7, 149）所决定的：认识的范畴与能力在其形而上学的-日神式的梦境所建构的对象，即世界（自然，自然之物）面前失败了。然而，按照他的创造主义美学，尼采并没有宣告一种虚无主义式的（虚无主义）从世界的退缩，而是主张主动地融入其中（说“是”，肯定）：人现在应当成为其自身以及包围着他的这种多样性的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在]酒神的魔力之下”，“奴隶成[了]自由人”（GT，KSA 1, 29；KSA 1, 555）。类似于一种中毒的迷醉状态——在现实中，这种状态可以通过“春天的冲动”或“麻醉性的饮料”（KSA 1, 554）引发——人模仿着世界的生成（Werden）。他使自己同化于世界，世界也同化于他。将其转化为一种艺术形式，对尼采而言，这也是酒神赞歌（Dithyrambus）风格的舞蹈（舞蹈，舞蹈家）和音乐（尼采，KSA 10, 660），尤其是悲剧合唱团的独特之处：其歌唱中不断重复的（↗永恒轮回）声音力量，以迷醉的方式使纯粹的存在（Sein）发生变形，而后从中走出的独立歌手才在对话中构建出新的、梦幻般的外观世界。伴随着独立的声音，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苏格拉底主义）步入了悲剧艺术（尼采，KSA 7, 67及下页）。——虽然“做梦”主要表现为一种视觉现象，但“迷醉”（Rauschen）（Za I，KSA 4, 99）首先并本质上是一种听觉现象。

在尼采那极大程度上被忽视的↗语言哲学版本中，从“感觉”和“呼喊”，经过发音清晰的“声音”，再到“概念”的过程，就是从非理性的-酒神式迷醉状态走向理性的-日神式梦幻状态的过程（KSA 1, 572–577）。因为尼采将前者与亚洲联系在一起，将后者与希腊联系在一起（KSA 1, 556），所以在其第一部关于语言的正式文本《关于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中，他提出了亚洲野兽即老虎（KSA 1, 555）的意象——那是一只迷醉的、狂野的野兽，“理性的”人“悬挂在梦境中”（WL，KSA 1, 877）骑在它的“背上”行进。

但在《悲剧的诞生》中，两者被视为平等的、人工的-艺术的活动，是希腊艺术的“双重源泉”（KSA 1, 553）：独立歌手与合唱团之间的互动代表了梦幻状态与迷醉状态的游戏（KSA 1, 567及下页；GT，KSA 2, 30及下页）。——然而，“并置地”（im Nebeneinander）而非交替地、先后地为两者提供空间，正是“酒神的艺术气质”之所在（KSA 1, 556）。因此，尼采在回顾时，最终略带误导性地将两者统称为“迷醉的种类”（GD，KSA 6, 117）。

对于瓦格纳——在尼采后来的眼中，瓦格纳和黑格尔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单纯的“迷醉剂”（Rausch-mittel）（尼采，KSA 11, 548），正如剧院观众被视为仅仅是一群迷醉瘾君子一样（FW，第86节，KSA 3, 443及下页）——尼采最初却认为从他身上看到了酒神精神可能的复兴者。——然而，“精神性”（Geistigkeit）同样可能被滥用为“迷醉”（尼采，KSA 9, 167），正如——与尼采自己那部分带有悲怆色彩宣告的准则相反——“康复”（↗健康与疾病）也带有某种欺骗性的“健康的迷醉”（尼采，KSA 9, 140）一样。

一种平衡由此产生，尼采在“本体论上”将迷醉描述为“更早的”（尼采，KSA 13, 226），但在“逻辑上”却将梦幻呈现为“首要的”：人们必须思考可以“从中”解放出来的“某物”（梦幻）；但同时必须存在可以“向之”解放的“某物”（迷醉）。但这恰恰又分别是其中一方或另一方的属性描述。——在元层面上，尼采选择了一种酒神式的（迷醉的）方式来规定两者之间的关系（Bataille 1999, 192及下页）：即两者在“同时发生”（Zugleich）中的地位平等（↗正义），从而使整体图景带有一种深刻的悲剧色彩（↗痛苦）（尼采，KSA 7, 192）。

对具体执行与情境定位的一致性命名使得尼采采取了一个新的视角，即像在《偶像的黄昏》中那样，将“迷醉”指认为基本的“生理前提”（GD，KSA 6, 116）。因此，对于后期的尼采来说，（性）↗爱是迷醉的一种形式（尼采，KSA 13, 299及下页），在其中，权力（↗权力意志）可以表现为快感（尼采，KSA 13, 295–296）。在尼采看来，性欲之中体现了日神-梦幻类型或酒神-迷醉类型的“节奏差异”（tempo-Verschiedenheit）（尼采，KSA 13, 240）。连同“残忍”一起，对他而言，“性冲动”与“迷醉”融合在异教的“节日”之中（尼采，KSA 12, 393）。

参考文献：Bataille, G: N.-Chronik (1937), in: ders.: Wiedergutmachung an N. Das N.-Memorandum und andere Texte, München 1999, 181–202; Janz, C.P.: Nachträge zur N.-Biographie, in: NSt 18 (1989), 426–431; Treiber, H.: Zur »Logik des Traums« bei N. Anmerkungen zu den Traum-Aphorismen aus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n: NSt 23 (1994), 1–41; Figal, G.: N. Eine philosophische Einführung, Stuttgart 1999.

斯特凡·君策尔

法律 (Recht)

在契约关系中，尼采认识到了决定性的法律制度，即法律关系的起源：“没有契约就没有法（Recht）”（MA I，第446节，KSA 2, 290）。契约的缔结结束了暴力的冲突与权力的斗争，在此过程中，特定的权力份额作为缔约——（Ver-）的法律地位被确立


权利

最突出地表现在悲剧合唱队上：其歌唱中反复的（↗永恒轮回）声音力量使纯粹的存在在迷醉中发生蜕变，只有从中走出的独唱者才在对话中构建出新的、梦幻般的虚幻世界。伴随着独唱的声音，苏格拉底辩证法（↗苏格拉底主义）进入了悲剧艺术（N, KSA 7, 67f.）。——虽然“梦境”主要是一种视觉现象，但“迷醉”（Za I, KSA 4, 99）首先且本质上是一种听觉现象。

在尼采几乎未被关注的↗语言哲学的一个版本中，从“感觉”和“呼喊”经由清晰发音的“声音”再到“概念”的道路，就是从非理性的酒神迷醉状态走向理性的日神梦境状态的道路（KSA 1, 572–577）。因为尼采将前者与亚洲联系起来，将后者与希腊联系起来（KSA 1, 556），所以在他第一篇真正关于语言的文本《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他提出了亚洲野兽即老虎（KSA 1, 555）——那迷醉的、狂野的野兽——的意象，“有理性的”人“沉浸在梦中”（WL, KSA 1, 877）骑在其“背上”前行。

然而在《悲剧的诞生》中，这两者被视为平等的、人造的艺术活动，被视为希腊艺术的“双重源泉”（KSA 1, 553）：独唱者与合唱队之间的互动代表了梦境与迷醉状态的交杂（KSA 1, 567f.; GT, KSA 2, 30f.）。——“酒神艺术”（KSA 1, 556）就在于为两者在“并置”中提供空间，而不是交替或先后出现。因此，尼采在回顾时最终令人误解地将两者都称为“迷醉的种类”（GD, KSA 6, 117）。

瓦格纳后来在尼采眼中，与黑格尔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迷醉剂”（N, KSA 11, 548），正如剧院观众被视为一群纯粹的迷醉成瘾者一样（FW, 第86节, KSA 3, 443f.），但尼采最初曾相信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酒神精神可能的复兴者。——然而，“精神性”也可能被滥用为“迷醉”（N, KSA 9, 167），正如——与尼采自己有时充满激情的宣言相反——“恢复健康”（↗健康与疾病）带有某种虚幻的“健康的迷醉”（N, KSA 9, 140）。

尼采由此建立了一种平衡，他将迷醉在“本体论上”描述为“更早的”（N, KSA 13, 226），但在“逻辑上”将梦境描述为“第一位的”：人们必须思考“某个事物”（梦境），以便能够“从中”解脱出来；但也必须有“某个事物”，让人能够解脱“去向”那里（迷醉）。然而，恰恰这些描述又分别是此方或彼方的特征。——在元层面上，尼采决定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酒神式的（迷醉的）界定（Bataille 1999, 192f.）：即两者在“同时性”中的平等（↗正义），从而使整体画面获得一种极度悲剧性的色彩（↗苦难）（N, KSA 7, 192）。

对具体执行和定位的统一命名让尼采采取了新的视角，如在《偶像的黄昏》中，他将“迷醉”指出为根本的“生理前提”（GD, KSA 6, 116）。因此，对尼采而言，最终（性爱的）↗爱也是迷醉的一种形式（N, KSA 13, 299f.），在其中，权力（↗权力意志）可以表现为快感（N, KSA 13, 295–295 和 296）。在尼采看来，性欲中表现出了日神梦境类型或酒神迷醉类型的“节奏差异”（N, KSA 13, 240）。对他而言，“性冲动”与“迷醉”连同“残忍”一起，在异教的“节日”中融为一体（N, KSA 12, 393）。

参考文献：Bataille, G: N.-Chronik (1937), in: ders.: Wiedergutmachung an N. Das N.-Memorandum und andere Texte, München 1999, 181–202; Janz, C.P.: Nachträge zur N.-Biographie, in: NSt 18 (1989), 426–431; Treiber, H.: Zur »Logik des Traums« bei N. Anmerkungen zu den Traum-Aphorismen aus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n: NSt 23 (1994), 1–41; Figal, G.: N. Eine philosophische Einführung, Stuttgart 1999.

斯特凡·金泽尔

法

在契约关系中，尼采认识到了决定性的法律制度，即法律关系的起源：“没有契约就没有法”（MA I, 第446节, KSA 2, 290）。契约的缔结结束了暴力的冲突和权力的斗争，将某种程度的权力确认为契约方的权利地位：“权利便如此产生：被承认和被保障的权力等级”（MA I, 第112节, KSA 3, 101）。这种承认涉及对方各自的权力等级，即其作为契约方、法律主体和具有报复能力者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尼采将权力与权利等同起来。通过缔结契约来承认权力关系，创造了一种“平等，在此基础上得以确立权利”（MA I, 第93节, KSA 2, 90）。权力等级在法律上的平等，以契约双方认为彼此“具有契约能力和报复能力”的观念为前提。因此，交换与报复决定了“存在着的最原始的人际关系，即[]买方与卖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人首次与人相对立，人首次与人相较量”（GM, 第二篇论文, 第8节, KSA 5, 305f.）。关于契约作为“人际关系”是最原始的法律关系这一论断，尼采对罗马法的解释在鲁道夫·冯·耶林的著作（尤其是尼采引用的其代表作《法中的目的》）中显得尤为清晰（GM, 第二篇论文, 第12节, KSA 5, 313）。在作为罗马法债务关系的契约中，即债务这一法律制度中——它一方面意味着承认其为“具有报复能力”的法律主体（persona，与人们不与之订立契约的奴隶 homo 相对）（R. Ihering, 《法中的目的》第一卷, 莱比锡 1877, 248），另一方面将承诺履行义务的债务人完全置于并交付给债权人的权力之下——尼采认出了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社会和心理意义上罪咎/债务（Schuld）概念的起源。

契约创造了缔约方的“平等”，确认了他们作为法律主体的地位及其在法律上的权力等级。由此可见，尼采并未将“承认”这一特征理解为对强调法律规范强制性效力的观念的纠正。在尼采看来，“承认”并不建立在超越权力关系的共识（例如无支配的话语）之上。报复和交换的特征也决定了“↗正义的初始性格”（MA I, 第92节, KSA 2, 89）。在这个意义上，“平衡是正义的基础”（WS, 第22节, KSA 2, 556）。尼采关于平衡与正义关系的理论受到了修昔底德的启发（Gerhardt 1983; Ottmann 2019）。尼采将平衡的概念与权力联系起来，认为正义为了保护权利，赋予法以一定的权力等级，这种权力必须伴随着法。正义所要求的报复，在其倾向上与作为反应性动机的复仇相反，“因为借助于同态复仇法（jus talionis）……被破坏的权力关系之平衡得以恢复”（WS, 第22节, KSA 2, 556）。与耶林的观点一致，尼采认为，并不是正义决定了什么应该作为法，而是（成文的）法决定了什么是正义的。

尼采将对自由、法律平等和正义的要求视为权力意志的变形，这与个人作为个体在历史社会功能中的地位相对应。它们旨在获得特权，由此清楚地表明，尼采将法理解为社会意义上的行动诉求（N, KSA 12, 499）。

对罗马法的接受使尼采对法的本质产生了深刻见解，这些见解接近于当代的制度理论和法律现实主义路径。在此过程中，尼采反对自然法、理性法以及实证主义的传统观念。法的存在在于其实现，在于其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应用，在于“命令者与服从者”之间制度化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N, KSA 11, 279）。法律的适用必须“用纯粹固定的量来代替不确定的东西”（N, KSA 12, 248）。个体并非服从于某项法律的强制，因为命令只下达在“可以期待服从和行动”的地方（JGB, 第19节, KSA 5, 33）。规范命令是“一种模糊的抽象，其中包含了无数个案”，因此它以制度化的期望结构为前提，法正是在这种结构中得以实现（N, KSA 11, 279）。法通过“命令者与服从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实现及其产生的相互依赖性，在尼采看来，是由分工生产关系的一种“自我调节”来控制的。

参考文献：Gerhardt, V.: Das »Prinzip des Gleichgewichts«. Zum Verhältnis von Recht und Macht bei N., in: NSt 12 (1985), 111–134; 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Schriften zur Rechtstheorie, Heft 127, Berlin 1988; Ottmann 21999, 220–239.

亨利·克尔格

理智的诚实

“理智的诚实”似乎已经成为尼采哲学的某种标志，这在事实上也完全相符。然而，仔细审查后会发现，尼采根本没有使用过这一由特定词语组合而成的概念（尽管它在文献中广为流传）。他大多只是简单地谈论“诚实”（最早见于 M, 第456、536节, KSA 3, 275, 306; JGB, 第227节, KSA 5, 162，广泛见于 Za）或“真实”（bes. SE, 第4节, KSA 1, 371; EH, KSA 6, 367）；另一方面，他谈及“理智的整洁”（FW, 第357节, KSA 3, 600; GM 3. Abh., 第27节, KSA 5, 409），以及“理智的↗良知”（FW, 第2、335节, KSA 3, 773, 561; GD, KSA 6, 122）。在此，这种——很可能确实是由尼采首次明确引入的——对理智层面的关注，也意味着对最初普遍指向伦理道德层面的诚实的某种限定，后者常常通过反面来引证（康德：不诚实即“缺乏尽责”，《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AA 第6卷，430）；后来，该概念也获得了法律和政治意义，直到最后完全转向理智层面，代表着严谨的学养和不带偏见的哲学思考（雅斯贝尔斯，波普尔）（von der Lühe 1992）。

直到尼采这里，诚实才获得了主要针对无法合法化的道德要求或不受限制的宗教要求的道德-宗教怀疑主义的批判色彩。在此，人们可以谈论一种绝对的诚实与相对的诚实之别，例如克尔凯郭尔用相对的诚实要求信徒适应宗教处境，要求基督徒“只求诚实”（《瞬间》，第34部分，杜塞尔多夫/科隆 1959，48）。然而，对尼采而言，“理智的良知”拒绝任何双重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对确定性的渴望”并非“最深切的匮乏”：“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在没有事先意识到赞成或反对的最终且最确凿的理由之前，就相信这个或那个是可鄙的……”（FW, 第2节, KSA 3, 373）。这里所要求的正是真正的理智的诚实，它作为希腊-基督教精神史的“最终美德”，全面质疑了其自身的主张；这也是一种“生成中的美德”，因为它在历史发展中，让绝对的要求恰恰在“求真意志”上破灭，而这种求真意志正是道德-宗教解释本身所要求并在历史上加以促进的（↗自我扬弃）：“但请注意，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还是基督教的美德中，都不包含诚实……”（M, 第456节, KSA 3, 275）。

这种恰恰被德国人（路德、康德以及新教的德国哲学）一再拒绝的“理智的正直”，要求一种“理智的良知”——作为一种“在你‘良知’背后的良知”（FW, 第335节, KSA 3, 561），它不接受任何未经证明的真理，不盲从任何未经检验的法则。在必要时，它必须反对个人或普遍的“期望之物”，必须保持“坚强”和“冷酷无情”，哪怕“精神上的尽责者”不再致力于寻找真理，而仅仅致力于揭露非真理：“我的诚实终止之处，我就成了瞎子，而且我也愿意做瞎子。但凡我想要知晓之处，我也想要保持诚实，即坚硬、严厉、狭隘、残忍、冷酷无情”（Za, KSA 4, 312）。在此，尼采首先以科学为导向，他相信科学能够发现“世界上所有合乎法则且必然的事物”，而对此的认知正是“创造自己新的价值表”所不可或缺的：“物理学万岁！而那迫使我们走向物理学的东西，更要万岁，”


诚实，理智的

以制度化的期望结构为前提，法律在其中得以实现（N, KSA 11, 279）。尼采认为，由“命令者和服从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实现法律，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关系，是通过一种分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来控制的。

参考文献：Gerhardt, V.: Das »Prinzip des Gleichgewichts«. Zum Verhältnis von Recht und Macht bei N., in: NSt 12 (1985), 111–134; 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Schriften zur Rechtstheorie, Heft 127, Berlin 1988; Ottmann 21999, 220–239.

Henry Kerger

诚实，理智的

“理智的诚实”似乎已经成为尼采哲学的一个标志，这在事实上也完全符合。然而，仔细考察的结果表明，尼采根本没有使用过这种词语组合的术语——尽管它在文献中广为流传。他大多只是简单地谈论“诚实”（最早见于 M, Nr. 456, 536, KSA 3, 275, 306; JGB, Nr. 227, KSA 5, 162, 广泛见于 Za）或者“真实”（特别是 SE, Nr. 4, KSA 1, 371; EH, KSA 6, 367）；相比之下，他谈到的是“理智的整洁”（FW, Nr. 357, KSA 3, 600; GM 3. Abh., Nr. 27, KSA 5, 409），以及“理智的良知”（FW, Nr. 2, 335, KSA 3, 773, 561; GD, KSA 6, 122）。在此，这种针对理智层面的导向——很可能首先由尼采明确引入——实际上也意味着对最初普遍指向道德的诚实的一种限制，这种道德上的诚实往往以否定的方式被提及（康德将不诚实视为“尽责之缺失”，《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AA Bd. 6, 430）；后来，这个概念也获得了法律和政治上的意义，最终它完全转向理智层面，代表了严肃的学识和不带偏见的哲学思考（雅斯贝尔斯，波普尔）（v.d. Lühe 1992）。

直到尼采这里，诚实才获得了道德-宗教怀疑论中主要的批判基调，以对抗无法合法化的道德要求或无限制的宗教要求。在此，我们可以谈论一种相对于相对诚实的绝对诚实，例如克尔凯郭尔借此要求信徒适应宗教情境，要求基督徒做到“纯粹的诚实” (瞬间, 34. Abt., Düsseldorf/Köln 1959, 48)。然而，对尼采来说，“理智的良知”拒绝任何双重真理，在这种情况下，“对确定性的渴望”并非“最深切的需要”：“绝大多数人认为，在没有事先意识到赞成或反对的最终且最确凿的理由之前，就相信这个或那个，并不算可鄙……”（FW, Nr. 2, KSA 3, 373）。这里所要求的正是真正的理智的诚实，作为希腊-基督教精神史的“最后美德”，它对该精神史的要求提出了普遍的质疑；这是一种“生成中的美德”，就其历史发展而言，它使绝对的要求恰恰在“求真意志”上破灭，而这种求真意志正是道德-宗教解释本身所要求并在历史上所推动的（自我扬弃）：“请注意，无论是在苏格拉底的美德中，还是在基督教的美德中，都没有诚实的存在……”（M, Nr. 456, KSA 3, 275）。

这种恰恰被德国人（路德、康德以及德国新教哲学）屡次拒绝的“理智的正直”，要求一种“理智的良知”，这是一种“在你‘良知’背后的良知”（FW, Nr. 335, KSA 3, 561），它不接受任何未经证实的真理，也不接受任何未经检验的法则。必要时，它会反对个人或普遍的“期望”，必须做到“强硬”且“冷酷无情”，即使“精神上的一丝不苟者”不再致力于寻找真理，而仅仅努力揭露非真理：“在我的诚实终结之处，我是盲目的，也想要盲目。但凡我想要认识之处，我也想要诚实，即强硬、严厉、狭隘、残忍、冷酷无情”（Za, KSA 4, 312）。在此，尼采首先以科学为导向，他相信科学能发现“世界上一切合乎法则与必然的事物”，对这些事物的认识正是“创造自己新的价值表”所不可或缺的：“物理学万岁！更高呼那迫使我们走向物理学的东西，我们的诚实！”（FW, Nr. 331, KSA 3, 564）。只有当他为“权力意志”的设定主张有效性时，哲学家才必须“依然”将其诚实的“求真意志”作为牺牲，以便让由权力所“创造”并为权力服务的真理发挥作用（GM, 3. Abh., Nr. 24ff., KSA 5, 398ff.）。

最后，诚实甚至要求对其自身的过度苛求保持充分的谨慎，对其动机保持充分的怀疑：要保持充分的谨慎，你们这些高等人！因为今天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诚实更珍贵、更稀有的了（Za, KSA 4, 360）。自由精神在对待他们的美德时必须确保，它不会成为我们的虚荣、我们的盛装和炫耀、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愚蠢（JGB, Nr. 227, KSA 5, 163）——成为对他人的恶毒，成为哲学家的拇指夹（酷刑工具），借此他们想要将自己的不信强加给全世界。相反，他们应该在认识和诚实的激情中过于严肃，以至于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追求名望……（M, Nr. 482, KSA 3, 286）。如果我们恰恰带有我们那易怒的诚实再次陷入道德……之中，这就将意味着一种我们的倒退，并且最终还会摧毁诸如艺术那样可以而且应该使存在对我们依然尚可忍受的东西：不过现在，我们的诚实拥有了一种反制力量，它能帮助我们避开此类后果；这便是艺术，作为对外观的善良意志（FW, Nr. 107, KSA 3, 464）。

参考文献：Grau, G.-G.: Christlicher Glaube und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 Eine religionsphilosophische Studie über N., Frankfurt a.M. 1958; Jaspers 1981, 202ff.; Wurzer, W. S.: N.s hermeneutic of Redlichkeit, in: J. Brit. soc. Phenomenol. 14 (1983), 258–270; v. der Lühe, A.: Redlichkeit,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8, Darmstadt 1992, 363–369.

Gerd-Günther Grau

宗教

尼采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无论在何处旨在把握“宗教”的本质时，通常都带有坚决的否定和批判色彩。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资产阶级无神论者叔本华，后者在宗教中看到了一种大众形而上学的形式，并在寓言的意义上（“在谎言的外衣下”）承认宗教中尚存一种促进生命的真理。与之相反，尼采写道：“从来没有一种宗教，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无论是作为教义还是作为比喻，包含过某种真理”（MA I, Nr. 110, KSA 2, 110）。因此，对尼采而言，所有的“宗教”从一开始就属于非真理的一面。他所理解的宗教哲学最终归结为一种“错误的心理学”（GD, KSA 6, 95）。自18世纪以来，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利益，人们一直维系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宗教支持的道德对（未受教育的）大众是有用的。尼采多次坚决驳斥了这一思想：“宗教是群氓的事务”（EH, KSA 6, 365）。他始终如一的出发点是对启蒙运动的激进批判，这种批判必然导向无神论，它要在每一种宗教中诊断出错误、迷信，并最终诊断出大众欺骗——这正是通过“祭司”的权力技术来实现的。这种批判之所以对基督教执行得尤为无情，表明了其历史-社会的制约性，并表明了在模糊的概念中，对教会、基督教和宗教的批判常常混杂在一起。19世纪努力对格雷琴问题（“你对宗教怎么看？”；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3415行）寻找一个比那位支支吾吾的博学情人更清晰的答案。

I. 为了对尼采的宗教批判进行定位，19世纪提供了几条线索。

在世纪之交，神学家 F.D.E. 施莱尔马赫在其献给（启蒙运动意义上的）有教养的宗教蔑视者的演讲《论宗教》（1799年）中，试图在哲学上确保宗教在自主的现代主体中占有真实的地位，并通过对基督教虔诚自我意识的诠释，来确立新教的文化当代性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以巨大的思辨力量再次实现了一种历史中介的观念论与基督教的综合：这种综合在1831年黑格尔逝世后的破裂，导致了（除其他影响外）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以其基本图式（即将……还原的


宗教

“我们的诚实！”』（FW, Nr. 331, KSA 3, 564）。只有当哲学家为“权力意志”的设定主张有效性时，他才必须“同时也”将“求真意志”献祭给他的诚实，以便使由权力所“创造”并为权力服务的真理发挥效力（GM, 3. Abh., Nr. 24ff., KSA 5, 398ff.）。

最后，诚实甚至要求人们对自身的过度要求保持充分的谨慎，对其动机保持充分的怀疑：高等人们，在此要保持充分的谨慎！因为在今天，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诚实更珍贵、更罕见的了（Za, KSA 4, 360）。自由精灵们必须在他们的美德上确保它不会成为我们的虚荣、我们的华服与炫耀、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愚蠢（JGB, Nr. 227, KSA 5, 163）——成为对他人的折磨，成为哲学家的拇指夹（酷刑工具），他们想用它将自己的不信强加给全世界。相反，他们在对认识和诚实的激情中应当过于严肃，以至于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追求名望 []（M, Nr. 482, KSA 3, 286）。如果我们恰恰因为我们敏感的诚实而再次陷入道德 [] ，以至于最终还要摧毁那些——例如艺术——仍然能够而且应该使我们的生存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那对我们来说将是一种倒退：但现在我们的诚实拥有了一种对抗力量，它能帮助我们避开此类后果；这便是艺术，作为对外观的善良意志（FW, Nr. 107, KSA 3, 464）。

文献：Grau, G.-G.: Christlicher Glaube und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 Eine religionsphilosophische Studie über N., Frankfurt a.M. 1958; Jaspers 1981, 202ff.; Wurzer, W. S.: N.s hermeneutic of Redlichkeit, in: J. Brit. soc. Phenomenol. 14 (1983), 258–270; v. der Lühe, A.: Redlichkeit, in: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d. 8, Darmstadt 1992, 363–369.

Gerd-Günther Grau

宗教

尼采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无论在何处试图把握“宗教”的本质，通常都带有一种坚决的否定和批判色彩。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资产阶级无神论者叔本华；后者将宗教视为一种大众形而上学的形式，并在寓言的意义上（“披着谎言的外衣”）仍然承认它具有一种促进生命的真理。与此相反，尼采写道：“从来没有一种宗教，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无论是作为教义还是作为比喻，包含过任何真理”（MA I, Nr. 110, KSA 2, 110）。因此，对尼采而言，所有的“宗教”从一开始就属于非真理的一面。在他看来，宗教哲学最终归结为一种“错误的心理学”（GD, KSA 6, 95）。自18世纪以来，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利益，人们一直维系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由宗教支撑的道德对（未受教育的）民众是有用的。尼采多次断然拒绝了这一观念：“宗教是贱民的勾当”（EH, KSA 6, 365）。他的恒定出发点是那种激进的、必然通向无神论的启蒙批判，这种批判要在每一种宗教中诊断出错误、迷信，以及最终——通过“祭司”的权力技术所实现的——对民众的欺骗。这种批判在基督教身上执行得尤为无情，这表明了其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同时也表明，对教会、基督教和宗教的批判往往在模糊的概念中混为一谈。19世纪试图对格蕾琴的问题（“你是如何看待宗教的？”；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3415行）寻找一个比那个支支吾吾的学者情人更不那么含糊的答案。

I.

为了对尼采的宗教批判进行定位，19世纪提供了几条线索。在世纪之交，神学家F.D.E. 施莱尔马赫在其献给（启蒙意义上的）受过教育的宗教蔑视者的《论宗教》（Über die Religion，1799）演讲中，试图在哲学上确保宗教在自治的现代主体中享有真正的地位，并通过对基督教虔诚自我意识的诠释，使新教的文化同时代性合法化。与此同时，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中，通过巨大的思辨力量，再次实现了一种由历史中介的唯心主义与基督教的综合：1831年黑格尔死后，这种综合的破裂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等结果；尼采后来的反思在许多方面与该批判的基本图式（将投射的上帝概念还原为人类学）相一致。总体而言，在19世纪，将“宗教”作为人类学常数和主观的先验条件以抵御基督教批判从而加以挽救的倾向日益增长。就尼采而言，他极少受到这两个方向——即施莱尔马赫的新新教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综合——的影响，这一点颇为引人注目。尽管带有批判性，但他处于叔本华的影响之下，并且——加上通过F.A. 朗格的《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1866）的中介——处于康德更广泛的后继者之列。对康德来说，由自治的道德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假定存在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最神圣的和全能的存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第1版序言，1793），从而将义务与幸福的结合设定为必然。这里正是尼采宣告要克服的那个“道德的上帝”的起源所在（GD，“‘真实的世界’究竟如何变成了神话”，KSA 6, 80f.）。这个“道德的上帝”作为基督教上帝的衰减形式出现，它在叔本华那里就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这在根本上也宣告了宗教的终结。与此不无关联的是，在19世纪，宗教学这门新学科逐渐发展起来，其（潜在的或公开批判基督教的）兴趣偏爱转向了亚洲宗教。叔本华已经从他自己的哲学视角对各种宗教进行了审查；尼采在后期的著作中日益增长的一种倾向正是源自于他，即将令人憎恶的基督教（N, KSA 13, 304）作为平民的虚无主义，批判性地与亚洲宗教进行对比（特别是在：AC, Nr. 20ff., KSA 6, 186ff.；另见各种遗稿笔记：KSA 13, 267ff. 等处）。

II.

关于宗教的本质和起源，在尼采的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线索，这些线索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进行系统化。其中大多数可归入“错误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特别集中在《善恶的彼岸》一书的“宗教本质”一节（KSA 5, Nr. 45–62, 65–83）、《偶像的黄昏》和《反基督》中。同时，这种心理学的标准始终必须在尼采认识论批判的语境中来理解，该批判以激进的视角主义将“真理”与“错误”追溯至权力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宗教”似乎如此深地卷入了对基督教的解构之中，以至于其自身的覆灭变得不可避免。因为作为一次“总清算”的结果，尼采得出结论：迄今为止所有的宗教都“将‘人’这种类型固着在一个较低的层级上”，特别是基督教（尽管尼采在这里仍对它的某些功绩表示赞赏）把人变成了一种“崇高的畸形儿”（JGB, Nr. 62, KSA 5, 82f.）。由此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具批判性的分析，该分析旨在证明，宗教总体上是颓废的救赎需求、幻觉般的软弱以及与自然决裂的现象（AC, Nr. 51, KSA 6, 230ff.；N, KSA 13, 305ff. 等处），因此它属于人类黑暗的疾病史。在这种背景下，具有重要接受史意义的“宗教神经症”（JGB, Nr. 47, KSA 5, 67 等处）一词被多次提及，尼采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它的起源上。当然，特别是在后期的笔记中，尼采掺杂了一种可以说是致命的种族学说（关于宗教学文献的影响，参见 KSA 14, 381, 420 等处），该学说对乐观与悲观的、雅利安与闪米的宗教进行了如此这般的分类，以至于基督教这种虚无主义的闪米特宗教必然被塑造成人类灾难的顶峰。总之，尼采将绝大部分精力用于证明并批判性地促成宗教的终结。

III.

这一结论——特别是从欧洲视角来看似乎是合理的——即所有宗教的终结，并非尼采的最终论断。因为他也确认了某种相反的趋势：“在我看来，宗教本能虽然在强劲地增长，但它却怀着深深的不信任，恰恰拒绝了有神论的满足”（JGB, Nr. 53, KSA 5, 73）。这并没有使宗教的终结相对化；相反，宗教本能应当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寻找新的形式，当然，这些形式在这里必须与尼采的核心思想相符。如果尼采认为自己身上正起作用的简直是一种“造神本能”（N, KSA 13, 525），那么这也仅仅是在无条件地摒弃基督教上帝（“这个欧洲一神教中可怜巴巴的上帝”）（N, KSA 13, 525；AC, Nr. 18, KSA 6, 185）的语境之下。这种本能所造之神毫无疑问就是狄俄尼索斯。尼采的思想实际上趋向于赋予宗教一种未来，将其作为“在哲学家手中的培育与教育工具”（JGB, Nr. 63, KSA 5, 81）（参见 N, KSA 11, 478）。尼采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指向了悲剧的重生；“上帝之死”的宣告也指向了“赎罪庆典”和“神圣的游戏”（FW, Nr. 125, KSA 3, 481），这些在《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中以滑稽-预言的方式延续下来：即“晚餐”和“驴子节”（Za IV, KSA 4, 353ff. 及 390ff.）。无论尼采如何批判性地将以往的宗教创立者视为“疾病与权力意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胎”（EH，前言 4，KSA 6, 259），他对哲学家的描绘却同样充满热情，将其视为这同一权力意志自我神化的新代表。——带着这一愿景，尼采在接受史上为自19世纪以来日益显现、并可从对基督教表面文章之不满中获得解释的那种创立宗教的倾向做出了他的贡献。

文献：Löwith, K.: Von Hegel zu N.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neunzehnten Jh.s, Stuttgart u.a. 1950/64; Kaempfert, M.: Säkularisation und neue Heiligkeit. Religiöse und religionsbezogene Sprache bei FN., Berlin 1971; Henke, D.: Gott und Grammatik. N.s Kritik der Religion, Pfullingen 1981.

Peter Köster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主义

对于尼采来说，文艺复兴是“最后的一个伟大时代”（GD，漫游者 Nr. 37，KSA 6, 138）。尼采对文艺复兴的高度评价将他与布克哈特联系在一起，后者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1859）在尼采的作品中留下了许多痕迹。然而，对文艺复兴的高度评价在尼采那里也具有自身的特色，因为与布克哈特不同，他没有摒弃文艺复兴的非道德主义，而是将其作为生命力与文化、权力与辉煌的共生体加以拥抱。古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政治中的重生，在尼采看来简直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基督教与古代之间的斗争再一次处于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人们最终理解了吗，人们想要理解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吗？基督教价值的重估，是让对立的价值、高贵的价值取得胜利的尝试……迄今为止只有过这一场伟大的战争，迄今为止没有比文艺复兴的提问更具决定性的提问了，——我的问题就是它的问题——”（AC, Nr. 61, KSA 6, 250）。

凯撒·博吉亚在尼采那里成为“善恶彼岸”之人的象征。他作为“猛兽”（JGB, Nr. 197, KSA 5, 117）以及“文艺复兴式美德”、即“virtù”、“不含道德素的[……]美德”的典范而受到赞颂（N, KSA 12, 480）。尼采在这方面与马基雅维利不谋而合，他将马基雅维利视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与修昔底德一起——给予了极高的赞扬。“我随时随地的消遣、我的偏爱、我的疗愈手段[. . .]始终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或许还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principe），与我最为相近，因为我们都有着不自欺欺人的绝对意志，并能在现实中看到理性，——而不是在‘理性’中，更不是在‘道德’中……”（GD，我受惠于古人者，Nr. 2，KSA 6, 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例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成为尼采眼中个人创造力和卓越才能的伟大榜样。皮蒂宫——正如在布克哈特那里一样——被宣告为建筑中的建筑（建筑学）。但是，从文艺复兴精神中使古代重生的希望，却被路德和宗教改革彻底粉碎了。“凯撒·博吉亚当教皇……人们理解我吗？……好了，那本来会是今日我唯一渴望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基督教就被废除了！”（AC, Nr. 61, KSA 6, 251）。基督教通过改革得到了更新，而“德国人”却夺走了文艺复兴的胜利。

尼采是否读过戈比诺的《文艺复兴》（La renaissance，1877），至今尚不确定。戈比诺在历史场景中，将萨沃纳罗拉、凯撒·博吉亚、尤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和米开朗基罗塑造成了一种更高类型的人类。无论如何，尼采对文艺复兴的颂扬展现出了一种唯美主义，这种唯美主义并不将新异教主义、非道德主义和文艺复兴人的生命力视为对立面，而是将它们理解为创造伟大文化的条件。

文献：Löwith, K.: Von Hegel zu N.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neunzehnten Jh.s, Stuttgart u.a. 1950/64; Kaempfert, M.: Säkularisation und neue Heiligkeit. Religiöse und religionsbezogene Sprache bei FN., Berlin 1971; Henke, D.: Gott und Grammatik. N.s Kritik der Religion, Pfullingen 1981.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主义

欧洲单调神论的唯一上帝”（N, KSA 13, 525; AC, Nr. 18, KSA 6, 185）。这种本能的神无疑叫做狄俄尼索斯。尼采的思想更多是倾向于赋予宗教一个未来，将其作为“哲学家手中的培植和教育手段”（JGB, Nr. 63, KSA 5, 81）（参见 N, KSA 11, 478）。尼采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指向悲剧的复兴；在宣告上帝之死时，也指向了“赎罪庆典”和“神圣游戏”（FW, Nr. 125, KSA 3, 481），这些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中以戏仿和预言的方式得以延续：表现为“最后的晚餐”和“驴子节”（Za IV, KSA 4, 353ff. u. 390ff.）。尽管尼采在以往的宗教创立者身上批判性地看到了“疾病与权力意志的可怕怪胎”（EH, 序言 4, KSA 6, 259），但他依然热情洋溢地将哲学家描绘为正是同一种权力意志自我神化的新代表。——凭借这一愿景，尼采在影响史上为自19世纪以来日益明显、且可由对基督教表象的不满来解释的那种创立宗教的倾向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Löwith, K.: 《从黑格尔到尼采——十九世纪思想史上的革命性决裂》，斯图加特等地 1950/64年；Kaempfert, M.: 《世俗化与新神圣性——弗·尼采的宗教与宗教相关语言》，柏林 1971年；Henke, D.: 《上帝与语法——尼采的宗教批判》，普富林根 1981年。

彼得·克斯特 (Peter Köster)

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主义 (Renaissance/Renaissancismus)

对尼采而言，文艺复兴是“最后一个伟大时代”（GD, 游击 Nr. 37, KSA 6, 138）。对文艺复兴的高度评价将尼采与布克哈特联系在一起，后者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59年）在尼采的著作中留下了许多痕迹。然而，这种对文艺复兴的推崇在尼采那里也带有了他自身的印记，因为与布克哈特不同，他并没有抛弃文艺复兴的非道德主义，而是将其作为生命力与文化、权力与辉煌的共生体加以赞赏。在尼采看来，古典时代在文艺复兴的艺术和政治中的重生，简直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基督教与古典时代之间的斗争再次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人们最终理解了吗，人们愿意理解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吗？它是对基督教价值的重估，是试图［……］让对立价值、高贵价值取得胜利的尝试……迄今为止只有这一场伟大的战争，迄今为止没有比文艺复兴的提问更具决定性的了，——我的问题就是它的问题——”（AC, Nr. 61, KSA 6, 250）。

恺撒·波吉亚在尼采那里成了“超越善恶”之人的象征。他被誉为“猛兽”（JGB, Nr. 197, KSA 5, 117）和“文艺复兴风格的美德”、即“德性（virtù）”、“不含道德素的美德”的典范（N, KSA 12, 480）。在此，尼采与马基雅维利不谋而合，他将后者——连同修昔底德一起——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予以极高赞誉。“我的消遣，我的偏爱，我的治愈良方［……］在任何时候都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或许还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与我最为相近，因为我们都有着绝不自欺欺人的无条件意志，都在现实中看到理性，——而不是在‘理性’中，更不是在‘道德’中……”（GD, 我受惠于古人什么, Nr. 2, KSA 6, 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成为尼采眼中个人创造力和才能的伟大榜样。皮蒂宫——正如在布克哈特那里一样——被宣告为建筑中的建筑（参见“建筑”）。但是，从文艺复兴精神中复兴古典时代的希望，却被路德和宗教改革彻底粉碎了。“恺撒·波吉亚当教皇……人们理解我吗？……好吧，那将是我今天唯一渴望的胜利——：因为这样基督教就被废除了！”（AC, Nr. 61, KSA 6, 251）。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得到了自我更新，而“德国人”剥夺了文艺复兴的胜利。

尼采是否读过戈比诺的《文艺复兴》（1877年），至今仍不确定。戈比诺在历史场景中将萨佛纳罗拉、恺撒·波吉亚、尤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和米开朗基罗描绘为一种更高级人类的典型。无论如何，尼采对文艺复兴的赞颂展现出一种唯美主义，这种唯美主义并不将文艺复兴人的新异教主义、非道德主义和生命力视为对立面，而是视作创造伟大文化的条件。

这种唯美主义的痕迹可以在维德曼的《善恶的彼岸》（1893年）以及海因里希·曼（《女神》[1902年]）或托马斯·曼（《佛罗伦萨》[1907年]）的早期作品中找到。然而，正是托马斯·曼后来也与“无耻的唯美主义”和“血与美的大言不惭”拉开了距离。

亨宁·奥特曼 (Henning Ottmann)

怨恨 (Ressentiment)

怨恨（Ressentiment）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及是在摘录杜林的《生命的价值》时（N, KSA 8, 131 ff.），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它首次出现是在《论道德的谱系》（GM, 第一论文, Nr. 10, KSA 5, 270）中。作为核心范畴，它伴随着↗永恒轮回和↗权力意志等晚期学说的形成（作为需要通过这些学说加以克服的敌对概念）。就实质而言，怨恨的语义内涵很早就已存在。尼采对赫西俄德关于好厄里斯与坏厄里斯之分的偏好（KSA 1, 533; FV 5, KSA 1, 783），针对的是充满斗争精神的竞赛之嫉妒——而不是那折磨人、记仇的“糟糕的战争与纷争”。作为一种反应性情感，怨恨与主动性情感以及尼采对例如快速复仇的强烈肯定截然对立。作为一个概念，它统合了错综复杂的情感和反应方式（首先体现在教养与“迟钝世界的抵抗”（歌德为席勒的>《钟》所作的跋 [DS, KSA 1, 183]）这一对立中，体现在那些“无底线自私、不公正、不讲理、不诚实、嫉妒、恶毒”（FV 2, KSA 1, 710）的无教养者身上，然后体现在将有教养者和思想家心理学化为怨恨的后果（即：“争吵、烦恼、诽谤、怨毒、卑劣”；N, KSA 9, 30）；最后体现在“仇恨、嫉妒、忌恨、猜疑、积怨、复仇”（在GM, 第二论文, Nr. 11, KSA 5, 310的列举中）、下贱心理（AC, Nr. 62, KSA 6, 252）、心胸狭隘和恶毒（随处可见）中）。从他对妒忌的评价中可以研究尼采是如何成为心理学家的，从而使他开始能够接纳对怨恨的洞察。在对古希腊的分类中，妒忌仍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美德，荷马在审视它时曾“充满愉悦地”（FV 3, KSA 1, 766）沉浸其中。在遭到维拉莫维茨的攻击后，在学术界已无立足之地的尼采对学者类型进行了分析（N, KSA 7, 627），认为他们（除了卑劣、迂腐、冷漠、盲目、平庸、虚荣之外）还充满妒忌，因为他们的求真之爱牵涉到“荣誉、谋生、官职”（同上，630）。尼采随后将不同的情感状态进行对立，这能够产生推测性-现象学的结果，例如“嫉妒与妒忌。——嫉妒与妒忌是人类灵魂的私处”（MA I, Nr. 503, KSA 2, 321），以及“妒忌是掌权者在面对强大竞争对手时的受刺激状态；嫉妒，则是无法超越对手的绝望状态：即在战争中战败时的状态”（N, KSA 8, 364）。希腊人虽然被怨恨所浸透，但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看到幸福的人，他［虽然］会感到怨毒”，但“每个人其实也都会这么做［……］”（同上，362）。尼采如今也将自己置于自身的庇护之下，从而想要践行和教授一种没有怨恨的、快乐的科学；在思考永恒轮回时，毕达哥拉斯是否已经有过类似想法已变得无关紧要：“这个新思想令我陶醉，我越来越忘记去感受它究竟是属于我的还是别人的。在这方面去妒忌是多么愚蠢！”（N, KSA 9, 302）查拉图斯特拉关于怨恨的言辞暗示了高等人如果被怨恨感染将面临何种危险：那可能演变成一种疯狂，由毒蜘蛛的叮咬引起（论毒蜘蛛，Za II, Nr. 7, KSA 4, 128）。在尼采的晚期哲学中，怨恨问题进一步凸显，因为此时在形而上学、心理学、历史观，尤其是道德乃至上帝身上，都找出了复仇的“杆菌”（N, KSA 13, 425）。高贵者与被怨恨浸透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敌人的截然相反的观念：前者想要一个超越善恶的对手，后者则捏造了“恶”的观念，试图凭借其怨恨的精明来做主人的主人（GM, 第一论文, Nr. 10, KSA 5, 272f.）。充满怨恨的世界的最高表现，便是关于复仇之


怨恨

这种唯美主义的痕迹可以在维德曼的《善恶的彼岸》（1893年）以及海因里希（《女神》[1902]）或托马斯·曼（《佛罗伦萨》[1907]）的早期作品中找到。然而，正是托马斯·曼后来与“无底线的唯美主义”（Ruchlosigkeitsästhetizismus）和“关于血与美的夸夸其谈”（Blut- und Schönheitsgroßmäuligkeit）保持了距离。

亨宁·奥特曼 (Henning Ottmann)

怨恨 (Ressentiment)

怨恨（Ressentiment）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对杜林《生命的价值》的摘录中（N, KSA 8, 131 ff.），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直到《道德的谱系》才首次被提及（GM, 1. Abh., Nr. 10, KSA 5, 270）。作为核心范畴，它伴随了晚期关于↗永恒轮回和↗权力意志学说的形成（作为需要通过后者加以克服的敌对概念）。就其实质而言，怨恨的语义内涵很早就已存在。尼采对于赫西俄德关于好厄里斯和坏厄里斯之分的偏好（KSA 1, 533; FV 5, KSA 1, 783）适用于竞技性的比赛之嫉妒——而非那折磨人的、记仇的“糟糕的战争与纷争”。作为一种反应性情感，怨恨与主动性情感以及尼采对诸如迅速复仇等的热烈肯定相对立。作为一个概念，它囊括了一大堆复杂的情感和反应方式：首先体现在教养与“迟钝世界的抵抗”的对立中（歌德对席勒《钟》的跋[DS, KSA 1, 183]），即“极度自私、不公正、不公平、不诚实、嫉妒和恶毒的”（FV 2, KSA 1, 710）无教养者；然后体现在作为怨恨之结果的有教养者和思想家的心理化中（即：“争吵、烦恼、诽谤、怨怼、卑鄙”；N, KSA 9, 30）；最后体现在“仇恨、艳羡、妒忌、猜疑、积怨、复仇”（在GM，第2篇，第11节，KSA 5, 310的列举中），思想卑劣（AC，第62节，KSA 6, 252），心胸狭隘，心怀恶意（passim）中。从对妒忌的评价中可以研究尼采是如何成为心理学家的，从而使他才能够接受对怨恨的洞察。在古希腊时期的分类中，妒忌仍是一种备受赞颂的美德，荷马在对其进行观察时曾“充满愉悦地”（FV 3, KSA 1, 766）沉浸其中。在遭到维拉莫维茨的攻击后，在学术界已无立足之地的尼采分析了学者的类型（N, KSA 7, 627），认为他们除了（卑劣、平庸、冷漠、无思想、寻常、虚荣）之外，还带有妒忌心，因为他们的求真之爱与“荣誉、谋生、官职”（同上，630）挂钩。随后，尼采将那些能够产生思辨-现象学结果的情感状态对立起来，例如“艳羡与妒忌。——艳羡与妒忌是人类灵魂的隐私部位”（MA I, Nr. 503, KSA 2, 321），以及“妒忌是强者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时被激怒的状态；艳羡是一种绝望的状态，即无法抢在对手前面：也就是在战争中被打败时的状态”（N, KSA 8, 364）。希腊人虽然被怨恨浸透，但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看到别人幸福[确实]会让他感到痛苦”，但“每个人本来也都会这样做的[…]”（同上，362）。尼采现在也将自己置于自身的预兆之下，以便他能生活并教授一种没有怨恨的、快乐的科学；在思考永恒轮回时，毕达哥拉斯是否已经有过类似的想法已变得无关紧要：“这个新思想令我陶醉，我越来越不在乎它究竟是我的还是别人的。在这方面去妒忌是多么愚蠢！”（N, KSA 9, 302）查拉图斯特拉关于怨恨的言辞暗示了高尚者被怨恨感染时面临的危险：这可能变成一种由毒蜘蛛咬伤引起的疯狂（《论毒蜘蛛》，Za II, Nr. 7, KSA 4, 128）。在尼采的晚期哲学中，怨恨问题进一步加剧，以至于现在在形而上学、心理学、历史观念、尤其是道德乃至上帝本身之中，都能发现复仇的“病菌”（N, KSA 13, 425）。高贵者和被怨恨浸透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敌人的对立观念：前者渴望一个超越善恶的对手，后者则捏造出“恶人”的观念，试图用他那怨恨的狡黠来凌驾于主人之上（GM, 1. Abh., Nr. 10, KSA 5, 272f.）。充满怨恨的世界的最高表现被认为是复仇的末日审判观念，它已经塑造了所有的精神领域（GM, 1. Abh., Nr. 14, KSA 5, 281 [在理想的制造厂中], Nr. 15, KSA 5, 283 [德尔图良《论看戏》中基督徒最后的嘲笑] Nr. 16, KSA 5, 286 [作为对抗高贵罗马世界的复仇手段的《启示录》]；GD 9, Nr. 34, KSA 6, 132）。这种反基督教的情感源于这样一种分析，即像保罗这样的宗教天才如何渗透进情感之中并懂得如何重新估价它们。在奴隶道德中，怨恨变得具有创造性。在尼采看来，三大精神复仇者——路德（N, KSA 9, 114）、苏格拉底（特别是GD 2, Nr. 7, KSA 6, 70）和保罗（AC, Nr. 45, KSA 6, 222）（而非耶稣或拿破仑）——用怨恨的疯狂接种了他们那个时代，并间接地接种了我们的时代。

随着马克斯·韦伯的诠释（认为犹太教充满了怨恨，而佛教则不然，它对基督教保持沉默；⁵ 1972, 301ff.），怨恨问题在宗教社会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在人类学中，最迟自马克斯·舍勒那部划时代的、对各个层面进行诠释的著作《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以来也确立了其地位。然而，在舍勒那里，对怨恨的指控变成了一种怨恨嫌疑，因为现在被认为被其渗透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即我们的——世界；克服怨恨是基督教的伟大成就之一，这在耶稣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参见Altmann 1977）。克拉格斯（Klages）通过对“生存嫉妒”（Existentialneid）和“生命嫉妒”（Lebensneid）的批判延续了尼采对怨恨的分析（⁴ 1926, 29ff.）。德勒兹揭示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之间的系统性联系，并将怨恨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反应性”原则（Deleuze 1976, 122ff.）。

参考文献：Klages, L.: Grundlagen der Charakterkunde, Leipzig ⁴ 1926; Scheler, M.: 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in: Vom Umsturz der Werte, GW 3, Bern ⁵ 1972 (1912); Weber, M.: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⁵ 1972 (1921); Deleuze 1976; Altmann, A.: Das Ressentiment und seine Überwindung – verdeutlicht am Beispiel christlicher Moral, Bonn 1977.

米格尔·斯基尔 (Miguel Skirl)

修辞学 (Rhetorik)

尼采的修辞学概念及其对其认识论怀疑论进行语言批判性激化的意义，将在此处以古典教学体系为框架进行探讨，尼采在其巴塞尔时期的讲座《古典修辞学陈述》（Darstellung der antiken Rhetorik）（KGW II/4, 415–520）中勾勒了这一体系的架构。这份自1971年以来备受瞩目的讲座手稿（参见Lacoue-Labarthe 1971）持久地将修辞学推向了尼采研究的焦点，其中该讲座在尼采的↗语言哲学中曾一度被赋予与同时期撰写的残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同等的重要性。然而，将这份流传下来的文本定为1872/73年冬季学期或1874年夏季学期仍存在争议：尽管法学家路易斯·凯尔特博恩（Louis Kelterborn）作为两名参与者之一，证实了1872/73年这门课程的进行，但他的内容摘要与尼采的讲座手稿有所不同，这让人猜测它可能是一份已遗失的初稿的扩充抄本，是尼采为准备1874年大概率未举行的重复授课而制作的（参见Bornmann 1997）。然而，将修辞学讲座与1873年夏天口授的残篇《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联系起来的直接形成背景，是不可否认的。这两篇文本之间的回响，类似于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被称为尼采的“修辞学转向”（tour rhétorique）（Kremer-Marietti 1992, 9–48），也被称为“通过修辞学的这段通道（或绕行）”（ce passage (ou ce détour) par la rhétorique）（Lacoue-Labarthe 1971, 54）。关于修辞学的其他讲座手稿，记录了这位古典语文学家对其古典分类和历史在学术上的深入洞察（参见Behler 1995），这些手稿还包括《希腊雄辩术史》（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Beredsamkeit）（KGW II/4, 363–411）和《亚里士多德修辞学》（Rhetorik von Aristoteles）（KGW II/4, 521–528），尼采曾多次在自己的部分翻译中讲授后者（KGW II/4, 529–611）。

尼采同样重建了古典修辞学教学体系的架构——在审议演说、法庭演说和赞美演说这三种演说体裁的背景下——根据……的任务


修辞学

怨恨

最终审判，它塑造了所有的精神领域（GM，第一篇，第14节，KSA 5, 281 [在理想的制造厂中]，第15节，KSA 5, 283 [在德尔图良的《论看戏》中基督徒最后的笑]，第16节，KSA 5, 286 [作为报复高贵的罗马世界手段的《启示录》]；GD 9，第34节，KSA 6, 132）。反基督教的激情源于这样一种分析：像保罗这样的宗教天才如何渗透进情感之中，并懂得如何对这些情感进行重估。在奴隶道德中，怨恨变得具有创造性。据尼采称，三位伟大的精神复仇者——路德（N，KSA 9, 114）、苏格拉底（除其他外，见 GD 2，第7节，KSA 6, 70）和保罗（AC，第45节，KSA 6, 222）（而非耶稣或拿破仑）——为他们那个时代，并间接地为我们这个时代，接种了怨恨的疯狂。

怨恨问题通过马克斯·韦伯的诠释（犹太教充满怨恨，佛教则不然，对基督教则保持沉默；⁵ 1972, 301及下页），在宗教社会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在人类学中，最迟自马克斯·舍勒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且对该问题各方面进行深入阐释的著作 道德建构中的怨恨 问世以来，也确立了其地位。然而，在舍勒那里，对怨恨的指责变成了一种对怨恨的怀疑，因为现在据称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即我们的世界——都被怨恨所渗透；克服怨恨是基督教的伟大成就之一，这特别能从耶稣的实践中看出来（参见 Altmann 1977）。克拉格斯（Klages）在对“生存嫉妒”和“生命嫉妒”的批判中延续了尼采对怨恨的分析（⁴ 1926, 29及下页）。德勒兹揭示了尼采与弗洛伊德之间的系统联系，并将怨恨理解为一个纯粹“反应性”的原则（Deleuze 1976, 122及下页）。

文献：Klages, L.: 性格学基础, 莱比锡 ⁴ 1926; Scheler, M.: 道德建构中的怨恨, 见: 价值的颠覆, GW 3, 伯尔尼 ⁵ 1972 (1912); Weber, M.: 经济与社会, 图宾根 ⁵ 1972 (1921); Deleuze 1976; Altmann, A.: 怨恨及其克服——以基督教道德为例的阐释, 波恩 1977.

米格尔·斯基尔（Miguel Skirl）

修辞学

尼采的修辞学概念及其对其认识论的怀疑论在语言批判上激进化的意义，将在此处以古代教学体系的框架进行探讨，尼采在其巴塞尔讲座（古代修辞学描述）（KGW II/4, 415–520）中勾勒了这一体系的架构。这份自1971年以来备受关注的讲座手稿（参见 Lacoue-Labarthe 1971）深刻地将修辞学推向了尼采研究的焦点，在这一研究中，该讲座在尼采的 ↗语言哲学 方面一度被赋予了与同期写就的著作 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同等的重要性。然而，流传下来的文本应定年为1872/73年冬季学期还是1874年夏季学期，仍存在争议：法学家路易斯·克尔特博恩（Louis Kelterborn）作为两名参与者之一，虽然证实了该讲座在1872/73年的举办，但他的内容摘要与尼采的讲座手稿有所出入，这使人推测，该手稿可能是一份已佚失初稿的扩充副本，是尼采为了准备1874年很可能未能成行的重讲而制作的（参见 Bornmann 1997）。但是，将修辞学讲座与1873年夏季口述的残篇 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联系起来的直接创作背景，是不可否认的。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呼应，类似于哲学中的 语言学转向，被称为尼采的“修辞学转向”（Kremer-Marietti 1992, 9–48），也被称为“通过修辞学的过渡（或迂回）”（Lacoue-Labarthe 1971, 54）。其他关于修辞学的讲座手稿记录了这位古典语文学家对其古代系统学和历史的学术性深入见解（参见 Behler 1995），这些手稿还见于 希腊雄辩史（KGW II/4, 363–411）和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KGW II/4, 521–528）中，尼采曾多次以他自己的部分翻译版本宣讲后者（KGW II/4, 529–611）。

尼采也在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演说这三种演说类型的背景下，根据演说者的任务重构了古代修辞学教学体系的架构，并以此获得“一座唯一且自成一体的概念金字塔”（Fuhrmann 1987, 77）：“在所有这些演说类型中，演说者必须展示出五重活动：1) 构思 inventio [] 2) 布局 dispositio [] 3) 表达 elocutio [] 4) 记忆 memoria [] 5) 宣讲 pronuntiatio 或 actio”（KGW II/4, 423）。这种系统的陈述首先得益于理查德·福尔克曼和莱昂哈德·斯彭格尔（参见 Most/Fries 1994, 30–31 和 252–253），而随后的语言哲学反思则可追溯至古斯塔夫·格贝尔（↗语言哲学）。在接受格贝尔思想的过程中，尼采将修辞学工具化为语言批判的分析工具，这特别体现在 elocutio（表达）上。我们在此将按照演说者的五项任务，简要梳理尼采的全部著作。

inventio（构思）与 dispositio（布局）：

无论是在“构思”上，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此预先决定的“布局”上，尼采都没有停留太久。因此，迄今为止对尼采的论题学（Topik）研究也甚少（相关线索见 Neumann 1993, 196–201），尽管他将格贝尔和福尔克曼的手册作为“他可以找到论点和例证的 处所（loci）”（Most/Fries 1994, 34）来使用，本应使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其与 记忆 的紧密联系，因为只有能在记忆中被指定位置的论点才能被找到。发现地点与记忆相互对齐（参见 Thüring 1994, 75–77）。

elocutio（表达）：

作为修辞学真正的词汇宝库，归属于“表达”的 装饰（ornatus）包含了修辞格和转义。尼采追随格贝尔，将它们从单纯的言辞装饰提升为语言的本质：如果没有修辞格和转义的转换，语言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修辞格和转义同时成为尼采语言批判中最重要的分析和术语工具，通过选择这种概念体系，他已经放弃了逻辑上要求的对象语言与元语言之间的分离，并使自身面临一系列悖论，但这些悖论同时也在语言创造上得到了补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隐喻和换喻这两种转义。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阅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 源自 尼采修辞学概念的浪漫主义传统，他在“转义的修辞模型”中看到了“尼采形而上学批判的关键”（de Man 1979, 109）。这种形而上学批判在隐喻的情况下是概念批判，在换喻的情况下是语法批判。

隐喻（Metapher）：

在尼采看来，隐喻意味着“把某物作为相同之物来对待，而在某一点上我们只认出它是相似的”（N, 19[249] KSA 7, 498）。这就引出了他对概念的批判，概念源于将不平等事物等同起来的隐喻过程，并且作为类比的形成仅仅是伪装成了逻辑：“存在相同的事物、相同的案例，这在判断时就已经是基本虚构了，在推理时更是如此”（N, 35[57] KSA 11, 537）。

换喻（Metonymie）：

换喻这种置换性转义，在尼采那里作为“因果的倒置”（KGW II/4, 446），成为对由主谓语法结构导致的因果逻辑谬误进行批判的代名词：“将 行动 与 行动者 分离，将事件与一个‘使事件发生的某物’分离 [] ——试图将事件理解为一种存在者、一种持存者的位移和位置变化：这种古老的神话在 语言的 语法功能中找到固定形式后，确立了对 原因 和结果的信仰”（N, 2[139] KSA 12, 136）。

memoria（记忆）：

它成为尼采语言批判的真正舞台，因为“记忆”正是那些图式化的缩减过程发生的地方（参见 Stingelin 1994），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才“得以实现逻辑过程的符号记录、可传达性和可记忆性”（N, 34[249] KSA 11, 505）。

actio（宣讲）：

有关“宣讲”和表演实践的历史问题，尼采主要是在 悲剧的诞生 的语境下提出的。在晚期著作中，随着追求效果意图的增强，尼采对伟大风格之激情的反思也不断深化，尽管这些反思仍然在修辞学的框架内进行。然而，修辞学日益从一种语言批判的工具，发展成为服务于哲学的人类学任务的工具，即重新诠释“作为自然的人（homo natura）这一基础文本”（JGB，第250节，KSA 5, 169）（参见 Stingelin 1995）。

除了在语言批判和人类学转向上的修辞学概念外，在尼采那里 偶尔 也能找到将其贬低为伪装艺术的定义——“那些总是去扮演他们所不是的角色的音乐家和作家，修辞学家和演员”（N, 6[447] KSA 9, 314）——自柏拉图批判修辞学以来，这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

文献：Lacoue-Labarthe, Ph.: 迂回（尼采与修辞学）, 见: Poétique 5 (1971), 53–76; Kofman, S.: 尼采与隐喻, 巴黎 1972; de Man, P.: 转义的修辞（尼采） (1974), 见: 同上作者: 阅读的寓言：卢梭、尼采、里尔克和普鲁斯特中的比喻语言, 纽黑文/伦敦 1979, 103–118; Villwock, J.: 弗·尼采哲学中对修辞学的反思, 见: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89 (1982), 39–55; Fuhrmann, M.: 古代修辞学导论, 慕尼黑/苏黎世 1987; Göttert, K.-H.: 修辞学导论：基本概念——历史——接受, 慕尼黑 1991; Kremer-Marietti, A.: 尼采与修辞学, 巴黎 1992; Neumann, G.: »犹如蜜蜂之于几何«。论利希滕贝格的创造理论及论题学概念的历史, 见: Gutjahr, O. 等 (编): 社交理性。论文学启蒙的文化, 维尔茨堡 1993, 187–209; Kopperschmidt, J./Schanze, H. (编): 尼采或“语言即修辞”, 慕尼黑 1994; Most, G./Fries, Th.: 尼采修辞学讲座的来源, 见: 同上, 17–38 和 251–258; Stingelin, M.: 历史、史学与修辞学。尼采“缩写”概念的导论, 见: 同上, 85–92; Tebartz-van Elst, A.: 隐喻美学。论弗·尼采那里哲学与修辞学之争, 弗赖堡/慕尼黑 1994; Thüring, H.: 弗·尼采的 记忆术 比喻。从“修辞学”到“谱系学”, 见: Kopperschmidt/Schanze (编), 1994, 63–84; Behler, E.: 尼采对希腊修辞学的研究, 见: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5 (1995), 3–26; Stingelin, M.: 人类的修辞学, 见: NSt 24 (1995), 336–343; Bornmann, F.: 关于尼采修辞学讲座笔记的年代学及文本, 见: NSt 26 (1997), 491–500.

马丁·斯廷格林（Martin Stingelin）

浪漫主义

在学术界，关于尼采与浪漫主义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例如，考夫曼认为尼采曾经是个浪漫主义者这一说法是一种“偏见”，并且认为尼采“实际上 [] 在他的前三本书中就已经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反对者”（1982, 144）；而贝勒则将尼采的反浪漫主义立场斥为纯粹的“姿态”（1978, 65）。在贝勒看来，尼采与浪漫主义共享了“在现代复兴古代的尝试、对神话的崇拜以及对新神话的寻求”（同上，60）。然而很明显，贝勒的比较受制于强烈的解释学预设，特别是在关于尼采对待神话的态度方面。因此，他的解释，如同约尔（1905）的早期解释一样，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被视为一种试图拼凑尽可能多的共同点而进行的狭隘且武断的建构（Polyticki 1981, 201及下页，以及 1986, 242）。所谓的 影响研究 经常倾向于过于轻易地忽略被比较立场之间巨大的实质性对立。撇开尼采与浪漫主义个别代表人物（如施莱格尔、谢林、克莱斯特或尤其是瓦格纳）之间有待具体区分的关系不谈，就尼采的浪漫主义概念而言，一个清晰的结论是他坚决的反对立场。

最容易被确认为带有浪漫主义艺术狂热的，是在叔本华-瓦格纳背景下构思的 悲剧的诞生，其中充满了天才崇拜，以及对通过瓦格纳的音乐剧实现悲剧神话复兴的期望。然而，悲剧的诞生 内部的断裂过于强烈，以至于面对这些断裂，根本无法谈论尼采具有一种连贯的浪漫主义立场。在这部著作最后部分所召唤的神话复兴，在此前关于希腊人神话与文化必然联系的论证中，已经在概念上被作为不可能之事而排除了（参见 Zittel 1995）。

在他后来的序言中，尼采相应地强调了浪漫主义与希腊精神之间的对立。他指出，德国音乐是“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 [] 并且是所有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不符合希腊精神的：此外，它还是头等的神经摧毁者”（GT，序言6，KSA 1, 19）。此外，他还在该处指出了其审美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与浪漫主义对彼岸救赎之追求的非悲剧性与基督教特征之间的差异（GT，序言7，KSA 1, 21及下页）。


浪漫主义

重新诠释（参见 Stingelin 1995）。

除了在语言批判和人类学层面发生转向的修辞学概念外，在尼采（N.）那里偶尔也能找到将其作为伪装艺术的贬义界定——“音乐家和作家总是表现出他们所不是的样子，修辞学家和演员也是如此”（N, 6[447] KSA 9, 314）——自柏拉图批判修辞学以来，这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

参考文献

Lacoue-Labarthe, Ph.: Le détour (N. et la rhétorique), 载：Poétique 5 (1971), 53–76; Kofman, S.: N. et la métaphore, Paris 1972; de Man, P.: Rhetoric of Tropes (N.) (1974), 载：同作者：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London 1979, 103–118; Villwock, J.: Die Reflexion der Rhetorik in der Philosophie F.N.s, 载：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89 (1982), 39–55; Fuhrmann, M.: Die antike Rhetorik.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Zürich 1987; Göttert, K.-H.: Einführung in die Rhetorik. Grundbegriffe – Geschichte – Rezeption, München 1991; Kremer-Marietti, A.: N. et la rhétorique, Paris 1992; Neumann, G.: »ut apes geometriam«. Zu Lichtenbergs Schöpfungstheorie und zur Geschichte des Topos-Begriffs, 载：Gutjahr, O. 等（编）：Gesellige Vernunft. Zur Kultur der literarischen Aufklärung, Würzburg 1993, 187–209; Kopperschmidt, J./Schanze, H. （编）：N. oder »Die Sprache ist Rhetorik«, München 1994; Most, G./Fries, Th.: Die Quellen von N.s Rhetorik-Vorlesung, 载：同上, 17–38 与 251–258; Stingelin, M.: Geschichte, Historie und Rhetorik. Eine Hinführung zu N.s Begriff der »Abkürzung«, 载：同上, 85–92; Tebartz-van Elst, A.: Ästhetik der Metapher. Zum Streit 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Rhetorik bei F.N., Freiburg i. Br./München 1994; Thüring, H.: F.N.s mnemotechnisches Gleichnis. Von der »Rhetorik« zur »Genealogie«, 载：Kopperschmidt/Schanze （编）, 1994, 63–84; Behler, E.: N.s Study of Greek Rhetoric, 载：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25 (1995), 3–26; Stingelin, M.: Die Rhetorik des Menschen, 载：NSt 24 (1995), 336–343; Bornmann, F.: Zur Chronologie und zum Text der Aufzeichnungen von N.s Rhetorikvorlesungen, 载：NSt 26 (1997), 491–500.

Martin Stingelin

浪漫主义

在研究中，关于尼采与浪漫主义的关系，人们的观点存在很大分歧。例如，考夫曼（Kaufmann）认为尼采曾经是个浪漫主义者是一种“偏见”，并主张他“实际上[]早在其前三部著作中就已是浪漫主义的反对者”（1982, 144），而贝勒（Behler）则将尼采的反浪漫主义立场视为一种纯粹的“姿态”（1978, 65）。根据贝勒的说法，尼采与浪漫主义有着共同的尝试，即“在现代复兴古典时代、对神话的崇拜以及对新神话的寻求”（同上，60）。然而很明显，贝勒的比较受制于强烈的解释性预设，尤其是在尼采对♦神话的立场方面。因此，他的解释，以及更早时期约尔（Joël, 1905）的解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批评，被指责为为了尽可能多地凑集共同点而进行的狭隘且武断的建构（Polyticki 1981, 201ff. 与 1986, 242）。所谓的♦影响研究♦往往容易轻易地忽略被比较立场之间巨大的实质性对立。无论尼采与施莱格尔、谢林、克莱斯特，或特别是瓦格纳等个别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间那需要具体区分的关系如何，就尼采的浪漫主义概念而言，其明显的结论是：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

在以叔本华-瓦格纳为背景构思的《悲剧的诞生》中，伴随着其中的天才崇拜以及通过瓦格纳音乐剧来复兴悲剧神话的希望，人们最有可能确凿地发现一种浪漫主义的艺术狂热。然而，《悲剧的诞生》内部的断裂过于强烈，以至于面对它，我们无法谈论尼采具有一种连贯一致的浪漫主义立场。在该书最后部分所呼唤的神话复兴，在此前对希腊人那里神话与文化必然联系的证明中，已经在概念上被作为不可能之事而排除了（参见 Zittel 1995）。

在其后来的序言中，尼采相应地强调了浪漫主义与希腊精神之间的对立。他认为德国音乐“完完全全是浪漫主义的[]并且是所有可能的艺术形式中最不具希腊特征的：此外，它还是一等一的神经毒害物”（GT, 序言 6, KSA 1, 19）。此外，他在这一处还指出了其审美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与浪漫主义对彼岸救赎的追求所具有的反悲剧性和基督教特征之间的差异（GT, 序言 7, KSA 1, 21f.）。

但是，在早期尼采的遗稿片段中，就已经可以发现“克服浪漫主义者”的意图（N, 5 [43], KSA 7, 104）。当尼采批评道：“浪漫主义者缺乏本能：艺术幻象无法激发他们去行动，他们停滞在受刺激的状态中”（N, 5 [45], KSA 7, 104）时，后来批评的主线便已经勾勒出来了。

在整体的↗颓废批判的语境中，“浪漫主义”这一概念充当了病态和虚伪的代名词：“实际上，浪漫主义者表现为一种病态的颓废形式：他们走得极前、极晚，而且彻头彻尾地贫乏……对往昔的渴望本身就是一种深深的不悦和没有未来的证明”（N, 15 [97], KSA 13, 463；参见 N, KSA 13, 229）。在此，他的攻击主要针对“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瓦格纳（N, 34 [221], KSA 11, 496，参见 N, KSA 13, 133），他指责瓦格纳潜藏着虚无主义（N, 2 [127], KSA 12, 127；N, KSA 13, 416），并指责其转向基督教：瓦格纳，“实质上是一个已经腐朽、陷入绝望的浪漫主义者，突然间无助地、崩溃地倒在基督教的十字架前”（MA II, 序言, KSA 2, 372；参见 WA, KSA 6, 16）。总体而言，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基督教的退化”遭到了拒绝（N, 1 [197], KSA 12, 55；参见 MA II, 序言, KSA 2, 371f.）。

浪漫主义者的软弱体现在他们既徒劳又造作的渴望之中，即想要回到某些起源：“整个德国浪漫主义是一场学者运动，人们很想回到天真的状态，却又知道自己完全不是那样的”（N, 11 [25], KSA 8, 215）。相反，他对自己的立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不允许为自己搭建通向旧理想的谎言之桥；我们从根本上敌视一切想要在我们内心中调和与混合的东西；敌视当今任何形式的信仰和基督教性质；敌视一切浪漫主义的半途而废”（M, 序言 4, KSA 3, 16）。因此，反浪漫主义的立场在于，有意识地承受昔日幸福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失落感（Zittel 1995；Bohrer 1996）。

相应地，浪漫主义者的标志是他们的“自我欺骗”，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对“‘启蒙’和‘理性’”的“仇恨”（N, 14 [62], KSA 13, 248；参见 N, 11 [312], KSA 13, 132）。尼采在批评“现代人”时，指责“他的心理虚伪——他的浪漫主义姿态”（N, 12 [1], KSA 13, 199；参见 N, KSA 12, 441f.）。

作为美学概念，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立的（Meyer 1991, 647ff.）。歌德那句影响深远的名言为这种浪漫主义观念提供了基本图式：“我把古典的称为健康的，把浪漫的称为病态的”（爱克曼，1829年4月2日谈话录）。尼采接受了这一刻画：“古典的与浪漫的。——无论具有古典精神的还是具有浪漫精神的人——正如这两种类型总是存在的一样——都怀带着对未来的愿景：但前者是出于其时代的强盛，而后者则是出于其时代的衰弱”（WS, 第 217 节, KSA 2, 652）。浪漫主义艺术“只是一种对于失败的‘现实’的权宜之计……”（N, 16 [34], KSA 13, 494）。尼采指责它没有形式、虚洞的情感（N, 10 [25], KSA 12, 469）以及纯粹的匠气（N, 2 [131], KSA 12, 130），并将其与古典的形式严谨相对立：“浪漫主义：对古典品味，对简单、严谨和伟大风格的敌意”（N, 14 [7], KSA 13, 221）。然而，由于这种明显倾向于“阿波罗式”的风格理想，他与他在别处假设的浪漫主义与狄俄尼索斯式之间的对立发生了冲突。在《快乐的科学》题为“什么是浪漫主义？”的相关箴言（第370节）中，尼采区分了一种源自“生命极度丰盈”之苦的“悲剧的”、“狄俄尼索斯的艺术”，与一种源于“生命贫乏”的浪漫主义，后者因此寻求“通过艺术和知识实现自我救赎”，或者寻求“迷醉、痉挛、麻醉、疯狂”（KSA 3, 620f.；参见 Meyer 1991, 312ff. 与 647ff.）。如果再加上尼采对巴洛克风格的积极赞赏（MA II, 第 144 节, KSA 2, 437f.），就很难根据他对于消解的、动态的、束缚的与静态的风格原则那摇摆不定的评价，来明确界定尼采的美学立场。

诚如 Politycki (1986) 所具体指出的那样，尼采对浪漫主义的大多数激进判决，都符合19世纪文学史编纂学中普遍存在的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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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 Zittel

创造

“唯一的幸福在于创造”（N, KSA 10, 135）——尼采坚决按照这一箴言来塑造他的人生和哲学。在此人们很容易忽略一点：尼采绝不主张一种纯粹的天才美学，即无拘无束的主体的创造。正如他将自由和必然性（当然不是指因果决定论意义上的）设想为每一种活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像康德那样将它们分配到两个领域并借此彻底分开一样，他在强调创造力的同时，也强调人类活动之间占据主导地位的“交织”（参见 WS, 第 198 节）。尼采将发展和独创性解释为“力”的一种转换（参见他的“转化法则”；N, KSA 8, 41）。在此，他不将生产力视为人类的特权，而是认为一切有机体都拥有一种创造性的、塑造性的力量（参见 N, KSA 11, 503；“权力意志”）。

在论述创造者的独创性时，尼采借鉴了古典修辞学中发展起来的 imitatio（“模仿”）模式，这指的是对典范进行自主的接受和加工——而不仅仅是照搬。他像塞内加（参见写给鲁西流的第84封信，尼采肯定知道这封信）那样，将模仿理解为一种吸收，它等同于消化，包含一个两阶段的过程：对吸收物进行混沌化处理，从而剥夺其原有的秩序，然后对其进行新的塑造（↗力）。正如一种新颖的隐喻，尼采所推崇的创造导致了对习惯和规则的一种例外，然而它也始终面临着重新退回到习惯之中的危险（↗类型）。例外——例如一个新颖的概念，或者尤其是一个具有个人道德的人——必须作为例外而将自身与规则区分开来，但同时又始终与规则相关联，因为例外之所以拥有其特殊地位，得益于它与规则拉开的距离，同时也因为例外试图将规则从属于自己的标准，由此例外便与病态或古怪的特例区分开来（关于例外和规则，参见 N, KSA 7, 490f.; FW, 第 354f. 节; JGB, 第 268 节；尼采也在“近 – 远”、“表面 – 深度”、“合时宜 – 不合时宜”、“高贵 – 平庸”等对立概念下对此进行了主题化讨论，参见 N, KSA 7, 159; PhtZ, 第 3 节, KSA 1, 816; MA I, 第 616 节; MA II, 第 200 节; FW, 第 3 节）。因此，一个例外之人只有在不断更新自己作为例外的状态，只有超越他当前的状态去追求时，才能保持为例外之人（↗自我）。因此，尼采不仅将创造理解为对过去进行模仿性的转化，更将其理解为向着未来超越自我的创造（↗时间）。

此外，尼采还考察了有助于“创造”的条件：

1. 人类创造力的提升需要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前提，在尼采看来，这些前提只有在一种贵族制中才能实现（↗贵族制）。同时，他所要求的那种“伟大人物”的创造，也会在政治社会层面上产生影响（↗大政治），尼采那句关于“创造价值的主人特权”（参见 JGB, 第 261 节, KSA 5, 213）的话已经暗示了这一点。

2. “然而，一切创造者都是坚硬的”（Za II, KSA 4, 116）。为了真正的生产力及其提升，需要极端的坚决和激进；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于此——而这


创造

文献：Eckermann, J.-P.: Gespräche mit Goethe, München 1976; Joël, K.: N. und die Romantik, Jena/Leipzig 1905; Kunne-Ibsch, E.: Die Stellung N.s in der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Aassen 1972, 166–192; Behler, E.: N. und die Frühromantische Schule, in: NSt 7 (1978), 88–96; Heller, P.: N.s Kampf mit dem romantischen Nihilismus, in: NSt 7 (1978), 27–50; Politycki, M.: Der frühe N. und die deutsche Klassik. Studien zu Problemen literarischer Wertung, Straubing/München 1981; Kaufmann 1982; del Caro, A.: Anti-Romantic Irony in the Poetry of N., in: NSt 12 (1983), 372–378; Politycki, M.: 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s, Berlin/New York 1989, 230–243; Meyer, Th.: N.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Tübingen 1991, 295–315, 642–650; Zittel, C.: Abschied von der Romantik im Gedicht: N.s »Es geht ein Wandrer durch die Nacht«, in: Nietzscheforschung 3 (1995), 193–206; Bohrer, K.-H.: Der Abschied. Eine Theorie der Trauer, Frankfurt a.M. 1996.

Claus Zittel

创造

“唯一的幸福在于创造”（N, KSA 10, 135）——尼采始终如一地根据这一口号来塑造他的生活与哲学。在此，人们很容易忽略，尼采绝不是在为一种纯粹的天才美学，即一个不受约束的主体的创造进行辩护。正如他将自由与必然性（当然不是指因果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性）设定为每一项活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比如像康德那样——将它们分配到两个领域从而将其截然分开，同样，他在强调创造力的同时，也强调了支配人类活动之间的“咬合”交错（参见 WS, 第198节）。尼采将发展与独创性解释为一种“力量”的转化（参见他的“转化法则”；N, KSA 8, 41）。在他看来，生产力并非人类的特质，而是所有有机体都具有一种创造性的、赋形的力量（参见 N, KSA 11, 503；↗权力意志）。

在阐述创造者的独创性时，尼采借鉴了古典修辞学中发展出的 imitatio（“模仿”）模式，这指的是对榜样的独立吸收与加工——而非单纯的抄袭。他与塞内卡类似（参见写给卢西利乌斯的第84封信，尼采肯定知道此信），将模仿理解为一种吸收（Einverleiben），它等同于消化，包含一个两阶段的过程：将所吸收的事物混沌化，从而剥夺其原有的秩序，以及对其进行重新塑造（↗力量）。就像一个新颖的隐喻一样，尼采所推崇的创造导致了对习惯和规则的例外，但却始终面临着退回到习惯之中的危险（↗类型）。例外——例如一个新颖的概念，或者尤其是一个具有个人道德的人——必须作为例外将自身与规则区分开来，但同时又始终与规则相关联，因为例外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地位，得益于它与规则保持的距离，同时也因为例外试图将规则置于其自身的标准之下，正是由此，例外才区别于一种病理性的或怪癖的特例（关于例外与规则，参见 N, KSA 7, 490f.; FW, 第354节及以下; JGB, 第268节；尼采也在“近——远”、“表面——深度”、“合时——不合时”、“高贵——平庸”等对立概念下对此进行了探讨，参见 N, KSA 7, 159; PhtZ, 第3节, KSA 1, 816; MA I, 第616节; MA II, 第200节; FW, 第3节）。因此，一个例外之人只有不断地作为例外自我更新，只有当他努力超越其现有状态时，他才能保持为例外之人（↗自我）。由此，尼采不仅将创造理解为对过去的模仿性转化，而且同样将其理解为一种向着未来超越自我的创造（↗时间）。

此外，尼采探讨了有利于“创造”的条件：1. 人类创造力的提升需要特定的文化与政治-社会前提，按照尼采的观点，这些前提只有在贵族制中才能得到满足（↗贵族制）。同时，他所要求的那种“伟人”的创造也会在政治-社会层面上产生影响（↗大政治），尼采关于“创造价值的主人权利”的言论（参见 JGB, 第261节, KSA 5, 213）便已暗示了这一点。2. “然而一切创造者都是坚硬的”（Za II, KSA 4, 116）。为了真正的生产力及其提升，需要极端的彻底性与激进性；一切其他事物都必须服从于此——这同样适用于自身的生命以及他人的生命（↗牺牲）。3. 在尼采看来，创造以混沌和危机的体验为前提。就人类而言，尼采将混沌的这种双重特性概括为了一个精辟的公式：“可怕的基础文本 homo natura（自然人）”（JGB, 第230节, KSA 5, 169）。在尼采看来，苦难与痛苦是“创造”不可或缺的前提（参见 GD, KSA 6, 159），甚至人们会出于充沛溢流的力量而去为“创造”寻找最不利的条件（参见 N, KSA 11, 129, 214, 217）。4. 任何创造都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它要达成某种目的。但根据尼采的观点，尽管内容具有开放性，这部被创造出来的作品必须满足两个要求：首先，必须通过它来行使权力（对于一部文学作品而言，例如通过其语言、概念和所阐述的问题，参见 N, KSA 11, 507 和 526），因此它必须产生“驯育”的作用，这在这里意指：对具有创造力的人具有挑衅性并刺激他们进行自己的创作，而对于较弱的人则具有征服性（例如参见 N, KSA 12, 211–216）。其次，正因为该作品应作为新创造的刺激物，它不能掩盖其产生于其中的创造过程；它必须反映这个过程，而在尼采看来，只有当作品允许其自身的消解时，这才有可能。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由以下情况造成的困境：尽管“创造”及其提升本身就是目的，但它们始终只能通过创造出某物而显现。尼采早期的、已经深刻影响其哲思的范式便是悲剧，在悲剧中，日神式的戏剧——语言和概念的确定性——最终为了音乐，即创造性的运动，而消解了自身（↗悲剧；亦见 N, KSA 12, 114）。在创造（即塑造混沌并产生某物）、毁灭（使某物回归混沌）、自我创造（在自我克服的意义上）和自我毁灭（在自我消解的意义上）那无休止的、永不停息的博弈中，尼采看到了酒神现象（参见 N, KSA 11, 610f.）。

Ingo Christians

演员，面具

尼采晚年曾坦言，演员的问题困扰他最久（参见 FW, 第361节），这指向了一个传记维度的考量，也指向了一个哲学维度的考量。尼采与瓦格纳的相遇和交锋之所以对尼采具有如此强烈的意义，部分原因在于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那种演戏倾向的倒影，而他对自身也同样存在的这种倾向再熟悉不过了。在哲学上，他不仅在现象学层面上探讨演员的问题，深入而具批判性地论述了每一个艺术家，以及其他群体（根据尼采的观点，例如犹太人、基督徒、女人），甚至所有种类的生物所发展出的那种表演与伪装的倾向（例如参见 MA, 第51和624节; WS, 第58节; FW, 第78节; N, KSA 12, 323f. 和 550）；此外，尼采还将“艺术家”作为伟大、有创造力的人的原型来加以考察，这样的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要培养演戏的特质。尼采将艺术家列为他的榜样，因为在这个根据尼采的观点缺乏最终真理的世界中（↗上帝，上帝已死），并且在追求这种真理的努力被评估为否定生命和徒劳无功的世界中，对待“假象”的态度变得至关重要（↗真理，↗错误与假象，↗谎言）。在这个“假象的世界”里，人类的自我无法再本真地表达自身（参见 N, KSA 11, 32；在这方面，亦见尼采对人类虚荣心的详尽分析，MA, 第79, 89, 137, 162, 170, 313, 545节及以下, MA II, 第38, 46, 64节; WS, 第60, 181节）。但另一方面，尼采并没有从避免“真实”与“虚假”之对立这一做法中，推导出 ↗自我 的所有表达形式都是等值的。

尼采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种（人生）演员：一种是本能的演员，他不知道自己在伪装；另一种是算计的演员，他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表现力（参见 GT, KSA 1, 83f.; N, KSA 12, 323f.）。尽管尼采对第一种类型，即对这种未经破坏的伪装之天真感着迷，但他强调了在现代具备哲学和心理学洞察力的更高人的不同之处，然而他却拒绝


演员，面具

也适用于自身及他人的生命（↗ 牺牲）。

3. 尼采认为，创造以混沌和危机的体验为前提。就人类而言，尼采将这种混沌的双重特性浓缩为一个简洁的公式：“可怕的自然之人底层文本（homo natura）”（JGB, Nr. 230, KSA 5, 169）。在尼采看来，苦难与痛苦是“创造”不可或缺的前提（参见 GD, KSA 6, 159），甚至由于满溢的力量，人们会为“创造”去寻找最不利的环境（参见 N, KSA 11, 129, 214, 217）。

4. 每一次创造都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要达成某种成就。然而，尼采认为，尽管这部被创造出的作品在内容上具有开放性，但必须满足两个要求：首先，必须通过它来施加权力（例如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通过其语言、概念和所阐述的问题，参见 N, KSA 11, 507 u. 526），也就是说它必须起到“驯育”的作用，此处的含义是：对具有创造力的人具有挑衅性，并刺激他们去进行自己的创作；而对于较弱的人，则必须起到征服的作用（参见 N, KSA 12, 211–216）。其次，正是因为该作品应当作为新创造的刺激物，它绝不能掩盖其由之而来的创造过程；它必须反映这一过程，而在尼采看来，只有当它允许自身的消解时，这才有可能实现。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解决这样一个困境：虽然“创造”及其提升本身就是目标，但它们总是只有在某种事物被创造出来时才会出现。尼采早期的、已经塑造了其哲学思考的范式便是悲剧，在悲剧中，日神式的戏剧，即在语言和概念中的确定性，最终为了音乐这一创造性的运动而自我消解（↗ 悲剧；亦见 N, KSA 12, 114）。在创造（即塑造混沌并产生某物）、破坏（使某物回归混沌）、自我创造（在自我克服的意义上）和自我破坏（在自我消解的意义上）那不断进行、永不停息的博弈中，尼采看到了酒神现象（参见 N, KSA 11, 610f.）。

因戈·克里斯蒂安斯

演员，面具

尼采晚年坦言，演员的问题困扰他最久（参见 FW, Nr. 361），这指向了一个传记维度和一个哲学维度。他与瓦格纳的相遇和冲突之所以对尼采产生如此强烈的震动，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了那种他自己也再熟悉不过的演戏倾向。在哲学上，他不仅在现象学层面上探讨演员的问题——他深入且具批判性地论述了每一个艺术家、其他群体（尼采认为例如犹太人、基督徒、女性）、甚至各种生物所发展出的表现与伪装的倾向（参见例如 MA, Nr. 51 u. 624; WS, Nr. 58; FW, Nr. 78; N, KSA 12, 323f. u. 550）；不仅如此，尼采还将“艺术家”作为伟大且具创造力的人的原型来加以考察，这种人本身也无法避免去培养演戏的倾向。尼采将艺术家列为他的榜样之一，因为在尼采看来，我们的世界缺乏最终的真理（↗ 上帝，上帝已死），而追求这些真理的努力被认为是对生命的否定和毫无结果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如何对待“假象”便成为了关键（↗ 真理，↗ 错误与假象，↗ 谎言）。在这种“假象的世界”里，人类的自我已无法再本真地表达自身（参见 N, KSA 11, 32；亦见尼采对人类虚荣心的细致分析，MA, Nr. 79, 89, 137, 162, 170, 313, 545f., MA II, Nr. 38, 46, 64; WS, Nr. 60, 181）。但另一方面，尼采并没有从避免“真实”与“虚伪”之对立中，推导出 ↗ 自我 的所有表达形式都是等值的这一结论。

尼采基本上区分了两种（生活中的）演员：一种是本能的演员，他不知道自己的伪装；另一种是精于算计的演员，他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表现力（参见 GT, KSA 1, 83f.; N, KSA 12, 323f.）。尽管尼采对第一种类型、对这种伪装的完好天真感到着迷，但他强调了现代中具备哲学和心理学洞察力的更高阶人类的不同之处，同时又抵制第二种类型，抵制被其利用甚至自身化身为该类型的危险。第二种类型，以及尼采和他所构想的更高阶人类发现自己与之保持的那种充满张力的疏离与亲近，在尼采的生活及其著作中，都由瓦格纳这个人所体现（参见例如 N, KSA 11, 554f.; KSA 12, 80）。瓦格纳是那种只想单纯通过效果来吸引并借此压倒观众的艺术家的化身；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演员。

尼采的意图是，通过演员特质这一层面来区分两种方式的艺术家（并且，既然他将艺术和政治置于同一层面上，也即区分两种方式的统治者）——“弱者”与“强者”，这与他的权力概念（^ 权力意志）密切相关。除了演戏倾向之外，“强大”的艺术家还展现出一种瓦格纳类型完全缺乏的双重力量：一方面是“大风格”，这体现在对表现手段的主权掌控中，即体现在塑造的意志中（参见 GD, Streifzüge, Nr. 8–11; N, KSA 13, 240, 246f., 293f.）；另一方面是作为假象意志之反制力量而出现的诚实（Redlichkeit），它以启蒙的冲动揭示出所有行为背后隐藏的动力（参见 JGB, Nr. 230; ^ 怀疑论）。

在诚实与假象意志的尖锐对立之外，尼采也让两者相互转化，首先是通过这样一种洞见：尽管它们在外表上看起来截然不同，但两者都仅仅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形式。不仅一个演员想要成为其观众的主宰，一个诚实的人也想征服那些被假象意志误导的对人类行为的错误解释，并最终将其自身努力追求诚实的驱力基础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至于他带着一种残酷的倾向来反身对付自己，并因此将自身相对化（参见 JGB, Nr. 227–230; N, KSA 10, 20f.）。其次，尼采想要将这种演戏倾向推向极致，他作为傻瓜和小丑上演了他自己的戏剧，并由此明确地予以肯定，以便同时在小丑帽之下愉悦地宣告“深刻之物”（参见 JGB, Nr. 270; EH, KSA 6, 315f.; Vinzens 1999, 214f.）。

与演员形象所带有的负面意涵形成对比，尼采提出了面具的概念（参见 N, KSA 12, 79f.）。他将其著名的格言“一切深刻之物皆偏爱面具”（JGB, Nr. 40, KSA 5, 57）在多个维度上进行了展开：

1. 主动寻求孤独的隐士之面具，为“自由精神”提供了免受误解的保护，也使其免受那种试图（甚至带有同情地）将他重新拉平到平庸者水平的企图的侵扰；面具赋予了他保持距离的可能性（N, KSA 11, 557–559 u. 609f.）。

2. 戴着各种面具投身于愉悦的游戏（享受“南方的阳光”），使“伟大的人”能够从他那无情的诚实中获得休息，因为这种诚实要求对所有事物的起源和价值进行拷问（FW, Nr. 107; N, KSA 11, 508）。

3. 尼采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在此他唤起了 persona 作为面具的原始词义）多个角色，这些角色分别概括并强调了单一的品质（今天，人们可能会引入“社会角色”这个概念来形容它）；因此，“面具”是人的多态性和复杂性的一种表达（参见 N, KSA 11, 108, 168, 248 u. 558）。

4. 在一个纯粹假象的世界里，本真的表达不会出现，任何传达都只能以直接的形式进行。甚至连个人的——尽可能多样的——语言风格，在思想的动态面前也显得捉襟见肘（参见 JGB, Nr. 40, 289 u. 296）。因此，语言及其词汇作为“思想的面具”不再描绘对象或思想；面具——被理解为图像的对立概念——首先只指向自身，通过其多样性也指向其他面具，并由于其变换也指向那些无法被表现的事物（凭借这种思维形态，尼采接近了放弃再现的现代艺术）。

5. 在面具的游戏中，一方面是自我指涉，另一方面是自我限制、自我消解和自我克服，通过这种永远无法消解的张力，对于“伟大的人”而言，那被尼采以狄奥尼索斯之名唤出场的创造力得到了提升（N, KSA 11, 485f.; ↗ 阿波罗式-狄奥尼索斯式; ↗ 力量），——当然，其负面危险在于，如果这些人相遇，他们会因为各自的面具而相互误认，从而不得不继续留在他们的孤独之中（N, KSA 11, 559）。

文献：Bertram 1965; Jaspers (1918) 1981, 399–409; Kaufmann, W.: N.s Philosophie der Masken, in: NSt 10/11 (1981/82), 109–131; Meyer, T.: N.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Tübingen 1991, 193–197, 522–528; Vinzens, A.: F.N.s Instinktverwandlung, Basel 1999.

因戈·克里斯蒂安斯

罪责

在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相对应的“罪责（债务）感、个人义务感”中，尼采辨认出了“Schuld”（罪责/债务）这一概念在宗教、（私法和刑法）法律、道德以及“心理学”意义上的起源（产生原因）和重要性（GM, 2. Abh., Nr. 8, KSA 5, 305）。这种作为契约性债务关系的人际关系——正如其在罗马法中被塑造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个人权力关系，并一直延续至今——被尼采视为在“任何社会组织形式”之前的法律关系的起源。尼采的这些洞见是建立在耶林（Ihering）对罗马法的理解之上的（R. Ihering, Der Zweck im Recht, Erster Band, Leipzig 1877, 248f.）。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个人债务关系决定了人类的“自我感”，人类借此“标举自己……为衡量价值、评价和衡量的存在物，作为‘自在的估价动物’”，并想出用“等价物”来抵消罪责/债务（GM, 2. Abh., Nr. 8, KSA 5, 306）。罗马债法意义上的原始人际关系，“买卖及其心理附属物”，决定了“交易、契约、债务、权利、义务、补偿的萌芽感”，它从这里才被转移到“最原初的共同体复合体”中，“伴随着将权力与权力进行比较的习惯”，并最终产生了普遍的价值观：“万物皆有其价格；一切都可以被偿还”；

在此，尼采同时也看到了“最古老、最天真的正义道德准则”（GM, 2. Abh., Nr. 8, KSA 5, 306）。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尼采——从对罗马法的接受出发——将债务关系视为一种罪责（债务）的前提和产生原因，视为一种可以通过交换、报复、“等价物”来偿还的义务之“感”，同时在法律、道德和“心理学”的意义上对其进行探讨。在罗马的“债法”中，其本身是对 fas（即对神灵的宗教债务关系）的世俗化，尼采在其中看到了“罪责与苦难之间或许已变得不可分解的观念纠葛”的生动例证，并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通过苦难来偿还罪责（GM, 2. Abh., Nr. 6, KSA 5, 300）。

根据罗马法（Ihering 1877, 285），在法律上“对神明的债务”中，尼采看到了道德意义上“罪责意识”的决定性源头，正因如此，“基督教上帝作为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Maximal）上帝的出现……也在世间产生出了最高限度的罪疚感”（GM, 2. Abh., Nr. 20, KSA 5, 330）。只有在将上帝作为债权人的强制性债务观念消失之后，尼采才看到了罪责与义务概念的“真正道德化”，“即将它们退回给良心，更确切地说，是将坏良心与上帝概念纠缠在一起”，以至于这一发展“发生逆转”，罪责概念现在转而针对“债务人”，“现在坏良心在债务人身上如此根深蒂固地确立下来……并如息肉般向各个广度和深度生长，直到最后，随着罪责的不可救药，也孕育出了赎罪的不可救药，即其不可偿还性（‘永恒惩罚’）的思想”（GM, 2. Abh., Nr. 21, KSA 5, 331）。尼采称上帝为了人类的罪责而牺牲自己是“基督教的天才之举”（同上）。

文献：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Berlin 1988, 12–24, 73, 74; Gasser, R.: N. und Freud, Berlin 1997, 299–302, 441–452.

亨利·克尔格


自我

尼采（N.）对“灵魂”（Seele）一词的过度使用，归因于19世纪下半叶与西方最强大的口号之一所进行的各种思想交锋。尼采用一大群截然不同的隐喻来充实“灵魂”，将其与尼采常用的对立概念联系起来：“大的与小的、高的与低的、健康的与病态的、高贵的与卑劣的”（Reuter 1988, 195）。但“灵魂”也可以是“狭隘的、快乐的、跪着的、好战的、富有的、歌唱的、广阔的、挥霍的、狂野的，等等”（同上）。

关于“灵魂”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的这一问题，与其说得到了解答，不如说更多地被这种语言操纵所压抑，因为对尼采来说，“灵魂”仅仅是“身体上某物的一个词汇”（Za I, KSA 4, 39）。他对↗身体（Leib）与灵魂之对立问题的探讨，矛头直指“灵魂”的主导地位。为了其未来的救赎，灵魂本应压制身体并将其定罪，以便找到彼岸的安宁（↗基督教）。尼采的批判达到了顶点，即全盘否定“灵魂”的存在（NW, KSA 6, 419）。然而，为了将目光投向↗身体并透过它审视世界，仅仅假设“灵魂”不存在对于↗价值的重估来说是不够的，而是必须进行一种“对现代灵魂的批判”（N, KSA 11, 691），即在“身体的引导下”（N, KSA 11, 565）书写一部“人类灵魂的历史”（N, KSA 11, 469）。福柯（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Überwachen und Strafen）中利用了尼采的这一主题，以阐发一种“现代‘灵魂’的谱系学”（Foucault 1994, 41）。

尼采对“灵魂”的批判不仅局限于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从1885年夏天起，他将“灵魂”这一概念列入应被拒斥的形而上学概念之列。带着对《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真理）的隐性呼应，尼采指出，哲学家对语言和语法的信仰解释了这种顽固性，“借此他们死死抓住‘主体’、‘身体’、‘灵魂’、‘精神’不放”（N, KSA 11, 631），从而在他们的历史中最终将“灵魂”理解为“主体概念”（N, KSA 12, 13），据尼采所说，其后果便产生了“实体概念”。他由此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放弃灵魂、放弃‘主体’，那么也就完全失去了‘实体’的前提”（N, KSA 12, 465）。

尽管尼采“反对任何被理解为绝对的对立性”（Müller-Lauter 1971, 15），即也包括身体与灵魂的对立，并且在一处（NW, KSA 6, 419）完全拒绝“灵魂”这一概念，但他依然使用挥霍的“灵魂”这一意象来描述↗超人（Übermensch）。特别是在《查拉图斯特拉》中，尼采将↗超人与一种给予的“灵魂”联系在一起，“它不求感谢，也不予以回报”（Za I, KSA 4, 17）。“灵魂”想要给予而不索回，以此摆脱交换的循环，德里达（Derrida）虽未直接提及尼采，但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参见 Derrida 1993）。“灵魂”不识“索取者的幸福”，因此尼采将其呈现为“喷泉”（Za II, KSA 4, 136）。挥霍的“灵魂”拥有馈赠的德性（Za I, KSA 4, 97ff.），这种德性是非凡的、无用的、不从属于任何目的的，除非是为了在挥霍中不断地自我克服。馈赠的德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挥霍的“灵魂”，“标志着一种归根结底毫无根据、展现出无限丰饶的活动，这种活动并不为了保留生产物或其等价物而进行生产；相反，它将自身挥霍于‘馈赠’之中，作为一种能力，它是权力意志创造潜能的体现”（Pieper 1990, 343）。

参考文献：Müller-Lauter 1971; Reuter, M.: N.s Seele in acht Teilen, in: Kamper, D./Wulf, Chr. (Hgg.): Die erloschene Seele. Disziplin, Geschichte, Kunst, Mythos, Historische Anthropologie Bd. I, Berlin 1988, 195–218; Pieper 1990; Derrida, J.: Falschgeld. Zeit geben I, München 1993; Foucault, M.: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Frankfurt a.M. 1994.

Thomas Klauck

Selbst (自我)

在尼采哲学中，“自我”（Selbst）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表达，指代作为身体个体的人的整体。借此，尼采首先反对了这样一种传统观念：人的本质是灵魂、精神或“我”（Ich）。构成人最高贵部分的并非意识，意识反倒只是隐秘内驱力活动的一个表面显现（↗意识，↗灵魂）。当尼采将“我”降格为身体的工具时，他有意识地颠倒了柏拉图式的灵魂与身体关系设定：“在你的思想和情感背后，我的兄弟，站着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一位未知的智者——他名叫自我。他居住在你的身体里，他就是你的身体”（ZaI, KSA 4, 40）。身体的本能利用有意识的“我”，例如运用其语言交流的能力或为实现其目标而进行战略规划的能力。然而，查拉图斯特拉在《论身体的蔑视者》一章中的那句名言，同时也表明尼采超越了那种颠倒，而是恰恰想要克服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分裂。在他看来，每一次身体活动都伴随着精神活动——例如以判断和估价的形式——当然它们在那里并不作为精神活动出现（↗身体）。由于这种整体特质，尼采能够将身体刻画为“大理智”，或将自我刻画为“智者”（如上文引言所示），而理智（Intellekt）由于其片面地试图脱离与身体的联系，从而导致整个有机体的衰弱，因而被降格为“小理智”。

正如在身体与理智的关系中一样，尼采将“自我”置于“我”的位置，他赋予自我的属性，类似于以往形而上学中赋予有意识之“我”的属性，即确立同一性（Identitäts-Stiftung）和自我指涉性（Rückbezüglichkeit）。因为自我将身体中那些繁杂的、本无秩序且无规则的功能组织起来，使得“尽管存在所有对立的元素和张力，身体首先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构造体从中显现出来”（Pieper 1990, 154）。然而，自我并非游离于本能冲突之外的实体，而是那个支配其他本能并使这些本能屈从于其目标的本能（参见 N, KSA 12, 104；↗权力意志，↗主体）。在前面提到的引文中，尼采通过一种初看令人费解的表述传达了这一点：自我一方面居住在身体之中，另一方面它就是身体本身。

尼采实际上是在“权力意志”概念的语境下才完成了对经典“我”之思想的理论重构与新表述，他一方面将这一重构始终与“自我能够以何种具体形式展现以及人如何体验自身”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里必须提及他主要在《人性的，太人性的》、《曙光》和《快乐的科学》中进行的心理学分析，涉及虚荣、自私、表面上的无私——如在同情中——以及自我憎恨与↗怨恨、自我享受和对自身权力的感受（对此的概述可参见 Gerhardt 1996, 125–161）。另一方面，人如何塑造自身及其生活这一实践-生存论问题，对尼采来说起着核心作用。因此，他吸收了古代自我塑造的技术，寻找合适的榜样（↗类型），并尝试如伊壁鸠鲁式的“自由精神”或被“求知之激情”所俘获的人等生活方式（参见 Brusotti 1997）。

在尼采探讨自我的这些不同领域之上，可以将其推崇的、最终被用作《瞧！这个人》副标题的悖论公式成为你自己（werde, der du bist）确立为根本动机。这个公式取自品达（Pindar）的《皮托凯歌》第二首，当然，尼采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其进行了修改（品达的格言可以译为：成为你曾经学过的那种人；参见 Collins 1997）。通过切断品达指向“曾经学过之物”的导向，尼采以一种自由悬浮的方式将自我的发展与“如其所是”交织在一起，从而不断地从他的这句格言中汲取新的细微意蕴（参见 N, KSA 8, 340; MA I, Nr. 263; FW, Nr. 270 u. Nr. 335; N, KSA 9, 555; Za IV, KSA 4, 297; N, KSA 13, 290; EH, KSA 6, 293）。

尼采将本能的塑造理解为一种艺术行为；他要求必须为自己的性格“赋予风格”（参见 FW, Nr. 290）。诚然，这需要对自身的长处和短处有一定的认识；但由于自我是不断发展的，而在尼采看来，认识意味着一种视角性的、因而也是扭曲的固定，且其特征是向过去回溯（↗认识），所以他认为对自我的认识论式穿透是不可能的（参见例如 MA I, Nr. 491; Nr. 223; GM, 序言; N, KSA 11, 154 u. 639; N, KSA 12, 240f.）。因此，“成为你自己”这一公式，也是尼采用来对抗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反向立场，后者在柏拉图传统中被解释为哲学自我认识的号召。

尼采的座右铭是对自己自我的忠诚，但这并不意味着执着于自我的某种特定形态，而是意味着不断地重新实现自我。尼采意义上的自我塑造，位于纯粹自私与无私这两个极端的彼岸。正如他将表面上的利他主义解释为伪装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除了《人性的，太人性的》（参见 Nr. 92, 99 u. 102）之外——他也反对自我保存（Selbsterhaltung）的范式，这一范式对↗“达尔文主义”、现代社会理论（如霍布斯的理论）以及斯宾诺莎和叔本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参见 N. KSA 9, 234; N. KSA 11, 222 u. 233; N. KSA 12, 275; Abel 1981/82 u. 1998, 28–81）。可以说这也是尼采的特殊策略（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表达得最为尖锐），即把基于互惠的基督教无私道德，解释为那些太过弱小而无法直接统治的人的表现，为了在强者面前保全自己，他们要求所有人都表现出普遍的克制与无害。尼采并没有将自私与无私对立起来，而是偏爱自我挥霍与自我克制这两极。拥有力量与权力的人，其活动超出了单纯的存在保障，他不顾及自己和他人地释放其力量（↗献祭），他甚至会做出从自我保存的立场来看并不明智的行为。当然，即便具有这种特质的人，也只能短暂地支撑这种耗费，因为他的力量本质上也是有限的。因此，另一方面，他必须“蓄积”其力量，不能对每一个刺激立刻做出反应；他必须克服自己，让最强大的本能去阻碍其他本能的释放（参见 N. KSA 10, 485 u. 529）。力量的释放与自我纪律化因此互为要求。

尼采将作为一切美德之基础的自我克制，理解为一种自我克服（参见例如 MA I, Nr. 55; WS, Nr. 45; N, KSA 10, 282f.; N, KSA 11, 273; JGB, Nr. 200），在80年代，这在↗“权力意志”的背景下得到了解释。因此，在尼采意义上的自我克服中，并非一个保持不变的自我核心去替换某些依附于它的属性；相反，这会产生本能的一种新秩序，从而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新的自我——尽管通常只是在细微之处。然而，从“旧自我”（本能先前的统治结构）到“新自我”的跳跃被后者掩盖了，后者将它之前的事物解释为自身的发展，解释为必然为其现在状态做准备的事物，并为此承担责任，从而借此提升自身权力并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参见 N, KSA 12, 114）。因此，自我克服也包含自我消解（Selbstauflösung）。这不仅涉及自我的旧状态，也涉及当前状态；因为每一次自我克服都仅仅为了重新施展力量，而这又要求新的蓄积，所以每一次克服自身，从本质上讲都已经包含了自身的消解。自我消解这一思想构型（参见 Zittel 1995）——人们最好避免使用↗“自我扬弃”（Selbstaufhebung）一词，以免引起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联想——被尼采应用在超越自我塑造主题的不同领域：悲剧的消亡（参见 GT, KSA 1, 74f.）、贯彻始终之怀疑论认识的自我毁灭（参见 N, KSA 7, 61f. u. 428; N, KSA 10, 15–17）及科学的自我毁灭（参见《论道德的谱系》）、“道德的自我消解”（参见 M, 序言, Nr. 4; N, KSA 12, 161f. u. 211f.），以及“弱者”的自我毁灭（他们本能地去做伤害自己的事）（参见 N, KSA 13, 279）。从作为自我毁灭的自我消解向自我克服的过渡绝非自动发生，尼采的关注点恰恰在于为此指出可能性并提供刺激，例如，在“道德的自杀”之后走向一种新型的“非道德主义”，走向对本能的个人纪律化。尼采并没有将自我消解与自我克服的游戏局限在人类领域，而是将其解释为一切生命的总原则（参见 GM, 第三篇, Nr. 27, KSA 5, 410; N. KSA 11, 610f.; ↗权力意志）。

在尼采看来，伴随自我克服与自我创造而来的对过去的占有——由此才能实现一种超越当下的（对生命必不可少的）同一性——当一个人强烈地培养这样一种观念和态度，即一切发生的事件都彼此相连时，他便可以将这种占有推得更远，甚至超越各自个体的生命史（参见例如 N, KSA 12, 137 u. 300; N, KSA 13, 234 u. 337;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尼采不仅以此方式扩展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他还改造了自我的第二个特征：其自我指涉性。因为他认为仅仅指向自身是自我毁灭的；只有通过向新形态的过渡，这种指涉才具有生产性。由于自我在始终发展之中，因此它永远无法达到其真实的表达，无论是对他者还是对自身（↗演员）。“每个人对自己来说都是最遥远的”（GM, 序言 1, KSA 5, 248）——这并不值得惋惜，反而是所有创造性自我发展的条件，毕竟其目标归根结底是永远无法企及的。

参考文献：Abel, G.: N. contra »Selbsterhaltung«. Steigerung der Macht und ewige Wiederkehr, in: NSt 10/11 (1981/82), 367–384; Pieper: 1990, 149–162; Zittel, C.: Selbstaufhebungsfiguren bei N., Würzburg 1995; Gerhardt 1996; Nehamas, A.: N. Leben als Literatur, Göttingen 1996; Brusotti 1997; Collins, D.: On the Aesthetics of the Deceiving Self in N., Pindar and Theognis, in: NSt 26 (1997), 276–299; Abel 1998, 28–81; Christians, I.: Der Reiz und Sporn des Gegensatzes, Diss. München 1999.

Ingo Christians

Selbstaufhebung (自我扬弃)

在各版尼采著作的索引中，根本没有收录“自我扬弃”这一术语，更不用说哲学手册了；甚至在二手文献中，这一在宗教史和哲学史上同等重要的解释也几乎未被触及——除了本文作者，只有雅斯贝尔斯（Jaspers）对此做了简短探讨。然而，从尼采多次详细阐述该发现，甚至部分是逐字重复（FW, Nr. 344, 357, KSA 3, 377, 600; GM, 第三篇, Nr. 24, 27, KSA 5, 450, 409f.），可以看出这位哲学家认为他的这一发现有多么重要；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道德扩展到基督教，在探讨正义时（GM, 第二篇, Nr. 10, KSA 5, 309）也同样触及了这一过程：即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必须以自我扬弃而告终。此处的含义在于，正如核心段落（GM, 第三篇, Nr. 27, KSA 5, 410）所述，“一切伟大的事物”——意即：所有最终的解释及其带来的要求——“都会由于其自身走向覆灭[…]，通过一种自我扬弃的行动”；更确切地说：这是通过求真意志发生的，当其过高的要求危及了“自我克服”（Za, KSA 4, 146）本应服务于的意义赋予时，求真意志最终必将扬弃自身的法则；——“[…]生命之法则，即生命本质中必然的自我克服之法则，便是如此要求的”，——那句呼喊最终总会落到立法者自己头上：“承受你自己订立的法则吧（patere legem, quam ipse tulisti）”（GM, KSA 5, 410）。

之所以能称之为“自我扬弃”，是因为那些伟大的（意识形态的）构想并未屈服于外部世界观对手的攻击，而是被各自信仰自身所要求的↗“诚实”从内部摧毁；无论是在个别代表人物身上，还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都是如此。其中的特征在于，这种扬弃既非出于自愿也是无意识的，它往往是在意图进一步加深论证的相反意图中被执行的：“但最奇妙的是：那些最努力去维护、保存基督教的人，却恰恰成为了它最出色的毁灭者，——这就是德国人”（FW, Nr. 358, KSA 3, 602f.）。尼采首先想到的是德国新教哲学，其复兴只能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解构才能取得成功；因此，继基督教在此前“作为[天主教的，作者注]教条”被宗教改革扬弃之后，它又“作为道德”走向了覆灭：

“在基督教的诚真得出一个接一个的结论之后，


自我扬弃

尼采并未将这种自我消解与自我克服的运作局限于人类领域，而是将其宣称为一切生命体的普遍原则（参见 GM, 3. Abh., Nr. 27, KSA 5, 410; N. KSA 11, 610f.; ^Wille zur Macht）。

伴随着自我克服与自我创造而来的对过去的吸纳，使得一种超越当下的（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同一性得以实现；在尼采看来，只要一个人强烈地秉持一切发生之事皆相互关联的观念与态度，他就能将这种吸纳推展至超越其个体的生命史之外（参见 N, KSA 12, 137 u. 300; N, KSA 13, 234 u. 337; ^Ewige Wiederkehr des Gleichen）。尼采不仅以此方式扩展了自我同一性的概念，也重塑了自我的第二个特征：自我指涉性。因为他认为排他性的自我指涉是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只有通过向一种新形态的过渡，这种指涉才能变得富有创造力。由于自我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它永远无法达成其真实的表达，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而言皆是如此（↗Schauspieler）。“每个人对于自己来说都是最遥远的人”（GM, Vorrede 1, KSA 5, 248）——这并非是一件可悲之事，而是所有创造性自我发展的条件，因为其目标归根结底是永远无法企及的。

文献：Abel, G.: N. contra »Selbsterhaltung«. Steigerung der Macht und ewige Wiederkehr, in: NSt 10/11 (1981/82), 367–384; Pieper: 1990, 149–162; Zittel, C.: Selbstaufhebungsfiguren bei N., Würzburg 1995; Gerhardt 1996; Nehamas, A.: N. Leben als Literatur, Göttingen 1996; Brusotti 1997; Collins, D.: On the Aesthetics of the Deceiving Self in N., Pindar and Theognis, in: NSt 26 (1997), 276–299; Abel 21998, 28–81; Christians, I.: Der Reiz und Sporn des Gegensatzes, Diss. München 1999.

Ingo Christians

“自我扬弃”这一术语

在尼采著作各版本的索引中，完全没有收录“自我扬弃”这一术语，哲学手册中更是只字未提；在二手文献中，这种在宗教史与哲学史上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诠释也鲜少被论及，——除了本文作者之外，只有雅斯贝尔斯对此做过简短探讨。然而，我们从他多次详尽阐述，甚至部分逐字重复这一发现（FW, Nr. 344, 357, KSA 3, 377, 600; GM, 3. Abh., Nr. 24, 27, KSA 5, 450, 409f.），便可想见它对这位哲学家而言有多么重要；从道德延伸至基督教，乃至在论述正义（GM, 2. Abh., Nr. 10, KSA 5, 309）时，他一次又一次地触及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必然以自我扬弃”而告终。这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如在最核心的出处（GM, 3. Abh., Nr. 27, KSA 5, 410）中所言，“所有伟大的事物”——意即所有终极的诠释及其所附带的要求——“都因自身而走向毁灭[…]，通过一次自我扬弃的行动”；更确切地说：是通过求真意志。当求真意志那被拔高的要求危及到自我克服（Za, KSA 4, 146）理应服务于其中的意义赋予时，它最终必然扬弃自身的法则；——“[]这便是生命的法则，是生命本质中那必然的自我克服的法则所要求的”，——那句呼唤最终总会降临到立法者自己头上：“服从你自己制定的法则（patere legem, quam ipse tulisti）”（GM, KSA 5, 410）。

人们之所以能称之为自我扬弃，是因为那些伟大的（意识形态）体系并非屈服于来自外部的世界观对手的攻击，而是被各自信仰自身所要求的“诚实”从内部摧毁；无论是在个别代表人物身上，还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皆是如此。其典型特征在于，这种扬弃往往恰恰是在旨在深化其根基的反向意图中，既非出于本意又无意识地完成的：“但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最竭力维持、保存基督教的人，恰恰成了它最出色的摧毁者，——那就是德国人”（FW, Nr. 358, KSA 3, 602f.）。尼采首先想到的是德国新教哲学，其复兴唯有作为批判性的解构才能得以成功；基督教由此便“作为道德”走向了毁灭，而在此之前，它已经“作为［天主教的，作者注］教条”被宗教改革所扬弃：“基督教的求真精神在得出一个又一个结论之后，最终得出了其最强有力的结论，即反对自身的结论”（GM, 3. Abh., Nr. 27, KSA 5, 410）。

尼采在《曙光》的序言中首次将其归结为“道德的自我扬弃”这一“公式”。根据这套公式，“我们”作为“有良知的人”，“取消了对道德的信任”——而且是“出于道德”（M, Vorr., Nr. 4, KSA 3, 16）。随后，在《快乐的科学》最后增补的一卷中，自我扬弃被运用到基督教的发展史上，因为基督教在科学面前已无法为其主张作辩护。然而，人们恰恰可以从这一发展演变中看出，“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依然是虔诚的”（FW, Nr. 344, KSA 3, 574ff.），毕竟“我们”对科学的“信仰”本身“依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它也是在柏拉图和基督教信仰那里“点燃”了其“火焰”。凭借其激进的求真意志，尼采将自己归为“欧洲最漫长、最勇敢的自我克服的继承者”；“诚实的无神论”与其说是绝对理想的“残余”，不如说是它的“核心”（GM, 3. Abh., Nr. 24ff., KSA 5, 398ff.）。

“自我扬弃”这一术语可能会让人联想到黑格尔。尼采确实赞赏黑格尔引入了发展理念，前提是此举通过历史完成了对绝对者的相对化（FW, Nr. 357, KSA 3, 598）；然而，他否认以此为基础的绝对者之真理。因此，人们可以将自我扬弃的历史观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在其终点，理性发现自己无力将绝对者把握为真理。

文献：Grau, G.-G.: Christlicher Glaube und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 Eine religiösphilosophische Studie über N., Frankfurt a.M. 1958; ders.: Die Selbstauflösung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Eine religiösphilosophische Studie über Kierkegaard, Frankfurt a.M. 1963; Jaspers 1974, 211 ff.

Gerd-Günther Grau

奴隶，奴隶制

尼采主要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奴隶制的必然性”（N, KSA 11, 74）的主张，借此他毫不含糊地反对了假定人人自由平等的现代性根本命题。同时，他也以此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反对，以及对现代世界异化的抵制（参见 Ottmann 2019, 27–31, 295–97）。尼采有时将他针对贵族社会以及高低人类类型之间等级秩序的推崇表现得极为直白，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中更为细致入微的表述，例如，当他为了人类文化的提升而呼吁“某种意义上的奴隶制”时（JGB, Nr. 257, KSA 5, 205）。将人贬称为“奴隶”——此外，尼采也常用诸如“群畜”、“平庸者”、“弱者”等词汇来指代他眼中的低等人类类型（^Masse）——不仅服务于区分两种道德（^Herrenmoral – Sklavenmoral），而且与其更广泛的论述背景相关，即关于普遍秩序如何产生的问题（^Wille zur Macht）。因此，我们应当警惕两种极端的判断：尼采呼吁新形式的奴役，既非完全迎合当时德国反民主的时代精神；这些形式也并非仅仅是没有任何政治影响的纯粹比喻修辞（正如 W. Kaufmann 所认为的那样）。尼采以高度的敏感度发觉了古代奴隶制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其形式的多样性且无法简化为纯粹的社会学标准（与现代不同）；二是奴隶仅仅因为不自由便遭受到歧视。他将这两点都纳入了自己的考量之中，而并非意在简单地倒退回希腊世界（参见 FV 3; N, KSA 10, 335–340; GM, 1. Abh.），因为他的人类学以及他对主奴间权力关系的界定——正是这两者共同奠定了他的奴隶制概念——都根源于近代思想。相较于通常的理解，他有意识地扩大了“奴隶”这一歧视性标签的范围，以至于学者、僧侣、官员等，在他看来也能作为依附者的原型而出现（参见 N, KSA 11, 73）。在尼采看来，只有当极少数的高等人将众人的工作与研究成果


奴隶，奴隶制

最终得出了它最强有力的结论，即反对其自身的结论”(GM, 3. Abh., Nr. 27, KSA 5, 410)。

尼采首先在《朝霞》的序言中提到，概括为一个“公式”，即“道德的自我扬弃”，根据这个公式，“我们”作为“有良知的人”，“已经取消了对道德的信任”——而且是“出于道德”(M, Vorr., Nr. 4, KSA 3, 16)。在《快乐的科学》最后补充的一卷中，这种自我扬弃随后被转移到了基督教的发展上，后者在科学面前无法证明其主张的正当性。然而，人们恰恰可以从这种发展中看出，“[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也依然是虔诚的”(FW, Nr. 344, KSA 3, 574ff.)，因为“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始终还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它在柏拉图和基督教信仰那里“点燃”了它的“火焰”。尼采本人以其激进的求真意志，将自己算作“欧洲最漫长、最勇敢的自我克服的继承人”；“诚实的无神论”与其说是绝对理想的“残余”，不如说是它的“核心”(GM, 3. Abh., Nr. 24ff., KSA 5, 398ff.)。

自我扬弃这个术语可能会让人想起黑格尔，尼采十分赞赏黑格尔引入了发展思想，只要借此能够通过历史完成对绝对者的相对化(FW, Nr. 357, KSA 3, 598)；然而，他否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绝对者的真理。因此，可以将自我扬弃的历史观理解为一种消极的黑格尔主义，在其终点，理性发现了自身无力将绝对者把握为真理。

参考文献：Grau, G.-G.: Christlicher Glaube und intellektuelle Redlichkeit. Eine religiös-philosophische Studie über N., Frankfurt a.M. 1958; ders.: Die Selbstauflösung des christlichen Glaubens. Eine religiös-philosophische Studie über Kierkegaard, Frankfurt a.M. 1963; Jaspers 1974, 211 ff.

Gerd-Günther Grau

Sklave, Sklaverei

尼采关于“奴隶制的必然性”(N, KSA 11, 74)的论断主要出现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中，通过这一论断，他明确地反对了设定所有人自由与平等的现代性基本原则。同时，他也以此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反对，对现代世界异化的反对(参见 Ottmann 2019, 27–31, 295–97)。尼采有时会如此张扬地展现他对贵族社会以及高级人类与低级人类之间等级秩序的赞同，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他更为微妙的表达，比如当他为了人类文化的提升而要求“某种意义上的奴隶制”(JGB, Nr. 257, KSA 5, 205)时。将人贬低性地称为“奴隶”——此外，尼采还可以用“群畜”、“平庸者”、“弱者”等词语来指代他眼中低级类型的人(^大众)——在此不仅是为了区分两种类型的道德(^主人道德 - 奴隶道德)，而且是置于他关于普遍秩序产生问题的阐述的更大语境之中(^权力意志)。因此，人们应该警惕两种极端的评判：尼采呼吁新形式的奴役，既非完全顺应反民主的德国时代精神，这些形式也并非仅仅是在比喻意义上且毫无政治影响的（如 W. Kaufmann 所认为的那样）。尼采以高度的敏感性察觉到了古代奴隶制的两个基本特征：其（与现代相反）无法还原为纯粹社会学标准的多样化形式，以及仅仅因为奴隶的不自由而对其进行的歧视。他将这两点都纳入了自己的思考中，但并不打算单纯地回归希腊世界(参见 FV 3; N, KSA 10, 335–340; GM, 1. Abh.)，因为他的人类学以及他对主奴之间权力关系的界定（这两者共同奠定了他奴隶制概念的基础）皆源自近代。与通常的理解相比，他有意地扩展了“奴隶”这一具有歧视性的标签，以至于例如学者、僧侣、官员在他那里也都可以作为依附者的原型出现(参见 N, KSA 11, 73)。在尼采看来，只有当个别高级的人能够榨取许多“低级的人”的劳动和研究成果时，文化的进步才有可能(↗牺牲)。以这种方式，完全可以解释尼采自己对手册等文献的使用，或者他在《道德谱系学》第一篇末尾呼吁开展更广泛的道德史研究的用意。同时，“奴隶”不断为“主人”提供刺激和抵抗，后者藉此得以提升其权力(参见 N, KSA 11, 126, 222 u. 284; N, KSA 12, 491f.)。“精神的奴役”这一公式(N, KSA 9, 34)也是针对“精神领域必须由自由统治”这一排他性准则的。相反，强制和压迫对于高级类型的自我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任何精神的培育（即某一特定本能的进一步发展）中，由所有本能构成的总力量都必须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所有其他的本能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参见 JGB, Nr. 188; N, KSA 9, 491; N, KSA 12, 157; ↗培育)。

因此，主人与奴隶的区别并不简单地在于自由与不自由，也不在于设定自身目标的能力或无能。“奴隶想要……无条件的东西”(JGB, Nr. 46, KSA 5, 67)，他想要一种宗教、一种真理、一种道德；他想永远抓住这些目标，因为他最终对自己变幻无常的、时间性的此在感到绝望(↗时间，↗怨恨)。相反，高级类型的人能够对有限生命的条件说“是”，并据此生活（在尼采看来，这与接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密切相关）；高级的人从这种态度中汲取他的↗“距离的激情”和过剩的力量，从而使自己有别于低级类型。这种本身非政治性的主奴差异标准，可能就是尼采在某些自相矛盾的设想下探讨奴隶制社会实现的原因，例如将其视为一种种姓制度（其中主人和奴隶不得相互接触，参见 AC, Nr. 57），或者将其视为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形式（其中高级类型在群众中不为人知地行使其权力，参见 N, KSA 13, 25–27；对此参见 Taureck 1989, 154–176）。

参考文献：Taureck, B.: N. und der Faschismus, Hamburg 1989; Brose, K.: Sklavenmoral. N.s Sozialphilosophie, Bonn 1990; Detwiler, B.: N. and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Radicalism, Chicago/London 1990; Christians, I.: Die Notwendigkeit der Sklaverei. Eine Provokation in N.s Philosophie, in: Nietzscheforschung 4 (1998), 51–83.

Ingo Christians

Sokratismus

“生活与哲学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通过认识来改变本质是唯理主义的常见错误，以苏格拉底为首”（1870年2月致Deussen的信）。在其70年代初的著作中，尼采从一种“无限深化的日耳曼意识”的立场来审视苏格拉底主义，并将其评判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它虽然赋予了“亚历山大时代的开朗”(GT 19, KSA 1, 125)，却表现为“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Socrates und die Tragoedie, KSA 1, 541)。苏格拉底，这个始终无法触及“悲剧认识”的人，是“一种全新形式的[]生存至福的导师”(Sokrates und die griechische Tragoedie, KSA 1, 639)：从他的世界观中，在数个世纪的流逝中不断涌现出“对田园诗般现实的安逸乐趣”，在其中，“自在的人”就是那“永远吹笛或歌唱的牧羊人”(GT 19, KSA 1, 125)。

在尼采这一时期的思考中，“苏格拉底主义”这一概念始终包含了↗启蒙运动的哲学。受瓦格纳和叔本华启发的“艺术形而上学”表明，一旦“神话的母体”(GT 23, KSA 1, 145f.)变得不育，任何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创造性自然力”。苏格拉底主义（“智慧在于知识”）蔑视↗“本能并因此蔑视艺术”，导致系统性地“毁灭↗神话”，并唤醒“对事物本质可探究性的信仰”(Sokrates und die griechische Tragoedie, KSA 1, 638)。苏格拉底的学说造就了“失去神话的人”。而这些新的“逻辑狂热者”却“像黄蜂一样令人难以忍受”(Socrates und die Tragoedie, KSA 1, 541f.)。然而，苏格拉底主义“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发挥作用”，确切地说，就在最初的功能


苏格拉底主义

能够榨取“低等人”（↗牺牲）。从这个角度，完全可以解释尼采本人对手册等的使用，或者他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末尾呼吁开展更广泛的道德史研究的用意。同时，“奴隶”不断为“主人”提供刺激和抵抗，后者藉此能够提升其权力（参见 N, KSA 11, 126, 222 u. 284; N, KSA 12, 491f.）。此外，“精神的奴役”这一公式（N, KSA 9, 34）矛头直指那种认为精神领域必须由自由统治的排他性准则。相反，强迫和压迫对于更高类型自身的发育成形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任何精神的培育（即某一本能的进一步发展）中，由所有本能构成的总力量将被引向一个具体目标，而所有其他本能都必须服从于这个目标（参见 JGB, Nr. 188; N, KSA 9, 491; N, KSA 12, 157; ↗培育）。

因此，主人与奴隶的区别并非简单地在于自由与不自由，或者在于有无能力为自己设定目标。“奴隶想要[…]无条件的东西”（JGB, Nr. 46, KSA 5, 67），他想要一种宗教、一种真理、一种道德；他想要永远紧紧抓住这些目标，因为他最终对自己那多变的、暂时性的存在感到绝望（↗时间，↗怨恨）。相比之下，更高类型的人能够对有限生命的种种条件说“是”，并依此生活（对尼采而言，这与接受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密切相关）；从这种态度中，更高的人汲取了其↗“距离的激情”以及过剩的力量，从而使自己与较低的类型区分开来。这个主奴差异本身非政治性的标准，可能正是尼采在探讨奴隶制的社会实现时运用了某些相互矛盾的设想的原因：比如，将其视为一种主人和奴隶不得相互接触的种姓制度（参见 AC, Nr. 57），或者视为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形式，在其中，更高类型在群众中暗中行使其权力（参见 N, KSA 13, 25–27; 对此参见 Taureck 1989, 154–176）。

参考文献

Taureck, B.: N. und der Faschismus, Hamburg 1989; Brose, K.: Sklavenmoral. N.s Sozialphilosophie, Bonn 1990; Detwiler, B.: N. and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Radicalism, Chicago/London 1990; Christians, I.: Die Notwendigkeit der Sklaverei. Eine Provokation in N.s Philosophie, in: Nietzscheforschung 4 (1998), 51–83.

英戈·克里斯蒂安斯 (Ingo Christians)

苏格拉底主义

“生活与哲学毫无关系[]。通过认识来改变本质，这是以苏格拉底为首的理性主义的常见谬误”（致多伊森的信，1870年2月）。在其70年代初的著作中，尼采从一种“无限深化的日耳曼意识”的立场来审视苏格拉底主义，并将其评判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它虽然能提供“亚历山大式的开朗”（GT 19, KSA 1, 125），但却表现为“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苏格拉底与悲剧》[Socrates und die Tragoedie], KSA 1, 541）。苏格拉底由于始终无法企及“悲剧性的认识”，因此成为“一种全新形式的[]生存之福的导师”（《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Sokrates und die griechische Tragoedie], KSA 1, 639）：数个世纪以来，他的世界观不断孕育出“对田园诗般现实的安逸欲望”，在这种现实中，“人本身”成了“永远吹着长笛或唱着歌的牧羊人”（GT 19, KSA 1, 125）。

在尼采这一时期的思考中，“苏格拉底主义”这一概念始终包含了↗启蒙运动哲学。受瓦格纳和叔本华启发的“艺术形而上学”表明，一旦“神话的母体”（GT 23, KSA 1, 145f.）变得不育，任何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创造性自然力量”。苏格拉底主义（“智慧在于知识”）蔑视“↗本能以及艺术”，导致了系统性的“对↗神话的毁灭”，并唤醒了“对事物本质的可探究性的信仰”（《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KSA 1, 638）。苏格拉底的学说造就了“没有神话的人”。然而，这些新的“逻辑狂热者”却“像黄蜂一样令人难以忍受”（《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41f.）。不过，苏格拉底主义“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发挥作用”，确切地说，就在合唱团的原始功能被放弃并引入对话的那一刻起，这就导致在索福克勒斯的剧中，尤其是在欧里庇得斯的剧中，舞台情节中“同情心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对辩证法那铿锵作响的武器交锋的明亮喜悦”（《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46）。

然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进一步深化了他对苏格拉底主义的思考。第14章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主义与艺术之间是否必然只存在一种对立的关系”（KSA 1, 96），而在第15节（这一节对于考夫曼[Kaufmann, 1950, 458ff.]解读尼采的苏格拉底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尼采断言，“理论人”的认知追求旨在驯服种种本能和力量，否则它们将在利己-攻击性的行为和普遍的“毁灭战”中发泄出来（苏格拉底主义作为维持“对生活的欲望”的“解药”；KSA 1, 100）。在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的讲座（1872年）中，尼采将苏格拉底介绍为“第一位生命哲学家”：在他那里，首次出现了“将正确的生活视为[]目的”，思考服务于“生活，而在所有先前的哲学家那里，生活则是服务于思考和认识的”（《前柏拉图哲学家》[Die vorplatonischen Philosophen]，KGW II/4, 354）。

因此，与苏格拉底传统的交锋对尼采来说是一项持续的挑战：“苏格拉底[…]与我如此亲近，以至于我几乎一直都在与他战斗”（N, 6[3], KSA 8, 97）。

1875–80年间，尼采反复研究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认为其《回忆录》是“希腊文学中最具吸引力的一本书”（N, 41[2], KSA 8, 584）。对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批判退居幕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意识到了个人的日常需求，而那些仅仅挂念着“灵魂的救赎、国家的服务、科学的促进”的祭司和理想主义者却总是忽视这些需求（WS, Nr. 6, KSA 2, 542f.）。

1881/82年，尼采引入了一个新主题（“最简单的事物实则非常复杂”：M, Nr. 6, KSA 3, 20），并阐明关于“意愿的简单性与直接性”的普遍信念是建立在一个古老谬误之上的（FW, Nr. 127, KSA 3, 483），而人类的行为及其动机实际上非常难以理解。在这些思考的框架内（特别是受哲学家 J. 鲍曼的启发），尼采再次回到苏格拉底主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然是“伟大的怀疑者”，但他们却“对[]那个最深层的谬误抱有天真无害的信仰，即认为‘正确的行动必定紧随正确的认识’，[]认为存在着关于某一行动本质的知识”（M, Nr. 116, KSA 3, 108f.）。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以及1875–78年的遗稿中，找不到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性考察，但这些批判后来以更尖锐的形式被重新拾起。苏格拉底主义现在被解释为一种“道德上的功利主义”，其基本原则（“做坏事是愚蠢的”）预示了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JGB, Nr. 190, KSA 5, 111）。苏格拉底应被理解“为希腊解体的工具，为典型的颓废者（décadent）”（EH, KSA 6, 310）。他的理性主义是“群氓的怨恨”，是一种“复仇的形式”，它将“早期古希腊人的所有本能都当作了死敌”；他的“丑陋”——这是一种“典型罪犯”的特征——是“一种[…]因杂交而受阻的发育的体现”（GD, KSA 6, 68–71；不过请参见 GD, KSA 6, 71–73，尼采在其中对苏格拉底主义与希腊颓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差异化的阐释）。

参考文献

Kaufmann 1950, 458–461; Dannhauser, W. J.: N.s View of Socrates, London 1974; Brobjer, T. H.: N.s Ethics of Character, Uppsala 1995, 92ff; Ottmann 2019, 38–42.

安德烈亚·奥尔苏奇 (Andrea Orsucci)

社会主义

尼采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源于他对↗“基督教”的批判。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那个老派的、典型的社会主义者柏拉图”（MA I, Nr. 473, KSA 2, 307）——共同构成了未来“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础（M, Nr. 132, KSA 3, 124）。“革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信奉或不信奉基督教的忏悔传教士”（FW, Nr. 5, KSA 3, 377），他们全都


社会主义

放弃了合唱队并引入了对话，这使得在索福克勒斯那里，尤其是在欧里庇得斯那里的舞台表演中，“同情退居其次，让位于对辩证法刀剑齐鸣的明快之乐”（《苏格拉底与悲剧》[Socrates und die Tragoedie]，KSA 1, 546）。

然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主义的思考走得更远。在第14章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主义与艺术之间是否必然只存在一种对立关系”（KSA 1, 96）。在第15节（这一节对考夫曼[Kaufmann, 1950, 458ff.]解释尼采的苏格拉底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尼采断言，“理论人”的求知欲是为了驯服那些本能与力量，否则它们就会在自私好斗的行为和普遍的“毁灭战”中发泄出来（苏格拉底主义作为维持“求生欲”的“治愈手段”；KSA 1, 100）。在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的讲座（1872年）中，尼采将苏格拉底介绍为“第一位生命哲学家”：在他那里首次出现了“正确的生活作为……目的”，思考服务于“生活，而在所有先前的哲学家那里，生活是服务于思考和认识的”（《前柏拉图哲学家》[Die vorplatonischen Philosophen]，KGW II/4, 354）。

因此，与苏格拉底传统的思想交锋对尼采来说是一项持续的挑战：“苏格拉底……离我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几乎总是在与他战斗”（N, 6[3], KSA 8, 97）。

1875-1880年间，尼采反复研究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形象，认为其《回忆录》（Memorabilia）是“希腊文学中最吸引人的书”（N, 41[2], KSA 8, 584）。对苏格拉底理性主义的批判退居其次。他指出，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意识到了个人的日常需求，而那些只考虑“灵魂的救赎、国家服务、促进科学”的祭司和理想主义者却总是忽视这些需求（WS, Nr. 6, KSA 2, 542f.）。

1881/1882年，尼采引入了一个新主题（“‘最简单’的事物是非常复杂的”：M, Nr. 6, KSA 3, 20），并指出人们对“意志的简单性和直接性”的普遍确信是基于一个古老的错误信仰（FW, Nr. 127, KSA 3, 483），而人类的行为及其动机实际上极难理解。在这些尤其受到哲学家J. 鲍曼（J. Baumann）启发的思考框架内，尼采再次回到了对苏格拉底主义的探讨：虽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曾是“伟大的怀疑者”，但他们“在涉及……那个最深的错误，即‘正确的认识必将带来正确的行动’，……即存在一种关于行动本质的知识时，却是天真的信徒”（M, Nr. 116, KSA 3, 108f.）。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以及1875-1878年的遗稿片段中，没有出现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性考察，但这些批判后来以更尖锐的形式被重新拾起。苏格拉底主义现在被解释为一种“道德功利主义”，其基本原则（“做坏事是愚蠢的”）预设了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JGB, Nr. 190, KSA 5, 111）。苏格拉底应被理解为“希腊解体的工具，典型的颓废者（décadent）”（EH, KSA 6, 310）。他的理性主义是“群氓的怨恨（Pöbel-Ressentiment）”，一种“复仇的形式”，“与早期希腊人的所有本能为敌”；他的“丑陋”——这是“典型罪犯”的特征——是“一种……因杂交而受阻的发育的表现”（GD, KSA 6, 68–71；但请参见GD, KSA 6, 71–73，尼采在那里对苏格拉底主义与希腊颓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差异化的阐释）。

参考文献：Kaufmann 1950, 458–461; Dannhauser, W. J.: N.s View of Socrates, London 1974; Brobjer, T. H.: N.s Ethics of Character, Uppsala 1995, 92ff; Ottmann 2019, 38–42.

Andrea Orsucci

Sozialismus

尼采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源于他对↗“基督教”的批判。基督教与↗“柏拉图主义”——“古老而典型的社会主义者柏拉图”（MA I, Nr. 473, KSA 2, 307）——共同构成了未来“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础（M, Nr. 132, KSA 3, 124）。“带有或不带有基督教色彩的革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忏悔说教者”（FW, Nr. 5, KSA 3, 377），他们全都是“颓废者”（GD, KSA 6, 139）。尼采将“严肃的世界观视为免于社会主义的唯一拯救”（N, KSA 7, 259）。他不赞成暴力的财产分配，而是希望“观念的逐渐改造”、正义感的提升、“更高文化的行动”以及“所有通向小康之境的工作途径”（MA I, Nr. 452, KSA 2, 294, 314, 681）：“对抗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内心瘙痒的唯一手段”是：不去挑衅大众，不炫耀奢侈，并增加对奢侈品的征税（MA II, Nr. 304, KSA 2, 503）。因为眼下所有的权力机构都在试图“利用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来强化自身”；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民距离“作为改变财产权获取学说的社会主义最遥远”，以至于人们“可以把社会主义当作一场挺过去的疾病而将其遗忘”（WS, Nr. 292, KSA 2, 684）。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捕鼠人的笛声”使得工人因为“疯狂的希望而变得狂热”（M, Nr. 206, KSA 3, 184）。如果拥有财产的人能在“眼神和举止中多一些出身贵族的高贵，那么大众的社会主义也许就不会存在了”（FW, Nr. 40, KSA 3, 408）。从叔本华和反基督教的视角来看，1885年的遗稿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中，拙劣地隐藏着一种‘否定生命的意志’”（N, KSA 11, 586）；而在1888年：这是“对所有社会主义体系构建者的羞辱”及其错误估计，认为“苦难不再增长……但这也就是在谴责生命”（N, KSA 13, 256）。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反对意见在于……它试图为平庸的天性创造游手好闲的机会”（N, KSA 9, 221）。“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国家偶像崇拜者”用他们所谓的“中国式幸福”（FW, Nr. 24, KSA 3, 399）传播着一种“情感浪漫主义……：即政治上的社会主义”（GD, KSA 6, 152）。对尼采来说，幸福恰恰被社会主义者那“暴躁的气质”所削弱（N, KSA 8, 482）。早年他就在信件中批评过“社会主义……仿佛消除了一种罪恶的反自然现象，幸福与和谐就能被建立起来一样”（致Carl von Gersdorff，1869年9月28日）。

在尼采看来，社会主义与基督教是同属一类的腐败形式。它们促进了“人的总体退化”，直至沦为“社会主义的蠢货和浅薄之徒”（JGB, Nr. 203, KSA 5, 127）。社会主义者从基督教祭司那里继承了他们对↗“信徒”和弱者的↗权力意志：“现代社会主义意在创造耶稣会主义的世俗变体：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工具”（N, KSA 11, 80）。虽然社会主义抛弃了道德价值观，“但它如同基督徒一样信仰它们”；因此，“社会主义理想：无非是对那基督教道德理想的笨拙误解”（N, KSA 12, 148和558），或者反过来看：“基督教的兴起无非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学说”（N, KSA 13, 178）。由“社会主义理想（即基督教……在去基督教化世界中的残余）”产生了关于毫无任何不平等的“好人”的历史伪造（N, KSA 12, 456）：“社会主义决定无视这种不平等……在无视差异的这一决定中，蕴含着它那鼓舞人心的力量”（N, KSA 8, 412）——这是尼采对社会主义为数不多的正面评价之一。但总的来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腐化（基督教腐化的后果）”是社会等级秩序中最低下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在诉诸基督教本能”（N, KSA 13, 220, 424）：“基督教的价值判断在各处社会主义……体系中残存着”（N, KSA 12, 126）。社会主义是基督教那“已死之神”的替代品；“现在这个神缺失了，例如社会主义就接纳了许多原本会紧紧抓住上帝不放的人”（N, KSA 9, 591）。在社会主义——如同基督教——的渴望背后，最终是那些境遇不佳者的权力意志：“就社会主义者想要彻底颠覆社会而言，他们就是在诉诸权力”（N, KSA 8, 482）。在“平等权利”的诉求背后，“社会主义群氓”隐藏着嫉妒与复仇（AC, Nr. 57, KSA 6, 244）。对尼采来说，“人与人的平等”和权利的平等意味着：“社会的大杂烩”（N, KSA 13, 70, 367）。尼采早在《悲剧的诞生》（1872年）中面对“当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就大声呼喊：“‘善良的原始人’要求他的权利：这是多么像天堂般的远景啊！”（GT, KSA 1, 123）。在“社会主义那里……没有权利的问题”，只有“权力”的问题；其他一切都是非理性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最危险，正是因为没有某种特定的苦难在驱使他”（MA I, Nr. 446; MA II, Nr. 324, KSA 2, 289f., 513）。因此，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其追随者目前正聚集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这种对权力的感觉，以及这权力本身，对他们来说太年轻了”（M, Nr. 184, KSA 3, 160）：“无神无主（ni dieu ni maître）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式”（JGB, Nr. 202, KSA 5, 125）。

尼采认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源于↗“怨恨”、嫉妒、复仇以及针对个人的“↗对利己主义的仇恨”（N, KSA 13, 233）。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一种对个体化的反动”（N, KSA 9, 515）。尼采质疑，在社会主义井然有序的状况下，是否能展现出以往文化在无序状态下所取得的类似成就；因为伟大的人是在“↗荒野的自由中”成长起来的（N, KSA 8, 481）。这并不是“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渴望↗‘自由社会’的↗愚笨哲学骗子和兄弟会狂热分子”所追求的自由（JGB, Nr. 202, KSA 5, 125）。他们对“↗公社，这一现在全欧洲社会主义者共有的最原始社会形式的↗倾向”，是否意味着“↗征服者和主人种族，即雅利安人，在生理上也在走向没落？”（GD, KSA 5, 264），尼采由此以怀疑的口吻预感到了未来的“↗种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1887年前后的社会主义显然加速了这种即将来临的价值衰退：“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思想及其潜藏的无政府主义的逻辑结论……。因此，社会主义总体上是一件令人绝望的、酸楚的事情”；在社会主义者绝望的面孔与他们充满“↗无害羔羊般幸福的希望和期盼”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尼采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无论如何，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在这个正滚向愚蠢的社会地底下的不安分的鼹鼠，社会主义也将能够成为一种有益的、治愈性的事物：……它暂时保护了欧洲免受那威胁着它的女性化衰竭（marasmus femininus）”（N, KSA 11, 586f.）。在这篇1885年的遗稿片段中，尼采几乎原样采纳了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Bebel）（在1871年5月的演讲中）的言辞：面对即将到来的事物，20世纪的“肚子”将会有“彻底的‘作响’，而巴黎公社……也许只是一次轻微的消化不良”。尼采认为，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不再为社会提供任何材料”，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先生们，相信的情况大约恰恰相反”（FW, Nr. 356, KSA 3, 597）。但即便是统治阶级的王朝本身也是腐败的，并且需要社会主义来维持自身的存在：“社会主义的躁动”为他们提供了“采取例外措施的权力和剑”（MA II, Nr. 316, KSA 2, 506f.）。实际上，俾斯麦帝国的代表们必须在社会主义者的权力利益面前“掩饰”自己的权力利益，而社会主义者在1878年至1890年间被“反社会主义法”所牵制。

最终，尼采希望凯撒式的政治家出现，即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为榜样的“贵族个体”。因此，他在1887/88年预言式地问道：“20世纪的野蛮人在哪里？显然，只有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之后，他们才会显现出来并巩固自身”（N, KSA 13, 18）。20世纪孕育了这些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社会主义”的野蛮人，及其“权力意志”——尽管尚未巩固，但正因如此却更加专制——正如尼采所预见的那样：“社会主义是那行将就木的专制主义的充满幻想的弟弟，它想要继承后者的遗产”；它的存在依赖于“恐怖主义”，并在无意中为危险的“国家权力的积聚”提供了一个教训，甚至引起了对国家本身的怀疑；但是当社会主义呼号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权力”时，在这呼声背后随即会响起截然相反的声音：“尽可能少的国家权力”（MA I, Nr. 473, KSA 2, 307f.）。事实上，社会主义缺乏真正的领袖：“德国社会主义在其领袖身上是由怎样可怜的元素组成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没有一个人要求完全戒除酒精饮料——然而这种祸害比任何社会压力都要致命得多！”（N, KSA 9, 221）。除了这种自我麻醉，在社会主义中还统治着无政府主义的冲动，尼采按照他的权力学说对此进行了解释：“社会主义……明白，人们必须被组织起来……采取统一行动，成为一种‘权力’；在这里，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煽动手段’”，它借此引起恐惧、吸引人并实施恐怖：“最重要的是——它把勇敢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拉到了自己一边，哪怕只是在精神上”（N, KSA 12, 503）。

参考文献：Behler, E.: Zur frühen sozialistischen Rezeption N.s in Deutschland, in: NSt 13 (1984), 503–520; Brose, K.: N. Geschichtsphilosoph, Politiker und Soziologe, Essen 1994, 152–217; Ottmann 21999, 25–31, 138–146, 299–307.

Karl Brose

Sprachphilosophie

绝不能将尼采的哲学概念绝对化，因为自从巴塞尔讲座《古希腊修辞学表述》（Darstellung der antiken Rhetorik）以及遗作《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以来，这些概念就仅仅是在一种根本性且影响深远的语言批判保留之下被表述出来的。即便是在尼采首次极其坚决地表达出这种语言批判保留的时刻，他依然通过将其反身用作讽刺，来防止这种保留本身变得教条化：“即便我们的个体与属的对立也是拟人的，它并非源自事物的本质，虽然我们也不敢说它不符合事物本质：因为这同样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断言，作为这样的断言，它与其反面一样是无法被证明的”（WL 1, KSA 1, 880）。

在尼采借由研究↗修辞学（↗语言哲学）转而完全从语言的概念性出发来对其进行批判之前，他依据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和瓦格纳的音乐哲学，给这种有意识的交流方式加上了另外两种无意识的、肉体-“本能”的交流方式作为补充：“手势语言与声音语言”（KSA 1, 572）。前者在↗阿波罗式的图像媒介中象征着伴随的表象，并经由史诗通向造型艺术；后者在狄俄尼索斯式的情感媒介中象征着原初的意志冲动，并经由抒情诗通向音乐（参见 Fietz 1992, 113–129 与 Kalb 1997）。在《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先前经过接受美学转换的“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对立，在概念层面上获得了一种批判性功能。因为，那个从人类一种基本的审美-创造性生命冲动中原初以隐喻方式获得的词语，之所以会固化为概念，是以遗忘为代价的，这种遗忘支撑着社会契约，规定了“真理”（在知性与事物相符合[ 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 ]、作为对事物的具有约束力的指称意义上）应该是什么。因为归根结底，真理只能主张同义反复，即那个指称自身的词语。任何超越于此的指涉性主张，都以遗忘为前提条件，并因此暴露出其作为幻象的本质。它遗忘的那个事实是：每一个词语都是隐喻的隐喻。在其起源处是一种神经刺激，这是对某物的感知在我们内心中唤起的，然后我们将其转化为一个表象图像；这是第一层隐喻。随后将这个表象图像重塑为一个声音图像，这是第二层隐喻。然而，即便是第一次转化，也是服从于一种完全主观的刺激，并遵循一种修辞学逻辑，因为人类感知赋予了事物某些属性以特权：“假如在语言的生成过程中真理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在命名时确定性是唯一的视角，我们怎么还能说：石头是硬的呢？仿佛我们除了一种完全主观的刺激之外，还能以其他方式知道‘硬’似的！我们按照性别来划分事物，我们把树称作阳性，把植物称作阴性：这是多么武断的转化！这飞离了确定性标准有多远啊！我们谈论一条蛇：这个名称指称的除了它自我蜿蜒的动作之外别无其他，因此它同样可以适用于蠕虫。这是多么任意的界定，对事物这种或那种属性做出的又是多么片面的偏爱！”（WL 1, KSA 1, 878f.）那个被尼采称为“纯粹不产生后果的真理”的“物自体”，对于人类来说因此是完全不可把握的。从刺激经由图像再到声音的隐喻式跳跃逻辑潜能的激发——尼采将其描述为“跨越领域的跳跃，径直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且


语言哲学

N.在其权力学说的意义上对此进行了解释：“社会主义[……]明白，人们必须[……]组织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成为一种‘权力’；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煽动手段’，它借此引发恐惧，进行蛊惑和恐吓：‘最重要的是——它将勇敢者、胆大妄为者拉拢到自己这一边，甚至在精神领域也是如此’”（N, KSA 12, 503）。

文献：Behler, E.: Zur frühen sozialistischen Rezeption N.s in Deutschland, 载于: NSt 13 (1984), 503–520; Brose, K.: N. Geschichtsphilosoph, Politiker und Soziologe, Essen 1994, 152–217; Ottmann 21999, 25–31, 138–146, 299–307.

Karl Brose

语言哲学

决不能将N.的哲学概念绝对化，原因在于，自他在巴塞尔的讲座《古希腊罗马修辞学描述》以及遗作《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以来，这些概念就仅仅是在一种根本且深远的语言批判保留下被系统阐述出来的。甚至对于这种语言批判的保留态度，在N.首次极其坚决地表达它时，为了避免将其教条化，他也以反讽的方式将其转而对准自身：“甚至我们关于个体和物种的对立也是拟人化的，并非源于事物的本质，即便我们不敢说它不符合事物本质：因为那将是一种教条的断言，并且作为这样的断言，它将与其反面一样无法被证明”（WL 1, KSA 1, 880）。

在N.通过研究↗修辞学（↗语言哲学）转而从概念性出发对语言进行全面批判之前，他借鉴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和瓦格纳的音乐哲学，在这种有意识的交流方式之外，并列提出了两种无意识的、肉体-“本能”的交流方式：“手势语和声调语”（KSA 1, 572）。前者在↗阿波罗式的图像媒介中象征着伴随的表象，并通过史诗导向造型艺术；后者在狄奥尼索斯式的情感媒介中象征着最初的意志冲动，并通过抒情诗导向音乐（参见 Fietz 1992, 113–129 和 Kalb 1997）。在《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先前转向效果美学视角的“有意识”与“无意识”之对立，在概念层面上获得了一种批判功能，因为这个原本——源于人类一种根本的美学-创造性生命冲动——隐喻地获得的词语，固化成了概念，其代价是一种遗忘，这种遗忘支撑着社会共识，即何为“真理”（在 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 [理智与事物的符合] 作为对事物具有约束力的命名的意义上）。因为真理从根本上来说只能要求同义反复，即指涉自身的词语。任何超出此范围的指涉要求，都以一种遗忘为前提，因此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幻象的本质。这就是对“每个词语都是隐喻的隐喻”这一事实的遗忘。在其起源处，是对某物的感知在我们体内唤起的一种神经刺激，我们将这种刺激转换为一幅表象图景；这是第一个隐喻，而将这幅表象图景临摹为一个声音图景，则是第二个隐喻。然而，哪怕是这第一次转换，也完全服从于一种主观的刺激，并遵循一种转义（tropisch）逻辑，因为人类的感知赋予了事物某些属性以特权：“如果在语言的起源中，真理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在命名时，确定性的观点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我们怎么敢说：石头是硬的；好像除了作为一种完全主观的刺激之外，我们还知道‘硬’是什么似的！我们按照性别对事物进行分类，把树称为阳性，把植物称为阴性：这是何等武断的转换！这是多么飞离了确定性的标准！我们谈论蛇：这个名称仅仅抓住了其蜿蜒盘旋的特性，因此也可以用来指代蠕虫。这究竟是些多么武断的界定，究竟是对事物这一属性或那一属性多么片面的偏爱啊！”（WL 1, KSA 1, 878f.）因此，被N.称为“纯粹无结果的真理”的“自在之物”，对人类来说是完全无法把握的。从刺激到图景再到声音的隐喻式跳跃逻辑的潜能化——N.将其描述为“跃出某一领域，直接进入另一个全新的领域”（WL 1, KSA 1, 879）——使词语与其在本质逻辑上声称要指代的事物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由于词语此时转化为一个概念，即在其中通过包摄将不相同的事物等同起来——N.的例子是抽象概念“叶子”，它必须适用于所有具体的叶子——，所以概念从根本上来说是隐喻之隐喻的隐喻。因此，对于“那么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N.可以给出那段被频繁引用的具有语言批判性的回答：“一支由隐喻、换喻、拟人构成的流动的军队，简言之，人类关系的总和，它们经过诗意和修辞的升华、转换和装饰，并且在长期使用后，在一个民族看来是固定的、规范的和具有约束力的：真理就是人们已经忘记其为幻象的幻象，是已经磨损并失去感官力量的隐喻，是磨平了图案的硬币，现在只能作为金属，而不再作为硬币被考量。”（WL 1, KSA 1, 880f.）。随后，N.在分析和概念层面上对这种批判进行了细化，将其扩展至“来自语法方面的诱惑”（JGB, 序言, KSA 5, 11f.），但他直到晚期作品都坚持了其各项原则。然而，在解释语言起源时的这种语言批判维度，在N.的《道德的谱系》中被补充了一个历史维度（参见 Nies 1991）：“赋予名称的领主特权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应当允许自己把语言的起源本身理解为统治者权力的体现：他们说‘这是某某’，他们用一个声音为每一样事物和每一个事件盖上印章，并借此似乎占有了它”（GM, 第一篇, 第2节, KSA 5, 260）。

在这两种情况下，N.都从思想所受的必然束缚中得出了一种认识论批判的论点：“理性的思考是按照一种我们无法摆脱的图式进行解释”（N, 5[22] KSA 12, 194）。伴随这种认识论批判而来的，是对语言作为成功的自我反思、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之工具的激进怀疑，因为我们是某种结构的囚徒，“这种结构作为所有反思之可能性的条件先于任何反思而存在，既先于对该结构自身的反思，也先于对意识对象的反思，还先于对意识对象之间关系的反思”（Simon 1972, 15）：“一个工具无法批判自身的适用性”（N, 2[132] KSA 12, 133）。在晚期作品中，与这种怀疑论并存的是一种对语言作为服务于哲学任务之工具的狂热概念，其任务是“战胜那些迄今为止在这个永恒的基础文本自然人（homo natura）上涂写和描绘的众多空洞和狂热的解释与附带意义”（JGB, 第230节, KSA 5, 169），毕竟人作为解释的物种，也渴望自己被解释。

文献：Simon, J.: Grammatik und Wahrheit, 载于: NSt 1 (1972), 1–26; 同上作者: Sprache und Sprachkritik bei N., 载于: Lutz-Bachmann, M. (编): Über F. N. Eine Einführung in seine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1985, 63–97; Nies, K.-D.: Sprache und Moral. Untersuchungen zu N.s Theorie von Genese und Entwicklung der Sprache, insbesondere im Zusammenhang seiner späten Moralphilosophie, Bern u.a. 1991; Fietz, R.: Medienphilosophie. Musik, Sprache und Schrift bei F. N., Würzburg 1992; Behler, E.: Die Sprachtheorie des frühen N., 载于: Borsche, T. u.a. (编): Centauren-Geburten. Wissenschaft, Kunst und Philosophie beim jungen N., Berlin/New York 1994, 99–111; Behler, E.: N.s Sprachtheorie und der Aussagecharakter seiner Schriften, 载于: NSt 25 (1996), 64–86; Hödl, H. G.: N.s frühe Sprachkritik. Lektüren zu »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 Wien 1997; Kalb, C.: Symbolik des Leibes. N.s frühe leib- und sprach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载于: Kodikas/Code 20 (1997), 275–299.

Martin Stingelin

国家

关于希腊国家的文章（FV 3, KSA 1, 764–777）为洞察N.早期的国家观念提供了最佳视角。针对那种自由主义的、“完全非日耳曼的[……]且非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N.将其传播归咎于“自私的无国家金钱贵族”），N.提出了他自己的见解，并将其展现为对希腊国家理想的重构以及对柏拉图国家理想的复兴。国家是一种手段，是自然所使用的“残酷工具”，旨在创造那样的等级秩序，这种秩序通过奴役大多数人并赋予少数人特权来创造文化。


国家

新的”（WL 1, KSA 1, 879）——将词语与它在本质逻辑上声称要指代的事物不可逾越地割裂开来。既然词语现在通过归摄将不相同的事物等同起来，从而转化为一个概念——尼采的例子是抽象概念“树叶”，它必须适用于所有具体的树叶——那么概念在根本上就是隐喻的隐喻的隐喻。因此，对于“那么真理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尼采给出了那段被广泛引用的、具有语言批判意味的回答：“一支由隐喻、换喻、拟人化组成的流动大军，简言之，是人类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在诗意和修辞上被升华、转移、修饰，在长久使用之后，在一个民族看来，它们变得固定、权威且具有约束力：真理是人们已经忘记其为幻象的幻象，是已经磨损并失去感官力量的隐喻，是失去压印图案、如今仅作为金属而非硬币被对待的硬币”（WL 1, KSA 1, 880f.）。随后，尼采在分析和概念层面上精炼了这种批判，将其扩展到“来自语法方面的诱惑”（JGB, Vorr., KSA 5, 11f.），并一直坚持其原则直至晚期作品。然而，在解释语言起源时的语言批判维度，在尼采的《道德的谱系》中被补充了一个历史维度（参见 Nies 1991）：“赋予名称的主人权利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人们应当允许自己将语言的起源本身理解为统治者权力表现的产物：他们说‘这是某某事物’，他们用一个发音将每一个事物和事件封印起来，并由此仿佛占有了它”（GM, 1. Abh., Nr. 2, KSA 5, 260）。

在这两种情况下，尼采都从思想必然面临的强制中得出了一种认识论批判的论点：“理性的思考是按照一种我们无法摆脱的图式进行解释”（N, 5[22] KSA 12, 194）。伴随着这种认识论批判的是一种激进的怀疑主义，即怀疑语言能否作为成功的自我反思、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的工具，因为借助语言，我们成为了某种结构的囚徒，这种结构“作为任何反思成为可能的条件，不仅先于对该结构自身的反思，先于对意识对象的反思，也先于对意识对象之间关系的反思”（Simon 1972, 15）：“一个工具不能批评其自身的适用性”（N, 2[132] KSA 12, 133）。在晚期作品中，与这种怀疑论相对立的，同时是一种将语言作为服务于哲学任务之工具的狂热概念，其任务是“战胜那些虚荣而狂热的解释和引申义，它们迄今为止一直被涂鸦描画在那个永恒的底本自然人（homo natura）之上”（JGB, Nr. 230, KSA 5, 169），因为人作为解释的物种，毕竟也想要被解释。

文献

Simon, J.: Grammatik und Wahrheit, 载: NSt 1 (1972), 1–26; 同上作者: Sprache und Sprachkritik bei N., 载: Lutz-Bachmann, M. (编): Über FN. Eine Einführung in seine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1985, 63–97; Nies, K.-D.: Sprache und Moral. Untersuchungen zu N.s Theorie von Genese und Entwicklung der Sprache, insbesondere im Zusammenhang seiner späten Moralphilosophie, Bern 等 1991; Fietz, R.: Medienphilosophie. Musik, Sprache und Schrift bei FN., Würzburg 1992; Behler, E.: Die Sprachtheorie des frühen N., 载: Borsche, T. 等 (编): Centauren-Geburten. Wissenschaft, Kunst und Philosophie beim jungen N., Berlin/New York 1994, 99–111; Behler, E.: N.s Sprachtheorie und der Aussagecharakter seiner Schriften, 载: NSt 25 (1996), 64–86; Hödl, H. G.: N.s frühe Sprachkritik. Lektüren zu »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 Wien 1997; Kalb, C.: Symbolik des Leibes. N.s frühe leib- und sprach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载: Kodikas/Code 20 (1997), 275–299.

Martin Stingelin

国家

要想最深入地了解尼采早期的国家观，当属那篇关于希腊国家的文章（FV 3, KSA 1, 764–777）。尼采将自由主义的、“完全非日耳曼的……且非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的传播归咎于“自私的、无国家的金钱贵族”，并以他自己的观点与之相对立，他将自己的观点呈现为对希腊国家理想的重构和对柏拉图式国家理想的恢复。国家是自然所使用的一种手段，是“残酷的工具”，借此来创造那种等级秩序，这种秩序通过奴役多数人和赋予少数人特权而使文化成为可能。因此，国家的最高目的在于为天才的孕育和诞生做准备。诚然，尼采也将国家理解为至少是对好战的自然状态（^战争，斗争）的部分克服，但绝非“利己主义个体的保护所”。最初，国家是“将混沌的群众划分和分割为军事种姓”，是征服和镇压的工具。人们已经压抑了这种“可怕的起源”；他们尊重并热爱国家，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只是一种未被他们意识到的“国家目的”的手段。

国家的任务不在于保证尽可能多的人过上好日子，而在于使好日子成为可能，即使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到；国家应当提供“文化的基础”（N, KSA 7, 733f.）。然而，对尼采而言，同样清楚的是，国家首先承担着一个更为基本的任务：在主要由恶意利己动机驱使的社会群体中建立和平与秩序（KSA 1, 710f.）。对“政治狂热”（furor politicus）的轻视，以及认为所有“除了政治家之外还需要其他人关心政治的”国家都是“糟糕的建制”的观点，证明了一种反共和的立场；因此，与叔本华一样，尼采也将国家理解为一种保护机构（SE, Nr. 7, KSA 1, 409）。比叔本华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影响；他指出了民主国家追求全能的倾向及其平均化的趋势。

政治机构的合理性仅仅在于精神文化的更高发展或更高级类型的产生——这种信念也塑造了尼采后来的“国家观”。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民主化的特定方面进行更具差异化的评价（↗民主）。他甚至承认，对于政治共同决定权原则，“没有什么好反对的”（MA, Nr. 438, KSA 2, 285f.）。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权力与权威关系的颠覆，这将是彻底的民主化所带来的后果，而在他那个时代，这还只是初露端倪。特别是传统的、基于“绝对的、监护性政府”原则的国家观，在民主化面前已不再适用。世俗化国家长远来看会失去其权威，因为当它只被承认为利益政治的工具并在利益竞争中不得不自我证明时，其权威便随之丧失。其结果是产生一种“对一切统治者的不信任”；这个过程最终导致了“国家概念的废除，以及‘私人与公共’之对立的取消”。所有国家活动，包括那些“旨在保护私人免受私人侵犯”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被私有化。一旦“对政治事物的神圣秩序的信仰”消亡，国家的基础就已经动摇。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人民主权理念，无法为国家建立新的“敬畏”。然而，尼采并没有被这种前景所吓倒；他将希望寄托在人类的智慧和利己之心上，并期望出现“一种比过去的国家更具目的性的发明”（MA I, Nr. 472, KSA 2, 302–307）。

然而，尼采关于未来民主制作为一种自由秩序的乌托邦，以及他关于社会之“自由的（libertär）”设置的愿景，对其国家观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他依然相信，国家的建立只能被设想为强者对弱者的征服行为（MA I, Nr. 99, KSA 2, 96），所有“国家和社会形式……永远只可能被视为奴役的形式”（N, KSA 9, 665），国家最终，即便是以其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形式，也是一种剥夺个人心智的强制机构，而那些能够按照英雄主义-禁欲主义理想生活的人则不依赖于此（N, KSA 9, 294; MA I, Nr. 473, KSA 2, 307f.; M, Nr. 184, KSA 3, 159f.）。他对现代国家概念的厌恶，特别强烈地表达在对“所有冷酷怪物中最冷酷的怪物”（Za I, KSA 4, 61–64）、对充满谎言和诱惑的权力、对“伪善之犬”即国家的控诉之中（Za II, KSA 4, 170）。然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抨击究竟针对什么，仍不明确；一方面，在他充满隐喻的修辞中，回响着“自然的”民族共同体与“人为的”国家相对立等保守主义动机，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在国家之外过一种自由生活的可能性。一种显而易见的猜测是，尼采在这里着眼的并非国家这一机构，而是人们对国家及整体政治事务倾注的——在他看来是不恰当的、过高的——重视。

在晚期著作中，尼采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在文明早期进程中建立国家的功能上。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尼采本人将这个词放在引号中——显得“像是一种可怕的暴政，一种碾压一切的、无情的机器”，它将“由人民和半兽人构成的原材料”变得驯服。“国家”这个概念在此代表了一个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征服者和主人种族”，他们征服了一群“尚未成型、仍在流浪的人口”。正如尼采所强调的，国家的形成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解释；因此，他斥责那些将国家的建立归结为社会契约的理论是脱离现实的（GM, Nr. 17, KSA 5, 324）。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似乎不足以为批判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观提供充分的基础。尼采虽然感到遗憾，在一个民主时代缺乏“制定长远计划的勇气”（FW, Nr. 356, KSA 3, 596），并且现代民主作为“国家的衰败形式”，已经不再具备“那些催生机构、催生未来的本能”（GD, KSA 6, 141）。但他同样在国家中看到了“有组织的暴力”和“不道德”，以及“巨大的疯狂”；国家懂得通过精巧的劳动和责任分工，驱使人们做出他们自发情况下不会采取的行动（N, KSA 13, 97; 187）。尼采在这个困境中没有找到出路。他认为，国家干预人类生存那种在道德上存疑的暴力，不仅对人类最初的文明化，而且对任何未来人类类型的提升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他知道，传统的国家权力主张在一个启蒙时代已无法再被合法化。

文献

Polin, R.: N. und der Staat oder Die Politik eines Einsamen, 载: Steffen, H. (编): N. Werk und Wirkungen, Göttingen 1974; Baier, H.: Die Gesellschaft – ein langer Schatten des toten Gottes. F.N. und die Entstehung der Soziologie aus dem Geist der décadence, 载: NSt 10/11 (1981/82), 6–22; Marti, U.: Ist das Tier, das versprechen darf, ein Zoon politikon?, 载: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5 (1993), 881–894.

Urs Marti

惩罚

尼采将刑法以及关于惩罚之意义和目的的观念演变，认识为共同体与个体之间权力关系的社会体现。通过“惩罚的起源和目的”可以看出，一个法律机构在当下的“有用性”并不能说明它的起源：“人们同样设想，惩罚被发明出来是为了惩罚。但是所有的目的、所有的有用性，都只是某种权力意志（ein Wille zur Macht）战胜了某种较弱的权力，并自发地将某种功能的意义印刻其上的迹象”（GM, 2. Abh., Nr. 12, KSA 5, 314）。惩罚最初是“对被憎恨、被剥夺抵抗力、被打倒的敌人正常行为的复制和模仿”，这个敌人被置于“不受和平保护”的境地，因为罪犯首先是一个“对共同体的破坏契约和背信弃义者”，他背叛了自己在此之前所分享的共同体的一切好处（GM, 2. Abh., Nr. 9, KSA 5, 307f.）。在尼采看来，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由契约确立的、最初不受限制的债务与权力关系，也是“受损债权人”施加惩罚的基础，债权人将罪犯打回到缔结债务关系之前的“野蛮且不受法律保护的（vogelfrei）状态”，以便现在可以将任何形式的敌意发泄在他身上，因此，惩罚实际上意味着实施战争法。共同体所达到的每一次权力增长，都决定了惩罚措施的演变：“一个共同体的权力和自我意识越是增长，刑罚就越是趋于温和；而对该共同体的每一次削弱和更深层的威胁，都会使其更严酷的形式重见天日。”


惩罚

国家

……接受“人造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在国家之外存在自由生活的可能性。一个显而易见的猜测是，尼采（N.）在此着眼的并非作为制度的国家，而是人们对国家以及整体政治事务——在他看来不恰当地——过高的评价。

在后期的著作中，他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国家建立在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功能。在此语境下，“国家”——尼采亲自给这个词加上了引号——显得“像是一种可怕的暴政，一种碾压一切、冷酷无情的机器”，它使“由人群和半兽人组成的原材料”变得顺从。这里的“国家”概念代表了一个以战争方式组织起来的“征服者和主人种族”，他们征服了“仍然没有定型、仍在四处游荡的人群”。正如尼采所强调的，国家的产生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解释；因此，他斥责那些将国家建立归因于社会契约的理论是脱离现实的（GM, Nr. 17, KSA 5, 324）。

然而，这种“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似乎并不能为批判现代自由主义的国家概念提供充分的基础。尼采虽然感叹，在一个民主时代缺乏“作长远规划的勇气”（FW, Nr. 356, KSA 3, 596），现代民主作为“国家的衰亡形式”“不再具有那些能从中生长出制度、生长出未来的本能”（GD, KSA 6, 141）。但他也在国家中看到了“有组织的暴力”和“不道德”，看到了“巨大的疯狂”；国家懂得如何通过精巧的劳动与责任分工，驱使人们去做出他们自发情况下不会去做的行为（N, KSA 13, 97; 187）。

尼采未能从这个困境中找到出路。他不仅就人类最初的文明化而言，而且就未来人类类型的每一次提升而言，都认为国家对人类生存那种在道德上存疑的暴力干预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他也明白，在启蒙时代，传统的国家权力诉求已无法再获得合法性。

参考文献：Polin, R.: N. und der Staat oder Die Politik eines Einsamen, in: Steffen, H. (Hrsg.): N. Werk und Wirkungen, Göttingen 1974; Baier, H.: Die Gesellschaft – ein langer Schatten des toten Gottes. F.N. und die Entstehung der Soziologie aus dem Geist der décadence, in: NSt 10/11 (1981/82), 6–22; Marti, U.: Ist das Tier, das versprechen darf, ein Zoon politikon?,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5 (1993), 881–894.

Urs Marti

惩罚

尼采将刑法以及关于惩罚的意义与目的的观念变迁，视为共同体与个人之间权力关系的社会表现。通过“惩罚的起源与目的”可以看出，一个法律制度在当下的“有用性”并不能说明它的起源：“因此，人们也曾把惩罚想象成是为了惩罚而发明的。但是，一切目的、一切有用性，都只不过是一个权力意志战胜了某个力量较弱者，并从自身出发赋予了其某种功能意义的迹象罢了”（GM, 2. Abh., Nr. 12, KSA 5, 314）。

惩罚最初是“对被憎恨的、被解除武装的、被击倒的敌人之正常行为的模仿与重演”，这个敌人被置于“失去和平保护”的境地，因为罪犯首先是一个“对整体破坏契约和背信弃义的人”，这涉及他在此之前所分享的共同体的一切利益（GM, 2. Abh., Nr. 9, KSA 5, 307f.）。在尼采看来，共同体与个人之间由契约确立的、最初不受限制的债务与权力关系，也是“受损债权人”施加惩罚的基础；债权人将罪犯打回订立债务关系之前那“野蛮且不受法律保护的状态”，因此现在任何形式的敌意都可以发泄在他身上，惩罚实际上就意味着战争法的应用。共同体所达到的权力程度决定了惩罚措施：“如果一个共同体的权力及其自我意识增长了，那么刑法也总是随之缓和；该共同体的每一次削弱和遭受的深层威胁，都会使其更严厉的刑法形式重新显露出来”（GM, 2. Abh., Nr. 10, KSA 5, 308f.）。

因此，按照尼采的观点，在刑法的发展中可以设想“一种社会的权力意识”，这种社会最终有能力“让侵害它的人免受惩罚”；既然惩罚不再必须向债权人“偿还”，尼采在这其中看到了“正义的自我扬弃”。

在惩罚中，必须将“相对持久的东西[…]，即‘戏剧’，某种严格的程序序列”与“其中流动的东西，即与执行这些程序相联系的意义、目的和期望”区分开来（GM, 2. Abh., Nr. 13, KSA 5, 316）。尼采认为，刑法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在于“将罪犯及其行为隔离开来”，并且“将每一次罪过都在某种意义上视为可偿还的”（GM, 2. Abh., Nr. 10, KSA 5, 308）。由此，惩罚便脱离了最初那种与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法地位相联系的债务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制度，但它依然屈从于符合社会价值观的、针对行为人的权力关系。

尼采认为，惩罚的本质并非建立在行为与个人可责难意义上的“罪责”之间的关系之上。将刑法上的罪责归因于行为人的责任——“因为他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事实上是一种极晚才达到的，甚至可以说是精巧的形式”（GM, 2. Abh., Nr. 4, KSA 5, 298），并且只有在社会的权力使得不再需要将罪犯驱逐出去之后，这种形式才会被纳入考量。

在尼采看来，“自由意志”的假设不能作为惩罚的归责依据，因为意志并不是由最终目的促成的，意识到的目的仅仅是引发行动的一种“内在”“刺激”（N, KSA 10, 663）。因此，在“苍白的罪犯”身上，意志与事后根据社会价值观所建构的行为表象分道扬镳了：“但思想是一回事，行为是一回事，行为的意象又是另一回事。因果的轮子并不在它们之间滚动”（Za I, KSA 4, 45f.）。

参考文献：Engelhardt, K.: Die Transformation des Willens zur Macht, in: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71 (1985), 499–523; Kerger, H.: Autorität und Recht im Denken N.s, Berlin 1988, 69, 167–176; Schild, W.: Der Strafbegriff F.N.s. Eine philosophische Annäherung, in: Schulz, J./Damnitz, M. (Hgg.): Festschrift für Günter Bemmann, Baden-Baden 1997, 101–124.

Henry Kerger

主体

I. 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传统将自我意识的“我”与身体分离开来，将其实体化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以其意识状态作为确凿而真实的认知世界的出发点，并将理性或“精神”宣布为现实的本质。与这种传统相反，尼采主张一种“器官学的意识模型”（Schlimgen 1999, 51），它将↗“肉体”置于首要位置。在尼采看来，“我”或“精神”——“只不过是表示肉体上某物的一个词汇”——仅仅是为了提升生命和扩张权力而通过进化产生的（不完美的）↗“认识”的“工具”（参见 Za I, KSA 4, 39 以及 JGB, Nr. 6, KSA 5, 20）。

对尼采而言，“我”正如其意愿一样，仅仅“作为词汇是一个统一体”（JGB, Nr. 19, KSA 5, 32）。相反，“主体应作为多数性”，或者被理解为一种“‘细胞’的贵族统治”（N, 40[42], KSA 11, 650），而“终将朽灭的灵魂”应被理解为分层构造的“[命令与服从的]冲动与情感的社会结构”（JGB, Nr. 12, KSA 5, 27），以至于“在一切思考中，似乎都有多数的人参与其中”（N, 38[1], KSA 11, 595），而人本身也表现为“多种‘权力意志’的集合体”（N, 1[58], KSA 12, 25）。对尼采来说，最多只有整个有机体才能作为统一体被纳入考量，即“作为组织与协同作用”，类似于一个自我组织的“人类共同体”（N, 2[87], KSA 12, 104）。然而，值得怀疑的是，一个多元的“主体”如何还能将各种感觉、思想和表象认同为属于自己的（参见 Himmelmann 1996, 199）。

II. 尤其是由 ↗笛卡尔将“主体”阐释为思维实体的做法，被尼采称为“主体与我的迷信”（JGB, Vorrede,


主体

(GM, 第2篇, 第10节, KSA 5, 308f.)。因此，在刑法的发展中，根据N.的观点，可以设想“一种社会的权力意识”，它最终能够承受得起“让其损害者免受惩罚”；惩罚不再必须向债权人“偿清”，在这一点上，N.看到了“正义的自我扬弃”。

在惩罚中，必须将“相对持久的东西[]，即‘戏剧’，某种严格的程序序列”与“其中流动的东西，即意义、目的以及与执行此类程序相联系的期望”区分开来 (GM, 第2篇, 第13节, KSA 5, 316)。N.将刑法发展中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看作是“将罪犯与其行为隔离开来”，并将每一次罪过“视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偿清的” (GM, 第2篇, 第10节, KSA 5, 308)。由此，惩罚作为一个法律制度，便从最初的债务关系（这种关系与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公法地位相联系）中独立出来，但它依然受制于符合社会价值观的针对行为人的权力关系。N.并不认为惩罚的本质是由行为与个体可谴责性意义上的“罪责”之间的关系所奠定的。通过行为人的责任（“因为他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来论证刑法上的罪责，“实际上是一种极晚才达到的、甚至可以说是精心雕琢的形式” (GM, 第2篇, 第4节, KSA 5, 298)，并且只有在社会的权力不再需要将罪犯驱逐出去之后，它才会被纳入考量。

在N.看来，假设一个“自由意志”不能作为惩罚的归责理由，因为意志并非目的性生效的，有意识的目的仅仅是触发行动的一种“内在”“刺激” (N, KSA 10, 663)。因此，在“苍白的罪犯”身上，意志与事后根据社会价值观构建的行为表象发生了分裂：“但是思想是一回事，行为是一回事，行为的意象是另一回事。因果之轮并不在它们之间滚动” (Za I, KSA 4, 4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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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Kerger

主体

I.

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传统将自我意识到的“我”与身体分离，并将其实体化为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将其意识状态作为确实且真实的认识世界的出发点，并将理性或“精神”宣称为现实的本质。与这种传统相反，N.主张一种“器官学意识模型” (Schlimgen 1999, 51)，该模型将↗“肉体”置于首位。“我”或“精神”——对于N.而言“仅仅是身体上某物的代名词”——只是一种为了提升生命和扩张权力而通过进化产生的（不完美的）↗“认识”之“工具” (参见 Za I, KSA 4, 39 和 JGB, 第6节, KSA 5, 20)。

对于N.而言，“我”正如其意志一样，仅仅“作为词语是一个统一体” (JGB, 第19节, KSA 5, 32)。取而代之的是，应当将“主体视为一种多样性”，或者说视为一种“‘细胞’的贵族制” (N, 40[42], KSA 11, 650)，并将“终有一死的灵魂”理解为由[命令和服从的]冲动和情感构成的具有等级结构的“社会结构” (JGB, 第12节, KSA 5, 27)，因此“在所有的思考中似乎都有众多人格的参与” (N, 38[1], KSA 11, 595)，而人本身则表现“为‘权力意志’的多样性” (N, 1[58], KSA 12, 25)。在N.看来，最多只有整个有机体，作为与一个自我组织的“人类共同体”相类似的“组织和协同作用”，才能被视为统一体 (N, 2[87], KSA 12, 104)。然而，一个多元的“主体”如何还能将感觉、思想和表象认同为自己的东西，这仍然是一个问题 (参见 Himmelmann 1996, 199)。

II.

将“主体”解释为思维实体（尤其是由↗笛卡尔所作的解释），被N.称为“主体和自我的迷信” (JGB, 序言, KSA 5, 11)，他认为这种迷信源于“语言的诱惑” (GM, 第1篇, 第13节, KSA 5, 279)，语言的主客体结构迫使我们在每一个事件中去寻找一个“行动者”-主体 (参见 N, 14[79], KSA 13, 258 和 JGB, 第17节, KSA 5, 31)。这种受制于传统形而上学实体-偶性图式的二元论思维结构遭到了N.的强烈抵制。他认为它起源于人类“理性”的特性，这种特性“迫使我们去设定统一性、同一性、持久性、实体、原因、物性、存在” (GD, “哲学中的‘理性’”, 第5节, KSA 6, 77)，因为人类的“认识”无法直接接触到世界上动态的运动变化过程。对于N.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偏见” (同上)，它绝不能反映内部或外部现实的真实构造，而仅仅是有助于使现实变得可理解和可计算。

III.

根据N.的观点，人类凭借其可用的“认识机制”，始终只能“主观地”和“视角主义地” (↗视角主义) 感知或解释世界，因此，他将独立于主体的“客观”认识的可能性当作荒唐之物予以拒斥；因为那将意味着“在没有表象的情况下去表象”世界 (N, 10[D82], KSA 9, 431)。只有在对某一事态进行评价时考虑到尽可能多不同的视角，“客观性”才是可以被追求的 (参见 GM, 第3篇, 第12节, KSA 5, 365)。然而，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N.认为“客观性”既不可达到，也不足取，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受利益引导且具有创造性的，并且N.将拒绝赋予事物自身意义或↗“价值”的做法，视为“虚弱意志”和“内在自我蔑视”的症状 (JGB, 第21节, KSA 5, 36)。近代哲学的主观主义转向因此在N.这里获得了极端的展现，海德格尔将其称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 (Heidegger 1961, 第2卷, 382)。同样在道德方面，“主体”也被召唤去进行自我立法和创造新价值 (参见 JGB, 第211节, KSA, 5, 144f.)，然而在此过程中，N.通过将自律与“道德性”剥离开来 (参见 Himmelmann 1996, 114)，从而过度拉伸了↗康德的自律思想，并以这种方式免除了“主体”的伦理责任。

通过对传统“主体”概念独树一帜的批判，N.预示了进化认识论、精神分析 (↗心理学) 以及系统论的基本假设，并且深远地影响了“后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通过彻底消解“主体”，将N.的“主体去权策略” (Schlimgen 1999, 48) 推向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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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avid Salehi

舞蹈，舞者

在N.的哲学中，舞蹈扮演着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角色。从N.将↗“肉体”作为“大理智”而完全展开其统一性的目标出发，舞蹈代表着轻盈、自由、优越以及生命不言而喻的概念。一切都必须激发原本步履沉重的人去舞蹈，正像查拉图斯特拉所提出的“价值的标准”那样：“你们这些高等人，你们最糟糕的一点是：你们都未曾学会舞蹈，像必须舞蹈那样去舞蹈——跨越你们自己去舞蹈！你们失败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Za IV, KSA 4, 367)。在N.所追求的自我创造的审美状态中，节庆、情感高涨、掌控存在之丰裕的权力，以及塑造力与扩展的结合等特质，与在舞蹈中所表现出的轻盈和无重力的特质结合在了一起 (Kaulbach 1980, 277)。舞蹈象征着作为成功运动的自我克服。舞蹈是那种旨在帮助比人本身更高种类之物得以存在的活动的表达。雅斯贝尔斯对N.的解释将


舞蹈，舞者

KSA 5, 11），这源于一种“语言的诱惑”（GM，第一篇，第13节，KSA 5, 279），其主客体结构迫使我们在每次事件中寻找一个“行动者”主体（参见 N, 14[79], KSA 13, 258 和 JGB, 第17节, KSA 5, 31）。尼采强烈拒绝这种受制于传统形而上学实体-偶性图式的二元论思维结构。他认为，它源于人类“理性”的特质，这种特质“迫使我们设定统一性、同一性、持续性、实体、原因、物性、存在”（GD，“哲学中的‘理性’”，第5节，KSA 6, 77），因为人类的“认知”无法直接触及世界上动态的变化过程。对尼采而言，这是一种“理性偏见”（同上），它绝不能反映内部或外部现实的实际结构，而仅仅是有助于使现实变得可理解和可计算。

III. 按照尼采的观点，人利用其现有的“认知机制”，始终只能“主观地”和“视角性地”（↗视角主义）感知或解释世界，因此他驳斥了独立于主体的、“客观”认知的可能性，认为其毫无意义；因为这将意味着“在没有表象的情况下去表象”世界（N, 10[D82], KSA 9, 431）。“客观性”只能在评估某事态时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不同视角的意义上被追求（参见 GM，第三篇，第12节，KSA 5, 365）。然而，在价值中立的意义上，尼采认为“客观性”既不可企及也不足取，因为人类的认知总是受利益驱动且具有创造性的，而且尼采在拒绝赋予事物自身意义或↗价值的做法中，看到了一种“软弱意志”和“内在自我蔑视”的症状（JGB，第21节，KSA 5, 36）。近代哲学的主观主义转向因此被尼采推向了极致，海德格尔将其称为“主体性的形而上学”（Heidegger 1961, 第2卷, 382）。在道德方面，“主体”同样被呼唤进行自我立法和创造新价值（参见 JGB，第211节，KSA 5, 144f.），然而在此过程中，尼采过度扩展了↗康德的自律思想，将自律与“道德性”剥离开来（参见 Himmelmann 1996, 114），从而以此方式免除了“主体”的伦理责任。

通过对传统“主体”概念独树一帜的批判，尼采预示了进化认识论、精神分析（↗心理学）以及系统论的基本假设，此外还深远地影响了“后现代”哲学，后者通过彻底消解“主体”，将尼采的“剥夺主体权力策略”（Schlimgen 1999, 48）推向了顶峰。

Literatur: Heidegger 1961; Himmelmann, B.: Freiheit und Selbstbestimmung. Zu N.s Philosophie der Subjektivität, Freiburg/München 1996; Robling, F.-H.: Plastische Kraft: Versuch über rhetorische Subjektivität bei N., in: NSt 25 (1996), 87–98; Striet, M.: Das Ich im Sturz der Realität, Regensburg 1998; Schlimgen, E.: 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 Berlin/New York 1999; Gerhardt, V.: Selbstbestimmung. Das Prinzip der Individualität, Stuttgart 1999.

Djavid Salehi

Tanz, Tänzer

舞蹈在尼采的哲学中扮演着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角色。从尼采的目标——即作为“大理性”的↗身体之充分展开的统一性——出发，舞蹈是关于轻盈、自由、卓越和生命之不言而喻性的概念。一切都必须激发原本步履沉重的人去跳舞，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提出的“价值标准”：“你们这些高等人，你们最糟糕之处在于：你们都没有学会跳舞，学会如其所当的那样跳舞——超越你们自己去跳舞！你们的失败又算得了什么！”（Za IV, KSA 4, 367）。在尼采所追求的自我创造的美学状态中，节庆的特质、情感的升华、对生存之丰富性的掌控力，以及塑造力与扩张力的结合，与舞蹈中所表现出的轻盈和失重感交织在一起（Kaulbach 1980, 277）。舞蹈作为成功运动的象征，代表着对自我的克服。舞蹈是那种旨在助产出比人类自身更高类属的存在的活动的表达。雅斯贝尔斯对尼采的解释将舞蹈视为实现↗超人的途径。雅斯贝尔斯在提及尼采时认为，生而为人，其价值仅在于作为过渡与没落；人被要求超越自身“跳舞而过”。笑的神圣化、舞蹈的轻盈以及对↗重之精神的战胜是紧密相连的（Jaspers 1936, 196）。

尼采始终追求那些可以随日起舞的真理——也就是那些对自诩绝对的真理构成反驳的真理。他只接受能让双脚随之起舞的真理。因此，尼采想用舞蹈表达的，是真理的直接性。为了从自我中获得歇息，他要求人们具备滑稽可笑的愚者状态。舞蹈是狂放不羁的象征，是作为向更远、更高、更深处进发之动力的澎湃激情的象征，是克服之运动的象征。尼采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那首致密斯特拉风的舞曲理解为一种“灵魂之勇敢状态”的比喻。舞蹈是尼采“艺术生理学”（↗美学）概念的一块试金石，即那种涵盖整个人类的、关于成功的、充满激情的生命的狄奥尼索斯式观念：人能够且应当超越自身“跳舞而过”，他应当跳过自己，超脱自身，他应当将超人性的直接真理舞动出来。

这也是尼采呼吁哲学家们实现思维之步履轻盈的本意。查拉图斯特拉如此评价自己：“现在我轻盈了，现在我飞翔了，现在我俯视自己，现在有个神在我体内起舞”（Za I, KSA 4, 50）。尼采赞颂了↑笑、轻盈和舞蹈，并由此影响了许多文学家。例如，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很早就表现出受到感染，推崇“作为肌肉中统治感的……作为运动之乐趣的、作为舞蹈的、作为轻盈和急板（Presto）的……力量（……）”；弗朗西斯卡·楚·雷文特洛伯爵夫人（Franziska Gräfin zu Reventlow）同样写道：“唯有那真实的、神圣的、伟大的生命在闪耀、欢笑与起舞”（Hillebrand I, 1978, 133 及 142）。

Christian Schüle

Tragödie

尼采关于希腊悲剧的构想并非完全局限于《悲剧的诞生》。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普夫尔塔中学（Schulpforta）时期，伴随了他在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时代，以及尼采在巴塞尔教授古典语文学（↗古典语文学）的岁月，甚至在他放弃巴塞尔的教职后仍在继续。因此，为了获得尼采关于希腊悲剧构想的完整图景，除了《悲剧的诞生》之外，我们还必须考察一系列其他著作，包括它们相互之间的语境联系。这些包括中学时代的作文、公开演讲（《希腊音乐剧》、《苏格拉底与悲剧》）、遗稿论文（《狄奥尼索斯世界观》）、课堂讲义，尤其是1870年夏季学期（SS 1870）关于索福克勒斯的讲义（《索福克勒斯悲剧导论》），直至80年代末的作品和遗稿片段。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尼采始终将其关于希腊悲剧的论点视为对古典语文学的科学贡献。这一方面往往被那些在《悲剧的诞生》中看到某种从语文学向哲学过渡的人所低估。尽管尼采始终与自己的学科保持着一种成问题的关系（↗“对于语文学，我生活在一种傲慢的疏离中，简直无法想象比这更糟糕的了”，致罗德，1871年3月），但在创作《悲剧的诞生》期间，他仍自视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语文学家。尼采仅仅是激烈批判了一种特定的古典语文学观念，这种观念在19世纪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关于方法与结果之客观性的神话）而广泛传播。在他看来，这种观念不适合对古典时代（尤其将其作为一种美学和语文学现象）进行更全面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他与克罗伊策尔（Creuzer）、韦尔克（Welcker）、K. O. 米勒（K. O. Müller）、巴霍芬（Bachofen）和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观点不谋而合。通过他对悲剧的诠释，尼采希望成为新一代语文学家的代表（↗摆在我面前的是


悲剧

舞蹈作为促成 ↗超人（Übermensch）的途径。雅斯贝尔斯在谈及尼采时认为，生而为人只有作为过渡与没落的价值；它要求人们“跳舞越过”自己本身。笑的神圣化、舞蹈的轻盈以及对 ↗重力之灵（Geist der Schwere）的战胜是不可分割的（Jaspers 1936, 196）。

尼采始终追求那些可以伴之起舞的真理——也就是那些对自诩绝对的真理提出反驳的真理。他只接受双脚能伴之起舞的真理。因此，尼采想用舞蹈表达的是真理的直接性。为了从自身中获得歇息，他要求人类展现出滑稽的痴愚。舞蹈是狂傲（Übermut）的象征，是充溢的象征，这种充溢推动着人们走向更远、更高、更深邃之处，走向克服（Überwinden）的运动。尼采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给西北风的舞曲》理解为“灵魂勇敢状态”的比喻。舞蹈是尼采“艺术生理学”（↗美学）这一美学概念的试金石，这是一种涵盖完整人类的、关于成功的、充满激情的生命的酒神式观念：人能够且应该“跳舞越过”自身，他应当跨越自己，超越自己，他应当舞出超人性的直接真理。

这也是尼采呼吁哲学家们在思想上保持步履轻盈的用意所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此谈论自己：“现在我轻盈了，现在我飞翔，现在我看到自己处于我之下，现在有一个神通过我舞蹈”（《查》第一部，KSA 4, 50）。尼采赞美了 ↑ 笑、轻盈和舞蹈，并以此影响了许多文人。比如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很早就表现出被“作为肌肉中统治感的……作为运动之乐的、作为舞蹈的、作为轻盈与急板（Presto）的力量（……）”所感染；弗兰齐斯卡·楚·雷文特洛伯爵夫人（Franziska Gräfin zu Reventlow）亦是如此：“唯有那真实的、神圣的、伟大的生命在闪耀、欢笑与舞蹈”（Hillebrand I, 1978, 133 乃至 142）。

Christian Schüle

悲剧

尼采对希腊悲剧的构想并非完全局限于《悲剧的诞生》。对这一主题的探讨可以追溯到普福尔塔中学（Schulpforta）时期，伴随了他在波恩和莱比锡的大学时代，以及尼采在巴塞尔教授古典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岁月，甚至在他放弃巴塞尔的教职后仍在继续。因此，为了获得尼采希腊悲剧构想的完整图景，我们必须超越《悲剧的诞生》，考察一系列其他著作，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包括中学作文、公开演讲（《希腊音乐剧》、《苏格拉底与悲剧》）、遗作论文（《酒神世界观》）、讲课笔记——尤其是1870年夏季学期关于索福克勒斯的笔记（《索福克勒斯悲剧导论》）——一直到80年代后期的著作和遗作片段。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尼采始终将他关于希腊悲剧的论断视为对古典文献学的学术贡献。那些将《悲剧的诞生》视为从文献学向哲学过渡的人，往往过于低估了这一方面。尽管尼采与他自己的学科之间始终存在着成问题的发展关系（↗“我生活在对文献学一种狂妄的疏离中，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致罗德的信，1871年3月），但在《悲剧的诞生》成书期间，他彻头彻尾地将自己视为一名文献学家。尼采仅仅是在抨击19世纪蔓延开来的某一种特定的古典文献学观念，这种观念以自然科学为指导范式（方法与结果的客观性神话）。在他看来，这种观念并不适合对古代进行更全面的理解，尤其不适合将其作为一种美学和文献学现象来理解。在这一点上，他与克罗伊策（Creuzer）、韦尔克（Welcker）、K. O. 缪勒（K. O. Müller）、巴霍芬（Bachofen）和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观点不谋而合。凭借其对悲剧的诠释，尼采希望成为新一代文献学家的代表（↗“我最关心的是，我要掌握年轻一代的文献学家”，致里奇尔的信，1872年1月30日）。《悲剧的诞生》理应成为这一新方向的宣言。在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发表了质疑《悲剧的诞生》学术价值的小册子《未来的文献学！》之后，尼采承认：“作为文献学家，我在捍卫自己的皮肉：人们不想承认我是文献学家；因此，罗德代表了我这个文献学家”（致里奇尔的信，1872年8月12日）。正如最近已有充分文献证明的那样（Latacz 1994），尼采对悲剧的诠释绝非异想天开或毫无根据，而是符合当时古典学的认知水平。其非同寻常之处仅仅在于该书的外在形式：扉页上印着带有论战意图的插图（被解救的普罗米修斯），没有脚注，完全没有提及二手文献，引用方式常常不完整，对古代资料仅有粗略的提示甚至毫无提示，没有希腊语引用，风格极其主观，充满了意象与隐喻，部分内容晦涩难懂，语调充满论战意味且狂热，与学术论证的规则相去甚远。放弃学术上的博学，是出于对更广泛的非学术读者的考虑。事实上，尼采关于悲剧的几乎所有评论都可以追溯到古代资料，正如关于悲剧的讲义（与《悲剧的诞生》不同，讲义中总是注明了资料来源）以及（他的朋友）罗德题为《伪文献学》（Afterphilologie）的充满激情的辩护文章所证明的那样。尼采悲剧构想的关键点在于构建了一个解释模型，无论它是文献学、美学还是哲学性质的，它完全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设定着绝对解释范式的文本，且彼时仍被视为诠释悲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放弃亚里士多德这一点，单从尼采将悲剧“诞生”的时刻置于首要地位这一事实便显而易见。然而，关于起源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根本不起作用，其中仅有一处提及，即亚里士多德极其宽泛地探讨悲剧与酒神赞歌之间关系的地方，那是一个相对模糊且已被广泛讨论的段落（4, 1449a 9ff.）。大概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悲剧的起源就已经消逝在遥远而无法考证的过去。亚里士多德更加感兴趣的是悲剧从即兴的酒神赞歌到经典形式的“发展”，而他首要关注的是强调这一发展的“自然”进程。他没有说更多，或许他也不知道更多。其他关于悲剧起源的证据非常零星且出现较晚，直到今天对其的解释仍存在极大争议。与此截然相反，对尼采来说，起源问题是决定性的问题，他在美学和本体论层面上进行探讨，并引入了酒神精神（dionysisch）和 ↑日神精神（apollinisch）这两个类别，而这在《诗学》中是找不到对应物的。诞生的瞬间对尼采而言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在这一瞬间，才能重构和领会该现象的真实本质。

甚至对于《俄狄浦斯王》的杰出地位，尽管尼采与亚里士多德意见一致，但在尼采那里，其动机却截然不同。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起作用的类别，如“发现”（anagnorisis）、“突转”（peripeteia）、对观众产生作用的情感“怜悯”和“恐惧”（eleos kai phobos），在尼采的论述中完全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次要作用。他没有探讨这些类别，既没有在规范意义上，也没有在描述意义上使用它们。相反，受叔本华的影响，尼采将作为形而上学力量的音乐置于其考察的中心，而反过来，与行动（praxis）、言辞（logos）和叙事（mythos）相比，音乐这个元素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仅扮演从属角色。尼采悲剧构想中另一个关键点是所谓的悲剧“净化”（Katharsis）。在《诗学》最著名的段落之一（6, 1449b 24–28）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引起恐惧和怜悯以及与之相关的这些情感的净化来定义悲剧。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模型是莱辛的模型，他在《汉堡剧评》中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解释为一种道德涤荡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情感转化为美德，从而实现了观众在伦理和精神上的提升。尼采对悲剧效果的描述则截然不同，他援引了完全不同的证据，并有意忽略了亚里士多德。按照尼采的说法，观众参与到一种酒神体验中，这种体验带来了一种主要由音乐引起的蜕变，以至于观众将自己视为萨堤尔（Satyr）合唱团的一部分，并意识到了舞台上悲剧英雄的苦难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苦难之间深刻的类比关系。也就是说，悲剧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了狂欢性酒神仪式中原始的狂喜宗教体验。由此，尼采虽然明确地与亚里士多德-莱辛的模型拉开了距离，但同时却与一系列较新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1857年，即在《悲剧的诞生》问世的十五年前，古典文献学家雅各布·贝尔奈斯（Jacob Bernays）开启了重新解释净化概念的道路，他将这一概念追溯至医学语言，并在“宣泄”的隐喻意义上使用它，没有任何道德层面的言外之意（《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效果的佚失论文之纲要》，布雷斯劳）。此外，贝尔奈斯主张，必须将悲剧的效果重新与狄俄尼索斯崇拜的实践联系起来，悲剧正是最初从那里起源的。这些论点引起了激烈的论战，然而除了通过莱辛传播的经典亚里士多德模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完全无视了这些论点。尼采曾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借阅过贝尔奈斯的著作，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解释这种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但是还有一系列其他学者的论点在尼采那里产生了共鸣，例如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Karl Otfried Müller），他在其《希腊文学史》第二卷第21章（布雷斯劳 21857年版）题为《戏剧诗歌的起源》中，强调了悲剧与狂欢的狄俄尼索斯崇拜之间的初始联系，并将“忘我”的效果描述为与悲剧原始形态不可分割的东西。尤利乌斯·克莱因（Julius Klein），《戏剧史》（莱比锡 1865年）的作者，将悲剧的净化理解为从狂欢沉醉状态向日神式宁静状态的过渡。最后，保罗·约尔克·冯·瓦尔腾堡（Paul Yorck von Wartenburg）在1866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亚里士多德的净化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柏林）中，将狄俄尼索斯崇拜视为悲剧生长的土壤。尼采了解这些著作，很明显，他在阅读其中包含的论点时抱有完全特定的预设。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人怀疑过这些研究的学术价值，这足以证明——撇开《悲剧的诞生》的反学术形式以及对瓦格纳音乐剧的狂热不谈——尼采这种不诉诸亚里士多德类别来构想悲剧的方法是多么合理与合法。甚至 ↑日神与酒神（apollinisch-dionysisch）这对对立概念也并非尼采特别的创新，而是当时在古典学研究中已经拥有了悠久的传统。尼采的创新——如果确有的话——在于将这两个概念绝对化，对他来说，这两个概念不仅是解释希腊悲剧的模型，而且是解释一般艺术的模型。同样，关于悲剧的衰落和死亡是欧里庇得斯和 ↗“苏格拉底主义” 之杰作的观念，也绝非什么新鲜事。古代就有指向同一方向的证据，而且在施莱格尔兄弟那里也有一个精准的先例，尼采对其进行了间接引用（参见 Most 1993）。

这种有意识地对亚里士多德的摈弃，还可以从一条尼采并未将其收录进《悲剧的诞生》最终版本、但却非常值得引用的重要注释中看出：“特别是现在，我得以[允许]容许自己迈出几步，而无需希腊诗学洞穴中那位留存的火炬手亚里士多德来陪伴我。人们终究会停止为了希腊诗学更深层的问题而一遍又一遍地向他请教：毕竟关键只能在于，从经验中、从自然中去收集那些永恒而简单的、对希腊人同样适用的艺术创造法则：而在任何一位活生生的、完整的艺术家身上，都能比在那只密涅瓦的猫头鹰亚里士多德身上更好、更富有成果地研究这些法则，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早已疏离了那伟大的艺术本能[. . .]”（KSA 14, 54）。维拉莫维茨指责尼采（除其他指控外）脱离了《诗学》的分类框架，这并非空穴来风。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在多次谈及悲剧的地方，尼采依然重申了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抨击，以及对其关于悲剧净化效果的根本性“误解”的抨击：在尼采看来，这种效果绝不是道德层面的，而是酒神的、肯定生命的效果（参见《偶像的黄昏》，我受惠于古人什么 第5节，KSA 6, 160；《反基督》，第7节，KSA 6, 174；《遗稿》，15[10]，什么是悲剧的，KSA 13, 409–11）。

参考文献：Gründer, K.: Der Streit um N.s Geburt der Tragödie, Hildesheim 1969; Baeumer, M. L.: N.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Dionysian; in: OFlaherty, J. C./Sellner, T. F./Helm, R. M. (Hgg.): Studies in N.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hapel Hill 1976, 165–189; Kaufmann, W.: N. and the Death of Tragedy. A Critique, ebd., 234–254; Silk, M. S./Stern, J. P.: N. on Tragedy, Cambridge 1981; Arnott, W. G.: N.s view of Greek Tragedy, in: Arethusa 17 (1984), 135–149; Henrichs, A.: The Last of the Detractors. F.N.s Condemnation of Euripides, in: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7 (1986), 369–397; Barbera, S.: Apollineo e dionisiaco. Alcune fonti non antiche di N., in: Campioni, G./Venturelli, A.: La >biblioteca ideale di N., Neapel 1992, 45–70; v. Reibnitz 1992; Most, W. G.: Schlegel, Schlegel und die Geburt eines Tragödienparadigmas, in: Poetica 25 (1995), 155–175; Latacz, J.: Fruchtbares Ärgernis: N.s >Geburt der Tragödie und die gräzistische Tragödienforschung, in: Erschließung der Antike. Kleine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Stuttgart/Leipzig 1994, 46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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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

对于尼采来说，冲动（Triebe）本身不具有道德属性，正如它们本身并不伴随着快乐与痛苦的感受。根据尼采的观点，无论是在快乐与痛苦的层面上，还是在道德层面上对冲动的感知，都已经代表了冲动的“第二天性”。它的产生是因为冲动与人们自认为“善与恶”的道德判断联系了起来，并以此被评估和改造（参见《曙光》，第38节，KSA 3, 45）。

正如在尼采看来，冲动是超越善与恶的，它们本身也是超越效用和利己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冲动是不自私的。相反，冲动的行为方式是非利己的、自我牺牲的、不明智的，不仅“不考虑整个自我的利益”，甚至“违背我们的利益”，“反对自我”，尽管很多时候也是无意识地为了自我，因为它们以自私的方式运作（《遗稿》，1883年夏季，8[23]，KSA 10, 342）。在尼采看来，区分善良-无私的冲动和邪恶-自私的冲动，已经以道德判断的存在为前提；然而，借由这种判断，人们在事后反而未能认清：唯一真实的冲动都是自私的。这种事后引入的道德区分带来的后果是，人们现在屈从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可能存在无私的冲动，并由此去要求无私的冲动。但这导致了在评估行动时产生根本性的误解。因为人们现在必须假定，只有当人们否认自私冲动的存在时，一个行动才能被视为是好的、值得赞扬的（参见《遗稿》，1887年秋–1888年3月，10[57]，KSA 12, 485）。然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那表面上似乎纯粹利他的 ↑同情、对他人毫无私利的宽厚、以及脱离了对自身关切的互助，都被冠以“美德”之名，仿佛它们应当包含一种毫无私利的纯粹道德。其结果不仅是使得原本处于道德之外的价值评估被道德化，而且使得那些强大的、服务于群体自我保存的，但同时又带有危险性的冲动——如冒险欲、复仇心、狡诈、贪婪、支配欲——被印上道德污名并遭到否定，对尼采而言，这标志着“畜群的胆怯”战胜了那些强大但也危险、邪恶的，不仅维持生命而且还能提升生命的消极冲动（参见《善恶的彼岸》，第201节，KSA 5, 121–123）。在此显而易见的是，在尼采看来，“物种保存的冲动”（《快乐的科学》，第1节，KSA 3, 371）并非最终且最高的冲动，相反，尼采认为我们所有的冲动都指向 ↑意志


冲动

从自然中收集永恒且简单的、对希腊人同样有效的艺术创作法则：在任何一位活生生的、完整的艺术家身上研究这些法则，都要比在那只密涅瓦的夜猫子——亚里士多德——身上研究得更好、更富有成果，因为他本人就已经与伟大的艺术本能疏远了[……]”（KSA 14, 54）。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指责尼采脱离了《诗学》的范畴框架，这并非毫无根据。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尼采在多处谈及悲剧的地方，都会重新回到对亚里士多德的论战，以及后者对悲剧的净化作用根本性的“误解”上：尼采绝不认为这种作用是道德的，而是将其视为酒神的和肯定生命的（参见 GD, Was ich den Alten verdanke Nr. 5, KSA 6, 160; AC, Nr. 7, KSA 6, 174; 尼采, 15[10], Was ist tragisch, KSA 13, 409–11）。

参考文献：Gründer, K.: Der Streit um N.s Geburt der Tragödie, Hildesheim 1969; Baeumer, M. L.: N.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Dionysian; 载于: OFlaherty, J. C./Sellner, T. F./Helm, R. M. (编): Studies in N.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Chapel Hill 1976, 165–189; Kaufmann, W.: N. and the Death of Tragedy. A Critique, 同上, 234–254; Silk, M. S./Stern, J. P.: N. on Tragedy, Cambridge 1981; Arnott, W. G.: N.s view of Greek Tragedy, 载于: Arethusa 17 (1984), 135–149; Henrichs, A.: The Last of the Detractors. F.N.s Condemnation of Euripides, 载于: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7 (1986), 369–397; Barbera, S.: Apollineo e dionisiaco. Alcune fonti non antiche di N., 载于: Campioni, G./Venturelli, A.: La »biblioteca ideale« di N., Neapel 1992, 45–70; v. Reibnitz 1992; Most, W. G.: Schlegel, Schlegel und die Geburt eines Tragödienparadigmas, 载于: Poetica 25 (1995), 155–175; Latacz, J.: Fruchtbares Ärgernis: N.s »Geburt der Tragödie« und die gräzistische Tragödienforschung, 载于: Erschließung der Antike. Kleine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der Griechen und Römer, Stuttgart/Leipzig 1994, 46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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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

对尼采而言，冲动本身没有道德特征，正如它们本身也不会伴随快乐与不快的感受一样。尼采认为，无论是从快乐与不快的角度，还是从道德的角度来感知冲动，都已经是冲动之“第二天性”的表现。这种第二天性的产生，是因为冲动被同人们所认为的“善与恶”的道德判断联系起来，并据此受到评估和重塑（参见 M, Nr. 38, KSA 3, 45）。

正如冲动在尼采看来处于善恶的彼岸一样，它们本身也超越了有用性与利己主义的彼岸。但这并不意味着冲动不是自私的。恰恰相反，冲动的运作是非利己的、自我牺牲的、不明智的，它们不仅“不考虑整个自我的利益”，甚至“违背我们的利益”，“反对自我”，尽管由于它们自私地运作，往往也会在无意识中为了自我（ego）而运作（尼采，1883年夏，8[23]，KSA 10, 342）。尼采认为，将冲动区分为善良无私的冲动与邪恶自私的冲动，已经以道德判断的存在为前提了；然而正是通过这种道德判断，人们事后误解了唯一真实的冲动就是自私的冲动。这种事后引入的道德区分带来的后果是，人们现在屈从于这样一种信念：可能存在无私的冲动，并据此要求无私的冲动。但这导致了在评估行动时产生根本性的误解。因为人们现在必须假设，只有当人们否认自私冲动的存在时，一种行为才能被视为是善的且值得赞赏的（参见 尼采，1887年秋 – 1888年3月，10[57]，KSA 12, 485）。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看似仅仅是利他主义的同情、对他人不计私利的宽容、脱离了对自身关切的互助，都被称作“美德”，这些美德应当包含一种毫无私利的纯粹道德。其结果不仅使得原本非道德的价值评估被道德化，而且使得那些强大的、服务于共同体自我保存的同时也具危险性的冲动——如进取心、复仇欲、狡诈、贪婪、支配欲——被烙上了道德污名并遭到否定。对尼采而言，这意味着“畜群的怯懦”战胜了那些强大的、同时也是危险的、邪恶的、不仅能维持生命而且能提升生命的否定性冲动（参见 JGB, Nr. 201, KSA 5, 121–123）。在此显而易见的是，对尼采而言，“物种保存的冲动”（FW, Nr. 1, KSA 3, 371）并非最终的、最高的冲动，相反，尼采认为我们所有的冲动都可以还原为对权力的意志（参见 尼采，1885年8月-9月，40[61]，KSA 11, 661）。面对针对整个冲动领域的道德偏见之暴力，尼采现在提出了一种“生理-心理学”来抗衡，这种生理-心理学不仅从“‘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相互制约”出发，而且根本上立足于“所有善的冲动都可由恶的冲动推导出来”（JGB, Nr. 23, KSA 5, 38）。因此，按照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学说，不仅爱、同情、无私等积极情感，而且连同仇恨、嫉妒、贪婪、支配欲等消极情感，也是“制约生命的情感”，它们“在生命的整个经济中必然从根本上、本质上存在”，并且“如果生命还要得到提升的话”，它们就“还必须得到增强[……]”（JGB, Nr. 23, KSA 5, 38）。

如果像尼采那样假设，“除了我们的欲望和激情的唯物世界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作为真实的所予而存在的，除了我们冲动的现实之外，我们既不能下沉也不能攀升到任何其他的现实”，那么思想本身也就仅仅被证明为“这些冲动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JGB, Nr. 36, KSA 5, 54；类似见 FW, Nr. 333, KSA 3, 559）。因此，尼采也不相信“一种求知的冲动是哲学之父，而是相信另一种冲动，在此处与其他地方一样，仅仅是将认知（和误解）当作工具来使用”（JGB, Nr. 6, KSA 5, 20）。尼采并不完全排除在学者——即“真正的科学人”——身上，存在着某种类似于求知冲动的东西，它使得人们能够在时空有限的范围内从其他冲动中抽离出来，但是“学者真正的利益所在通常完全在别处，比如在家庭中，或在赚钱上，或在政治上”（JGB, Nr. 6, KSA 5, 20）。与认为冲动会阻碍哲学认知的观点相反，尼采认为冲动是“赋予灵感的天才”，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基础。

然而，正如在尼采看来，整个冲动生活只是“意志某一种基本形式的[……]——即权力意志的——发展和分支”（JGB, Nr. 36, KSA 5, 55），因此每一个冲动本身都固有支配欲，并由此决定了哲学思考（参见 JGB, Nr. 6, KSA 5, 20）。也就是说，每一种哲学都要被解释为某种冲动的表现，这种冲动主导并由此确立了各自的哲学思考。因此，标志着一种哲学的，并不仅仅是确立它的那“一个思想”，而是以它为基础的哪个冲动，这个冲动反过来又仅仅产生了旨在确立该哲学的这“一个思想”。因此，一种思想的本源洞见展现为某种原初的冲动，而各自的思想便奠基于这一冲动之上。因此，对尼采而言，思维形式是基本冲动及其相关情感的表现；海德格尔据此得出结论：人们必须以生存论性质（Existenzialien）的形式，去分析作为范畴基础的情感，以便在我们此在中理解存在于所有存在者之中的存在思维形式。

因此，在尼采看来，正是我们的需求“在解释这个世界；我们的冲动及其赞成与反对”。每一个冲动不仅与“某种支配欲”相联系，而且每一个冲动也有“它自己的视角，它想把这种视角作为规范强加给所有其他冲动”（尼采，1885年秋 – 1887年秋，7[60]，KSA 12, 315）。其结果不仅是，“不仅我们的理性，而且我们的良知，都会屈服于我们最强烈的冲动，我们内心的暴君[……]”（JGB, Nr. 158, KSA 5, 100），而且相互抗争且支配地位不断交替的统治性冲动，相较于人类及其思考与认知，会坚称自己是“根本上的最高价值权威，甚至是创造性和统治性的力量”（尼采，1886年底 – 1887年春，7[3]，KSA 12, 257）。因此，对尼采而言，问题不在于像埃利亚学派那样“否认认知中冲动的暴力，并完全将理性理解为完全自由的、源于自身的活动”（FW, Nr. 110, KSA 3, 470），而更在于像一位“园丁”那样培育自己的冲动，以便通过禁欲，学会如何有意识地对待那些无意识地驱使我们的事物（参见 M, Nr. 560, KSA 3, 560）。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将自己从冲动的支配欲中解放出来，这种支配欲也能以罪犯的形象表现为病态的暴政（参见 M, Nr. 202, KSA 3, 176）。

尼采进一步区分了六种对抗“某种冲动的狂热”的方法：“避开诱发契机，将规则植入冲动之中，使其产生过度饱足与厌恶，制造一种痛苦思想的联想（比如羞耻、恶果或是受到侮辱的自尊心），然后是力量的转移，最后是普遍的虚弱与精疲力竭”（M, Nr. 109, KSA 3, 98）。然而，与纯粹工具性地理解控制冲动相反，尼采认为这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掌控自己是否“想要去对抗某种冲动的狂热[……]，同样也无法掌控自己会采取哪种方法，更无法掌控使用这种方法是否会成功。相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理智显然只是另一种冲动的盲目工具，这种冲动是那个通过其狂热来折磨我们的冲动的竞争对手：无论是追求平静的冲动，还是对羞耻和其他恶果的恐惧，抑或是爱”（同上）。

参考文献：Jaspers (1936) 1981, 130–136; Kaufmann (1950) 1982, 245–264; Schipperges, H.: Am Leitfaden des Leibes. Zur Anthropologik und Therapeutik F.N.s, Stuttgart 1975, 45–52; Abel 21998, 49–59.

Volker Caysa

类型

这是尼采那些乍看一目了然的表达之一，它吸收了其所处时代的语言习惯（参见 H.-U. Lessing），但同时又深入地引向了他的哲学。“类型”作为一种表现在直观之中且无法与其分离的基本形态，这一含义迎合了他对使用抽象概念的批判（↗概念，↗思想，↗认知），因为他用“类型”所指代的现象，类似于艺术中的现象，处于个别与一般的层面之间，并且与不可改变的概念相反，它是可以发生转变的。尼采将这种自然哲学的用法（例如关于开花植物或哺乳动物）始终贯穿地转移到了人类领域：“类型”作为一种个体的生活模式（尼采，KSA 9, 277），作为一种文化的生活形式（参见 尼采，KSA 12, 299及417），或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尼采，KSA 11, 107及203等页）。尽管他从哲学上对作为个体的个体并不感兴趣——但他确实对个体的自我塑造感兴趣（参见 尼采，KSA 10, 349及KSA 11, 642），但他却能够将那些在范式上展现了某些特定冲动的杰出个体，在积极意义上程式化为榜样的类型，或者在消极意义上程式化为反面教材的类型。此外，他还将具有共同基本态度的群体（如斯多葛派、学者、佛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祭司）概括归类。这些类型是通过某种特定的道德被塑造并维持下来的，这种道德将单个个体的行动在其目标和创造力的倾注程度上统一起来（参见 JGB, Nr. 262; 尼采, KSA 10, 644; 尼采, KSA 11, 219; 尼采, KSA 12, 63; ↗培育）。

特别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建立在互惠基础上的无私道德，导致了畜群人（↗主人道德 – 奴隶道德）这一类型的出现，尼采以此与“伟大的人”相对立。两种类型之间非对称极性的基本模式，被尼采以多种方式以及不同的表达具体化并加以改变，例如超人与末人，孤独的类型与群居的类型，酒神与“被钉十字架的人”。与“低等人”相比，“高等人”始终代表着一种不断处于危险之中的例外，这种例外实际上已经无法再被归入作为统一生活形式的“类型”这一概念之下了（参见 尼采，KSA 13, 316及下页）。高等类型本身的特征，体现在力量（即致力于某种特定的视角，并为了这一视角挥霍自己以及他人的生命，↗牺牲）与智慧（即生命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参见 Müller-Lauter 1971, 116–134, 157–161, 186–188）的极性对立之上；在此，尼采有意避免了进一步的内容上的具体化，因为每个“高等人”都在创造属于他自己的道德（参见 Nehamas 1996, 304–320）。

参考文献：Lessing, H.-U.: Art. Typos, Typologie, 载于: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10, 1594–1607; Nehamas, A.: N. Leben als Literatur, Göttingen 1996; Ritter, J./Gründer, K. (编):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nd 10: St-T, Basel 1998. Christians, I.: Der Reiz und Sporn des Gegensatzes. Zu F.N.s Konzeption der Kraft (Diss. München 1999).

Ingo Christians


超人

在“论战争与战士”的演讲中，查拉图斯特拉转向他的兄弟们说道：“愿你们对生命的爱，是对你们最高希望的爱：/愿你们的最高希望，是生命的最高思想！/但你们当由我来命令你们的最高思想——它就是：人是某种应当被克服的东西”（Za I, KSA 4, 59f.）。

相反，在“最丑陋的人”（Za IV, KSA 4, 332）和“论欢乐与激情”（Za, KSA 4, 44）的演讲中，使用的则是“必须”一词。这种敞开存在意义上的克服意味着，虚无的视域成为了生存现实性的视域，这种现实性与个体的决断联系在一起。这里涉及一种在人与超人的关系中显现且永远无法被定义的现实性。它是一种并非存在于逻辑层面，而是存在于生存层面的可能性。这种生存可能性永远不会被超人所穷尽。因此，尼采在谈到向超人奋进的人时，从不说目的，而是说“桥梁”或“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Za, KSA 4, 16f.）。“深渊”一词暗示了虚无。因此，作为超人的人总是向虚无敞开的。对尼采来说，这就是存在。因此，他将自己的哲学思考定义为虚无主义（N, KSA 13, 190）。超人思想在本质上是与虚无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当尼采说他是虚无主义的克服者和第一个伟大的虚无主义者时，他以此意指他的超人思想和↗权力意志思想（N, KSA 13, 191）。超人的特征之一是对大地的忠诚，甚至是对大地“意义”的忠诚（ebd.）。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中，查拉图斯特拉对民众说：“[]保持对大地的忠诚，不要相信那些对你们谈论超尘世希望的人！曾经，亵渎上帝是最大的亵渎[]。现在，亵渎大地是最可怕的事情”（Za, KSA 4, 15）。超人的另一个特征是，他像闪电一样出现。查拉图斯特拉说自己是闪电的宣告者，而这闪电就叫超人（Za, KSA 4, 18）。但查拉图斯特拉最爱作为超人的人之处在于，他是过渡和没落：他爱那些作为没落者和过渡者的人（Za, KSA 4, 17）；他将过渡和没落称为“伟大的正午”，而这便是他的最后意志（Za I, KSA 4, 102）。“伟大的正午”正是人站在其轨道中点、处于动物与超人“之间”的时刻。这种“之间”的维度可以被解释为虚无。因为人在从黄昏向一个新早晨过渡时，进入了“之间”的领域，在那里他意识到自己是超人，因此在我看来，这种过渡可以被视为尼采的生存论超越。然而，没落同时也是一种向着光明的自我敞开。通过“伟大的正午”和“没落”这两个概念，查拉图斯特拉想要揭示超人的神圣性。这是神圣者的一种维度，它有别于异教的维度，也有别于在西方基督教思想进程中通常所表现出的基督教维度：“从前，当人们眺望遥远的海洋时，人们说：上帝；但现在我教你们说：超人”（Za II, KSA 4, 109）。在“论馈赠的德性”的演讲中，查拉图斯特拉断言，一切神祇之死是超人存活的前提（Za I, KSA 4, 102）。查拉图斯特拉放在心上的不是众神或上帝，而是超人：“他是我首要和唯一的关切”（Za IV, KSA 4, 357）。当尼采在《瞧！这个人》中谈到他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他写道，查拉图斯特拉已经战胜了对人的巨大厌恶；人“不是爱或同情的对象[]”，而是“一种制服，一块材料，一块需要雕塑家的丑陋石头[]”（EH, KSA 6, 348）。雕塑家这个词表明，超人是在不断↗创造的意义上被理解的。因此，查拉图斯特拉希望巨大的疲惫始终远离。这种疲惫在于“不再意愿、不再估价、不再创造[]”（ebd.）。然而，在查拉图斯特拉看来，恰恰是创造的行动蕴含着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神祇——存在的话，还有什么可创造的呢？”（ebd., 349）。人作为创造者的本真性将受到质疑，亦即超人本身的现实性将受到质疑。但这种现实性超越了人的现实性。它并非仅仅是人的创造，因为它总是超越人。查拉图斯特拉谈到了超人的美，那美作为影子来到他身边，作为“最安静、最轻盈的东西[]”（ebd., 349）。在“论更高的人”的演讲中，尼采谈的不是众神之死，而是上帝之死。既然上帝死了，超人就应该活下去（Za IV, KSA 4, 357）。查拉图斯特拉在“论著名的智者”的演讲中说，那个打碎了自己崇敬之心的人，将成为真实的人（Za II, KSA 4, 133）。当他意识到自己是超人时，这就发生了。但是，因为超人的实在性代表了人真实性的最高契机，所以很明显，神圣者的现实性成为了人的最高本真性。谈论神圣者的现实性还是谈论创造性的意愿，是同一回事。查拉图斯特拉在“论一千零一个目标”的演讲中说，首先是人给事物创造了一个意义，一个人的意义。“人”的意思就是：“估价者”。而“估价”就是“创造[]”（Za I, KSA 4, 75）。创造与权力意志之间的关系在“论纯洁的认识”一讲中被揭示出来。查拉图斯特拉说，哪里有生殖的意志，哪里就有纯洁。最纯粹的意志存在于想要创造出超越自身之物的意愿之中（Za II, KSA 4, 157）。然而超越自身，也就是克服自身。追问人如何保全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将如何被克服？’”（Za IV, KSA 4, 357）。这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生存最深的意义，在此，从受限于时间之物向克服时间界限之物——或者换言之，向永恒——的过渡也被带入光芒之中。因此，查拉图斯特拉说：“我放在心上的是超人[]而不是人：不是邻人，不是最穷苦的人，不是最受苦难的人[]”（ebd.）。在“退役”的演讲中，查拉图斯特拉在与老教皇交谈时说，“[]宁可做个傻子，宁可自己做上帝[]”（Za IV, KSA 4, 325）。通过宣告超人，查拉图斯特拉并不想确立什么新学说，而是想揭示一种新的、生存论的思想视域，在其中，人的根据能够凸显出来。人不能仅仅局限于他作为认知主体的这一面。超人是人的自由在其根据领域的视域，也是存在中生存论真理的视域。正是超人使个体的此在得以升华。他绝不能穷尽于概念的现实性中，因为他不是认知理智的结果。但是，尽管超人不是像理性动物那样的抽象概念，他也不是什么乌托邦。

因此，他在本质上拒绝任何试图将超人解释为一种世界观的意识形态解读。

II. 影响史。

超人这个词不仅具有诠释学的意义，也具有文化意义。尼采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了20世纪的哲学，也决定了20世纪的文学。自尼采精神失常之初，他的著作就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直到尼采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神话，但他真正的意图却往往被完全误解。人们会遇到两种解释，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尼采的思想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大多被消极地解释。阅读最多的著作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这里，超人出现在一个非凡而英勇的人的利己主义面貌下。伯格的研究（1897）在此背景下颇为重要。人们也看到了他与施蒂纳及其无政府主义的亲缘关系。正如人们所读到的，尼采不仅想废除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而且想宣告新的价值观。只有少数尼采的解释者与这种解释保持距离，而这种解释恰好在德国青年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在头十年（1890–1900），主要是尼采的伦理学受到了批判性评价。尼采对冯·哈特曼（1898）、斯坦因（1893）和魏甘德（1893）等作者构成了一种危险。在第二个十年（1900–1910），从伦理学视角的评价则不那么严厉了。人们将尼采视为新价值的创造者（例如在法伊欣格 1902；齐美尔 1907 那里）。超人被理解为自由精神与创造者的象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让人联想到歌德的《浮士德》。人们将超人视为一种新文化的宣告者，这种新文化将取代基督教西方的文化。在许多解释中，人们可以识别出达尔文的影响，如在法伊欣格和齐美尔那里。从二十年代起，超人也带上了日耳曼主义的色彩。生物学契机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被解释为血统与种族。人们谈论↗金发野兽，超人被描绘为一种将在未来被制造出来的超级物种。这种尼采热潮也体现在当时众多的文学小说中，例如在康拉迪（1898）和P. 海泽（1895）等作家的作品中。被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超级物种的超人，随后越来越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型（7 政治）。在纯粹的历史-政治领域中，这种关于超人的“神话”也多多少少被保守革命的代表人物——他们诉诸德意志民族的传统——以批判的方式维系着。至于超人的积极意义，可以引用黑塞（1919）的话，因为在我看来，超人教导人去成为他自己。在此背景下，E. 伯特伦（1918）和 A. 博伊姆勒（1931）对尼采的解释非常重要。这两种解释可以被视为在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尼采解释之前写出的最深刻的解释。伯特伦对实证主义的解释提出批评，并强调了浪漫主义的一面。他明确指出，日耳曼精神与希腊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信念也决定了一些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家的著作，如 H. 海泽（1935）。博伊姆勒将尼采视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同样认为，尼采最重要的著作不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那些遗稿片段——他在他的尼采版本中以↗《权力意志》为书名，将其作为尼采的一部“著作”来编辑。在伯特伦和博伊姆勒看来，尼采反对西方基督教形而上学的斗争，都被视为为了在罗马精神面前确立德国精神而进行的斗争。随着海德格尔（他1935年的讲座）和雅斯贝尔斯，出现了一个转折；因为通过他们对尼采的生存论-本体论解释，他们促成了将尼采列入西方伟大思想家之列，而且这正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将尼采据为己用以服务于其意识形态的那些年里发生的（Jaspers 1936; Heidegger 1961）。海德格尔将指出虚无主义是西方思想的基本契机这一功劳归于尼采，尽管尼采未能将虚无的本质思考为存在的遮蔽（1961, Bd. 2, 54）。海德格尔还认为，尼采的功劳在于不承认真理的独断性，并将真理解释为持续的追问（《物的追问》，1962, 32）。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也批评尼采，认为他仍陷入一种表象性思维之中，未能澄清那种能够揭示存在的遮蔽（或者在我看来，本真的克服）的本质性思考（ebd., 60）。雅斯贝尔斯在其主著《什么叫思想？》（1947）中给出了一种相似的解释，在我看来，他在该书中的沟通与占有的基本思想，正是以作为持续克服的超人为基础的。超人、↗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成为了超越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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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彭佐 (Giorgio Penzo)

价值的重估

该词条首次作为一部未写成的著作《永恒轮回的哲学》的副标题，出现在1884年的遗稿中（N, KSA 11, 218）。在1886年夏天，产生了多次重复的标题草案：“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Der Wille zur Macht. Versuch einer Umwerthung aller Werthe）（N, KSA 12, 109；最后一次在1888年8月，N, KSA 13, 537）。在尼采放弃了一本题为《权力意志》的写书计划后，在1888年9月初，这个副标题晋升为主标题。这部“重估一切价值”本应包含四卷，以《反基督》开篇，接着是《自由精神》和《非道德主义者》，最后是《永恒轮回的哲学》（N, KSA 13, 545）。1888年9月30日，第一卷《反基督》，


价值的重估

康拉迪（1898）与P.海泽（1895）。在生物学意义上被理解为超级物种的超人，随后日益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型（7 政治）。在纯粹的历史-政治领域，那些诉诸德意志民族传统的保守革命代表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批判性地维系着这一关于超人的“神话”。关于超人的积极意义，可以引用黑塞（1919）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超人教导人成为他自己。在此背景下，E. 伯特伦（1918）和 A. 博伊姆勒（1931）对尼采的诠释非常重要。这两种诠释可以被视为在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尼采诠释之前所写出的最深刻的著作。伯特伦批评了实证主义的诠释，并强调了浪漫主义层面。他明确指出，在德意志性与希腊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这种信念也决定了国家社会主义一些意识形态学者的著作，例如 H. 海泽（1935）。博伊姆勒将尼采视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同样认为，尼采最重要的作品不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遗稿断片中的那一部分，即他在其尼采版本中以 ↗《权力意志》为题作为尼采的一部“著作”来编辑的部分。在伯特伦和博伊姆勒看来，尼采反对西方基督教形而上学的斗争，皆被视为德意志精神在罗马精神面前确立自身地位的斗争。随着海德格尔（他1935年的讲座）和雅斯贝尔斯的出现，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因为通过他们对尼采的存在论-本体论诠释，他们促成尼采跻身于西方伟大思想家之列，而且这恰恰发生在国家社会主义将尼采据为己用以服务其意识形态的年代（雅斯贝尔斯 1936；海德格尔 1961）。海德格尔将指出虚无主义是西方思想基本契机的功劳归于尼采，尽管尼采未能将无的本质思考为存在的隐匿（1961，第2卷，54）。海德格尔也认为，尼采的功劳在于不承认真理的教条性，并将其诠释为不断的追问（《物之追问》，1962，32）。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也批评了尼采，因为后者仍然局限于一种表象性思维中，却没有阐明那将存在的隐匿（或者在我看来，真正的克服）引向光明的本质性思考（同上，60）。雅斯贝尔斯在其主要著作《什么是思考？》（1947）中给出了相似的诠释，在这部著作中，他关于交往与据为己有的基本思想，在我看来，正是奠基于作为不断克服的超人之中。超人、^权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成为了超越界的密码。

文献：斯坦因，L.：《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世界观及其危险》，柏林 1893；魏甘德，W.：《弗里德里希·尼采：一项心理学尝试》，慕尼黑 1893；伯格，L.：《现代文学中的超人》，慕尼黑 1897；康拉迪，H.：《亚当·人》，莱比锡 1898；冯·哈特曼，E.：《伦理学研究》，莱比锡 1898；费英格 1902；齐美尔，G.：《叔本华与尼采》，莱比锡 1907；伯特伦 1918；黑塞，H.：《查拉图斯特拉的回归》，伯尔尼 1919；魏歇尔特，H.：《尼采：英雄主义哲学家》，莱比锡 1924；克拉格斯，L.：《作为灵魂对手的精神》，莱比锡 1929–1935；博伊姆勒 1931；海泽，H.：《理念与生存》，汉堡 1935；贝克尔，F. A.：《弗里德里希·尼采关于等级秩序与培育的思想》，波恩 1942；海德格尔 1954；同上作者 1961；卢卡奇，G.：《理性的毁灭》，柏林 1962；米勒-劳特 1971；雅斯贝尔斯 1974；普茨，P.：《批判理论视角下的尼采》，载于：《尼采研究》第3期（1974），175–191页；同上作者 1975；洛维特 1978；希尔布兰特 1978；格劳 1984；皮珀 1990。

乔治·彭佐

价值的重估

这一关键词首次作为未曾写就的著作“永恒轮回的哲学”的副标题，出现在1884年的遗稿中（尼采，《考辨版全集》[KSA] 11, 218）。1886年夏天，产生了被多次重复的标题草案“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尼采，KSA 12, 109；最后一次是在1888年8月，尼采，KSA 13, 537）。在尼采放弃了一本名为《权力意志》的成书计划后，1888年9月初，该副标题晋升为主标题。这一“一切价值的重估”本应包含四卷书，以“反基督”开篇，其后依次是“自由精神”和“非道德主义者”，最后是“永恒轮回的哲学”（尼采，KSA 13, 545）。1888年9月30日，第一卷书《反基督》付梓定稿；从1888年11月20日致勃兰兑斯和11月26日致多伊森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尼采最终认为在《反基督》中，整个“一切价值的重估”已经完成。

在尼采那里，作为对迄今为止具有道德效力之物进行激进颠覆的“价值的重估”，绝非仅仅保留给他本人的行动。早在“重估”公式在尼采著作中出现的第一处，它指的就是保罗关于“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口号：这“预示着对所有古代价值的重估。——正是东方，深邃的东方，正是东方的奴隶，以此方式向罗马及其高贵而轻浮的宽容（……）展开了复仇”（《善恶的彼岸》[JGB]，第46节，KSA 5, 67）。尼采想要逆转的，恰恰是这种由犹太-基督教的“祭司”与“奴隶”道德对古老^主人道德的贬值；他将“重估”视为“人类最高自我反省的行动”（《瞧，这个人》[EH]，KSA 6, 365），旨在对柏拉图式的彼岸化以及基督教-民主式的人的平庸化和萎缩化进行一次新的反转（参见 JGB，第203节，KSA 5, 126 与《偶像的黄昏》[GD]，KSA 6, 89）。弱者的无能煽动了对“天生”强者的反叛，并最终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取得了胜利（参见《论道德的谱系》[GM]，KSA 5, 267及下页）。有人曾指出，尼采的重估隐喻很可能追溯到关于锡诺普的第欧根尼重铸硬币（Nomisma——既指硬币，同时也是现行的政治-社会秩序）的著名轶事（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明哲言行录》VI 20）（尼胡斯-普勒布斯汀 1988，333–336；萨拉夸尔达 1978，156 提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I 82 作为另一种可能的来源；详尽讨论见 索默 2000，对《反基督》[AC] 12 [III]的评注）。支持第欧根尼这一典故的理由在于，在尼采晚期著作中，那些处于劣势地位者所进行的声名狼藉的“价值的重估”经常被称为“制造假币”；这就成了一个“视角的选择问题（……），即某事究竟是作为消极意义上的制造假币，还是作为积极意义上的价值重估”（索默 1998，138；参见 EH，KSA 6, 266 及尼采1888年5月23日致勃兰兑斯的信）。在结构上，重估始终与被伪造之物相关，并与其紧密相连。那位“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家（GD，KSA 6, 55）——这里的锤子是铸币锤——想要给世界烙上一个新的、属于他自己的印记。在《反基督》中，似乎流露出一种对言语力量能够完成重估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一个根本问题仍然存在：尽管在《反基督》中表现出所有如祭司般宣谕的姿态，尼采的重估在内容上依然是规定不足的。虽然根据某些文本段落，自然的、原初的价值秩序应当被恢复（参见布罗布杰 1996，342及下页提出的四种诠释建议），然而，尼采无法再为他笔下那些强大的个体制定关于他们应如何塑造自身和他人生活的规则，否则他就会陷入自我矛盾。这样一来，他就会倒退回一种道德上的专制家长作风，一种他行使其非道德主义恰恰想要克服的他律伦理学。此外，强加一种新的规范性道德以及事物的“自然秩序”，与那种视角主义的怀疑论（例如在《反基督》第54节中所高唱的赞歌）是不相容的。这种新的价值实际上是无法普遍化的。因此，“重估”面临着沦为（对犹太-柏拉图-基督教传统）纯粹拆除工程的危险，这种工程充其量只是从远处昭示新的道德可能存在于何处。无论如何，作为已完成的“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反基督》无法制定一种连贯的新道德（无论是为“极少数人”还是为“人类”），尽管它极力反抗基督教的7虚无主义，并例如将7文艺复兴视为“将反价值、高贵的价值引向胜利的‘尝试’”（AC，第61节，KSA 6, 250）。

文献：萨拉夸尔达，J.：《重估一切价值》，载于：《概念史档案》第12卷（1978），154–174页；尼胡斯-普勒布斯汀，H.：《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概念》，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8，306–340页；布罗布杰，T.H.：《尼采的品格伦理学。关于尼采伦理学及其在道德思想史中地位的研究》，乌普萨拉 1995，292–317页；同上作者：《论价值的重估》，载于：《尼采研究》第25期（1996），342–348页；索默，A. U.：《金钱不臭？》，载于：《魏玛评论》第44卷（1998），135–141页；同上作者：《弗里德里希·尼采，〈反基督〉：哲学-历史评注》，巴塞尔 2000。

安德烈亚斯·乌尔斯·索默


无意识

在N.那里，无意识概念的认识论相关性可追溯至莱布尼茨，后者认为我们可以拥有独立于意识的知觉，即“意识仅是表象的一种偶性，而非其必然的[]属性”（FW, Nr. 357, KSA 3, 598）。在N.的著作中，“无意识的”这一形容词被用作认知、意动和情感概念的定语：因此，我们可以无意识地感知、表象、思考（↗思维）、推论、意欲、感受和行动。N.在双重意义上使用“无意识”这一概念，一方面是“尚未意识到”（前意识）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不再完全意识到（=自动化）”的意义（Schlimgen 1999, 187）。这些意识概念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主要指涉生物-生理过程，这些过程原则上可以被意识到或曾经被意识到过，这与N.早期将无意识视为不可深究之物的形而上学构想（见下文）截然不同。无意识的认知、意动和情感过程在“执行的速度和确定性上[]优于”所有伴随 ↗意识 完成的行动（同上，188），正如同那些最初是有意识的、但后来自动化的操作具有减轻意识负担并从而间接保障生存的特征。根据N.的观点，“无意识”属于“每一种完美”（N, KSA 13, 288），并由此达到“一种本能的确定性”（同上）。“所有的有机-生物过程、大多数的心灵（↗灵魂）过程以及绝大部分的认知执行过程都是无意识地进行的”（Schlimgen 1999, 184）。

早期的N.在对 ↗意识 进行批判性贬低（他早已在瓦格纳和叔本华那里发现了这一点）的过程中，构想了一个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特质的无意识概念，并将其与狄奥尼索斯神话及其艺术形而上学联系起来。无意识是生产性之原则（参见 N, KSA 7, 21），是所有创造力的原初根据。失去意识、去主体化的人，在酒神迷狂中打破了个体性的界限，体验到与被设想为宇宙-形而上学现实基础的 原初太一（GT, KSA 1, 38）的重新联结，并在迷狂的酒神创造力中表达了他与 ↗自然 重新获得的统一。然后是 阿波罗式的意识，它 像面纱一样遮蔽了这酒神的世界[]（GT, KSA 1, 34）。“无意识大于苏格拉底的无知”（N, KSA 7, 21）——即：无意识在理性的认知论方式上原则上是无法彻底探究的；它是超认识论的，绝非任何能够转化为（最终）知识形式的东西。只有 ↗身体 作为天然的感知中枢才能成为狄奥尼索斯能量的媒介，这些能量随后在艺术的阿波罗式生产中——通过隐喻的 ↗隐喻 过程进行中介——能被审美地 ↗美学 转化。必须看到，这一立场与弗洛伊德式的深层心理学 ↗心理学 之间也存在着本质差异，后者认为无意识的内容是潜在可破译的。然而，在N.和弗洛伊德之间，关于人类思想和行动中由驱力 ↗驱力 和 欲望驱动的、具有破坏性的、最终是无意识的根源（Gasser 1997, 705），可以找到 相似的洞见。中晚期的N.将他的无意识理论锚定在身体生理学上，其中身体可以被理解为 无意识的认识器官（同上，708）。因此，精神分析 ↗心理学 意义上的 自我认识（同上，710）——正如其所假设的那样——既是不可能的，也并非 一个值得追求的治疗目标（同上）。

N.对无意识的高度评价部分受到早期浪漫派（♂浪漫派）影响的启发（谢林、F. 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这些影响通过叔本华和哈特曼（除了叔本华，他还继承了卡鲁斯的思想）传递过来。后来，N.本人对自己最初对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解释进行了批判性评价，例如他谈到“超乎人的妄想”（Za I, KSA 4, 35；参阅 EH, GT 1, KSA 6, 309f.）。

参考文献：Schopenhauer, A.: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Leipzig (1819, Bd. I, 1844, Bd. II) ⁵ 1879; v. Hartmann, E.: Philosophie des Unbewußten. Versuch einer Weltanschauung, Berlin 1869; Joël, K.: N. und die Romantik, Jena/Leipzig 1905; Klages, L.: Die psychologischen Errungenschaften F.N.s (1926), Bonn ⁴ 1979;

Behler, E.: N. und die frühromantische Schule, in: NSt 7 (1978), 59–87; Gerratana, F.: Der Wahn jenseits des Menschen. Zur frühen E. v. Hartmann-Rezeption N.s (1869–1874), in: NSt 17 (1988), 591–433; Haslinger, R.: N. und die Anfänge der Tiefenpsychologie, Regensburg 1993; Gasser, R.: N. und Freud, Berlin/New York 1997; Schlimgen, E.: 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 Berlin/New York 1999.

埃尔文·施林根

生成的无辜

这一概念出现在晚期著作中，首次见于 N, KSA 10, 237（在已出版的作品中直到 GD, Nr. 7, KSA 6, 95 才出现），在这个时期，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反思旨在帮助支撑关于 ↗永恒轮回 的哲学学说，并随之将前苏格拉底时期存在与生成的二分法纳入视野。（被构想为反柏拉图主义、反基督教、反启蒙运动、反浪漫主义的）生成的无辜伴随着晚期的N.，因为永恒轮回与 ↗权力意志 的思想，以及激进化的基督教批判，都具有反目的论的攻击方向。N.的回顾性自我解释声称，他一直以来都热衷于“生成的无辜”。“我一直致力于向自己证明生成的无辜：[]为了追求关乎人类未来的目标。我的第一个方案是对实存的审美辩护。[]我的第二个方案是所有罪责概念的客观无价值，并洞察到一切生命具有主观的、必然不公正和不合逻辑的特征。我的第三个方案是否认一切目的，并洞察到因果关系是不可认识的”（N, KSA 10, 237f.；参阅 11, 553）。这种自我解释是合理的，因为所指涉的内容——即使该概念还未出现——已经在早期著作中关于自由精神的道德哲学里遇到；例如在对赫拉克利特的赞颂中（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PhtZ)中尤为突出：“在这世界上，只有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才有一种生成与消亡、一种构建与摧毁，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归责，处于永远不变的无辜之中”；KSA 1, 830），作为反对遗忘生成的历史主义者的论据（相比之下，动物“带着它们的快乐与不快被紧紧拴住，也就是拴在当下的木桩上，因此既不忧郁也不厌倦”；HL, KSA 1, 248），在对罪责概念的攻击中（“一切皆是无辜：而认识正是通向洞察这种无辜的道路”；MA I, Nr. 107, KSA 2, 105）。自由精神也用它来对抗其敌人——信仰者，提出永久的“所有意见的无辜，就像所有行动无辜的学说一样确凿”（M, Nr. 56, KSA 3, 58）。然而，由于自由精神可能不参与N.使世界无辜化的方案，于是开创了一种第二重无辜（“基督教最美丽的发现之一！”；M, Nr. 321, KSA 3, 229）——永恒轮回的思想，其原始形态（“如果我们还相信罪恶，那将是可怕的：但无论我们将做什么，在无数次的重复中，它都是无辜的”；N, KSA 9, 496）指向了“无辜者”，或者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向我们宣告的那样：指向“孩子”的诞生：“孩子是无辜和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Za I, KSA 4, 31）。在N.那里随处可见的这种求无辜的意志，在此后变得更加强烈。“哪里有无辜？哪里有生育的意志，哪里就有无辜”（Za II, KSA 4, 156），简而言之，就是有权力意志的地方。现在，他开始构思书名和章节标题：“生成的无辜。一条通往从道德中救赎的指路明灯。”（N, KSA 10, 343，参阅 323, 475, 514, 527, 598），并谈论救赎或“大解放”：“不再有人被追究责任，存在的方式不得被追溯至第一因（causa prima），世界既不作为一个感知中枢，也不作为‘精神’而成为一个统一体，这才是大解放，——由此生成的无辜才得以重新恢复……”（GD, KSA 6, 96f.）。N.正确地看到，非道德主义和反目的论都蕴含在“生成的无辜”这一观念之中，他最后用来反对目的论道德的激情仍然指向其灾难性的混淆（“如果把任何一种这样的或那样的存在状态追溯至意志、意图和负责任的行为，那就是剥夺了生成的无辜：意志学说本质上是为了惩罚，即为了找寻罪责的目的而被发明的”；GD, KSA 6, 95）。然而，这一概念仍然停留在批判的层面；它并没有走向一种


生成的无辜

Behler, E.: 尼采与早期浪漫派 (N. und die frühromantische Schule)，载于：尼采研究 (NSt) 7 (1978)，59–87；Gerratana, F.: 超人的妄想。论尼采早期对E.冯·哈特曼的接受 (1869–1874) (Der Wahn jenseits des Menschen. Zur frühen E. v. Hartmann-Rezeption N.s)，载于：尼采研究 (NSt) 17 (1988)，591–433；Haslinger, R.: 尼采与深层心理学的开端 (N. und die Anfänge der Tiefenpsychologie)，雷根斯堡 1993；Gasser, R.: 尼采与弗洛伊德 (N. und Freud)，柏林/纽约 1997；Schlimgen, E.: 尼采的意识理论 (N.s Theorie des Bewußtseins)，柏林/纽约 1999。

埃尔温·施林根 (Erwin Schlimgen)

生成的无辜

该概念出现于尼采晚期的著作中，首次见于《遗稿》（N, KSA 10, 237，在已出版的著作中直至《偶像的黄昏》[GD, Nr. 7, KSA 6, 95]才出现），在那个时期，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反思旨在帮助支撑关于↗永恒轮回的哲学学说，随之而来的是前苏格拉底时期存在（Sein）与生成（Werden）的二分法进入了视野。这种（被设想为反柏拉图主义、反基督教、反启蒙运动、反浪漫主义的）“生成的无辜”伴随着晚期的尼采，因为无论是永恒轮回和↗权力意志的思想，还是激进化的基督教批判，都具有反目的论的攻击方向。尼采追溯性的自我诠释声称，他一直都热衷于“生成的无辜”。“我一直致力于向自己证明生成的无辜：[]以追求涉及人类未来的目标。对我来说，第一个解决方案是生存的审美辩护。[]第二个解决方案是所有罪责概念在客观上的无价值，以及对所有生命的主观、必然不公正和不合逻辑之特征的洞察。第三个解决方案是否认一切目的，以及洞察到因果关系的不可知性”（《遗稿》N, KSA 10, 237f.；参见 11, 553）。这种自我解释是合理的，因为其所指涉的内容——尽管还不是这个概念本身——在早期著作中关于自由精神的道德哲学里就已经出现过了；例如在对赫拉克利特的赞颂中（突出体现在《悲剧时代的希腊哲学》[PhtZ]中：“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才具有一种生成与消亡、一种构建与摧毁，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归责，处于永远相同的无辜之中”；KSA 1, 830），作为反对遗忘生成的历史主义者的论据（相反，动物“被它们的快乐和不快紧紧拴住，即拴在瞬间的木桩上，因此既不忧郁也不厌倦”；《历史的用途与滥用》[HL]，KSA 1, 248），以及在对罪责概念的攻击中（“一切都是无辜的：而认识是洞察这种无辜的途径”；《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MA I]，第107节，KSA 2, 105）。自由精神在对抗其敌人（即信徒）时，也提出了一种持久的观点，即“所有意见的无辜，就像所有行动的无辜的学说一样确凿”（《曙光》[M]，第56节，KSA 3, 58）。然而，由于自由精神可能未参与尼采将世界无辜化的方案，因此一种第二重无辜（“基督教最美丽的发现之一！”；《曙光》，第321节，KSA 3, 229）被开创出来——即永恒轮回的思想，其原始形态（“如果我们仍然相信罪孽，那将是可怕的：但无论我们将做什么，在无数次的重复中，它都是无辜的”；《遗稿》，KSA 9, 496）指向了“无辜者”，或者，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向我们宣告的那样：指向了“孩子”的诞生：“孩子是无辜和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Za I]，KSA 4, 31）。在尼采那里随处可见的对无辜的意志，随后变得更加强烈。“无辜在哪里？在有生育意志的地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Za II]，KSA 4, 156），简而言之，也就是在有权力意志的地方。现在，书名和章节标题被构思出来：“生成的无辜。从道德中救赎的指南。”（《遗稿》，KSA 10, 343，参见 323, 475, 514, 527, 598），并谈及救赎或“大解放”：“不再有人被追究责任，存在的种类不能被追溯到某个第一因（causa prima），世界作为感觉中枢或作为‘精神’都不再是一个统一体，这才是大解放，——由此，生成的无辜才得以恢复……”（《偶像的黄昏》[GD]，KSA 6, 96f.）。尼采正确地看到，非道德主义和反目的论包含在“生成的无辜”这一概念之中，他最后对目的论化道德的猛烈抨击仍是对二者这一不祥结合的批判（“当某种这样那样的存在被追溯到意志、意图和负责任的行动时，生成就被剥夺了其无辜性：意志的学说本质上是为了惩罚的目的而被发明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为了寻找罪责”；《偶像的黄昏》，KSA 6, 95）。然而，这个概念停留在批判层面上；并没有形成一套关于“生成的无辜”的精密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志继承了这一理论空白。1884年之后，该概念的使用变得极为罕见，这大概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仍然会陷入罪责的话语之中。“通过排除目的来获得生成的无辜”（《遗稿》，KSA 10, 245）的指示，最终导致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以及对传统最强大的代表和所有目的论的最大管理者——基督教——的全面谴责。正是因为生成的无辜在轮回思想以及权力意志中继续存在，才维持了这种过度审判化（Übertribunalisierung），并在尼采最后的遗言《反基督教法》（AC, KSA 6, 254）中达到了顶点。

博伊姆勒 (Baeumler) 在其格言汇编《生成的无辜》的导言中，认为能够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出一个贯穿始终的动机。在海德格尔1936年至1946年的尼采沉思录中，“生成的无辜”作为一个概念被故意回避，但他更加激烈地抨击一种落入“支配” (Botmäßigkeit)（海德格尔 II，1961，12）并在其蓄意的对存在的遗忘中意味着彻底虚无主义的生成哲学。洛维特 (Löwith) 没有强调“生成的无辜”，而是突出了尼采思想的实验特征；在洛维特（1987，卷6，363-68）那里，博伊姆勒所确认的贯穿始终的赫拉克利特主义被加入了狄俄尼索斯元素，并由此对照出尼采的一种“赫拉克利特-狄俄尼索斯式”（516）的世界观。

文献：Baeumler 1931；Baeumler, A. (编)：《生成的无辜。遗稿》(Die Unschuld des Werdens. Der Nachlaß)，第1、2卷，莱比锡 1931；Heidegger 1950；Löwith, K.：《尼采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哲学附录。论尼采解释史》(Anhang zu N.s Philosophie der ewigen Wiederkehr des Gleichen. Zur Geschichte der N.-Deutungen)，载于：《全集》(Sämtliche Schriften)，第6卷，斯图加特 1987 (1955)；Heidegger 1961。

米格尔·斯基尔 (Miguel Skirl)

遗忘

尼采是最早将遗忘视为一种积极能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反对这样一种传统：在这种传统看来，遗忘代表着记忆的缺失或丧失，从而构成了记忆的负面对应物。在关于记忆与遗忘的关系上，尼采进行了颠倒和重估。因此，尼采将遗忘定义为“一种主动的、在最严格意义上积极的抑制能力”，并将其与一种具有“被动地无法摆脱曾经刻下之印象”特征的记忆相对立（《论道德的谱系》[GM]，KSA 5, 291f.）。这种颠倒为↗生命或↗权力意志带来了对遗忘的积极评价：遗忘阻止了经历过的过去通过记忆控制现在，从而使得感知新事物（Gadamer 1960, 13）并在当下采取积极行动成为可能。“一切行动都需要遗忘”（《历史的用途与滥用》，KSA 1, 250）。遗忘是感受幸福的条件。

然而，尼采对遗忘的赞美——“遗忘的艺术是神圣的！”（《遗稿》，KSA 13, 557）——不能被片面地理解。首先，尼采仅反对一种特定形式的记忆：他将构成↗怨恨的被动、非意志形式的记忆，与“意志的记忆”（《论道德的谱系》，KSA 5, 292）区分开来，通过后者才有可能为未来作出承诺。其次，遗忘的必要性源于记忆的过度，因此并不排除所有的记忆：记忆和遗忘构成了与过去相关联的两种能力，个人或文化借此为自己创造一个视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KSA 1, 251），从而在其中生活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遗忘是一种“调节原则”（Deleuze 1976, 160）。第三，因为遗忘并不在个人的控制之中——“当人想要遗忘时，人偏偏忘不了”（《曙光》，第167节，KSA 3, 150）——这就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遗忘恰恰是通过记忆成为可能的。对过去的“彻底梳理”是由造型力保障的。这指的是这样一种力量：“独特地从自身中生长出来，改造和吸收过去的以及异己的东西，治愈伤口，弥补损失，用自身重新塑造破碎的形式”（《历史的用途与滥用》，KSA 1, 251）。

文献：Gadamer, H.G.：《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图宾根 1960；Kittsteiner, H.D.：《遗忘对历史的用途与滥用》(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s Vergessens für die Geschichte)，载于：Smith, G./


遗忘

完善的“生成的无辜”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志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从1884年起，这个概念很少被使用，这或许是因为（尼采）意识到这样做仍会陷入罪责话语的泥潭之中。“通过排除目的来重获生成的无辜”这一指示（N, KSA 10, 245），最终导致了对传统最强大的代表、所有目的论最大的捍卫者——基督教的全面谴责。正因为“生成的无辜”在永恒轮回思想和权力意志中继续存在，这种过度审判的倾向依然存在，并最终在尼采的最后遗言《反基督法》（AC, KSA 6, 254）中达到了顶峰。

博伊姆勒（Baeumler）在其格言汇编《生成的无辜》导言中，认为能够发现贯穿尼采著作的一个始终如一的动机。在海德格尔1936-46年对尼采的沉思中，“生成的无辜”这一概念被刻意回避，但他却更加激烈地抨击一种生成哲学，认为这种哲学陷入了“顺从”（Botmäßigkeit）（海德格尔 II, 1961, 12），并且在其故意的存在遗忘（Seinsvergessenheit）中意味着彻底的虚无主义。洛维特（Löwith）没有强调“生成的无辜”，而是突出了尼采思想的实验特征；在洛维特那里（1987年，第6卷，363-68页），博伊姆勒所断言的贯穿始终的赫拉克利特主义被加入了狄俄尼索斯元素，并由此对照出尼采的一种“赫拉克利特-狄俄尼索斯式”（516）的世界观。

Literatur: Baeumler 1931; Baeumler, A. (Hrsg.): Die Unschuld des Werdens. Der Nachlaß, Bd. 1 & 2, Leipzig 1931; Heidegger 1950; Löwith, K.: Anhang zu N.s Philosophie der ewigen Wiederkehr des Gleichen. Zur Geschichte der N.-Deutungen, in: Sämtliche Schriften, Bd. 6, Stuttgart 1987 (1955); Heidegger 1961.

Miguel Skirl

Vergessen (遗忘)

尼采是最早将遗忘视为一种积极能力（positives Vermögen）的思想家之一。他反对这样一种传统：在该传统中，遗忘意味着记忆的缺失或丧失，从而构成了与记忆相对立的消极面。在记忆与遗忘的关系上，尼采进行了一种颠倒和重估。因此，尼采将遗忘定义为“一种主动的、最严格意义上的积极的阻抑能力”，并将其与具有“对一旦刻下的印象被动地无法摆脱”特征的记忆（GM, KSA 5, 291f.）对立起来。从这种颠倒中，产生了对于生命或权力意志而言对遗忘的积极评价：遗忘阻止了经历过的过去通过记忆来支配现在，从而使得感知新事物（Gadamer 1960, 13）和在现在进行积极行动成为可能。“一切行动都需要遗忘”（HL, KSA 1, 250）。遗忘是感受幸福的条件。

然而，尼采对遗忘的赞美——“遗忘的艺术是神圣的！”（N, KSA 13, 557）——不能被片面地理解。首先，尼采仅针对一种特定形式的记忆：他将“意志的记忆”（GM, KSA 5, 292）与那种构成↗怨恨（Ressentiment）的被动、非意志形式的记忆区分开来，正是通过前者，为未来做出承诺才成为可能。其次，遗忘的必要性源于记忆的过剩，因此并不排斥所有记忆：记忆与遗忘构成了与过去相关的两种能力，个人或文化借此创造出一个可以让其生活和行动的视域（HL, KSA 1, 251）。在这个意义上，遗忘是一种“调节性原则”（Deleuze 1976, 160）。第三，由于遗忘并不在个人的掌握之中——“当人想遗忘时，偏偏忘不掉”（M, Nr. 167, KSA 3, 150）——这就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是通过记忆才使遗忘成为可能。对过去的“彻底加工”（Durcharbeiten）是由可塑力（plastische Kraft）来保障的。这是一种“从自身出发独特地生长，改造和吞噬过去与异己事物，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以及从自身重塑破碎形态”的力量（HL, KSA 1, 251）。

Literatur: Gadamer, H.G.: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60; Kittsteiner, H.D.: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s Vergessens für die Geschichte, in: Smith, G./

Emrich, H.M. (Hgg.): Vom Nutzen des Vergessens, Berlin 1996, 133–174; Gasser, R.: N. und Freud, Berlin/New York 1997.

Wilhelm Roskamm

Wahrheit (真理)

尼采的真理概念拒绝被给出一种明确的界定。有时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指涉的认识论立场，而有时，从视角主义来看，真理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功能。最后，如果人们愿意相信海德格尔并将尼采视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的话，那么在本质上，它就是↗正义（Gerechtigkeit）的形而上学名称。

尼采在世界中看到了一种混沌的生成、痛苦和消亡。世界永远处于流变之中，永远无法被把握、理解和纳入概念之中；没有可确定的事实。不存在“自在的”真实世界及其现象。尼采将柏拉图主义，即关于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的学说，称为迄今为止最旷日持久、最糟糕也是最危险的“独断论者的错误”（JGB, Vorrede, KSA 5, 12）。

对尼采而言，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的秩序，更不存在逻辑的秩序。世界向我们显现出逻辑性，是因为我们已经将其逻辑化了。每一种对世界的考察都是解释（Grimm 1977）。然而，逻辑与主客体的分离以及因果律一样，都源于语言的语法结构。康德关于人类能够形成先天综合判断能力的发现，也与“自在的世界”毫无关系，而是根源于语言的结构。句子遵循其自身的构成法则，而非现实（Joseg 1972）。任何真理符合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将以一种可确定的世界秩序为前提（Grimm 1977）。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问题是，任何语言的使用总是已经隐含了一个稳定世界的形而上学表象。因此，尼采的真理概念带有悲剧性的讽刺意味，即他实际上无法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Joseg 1972）。

对尼采来说，“真实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寓言”。剩下的不是现象的世界，而是作为假象（Schein）的世界（GD, KSA 6, 80）。

尽管如此，当尼采的哲学一方面确信其论断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断言不存在最终有效的真理时，它并未陷入一种错误的循环。通过尼采，真理获得了一种作为权力意志工具的新功能。所有真理，包括传统认识论的真理，都是服务于生命的，甚至是生命所必需的虚构（Fiktionen）。真理就是对某一种特定生命形态而言，从其视角来看似乎最有利的东西（JGB, Nr. 4, KSA 5, 18）。顺理成章地，尼采不再探问是否存在真理，而是追问求真意志有何价值；追问为什么历代哲学家都会执着于某一种特定的真理观念（JGB, Nr. 1, KSA 5, 16）。传统的关于稳定、绝对的世界秩序的观念，符合弱者的需要，因为弱者无法忍受世界作为混沌和无序的存在。

尼采将他的哲学称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N, 7 [156], KSA 7, 199）。柏拉图主义从超感官的理念王国中获取对真理的认识。其对立立场，即实证主义，则在对感官显现之物的认识中寻找真理。因此，在1879年至1881年期间，我们可以发现尼采思想中存在一个强烈的实证主义阶段。然而，在海德格尔的诠释中，面对“死了的”上帝、一切价值的重估以及正在逼近的虚无主义，“颠倒的柏拉图主义”意味着别的内涵。“颠倒的柏拉图主义”现在不仅仅是在两种相互竞争的认识论立场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应当服务于克服↗虚无主义。认识虽然依然是理论性的，但不再以一个超感官的理念世界为导向，而是与源于感性创造的艺术相互关联，服务于生命的持存。“艺术与认识在相互关联中，才首次为作为生命存在的生命体提供了充分的存在保障”（Heidegger 1961, Bd. 1, 573）。

作为权力意志的一种功能，作为一种命令式的“信以为真”（Für-Wahr-Halten），真理必然是不符合、非真理、错误，


真理

Emrich, H.M. (编): Vom Nutzen des Vergessens, 柏林 1996, 133–174; Gasser, R.: N. und Freud, 柏林/纽约 1997.

威廉·罗斯卡姆 (Wilhelm Roskamm)

真理 (Wahrheit)

尼采的真理概念难以进行明确的界定。它有时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指涉的认识论立场，有时真理在视角上又是↗权力意志的功能。最后，如果人们愿意相信海德格尔并将尼采视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那么真理在本质上就是↗正义的形而上学名称。

尼采认为世界是一个混沌的生成、受苦与消亡的过程。世界始终处于流变之中，永远无法被把握、被理解、被概念化；没有可确定的事实。不存在“自在”的真实世界及其现象。尼采将柏拉图主义，即关于纯粹精神与自在之善的学说，称为迄今为止最持久、最糟糕且最危险的“独断论者的错误”（JGB，序言，KSA 5, 12）。

对尼采而言，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的秩序，更不存在逻辑的秩序。世界向我们显现为合乎逻辑的，是因为我们将它逻辑化了。每一种对世界的考察都是一种解释（Grimm 1977）。然而，逻辑与主客体的分离以及因果律一样，都源于语言的语法结构。即使是康德关于人类具有形成先天综合判断能力的发现，也与“自在的世界”无关，而是根源于语言的结构。句子遵循其自身的构成法则，而非现实（Joseg 1972）。任何真理的符合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将以世界具有可确定的秩序为前提（Grimm 1977）。

在这种语境下，成问题的是：每一种语言的使用总是已经暗含了对一个稳定世界的形而上学想象。因此，尼采的真理概念带有悲剧性的讽刺意味，即他实际上无法表达出他想要表达的东西（Joseg 1972）。

对尼采来说，“真实的世界已经成为了寓言”。剩下来的并非现象的世界，而是作为假象的世界（GD，KSA 6, 80）。

然而，当尼采的哲学确信其论断的正确性，同时又断言不存在最终有效的真理时，它并未陷入恶性循环。通过尼采，真理获得了一种作为↗权力意志工具的新功能。所有真理，包括传统认识论的真理，都是服务于生命、甚至对生命必不可少的虚构。真理就是某种特定的生命形式从其视角出发认为最有利于自身的东西（JGB，第4节，KSA 5, 18）。因此，尼采不再追问真理是否存在，而是追问追求真理的意志具有何种价值；追问为什么历代哲学家都执着于某一种特定的真理观念（JGB，第1节，KSA 5, 16）。关于稳定、绝对的世界秩序的传统观念，迎合了弱者的需求，因为弱者无法忍受将世界视为混沌和无序的。

尼采将他的哲学称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N, 7 [156], KSA 7, 199）。柏拉图主义从超感官的理念王国中获得对真实的认识。其对立面即实证主义，则在对感官显现之物的认识中寻找真理。因此，人们可以在尼采1879-81年的思想中发现一个强烈的实证主义阶段。然而在海德格尔的解释中，面对“死了的”上帝、一切价值的贬值以及正在逼近的虚无主义，“柏拉图主义的颠倒”意味着另外的东西。“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如今不再仅仅是在两种竞争的认识论立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服务于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认识依然是理论性的，但不再以超感官的理念世界为导向，而是与源于感官的创造性艺术相互作用，服务于生命的维持。“只有在相互作用中，艺术与认识才为作为生命的生命提供了充分的存续保障”（Heidegger 1961, 第一卷, 573）。

作为权力意志的功能，作为一种命令式的“视为真”，真理必然是不相符、非真理、错误与幻觉。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即便是此时，尼采依然将真理的最普遍本质奠基在“同化”（homoiosis）的意义上。对他而言，真理是一种命令式的、诗意化的向着混沌（即存在者）的同化。“思考整体的存在者，确切地说是思考存在者之中的真理以及真理在其中的显现——这就是形而上学。在这里，‘正义’是真理本质的形而上学名称，是西方形而上学终结时必须把握真理本质的方式”（Heidegger 1961, 第一卷, 574）。

参考文献：Heidegger 1961, 第一卷, 151–164, 570–575; Joseg, S.: Grammatik und Wahrheit – Über das Verhältnis N.s zur spekulativen Satzgrammatik der metaphysischen Tradition, 载于: NSt. 1 (1972), 1–26; Grimm 1977, 16–91; Rethy, R.: Schein in N.s Philosophy, 载于: Ansell-Pearson, K. (编): N. and Modern German Thought, 伦敦/纽约 1991; Ansell-Pearson, K.: An introduction to N. as a political thinker – The perfect nihilist, 剑桥 1994; Abel ²1998, 324–336.

沃尔夫冈·席勒 (Wolfgang Schiller)

权力意志 (Wille zur Macht)

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表述之所以流行，得益于一种显而易见的心理学解释，根据该解释，它标志着所有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事实上，不存在真正纯粹的道德、社会、美学或宗教动因，人类所有的意愿都源于同一个冲动，而这个冲动就是对权力的追求。

这种笼统的诊断之所以能在哲学上被严肃对待，其原因在于尼采一种深远的美学-文化诉求，他试图以此来补充现代自然科学的认知，并使其与创造性个体的艺术性自我理解达成一致：“权力意志”不应仅仅是那些拥有意志的存在的驱动力，而且应被理解为一切事件的能量冲动。唯有如此才能理解，万物并非只是简单地存在于那里，处于静止或运动之中，而是万事万物都在一种不断生成的联系中彼此相连。尼采认为，当物理学家将每一个事件理解为一种↗“力”的作用时，他们只涉及了事物的“外部”联系；而在每一个事件中发挥作用的“内部”环节却被忽视了。

“权力意志”这一概念旨在消除这种片面性；它包含了力的“外部”与“内部”环节，并最终指向了所有物理运动中的“理性”。在每一个单一的行动中，都应当体现出一种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在仅关注纯粹事实性的科学认知中，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抛弃了。因此，尼采将其“权力意志”的概念置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并把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作为该传统的见证人（↗哲学）。

尼采的切入路径并不是对存在或自然的第一动因进行概念性的思辨。他在人类创造力的展开中，发现了基本作用力的综合统一性。因此，他的出发点是“伟大的人”的生产力，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种生产力只能通过自我体验的途径才能被揭示出来。这种自我体验又不仅仅以纯粹的理论性自我反思为基础，而是来源于自我教化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伟大的人”总是也将自身作为其创造能量的客体。因此，“权力意志”具有一种创作美学上的渊源；其概念构想来源于创造性个体在文化上的自我生产的经验脉络之中。

这一点在《曙光》中变得清晰，在此书的光辉中，尼采首次勾勒出后来由查拉图斯特拉所宣讲的关于“权力意志”之“学说”的轮廓。在标题为“战胜力”的第548条格言中写道：“人们依然跪伏在力面前——依照古老的奴隶习惯——但是，如果要确定值得崇敬的程度，只有力之中理性的程度才是决定性的：人们必须衡量，恰恰是这种力在多大程度上被某种更高的东西所克服，并如今作为工具和手段服务于它！”（M，第548条，KSA 3, 318）。对力的克服，体现在感知到一种跨越了内与外之别的效能，对于其衡量标准，尼采


权力意志

幻觉。但海德格尔指出，尼采在此也将在“同化”（ömuööo）意义上的最普遍的真理本质作为基础。对他而言，真理是一种命令式的、诗意地同化入混沌（即存在者）的过程。“思考整体的存在者，确切地说，思考其真理以及存在者中的真理——这就是形而上学。在这里，‘正义’是真理本质的形而上学名称，是在西方形而上学终结时必须理解真理本质的方式”（Heidegger 1961, Bd. 1, 574）。

参考文献：Heidegger 1961, Bd. 1, 151–164, 570–575; Joseg, S.: Grammatik und Wahrheit – Über das Verhältnis N.s zur spekulativen Satzgrammatik der metaphysischen Tradition, in: NSt 1 (1972), 1–26; Grimm 1977, 16–91; Rethy, R.: Schein in N.s philosophy, in: Ansell-Pearson, K. (Hrsg.): N. and modern German Thought, London/New York 1991; Ansell-Pearson, K.: An introduction to N. as a political thinker – The perfect nihilist, Cambridge 1994; Abel 21998, 324–336.

沃尔夫冈·席勒

权力意志

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公式之所以广受欢迎，要归功于一种显而易见的心理学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它标志着所有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事实上，不存在真正纯粹的道德、社会、审美或宗教动机，人类的一切意志都源于一个单一的冲动，而这个冲动就是对权力的追求。

这种笼统的诊断在哲学上之所以能被严肃对待，其原因在于其深远的审美-文化诉求。尼采试图借此补充现代自然科学的认知，并使其与富有创造力的个体的艺术自我理解相一致：“权力意志”不应仅仅是那些拥有意志的存在的驱动力，而且应被理解为一切事件的能量冲动。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万物并非仅仅简单地存在并处于静止或运动之中，而是万事万物都在一个不断生成的联系中相互交织。尼采认为，当物理学家将每一个事件理解为一种↗“力”的作用时，他们只涉及了事物的“外部”联系；然而，在每一个事件中起作用的“内部”契机却被忽视了。

“权力意志”这一概念旨在消除这种片面性；它包含了力的“外部”和“内部”契机，并最终指向所有物理运动中的“理性”。在每一个具体的行为中，都应体现出一种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在仅仅关注纯粹事实性的科学认知中，从一开始就被放弃了。因此，尼采将其“权力意志”概念置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传统之中，他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作为该传统的见证人（↗哲学）。

尼采的切入点并非在于对存在或自然的第一动机进行概念性的思辨。他在人类创造力的展开中，发现了基本效能的广泛统一性。因此，他的出发点是“伟大的人”的生产力，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种生产力只能通过自我经验的途径才能被揭示。而这种自我经验并非基于单纯的理论自我反思，而是源于自我塑造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伟大的人”始终也将自身作为其创造能量的对象。“权力意志”因此具有一种作品美学的起源；它的构想源于富有创造力的个体进行文化自我生产的经验脉络。

这在《曙光》中表现得很明显，尼采在此书中首次勾勒了后来由查拉图斯特拉提出的关于“权力意志”的“学说”的轮廓。在题为“战胜力量”的第548条格言中，他写道：“人们仍然跪伏在力量面前——出于古老的奴隶习惯——然而，如果要确定值得崇敬的程度，只有力量中理性的程度才是决定性的：人们必须衡量，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恰恰被某种更高的东西所克服，并作为工具和手段现在服务于后者！”（M, Nr. 548, KSA 3, 318）。对力量的克服体现在对一种消弭了内外差异的成就的感知中，为了衡量这种成就，尼采毫不避讳地使用了理性这一概念。正是这种理性，作为身体的“大理智”在每一种肉体组织中起作用，并且可以在“值得崇敬性”的渐进阶梯中被辨认出来（Za I, Von den Verächtern des Leibes, KSA 4, 40; M, Nr. 548, KSA 3, 318）。

因此，尼采在通往“权力意志”学说的道路上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衡量这种涵盖内在与外在的效能。在《曙光》中他依然说道，对于“这样一种衡量”，目前“眼光还太少”。但他知道谁拥有这样的眼光：那就是“天才”。虽然他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衡量天才仍然被视为一种亵渎”（M, Nr. 548, KSA 3, 319）。但是，对一种力量的内在契机进行适当的评估，只能由那些其自身成就“不是指向作品，而是指向作为作品的自身”的人来实现。

这种实践上的自我指涉只存在于一个进行生产性展开的“伟大的人”身上：“伟大的人恰恰在其最需要崇敬的伟大事物中，依然像过于遥远的昨天一样不可见：他战胜力量的胜利仍未被眼光所察觉，因此也没有歌声和歌手”（同上）。查拉图斯特拉注定要成为这位歌手。他应当从随着创造力自身的展开而显现的价值评估中，为在此之前尚未确立的新的“等级秩序”做准备。

根据传统的理解，人们只能将意志归属于那些知晓其自身意志的生物。因此，作为候选者的只有人类。然而，尼采受到叔本华的启发，在意志中预设了每一个有限存在者的生命力。不仅如此：既然叔本华试图将意志独立于个体意志的个体化原理使其占据“物自体”的地位，那么意志作为一种动态原则，不仅可以适用于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甚至适用于整个存在。在各自渴望其生命的众多单独的意志背后，隐藏着作为“物自体”的意志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单一的驱动力。这种基础意志在每一个个体意志中作为“生存意志”显现出来。

这是尼采在七十年代后期的著作中寻找一种驱动人类所有自我运动的基本力量时的出发点。他最初是以心理学家的身份进行这项工作的，主要关注人类行为的问题，但同时也始终兼顾观察其他的生命形式。在此过程中，他使用了“自我保存”这一概念，有时他也将其描述为“生存意志”或“求福意志”。因此，他在遣词造句上仍然接近叔本华，但早已经告别了那种认为存在一种同等地推动一切的形而上学基本力量的构想。

在《曙光》的格言中，生命力量提升的动机随后如此强烈地突显出来，以至于尼采对自我保存和生存意志都产生了保守主义的怀疑：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追求的都是早已存在的东西。然而，生命冲动的特征在于，它总是急切地要超越各自既定的状态：一切都在寻求克服现状，并在新的水平上确立自身。即使是针对生长和发展的吸收过程也属于此列，甚至在老年时，至少也旨在进行防御，而如果不提升力量，这种防御是不可想象的。

自身力量的提升伴随着某种情绪，这种情绪也表现在外在的行为中。这就是“优越感”的激情，它能起到刺激作用。这尤其是因为它们要么挑战他人，要么与他人保持距离。在《曙光》的格言中，权力意识中的这些情绪以越来越明确的术语被确称为“权力感”。“权力感”是某物能够被体验为“意志自由”的条件。它主要与“骄傲”（M, Nr. 128）、“忠诚”、“慷慨”或“好名声的羞耻感”（M, Nr. 199）联系在一起，并且是一种“权力文化”的伴随物，正如这种文化已经在“高贵世界的姿态”中表现出来的那样（M, Nr. 201）。“具有贵族习俗的人”懂得“维持一种始终存在的、高度物理力量的外表”，此外，他还希望“通过持续的开朗和随和，即使在尴尬的处境中，也能维持一种印象，即他的灵魂和精神足以应对危险和意外”（M, Nr. 201, KSA 3, 175）。

即使在仅仅散播着“权力感的假象”的地方，它也能发挥作用。它的最高提升只有在“自由精神”致力于认知的“胜利智慧的理想”时才能实现（M, Nr. 201, KSA 3, 176）。由此，“战胜力量”的目标也被预先设定了。

正是对力量提升的强调，使得尼采在构思其查拉图斯特拉时——即在他为一个划时代的信息寻找精炼公式的作品阶段——想到了将“意志”与“权力”结合起来。而这里的首要困难在于，即使在使用这一公式的语境中，他也不遗余力地否认意志的存在。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他总是感到有必要指出意志“并不存在”（JGB, Nr. 19; N, November 1887 – März 1888, 11 [73], KSA 15, 36）。

对意志的否定，针对的是假设存在一种独立的“官能”，这种官能的冲动源于一种原始的、独立于其他驱力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在这种独立性中被断言为是“自由的”。然而，尼采早就通过主张内在和外在运动的原始统一性，超越了这一假设。“权力意志”并非一个孤立存在的主体中孤立存在的冲动，而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在其内在和外在契机的重合中被认知。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意志”中的意志始终是现实展开的权力中的一个要素。尼采着眼于一种实际进行的意欲行为，这种行为必须始终已经配备了权力，才能根本上被识别为意欲。另一方面，他将权力理解为一个指向特定目标的事件，其必然伴随的方向感被理解为意志的表达。

因此，任何真实的意欲总是应当被视为权力事件，而任何权力事件本身已经应被理解为意志的化身。意志隐含地指向权力，而权力自身也指向意志。因此，该公式的每个部分本身就已经表达了整个公式所要表达的含义；每个部分本身就已经在诠释整体。“权力意志”因此是一个自我解释的统一体。意志与权力之间看似多余的结合，本身就是该公式所标示的提升的标志。在其中，由总体概念所标示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性也变得直观。尼采始终有意追求的该公式带有挑衅性和暴力色彩的特征——这对其受到令人质疑的欢迎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仔细观察下，揭示出一种迷人的微妙之处，这种微妙不仅关乎其天才自我理解的起源，也关乎其精巧的形式结构。

尼采所塑造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首先被设定为“超人”的导师。“超人”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找到了其内在和外在的边界，查拉图斯特拉在经历了可怕的体验之后，首次通过他的动物得知了这一点（Za III, Der Genesende 2, KSA 4, 275）。人们必须将“权力意志”设想为“超人”可能性的同样既是内在又是外在的条件。同时，人们再怎么高估尼采所指的“权力”现象的广泛性都不为过：“查拉图斯特拉在地球上没有发现比善与恶更大的权力”（Za I, Von tausend und Einem Ziele, KSA 4, 74）。只要有价值评估发生，那里就存在权力。

既然权力被设想为一种动态的量，它永远不仅仅由外部关系来决定，而是始终拥有一种紧迫的、驱动的、释放自身的内在，那么它似乎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而驱动它的“意志”则显现为生命的原始冲动：“只有有生命的地方，才有意志：但不是生存意志，而是——我这样教导你——权力意志！”（Za II, Von der Selbst-Überwindung, KSA 4, 149）。然而，这种意志不仅在生命中起作用，而且它先于生命。它创造了活生生的事物，并通过价值评估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对于有生命者而言，许多事物受到的估价高于生命本身；然而，从估价本身中发声的，正是——权力意志！”（同上）。

其例证是对“善”与“恶”的评判，在这些标尺下，生命被评判和被裁决——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反对生命。但美学经验也可以作为例证。例如，对美的体验只有在权力意志的放松中才会出现：“当权力变得仁慈并降临于可见之物中时：我称这种降临为美”（Za II, Von den Erhabenen, KSA 4, 152）。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笔记和著作中，尼采将“权力意志”作为一切事件的基础力量进行实验。“这个世界，”他在1885年写道，“就是权力意志——除此无他！”（N, 1885, 38 [12], KSA 11, 611）。因此，尼采寻找与亚里士多德的潜能（dynamis）概念的平行之处（N, 1887, 9 [92], KSA 12, 387），探究同时代关于物理力量作用形式的假说，或者从物质在感知中被赋予的“感觉点”来重构物质，这就顺理成章了。在所有这些努力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信念：即自然的作用力只能通过其被体验到的效果来揭示。最终，“力”、“能量”或潜能（dynamis）只能从人类经验的视角来思考。

这就引出了关于“权力意志”或许最重要的一句话，根据这句话，即使在其最大的覆盖范围内，权力意志也不过是人类的自我解释。首先，尼采再次拾起《曙光》中的说法，将“权力意志”称为人们寻找的“力”的“补充”：“我们物理学家用来创造上帝和世界的这个大获全胜的‘力’的概念，还需要一个补充：必须赋予它一个内在世界，我将其称为‘权力意志’，即对展示权力的永不满足的渴望；或权力的使用、行使，作为创造性冲动等。”两句之后他又写道：“没有别的办法：人们必须将所有的运动、所有的‘现象’、所有的‘规律’仅仅理解为内在事件的症状，并彻底运用人类的类比”（N, 1885, 36 [31], KSA 11, 563）。由此可见，当人类将世界理解为“权力意志——除此无他”时，他是在按照自己的形象解释世界。

在尼采思想的影响史中，“权力意志”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在此过程中，该概念的形而上学遗产及其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联系，很早就被注意到，并追溯到哲学传统中的先驱（普罗泰戈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谢林、叔本华）。但这并未能阻止人们主要从政治导向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公式（Baeumler 1931）。尼采本人显然并不忌讳赋予该概念一种行动主义的宣传色彩。他也毫不介意在言谈中表现得仿佛存在着一个唯一的“那个”权力意志。因此，人们有时很难辨识出该概念的复杂起源——它源于天才在自我生产中自我克服的审美自我经验。然而，这一起源确保了“权力意志”——正如人类一样——只能作为同类中的个体形态发挥作用。因此，它绑定于一种多元结构。

尼采成了他强迫性用词的牺牲品，这种用词的片面性至今仍有影响。尽管如此，毋庸置疑的是，在对该概念深刻的审美-实践设计中，尼采树立了一个典范，展示了他如何对可追溯至柏拉图的传统进行创造性的处理。这种从活跃个体的自我经验中获得的世界解释，展示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学、文化理论和自然哲学可以结合成为一种基于实践的世界解释。由此看来，对于由“权力意志”仅勾勒出轮廓的这一规划，其哲学上的全面展开依然有待完成。

参考文献：Eisler, R.: N.s Erkenntnistheorie und Metaphysik, Leipzig 1902; Richter, R.: F.N., Leipzig 1903; Baeumler 1931; Jaspers 1936; Heidegger, M.: N.s Lehre vom Willen zur Macht als Erkenntnis (1939), in: GA Bd. 48, Frankfurt a.M. 1986; ders.: N.s Metaphysik (1941/42), in: GA Bd. 50, Frankfurt a.M. 1990; Engelke, K.: Die metaphysischen Grundlagen in N.s Werk, Würzburg 1942; Nekusil, G.: Das Problem des »Willens zur Macht« in Hellas und sein Wiederaufleben im Hauptwerk F.N.s, Diss. Wien 1947; Kaufmann (1950) 1982; Mittasch, A.: F.N. als Naturphilosoph, Stuttgart 1952; Aitken, F.M.: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N.s Ethics, Diss. Missouri 1970; Müller-Lauter 1971; Deleuze 1976; Kaulbach 1980; Mittelman, W.: The Relation between N.s Theory of the Will to Power and his Earlier Conception of Power, in: NSt 9 (1980), 122–141; Gerhardt, V.: Macht und Metaphysik. N.s Machtbegriff im Wandel der Interpretationen, in: NSt 10/11 (1981/82), 193–221; ders.: Das »Princip des Gleichgewichts«. Zum Verhältnis von Recht und Macht bei N., in: NSt 12 (1983), 111–133; Grau 1984; Magnus, B.: N.s Philosophy in 1888: »The Will to Power« and the »Übermensch«,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4 (1986), 79–99; Venturelli, A.: Asketismus und Wille zur Macht. 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Eugen Dühring, in: NSt 15 (1986), 18–131; Stegmaier, W.: Philosophie der Fluktuanz. Dilthey und N., Göttingen 1992; Stegmaier 1994; Gerhardt 1996; Abel 21998; Ottmann 21999; Müller-Lauter, W.: Über Werden und Wille zur Macht, N.-Interpretationen I, Berlin/New York 1999.

沃尔克·格哈特

科学

普遍的观点认为尼采的哲学沉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批判，第二阶段是实证主义，第三阶段是新神话主义——这种评价未能公正地对待其科学立场的复杂性。在尼采那里，科学无论在批判还是肯定的意义上，从来都不构成与↗形而上学、↗神话、艺术或↗生命的简单对立。在《悲剧的诞生》中，科学的产生被解释为↗苏格拉底主义的兴起。科学被描绘为↘“一种深奥的错觉，它首先在苏格拉底身上降临于世，即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思想沿着因果律的线索，可以触及存在的最深渊，并且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甚至能够纠正存在。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学错觉作为一种本能被赋予了科学，并将其一次又一次地引向其极限，在这些极限处它必须转化为艺术：而实际上，在这种机制下，这才是它所追求的”（GT, Nr. 15, KSA 1, 99）。因此，苏格拉底式的科学仅仅是在表面上反对神话。它是日神原则（↗阿波罗与狄俄倪索斯）的一种过度膨胀形式，它无法承认自身的神话起源（GT, Nr. 13 u. Nr. 14）。

在后期的著作中，尼采的批判同样针对科学的这种自我欺骗形式，他指出：“显而易见，科学也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根本不存在没有前提的科学”（FW, Nr. 344, KSA 3, 575）。尼采明确将自己的立场包含在内，并解释道，“我们对科学的信仰依然建立在一个形而上学的信仰之上——即使是我们这些今日的认知者、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我们的火种也是取自那个燃烧了数千年的信仰之火，那个基督教的信仰，也是柏拉图的信仰：即上帝是真理，真理是神圣的”（同上, 577）。因此，科学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理想”结成了联盟（GM, 3. Abh., Nr. 24, KSA 5, 398ff.），当求真的美德反噬自身时，这种理想便以科学良知的形式自我扬弃（GM, 3. Abh., Nr. 27, KSA 5, 408ff.; 参见 Stegmaier 1994; Zittel 1995）。

因此，尼采绝不是从外部立场对科学进行笼统的批判。他批判的是其客观性要求（HL, Nr. 6, KSA 1, 289f.），科学通过这种要求忽视了每一种↗认知所必然具有的↗错误和假象特征；他批判它对自然所抱有的傲慢的、技术官僚式的自我高估，认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支配自然（GM, 3. Abh., Nr. 9, KSA 5, 357）；他还批判其在研究中自诩的自由与独立（HL, Nr. 7, KSA 1, 300f.）。仔细观察的话，这种自由“根本不是什么自由，而是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位”（SE, Nr. 8, KSA 1, 413）。

此外，尼采指责科学那种“宿命论式”的对事实的迷信，即“那种想要停留在事实面前的意愿”，他用一个文字游戏将其称为“唯事实论”（faitalisme）（GM, 3. Abh., Nr. 24, KSA 5, 399f.）（参见 HL, Nr. 8, KSA 1, 310f.）。因此，科学并不进行价值评估，它产生出许多“纯粹”且“不计后果的认知”（参见 HL, Nr. 6, KSA 1, 287f.），并且无法提供意义和实践的方向（参见 N, 8 [98], KSA 9, 403 u. FW, Nr. 12, KSA 3, 383f.）。

“反对实证主义”，尼采反驳道，实证主义“停留在现象上，认为‘只存在事实’”，而他却会说：“不，恰恰没有事实，只有解释”（N, 7 [60], KSA 12, 315）。因此，与艺术等事物一样，科学首先也是一种世界解释（参见 JGB, Nr. 14）。


科学

(1981/82), 193–221; 同前作者：Das »Princip des Gleichgewichts«. Zum Verhältnis von Recht und Macht bei N., 载于: NSt 12 (1983), 111–133; Grau 1984; Magnus, B.: N.s Philosophy in 1888: »The Will to Power« and the »Übermensch«, 载于: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4 (1986), 79–99; Venturelli, A.: Asketismus und Wille zur Macht. 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Eugen Dühring, 载于: NSt 15 (1986), 18–131; Stegmaier, W.: Philosophie der Fluktuanz. Dilthey und N., Göttingen 1992; Stegmaier 1994; Gerhardt 1996; Abel 21998; Ottmann 21999; Müller-Lauter, W.: Über Werden und Wille zur Macht, N.-Interpretationen I, Berlin/New York 1999.

沃尔克·格哈特 (Volker Gerhardt)

普遍的观点认为，N.的哲学思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批判期，第二阶段是实证主义期，第三阶段是新神话期——但这并未能公允地反映他对科学态度的复杂性。在N.那里，无论是在批判还是肯定的意义上，科学在任何时期都从未与↗形而上学、↗神话、艺术或↗生命处于简单的对立状态。在《悲剧的诞生》中，科学的产生是通过↗苏格拉底主义的兴起来解释的。科学被描述为“一种深奥的妄想，它首先随着苏格拉底的出现而降临世间，那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即认为思想沿着因果律的线索，能够触及存在的最深渊，并且思想不仅能够认识存在，甚至还能够纠正存在。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学妄想作为一种本能被赋予了科学，并引导科学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其界限，在这些界限上，科学必然转化为艺术：而这实际上正是这种机制的意图所在”（GT, 第15节, KSA 1, 99）。因此，苏格拉底式的科学仅仅是在表面上反对神话。它是阿波罗原则（↗日神-酒神）的一种过度强化形式，无法向自己承认其神话起源（GT, 第13节与第14节）。

在后期的著作中，N.的批判同样指向科学的这种自我欺骗形式，他指出：“人们看到，科学同样也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前提的科学”（FW, 第344节, KSA 3, 575）。N.明确将自己的立场包含在内，并解释道，“我们的科学信仰所建立的基础，依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即使是我们今天这些求知者，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我们同样是从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信仰所点燃的烈火中取火，那是基督教的信仰，也是柏拉图的信仰，即相信上帝就是真理，真理是神圣的”（同上，577）。因此，科学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理想”结成了联盟（GM, 第3篇, 第24节, KSA 5, 398及下页），当诚实的德性转而反对自身时，这种理想便以科学良知的形式自我扬弃（GM, 第3篇, 第27节, KSA 5, 408及下页；参见 Stegmaier 1994; Zittel 1995）。

因此，N.绝不是从一个外部的立场对科学进行一揽子的批判。他批判性地考察了科学的客观性诉求（HL, 第6节, KSA 1, 289及下页）——正是通过这种诉求，科学误解了任何↗认识所必然具有的↗谬误和外观属性；他批判了科学对自然所抱有的那种混合着技术官僚色彩的狂妄自大，使其肆无忌惮地自认为能够支配自然（GM, 第3篇, 第9节, KSA 5, 357）；他还批判了科学在研究中所标榜的所谓自由与独立（HL, 第7节, KSA 1, 300及下页）。仔细考量，这种自由“根本算不上自由，而是一项养家糊口的差事”（SE, 第8节, KSA 1, 413）。

此外，N.指责科学对其所迷信的事实抱有一种“宿命论式的”信仰，即“那种面对事实就想停滞不前的意愿”，他利用文字游戏将其称为“唯事实论”（faitalisme）（GM, 第3篇, 第24节, KSA 5, 399及下页）（参见 HL, 第8节, KSA 1, 310及下页）。因此，科学不作价值评判，它炮制出许多“纯粹”且“没有结果的认识”（参见 HL, 第6节, KSA 1, 287及下页），并且无力提供意义和实践的方向（参见 N, 8 [98], KSA 9, 403 与 FW, 第12节, KSA 3, 383及下页）。

“反对实证主义”，N.提出反驳，认为实证主义“停留在‘只有事实’这一现象上”，而他自己则会说：“不，恰恰没有事实，只有解释”（N, 7 [60], KSA 12, 315）。因此，正如艺术等事物一样，科学首先是一种世界解释（参见 JGB, 第14节与第22节），并且作为解释有其自身的权利（参见 Abel 1986）。然而，科学的世界解释倾向于误认其解释的地位，并将其自身绝对化。相反，按照N.的观点，人们恰恰应当致力于“首要的是，不应剥夺生存[…]的多义性特征”（FW, 第373节, KSA 3, 625）。在与其他世界解释的竞争中来看，尤其是自然科学中机械论方向所代表的那种“科学的”世界解释，可能会“始终是所有可能的世界解释中最愚蠢的，也就是说最缺乏意义的一种”（同上，626）。

但是，如果能得到正确的运用和评估，科学将在揭露传统谬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发现和利用世界中的规律：“为了能够在那个意义上成为创造者，我们必须成为物理学家[] 所以：物理学万岁！”（FW, 第334节, KSA 3, 563及下页）。

在世界具有多义性这一基本假设的基础上，N.建立了他自己的↑快乐的科学（Fröhliche Wissenschaft）理想，该理想将“笑与智慧”结合起来（FW, 第1节, KSA 3, 370），运用美学的形式，并且不再否认所有认识的躯体基础（参见 FW, 前言第2节, KSA 3, 347及下页）。

N.的科学批判之合理性经常受到质疑或相对化，理由是它受限于其所处的时代。人们认为N.在批判中仍然依附于19世纪以实证主义为导向的科学观。相比之下，现代的科学观念通常建立在实用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因此N.的批判在今天显得无的放矢。所以，在科学理论中几乎看不到N.思想的踪影。然而，N.对科学的理解绝不局限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同样，也不应当像N.研究中常见的那样，仅仅将其局限于为↗永恒轮回思想寻求自然科学论证的语境中去讨论。在N.那里，科学始终是根据其在文化内部的地位与自我理解，以及在艺术与生命的论证脉络中被考察和批判性评估的。从N.关于所有世界解释都具有解释性质的洞见中，既推导不出所有的解释都具有同等价值，也推导不出它们能够和平共存。即便没有古典意义上的客观性诉求，科学的解释也通过其还原的方法而有别于美学的解释。在N.眼中，这些还原方法无法公允对待多姿多彩的世界关系，并且未经承认地服务于其他目的，如国家的目的或隐秘的道德目的。一种现代的实用主义立场，会被N.作为↗末人那毫无激情的幸福而予以拒绝，这些人已经学会了接受上帝之死，并使自己安逸地生活（参见 Za, 前言第5节, KSA 4, 18及下页），他们以此来掩盖传统形而上学崩溃所带来的致命后果。一场从N.的视角出发，关于当代科学观念之地位及后果的讨论还远未展开。相关的初步尝试见于Abel（1986）。Babich的著作（1994）则特别探讨了N.对科学理论之哲学自我反思的可能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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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齐特尔 (Claus Zittel)

符号

如果我们假设N.遵循“符号认知”（cognitio symbolica）的传统（从莱布尼茨经由康德到黑格尔），根据该传统，“思维”就是一种在符号中的操作，而哲学，只要它们建立在纯粹的思维之上


符号

第22节），并作为这样一种解释拥有其合理性（参见 Abel 1986）。然而，科学的世界解释倾向于无视自身的解释地位，并将其自身绝对化。相反，按照尼采的观点，人们恰恰应当致力于“首要的是，不要试图剥夺此在[……]的多义特征”（FW，第373节，KSA 3, 625）。在与其他世界解释的竞争中进行考量，特别是自然科学中机械论方向所代表的“科学的”世界解释，可能“始终是所有可能的世界解释中最愚蠢的，也就是说，是最缺乏意义的”（同上，626）。

但是，如果运用和评估得当，科学将在揭露传统谬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助于发现和利用世界中的规律：“我们必须成为物理学家，以便能够在那一层意义上成为创造者[……]因此：物理学万岁！”（FW，第334节，KSA 3, 563f.）。

在世界具有多义性这一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尼采建立了他自己的 ↑ 快乐的科学之理想，这种科学将“笑与智慧”（FW，第1节，KSA 3, 370）结合起来，利用美学形式，并且不再否认一切认识的躯体基础（参见 FW，前言 2，KSA 3, 347f.）。

尼采的科学批判的合理性经常因为其时代局限性而受到质疑或相对化。人们认为，尼采在批判中仍然依赖于19世纪以实证主义为导向的科学观。相反，现代科学概念通常建立在实用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因此尼采的批判在今天落空了。所以在科学哲学中，尼采的思想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然而，尼采的科学观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同样，它也不能像尼采研究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被局限在为 ↗永恒轮回 思想进行自然科学论证尝试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在尼采那里，科学总是就其在文化内部的地位和自我理解，以及在艺术与生命的奠基语境中，被加以考察和批判性评估。从尼采对所有世界解释的解释属性的洞见中，既推导不出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也推导不出它们可以和平共处。即使没有经典意义上的客观性诉求，科学解释也通过其还原论方法区别于美学解释；在尼采看来，通过这些方法，科学解释无法公正对待多姿多彩的世界关系，并且在不公开承认的情况下，服务于其他国家的或隐秘的道德目的。尼采会将现代实用主义的立场当作 ↗末人 « 的毫无激情的幸福而加以拒绝，这些人学会了接受上帝之死并安逸地生活（参见 Za，前言 5，KSA 4, 18ff.），通过自欺欺人来掩饰传统形而上学崩溃带来的致命后果。从尼采的视角出发对当代科学观念的地位和后果进行的讨论，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付之阙如。这方面的初步尝试见于 Abel (1986)。Babich (1994) 的著作则特别探讨了尼采对于科学理论之哲学自我反思的可能相关性。

文献：Mittasch, A.: F.N. als Naturphilosoph, Stuttgart 1952; Heller, P.: Von den ersten und letzten Dingen. Studien und Kommentar zu einer Aphorismenreihe von F.N., Berlin/New York 1972; Funke, M.: Ideologiekritik und ihre Ideologie bei N., Stuttgart 1974, 52–75; Schmidt, A.: Über N.s Erkenntnistheorie, in: Salaquarda, J. (编): N., Darmstadt 1980, 124–152; Abel, G.: Wissenschaft und Kunst, in: Djuric, M./Simon, J. (编): Kunst und Wissenschaft bei N., Würzburg 1986, 9–25; Scheer, B.: Die Bedeutung der Sprache im Verhältnis von Kunst und Wissenschaft, 同上, 101–111; Moles, H. A.: N.s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Cosmology, New York/Berlin 1990; Babich, B. E.: N.s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flecting Science on the Ground of Art and Life, New York 1994; Stegmaier 1994, 192–208; Zittel, C.: Selbstaufhebungsfiguren bei N., Würzburg 1995, 32–37, 57–73.

符号

如果假定尼采遵循“符号认识”（cognitio symbolica）的传统（从莱布尼茨经由康德到黑格尔），即认为“思维”是在符号中进行的操作，而哲学只要应当建立在纯粹思维的基础上，就必定是符号文字（Zeichenschrift），那么就能更好地理解尼采。这首先适用于他对形式理性科学 ↗逻辑学和数学的理解，对他来说，它们是 ►应用逻辑 ◼（GD, KSA 6, 76）：►逻辑学就是一个完整虚构的范例。在这里，虚构出了一种思维，其中一个思想 ►依照符号转换的规则，►被设定为另一个思想的原因；所有情感、所有感觉和意愿都被排除了 ◼（N, KSA 11, 505）。然而，对尼采来说，其特征在于他仍然坚持一种现实的 ►概念，►认为这种现实比其指称系统 ►以一种不可言喻的、不同的方式复杂得多 ◼（同上）。►由于我们将这种虚构作为图式应用，亦即把思维过程中的实际发生事件仿佛通过一个简化装置来过滤：我们 ►才首次将其 ►转化 ►为一种符号文字 ◼，从而赋予了逻辑过程以 ►可传达性 ◼和 ►可标记性 ◼。这以此为前提：►将精神事件 ►如此这般地 ►看待 ◼，►就好像它符合那种调节性虚构的图式一样 ◼。尼采将这种虚构称为 ►基本意志 ◼（同上）。然而，他将这些关联呈现得仿佛是由他自己揭示出来的，并以此论战性地反对他那个时代以科学为导向的实在论哲学。►令我苦恼的并非是有某物未被认识；相反，我很高兴能存在某一种认识，并惊叹于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复杂度 ◼。►其手段是：引入完整的虚构作为图式，依据这些图式，我们把精神事件想象得比它原本的样子更简单。经验只有借助记忆才有可能 ◼，而记忆只有 ►依靠将一个精神过程缩减为符号 ◼才有可能（同上）。——符号文字是具有生产性的。它使得 ►借助已知事物的符号来表达新事物 ◼成为可能（同上）。这样一来，符号问题就超越了形式层面，被转移到了 ►事物 ◼的概念上。►正如数学和力学长期以来被视为具有绝对有效性的科学，直到现在人们才敢揭开这层怀疑，即它们不多不少恰好就是应用逻辑 ◼，►所以过去词语也曾被视为对一个事物的认识，甚至直到现在，语法功能仍然是最被确信的事物 ◼。所有被假定的“认识”都是一种“解释”，是通过其他符号对给定符号的澄清：“无论迄今为止建立起来的是什么，一个更晚近、更敏锐的时代总是一再从中揭示出，它只不过意味着那个罢了”（N, KSA 11, 643）。——尼采将这些思考与他对迄今为止所有哲学的论战结合起来：语言的语法作为符号语法，叠加在所有“理性的”思维之上，包括神学思维：“我担心我们无法摆脱上帝，因为我们仍然相信语法”（GD, KSA 6, 78）。我们将“不和谐与问题读入事物之中，因为我们仅仅在语言形式中思考——从而相信了 •理性• 的 •永恒真理•（例如主语、谓语等）”（N, KSA 12, 193）。“主体，客体，行动的实施者，行动以及它所做的事情，被分割开来”是 •一种纯粹的符号学«，它“不指代任何真实的东西”（N, KSA 13, 258）。——但是，“当我们不想在语言的强制下思考时，我们就停止了思考。”“理性的思维是根据一个我们无法抛弃的图式进行的解释”（N, KSA 12, 193f.）。从这个视角来看，“对立”不再是“假”与“真”，而是“符号的缩写与符号本身的对立”，“为整个种类的符号发明出符号”（同上，17），它要么作为用一个“缩写”符号对许多符号进行复杂化的指称，要么作为用多个其他符号对一个符号进行的解释性分析，而这些对于处于相同语境下和面对特定接受者的作者来说（在情感上）显得足够清晰。即使“改变我们的表达手段”“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但我们仍然“有可能理解，它在何种程度上只是纯粹的符号学”（N, KSA 13, 302）。“所有的运动都是一个内在事件的符号；而每一个内在事件都在这些形式的改变中表达自身。思维还不是内在事件本身，而同样只是一种代表情感权力平衡的符号语言”（N, KSA 12, 17）。——不存在宗教或“道德的事实”，因为根本就没有事实，只有“代表”事实的符号。“因此，道德判断绝不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但作为符号学它依然是无价的。”“道德纯粹是符号言说”，“人们必须已经知道它探讨的是什么，才能从中获益”（GD, KSA 6, 98）。因此，某一种特定的哲学也没有真假之分，而是一种哲学对另一种哲学而言是“符号学”。“正如柏拉图利用苏格拉底，将其作为柏拉图的符号学一样”（EH, KSA 6, 320），尼采也是这样看待自己与哲学史的关系的。哲学史为他自身的思考提供了表达手段，而这种思考本身也将自己理解为“纯粹的符号学”。

文献：Simon, J.: Grammatik und Wahrheit, in: NSt 1 (1972), 1–26; Künzli, R. E.: N. und die Semiologie, in: NSt 5 (1976), 263–288; Simon, J.: Philosophie des Zeichens, Berlin/New York 1989.

Josef Simon

时间

早已由奥古斯丁（参见《忏悔录》11, 20）探讨过的我们时间体验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是其自明性，另一方面是一旦我们试图探究它就会产生的神秘性——被尼采展开为一种全面的构想，这对他整个哲学思考都具有根本意义。通过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激进地强调所有此在不可逾越的有限性和时间性，尼采建立起一种对立立场，以反对由科学、技术和经济成就所支撑的现代乐观主义，同时也反对基督教的救赎希望以及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尼采主要参照了叔本华对时间所作的柏拉图-康德式解释。说它来源于康德，是因为叔本华——如同康德一样——将时间理解为知性的一种直观形式；而说它以柏拉图的观念为导向，则是因为叔本华将流动的当下时间理解为静止的永恒当下的映像。作为他独有的观点，叔本华将时间排他性地设定在转瞬即逝的当下，即瞬间的交替之中，而过去和未来对他来说没有实体存在。随后，叔本华宣称时间以及与之伴随的所有此在都是虚无的，因为每一个瞬间都仅仅是相对于另一个瞬间而存在的，无法在自身中安息。

尼采采纳了这种将时间作为瞬间不断生成与消逝的存在主义特征描述，但并没有像叔本华那样抱怨其缺乏实体性，也没有因此呼吁一种禁欲主义式的背离生命。尼采将赫拉克利特拔高为这样一位哲学家：一方面，他拥有力量去引发并承受那种令人惊恐的、动摇对生命坚实性之一切信任的时间体验；另一方面，他依然能够肯定生命的时间性，因为他有能力将这种威胁生命的体验（在不压抑它的情况下）转化为作为力量之极性的哲学-艺术力量直观（参见 PhtZ，第5节；7 力量）。在尼采看来，赫拉克利特将瞬间（其交替构成了时间）理解为某种起作用的东西，它始终只表现为双重的力量：一个瞬间的生成是通过它将另一个瞬间据为己有，即把它之前的东西转化为当下；并且它消逝入未来之中，因为它遭遇了和之前那些瞬间一样的命运（尼采并不将其理解为一个纯粹被动的过程，而是在自我消解的意义上理解它；自我）。戏剧性地意识到自身的易逝性，并且通过肯定（Ja-Sagen）占有过去和消解于未来的力量游戏（当下正是由此才得以发生）来克服这一点——尼采在《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也探讨了这一过程，不过在这里是在涉及每个人的实践-文化层面上探讨的。对于某件事、某种思想或某个人完全燃烧起来的、充满激情的人，被他作为与自身时间性建立成功关系的一个范例。这样的人将其所有与过去相关的知识都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仅仅在这两极之间，才存在他的当下。他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自己的时间（关于尼采对生物学家 K. v. Baer 主观时间感知理论的接受，参见自然科学条目）。这种存在可以被称为是悲剧性的，因为必须维持那种张力，因为在此过程中最终的重点不在于达到目标，而是


时间

作为符号学是无价的。“道德仅仅是符号语言”，“人们必须已经知道它探讨的是什么，才能从中获益”（GD, KSA 6, 98）。因此，一种特定的哲学也没有对错之分，而是一种哲学对另一种哲学而言是“符号学”。“正是这样，柏拉图利用了苏格拉底，将他作为柏拉图的符号学”（EH, KSA 6, 320），而尼采也是这样看待自己与哲学史的关系的。哲学史为他自己的思想提供了表达工具，而他的思想本身也自认为“仅仅是符号学”。

文献：Simon, J.: Grammatik und Wahrheit, in: NSt 1 (1972), 1–26; Künzli, R. E.: N. und die Semiologie, in: NSt 5 (1976), 263–288; Simon, J.: Philosophie des Zeichens, Berlin/New York 1989.

约瑟夫·西蒙（Josef Simon）

时间 (Zeit)

奥古斯丁（参见《忏悔录》11, 20）已经提及了我们体验时间的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它的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是一旦我们试图探究它就会发现的神秘性——尼采将其展开为一个全面的概念，这对他的整个哲学思考具有基础性意义。通过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激进地强调所有此在（Dasein）不可规避的有限性和时间性，尼采建立了一种对立立场，既反对由科学、技术和经济成就支撑的现代乐观主义，也反对基督教的救赎希望以及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尼采主要涉及叔本华对时间的柏拉图-康德式解释。这种解释具有康德的渊源，因为叔本华——如同康德一样——将时间理解为知性的一种直观形式；而叔本华借鉴柏拉图的观念，则体现在他将流动的现在时间理解为永恒之静止现在的镜像。作为其独特的见解，叔本华将时间完全置于转瞬即逝的现在、置于片刻的交替之中，而过去和未来对他来说则不复存在。因此，叔本华宣布时间以及连同时间在内的所有存在都是虚无的，因为每一个片刻都只是与另一个片刻相关联，而无法安立于自身之中。

尼采接纳了这种将时间视为片刻之不断生成与消亡的生存论特征化描述，然而他并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哀叹其缺乏实体性，并因此呼吁人们以禁欲的方式逃避生活。尼采将赫拉克利特塑造成这样一位哲学家：一方面，他有力量引发并承受那令人恐惧的、动摇了对生活坚实性之所有信任的时间体验；另一方面，他依然能够肯定生命的时间性，因为他拥有力量，在不压抑这种威胁生命的体验的情况下，将其转化为一种将力量视为力之极性的哲学-艺术直观（参见 PhtZ, Nr. 5; 7 Kraft）。在尼采看来，赫拉克利特将构成时间交替的那些片刻（Augenblicke）理解为某种具有作用力的东西，它总是仅以双重力量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片刻之所以生成，是因为它占有了另一个片刻，即把先于它的事物转化为现在，而它之所以消逝入未来，是因为它遭遇了与先前的片刻以前遭遇的相同命运（尼采不把这理解为一个纯粹被动的过程，而是理解为一种自我消解；自我）。对自身必朽性的戏剧性意识，以及通过肯定“占有过去”与“消解于未来”的力量游戏（唯有借此，现在才得以发生）来克服这种意识，尼采在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考察》中也探讨了这一点——不过在这里是在涉及每个人的实践-文化层面上。那种为了一件事、一种思想或一个人而完全燃烧起来的充满激情的人，被他视为与自身时间性建立成功关系的范例。这样的人将他所有与过去相关的知识转化为对未来的追求；唯有在这两极之间，才存在他的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他创造了自己的时间（关于尼采对生物学家卡尔·冯·贝尔关于主观时间感受思考的接受，见“自然科学”）。这种存在可以被称为一种悲剧性的存在，因为必须维持那种张力，因为在此过程中，最终重要的不是达到目标，而是提升当下的活动，设定的目标正是为了激发这种活动（悲剧）。此外，对于每一种行动都有一个“适当时机”（rechte Zeit），在这个时机中，行动者可以在瞬间的力量分布总体场域中充分发挥其力量，尼采借此吸收了古代的“契机”（Kairos）概念（参见例如 SE, Nr. 2, KSA 1, 342; Za I, KSA 4, 33; JGB, Nr. 274, KSA 5, 227; 参见 Stegmaier 1992）。

尼采关于时间的论述在早期著作中已显露出来的核心领域，即生存论解释以及时间与力量的紧密关系——时间可以通过力量来解释，而力量本身也是一种时间现象（也可参见尼采所谓的 ►时间原子论 [Zeitatomenlehre]，N, KSA 7, 575–579；对此参见 Schlechta 1954, 140–153; Whitlock 1997）——对他后来的、如今变得更加复杂的反思也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现在的对立面是关于时间作为“现在-点”之线性序列的普遍观念，在这种观念中，时间被静态地空间化为一条一维的线，从而不再作为生成、作为过渡显现出来（参见 N, KSA 9, 500, 503f. 及 554）。尼采拆解了这种观念，一方面，他用令人想起赫拉克利特的表述“生成之流”（Fluß des Werdens）来指称时间的整体，从而描绘出一幅与静态时间观念相对立、但无法进一步勾勒其轮廓的反图像（由此尼采也同时反对了康德关于时间完全是主观性的观念，例如参见 N, KSA 11, 118 及 292）。另一方面，他将看似“时间点”的瞬间，突显为一般时间的范式——而且是以截然相反的方式：一方面作为充满强度的创造性瞬间（参见 N, KSA 9, 500–502），另一方面作为对没有目标的纯粹时间流逝的沉思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世界在某一瞬间变得完美（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后语境中为此使用了南方正午的隐喻，例如参见 N, KSA 10, 150; Za IV, 正午 [Mittags]; 参见 Schlechta 1954）。

然而，与最初的表象相反，尼采的时间范式并非纯粹的瞬间，而是消逝着的瞬间（vergehende Augenblick）（参见 Brusotti 1997, 618–628）。决定性的不仅是瞬间的强度，不仅是从日常忙碌中狂喜或冥想式的抽离（这种片面性的后果将是以厌恶的态度对待日常生活并向往圆满，这无异于贬低其余的生命），同样重要的还有那种塑造力，凭借这种力量，瞬间能够作用于整个生命历程，并使肯定生命成为可能（参见 N. KSA 12, 307f.）。只有作为正在消逝的事物，瞬间才成为“永恒时间”的折射。尼采借此克服了时间与永恒的二元对立（正如叔本华所构想的那样）；同时，他颠覆了通常认为静止优先于运动的观点：现在，静止和同一性的存在本身，反而需要在一种全面的“运动状态”为前提的情况下去被解释。

在晚期著作中，尼采将其关于时间的思考完全融入他“权力意志”（Willen zur Macht）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ewige Wiederkehr des Gleichen）的概念中，现在主要是在“发生”（Geschehen）这一概念下进行（例如参见 N, KSA 11, 537; N, KSA 12, 33 及 136）。唯有通过这两个概念，尼采才确立了其反对普通时间观念的对立立场。尽管在他看来时间也是不可逆地向前推进的，但过去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称的，即未来可能再次成为过去，而现在并不会发生任何绝对新颖的事物（参见 N, KSA 11, 557; Abel 21998, 357–361 及 386）。相信未来是一束蕴含无限行动可能性的麦捆，而现在只是从中抽出一根麦秆，在尼采看来，这种信念建立在将意志自由错误理解为选择自由的基础之上（参见 Müller-Lauter 1988; ↗amor fati [命运之爱]）。这种错误理解本身也是一种虚弱的标志，因为它表明缺乏力量在这有限的世界中（他认为没有任何其他替代方案）塑造自己的生命。

文献：Schlechta, K.: N.s großer Mittag, Frankfurt a.M. 1954; Stambaugh, J.: Untersuchungen zum Problem der Zeit bei N., Den Haag 1959; Fleischer, M.: Die Zeitlichkeit des Menschen. N.s Analyse in seiner zweiten Unzeitgemäßen Betrachtung, in: Beierwaltes, W. u.a. (Hgg.): Weltaspekte der Philosophie, Festschrift für R. Berlinger, Amsterdam 1974, 67–81; Stegmaier, W.: Zeit der Vorstellung. N.s Vorstellung der Zeit,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41 (1987), 202–228; Müller-Lauter, W.: N.s Auflösung des Problems der Willensfreiheit, in: Bauschinger, S. u.a. (Hgg.): N. heute. Die Rezeption seines Werks nach 1968, Bern/Stuttgart 1988, 23–74; Moles, A.: N.s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Cosmology, New York 1990, 223f.; Stegmaier, W.: Philosophie der Fluktuanz. Dilthey und N., Göttingen 1992, 350–358; Brusotti 1997; Whitlock, G.: Examing N.s »Time Atom Theory« Fragment from 1873, in: NSt 26 (1997), 350–360; Abel 21998; Christians, I.: Der Reiz und Sporn des Gegensatzes. Zu F.N.s Konzeption der Kraft, Kap. IV (Diss. München 1999).

英戈·克里斯蒂安斯（Ingo Christians）

培育 (Züchtung)

尼采相当频繁地谈论规训（Zucht）、培育（Züchten）和繁育/培育（Züchtung），尤其是在八十年代。这经常与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事实并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首先，尼采在明确指代教育、精神纪律或教养时，经常使用 ♦培育（Züchtung）这个词。尼采早期对规训和培育概念的几乎所有提及，都是在与教育和教养的关系中提出的。其次，对于现代的尼采读者来说，存在两个明确的选择；培育要么是一个文化和精神概念，要么是一个生物学和受种族条件制约的概念。对作为拉马克追随者（他相信后天获得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的尼采来说，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不存在的。这意味着，尼采废除了柏拉图式和基督教的灵肉二分法，他可以在同一句话中谈论生理学、心理学和价值观。对他来说（这也是19世纪的普遍观点，当时人们相信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影响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从生理学通过心理学传导到价值观，而是同样可以反向进行。自从我们在20世纪不再相信后天获得特征可以遗传以来，♦培育 这个概念经历了重要的意义转变。第三，反对以现代生物学角度理解尼采使用“培育”一词的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几乎总是在谈论个体、单个人、例外和 ►幸运儿（Glücksfällen），而不是谈论群体、种类和物种，而后者是生物学意义所必需的。

当尼采谈到“希腊人的培育”（N, KSA 9, 607）、“作为培育的教育”（N, KSA 12, 339）以及他将永恒轮回的理念视为培育（KSA 12, 342f.）时，培育对于他而言的首要意义显然是文化和道德层面的。然而，有时候其重心似乎也在生物学层面。这尤其适用于《善恶的彼岸》中的一些章节、《偶像的黄昏》中“人类的‘改善者’”这一章，以及遗稿中的一些段落。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几乎只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经常被作达尔文主义的理解，并与生物学培育联系在一起。后者被尼采明确否认，他说：“另一些有学问的蠢牛曾因此怀疑我是达尔文主义者”（EH, 1, KSA 6, 300）。在《反基督》和遗稿中，尼采明确表示，令他感兴趣的是高度个体的个人，而不是人类物种之后会出现什么：“将来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类型来取代人类？但这纯粹是达尔文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仿佛从来有什么物种被取代过似的！关乎我的，是人类物种内部的等级秩序问题（总的来说我不相信其进步），是一直存在且将永远存在的人类类型之间的等级秩序问题”（N, KSA 13, 481 及 AC, Nr. 3, KSA 6, 170）。无论如何，不能排除尼采在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期间，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可能比他后来承认的要大。

在《偶像的黄昏》中的“人类的‘改善者’”一章里，尼采讨论了道德的两种主要形式：驯化（基督教）和培育（摩奴）。在此，他对培育的态度似乎比对驯化的态度要积极得多，但他对两者都予以拒绝。他对驯化明显的批判态度不足为奇，因为以基督教和现代性为形式的驯化正是他批判的主要对象。然而在遗稿中，他对《摩奴法典》的批判也很明显。但同样真实的是，在阅读了包括斯宾塞和高尔顿在内的几部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后，尼采在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口号式的论述，就好像他


培育

1968, Bern/Stuttgart 1988, 23–74; Moles, A.: Examining N.s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Cosmology, New York 1990, 223f.; Stegmaier, W.: Philosophie der Fluktuanz. Dilthey und N., Göttingen 1992, 350–358; Brusotti 1997; Whitlock, G.: Examining N.s »Time Atom Theory« Fragment from 1873, in: NSt 26 (1997), 350–360; Abel ²1998; Christians, I.: Der Reiz und Sporn des Gegensatzes. Zu F. N.s Konzeption der Kraft, Kap. IV (Diss. München 1999).

Ingo Christians

培育 (Züchtung)

尼采相当频繁地，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谈到纪律（Zucht）、培植（Züchten）和培育（Züchtung）。这常常被与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确凿。首先，当尼采显然是指教育、精神训练或教养时，他常常使用“培育”一词。尼采早期几乎所有关于“纪律”和“培育”概念的提及，都是在与教育和修养（Erziehung und Bildung）的关系中作出的。其次，对于尼采的现代读者来说，有两个明确的选项：要么“培育”是一个文化和精神的概念，要么它是一个生物学和受种族制约的概念。而对于作为拉马克主义信徒、相信获得性状可以遗传的尼采来说，不存在这样的非此即彼。这意味着尼采消解了柏拉图式和基督教的灵肉二分法，他可以在同一句话中同时谈论生理学、心理学和价值观。对他而言（这也是19世纪相信获得性遗传时的普遍观点），这种影响并非仅仅像我们今天所设想的那样，从生理学经由心理学延伸至价值观，而是同样存在于相反的方向上。自从我们在20世纪不再相信获得性遗传以来，“培育”这一概念的意义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第三，反对以现代生物学角度理解尼采使用“培育”一词的另一个事实是，他几乎总是谈论个人、个体、例外和幸运儿，而不是谈论群体、物种和类别，而后者对于生物学意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当尼采谈到“希腊人的培育”（N, KSA 9, 607）、“作为培育的教育”（N, KSA 12, 339）以及他将永恒轮回的理念视为培育（KSA 12, 342f.）时，对他来说，“培育”的主要意义显然是文化和道德层面的。然而，有时其重点似乎也在于生物学层面。这主要适用于《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的某些章节、《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中的“人类的‘改善者’”一章，以及遗稿中的一些段落。尼采的“超人”概念（该词几乎只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也常常被作达尔文主义的理解，并与生物学上的培育联系在一起。后者被尼采明确否认，他说：“有些博学的蠢牛因此便怀疑我信奉达尔文主义”（EH, 1, KSA 6, 300）。在《反基督者》（Der Antichrist）和遗稿中，尼采明确表示，他所感兴趣的是高度个性化的人，而不是在人类这一物种之后会出现的东西：“什么样的类型有朝一日会取代人类？但这纯粹是达尔文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仿佛物种曾经被取代过似的！与我有关的，是人类这一物种内部的等级秩序问题——大体而言，我并不相信人类会有什么进步——是那些始终存在、且将永远存在的人类类型之间的等级秩序问题”（N, KSA 13, 481 及 AC, Nr. 3, KSA 6, 170）。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尼采在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比他后来所承认的要深。

在《偶像的黄昏》的“人类的‘改善者’”一章中，尼采讨论了道德的两种主要形式：驯化（基督教）和培育（摩奴）。在此，他对培育的态度似乎远比对驯化积极得多，但他对两者都予以拒绝。他对驯化明显的批判态度不足为奇，因为以基督教和现代性为形式的驯化正是他批判的主要对象。然而，在遗稿中，他对《摩奴法典》（Gesetz des Manu）的批判也变得显而易见。但这也是事实：在阅读了多部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包括斯宾塞和高尔顿的作品）之后，尼采在1880年代初开始使用口号式的语言，就好像他主要指的是生物学上的培育，例如，他谈到“培育一个统治欧洲的新种姓”（JGB, Nr. 251, KSA 5, 195, 另见 N, KSA 9, 547f. 与 577, N, KSA 10, 275 以及 JGB, Nr. 203, KSA 5, 126f.）。在这里，更深入的分析也经常（但并非总是）表明，“培育”这一概念的真正重心（由于对获得性遗传的信仰）在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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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

尼采（N.）在父母家中很早就熟悉了唯圣经主义的基督教，后来在舒尔普福塔中学（Schulpforta）接触到了历史批判性释经学。保罗·多伊森（Paul Deussen）记载了那里的学生们的虔诚是如何由于将古典著作阅读领域的语文学方法转移到圣经领域而被“不知不觉地破坏”的：例如，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t，1801–1872）就将《诗篇》第45篇“完全解释为一首世俗的婚礼歌”（Deussen 1922, 70）。宗教教师罗伯特·布登齐格（Robert Buddensieg，1817–1861）以《诗篇》第8篇为例，向尼采传授了对希伯来诗歌的形式理解（参见 Pernet 1989, 78）。关于尼采在神学学习时期对《旧约》（AT）的涉猎情况鲜为人知——充其量只知道他在1864/65年作为波恩合唱团成员，参与演唱了亨德尔的《犹大·马加比》（Pernet 1989, 102）。这一经历的反映还能在《尼采反瓦格纳》中找到：“只有在亨德尔的音乐中，才宣告了路德及其同类灵魂中最美好的东西，即赋予宗教改革以伟大特征的犹太-英雄特质——这是旧约化作了音乐，而不是新约”（KSA 6, 423）。70年代的阅读成果涉及后来被阐明的《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差异，例如前者中缺失的灵魂不朽的观念（N, KSA 7, 140f.），或者是那里充满活力、令人联想到悲剧的“基本震撼的力量”（N, KSA 8, 545f.）。1880年初，尼采写道，基督教“在努力成为世界宗教的程度上，[曾向]旧约求学。那遁世的基督教并不需要旧约”（N, KSA 9, 21）。叔本华也认同这一观点，他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解释使他仅在原罪神话中才对《旧约》予以肯定（参见 N, KSA 12, 513）。有时，尼采也会为《旧约》辩护，反对“基督教语文学”的“闻所未闻的语文学闹剧”：“我指的是这种企图：将旧约从犹太人身下抽走，声称它只包含基督教教义，并且属于作为真正以色列人的基督徒[]；在旧约中应当处处都在谈论基督，且只谈论基督，尤其处处都在谈论他的十字架”（《曙光》[M], 第84节, KSA 3, 79f.）。尼采随即向他的读者阐明，为了这个目的，人们甚至不惜篡改圣经文本，正如《诗篇》96:10中《七十士译本》的插注所证明的那样。尽管如此，尼采自己偶尔也会赋予《旧约》一种“基督教特质”，比如在谈及“爱的上帝的诞生”时（N, KSA 9, 363）。在研究殉道者游斯丁（Justinus Martyr）的过程中，尼采在1880/81年的遗稿中概述了“亚历山大释经法”，“外邦基督徒”在“争夺旧约解释权的斗争”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N, KSA 9, 431），尽管在他们那里几乎找不到“对以色列的特权和旧约制度的理解”（N, KSA 9, 433）。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旧约》的戏仿式暗指占据了上风；不仅“新法版”的宣告和“旧法版”的砸碎是仿照摩西律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关于新旧法版”），而且先知般的和宣告式的言说本身就成为了这部著作的文学形式（参见奥弗贝克致罗德的信，1883年11月11日）。然而，人们不应过多揣测尼采可能赋予《旧约》的“狄奥尼索斯式”解释（参见 Eldad 1985, 47–49），而是不应忽视此类圣经改编中的讽刺性折射（甚至在《反基督》中也存在）。《善恶的彼岸》再次谈到了《旧约》，仿佛它是一部统一且自成一体的著作：其中有“如此宏大风格的人物、事物和言辞，以至于希腊和印度的文献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并列。面对这些曾是人类昔日模样之巨大遗迹，人们充满恐惧与敬畏[]——对旧约的品味，是鉴别‘伟大’与‘渺小’的一块试金石。将新约与旧约‘粘合为一本书’，作为‘圣经’，作为‘书本身’：这也许是文学的欧洲所犯下的最大胆妄为和‘亵渎圣灵之罪’”（《善恶的彼岸》[JGB], 第52节, KSA 5, 72；参见《道德的谱系》[GM], 第三篇, 第22节及 N, KSA 11, 569）。这里不容忽视其论证策略的维度：尼采的赞美并非目的本身，而是要颠覆基督教对《新约》高于《旧约》的排序。这段言论的矛头直指基督教在《新约》中就已明文确立的矮化道德。

通过奥弗贝克可能的引荐（Ahlsdorf 1990, 58），尼采在1887/88年阅读了尤利乌斯·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的《以色列史绪论》及其《草图与准备工作》。随之，一种被解读进《旧约》文本内部的衰落过程，取代了尼采原先将《旧约》与《新约》作醒目对立（后者同样被理解为一种退化）的看法。威尔豪森颠覆了以往的以色列-犹太历史图景，他不再认为一开始就存在（由摩西制定的）详尽律法。相反，借助文献来源分析法，他在书面流传的祭司文献的“摩西律法”中发现了一种后期的修饰篡改。“以色列不知道成文律法，它的妥拉（Thora）是祭司和先知口头传达的指示；直到《申命记》出现，才有了后来成为圣经正典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律法”（Smend 1989, 106）。威尔豪森颠覆性的历史观迅速赢得了其同行的赞同（其中包括与尼采相识的巴塞尔希伯来学者埃米尔·考奇[Emil Kautzsch]；参见 Smend 1997, 118f.）。《反基督》加工利用了大量的威尔豪森摘录（N, KSA 13, 169–174）——从原始强大的民族神向仅仅是善良的“所有人的上帝”（《反基督》[AC], 第16节, KSA 6, 183）的演变，到祭司“对一切自然的伪造”（《反基督》[AC], 第24节, KSA 6, 191）（威尔豪森称之为“去自然化”），再到基督教脱胎于祭司制犹太教的过程——以此来支撑反基督教的历史建构。然而，尼采决定性地简化了威尔豪森的图式，例如，他让先知们——作为新的、普遍主义的弱者道德的真正创造者——完全消失在庞大的“祭司”群体之中（Sommer 2000）。从这种衰落类型学中不能推断出：“在‘对基督教的谴责’背后，是对威尔豪森当时阐述的迦南-希伯来传统的肯定，即对以色列‘异教’遗产的肯定”（Orsucci 1996, 323）。威尔豪森的概念与《悲剧的诞生》中的退化模型之间的相似之处（Hartwich 1997, 162），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尼采的关注点不在于为前祭司时代的以色列平反，而在于诋毁基督教。对尼采而言，基督教，特别是保罗派基督教，绝不像威尔豪森所认为的那样，是一场终结了神权政治犹太教之僵化的运动，相反，它是犹太道德重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重演。

参考文献：Deussen, P.: Mein Leben, E. Rosenthal-Deussen 编, Leipzig 1922; Eldad, I.: N. and the Old Testament, 载于: OFlaherty, J. C./Sellner, T. F./Helm, R. M. (编): Studies in N. and the Judaeo-Christian Tradition, Chapel Hill/London 1985, 47–68; Pernet, M.: Das Christentum im Leben des jungen F.N., Opladen 1989; Smend, R.: Deutsche Alttestamentler in drei Jahrhunderten, Göttingen 1989; Ahlsdorf, M.: N.s Juden. Die philosophische Vereinnahmung des alttestamentlichen Judentums und der Einfluß von Julius Wellhausen in N.s Spätwerk, 哲学博士论文. Berlin 1990; Orsucci 1996; Hartwich, W.-D.: Die Sendung Moses. Von der Aufklärung bis Thomas Mann, München 1997; Smend, R.: Traditionsbewußte Erneuerung der alttestamentlichen Wissenschaft: Emil Kautzsch (1841–1910), 载于: Sommer, A.U. (编): Im Spannungsfeld von Gott und Welt. Beiträge zu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es Frey-Grynaeischen Instituts, Basel 1997, 111–122; Sommer, A.U.: F.N., »Der Antichrist«. Ein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r Kommentar, Basel 2000.

安德烈亚斯·乌尔斯·佐默


古代，希腊

史诗

荷马

I. “古代向我们展示的‘人性的东西’，绝不可与‘人道的东西’相混淆。必须极力强调这一对立”（N, 3[12], KSA 8, 17）。在其反对“人道”以及将古典时代美化为“人与自然和谐乃至统一”的观念的斗争中，N.反复提及荷马，自1867年起，他便特别深入地探讨了荷马其人及其作品。在《悲剧的诞生》第3节（KSA 1, 37）中，N.在抨击卢梭同时代的精神风潮（该风潮“妄以为在荷马身上找到了这样一位在大自然怀抱中培养出来的艺术家爱弥儿”）时指出，荷马绝非席勒意义上的“天真”（naiv）：“荷马的‘天真’只能被理解为日神式幻觉的完全胜利”，它源于一个深知“生存的恐怖与可怕”的民族对“外观的渴望”。“奥林匹斯欢乐的神界”是将“原本充满恐怖的泰坦神界”经过漫长的改造和日神式美化过程的结果（《悲剧的诞生》，KSA 1, 35–38）。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1872, 12–13）反驳了这一观点，他不认为赫西俄德的泰坦之战神话是“前奥林匹斯”宗教的证明，而是主张荷马世界的“青春”及其原生态。对此，N.写道（致罗德[Rohde]，1872年7月16日）：“只要别让我一再听到那种关于荷马世界是青春的、是民族之春等等的软弱论调就行！[] 在此之前，曾有过一场从阴暗的粗野与残忍中爆发出来的巨大而狂野的斗争，而荷马作为胜利者站在这个漫长而凄凉的时期之终点，这是我最确信的信念之一。希腊人比人们想象的要古老得多”。《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第219节（KSA 2, 471f.）包含类似的观点，即“著名的希腊式的明朗、清澄、单纯和秩序”绝非一种自然天赋，而是极其漫长的斗争的结果。N.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125节（KSA 2, 121）中回到了荷马绝非“天真”的观点，并在那里将荷马称为“无论如何都极度非宗教的”：对于其周围环境中的“贫乏、粗糙的[]迷信”，他“处理起来就像雕塑家对待他的黏土一样自由”。

II. 在对基督教的论战中，N.同样提及了荷马。早在1870年，他就在荷马的神灵形象中看到了“一种生命的宗教，而非责任、禁欲或精神性的宗教”的表达。“正如在荷马那里已经向我们展现的希腊诸神[]，他们并不索求什么：在他们身上，现存之物被神化了，无论其是善是恶”（《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KSA 1, 559）。这一关于“对各种真实的、起作用的事物的喜悦”的相同主题，在后来也再次被论及（参见《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第173和220节，KSA 2, 453与474；《快乐的科学》，第302节，KSA 3, 541）。“柏拉图对抗荷马：这才是完整的、真正的敌对——那一边是用意极善的‘彼岸者’、生命的大毁谤者，这一边则是生命的不由自主的神化者”（《论道德的谱系》，第3篇，第25节，KSA 5, 402）。在这一视角下，对在17和18世纪未受重视的荷马的重新发现，便显得如同“对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的最大胜利”（N, 25[293], KSA 11, 86；参见《善恶的彼岸》，第224节，KSA 5, 258）。在《论道德的谱系》第2篇（第23节，KSA 5, 333）中，N.引用了宙斯的话（《奥德赛》I, 32–34），以展示对基督教的“良心之疚”一无所知的希腊人，是如何将人类的错误行为归咎于其神灵的影响的（“肯定是某位神明蒙蔽了他的理智”）。在此，N.遵循了古典学学者施密特（Schmidt）的论述，这是《善恶的彼岸》和《论道德的谱系》中许多段落极其重要的资料来源（Brusotti 1992；Orsucci 1996, 272–274）：在希腊，“普遍[]存在这样的观念，即神明可能是人类所犯下之不义的始作俑者”（Schmidt 1882, 第1卷, 232）。

文献：v. Wilamowitz-Moellendorff, U.: Zukunftsphilologie!, Berlin 1872; Schmidt, L.: Die Ethik der alten Griechen, Berlin 1882; Vogt, E.: N. und der Wettkampf Homers, in: Antike und Abendland 11 (1962), 103–113; Schröter, H.: Historische Theorie und geschichtliches Handeln, Mittenwald 1982, 34ff.; Lachterman, D. R.: Die ewige Wiederkehr des Griechen: N. and the Homeric Question, in: Conway, D. W./Rehn, R.: N. und die antike Philosophie, Trier 1992, 15–33; Brusotti, M.: Die »Selbstverkleinerung des Menschen« in der Moderne, in: NSt 21 (1992), 81–136; Orsucci 1996, 272–274.

赫西俄德

N.在其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确信：“一切希腊的[]本质，尽管在我们的面前显得如此质朴且举世闻名，却是极难理解的，甚至几乎是难以触及的”（《曙光》，第195节，KSA 3, 166f.）。对希腊精神的古典主义观念（“一种纯粹虚幻的东西”，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奇迹世界”；N, 7[1], KSA 8, 121），无论是在《悲剧的诞生》时期还是在后来，都是他论战的对象。为了摆脱“用现代人道的软弱概念”（《五部未写之书的五个前言》5，KSA 1, 783）来审视古典时代的做法，人们应该沉浸到“赫西俄德诗歌那难以呼吸的空气”（《五部未写之书的五个前言》5，KSA 1, 785）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学会了质疑我们的现代世界，并重新发现已被基督教排挤的道德价值判断。例如，希腊人“对嫉妒的感受与我们不同；赫西俄德将它列入美好、有益的厄里斯（争端女神）的作用之中”（《曙光》，第38节，KSA 3, 45）。在N.看来，这个源自《工作与时日》（Erga）11–26的主题，使得古代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之间的差异变得格外清晰，他在1872年（《五部未写之书的五个前言》5，KSA 1, 787）和1880年（《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第29节，KSA 2, 562）又重新拾起了这一主题。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Erga 349–51）在1880年也是阐释高贵态度的另一主题的来源：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人们应该“对曾帮助过我们的邻人，[…]尽可能更丰厚地予以回报”（《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第256节，KSA 2, 664）。关于作为对他人的“自主独立”构成羞辱与威胁的馈赠主题，N.在后来的著作中又回到了这一点（《曙光》，第112节，KSA 3, 100；《快乐的科学》，第142节，KSA 3, 489），在此过程中他也吸收了爱默生关于这一方面的思想（1858, 387–389）。

“人文主义”语文学往往忽视的古代文化与“现代精神”之间的对立，也表现在对“希望”的评判上：对基督徒而言，“希望”是一种神圣的美德，而希腊人却认为它“是盲目且阴险的”：同样在这一情形下（《曙光》，第38节，KSA 3, 46），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94–99）是其思想来源，正如他在处理“善”与“恶”之“视角主义”差异（这是《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的主要主题）时一样（参见《曙光》，第189节，KSA 3, 162 与《论道德的谱系》第一篇，第11节，KSA 5, 276共同对《工作与时日》145–173的引用）。

文献：Emerson, R.W.: Versuche, Hannover 1858, 387ff.; Bornmann, F.: Anedokta Nietzscheana aus dem philologischen Nachlaß der Basler Jahre (1869–1878), in: Borsche, T./Gerratana, F/Venturelli, A. (Hgg.): >Centauren-Geburten<: Wissenschaft, Kunst und Philosophie beim jungen N., Berlin/New York 1994, 67–80.

悲剧

埃斯库罗斯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把命运女神（Moira）视为凌驾于神和人之上的永恒正义”，在70年代初被N.视为悲剧艺术的顶峰。在首版印有解缚的普罗米修斯标题图案的《悲剧的诞生》中，N.强调了埃斯库罗斯“惊人的大胆”，这种大胆在青年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中重现（《悲剧的诞生》，KSA 1, 67–68）。埃斯库罗斯的表达具有一种在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那里就已经丧失的简洁性，在近代只有莎士比亚与之相近，在埃斯库罗斯的剧中可以发现“一种伦理智慧”，相比之下，“苏格拉底主义显得有些鲁莽且故作老成”（《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48；但对比《善恶的彼岸》第224节，KSA 5, 159 中关于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的关系）。几年后，N.看到了埃斯库罗斯与理查·瓦格纳之间的一种“亲缘关系”（《理查·瓦格纳在拜罗伊特》，KSA 1, 446）。早在1869年9月，他就在写给罗德的信中提及特里布申时写道，那里不仅延续着叔本华和歌德的生命，也延续着品达和埃斯库罗斯的生命（1869年9月3日）。

对N.而言，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是对一个古老神话的诠释，这个神话“是全体雅利安民族共同体原初的财产”。在这里，对火的占有被视为“一种亵渎，一种对神圣自然的劫掠”，是“每一种上升文化的”第一步；在这个展现了“超越个体化束缚”之“英雄冲动”的“雅利安神话”对面，他[对立地]置入了“闪米特人的堕落神话，在其中，好奇心、虚伪的伪装、易受诱惑、淫欲[]被视作罪恶的起源”（《悲剧的诞生》第9节，KSA 1, 69f.）。在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中，表现出关于“主动犯罪”的“崇高”观点（这一主题早就吸引了十四岁的N.：参见BAW 1, 62–75）：“人类所能分享的[]最好的东西，是通过一次亵渎得来的，因此必须再次承受其后果，即那些被冒犯的天神们用来惩戒高尚奋进的人类的一大洪流般的苦难和烦恼”（《悲剧的诞生》第9节，KSA 1, 69）。

N.在《悲剧的诞生》中阐明了“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的双重本质”，他实际上是“一副酒神式的面具”，但同时又出身于“个体化与正义之神”阿波罗（《悲剧的诞生》第9节，KSA 1, 71）。原初的希腊悲剧“不过是一首宏大的合唱”（《希腊音乐剧》，KSA 1, 524f.）。然而，作为在历史和事实上处于首要地位的元素，合唱团的作用在埃斯库罗斯那里就已经不再是原本的模样了。“大约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戏剧所处的阶段是：合唱团已经被压抑到刚好只够提供整体色彩的地步”：最终，“合唱-音乐的整体印象”还是为了“舞台角色的辩证法及其独唱”而被放弃了。

直到埃斯库罗斯之后，希腊戏剧才开始了一种发展，这种发展注定要在“审美苏格拉底主义”的胜利中达到顶峰，届时“同情退居幕后，让位于对辩证法刀剑齐鸣般角逐的明亮喜悦”（《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46）。

文献：Arnott, W. G.: N.’s View of Greek Tragedy, in: Arethusa 17 (1984), 155–169; v. Reibnitz 1992, 32ff., 238ff. u. 294ff.; Bornmann, F.: Anedokta Nietzscheana aus dem philologischen Nachlaß der Basler Jahre (1869–1878), in: Borsche, T./Gerratana, F./Venturelli, A. (Hgg.): >Centauren-Geburten<: Wissenschaft, Kunst und Philosophie beim jungen N., Berlin/New York 1994, 67–80.

索福克勒斯

按照N.的观点，索福克勒斯对俄狄浦斯神话的理解（在《悲剧的诞生》第9节，KSA 1, 64–66中强调，两部俄狄浦斯悲剧均源自同一基本理念）发端于一种“向自然内部和恐怖之处”的凝视（《悲剧的诞生》第9节，KSA 1, 65）。俄狄浦斯被视为“酒神式智慧”的承载者，这种智慧使他“打破了个体化的僵硬法则”和“最神圣的自然秩序”。因此，俄狄浦斯预示了超人的特殊地位，超人“通过其行动[…]质疑每一种法则[…]甚至整个伦理世界”，并产生了一个“更高的魔力作用圈”，借此引领出“一个新世界”。索福克勒斯体现了希腊本质的二重性，因为俄狄浦斯的语言，尽管蕴含“酒神的智慧”，却带有“日神的确定性和明亮感”的特征（《悲剧的诞生》第9节，KSA 1, 64–67）。

N.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看到了“逻辑的过度增生”，这为“苏格拉底主义”做好了准备：所有人物“都以极其耗费精力的敏锐、清晰和透彻来说话[]，以至于为我们[]造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整体印象”（《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46）。悲剧“极为缓慢的衰落”由此开始，它不再唤起同情，也不再唤起“忘我”：“人们必须[]承认[]，即便是索福克勒斯悲剧中那些最美的人物，如安提戈涅、厄勒克特拉或俄狄浦斯，有时也会陷入极其令人难以忍受的琐碎思绪之中”（《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48）。此外，在索福克勒斯那里，合唱团失去了其昔日的基础作用：“他不再敢于将产生效果的主要份额托付给合唱团，而是将其领域限制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现在它几乎显得与演员同等，仿佛它是从歌队席被提升到了舞台之上。”这种新观念是“毁灭合唱团的第一步，其各个阶段在欧里庇得斯、阿伽同以及后来的喜剧中以惊人的速度相继出现”。因此，在N.看来，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已不再保留悲剧的原本本质，“这种本质只能被解释为[]音乐的可见符号化，解释为酒神式迷醉的梦幻世界”（《悲剧的诞生》第14节，KSA 1, 95）。

在埃斯库罗斯那里，人和神都臣服于命运女神，而索福克勒斯则开创了一种新视角，并在他的俄狄浦斯中 → 预先奏响了圣者的凯歌 →（《悲剧的诞生》第9节，KSA 1, 68）。内在性走到了前台，→ 苦难在他那里获得了美化；它被理解为某种神圣化的东西 → 。在索福克勒斯那里（而不是在埃斯库罗斯那里），→ 人与神之间的距离 […] 是无法估量的 → ；个人所经验到的仅仅是 → 犯罪的必然性”，因为对他而言，“世界秩序的智慧”是完全深不可测的（《狄奥尼索斯的世界观》，KSA 1, 568f.）。

即使在1875年之后，当N.已经疏离了叔本华及其“艺术形而上学”时，他也偶尔会回到索福克勒斯，他现在赞赏地将其作品置于从荷马延伸至歌德的传统之中，在这一传统中表达了“智慧与和谐之生活方式的富余”，以对抗“一种过度紧张、狂热、对规则[]、简单、逻辑感到反感的艺术”（《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第173节，KSA 2, 453；《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第336节，KSA 2, 698）。正如《曙光》第168节（KSA 3, 150f.）所述，索福克勒斯应与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并列，作为一种“最不抱偏见之世界认知的文化”的代表。此外，《悲剧的诞生》中关于索福克勒斯对话之“日神”特征的论述后来也发生了改变。在《快乐的科学》第80节（KSA 3, 435f.）中，他的雄辩（“索福克勒斯追求的就是美妙的言辞！”）被视作一种高贵的“对自然的偏离”：将激情“转化为理性和言辞”的戏剧英雄表明，与亚里士多德所断言的相反，控制和克服本能与强烈的情绪是可能的。

文献：Ugolini, G.: F. N., il mito di Edipo e la polemica con Wilamowitz, in: Quaderni di storia 34 (1991), 41–61; v. Reibnitz 1992, 226–238.

欧里庇得斯

根据在《悲剧的诞生》中表达的评判（这一评判似乎已在1870年《苏格拉底与悲剧》的讲座中初见雏形），欧里庇得斯是一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在他的悲剧中显现的神，“不是狄奥尼索斯，也不是阿波罗，而是一个名叫苏格拉底的全新降生的精灵”（《悲剧的诞生》第12节，KSA 1, 83）。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表达了“乐观的辩证法”，它“挥舞着三段论的鞭子，将音乐赶出了悲剧”（《悲剧的诞生》第14节，KSA 1, 95）。将欧里庇得斯视为“理性主义美学”的代表和“审美苏格拉底主义的诗人”——带着这种评价，N.在19世纪的古典语文学界显得相当孤立；然而，他与苏格拉底的接近早已被古代作家（Henrichs 1986, 386f.）以及海涅（Montinari 1986, 339）注意到。

对在《悲剧的诞生》第11节中被与莱辛相提并论的欧里庇得斯的探讨，是N. 1872年启蒙批判的一个主要主题。欧里庇得斯的“一切必须是有意识的，方能是美的”这一基本理念，是一种毁灭性的原则，它导致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悲剧的解体”。对于N.笔下的欧里庇得斯，维拉莫维茨（1872, 10）讽刺地评论道：“但是邪恶的欧里庇得斯来了，在邪恶的苏格拉底的怂恿下，他谋杀了悲剧”。

合唱团，也就是“悲剧整个音乐-酒神的底层”，在欧里庇得斯那里成了“某种偶然的东西，[…]一种甚至可以略去的回忆”（《悲剧的诞生》第14节，KSA 1, 95）。早在1870年，N.就断言，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所唱之词几乎与情节的发展没有更密切的联系”（《索福克勒斯悲剧导论》，KGW II/3, 43）。特别是他的开场白技巧，是“那种大胆的理智”和“理性主义方法”的表现（《悲剧的诞生》第12节，KSA 1, 85f.；《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38）。他意图“把戏剧完全建立在非酒神的基础上”的“苏格拉底式艺术品”，对早期希腊人“壮丽的‘天真’”的瓦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悲剧的诞生》第17节，KSA 1, 115）。

欧里庇得斯作为一种“彻头彻尾非音乐的本性”（《悲剧的诞生》第17节，KSA 1, 113），将半神和“被英雄化修饰的人”驱逐出他的剧作，取而代之的是“将真实的现实面具搬上舞台”，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市民平庸”的代表（《悲剧的诞生》第11节，KSA 1, 76f.）。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类类型，这种人“必须通过论点和反论点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悲剧的诞生》第14节，KSA 1, 94），从而引起人们的惊叹而非同情。在这个意义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是一种“基于观众立场的审美”（《索福克勒斯悲剧导论》，KGW II/3, 43）。

他笔下借由“市民中产阶级”发声的人物，熟悉修辞艺术的一切精微之处，“而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人物则比他们的言辞深刻得多、饱满得多：他们其实只是在结结巴巴地谈论自己”（《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34f. 与 539）。

在《悲剧的诞生》第11章中，N.对欧里庇得斯的批评从根本上立足于阿里斯托芬在《青蛙》中为这位悲剧作家所描绘的肖像。N.将欧里庇得斯视为“新喜剧”（米南德，腓利门）的先驱，这种新喜剧伴随着“狡猾与狡诈的不断胜利”，以及对“衰老和奴隶般生存欲望”的美化（《悲剧的诞生》，KSA 1, 76–78）。几十年后，N.的这些阐述得到了内斯特勒（Nestle）的赞赏（1942, 496与502）。

预示了《悲剧的诞生》第11–14节的《苏格拉底与悲剧》（1870）讲座，包含了N.对欧里庇得斯的首次批判，这一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A.W. 施莱格尔观点的启发（Henrichs 1986, 371与382ff.）。虽然在《悲剧的诞生》中欧里庇得斯代表了希腊悲剧发展的断裂，但在1870年的讲座中，他与埃斯库罗斯处于同一发展线上，而索福克勒斯则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如果说N.将欧里庇得斯的作品称为“苏格拉底主义的果实”，那么也不应忽视，正是通过阅读《酒神的伴女》（677–711），N.在1870年被激发了关于希腊狄奥尼索斯庆典和“音乐美化之迷醉”的思考（Henrichs 1986, 378f.）：如果没有这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参见KSA 1, 558与587），《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将是无法理解的（v. Reibnitz 1992, 319）。

文献：v. Wilamowitz-Möllendorff, U.: Zukunftsphilologie!, Berlin 1872; Nestle, W.: Vom Mythos zum Logos, Stuttgart 1940 (2. Aufl. 1942); Montinari, M.: Lonorevole arte di leggere N., in: Belfagor 41 (1986), 335–340; Henrichs, A.: The Last of the Detractors: F. N.s Condemnation of Euripides, in: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7 (1986), 369–397; v. Reibnitz 1992, 32ff., 238–252.

喜剧：阿里斯托芬

关于阿里斯托芬，N.在《苏格拉底与悲剧》（1870）的讲座中宣称，他“像任何其他天才都比不上的那样，与埃斯库罗斯具有选择亲缘性”（KSA 1, 549）。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125节（KSA 2, 121）中，阿里斯托芬和埃斯库罗斯也被并列在一起。在《悲剧的诞生》中，阿里斯托芬被称为“新的非酒神精神”的反对者：凭借其“敏锐捕捉的本能”，他正确地在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以及“新酒神赞美诗作者的音乐”中，敏锐地怀疑出了“一种退化文化的”清晰标志（《悲剧的诞生》第17节，KSA 1, 112）。正如伯特伦（Bertram）（1918, 310）所言，N.憎恨苏格拉底，“带有阿里斯托芬的全部仇恨——甚至几乎使用了这种仇恨的手段”。后来，N.也强调了阿里斯托芬的“不道德”（N, 9 [157], KSA 12, 428），认为这是对抗“德国品味”，对抗德国本质中那“庄重、滞重、庄严笨拙”的一剂良方（《善恶的彼岸》第28节，KSA 5, 46）。

文献：Bertram 1918; Friedrich, R.: Euripidaristophanizein and Nietzschesokratizein: Aristophanes, N., and the Death of Tragedy, in: Dionysus 4 (1980), 5–36.


史学：修昔底德

在疏远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同时，尼采在1875年深入研究了修昔底德，并从其著作中获得了重要的启发：“人”，尼采摘录道（摘自第3卷，82–84），“是嫉妒的，是杰出者的敌人，其嫉妒意在伤害”，他总是表现出“在[其]激情中的盲目”，并且“宁要复仇也不要正义”（N, KSA 8, 256f.）。这位希腊历史学家被解读为一种反卢梭式的人物（参见 MA I，第463节）：“自然状态”是“无政府状态，[]，毫不掩饰的、冷酷无情的不平等[]，正如修昔底德所记载的，在克基拉岛（Korkyra）发生的那样”（WS，第31节，KSA 2, 563）。从这位史学家的叙述中可以得出一种“国家理论”，它表明“一旦国家消亡必定会发生什么——相互残杀和所有情感的宣泄”（N, KSA 8, 257）。在这一时期的其他笔记中，尼采将修昔底德评价为“自由精神-智者的理想”，是“智者教养的完美流露”（N, KSA 8, 347 与 558）。

尼采在70年代下半叶对修昔底德日益增长的兴趣（参见 KSB 5, 216 与 361），也体现在 《人性的，太人性的》 的其他格言中。回顾修昔底德（V，85-111，特别是89），在 《人性的，太人性的》I，第92节（在这则格言中也回响着尼采对杜林（Dühring）的批判）中指出，“↗正义[]起源于实力大致相等的人之间”。这一思想（“交换的特性是正义的最初特性”）后来被融入到 《论道德的谱系》 第二篇中。

在 《曙光》 中，尼采赞扬修昔底德身上“对世界最无偏见的认识之教养”，以及“对人与事件之所有典型特征的最广泛[]喜悦”（M，第168节，KSA 3, 150f.）。修昔底德的现实感体现在他对伯里克利（Perikles）的赞颂（II，35–46）中，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乐观主义幻象”，写于“黑夜降临雅典之前夕”（MA I，第474节，KSA 2, 308）。

在1883年夏天的一则笔记中写道：“‘描述觉醒的事实感’作为乃至竞赛（Agon）的结果。对修昔底德的赞美”（KSA 10, 339）。在此处，尼采紧随古典语文学家L. 施密特（L. Schmidt，1882年，第1卷，195）引用修昔底德让伯里克利发表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结尾部分（II，46）（“因为在那些为美德设立最大奖赏的地方，也会有城邦中最优秀的人在效力”）。这个关于“竞赛本能”（尼采在布克哈特那里也遇到过的一个母题）的主题在 《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篇，KSA 5, 305）中再次被提及，那里在谈到希腊人时写道：“对于这个演员民族来说，没有见证人的美德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也在（GM，第二篇，11，KSA 5, 275）中被引用，在那里，尼采将“金发野兽”引向战场，以对抗“怨恨的毒眼”。

在 《偶像的黄昏》（我亏欠古人什么，2，KSA 6, 156）中，尼采将修昔底德称为“我的消遣，我的偏爱，我治愈一切柏拉图主义的良药”。修昔底德抵制了“颓废（décadence）”，并且是“那种强烈的、严格的、坚硬的客观事实性的最后启示，这种事实性存在于早期希腊人的本能之中”。古代史学家W. 奈斯特勒（W. Nestle）在1940年明确提及了 《人性的，太人性的》I 第92节和 《曙光》 第168节（1940, 515f., 522, 528）。

文献：Schmidt, L.: 古希腊人的伦理学 (Die Ethik der alten Griechen)，柏林 1882；Nestle, W.: 从神话到逻各斯 (Vom Mythos zum Logos)，斯图加特 1940；Gerhardt 1996, 144ff.；Ottmann 2019, 220–226。

哲学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 赫拉克利特 – 苏格拉底 – 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 – 第欧根尼 – 伊壁鸠鲁 – 普鲁塔克 – 第欧根尼·拉尔修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I. 在1872/73年冬季，尼采在一份笔记中写道：“悲剧时代的哲学家们。纪念叔本华”（N, 23[25], KSA 7, 548）。事实上，正如奥勒（Oehler，1904, 63）已经指出的那样，尼采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兴趣，与他对叔本华哲学的倾向密切相关。他不仅在评价上（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里“可以证明许多真理”；《哲学史断片》 § 2），而且在方法上都追随叔本华，即指出最古老的希腊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之间的契合点。叔本华曾指出，康德-拉普拉斯（Kant-Laplace）的宇宙学理论早在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那里就已初见端倪（《哲学史断片》 § 2）。尼采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呈现出最古老希腊哲学的“现代面貌”。在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873年）——这是他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课程的书面讲稿（原定于1869/70年冬季学期，但实际上直到1872、1873和1876年的夏季学期才讲授）——中，尼采通过“最奇特的学科”（“数学[]，然后是力学、化学原子论等”：致格斯多夫，1873年4月5日；参见 Schlechta/Anders 1962, 88ff.）来接近希腊思想。最古老希腊思辨的宏伟与不可重复性（“这些哲学家的原始观念是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最纯粹的观念：这些人物本身就是哲学的正式化身[]。他们抓住了永恒的问题，也抓住了永恒的答案”；N, 14[28], KSA 7, 387）在这些年里深深吸引着尼采，正如这种思想对19世纪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深远意义一样。巴门尼德（Parmenides）预设了（PhtZ 15, KSA 1, 856ff.；参见 D’Iorio 1994, 393）康德的哲学（尼采当时正在研究施皮尔（Spir）的新康德主义）。在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那里可以找到预示叔本华的母题。（后者在谈到恩培多克勒时曾说：“他完全认清了我们生存的苦难”；《哲学史断片》 § 2）。恩培多克勒，这位“早期哲学中最色彩斑斓的人物”（《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328），为“唯物主义体系”和达尔文主义铺平了道路（D’Iorio 1994, 397）。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和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让人想起“关于世界气态形式的康德-拉普拉斯假说（‘天体力学’，‘世界体系’）”（《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237；参见 D’Iorio 1994, 400）。

II. 西方虚无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始于阿那克西曼德这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一切生成都是对永恒存在的脱离：因此是一种不义，因此要受到毁灭的惩罚”（《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241）。尼采认为，在阿那克萨哥拉的哲学中表达了一种“目的论观点”，这绝非“原始希腊式的”：“那个心灵（voüs）更多地是[]追求目的的意志[]一种能够认识、设定目的，同时也能够意愿、推动等等的力量”（《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280；对比 PhtZ 17, KSA 1, 866f. 中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这里，尼采同样追随叔本华（Barbera 1992, 61），后者将阿那克萨哥拉视为他的“直接对立面”，因为后者“将一个心灵（voüs）、一个理智、一个表象者随意地假设为一切事物的首要和最初的本源”（《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补充》，第21章）。

德谟克利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在叔本华和朗格（Lange）的影响下，尼采在1866-68年间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赞赏他“对科学的献身”以及“对理性的推断力的无条件信任”（BAW 3, 348f.）。德谟克利特克服了“神话的全部拟人化世界观”：“在一切事物中都预设了最严格的必然性：自然进程中没有突然的[]中断”（《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334）。在这种情况下，对希腊哲学的考察同样受到对自然科学强烈兴趣的支撑。

III. 但与此同时，在尼采看来，早期的希腊思想家是“悲剧”人的原型。超越理论理智的狭隘界限，他们“通过对生命的顾及，通过一种理想的生命需求，克制了他们自身那无法满足的求知欲[]——因为他们想要立刻将所学付诸生活”。前苏格拉底的智者关心的不是对世界的逻辑洞察，而是生活与思想的统一：他们“是完整的，是用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在他们的思想与性格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必然性”（PhtZ 1, KSA 1, 807）。他们的哲学以直觉和想象力为特征。因此，尼采在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中，让希腊的思辨从泰勒斯“万物归一”的“神秘直觉”开始。泰勒斯以“专横”的方式对待经验，越过“经验的藩篱”，而“计较的理智”则在他身后气喘吁吁地艰难跋涉。尼采认为，泰勒斯洞察到了存在者的统一性；对他而言，辩证法和科学反思只是传达那种“深刻哲学直觉”的“可怜手段”（PhtZ 3, KSA 1, 813–817）。

文献：Oehler, R.: 弗·尼采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F.N. und die Vorsokratiker)，莱比锡 1904；Schlechta/Anders 1962；Borsche, T.: 尼采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发现 (N.s Erfindung der Vorsokratiker)，载：Simon, J. (编): 尼采与哲学传统 I (N. und die philosophische Tradition I)，1985, 62–87；Vivarelli, V.: 恩培多克勒与查拉图斯特拉 (Empedokles und Zarathustra)，载：NSt 18 (1989), 509–536；Söring, J.: 尼采的恩培多克勒计划 (N.s Empedokles-Plan)，载：NSt 19 (1990), 176–211；Barbera, S.: 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尼采的一些非古代思想来源 (Apollineo e dionisiaco. Alcune fonti non antiche di N.)，载：Campioni G./Venturelli, A. (编): 尼采的理想图书馆 (La biblioteca ideale di N.)，那不勒斯 1992, 45–70；Rehn, R.: 尼采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模型 (N.s Modell der Vorsokratiker)，载：Conway, D. W./Rehn, R. (编): 尼采与古代哲学 (N. und die antike Philosophie)，特里尔 1992, 37–45；DIorio, P.: 青年尼采眼中的前柏拉图哲学家形象 (Limage des philosophes préplatoniciens chez le jeune N.)，载：Borsche, T./Gerratana, E/Venturelli, A. (编): ‘半人马的诞生’。青年尼采的科学、艺术与哲学 (Centauren-Geburten. Wissenschaft, Kunst und Philosophie beim jungen N.)，柏林/纽约 1994, 383–417。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是对尼采影响最深远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悲剧神话”，正如尼采在 《悲剧的诞生》 中所说，证明了“对外观和观赏的充沛快感”，但尤其是“对毁灭可见外观世界的一种更高的满足感”。对狄奥尼索斯精神的体验（“作为[]原始快感流露的，对个体世界的游戏般的构建与摧毁”）在赫拉克利特的比喻中找到了表达，他“将形成世界的力量[比作]一个孩子，游戏般地把石头搬来搬去，堆起沙堆又再次推倒”（GT 24, KSA 1, 151 与 153；参见 GM，第二篇，第16节，KSA 5, 323）。

赫拉克利特否认存在，无法察觉到“任何地方有停滞和不可毁灭性”，尼采在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中将他与叔本华联系在一起（“因与果是[]物质的全部本质：它的存在即是它的作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卷》，§4）。赫拉克利特的主要论点（“一切生成皆源自对立面的战争”）是对希腊本质主要特征（特别是布克哈特所强调的）的概括，即竞赛（Agon）的突出意义：“这是赫西俄德的善良的厄里斯（纷争女神），被升华为世界原则，这是竞赛思想[]，被转移到最普遍的事物中”（PhtZ 5, KSA 1, 822–825）。

尼采赞赏赫拉克利特身上“直觉表象的最高力量”，并为他辩护，反驳亚里士多德在“理性法庭前”指控他“违背了矛盾律”（PhtZ 5, KSA 1, 823）。

在尼采当时对赫拉克利特的探讨中，可以明显看出J. 伯奈斯（J. Bernays）的 《赫拉克利特研究》（1850）、F. 拉萨尔（F. Lassalle）的 《晦涩哲人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哲学》（1858），尤其是叔本华著作的影响（Borsche 1985, 71–76；Barbera 1992, 59ff.）。当尼采断言赫拉克利特不知道一种“带有绝对命令”的伦理学时（“人深入到他最细微的神经纤维都是必然性”；《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280；PhtZ 7, KSA 1, 831），他以此追随了叔本华对康德伦理形式主义的批判，而且对赫拉克利特“孤独感”的强调（《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261；PhtZ 8, KSA 1, 833f.），也间接指向叔本华：“叔本华的特征：在最高贵社交场中的孤独”（N, 19[8], KSA 7, 422；参见 Barbera 1992, 62）。

在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中关于赫拉克利特所发展的思想，在 《偶像的黄昏》 中被重新拾起。在那里写道（KSA 6, 75），赫拉克利特将“永远保持正确”：存在是“一种空洞的虚构[]。‘表象’世界是唯一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只是谎加的”。这里新颖的是语言：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被翻译成了泰希米勒（Teichmüller，《真实的世界与表象的世界》，1882年）的哲学术语。

在 PhtZ 6（KSA 1, 829）中，尼采指出，赫拉克利特代表了一种循环的时间观，并且相信“周期性重复的世界末日”。多年以后，他再次拾起这个主题并写道：“关于‘永恒轮回’的学说[]归根结底可能已经由赫拉克利特传授过”（EH, GT 3, KSA 6, 313）。洛维特（Löwith）认为（这一观点被考夫曼 Kaufmann 在1950, 373 中驳回），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毫无疑问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对赫拉克利特所作的语文学研究。相反，在较新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观点认为（Magnus 1976, 3ff.；Hershbell 与 Nimis 1979, 36），将这位希腊哲学家视为永恒轮回学说的直接启发者是错误的。

早在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的讲座中，尼采就注意到，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对任何持久和停滞的否定”）预设了最新自然科学的成果（为了证明这一论断，尼采引用了冯·贝尔（von Baer）和亥姆霍兹（Helmholtz）；《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267–270）。1885年他写道，通过19世纪的拉马克（Lamarck）、黑格尔（Hegel）和达尔文（Darwin），“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思维方式[]已经复活”（N, 34 [73], KSA 11, 442）。

文献：Bernays, J.: 赫拉克利特研究 (Heraklitische Studien) (1850)，载：论文集 (Gesammelte Abhandlungen)，第1卷，柏林 1885；Lassalle, F.: 晦涩哲人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哲学 (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柏林 1858；Nestle, W.: 弗·尼采与希腊哲学 (FN. und die griechische Philosophie)，载：古典古代新学刊 (Neue Jahrbücher fü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 30 (1912), 554–584；Löwith 1935 (1978), 120ff.；Magnus, B.: 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赫拉克利特与斯多葛派之间的联系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s Doctrine of Eternal Recurrence, Heraclitus and the Stoics)，载：Helios 3 (1976), 3–21；Hershbell, J. P./Nimis, S. A.: 尼采与赫拉克利特 (N. and Heraclitus)，载：NSt 8 (1979), 17–38；Borsche, T.: 尼采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发现 (N.s Erfindung der Vorsokratiker)，载：Simon, J. (编): 尼采与哲学传统 I (N. und die philosophische Tradition I)，维尔茨堡 1985, 62–87；Moroney, P.: 尼采的狄奥尼索斯贵族文化 (N.s Dionysian Aristocratic Culture)，梅努斯 1986, 22–47；Tejera, V.: 尼采与希腊思想 (N. and Greek Thought)，多德雷赫特 1987；Barbera, S.: 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尼采的一些非古代思想来源 (Apollineo e dionisiaco. Alcune fonti non antiche di N.)，载：Campioni G./Venturelli, A. (编): 尼采的理想图书馆 (La biblioteca ideale di N.)，那不勒斯 1992, 45–70。

苏格拉底

在 《悲剧的诞生》 中，苏格拉底被称为“第一个丑陋的伟大希腊人[]”，被称为“专制的逻辑学家”、“科学的秘法传授者”。伴随着他——纯粹的“理论人的典型”、“退化文化的产物”——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占据了统治地位，即“思想，在因果律的指引下，能够直达存在的最深渊”（GT 15, KSA 1, 99）。

苏格拉底，他的眼中“从未闪耀过艺术激情的迷人疯狂”，被尼采视为“悲剧艺术的敌人”，悲剧艺术在他看来是“十分不合理的事物”，“仿佛有因无果，有果无因”（GT 14, KSA 1, 92）。

当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不再被理解为对立的，而是辩证的时，尼采便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苏格拉底问题。苏格拉底在这里不再仅仅表现为负面的：科学向艺术转变的可能性通过这样一个问题得到了暗示，即“‘艺术的苏格拉底’之诞生究竟在自身中是否自相矛盾”（GT 14, KSA 1, 96；参见 GT 15 结尾处“从事音乐的苏格拉底”的形象，KSA 1, 102）。

1875年前后，尼采疏远了瓦格纳和叔本华，同时他对古典语文学变得更加严厉，在古典语文学中，“对希腊人进行辩护的可怕倾向”越来越令他反感（致埃尔温·罗德，1875年2月5日）。当时尼采重新开始研究苏格拉底，并在柏拉图的描绘之外（“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真正意义上是一幅漫画，一种过度的渲染”：N, 5[193], KSA 8, 95）寻找其他证据：“我怀着极深的个人兴趣阅读色诺芬的 《回忆录》：——语文学家们觉得它枯燥至极，你看，我是多么地不像一个语文学家啊”（致冯·格斯多夫，1876年5月26日）。

他对苏格拉底的新理解推翻了他之前“艺术形而上学”的基石，这也体现在他当时的阅读选择中。1876年4月，他借阅了A. 克罗恩（A. Krohn）的两本书（《苏格拉底与色诺芬》，哈雷 1875年，和 《苏格拉底-柏拉图文献研究》，第1卷，哈雷 1876年；参见 Crescenzi 1994, 438f.）。这两部著作都旨在表明，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乃至E. 策勒（E. Zeller）所代表的解释，将苏格拉底视为“纯粹知识的理论家”，那么“我们对苏格拉底学派的误解有多么彻底”。在克罗恩看来——他以色诺芬在 《回忆录》 中记录的哲学家形象为依据——苏格拉底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更是一个“实践生活的改革者”，他完全认识到“逻辑对人并没有施加决定性的力量”。克罗恩研究的指导原则是歌德的一句话：“想象一下苏格拉底学派的伟大[]，它将一切生活的源泉和准则置于眼前，不要求空洞的思辨，而是要求生活和行动”（《散文箴言》 2.37.6）。

克罗恩关于“我们对苏格拉底的观念[…]必须进行彻底修订”的观点，得到了尼采的赞同，他在 《人性的，太人性的》 中多次表达了他对色诺芬所流传下来的苏格拉底形象的赞赏。

在 《人性的，太人性的》 中，“理论世界观与悲剧世界观之间永恒的斗争”退居幕后。苏格拉底现在表现为一个拥有“大胆且直率姿态”的“自由精神”（MA，第433与437节，KSA 2, 282 与 284），带着“一丝阿提卡式的反讽和开玩笑的兴致”，将神明“置于考验之中”（WS，第72节，KSA 2, 584）。意识到日常需求和“最切近之物”的重要性的苏格拉底，毫不留情地抨击了“祭司和教师”及其感伤的言辞，以及“各类理想主义者崇高的统治欲”（WS，第6节，KSA 2, 542）。

出现在色诺芬 《回忆录》 中的苏格拉底，总是在寻找“生活和自我的快乐”（WS 86, KSA 2, 592），成为了 《人性的，太人性的》 中哲学纲领的化身，在这里尼采重新拾起并深化了在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的讲座中探讨过的母题：苏格拉底作为“生命哲学家”（“将巨大的意志力倾注于伦理改革”），作为任何对天才和灵感崇拜的严格反对者：“因此，苏格拉底哲学是绝对实践性的：它敌视一切不与伦理后果相联系的认识。它是[]通俗的：因为它认为美德是可教的。它不诉诸天才和最高的认知力量”（《前柏拉图哲学家》，KGW II/4, 354）。

从1881年起，尼采再次抨击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M，第116与544节，KSA 3, 108 与 315），但他也对苏格拉底反抗习俗和惯例的行为表示赞赏（FW，第328节，KSA 3, 555）。在 《善恶的彼岸》 第190节（KSA 5, 111）中，尼采将苏格拉底视为斯宾塞（Spencer）伦理学的先驱，是“道德功利主义”的代表。在同一著作中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评价，根据这种评价，苏格拉底，这个“伟大而神秘的反讽者”，嘲笑着那些不动脑筋且“高贵”的雅典人，嘲笑他们试图脱离本能的努力，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已经看透了道德判断中的非理性”。他对理性的呼吁仅仅是为了强化本能：“必须顺应本能，但要说服理性用充分的理由来协助本能”（JGB，第191节，KSA 5, 112）。他的反讽和嘲讽的目光（“那个老[]平民那种苏格拉底式的恶毒自信”）旨在在一个衰落的时代让雅典贵族——“一群本能疲惫的人”——重新振作起来（JGB，第212节，KSA 5, 146）。考夫曼（Kaufmann，1950, 462）在试图反驳“尼采拒绝了苏格拉底这一普遍观点”时，对这则格言赋予了极大的意义。

即使在后来，对尼采而言，苏格拉底依然是那个“伟大的反讽者”、“恶毒的苏格拉底”（GM，第三篇，第7节，KSA 5, 351），一个“衰落的症状”（GD，KSA 6, 68）：但同时，他也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了对古代社会颓废（décadence）的自觉而顽强的抵抗之化身。苏格拉底试图“让理性成为暴君”的尝试，是对一种解体和“无政府状态”的反应，这种状态引发了对清晰和秩序的需求（“最刺眼的日光，不惜一切代价的合理性”）（GD，KSA 6, 67–73）。

文献：Kaufmann 1950, 126, 129, 455–478；Sandvoss, E.: 苏格拉底与尼采 (Sokrates und N.)，莱顿 1966；Schmidt, H. J.: 尼采与苏格拉底 (N. und Sokrates)，美因河畔迈森海姆 1969；Behler, E.: 苏格拉底与希腊悲剧 (Sokrates und die griechische Tragödie)，NSt 18 (1989), 141–157；Crescenzi, L.: 尼采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借阅的图书目录（1869–1879）(Verzeichnis der von N. aus d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in Basel entliehenen Bücher (1869–1879))，载：NSt 23 (1994), 388–442。


柏拉图

I

当尼采在舒尔普福塔中学（Schulpforta）参加毕业考试时，他将《会饮篇》（Symposium）称为他最喜爱的诗作（BAW 3, 68）。从1869年在巴塞尔任教开始，尼采深入研究了柏拉图的对话录。（大概在1871年1月，当他写信向W. 维舍尔-比尔芬格申请空缺的哲学教席时，他提到自己在学习古典学时始终追求着哲学兴趣，并在此背景下明确提到了柏拉图。）在《悲剧的诞生》中所勾勒的苏格拉底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会饮篇》和《申辩篇》（参见 GT 13, KSA 1, 88ff.）。

对尼采而言，柏拉图始终拥有一种“斯芬克斯本性”（JGB, Nr. 28, KSA 5, 47），是“一个有着许多后洞与前台的人”（N, 34[46], KSA 11, 440）。在70年代初，尼采将那位对“诗人真正的创造力”如此多疑的“神圣的柏拉图”，置于“苏格拉底主义”的传统之中（苏格拉底与悲剧，KSA 1, 542）。在1871/72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尼采表达了他的确信，即“理念论[]没有美学起源”。“对现实的真正渴求，注视世界时内心的充盈”对柏拉图来说是陌生的（柏拉图对话录学习导论，KGW II/4, 159f.）；因此，“[他]逃避现实，只想在苍白的思想图像中观察事物”（M, Nr. 448, KSA 3, 271）。

柏拉图“乌托邦的主旋律”被社会主义者所接受并非偶然，它基于“对人的认识不足”，以及一种“对善与恶如同对白与黑般”的信仰（WS, Nr. 285, KSA 2, 680）。此外，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这方面认为，“从认识到行动的桥梁”是必须走过的（M, Nr. 22 u. 116, KSA 3, 34 u. 109）。在此处引用的格言中，可以看出阅读鲍曼（Baumann）的《道德手册》（1879年）所产生的余波，尼采在该书中发现了一个思想，即在道德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有意识的意图，而是习惯和练习（参见 Brusotti 1997, 33ff.）。

II

然而，对尼采来说，柏拉图的学说也是一种强烈现实主义的表现。尼采在1872年表示，“柏拉图式国家的整体构想”，是“一种关于国家与天才之间联系的深邃[…]秘传学说的不可思议的巨大象形文字”（FV 3, KSA 1, 777）。在随后的时期里，尼采也强调了柏拉图极力渴望“成为最高哲学的立法者和国家建立者”（MA, Nr. 261, KSA 2, 215）。1883年10月，尼采在写给朋友奥韦尔贝克（1883年10月22日）的信中也探讨了柏拉图的“斯芬克斯本性”：“在阅读泰希米勒时，我越来越惊讶地发现，我对柏拉图的了解是多么少，而查拉图斯特拉又是多么地πλατονίζει（柏拉图化）。”尼采在此处提到的是泰希米勒的解释，该解释突出了柏拉图与基督教之间的距离。柏拉图是一个“热忱的达尔文主义者”，对他来说，个人“还没有任何意义”，他只考虑培育“最优秀的公民种族”，并希望“由国家设立公营马场，但不是为了马，而是为了人”（Teichmüller 1879, 383f.; 参见 Orsucci 1997, 51–53）。

III

1886年，尼采针对柏拉图主义（“越多的‘理念’，就越多的存在”；N, 7[2], KSA 12, 253）的论战变得更加激烈。柏拉图“形而上学的信仰[]，即上帝就是真理，真理是神圣的”，预示了基督教的到来（FW, Nr. 344, KSA 3, 577；参见 GM, 3. Abt., Nr. 24, KSA 5, 401）。在《善恶的彼岸》中，“反对柏拉图的斗争”仍在继续：他的哲学作为欧洲文化的一场“梦魇”，通过“对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的发明”，导致了对“[作为]一切生命之基本条件的视角性”的否定（JGB, Vorrede, KSA 5, 12）。因此，在《善恶的彼岸》中，为了反对柏拉图哲学，尼采采纳了G.泰希米勒（1882）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即意识始终是“视角的”：“在自我意识中，我们拥有[]关于存在概念的唯一且最终的源泉”（Teichmüller 1882, 73；参见 Nohl 1913）。

尼采在1888年指出，柏拉图受制于一种强大的“颓废本能”，并极其巧妙地利用了“神圣的谎言”（AC, Nr. 55, KSA 6, 239）；他与“希腊人的所有基本本能”相悖（GD, KSA 6, 155），并带有“本能上的反希腊人和闪米特人”的印记（N, 11[294], KSA 13, 114）：柏拉图“使本能脱离了城邦、脱离了竞技、脱离了军事才能”（N, 14[94], KSA 13, 272）。他的作品对尼采而言始终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用道德伪造一切事实[]。而这一切都是柏拉图的过错！他依然是欧洲最大的灾难！”（KSB 8, 9）。按照奥特曼（Ottmann，1985, 27; 21999）的说法，尼采晚期的学说“即使在背离柏拉图的过程中，也决定性地受其影响”：尼采也想要一种教化（Paideia）；“永恒轮回学说是对理念论的对应物”（Ottmann 1985, 27; Ottmann 2019）。

参考文献：Teichmüller, G.: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 Gotha 1879; 同上作者: 真实与表象的世界, Breslau 1882; Baumann, J. J.: 道德手册, Leipzig, 1879; Nohl, H.: 尼采视角主义的一个历史渊源：G. 泰希米勒《真实与表象的世界》, 载于: 哲学与哲学批判杂志 149 (1913), 106–115; Bremer, D.: 柏拉图主义的，反柏拉图主义的, 载于: NSt 8 (1979), 39–103; Hager, FP.: 尼采对柏拉图的理解, 载于: Berlinger, R./Schrader, W. (Hrsg.): 尼采争论 4, Würzburg 1984, 34–70; Ottmann, H.: 尼采对古代与现代启蒙的态度, 载于: M. Djurić/J. Simon (Hgg.), 尼采与哲学传统, Würzburg 1985, 9–33; Brusotti 1997; Orsucci, A.: 泰希米勒、尼采与对“科学神话”的批判, 载于: 意大利哲学批判杂志 (1997), 47–63; Ghedini, F: 尼采的柏拉图, Napoli 1999; Ottmann 2019, 147–150, 260–266, 276–281.

亚里士多德

尼采思想中的一个恒定主题是针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论战，反对“那个巨大的误解”，即“在恐惧和怜悯这两种令人压抑的情感中，去认识悲剧的情感”（N, 15[10], KSA 13, 409）。“为了解释悲剧神话”，不容许“越界进入怜悯、恐惧、道德崇高的领域”（GT 24, KSA 1, 152）。古希腊悲剧旨在将观众置于一种酒神式的狂醉和“自我遗忘”的状态，让他体验到“生成的永恒狂喜[]——那种甚至将毁灭的狂喜也包含在内的狂喜”（GD, KSA 6, 160；参见 MA I, Nr. 212, KSA 2, 173）。几个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美学所享有的极高声望，可以从对悲剧艺术这一最初目的的否定中得到解释：“在美学中寻求某种确定性的愿望，诱使人们去崇拜亚里士多德”（N, 5[15], KSA 8, 43）。

《悲剧的诞生》的基本论点，即“合唱队被理解为悲剧的根本原因”，本身已经是亚里士多德定义的一种颠倒，因为亚里士多德将情节视为悲剧的决定性要素，因此主要关注悲剧的主人公而非合唱队。在尼采看来，亚里士多德对合唱队功能的分析（Poet.1456a 25–27）是某种文化历史处境的表现。在这种处境中，“迄今为止有效的合唱-音乐的整体印象”已经丢失，因为被亚里士多德高度赞赏的索福克勒斯迈出了“毁灭合唱队的第一步”，合唱队现在“几乎显得与演员处于同等地位[]，这确实完全破坏了它的本质，即便亚里士多德恰恰对这种关于合唱队的理解表示了赞同”（希腊音乐剧, KSA 1, 525; GT 14, KSA 1, 95）。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对亚里士多德的拒斥是“GT（《悲剧的诞生》）的原罪，正是因为这个污点，学术界拒绝接纳和讨论这部著作”（Ugolini 1999, 101）。

在1876年的一份笔记中，尼采通过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对比来描述“自由精神”。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Eth. Nic. 1141a 16-b 3），“智者[]只关注重要、奇妙、神圣的事物”。然而这样一来，“微小的、软弱的、人性的、不符合逻辑的、充满缺陷的事物[]就会被忽视，可是人们只有通过对它们进行最仔细的研究才能变得明智”（N, 23[5], KSA 8, 404）。在1880/81年左右，当“求知的激情”成为尼采思想的主要动机时，他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了亚里士多德，并承认（N, 3[1], KSA 9, 49f.; M, Nr. 550, KSA 3, 320）“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对的，他们在认识的乐趣中看到了最值得追求的东西”（正如 Brusotti 1997, 66 所证明的，尼采在此借鉴了斯宾塞）。在1883年写下的一段片段中，尼采以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定义（Rhet. IV, 13）来支撑他对功利主义道德的批判，他是在施密特（Schmidt, 1882, Bd. 1, 274）的书里读到这个定义的：“老态龙钟的思维方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不信任[]，是胆怯，是在一切事物中追求效用，而不是追问道德的价值”（N, 7[168], KSA 10, 296f.）。

尼采似乎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没有特别的兴趣，也没有亲自研究过他的著作。考夫曼曾提出一个未能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即尼采“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1950, 447）。西尔克和斯特恩（Silk und Stern, 1981）的断言也同样没有获得成功，他们声称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的解释与亚里士多德美学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大。

锡诺普的第欧根尼

1874年，尼采在《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中引用了第欧根尼，他在该书中猛烈抨击“充满学究气的讲坛智慧和讲坛谨慎”，抨击大学哲学，这种哲学对叔本华来说“早已成为一件可笑的事情”（SE 8, KSA 1, 426）。在1878-1880年间（MA I, Nr. 457, KSA 2, 296; WS, Nr. 18, KSA 2, 553），当尼采研究日常的“升华”和“道德观念的化学”时，他也想起了“犬儒派的灯笼”。在1885年的一个片段中他写道，即便是“最好的第欧根尼灯笼”，在一个“首要且最需要舒适”，以及充斥着“那种巨大的戏子喧嚣，那种迎合其集市品味的巨大的咚咚声”的时代里，也是无济于事的（N, 37 [14], KSA 11, 589）。

伊壁鸠鲁

在70年代初的尼采著作中，缺乏关于伊壁鸠鲁这位“无忧无虑的无名之辈”（FW, Nr. 277, KSA 3, 522）的言论。直到该十年末，尼采才开始深入探讨这位被黑格尔轻视、却被叔本华推崇的哲学家，莱因哈特1928（1966, 306）有理由称之为“决定了其中期时代的伊壁鸠鲁体验”。在《人性的，太人性的 II》第408节（冥府之行, KSA 2, 533f.）中，伊壁鸠鲁和蒙田，与歌德和斯宾诺莎、柏拉图和卢梭、帕斯卡尔和叔本华一起，构成了四个组合，他们并没有在地府中拒绝那位“新奥德修斯”。让尼采对这位“藏在雅典小花园里的萨摩斯老教师”（JGB, Nr. 7, KSA 5, 21）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他抵制柏拉图主义，抵制关于来世的信仰与迷信（M, Nr. 72, KSA 3, 70f.），以及他对“终极问题”的漫不经心（WS, Nr. 7, KSA 2, 543f.）。尼采的这一阐释在《反基督》第58节（KSA 6, 246）中达到了顶峰，在那里，伊壁鸠鲁因为与他那个时代的“地下狂热崇拜、整个潜在的基督教”作斗争，从而反对“通过罪咎、惩罚和不朽的概念来腐蚀灵魂”，而受到了赞扬。

尼采对这位萨摩斯哲学家的描绘，部分具有自传背景：同样拒绝并嘲弄传统的伊壁鸠鲁，也是在痛苦中挣扎着获得他的真理的（FW, Nr. 45, KSA 3, 411；1886年《悲剧的诞生》序言, KSA 1, 17）。博恩曼（Bornmann, 1984, 180 u. 183–185）已经指出，尼采在此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叔本华及其他文学资料（在 FW, Nr. 45, KSA 3, 411 中，可以找到对卢克莱修第二卷开篇诗句的回忆：“Suave mari magno turbantibus aequora ventis / e terra magnum alterius spectare laborem”）。

在80年代中期左右，尼采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伊壁鸠鲁哲学。伊壁鸠鲁现在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病理现象，一种颓废的症状。他的伦理学被认为是一种微妙的算计，一种“精明的道德”，在这种道德中，一切都取决于“对快乐与痛苦的正确权衡”（N, 7[209], KSA 10, 307）。伊壁鸠鲁式的享乐被视为“一个受苦者、大概也是病人的幸福”（N, 25[17], KSA 11, 16）。在《善恶的彼岸》第200节（KSA 5, 121）中，伊壁鸠鲁的与基督教的“镇静药”简直被一并提及（“休息的幸福、不受打扰的幸福、饱足的幸福”）。接着在《反基督》第30节（KSA 6, 201）中，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他的“救赎学说”）被解释为基督教的早期阶段：“伊壁鸠鲁是一个典型的颓废者[]。对痛苦的恐惧，哪怕是对极细微的痛苦的恐惧——除了终结于一种爱之宗教外，别无他途……”（参见 GM, 第3篇论文, Nr. 17, KSA 5, 382）。

参考文献: Knight, A.H. J.: 尼采与伊壁鸠鲁哲学, 载于: Philosophy 8 (1953), 431–445; Reinhardt, K.: 古代的遗产, Göttingen ²1966; Bornmann, F.: 尼采的伊壁鸠鲁, 载于: NSt 13 (1984), 177–188; Moroney, P.: 尼采的酒神贵族文化, Maynooth 1986, 91–105; Ottmann, H.: 尼采对古代与现代启蒙的态度, 载于: Simon, J. (Hrsg.): 尼采与哲学传统 II, Würzburg 1985, 9–34; Ottmann ²1999, 150ff.

普鲁塔克

1871年，对尼采而言，普鲁塔克是“那个褪色的追随者”（N, 10[1], KSA 7, 358），但他依然懂得“以古希腊的本能”去评判（FV 3, KSA 1, 766）。作为瓦格纳主义者的尼采，在70年代初将他那个时代的文化苦难概括为这样的一句话：“甚至连普鲁塔克也没人读了！”（N, 19 [35], KSA 7, 426）。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普鲁塔克与爱比克泰德、塞内卡和帕斯卡尔一起被列为“伟大的道德家”（MA I, Nr. 282, KSA 2, 250; WS, Nr. 20, KSA 2, 554）。

第欧根尼·拉尔修

第欧根尼·拉尔修最初是尼采古典学研究（Philologica）的对象。在1869至1870年间，他专门为其撰写了三篇长篇文章，后来他打算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书出版（参见 Ritschl, 1869年10月16日及1870年3月28日）。这些文章受到了第尔斯（Diels）和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的负面评价（Barnes 1986, 36f.），其核心论点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是对马格尼西亚的狄奥克勒斯（Diokles von Magnesia）作品的摘要。尼采对“可怜的小”（misellus）拉尔修毫不吝惜批评（KGW II/1, 131），但他确信其作品具有重要意义：第欧根尼是“笨拙的守卫者”，“守护着宝藏却不知其价值”（BAW 5, 126）。直到1874年，尼采还回溯到第欧根尼·拉尔修，以严厉批评当代的哲学史学：当人们阅读“里特、布兰迪斯和泽勒那些博学、但并不太科学、而且极其乏味的著作”时，第欧根尼·拉尔修就变得珍贵起来，因为在里面“至少还活有古代哲学家的精神”（SE, KSA 1, 417）。

根据莎乐美（L. Andreas-Salomé, 1894, 55）的观点，尼采对希腊哲学的描绘深受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影响（如 MA I, Nr. 261 KSA 2, 214–218 所示）。根据巴恩斯（Barnes, 1986，他不赞同第尔斯的否定评判）的说法，第欧根尼·拉尔修是尼采的灵感来源，当尼采（在 PhtZ 的开篇, KSA 1, 801–803）用以下话语概括他的哲学史观时：“我只想从每一个[哲学]体系中提取出作为人格之一部分的那一点[]。通过三个轶事就可以给出一个人的形象；我尝试从每个体系中提取出三个轶事，并舍弃其余的”（参见致莎乐美, 1882年9月16日）。费格尔（Figl）强调了第欧根尼·拉尔修研究的意义，正如尼采晚期关于诠释学的言论所证明的那样，他通过这些研究学会了“揭示那些被隐藏的、无法直接从文本中读出的东西”：在研究第欧根尼·拉尔修时，尼采同样“在他的古典学‘实践’中[]受到非常明确的理论预先决定的引导”（Figl 1984, 119 u. 122）。

参考文献: Andreas-Salomé 1894; Niehues-Pröbsting, H.: 轶事作为哲学史媒介, 载于: NSt 12 (1983), 273–78; Cataldi Madonna, L.: 尼采的理性主义, Neapel 1983, 75–79; Figl, J.: 古典学批判的诠释学前提, 载于: NSt 13 (1984), 111–128; Barnes, J.: 尼采与第欧根尼·拉尔修, 载于: NSt 15 (1986), 16–40; Gigante, M.: 古典学史中的弗里德里希·尼采, 载于: 经典与中介, Roma 1989, 21–53.

全节参考文献: Schmidt, L.: 古希腊人的伦理学, Berlin 1882; Kaufmann 1950, 446f. u. 468f.; Wingler, H.: 尼采与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中的亚里士多德, 载于: OFlaherty, J. C./Sellner, T. F./Helm, R. M. (Hgg.): 尼采与古典传统研究, Chapel Hill, 1976, 33–54; Silk, M. S./Stern, J. P.: 尼采论悲剧, Cambridge 1981; Brusotti 1997; Ugolini, G.: 语言学, 载于: Ferraris, M. (Hrsg.): 尼采指南, Bari 1999, 79–107.


古代，罗马

凯撒 - 西塞罗 - 贺拉斯 - 塞内卡 - 塔西佗 - 马可·奥勒留

尼采（N.）从1886年起开始特别关注尤利乌斯·凯撒的形象，凯撒与亚西比德（Alkibiades）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一世一样，被认为是“注定要获得胜利和进行诱惑的谜一般的人”（JGB, Nr. 200, KSA 5, 121）。在他眼中，凯撒是充满激情的人的化身。凯撒在“与自己作战，即自我克制、自我欺骗”方面也展现了非凡的能力：“人们应该在不断克服最大阻力的地方去寻找最高类型的自由人 [] ——最完美的类型就是尤利乌斯·凯撒”（GD, KSA 6, 140）。尼采对凯撒的钦佩之中也夹杂着个人情感，特别是因为凯撒的生活方式似乎向他展示了一个“天才”用来对抗“体弱多病和头痛”所需的手段：“惊人的行军，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持续在户外逗留”（GD, KSA 6, 130）。

关于尼采与凯撒的自我认同，还可以参见《瞧，这个人》（Ecce homo）中的一段话：“但尤利乌斯·凯撒可能是我的父亲”（KSA 6, 269），1888年12月31日写给斯特林堡（Strindberg）且署名为“N. Caesar”的信，以及1889年1月3日写给科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的信：“亚历山大和凯撒是我的化身”。

文献：Kaufmann 1950, 343 u. 369f.; Ottmann ²1999, 273–275.

西塞罗

在基督教时代，“新人”偏爱狭窄的地方，偏爱“隐匿处、暗道和后门”（GM, 1. Abh., Nr. 10, KSA 5, 272）。相比之下，“古代人类”只知道“一个本质上公开的、[] 显眼的世界”（GM, 2. Abh., Nr. 7, KSA 5, 305）。这个对欧洲思想史具有重大意义的差异，在《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中也以西塞罗为例进行了解释。“我们现代人，在各个意义上都气喘吁吁的人”对“古代的公共世界”毫无理解，无法进行朗诵，而在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那里可以找到的“宏大句式”，也不再让我们感到愉悦（JGB, Nr. 247, KSA 5, 190）。

尼采对西塞罗及其时代的兴趣，从他在70年代中期着手进行的一项名为《西塞罗与罗马文化概念》（Cicero und der romanische Begriff der Cultur）的研究计划中得到了印证，尼采在1874年2月11日（致盖尔斯多夫）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该研究。在晚年，尼采认识到“罗马人 [] 在信仰上是散漫和怀疑的”（N, 3[104], KSA 9, 75），这一重要认识也与西塞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威廉·E·H·莱基（W.E.H. Lecky）——尼采在进行这种考察时借鉴了其著作《欧洲道德史》（Sittengeschichte Europas）（Orsucci 1996, 284f.）——曾明确提及这位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摒弃了民间神祇，驳斥并嘲笑了神谕 [] 且将奇迹的起源归结为判断力的某种病态”（Lecky 1879, 1. Bd., 146ff.）。尼采反复回到那种“南方情感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罗马文化的特征，并在天主教中也有所保留（M, Nr. 207, KSA 3, 188; FW, Nr. 350, KSA 3, 586）。相比之下，他对罗马哲学的评价并不高：“没有什么比像塞内卡甚至西塞罗那样说教式地兜售哲学更让我反感的了”（N, 26[452], KSA 11, 271）。

文献：Lecky, W.: Sittengeschichte Europas von Augustus bis auf Karl den Großen, Leipzig/Heidelberg ²1879; Orsucci, A.: Orient-Okzident. N.s Versuch einer Loslösung vom europäischen Weltbild, Berlin/New York 1996.

贺拉斯

“直到今天，我从任何一位诗人那里都不曾获得过像贺拉斯的颂歌一开始就给我的那种艺术上的狂喜”（GD, KSA 6, 154）。贺拉斯在尼采1875年的一个遗稿片段（N, 11[38], KSA 8, 229）以及WS Nr. 86（KSA 2, 591）中均与蒙田被一同提及，尼采在贺拉斯身上看到了一种人生经验的化身，而“自由精神”应该从中汲取一些教益。贺拉斯那种“庄重的轻浮”能让人对敬畏上帝免疫，并且是治疗“灵魂日食”的良药（MA, Nr. 109, KSA 2, 108f.）。早在古代，他就已经是一种“安慰剂”，用来对抗“永恒建筑的忧郁”，对抗一种“近乎绝望的疲惫”，这种疲惫是由罗马帝国令人窒息的氛围所产生的。贺拉斯的“轻浮”也表现在他将希腊语翻译过来的译文中，这些译文“既粗暴又天真”：“事实上，那时人们在翻译时是在进行征服”（FW, Nr. 83, KSA 3, 438f.）。

文献：Brusotti 1997, 137 u. 176f.

塞内卡

1869年，尼采通过颠倒塞内卡的一句话，提出了他将语文学研究与哲学世界观结合起来的夙愿：philosophia facta est quae philologia fuit（Homer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KGW II/1, 268; 参见 Ad Lucilium epistolarum moralium libri XX, 108, 23）。

年轻的尼采当然很熟悉塞内卡。1867年，他向盖尔斯多夫推荐了塞内卡的《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这是一种 [] 既能把你吸引到古典时代，又能让你想起叔本华的阅读体验”（1867年1月20日）。在对M·冯·梅森布格（M. v. Meysenbug）谈话时，他称赞塞内卡是叔本华文体风格的榜样（1873年2月底）。在《人性的，太人性的 I》（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第282节中，他将这位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称为伟大的道德家（KSA 2, 230f.）。然而，在《玩笑、狡诈与复仇》中，尼采对塞内卡倾泻了他的嘲讽（KSA 3, 360f.）。此时的塞内卡成了这样的一类人：“他们笃信自己的完美，带着斗牛士般的尊严招摇过市”（FW, Nr. 122, KSA 3, 478）。在《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中，尼采的评价同样严厉：“让我受不了的人。——塞内卡：或者说美德的斗牛士”（KSA 6, 111）。

塔西佗

在《曙光》（Morgenröthe）第63节——这是一条汇集了1880年秋季遗稿片段的箴言——中，尼采引用了塔西佗（Ann. XV, 144）的话，根据其证言，早期基督教被证明带有 odium generis humani（仇视人类）的罪行（KSA 3, 63）。同样，在尼采撰写《曙光》的1880年秋季的笔记中，也能找到阅读塔西佗的线索：“塔西佗极其嘲讽地谈到，犹太人（和基督徒）是多么沉迷于迷信”（N, 6[285], KSA 9, 271）。最后，尼采（JGB Nr. 195）再次提到这位罗马作家：“犹太人——一个‘天生就是奴隶’的民族，正如塔西佗和整个古代世界所说的那样”（KSA 5, 116）。莱西（Rethy，1997, 116ff. u. 127ff.）指出，这些以及类似常常不准确的引用（例如JGB第195节中的引语实际上出自西塞罗），在杜林（Dühring）和当时其他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著作中经常能见到。

文献：Rethy, R.A.: »From Tacitus to N.: Thoughts and Opinions from two Millennia«, in: NSt 26 (1997), 107–138.

马可·奥勒留

尼采在撰写《曙光》时特别研究了马可·奥勒留。在《曙光》第450节（KSA 3, 273）中，他引用了《沉思录》（Selbstbetrachtungen）中的一句话，以描述科学对充满激情的灵魂所施加的魔力。在《曙光》第82节中，尼采在没有直接点名的情况下将马可·奥勒留与路德进行了对比，他再次引用了《沉思录》中的一句话，这句话表达了一种保持灵魂宁静的怀疑态度：“对于这事或那事不形成任何意见，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KSA 3, 78）。相比之下，他在同一时期的一个遗稿片段（N, 12[145], KSA 9, 601）中，表达了对斯多葛派贬低短暂事物之态度的反对：“在我看来，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大得多，不应当如此转瞬即逝”。

文献：Brusotti 1997, 266f. u. 349f.

Andrea Orsucci


基督教

I. 家庭传统

N.（尼采）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家庭（↗N.的生平）。他的两位祖辈也都是牧师。在父系家族中，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几个世代之前。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N.本人也是一个虔诚践行信仰的基督徒。他参加家庭祈祷，定期做礼拜，并在家庭圈子中庆祝基督教节日。从很早开始，他的亲属和他自己就确信他未来也会从事牧师这一职业。从他1858年的第一部自传（BAW 1, 1 ff.）中可以看出，直到他进入普夫达中学（Schulpforta）寄宿之前，他的教育和行为完全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同学眼中，他也被看作是“小牧师”（Janz 1978, Bd. 1, 50f.）。尽管N.在普夫达中学很快与基督教疏远，并在最迟于坚信礼（1861年）之后就摒弃了将其作为个人的生活基础，但他仍然在几年内坚持“牧师”这一职业目标。当他于1864/65年冬季学期在波恩开始大学学业时，他注册了古典语文学和神学专业。直到一年后，在转学到莱比锡的过程中，他才完全放弃了神学。

因此，作为牧师家庭的子嗣和积极的教会成员，N.通过亲身经历了解基督教。他清楚崇拜、祈祷、布道、基督教生活和基督教道德对信徒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在积极还是消极层面。在他后来对基督教虔诚和教义的心理学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经验背景。“你将不再祈祷，不再崇拜，不再在无尽的信任中安息——你拒绝让自己停留在某种终极的智慧、终极的善、终极的权力面前，拒绝解开你的思想羁绊”，例如在一条格言中，N.承认，由于传统的原因，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剥夺，他们必须为此找到一种积极的替代物，才能承受它（FW, Nr. 285, KSA 3, 527f.）。N.也始终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他对基督教传统的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这种传统的决定（FW, Nr. 344, KSA 3, 577）。此外，他还深信，19世纪世俗的宏大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工人、妇女、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解放运动，都从基督教道德中汲取了能量。

II. 对《圣经》的了解

N.对《圣经》极其熟悉。他在家庭圈子中从小耳濡目染的语言深受《圣经》影响。他最初是通过路德版《圣经》学习读写的。在“韦伯（Weber）候补牧师先生”那里为升入文理中学做准备的课程，也包括了《圣经》知识（BAW 1, 8）。尽管在普夫达州立中学，希腊和罗马文学是核心，但在宗教课上也会讲授《圣经》。在后来的时期，有多次重新阅读的记录，例如，在1876/77年N.于索伦托休假期间，当地的圈子也阅读了《新约》（Montinari, Chronik, 载于: KSA 15, 71）。尽管对这位宗教改革家颇有微词，但N.对作为语言创造者的路德评价极高（致罗德的信，1884年2月22日），并认为他的《圣经》译本是“最好的一本德文书”（JGB, Nr. 247, KSA 5, 191）。在N.的著作中，绝不仅仅是在引人注目的《查拉图斯特拉》中，可以找到许多《圣经》的主题、表达方式、引用和暗喻（Kaempfert 1971）。N.有意将其中许多内容进行了陌生化处理，将其置于其他语境中，并作出了违背其原意的解释。但即使没有明显的修改痕迹，他的引用往往也不完全是字面照搬的。大概他通常是凭记忆引用的。

III. 神学知识

早在学生时代，以及在大学初期波恩的两个学期中，N.越来越多地获取了神学知识。在普夫达中学，本着这所深受古典时代影响的人文主义精英学校的基本宗旨，学生们被教授将（历史）批判的工具（探讨导论问题、文学批判、文本批判甚至文本校勘）也应用到“圣经”上（Figl 1984, 47ff.）。此外，在中学时期，N.就被传授了所谓的“上帝存在的证明”的论证策略，同时也接触了康德对这些证明的批判。通过波恩大学的讲座，N.深入了解了19世纪新教神学的主要思潮——包括从超自然主义出发的护教学、注重历史论证且具教会批判倾向的鲍尔（Baur）学派，以及冯·哈泽（v. Hase）的调和神学。他阅读了青年黑格尔派两部跨越专业界限且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即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在巴塞尔，N.与奥弗贝克（Overbeck）结下友谊，后者出身于历史批判学派，但很快又与该学派拉开了距离（Sommer 1997, 83ff.）。通过与这位朋友及曾经的室友交谈，N.深化并拓展了他的神学知识。当然，他也阅读了奥弗贝克本人的著作，特别是其几乎与他的第一部《不合时宜的考察》同时出版的、对当代基督教的尖锐清算之作（《论我们当今神学的基督教性》，1873年）。这本书坚定了他的观点：对于一个受过（历史）教育的人来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切实的生活选项已不再可能；而且神学从一开始就教授了一种对基督教意识形态化的歪曲。后来，当N.对某些特定主题感兴趣时，也会从奥弗贝克那里获取文献指引。他主要参考批判性解经和教会史方面的著作。举例来说，吕德曼（Lüdemann）关于保罗神学的研究，被N.在《曙光》中分析扫罗皈依成为保罗时所引用（Salaquarda 1974），以及让森（Janssen）的宗教改革史，该书共同塑造了他后来的路德形象（Bluhm 1953）。随着整个遗稿在KGW（考勘版全集）中的出版，以及对这些材料的逐步整理发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N.了解了当时各个学科的许多学术著作，并从中汲取灵感用于自己的思考。相关的证明可以在KGW的后记卷、KSA（考勘研究版）的注释卷（第14卷）以及《尼采研究》的“文献渊源研究”中找到。众所周知，例如N.在《反基督》中，无论是以赞同还是反驳的方式，都隐含或明确地涉及了各种不同的作者。勒南（Renan）关于耶稣从温和的布道者发展为好斗的宗教英雄的论点，遭到了他的明确拒绝。他的“救赎者心理学”在重要特征上受到了托尔斯泰在其宗教自传《我的信仰》中所阐述的耶稣形象的启发，这一点只是在遗稿的相关摘录中才变得清晰起来。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韦尔豪森（Wellhausen）等人的动机和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N.于1887年11月至1888年3月使用的W II 3笔记本中 = 遗稿片段第VIII 11组，印于KSA 13, 9–194）。关于他特别感兴趣的基督教作为生活指南的意义，N.的重要见解得益于对帕斯卡尔《思想录》的阅读（Vivarelli 1998, 55–94）。在简短的概述中列举所有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IV. 叔本华的影响 (参见 Schmidt 1986 和 Salaquarda 1988)

N.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理解深受叔本华的持久影响。1864年，他阅读了叔本华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W I, II），随后又迅速阅读了其他相关著作，特别是《附录与补遗》第二卷中关于宗教和基督教的论述（Salaquarda 1973, 95ff.）。叔本华从宗教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强烈影响中得出结论：人类天生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需求”，这种需求和人类对食物、庇护等生理需求一样渴望得到满足（W II，第17章）。叔本华对宗教的肯定在于，它为绝大多数人——在他看来这些人无法进行独立的哲学反思——提供了一种对超越经验世界的真实存在的感知。但他批评说，宗教是按照经验世界及其适用规律的模式来描绘“形而上学世界”的。N.在谈论形而上学-宗教的“背后世界”（Hinterwelt）时采纳了这一批评（例如，参见 Za I，“论背后世界论者”，KSA 4, 35–38）。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他仍然坚持叔本华关于人类基本“形而上学禀赋”的论点（例如 SE 5, KSA 1, 378）。后来，他否定了这一论点，理由是“形而上学需求”仅仅是宗教的历史产物。由于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宗教的长期统治，这种需求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人类体内，以至于在宗教失去力量之后，我们认为必须以其他方式——即通过形而上学哲学——来满足它（FW, Nr. 151, KSA 3, 494）。叔本华吸收了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个基本思想，区分了经验世界和可知世界。一门宗教越是明确地教导我们，无论是日常经验还是科学经验的世界都是虚幻和短暂的，他对该宗教的评价就越高。虽然他通过这些思想与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广泛传统联系起来，但他反驳这一传统，断言“形而上学世界”既不理智也不善良（W I，第4卷）。康德的“物自体”实际上是所有现象的基础，即“意志”，即追求存在或执着于存在的盲目冲动。这种非理性的世界意志持续不断、永远无法被任何已实现的目标所满足的追求，是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根源。因此，在作为其哲学体系总结的伦理学中，叔本华将同情（Mitleid）描述为道德的基本现象。产生同情心的人，打破了个体存在的虚幻性及其利己主义，并努力至少不给意志的其他显现形式带来痛苦，甚至积极地促进它们。叔本华对禁欲主义的评价甚至高于“正义”和“人类之爱”这些道德态度，因为禁欲主义完全否定了意志。从这种所谓的“悲观主义”——将其称为对不仅是经验世界也是形而上学世界的无价值性的洞察更为合适——中，叔本华获得了评价实证宗教的另一个标准。一门宗教对人类存在的评价越“悲观”，它就越好；越“乐观”，它就越差。叔本华赋予印度宗教最高的地位，因为它们将存在视为罪过和痛苦，将救赎视为进入非存在。相反，由于希腊-罗马国教着眼于此世的政治目的，他将其排在最低位置。他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评价也相当负面，因为它们将世界视为一位善良上帝的美好造物，并向信徒许诺一个（此世或彼世的）“美好生活”。他对基督教的评价则保持着矛盾的态度。他拒绝了基督教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共有的乐观主义特征。相反，他肯定了普遍原罪说、全人类都需要救赎的教义以及神人代人受苦受死的教义。他也积极评价了基督教的爱的伦理学（他将其视为同情伦理学的一种变体）和禁欲主义的基本倾向。N.接纳了叔本华的论点，即基督教主要是一种禁欲主义宗教（奥弗贝克后来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观点），且基督教特有的爱在核心上就是同情。因此，N.反对同情的斗争——在他看来，同情对施予同情者和被同情者都极其有害（例如参见 Za IV）——对他来说始终同时是一场反对基督教的斗争。关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N.在自身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坚决地反对叔本华（也是瓦格纳所持）的观点。在批判谈论“雅利安基督教”的基督教反犹主义的过程中，N.在他后期的著作中非常强调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他暗中反对了叔本华试图在本质上和历史上尽可能将基督教与犹太教剥离的企图。在其宗教理论中，叔本华赋予了神秘主义一个特殊角色。从主要著作遗留的准备工作中，可以重建这些思想的发展过程。叔本华从区分两种对立的意识形式出发，在柏拉图-康德传统中，他将其称为“经验”意识和“更好”的意识。“经验”意识大体上相当于康德的知性思维，即对现象的日常和科学经验。“更好”的意识虽然包含了康德理性思维的要素，但叔本华追随柏拉图的脚步，将其与“经验”意识截然对立起来。他断然拒绝两者的调和：这将剥夺经验意识在世间认识方面的安全性和不可破坏性，并使“更好”的意识屈从于现象世界的法则。哲学家的任务是保护神秘主义者所预感到的“完全他者”免遭错误的客体化。这一领域不仅完全不同于经验的“作为表象的世界”，也完全不同于作为其基础的形而上学的“作为意志的世界”，它是某种“虚无”。然而，如果人们能够转换视角，这种“虚无”将证明其自身是真正的现实，而“这个有着无数太阳和银河系的世界”反倒成为不应存在的意义上的真正的“虚无”（W I，第71章）。但是，根据叔本华的论点，构成禁欲主义者和圣人实践基础的神秘主义者的这种体验，是只能被指引提示的。它超脱于任何科学-哲学的描述之外，因为语言完全由世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双重经验所决定。作为这一洞见的结论，尤其是晚期叔本华的宗教批判，较少受制于其中同样活跃的启蒙动机，而更多地是为了保护真正的但不可言说的现实免受错误的主张和客体化的侵害。N.在其早期著作中也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叔本华的这些论点。宗教在本质上与神话思维相连，在科学、尤其是历史思维面前无法立足，这是他终生坚持的观点。然而，从七十年代中期起，他转而反对叔本华对神秘主义的推崇：所谓的神秘洞见并不比其他洞见更深刻，而且从中无法得出任何知识（FW, Nr. 126, KSA 3, 482）。在其普遍的宗教批判中，N.将基督教视为众多宗教中的一种，即一种神话的、前科学的世界和存在解释形式，随着科学方法的兴起，这种解释在原则上已被淘汰。他对基督教的专门批判的前提是，这种宗教由于其犹太教根源而受到决定并始终受其影响，且它代表了一种禁欲主义的基本态度，即对生活的消极态度（《基督教：概念、理论、隐喻》；第207页及后续页）。

文献：

   Bluhm, H.: N.s View of 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 in „Morgenröte“ und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载于: PMLA 68 (1953), 111–127.

   Kaempfert, M.: Säkularisation und neue Heiligkeit. Religiöse und religionsbezogene Sprache bei FN. (Phil. Studien und Quellen 61), Berlin 1971.

   Salaquarda, J.: Der Antichrist, 载于: NSt 2 (1973), 91–136.

   同上作者: Dionysos gegen den Gekreuzigten. N.s Verständnis des Apostels Paulus, 载于: ZRG 26 (1974), 97–124.

   Figl, J.: Dialektik der Gewalt. N.s hermeneutis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Düsseldorf 1984.

   Schmidt, A.: Die Wahrheit im Gewände der Lüge. Schopenhauers Religions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1986.

   Salaquarda, J.: Schopenhauer und die Religion, 载于: 69. Schopenhauer-Jahrbuch (1988), 321–332.

   Sommer, A.U.: Der Geist der Historie und das Ende des Christentums. Zur „Waffengenossenschaft von FN. und F. Overbeck“, Berlin 1997.

   Vivarelli, V.: N. und die Masken des freien Geistes: Montaigne, Pascal und Sterne*, Würzburg 1998.

约尔格·萨拉夸达 (Jörg Salaquarda)


德国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歌德 – 赫尔德 – 荷尔德林 – 克莱斯特 – 莱辛 – 席勒

歌德

歌德是尼采（N.）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无论公开还是隐晦地，提及次数最多的一位诗人。尼采的思想和审美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与歌德持续对话的影响，其程度几乎难以界定。然而，歌德在尼采心目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绝非源于纯粹的崇拜。尼采对歌德作品及其个人的态度是复杂且矛盾的。

在青年尼采那里，歌德仅扮演着为未来文化进行“最高尚的教养之战”（GT 20, KSA 1, 129; 参阅 GT 9, KSA 1, 67）做准备的战友角色，这场战斗将通过叔本华和瓦格纳引发的悲剧复兴而取得胜利：“瓦格纳完成了席勒和歌德所开始的事业”（N, 9[25], KSA 7, 280）。随着尼采日益疏远瓦格纳，歌德越来越被塑造成瓦格纳的对立面（Heftrich 1987, 18），并像昔日的叔本华一样被尊为教育者（Politycki 1989, 309）。晚期尼采坦言，歌德是“最后一个令我敬畏的德国人”（GD, KSA 6, 153）。

尼采正面的歌德形象主要由以下几个特征构成：1. 尼采赞赏“歌德对感官更愉悦、更善意的态度”（N, 7[7], KSA 12, 285）以及“感官日益增长的精神化与多样化”（N, 37[12], KSA 12, 587），歌德为此树立了榜样（Politycki 1989, 281）。正是这种感官性使歌德区别于其他“古典主义者”——赫尔德、克洛普斯托克和席勒，他们因此认为他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并对他抱有敌意（WA, KSA 6, 18）。2. 尼采强调其反基督教的立场，即“歌德的异教精神”（FW, Nr. 352, KSA 3, 597; GT 9, KSA 1, 68）。3. 强调歌德反德国或非德国的欧洲主义，即他那非德国式的“高贵与不嫉妒”（MA I, Nr. 298, KSA 2, 501）。对于是否存在“德国古典主义者”的问题，尼采予以否认，认为歌德属于“一种比‘民族文学’更高的文学流派：因此，他对他的民族来说，既不存在生命的关系，也不存在常新或过时的关系。[] 歌德，不仅是一个好人、一个伟人，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歌德在德国人历史上是一个没有产生后果的偶然事件”（WS, Nr. 125, KSA 2, 607）。4. 作为艺术家，他“甚至还完全没有产生影响”（MA I, Nr. 221, KSA 2, 184）。尼采在此绝非以古典主义的标准来评价歌德，而是基于其回顾-寓言式的诗歌创作方式来赞赏他（同上；参阅 MA II, Nr. 227, KSA 2, 482f.）。5. 正如尼采对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的挑衅性赞誉——称之为“现存最好的德语书”（WS, Nr. 109, KSA 2, 599）——所表明的那样，在尼采看来，歌德的自我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模范意义：“其次，歌德是具有典范性的：从狂烈的自然主义逐渐转变为严酷的尊严。作为一个被风格化的人，他达到了任何德国人都未曾有过的高度”（N, 29[119], KSA 7, 686）。对于晚期尼采来说，歌德之所以“不是一个德国事件，而是一个欧洲事件”，是因为他成功地将自身相互抗衡的力量整合为一个统一体：“他想要的是总体性；他反对理性、感官、情感和意志的分裂[]，他将自己训练成一个整体，他创造了自己”（GD, KSA 6, 151）。

与这些多属审美范畴之外的赞誉相对的，是尼采的批判性异议：1. 尼采认为决定性的差异在于对悲剧的理解。对于歌德而言，“根据其史诗本性，诗歌是保护他免受全面认知伤害的解药——而对于悲剧本性的人来说，艺术是从认知中解脱出来的解药”（N, 5[47], KSA 7, 105）。与克莱斯特相反，歌德没有感受到“自然中不可治愈的一面。他本人是妥协的、可治愈的”（N, 29[1], KSA 8, 513）。在尼采看来，最不具悲剧性的是《浮士德》（WS, Nr. 124, KSA 2, 606），他觉得其中的悲剧内涵简直“可笑”（N, 3[1], KSA 10, 102）。2. 特别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表现出的救赎思想，遭到了尼采的拒绝（Gerber 1953, 7ff.）。尼采一再嘲笑《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诗句（FW, KSA 3, 639），并将其救赎理念归入诗意谎言的范畴（Za II, KSA 4, 163ff.）。3. 类似的差异也体现在对自然的理解上。一方面，歌德确实被尊为体验“自然之均齐”的导师；“我们都和歌德一起认识到，自然是抚慰现代灵魂的伟大手段，我们怀着对宁静、对归属感和静谧的渴望，倾听着那座最大钟表的钟摆声”（MA I, Nr. 111, KSA 2, 113）。另一方面，这种将自然作用视为镇静剂的观点，与尼采残酷自然的理念相冲突，例如他强调“斯芬克斯般自然的恐怖与猛兽特质”（FV 3, KSA 1, 767），并要求必须“重新识别出 homo natura（自然人）这一可怕的基础文本”（JGB, Nr. 230, KSA 5, 169）。4. 尼采将歌德对自然的科学考察评判为反启蒙和“前科学的”（M, Nr. 197, KSA 3, 171），并视为一种迷失（MA II, Nr. 227, KSA 2, 482）。5. 此外，尼采认为歌德缺乏对酒神艺术中狂欢元素的恰当理解：“因此，歌德并不懂希腊人”（GD, KSA 6, 159）。6. 在针对歌德的性格方面，尼采常指责其软弱，认为他过于妥协（WS, Nr. 124, KSA 2, 606），他的“编故事之欲，犹如妇人”（N, 27 [68], KSA 7, 607），且从艺术家的类型学角度来看，他属于缺乏力量的非行动者：“如果荷马是阿喀琉斯，歌德是浮士德，那么荷马就写不出阿喀琉斯，歌德也就写不出浮士德了[…] 这正是艺术家典型的空想意愿”（GM, 3. Abh., Nr. 4, KSA 5, 344）。

总体而言，正面的评价占绝对优势。尼采偶尔也试图综合其歌德形象中种种矛盾的特征，最明显的是在以反卢梭主义的方式诠释歌德的贡献时，称其为“一次通过回归自然、通过向上攀升至文艺复兴的自然状态来克服十八世纪的伟大尝试，是这个世纪本身的一种自我克服”（GD, KSA 6, 151）。

文献：Gerber, H.E.: N. und Goethe. Studien zu einem Vergleich, Bern 1953; Heller, E.: N. und Goethe, 载于: N. Drei Essays, Frankfurt a.M. 1964, 35–68; Bertram, E.: N.s Goethebild, 载于: Dichtung als Zeugnis. Frühe Bonner Studien zur Literatur, Bonn 1967, 251–286; Montinari 1982, 56–63; Heftrich, E.: N.s Goethe. Eine Annäherung, 载于: NSt 16 (1987), 1–20; Politycki, M.: 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s, Berlin/New York 1989; Ziemann, R.: Ein Zwischenfall ohne Folgen. Was N. bei Goethe fand, 载于: Jahresschrift der Förder- und Forschungsgemeinschaft FN. e. V., Bd. II (1992), 47–61; 同前作者: Der Halb-Unsinn und das Ewig-Närrische. Goethes Gegenwart in N.s Gedichten, 载于: Kjaer, J. (编): N. im Netze. N.s Lyrik im deutsch-dänischen Dialog, Aarhus 1997, 39–59.

赫尔德

对尼采而言，赫尔德始终是激烈论战的对象。他称其为“牧歌式的”（N, 27[68], KSA 7, 607）、“理想的业余爱好者”（N, 2[12], KSA 7, 49），而且“根本不是他让人以为的那样（以及他自己希望的那样）：不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不是一片拥有原始森林般清新而未被消耗之力的、生机勃勃的新沃土”（WS, Nr. 118, KSA 2, 602f.）。他的唯一优点仅仅在于拥有“最高程度的嗅觉”：“他比所有人更早地看到并采摘了这个季节的初果，而其他人随后便会以为，这些果实是他培育出来的：他的精神游走于明与暗、老与少之间，像个猎人般潜伏在所有存在着过渡、下沉、震荡，以及内在喷涌与生成之迹象的地方：春天的躁动驱使着他四处奔走，但他自己却并非春天！[] 他并没有坐在真正创造者的席位上：[] 与我们所谓的任何古典主义者相比，他都更缺乏那种纯朴而勇敢的男子气概”（同上）。

赫尔德也成为尼采的一个典型例证，用以证明不存在代表其文化的德国古典主义者，因为赫尔德有个不幸，即他的著作要么始终是新的，要么就过时了；对于那些更敏锐、更强大的头脑（比如利希滕贝格）来说，即便是赫尔德的主要著作《人类历史哲学理念》，也在其一出版时就成了过时之物（WS, Nr. 125, KSA 2, 607）。同样，他以及他整个时代所声称的重新发现了古典理想这一断言，也遭到了驳斥（N, 11[312], KSA 13, 132）。

尼采的敌意主要源于他对赫尔德用来攻击歌德的那种道德愤慨的蔑视：“人们都知道歌德在那个散发着道德酸腐味、如老处女般的德国的命运。他对德国人来说总是令人反感的，他真正的钦佩者只有犹太女性。席勒，那个‘高尚的’席勒，用大言不惭的话语轰炸他们的耳朵，——他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指责歌德什么？指责《维纳斯山》；指责他写了威尼斯警句。克洛普斯托克就已经对他进行了道德说教；曾有一段时间，赫尔德在谈到歌德时，喜欢使用‘普里阿普斯’（生殖神）一词”（WA, KSA 6, 18）。尼采认为这种对歌德的批评是“最不体面的敌对方式，是从背后和底层”发起的，是一种“狗的本性”：“他们通过在‘世界’中寻找污垢来证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首当其冲的便是世界的第一等人，那些‘天才’”（N, 15[71], KSA 13, 452f.）。抛开这些指责的激烈程度不谈，尼采对赫尔德批评的客观实质仍在于他要求将美学与道德分离开来。

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对尼采具有极其突出的正面意义，这是学术界的一个著名论题。然而，这一评价与史料状况并不相符。尼采对荷尔德林的明确表态极为罕见，大多仅仅是直呼其名或孤立的摘录（N, 27[69], KSA 7, 608; N, 29[107], KSA 7, 681; N, 29[202], KSA 7, 711）。除此之外，是否能证实荷尔德林的个别作品与尤其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间存在“精神和风格上的亲缘关系”（Vitens 1951, 44ff.）或“深层次的相似性”（Vivarelli 1989, 509f.），鉴于两者在风格和内容上显而易见的差异，是值得怀疑的（Politycki 1989, 418f.）。相反，能够证实的是，主要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存在大量以暗示和回想形式对荷尔德林进行的间接引用（Nachbericht, KGW VI/4; Vivarelli 1989），但它们的解释地位过于模糊，以至于无法以此为基础确认一种明确的“影响”（Zittel 2000），更何况也没有同一时期尼采的其他旁证可供参考。

对荷尔德林直接肯定的接受仅见于其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文献是1861年在一篇学校作文中虚构的《致友人的信：向他推荐我最喜爱的诗人》（BAW II, 1–5）。对此首先要指出，这封信并不可能在德国重新发现荷尔德林的过程中发挥人们通常赋予它的决定性作用，因为直到格奥尔格圈子已经开始推崇荷尔德林之后，这封信才被出版（Politycki 1989, 419）。还要考虑到，信中的某些段落是抄自一本荷尔德林传记的（Vivarelli 1989, 513f.）。在这封信中，尼采为荷尔德林辩护，反驳了那种指责其晦涩和混乱的陈腐偏见，并将他诗句的“自然与质朴”置于“普拉滕在艺术和形式上的精巧”之上（BAW II, 2）。他明确赞颂了《恩培多克勒》中的“索福克勒斯式的语言”和“丰富的深邃思想”、《许珀里翁》中充满音乐性的散文、《暮色幻想》中的忧郁、对“德国”野蛮状态的批判，以及他的“理想性”和对希腊的渴望，认为这证明了他与席勒和黑格尔的“精神亲缘关系”（同上，2ff.）。

在1870/71年左右的遗稿中，可以发现尼采受荷尔德林同名剧作启发而构思的一部恩培多克勒戏剧的计划（N, KSA 7, 125f.; 223–237; 269ff.），这些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部分作为素材在构思《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被加以考虑（Roos 1940; Vivarelli 1989; Söring 1990）。

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尼采语带讥讽地谈到“对光辉的荷尔德林的纪念”和“可怜的荷尔德林”，认为他必然会在文化庸人的迫害下走向毁灭（DS, Nr. 2, KSA 1, 172），并且像对待克莱斯特一样，将此归咎于其本性的“非同寻常”以及缺乏抵抗力（SE, Nr. 3, KSA 1, 352）。

此后，尼采对荷尔德林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提及的次数变少，且批评日益增加。尼采第一次拉开距离，是声称荷尔德林的形式虽然令人愉悦，但对我们来说实在太严苛了（N, 25[172], KSA 11, 59f.），并用他自己的理想，即不同韵律的交替游戏以及偶尔的无韵律，作为“正确之路”（同上）与之相对立。没过多久，对荷尔德林的批评终于达到了即便是对尼采而言也异常尖锐的程度。荷尔德林作为一个超级理想主义者的病态典型被从生理学角度加以分析，他那岌岌可危的体质被归因于性行为的失常：“荷尔德林和莱奥帕尔迪这类人：我足够冷酷，足以对他们的毁灭一笑置之。人们对此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总是缺乏天真烂漫的极端柏拉图主义者，下场都很惨。人的身上必须要有一些粗野和粗糙的东西：否则他就会因为与最简单的事实发生纯粹的冲突，而以一种可笑的方式走向毁灭：例如，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男人时不时地需要一个女人，就像他时不时地需要一顿正经的饭菜一样”（N, 26[405], KSA 11, 257）。紧接着，荷尔德林被指责为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在这种理想主义中，“世界上最优秀的本性因过度精致而变得异化”。像“荷尔德林、莱奥帕尔迪这样的人走向毁灭，是理所当然的，我对此类人评价不高。想到大自然那粗犷的自然性在这种人身上所进行的报复，我就觉得好笑，例如当我听说莱奥帕尔迪早年手淫，后来阳痿时”（N, 34[95], KSA 11, 451）。

文献：Beihtan, I.: FN. als Umwerter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Heidelberg 1933; Bertallot, H.-W.: Hölderlin-N. Untersuchungen zum hymnischen Stil in Prosa und Vers, Berlin 1933; Roos, C.: N. und das Labyrinth, Kopenhagen 1940; Vitens, S.: Die Sprachkunst FN.s i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Bremen 1951, 43–56; Biser, E.: Die Reise und die Ruhe. N.s Verhältnis zu Kleist und Hölderlin, 载于: NSt 7 (1978), 97–114; Politycki, M.: 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s, Berlin/New York 1989, 410–427; Vivarelli, V.: Empedokles und Zarathustra: verschwendeter Reichtum und Wollust am Untergang, 载于: NSt 18 (1989), 509–556; Söring, J.: N.s Empedokles-Plan, 载于: NSt 19 (1990), 176–211; Haase, M.-L.: Zarathustra auf den Spuren des Empedokles und eines gewissen Herrn Bootty. Ein Beitrag zur Quellenforschung, 载于: Borsche, T./Gerratana, F./Venturelli, A. (编): >Centauren-Geburten<, Berlin 1994, 503–524; Zittel, C.: Das ästhetische Kalkül von FN.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Würzburg 2000.

克莱斯特

在尼采的早期著作中，对克莱斯特的刻画始终以一种揭示出尼采与他极其亲近的方式进行。尼采突出了克莱斯特的非同寻常，这种非凡在“所谓的德国教养之氛围”中（SE, Nr. 3, KSA 1, 352）必定会成为他的厄运，因为他不属于“贝多芬、歌德、叔本华和瓦格纳那种如青铜般的本性”，而是深受其孤独之苦（同上）。克莱斯特生命的特征是孤独与忧郁，这是两个尼采赋予极高价值并且也不断归于自己身上的属性。

尼采的《论真理与谎言》一文中的思想，以及他阅读克莱斯特书信的感悟，都融入了对克莱斯特不幸的分析之中。究其原因，尼采断定，一方面是个性及其表达需求，另一方面是当个人必须通过概括性的语言或与世界打交道的习俗来确立关系时不可避免产生的伪造，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尽管他们[那些孤独者与自由者]除了真理和诚实别无所求，他们周围却是一张由误解交织而成的网；他们强烈的渴望无法阻止这样一种情况：在他们的行为之上，依然笼罩着一层由于错误见解、由于顺应、由于半推半就的让步、由于顾及情面的缄默、由于错误的诠释而产生的迷雾”（同上，354）。尼采认为，克莱斯特无法承受这种被迫伪装的压力，并因此死于由此导致的“不被爱”（同上，354）。

除了孤独之外，尼采认为克莱斯特毁灭的第二个原因是康德哲学的影响，以一种令人饱受啃噬与崩溃之苦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形式，使克莱斯特对真理感到绝望（同上，355f.）。尼采在此引用了1801年3月22日克莱斯特致威廉明妮·冯·岑格的信，克莱斯特在信中描述了他对康德的体验，尼采并用大段引文来佐证自己的解释。

由于他易遭受不幸的性情，根据早期尼采的分类，克莱斯特属于悲剧-酒神式的世界观范畴，而这恰恰使他在与歌德的对比中脱颖而出：“歌德在H. 克莱斯特身上所感受到的，是他那避之不及的悲剧感：那是自然中不可治愈的一面。他本人是妥协的、可治愈的”（N, 29[1], KSA 8, 513）。因此，歌德对克莱斯特感到恐惧（N, 19[280], KSA 7, 507）。

但同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克莱斯特的“过度思考”是“毫无效用的”（N, 29[230], KSA 7, 723），并且，随着尼采越发偏离其早期的立场，他便越敏锐地将早先已经确定的克莱斯特的片面性视为一个问题。克莱斯特被证实拥有“巨大的力量”，但他缺乏必要的“平衡，[] 一种借助配重产生的平衡”（N, 29[204], KSA 7, 712）。因此，克莱斯特日益成为尼采在病理学上的兴趣对象，他被归入“病理学案例（cas pathologiques）”，这也与“孤独的劣势”有关，这种劣势现在被视为：尽管拥有一种遗传的社会本能，却无法通过“他人的赞同”来获得自我肯定（N, 25[193], KSA 11, 65）。现在，克莱斯特的性格被用怨恨心理学的范畴来描述：“想要制造痛苦的意愿，对残酷的迷恋[] 就如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那样，他想用他的想象力对读者施暴”（N, 11[89], KSA 9, 474）。

克莱斯特的毁灭现在被解释为源于怨恨的自我毁灭。像他这样的伟大诗人必须是“活在当下之人”，“充满激情、感性、稚气，在不信任与信任之间轻浮且突兀；有着通常需要掩盖某种裂痕的灵魂；通常以其作品进行报复可能是一种内在的赋灵”（JGB, Nr. 269, KSA 5, 344）。

尽管如此，尼采对克莱斯特的着迷一直持续到最后的笔记中，在那些笔记中，克莱斯特仍被称为“天才”，并带着对其《彭忒西勒亚》的暗指而被置于瓦格纳之上（N, 16[48], KSA 13, 502; 参阅 14[63], KSA 13, 249）。

正是从对《彭忒西勒亚》的态度中，表达了尼采对克莱斯特作品的独立判断，他违背当时的时代趣味而高度评价这些作品，并从中引用具有挑衅性的段落，例如：“宁愿腐烂，也不愿做一个没有魅力的女人。”（MA II, Nr. 100, KSA 2, 420）。《洪堡王子》也备受赞誉，被宣称为“模范戏剧”（N, 29[117], KSA 7, 684），但有一个限制条件，即在“话剧”之上还有更高级的音乐剧体裁：“克莱斯特正走在最美好的道路上。但他尚未克服抒情诗的局限”（N, 9[146], KSA 7, 328）。

文献：Biser, E.: Die Reise und die Ruhe. N.s Verhältnis zu Kleist und Hölderlin, 载于: NSt 7 (1978), 97–114; Politycki, M.: Umwertung aller Wert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s, Berlin/New York 1989, 400–410。


莱辛

尼采（N.）对莱辛采取了一种善意但保持距离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晚期作品中偶尔会升华为强烈的赞美。尼采首先将莱辛视为极具天赋的批评家 (GT 11, KSA 1, 80) 和理想的学者 (N, 2[12], KSA 7, 49)。而对于作为哲学家 (N, 11 [32], KSA 7, 222) 和作家的莱辛，尼采的评价则更为审慎，因为他的“智识重要性远远超越了他的任何一部著作和任何一次诗歌尝试” (N, 18 [27], KSA 8, 321; 参见 WS, Nr. 103, KSA 2, 597f.)。然而，当尼采证实他具有一种“繁琐精细、过度活跃”和“相当不德国的风格”时，这种批评同时夹杂着赞美：“就散文表达而言，莱辛是德国人中最具诱惑力的作家” (SE, KSA 1, 347f.)。

因此，尼采与莱辛之名联系在一起的学者理想，并非枯燥的书本学识。莱辛拥有“一只年轻老虎那强大的、不安分的、永远在嬉戏的、在贲张的肌肉中处处可见的力量” (N, 27 [35], KSA 7, 597)，并且应被归入“觉醒中的男子气概的历史” (N, 35[44], KSA 11, 531)。

尼采指出，莱辛最重要的性格特征是他承认知识边界的那份诚实。通过这种方式，莱辛成为尼采反对苏格拉底式科学全能主张的盟友，反对那种“对知识能够纠正世界的信仰：科学的妄想。作为对立面的莱辛：求真的倾向” (N, 8[13], KSA 7, 224)。莱辛之所以是“最诚实的理论人”，是因为他“敢于说出，对他而言，寻找真理比真理本身更重要：这就揭开了科学的根本秘密，令科学界人士感到惊讶甚至恼火” (GT 15, KSA 1, 99)。

尼采对“文化庸人”（Bildungsphilister）颂扬莱辛的做法持批判态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赞美他的普遍性，尽管这“并非一种殊荣，而只是一种迫不得已” (DS, KSA 1, 182f.)；另一方面，他们要为此负责：“这个卓越的生命在你们这些迟钝的家伙中间毁灭了” (N, 27[9], KSA 7, 590)。

尽管如此，尼采仍认可莱辛没有像其他“古典作家”那样过时，他“或许今天仍然活着，——但生活在年轻且越来越年轻的学者之中” (WS, Nr. 125, KSA 2, 608)。随着岁月的流逝，尼采日益将莱辛向他自己的 ↗自由精神理想（Freigeist-Ideal）靠拢。莱辛凭借“他那理解许多事物并且精通许多事物的演员天性”，成为普遍笨重的德国文风中的一个例外，并且他“不愧是培尔（Bayle）的翻译者”。他“在节奏上也热爱自由精神，热爱逃离德国” (JGB, Nr. 28, KSA 5, 46f.)。

这或许能够阐明尼采对莱辛的最后评价：“德国人应当感谢莱辛和海涅，更甚于感谢歌德等人” (致费迪南德·阿韦纳留斯，1888年7月20日)。

Literatur: Meyer, Th.: N.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Tübingen 1991, 663–664; Creszenzi, L.: N., August Wilhelm Schlegel und die Spuren Lessings. Die Exzerpte aus den „Vorlesungen über dramatische Kunst und Literatur“, in: NSt 20 (1991), 385–392.

席勒

尼采将席勒称作“塞金根的道德号手” (GD, KSA 6, 111) 的这句恶语，很容易让人忽视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如果仅仅区分早期对席勒的热烈崇拜阶段和1876年之后尼采开始的背弃阶段，也无法准确评估这一关系 (Martin 1996)。正如 Polyticki (1989, 364ff.) 所详细证明的那样，尼采在早期的态度中就已经充满了矛盾，而后来，尽管两人发生了毋庸置疑的决裂，其特点仍是一种“亲近的距离” (同上)。

尼采早期对席勒充满热情的溢美之词使用了陈词滥调般的表达：“你们竟然敢不脸红地直呼席勒的名字？看看他的画像吧！那闪烁着光芒、轻蔑地掠过你们的眼睛，那病态般泛红的脸颊，难道对你们什么也没说明吗？你们曾拥有过这样一个壮丽、神圣的玩物，却被你们亲手毁掉了” (DS, KSA 1, 183)。在这一时期，席勒和歌德一样，被尼采解释为未来新文化的战士。尼采将他与瓦格纳相提并论，认为他与瓦格纳的“理想主义作风”是“最相似的”：“这种狂热而高尚的斗争，期盼着‘高贵者之日’终将到来” (致卡尔·冯·格尔斯多夫，1870年3月11日)。甚至在与歌德相比时，当时的席勒在尼采心中也能站得住脚：“席勒绝不只是一个小号的歌德” (N, 44[13], KSA 8, 613)；在所有“战斗者”中，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最为高贵和崇高的表达，便是我们伟大的席勒” (KSA 1, 646)。

此外，年轻的尼采也因为席勒的一些特质而赞扬他，这些特质在尼采的后期阶段依然被明确赋予了正面的评价：他的“世界主义倾向” (N, 19[284], KSA 7, 508)、“实验精神” (N, 27[52], KSA 7, 602)、对修辞效力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戏剧中“雄辩之力”的珍视 (N, 29[117], KSA 7, 684)。

尼采关于悲剧的论著也深深打上了与席勒进行深入理论交锋的印记。尼采证实，席勒在《墨西拿的新娘》序言中，对合唱队的意义有着“比施莱格尔无限更有价值的见解”，因为席勒“把合唱队看作是一堵活生生的墙，悲剧将其筑于自身周围，以便将自己与现实世界彻底隔绝开来，并借此保全其理想的基础和诗意的自由” (GT 7, KSA 1, 54)。席勒之所以受到明确赞扬，是因为他与“世俗的自然概念”作斗争，并表明艺术的关键不在于自然主义的再现，而应当看到，诗歌创作的本质在于其象征性和理想主义特征。

然而，早期的尼采就已经拒绝了“将剧院作为大众道德教育场所的倾向”。这被算作是“一种已被克服的教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古董” (GT 22, KSA 1, 144)。年轻尼采的其他批评言论普遍针对诗人席勒的掩饰倾向 (N, 16[21], KSA 8, 291) 以及他对希腊人的误解 (N, 3[15], KSA 8, 19)。特别是在他自身受到瓦格纳和叔本华影响的“音乐整体艺术作品”理念的背景下，他对作为抒情诗人的席勒提出了异议，认为席勒的《欢乐颂》与贝多芬音乐中那“酒神般的救世狂欢”是“完全不相称的”，并且“席勒诗句中那种高贵的激情，乃至崇高感 […] 即使在真正天真无邪的欢乐民间旋律旁边，也显得具有破坏性、令人不安，甚至是粗鄙和带有冒犯性的” (N, 12[1], KSA 7, 367)。对于作为剧作家的席勒，他的评价是：“席勒甚至都没有完全达到抒情诗的境界，更不用说超越它：达到戏剧的境界了。——” (N, 9[146], KSA 7, 328)。

从 《人性的，太人性的》 时期开始，席勒的理想主义遭到抨击，被视为“对华丽而缺乏骨架的普遍性的渴望，以及对一切事物（性格、激情、时代、风俗）都有想要看得更美的意图”。这是一种“软弱的、良性的、闪耀着银光的理想主义，它首要渴求的是高贵伪装的姿态和高贵伪装的声音” (M, Nr. 190, KSA 3, 163)。在这种理想主义中，尼采看到了一种“对 […] 现实的反感， […] 对完整的激情的反感，对任何种类的哲学禁欲和怀疑主义的反感，尤其是对自然认识的反感——只要这种认识不能被用作宗教的象征” (同上)。相应地，席勒的古典主义也遭到蔑视，被称为“一种像卡诺瓦那样的伪古典主义，有些过于上釉、柔软，完全不敢直面坚硬而丑陋的真理，以美德自傲、腔调高贵、姿态矫揉造作，但没有生命，没有真正的血液” (N, 41[67], KSA 8, 593)。另一个批评点是席勒的道德主义，即“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要表现出道德上激昂的癖好” (M, Nr. 190, KSA 3, 163)，并以道德标准来评价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尼采尤其反感他像赫尔德一样对歌德的感官欲念进行道德化的批评 (WA, KSA 6, 18)。作为一名艺术家，他被贬低了，他虽是“一位剧院大师：但剧院与我们何干！” (N, 10[41], KSA 12, 475)。随后，席勒被指责为“科学性上的矫揉造作”，因为他没有守住自己的边界，而是写了一些业余的哲学论文，——“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如何不应该着手处理美学和道德的科学问题的反面典型，——对年轻读者而言也是一种危险，他们出于对作为诗人的席勒的崇拜，没有勇气去轻视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席勒” (WS, Nr. 125, KSA 2, 605f.)。他也不能作为“德国古典作家”的典范，因为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他“现在已经从青年人的手中落入了男童，所有德国男童的手中！众所周知，一本书不断向下沦落到越来越不成熟的年龄层中，正是一种过时的方式” (WS, Nr. 125, KSA 2, 608)。

Claus Zittel

Literatur: Geyer, P.: N. und Schiller, in: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102 (1900), 400–411; Gaede, U.: Schiller und N. als Verkünder der tragischen Kultur, Berlin 1908; Horneffer, A.: Schiller und N., in: Die Tat 1 (1909/10), 527–535; Cysarz, H.: Schiller und N., in: JFDH 26 (1927), 121–147; Rehder, H.: The Relucent Disciple: N. and Schiller, in: OFlaherty, J. C./Sellner, T. F./Helm, R. M. (Hgg.): Studies in N.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North Carolina 1976, 156–164; Del Caro, A.: Ethical Aesthetic: Schiller and N. as Critic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GR 55 (1980), 55–63; Polyticki, M.: Umwertung aller Werte?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m Urteil N.s, Berlin/New York 1989, 364–377; Martin, N.: N. and Schiller. Untimely Aesthetics, Oxford 1996.


德国唯心主义

对于尼采（N.）而言，哲学唯心主义是神秘莫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吸血鬼般的；它是使人变得苍白的过程，是去感官化的，是一种疾病，留下的是毫无血色的感官和骨骼，即“范畴、公式、词汇”，所有生命力都已从其中被吸干。在感官和感性方面，两千年的反自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感官的恐惧”（FW, Nr. 372, KSA 3, 624），敌视感官与信仰理性在唯理主义中结成了一段不幸的姻缘。N. 想要成为对此的“反叛者（Controverse）”（N, KSA 13, 205），他知道，“理念是比感官更可怕的诱惑者”（FW, Nr. 372, KSA 3, 624），他将自己的思想理解为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等伟大伪造者的抗议，反对他们“在心理学上已成为本能的不洁”（EH, KSA 6, 361）。他们的德国精神是他所谓的“污浊空气”（ebd.），让他呼吸困难：“唯心主义于我毫无瓜葛”，他是自由的，像伏尔泰一样是“精神的贵族”（ebd., 322）。

德国唯心主义被“体内的神学家血液”（AC, Nr. 8, KSA 6, 174）败坏了。它是“阴险的神学”（ebd., 176），必须承受 N. 对形而上学的指责。正如 ↗宗教 发明了上帝的概念作为生命的对立概念（EH, KSA 6, 373），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同样散发着“教父的臭味”（N, KSA 11, 262），在他们的哲学中释放出一种“被压抑的虔诚”（ebd., 605），这种虔诚无法放弃将上帝作为最终裁决者；泛神论的迷雾掩盖了通往旧理想的隐秘小道（ebd.）。

N. 从不同的视角攻击了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自身的思想形态被嵌入到批判策略之中。康德的物自体只配得到荷马式的嘲笑（MA I, Nr. 16, KSA 2, 38），黑格尔的哥特式漫天迷梦（N, KSA 11, 253）是自相矛盾的，在费希特对真理的追求中，他发现了未被察觉的幻觉，即以为人们已经拥有了真理（M, Nr. 353, KSA 3, 240），他嘲笑谢林的理智直观，认为它是错误的康德狂热的结果（JGB, Nr. 11, KSA 5, 25）。这种一针见血的批判，既微妙又具有远见，同时也带有偏执，其意涵源于双重視角：一是对 18 世纪哲学系统（它们全都未能理解 17 世纪）的看法，二是对它们在 19 世纪的继承者的看法。历史的阶梯是精神的双重浅薄化；当代哲学是其暂时的结果，即“黑格尔主义可怕的荒废”（N, KSA 7, 105; JGB, Nr. 254, KSA 5, 198）：达尔文、泰纳、瓦格纳是黑格尔的余波；康德则导向退回 18 世纪（N, KSA 12, 443）。这种批判催生了对古典唯心主义不可调和的语调。N. 将其归咎于形而上学的堕落、对主体的痴迷、历史乐观主义与宿命论，以及对认识、理性和道德的妄想。但这并不妨碍他——无论是否带有讽刺意味——赋予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思想巨人的称誉。与他们侏儒般的继承者相比，他们是精神的巨人。在这种摇摆不定的评价幅度中，反映了唯心主义与其批判者之间断裂的连续性（Löwith 1965, 8）。随着自身立场的巩固，严厉的语调也随之增加：康德的白痴化，黑格尔的母牛般的乐观主义（N, KSA 13, 536）构成了其后期批判词汇的特征；就事论事而言，他只把他们看作哲学工人，而不再是哲学家（JGB, Nr. 211, KSA 5, 144）。

N. 对康德的关注是贯穿始终的。他将康德对认识的怀疑、对说“不”的渴望以及对剖析的热衷，视为德国曾有过的最美好的事物（N, KSA 11, 496），但又通过指出工具不能批判自身（M, Nr. 3, KSA 3, 13），通过对认识的普遍质疑，强化了这一点；德勒兹（Deleuze, 1976, 98f.）谈到了康德式的妥协，N. 看穿了这种妥协，并通过将认识与幻觉等同起来的思想予以否定。——在与朗格和斯皮尔的交锋中，在唯物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语境下，康德的批判主义成为他的契机，促使他放弃世界的二分法，并将外观/现象界定为人类主体的产物（N, KSA 11, 125, 614f.; N, KSA 12, 140ff.）（Knopf 1980, 380）。毫无疑问，在 N. 看来，世界就是一个虚构（GD, KSA 6, 91）。因果律问题被置于待决之列。理智世界和物自体变得毫无意义，一切形而上学都失去了其基础（MA I, Nr. 16, KSA 2, 36ff）。正如判断中的谓词化是一种错误行为一样，N. 同样将康德“道德”普遍约束力的假设视为谬误与天真；它是卢梭这只“道德毒蜘蛛”（M, Nr. 3, KSA 3, 14）叮咬的结果，是其平等思想的结果，N. 拒绝这种思想，就像他拒绝绝对命令（WS, KSA 2, 650ff.）一样，在他看来，绝对命令有损生命，因为它是非个人的（AC, Nr. 11, KSA 6, 177）。非个人化会毁灭生命（MA I, Nr. 25, KSA 2, 46）。人必须了解文化的条件，才能阐述这样的命令。作为溜回上帝的秘密通道，绝对命令阐述的不过是自私与无所追求（FW, Nr. 335, KSA 3, 560）。善恶的起源、价值判断的价值、道德的本质，这些令 N. 魂牵梦绕的问题，在康德那里都逸出了哲学批判的范围。康德对生命漠不关心的目光也导致他在审美判断中看到了无利害关系；对 N. 来说，这是一个古怪的结论。他在生理学意义上的思考即是对此的答复（N, KSA 10, 293; GM, 3. Abh., Nr. 6, KSA 5, 347）。在黑格尔身上，N. 看到了“历史的天才”（N, KSA 7, 647），他反对前苏格拉底思想，主张历史归于平静，将自己的思想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过程的终点。黑格尔的目的论姿态与他的思想相左；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在他看来是荒唐的，是用不光彩的哲学手段设定目的（ebd., 661）。形而上学与乐观主义在绝对精神的庇护伞下极其不幸且有效地结合在一起。N. 并不欣赏这一点；他对历史主义的批判直指作为主要肇事者的黑格尔。当下在别无选择中陷入停滞。黑格尔以普鲁士为原型的国家观令他感到厌恶，这是臣民精神的思想结晶，是堕落为神学的目的论。针对历史相对于“生命”的压倒性力量（Brose 1978, 13），他提出了生命本身的主导地位，它创造自身价值、自身的终极目的，以此作为对抗。借由黑格尔，N. 炸毁了历史的演进形式及其静态结构。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承认否定性作为运动法则，分歧则表现在对历史中理性、权力、道德的不同接受度上：“我们既不想以康德的方式也不想以黑格尔的方式欺骗自己：——我们不再像他们那样相信道德，因此也不必建立任何哲学来维护道德的合理性”（N, KSA 12, 163）。——通过矛盾律（即万物皆自相矛盾），按照 N. 的说法，黑格尔确保了德国精神战胜欧洲，至少在 19 世纪初是如此（M, Vorr. Nr. 3, KSA 3, 15）。N. 的评价是矛盾的。对他而言，辩证法和悲观主义太过于纠缠在一起，宿命论和虚无主义是无法估量的后果。苏格拉底的痕迹在黑格尔身上太过明显。尽管如此，“种概念是从彼此中发展出来的”这一思想依然卓尔不群，这一观念对 N. 来说是极其“德国化”的。德国人都是黑格尔主义者，“即使从未有过黑格尔”（FW, Nr. 357, KSA 3, 598）。在黑格尔那里，两种趋势达到了顶峰：浪漫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的宿命论，两者都是为了荣耀精神，但代价是“哲学家屈从于现实”（N, KSA 11, 531）；在他身上，正如在整个德国唯心主义中一样，积聚了针对上个世纪“仍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感觉主义的最有效解毒剂”（JGB, Nr. 11, KSA 5, 26）。

浪漫主义与德国唯心主义（几乎）无缝衔接：“作为整体的德国哲学[…]是迄今为止最彻底的浪漫主义和乡愁：对曾经有过的最好事物的渴望”（N, KSA 11, 678）。其古典主义是化作精神的抵抗，反抗现代观念的集市喧嚣，是对精神性的意志，是一部分反宗教改革，是对文艺复兴的意志；N. 认为其尊严在于坚持重获“古代的土壤”，变得“日复一日更希腊化”；这种不仅仅在概念和精神上，而且“也用我们的身体”（ebd., 679）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带有不合时宜的疏离感，并且非常“尼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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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娜特·雷施克 (Renate Reschke)


英国功利主义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 杰里米·边沁 – 赫伯特·斯宾塞

尼采（N.）在其全部著作中都谴责了“功利主义”（拉丁语 utilis = “有用”）的效用原则，即谴责将效用、幸福和福祉作为个人与社会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他以论战式的批评对英国功利主义的几位奠基人物发起了追击：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赫伯特·斯宾塞。鉴于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以及部分美国实用主义至今仍受效用原则的深刻影响，他的这一批评显得尤为沉重。

从1882年起，可以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初步的定义：凭借“有用性”并不能获得生存的必然性；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人们可以通过有用性向一个人证明道德，同时又恰恰可以通过它向另一个人反驳道德：面对那些将权力意志看得比“任何效用”都重的贵族化希腊人，尼采宣称“不要做功利主义者”（M, Nr. 37, 230, 360, KSA 3, 44, 197, 241）。仅仅是艺术和诗歌的丰溢就已经驳倒了功利主义，它们想要摆脱效用，并蔑视“功利主义者”那“迷信的有用性”（FW, Nr. 84, KSA 3, 440）。他们的“utile”（有用）是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道德的表现：那些“不知疲倦、不可避免的英国功利主义者”想要让“英国的道德”获得正当性；他们服务于“普遍效用”或“大多数人的幸福”，不！是服务于“英国的幸福”，一种“对英国式幸福的追求，[…] 对舒适（comfort）和时尚（fashion）的追求（并且，在其最高处，是在议会中拥有一个席位）”；“这种功利主义的英国人，是一种谦逊而彻底平庸的人类”（JGB,

在其关于《悲剧的诞生》（1872）的具有回顾性质的《自我批判的尝试》（1886）中，尼采怀疑地发问：“实践的和理论的功利主义[ ]难道不是力量衰退、衰老临近、生理疲惫的症状”吗（GT, KSA 1, 16f.）。其答案已经指向了所谓的《权力意志》的遗稿和后来的《反基督》：“功利主义[ ]批判道德价值估定的起源，但它却像基督徒一样相信这些估定”（N, KSA 12, 148）。“功利主义者”想根据行为的后果来计算行为的价值；但他们是“天真的”；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有用的”；功利主义者对于“不知道如何摆脱恶的伟大经济学”毫无概念（N, KSA 13, 372）。因此，尼采呼吁对功利主义加以“嘲弄”和“奚落[ ]：它依然处于幸福主义的统治之下”（N, KSA 11, 531）。在我们自身之中存在着“有用性的本能”，它“并非自在的真理”（N, KSA 13, 334）；“有用的”取决于“意图”，而意图又取决于“权力的程度：因此，功利主义不可能成为基础，而只能是一种后果学说”，它“绝对无法对所有人产生约束力”（N, KSA 12, 372）。对尼采来说，人往往“很少自私”：“人们并不想要自己的幸福”；人们“必须是英国人，才能相信人总是寻求自己的利益”（N, KSA 13, 42）。查拉图斯特拉也不把“对多数人有用”称为美德：“你们真的见过一个做对他有用之事的人吗？”（N, KSA 10, 186, 420）。大多数人对于“自私自利”来说显得太愚蠢了：“utile（有用）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无论如何都是 dulce（愉悦）。功利主义者是愚蠢的”——“诚实点吧，我的甜利主义（Dulciarier）先生们！”（N, KSA 10, 128, 394）。对尼采而言，效用和幸福不是对生存的辩护，而是遭人蔑视的事物：“决定价值的不是有用的事物，而是艰难的事物”。“你们的美德唯独应当对那让你们蔑视自己和自身效用的人有用。否则你们的美德眼中就只有对有用性的蔑视”（N, KSA 10, 362, 431）。

在1888年所谓的《权力意志》的语境下，尼采再次对英国功利主义做出了清醒而批判的评判：“在一切功利主义的背景下，都有一个‘对什么有用？’的问题（即幸福：也就是伴随舒适和时尚惬意的英国式幸福[]）；因此，它是一种伪装的、虚伪的享乐主义”（N, KSA 11, 276）。甚至连斯宾诺莎的命题，尼采也将其归入“英国功利主义的基础”：“作为标准的快乐实际上是在功利主义者（讲究舒适的英国人）那里找到的”（N, KSA 11, 224, 236）。尼采最终看到，在“俄国虚无主义者的情感中，比起英国功利主义者，有着更多对伟大的倾向”：“在英国人身上有着多么兽性的卑劣啊，以至于他现在仍然需要拼尽全力去鼓吹 utile（有用）！这是他的最高视点：他的 dulce（愉悦）实在太渺小了”（N, KSA 11, 238, 251）。

杰里米·边沁 (1748–1832)

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对于这位功利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尼采仅仅在《善恶的彼岸》中的一处提及：人们去看看那些“英国的功利主义者吧，看看他们是如何笨拙而体面地跟在边沁的足迹后面步行的”（JGB, Nr. 228, KSA 5, 164）。虽然尼采指出了边沁的思想渊源来自爱尔维修，但并未指出其来自于哈奇森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尼采从1883年起在遗稿中针对边沁和英国功利主义的笔记则要尖锐得多：“没有什么比现今欧洲的道德主义文学更可悲的了。那些功利主义的英国人走在最前面，像角畜一样笨拙地跟在边沁的足迹后面步行，正如边沁自己也曾跟在爱尔维修的足迹后面步行一样”（N, KSA 11, 523）。尼采追问道德主义者是否“觉得他们自己是立法者，或是既定法律的教师。在功利主义者的斗争中，双方是否一致——？边沁觉得自己是个立法者”（N, KSA 10, 289）。1883年的遗稿中还留下了一个文献来源的提示：“边沁-贝内克（Bentham-Benecke）”（N, KSA 10, 494）。尼采既在其早期著作《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873）中对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爱德华·贝内克（F.E. Beneke, 1798–1854）进行了批判性接受（PhtZ, KSA 1, 847），也注意到了贝内克（1830年）对边沁的主要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0）的翻译。在1885年的遗稿中，尼采再次指出边沁对爱尔维修的依赖：“边沁和功利主义依赖于爱尔维修——后者是道德的最后一个大事件”；“做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是道德的，英国人正试图向自己证明这一点，从边沁开始就是如此，而他是从爱尔维修那里继承了这一点的”（N, KSA 11, 432, 500）。尼采1887年出自《一切价值的重估》语境的最后一段断想则带有怀疑的口吻：“要对其价值进行质询：[…] 边沁、孔德”（N, KSA 12, 526）。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1806–1873)

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尼采批评了其联想心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功利主义》（1864）。密尔的《奥古斯特·孔德与实证主义》以及《全集》（德文版1869–80）是尼采私人藏书的一部分，他对这些书进行了密集的批注和研读。他经常将对密尔的接受笼统地引申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尤其是伦理问题上。从1881年起，他批评了密尔的道德、效用和联想思想：在英国，“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使关于同情的情感以及关于怜悯或他人之利益作为行动原则的学说获得了最大的声誉”；个人应当“去适应”普遍的需求，以至于“个人的幸福和牺牲恰恰在于，感觉自己是整体的一个有用的肢体和工具”，而后一切符合这种整体冲动的事物都会被感知为“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道德的根本暗流”（M, Nr.132, KSA 3, 125f.）。1886年，尼采带着政治口吻围绕这种效用思维谈论了那些“受人尊敬却平庸的英国人——我指的是达尔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赫伯特·斯宾塞”：欧洲的高贵正是毁于这种“该死的崇英狂”；取得胜利的是“欧洲的卑劣，即现代思想的平民主义——英国的平民主义”（JGB, Nr.253, KSA 5, 196ff.）。尼采将密尔列入“我眼中不可能的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或者是那种冒犯人的清晰”（GD, KSA 6, 111）。从1880年起，尼采在遗稿中明确了对密尔道德主义、功利主义和幸福主义层面的这种批评：例如，对于斯图亚特·密尔来说，“怜悯”不属于道德现象，而是属于“和蔼可亲”的现象，它是“同情”的事情；但密尔只能“公式化地表达道德感受”，而不是创造“新的内在体验”：“借助于理性教育实现的‘对人类的爱’——斯图亚特·密尔，简直笑死人了！”（N, KSA 9, 116, 369, 392）。

对密尔的《奥古斯特·孔德与实证主义》，尼采在1887年提出质询：“在何种程度上，权力意志作为唯一且绝对不道德的事物留存了下来”。尼采随即在“那个典型的浅薄头脑、英国人 J. St. 密尔身上[]认出了典型的迟钝”；因为这是孔德式“软弱和怯懦的‘人’的概念”，而在斯图亚特·密尔看来，它甚至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即换了新名称的基督教道德”（N, KSA 12, 360, 362, 558）。“浅薄”在尼采那里指的是“本能上的浅薄！”（JGB, Nr. 238, KSA 5, 175）。尼采尤其将密尔的等值思维痛斥为浅薄和卑劣：“反对 J. 斯图亚特·密尔：我极为厌恶他的卑劣，他说，‘对一个人来说是权利，对另一个人来说也是理所应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里，人类的交往被简化为‘服务的互惠性’，每一个行为都显得仿佛是‘行为价值的等值物’”，其不可重复性由此被取消了（N, KSA 13, 60f.）。1888年，尼采以一句总结性的“对一种英国式的愚蠢（niaiserie anglaise）的边注”强化了这一批评：密尔的“行为之等值”在现实中是不会以此种形式出现的；在“真实的个体之间，没有相同的行为，因此也没有什么‘报复’[]，人们对我做出的总会是‘另一种’行为”（N, KSA 13, 583f.）。在这种“他者的”或“利他主义的”行为中，每一个新产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的自发性和原创性都被夷平和最终抹除了。

赫伯特·斯宾塞 (1820–1903)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在达尔文之前便已是哲学-认识论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斯宾塞而言，自然和社会世界的发展是在一个日益向环境“适应”以及通过“选择”的进步过程中实现的。尼采并未直接接触斯宾塞的《教育论》（1861），而是主要接受并批评了其伦理学和社会学观念。例如1882年他写道：令“卖弄学问的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感到狂热的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调和”；这些“斯宾塞式的视角”（FW, Nr. 373, KSA 3, 625）同样属于达尔文或 J. St. 密尔等“平庸的头脑”，属于他们“现代思想的平民主义——英国的平民主义”（JGB, Nr. 253, KSA 5, 196ff.）。尼采对斯宾塞《伦理学的事实》（德文版1879年，尼采的私人藏书中有此书）的分析并不总仅仅是论战性的：由“赫伯特·斯宾塞所代表的理论：将‘善’的概念设定为与‘有用的’、‘合乎目的的’概念在本质上相同”，这固然“本身是合理的且在心理学上站得住脚”，但总体上却是“错误的”（GM, 1. Abh., Nr. 3, KSA 5, 261）。因为尼采也将“部分地变得无用”和“合乎目的性”的丧失算作权力意志的进步，而英国功利主义者却将“适应”置于首位；他们甚至把生命定义为一种“越来越合乎目的地在内部适应外部条件的过程（赫伯特·斯宾塞）”；这就“误解了生命的本质，即其权力意志”，并误解了自发的和重新塑造的诸力量的优先性，只有在这些力量发挥作用之后，“适应”才会随之而来；然而斯宾塞却否认了主动的、塑造性的生命意志与权力意志的这些首要功能，而这一点“赫胥黎已经以此责备过斯宾塞——他那‘管理上的虚无主义’”（GM, 2. Abh., Nr. 12, KSA 5, 315f.）。即使在1888年他最后的言论中，尼采依然反对斯宾塞的功利主义和社会幸福主义，视之为“颓废（décadence）”的形式：“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也是一个颓废者（décadent），——他竟然认为利他主义的胜利是令人向往的！”；而在尼采看来，“男子气概的”本能应当战胜“幸福”的本能，战胜“那种可鄙的舒适感，那种小贩、基督徒、母牛、女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民主派所梦想的舒适感”（GD, KSA 6, 139f.）。对尼采而言，世界不是为“仅仅是心地善良的群居动物”及其“狭隘的幸福”而建造的：“如果一切都变成‘好人’[]或者像赫伯特·斯宾塞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变得利他主义，那就意味着剥夺了生存的伟大品格”（EH, KSA 6, 369）。

尼采对斯宾塞的大部分批评见于1880年以后的遗稿中。这些断想主要集中在由斯宾塞的《伦理学的事实》引发的道德问题上。尼采的评判标准也取材于他藏书中的生物学家 W.H. Rolph 的著作：这位“有着一半英国血统的德国人[]”的论战著作已经足够具有批判性，“足以彻底‘分解’赫伯特·斯宾塞以《伦理学的事实》为名带入这个世界的陈腐与达尔文主义的结合体：Rolph，《生物学问题》，1881年”；当然，这本书正如被它反驳的书一样，展现了“无足轻重之人的插嘴欲”，而在这种地方，只有“精选出来的认知者和‘历经沧桑者’”才有发言权（N, KSA 11, 525f.）。尼采将斯宾塞《伦理学的事实》的逐字摘录描述为“胡说八道”和“现代疯人院的门匾”（N, KSA 12, 538; KSA 13, 242）。1888年，他强调了他在《善恶的彼岸》（JGB, KSA 5, 205–240）中提出的立场：“什么是高贵？[]就是把幸福留给大多数人：作为灵魂安宁、美德、舒适的幸福（斯宾塞式如英国天使般的小贩习气）[]。就是不断地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行动去反驳大多数人”（N, KSA 13, 474f.）。因此，尼采对斯宾塞以及英国功利主义其他创始人的批评一直延续到了他最后的笔记中。

文献：Baier, H.: Die Gesellschaft – ein langer Schatten des toten Gottes. F.N. und die Entstehung der Soziologie aus dem Geist der décadence, 载于: NSt 10/11 (1981/82), 6–33; Gerhardt 1988, 98–132; Brose, K.: Sklavenmoral. N.s Sozialphilosophie, Bonn 1990, 132–162; Ottmann 21999, 130–137.

Karl Brose


法国启蒙运动

伏尔泰 – 卢梭 – 狄德罗 – 孟德斯鸠

N.（尼采）对现代启蒙运动（在他看来，这似乎等同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探讨，是通过其核心人物，尤其是伏尔泰和卢梭来进行的。他的评价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仍包含一些恒定因素：在《悲剧的诞生》时期，悲剧文化在德国的复兴是从一个与瓦格纳非常接近的意识形态-政治视角进行的，这必然表现为对“启蒙运动”（N, KSA 7, 97和104）的克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克服，因为后者将文明的界限表现得淋漓尽致。“自由-乐观主义世界观最具瓦解性的普遍传播”植根于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学说之中，即植根于一种“完全非日耳曼的、纯正罗曼式肤浅且非形而上学的哲学”（FV 3, KSA 1, 773）。在此时的N.看来，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是卢梭：他对人性的乐观主义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他的立场是文艺复兴的延续，而N.恰恰在文艺复兴中看到了自然本善神话的起源。古代悲剧中令人不安的萨堤尔（Satyr）在意大利歌剧中被阿卡迪亚的好牧人所取代。取代那种因永恒的分离和丧失原初统一性而产生的渴望的，是“永恒复得的明朗”（GT 19, KSA 1, 125）。超越文明的纯善自然的“无耻乐观主义”，通过卢梭演变为社会主义那具有威胁性且可怕的要求：为理所当然的好人争取权利。“法国大革命源于对自然本善的信仰：它是文艺复兴的必然后果。我们必须接受教训。一种被误导的、乐观主义的世界观最终释放了所有的暴行”（N, 9[26], 1871, KSA 7, 280）。面对卢梭的乌托邦，J. 布克哈特也曾多次表达过同样的担忧（参见，除其他外，布克哈特在法国公社影响下写的信件，载于：《书信集》，第五卷，巴塞尔/斯图加特 1963年，页130，以及《遗作中的历史片段》，1929年）。对卢梭危险乐观主义这种共同批判的母体可以在叔本华那里找到（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16章，以及《附录和补遗》，第15章，§ 181）。此时，启蒙运动仍代表着↗苏格拉底主义的顶峰：“启蒙运动蔑视本能：它只相信理性”（N, 5[45] 1870–1871, KSA 7, 104）。

在1876/77年的索伦托之冬，新的↗自由精神哲学的产生伴随着密集的阅读。N.主要阅读了伏尔泰（他在学生时代就已对后者有所了解）和狄德罗。对于后者，N.最推崇的是作为伟大作家的他（“像狄德罗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MA II, Nr. 113, KSA 2, 425），即《拉摩的侄儿》和《宿命论者雅克》的作者，以及作为文人和批评家的他。这种对狄德罗的评价在当时非常普遍，且是以贬低其哲学价值为代价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B. 鲍威尔的评价，他在其著作《关于俾斯麦时代的定位》（1880年）中将N.称为“德国的狄德罗”。N.在1881年3月20日致加斯特的一封信中对此抱怨过。尽管N.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引用过狄德罗（在1873年夏/秋季，他引用了《拉摩的侄儿》；N. KSA 7, 622），但后者在“启蒙”时期出现的频率更高。N.多次论及“哲人”在德国的命运（在莱辛和歌德那里）。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的第113条箴言中，他将狄德罗与斯特恩相比较，后者是“模棱两可的大师”和最自由的灵魂。狄德罗本人则以极其模棱两可的方式玩味斯特恩的《项狄传》：“在他的《宿命论者雅克》中，他是在模仿、钦佩、嘲弄还是戏仿前者？——人们无法完全弄清楚，——而也许这正是其作者所希望的”（MA II, Nr. 113, KSA 2, 425）。直到最后几年，N.仍对作家狄德罗感兴趣，他抄录了龚古尔兄弟的评价：“伏尔泰是旧法国的最后一个灵魂，狄德罗是新法国的第一个。伏尔泰将史诗、寓言、小诗和悲剧埋葬入土。狄德罗则开创了现代小说、戏剧和艺术批评”（N, 11[296] 1887/88, KSA 13, 122）。

正因为他与17世纪的贵族精神相联系，且是“古典主义”启蒙运动的代表，伏尔泰成为了新方向的象征人物。《人性的，太人性的》初版就是题献给他的。N.直到最后都忠于他对伏尔泰的钦佩，正如《瞧，这个人》所证明的那样：“因为与在他之后写作的所有人相反，伏尔泰首先是一个精神上的大贵族：而这恰恰也是我所是的。——我的某部著作上印着伏尔泰的名字——这确实是向我自己迈进了一步……”（EH, KSA 6, 322）。

伏尔泰的某些积极特征，例如他的贵族天性、他杰出的科学精神、他从基督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N.看来，这些都标志着那个“更好的”叔本华，一个批判性的、反教条的“启蒙者”叔本华，对于他来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四卷是完全陌生的（“叔本华，[…]骨子里是个伏尔泰主义者”；N, 4[117], KSA 11, 459）。伏尔泰的启蒙运动处于始于彼特拉克和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传统脉络之中（MA I, Nr. 26）。作为诗人，他是一个轻盈的灵魂，他的秩序感对抗着浪漫主义释放情感和激情的野蛮行为。在这一点上，他与希腊人及其品味有亲缘关系（MA I, Nr. 221）。“带着镣铐跳舞”（WS, Nr. 140和159）这个被N.视为最高艺术和文化表现的短语，直接源自伏尔泰（致德奥达蒂·德·托瓦齐的信，1761年1月24日，参见海勒 1972，282），并非偶然；同样源自他的，还有那引领法国古典戏剧走向圆满的严格纪律。

N.将具有伏尔泰特征的启蒙运动与卢梭对立起来，在如今已恒定不变的评价中，卢梭体现了启蒙精神向着狂热和道德方向的堕落：伏尔泰是贵族的、自由的、宽容的代表，同样地，卢梭则是平民的，被情感崇拜、不宽容和浪漫主义软弱的表现所败坏（卢梭式的“浪漫主义”，N. KSA 12, 449）。卢梭作为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出现，而“伏尔泰仍然领会了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人性，同样也领会了德性（作为高级文化）”（N, 9[184], KSA 12, 447）。卢梭的道德狂热（“道德毒蜘蛛”）使他接近于路德。罗伯斯庇尔是他的门徒（M, Vorrede 3, KSA 3, 14）。大革命的疯狂源于卢梭，或者至少，正如N.所宣称的那样，源于“神话般的卢梭”（WS, Nr. 216, KSA 2, 651）。

在《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中，“卢梭式的人”已经面临着堕落为“喀提林分子”的危险（KSA 1, 371）。这样的评价，以及卢梭是N.冥府之行中仅有的几个对话者之一（MA II, Nr. 408, KSA 2, 533）的事实，似乎并不足以证明本世纪初一些评论家（伯努利 II, 1908, 17页起；滕尼斯 1990）以及近期研究所声称的N.向卢梭的靠拢是合理的，这些研究认为N.在他对颓废的严厉谴责中，其实是在与自己内心的卢梭式灵魂作斗争。将卢梭等同于酒神精神的考夫曼（1950）认为，N.在卢梭向自然的酒神式回归中，对抗着他自己气质和哲学的危险。在此过程中，N.忽略了他自己对卢梭回归自然之普遍意义的明确批判。事实上，必须在公社起义后法国知识分子中蔓延的反雅各宾氛围的背景下解读N.对卢梭的批判。特别是泰纳反对将1789年原则进行危险概括的教训显而易见，以及他坚决厌恶卢梭的“疯狂”和“古典精神”。这是晚年对卢梭进行激烈批判的源泉（参见马尔蒂 1993）。

对布吕内蒂埃的阅读（其摘录作为“箴言”被收录进《权力意志》）使得N.在最后几年通过伏尔泰与卢梭的对比，更加明确了他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态度（N, 9[184] 和 [185], KSA 12, 447–449）。

最后，N.也意识到了与伏尔泰之名相连的启蒙运动的局限性。N.在80年代初用来与新启蒙运动相对立的旧启蒙运动，固守着形而上学的⋅善-假⋅对立，这是苏格拉底式判断的典型特征。“自由精神的发展”也导致了从对“真理”和“效用”的盲目崇拜中解放出来，并理解了谬误中那肯定生命的力量（MA II, Nr. 4, KSA 2, 382）。伏尔泰（“他寻求真理仅仅是为了行善”，JGB Nr. 35, KSA 5, 54）仍然受制于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构成了“伟大的法国人（如伏尔泰）的灵魂”的特征，并建立在这样一个偏见之上，即存在着⋅道德、知识与幸福之间最内在的联系⋅（FW, Nr. 37, KSA 3, 406）；在这种视角下，人类（作为“上帝的影子”）及其福祉的促进，代表着每一次行动的最高动机和一切兴趣的中心（M, Nr. 132）。我们在1886-1887年的遗作片段中找到的孟德斯鸠语录也指向这个方向：“为了让一个人凌驾于人类之上，所有其他人都付出了太高的代价”（N, 5[87], KSA 12, 222）。

文献：F. 布吕内蒂埃：《法国文学史批判研究》第三辑。笛卡尔 – 帕斯卡 – 勒萨日 – 马里沃 – 普雷沃 – 伏尔泰与卢梭 –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巴黎 1887 [注]；伯努利 1908；H. G. 克莱默：《N.与卢梭》，莱比锡 1928；考夫曼 1950；W. D. 威廉姆斯：《N.与法国人》，牛津 1952；P. 海勒：《N.与伏尔泰及卢梭的关系》，载于：同上作者：《N.研究》，波恩 1980，页51–89；F. 滕尼斯：《N.崇拜。一项批判》，柏林 1990；U. 马尔蒂：《大规模的群氓与奴隶起义。N.对革命与民主的探讨》，斯图加特 1993。

朱利亚诺·坎皮奥尼

（由雷娜特·米勒-布克从意大利语译出）


法国道德主义

蒙田——罗什富科——帕斯卡等

N.一生都对法国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N.的思想与法国道德学家的道德心理学分析及其形式塑造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亲和力，这在许多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然而，正如布卢道（Bludau，1979）在对安德勒（Andler，1920–31）、威廉姆斯（Williams，1952）等人提出批评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将N.与法国道德学家的关系仅仅归结为单纯的影响，那就过于草率了，因为N.极其精通吸收同化（Anverwandlung）的艺术。N.很可能早在1866年通过阅读朗格（Lange）的《唯物主义史》（格尔斯多夫，1866年8月）就已经结识了法国道德学家。正如唐纳兰（Donnellan，1982）的研究所示，特别是在所谓的中期著作（MA I 与 II, M, FW）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与道德学家们的密切关系，而且N.对他们的研究显然日益增多。N.明确提到了蒙田、尚福尔、沃夫纳格、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丰特内尔、帕斯卡、居约和司汤达。在这一语境下，还必须加上西班牙道德主义，特别是巴尔塔萨·格拉西安（Balthasar Gracian），N.早年就证实他展现出“一种在生活经验方面的智慧和审慎，当今无物可与之媲美”（N, 30[34], KSA 7, 744），并且在后来依旧对他赞赏有加（参见1884年9月20日致克塞利茨的信）。

N.经常勾勒出一条从古典时代经由文艺复兴和法国道德主义再到他自身的线索，以便在一种被大肆宣扬的“欧洲思想”的旗帜下，论战性地抛出一种假想的对立联盟格局，以对抗德国哲学。下面这则箴言为此提供了一个极其显著的证据：“欧洲的书籍。在阅读蒙田、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丰特内尔（特别是其《死者对话录》[dialogues des morts]）、沃夫纳格、尚福尔时，人们比阅读其他任何民族的任意六位作家的组合都更接近古代。通过这六个人，旧纪元最后几个世纪的精神重新复活了——他们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这条仍在延续的巨大链条中重要的一环。他们的著作超越了民族趣味和哲学色彩的变迁，而如今为了出名，每一本书通常都在、也必须在这些色彩中闪耀求宠：它们包含的真实思想，比所有德国哲学家的书加起来还要多。”（WS, 第214条, KSA 2, 646f.）。

在将各位道德学家与N.的观点进行逐一比较时，会显现出不同的侧重点。正如唐纳兰（1982, 18–37）所证明的，蒙田被N.视为通向古典时代的媒介。值得注意的是，N.很少对他提出批评性的异议。他受到推崇的首要原因在于他拒绝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并且洞察到一切价值评估的视角主义特征。同样，蒙田的直率、诚实和豁达也对N.产生了吸引力（SE 2, KSA 2, 348）。蒙田的思想以一种开放的、反体系的风格为特征，这种风格被N.的随笔式写作所吸收，并通过其箴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Donnellan 1982, 134–136）。N.对蒙田形象的诸多描绘，也极其一致地塑造了N.“自由精神”的面貌。

N.与帕斯卡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和矛盾。虽然N.钦佩帕斯卡逻辑上的敏锐和辛辣的讽刺（例如 N, 10[128], KSA 12, 531），但他对其试图调和理性与宗教的“受虐狂式的”尝试，却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惊骇与着迷。对N.来说，帕斯卡成为了一个哲学家被基督教在精神上（自我）毁灭的示范性典型（EH, KSA 6, 285）（JGB, 第45, 46, 62, 229条, KSA 5, 65–67, 83, 166）。N.对罗什富科的批评在于，他一方面在心理动机的归因上走得太远，另一方面在瓦解道德价值时又不够彻底。在对虚荣、骄傲和名利欲等人类特质进行分析性追问的努力上，N.与罗什富科基本上是志同道合的；然而，按照N.的观点，例如其背后显露出来的利己主义不应再次被道德化地评判为恶习，而应当中立地描述其对有机体的功能（Donnellan 1982, 65–93）。在文体上，可以看出N.对罗什富科凝练的格言具有亲和力（MA I, 第483, 501, 514, 575条），但也存在一种对各个思想进行更细致分析并作相应详细展开的倾向（例如 MA I, 第1–34条）。根据唐纳兰的发现，N.延展的、寓言式的隐喻与罗什富科均衡、简洁的散文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双方的一致之处在于，他们都认识到了箴言的赋形作用，并将其整合进了一种连贯的人类解释之中（Donnellan 1982, 141–153）。因此，N.和法国道德学家的文体实验同样立足于美学与伦理学的这一交叉点上，而在此处也能找到最富成效的比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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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齐特尔 (Claus Zittel)


绘画/造型艺术

勃克林 – 德拉克罗瓦 – 丢勒 – 莱昂纳多 – 克劳德·洛兰 – 米开朗基罗 – 拉斐尔 – 菲迪亚斯

勃克林

人们一再将N.（尼采）的艺术创作，特别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勃克林的绘画进行比较，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这部查拉图斯特拉诗作所谓的过时和乏味（Schlechta 1972, 354）。另一方面，人们对勃克林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在一本关于奠基时代（Gründerzeit）的标准著作中，确立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勃克林与N.和 ↗瓦格纳（Wagner）一样，是 ►暴发户文化（Parvenue-Kultur）的典型代表。他的冒险家被解释为 ►超人（Übermensch），►他就像N.笔下那头游荡的金发野兽一样，踏着尸体前行（Hamann/Hermand 1965, 104）。

艺术史学界近年来对勃克林艺术的重新评价，使得客观的比较成为可能。在这种比较中，两位艺术家在以下方面表现出相似性：他们毫不妥协的特立独行、技巧的精湛、对色彩的处理、对艺术人工性的认同、各自对神话独特的寓言式处理、在激情与反讽之间的摇摆，以及他们有意识的晚期时代感（Spätzeitlichkeit）。尽管存在着如此惊人的相似性，N.直接提及勃克林的证据却非常稀少。在一份遗稿片段中，N.赞叹道：“还有像勃克林那样探索道路的画家吗？”（N, 11[249], KSA 9, 536）。然而，在其他地方，N.警告说，由于现代艺术日益理智化以及象征主义的泛滥，会导致“高级艺术的去感官化”（MA I, Nr. 217, KSA 2, 177），他当时可能想到的就是勃克林（KSA 14, 137）。此外，N.在一封信中提到，有人想把他介绍给勃克林（致Franziska和Elisabeth N., 1884年11月4日/5日），但后来从未提及过这样的一次会面。

德拉克罗瓦

无法确定N.是否曾经看过德拉克罗瓦的原作。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从波德莱尔的作品（沙龙评论）和龚古尔兄弟（《玛内特·萨洛蒙》）那里获取关于德拉克罗瓦的知识的（Pfotenhauer 1985; Schubert 1998）。对N.来说，德拉克罗瓦首先是 ↗颓废派（decadence）的典型代表，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表达的狂热分子”（JGB, Nr. 202, KSA 5, 202 及 EH, KSA 6, 289），是“某种瓦格纳”（N, 25[141], KSA 11, 51）、“画家诗人（peintre-poète）”（N, 34[166], KSA 11, 476）和“晚期浪漫主义者”（致Ferdinand Avenarius，1888年12月10日）。然而，德拉克罗瓦绝未被片面地谴责为病态的颓废者（décadent）。在《瞧！这个人》（EH, KSA 6, 289）尤其是《善恶的彼岸》（JGB, Nr. 256, KSA 5, 202f.）对德拉克罗瓦的批判性审视中，夹杂着毫不掩饰的钦佩，例如在分析其哗众取宠的炫技时：“他们全都是崇高领域、甚至是丑陋和可怕领域的伟大发现者，更是效果、展示和橱窗艺术的伟大发现者，他们的才华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天才——彻头彻尾的演奏家（Virtuosen），有着通向一切诱惑、吸引、强迫、推翻之物的可怕入口，他们是逻辑和直线的死敌，渴望异域的、外来的、巨大的、弯曲的、自相矛盾的事物。”因此，N.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大胆冒险、绚丽狂暴、高飞突进的卓越人类（höherer Menschen），他们必须首先向他们的世纪——而这就是大众的世纪！——教授‘卓越人类’的概念”（同上，203）。正如舒伯特（Schubert, 1998, 235）所指出的，N.在德拉克罗瓦身上所强调的各个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天将德拉克罗瓦视为色彩主义者的理解相吻合。

丢勒

对N.来说，丢勒的两幅铜版画尤为重要：《忧郁I》（Melancholie）和《骑士、死神与魔鬼》（Ritter, Tod und Teufel）。他曾一度拥有这两幅画作，这表明了N.与这些版画之间强烈的个人联系。在写给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Malwida v. Meysenbug）的一封信中，他解释道：“我很少从造型表现中获得乐趣，但这幅《骑士、死神与魔鬼》却让我感到亲切，我几乎说不出为什么”（1875年3月20日）。N.主要通过它们的象征内涵来解释这些版画，将其视为一种悲剧英雄主义人生观的象征。他将《骑士、死神与魔鬼》理解为“我们生存的象征”（N, 9[85], KSA 7, 305）。在《悲剧的诞生》中，有着最具特征的关于丢勒的段落，N.在其中描绘了古代神话丧失后文化荒芜的阴暗图景：“对于一个无可慰藉的孤独者来说，或许没有比丢勒为我们描绘的与死神和魔鬼为伴的骑士更好的象征了：这个披坚执锐的骑士有着钢铁般坚毅的目光，即使身边伴有可怕的同伴，他依然义无反顾，却又毫无希望地，只与他的马和狗同行在恐怖之路上”（Nr. 20, KSA 1, 131）。N.将叔本华与这位孤独的英雄等同起来：“我们的叔本华就是这样一个丢勒式的骑士：他缺乏一切希望，但他追求真理。没有能与他相提并论的。——”（同上）。

莱昂纳多

在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中，莱昂纳多因其非教条的灵活性和力量最受N.的钦佩：“莱昂纳多·达·芬奇高于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高于拉斐尔”（N, 34[25], KSA 11, 429）。莱昂纳多了解“东方”，“了解内在就像了解外在一样”，因此属于那些“拥有真正超越基督教眼光”的艺术家。他身上“有一种超越欧洲的和缄默的东西，这是每个见过太大范围的好事和坏事的人所特有的”（N, 34[149], KSA 11, 471）。N.将莱昂纳多归为那些“充满魔力、不可捉摸、无法想象之人”，那些“谜一样的人”（JGB, Nr. 200），正如腓特烈二世一样，他属于“第一批欧洲人”（同上）。

尽管有如此高的评价，但关于N.对莱昂纳多作品的研究，只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报告说，N.在他那里看到了一幅莱昂纳多自画像的红垩画复制品，并大声喊道：“啊哈，这不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吗！我差不多就是这么想象他的”（Montinari 1982, 140）。

克劳德·洛兰

N.对洛兰富有氛围感的绘画怀有特别的偏爱。当他想要传达自己对风景的印象和秋日的氛围时，经常会提到他；例如，他谈到生活在“一个无限的克劳德·洛兰式的色彩之中”（致Emily Finn，1888年12月6日），或者说秋天是“美丽和充足光线的真正奇迹——一个永恒的克劳德·洛兰”（致Overbeck，1888年11月13日）。洛兰是N.在博物馆中特意寻访的少数画家之一（Schulze 1998）。N.特别痴迷于洛兰田园画中时间静止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其与死亡产生联系，从而被归入“英雄田园诗”的范畴：“前天傍晚时分，我完全沉浸在克劳德·洛兰式的狂喜之中，最后爆发出漫长而剧烈的哭泣。我竟然还能活到经历这些！我以前不知道地球会呈现出这样的景象，还以为那是好画家们虚构出来的。英雄般的田园诗现在是我灵魂的发现：古人所有田园牧歌式的事物，现在都一下子向我揭开了面纱并显现出来——在此之前我对它一无所知”（N, 43[3], KSA 8, 610）。后来，N.将晚期时代的主题与洛兰的艺术联系起来（Bertram 1918, 254f.; Bohrer 1998）：“——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秋天，也从未认为世界上可能有这样的事物，——一个被想象为无限的克劳德·洛兰，每一天都有着同样无拘无束的完美。——”（EH, KSA 6, 356）。

米开朗基罗

正如N.对 7莱昂纳多的探讨一样，在米开朗基罗的例子中，极高的评价与能够证明其具体研究过其艺术的确凿证据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他将他作为那段一去不复返的艺术全盛时期的代表提及，该时期曾以“艺术对象不仅具有宇宙的、而且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MA I, Nr. 220）为前提。然而不久之后，他将米开朗基罗解释为一位为古典艺术时代的衰亡并向巴洛克风格过渡做准备的艺术家。这是通过“选择具有最高戏剧张力的素材和主题发生的，在这些素材和主题面前，即使没有艺术的加工，心灵也会颤抖，因为天堂和地狱离情感太近了：然后是强烈的情感和姿态的雄辩力，丑陋-崇高的事物，庞大的体积，以及数量本身——正如在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家的父亲或祖父米开朗基罗那里所预示的那样——”（MA II, Nr. 144, KSA 2, 438）。

N.将米开朗基罗置于 ↗拉斐尔之上，因为与后者不同，他 ►透过其时代所有基督教的帷幕和偏见，看到了更古雅高贵的文化理想（N, 34[148], KSA 11, 470）。在此过程中，N.明显按照自己的标准对米开朗基罗进行了风格化塑造：►但米（开朗基罗）看到了并感受到了新价值立法者的问题：同样也看到了胜利-完美者的问题，他首先需要 ►克服其内心的英雄，他 ►在某些时刻是如此之高，如此超脱于他的时代和基督教欧洲 []，这是一种只有拥有最强大、最高度生命充溢之人才能胜任的理想（同上）。相应地，N.强调米开朗基罗的力量及其个人主义是他创造力的根源（N, 7[17], KSA 9, 320; N, 7[1], KSA 10, 236）。

菲迪亚斯

N.主要在撰写悲剧著作期间探讨希腊建筑和雕塑。因此，他的评价是在《悲剧的诞生》的审美形而上学背景下做出的。各门艺术被置于总体艺术作品（Universalkunstwerk）理念的光辉下，被理解为音乐、建筑和诗歌的统一体（Meyer 1991, 368f.），因此雕塑被解释为依赖于悲剧（N, 25[1], KSA 7, 568; N, 5[94], KSA 7, 118）。

除了偶尔提及斯珂帕斯（Skopas）、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KSA 1, 559）和波留克列特斯（Polyklet）（FV 3, KSA 1, 766）之外，N.主要探讨了菲迪亚斯，他认为菲迪亚斯的雕像艺术是一个“超越人类”的更高目的的化身（N, 7[199], KSA 7, 214）。面对菲迪亚斯的艺术，N.几乎成了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人们真的相信一尊菲迪亚斯的雕像会被毁灭吗，如果制造它的石头的理念（Idee）没有毁灭的话？”（同上；参见 N, 21[2], KSA 7, 523）。对于早期的N.来说，菲迪亚斯及其代表的希腊艺术，构成了超越时间的典范。

后来，N.开始强调希腊艺术的过去性质。现在我们只是“几乎还抱有这样的感觉（例如在帕埃斯图姆的希腊神庙中），仿佛在一个清晨，一位神明戏耍般地用如此巨大的重物建造了他的居所”（MA I, Nr. 145, KSA 2, 141）。从而，对菲迪亚斯艺术的评价视角也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已无法在审美上代表一种超越文化的更高理念，因为N.此时已经确信，所需的形而上学前提条件已经丧失。希腊艺术的典范性如今只能在古典风格中被看到。

菲迪亚斯现在作为遵循严格法则的艺术家，被拿来与表现派艺术家斯珂帕斯和普拉克西特列斯进行对比（N, 30[102], KSA 8, 540），并将他的作品与皮蒂宫（Palazzo Pitti）相比较（N, 25[117], KSA 11, 44），皮蒂宫是N.关于其“宏大风格”理想的唯一具体范例（N, 14[61], KSA 13, 247; ↗建筑（Architektur））。

拉斐尔

在所有造型艺术家中，N.提及拉斐尔的次数遥遥领先。KSA索引中显示有七十多条相关条目。拉斐尔被誉为和谐的（N, 30[9], KSA 7, 734）和天真的艺术家，他符合艺术中的最高境界（N, 7[173], KSA 9, 352），即古典主义的风格理想（Meyer 1991, 369f.）。

N.明确提到了三幅画作：《主显圣容》（Transfiguration）（GT 4, KSA 1, 39; M, Nr. 8, KSA 3, 21）、《圣塞西莉亚》（Die Heilige Cäcilie）（WB, Nr. 9, KSA 1, 490及其他）和《西斯廷圣母》（Sixtinische Madonna）（WS, Nr. 73, KSA 2, 585）。与他对其他绘画作品的探讨不同，N.在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画面描述。最重要的是他对《主显圣容》的分析（van Tongeren 1994），他将其解释为“将外观降阶为外观”（GT 4, KSA 1, 39）的寓言式表现，并将其置于《悲剧的诞生》论证的核心位置。在拉斐尔的画中，阿波罗式的外观世界与可怕的狄奥尼索斯式深渊之间的分离以及相互依赖性变得清晰可见。通过这种方式，开启了对白昼现实之虚幻性的洞察。在所描绘的使徒异象中，外观作为“外观中的外观”再次被升华，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N.将拉斐尔画作中的基督教内涵排除在外，将解释的重心放在了其绘画中对异象的塑造上。面对《西斯廷圣母》，他证明拉斐尔拥有一种“诚实的画家特质”，因为他试图画出一种“没有信仰”的异象，从而“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欺骗了他的信仰崇拜者”（WS, Nr. 73, KSA 2, 585f.）。

文献：Bertram 1918; Stein, T.: N. und die bildende Kunst, Berlin 1925; Hamann, R./Hermann, J.: Gründerzeit, Berlin 1965; Pfotenhauer, H.: Die Kunst als Physiologie. N.s ästhetische Theorie und literarische Produktion, Stuttgart 1985, 141–145; Linnebach, A.: Arnold Böcklin und die Antike. Mythos, Geschichte, Gegenwart, München 1991; Meyer, Th.: N. Kunstauffassung und Lebensbegriff, Tübingen 1991, 363–378; 同上作者: N. und die Kunst, Tübingen 1993, 105–112; van Tongeren, P.: Die Kunst der Transfiguration, 收录于: Duhamel, R./Oger, E. (编): Die Kunst der Sprache und die Sprache der Kunst, Würzburg 1994, 84–104; Bohrer, K.-H.: Der Abschied. Eine Theorie der Trauer: Baudelaire, Goethe, N., Benjamin, Frankfurt a.M. 1996, 422 ff.; Schubert, D.: N.s Blick auf Delacroix als Künstlertypus, 收录于: Nietzscheforschung 4 (1998), 227–242; Schulze, I.: N. und Claude Lorrain, 同上, 217–225.

Claus Zittel


自然科学

博斯科维奇 – 达尔文 – 迈尔 – 鲁克斯 – 福格特 – 策尔纳

关于尼采（N.）吸收自然科学思想的意义，学界尚无定论。尤其是，尼采在其所谓的实证主义阶段对↗科学的真诚或修辞性认同，与其根本的认识论怀疑论之间的关系（Schlechta/Anders 1962, 57），以及尼采试图从自然科学角度论证↗永恒轮回思想的地位，这些仍不明确。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米塔施（Mittasch）1952年的著作仍必须被视为关于尼采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相关权威论述。迄今为止，尚无较新的著作能将自那时起出版的许多关于尼采自然科学阅读的独立研究整合为一次宏观的阐释。只有这样一项研究，才能对那些往往从局部切入并因此倾向于拔高其研究对象的“影响研究”之结果的关联性进行评估。同样令人遗憾的是，那些经常以遗稿中摘录形式流传下来的自然科学著作阅读记录，在孤立地追溯来源事实上时，其解释学地位大多未受到质疑。

尼采查阅或至少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文本（列表见 Mittasch 1952, 365ff.），其中包括贝尔（Baer）、毕希纳（Büchner）、卡斯帕里（Caspari）（Treiber 1996, 405ff.）、费希纳（Fechner）、亥姆霍兹（Helmholtz）（参见 Abel 1984, 32ff. 及 Treiber 1994）、马赫（Mach）（参见 Abel ²1998, 401–407）、摩莱肖特（Moleschott）、内格利（Nägeli）和吕特迈耶（Rütmeyer）的著作（Janz 1978, 第1卷, 317–321）。以下文章将探讨尼采最确凿且记录最详尽的引用。

文献：Mittasch 1952; Schlechta/Anders 1962; Orsucci, A.: Beiträge zur Quellenforschung, in: NSt 22 (1993), 371ff.; Treiber, H.: »Logik des Traumes«, in: NSt 23 (1994), 1–41; D’Iorio, P.: Cosmologie de l’Éternel Retour, in: NSt 24 (1995), 62–123; Treiber, H.: »Das Ausland« – Die »reichste und gediegenste Registratur« naturwissenschaftlich-philosophischer Titel in N.s »idealer Bibliothek«, in: NSt 25 (1996), 394–412; Abel ²1998.

鲁杰罗·朱塞佩·博斯科维奇 (Ruggero Giuseppe Boscovich)

耶稣会数学家兼自然哲学家博斯科维奇（1711–1787）享有尼采极高的评价。首先应归功于他，唯物主义的原子论才成为了“存在的被最彻底驳倒的事物”（JGB, 第12节, KSA 5, 26）。尼采认为，与“波兰人哥白尼”一样，“波兰人”博斯科维奇“迄今为止是视觉证据的最伟大、最成功的反对者”（同上）。他教导人们“放弃对地球上最后‘确立’之物的信仰，放弃对‘物质’、对‘质料’、对地球残渣和微块原子的信仰”。这是“迄今为止在地球上取得的对感官的最大胜利”（同上）。

博斯科维奇根本不是波兰人，而是出生在达尔马提亚，他曾是机械原子论的坚定反对者。他本人主张一种力的动力学（Kraft-Dynamismus），并认为必须将物质理解为相互作用且无广延的力中心的聚合（Konstellation）。在一封极具启发性的信中，尼采利用这一观点批评了迈尔的机械论物质概念，从而在19世纪长期存在的关于力与物质关系的争论中站在了力学说的一边：自博斯科维奇以来，“已不再有物质，除非作为一种通俗的权宜之说。他将原子论思考到了终点。重力绝不是‘物质的属性’，仅仅是因为没有物质。重力，如同惯性力（vis inertiae）一样，绝不是力的显现形式（仅仅是因为除了力之外别无他物！）”（致科塞利茨，1882年3月20日；参见 N, 26[410], KSA 11, 260f.）。

此外，从博斯科维奇的立场可以得出：如果没有原子，而只有“应被解释为关系性力作用的过程”（Abel ²1998, 88），那么“自我保存和惯性也不可能是实在物的本质特征”（同上）。由此，对科学确立的自然法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现在每一种法则都只能被理解为视角错觉的过渡性结果，从而被视为一种调节性虚构。博斯科维奇对原子论的批评被尼采作了彻底的虚无主义解释。它还具有一种示范意义，因为它可以扩展到其他所有人们同样相信固定量和法则的领域，例如基督教的“灵魂原子论”（JGB, 第12节, KSA 5, 27）。与博斯科维奇的思想直接类比，尼采在此语境下提出了他的“灵魂假说”，即灵魂应被多元-动力学地理解为“主体的多数性”和“本能与情感的社会结构”（同上）。

尼采最初通过费希纳（Fechner）的摘录接触到博斯科维奇（Schlechta/Anders 1962, 128），他认为博斯科维奇是科学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之一”（N, 26[432], KSA 11, 266）。当他把以下这句话作为自己方法的口号时，他明确地引用了博斯科维奇：“不是作为教条的哲学，而是作为研究的暂时的调节物”（同上）。

文献：Boscovich, R. J.: Theoria Philosophiae Naturalis Redacta ad Unicam Legem Virium in Natura Existentum, Viennae 1759, 3. Aufl. Venetiae 1763, (Nachdruck und Übersetzung Chicago/London 1922); Mittasch 1952, 103ff.; Schlechta/Anders 1962, 127–140; Stack, G. J.: N. and Boscovichs Natural Philosophy, in: 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2 (1981), 69–87; Whitlock, G.: Roger Boscovich, Benedict De Spinoza and F.N.: The Untold Story, in: NSt 25 (1996), 200–220; ders.: Examining N.s »Time Atom Theory« Fragment from 1873; in: NSt 26 (1997), 350–360; Abel ²1998, 85–90.

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早在巴塞尔担任教授期间，在关于达尔文主义的激烈争论中，尼采就加入了反对达尔文的阵营，吕特迈耶（Rütmeyer）和贝尔（Baer）也属于该阵营（Mittasch 1952, 34）。尽管如此，直到今天，正如他自己曾抱怨的那样，仍不断有“博学的蠢牛”因为他的↗超人概念而“怀疑他信奉达尔文主义”（EH, KSA 6, 300）。另一方面，有一处遗稿写道：“达尔文主义的可怕推论，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它是真的”（N, 19[132], KSA 7, 461；参见 DS, KSA 1, 194–196）。

对尼采而言，与达尔文争论的最重要分歧点在于这样一个问题：达尔文关于在“生存斗争”中生命通过适应来实现自我保存的思想，是否充分界定了生命体的基本特征（Abel ²1998）。在众多片段中，尼采采取的立场是，对个体生存有益的事物，恰恰可能有损于其“力量与辉煌”（N, 7[25], KSA 12, 304）。正如反对鲁克斯的机械论立场一样，尼采也反对达尔文的外部解释视角，认为“生命过程的本质”恰恰是“那种巨大的、从内部创造形式的塑造力量，它利用、剥削外部环境”（同上）。“生命的首要目的不是保存，而是提升，即生长、想要变得更多、想要超越自身（N, 14[121], KSA 13, 301；另见 GD, KSA 6, 120f.）。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运动、改变和变化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生存斗争”只代表生命意志的“一种例外，一种暂时的限制”，因此是一种“令人费解的片面学说”（FW, 第349节, KSA 3, 585）。

尼采的另一个异议针对达尔文的理论，即“有利于强者的、境遇更好者的选择，促进了物种的进步”，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恰恰相反：“幸运儿的夭折，较高级类型无用，中等甚至中等以下类型的不可避免的得势”（N, 14[123], KSA 13, 303）。同样不存在性选择，即雌性总是选择最美丽、最强壮的雄性，因为雌性表现得“完全不挑剔”（N, 14[133], KSA 13, 316）。尼采同样拒斥进化思想，因为人类并不代表对任何动物的进步。不存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是“所有事物同时、重叠、交错、相互对立地存在”（同上，316f.）。尼采将持续生长和完善的假设归入想象的领域。此外，他还批评了人类被驯化的观念，认为这只有“表面作用”，因为人们最终无法将自然“去自然化”（同上 315）。

施特格迈尔（Stegmaier, 1987）的一项较新研究质疑了尼采的“反达尔文论战”是否公允对待了达尔文主义及其自身的立场。该研究认为，尼采的批评仅仅击中了达尔文思想的道德化表述，但在其他方面却发现了诸多共同点。

文献：Ewald, O.: Darwin und N.,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sche Kritik 156 (1909), Ergänzungsheft 2, 159–179; Haas, L.: Der Darwinismus bei N., Gießen 1932; Mittasch 1952, 166–180; Abel, G.: N. contra >Selbsterhaltung<. Steigerung der Macht und ewige Wiederkehr, in: NSt 10/11 (1981/82), 367–407; Henke, D.: N.s Darwinismuskritik aus der Sicht gegenwärtiger Evolutionsforschung, in: NSt 13 (1984), 189–210; Stegmaier, W.: Darwin, Darwinismus, N. Zum Problem der Evolution, in: NSt 16 (1987), 264–287; Taureck, B.H.F.: N.s Alternativen zum Nihilismus, Hamburg 1991, 181–191; Abel ²1998, 39–43.

朱利叶斯·罗伯特·迈尔 (Julius Robert Mayer)

通过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尼采注意到了迈尔的《热的力学》。尼采虽然承认他得出了“非凡的结论”（N, 11 [136], KSA 9, 492），但同时又轻视其原创贡献，因为他的发现是别人做好了铺垫的。正如尼采在此语境中强调的（这也揭示了他对他人对其思想影响的基本评价），关键在于对已知事物进行简化和重新解释的能力。仅仅接纳结果或从他人的前期工作中获益的人，并没有取得什么伟大成就（同上）。因此，尼采本人的借用也必须从其生产性吸收的角度来解释，而这里需要做出的单纯指出来源事实的工作，应始终被理解为后续评估的初步出发点，而不是将其还原为简单的影响关系。

自然科学家迈尔在1842年将物理学中关于机械↗力的能量守恒定律扩展到了自然力的整个领域，并通过计算热的机械当量来支持这一点。迈尔关于力之总量永恒不变的守恒原理，被尼采转化为对↗永恒轮回的一种➔集合论证（Bauer 1976, 218）。由于可能的力之状态的集合是有限的，因此必然会产生不间断的宇宙重复：➔一切事物都曾无数次存在过，因为所有力的总状态总是在轮回（N, 11[202], KSA 9, 523）。迈尔的恒定原理成为尼采证明宇宙必然封闭以及可能组合有限性的证据：➔所有的生成运动都在一定数量完全相同的状态的重复中运行（N, 11 [245], KSA 9, 534）。尼采超越了迈尔对力的定量规定，走向了对特定力的定性限制（N, 11 [269], KSA 9, 544; N, 11 [232], KSA 9, 530; N, 11 [213], KSA 9, 525 及 N, 11 [292], KSA 9, 553f.），他通过从力之总量的有限性推导出力的活动的有限性（Bauer 1976, 221）。

米塔施（1952）认为，迈尔关于力的释放的思想是尼采自1881年起频繁出现的诸如“力的释放”或力的爆发等概念的雏形，例如在一切“活物都意图释放其力量”这一表述中（N, 26[277], KSA 11, 222）。为了证实这一评估，尼采于1881年4月16日在写给科塞利茨关于迈尔的信中说：“关于释放是这本书中对我来说最本质、最有用的一部分。”迈尔将所有的运动现象归因于无法用数学把握的释放。正如米塔施（1952, 119）所证明的，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360节，KSA 3, 607f.）中以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并连同相关的例子接受了迈尔的这一思想。米塔施随后（同上，120–126）列举了大量其他证据，证明尼采采纳了迈尔的释放思想。相应地，他总结道，迈尔的释放学说在尼采的“力之学说和本能学说”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广泛的发展”（同上，127）。与此相对的是尼采对迈尔普遍贬低的言论，这警告人们不要高估其影响：“他是一个伟大的专家——仅此而已。我对他所有较为普遍的命题中表现出的粗糙和天真感到惊讶：当他仅仅是在固执己见时，他总是自以为在逻辑上有多么神奇”（致科塞利茨，1882年3月20日）。特别是迈尔的机械论物质概念，尼采认为它早被↗博斯科维奇彻底驳倒（同上）。

文献：Mayer, J.R.: Die Mechanik der Wärme, 2. Aufl. Stuttgart 1874; Mittasch 1952, 102–149; Müller-Lauter, W.: Der Organismus als innerer Kampf. Der Einfluß von Wilhelm Roux auf F.N., in: NSt 7 (1978), Anm. 109; Bauer, M.: Zur Genealogie von N.s Kraftbegriff. N.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J.G. Vogt, in: NSt 13 (1984), 211–227.

威廉·鲁克斯 (Wilhelm Roux)

在解剖学家、►发育力学创始人►威廉·鲁克斯于1881年出版的《有机体内部各部分的斗争》一书中，尼采找到了一种自然科学的依据，即►身体（Leib）的整体运作建立在最小个体（在鲁克斯那里是细胞）之间的相互斗争之上（Müller-Lauter 1978）。借助于对作为►内部斗争的有机体的新理解，亦即作为有机体出现的一种内在的、原始生产力的观念，尼采与当时出现的如►达尔文等人的生物学解释模型划清了界限，后者基于外部因果关系的观念，相应地假设首先出现一个有机体，然后才与他者展开斗争（N, 7 [25], KSA 12, 304）。根据尼采的观点，有机体是建立在个体力的竞争性聚合（agonale Konstellation）之上的，此时所获得的有机形态的相对统一性，可归因于某种特定的力对各种部分之多数性的暂时统治。由此，整体与其部分的传统关系发生了逆转，因为现在整体的概念不再被构想在先，使得各个元素被整合进去，而是整体通过各个力的作用才得以产生。在这种从旧的有机体思想向对力之组织的内在过程-动力学理解的转变中，对↗生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Abel ²1998, 113），它现在从总体上应被“定义”为“力之确定过程的持久形式，其中不同的交战者自身在不平等地生长”（N, 36 [22], KSA 11, 560）。由于↗生命”现在主要被理解为↗某个活物意欲释放其力量”（JGB, 第13节, KSA 5, 27），因此尼采拒斥了自我保存的目的论解释原则，认为其是不充分的。同样，他拒绝了用因果关系来解释力之事件的模型，因为↗原因”和↗结果”的概念始终只能给出↗一场战争和相对胜利的错误解释”（N, 9[106], KSA 12, 396），因为它们简化并从而歪曲了多元力之间异质的相互作用和对立。

正如米勒-劳特（Müller-Lauter, 1978）所详细证明的，尼采最初是在基于认识论和语言批判对自然科学产生怀疑的背景下吸收鲁克斯的思想的（1978, 195）。因此，只有在保留自然科学的表述始终不过是“形象的比喻”（N, 11[128], KSA 9, 487）这一前提下，他才将鲁克斯对“细胞、组织、器官、有机体”（同上）之斗争的生理学和解剖学分析纳入自己的思想之中。米勒-劳特认为，从1881年秋季起，出现了显著证据表明尼采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变得大为积极（同上，197f.），这一观点令人难以赞同，因为米勒-劳特主要从遗稿中引用的尼采的思想，要么自身过于破碎（参见 N, 14[2], KSA 9, 623），要么仅由鲁克斯描述的摘要构成（N, KSA 9, 272–75; N, 7[174], KSA 9, 298f.; N, 7[190], KSA 9, 302f.），它们的解释学地位还有待澄清。正如米勒-劳特所详细指出的，其他联系点还可见于鲁克斯关于有机自我调节和刺激作用之意义的思想（202–204）。

文献：Müller-Lauter, W.: Der Organismus als innerer Kampf. Der Einfluß von Wilhelm Roux auf F.N., in: NSt 7 (1978), 189–223; Abel ²1998, 110–120.

J.G. 福格特 (J.G. Vogt)

尼采手边藏书上的旁注以及大量遗稿记录证明了他对福格特思想的密切关注。遗稿中最早提及福格特的地方是在1881年春季至秋季期间，位于对《快乐的科学》第109节的初步构思语境中，大概是通过卡斯帕里（Caspari）的一篇批判性书评作为中介（N, 11[308], KSA 9, 559）。

尼采尤其对福格特试图在因果机械论基础上证明宇宙循环过程的尝试感兴趣（Bauer 1974, 212），安德勒（Andler）和贝克尔（Becker）认为，这使尼采确信了为↗永恒轮回思想提供自然科学证明的可能性。福格特的论点是，如果不假设一个循环过程，就必须求助于造物主的观念（Vogt 1878, 90），尼采将其激进化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必须相信循环过程，要么相信上帝（N, 11[313], KSA 9, 561）。然而，鲍尔（1976, 216）认为，福格特思想对尼采的吸引力不在于其所开启的可证性，而在于这种竞争对立。由此，永恒轮回的思想获得了对抗所有有神论的竞争潜力。

鲍尔认为福格特对尼采力的概念发展做出的贡献具有根本意义。尼采对迈尔力之原则的探讨，通过对福格特的研究得到了推进，并补充了绝对的力之平衡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力始终只能被构想为正在发挥作用的，因此不可能存在力停止作用的状态（Vogt 1878, 21）。尼采汲取了这一思想，断言力只能被思考为“活动状态”（Tätigsein），这就是为什么它不可能有开端，并且因此永恒地发挥作用（Bauer 1976, 222ff.）。因此，在继承福格特和迈尔的基础上，力对尼采而言意味着一种“始终恒定的力之总量，它具有同样恒定数量的力之性质”，即“力之状态”或“属性”（同上）。

文献：Vogt, J.G.: Die Kraft. Eine real-monistische Weltanschauung, Leipzig 1878; Andler 1920–31, 21958, 421–424; Becker, O.: N.s Beweise für seine Lehre von der Ewigen Wiederkehr,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Philosophie IX (1936), 368–387; Bauer, M.: Zur Genealogie von N.s Kraftbegriff, in: NSt 13 (1984), 211–227.

约翰·弗里德里希·策尔纳 (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

1872年，天体物理学家策尔纳的著作《论彗星的本质：认知史与认识理论的贡献》一经出版就在莱比锡引发了丑闻，尼采很快便知晓了此书。由于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也遭遇了类似的境遇，他便与策尔纳结为同盟，共同对抗专业同行的拒斥（Erwin Rohde，1872年11月）。在他的新年致辞中，尼采甚至公开为策尔纳辩护（KSA 1, 795f.）。策尔纳的书对当时的科学实践进行了尖锐批评，指责其肤浅、无视新发现、为过度实验而缺乏对研究对象的逻辑洞察、流于通俗化以及对其知识缺乏责任感。尼采接受了这些指责，并将它们应用到人文学科领域（HL 6, KSA 1, 292; N, 29 [34], KSA 7, 635; 参见 同上 635 及 710）。然而，后来尼采又与之保持了距离（N, 25[307], KSA 11, 89）。

根据阿贝尔（Abel）的观点，策尔纳对尼采的空间概念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为通过他，黎曼（Riemann）关于自身回归的球形空间的概念被传导给了尼采（²1998, 397）。将空间理解为无界但不无限，阻止了原本可能面临的必然得出力量枯竭之结论的后果，并使得这样一种观念成为可能：即“世界运动涉及将势能转化为活体能，反之亦然的过程”（同上，398）。由此，尼采的轮回思想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到自然科学的支撑。

策尔纳的自然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关于“无意识推论”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尼采，尚存争议。施莱希塔（Schlechta）和安德斯（Anders）驳斥了这一点（1962, 125），而在阅读策尔纳时期的一份著名的遗稿片段中，尼采直接反驳了策尔纳：“我们的感官知觉所建立的基础是修辞（Tropen），而不是无意识的推论”（N, 19 [217], KSA 7, 487）。另一方面，在尼采关于“梦的逻辑”的论述语境中（MA I, 第13节, KSA 2, 32f.），可以证明存在一种相关的论证路径（Ungeheuer 1983, 147）。

文献：Mittasch 1952; Schlechta/Anders 1962, 122–127; Ungeheuer, G.: N. über Sprache und Sprechen, über Wahrheit und Traum, in: NSt 12 (1985), 134–213; Orsucci, A.: Beiträge zur Quellenforschung, in: NSt 22 (1993), 371–375; Abel ²1998, 397ff.

Claus Zittel


近代哲学（17–19世纪）

笛卡尔 – 斯宾诺莎 – 帕斯卡 – 莱布尼茨 – 休谟 – 康德 – 黑格尔 – ↗ 法国道德家 – ↗ 法国启蒙运动 – ↗ 英国功利主义

尼采在接受和批判近代哲学时，大多受到其自身对形而上学批判之兴趣的引导。通常，如果在这些哲学家那里，传统的形而上学、道德或精神哲学已经开始动摇，以至于尼采只需“推一把那已经摇摇欲坠的东西”，那么这些哲学家就越受他的欢迎。尼采追随着“‘真实世界’如何最终成为寓言”的历史。对他而言，近代哲学的种种确定性都在瓦解，例如主体中不可动摇的基础（fundamentum inconcussum）、“物自体”与“现象”的区分、对历史进程的信仰，或者道德对意义的赋予。

勒内·笛卡尔

尼采对勒内·笛卡尔（1596–1650）哲学的接受与批判本身就颇具代表性，笛卡尔将认识奠基于“我思”（cogito）的自我确定性之上，这可以被视为近代哲学的开端。尼采赞誉笛卡尔为近代唯理主义之父，并在《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初版的卷首引用了笛卡尔的一段话（KSA 2, 11）。但对尼采而言，笛卡尔对“不欺骗的上帝”的信仰，就如同其所谓在自我确定性中寻找不可动摇的基础一样，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不存在什么直接的确定性：‘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前提是，人们首先知道什么是‘思’，其次知道什么是‘在’”（N, KSA 11, 641）。尼采对笛卡尔的批判通常具有语言哲学的基础，矛头直指“对语法的信仰”。“哲学家被捕获在语言的罗网中”（N, KSA 7, 463）——在尼采看来，这句话适用于所有像笛卡尔那样，让其认识受制于语言的主谓结构，或受制于从行动推导至行动者的推论的思想家（JGB, Nr. 17, KSA 5, 31）。所谓将知识的基础建立在主体的自我确定性之上，结果不过是“多了一种信仰，而非确定性”（N, KSA 11, 641）。尼采将主体和自我消解为情感、权力量子和解释的多样性，他的笛卡尔批判已然预示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以及维特根斯坦对语法之蛊惑的批判。

巴鲁赫·德·斯宾诺莎

尼采认为巴鲁赫·德·斯宾诺莎（1632–1677）比笛卡尔“更深刻”（N, KSA 11, 564），并称赞他为“最纯粹的智者”（MA I, Nr. 475, KSA 2, 310）。尼采对斯宾诺莎的高度推崇，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斯宾诺莎曾被尼采所敬仰的歌德尊为“圣人”（N, KSA 12, 439）。此外，尼采也希望在斯宾诺莎身上认出他自身非道德主义和权力哲学的先驱。斯宾诺莎曾将权力与权利、权力与美德等同起来。他确立了“自然利己主义的观点”，即“美德与权力是同一的”（N, KSA 12, 261）。正如斯宾诺莎在其《伦理学》第四卷序言中所写，善与恶“不在于事物本身”。它们仅仅是“解释，绝非事实”（N, KSA 12, 131）。然而，尽管予以认可，斯宾诺莎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方面是因为其“数学形式的戏法”（JGB, Nr. 5, KSA 5, 19），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道德哲学和神学的理智主义。其“对上帝的理智之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被怀疑带有寂静主义，甚至怨恨的色彩（《致斯宾诺莎》；N, KSA 11, 319；N, KSA 12, 131；GD, Streifzüge, Nr. 23, KSA 6, 126）。斯宾诺莎著名的论断 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不嘲笑，不悲恸，不咒骂，只求理解）被尼采为了情感的利益而颠覆。他认为即使是“理解”（intelligere）也不过是“本能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特定方式”（FW, Nr. 333, KSA 3, 559）。尼采对于斯宾诺莎那里承袭自霍布斯的自我保存哲学完全不予认同。它经常以动态的、不断增强且自我克服的权力意志的名义遭到摒弃（例如 FW, Nr. 349, KSA 3, 585）。

布莱兹·帕斯卡

尼采因为其他原因而对布莱兹·帕斯卡（1625–1662）评价极高。连同费内隆和盖恩夫人一起，尼采将其尊为“完美的对手”，并视为基督教↗诚实的典范：“在激情、精神与诚实的结合上，他是所有基督徒中的第一人，——人们应该掂量一下，在这里必须结合的是什么”（M, Nr. 192, KSA 3, 165）。然而，尼采对帕斯卡所表达的这种认可，甚至“爱”（“我不读帕斯卡，我爱他”；EH, 为什么我这么聪明 3, KSA 6, 285），却是有毒的。尼采将帕斯卡视为“基督教最具教益的牺牲品”而加以“爱”（同上）。对他来说，帕斯卡成了一个伟大的例证，说明基督教如何摧毁最优秀的人，并利用他们的诚实将其引诱至“理性的自杀”（JGB, Nr. 46, KSA 5, 66），引诱至“理智的牺牲”（sacrificium intellectus）（Voegelin 1996）。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相比之下，尼采与唯理主义经院形而上学以及英国经验主义的交锋则显得不那么重要。诚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曾被用来反击笛卡尔，因为他已经认识到“意识不过是表象的一种偶性”（FW, Nr. 357, KSA 3, 598）。也有人曾尝试指出尼采的权力学说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之间的相似之处（Kaulbach 1979）。但是尼采既不承认被创造的“实体”，也不承认任何其他形式的“实体”；他的权力量子不是“没有窗户的”，它们也不再遵循任何隐德来希。莱布尼茨的神义论被尼采斥为“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和力学”的混合物而遭到摒弃（N, KSA 11, 539）。最终，莱布尼茨被归入那些像路德一样，又一次阻止了基督教覆灭的“德国人”之列（AC, Nr. 61, KSA 6, 251; N, KSA 12, 264, 539）。

大卫·休谟

由大卫·休谟（1711–1776）所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在尼采那里成了他对全体英国人发起攻击的牺牲品（“绝非哲学的种族”；JGB, Nr. 252, KSA 5, 195）。尼采充其量只赞赏休谟对因果律这一理性概念的批判。休谟证明了“理性完全不可能先验地并凭借概念来思考这样一种连结，等等”（N, KSA 11, 442; KSA 12, 102）。

伊曼努尔·康德

再次对尼采的自我确证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他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接受，尤其是在此之中他与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交锋。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仅被尼采一笔带过；即使是经常被提及的黑格尔，其被接受的程度也几乎只停留在通常的黑格尔传闻层面。这种时常显得肤浅的批判，其原因可能在于尼采对唯心主义的总体怀疑，认为其是一种伪装的神学。“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施特劳斯——这一切都散发着神学家和教父的恶臭”（N, KSA 11, 262）。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成了尼采通往自身怀疑论的过渡阶段，并且尼采将自己的哲学视为一种激进化的康德主义。

当尼采将康德那里一分为三的理性多元化为无限多样的视角时，尼采的↗视角主义便可以被理解为康德理性批判的激进化。从康德试图让理性进行自我批判的尝试中，尼采发展出了一种转向生存论的“尝试”与“诱惑”的哲学，一种新的实验哲学，这种哲学甚至将自我本身也纳入了它的实验之中（Kaulbach 1980）。此外，尼采的假象学说也可被解释为彻底的康德主义的结果，因为它是消解了“物自体”与“现象”之区分的产物。正如尼采借鉴阿非利加·斯皮尔论点所阐述的那样，这两个世界的区分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物自体”无法被理解为现象的原因，除非人们犯下这样一个错误，即将只能应用于现象的因果性范畴，应用到了物自体身上。“物自体”乃是“毫无意义的”（MA I, Nr. 16, KSA 2, 38）。

同样，尼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接受不仅可以理解为批判，也可以理解为对康德思想的延续和激进化。诚然，康德的道德观有时仅仅在心理学层面上被草草打发，并被谴责为“通向颓废的处方”（AC, Nr. 11, KSA 6, 177）。与尼采所批判的↗苏格拉底主义一样，它被指控根本上混淆了本能与理智。然而，比这一攻击路线更重要的是，尼采完全保留了康德道德观对自律的诉求，但他在批判性地反对康德的律法主义的过程中，将其进一步推向了一种关于个体设定价值的学说。“但是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新的、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的、自己创造自己的人！”（FW, Nr. 335, KSA 3, 563）。现存的价值表被个体自身创造的价值所取代，“这种”（单数）道德变成了“这些”（复数）道德——这是一个由尼采发明的复数形式。

伴随着将批判哲学激进化为怀疑论、视角多元论和价值设定个体化的过程，对两个世界学说的批判也同步进行。在尼采看来，两个世界学说使得柏拉图式的“真实”世界及其对现世的敌视再次复活。康德与柏拉图一样被“颠倒”了：从理性走向“身体的大理智”，从知性与理性走向情感，从认识的先验建构走向一种倾向于生物学化的、将认识与生命力、认识与权力意志结合在一起的认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美学中的“无利害的愉悦”也遭到了摒弃。尼采认为，康德完全是从旁观者的视角，而非艺术家的视角来理解美学的（GM, 第三篇论文, Nr. 6, KSA 5, 346）。不言而喻，人们“通过一种利害关系与美相连”（N, KSA 10, 293）。尼采常常用司汤达的“对幸福的许诺”（promesse de bonheur）来反击康德审美判断的无利害性。在此过程中，尼采是否正确理解了康德，抑或他是否将叔本华的美学强加给了康德，目前仍存在争议（Hefterich 1991）。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关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我们在尼采那里几乎只能看到那些常见的偏见和传闻，黑格尔总是被视为现状或普鲁士国家的粉饰者（DS 7, KSA 1, 197; N, KSA 11, 531）。青年时代的尼采就已经将黑格尔视为一名历史主义者，并且在批判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爱德华·冯·哈特曼或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时，总是将矛头一并对准黑格尔。后来，尼采对辩证法作为一种理解生成与发展的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没有黑格尔就没有达尔文 [] 我们德国人都是黑格尔主义者”（FW, Nr. 357, KSA 3, 598f.）。黑格尔的“泛神论”和斯宾诺莎主义偶尔会被认为与歌德“近乎愉悦且充满信任的宿命论”（N, KSA 12, 443）以及尼采自身的为生存作审美辩护（N, KSA 12, 113）有着某种遥远的亲缘关系。尽管像考夫曼（1950）这样的解释者倾向于将尼采和黑格尔拉近（类似于 Kremer-Marietti 1962/63 或 Zimmerman 1968），但德勒兹（1976, 170ff.）首当其冲地坚持认为，将两者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rapprochement）是不可想象的。尼采的思维风格是反辩证的、肯定性的，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否定性的、虚无主义的。难以否认的是，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与黑格尔世俗化的基督教历史神学水火不容，就像体系哲学与格言式思考一样格格不入。黑格尔将“上帝之死”解释为思辨的耶稣受难日，而尼采将其解释为超人的诞生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根本的分歧。只有将辩证法从其与体系和历史观的联系中剥离出来，并将其视为一种它本身并非如此的东西（即一种纯粹的方法），才能断言两者思维方式存在相似性。更好的做法是像洛维特那样去估量这一距离：从黑格尔和歌德，从异教与现代、基督教与现代世界的最后一次伟大综合，一路走到尼采，这中间究竟跨越了多远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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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宁·奥特曼


19世纪的哲学与神学

除了在↗德国唯心主义、↗英国功利主义和↗语言哲学等条目中探讨过的作者之外，这里将讨论尼采（N.）对以下19世纪哲学家和神学家作品的改造性接受：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让·马里·居约（Jean Marie Guyau）——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菲利普·曼兰德（Philipp Mainländer）——弗朗茨·奥韦尔贝克（Franz Overbeck）——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阿夫里坎·斯皮尔（Afrikan Spir）——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尤利乌斯·威尔豪森（Julius Wellhausen）。

布鲁诺·鲍威尔 (1809–1882)

鲍威尔是尼采为数不多的早期读者之一。在他1880年关于俾斯麦时代的评介中，他建议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其著作的新版中[]研读弗·尼采的作品”：“这位德国的蒙田、帕斯卡尔和狄德罗将为他[指特赖奇克]展现出历史生活、民族性格以及古今文学灵魂的视野，这些视野能够使他超越其狭隘排他主义狂热的局限”（引自 Benz 1956, 105）。在1881年3月20日致克塞利茨（Köselitz）的信中，尼采虽然批注道：“这样的赞美是多么缺乏品味，也就是说：多么不配称之为赞美！”然而，尼采在《瞧！这个人》（Ecce homo, KSA 6, 317f.）以及后来的信件中（致泰纳（Taine），1887年7月4日；致勃兰兑斯（Brandes），1887年12月2日；致施皮特勒（Spitteler），1888年2月10日）都满怀感激地提及这一评价：“老黑格尔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从那时起就成了尼采主义者”（致施皮特勒，1888年7月25日）。在鲍威尔对跨国界的欧洲主义的倡导中，尼采在1882年看到了与自己“意想不到的[]思想和谐”（致施迈茨纳（Schmeitzner），1882年5月8日；参见致克塞利茨，1882年2月5日）。本茨（Benz, 1956）梳理了尼采与鲍威尔在基督教批判上的诸多相似之处，尽管在尼采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直接引用鲍威尔相关书籍的证据——这些书籍包括《被揭露的基督教》（Das entdeckte Christenthum, 1840）以及由奥韦尔贝克撰写书评的《基督与恺撒》（Christus und die Cäsaren, 1878）。正如尼采在《反基督》（Der Antichrist）中所做的那样，鲍威尔（效仿约翰·克里斯蒂安·埃德尔曼（Johann Christian Edelmann））将耶稣与其被教会的利用和篡改彻底分离开来（Benz 1956, 106f.），将制度化的基督教视为世界历史性的灾难（Benz 1956, 113），并认为它源于那些“天生匮乏的弱者”（Zu-kurz-Gekommenen）的反叛（Benz 1956, 118）。此外，鲍威尔将基督教的逃避现世置于斯多葛派和柏拉图的传统脉络中（Benz 1956, 116），并进一步摒弃了保罗式的牺牲思想（Benz 1956, 114）。奥尔苏奇（Orsucci）反驳本茨说，尼采并非从鲍威尔，而是从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 1838–1903）那里继承了“基督教先存论，即基督教会属于古典晚期精神与社会史”的论点（Orsucci 1996, 314；关于对鲍威尔接受的问题，见 Sommer 2000）。

欧根·杜林 (1833–1921)

杜林早在尼采1868年2月16日致卡尔·冯·格尔斯多夫（Carl von Gersdorff）的信中就已出现；然而，直到1875年才有证据表明尼采对其进行了更深入的阅读。杜林是尼采获取社会主义相关知识的最重要来源之一（Montinari 1982, 201f.; Ottmann 1999）。在《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的准备阶段，尼采对杜林的《生命的价值》（Werth des Lebens）以及《作为严格科学的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哲学教程》（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的关注，与他脱离叔本华的思想有关。促使他脱离叔本华的因素之一，正是杜林的“乐观-内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现实哲学”（N, KSA 8, 129）。与杜林一样，尼采倾向于为哲学奠定科学基础，但却恰恰不赞同杜林那种对科学深信不疑的盲目乐观（N, KSA 8, 137 和 514）。“尼采远没有杜林那么天真，后者妄想能够将世界和生命的构造还原为几个基本元素[]”（Venturelli 1986, 114）。特别是，尼采为了反对杜林而为禁欲的生活方式辩护（N, KSA 8, 140）；这种生活方式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转化为“自由精神”的理想（Venturelli 1986, 120）。尼采后来对杜林充满论战色彩的尖锐批判是“通过记忆来进行的”（同上 1986, 124）；尼采将这位柏林哲学家视为“平均主义”（Nivellirung）的代言人（N, KSA 10, 244），并提出他的“超人”概念与之对抗。对尼采而言，正义并不像杜林所认为的那样是升华的复仇，而是“符合自然的”不平等（参见 N, KSA 10, 410ff.）。杜林认为权利感“在本质上”是一种“怨恨（Ressentiment），一种反应性情感”（引自 Venturelli 1986, 132），而对尼采来说，“正义精神所征服的最后一块阵地，恰恰是[]反应性情感的阵地”（GM, KSA 5, 310）。这位“柏林的复仇使徒欧根·杜林”，这个“头号道德大话王”（GM, KSA 5, 370），凭借其对怨恨的辩护及其反犹主义，只能招致尼采的蔑视（致特奥多尔·弗里奇（Theodor Fritsch），1887年3月29日；参见 KSA 11, 251f.）。早在1883年的遗稿中，杜林就已作为一个“永远狂吠且好咬人的看门狗”出现（N, KSA 10, 58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1804–1872)

从尼采的著作和遗稿中明确提及费尔巴哈的寥寥数处，很难推断出尼采曾深入研究过这位对《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hums, 1841）进行剖析的青年黑格尔派学者。尼采的藏书中没有他的著作；在书信中，也只有他的侄子安塞尔姆（Anselm）被提及过一次。尼采对费尔巴哈的了解是通过杜林（参见 N. KSA 8, 131），可能还通过叔本华，最重要的是通过瓦格纳（参见 KSA 14, 85 u. 577）传授的。“费尔巴哈关于健康感官性的言论——在三四十年代的瓦格纳以及许多德国人听来[]就像是救赎的福音”（GM, KSA 5, 342，在 NW 11, KSA 6, 431中重复；参见 N. KSA 11, 250）。尼采对这种通过“健康的感官性”获得的“救赎”评价不高，正如他总体上对“救赎”没什么好话一样。因此，合乎逻辑的是，他将费尔巴哈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施特劳斯归为同一批“神学家”（N, KSA 11, 152），而在叔本华那里则能呼吸到“更好的空气”（N, KSA 11, 262）。即使从1886/87年的一则提及《未来哲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1843）和费尔巴哈“反对抽象哲学”之热忱的笔记（N, KSA 12, 261）中，也无法推断出尼采对费尔巴哈有任何亲和力。尽管如此，在尼采和费尔巴哈以人类学为导向的基督教批判之间，仍然可以找出系统性的相似之处（参见 Sommer 2000）。

让·马里·居约 (1854–1888)

兼具诗人气质的哲学家居约被视为生命哲学的先驱和“法国的尼采”，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尼采1885年初的一份文献清单中（N, KSA 11, 352）。尼采很快就购买了清单中提到的《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体系草图》（Esquisse dune morale sans obligation ni sanction, 1885），并在书中作了大量划线和大多表示赞同的旁注（具体记录见 Lampl 1990, 9–38）。1885年初夏的一则笔记在探讨雷（Rée）的《道德情感的起源》（Ursprung der moralischen Empfindungen）等内容时，对居约这本“忧郁而诚挚的书”描绘了并不算负面的印象，并将其置于法国蔓延的悲观主义背景中：“那些最优秀、最勇敢的人，比如那个善良的居约，都在颤抖和战栗[]，即使他们对自己的‘实证主义’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谁会相信他们，当他们试图用反讽来说服我们，那种颤抖和战栗也是生活魅力和诱惑艺术的一部分呢？”（N, KSA 11, 525）。尼采对居约的兴趣与他关于道德谱系学的研究有关；他在《草图》（Esquisse）的扉页上写道：“这本书有一个滑稽的错误：在努力证明道德本能根植于生命本身的过程中，居约忽略了他实际上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即生命的所有基本本能都是不道德的，包括所谓的道德本能”（Lampl 1990, 9）。甚至在1887年，“像居约这样的自由思想家”还被归类为“披着新名称的基督教道德狂热”（N, KSA 12, 558）——作为“爱的胜利”（N, KSA 12, 559）。尼采还用铅笔阅读了居约《未来的无宗教》（Lirréligion de lavenir, 1887）的第二版，并且可能在关于宗教消亡的论点中多多少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直到《反基督》中，依然融入了居约的主题和洞见（Sommer 2000）。

爱德华·冯·哈特曼 (1842–1906)

尼采在1869年首次接触到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Philosophie des Unbewußten）。在朋友间的通信中，偶尔会谈及这部著作及其惊人的成功。例如，尼采淡化了罗德（Rohde）关于哈特曼剽窃叔本华的指责，并承认自己“经常”读哈特曼，“因为他拥有极佳的学识，并且有时懂得如何附和那首关于该被诅咒的生存的古老诺伦之歌”（致罗德，1869年11月11日）。直到《不合时宜的考察》之《历史的用途与滥用》（Vom Nutzen und Nachtheil der Historie）末尾的论战——这是尼采首次公开对哈特曼发表评论——遗稿都证明了尼采对这本“令人作呕的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N, KSA 7, 650）。这种研究是在悲观主义讨论的视域下，即在尼采加深对叔本华接受的框架内进行的。尼采不相信所谓不断推进的“破坏幻觉”：“尼采坚持幻觉的不可摧毁性，这使得他拒绝了一种救赎目的论，这种目的论恰好赋予人类理智一项超越‘人类生活’的‘更深远使命’”（Gerratana 1988, 407）。尼采同样无法认同“世界进程”（Weltprocess）的思想——按照哈特曼的说法，这一进程将导致人类物种的集体自杀。当然，阅读哈特曼有助于澄清尼采自身的意志概念；然而，对于“无意识”，他几乎只剩嘲讽：“在我看来，并不能断言阅读《无意识哲学》影响了尼采自己的‘无意识哲学’”（Gerratana 1988, 421）。尼采声称哈特曼和海涅是“无意识的反讽者”（N, KSA 7, 659）：“我们很少读到比哈特曼的著作更滑稽的发明和更具哲学意味的恶作剧了”（HL 9, KSA 1, 314；另参见 FW, Nr. 357）。后来，在1885年的遗稿中，尼采装作似乎才刚刚意识到，哈特曼居然是认真的（N, KSA 11, 532f.）。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哈特曼凭借其世界进程目的论，成为了错误时代精神的代表以及黑格尔的替身（参见 N, KSA 7, 650）。即使人们怀疑他是否适合这个角色，也不得不承认“对哈特曼的阅读决定性地共同塑造了尼采眼中的黑格尔形象”（Gerratana 1988, 426）。在1883年至1885年的遗稿中，尼采再次探讨哈特曼，特别是涉及1879年出版的《道德意识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sittlichen Bewußtseins）（参见 v. Rahden 1984, 483）。作为一个“大杂烩制造者”（Amalgamist），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杜林一起被归为“柏林的双狮”（JGB, Nr. 204, KSA 5, 131）；在《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中，尼采拒绝将“叔本华与哈特曼”相提并论（KSA 6, 122；参见 N, KSA 11, 81）。“我鄙视这种敏感的悲观主义：它本身就是生命深度贫乏的标志。我绝不容许像哈特曼这样骨瘦如柴的猴子高谈阔论他的什么‘哲学悲观主义’”（N, KSA 13, 30）。1889年，哈特曼本人开始对尼采（特别是他的超人概念）进行论战性的反击，并将他贬低为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尽管如此：“在争夺公众青睐的对局中，哈特曼输了，但他最后的举动证明了他是一个输不起的人”（v. Rahden 1984, 502）。

保罗·德·拉加德 (1827–1891)

“一本极引人注目的小册子，它说错了50件事，但也说对了50件事，因此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千万不要错过阅读”（致罗德，1873年1月31日）。这里指的是拉加德的论著《论德国国家与神学、教会及宗教的关系》（Über das Verhältnis des deutschen Staats zu Theologie, Kirche und Religion），奥韦尔贝克在其《当今神学的基督教性》（Christlichkeit der heutigen Theologie）中，在关键点上与之不谋而合（参见 Peter 1992, 218–222）。尼采对拉加德作品的了解很可能归功于奥韦尔贝克，后者自1864年起便与这位哥廷根的东方学家保持通信联系。尼采曾与奥韦尔贝克一起阅读拉加德早期的著作，“因为我们”，正如奥韦尔贝克向拉加德报告的那样，“绝不会独自庆祝为我们准备的这种盛宴，而不让对方参与其中”（Overbeck 1996, 143）。在这一阶段，拉加德和尼采在批评德国教育和政治现状上有很多共识，即使尼采并不赞同拉加德的帝国主义野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尼采还是拉加德，都是从他们原本的语文学专业出发，得出了他们对时代的诊断性洞见，而且他们都以一个规范性的早期时代作为衡量标准——前者是古老的希腊化时期，后者是净化过的耶稣福音。在自由精神时期，尼采对拉加德这位同样不合时宜的考察者的看法变得更加排斥（参见 KSA 2, 588 和 14, 190；2, 594 和 14, 191）。拉加德致力于在脱离犹太教和保罗主义的“净化福音”基础上建立一种德意志民族宗教，尼采看穿了这一企图，认为它不过是虚妄的幻想（N, KSA 8, 408）。尽管如此，他在80年代仍在阅读拉加德（例如参见 N, KSA 11, 151f.），引人注目的是，他将其来源的意图去神学化，并利用其认知为自己的宗教批判服务（Sommer 1998）。因此，尼采将拉加德的“不含犹太毒素”（judainfrei）这一他自己也曾使用的词汇（AC, Nr. 56, KSA 6, 240 和 13, 182），改铸为了“不含道德毒素”（moralinfrei）（AC, Nr. 2, KSA 6, 170）。在尼采的晚期著作中，拉加德那种将犹太教和保罗置于一方，将耶稣置于另一方的生硬二分法再次出现，而保罗（同奥古斯丁和路德一样）遭到了这两位思想家的一致谴责（Sommer 1998）。然而，与拉加德不同，尼采并不想复兴一种（伪）耶稣式的原始基督教（Sommer 2000）。尼采也坚决反对将自己与拉加德的↗反犹主义联系起来（致特奥多尔·弗里奇，1887年3月29日）。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1828–1875)

1866年，尼采买下了朗格的《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并在同年11月致赫尔曼·穆沙克（Hermann Mushacke）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将该书作者与康德和叔本华并列——“我不需要更多了”。这本书日后不仅成为尼采的参考书和“最心爱的哲学案头书”（Bernoulli 1908, 卷1, 221），而且他还接受了朗格激进的批判主义——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触及“物自体”（对康德思想的激进化；参见 Stack 1983, 16 和 Stack 1991）——并且接受了这样的论点：“尽管如此，对现实进行全面的哲学诠释仍然是有意义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Salaquarda 1978, 236）。这种诠释具有艺术特质，是“概念的诗学”（Begriffsdichtung）（Salaquarda 1989, 264）。虽然尼采在后期只是偶尔提及朗格，但斯塔克（Stack）和萨拉夸尔达（Salaquarda）认为，“对于尼采在80年代形成的思想和观念而言，朗格依然保持着重要意义”（Salaquarda 1978, 239；对此持批评态度的见 Ansell-Pearson 1988, 541）。无论如何，遗稿中的三处记录（KSA 11, 94; 11, 123; 11, 453）证明了在1884/85年间，尼采对朗格有持续的研究；毫无疑问，朗格也启发了尼采去阅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尤其是自然科学作家（特别是博什科维奇（Boscovich））。当朗格对社会主义理念（Salaquarda 1978, 245）和“理想”（Ansell-Pearson 1988, 540）表现出热情时，尼采便与之保持距离；尼采通过放弃“真实世界”以及提出“一切皆是诠释”的假说，超越了朗格的批判主义。一个无实体的“权力意志”的理念，其根源之一也在于朗格的思想之中，后者曾反对原子论乃至任何教条的唯物主义（Salaquarda 1978, 252f.）。

菲利普·曼兰德（化名，本名 Philipp Batz, 1841–1876）

尼采对曼兰德及其《救赎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Erlösung, 1876）的直接引证很少（致奥韦尔贝克，1876年12月6日；FW, Nr. 357；N, KSA 8, 354 和 406f.；N, KSA 10, 287；N, KSA 11, 252；N, KSA 13, 295）。尽管如此，阅读这部著作似乎共同激发了尼采对叔本华形而上学的批判，特别是对“物自体”与现象之分以及意志在数量上的统一性的拒斥（Decher 1996, 223）。个体权力意志的多样性与曼兰德对叔本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相呼应。在曼兰德那里，随着世界被诠释为上帝衰亡的过程，任何现实中涉及超验的可能都被否定，从而将认识兴趣完全内在化。虽然尼采对曼兰德的接受在德赫（Decher, 1996）之前通常被研究界所忽视，但在尼采精神崩溃后不久，就零星出现了尼采剽窃曼兰德的指责（奥韦尔贝克致克塞利茨，1889年3月13日）。

弗朗茨·奥韦尔贝克 (1837–1905)

赫尔曼·西贝克（Hermann Siebeck）在其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1875年前后，尼采“几乎只与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交往，后者虽然在关键点上并非他的追随者，但却对他怀有温暖深厚的友谊”（Sommer 1997, 149）。尽管尼采从未在他的已出版书籍中引用奥韦尔贝克的作品，在遗稿中也极少引用，但奥韦尔贝克对尼采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其创作的早中期——不容小觑。在巴塞尔共处时期的同住与交谈，不仅催生了1873年出版的“双胞胎著作”——《论我们当今神学的基督教性》和《不合时宜的考察》之《大卫·施特劳斯》，而且还对奥韦尔贝克彻底背离神学（和基督教）以及尼采向自由思想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在尼采的“批判性历史”概念（《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反映了奥韦尔贝克对一切赋予历史的实证（神学）意义诉求的告别；历史对于尼采和奥韦尔贝克来说，成了一种揭露不合法连续性建构以及展示不可还原之偶然性的手段（Sommer 1997, 109–120）。尼采在他的晚期著作中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为“谱系学方法”。另一方面，尼采的神话概念对奥韦尔贝克也并非没有产生影响（Peter 1992）。正如奥韦尔贝克给克塞利茨、罗德和福克斯（Fuchs）的信件所显示的，他对尼采晚期著作（特别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那种狂热的伪宗教特质感到难以接受，这正是因为他在基督教文本的熏陶下，对宗教式的言辞保持着极大的距离。在尼采试图将基督教史作为道德史的一部分来重构的详尽尝试中，奥韦尔贝克的启发发挥了绝非无足轻重的作用（Sommer 2000; Cancik/Cancik-Lindemaier 1988）；奥韦尔贝克（朋友）本人后来在回顾中，曾冗长繁琐地向人交代了他与尼采的友谊（Overbeck 1999）。

欧内斯特·勒南 (1823–1892)

尼采很可能在1864年阅读丹尼尔·申克尔（Daniel Schenkel）的《耶稣的性格画像》时，就已接触到勒南的《耶稣传》（Vie de Jésus, 1863）（Pernet 1989, 95）。70年代的遗稿片段中，尼采将更为伟大的勒南（N, KSA 7, 587）及其“优雅”（N, KSA 7, 804）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为德国民众改写的《耶稣传》对立起来以作抗衡。尼采不仅带着许多恶意且认为“毫无益处”地（致奥韦尔贝克，1887年2月23日）研究了勒南的《耶稣传》及其随后的几卷《基督教的起源》（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而且还研究了他的《哲学对话》（Dialogues philosophiques），这在尼采的思想中能找到系统性的相似之处（Barbera/Campioni 1984）。在探讨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与道德史时，勒南在80年代后期成为尼采的一个核心参考对象，尽管尼采对其的评价常常截然相反。从上帝概念的发展（AC, Nr. 17）、旧约先知及其对弱者的抬高（JGB, Nr. 195, KSA 13, 186），到耶稣形象，再到作为匮乏者运动的早期基督教的社会心理（病理）学（Orsucci 1996, 298–303），尼采在勒南那里获得了多方面的启发，大量摘录便记录了这一点。《反基督》中的“救赎者心理学”展现了尼采如何改造其来源：如果说在勒南那里，耶稣还是一个“魅力人物”、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一个具有矛盾性格特征且带有末世论导向的煽动者，那么尼采则以尖锐的界限将耶稣描绘为一个无力成为英雄的↗“白痴”（N, KSA 13, 237），他因为承受痛苦的能力过强而放弃了所有的距离感，彻底消融于爱之中。在《反基督》中，对勒南进行论战式的排斥使得尼采无需在方法论上为其自身的主张提供论证（Sommer 2000）；他给耶稣贴上需要神经科医生介入的病例标签，并彻底地将其“类型”去末世论化。夏皮罗（Shapiro）将尼采的谱系学计划解释为对勒南具有叙事实在论和全知叙事者视角的《起源》的激进对立面。“尼采非叙事性的‘耶稣传’实际上是对叙事原则本身的攻击”（Shapiro 1982, 219）。此外，勒南成为宗教浪漫主义的代名词（JGB, Nr. 48）；在他那里——这个“一种天主教的施莱尔马赫”（N, KSA 11, 599）——“所有的自由思想、现代性、嘲弄和随机应变的圆滑”都无济于事，“当他在骨子里依然是一个基督徒、天主教徒、甚至是一个神父时！”（《偶像的黄昏》，游记 Nr. 2, KSA 6, 112）“勒南是个神父……”（N, KSA 13, 295）。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1772–1829)

尼采在普福尔塔中学（Schulpforta）以及后来在他的学术导师里奇尔（Ritschl）那里，接触到了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特别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思想（Behler 1978, 71）。很自然地，人们会将尼采关于无条件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伦理概念与这些早年印象联系起来（Wischke 1994, 385）。在尼采的著作中，弗·施莱格尔的名字无处可见——这有别于他的兄弟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后者在悲剧问题上曾偶尔被尼采参考；然而，至少有两次，他的名字在付印稿或初稿阶段被删除了。在这两处（《曙光》M, Nr. 159，誊清稿 KSA 14, 213 以及《人性的，太人性的II》MA II, Nr. 171，初稿 KSA 14, 173）中，弗·施莱格尔被视为一种带有负面内涵的浪漫主义的原型。为了反驳瓦格纳，尼采在《瓦格纳事件》（Der Fall Wagner）第三节中引用了歌德1831年10月20日致策尔特（Zelter）的信，信中称浪漫主义者面临“因反刍道德和宗教上的荒谬而窒息”的危险。根据遗稿中相应的摘录（N, KSA 13, 495），尼采在进行批判时是知道歌德此举正是在批评弗·施莱格尔的。尼采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绝非仅针对晚期浪漫主义，如贝勒（Behler）所推测的那样（1978, 59 和 65–67），而是也完全针对弗·施莱格尔及其耶拿时期的同伴。然而，在复兴古典、创造新神话以及以格言形式发展具有艺术特质的弥赛亚主义思想的尝试上，尼采与弗·施莱格尔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似性。“也许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这一事实：在早期浪漫主义者那里，依然存留着一丝与绝对者重新统一的希望之光”（Behler 1978, 85）。


弗里德里希·丹尼尔·恩斯特·施莱尔马赫 (1768–1834)

施莱尔马赫似乎几乎不属于早期尼采令人难忘的阅读体验，尽管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就已经作为神学家、柏拉图翻译家和解释者（参见保罗·多伊森，1868年4月/5月；尼采，KSA 7, 29）以及哲学史家认识了他。他的评价毫不客气（埃尔温·罗德，1868年12月9日）。施特劳斯对施莱尔马赫的引用，引发了尼采在相关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中作出的嘲讽性评论：“一旦染上黑格尔病和施莱尔马赫病，就再也无法彻底痊愈了”（KSA 1, 191）。关于“绝对依赖”的著名公式，作为“施莱尔马赫式的浮夸”（《大卫·施特劳斯》，KSA 1, 224）再次出现。甚至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的一次提及也没有超出俗套：他将哈特曼描绘为“第一位哲学戏仿者”，我们在他的“祭坛”上[]献上“一绺头发”，“借用施莱尔马赫式的一个赞美之词”（KSA 1, 314）。尼采暗示的是施莱尔马赫在其《论宗教》（1799年）演讲中众所周知地献给斯宾诺莎的那绺头发。施莱尔马赫对宗教的心理学化之所以未能获得尼采的赞同，恰恰是因为它旨在“维持基督教宗教和基督教神学家的存续”（《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132节，KSA 2, 125），而自由精神的分析在社会心理学上将宗教完全还原为偶然的人类学条件，并冷酷地切断了与超越性的联系（参见尼采，KSA 8, 444）。在一段关于德国教养财富的评论中，他说，席勒、威廉·冯·洪堡、黑格尔、谢林和施莱尔马赫的共同点是“那种狂热，不惜一切代价要显得道德高尚；其次是对华而不实、毫无骨气的普遍性的渴望，以及对所有事物都抱有想要看得更美的意图”（《曙光》，第190节，KSA 3, 163）。在《瞧，这个人》中，“费希特、谢林、叔本华、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康德与莱布尼茨一样”被视为“无意识的伪造者”——“他们全是十足的施莱尔马赫”（KSA 6, 361），或者在稍作改变的组合中，“全是神学家”（尼采，KSA 11, 152）。最后，如果连勒南也被提升为“一种天主教的施莱尔马赫，甜腻腻的，像糖果一样”（尼采，KSA 11, 599），这同样不能证明尼采对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有更深入的兴趣。

阿尔图尔·叔本华 (1788–1860)

尼采对叔本华的皈依以及后来的背离，是尼采研究中被讨论得最多的主题之一。在回顾中被解读为命运安排的事件——在莱比锡的一家旧书店发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并紧接着在1865年10月底、11月初进行阅读（扬茨，第1卷 1978，179及后页）——之后，叔本华的思想对尼采的早期著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悲剧的诞生》是将叔本华与瓦格纳结合起来思考的一种尝试，尽管在细节上还需要研究尼采对叔本华哲学的印象在多大程度上又受到瓦格纳、哈特曼、杜林、朗格以及鲁道夫·海姆（巴贝拉 1995）和后来的迈伦德尔（德歇尔 1996）的影响。艺术家形而上学的英雄主义悲观主义完全处于叔本华的魔力之下，尽管尼采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从未真正下定决心接受一种否定世界的道德。例如，尼采艺术观的基本要素（参见希尔马赫 1991）以及关于早期基督教遁世和禁欲特征的观念（尽管在此不能低估奥韦尔贝克的影响）都源于叔本华。然而，脱离这位哲学上太上皇的迹象很快就显现出来，从《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超越叔本华否定历史科学性观点的历史概念（索默 1997，48–50），到该书所要求的“服务于生命”，再到自由精神时期对叔本华提出的形而上学怀疑。回顾过去——在1878年初夏——尼采将他关于叔本华的著作（《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解释为通向自由精神理想的“弯路”：“叔本华式的人驱使我对所有受人尊敬、被高高举起、迄今被捍卫的东西（也包括希腊人、叔本华、瓦格纳）产生怀疑”（尼采，KSA 8, 500）。尼采现在开始尖锐地用他的肯定生命的学说来对抗叔本华的同情伦理学（格德特 1988，11–24）；叔本华的道德世界秩序对他来说成了幻想。尽管尼采作为对整个思想传统的批判的形而上学批判，明确地也将矛头指向叔本华，尼采希望将艺术、宗教和形而上学追溯到生理和进化条件（《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10节），并最终将所谓的既定现实本身理解为解释的产物，但他在这种对传统的批判中仍然受到叔本华的影响。诚然，尼采对形而上学二元论和背后世界论者的抨击（参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论背后世界论者”）绝对也是冲着叔本华来的（萨拉夸达 1989，270）。然而，尼采在此刻意忽略了，叔本华和他自己一样，代表着一种一元论立场（萨拉夸达 1989，278），即“意志”和“表象”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样，尼采也掩盖了叔本华和他自己一样“以身体为引导”进行思考（尼采，KSA 11, 249）；至少是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反思世界的出发点（参见萨拉夸达 1989，281及后页）。特别是在将单一的世界意志重塑为相互斗争的权力意志的复数形式时，对叔本华观点的变革性发展变得显而易见（迈伦德尔）。在伦理上，口号现在不再是否定意志，而是提升个人的权力意志。叔本华与尼采的概念在本体论上根深蒂固的分歧，在正确的生命实践问题上升级了。“叔本华，这最后一个值得考虑的德国人（），对心理学家而言是一个头等重要的案例：即作为一次充满恶毒天才的尝试，为了对生命进行虚无主义的总体贬低，恰恰将那些反例，即将‘求生意志’的伟大自我肯定、生命的繁盛形式作为论据抛出”（《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游击，第21节，KSA 6, 125）。相应地，尼采晚期的道德和基督教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叔本华批判（萨拉夸达 1973）。

阿夫里坎·斯皮尔 (1837–1890)

在尼采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没有任何明确提到斯皮尔的线索，然而斯皮尔的著作——特别是其主著《思想与现实：重建批判哲学的尝试》（1873年）——在出版后不久就被尼采注意到了。尼采曾多次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借阅该书的第一版；1877年，他让他的出版商为他代购了第二版（恩斯特·施迈茨纳，1877年2月2日）。这本写满批注的个人藏书保存在尼采的遗稿中。第一阶段对斯皮尔的研究，恰逢《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和《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的创作时期。早在此时，斯皮尔对康德的一个反驳就被利用来揭露巴门尼德对时间性的否定（《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KSA 1, 857），尽管巴门尼德和斯皮尔的同一性原则很相似（参见迪奥里奥 1993，263）；1873年春季的遗稿将斯皮尔与阿那克西曼德联系在一起。《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并非借助于斯皮尔来断言现象世界的虚幻性，而是借助于古斯塔夫·格贝尔（《语言哲学》）对语言结构和概念边界进行了批判性考察（迪奥里奥 1993，261）。尽管如此，尼采在1873年的遗稿中想要唱一首“斯皮尔的赞歌”（尼采，KSA 7, 710）——然而，这种赞美并不包含对斯皮尔关于“无条件者”的形而上学的认同（参见迪科普 1970，55）。这种“无条件者”的概念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的语境中变得重要起来；斯皮尔其实否定了无条件者与有条件者之间存在传统形而上学所假定的因果关系（迪奥里奥 1993，271）。尼采则宣传要克服无条件的自在之物这一概念，转而支持一种思想的生成史（《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16节，KSA 2, 37）。《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18节引用的并希望同时用新光芒予以照亮的这位卓越的逻辑学家，正是斯皮尔（参见恩斯特·施迈茨纳，1879年11月22日）；他使尼采能够更清楚地厘清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基本概念。在构思永恒轮回学说时，斯皮尔提供了关键的启发；他揭示了世界总体解释诉求的二律背反（参见迪奥里奥 1993，277及后页）。1885年的遗稿对斯皮尔的无条件者 仅仅承认，它是一种调节性虚构，不能被赋予存在（尼采，KSA 11, 633）。对尼采而言，无条件的存在只有作为有条件存在的函数才有意义*（迪科普 1970，58）。借此，他将斯皮尔的概念彻底颠倒了过来。在批判笛卡尔的“我思”论证时，尼采在80年代中期将古斯塔夫·泰希米勒和斯皮尔对立起来加以利用（尼采，KSA 11, 640）。“对思想具有直接确定性的信仰只不过是一种信仰，而非确定性”（尼采，KSA 11, 641）。在晚期著作中，这些本体论的原则问题退居幕后，然而斯皮尔的名字依然出现在1888年秋季的一份阅读书单中，同样是与泰希米勒的名字并列（尼采，KSA 13, 579）。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1808–1874)

尼采对施特劳斯开创性的《耶稣传》（1835/36）的初步接触，可能是通过父母的藏书（有证据表明尼采的父亲曾研读过该书），或者在波恩求学期间阅读丹尼尔·申克尔的《耶稣的性格肖像》时，抑或是参加当地的教会史讲座时建立的（佩尔内 1989，95及后页）。施特劳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新约中关于耶稣生平的叙述应被理解为神话，而非历史记录。施特劳斯著作重新编排的大众版（1864年）出版后不久，尼采便阅读了它；关于此书的一些笔记表明，当时的尼采绝对还是一个拘泥于传统观念的神学大学生（BAW 3, 100）。然而，阅读施特劳斯很难被单独视作尼采最终背离基督教的原因（如扬茨，第1卷，1978，146所述；反对意见见佩尔内 1989，99及后页），尽管人们同样无法否认它所起的澄清作用。借由《大卫·施特劳斯》，尼采于1873年对作为“告解者”和“作家”的施特劳斯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攻击——这场攻击是对奥韦尔贝克在其《我们今日神学的基督教性》中对神学进行清算的声援（佩斯塔洛齐 1988，96）。尽管奥韦尔贝克在施特劳斯早期的著作中看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那种批判性方法的实现；但他更加反感在施特劳斯的《旧信仰与新信仰》（1872年）中普及的那种充满小市民乐观主义色彩的替代性宗教，在这种宗教中，人们“满足于一个被神化的宇宙，满足于君主制的神秘性，满足于对古典音乐和文学的沉思式享受”（索默 1997，105）。奥韦尔贝克用早期基督教遁世的悲观主义来对抗施特劳斯（彼得 1992，215–217）。尼采的猛烈抨击同样建立在有助于排挤施特劳斯的悲观主义前提之上（索默 1996，205）。这个“文化庸人”竟妄图建立一种未来宗教：“这正是我们德国当前的时代特征中前所未闻的现象”（《大卫·施特劳斯》第4节，KSA 1, 177）。这篇著作——“尼采出版过的最薄弱的作品”（科利，KSA 1, 905）——充斥着重复的论战和冗长的文风批判。“通过这种方式，必须干掉一个危险地接近尼采自己的新宗教构想的竞争对手”（佩斯塔洛齐 1988，102）。对尼采那以瓦格纳为导向、仿古的艺术宗教（参见坎奇克 1995）而言，施特劳斯的新古典主义品味无疑是眼中钉。他将施特劳斯的“告白”（这是《旧信仰与新信仰》的副标题）解释为对其早期认识的背叛，例如在1872/73年的遗稿中（尼采，KSA 7, 422, 480）。正如《偶像的黄昏》中所说的那样，正是“我们德国的第一位自由精神、聪明的戴维·施特劳斯退化成了酒馆福音书的作者”（KSA 6, 104及后页），才促使尼采对他发起了攻击（参见《瞧，这个人》，KSA 6, 274和317）。总体而言，在晚期著作中对施特劳斯的评价变得温和了一些（参见《反基督》，第28节），即使在这一时期已经没有直接阅读的证据。回顾往事时，尼采这样写大卫·施特劳斯：“在不知不觉中，我已将司汤达的一句格言付诸实践：以一场决斗作为进入社会的开场白。而且我选择了一个能够猜透我究竟是谁的对手，——我向德国的第一位自由精神发起了挑战，并嘲笑了他。一种新型的自由精神信仰借此表达出来，不再仅仅是反神学的”（《瞧，这个人》的初稿，《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三篇，KSA 14, 488；参见维瓦雷利 1998，58）。

尤利乌斯·威尔豪森 (1844–1918)

威尔豪森在其《以色列历史导论》（尼采拥有并批注了1883年的第二版）中对以色列历史的阐释，颠覆了人们对旧约著作的普遍年代认知。根据威尔豪森的观点，晚期犹太教与其最初的尚武价值观产生了矛盾，因此它根据“祭司”的标准重写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从而确保自身的延续。尼采在1887/88年间深入研究了威尔豪森，并做了大量的摘录（尼采，KSA 13, 169–174），他将这种“去自然化”论题纳入自己反基督教的历史编纂学中，并由此构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无缝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在威尔豪森那里是找不到的（索默 2000）。相反，后者（威尔豪森）将保罗视为“伟大的病理学家”和犹太教的克服者（7《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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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乌尔斯·索默


政治

朗格 – 约尔格 – 布克哈特 – 巴奇霍特 – 斯宾塞 – 密尔 – 托克维尔 – 普雷沃-帕拉多尔 – 希尔布兰德 – 司汤达 – 泰纳

在晚期的一次表述中，N. 将自己定位为“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KSA 14, 472）。与德意志帝国的疏远导致了他对民族主义的拒绝，但也导致了一个过于狭隘的政治概念。N. 认为民族主义政治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然而他认真对待那些根本性的政治变革：现代化过程中相互矛盾的趋势，如民主化与凯撒主义、个体化与齐一化。尽管他在批判现代政治理想时经常求助于前现代观念，但其中也暴露出近代思想的影响。古代与文艺复兴、柏拉图与马基雅维利、启蒙运动与现代凯撒主义，对 N. 来说都是使其能够为反对基督教道德进行辩护的思想资源。

N. 亲身经历并认同的唯一政治事件是1866年的“德国革命”。起初，他对俾斯麦的强权政治十分着迷，但早在1870年，他就确信这种政治忽视了威胁欧洲文化的危险。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认为社会原子化的趋势令人不安。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唯物主义史》（1866年）和约瑟夫·埃德蒙·约尔格的《德国社会政治党派史》（1867年）等著作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这两本书 N. 都读过。雅各布·布克哈特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布克哈特关于经济与社会革命化、政治变革意愿永久化、民主国家权力诉求、社会齐一化、凯撒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论述中，勾勒出了一幅关于欧洲局势的悲观图景；尽管 N. 对凯撒主义抱有同情，但他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幅图景。

对 N. 而言，德意志帝国成了他所理解的民主化后果——即文化衰落的缩影。至于他民主概念的来源，他当然是从英国和法国作家那里获得了决定性的启发。通过阅读沃尔特·巴奇霍特、赫伯特·斯宾塞，尤其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著作，他了解到了英国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对他的影响比他的一些轻蔑言论所暗示的要强烈得多。受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启发的密尔，以其对从众主义的批判以及关于现代个体变小与变弱的论断，预示了 N. 民主批判的某些动机。他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评论，可能是 N. 了解托克维尔的最重要来源。

如果 N. 将自己称为托克维尔的学生（致弗朗茨·奥韦尔贝克，1887年2月23日），那么尽管缺乏直接阅读托克维尔的证据，这一说法也是可信的。受托克维尔影响的作家除了密尔之外，还包括卢西安-阿纳托尔·普雷沃-帕拉多尔（N. 了解其著作《新法国》[1868年]）、卡尔·希尔布兰德（N. 欣赏其散文集《时代、民族与人类》[1874–1878年]，正是他向德国读者介绍了民主批判者托克维尔、泰纳和勒南），但最主要的还是布克哈特和泰纳。欧内斯特·勒南呼吁培育新精英，并建立一个学者贵族阶层，N. 阅读过他的《哲学对话》（1876年）。一种反民主的态度也贯穿于伊波利特·泰纳的里程碑式著作《现代法国的起源》（1876–1894年）中，N. 了解其中的部分内容。尽管 N. 很欣赏将法国大革命描绘为一场可怕实验的泰纳，但也不应高估泰纳的影响。泰纳对大革命的仇恨延伸到了拿破仑身上，他将拿破仑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迟来的产物，一个不道德的暴君，一个以加工人类为业的艺术家。将拿破仑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进行比较的做法令 N. 产生了共鸣，当然，这种比较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经出现，例如在司汤达的《拿破仑传》中。N. 所钦佩的司汤达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并非拿破仑毫无批判的崇拜者；他将目光转向了“暴发户”的心理，类似于雷米萨夫人，N. 同样也仔细阅读了她的《回忆录》。

在 N. 的世界观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拿破仑，作为一个心理类型引起了他的关注；拿破仑出身低微，似乎源自另一种文化；这两点都使他能够作为一名凯撒式的暴君无视道德惯例，进行绝对的统治。卢梭在 N. 的哲学中扮演着对立面的角色，作为一个心理学案例，他同样令人感兴趣。N. 阅读过卢梭的一些著作，也参考了相关的二手文献；与泰纳类似，他在卢梭身上看到了一个满怀怨愤的平民。因此，N. 的“政治”兴趣证明是一种对行动者和精神先驱的心理学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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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斯·马尔蒂


心理学

雷 – 莫兹利 – 里博 – 布尔热 – 费雷 – 斯特里克 – 克劳斯 – 高尔顿

心理学的影响在尼采（N.）的作品中很早便有迹可循，但它们主要源自人文主义的知识宝库及其人类学知识，而不是源于对19世纪下半叶正处于深刻变革中的该专业学科出版物的研读（参见 Sachs-Hombach 1993）。因此，古代的↗修辞学始终是其心理学认识永不枯竭的源泉——“心理学的研究属于古代修辞学”（N, 19[101], KSA 8, 355）——正如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杂集》（哥廷根，1867年）第一卷中的《心理学随笔》一样（参见 Stingelin 1996, 181–183），以及↗法国道德学家（首推拉罗什富科）的道德心理学格言一样（参见 MA I, Nr. 35, KSA 2, 57–58）。相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阅读过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的著作——最多是通过罗蒙特间接了解（参见 Treiber 1993, 206）——或者是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的著作，尽管在1882年中期，尼采至少记下了“卡鲁斯，比较心理学”这一书名（N, 2[2], KSA 10, 43）；这两人都为那种严格以生理学构想的心理学发挥了重要的先驱作用，这种心理学完全信赖经验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并在（19世纪）80年代成为尼采关注的焦点。

在此之前，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心理学的考量，尼采最初与保罗·雷的《心理学观察》（柏林，1875年）共享这一观点（参见 Treiber 1993）。但后来，雷与让-马里·居约及其《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草论》（巴黎，1885年）——后者旨在通过生物之间更高层次的团结来克服孤立的存在——一起，成为了尼采自身道德谱系学的对照背景（参见 Guyau 1909; Lampl 1990 和 Pécaud 1996）。

尼采对其所处时代心理学研究的深入接触，是通过精神病学实现的：《曙光》中关于癫痫性神经症心理特征的各种论述，可以追溯到亨利·莫兹利的《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莱比锡，1875年），尼采曾于1881年研读过该书（参见 Brusotti 1997, 224–237）。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其创作的推进，尼采对心理学的接受变得越来越与时俱进，直到最后完全达到了其时代的最高水平。在此过程中，由心理学家泰奥杜尔·里博主编的《法国与外国哲学杂志》（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发挥了特殊的媒介作用，尼采曾在1877年8月向雷和玛尔薇达·冯·梅森布格推荐过该杂志。在这里，尼采可能阅读过柏格森、伯恩海姆、比奈、布吕与比罗、德尔伯夫、埃斯皮纳斯（Epinas）、费希纳、费里、亥姆霍兹、赫尔岑、詹姆斯、雅内、龙勃罗梭、里歇、塔尔德或冯特等人的文章或著作书评，涉及比较心理学、知觉、意识、联想与梦的心理学、催眠术、多重人格障碍或心理生理学等主题。尼采是否亲自阅读过里博的关键文本《记忆及其障碍》（汉堡/莱比锡，1882年）和《意志之病》（巴黎，1883年），这是值得怀疑的。与尼采作为 ↑ 颓废者（décadent）这种矛盾的自我认知相关联的，是他对保罗·布尔热的《当代心理学随笔》（巴黎，1883年）和《当代心理学新随笔》（巴黎，1886年）的反复阅读，这些作品勾勒了波德莱尔、福楼拜等人的性格面貌。

在此作为范例重点列举两本书，以说明其对尼采晚期哲学深远的影响。

查尔斯·费雷 (Charles Féré)

除了莫兹利之外，因研读萨洛蒙·斯特里克《法的生理学》（维也纳，1884年）中“道德错乱与犯罪本性”一章，以及阅读 A. 克劳斯的《犯罪心理学》（蒂宾根，1884年）而预先被激发的兴趣，最终在查尔斯·费雷的《退化与犯罪：生理学随笔》（巴黎，1888年）中找到了其被研究得最透彻的对象，尼采从中摘记了关于心理-运动诱导（induction psycho-motrice）的各种观察（参见 Lampl 1986; Wahrig-Schmidt 1988）。鉴于尼采对萨尔佩特里埃医院（Salpêtrière）研究成果的浓厚兴趣，不能排除他也关注了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的《神经系统疾病新讲，特别是关于歇斯底里症》，该书带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德文注释译本（莱比锡/维也纳，1886年）。费雷等人歇斯底里症研究的疾病分类学（nosologische）术语，主要深刻地影响了《瓦格纳事件》的词汇：“瓦格纳是一种神经症”（Wagner est une névrose）（WA, Nr. 5, KSA 6, 22）；尼采将“瓦格纳式的女英雄”称为“巴黎心理学家进行各种神经质-催眠-色情实验的标本”（N, 15[6], Nr. 7, KSA 13, 407）。

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1884年春夏，在约瑟夫·帕内特的建议下，尼采也阅读了英国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人类能力及其发展研究》（伦敦，1883年），并且明显带着犯罪人类学的兴趣（参见 Haase 1989）。从“罪犯与疯子”（Criminals and the Insane）一章中摘录的内容被引入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KSA 4, 341），并构成了《偶像的黄昏》中尼采罪犯类型学的骨架（KSA 6, 146–148）。“意识的前室”（Antechamber of Consciousness）这一章，是尼采与帕内特的朋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共享的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Guyau, J.-M.: Sittlichkeit ohne Pflicht (1885), 由 E. Schwarz 译为德语，附有 F. 尼采此前未发表的旁注，莱比锡 1909; Lampl, H.-E.: Ex oblivione: Das Féré-Palimpsest. Notizen zur Beziehung F.N. – Charles Féré (1857–1907), 载于: NSt 15 (1986), 225–264; 同上（ders.）: Flair du livre. F.N. und Théodule Ribot, 苏黎世 1988; Wahrig-Schmidt, B.: Irgendwie, jedenfalls physiologisch. F.N., Alexandre Herzen (fils) und Charles Féré 1888, 载于: NSt 17 (1988), 434–464; Haase, M.-L.: F.N. liest Francis Galton, 载于: NSt 18 (1989), 633–658; Lampl, H.E. (主编): Zweistimmigkeit – Einstimmigkeit? F.N. und Jean-Marie Guyau, 库克斯港 1990; Sachs-Hombach, K.: Philosophische Psychologie im 19. Jh., 弗赖堡/慕尼黑 1993; Treiber, H.: Zur Genealogie einer science positive de la morale en Allemagne. Die Geburt der (é)ealistischen Moralwissenschaft aus der Idee einer monistischen Naturkonzeption, 载于: NSt 22 (1993), 165–221; Pécaud, D.: Ce brave Guyau, 载于: NSt 25 (1996), 239–254; Stingelin, M.: Unsere ganze Philosophie ist Berichtigung des Sprachgebrauchs. N.s Lichtenberg-Rezeption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Sprachkritik (Rhetorik) und historischer Kritik (Genealogie), 慕尼黑 1996; Brusotti 1997.

马丁·斯廷格林 (Martin Stingelin)


语言哲学

古斯塔夫·格贝尔 –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

古斯塔夫·格贝尔（Gustav Gerber）和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对尼采的↗语言哲学（第330页起）产生了最为深远且直至其晚期作品都具有建构意义的影响：尼采在70年代初的巴塞尔修辞学讲座以及《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所完成的↗修辞学的语言批判转向，正是师承自格贝尔；利希滕贝格在尼采接受格贝尔的过程中，直接强化了语言批判的冲动，这些冲动持久地动摇了尼采对语言认知能力的信任，并成为尼采的无声伴侣，尼采一直与他并肩同行，直到在《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中，将笛卡尔的“我思”（cogito）批判为受语法限制的错觉。正如克劳福德（Crawford）所证明的那样，在这种认识论批判的决裂之前，尼采的“语言理论”主要是在与哈特曼、康德、朗格和叔本华的交锋中发展起来的。此外，在语言起源及其从古代经由霍布斯、莫佩尔蒂、卢梭、德·布罗斯、蒙博多、赫尔德和谢林的历史这一问题上，尼采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特奥多尔·本菲（Theodor Benfey）的《自19世纪初以来德国语言学与东方语文学史，兼顾早期时代回顾》（慕尼黑，1869年）（参见 Thüring 1994）。

古斯塔夫·格贝尔

1872年9月28日，尼采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借阅了古斯塔夫·格贝尔的《作为艺术的语言》（Die Sprache als Kunst，布龙贝格，1871年）第一卷；该书作为他1872/73年冬季学期讲座（“古代修辞学描述”）的备课基础（KGW II/4, 413–520）。该讲座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格贝尔第三节“修辞与语言的关系”和第七节“转义表达”的内容，这两节成为了尼采语言哲学的铸型，而这种哲学在《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中得到了最具影响力的体现。拉库-拉巴特（Lacoue-Labarthe）和南希（Nancy）首次通过各种例子指出了这种依赖关系（参见 N. 1971, 特别是 126–130）；这种关系如今已得到详细阐明（参见 Meijers/Stingelin 1988; Most/Fries 1994）。尼采首先与格贝尔共享这样一个论点：语言在本质及其发生上遵循的是修辞规律，而非逻辑规律：


“但所有的词语就其意义而言，本质上从一开始就是转义词。它们没有呈现真实的过程，而是放置了一个在时间中消逝的音响意象：语言从未完整地表达任何事物，而仅仅是凸显了一个它看来显得突出的特征”（KGW II/4, 426，字面引用格贝尔 1871, 333, 362 和 363，原文大部分使用了疏排强调）。



为了加以说明，尼采从《作为艺术的语言》中借用了大量例子，而《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也以此为基础，例如：


“我们说‘这饮料是苦的’，而不是说‘它在我们体内引起了这样一种感觉’；‘石头是硬的’，仿佛‘硬’除了是我们的一种判断之外还是别的东西；‘树叶是绿的’”（KGW II/4, 427，字面引用格贝尔 1871, 384；参见 WL 1, KSA 1, 878 以及 MA I, Nr. 39, KSA 2, 62）。



然而，尼采在此从两个方面将格贝尔的思想激进化了：1. 与格贝尔不同，对尼采而言，不只是由此产生的语音意象，感觉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隐喻了（即神经刺激的转换），因此，语音意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隐喻的隐喻，


“每一次都是对某个领域的彻底跳越，直接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全新领域”（WL 1, KSA 1, 879），



在格贝尔那里，没有任何途径可以从这种跳越中折返回“物自体”；2. 由此，尼采同时放弃了格贝尔对“语言艺术”与语言学、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区分，这正是格贝尔科学诉求的根基，而尼采并没有将这种科学诉求排除在语言批判之外。有争议的是，哈曼、赫尔德和威廉·冯·洪堡可能对格贝尔产生的影响，是否也能像迈耶斯（Meijers）所认为的那样直接进行追溯，还是必须像博尔舍（Borsche）所主张的那样进行独立考量。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

尼采对格贝尔和利希滕贝格的接受几乎无缝地交织在一起；自1873年春季以来，尼采在阅读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的《杂文集》（哥廷根，1867年，共8卷）时所接收到的语言批判冲动的作用——其个人藏书上的大量阅读痕迹证明了这一点（参见 Stingelin 1996, 167–199）——与格贝尔不同，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了尼采的晚期作品中。事实上，上述例子也能在利希滕贝格的一则格言中找到：


“当我说：这块石头是硬的——即首先将适用于多种事物的‘石头’这一概念赋予了这个个体；然后再谈论硬度，最终甚至将‘坚硬’与这块石头结合起来——这简直是一种奇迹般的操作，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在编写某些书籍时，是否运用了如此繁复的运算”（Lichtenberg 1867, 卷 1, 87）。



尼采自己的语言谱系学一步步地契合了利希滕贝格所描述的“奇迹般的操作”，两人都认为这是由人类记忆的结构所决定的（参见 Stingelin 1996, 75–136）。两人都将哲学理解为“对语言使用的纠正”（Lichtenberg 1867, 卷 1, 79；由尼采亲手画线），特别是作为概念批判，以及作为对一种错觉的批判——这种错觉由语法上的主谓结构所决定，即试图为每一个事件寻找一个肇事者，且这种错觉尤其延伸到了思维过程中。在利希滕贝格的格言中：


“[] 人们应该说‘它在思考’（es denkt），就像人们说‘它在打闪’（es blitzt）一样。一旦把它翻译成‘我思考’，说 cogito 已经嫌多了。假设、悬设这个‘我’，是实践的需要”（Lichtenberg 1867, 卷 1, 99），



尼采在右侧页边距用红笔划出了最后这句话，并在《道德的谱系》（第1篇，第13节，KSA 5, 279）中采用了闪电的例子，同时他在《善恶的彼岸》（第16、17和54节，KSA 5, 29–31和73）中借用利希滕贝格的公式对 cogito（我思）展开了批判。在尼采和利希滕贝格那里，语言批判式自我反思的首选媒介都是隐喻，在这种批判中，破坏性契机与创造性契机结合在了一起。由此产生的对利希滕贝格和尼采人类观的人类学后果也是相互关联的，这一点在此只能略作提示。然而，利希滕贝格那把“没有刀刃且缺了刀柄的刀”并不属于尼采的知识库存，它以看似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的形式，将语言批判当作本体论批判来进行，并在20世纪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经安德烈·布勒东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直到于尔格·莱德拉赫（Jürg Laederach），书写了哲学史、心理学史和文学史（参见 Achenbach 1993）。

参考文献：

   N., F.: Rhétorique et langage. Textes traduits, présentés et annotés par Ph. Lacoue-Labarthe et J.-L. Nancy, 载于: Poétique 5 (1971), 98–143;

   Crawford, C.: The Beginnings of N.s Theory of Language, 柏林/纽约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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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jers, A./Stingelin, M.: “Konkordanz zu den wörtlichen Abschriften und Übernahmen von Beispielen und Zitaten aus Gustav Gerber: Die Sprache als Kunst (Bromberg 1871) in N.s Rhetorik-Vorlesung und in «Ue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ssermoralischen Sinne»”, 载于: NSt 17 (1988), 35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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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G./Fries, Th.: “Die Quellen von N.s Rhetorik-Vorlesung”, 载于: Kopperschmidt, J./Schanze, H. (主编): N. oder „Die Sprache ist Rhetorik“, 慕尼黑 1994, 17–38 和 251–258, 以及 Borsche 等 (主编) 1994, 17–46;

*   Thüring, H.: “Beiträge zur Quellenforschung”, 载于: NSt 23 (1994), 480–489;

   Stingelin, M.: „Unsere ganze Philosophie ist Berichtigung des Sprachgebrauchs“. N.s Lichtenberg-Rezeption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Sprachkritik (Rhetorik) und historischer Kritik (Genealogie)*, 慕尼黑 1996.

马丁·施廷格林


古典语文学

维拉莫维茨 – 罗德 – 迪尔斯 – 布尔西安 – 康福德 – 哈里森 – 多兹 – 赖因哈特 – W.F. 奥托 – 乌泽纳 – 迪特里希 – 瓦尔堡

I.

通过出版《悲剧的诞生》，N. 在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丧失了他年轻的声誉。大多数同行接受了维拉莫维茨（《未来语文学！》，柏林，1872年；参见其《回忆录》，莱比锡，1928年，第129页：“总而言之，我从普福尔塔带出来的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似乎都被贬低了”）和乌泽纳（后者于1872年在其学生面前宣称，N. 已经“在学术上死亡了”：参见罗德1872年10月25日的信件）的严厉评判。

甚至罗德在其主要著作《普绪喀》（1894年）中也放弃了提及他的朋友，尽管正如 A. 博伊姆勒在1926年所证明的那样（《巴霍芬，浪漫主义的神话学家》，载于：M. 施勒特 [编]，《东方与西方的神话》，慕尼黑，1926年，LXXI），他在分析狄俄倪索斯式的迷狂时，曾借鉴了后者的直觉。迪尔斯也对 N. 的语文学著作发表了严厉的意见（《柏林皇家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4，1902年，31页及以下），以至于后者完全“被排挤出了公众意识和引用索引”（Schlesier 1994, 212）。在语文学界这种几乎一致拒绝的立场中，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是布尔西安，他在其《德国古典语文学史》（慕尼黑与莱比锡，1883年，929页）中对 N. 的语文学研究，特别是关于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研究，给予了赞赏。

N. 在英国的运气要好得多，在那里，康福德（《从宗教到哲学》，伦敦，1912年，111页）、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导论》，剑桥，1908年，第2版，445页；《忒弥斯》，剑桥，1927年，第2版，470页）和多兹（《失踪者：自传》，牛津，1977年，19页及以下与180页及以下）都明确引用了《悲剧的诞生》（Kaufmann 1950, 178f.; Henrichs 1984, 227ff.）。

尽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N. 很大程度上被德国古典学者所忽视，但赖因哈特却认可了他对历史进行探讨的严肃性：“在德国哲学家中，除了黑格尔之外，N. 是与历史世界联系最紧密的人[]。因此，N. 的思想与历史的交织程度是其他任何思想家都无法比拟的”（1928, 296f.）。在《善恶的彼岸》第55节关于“宗教的残忍”的格言中，N. 成功地勾勒出了一部“三句话的世界史”，“一部充满力量的世界史，其分量确实超过了两卷本的《西方的没落》”（1928, 302）。

古典学界接受 N. 的罕见案例之一是 W.F. 奥托1933年的《狄俄倪索斯》（McGinty 1978; Cancik 1986），在该书中，罗德对神话的“心理学解释”被拿来与 N. 的观点相对立（第3版未经修订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0年，112–114）。《悲剧的诞生》中将希腊诸神解释为人类投射的观点，构成了 W.F. 奥托对希腊诸神看法的核心：神圣即自然，自然即神圣。希腊诸神象征着存在、[] 自然与生命的各个领域（Pöschl 1979, 149）。

II.

尽管作者和作品没有被指名道姓地引用，但《悲剧的诞生》的主题以及 N. 对古希腊的历史考察，仍然影响了当时的专业学术辩论。1920年，霍瓦尔德指出，N. 的“反古典”古代图景“在如罗德的《普绪喀》及其后继者的学术著作中产生了丰硕成果，他们都在荷马世界之下，在希腊诸神的明朗之下，寻找并发现了地下的狄俄倪索斯元素与恐怖事物[]”（Howald 1920, 21）。特尔尔奇的断言同样重要：N. 的影响“首先是[]对历史惯例的撼动[]，随之而来的是对专业化学术历史、批判和语文学日益增长的不信任”；“年轻一代的语文学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受尼采影响的特征”（Troeltsch 1922, 506f.）。

从90年代起，乌泽纳学派的著作由于“离开了高等文学的领域”（Howald 1920, 28），开始对“民间信仰”、宗教仪式、以及晚期古代的魔法和秘仪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乌泽纳和迪特里希将新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引入了古典学：语文学家们现在利用民族志材料来理解古代宗教，并将注意力转向晚期古代的综摄主义，转向“希腊化的混沌”（迪特里希语），在其中，“迷信的粗鄙保守主义”（乌泽纳语）使古老的仪式得以复苏。古典语文学认识到，“[理解]所有历史宗教赖以生长的普遍的‘民族底层’”是何等重要。然而，在迪特里希看来，如果不“利用民族学所提供的类比”，就无法获得这种“对文化之‘地下世界’的认识”。正是这种将民族学的认识成果运用于古代研究的尝试，由 N. 在1875年左右关于“希腊人的神灵崇拜”的讲座中率先实践过；这构成了 N. 在1872年至1878年间的人生轨迹中，介于“艺术形而上学”和新的“历史哲学思考”之间一个极具独创性的时刻。

III.

1890年以后在古典语文学中观察到的范式转变，归功于其他学科的作者，而 N. 早已对这些作者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跨学科亲和与呼应的新局面。

创造了“文化遗存”（survival）一词的民族学家 E.B. 泰勒的研究，以及神话研究者 W. 曼哈特关于现代欧洲农业仪式的著作，在世纪之交对乌泽纳、迪特里希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古典学者产生了突出的影响。例如，罗德在《普绪喀》中就反复引用了泰勒的著作。曾研究古代星辰崇拜的古典学者 H. 尼森的研究，同样在乌泽纳学派的论文中留下了印记。N. 早在多年前致力于《人，太人性的》（1875–78）时，就已经吸收了这些作者（泰勒、曼哈特、尼森）的研究成果（Orsucci 1996, 20ff. u. 217ff.）。无论是在乌泽纳的《神名》（1899）还是在迪特里希的《地母》（1906）第二版中，都能找到对宗教史学家 J. 利珀特著作的引用，后者将民族学方法运用到了早期基督教和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中。在这个例子中，一位对古典学具有重要意义的作者，同样是 N. 很久以前就已关注到的：参见 N. 于1886年4月10日致奥韦尔贝克的信（vgl. Orsucci 1996, 217ff. u. 294ff.）。

因此，在乌泽纳的学生（A. 迪特里希，W.F. 奥托）以及受他深刻影响的学者（例如 E. 卡西尔，他在其《符号形式的哲学》中没有提及 N.，却反复引用了曼哈特和尼森）的著作中，再次出现了多年前曾唤醒 N. 的“历史本能”、他的“第二视觉”的作者和作品（《道德的谱系》[GM]，第2篇，第4节，KSA 5, 297）。

A. 瓦尔堡的著作与乌泽纳的研究也有共通之处，他同样受到了 N. 的强烈影响。正如 F. 萨克斯尔所指出的，正是狄俄倪索斯的概念“充斥着年轻瓦尔堡的思想并为其指明了方向”（1921–22, 1）。

参考文献：Howald, E.: F.N.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Gotha 1920; Saxl, F.: Die Bibliothek Warburg und ihr Ziel, 载于: Vorträge der Bibliothek Warburg, Leipzig/Berlin 1921–22; Troeltsch, E.: 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 Tübingen 1922; Kaufmann 1950, 178f.; McGinty, P.: Interpretation and Dionysos: Method in the Study of a God, The Hague 1978, 141–180; Pöschl, V.: N.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载于: Flashar, H./Gründer, K./Horstmann, A. (编): Philologie und Hermeneutik im 19. Jh., Göttingen 1979, 141–155; Cataldi Madonna, L.: Il razionalismo di N., Neapel 1983, 43–46; Henrichs, A.: Loss of Self, Suffering, Violence: The Modern View of Dionysus from N. to Girard, 载于: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88 (1984), 205–240; Otto, W. F.: Dionysos (1933), Frankfurt a.M. 51960; Cancik, H.: Ein Religionswissenschaftler und Theologe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载于: Faber, R./Schlesier, R. (编): Antike Religion und Neo-Paganismus, Würzburg 1986, 105–123; Henrichs, A.: The Last of the Detractors: F.N.s Condemnation of Euripides, 载于: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27 (1986), 369–397 (特别是 370 与 390); Gigante, M.: Classico e mediazione, Rom 1989, 26–29; Schlesier, R.: Kulte, Mythen und Gelehrte, Frankfurt a.M. 1994; Cancik, H.: Der Einfluss N.s auf klassische Philologen in Deutschland bis 1945. Philologen am N.-Archiv (I), 载于: Flashar, H. (编): Altertumswissenschaft in den 20er Jahren, Stuttgart 1995, 381–402; Orsucci 1996.


建筑

舒马赫 – 范·德·费尔德 – 舒尔茨-瑙姆堡 – 贝伦斯 – 陶特 – 勒·柯布西耶 – 密斯·凡·德罗 – 门德尔松

尽管尼采关于建筑的言论寥寥无几（第190页及以下），但他的思想却令人惊讶地影响了众多建筑师。这首先体现在众多尼采纪念碑和纪念建筑的设计上。同时，这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的其他建筑。

尼采纪念建筑的设计出自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hmacher）、亨利·范·德·费尔德（Henry van de Velde）和保罗·舒尔茨-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之手。弗里茨·舒马赫（1869–1947）于1900年设计了一座尼采纪念碑，其外形应为一座圆形神庙；通往神庙的阶梯两侧应由两名被捆绑的奴隶守护（或许是在暗指儒略二世的陵墓）；神庙本身的顶部应以一个双手举向天空的“人类精灵”（Menschheitsgenius）形象作为加冕。其风格具有仿埃及色彩，神庙前矗立的柏树让人联想到勃克林的《死之岛》。比这一设计更为著名的，是亨利·范·德·费尔德（1863–1957）与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共同制定的计划。在“新魏玛”宏大的艺术与文化项目中，也预留了一座尼采纪念碑，哈里·格拉夫·凯斯勒为其设想了将一个节庆山（Festspielhügel）与一个吸引大众的体育场相结合的方案。范·德·费尔德曾在1902/03年以最精美的青年风格（Jugendstil）装饰了“白银眺望别墅”（Villa Silberblick），并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瞧！这个人》的豪华版设计了书籍封面（1908年），他在1911年至1912年间设计了不下四个方案。这些方案是各种希腊或亚述-巴比伦风格的尼采神庙，其中一个变体与马约尔（Maillol）的“新人”雕像相结合，另一个变体则是将神庙与凯斯勒伯爵所期望的体育场相结合（关于这些设计复杂的起源史，见 Hüter 1967, Stamm 1969, Krause 1984, 图27-29；目前最好的插图见 Ploegaerts 1999）。尽管哈里·格拉夫·凯斯勒动员了众多名人来支持该项目——包括纪德、霍夫曼斯塔尔、马勒、拉特瑙、施特劳斯——但由于与拉特瑙的分歧以及范·德·费尔德离开魏玛（1914年），这些计划从未付诸实施。直到20世纪30年代，保罗·舒尔茨-瑙姆堡（1869-1949）的尼采纪念堂才得以建造，希特勒在1934年推动了这一项目，并为其建设捐赠了5万帝国马克。这座纪念堂于1938年完成了主体结构，但最终未能完工，原因或许是希特勒的兴趣减退，或许是关于纪念堂装饰（绘画和视觉艺术中的尼采形象）的争议。

纪念建筑的建筑师们面临着一项艰难甚至无法解决的任务：将尼采的贵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与纪念场所的大众吸引力结合起来。总而言之，我们很难回答，在建筑中究竟什么才能与尼采的艺术观及其关于“大风格”的学说相契合。近期研究表明，20世纪的许多重要建筑师对尼采都非常甚至极其熟悉。我们知道他对贝伦斯、陶特、恩德尔、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和门德尔松产生了影响。但是，这些建筑师的规划和建筑中，有哪些符合尼采的思想？是金属与玻璃的结晶体建筑吗？是植物纹样的或几何学的青年风格吗？是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吗？抑或尼采只是重新开始的伟大鼓励者，作为被认为在精神上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他赋予了建筑师们打破历史主义并开辟新道路的勇气？

近代建筑与尼采接受史相结合的历史，始于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1868–1940）及其为达姆施塔特艺术家群落建造的房屋（1902年）。这栋房屋的地面——正如贝伦斯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设计的精美扉页一样——采用了严格的几何形青年风格，是由四只高度风格化的老鹰组成的马赛克。在房屋的布局中，人们或许可以从楼层划分、房间分配和对称性的消解中，看到与尼采粉碎传统形式的相似之处（Buddensieg 1980, 44）。以尼采名义设计的结晶体建筑可以在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1880–1938）那里找到。陶特在1919年绘制了一座“新律法纪念碑”（插图见 Schubert 1981/82, 308f.），这是一座18米高的“玻璃水晶金字塔”，其上方应安装玻璃板，上面刻有谢尔巴特、路德、李卜克内西、哈该、约翰以及尼采（“论新偶像”）的铭文。顺便提一下，范·德·费尔德曾计划在荷兰的“高费吕韦”（De Hoge Veluwe）国家公园中实现一个精神相通的理念，即建立一块纪念碑，上面刻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创造者的道路”一章的句子。受到贝伦斯影响的还有伟大的建筑师勒·柯布西耶（1887-1966）和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勒·柯布西耶1910年曾在贝伦斯的工作室工作。1908年他阅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在1961年重读此书时，他依然在其中划线标记（Turner 1977, 56ff.; Cohen 1999）。与旧事物的激进决裂、创造者的孤独，尤其是尼采对“馈赠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赞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两件建筑作品似乎与尼采格外贴近：一件是他安置在旁遮普邦首府中心的“张开的手”纪念碑（Cohen 1999, 图9和10, 326f.），另一件是朗香教堂（1955年），在后者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尝试，即赋予尼采的“认识之建筑”——将神圣空间转化为自我认识与沉思的空间——以具象形式（Cohen 1999, 322）。正如我们最近所知（Neumeyer 1986），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1886-1969）主要是通过阿洛伊斯·里尔（F.N., 艺术家与思想家，哈雷1897年及以后版本）了解到尼采的（他的第一份委托就是从里尔夫人那里获得的）。同样属于新发现的，是埃里希·门德尔松（1887-1953）在阅读《悲剧的诞生》时所涌起的狂热（Neumeyer 1999）。门德尔松为自己将其改造为一种从音乐精神中诞生的建筑，寻求比例的节奏、重量的消解，以及通过混凝土这种新型建筑材料所实现的承重与荷载的新分布。正如里尔之于密斯·凡·德罗，威廉·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对门德尔松而言也是尼采艺术观的伟大传播者。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慕尼黑1908年）中发展出了一种风格心理学，该理论借用了尼采关于日神与酒神（Apollinischen und Dionysischen）的概念对立。

关于尼采对20世纪建筑影响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它还将带来许多惊喜。此外，在后现代主义建筑中，一种修辞的、叙事的、充满隐喻的、多元的、反讽的、引经据典的、伪装的、游戏般的以及布景般的建筑艺术重新回归——在其许多特征上，它可能比之前许多近期建筑都更接近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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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宁·奥特曼


英语世界

Common – Tille – Levy – Ellis – Orage – Davidson – Yeats – Joyce – Dreiser – Shaw – Nordau – Giddings – Goldman – Huneker – Mencken – London – Durant – Salter – Foster – O’Neill – Kaufmann – Rorty – MacIntyre

普遍认为，尼采（N.）在英国和美国留下的印记不如在德国、意大利或法国那样深。N. 对“极端的魔力”的倾向与英国的常识（common sense）似乎相互矛盾，正如 N. 的贵族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精神相互矛盾一样。这种观点的正确之处在于，N. 几乎没有给许多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留下什么印象，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西亚·罗伊斯（Josiah Royce）或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尽管 N. 的哲学与实用主义之间存在着某些并非遥不可及的联系）。然而，正如撒切尔（Thatcher，1970）、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1972）和施泰尔贝格（Steilberg，1996）的研究所示，N. 在英国和美国的影响力比人们普遍了解的要大。在过去的十年里，N. 的影响甚至几乎达到了法国或意大利 N. 接受史的规模和强度。

然而，N. 哲学传播的一个障碍是，N. 在英国的最早追随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优生学倡导者。无论是格拉斯哥的独立学者托马斯·科蒙（Thomas Common，1850–1919），还是同样居住在格拉斯哥的德国语文学家亚历山大·蒂勒（Alexander Tille，1866–1912），都是如此。后者编辑了第一部英文版的 N. 著作集（11卷，伦敦 1896–1909，纽约麦克米伦出版）。来自德国的奥斯卡·利维（Oscar Levy，1867–1946）自费慷慨资助了 “complete works”（《全集》，18卷，1909–1911）的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英文版 N. 著作集——他也是一名优生学追随者。此外，宣传精神分析、“社会卫生”以及对“超人”进行优生学解读的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9）同样如此。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和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一场由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推动的对 N. 哲学和诗歌的广泛吸收与借鉴。

在英国，主要是那些亲近社会主义的诗人和思想家，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 N. 的个人主义和贵族主义的挑战。A.R. 奥拉吉（A.R. Orage，1875–1934）是《新时代》（New Age，1907–1913）杂志的主编，该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 N. 的文章，其核心圈子包括 J.M. 肯尼迪（J.M. Kennedy）、A.M. 卢多维奇（A.M. Ludovici），以及作为领军人物的奥斯卡·利维。奥拉吉在他关于 N. 的著作的开篇写道：“F.N. is the greatest european event since Goethe”（F.N. 是自歌德以来欧洲最伟大的事件）（1906, 11）。

“阿波罗-狄俄尼索斯”、“Beyond Good and Evil”（《善恶的彼岸》）、“The Superman”（《超人》）——这些是奥拉吉探讨的主题，它们尤其对 N. “超人”概念的集中关注，成为了早期英国接受史的特征。尤其是诗人们被 N. 的这一愿景所吸引：约翰·戴维森（John Davidson，1875–1934）在 The Triumph of Mammon（《玛门的胜利》，1907）和 Mammon and his Message（《玛门及其信条》，1908）中赞颂了非道德主义和个人主义；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的早期剧作，如 Where There is Nothing（《心如死灰》，1903）和 The Unicorn from the Stars（《来自群星的独角兽》，1907），展现出他将超人理解为自我克服的人，并且他绝不愿将超人贬低为人类繁育的产物或是某种社会和政治革命者的类型。至于 N. 在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的作品中（例如在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07–1914）或在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的作品中存在的程度如何，目前仍有争议（↗外国文学与诗歌）。然而，毫无争议的是 N. 对乔治·伯纳德·萧（George Bernhard Shaw，1856–1950）的巨大影响（↗外国文学与诗歌）。萧伯纳与 H. G. 威尔斯（H. G. Wells）和 A.R. 奥拉吉同属于费边艺术小组（Fabian Art Group），他们在那里辩论社会主义中艺术的未来。萧伯纳将 N. 视为与易卜生和瓦格纳精神相通的现代艺术家。他将 N. 的学说称为“diabolonianism”（魔鬼主义）。在 Man and Superman（《人与超人》，1905）以及后来的 Back to Methuselah（《回到玛土撒拉》，1921）中，萧伯纳赞颂了“life force”（生命力），这是他将柏格森的“élan vitale”（生命冲动）与 N. 的生命哲学融合而成的。Man and Superman 不仅普及了“Superman”（超人），还提供了一个喜剧版的唐璜，他向女性追求婚姻与繁育超人的意志投降，作为被猎杀的猎人而半途倒下。（顺便一提，由于萧伯纳的影响，将“Übermensch”翻译为“superman”的做法得以普及。随着同名漫画的出现，这个译法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无论如何，鉴于“Übermensch”（超人）和“Selbstüberwindung”（自我克服）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之翻译为“overman”是否更好，一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N. 以各种伪装进入了美国。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1849–1923）在其广为阅读的著作 Degeneration（《退化》，1895）中，将 N. 与瓦格纳、易卜生、左拉、王尔德等人一同谴责为彻头彻尾的疯子和颓废派（décadent）。他被斯宾塞的学生富兰克林·亨利·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1855–1931）误解为达尔文主义者。在埃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2）那里，他被视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与施蒂纳（Stirner）或梭罗（Thoreau）相提并论。记者亨内克（Huneker）和门肯（Mencken）使 N. 在大众中流行开来。詹姆斯·亨内克（James Huneker，1860–1921）撰写了诸如 Egoists. A Book of Supermen（《利己主义者：超人之书》，纽约 1909）或 Pathos of Distance. A book of A thousand and one Moments（《距离的狂热：一千零一刻之书》，纽约 1915）等著作。在 20 年代声名鹊起的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撰写了第一部不仅通俗而且颇具思想深度的关于 N. 的著作：The Philosophy of F.N.（《F.N.的哲学》，波士顿 1908）。门肯对 N. 的个人主义充满热情，批判了美国的“畜群心态”（Herdenmentalität）。↗超人恰恰不应在洛克菲勒家族和那些备受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青睐的亿万富翁中去寻找，而应在“sham-smashers and truth-tellers and mob-fighters”（伪善的粉碎者、真理的讲述者和暴民的抗击者）中去发现（1908, 198）。另一方面，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则对 N. 的非道德主义和↗“金发野兽”（blonden Bestie）印象深刻。尽管他在 How I became a Socialist（《我怎样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03）中便已摒弃了后者。但是，在 Sea Wolf（《海狼》，1904）中充满动物力量的拉尔森船长的形象，与在 The Iron Heel（《铁蹄》，1907）中从无产阶级中崛起的“自然贵族”埃弗哈德的形象，以及具有自传色彩的故事 Martin Eden（《马丁·伊登》，1909）一样，都展露出一种对活力论的非道德主义的矛盾迷恋。

在英国和美国，N. 属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输家。诚然，在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仍然可以找到各种研究 N. 的痕迹，例如后来因撰写宏大著作 Story of Civilisation（《文明的故事》）而闻名的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885–1981），或者在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或保罗·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等“新新人文主义者”的圈子中（Steilberg 1996, 159ff.）。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间期，N. 偶尔也会受到辩护，比如威廉·麦金泰尔·索尔特（William MacIntire Salter，1853–1931）或乔治·伯曼·福斯特（George Burman Foster，1858–1918）。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试图将 N. 的悲剧理论搬上现代舞台。在 The Great God Brown（《大神布朗》，1926）中，主人公们戴着不断变换的面具作为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登场。对永恒轮回学说的暗指在这部戏中，以及在 Marco Millions（《百万富翁马可》，1928）或 Lazarus Laughed（《拉撒路笑了》，1928）这部动用数百个面具的剧作中都能看到。然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开启了一个大规模妖魔化 N. 的时期。N. 被指责为这场战争、希特勒的崛起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罪行的罪魁祸首（Brinton 1941, McGovern 1942）。基本上，直到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1921–1980）的著作 N.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N.：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基督者》，普林斯顿 1950），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对 N. 哲学的全面阐述，才开启了为这位哲学家平反的过程。尽管为了反击对 N. 的妖魔化，考夫曼将 N. 的哲学进行了和谐化与非政治化处理，以至于超人仅仅变成了个人自我克服的一种道德理想。但是，如果没有考夫曼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及其出色的翻译，N. 在英语世界中的重新发现是不可能的。这对于丹托（Danto）“解除” N. 武装的绝妙尝试（1965），以及霍林代尔（Hollingdale，1966）、斯坦鲍（Stambaugh，1972）、斯特朗（Strong，1975）、马格努斯（Magnus，1978）或内哈马斯（Nehamas，1985）的研究来说同样适用。诚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在其专著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1987）中，曾再次试图将 N. 谴责为美国文化的非法入侵者和颠覆者。然而，过去十年的发展表明，英语国家已开始将 N. 纳入关于后现代主义以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讨论中。通过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在实用主义和 N. 的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989）。在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1929）那里，N. 的道德哲学被评价为一种在麦金太尔看来虽有失偏颇，但却是典型的现代立场（1981）。与此同时，在海德格尔以及法国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辩论的启发下，一大批年轻研究者正致力于将 N. 的政治哲学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主义甚至民主观念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一场真正国际化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昔日的国界（安塞尔-皮尔逊 [Ansell-Pearson]、康威 [Conway]、德特韦勒 [Detwiler]、哈塔布 [Hatab]、奥利弗 [Oliver]、欧文 [Owen]、蒂勒 [Thiele]、沃伦 [Warren] 等）（Ottmann 1999, 46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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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ning Ottmann


电影

在纪录片领域，尼采的生活与著作在多部电视制作中得到了探讨，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科利（Colli）和蒙蒂纳里（Montinari）的《批判性著作全集》（Kritische Werkausgabe）出版，推动了尼采研究复兴的结果。

1992年，坎迪达·普莱斯-琼斯（Candida Pryce-Jones）为英国BBC电视台制作了一部关于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生平与事业的耗资巨大的上下集纪录片：《被遗忘的祖国》（Forgotten Fatherland）和《祖国之母》（Mother of the Fatherland）。该片基于本·麦金太尔（Ben Macintyre）的同名书籍（Forgotten Fatherland，伦敦，1992年；德文版，莱比锡，1994年）。尼采的背景在整个叙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正如关于尼采周围的人或地方（瓦格纳、克塞利茨；瑙姆堡）的纪录片一样，往往只有在尼采的光环下才具有吸引力。为了迎合观众，BBC的这部制作将重点放在了尼采妹妹生活中的轰动事件和丑闻上，即她偏执和嫉妒的性格、她与反犹主义者兼殖民主义者伯恩哈德·福尔斯特（Bernhard Förster）的婚姻，以及她后来与希特勒的友好往来。

奥托·A·伯默（Otto A. Böhmer）为德国西南广播公司（Südwestfunk）策划了纪录片《斯坦纳巴德的尼采》（Nietzsche in Steinabad，1991年）。在一部关于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的三部曲中，西蒙·朱（Simon Chu）和西莉亚·巴格（Celia Bargh）为BBC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名为《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1999年）的传记纪录剧情片。关于尼采的社交圈，中德广播公司（Mitteldeutscher Rundfunk）制作了一部关于海因里希·克塞利茨（Heinrich Köselitz）和鲁道夫·克塞利茨（Rudolf Köselitz）的资料详实的纪录片（1994年）。

剧情片

一部因其片名而备受瞩目的院线电影是由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执导的意、德、法合拍片《善恶的彼岸》（Al di là del bene e del male /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1977年）。影片从所谓的“露（莎乐美）事件”（1882年）开始，一直讲述到尼采精神崩溃之后。遗憾的是，尽管影片标榜真实，其舞台呈现却依然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虚构产物：其品味大多处于低俗的底线之下，许多历史背景是错误的或完全捏造的；剧本可谓“松散地取材于真实事件”（freely inspired by actual events）。

尼采与瓦格纳的关系及其决裂在托尼·帕尔默（Tony Palmer）执导的五小时电视电影《瓦格纳》（Wagner，英/奥/匈，1983年；理查德·伯顿饰理查德·瓦格纳，瓦妮莎·雷德格雷夫饰科西玛·瓦格纳，罗纳德·皮卡普饰尼采，此外还有劳伦斯·奥利维尔和玛尔特·凯勒参演）以及彼得·帕扎克（Peter Patzak）的《万弗里德》（Wahnfried，德/法，1987年）中得到了展现。

在那些以尼采的名字或其哲学为主题的剧情片中，往往使用他的口号来醒目地标志那些冷酷无情、惨无人道甚至残忍的处境或态度。因此，尼采及其著作遭受了与在国家社会主义或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类似的还原论式的理解和挪用：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最后也是最恐怖的电影《索多玛120天》（Salò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意大利，1975年）展示了一群颓废的意大利贵族在二战末期退隐于一座城堡中，沉溺于性与施虐的变态狂欢中。在充满窥淫癖快感地屠杀少男少女奴隶的过程中，这些放荡者听着巴洛克音乐，并故作悲壮地引用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克洛索夫斯基和尼采的话。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死神与少女》（Death and the Maiden，英/法，1994年）中也出现了同样冷酷无情的施虐者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罗伯托·米兰达博士（Roberto Miranda，本·金斯利饰）在1977年的南美某军事独裁统治下，多次对一名女大学生（西格妮·韦弗饰）进行折磨和强暴。在此过程中，他总会播放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Der Tod und das Mädchen）的录音，并满口抛出尼采的语录。影片展示了米兰达在多年后被其受害者认出并被迫认罪的过程。

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夺魂索》（Rope，德语译名 Cocktail für eine Leiche，美国，1948年）中，两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鸡尾酒会开始前“仅仅为了好玩”就勒死了他们的朋友大卫。在酒会期间，这两名凶手在起初不知情的哲学教授的附和下，大肆吹嘘那种具有挑衅性的观点：即劣等的奴隶人类应该被高级的主人人类（Herrenmenschen）的名义所克服，必要时甚至可以被杀掉。同样在场的大卫的父亲惊骇地从中听出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就像希特勒那样”。哲学教授（詹姆斯·斯图尔特饰）在晚会进行中逐渐察觉到了大卫未出席的原因，并最终揭发了这两名凶手。他震惊地看着自己理论教学所结出的现实恶果，并撤回了自己的论点。因此，希区柯克的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一则寓言，揭示了那些不以人类生存现实为导向的哲学理论的危险性及其可能导致的失败。

将强者的哲学简化为一句尼采的名言，这种情况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电影中：最受欢迎的是那句名言“杀不死我（我们）的，只会让我（我们）更强大”（源自《偶像的黄昏》[ Götzen-Dämmerung ]，格言 8，KSA 6, 60）。它是约翰·米利厄斯（John Milius）电影《野蛮人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美国，1981年）的座右铭，在一部动作片中借演员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之口说出，出现在电影《钢木兰花》（Steel Magnolias，美国，1989年）中，并且是吕克·贝松（Jean Luc Besson）的《第五元素》（The Fifth Element，1997年）中反派让-巴蒂斯特·埃马纽埃尔·佐尔格（Jean Baptiste Emanuel Zorg）的一句台词。

对尼采思想的戏谑性解读出现在《一条名叫旺达的鱼》（A Fish Called Wanda，美国，1988年）中，片中自负的骗子奥托·韦斯特（Otto West，凯文·克莱恩饰）阅读并引用了《善恶的彼岸》和《查拉图斯特拉》。

在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的传记剧情片《大门》（The Doors，美国，1991年）中，尼采的哲学获得了正面的内涵。片中展现的流行巨星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在年轻的大学生时期就深入研究了尼采，尼采成为了莫里森后来那种迷狂的、纵欲的、酒神式的生活、写诗和演唱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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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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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法国经历了无与伦比的接受历程。这位德国哲学家在莱茵河彼岸所获得的热烈关注、论战性探讨与真诚认可，在国际尼采接受史中呈现出一种例外情况。随着查尔斯·安德勒（Charles Andler）1920年出版的六卷本《尼采：生平与思想》（N. Sa vie et sa pensée），法国的尼采研究很早就确立了领先于国际同行的优势。以这部著作为起点，在近百年的法国尼采接受史中，涌现出如此海量的关于尼采的卓越文本和诠释，以至于人们确实会产生一种印象：正如维尔纳·哈马赫（Werner Hamacher）在其相关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尼采在前往法国的途中大获全胜（Hamacher 1986, 9）。事实上，尼采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国哲学家们的投射面与极化焦点，借助它，20世纪法国哲学的基本分界线得以划定（Boyer 等 1991）。

法国尼采接受史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整个法国现代文化产生了影响。尼采被视为与帕斯卡或蒙田比肩的哲学家和散文家，在法国，阅读他的不仅有哲学家，更重要的是还有诗人、作家、政治家和艺术家（Boudot 1970）。由于尼采已经成为法国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有时他不仅被视为现代性的症候——一个可以通过他来研究德国思想的深刻与罗曼式的敏锐相交织的人物——而且人们也很乐意将他视为法语区精神共同体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方式建构出来的“艺术家-哲学家”（Vuarnet 1986），作为法国精神与德国精神之间的混合中介而存在，正如他立足于哲学与文学、诗与真、艺术与科学的交界处一样。

上述法国尼采接受史的丰富性有其多方面的原因，既在于尼采本身，也在于他的法国读者：尼采对理性主义和神学概念的抨击，在天主教笛卡尔主义的国度里引起了广泛的接纳与激烈的论战；他频繁地将法国作为德国的对立面、作为一种更加精妙与升华的文化的模范国家来引用（WB, KSA 1, 447; JGB, 第254节, 第256节, KSA 5, 198, 201; EH, KSA 6, 288; N, KSA 11, 61, 428, 434, 476, 601; N, KSA 13, 11, 75–84, 91, 118, 404, 600）；尼采的唯美主义；他化身为“艺术家-哲学家”，一位如兰波、卡夫卡或梵高般因自身的天才而走向毁灭的悲剧英雄；以及法国读者群对尼采那种艺术化思维风格可能存在的某种接受力。然而，尼采在法国的成功究竟是应归功于他早期的亲法倾向（Montinari 1988），还是源于法国人方面的一种“潜在的前尼采主义”（Bianquis 1929），这个问题却始终未能澄清。

对尼采在法国的广泛传播与巨大影响而言，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可能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整个法国超现实主义的美学先锋派，其思想渊源皆可追溯至尼采的影响。几乎所有的超现实主义者都是尼采的狂热读者；尤其是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理论首脑的乔治·巴塔耶（1973）。对于后来后结构主义对尼采的解读，巴塔耶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因为首先，他捍卫了尼采免受法西斯主义的曲解（1973, VI, 447–465）；其次，他将写作方式纳入了接受史的问题之中（1973, VI, 11–208）；第三，他发展出了一种重演尼采的模式（1973, VIII, 476）。德语国家缺乏一场能与超现实主义相媲美的运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尼采在那里未能像在法国那样获得哲学上的延续。

尽管存在大量关于法国对尼采的诠释与改编的个案研究——例如尼采与瓦雷里、尼采与纪德、尼采与波德莱尔、尼采与巴塔耶、尼采与福柯、尼采与德里达——但却缺乏对法国尼采接受史进行历史权衡的概览式论述。唯一相关的论述是雅克·勒里德（Jacques Le Rider）以纲要方式进行的概述（1997）。

通常，法国尼采接受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末期，法国对这位德国哲学家的首次当代认知阶段；然后是始于20年代的重新定位阶段，这一阶段通过纪德和瓦雷里的阅读、巴塔耶和克洛索夫斯基的修复努力，以及萨特和梅洛-庞蒂对尼采的批判而展开；最后是尼采遗产阶段，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60年代开始继承这一遗产。尽管尼采的最后这些“后现代”转化已为广泛的学术界所熟知（Hamacher 1986），但法国尼采接受史的前两个阶段却并非如此。法国尼采接受史的历史开端，充斥着翻译问题和出于政治动机的文化斗争，这些问题与二三十年代思想的中介地位一样，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整理与研究。它们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形成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此处，后来发展起来的风潮与方法可以被异常清晰地辨识出来。尽管如此，可以说，法国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层面的尼采接受史，直到这第二个阶段才真正开始。

在内容上，在法国尼采主义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之间，可以看出一些贯穿始终的共通主题。伯恩哈德·陶雷克（Bernhard Taureck）（1988, 198）在本世纪的法国哲学中识别出了其中四个主题：第一是权力意志（吉尔·德勒兹，《尼采读本》，柏林 1979；米歇尔·福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柏林 1976；同上，《权力部署》，柏林 1978）；第二是永恒轮回的思想（让-保罗·萨特，载于：A. 古佐尼，《90年来的哲学性尼采接受史》，迈森海姆 1979，103–108；阿尔贝·加缪，《局外人》，巴黎 1957；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汉堡 1976；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尼采与恶性循环之神》，慕尼黑 1986）；第三是超人理念（米歇尔·福柯，《词与物》，法兰克福 1971；吉尔·德勒兹，《福柯》，法兰克福 1992，184–186）；第四是尼采的写作方式（莫里斯·布朗肖、雅克·德里达，两者皆载于：Hamacher 1986）。其他突出的主题包括哲学与文学之间的越界（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法兰克福 1972；莫里斯·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巴黎 1969）、上帝之死的思想（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载于：Hamacher 1986；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全集第五卷》，巴黎 1973）以及尼采的狄奥尼索斯主义（乔治·巴塔耶，《色情史》，慕尼黑 1992；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反俄狄浦斯》，法兰克福 1974；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法兰克福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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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努特·埃贝林 (Knut Ebeling)


尼采版本史

N.（尼采）版本史在很大程度上充斥着操纵与文本伪造，这种情况在哲学作家中实属罕见。它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N.精神崩溃之前的时期（I），在E.弗尔斯特-N.（E. Förster-N.）及其创立的N.档案馆领导下的编辑工作时期（II），以及二战后批判性（考勘）编辑工作的突破时期（III）。

I. 在N. 1871年至1888年亲自从事出版活动的时期，他的著作很少被购买和阅读。

书籍缺乏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N.的“出版社与出版商之苦”（Heftrich 1987, 118），二十年间换了三次出版社（1871–74 E.W. 弗里奇 [E.W. Fritzsch]；1874–86 E. 施迈茨纳 [E. Schmeitzner]；1886–88/92 弗里奇；1888/92–1910 C.G. 瑙曼 [C.G. Naumann]）。

N.与施迈茨纳之间有一个特殊的“出版商问题”，后者从1880年起积极参与反犹太主义活动。1874年，在瓦格纳的出版商弗里奇破产后，N.接受了素不相识的施迈茨纳的出版提议（N.致格尔斯多夫 [Gersdorff]，1874年7月26日）。然而，从1882年6月起，施迈茨纳的月刊激进化为一份反犹太主义的煽动性报纸，这使得N.处境尴尬，因为他的诗集《墨西拿的牧歌》（Die Idyllen aus Messina）曾于1882年5月发表于该刊（Brown 1987, 255–262）。尽管N.对施迈茨纳公开转向反犹太主义感到不安（N.致奥弗贝克 [Overbeck]，1880年6月22日），但他还是在1880/81年间给了对方几笔贷款，为了讨回这些贷款，最终引发了诉讼并导致了与施迈茨纳的彻底决裂（Brown 1987, 267–270）。

从1886年起，N.试图通过为作品添加导言和序言，并将其称为“新版”来重新激起人们对其著作的兴趣，但未获成功（N.致弗里奇，1886年8月7日和1886年8月16日）。人们对其书籍的冷漠直到1889年，即N.精神崩溃和《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出版之后才得以消退（Krummel 1974, 77ff.）。1891年，出版了《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论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和《瓦格纳事件》（Der Fall Wagner）的首批“真正的”再版（Krummel 1974, 101f.）。

此外，1889年初《偶像的黄昏》的付印工作已经完成，但该书尚未发行（KSA 14, 410）。1889年，在N.母亲的同意下，N.的多年挚友奥弗贝克和N.的精神“门徒”兼秘书克塞利茨（Köselitz，化名彼得·加斯特 [Peter Gast] [朋友]）——当时还在友好的气氛中——共同分担了管理N.遗稿的实际责任，直到1893年N.的妹妹E.弗尔斯特-N.将关于编辑工作的所有实质和法律决策权揽归己有。1894年她创立了N.档案馆（^N.档案馆的历史），以及她进行商业化运作的N.崇拜，随后导致了相关人员之间长期的冲突，这场冲突使N.研究在几十年里两极分化（Hoffmann 1991）。奥弗贝克关于N.的材料收集（Overbeck 1999）是在魏玛的N.档案馆之外独立完成的，后来用于形成批判性的“巴塞尔学派”N.研究（C.A. 伯努利 [C.A. Bernoulli], E.F. 波达赫 [E.F. Podach]）。然而，由于直到1931年N.著作和遗稿的所有权利都在E.弗尔斯特-N.手中，N.版本史在几十年里始终与N.档案馆的历史紧密相连。

N.档案馆以全集、单行本和部分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了N.的著作。特别是E.弗尔斯特-N.巧妙地借以不断唤起人们对N.遗稿兴趣的期刊发表，深远地决定了早期对N.的接受。同样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个别N.著作的“豪华版”，以及臭名昭著的1914年《查拉图斯特拉》“战争版”，该版本大约印制了15万册分发给德国前线军队（Aschheim 1996, 138）。

早在1892年，妹妹就决定以全集形式编辑N.的著作。1893/94年（实际上是1892-94年）出版了前五卷，由彼得·加斯特主编，他对文本（《不合时宜的考察》、《人性的，太人性的》、《查拉图斯特拉》、《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进行了部分“修正性加工”（BAW 1, CVIIff.）并添加了序言。《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的出版引发了与N.妹妹的法律纠纷。从巴拉圭返回后，弗尔斯特-N.将加斯特的版本全部化浆销毁——可能是因为他公开了N.与瓦格纳之间的棘手关系（Hoffmann 1991, 12f.）——并在1895-97年用F.库格尔（F. Koegel）主编的十二卷本全集（GAK）取而代之。在GAK中首次出版了N.遗稿中的文本（包括《反基督》）。库格尔撤销了加斯特对文本的干预，并试图将原始印刷手稿作为文本基础。包含1881-85年遗稿的GAK第十二卷在1898年也因实质性的意见分歧被N.的妹妹撤回。1899-1913年，在不断更换编辑（包括A.塞德尔 [A. Seidl]，后来又是P.加斯特）的第三次尝试中，出版了19卷本的所谓“大八开本全集”（GA）（各版本对照见 Hoffmann 1991, 716f.）。塞德尔将其编辑工作建立在最终审定版（Ausgaben letzter Hand）的基础上，并有意与库格尔重构印刷手稿的尝试保持距离，因为自1873年左右N.眼疾发作以来，这些手稿本身就是由他人（格尔斯多夫、加斯特等人）代笔完成的，而加斯特在每次整理印刷底稿时也在文体上进行了干预（EH, KSA 6, 327）。GA不仅首次出版了N.的《语文学论著》（Philologica），还首次出版了臭名昭著的N.晚期遗稿的文本汇编，即所谓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该书于1901年以较短的两卷本形式出版，并在1906年和1911年以“划时代的”四卷本形式出版（KSA 14, 8–12）。

这次晚期遗稿的出版是基于在文献学上完全站不住脚的删改（加斯特和弗尔斯特-N.对此负有责任），并随后引发了针对在妹妹领导下N.档案馆编辑实践的批判性争论。争论的焦点首先是在按时间顺序还是按（伪）系统性呈现N.笔记之间做出决定，以及对编辑干预文本（删减、重新组合、插入小标题等）的辩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完整且忠实于手稿地呈现遗稿笔记，以及放弃事后的系统化尝试，被视为科学准确的作品全集的前提条件。直到1935年由N.档案馆主导出版的各N.版本，无一满足这些标准。无论是GA，还是在文本内容上（不含语文学论著）与GA完全相同的“小八开本全集”（16卷，1898年起），或者是“袖珍本”（10卷，1906年）或“经典版”（8卷，1921年）都未能做到。1920-29年出版的“缪斯版全集”（MusA）虽然与早期版本相比提供了一些新材料（包括当时尚不为人知的↗N.青年时期著作），但在遗稿部分恰恰沿袭了GA那站不住脚的编辑方式。

1933-42年，N.档案馆在梅特（Mette）和施莱希塔（Schlechta）的先后领导下推出了第一套所谓的N.著作“历史考勘”版（BAW, ND 1994）。梅特在BAW 1中的“事实前言”首次全面概述了N.档案馆的手稿状况以及迄今为止N.遗稿的编辑历史，并对E.弗尔斯特-N.的编辑实践提出了（谨慎的）批评。然而，由于该版本在1942年未完成便宣告中止，且仅收录了N.的青年时期著作和直至1869年的早期著作，对遗稿进行高标准编辑的工作仍被搁置。这样一来，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以不同书名（《生成的无辜》[Die Unschuld des Werdens]，1931；《F.N.的遗赠》[Das Vermächtnis F.N.s]，1940；《一切价值的重估》[Umwertung aller Werte]，1940）上市的无数新遗稿汇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对N.的哲学解释。

在哲学接受史上，N.的（晚期）遗稿，特别是《权力意志》，被粉饰为N.“真正的代表作”，认为其应当免受编辑方面的批评。这一论点尤其由纳粹哲学家博伊姆勒（Baeumler）结合其自身的编辑工作所主张，并被其他哲学家如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人盲从（Müller-Lauter 1995, 226ff.）。因此，海德格尔对一套主要以历史考勘为导向的N.版本表达了怀疑。1936/37年，他批评BAW中的完整性原则是“19世纪事业”的表现，从而指责它处于历史主义的传统中（I 1961, 18），并违背了N.自己的历史主义批判和文献学批判（^历史）。洛维特（Löwith）也在1938年要求，一套历史考勘版的N.全集必须以N.“自己的批判性历史概念为导向”（1987, 497），并在1958年为《权力意志》（1987, 515）以其现有的书籍形式出版进行了辩护。

被定性为N.档案馆在N.遗稿方面伪造、操纵的编辑实践，同样适用于N.书信的编辑。

III. 早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N.档案馆在文献学上站不住脚的编辑实践的独立批评就已初具规模。

除了雅斯贝尔斯（Jaspers）对“编辑愿景”的论证（1981, 464ff.）之外，尤其是波达赫在数十年间批评了各个版本以及N.档案馆编辑们的纳粹意识形态。随着N.遗稿出版物（1961和1963）的问世，这种批评也明确指向了施莱希塔及其1954-56年出版的三卷本N.全集（SA）。在SA中，施莱希塔虽然首次将N. 80年代的晚期遗稿按时间顺序排列，并打破了以往《权力意志》的系统性，但文本材料本身与之前的版本保持一致，并未扩充（参见施莱希塔在 SA 索引卷 [1964] 515–517 中的辩护）。除了波达赫之外，法国（Roos）和美国（Kaufmann 1950, 1982）也传出了对以往N.版本的批评声音。

至今仍有效且正在进行中的考勘版N.全集项目，最终并非在德国发起——二战后德国的N.研究被认为背负了意识形态包袱——而是在意大利由G.科利（G. Colli）和M.蒙蒂纳里（M. Montinari）发起。这套原本仅计划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很快扩展到了德国。1967年出版了第一卷德文著作卷（KGW），1975年出版了第一卷书信卷（KGB），1980年出版了考勘研究版著作集（KSA），1986年出版了考勘研究版书信集（KSB）。KSA（不包括后记卷）在文本上与KGW相同（页码对照见KSA 15, 213–259），KSB与KGB亦是如此。在KGB中可以找到所有N.写出和收到的书信，而在KSB中只有N.写出的书信。

科利和蒙蒂纳里将他们的编辑工作建立在完整呈现N.著作和书信的原则之上，并确立了首次全面、科学地开发其哲学遗稿的目标（KSA 14, 15f.）。KGW通过以全新的手稿编辑形式（KGW，第九编）完整出版N.的晚期遗稿而宣告完成。为了满足完整性和放弃任何系统化的原则（如在“片段”和“初稿”的类型学区分中已经暗示的那样），在KGW IX中不再“重构文本”，而是“记录写作过程”（Kohlenbach/Groddeck 1995, 26–37）。按照蒙蒂纳里的希望，KGW遗稿编辑在文献记录和考证上的严谨性，将使关于《权力意志》作为所谓N.代表作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Montinari 1982, 119）。然而，直到1980年，这本臭名昭著的汇编（附有纳粹分子博伊姆勒的后记）依然出到了第十二版。此外，互联网上N.文本的整理（http://gutenberg.aol.de/autoren/nietzsch.htm）将对来之不易的编辑标准产生怎样的影响，仍然是个未知数。

参考文献：Löwith, K.: 书评《关于最新N.研究》（1938）与《“权力意志”——是与非？——关于一套N.新版本》（1958），载于：同上作者：《全部著作》（Sämtliche Schriften）第6卷，斯图加特 1987；Podach, E. F.: 《崩溃时期的F.N.著作》（F.N.s Werke des Zusammenbruchs），海德堡 1961；同上作者：《一瞥N.的笔记本》（Ein Blick in Notizbücher N.s），海德堡 1963；Montinari 1982；Heftrich, E.: 《关于F.N.著作与书信的版本》（Zu den Ausgaben der Werke und Briefe von F.N.），载于：Jaeschke, W. (主编): 《字母与精神》（Buchstabe und Geist），汉堡 1987, 117–135；Brown, M. B.: 《F.N.及其出版商恩斯特·施迈茨纳》（F.N. und sein Verleger Ernst Schmeitzne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7；Hoffmann 1991；Kohlenbach, M./Groddeck, W.: 《对N.遗稿版本的阶段性反思》（Zwischenüberlegungen zur Edition von N.s Nachlaß），载于：《文本。批判性文章》（Text. Kritische Beiträge）第1期，巴塞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5, 21–39；Müller-Lauter, W.: 《作为哲学界N.解释“危机”之书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 als Buch der »Krisis« philosophischer N.-Interpretation），载于：《尼采研究》（NSt）24 (1995), 223–260；Aschheim, S.E.: 《N.与德国人》（N. und die Deutschen），斯图加特 1996；Overbeck, F.: 《著作与遗稿》（Werke und Nachlaß），第7/2卷，斯图加特 1999。

卡特琳·迈尔 (Katrin Meyer)


尼采档案馆的历史

随着1889年1月初尼采在都灵精神崩溃，其遗稿那混乱不堪的历史便拉开了序幕。起初，应尼采母亲的请求，F. 奥弗贝克和H. 柯塞利茨（彼得·加斯特）接管了遗稿管理工作，与出版商C.G. 瑙曼（莱比锡）进行协商，并决定出版尚未发表但已完成的作品《偶像的黄昏》和《瓦格纳事件》，他们负责整理存放在都灵、锡尔斯和莱比锡的原始手稿，并出于安全考虑，亲手抄写了《反基督》和《瞧！这个人》的副本。他们暂时未将这些晚期作品付梓，因为他们对这些作品，尤其是对尼采反复提及的“权力意志”的相关连贯性感到不明确。随后，柯塞利茨负责了最重要书目的再版工作（《不合时宜的考察》、《人性的，太人性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出版商瑙曼将这些书目纳入了一套计划中的全集。在此背景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至四卷的首个完整版也得以出版（1892年秋）。

II. 档案馆的建立：

1893年9月，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最终从巴拉圭返回欧洲，她立刻从奥弗贝克和柯塞利茨手中夺走了遗稿管理权，中止了已开始出版的全集，随后通过一份转让协议剥夺了其母亲作为监护人的处分权，并在瑙姆堡的母亲家中设立了尼采档案馆，从此她在其中进行独裁统治。她聘请了弗里茨·克格尔担任编辑，后者于1895年至1897年间编辑了八卷本的作品和四卷本的遗稿（第二版全集），其中《反基督》首次得以出版。与此同时，这位档案馆女主人开始出版一部三卷本的尼采传记，然而，该传记在关键内容上显然带有圣徒传记般的粉饰色彩（1895–1904年）。

当时，魏玛的歌德研究者、后来成为人智学创始人的鲁道夫·斯坦纳作为独立合作者整理了尼采的藏书。在与福斯特-尼采夫人发生争执后，克格尔离开了档案馆，斯坦纳也拒绝了她提供的编辑职位。鉴于F. 奥弗贝克、H. 柯塞利茨和E. 罗德早在档案馆成立之初就已与其保持距离，E. 福斯特-尼采现在完全孤立无援。而此时主要的工作——即出版那部所谓的代表作《权力意志》——尚未完成。

III. 大八开版与书信版：

↗尼采版本史。——为了进行《权力意志》的工作以及破译尼采晚期的手稿，E. 福斯特-尼采需要依赖柯塞利茨的帮助。她巧妙地使用计谋，将这位昔日的对手诱引至档案馆，并成功说服他参与合作。因此，第三版也是首次完整的全集（即所谓的“大八开版”）得以出版，主要由阿图尔·塞德尔、恩斯特·霍内费尔、奥古斯特·霍内费尔以及海因里希·柯塞利茨负责编辑（包含作品、遗稿、古典语文学、索引；共20卷，1899–1926年）。该版本在1901年收录了《权力意志》的初版汇编，而在1906/1911年被后来成为经典的第二版所取代。尽管这些版本被专业人士批评为是对遗稿片段的随意拼凑（其中包括曾参与编辑工作的霍内费尔兄弟本人的批评），但作为所谓的系统性代表作，它还是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其地位。在书信版中（共7册，含5卷，1900–09年），事实也被按照尼采妹妹的喜好和利益进行了篡改：通过删减、语序调整、更改收件人以及隐瞒，旨在将E. 福斯特-尼采塑造为备受敬爱的妹妹和合法的遗稿管理者。“口袋版”（共11卷，1906/11年）的前言和后记，以及两卷本的简略传记（《青年尼采》，1912年；《孤独的尼采》，1914年）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传记中的这些歪曲直到很久以后，才在诸如所谓的“克格尔摘录”的帮助下被彻底坐实，这是编辑F. 克格尔在从事编辑工作期间秘密制作的（Hoffmann 1991, 407–423, 579–713）。

1896年，E. 福斯特-尼采带着她的哥哥和档案馆搬到了魏玛，并于1897年得到了瑞士尼采崇拜者梅塔·冯·萨利斯专门为其买下的“银视”别墅（Silberblick）的使用权。在这座于1902年由亨利·范·德·费尔德改建为具有代表性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别墅的房子里，通过举办生日庆典、演讲晚会和咖啡茶会，逐渐发展出了内部的尼采崇拜（↗尼采崇拜）。尼采的妹妹懂得如何将知识界和经济界的知名代表人物与她的档案馆绑定在一起，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学术与经济利益。例如，哈里·凯斯勒伯爵、瑞典百万富翁恩斯特·蒂尔、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汉堡商人兼领事克里斯蒂安·拉森，以及香烟制造商菲利普·雷姆茨马等，都曾是尼采档案馆支持者朋友圈的成员。

IV. 争斗：

尼采最亲密的朋友们对档案馆持怀疑态度，罗德称其为“愚蠢的发明”，由于与E. 福斯特-尼采有过不快的经历，奥弗贝克拒绝了任何合作，并向档案馆隐瞒了他的尼采相关文献（尤其是他与尼采的通信），最终通过遗嘱将其赠予巴塞尔大学图书馆。这在奥弗贝克死后，导致了E. 福斯特-尼采与奥弗贝克的学生兼遗稿管理者卡尔·阿尔布雷希特·伯努利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多次甚至长达数年的诉讼中，双方就文学和个人纠纷展开了交锋（1905–08年）。在此背景下，伯努利也成功地利用了他所获知的“克格尔摘录”。在经历了这些争斗之后，精疲力竭的柯塞利茨离开了档案馆（1909年）。为了巩固其机构的地位，E. 福斯特-尼采于1908年将档案馆改组为一个基金会，但该基金会仍受她及其表亲兼侄子厄勒的控制。“尼采档案馆之友协会”的成立（1926年）进一步为档案馆提供了体制上的支撑。

V. 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与国家社会主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尼采的著作作为士兵随身携带的读物大受欢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战时版售出了超过15万册。——在她75岁生日时（1921年），E. 福斯特-尼采被授予耶拿大学哲学院荣誉博士学位，不过，尽管其朋友圈进行了四次努力（1908年、1911年、1914年、1922年），她仍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马克斯·舍勒、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沃尔夫林、马丁·海德格尔和罗曼·罗兰等知识分子开始与档案馆建立更密切的联系。1930年，在学术委员会的指导下，档案馆开始编辑《历史考勘版全集》（C. H. 贝克出版社；含5卷作品和4卷书信，1935–42年），但该工作因战争爆发而中断。1932年1月31日，阿道夫·希特勒首次造访档案馆，此后又多次受到尼采妹妹的热情接待。在希特勒的倡议和支持下，档案馆旁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尼采纪念堂项目。该建筑于1938年举行了封顶仪式，但由于战争的原因，最终未能按原计划投入使用（↗尼采崇拜）。

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档案馆馆长及其工作人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同情与支持，这促使罗曼·罗兰（1935年）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35年）退出了尼采档案馆基金会和“尼采档案馆之友联合会”。国家社会主义对尼采的接受很大程度上仅限于肤浅的口号，但在某些场合依然会被大肆宣扬，比如在希特勒亲自出席的E. 福斯特-尼采的悼念和葬礼上（1935年11月11日至12日），以及1944年在魏玛国家剧院为纪念尼采诞辰100周年而举行的“尼采帝国庆典”上，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还担任了演讲嘉宾。

VI. 档案馆的关闭与后续历史：

在美国和苏联军队进驻魏玛后，尼采档案馆于1945年12月9日被关闭。档案资料被转移到歌德和席勒档案馆，自20世纪50年代起向来自西方的研究人员开放查阅。然而，直到1989年，阅览档案一直面临诸多行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阻碍，来自曾经的苏联占领区以及后来的民主德国（东德）的学者，无法在这一领域进行自由、独立的研究。甚至在1986至1988年间，杂志《意义与形式》上依然围绕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尼采形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自东德政权崩溃后，存放在歌德和席勒档案馆的尼采档案，与其他所有档案一样，均可根据使用规定进行查阅。前尼采档案馆的建筑在“剧变”之后被改建为一座纪念馆。

VII. “巴塞尔档案馆”及其他收藏地：

基于奥弗贝克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的寄存（1905年），一个真正意义上与魏玛抗衡的档案馆应运而生。奥弗贝克的学生兼遗稿管理者C.A. 伯努利成为尼采研究中独立、批判的“巴塞尔传统”的热心倡导者，后来E.F. 波达赫、K. 施莱希塔和M. 蒙蒂纳里正是以此传统为基础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在巴塞尔，除了奥弗贝克的遗稿外，还加入了雅各布·布克哈特、梅塔·冯·萨利斯、约瑟夫·霍夫米勒、古斯塔夫·瑙曼、卡尔·约埃尔等人的遗稿。其他收藏重要尼采文献的地点还包括巴塞尔城市州档案馆、拜罗伊特的理查德·瓦格纳档案馆、哥廷根的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遗稿库，此外还有日内瓦的博德梅尔图书馆以及锡尔斯-玛利亚的尼采故居。

参考文献：

Bernoulli, C. A.: Franz Overbeck und F.N., 2 Bde., Jena 1908;

Podach, E. F. (Hrsg.): Der kranke N. Briefe seiner Mutter an Franz Overbeck, Wien 1937;

Janz, C. P.: Die Briefe F.N.s, Textproblem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Biographie und Doxographie, Zürich 1972;

Peters, H. F.: Zarathustras Schwester (New York 1977), München 1983;

Hahn, K.-H.: Das N.-Archiv, in: NSt 18 (1989), 1–19;

Overbeck, F./Rohde, E.: Briefwechsel, hrsg. u. komm. v. A. Patzer, Berlin/New York 1990;

Wollkopf, R.: Das N.-Archiv im Spiegel der Beziehungen Elisabeth Förster-N.s zu Harry Graf Kessler, i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Schillergesellschaft 34 (1990), 125–167;

Hoffmann, D. M.: Zur Geschichte des N.-Archivs, Berlin 1991;

Wollkopf, R.: Die Gremien des N.-Archivs und ihre Beziehungen zum Faschismus bis 1935, in: Hahn, K.-H. (Hrsg.): Im Vorfeld der Literatur, Weimar 1991, 227–241;

Aschheim, S. E.: N. und die Deutschen, Karriere eines Kults, (1992) Stuttgart 1996;

Hoffmann, D. M.: Das »Basler N.-Archiv«, Basel 1993;

Hoffmann, D. M.: Rudolf Steiner und das N.-Archiv. Briefe und Dokumente, Dornach 1993;

Wolter, O.: N.-Rezeption in der DDR? Die Geschichte des Weimarer N.-Archivs 1945–1990, in: Weimarer Beiträge 40 (1994) 442–449;

Naake, E.: N. in Weimar, in: John, J./Wahl, V. (Hgg.): Zwischen Konvention und Avantgarde, Weimar 1995, 21–31;

Riedel, M.: N. in Weimar, Leipzig 1997;

Overbeck, F./Köselitz, H. (Peter Gast), Briefwechsel, hrsg. u. komm. v. D.M. Hoffmann/N. Peter/Th. Salfinger, Berlin 1998.

大卫·马克·霍夫曼


意大利

邓南遮 – 索科利 – 奥雷斯塔诺 – 帕皮尼 – 普雷佐利尼 – 蒂西 – 朱索 – 班菲 – 帕奇 – 坎托尼 – 莫雷蒂 – 科斯坦齐 – 比斯普里 – 瓦蒂莫 – 卡恰里 – 马西尼 – 文图雷利 – 费拉里 – 尊比尼 – 塞韦里诺 – 科利 – 蒙蒂纳里

与德国一样，意大利最早的尼采阐释也出现于19世纪最后十年。↗超人与↗权力意志是这些阐释所集中的核心主题。超人大多在生物学和英雄主义的意义上被理解。但与德国的阐释不同，生物学因素并没有被作形而上学的解读，即没有被理解为种族和血统。与德国接受史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意大利的接受——比德国更甚——强调了尼采的超人与施蒂纳的“唯一者”之间的相似性，并在无政府主义的意义上对其进行阐释。一旦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尼采阐释在意大利产生影响，便涌现出大量将尼采视为真正哲学家的著作。尼采在意大利的声誉首先要归功于邓南遮，他在其小说中以贵族美学的意义对尼采的超人进行了解读（↗文学与诗歌）。继这种积极的解读之后，出现了一种更为批判性的阐释。索科利（1898年）和奥雷斯塔诺（1903年）将天才那令人费解和多义的内涵置于核心位置，并将其与尼采的精神疾病联系起来。帕皮尼（1906年）和普雷佐利尼等作家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视角的阐释，他们追寻着神圣的踪迹。在他们看来，尼采是一种内在反叛的象征。普雷佐利尼的一部晚期著作（1979年）反映出他依然感受到自己与尼采的亲近。其他的尼采阐释则带有实证主义文化的印记，并显示出达尔文的影响，例如贝尔萨诺的一篇短文（1909年）和卡斯蒂廖尼的一部著作（1924年）。斯卡尔达奥尼在很久之后发表的一部著作（1945年）也属于同一问题领域。尼采的超人在这里被纳粹主义的意义解读为人类残暴的一面。但早在蒂西（1926年）和朱索（1936年）的尼采阐释中，意大利的尼采接受史就出现了一个转折，从而导向了存在主义的解读。这一转折始于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班菲（1934年）、帕奇（1940年）和坎托尼（1948年）。班菲指出，在尼采那里，存在获得了绝对积极的意义。在帕奇看来，必须从理性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坎托尼强调，尼采的非道德主义是对新伦理价值的追求。对尼采思想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评价，应归功于追随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足迹的哲学家们。从这种诠释学方向涌现出大量的阐释。莫雷蒂·科斯坦齐（1953年）和米里在奥古斯丁-方济各会神秘主义的光辉下看待尼采的思想；尼采被列为基督教思想的伟人之一。比斯普里（1980年）将尼采与东方思想之间的联系置于核心。瓦蒂莫关于尼采的著作（1965年，1974年，1981年）具有特殊的分量。在这里，对尼采思想的解读不仅基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哲学的视角，还从法国结构主义的视点出发。卡恰里（1976年）试图在个体具体解放的意义上，对尼采的思想进行政治性的阐释。马西尼（1978年）和文图雷利（1983年，1994年）等一些日耳曼学者在文学和美学的意义上阐释尼采，而费拉里·尊比尼则提供了一种文化史的解读（1999年）。塞韦里诺（1972年，1999年）是尼采虚无主义的阐释者之一，他不仅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也受到巴门尼德的影响；他从自身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尼采的思想作出了独创性的解读。尤其必须强调科利和蒙蒂纳里工作的巨大意义，他们主编的《尼采著作考据版全集》对于客观评价尼采思想具有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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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

从1890年起，欧洲开始了文学界对尼采（N.）的狂热——最初伴随着对其哲学的严重误解。“超人”作为大男子主义典型（Macho-Typ）、“卓越之人”（lhomme supérieur）、“superuomo”、“overman”和“superman”，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全欧洲文人的脑海中作祟——当然，作为男性，在这个男性狂妄自大的时代还能是别的什么呢。在通俗层面上，尼采的思想仿佛被碾碎了。此外，在文学的较高阶层中，大约从1900年起，出现了一种恰当的理解：乔治、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马尔罗、詹姆斯·乔伊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罗伯特·穆齐尔、戈特弗里德·贝恩、阿尔贝·加缪。作为没有密切作品关联的边缘现象，可以列出：赫尔曼·黑塞、斯特凡·茨威格、卡尔·施特恩海姆、卡尔·克劳斯。可以说，前面提到的每一个人都为更好地理解尼采提供了一块重要的基石——总的来说，这是诗人们到1950年为止建立起的一座由各种诠释构成的宏大建筑。它与哲学上的注释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文人们通常相当无所顾忌地表达他们主观的视角。这其中恰好也包括在对待尼采的哲学和个人时常有的一种充满激情的投入。这段既扣人心弦又独一无二的影响史，展现了形而上学、美学以及更广泛的人类学广度上令人着迷的光谱。毫不夸张地说，诗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让我们更接近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

从未有一位哲学家像尼采那样，如此极度地启发和打动诗人们。早在他在世时，也就是在他最后十年精神失常的时期（即从1890年起），欧洲的文学接受便开始猛烈地展开，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狂热从那里蔓延到意大利，而在英国，这种影响则表现得克制得多。早期的尼采狂热在很大程度上特征在于对其思想宇宙的完全不理解，这主要与对其作品缺乏了解有关，即使在德国，除了畅销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外，尼采的其他作品也很少被阅读，最多还有《悲剧的诞生》。最重要的是，“超人”成为了世纪末文人们展示其青春期幻想的工具；在策略上，它被用来以强力对抗普遍的文化颓废（Kultur-Decadence）。世纪初，“superman”（超人）也征服了美国，在那里，他在小说中化身为一种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英雄主义，无论是充满生命力的自然状态还是资本主义的腐败状态，总会带有几分狂野西部的色彩。“上帝之死”后自身责任和价值设定的精神层面，在“超人”们喧闹的珍奇屋中，普遍未被纳入考量。尼采的哲学最初被朝着粗糙的生物主义方向解读，并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联系起来，在私人和民族主义层面上被意识形态化。“超人”作为一个整个时代趾高气扬态度的文学结果，在全欧洲表现为一种傲慢的典型：在德国，很早就表现为吹牛者和嘴炮英雄；在法国，表现为自恋和审美虚荣的化身，如安德烈·纪德所描绘的；在意大利，表现为由加布里埃尔·邓南遮代表的前法西斯类型；在英国，表现为被“蛇蝎美人”（Femme fatale）迷住的科学花花公子，如在萧伯纳的喜剧《人与超人》（1903）中。萧伯纳借此为这个被误解的“超人”提供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转译。

尼采的重估价值哲学最初被彻底误解了。以透视主义方式去看、去诠释、去评价的新方式被纯粹唯物主义地解读，人们对尼采在资产阶级根基下引爆的炸药感到兴奋。文人们的斗争针对的是公共思维的僵化和固化，针对的是以实证主义为导向的社会那种饱食终日的自满，以及总体上针对奠基时代（Gründerzeit）的浮华与傲慢。文人们没有看到的是反唯心主义，即尼采反对一种退化现象的形而上学斗争，他深切地认为这种现象是敌视生命的，并试图在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中对其进行打击。他们没有看到一个根本性的指责：在那里，最高价值并非被构想为内在的（即世俗的和与生命相关的），而是超越的，处于一种精神超脱的自主性之中。他们没有理解回顾古希腊时所丧失的生命理解的维度，而这种丧失正是被控诉的焦点。因此，尼采的核心主张没有被理解：即一切价值的重估，而不丧失维度。在同样的能量法则下将超越性转化为内在性，保持张力、高压——在穿越虚无主义的过程中——将所有的约束力从彼岸转移到此岸。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理解查拉图斯特拉的信息：“忠于大地”。1900年前后的文人们无法估量这一思想的影响范围，因为他们缺乏文本知识和哲学训练。尼采的美学在核心上具有形而上学的结构，这一点文人们直到后来才理解，作为代表可以列举穆齐尔、贝恩和加缪。一开始让诗人们着迷的是其他因素：尼采的生命主义意识形态，总体上对动态化生命层面的强调，那种觉醒的氛围，源自达尔文并在“超人”幻影中达到顶点的繁育思想——让他们着迷的是那激动人心的语言、悲怆的情感，以及那种化为思考和言说节奏的过度的生命意志。

作家威廉·魏甘德（Wilhelm Weigand）在回顾时记述道，他在1889年即《偶像的黄昏》出版的那一年读到了其中的格言：它们“如闪电般击中我的灵魂，从那简洁的语言中，我听到了那种我以前在任何德文书中都未曾感受过的节奏迎面而来”（《世界与道路：我的生平》）。许多人都有同感。这是一种被语言压倒的感觉，一种没有真正理解的陶醉。魏甘德认为，成为那个时代决定性的语言创造者和风格塑造者的荣誉不应归于乔治，“而是属于弗里德里希·尼采，作为一位迷人风格的大师，他赋予了德语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节奏，让整个欧洲都为之倾听。”

1889年，莱奥·贝格（Leo Berg）关于尼采的研究发表在《德国》杂志上——这是这段影响史最早的文献之一，全篇充满激情且予以全面肯定。在这里，尼采的语言同样是主要的切入点：《悲剧的诞生》凭借其“措辞之美”令人着迷，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柏拉图的语言。“在任何一本德文书里，都很难再找到一种如此充满精神、如此富于意象且形象生动，同时又如此圆润清晰的语言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散发着“一种情感的炽热，当今很少有文学作品能与之媲美”。《善恶的彼岸》和《道德的谱系》被认为是尼采最成熟的著作，风格精湛，甚至比海涅还要精妙：“更敏锐、更富于精神、更犀利”。总而言之，尼采的著作可以比作冰碗中的火焰。“将来人们无论如何评价尼采其人，对他作为作家的身份很快将不再有任何怀疑。他是德语最伟大的巨匠。”这一预测得到了证实；文人们很快在作为文体家、语言建筑师的尼采身上达成了一致——这种共识一直持续着，直到1950年戈特弗里德·贝恩再次说道：“自路德以来最伟大的德语语言天才”（《五十年后的尼采》）。关于思想家尼采，却没那么快达成共识；在1900年前后的文人中，只有极少数人理解他。这一点，今天几乎已被遗忘的自然主义者莱奥·贝格（他共同创造了“现代派”[Die Moderne] 这个时代名称）在1889年也预测到了：尼采的时代还未到来。尼采未能再以清醒的意识感受到他名声猛烈兴起的开端——就在这一年的1月初，他在都灵精神崩溃了。对于内部文化圈来说，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培育尼采神话的契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尼采也免于不得不继续目睹自己的思想被滥用。比如在赫尔曼·孔拉迪（Hermann Conradi）的小说《亚当·人》（1889）中被篡改成反犹主义，或者不久后开始的通俗的“超人”崇拜，这种崇拜往往被用来为一种幼稚的行为作辩护。

受到尼采影响的那一代德国文人在这个时候才刚刚出生，比如佐尔格（1892年）、海姆（1887年）、贝恩（1886年）、施塔德勒（1883年）、斯特凡·茨威格（1881年）、穆齐尔（1880年），或者还在蹒跚学步，如施特恩海姆、凯泽、德布林（均生于1878年）、黑塞（1877年）、里尔克和托马斯·曼（1875年）、霍夫曼斯塔尔（1874年）、海因里希·曼（1871年）、乔治（1868年）。在尼采撰写其作品的那些年里，他们还是正在长大的孩子——他们父母家中的氛围，正是尼采必须与之抗争、逃离的世界，那个除了带来创伤性枷锁之外与他毫无联系的世界。他们在浸透着奠基时代既乐观又民族主义精神的学校和大学里接受教育。他们都觉得自己要在这种空气中窒息了。作为欧洲人的尼采，对他们来说代表着从这种狭隘中解放出来；他日益无拘无束的生活、他思想的无条件性，被他们视为一座灯塔。尼采给予了他们自我意识，以及在一个父权统治的世界中发挥主动性的勇气；他释放了能量，即使这些能量最初只能在修辞上加以运用。尼采宣告了生命之无目的性，赞美其迷醉般的、内在的提升能力。他过着一种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生活——这之所以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不仅放弃了早早让他尝到甜头、光鲜亮丽的大学教授生涯，还放弃了与著名的理查德·瓦格纳令人艳羡的友谊。这一切给1900年前后的年轻文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肯定了他们的个人欲望、他们走向反资产阶级边缘地带以及追求古怪显眼的冲动。尼采如地震仪般捕捉到了他那个时代的运动，他记录下了那场使资产阶级失去立足之地的地动山摇——而且是在这个资产阶级感到前所未有地安全的时候。他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敲打着那些空洞的地位形式，残酷地揭开了这个社会毫无价值的根基。他的斗争针对的是一个毫无思想的社会阶层那些膨胀的伪理想。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中那些叛逆的儿子们、那些背叛者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他，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正被他们所反抗的那个环境所深深打下烙印。这里指的不是曼氏兄弟以及后来表现主义者的那一代，而是指（当时知名的）文人，如海因里希·哈特与尤利乌斯·哈特、赫尔曼·孔拉迪、米夏埃尔·格奥尔格·康拉德、奥托·埃里希·哈特莱本、弗朗茨·埃弗斯（“超女”的创造者）、阿道夫·维尔布兰特等许多人。虚假的浪漫主义在这些世界改良者的脑海里作祟。“在年轻诗人们中间，崇尚暴力的粗汉作风蔓延。他们那过度紧张、尚未成熟到形成真正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超人和半神。每一个年轻的神明和傻瓜都相信自己肩负使命，要将自己的桀骜不驯喷向全世界的脸上。每一个爱的夜晚对于那些渴望生活的年轻冲锋者来说都变成了一种神秘的启示，娼妓出于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被提升为女神。对所有人来说，这已是定局……人人都是一个独立人格。何必像尼采那样把超人推移到遥远的未来呢……尼采本人成了神话，成了英雄和世界创造者。人们簇拥向他，崇拜他，为他唱起赞美诗。然而他自己却早已在疯狂的黑夜里过着一种毫无欢乐、迟钝麻木的生存状态。”（兰茨贝格，1902年，89-90页）。

早期尼采追随者的反叛，以透视般的扭曲展现了1890年前后资产阶级图景的镜像。尼采挂在假先知们的嘴边。“他的受众是处于颓废之中的资产阶级。”1890年，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恩斯特（Paul Ernst）在《自由舞台》上如此开始了他对尼采的攻击。从社会参与的视角来看，顺理成章地对尼采没有任何宽容：他的一切都是空话：“粗大、浮夸的空话”。——“尼采现在正在成为时髦哲学家的最佳道路上”。他是“那种我们现在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世界改良者”。对这位践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保罗·恩斯特来说，宣传“主人道德”只能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蓄意维稳。约瑟夫·迪纳（Joseph Diner）的评价则截然不同：尼采——“一位原创的思想家”，其著作的特征在于一种“不顾一切的真理”——“一位先知”——“一位真正蒙恩的诗人”。一种生动、富有音乐感的语言的创造者。凭借迪纳的文章《弗·尼采：一位诗人哲学家》，《自由舞台》在1890年第1卷开启了关于尼采的一系列出版物。然而，在迪纳的论述中就已经包含着早期尼采接受史的误解：那种仿佛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乐观主义，自然科学实证主义的进步狂热：即尼采“与最新的自然科学发现完全一致”。这种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灾难性信念，本质上与繁荣的奠基时代思维、民族主义、种族狂热息息相关，总而言之，与那个重数量轻质量的时代的傲慢息息相关。“达尔文和海克尔的学说在最终的结果上也导向了超人。”塞缪尔·卢布林斯基（Samuel Lublinski）如是说，他在1904年最先揭示了现实政治背景（《现代派的总结》。第I章第1节：1890年前后的精神结构）。他说，达尔文被接受的方式并非科学的，而是神话学的——而且完全是出于稳定统治的考量；不仅是资产阶级、大资本家以通过能力获得更高发展为由加以引用，还包括保守派，他们在俾斯麦的阴影下，借由种族和规训意识形态来捍卫他们的容克特权。尼采的术语由于一种致命的生物主义命名法，很容易引起此类误解。他的思想在性质上是逆时代的，这一点当时——至少在文人中间——几乎没人看到。人们读得并不仔细，很快就变得狂热，沉醉于其心理学上的敏锐，被其表述和生动概念的活力所卷走，而且——人们感到被一种被误解的非道德主义所鼓舞，走向了滥交。尼采哲学的维度依然隐没在黑暗中，人们活动在利己主义享乐升级的平庸舞台上。人们没有看到尼采思想中的矛盾性，没有看到作为思维原则的矛盾，没有看到其不确定性，以及对任何关于人的片面定义（无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的抵制。人们从字面上理解尼采。人们随意地引用他。人们甚至看不到生平事实，而是将自己的愿望诠释投射其中。“他迈着富有节奏的步伐走来，唇边带着明朗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纯粹的生命之乐。”（迪纳）

对于这种与他本人截然相反的形象，尼采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要承担责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座充满矫揉造作意象的宝库，也是那个时代品味不佳的标志。阿尔诺·霍尔茨早就称其为“沙龙蒂罗尔人”，托马斯·曼很晚的时候还称其为一个没有面目和身形的怪物：“他是修辞、是激动的文字游戏、受折磨的声音和值得怀疑的预言，是无助的浮华的幻影，往往令人感动，绝大多数时候令人尴尬——一个在边界上摇摆不定的丑陋形象 ᵃ（1947年）。”人们在1890年左右还没有看到这部古怪作品背后的思考路径：即人类在极度的、兼具美学与伦理学的自我负责意义上的意识觉醒。“现在最可怕的是亵渎大地”、“是人类为自己确立目标的时候了”、“人类至今还没有目标”——查拉图斯特拉的这些呼唤在文人们看来，就像他的那句号召“成为你自己！”一样晦涩难懂。尼采接受史的头十年充满了误解，可以肯定的是，像保罗·恩斯特在这十年之初所作的这种根本性批评，比起用充满感情的词藻将尼采形象缠绕在“救世主的光辉”、“超人的美丽”、“天体音乐的和谐”之中（正如米夏埃尔·格奥尔格·康拉德在1899年的《查拉图斯特拉》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症状般的情形），要更有益、也更具澄清作用。借由各各他的狂热对苦难进行媚俗化处理，比任何针对尼采的攻击都要更加险恶——这种误解是有传统的。赫尔曼·孔拉迪在1887年那首惨败的诗作《超人的胜利》中就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浮夸之词：“各各他血红的痛苦之衣。”感伤主义是崇尚武力且父权制的19世纪粉红色的另一面。


米夏埃尔·格奥尔格·康拉德 – 阿道夫·维尔布兰特 – 保罗·海泽 – 阿诺·霍尔茨 – 莱奥·贝格 – 人类俱乐部 – 天才俱乐部 – 德特勒夫·冯·利林克龙 – 理查德·戴梅尔 – 约翰内斯·施拉夫 – 克里斯蒂安·摩根施特恩

出自康拉德之手的是小说《在紫色的黑暗中》（1895年）。——在可怕的战争浩劫之后，30世纪的条塔（Teuta）国人民生活在地下，超越了一切自然，处于一种完美的机械和神秘主义状态。人们将殉道者“查拉图斯特拉-尼齐斯基”（Zarathustra-Nietzischki）尊为国家圣人，并定期庆祝“查拉图斯特拉节”。他生前不得不在疯狂中隐藏自己，直到死后500年才获得认可。他死后，人们还能在50年里听到他的声音从坟墓中传出喃喃自语，而在坟墓上方，白天能看到他化作暗影的身姿，夜晚则可见一道光芒。在条塔，尼齐斯基这个名字每年只能在公开场合被念出一次。——同年，阿道夫·维尔布兰特出版了小说《复活节岛》。一位阿德勒博士（！）在白日梦中看到自己如凤凰浴火重生，于是他开始痴迷于“培育全人”，企图在复活节岛上实现这一目标，却被出卖给了社会主义者。然而，阿德勒不想与那些“抹平差异者、贬低人类者”有任何瓜葛。他的目标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一种新的人类贵族统治”。他死了，遗属们这样自我安慰：“到头来，我们剩下的只有内心的复活节岛；虽然很少，玛尔维娜小姐。但人还能奢求什么呢！”这部小说再版了五次（截至1908年）；由著名的科塔（Cotta）出版社出版。——今天比维尔布兰特和康拉德更著名的或许是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保罗·海泽。他同样在1895年出版了小说《群峰之上》。在一个袖珍公国里，一位归国的公使馆参赞引发了道德讨论，并代表了当时在世界各地流传的观点：真正的人应当凌驾于善恶的彼岸。该国的大臣略带讽刺地认为，这并非什么新奇之言，那个宣告了这一点、如今正处于精神错乱中休养的不幸之人（书中也提到了N.这个名字），不过是再次提醒了社会而已。但请不要用“金发野兽”的道德来惊吓臣民，只要在政治上按此行事就足够了。然而，这位在其他方面都很成功的参赞却缺乏成为N.先生所谓的“超人”的天赋——他拒绝了既热情如火又美丽动人的公国女公爵的爱意，而与以美德自矜的女友莱娜结了婚。德国人那种古板的小市民情调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与殿下的“私密幽会”是无害的，反而为市民的幻想增添了辛辣的调料——一个人“只会在短暂的疯狂盲目中陷入超越善恶的境地”，在保罗·海泽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念中，N.的思想渐渐干涸。这部小说到1899年也迎来了第10版。

N.的思想进入广大读者意识的途径正是在于此，而不是通过阅读N.那些艰涩的著作。总而言之，口号成为了这种普遍接受的载体，这种接受在公众面前表现为波西米亚风格或流氓习气。可笑的艺术家做派和愚蠢的傲慢主导了当时的文学市场。米夏埃尔·格奥尔格·康拉德自以为与此相去甚远，他轻蔑地谈到“花花公子般的查拉图斯特拉效颦者”，谈到那种只表现在“衣着和姿态、表情和手势”上的杂交的“超人作风”（《政治中的超人。关于世纪末帝国状况的考察》，1895年）。康拉德说这话的同一年，他的“尼齐斯基”小说恰好出版。一年后，阿诺·霍尔茨在其喜剧《社会贵族》中嘲讽了那个时代缺乏思想的狂妄自大。一位名叫格尔克的博士，是个作家，“介于森林野人和高级教师之间的纯日耳曼类型”，自信而傲慢，他刻意与“某位N.的混乱信徒”划清界限——“那些如今喜欢带着某种天真，把他们打着引号的偶然个性置于聚光灯下的小人物。”他的理想不是“单纯的所谓超人，而是，请注意，超人类！这是一个我首次创造并拥有精神产权的理想。”对N.的平庸化贯穿了各个领域，从文学上的庸俗化到街头的流氓行为，正如莱奥·贝格在1897年出版的《现代文学中的超人》一书中所记载的那样：“自从N.说出了他的魔咒之后，在德国突然间一切都成了超人[]人们欠债、勾引女孩、酗酒，一切都是为了查拉图斯特拉的荣耀。”与对超人的误读并列的，是对将美学视为享受的错误评估：“N.总是主要被置于美学的范畴去理解、去享受——就是去享受！——人们认为他愿意且必须被这样对待”。这不仅是新浪漫主义诗人奥托·埃里希·哈特莱本的个人观点，他还在社交场合试图将这种误解灌输给他的文学同僚阿诺·霍尔茨和约翰内斯·施拉夫。发表此番言论的“人类俱乐部”，按照哈特莱本的说法，是：“孤独的人们喝啤酒时的一个自由集会”。在由文学兄弟海因里希·哈特和朱利叶斯·哈特牵头的“天才俱乐部”里，人们也以N.的名义高谈阔论。参与者包括格哈特·霍普特曼、阿诺·霍尔茨、约翰内斯·施拉夫、布鲁诺·维勒等。N.与唯灵论和神智学被相提并论。围绕戴梅尔的圈子（由哈特兄弟、冯·利林克龙、奥托·朱利叶斯·比尔鲍姆、霍尔茨、施拉夫、威廉·伯尔舍等人组成）在N.的旗帜下，突破了自然主义、悲观主义和主题社会主义的狭隘框架。“人们已经受够了，甚至厌烦透顶，那些灰暗的清醒和苦难文学，那些群众传道者的狭隘道德，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和政治狂热”（海因里希·哈特，《我们威斯特法伦人》）。生活的乐趣、尽情体验、感官享受、自由等口号都在N.的名义下被唤起。生活在美之中，“崇尚艺术的异教”的新文艺复兴——N.就这样被平庸化了。美学作为一种享受，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佳肴，作为无所事事者的消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阻碍了通向N.思想核心的哲学路径。

德特勒夫·冯·利林克龙在1889年对N.的狂热（4月15日的信）：“他是精神上地位最高的德国人”，这本是出于好意，但却站不住脚，因为冯·利林克龙并没有读过多少N.的作品。一年后，他显然恶补了这些内容，并被“深深迷住”。然而，他的措辞依然流于表面，认知结论也很单薄——他以一种轻率的中学生心态对N.作出评判：“那些只知道喝啤酒和打斯卡特牌的德国好市民自然不认识他，这是理所当然的。太令人愤慨了”（1890年5月27日的信）。理查德·戴梅尔的反应不那么轻率，他早年曾为N.写下充满感伤的悼词：“你这教导牺牲意志的人，/ 安息吧！我本愿亲吻你 / 嘴唇上最后的话语，你这微笑着面对可怕死亡的祭司。”这篇悼词是一首长达两页的查拉图斯特拉式诗歌，戴梅尔在其中以门徒的身份出现：“门徒走到他面前说：/ 师傅，我当做些什么，/ 才能得救？”查拉图斯特拉转过身去说：“跟从我！”那时，门徒就知道他必须离开他了。后来，戴梅尔称这位受人尊敬的N.为“渴望之城的弄笛捕鼠人”。——“难道灵魂之国的人们还没有察觉到，这种查拉图斯特拉式的对超人的神化，也不过又是一种救赎主义和寻找蓝花的行径吗？！”同样傲慢并带着自己一套学说的，是约翰内斯·施拉夫，他于1907年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著作《N.案：一种克服》。他承认N.有一定的功绩，特别是在语言领域；但归根结底，他认为N.缺乏信仰的力量，缺乏诗意的深情。该书的结尾充斥着当时充盈于许多先知心中的那种高蹈的世界观。针对自然主义者圈子，格哈特·霍普特曼在回顾时作出了这样的评判：“FN.不是我们这一路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同瓦格纳决裂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因为N.的哲学未被理解。“那时我们也确实没有时间去追寻那些大脑中产生的、本质上似乎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微妙而复杂的虚构物。”

属于早期崇拜者圈子的还有克里斯蒂安·摩根施特恩，起初他充满预感和狂热：“地球上曾经孕育的最美的人，想要教导出一个更美的人[]现在我们才应该知道，什么是生活；如果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唯一能让存在变得神圣的——：一个伟大的目的，一个最高的思想”（《作为教育者的N.》，载于：《新德国评论》第7期）。在此一年前，摩根施特恩将他的第一本诗集（《在幻影的城堡里》）连同献词（“献给FN.的精神”）寄给了N.的母亲（1895年5月6日），并附上一封信，内容如下：“我，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冒昧地将我的第一部诗集送到母亲您的手中，您是一位可敬的母亲，为世界献上了一位如此伟大的儿子，更特别为我带来了一位解放者、一个榜样、一位唤醒我投入人生最高斗争的觉醒者。那种充满胜利与骄傲的生命光辉之精神，那种超越万物之上的王者之感——那位备受敬爱的孤独者曾多次谈及这些——我相信，也正飘荡在您眼前的这些诗句中。”值得一提的是，摩根施特恩在1902年阅读了被篡改的《权力意志》版本的N.遗作——更重要的是他对此的评论：“对我来说，它们代表了我所知道的人类精神最震撼的启示。”不久之后，摩根施特恩转身背离了N.，转投了鲁道夫·斯坦纳刚刚创立的人智学阵营。“在1908年，他的命运之路迎来了伟大转折。”玛格丽特·摩根施特恩在1961年出版的他的一本诗选的后记中满意地写道。对N.的崇拜想必在《绞刑架下的歌》时期就已经结束了。1914年，摩根施特恩去世。其遗孀笔记中的最后陈述暗示了一种类似于皈依的转变：“克里斯蒂安·摩根施特恩在他的作品和他的本质中，回答了N.的查拉图斯特拉之问：‘你们当中谁能同时欢笑并感到升华？’——他已经完全从N.的影响中挣脱出来。后来他写到他：‘我也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哪一方面是我心中的至高无上：在于他作为人的伟大；而不是在于他那唉，太过顺应时代的哲学方式。那只是晚霞，不是曙光，谁若从那里继续前行，就会走入——黑夜。’”

1897年，莱奥·贝格就已经能够证明N.在文学上的广泛影响（《现代文学中的超人》），受影响的包括维尔布兰特（《复活节岛》）、海泽（《群峰之上》）、布莱布特罗伊（《超人》）、康拉迪（《空话》）、苏德曼（《故乡》）、韦德金德（《地精》）、戴梅尔（《同类》），以及霍尔茨、哈特莱本、斯特林堡、朗贝恩、朱利叶斯·哈特、埃弗斯、摩根施特恩。1899年，阿图尔·穆勒-布鲁克在一项广泛的研究（《现代文学》）中指出了N.与康拉迪、利林克龙、霍尔茨、施拉夫、霍普特曼、戴梅尔、哈尔伯、施特尔、比尔鲍姆、乔治、霍夫曼斯塔尔、韦德金德、道森代、蒙贝特之间的文学平行关系。N.被接受的前十年的评价呈现出矛盾性，误解很深——但总体上凸显出来的，是N.著作所散发出的惊人的影响力。如果想一想，就在1891年，马克斯·道森代在一家德国大学书店里提到N.的名字时，面对的还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人们甚至否认存在一位叫这个名字的哲学家——然而到了世纪末，人们已经可以汇集出一个关于N.的著作的小型图书馆，这足以衡量出这段接受史的动态变化。“过去几年的发展几乎完全属于他。”——“一种全新的词汇体系被发展出来，与之伴随并在最富有成果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一种充满奇妙青春力量的全新精神，重新塑造和重估了一切。”这是凯撒·弗莱施伦在1895年写下的（《论现代诗歌。一次回顾》，载于《牧神》第1期），他指出这种定性上的影响更多是内在的作用，而不是外在的喧嚣。莱奥·贝格1889年预测N.的时代尚未到来，这是一种启发了许多人的真知灼见；弗莱施伦甚至走得更远——也因此切中了现实——认为要理解这种非凡思想的高峰与深渊，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一接受领域中代表了发展过程的典型人物是保罗·恩斯特，他起初批评N.，但十年后却强调，N.竟然敢于“再次指明一个更高的目标，这就足以让他永远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的造福者之列”（《FN.》，1900年）。属于保罗·恩斯特圈子的塞缪尔·卢布林斯基称N.为“我们关键青年时期的朋友和领路人”。总的来说，在N.死后十年，卢布林斯基的视角展现出惊人的审慎与公允。“N.提出并提升到我们意识中的问题，依然存在并需要一个答案[]他在十九世纪的人们中最先认识到，一个新时刻已经敲响，一种新的道德体系、一种最大规模的文化综合已经成为必然[]他带着那种始终构成伟大宗教人物本质的灵魂高度紧张感，以及那种过去常常彰显出伟大道德体系构建者之特征的英雄般的统治力量和意志力，投入到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中”（《N.死后十年》）。

回顾90年代初的那段时光，马克斯·哈尔伯写道：“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纪事件就是N.”；而N.的狂热崇拜者米夏埃尔·格奥尔格·康拉德在1899年作出了相对客观的总结：N.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天才、最强烈的催化剂，是道德、知识和艺术领域最大胆的发问者和鼓舞者”。——“他那天才般的人格魅力是无可打破的”（《关于N.的斗争》，载于：《天平》第2期）。凯斯勒伯爵是一位赞助人兼抱有文学抱负的外交官，他属于第一批感到受N.“深刻影响”的那代人，他在1935年以惊人的排他性总结了这种影响：“N.影响我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占据我们的方式，是其他任何同时代的思想家或诗人所无法比拟的”（《与N.的经历》，载于：《新评论》第46期）。在表现主义的十年接近尾声时，情绪激昂的N.崇拜者鲁道夫·潘维茨写道：“尼采这个名字是德国名字的最高概念，是德国精神的圣殿”（《N.导论》，1920年）。与此同时，N.的影响已经塑造了第二代人。这种强烈的回响一直标志着直到1950年的文学状况。此时，戈特弗里德·本在其演讲《N.——五十年后》中再次斩钉截铁地总结道：“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所讨论的、在内心思索的，可以说：所承受的，也可以说：所过度探讨的一切——所有这一切在N.那里都已经表达殆尽，找到了最终的定论，其余的一切都只是注释。”——“正如越来越明显的那样，他是后歌德时代影响深远的巨人。”托马斯·曼——仍属于较老的一代——在1941年将N.尊为“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最迷人、最丰富多彩的哲学或抒情批判作品的创始人”（《在海因里希·曼七十岁生日上的致辞》）。在他一生对N.的探讨走向尾声时，他扩展了这一意义的框架：“确实，在整个世界文学和思想史中，想要寻找一个比锡尔斯玛利亚的隐士更迷人的人物，都是徒劳的”（《根据我们的经验看待N.的哲学》，1947年）。

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

随着世纪初的伟大抒情诗人霍夫曼斯塔尔、乔治和里尔克，N.在诗歌上的影响达到了一个新的维度。人们理所当然地将他们与创新审美质量的观念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美学是N.意义上的，从创作的生产性瞬间出发去思考的，是在新的价值设定的意义上具有艺术性的。对斯特凡·乔治颇具争议的评价并不必然影响这一论断。此外，在这里也一如其他地方，存在着各种不同立场的论断。在维也纳新浪漫主义者中，只有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更深入地研究过N.的作品。有证据表明，他熟知N.的全部作品，有几本书他读过好几遍。这从他所收藏的N.著作版本中的手写批注可以看出。1891年，他曾想把《善恶的彼岸》翻译成法语，同年他阅读了《人性的，太人性的》。在霍夫曼斯塔尔收藏的《快乐的科学》和《论道德的谱系》版本中，可以找到1892年他在阅读时写下的手写笔记，霍夫曼斯塔尔在边缘批注道：“关于创造性艺术家及其与生命的秘密关系的纯粹概念。”此外，还有关于（N.的）遗作（1893年）和《查拉图斯特拉》（1898年）的极具启发性的日记笔记。霍夫曼斯塔尔在两年前对《悲剧的诞生》做了笔记，主要是对N.关于音乐性和抒情性思想的批注，他还记下了该书的核心观点，即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存在和世界才拥有永恒的合理性。尽管霍夫曼斯塔尔很少明确地对N.发表评论，但他却是年轻一代中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在世纪之交前以最契合、或许也是最开放的方式与N.进行了思想交锋。作为例子，我想提一下1891年《提香之死》的草稿纸，它们流露出对《查拉图斯特拉》内在哲学过程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在涉及到艺术家问题时。N.在精神上对生命的生理总体性的把握，一定深深触动了霍夫曼斯塔尔。但无法找到直接的表述。在霍夫曼斯塔尔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N.出人意料地缺席了。霍夫曼斯塔尔曾为他同时代的许多精神人物写过散文，但关于N.，却没有一段完整的考察或反思。这是否如他于1903年7月7日写给劳尔·里希特的信（当时后者把刚出版的关于N.的书寄给了他）中所言，是因为他阅读N.所产生的所有激动人心的印象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连贯性？还是因为他过于诚实，也许他把N.思想的矛盾理解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不愿用华丽的辞藻去掩盖它？霍夫曼斯塔尔深知历史性过度塑造的危险：即经历所读之物胜过经历生活本身。《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一文及其对历史主义的激进拒斥，显然坚定了他自己的观点。总体而言，《不合时宜的考察》中充满了思想素材，这些素材在霍夫曼斯塔尔那里以修改过的形式再次出现。但是，对于身怀晚生感、并以一种暧昧的方式感到作为后来者既是负担又是财富的霍夫曼斯塔尔来说，他可能不愿将N.激进的假设按照自己的口味进行重新诠释。

霍夫曼斯塔尔向通信伙伴里希特保证，他将全神贯注地从头到尾阅读他的书：“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在一贯的语境中，了解一种曾多次（特别是在我早期的发展阶段）以令人印象深刻和激动人心的方式进入我生活，却未能在我的内心获得真正连贯性的精神现象对我更有用了。”1927年，霍夫曼斯塔尔在其重要散文《作为民族精神空间的文学》中再次详细论及N.，并将他赞颂为所有精神探索者的榜样：“那漫游的、从混沌中走出的精神者，以导师和领袖自居——甚至怀着更为大胆的主张——那宽阔的额头上带着天才的气息[…]因为尽管他那如泰坦般的开始完全建立在孤独之上，但他终究无法长久忍受那绝对的、令人僵化的孤独[…]也许他更多的是一位先知，而非一位诗人[]。”


斯特凡·乔治

与霍夫曼斯塔尔截然不同，斯特凡·乔治在面对这位哲学家（尼采）时，表现得如后者本身一样严厉、专横，带着立法者发号施令的姿态。然而，他却没有那位伟大哲学家的清澈澄明的愉悦，没有那极其敏感的诗人的忧郁，更没有那位精神世界公民那悬浮的相对主义。最迟自《第七环》（Der siebente Ring）起，乔治便在其人造王国中刻板地扮演起严厉立法者的角色。从知情者的口中，即从其门徒圈子中，我们得知他曾自称是“一个艺术国家的志愿建立者”（赫伯特·齐萨尔茨 语）。乔治将自己视为先知，视为 vates，他的言辞带有一种极端责任感的悲怆。他的形式绝对命令渗透到了生活与艺术的所有领域。1900年，乔治写了一首题为《N.》的诗，起初发表在他自办的美学杂志《艺术之页》（Blätter für die Kunst）上，后来收录于诗集《第七环》中。这首诗以N.（尼采）临终前闷热的雷雨气氛开篇——当然是象征主义的用意，因为有谁真正理解过他呢？诗中提到了平坦的内陆，提到了用赞美玷污他、在腐气中继续自肥的兽类，提到了愚蠢地盲目奔波、一无所知的群氓；只有诗人——即乔治——以远见卓识洞察全局：他预言道，“如同其他戴着血色王冠的领袖一样”，N. 将“光芒万丈地屹立于时代之前”。但诗人也知道，N. 为何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是因为自我禁锢，是擅自强加于己的孤立，是他缺少朋友圈子。因此，他只能在死后教导这位逝者关于其孤独以及如何逃脱孤独的道理：“将自己禁锢在爱所闭合的圈子里”——乔治指的是他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门徒圈。众所周知，大师定下了基调，圈子便紧随其后，并遵照大师的意旨编造了一个神话：乔治是N. 唯一合格的继承者！乔治的门徒们确实提出了这样的断言，即乔治是N. 愿景的实现。N. 在最高处设定了一个新目标，但他自己并未达到；而乔治则展现了一种升华的生命，并且他本人已经实现了这种生命——这是贡多尔夫（Gundolf）在1920年的乔治传记中所言。又如圈内另一人库尔特·希尔德布兰特（Kurt Hildebrandt）所说：“乔治才真正成为了N. 拼命渴望成为的人。”正如沃尔特斯（Wolters）1930年所记录的那样，在乔治人生的转折点，即1900年前后，这种被选中的意识开始觉醒。乔治神话急剧膨胀，而N. 在这场膜拜仪式中只起到了从属和陪衬的作用。N. 的诉求应当在完全不同且无法比拟的维度上来看待，这一点在此无需赘述。在这个“天选者”圈子里，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N. 作为世界解释模型的美学。在N. 看来，艺术创造价值的原则被构想得过于具有普遍性和宇宙般的广阔性，以至于它根本无法被人格化，即无法与一个像乔治自诩的那样独一无二的个体相绑定。

无论如何，乔治对N. 的“艺术家福音”一窍不通。他们的诗学路径太对立了：与N. 那种直至自我毁灭、在生存层面上暴露自身的质询相对立的，是乔治拜占庭式的断言、僵化的设定，以及那总是早已存在的答案。以《同盟之星》（Stern des Bundes）中的设定，即那些不容置疑的自我设定为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狄俄倪索斯颂歌》（Dionysos-Dithyramben）中那种被所有真理放逐的痛苦体验：“只是愚人！只是诗人！”N. 不是宣告者、不是先知，他不以僵化精神的形式来宣扬自我意识。乔治则发号施令——甚至对自己也是如此：“我已成为我所欲成为之人。”由此，他——尴尬地为自己辩护着——遵循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乔治狂热而严肃地对待了查拉图斯特拉的绝对命令。然而，这种在极端严厉中对存在的把握，一旦将其支配权扩展至他人，一旦将他人强压在乔治式的枷锁之下，一旦剥夺他人成就自我的可能，便违背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初衷。查拉图斯特拉不想要门徒。乔治对N. 的批评言论，比如他对知己伊迪丝·兰德曼（Edith Landmann）所表达的（《与斯特凡·乔治的谈话》，1965年），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乔治将N. 视为竞争对手。门徒埃德加·萨林（Edgar Salin）的言论也指向类似的方向：他称乔治对“超人”感到反感，《查拉图斯特拉》让他感到难堪，N. 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也是如此；此外，乔治的一句话尤为耐人寻味：“N. 背叛了瓦格纳。您想为这种背信弃义辩护吗？”（《关于斯特凡·乔治》，1948年）。这涉及形而上学的维度，而这一维度对乔治是封闭的，因为他在美学上封闭了自己的视野。相反：那个游荡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漫游者已无处为家，已经脱离了所有彼岸，却尚未抵达新的彼岸——从诗学上看，这是一种失去地平线的境况。关于上帝之死的认知在诗学上是无法被消解承受的。寻找地平线，并最终在失去神话的时代设定地平线—— N. 这一基础哲学价值问题的出发点——是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完成的。乔治与N. 的交锋中，最成问题的恰恰在于此：被人类历史抹去的价值地平线，不可能通过人类的个别行为重新确立。乔治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他所宣告的新神，距离N. 的维度相去甚远；即使人们将把施瓦宾的青年马克西米利安（被乔治称为“马克西明”）神化一事作为私人的失误排除在外，也依然如此。本身属于该圈子的马克斯·科梅雷尔（Max Kommerell）恰好在这一点上指出了N. 与乔治的不可比性。他批判性地强调了乔治的宗教乐观主义，以及将其自身程式化为宗教人格（persona）的做法（《关于乔治与N. 的笔记》，由英格·延斯根据遗稿出版，1969年，收录于《希勒布兰德》，1978年，卷II）。N. 关于重估哲学的形而上学斗争的主题，他对孤独的哀叹，那被撕裂的渴望，以及抒情诗中的创伤感，都与乔治的程式化原则，与那种在超越时间的象征主义美之领域中执着、索取、超然拔俗的做法——简而言之，如穆齐尔曾记录的那样，与乔治那贫乏僵化的唯心主义——截然对立。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与N. 的关系，比霍夫曼斯塔尔的情况更难以界定——当然也比乔治的情况更难以捉摸。几乎找不到什么具体的线索。能够定位的只有那些关于 F.N. 的批注，推测写于1900年3月，且原本并未打算出版（《里尔克著作集》，第4卷，《文集》，H. Nalewski 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6年，161–172页）。在这里，里尔克以文献学的严谨探讨了《悲剧的诞生》中的选定段落，其动机是出于对艺术形式的兴趣，主要涉及节奏与音乐。这部作品的哲学导向并未被提及。三年前，里尔克结识了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毫无疑问，正是在她的启发下，他开始更深入地研究N.。这位N. 的朋友兼传记作者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很难确定。里尔克1898年的《佛罗伦萨日记》涉及了典型的N. 式主题：艺术与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必然性、上帝之死、孤独者在顶峰与顶峰之间的对话——然而N. 的名字却未被提及（参见海勒，1945年）。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里尔克在（19世纪）90年代曾研究过N.，但在其早期作品中几乎察觉不到N. 思想的踪迹。其中缺乏N. 重估价值哲学的激进性。里尔克早期摇摆不定、甚至软弱无力的宗教路径，与N. 对其时代毫无实质的上帝概念的否定是不相容的。在《祈祷书》（尤其是在1899年的《修士生活之书》）中，那围绕上帝展开的艰苦挣扎，是艺术诉求与宗教迎合姿态之间一种颇受质疑的交织。仿佛可以用人为的方式，用类似艺术般的祈祷姿态，去创造出那个新神。直到晚期作品中，在《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弗斯的十四行诗》里，才显现出一种思想轨迹的轮廓，而这正是N. 所偏好的。若在此展开探寻，线索便会变得密集，答案也日益迫切地浮现出来。N. 关于内在形而上学的主题甚至在字面表达上显现出来，而更深刻地则体现在里尔克晚期作品的实质内涵中。对世俗经验地平线及其全部深远意义的肯定，日益成为里尔克的核心主题。这种经验的空间在精神结构上被N. 与里尔克在可比拟的维度上进行了思考。

然而，这样的比较超出了单纯的影响范畴，这不仅仅关乎主题上的平行，更是关乎对存在之充盈感、内在认知可能性的升华，以及对肯定（Affirmation）的形而上学特质的洞见。跨越一切深渊去赞美、去颂扬、去说“是”，这是里尔克从《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1904–1919）中那种以事实为导向的、陈述性的视角，走向《杜伊诺哀歌》（1912–1922）与《致奥弗斯的十四行诗》（1922）的道路。在《马尔特》中，人类世界的苦难像地震仪一般，以从罗丹那里学到的精确度被记录下来。作为纯粹的呈现，它化作了哀叹。这是一种世界关联的起点，大约在1910年左右，这种关联凭借客观性，从众多文化悲观主义的体验形式中脱颖而出。在同一时期，视角的客观化也正是里尔克抒情诗的纲领之一。《新诗集》，尤其是其中收录的咏物诗（Ding-Gedichte），与早期作品相比，是诗歌表现力的惊人升华。在《哀歌》中，对此时此地与存在的赞美——不仅是对人类存在的赞美，也恰恰是对客观事物、物性存在的赞美——达到了一种崇高的形式：“在这里是极好的。”——“血脉里充满存在”——变形的歌咏在第七首哀歌中昂然升起，随后在第九首哀歌中被推向一种无法熄灭的升华境界。一种全新的世界感应运而生，一种不再逃避的全新诗意世界观被宣告。正如在第九首哀歌中：“但因为在这里是很多，且因为似乎 / 这儿的一切都需要我们 []”——“这里是可言说者的时代，这里是它的故乡。”诗意的呼唤表明：一切宇宙层面的思辨又有何用——事物就在这里，而诗人的使命就是赞美它们。“而这些靠着逝去 / 存活的事物懂得，你赞美它们；转瞬即逝， / 它们把某种拯救托付给我们，这最容易逝去的人。”查拉图斯特拉的宏大生命之歌在《哀歌》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并以一种全新的、更为大胆的诗歌形式被赞美诗般地奏响。这是关于将纯粹的物质性转化为一种精神上提升的聚合状态。经验空间被无限拓展，这不是人类意志的专断，而是生命在其纯粹世俗条件下的诉求。“看哪，我活着。靠什么？童年和未来 / 都没有减少。 . . . 过剩的存在 / 在我心中涌现。”（此处的五个点为里尔克所加。）

“大地，这难道不是你所愿：在我们的心底 / 无形地复活？——这难道不是你的梦境， / 有朝一日成为无形？——大地啊！无形！ / 若不是变形，你还有什么急切的使命？ / 亲爱的大地，我愿意。噢相信我，不再需要 / 你的春天来赢得我——，一个， / 哎，仅仅一个对我的血液已然太多。”在这里，N. 创造和重塑世界的理念被极具默契地转化为诗歌文本。“我恳求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大地，不要相信那些对你们谈论超脱尘世之希望的人！他们是投毒者，无论他们自己是否知道”（《查》，前言3，KSA 4，15）。查拉图斯特拉稍显粗鲁的话语由此获得了那种特有的里尔克式的圆融，使其在席勒式优雅的意义上变得悦耳动人；或许除此之外，它们甚至具有一种解释世界的导向，进一步细化了N. 那面向大地的立足点，但无论如何，查拉图斯特拉的话语已被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美学维度。在1925年11月13日致其译者维托尔德·胡莱维奇（Witold Hulewicz）的信中，里尔克多次谈到诗歌文本的“振动频率”（Schwingungszahl），他认为这种振动频率将文本与生命连接起来。诗歌表达的存续取决于“生命强度的振动频率”。里尔克是着眼于《马尔特·劳里兹·布里格手记》与《哀歌》写下这段话的——在我看来，这一诗学概念在抒情诗领域的适用性甚至胜过散文。这封信也恰好探讨了完全属于此世的意识，里尔克坚决反对用基督教的精神来解读《哀歌》：“我正以越来越强烈的激情远离它”——因为那些天使太常引人做此种解读：“在一种纯粹尘世的、深深尘世的、幸福尘世的意识中，我们需要将此处所见与所触的事物引入更广阔、最广阔的范围。不是引入一个用阴影遮蔽大地的彼岸，而是引入一个整体，进入那个整体。”显然，这是他最深沉的愿望。这是一个叛教者的口吻，一个想要摆脱印在自己身上的胎记的人。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形而上学困境：一方面，人们终于想摆脱那个已死的上帝，另一方面，又哀叹他的丧失。无论是哲学还是艺术都无法取代他。最迟自N. 起，文人们不得不面对那个失落的上帝。这正是赞美大地和自然的原因。里尔克近乎用恳求的口吻，试图让他的译者明白这一事业的意义。“是的，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暂时的、脆弱的大地如此深沉地、如此痛苦且热情地铭刻在心，以至于它的本质在我们的内心‘无形地’重新复活 [] 《哀歌》向我们展示了这项工作，这项将所爱之物、可见之物与可触之物不断转化为我们本性中那无形的振动与激动的工作，它将新的振动频率引入宇宙的振动域中。”

《致奥弗斯的十四行诗》延续了《哀歌》的纲领，这里探讨的是对死者的哀悼，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死亡。死亡如同生命一样，属于宇宙的整体——在变形的意义上，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只有那伟大的统一体，”他在致胡莱维奇的信中写道。关键在于哀叹的变形，而不是去克服它。“欢呼知晓，渴望坦白，—— / 唯有哀叹仍在学习，”第八首十四行诗如是吟唱。在古典悲剧的意义上对哀叹的升华，越来越迫切地成为里尔克最核心的目标。第八首十四行诗以这样的起音开篇：“唯有在赞美之境，哀叹 / 才得以前行。”早在《悲剧的诞生》中，N. 就将这样的赞颂与颂扬归于阿波罗，这位艺术与歌唱之神。与阿波罗有着亲缘关系的奥弗斯，这位神圣的歌手，并不遥远。第三首十四行诗拾起这一主题：“神能做到 [] 歌唱即存在。”又如：“正是这赞美！”——第七首十四行诗如此开篇。“唯有那曾在幽灵间 / 也举起过里拉琴的人， / 才配怀着预感 / 奉上无尽的颂赞。”——歌唱的主题在第九首十四行诗中被这样呈现。这组诗歌循环往复、无穷无尽，鉴于篇幅有限，这些简短的暗示只不过是将里尔克的变奏并置于N. 的核心主题——世界的审美辩护——之旁。艺术与音乐，以及创作者和艺术家的问题，里尔克显然将这一核心主题与N. 联系在一起——大地需要诗人，需要歌手，唯有在歌唱中，事物才回归其自身。第一首哀歌浓缩了这一认知：存在即使命。无论从字面上还是涵义上，查拉图斯特拉的智慧似乎都在回归：“好似那箭矢忍受着弓弦，为了在跃出的那一刻聚合 / 成为超越自身的所在”（里尔克）。——查拉图斯特拉射出“渴望通往彼岸的箭矢”。须去创造的、须去实现的，是那种意味着向各自内在可能性不断升华的艺术。

海因里希·曼与托马斯·曼

对N. 思想进行同样广泛而深入的诗学主题化，对其作品进行政治和心理上的探讨，以及在伦理、道德和美学层面的讨论——这一切在德语世界，直到海因里希·曼、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戈特弗里德·贝恩和罗伯特·穆齐尔等作家身上才真正开始；而在国外，必须将詹姆斯·乔伊斯与阿尔贝·加缪也列入其中。


文学与诗歌（外语）

不断扩大的历史距离使得人们能够获得更广泛同时也更精确的认知，以及更深刻的反思。此时，N.（尼采）的影响已成为思想史的一部分，并作为一种体验融入到思考之中。第一代受影响的人距离N.这一现象太近，以至于无法理解其哲学的历史深远意义。人们深受震撼，并试图将这种当下的印象作为主题。这种具有启发性和刺激性的时效性，最初阻碍了长远的、深度的反思。人们将自己与N.相比，崇拜他，抑或鄙视他，人们仍然过于受制于情感的束缚，处于受情绪主导的论战或肯定的强制之下。这种冲动的投入首先体现在那些如今多已被遗忘的次要诗人（poetae minores）身上。正如海因里希·曼在1896年就已经指出的那样（《论对N.的理解》），他们把N.变成了一位时髦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公正的评价是不可能的。“那些假装爱他、拿他炫耀、以他为名的人的喝彩声，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不信任。”托马斯·曼，两兄弟中较年轻的一位，也早早地对这一接受问题表达了批判性的意见。1909年他写道：“我们这些出生于70年代左右的人距离N.太近了，我们过于直接地参与了他的悲剧，他个人的命运——这或许是思想史上最可怕、最令人敬畏的命运”（《关于“精神与艺术”的笔记》）。托马斯·曼在1909年认为，后来出生的人，即现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会轻松一些，他认为他们有机会代表一种经过净化的后续影响。然而，所谓的表现主义的这十年很快就证明了，单靠时间上的距离并不能让人变得更明智。这一时期对N.的狂热认同，完全基于一种被误解的生命概念，未能深入到具体的目标构想。关键在于增强的生命力，在于沉醉中提升的自我体验。《查拉图斯特拉》是表现主义者接受史上的一大事件——就像前二十年的世纪末狂热者一样。人们带着被误解的非理性主义、带着毫无目标的行动主义来援引N.。人们通过盲目的行动冲破了N.曾经以无比的敏锐批判性地界定过的现实。N.在思想和语言上的强度（这种强度将哲学思考传达为精神自我提升的极致可能），被生硬地挪用为一种往往游走在空洞形式边缘的做作激情（参见 Martens 1978）。

海因里希·曼早在1896年就认识到了N.极其重要的文化批判意义，1918年，他的弟弟托马斯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海因里希在N.身上看到了存在于社会完善之中的社会因素；托马斯则认为其主导作用在于文明教化，在于对批判主义和激进主义的鼓励（《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考察》）——两人都强调艺术的教育功能，旨在使德国精神与欧洲水平接轨。正如托马斯所表达的那样，两人都明确地与那种唯美主义保持距离，这种唯美主义是被误解的生命浪漫主义，因而也就是被误解的N.。弟弟想以此来影射哥哥，这是他的误解，作为一种误解，应在其他语境中加以论述。托马斯在《考察》中指出了过去浪漫主义对N.产生误读的原因：人们按字面意思理解N.，并美化了这位非道德主义者，而不是从其道德批判中看到极端严格的伦理要求。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即战争结束时，海因里希在政治上更为明智；而托马斯也并未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将N.的审美要求完全转向实用主义，他在1925年一场N.音乐纪念会上的序言就证明了这一点。托马斯·曼说，N.“是更高阶人类的先知，是指向未来的向导”。海因里希也早就理解了N.的这一面——在他的小说三部曲《女神们》（1903）中，他赞美了艺术所传达的沉醉感，赞美了智慧的感官性所带来的权力感的提升，以及艺术家对厄洛斯（爱欲）的亲和力。总的来说，海因里希与N.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更自发，对审美信息更具包容性；而在托马斯那里，这种理解走的是更形式化的道路，主要通过N.散文文体的光辉来传达，并越来越多地经过反讽的过滤——这种反讽甚至到了嘲弄自己对N.的接受就是将N.资产阶级化的地步——但他表示，宁愿要这种资产阶级化，也不要N.在很多情况下所煽动的那种应受谴责的、英雄主义-唯美主义的狂醉。他说，N.教育他进行保守的思考，使他能够抵抗所有恶劣的浪漫主义诱惑——这是一种分阶段的发展（托马斯·曼，《生活剪影》）。随后，在他哥哥60岁和70岁生日时，他两次向其证实了与N.的深刻亲缘关系：在这两者身上，都活跃着追求形式与清晰的南方意志；他赋予两者一个称号：“好欧洲人”（1931年）。在希特勒时期，他在哥哥身上赞颂了N.的人性基本构成：“自由、真理、正义、人道”。——“亲爱的海因里希，你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早地看到并把握住了精神的这种新处境”（1941年海因里希·曼七十岁生日致辞）。至此，和解达成了，它弥合了与N.这个名字相关联的那个分歧。托马斯·曼与N.的关系经历了起伏与转变——在关于N.的小说《浮士德博士》中，不久之后整个主题被再次探讨。就N.的生平、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撒旦式妖魔化，以及勋伯格的角色和阿多诺的滥用而言，这一切既牵强又令人存疑。总而言之：这部小说是一次失轨。作为一生与N.思想交锋的终曲，紧接着的是散文《根据我们的经验看N.的哲学》（1947）。历史事件如今促使托马斯对N.进行根本性的批判，从而也同时对长期以来从音乐精神中推导出来的德国国民性进行批判。

面对德国历史的骇人听闻，海因里希与N.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N.的要求突然受制于既定事实的强制力。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顾忌地操纵了对这部著作字面意义上的剥削。即便在此时，海因里希也没有怀疑那个将具有精神责任感的人——即创造者、广义上的艺术家——置于其所构想的社会顶端的N.。1939年的那篇关于N.的文章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引人注目的公正。海因里希同样明确地强调，N.的目的无他，正是为了探究一种新的伦理学，这才是他重估价值哲学的核心。即使到现在，他依然看到了隐藏在这一哲学背后的形而上学诉求。他认为N.曾以同昔日正在崛起的上帝和征服者基督一样的热情来从事他的事业。他试图将作为一种充满激情状态的认知，提升为世界的最高衡量标准。在1939年那样的局势下，没有比这更公正的评价了。因此，他在写给将这篇文章收录进流亡杂志《尺度与价值》的托马斯时说：“我很高兴你赞同这篇关于N.的文章。尽管存在各种矛盾，但我从未试图变得不敬，我希望我的理解在其所及的范围内，不仅是宽容的，而且是充满敬意的（1938年11月22日致托马斯的信）。”海因里希是本着那种诚实的精神说话的，在这种语境下，他将这种诚实视为N.的最高美德。但像托马斯一样，他也认为N.应对历史发展中的某些极端行径负责。同时，他也像他弟弟一样为其辩护，反对将他与野蛮当权者的意志等同起来。N.既没有预见到，也不希望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会带着仇恨和厌恶来面对国家社会主义对其学说的篡改。他受到的惩罚之一，将是听到“如今有哪些‘智者’与他的名字被相提并论”。然而，这种批评与那高尚的辩护一样明确：“他的著作是可怕的，它变得具有威胁性，而不再像从前那样让我们着迷。”海因里希回忆起的是1890年以后的那些岁月，回忆起对N.那令人沉醉的艺术理论的热情，这种热情很快便体现在他早期的散文中。回顾将近50年与N.的思想交锋：海因里希说，那时这种哲学不过是年轻心灵的自我辩护，意味着自我意识的提升，是对一种极度膨胀的个人主义的肯定。那时，这种接受还蒙着最初的纯真，还看不到世界大战的影子，一切还只是停留在精神层面，其后果和影响尚无法预见。1945年，在历史灾难的尾声，海因里希随后说道，N.让德国人自由选择，从他的作品中各取所需。“德国人做出了选择。”（《审视一个时代》）。他们选择了这副双面神面孔字面上的那一面，选择了不带反讽的、事实上的兑现。恰恰是他的弟弟托马斯，也曾一次又一次地对这种危险发出警告。谁若按字面意思理解N.，谁就无可救药了——许多N.的崇拜者此时都已经得出了这个认识。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就在世纪之交后不久，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撰写了两篇关于N.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使当时文人所写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如果他当时将其充实并发表，对N.哲学的解读很可能会走向不同的轨道。乍一看就很清楚，在这里工作的是一个拥有卓越视角、在哲学上胜任且把握精准的人。绝不盲目沉醉，而是偏向批判，但始终直击形而上学维度的核心。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德布林一生都没有写过一篇关于N.的散文，为什么甚至没有发表过一次关于N.的演讲？显然，他并不认为在哲学上表现自己、在公开场合进行教导是他的任务。这位后来的神经学家和小说家德布林将他的哲学研究视为私事。对于一个年轻的医学生来说，这些研究本来就极其不同寻常，而且篇幅惊人，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激情，一种存在论上的必需。这并不是说德布林在思想和创作上受到了N.多么显著的影响——但在所有文人中，他是以最精确的方式在哲学上对N.进行剖析的人。毕竟，那些值得认真对待的诗人们，在进行这种思想交锋时，无一例外地都采用的是格言式、随笔式或直觉式的方式。相反，德布林以分析的方式走近N.，他将N.的思想纯粹视作思想，而不是视作激发自己创造力的燃料或素材。德布林既看到了N.思想在哲学史上的位置，也看到了其哲学内部各思维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N.被德布林作为哲学对象来处理，而不是被艺术性地糅合。这也是为什么N.并没有明显地融入德布林的艺术作品中，而这种融入在海因里希和托马斯·曼、穆齐尔以及本恩身上却是症候性的。德布林曾是一位异常具有批判性的N.读者——写于1902年和1903年的两篇遗作证明了这一点：《F.N.那里作为认知的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以及：《论N.的道德学说》。在当时充斥着狂热者和先知的环境中，德布林凭借其渊博的哲学知识和同样扎实的自然科学训练，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稳固地位。因此，他具备了适当的条件，能够对N.的生物学思想路径进行反思。此外，作为后来的神经科医生，德布林还接受过心理学的训练。

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考察是《F.N.那里作为认知的权力意志》一文的核心。德布林丝毫没有像在其他诗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对N.的思想表现出着迷。相反，他批评这位哲学家对一个词、一个意象、一个比喻的艺术化迷恋，总体上批评其夸大和过度概括的嗜好，同时也批评其思想路径缺乏系统性，尽管他很清楚这种非系统性对于无拘无束的思想发展有着怎样的优势。他由此触及了N.思维风格的纯粹特征，比如矛盾的原则，正如德布林所说的那种好斗的、对悖论的狂热。或者说：N.的“那种倾向，即用一句妙语的闪光来照亮，而在他爆发性的思维习惯下，下一秒又将其抛弃”——这恰恰不利于清晰地理解哲学上的内在联系。对于世纪之交那个时代而言，这证明了他清晰的视野；未被那些眼界狭隘的崇拜者的热情浪潮所蒙蔽，德布林反倒保持了一种观察的距离。他简直是在解剖这种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将维持和提升的条件作为决定生命的价值，并且他从将其追溯至生物学基本原则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检验。“这种统一性是N.的心理学基本见解，它辐射到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中。”德布林看到了N.这种以活的有机体为基础的统一性理想存在的问题。毕竟，道德、美学、逻辑、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等极其多样化的领域都被归入了这种生命本体论之中。德布林从生物学的立场检验了这一路径，例如，将逻辑视为人类通过重新认知和分类来适应环境的最重要的经验条件，将美学视为以直观形式呈现的维持条件的总和，将形而上学视为决定生命的权力意志，即“对积累的本质性追求”。

N.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所处世纪的自然科学传统，这是德布林首次以无比清晰的方式指出的。不过，德布林也认为，必须同时看到N.试图从形而上学层面拔高纯粹生物学领域的努力。“然而，N.终究试图超越基于经验发现的生物学基本原则本身 [] 进入一种形而上学之中。”德布林顺理成章地转向对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通过逻辑演绎的方式剖析N.的公理，即我们的形而上学世界观之所以是错误的，恰恰因为它不符合有机的维持和生长条件。他指出了N.的逻辑-形而上学思维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此外，德布林还致力于寻找这种所谓谬误的源头。“自然科学在N.身上，是从自然中建构精神的。”因此他认为N.陷入了自然科学哲学的片面性：“是的，这个时代对经验主义的愚蠢执着毁了哲学，这位原本的王后，如今被降格为了女仆。”

在《论N.的道德学说》这篇论文中，德布林首先阐明，N.的思想并非如同传统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思考，而更像是一种存在论上的基本需求。“人们很难充分想象N.的形而上学需求有多么强烈：它最终使他所有其他的需求都臣服于它……是的，如果说他想让形而上学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的干预和统治，这就触及了他内心深处的意图。”恰恰是这一点在当时被忽视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布林批评了对这位哲学家进行艺术化吞并的做法，同时也为如何阅读N.设定了明确的标准。“我们在这里尽量抛开关于我们这位哲学家的抒情式幻想，因为我们希望伴随着对其学说的理解而成长，我们要钻进他哲学的灵魂深处，绝不放手，除非它向我们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哲学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伟大事业，而那些在哲学之上做梦的人，是对哲学犯下了罪过，相反，他们本应带着激情和最大的敏锐，带着狂热的冷静，从哲学那里夺回它所掩盖的东西。”他指出，词语的洪流席卷了N.，他的哲学抒情被大肆渲染，而不是去反思他的著作——“好让它不至于徒劳无功，好让我们知道自身的处境”。与这种责任并存的，是深刻的认知，即N.的思想路径是“建立在生物学感觉论基础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使得德布林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维度上，对重估价值的思想、超人的概念以及培育的思想进行批判性反思。这种批判性反思不仅诊断出了N.思想中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矛盾性，而且找出了这种矛盾的根源：生命提升的公设。通过对这一思想路径的区分，该概念走出了作为动物式活力论的生物主义单向度地带，并获得了其特有的品质。即使是超人——对德布林来说是一个怪物般的概念——也遭到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批判性分析的解剖。超人学说不过是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一种妥协。笼罩在N.身上的那抹晦明交错的光影，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这个奇特的概念中显得更加迷人。德布林用了许多页的篇幅，通过细致入微的思考，对N.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拆解。例如永恒轮回，在能量守恒的物理学定律中得到解释，罗伯特·迈尔和赫尔曼·亥姆霍兹的这个基本定律针对的是宇宙的总能量。“N.关于能量定量确定性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同类事物永恒回归的定律，正是直接建立在这一物理学定律之上的。”尽管德布林充满批判，但在他的字里行间，始终流露出对N.乌托邦式思想路径的认可。德布林没有将N.情感化地拉入他自己的世界解释中，而是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将对N.的体验与批判性的加工区分开来，这证明了他的智识力量和正直。德布林1949年的自传性回顾（《命运之旅。报告与自白》）证实了N.在他青年时期对他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影响，以及这种体验是如何在他内心深处保持鲜活的：“然后是《道德的谱系》，——雷鸣，一场彻底的风暴，一道接一道的闪电 [] 我当初为什么要开始学医呢？因为我想要真理，但不是那种穿过概念的漏斗、在此过程中被稀释和碎裂的真理。我不仅不想要单纯的哲学，更不想要艺术那可爱的表面现象 [] 艺术家的做派，至少我所看到的那种，让我感到反胃 [] 于是N.出现了，他没有学过医，对自然科学也知之甚少，但他懂得如何运用他所知道和拥有的一切。他是诚实的，要求真理，且只要真理 [] 我屏息凝神地追寻他的足迹，倾听他的言论。我既没有接受他的思想，也没有拒绝它们。它们对我意味着一种照亮和震撼。”


罗伯特·穆齐尔

罗伯特·穆齐尔在18岁时——那是1898年——就已经读过N.了，从那时起，他的日记中便不断出现关于N.的言论。因此，早在N.成为他那部伟大小说的精神背景人物之前，穆齐尔就已表明他深受思想自由的吸引，这主要意味着摆脱体系的自由。吸引他的是那种充满矛盾的思想风格，那种充满游戏色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及扣人心弦的语言力量，而不是悲怆感，也不是在文学上通常备受推崇的抒情性——正是在这一点上，穆齐尔早早地保持了距离。他欣赏N.身上智者的随性，以及其思想中格言式的、非体系化的特质——这与他无法欣赏的康德等人截然相反。“我没有读完康德，但我依然安心地生活着，并且不害怕会因为另一个人已经完全把握了世界而羞愧至死。存在诸多真理，但不存在唯一的真理[……]。人们不能将各种灵感相互权衡——每一个灵感都是一种独立的生命。看看N.吧。一旦人们想在他身上寻找一种体系（除了智者精神上的随性之外），将会面临怎样的惨败。”（《日记》，1902年2月20日）。因此，正是N.的↗视角主义令穆齐尔着迷，并在后来激发了他在史诗层面上的创作，将那部巨著建立在这种既具视角性又具多元性的世界观之上。穆齐尔很早就将阅读N.视为一种沉思与自我审视，但在大约20年后，他在旁注中写道，曾经的这种接受是多么草率。尽管如此，在这些早年间，N.对他而言最核心的思想已经结晶。后来，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他将这些思想概括为人所共知的“可能感”公式，将其作为对经验受限的现实统觉的乌托邦式克服。乌尔里希这一形象的一个主要本质特征由此已然确立。《关于N.的一些事》，这是他最早的日记中一则笔记的标题。“他的作品读起来就像是才华横溢的游戏之作。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开拓了一百种新可能性却一种也没有付诸实践的人”（1898年）。1905年，N.与歌德被联系在一起提及，对后者而言，生活艺术就意味着提升；穆齐尔认为，最高任务在于精神有意识地获得一种提升。这种作为自我完善的提升早就在莱布尼茨那里出现过，歌德称之为自我修养，施莱尔马赫称之为自我展现，N.称之为超人——所有这些不过是对于伦理-审美自我的不同说法而已（1905年7月6日）。由此，穆齐尔非常早地触及了N.思想的重心，即那种才足以充分定义人类生命的形而上学力量。此外，穆齐尔对N.作品中的形而上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永恒轮回”这一核心思想甚至一次都未被提及，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心理学层面，尤其是道德学说，即伦理学及其相关的价值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穆齐尔回避了宗教哲学的主题，这可以从个人与历史的差异中得到解释。

穆齐尔从一开始就是N.的一位非常具有批判性的读者。他完全看到了精神的要求与社会主义现象之间充满问题的对抗；他在1920年左右写道，“将N.和社会主义赐予同一个时代”，是“命运的恶意”。日记中的笔记不断地围绕着文化与政治的这种分裂，以及政治对个人精神的剥夺。穆齐尔感兴趣的是精神个人成就中的现象级特质。他并不太将N.、马克思或基督视为历史事实，而是更多地将他们视为“人”之可能性的个体表现。穆齐尔感兴趣的是伦理设定的可能性——在这种语境下，他还提到了孔子、老子以及西方的神秘主义者。1938/39年，他在“道德天才”这一词条下写道，德国人孕育了刚刚过去的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道德家，而在这个时期，他们又通过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引发了道德的最大畸变。穆齐尔并没有在N.与1933年之后的事件之间建立一种有罪的联系。他对N.的态度是不带感情的、冷静的、强调距离感的，既没有过度的狂热，也没有在主题上过度扩展，尽管对N.的关注（从大量提及中可以看出）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加。总的来说，这种关系的特点是理性的强度和客观的批评。

穆齐尔自己在回顾时谈到，他在早年曾受到过（N.的）决定性影响。随后，对N.日益增加的关注体现在了这部小说漫长的创作过程中。在此期间，穆齐尔不仅阅读了N.的主要著作，而且很可能对其各个细节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关于这一点的确切记录已无从考证。但是，对作为道德家和伦理学家的N.的不断提及，让人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一点上，N.被赋予了非凡的权威性和时代代表性。正是基于这种功能，他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成为了精神上的指路明灯。相比于引人注目的众多引用和指名道姓的提及——在这部充满引语的猛犸巨著中，没有哪位作家被提及得更频繁——N.更多的是通过该书的精神结构成为其秘密的导师。他被明确强调为乌尔里希的老师（《没有个性的人》，1344）。乌尔里希以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践行着他大师的哲学，试图不露声色地将其付诸实践。并带着适当的理解：“权力意志！但他已经将其升华为精神层面的东西。”乌尔里希仿佛将其作为主业一般来探讨道德问题，正如他有一次对妹妹阿加特所说：“有一类问题，范围很广，却没有中心：这些问题都被称为‘我该如何生活？’”（同上，895）与N.不同，乌尔里希探讨这个基本问题时，更多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权力意志”或“永恒轮回”。不过，在这里也应该探究那些一致的基本结构，例如穆齐尔关于“另一种生活”或“另一种状态”的核心概念。像N.一样，乌尔里希也游走在精神体验提升能力的内在循环中。乌尔里希说，某事物是好是坏，取决于感觉：“它的靠近是让我上升还是下降。我是否因此被唤醒而生活。”（同上，770）乌尔里希与阿加特合作的意图是探究这种被提升之物的本质，触及白昼般的神秘主义的秘密（同上，1084起）。他赋予自己去思考一切可能之物的自由。借此，他敏锐了对可能现实的感觉，尝试创造新的现实。穆齐尔将这一总主题的紧凑解释置于小说之前：如果存在现实感，也就必然存在可能感。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畏惧现实、而是将现实视为任务和发明的构建意志和有意识的乌托邦主义”（同上，16）。这就是乌尔里希的生活理念，同时也是这部小说的结构理念。乌尔里希，这个没有个性的人，是对一种人类建构的草图设计，其最核心的特征正是穆齐尔从N.那里继承而来的。

可能感等同于创造性的禀赋；等同于首先以一种具有秩序感的方式塑造现实的视角能力。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这部小说，那么完全有理由称其为一部成功的N.式小说，尤其因为N.并没有作为一个形象出现，既没有像后来的《浮士德博士》中那样被妖魔化，也没有像以往的描绘中那样被戏剧化。乌尔里希没有被设计成一切价值的重估者，他不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继承者，严格按照N.的意义来说，他既不是道德家也不是非道德主义者，制定新的美德目录并不是他努力的产物。乌尔里希做不到、也不想做这一切。他的美德体现为计算与反思的冒险。由此，他反抗生活中那些制度化的僵化形式。N.的视角主义，即对表面的倾向（同上，1089），正是这种行为背后的支撑，但并非对已被抽空的价值视野进行重新填补的假设。在乌尔里希那里，所有的规划和行动都与个人体验紧密相连；缺乏普遍约束力的要求。乌尔里希关心的不是预言，而是随笔主义（Essayismus），他想要假定性地生活（同上，249）。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为这种生活方式提供了指示牌，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信号。乌尔里希试图控制并精确化这种个人的生活标准。这就是他科学层面上的投入，即试图引导数学与神秘主义走向不断的趋同。这就是精确生活的乌托邦。对于乌尔里希来说，它总是带有某种游戏的意味。与N.思想的区别显而易见，那是对N.所要求的认识的激情的祛魅。这并不是说乌尔里希缺乏这种激情，而是这种激情失去了绝对要求的形而上学外衣，变得私有化，从而受到了决定性的相对化。这也是为什么当字面上涉及N.时，小说会带有一种戏仿的底色。明智的是，作者让他的主人公远离了引经据典的致命循环。乌尔里希以一种有机的方式同化了N.，这种方式会破坏任何字面上的照搬。正如小说开头所说，面对固定的要求，乌尔里希只能这样回应：“嗯，情况可能也有所不同。”正是这种态度造就了成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这个书名。在当时，这已经是对原则性事物的告别。

相比乌尔里希，在对待N.的态度上，克拉丽瑟——完全按照作者的意愿——是一个漫画式的讽刺角色。“作为一个滑稽角色，她字面意义上地按照N.个人的认识和处方生活”（《日记》，145）。克拉丽瑟以喜剧的形式扮演了一个热衷于引用的怪物角色。当乌尔里希将这位哲学家的著作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克拉丽瑟时，似乎乌尔里希摆脱了应对N.的某种特定方式。穆齐尔几十年来在文学界的N.图景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大声的告白与狂热，那种认同的痴迷、狂热，简而言之，对N.思想的扭曲，他能够通过将这种喧嚣转移到一个歇斯底里的女性角色身上，从而使他的主人公远离这些。这种表述证明了叙事中极高的反讽：“乌尔里希，他之所以与N.有关联，是因为他把N.的著作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她”（《没有个性的人》，609）。恰恰因为克拉丽瑟对N.的痴迷没有被反讽，这种反讽反而得到了证实。她非常连贯地狂热走向自己的疯狂。就像她之前的许多N.狂热者一样，她的知识来源于《悲剧的诞生》和《查拉图斯特拉》。查拉图斯特拉的言辞和歌曲以一种近乎滑稽戏的方式变成了戏仿，乌托邦的成分在歇斯底里的有趣发作中烟消云散。“克拉丽瑟，穿着遮住脚背的长睡衣，看起来像个小天使，她从床上跳起来，露出闪亮的牙齿，自由地朗诵着N.的语句”（同上，368）。

毫无疑问，《没有个性的人》是将N.的思想宇宙引入史诗的最重要尝试。穆齐尔于1942年去世，这部小说仍未完成。五年后，托马斯·曼在苏黎世发表了他关于N.的批判性演讲。在此期间，本恩已经完成了他晚期的散文——如果没有N.，这些散文是不可想象的。1950年，作为同侪之首，他发表了诗意的告别演讲，这是N.曾获得的最高致敬（《N.——五十年后》）。这两篇演讲都是一生中与这位人物、艺术家和哲学家进行思想交锋的总结性文献。可以说，这是最后十年对N.进行深入诗意探讨的时期，而且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将他如此富有成果、如此深刻地融入到自己作品中的作家，都是在N.所在的那个世纪里看到世界和文化的光芒的。在此之后出现的文学表达，比方说从1955年起，都只是边缘记录、引用和旁注——几乎不值一提。

戈特弗里德·本恩

在所有尊崇N.、将N.视为审美、形而上学或道德批判问题榜样的诗人中，戈特弗里德·本恩在美学和形而上学诉求方面，特别是在涉及语言形式的艺术技巧（Artistik）方面，是最受震撼的辩护者。他的许多散文都以N.的美学理论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榜样，本恩的精神发展是很难想象的，他提到过N.的名字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即使没有直接点名，那些不断出现的暗示和引用也揭示了他艺术学说的榜样。对N.作为德国思想史上无法超越的唯美主义者的崇敬，显然处于本恩诗歌理论的最前沿，引人注目的是，N.的影响最强烈地表现为经常挑衅性地、战斗性地强调艺术的形式属性。乍一看就很明显，本恩对N.的哲学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N.核心的学说“一切价值的重估”，本恩几乎没有理会，他几乎完全将N.视为一种新艺术学说的宣扬者，一种在德国属于全新的唯美艺术风格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在本恩看来，德国文学的一种全新文风随着N.的出现而开始。例如，本恩在论述曼氏兄弟的艺术时写道：“在这个国家里，他们只有一个祖先，但他曾遭遇精神上的打击，且被认为毫无价值：那就是N.。”对本恩来说，N.不仅是这种新艺术风格的创始人和启发者，而且始终是其无法超越的大师。例如，看看关于海因里希·曼的散文或在他六十岁生日上的演讲，就会发现N.的身影是如何始终与这位备受赞誉的诗人一起显现的。海因里希·曼在这里完全被置于一种福楼拜-N.式的光环之下：“表现的狂热，伟大风格的精湛技艺”——这些取自N.晚期著作（《尼采反驳瓦格纳》）的特质——被强调为海因里希·曼的属性。在生日演讲中，N.、作为唯美技巧的艺术以及被致辞的诗人共同受到了赞颂。

伴随着表现主义的激情，艺术的新王国被宣告。本恩如何不断地将他唯美形式的要求建立在N.的基础上，他在这一点上如何几乎无条件地信奉N.，如何从N.的艺术家福音（↗艺术家形而上学）中推导出他的唯美理念，这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几乎无以复加：“通过西尔斯-玛利亚从西方传来了对拉丁气质、空间感、比例、表现狂热、艺术家福音的预感[……]‘艺术作为生命的真正使命，艺术作为其形而上学的活动’[……]从西方传来纯粹通过形式赋予所有内容以意义，只关注形式，源头是福楼拜[……]对内容的排斥，将每一种仍有效验的体验向形式维度的极度夸张，这后来成为了整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其启示录般和走向毁灭的特征：完全放弃现实，将所有实体转移到形式中，转移到公式中”（《培育 I》）。本恩认为，对于这种在19世纪日益明显的向形式转变的不妥协趋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化学及其概念词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艺术在形而上学层面的升值。受N.的启发，本恩不仅谈到了形式的形而上学，还谈到了形式的道德。只有一种艺术伦理，本恩同样把它排他性地归功于N.，本恩说，这种伦理“首次表现在对清晰度、唯美精致、明亮、气势与光辉——‘外观的奥林匹斯’——的强调中”。N.在1886年的总结中回顾性地评价《悲剧的诞生》“写得很糟”，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她本该歌唱，这‘新灵魂’——而不是说话！”——本恩按照他一贯看待N.的特定方向来解释这一总结：“歌唱——这意味着造句、寻找表达、成为艺术家[……]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终局[……]在这里，尝试在唯美的艺术技巧中将事物转化为一种新的现实[……]通过比例的规律得到证实，并作为开始从精神上掌控存在的表达而被体验”（《艺术与第三帝国》）。对N.思想中美学层面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评价，在颂扬艺术与形式的散文《多利亚世界》的这句话中达到了顶峰：“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作为整体的N.，那只能是他最深刻也最面向未来的那句话：‘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存在和世界才永远有其正当性’”。N.自己也对这句话给予了高度重视。在1886年的序言中，他在回顾《悲剧的诞生》时写道：“[在]书中，这句引人注目的名言反复出现：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世界的存在才有其正当性”（《悲剧的诞生》，自我批判的尝试 5，KSA 1, 17）。本恩认为，去审美地体验世界，意味着恢复自我与现实之间已经丧失的统一。神话和宗教时代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的（即整体性体验），现在由艺术作为形而上学的活动来完成。而在N.的意义上，艺术不仅意味着艺术作品的艺术。艺术总是先于任何固定化，它不断提供新的星座图景，开启自我与世界各自的可能性，以视角的转换开启新的视野。本恩说，在近代，各门艺术已经取代了宗教，唯美技巧的现象在形而上学层面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对超越的狂热》）。最高价值，本恩诉诸N.，就是艺术。它是唯一的，或者正如本恩在不同场合所变换的说法，是西方价值崩溃过程中的最后一种形而上学活动。新艺术美学的重心落在“活动”这个词上。只有艺术家的行动、不可避免的创作过程、命运般强加的生产强迫，才能传达提升至完美境界的形而上学体验。本恩像N.一样，带着同样的排他性代表着最高级别的生产美学。因此，他对形而上学的要求不断重现。艺术家用他的行动打破了内在经验的界限，其动力的特征是推力，本恩将其尊称为先验的。他一再谈到“创造欲望的超越”。由于N.的影响，这种观念进入了意识之中：“艺术作为生命的真正使命，艺术作为其形而上学的活动。他把这一切称为唯美技巧（Artistik）”（《抒情诗的问题》）。本恩认为，“Artistik”这个词在德国是直到N.才充满张力的，N.是德语国家最伟大的唯美艺术家，是自路德以来最伟大的德语语言天才。唯美技巧是绝对之物的语言艺术，是传递形而上学实体的最后途径（《法国人》）。本恩正是在这一点上能够求助于N.；后者在《悲剧的诞生》中就已经创造了“艺术家形而上学”（Artistenmetaphysik）这个响亮的词汇。后来在《善恶的彼岸》和《瞧！这个人》中，N.谈到了艺术家的激情，并赞美艺术语言创作中的艺术家狂喜。本恩在他的演讲《抒情诗的问题》中抱怨说，在德国，“Artistik”这个概念被认为意味着肤浅、缺乏约束力、玩物丧志以及缺乏任何超越性。他以此批评德国人在面对形式价值时的傲慢，批评德国人对模糊轮廓的偏好，以及民族特有的对深度的渴望。在这一点上他也能引用N.，后者曾用拉丁-罗曼文化的清晰度来对抗德国人对感觉、对漫游和预感的偏爱，N.曾一再公开反对德国的深度，反对著名的德国性情。N.把人类的基本经验领域从仅仅是感受到的、沉闷的、无定形的区域中提升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帮助唯美技巧战胜了内在生活和善良意志。本恩在他的抒情诗学中说，在这个文化内涵缺失和价值相对化的时代，唯美艺术技巧的现象具有核心意义，这是一种尝试，即将自身体验为内容，抓住感受世界的独特可能性，并为这种经验赋予充分的表达。只有在审美-形而上学世界体验的前提下，表达与形式的唯美事实才进入其应有的维度。归根结底，本恩和N.一样，关心的是创造新的视角可能性的过程。两者都谈到了表达的狂热，艺术是内在经验的表达，这属于他们美学的基本法则：“人是对表达的呐喊”，正如本恩在关于斯蒂芬·乔治的演讲中所说。内在的体验潜力从属于形式的无情，从属于精神的秩序原则：“它的法则叫做表达、铸造、风格”（《抒情诗的问题》）。在N.那里可以读到：“每一种能真正传达内心状态的风格都是好风格”（《瞧！这个人》）。在本恩那里则是：“意识长成了文字。”N.在不同场合强调，只有当“艺术家在本质中拥有伟大的形式”，并且只有当人把形式和内容当作不可分割的整体来体验时，艺术作品的成功形式才能显现出来，人才能成为艺术家。本恩甚至走得更远，他在一种宗教的意义上谈到了“形式中的人类学救赎”。这种救赎是在神话-仪式仪轨的扩展框架内构想的，在这种框架中，事物的本质被释放到各自的特定可能性中。在这里，形式的人类学原则表现为一种原始状态，然后它在精神史中作为创造性原则上升，正是作为艺术家的形而上学活动。“这是一种近乎宗教色彩的尝试，旨在将艺术从美学领域转移到人类学领域，宣告其为人类学原则”（《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

“然而，本质，即真正的存在，对象的实体，就是它的形式。”（《参照系》）N.的影响就结晶在这个形式概念中，有时带有N.本人未曾设想的向静态的倾斜。对N.来说，形式始终是把握世界的视角可见化的方式。形式是审视世界之新可能性的显现方式。N.关于↗视角主义的学说在哲学上构思而成，在最广泛的框架内开辟了诠释的视界。而本恩在进行理论构建时走的是诗学路线，他从自身的创作体验出发，这种体验必然在已完成的艺术作品中达到顶峰：“对形式的痴迷，内心的躁动，直到形态被彻底打磨成它应有的比例”（《艺术与第三帝国》）。正如本恩所称的审美过程，这种将实体转移到形式中的做法，被毫无保留地置于艺术家福音的背景下，与N.关于审美-形而上学活动的观念紧密平行。像N.一样，本恩也从艺术创作的过程特征出发，但却过分强调了那已完成的、正如他所说的静态的艺术作品的重要性。因此，N.的基本思想被脱离了哲学意义的普遍视界，而被置入了一种诗学的框架内。

战后，对于年轻一代的文人来说，N.其实不再是一个主题。正如前面所说，人们能拿得出手的只有一些知识碎片的炫耀或者小肚鸡肠的清算。所有这些都处于边缘。N.和其他东西一样，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阿尔弗雷德·安德施那里，对其态度还算相对投入；在托马斯·伯恩哈德那里，N.只是偶尔出现在文本中，就像他笔下的一切都是顺带一提那样，却又以一种天才的形式呈现。在阿诺·施密特那里，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都显得古怪，充满了抱怨与哀叹，总体上是对这个权力崇拜者、油嘴滑舌的恶棍、言辞锋利的词语铸造者N.的清算。保罗·策兰则以优雅的暗示进行创作。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在逃学期间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读N.。马克斯·弗里施在他的日记和《蒙托克》中非常简短且充满敬意地提到了他阅读N.的经历。海纳·米勒在接受N.时表现得同样简洁和理所当然。但是，如前所述，只有少数地方能够触及这个主题。在严谨的抒情诗人恩斯特·迈斯特那里，以及在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英格博格·巴赫曼的小说《马利纳》中也是如此，只有零星的片段，换言之，都保持着极大的距离。相比之下，彼得·汉德克却忍不住，他必须发表见解，他辱骂N.是最大的稚气鬼之一，不过补充说，N.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之一，实际上N.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对艺术发表了美妙言论的作家。汉德克原话：“还有那些孩童般的天真，以及快乐的说谎，这本来就属于艺术作品的一部分。”

文献：↗外语文学相关文章的结尾

布鲁诺·希尔布兰德

文学与诗歌（外语）

安德烈·纪德 – 安德烈·马尔罗 – 阿尔贝·加缪 –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 – 乔治·萧伯纳 – 詹姆斯·乔伊斯 – 杰克·伦敦 – 西奥多·德莱塞 – 尤金·奥尼尔 – 威廉·加迪斯 – 米兰·昆德拉 – 哈里·穆里施

法国


安德烈·纪德

法国是接纳、翻译并崇敬N.的国家，仿佛这位思想家是他们自己人一样——也许他确实也是。每当N.在欧洲文化中给予某者优先地位时，那总是法国的拉丁传统。可以确定的是，在世纪末，法国受到一种知识分子反墨守成规精神的深刻影响，这种精神恰恰主导了文学界，这首先包括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的背离，以及对N.肯定生命的哲学的转向。甚至在他的著作被翻译出来之前，N.的核心思想就已经在法国引发了讨论。安德烈·纪德也曾在其中发表文章的那些前卫杂志，在N.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让他声名鹊起。诸如《隐士》（Ermitage）、《评论》（Revue）、《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或《宴会》（Banquet）等期刊发表了他著作中的格言，以及介绍其作品的知识性文章。这一切都不可能逃过像纪德这样博览群书的文人（Homme de lettres）的眼睛。早在1900年，爱德华·舒雷（Edmond Schuré）就在《蓝色评论》（Revue Bleue，第十四期）上发表了第一篇概述文章：《N.在法国》（N. en France）。

1891年，纪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深受N.的影响，由此为他的文学创作指明了道路。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N.对他而言是卓越的引路人，他简直是在模仿他。而耐人寻味之处在于，纪德坚持否认在撰写自己最初几部书时读过N.的任何作品。直到1899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N.的散文（《致安吉儿的信》），这仿佛是一种辩护——看哪，我刚刚发现了伟大的N.。安德烈·纪德是一个走钢丝般的N.崇拜者，他利用他——可以说将其作为自己艺术构想的供应商——同时又否认他。不仅是在其文学职业生涯的初期，他的一生都在作为作者与这个令人窒息的榜样保持距离。肯定在很早的时候，就在N.精神失常后不久，他就读过他的书——显然带着极大的热情，正如90年代初期的早期文学作品所展现的那样。他后来写道，尼采式的思想当时已弥漫在空气中，甚至在N.之前就已经存在，后者只不过是让潜藏的张力和引火物爆发出来罢了——纪德认为，因此，这一时代精神在他自己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显露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纪德带着可以理解的自豪感强调，他书中的主题完全是他自己最纯粹的创造与经验，毕竟在1891年他第一部大型散文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笔记》（Les Cahiers dAndré Walter）匿名出版时，他才刚满22岁。青年安德烈·瓦尔特的处境首先让人联想到N.的传记，他受到两位女性的影响——笼罩其上的是一种强烈的家庭新教虔诚，伴随着特定时代的世纪末狭隘与拘谨，构成了令人窒息的氛围压力。有趣的是两人青年时代传记上的相似之处，纪德同样是在女性的包围中长大的。在父亲去世后（当时纪德十一岁），他在母亲、一位姨妈和一位家庭女教师的严格加尔文教派式教育下长大。这部作品背后究竟潜藏了多少N.的影响，很难说清，尤其是因为纪德后来与他的这部文学处女作保持了距离，这就更难判断了。N.的影响在抒情散文作品《地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该书出版于1897年，受到歌德、惠特曼、王尔德，尤其是N.的可证实的显著影响。恰恰是最后一点，在1927年版的序言中被纪德明确否认，他声称在写作时甚至连这位哲学家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关于那种查拉图斯特拉的趣味——对世俗尘世的绝对肯定：“兄弟们，对大地保持忠诚”——作者极其简单地解释道：“任何完全且彻底肯定生命的人，必然是一个尼采主义者。”专家们早就达成共识，认为《地粮》是一部彻头彻尾充满N.色彩的书。此外，纪德竟然连这位当时已颇受欢迎的德国哲学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有证据表明，在这些早期著作出版的时期，正是那些将N.醒目地引介给法国公众的期刊发行的时期——而纪德恰是许多这类杂志的积极撰稿人。1899年，他的《致安吉儿的信》也发表在《隐士》杂志上，一年前，纪德写下了这部具有双面神特征的、向N.致敬的作品。纪德在开头提到并赞扬了亨利·阿尔贝（Henri Albert）对N.著作的翻译，这些译作从1898年起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纪德也是《白色评论》（Revue Blanche）的撰稿人，并拥有从1891年起连续13个完整年份的期刊——这是一个涵盖N.主题的黄金国，贯穿整个十年的不仅有原文译作，还有各类评论。

“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纪德一生都感到被N.所纠缠。在《地粮》德文版（1930年）的序言中，有几句话证实了这一推测。该书于1897年出版——“在那个时候，我连N.的名字都不知道”——直到后来，亨利·阿尔贝的N.译作才问世。他的辩护如下：“这里存在的是一种某种程度的精神亲缘关系，而不是影响。如果我不是已经踏上了这条自以为独自前行的道路，直到一个巨大的阴影突然在我面前升起，后来阅读N.著作时给我带来的震撼也就不会如此强烈了。”那么，把N.视为巨大的阴影，这比他不断声称的精神同伴关系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但这里同样也布满了矛盾的荆棘。《致安吉儿的信》作为一种自白——顺便提一下，其中体现了对N.的良好了解——并未展示出任何具有威胁性的恶魔形象。开篇即说道，人们必须爱上他：“N.首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与N.的斗争以及对N.的否认，塑造了安德烈·纪德的精神生活。1922年8月，纪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N.对我的影响？[]当我发现他时，我正在写《背德者》（Immoraliste）。有谁会相信他曾经多么地干扰了我[]我的书因为那些我不愿再重复讲述的东西而变得多么苍白贫乏？”《背德者》（L’immoraliste）出版于1902年，这部小说光是从书名上看就与N.紧密相连，并且其整体主题都指向N.——为什么纪德不能且不愿承认他那伟大的榜样呢？而且，为什么他还要在这么晚的时候为自己辩解，比如1927年11月4日的日记——即使那是一封给一位想写关于N.对纪德影响的博士论文的博士生的回信？“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结论？比如在我的《背德者》中，寻找所有可能让人联想到查拉图斯特拉的东西，而不再去关注生活本身教给我的东西？当这部书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完全构思完毕，并且我已经开始动笔写的时候，我认识了N.，起初他极大地干扰了我。我在他那里找到的并不是灵感，相反，是阻碍。”

对纪德而言，N.首先是基督教道德的摧毁者，而事实上他也确实如此，只是纪德不愿接受这一点，尽管对N.无比崇敬，他却无法从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中挣脱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N.之间的分歧在他面前日益显现——极端地说，就是基督与魔鬼之间的分歧。对于反基督者N.而言，基督是绝对的竞争对手。正因如此，他才以福音书的风格写出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必须承认，N.直接而深刻的反应是嫉妒。在我看来，如果忽视了这种情感，就无法正确理解N.的作品。N.嫉妒基督，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当他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想要对福音书进行反击作弄的愿望折磨着他。”1930年6月，纪德在日记中写道，他再也不可能去重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了，作者那种“要向世界献上一本可以像读福音书那样去读的书”的妄求令人难以忍受。基督教的论点在纪德身上愈发占据主导地位，阻碍了任何哲学意义上的客观视角的形成。毫无疑问，纪德一直在与他内心对抗性的恶魔作斗争。一方面：“我不能用N.那种傲慢且充满嫉妒的抵抗来反对基督。”另一方面：“我在基督的教诲中感受到了与N.教诲同等强大的解放力量[] 只需通过N.的努力，便能在那如坟墓般死寂的经卷中重新发现一个真实的基督并使其重获新生。”

安德烈·马尔罗

N.对安德烈·马尔罗的影响非同凡响，它从一开始就在风格和内容上决定了他的作品，有些传记作家甚至断言，马尔罗把N.的思想作为了自己人生观的准绳。于是，种种神话应运而生，这些神话既承载着男子气概与战斗的悲情，也源于对普遍艺术，特别是对音乐的极高推崇——同时伴随着对科学的排斥。N.作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榜样，“超人”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理念，而是作为个人生活的直接准则，所有这一切在几十年前，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的N.狂热者的著作中就已然萦绕。马尔罗出生于1901年，属于第二代N.的追随者，他与N.思想的对话始于二十年代，具有政治与形而上学的双重特征。除了N.之外，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年轻马尔罗的心理、存在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视野。他们个人的命运、生活的悲剧性以及人生道路的坚定不移，都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无论如何，天才与疯狂在当时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重大的主题。安德烈·纪德在其《致安吉儿的信》（马尔罗称之为《关于N.的信》）中，很早就将疯狂置于人格分析的中心：如果疯狂不是仿佛预先注定好的，N.也就不会是那位英雄般的思想家了。紧随纪德的观点，马尔罗认为，精神力量的崩溃绝非生理上的偶然，思想的形而上学必然性、存在的冒险以及虚无主义的游戏，如果没有走向这最终的结局，是不可想象的。这位将自己视为实验对象并以此将其生命作为赌注的哲学家，最终成为了其宇宙性实验的牺牲品。马尔罗在小说《与天使的搏斗》（La Lutte avec lAnge）中描写了传记中疯狂发作的时刻——这一描写借鉴了奥弗贝克的记述、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描绘以及纪德的解读。

马尔罗常年旅行，在欧洲，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让他深感着迷；在柏林，他了解了德国表现主义；在亚洲，他实现了对大冒险的梦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之后，个人的政治介入都让马尔罗体验到如痴如醉的狂热。1923年，他作为考古学家前往印度支那，随后前往中国；1925年，他与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参加了广州起义，并在1927年之前担任南方革命政府的共产主义宣传委员。在其小说《人的境况》（La condition humaine，1933年）中，马尔罗描绘了1927年春天由蒋介石将军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攻克上海的情景。这部小说奠定了他文学上的声誉，尤其是因为该书荣获了龚古尔文学奖。1930年，小说《王道》（La voie royale）出版，描写了在印度支那的冒险经历。两年之前，马尔罗以首部描绘中国经历的作品《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初登文坛，这是一部小说化纪实报道。这一人生轨迹的许多方面都让人想起海明威，尤其是在所有全球冒险背后闪耀的英雄姿态：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战胜！对马尔罗而言，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对抗虚无主义的存在主义斗争，是对存在之无意义的抵抗，这后来被加缪归结为一个公式：反抗的人。“我反抗，故我在。”核心的共识在于虚无主义综合征，即那被清空了的形而上学视野。加缪就像之前的马尔罗一样，兼受N.与马克思的影响投入战斗——1934年至1935年间加缪曾是共产党员——这正是法国这一时期精神状况的典型症候。

马尔罗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地将查拉图斯特拉的主张转化为了生活实践。他将人分为“简单头脑”（esprits simples）和“高级头脑”（esprits supérieurs），类似于低等人和高等人，直至超人，马尔罗便将自己置于这一谱系之中。然而，他对N.的概念术语评价相对较低，超人和权力意志对他而言仅仅是“说教”（prédication）。N.的真理不在于思辨的概念，而在于生命的生存主义戏剧之中。因此，马尔罗以无可匹敌的方式，代表了这种将精神生活作为实践实验来进行的尝试。除了上述在亚洲的参与外，还必须算上1937年对西班牙内战的投身，当时他再次担任空军的旅长和组织者。1939年，马尔罗退出了共产党。他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被俘后逃脱，并以贝热（Berger）上校的身份领导了一支游击旅。贝热是马尔罗的家族姓氏。文森特·贝热（Vincent Berger）是1945年出版的小说《阿尔滕堡的胡桃树》（Les noyers de LAltenburg，即《与天使的搏斗》）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可以在马尔罗身上看到他与纪德所主张的“思想家”（homme de pensée）与“行动者”（homme daction）相结合的理想形态。小说中的文森特·贝热发表了一场题为《行动哲学》（Philosophie de lAction）的关于N.的演讲，这并非没有理由——他完全可以确信，他的听众们认为N.是一个精神与思想的伟人。

《阿尔滕堡的胡桃树》（Les noyers）和1951年的散文集《沉寂的幽声》（Les voix du silence）是N.处于精神讨论中心的作品。对马尔罗而言，N.日益成为现代思想的象征。这位将自己的存在作为赌注的哲学家——将生命作为认知者的实验——将生命作为认知的手段——这位为自己无条件的投入而付出堕入疯狂代价的人，是一场彻底冒险的必然结果。哲学家作为自己的实验对象，诗歌与哲学的本质由此在最深处被改变，生命作为一出戏剧，乃至升华为一场悲剧，借此被堪称典范地推向了终点。人的悲剧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诗歌，其传递的信息是：上帝已死，而从这一事实中产生了那无法实现之事。对生命及其所有后果说出那伟大的肯定，不仅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而且是毁灭性的。尽管付出了所有努力，主要的反对者仍然是死亡，它是任何意义赋予的毁灭者，是卓越的破坏者。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来看，这应被视为个体的最终失败，对马尔罗而言，人的受难（passion de lHomme）从一开始就被误导了。马尔罗的话语“人已死”（LHomme est mort）处于终点，这就此破灭了对任何超人状态的希望——即破灭了人似乎能够取代死去的上帝之位的希望。留存下来的是“上帝已死”（Dieu est mort）与“人已死”（LHomme est mort）这两个口号之间神秘的联系。不难理解这种形而上学的高压场在精神上引起了几代人的深深迷恋。最终，N.的思想终结于那种荒谬的哲学中，这种哲学自远古以来就被确立在西西弗斯的神话里。马尔罗在其小说《王道》中展现了这一主题，并明确提及了N.的权力意志，将其理解为一种不羁的生存意志，将其作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人类自我确立的形而上学必然性。这个悲剧故事的英雄们


完全是按照N.的意图构思的，它们的升华在于那种形而上的孤独，正是从这种孤独中，它们不断地为自己好斗的冒险精神提供力量和动力。正是在面对死亡，从而面对终极的无意义时，必须进行抵抗。Lobsession de la mort（对死亡的痴迷）——人类无情地受制于这种强迫——基督教的安慰被排除在外。在这一点上，马尔罗与他的榜样纪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形而上学的痛苦、这种生命原始创伤的笼罩下，马尔罗对N.作品的赞赏与其说将其视为哲学，不如说是作为mémoire du coeur（心的记忆），他总是反复称赞这是其最深邃的艺术力量。因此，指的不是一个旨在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哲学体系，而是作为文化心理学家和灵魂地震仪的N.。马尔罗只对普鲁斯特抱有类似的崇敬，他用这样的话来表达：compréhension daveugle（盲人的理解力），这关乎个人体验中未加篡改的声音，关乎N.在《瞧！这个人》（Ecce homo）中与灵感体验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音调上盲目的准确性，要么击中，要么击不中——他在这一点的确定性是无与伦比的。因此，N.是伟人、划时代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马尔罗就是这样看他的。

音乐

阿尔贝·加缪很早就开始研究N.了。16岁时他就阅读了《查拉图斯特拉》，两年后，他在一篇关于音乐的散文中探讨了《悲剧的诞生》。没有任何其他思想家能像N.那样，作为全新世界观的保证，屹立在加缪的哲学和文学作品背后。例如在关于这个世界的荒诞以及由此产生的形而上学反抗的挑战的伟大散文中——《西西弗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和《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在核心上都基于N.在无神世界中那种轰动性的、肯定性的哲学。散文作品，尤其是《局外人》（Létranger）和《鼠疫》（La peste），几乎在人类学原则上反映了这一哲学背景——以查拉图斯特拉式的口吻发出指令：成为你自己！并设问：人能做什么？加缪两者兼具：哲学家和艺术家，难怪他接触N.时的视角比纪德和马尔罗无可比拟地更加敏锐。此外，也伴随着更好的时代成熟度——理解N.的宇宙需要时间，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国外。

作为哲学家，加缪可以说是延续了N.思想的生存论层面，他直面了新世界结构中彻底的荒诞性。人在面对自己毫无意义的荒诞处境时发起反抗，以求成为生死的主宰，他在极度的努力中升华为那种形而上的反抗，这最终赋予了他世俗自主的地位。只有这种反抗才使他能够生存，只有重新获得的形而上学的自给自足才能保证他的自由和自我责任，从而获得全新的定位。在上帝彻底死亡之后，人不可避免地要在N.曾以充满渴望的探索热忱作为先驱进行形而上学探测的那个虚无主义地带中，既惊恐又艰难地寻找方向并生存下去。查拉图斯特拉曾宣告了新人的诞生，没有超越性的人——现在他就在那里，在可怕的孤独中，失去方向，绝望且准备自杀。《西西弗神话》这样开篇：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N.立即被作为主要证人引出。加缪在这篇既是哲学也是文学、直奔存在主义总主题的散文开篇写道，关于生命意义的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紧迫的。像帕斯卡尔一样，他从反面（ex negativo）发问——这意味着什么：没有意义的生活？也就是说，除了自身的存在之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意义。事实上，没有上帝的生活显得毫无意义，确切地说是荒诞的，因为人们要如何与宇宙的无意义抗争呢？加缪认为，荒诞的氛围无处不在，尤其是在日常的事物和行为中——人机械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空虚的意识赶上了他。

自浪漫主义以来，诗人们就一直在追踪存在的这一基本现象，20世纪在文学上可以说是一场纯粹的寻迹之旅，加缪在卡夫卡身上看到了这种荒诞诗学现象学的代表。他的主人公们是西西弗最后的后裔。


“在卡夫卡那里，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方面是超自然不安的世界。显然，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对N.那句名言的无限制诠释：‘最大的问题在街头。’”

“生活越是极度紧张，失去它的想法就越荒诞。也许N.作品中那种扑面而来的宏伟的贫乏的秘密就在这里。在这个思想序列中，N.似乎是唯一一个从荒诞美学中得出最终结论的艺术家；因为他的信息建立在一种强制性的、贫乏的清晰之上，建立在对任何超自然安慰的坚持否定之上”（《弗兰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加缪首先将N.视为一位形而上学的医生，一位临床医生：


“他将虚无主义视为一个临床病例进行认识和研究。”



这是散文《N.与虚无主义》（《反抗者》）的开篇。在这种意义上，加缪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意气相投的评判平台，根据他的解释，从克尔凯郭尔到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舍斯托夫的存在哲学思想家们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为某种形式的超越性留有最后的退路——《西西弗神话》中以令人信服的论点阐明了这一点。因此，真正提供帮助的不是那些所谓的“存在主义者”，到最后，留给激进的存在思想家加缪的只有N.。Vivre sans appel——生活在没有召唤和指引的境地，直面荒诞，这是无情且不妥协的口号，仅在这一凝视中就蕴含着生命的真理，以及承受生命的勇气。这样一来，自杀就被剥夺了“生活毫无意义”这种愤世嫉俗的断言。自杀将荒诞的存在权利一同拉入了虚无。


“但我知道，荒诞为了维持自身，就绝不能被消解。”



这种反抗，这种持续的叛逆，在没有上帝的时代赋予了生命其价值、珍贵与尊严。


“因此，我从荒诞中得出三个推论：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仅仅通过意识的游戏，我就把对死亡的邀请转化为生活准则——并且我拒绝自杀 [] 当N.说：‘很显然：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最主要的是长期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服从。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出某种值得为之生活的东西，例如美德、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某种使人改变的、高尚的、疯狂的或神圣的东西’时，他以此阐明了严苛道德的规则。但他也指出了荒诞之人的道路。”



荒诞体现在人与世界的对抗中，最终体现在死亡的挑衅中，体现在人类生命时间与世界时间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中。因此，停止所有的借口、神义论和天堂的构建——现在是直面事实的时候了——从N.出发，并结合当前的问题：哪里能有拯救？加缪所说的那种严苛的道德，是人类内在的一种文化创造原则，它必须学会在没有超越性的情况下维持下去。《西西弗神话》的一个核心章节探讨了艺术——标题是：荒诞的艺术作品——同样从N.开始，完全一致。存在着


“一种承受世界荒诞性的形而上学的荣誉”



——加缪以此奠定了荒诞美学的基础。


“问题在于，要忠于战斗的规则。”



这种思想支撑了整个文明，它关乎生死，对荒诞的认知亦是如此。


“在这方面，艺术作品是卓越的荒诞之乐（par excellence）。‘艺术，唯有艺术，’N.说，‘我们拥有艺术，以免死于真理。’”



加缪认为，在这个自相矛盾的世界里，艺术作品是维持意识并固定其冒险的唯一机会。«Créer, cest vivre deux fois.« —— 创造就是活两次。 仅仅作为一句话，它就已是现代美学的一个里程碑。


“如果世界是清晰的，就不会有艺术。”



加缪的散文《N.与虚无主义》在这句话中达到了高潮：


“N.的信息可以概括为‘创造’一词，并带有他在这个词上所赋予的双重含义。”

“艺术家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创造世界。”



加缪在《反抗者》中这样写道——神话中的造反者提供了范例，而N.首当其冲被算作其中之一。他可以说是全面虚无主义的发现者。


“随着N.的出现，虚无主义显然呈现出预言的特征。”



加缪在《反抗者》的《N.与虚无主义》这篇纲领性散文中这样开篇，他以此表明，在N.逝世50年后，即20世纪中叶，如果不考虑这位重估一切价值的人，就无法界定欧洲人的生存处境。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对上帝的责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救赎世界。”



加缪以《偶像的黄昏》中的这段引语作为散文的开篇。加缪指出，N.创造了一种革命性的新哲学方法，用系统性的否定取代了系统性的怀疑，甚至对最后的形而上学掩饰也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众所周知，加缪嫉妒司汤达的名言：“La seule excuse de Dieu, c’est qu’il n’existe pas.”（上帝唯一的借口就是他不存在）——作为一个法国人，加缪赞赏这种微妙的机智（Esprit）。他一再强调：为什么要这么激动？N.只是发现了死去的上帝。


“他是第一个理解这一事件之骇人听闻的人。”



上帝通过基督教死了——这确实是一个荒谬的事实。N.颠倒了教会，从而触及了真理。


“基督否定了什么？——今天被称为基督教的一切。”



意大利：加布里埃尔·邓南遮

没有哪个欧洲国家（除了德国）像法国那样热情地接纳了N.，通过法国，他在热情的浪潮中来到了意大利，而不是直接传入的。他的作品的第一批译本在世纪之交前就已出版，1898年的《善恶的彼岸》（Al di là del bene e del male）和一年后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Così parlò Zaratustra），在此之前都是较小的译作和关于N.作品的文章。1892年，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就在一家那不勒斯报纸上发表了对N.思想充满热情的解读，特别是这位带有贵族-唯美主义色彩的反叛者邓南遮被超人（Übermensch）所吸引，超人（Superuomo）成了他既是民族主义又是帝国主义地美化那个终于统一的祖国的指导思想。这带来了致命的后果。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利用被误解的N.意识形态（权力意志 = 不择手段的暴力甚至战争）来巩固自己；此外，法西斯主义还赞美法国大革命的战斗思想以及拿破仑的尚武精神。（索尔米认为，邓南遮并没有诠释N.，而是吸收了他，他的描述是造作和空洞的。此外，由于邓南遮的误解，特别是对超人的误解，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如果没有权力狂墨索里尼——他和邓南遮一样是N.的崇拜者——那么诗人邓南遮差一点（或凭一点强权政治）就会成为领袖（Duce）。墨索里尼也很早就在超人身上看到了克服欧洲颓废（Décadence）之垂死挣扎的机会（贝尼托·墨索里尼：《力量的哲学》，载于《罗马涅思想》，第48-50期，1908年11月-12月）。

凭借其卓别林式的姿态，他戏剧性地做到了这一点，就像他在德国的那个模仿他手势的效仿者一样。在病态地满足虚荣心和追求名声方面，邓南遮如鱼得水，他生活方式的戏剧性是传奇般的。正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阜姆发明了法西斯主义那既引人注目又极具诱惑力的编舞。

他那被精心排演的生活开始得非常早。21岁时，出身平民的他娶了一位来自罗马高级贵族家庭的公爵的女儿（女王的宫廷侍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法西斯主义（连同所有的冲锋队）同样表现出贵族和反民主的姿态。在这条既愚蠢又好斗的男性战线上，N.不可能遇到任何有益的甚至体面的东西。瓦格纳和N.一样都是邓南遮的榜样，考虑到瓦格纳声称自己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总体艺术作品并将其奉献给了国家，这并不令人惊讶。此外，瓦格纳艺术和生活中的戏剧性非常符合邓南遮对排场的品味。《N.反叛瓦格纳》，这对于这位意大利花花公子来说不过是个噱头，他接受了这个主题，至少从标题上来看，是为了说明自己身上唯美主义的颓废与大男子主义的权力意志之间的张力。

邓南遮只是从法国报纸副刊和杂志中走马观花般地了解了N.，而从他自己在1892年发表的报纸文章的总结中可以看出，其中恰恰充斥着那些与主子道德、奴隶道德以及N.根本的反民主态度相关的可怕误解。最大的误解当然是关于超人的，邓南遮实际上认为自己就是超人。他于1894年出版的小说《死亡的胜利》（Trionfo della morte）已经包含了所有引发误解的火药。除了将男性的超人英雄化之外，还有对女性截然相反的程式化描写，将女人描绘成淫欲和吞噬男人的欲望的化身。这种作为基本冲突的男女对立，一方面表现为权力欲，另一方面表现为感官欲望，成了当时的流行主题。此外，作为小说的主要动机和调味剂，还有一种强烈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死亡渴望，这与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紧密相连，代表了人类生存的一面，而另一面则由查拉图斯特拉的超人所代表。在把小说献给画家朋友米凯蒂的题词中，邓南遮强调了作品两极对立的结构，据说他——邓南遮的艺术——超越了瓦格纳的艺术，以N.的名义得到了升华：


“我们要倾听伟大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声音，在我们的艺术中以不可动摇的信念为超人的到来做准备。”



但这在小说中并没有实现，性别之战在深渊边缘结束，超人乔治·奥里斯帕和迷人的伊波丽塔·桑齐奥互相拉拽着坠入深渊。小说前面的座右铭引用了《善恶的彼岸》中的一句格言。

随后，在1895年的小说《岩间圣母》（Le vergini delle rocce）中，对超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误解以怪诞的夸张手法成倍地显现出来。故事的男主人公感觉自己等同于查拉图斯特拉，当他孤独地骑马穿过罗马的坎帕尼亚原野时，他的梦想是：罗马将以昔日的辉煌和十足的霸气复兴。现在他想生个儿子，未来的罗马国王，由他将梦想付诸实践。只是他应该与三位贵族处女中的哪一位完成这件事呢？这就是充满闷热气息的世纪末气候下的小说问题。邓南遮自称想要将N.的哲学转化为诗歌——坦白地说，这次转化得出的结果就是庸俗作品（Kitsch）。这本书——几乎是顺应时代的必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邓南遮并没有放弃他的主题。理查德·瓦格纳、N.和音乐在1900年出版的、献给埃莱奥诺拉·杜斯的小说《火》（Il fuoco）中再次被探讨。这又是一部超人的宣言，充满活力、理智，这次在威尼斯遭遇了一个病态衰败的世界——在瓦格纳音乐的伴奏下，这位超级诗人描绘了一幅以唯美主义为基调的厌世情绪的华丽画卷。尽管存在世界观的各种矛盾，邓南遮一生都是瓦格纳的狂热崇拜者，他将瓦格纳视为与N.哲学相对立的艺术标杆：瓦格纳是颓废艺术家和潜在文化悲观主义的代表，而N.是权力意志的英雄、贵族和新统治者神话的拥护者。

意大利深刻了解N.的专家甚至断言，邓南遮根本缺乏对N.的任何准确认知。因此，所有的东西都是二手的口号，或者碰巧引用的名言。邓南遮正是将他那如泰坦般巨大的自恋以及同样狂妄的唯美-帝国主义主张建立在如此贫乏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邓南遮属于那些查拉图斯特拉曾用棍棒威胁过的烦人的追随者。查拉图斯特拉很清楚为什么他不需要门徒。此外，邓南遮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在当时繁荣的颓废主义文学领域中并未失去效用。考虑到N.，真正有趣的是，一个如此古怪的浮夸之人——或者正如他自己吹嘘的，过着罗马统治者或文艺复兴君主般的生活方式的浮夸的人（homo pomposus）——竟然对文学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如此牢固的掌控力。邓南遮惊心动魄的政治行动当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1919年擅自率领几百名士兵占领阜姆，并作为自封的统治者进行长达数年的统治，在所有大胆的行动中仅仅是胆大包天的冒险。吞并阜姆后，在墨索里尼的推动下，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授予这位桂冠诗人和轻歌剧式的统帅“蒙特内沃索亲王”的头衔。这位假亲王作为当时仍在冒险飞行的破旧飞机的飞行员（Aviatore），表现得同样引人注目，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样，他还是风流浪子、灰狗迷、议员和别墅主人。贝内德托·克罗齐称他为情感的业余爱好者，托马斯·曼则称他为瓦格纳的猴子，此外，托马斯·曼还感到惊讶：


“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竟然对这个虚荣、沉迷于迷醉状态的艺术疯子当真了，至少是暂时的！”



简而言之，对于N.在意大利而言，没有什么比落入邓南遮之手，并因此过早地被粉饰成法西斯主义的摇钱树更糟糕的遭遇了。

英语世界

乔治·萧伯纳

在英国，文学上对N.的吸收处理起初非常零星，而且就其性质而言，其导向远比哲学上的精妙结构更具实用主义色彩。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几乎没有出现过。因此，N.思想的核心依然是封闭的，所以，Superman（超人）这个概念在英国被发明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乔治·萧伯纳（1856–1950）孕育了这个具有不祥预兆的词，当时他在1905年将他最重要的一部戏剧命名为《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副标题是：一部喜剧与一段哲学（A Comedy and a Philosophy）。N.成为爱情喜剧的背景，这还是件新鲜事，这里的超人不再像我们在美国遇到的那样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在英国，他令人瞩目地表现为一个微妙的思想家：约翰·坦纳，犬儒主义者和激进的社会理论家，《革命者手册》的作者，显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超人化身，被他的被监护人安·怀特菲尔德所追求——她是萧伯纳在喜剧中戏谑的那种life force（我们翻译为：生命的原始力量）的典范——所以说，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萧伯纳曾研究过N.和柏格森，特别是柏格森关于创造性进化的思想，正是因为这种结合，才有了这个既奇特又罕见的副标题。萧伯纳在这部哲学喜剧的前言中对此作了有趣的评论。有趣的是这个对比背景：N.的超人在女性的life force或喜剧性人生哲学的élan vital（生命冲动）的理念映衬下脱颖而出。从地狱的讽刺性幕间插曲中选取的一段对话，剧中人物以莫扎特的《唐·璜》中的角色重新相遇，这或许能传达出以轻松方式处理沉重主题的维度。面对天堂中雕像的问题：


“到底谁他妈的是超人？”



——魔鬼亲自给出了答案：


“哦，现在生命力狂热者中最新流行的是什么？您难道没有在天堂的新来者中遇到那个德国裔波兰疯子吗？他叫什么来着？N.？”

（雕像：“没听说过。”）

“嗯，他刚开始是来到这儿的，直到他恢复了理智。我本来对他抱有一些希望，但他是个死忠的生命力崇拜者，就是他把这个和普罗米修斯一样古老的超人又重新挖了出来；而二十世纪将会追逐这个所有古老梦想中最新的一个。”



不应将萧伯纳的哲学评价得过于深奥——除非人们想把N.作为理性的、神圣的笑声所赋予笑的哲学的那种崇高地位，也赋予萧伯纳。毕竟N.自己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喜剧演员。带着面具的世界精神，戴着小丑帽的思想家。他大概会觉得在萧伯纳的世界里感觉还不错，但在这里也存在误解。从最初的评论——比如1903年在《布莱克伍德杂志》上以《革命者萧伯纳先生》为题的文章——一直到后来的大量论述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将Superman解读为生理繁育产物的生物学解释。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非常严肃地看待萧伯纳在《人与超人》中的讽刺性夸张——即把人类变成一个马场——因此对他来说，萧伯纳也是极其顺理成章地成为N.最好学的学生和完成者。因此，N.被载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


“人与超人：达尔文与N.的最终综合。”



人们很早就对N.对萧伯纳产生的似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达成了一致：


“乔治·萧伯纳是这些尼采式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



那是在1908年。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一点至今依然适用。事实上，萧伯纳确实向N.被误解的种族狂热付出了相当大的致敬。正因为如此，1933年后，人们恶毒地将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繁育行动归咎于他。

有地方写道，柏格森对萧伯纳的影响要大得多，而另一些地方则提到了叔本华。1909年，萧伯纳在与他的传记作者阿奇博尔德·亨德森交谈时，以他独有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答：


“如果一直这样谈论叔本华和N.，”萧伯纳有一天笑着对我说，“我真得去读读他们的作品，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点。”



这句话足以抵得上一系列后来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到处都在萧伯纳的喜剧中嗅出N.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受影响的作品——除了《人与超人》之外——还有《芭芭拉少校》（尤其是从序言来看）、《回到玛土撒拉》、《华伦夫人的职业》、《武器与人》、《绝不肯说》以及他30多部剧作库中的其他一些作品。经常被提及的还有那些透露出N.精神的理论表述。在1891年发表的文学批评散文《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中，萧伯纳不顾时代的道德保守，毫无保留地宣称易卜生为他的戏剧榜样，从而也等同于承认了N.——总而言之：理查德·瓦格纳显然给他留下了比N.深刻得多的印象，这从萧伯纳的批评散文《完美的瓦格纳主义者》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早在1898年就已出版的音乐批评著作。在这里我们读到萧伯纳对齐格弗里德英雄史诗的赞美，瓦格纳在《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赞美了这位超人。萧伯纳认为，只可惜他没有在那里建立一个新帝国，而是爱上了布伦希尔德，于是这部英雄史诗就沦落成了传统的歌剧。非常有趣。喜剧演员们的惺惺相惜！


James Joyce

乔伊斯很早就读过尼采，对于像詹姆斯·乔伊斯这样在文学上无所不用的作家来说，如果这没有产生任何后果，那才是个奇迹。他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记录了年轻的乔伊斯对尼采的深入研究（《我的哥哥》/ My Brothers Keeper，1958年）。文学专家表示，尤其是其早期作品显示出了明显的尼采影响，比如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特别是小说的前期草稿阶段。大卫·撒切尔（David Thatcher）曾提到年轻的乔伊斯对尼采的“痴迷（infatuation）”，或者用温和一点的翻译，是“倾倒”。奇怪的只是，尼采的名字在整本书中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而其他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阿奎那的名字却出现了。难道这位早期现代主义的大师不想留下任何痕迹吗？他是不想危及自己的独创性吗？在某种意义上，他达到了目的。有足够多的诠释者在作品中看到了完全相似的天才——这种与尼采在精神上的契合，并没有损害乔伊斯的神话。这位伟大的语言大师为这部作品耗费了近十五年的时间，从1904年的一篇名为《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的草稿开始。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篇散文被扩充到了大约一千页，书名改为《斯蒂芬英雄》（Stephen Hero）。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的艺术家小说。该作品并未出版，如今只有部分得以保存。1907年，乔伊斯开始撰写《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4年小说完成，并于1916年出版。可以认为，书中写下的是一段生活经历，其目的是为了理清自己的传记，因此它并不是一种自由编造意义上的叙事。斯蒂芬·代达罗斯作为主角穿梭于所有版本之中，在最终版中，他的传记从童年开始展现——展现了一个骄傲、叛逆的性格在发展，一个不愿服侍的人——这个耶稣会学生向自己发誓：non serviam。我不服从（I will not serve）——他脱离了家庭、国家和教会，离开爱尔兰前往巴黎。查拉图斯特拉曾这样召唤过精神无家可归的启程：“我无处为家：在所有城市我皆流离失所，在所有城门前我都准备启程。当代人于我不仅陌生，且是笑柄。”——代达罗斯也如是说：“我不愿再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无论它自称是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会。”他名叫代达罗斯（Dedalus），这对他来说就像个预兆，他因此成了古代代达罗斯的后裔，所以他祈求他的庇护。“老父亲，老匠人，请现在并永远地帮助我。”代达罗斯作为所有那些具有艺术轻盈感、从大地的沉重中腾空而起的艺术家的守护神——正因如此，这部小说中充满了飞行和鸟类的隐喻。尼采研究者——包括女性研究者在内——已经预感到会出现哪些平行对比，因为飞行隐喻正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标志，并且在尼采涉及精神（特别是艺术精神）之升华和攀登的作品中普遍存在。此外，神话中的代达罗斯也是迷宫的发明者——如果我们将其构造原则转化为叙事形式，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作者乔伊斯及其替身的伟大原型。

然后是1904年那张著名的明信片，乔伊斯用“詹姆斯·超人（James Overman）”作为充满反讽意味的署名。正好在这一年，尼采在都柏林知识分子圈里成为一种时尚。对于斯蒂芬·代达罗斯（后来在《尤利西斯》中的马泰罗塔里）那些知识分子朋友和客人来说，尼采是“最重要的先知（the principal prophet）”。乔伊斯早期的短篇小说——收录于《都柏林人》中的《一桩痛苦的案件》（A Painfull Case）——显示出了如此明显的尼采痕迹，以至于人们已多次指出这一点。总的来说，在这段时期，尼采巨大影响的标志不断被揭示。然而，在这些作品中，它们只能被间接地指认出来。乔伊斯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蒙太奇艺术家——当然不是第一位，想想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而“拼贴原则（principe collage）”的首要特征就在于，绝不透露每一块文本碎片源自何处。因此，诠释者们总是隐约听到远处的尼采之音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会限定说，《画像》中的某些东西让人联想到查拉图斯特拉滔滔不绝的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潜移默化的，但在清晰的证据意义上，人们无法将这种预感确证下来。也许这正是这位伟大魔术师的意图。此外，乔伊斯是一个极其多疑的尼采读者，毕竟他学习过神学、哲学和语言（包括德语和挪威语）。他最喜欢的哲学家是斯蒂芬·代达罗斯所偏爱的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难怪他拥有必要的距离感，能够正确评估尼采的思想。他绝没有美化“超人”，相反，在《尤利西斯》中，“超人”更像是被漫画化了——只需想想利奥波德·布卢姆这个现代的普通人。

“尼采是乔伊斯笔下人物的最爱”（廷德尔语）。这同样尤其适用于《尤利西斯》。斯蒂芬·代达罗斯作为这个现代普通人及其既市侩又虚伪的道德世界中的对立人物——其背后正是尼采。这一切总被注入了一丝反讽，比如斯蒂芬在图书馆里高谈阔论，碰巧也被布卢姆听到。斯蒂芬谈论莎士比亚与世界，简而言之，他在教授“神学-语文学（Theologicophilologik）”。——结论：尼采无处不在地隐藏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中——只不过是隐蔽的。比如在美学领域惊人的一致性，特别是要求应从生命的视角看待艺术——尼采的这一根本思想在《斯蒂芬英雄》中就已经出现了。“诗人是生命的强烈中心。”或者：“艺术不是逃避生活。恰恰相反，艺术反而是生活的核心表达。”艺术家没有天堂：“那是牧师做的事。艺术家则是从自己充沛的生命力中去肯定，去创造。”此类句子构成了尼采美学的基本原则，而且它们正是在乔伊斯密集阅读尼采作品的时期写下的。毫无疑问，这种平行对照强烈地暗示：艺术家斯蒂芬是出自尼采的精神而塑造的。他对基督教（尤其是教会）的斗争，读起来就像是将尼采犀利的攻击付诸实践。当时，“反基督”已经成为了一句口号。别忘了，斯蒂芬和他的创造者一样，本来都在成为牧师的坦途上，所以书中许多用英语表述的陈述，似乎都融入了那些给德语版查拉图斯特拉的讽刺增添辛辣风味的特质——比如在《论教士》那一章中。

艺术家或匠人作为创造者，总是走在通向自身的道路上，正是在《创造者的道路》这篇演讲中写道：“孤独者，你走着通向自身的道路！你的道路无可回避地指向你自己。”斯蒂芬遵循了自我决定的法则，仿佛听到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召唤：“成为你自己！”。这一呼吁贯穿了尼采的作品，因此，斯蒂芬反对他的朋友中的传统主义者提出的“努力成为我们的一员（Try to be one of us）”的要求也就不足为奇了。斯蒂芬反驳道：“我将表达真实的自我（I shall express myself as I am）。”走向孤独的道路由此被设定——远离羊群、乌合之众、贱民、那些“多余的人”，正如尼采不断要求的那样。我们知道，这背后隐藏着重估一切价值的彻底形而上诉求，即从宗教走向艺术之路：“艺术在宗教衰退之处昂起头颅。它接管了大量由宗教产生的感情和情绪……”（《人性的，太人性的》I, 第150条, KSA 2, 144）。斯蒂芬的道路从神职走向了艺术，而这门艺术绝没有切断古老的根脉，无论是经院哲学的还是神启的，他是一名：“永恒想象力的祭司（a priest of the eternal imagination）”。

Jack London, Theodore Dreiser

本世纪初，尼采对美国文人的影响相对有限。这肯定与这个国家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关，也可能与文化距离和特定的语言障碍有关。在小说家当中，杰克·伦敦（1876–1916）和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是有据可查阅读过尼采的人。像大多数阅读尼采并对查拉图斯特拉学说充满热情的首代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作家一样，他们带有唯生命论（vitalistisch）的倾向。超人也同样吸引了美国人，the overman, the superman——那些自己设定道德的英勇独行侠——这就是杰克·伦敦笔下的大冒险家和英雄，也是德莱塞笔下肆无忌惮的商界大佬。伦敦《海狼》（1904）中充满力量感的“幽灵号”船长沃尔夫·拉森，或德莱塞在“欲望三部曲”《金融家》（1912）、《巨人》（1914）、《斯多葛》（1917）中那位冷酷无情的金融巨头弗兰克·考珀伍德，都是被尼采主义与达尔文主义过度充气的超人（Supermen）——顺便说一句，这些都是对尼采著作一知半解的绝佳范例。伦敦和德莱塞都充满了美国生活方式与美国梦。杰克·伦敦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将大胆的唯生命论转化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实践，这使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神话。而显然不那么活跃、不那么引人注目且缺乏冒险精神的西奥多·德莱塞，则在自传体艺术家小说《天才》（The Genius，1915）中让他的乌托邦自由驰骋。光是书名就表明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顾名思义（nomen est omen）”！这里总是关乎那种既似泰坦又具天才般的反叛，反抗一个道德清教徒般的社会，人们显然出于内心最深处的需要必须去击碎它的习俗。超人考珀伍德对待女人的态度就像对待金融一样：他的胃口贪得无厌。他用谋杀或替代性赔偿金来威胁那些被戴绿帽子的丈夫——而后者则卑躬屈膝地接受。可以理解的是，在这些典型人物身上，根本找不到尼采高度分化的文化分析的任何残留痕迹。

Eugene ONeill

美国第一位严肃剧作家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对尼采研究最深的人。这体现在他的信件、宣言、演讲中（比如他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当然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如果没有《悲剧的诞生》和《查拉图斯特拉》，他的作品是不可想象的。据报道，在20世纪20年代，奥尼尔总是随身在大衣口袋里揣着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正如他当时的妻子所证实的那样，这部作品对他来说一定就像是圣经，永远放在床头柜上触手可及的地方。除了尼采，值得注意的是易卜生和麦克斯·施蒂纳也属于这位受哲学启发的剧作家的榜样。《悲剧的诞生》对他来说是“有史以来写得最激动人心的戏剧著作（the most stimulating book on drama ever written）”。1928年，他毫不犹豫地填写了一份问卷。问：“您的文学偶像是谁？”——答：“答案只有一个词——尼采（The answer to that is one word – N.）。”奥尼尔的主要兴趣在于意义丧失的形而上学（特别是宗教性）主题、由此导致的人类无家可归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要求在无条件接受内在生命价值的过程中克服此岸与彼岸之分裂。尼采关于悲剧的观念一定给这位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将生命视为对抗本构性悲观主义的持久战。戏剧作为一种替代性表现，展现了狄奥尼索斯式肯定性对任何生命否定形式的反抗。

Andere Länder: William Gaddis, Milan Kundera, Harry Mulisch

在国外，小说家们至今仍利用尼采这一套话来为其作品进行智识上的粉饰。只要想想威廉·盖迪斯（William Gaddis）1955年的长篇小说《世界的伪造》（Die Fälschung der Welt）、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80年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或者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1992年的小说《发现天堂》（Die Entdeckung des Himmels）就知道了。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将尼采作为一种音乐般的前奏来使用，而穆里施在其同样畅销的书中则将这位思想家作为后现代信息的不断闪烁的商标来加以利用。但这终究只是一种伪形而上学的拼贴（bricolage）。两个天使在交谈，一个说当年的萨拉热窝刺客是尼采的信徒，而尼采是所有客人中最可怕的一个。另一个回答：“啊，尼采这个名字似乎不是没有额外含义的。尼切沃（Nitschewo）。就是那个虚无主义者，当年散布老板已经死了的故事。嗯，他离真相并不远，但老板不能死，这恰恰是对其全能最令人厌恶的限制。”对于尼采专家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倒胃口的陈年恶搞大杂烩。此外，这本书中还提到了一起打着尼采“超人”名义犯下的残忍谋杀案——1924年在芝加哥，两名法学生在读了《查拉图斯特拉》之后犯下的罪行，顺便提一句，他们出身富裕家庭。谋杀的唯一意义在于：这两人想犯下一桩完美的罪行。作为文学套路，这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就像其他暗指一样，比如从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到歌德再到托马斯·曼。文化再次变得可以被引用，但也仅仅像是当年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中那样，正是通过尼采早已诅咒过的那种“文化庸人（Bildungsphilister）”的类型。在这里，对穆里施的作品，人们必须说：通过“文化天使”。不管怎样，在德语国家的小说领域中，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也许在曾经滥用过尼采的国家，人们不想再次对他伸出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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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st, P.: F. 尼采。他的哲学，载于：Freie Bühne 1 (1890); Berg, L.: 现代文学中的超人。19世纪思想史的一章，慕尼黑 1897; Moeller-Bruck, A.: 现代文学群像与个体研究，柏林/莱比锡 1899–1902; Landsberg, H. F.: F. 尼采与德国文学，莱比锡 1902; Lublinski, S.: 尼采之后的十年，载于：Die Propyläen, Jg. 7, Nr. 39 (1910); Heller, E.: 里尔克与尼采，载于：同上作者：被剥夺继承权的精神，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45; Solmi, S.: 尼采与邓南遮，载于：Il pensiero critico, Nr. 3, 1950; Lang, R.: 安德烈·纪德与德国精神，斯图加特 1953，第V章：“作为解放者的尼采”; Tindall, W. Y.: 詹姆斯·乔伊斯读者指南，伦敦 1959; Mann, Th.: 一场音乐性尼采纪念活动的序言，载于：同上作者：作品集，第十卷。演讲与散文，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60 (1974), 180–184; v. Heydebrand, R.: 罗伯特·穆齐尔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乌尔里希的沉思，明斯特 1966; Hillebrand, B.: 技艺与使命。论本恩与尼采的艺术理论，慕尼黑 1966; Pütz 1967/1975 (尼采接受史简述); Thatcher, D.: 尼采在英国 1890–1914——声誉的增长，多伦多 1970; Hina, H.: 马尔罗论尼采与马克思，图宾根 1970; Füger, W.: 乔伊斯的《画像》与尼采，载于：arcadia 第7卷，第2/3期 (1972), 231–259; (该文包含大量关于其他研究文献的参考); Bridgewater, P.: 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尼采，莱斯特 1972; Steffen, H. (编): 尼采的作品与影响，哥廷根 1974; Krummel, R.F.: 尼采与德国精神。尼采作品在德语区的传播与影响直至哲学家逝世之年，柏林/纽约 1974; Rosenthal, B.: 荒谬的理念。F. 尼采与阿尔贝·加缪，波恩 1977; Hillebrand 1978, 两卷本; Martens, G.: 尼采在表现主义中的影响，载于：Hillebrand 1978, II; Steffen, H.: 霍夫曼斯塔尔与尼采，载于：Hillebrand 1978, II; Werner, R.: “表面的文化”。论海因里希与托马斯·曼早期作品中对艺术家形而上学的接受，载于：Hillebrand 1978, II; Pütz, P.: 托马斯·曼与尼采，载于：Hillebrand 1978, II; Seidler, I.: 罗伯特·穆齐尔的尼采图景，载于：Hillebrand 1978, II; Hillebrand, B.: 戈特弗里德·本恩与F. 尼采，载于：Hillebrand 1978, II; Reichert, H. W.: 尼采与卡尔·施特恩海姆，载于：Hillebrand 1978, II; Dresler-Brumme, Ch.: 穆齐尔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的尼采哲学，维也纳/科隆/魏玛 1993; Steilberg, H. A.: 1896至1950年的美国尼采接受史，柏林/纽约 1996; Hillebrand, B.: 尼采——诗人眼中的他，哥廷根 2000。

Musik

勋伯格 – 奥尔夫 – 欣德米特 – 理查·施特劳斯 – 戴留斯 – 马勒

关于尼采对音乐家和作曲家影响的专著，至今尚未有人写出。不过，大卫·S·撒切尔（David S. Thatcher）在一份出色的带注释的参考书目中记录了根据尼采文本谱写的音乐作品（1975, 1976，补充于1986年）。该书目涵盖了由219位作曲家创作的约420部配乐，其中大多数相关作品创作于世纪之交。激发音乐家创作热情的并非尼采本人的音乐作品，反而是尼采诗歌的魅力，以及对这位被视为精神同道的艺术家的致敬，通常构成了作曲的最初动力。在为尼采作品谱曲的音乐家中，较为知名的有戴留斯、欣德米特、马勒、奥尔夫、勋伯格和施特劳斯，而戴留斯和施特劳斯又进而影响了德彪西、巴托克等人，即便后者自身并未专门创作尼采的音乐作品。

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其十二音技法曾出现在托马斯·曼的尼采主题小说《浮士德博士》中）创作了八首声乐与钢琴艺术歌曲（op. 6），其中一首名为《漫游者》（Der Wanderer，1905）。卡尔·奥尔夫（Carl Orff，1895–1982）在早年创作了一首《夜之歌》（Nachtlied，收录于：《三首歌曲》op. 11，1911年），以及一部为男中音、男声合唱和管弦乐队创作的《查拉图斯特拉》（1912年），之后又创作了一首声乐与钢琴曲《我的心如湖水般宽广》（Mein Herz ist wie ein See so weit，收录于：《歌曲集》，1919年）。（所有这些作品迄今均未公开演出过。）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于1939年创作了《三首合唱曲》（Drei Chöre），其中第二首名为《此刻白昼承载》（Nun da der Tag trägt）。

如果说这些作品仅仅因为其作曲家的知名度而引人关注的话，那么在施特劳斯、戴留斯和马勒的案例中，配乐本身所展现的精神契合则值得高度重视。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因为对叔本华和施蒂纳的兴趣而被引向了尼采。他可能是在1893年旅居埃及期间首次阅读尼采。无论如何，歌剧《贡特林》（Guntram，1895，op. 25）受到了施蒂纳和尼采的影响，施特劳斯在其中赞颂了反抗习俗和国家要求之个体。令施特劳斯印象深刻的是尼采的反基督教精神、他的古希腊精神，以及作为艺术家的尼采，尤其是他的《查拉图斯特拉》。音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96，op. 30）——这也是最为著名的尼采配乐——是试图以交响诗的形式，赞颂人类从起源走向超人的全部发展历程。至于施特劳斯是否如人们经常断言的那样，借此写下了一个标题音乐的经典范例，尚存争议。诚然，施特劳斯将《查拉图斯特拉》序言的第一段置于乐谱开头；他还将自己的交响音诗分为八个段落，并以《查拉图斯特拉》中的篇章为之命名。但正如副标题“自由取材于尼采（Frei nach N.）”所暗示的那样，施特劳斯与其说是在写严格意义上的标题音乐，不如说是在创作一部自由体悟尼采《查拉图斯特拉》的交响诗（Krause 1970, 247ff.; Roman 1990）。弗雷德里克·戴留斯（Frederick Delius，1862–1934）与施特劳斯和马勒相比，可能是最受尼采作品哲学内涵（尤其是《查拉图斯特拉》）深刻影响的作曲家。与施特劳斯一样，戴留斯也在尼采那里找到了自己对基督教的批判态度。与施特劳斯那部以宏大丰富为特征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同，戴留斯试图用一种刚毅、精炼、凝缩的音乐来捕捉《查拉图斯特拉》的氛围。受尼采哲学影响的作品包括以轮舞曲形式创作的《查拉图斯特拉午夜之歌》（1898）；音诗《圆舞曲展开》（La ronde se déroule，1898）；以及《生命弥撒》（Messe des Lebens，1905），该作品由管弦乐队、合唱团和四位独唱者诠释了《查拉图斯特拉》中的11个段落。《根据F.尼采诗歌谱写的歌曲》（1924年出版，可能写于1898年）对《漫游者及其影子》、《孤独者》、《漫游者》和《向着新的海洋》进行了谱曲。完成于1916年并献给阵亡艺术家的《安魂曲》，包含了一首“日出前之歌”（1921年首版）。对于戴留斯、施特劳斯以及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而言，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他们对尼采抱持着乐观的理解，将其视为生命的辩护者，以及预示人类向“超人”阶段进化的思想家。马勒在1893至1896年间深深迷恋上了尼采。第三交响曲（1902）的第四乐章标题为“哦，人啊！当心！”（即复现了《查拉图斯特拉》中《另一支舞曲》和《夜游神之歌》的第一句），这展示了《查拉图斯特拉》同样对马勒产生的巨大影响。与施特劳斯一样，马勒也想呈现一部人类进化的历史。“它绝不应亚于‘大宇宙（Makrokosmos）’……分化的最后阶段。上帝！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超人”（Blaukopf 1983, 127）。然而，马勒从未认同过尼采的反瓦格纳主义，并且人们可以争论，第三交响曲与其说是对《查拉图斯特拉》哲学内涵的感悟，不如说是对其音乐性的捕捉（Blaukopf 1969; Roman 1990, 304）。对于这种将其与尼采联系在一起的“音乐性”，马勒曾向沙利特表达过美好的赞扬（Thatcher 1995, 319），尽管在1902年之后他可能又渐渐疏远了尼采。

总体来看，那些重要的尼采谱曲展现出一种倾向：将尼采视为新生命的宣告者和超人的先知，对其进行乐观甚至凯旋式的赞颂。相比之下，尼采思想中一切反讽和戏仿的元素，尤其是所有的悲剧色彩，即便不是完全缺席，也是被表现得极不充分的。在尼采音乐作品中最常采用的形式，是为单声部创作的通谱歌曲或合唱作品。但其中也包括康塔塔、弥撒曲、歌剧（除了《贡特林》，还有诸如布索尼的《浮士德博士》[1926]或西诺波利的《娄·莎乐美》[1981]）、安魂曲、小夜曲、奏鸣曲、交响曲等等。至于它们在何种程度上遵循了尼采对传统形式的解构、他的视角主义，以及他与颓废主义（décadence）风格的分析及联系，则是一个性质独特、值得专门探讨的问题。

文献：

Seidl, A.: 德国音乐艺术中的现代精神，雷根斯堡 1912, 82–117 (Strauss); Del Mar, N.: 理查·施特劳斯：其生平与作品的批判性评述，伦敦 1962; Fenby, E.: 我所认识的戴留斯，伦敦 1966; Blaukopf, K.: 古斯塔夫·马勒，维也纳 1969; Krause, R.: 理查·施特劳斯：形象与作品，莱比锡 1970; Thatcher, D.S.: 尼采文本的音乐配曲：带注释的书目汇编 (I)，载于：NSt 4 (1975), 284–323; 第二部分，载于：NSt 5 (1976), 355–383; 第三部分，载于：NSt 15 (1986), 440–452; Blaukopf, H. (编): 古斯塔夫·马勒，未知书信集，维也纳/汉堡 1983; Roman, Z.: 经由马勒、戴留斯与施特劳斯的尼采：对某些世纪末哲学性音乐的新审视，载于：NSt 19 (1990), 292–312。

Henning Ottmann


绘画与造型艺术中的尼采形象

施特芬 – 奥尔德 – 施奈德 – 海姆 – 戈登 – 蒙克 – 扬森 – 格吕茨克 – 谢尔巴赫 – 绍德克 – 克拉默 – 克鲁泽 – 克莱因 – 克林格 – 迪克斯 – 唐多夫 – 乔克 – 托拉克 – 米勒-坎普豪森 – 科尔贝

对哲学家而言，尼采是一位哲学家；对艺术家而言，他则是一位艺术家。许多画家和雕塑家都曾受其启发，创作了尼采的肖像和半身像。尼采的肖像不仅出现在藏书票中，也见于世纪之交的杂志（如《潘》或《青年》）中。在这些作品中，尼采一方面被刻画为病人、受苦者和殉道者，另一方面又被塑造为先知和新时代的宣告者（Krause 1984）。尽管随着“尼采崇拜”的蔓延，泛滥的尼采庸俗艺术常常占据主导地位，但偶尔也会出现尼采主义与当代艺术的优美结合。在此过程中，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试图以其建立一个全新的、“第三个”魏玛的愿景来实现的文化与艺术政治活动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此他争取到了汉斯·奥尔德（Hans Olde）、亨利·范·德费尔德（Henry van de Velde）、马克斯·克林格（Max Klinger）、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等人的合作（Stenzel 1995, 82ff.）。如果说这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反对柏林历史主义艺术和文化政策的立场，那么后来，描绘尼采的艺术则一方面被尼采档案馆的纪念与碑志政策所裹挟，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第三帝国文化政策的左右。克劳泽（Krause）编制的一份关于尼采肖像与尼采主题的出色名录（1984, 236ff.）包含了179个条目。当然，在本文的篇幅内，只能呈现其中的一部分精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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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库尔特·施特芬，《弗里德里希·尼采在瑙姆堡魏因加滕18号的凉亭中》（1894）

照片：魏玛古典基金会，GSA 1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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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汉斯·奥尔德，《<潘>杂志所谓的小尼采头像》（第5卷，第4期，1899/1900；蚀刻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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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爱德华·蒙克，《日出时笔直站在城市与山景前的弗里德里希·尼采》（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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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左）：马克斯·克林格，《弗里德里希·尼采》。为阿尔弗雷德·克勒纳出版社制作的大理石赫尔墨像（1914-19），莱比锡造型艺术博物馆


图5：卡尔·唐多夫，《弗里德里希·尼采》。为尼采档案馆花园设计的纪念碑模型（“尼采柱头圣徒”，1914） 照片：魏玛古典基金会，GSA 101/51


绘画

库尔特·施特芬（Curt Stoeving，1863–1939）被认为是尼采的第一位肖像画家，他还因制作了尼采纪念牌（1901）、肖像赫尔墨像（1901）以及浮雕肖像（1902?）而闻名。施特芬曾创作了两幅大尺幅油画，描绘了坐在瑙姆堡故居凉亭中的尼采（1894）（图1）。其中一幅画配备了一个巨大的画框，由多立克柱和额枋组成，从而已经暗示了其有意营造的神庙与庄严氛围。然而，与这种氛围相悖的是，在门廊的最前排摆放着一行排列整齐的花盆，使得尼采与其说是被置于神庙中，不如说是被置于小园林般的田园风光中。相比之下，汉斯·奥尔德（Hans Olde，1855–1917）于1899年绘画和蚀刻的尼采“在病床上”的画像则没有那么多悲壮色彩与伪神圣感。奥尔德那幅著名的、近年来重新出版的蚀刻版画，装饰了《潘》杂志的最后一期（1899/1900，第5卷，第4期，233）（图2）。奥尔德力图去诠释这位神智失常的诗人与思想家那既心不在焉又全神贯注的目光。不过，奥尔德这幅引人注目的肖像在同一年也出现在了一张明信片（木刻版画）上，并配有一段赞美素食主义的尼采语录（GSA 101/89；Krause 1984，图10）。1914年，尼采的形象被用于为一家名为“Berson”的公司或产品做广告（Aschheim 1996, 210）。藏书票中展示了头戴荆棘王冠的尼采（GSA 101/89，为Georg Klapper制作的藏书票，1900年），或者将其描绘为群山中的裸体男子（GSA 101/80，为F.B. Sutter制作的藏书票，Alfred Soder，1907年）——遗憾的是，这些品位错乱的作品屡屡登堂入室，甚至被印在书籍封面上（Biser 1982；Aschheim 1996）。萨沙·施奈德（Sascha Schneider，1870-1927）名为《论真理》（1902）的纪念碑式画作让人联想到祭坛画；尼采出现在该作品的一块画板上，化身为一位诗人国王，跪在寓意真理的女性化身面前（Krause 1984，图15）。尼采一次又一次地被画成查拉图斯特拉。在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的《查拉图斯特拉之晨》（1922）中，他以充满英雄气概的半裸姿态出现。在本杰明·戈登（Benjamin Gordon）的《查拉图斯特拉》（1938）中，他被描绘成带有达芬奇特征的超人。虽然这些肖像充其量只是作为了解大众时代品味或尼采形象演变的线索而引人关注，但除了汉斯·奥尔德之外，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尤为成功地创作了重要的尼采肖像。蒙克最初的创作是传统的，描绘了处于思考者姿态的尼采（草图，1905年，奥斯陆蒙克博物馆），而他的两幅大型肖像画则将尼采置于自由的大自然中。蒙克曾为银行家、尼采档案馆赞助人厄内斯特·蒂尔（Ernest Thiel）画过一幅《日出时笔直站在城市与山景前的弗里德里希·尼采》（1906年，斯德哥尔摩，蒂尔画廊），又为自己画了第二个版本（奥斯陆，蒙克博物馆）（图3）。其意图是将这位诗人刻画为“查拉图斯特拉”。然而，直到今天，人们无论对画中城市（尼采的“斑牛”？）和风景（恩加丁？萨勒河谷？纯粹的精神风景？）的身份，还是对画家意图传达的精神心境，都争论不休。这幅肖像是否指向了蒙克自身的忧郁（Svenaeus 1973）？抑或那个最初被计划画上、随后又被舍弃的“初升太阳”，是否表明蒙克更倾向于将《查拉图斯特拉》的作者描绘为一个新时代的先知？蒙克后来的作品（如奥斯陆大学礼堂里的画作）并未对这个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无法确切地看出尼采的影响。除了哈里·格拉夫·凯斯勒之外，蒙克主要受到其朋友斯坦尼斯瓦夫·普日贝谢夫斯基（S. Przybyszewski）的影响，后者将蒙克的艺术解释为“心理自然主义”（1894年），而他本人也深受尼采的影响（《论个体的心理学：弗里德里希·肖邦与尼采》，柏林，1902年）。

对于二战结束后的艺术家来说，尼采已不再像对世纪之交的艺术家那样构成一种挑战。1945年之后，只有偶尔还会有人为尼采绘制肖像，例如霍斯特·扬森（Horst Janssen，1929–1995）曾对奥尔德的蚀刻版画进行了变体创作。约翰内斯·格吕茨克（Johannes Grützke，生于1937年）在巴塞尔中莱茵桥上虚构了一场聚会，将勃克林、巴霍芬、布克哈特和尼采汇聚一堂（1970年），这幅大尺幅油画(2,50×3,50)以一种带有讽刺意味但不失敬意的方式展现了这些巴塞尔伟人的形象（巴塞尔前卫博物馆）。

造型艺术

第一尊尼采半身像是由齐格弗里德·谢尔巴赫（Siegfried Schellbach）受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委托于1895年制作的；同年，该艺术家又制作了一件石膏浮雕（GSA 101/75；101/76）。这两件作品既没有展现出一个先知式的尼采，也没有展现出一个受苦的尼采，充其量只是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尼采，仅仅通过他那略带沉思的目光赋予了其个性。鲁道夫·绍德克（Rudolph Saudeck，1880–1965）曾与施特芬一起取下了尼采的死亡面具；绍德克在1910年对其进行了修改，并于1912年将其转化为浮雕肖像。此外，绍德克还创作了一尊尼采的大理石半身像（1906年）和一尊大理石赫尔墨像（1916年）。最初最受欢迎的是阿诺德·克拉默（Arnold Kramer，1863–1918）于1898年创作的哲学家坐姿青铜小雕像，尼采档案馆曾提供多个变体版本供出售（GSA 101/58）。克拉默的坐像是一种颇为巧妙的混合体，结合了仿古哲学家肖像（类似于克律西波斯的坐像）与19世纪资产阶级小型雕塑的特点。相比之下，更具争议的是雕塑家马克斯·克鲁泽（Max Kruse，1854–1942）同样在1898年塑造的那尊目光阴郁的尼采大理石半身像（如今安放于锡尔斯-玛利亚的尼采故居中）。克劳泽试图为这尊半身像挽回名誉的尝试（1984，138ff.）可能是失败的。马克斯·克莱因（Max Klein，1847–1908）创作的一尊尼采坐姿雕像也是如此，该雕像据称旨在展现尼采在都灵精神失常前夕的样貌，但展现出的却更像是一个庸俗的市民（1903年）。

尼采雕塑形象的巅峰之作毫无疑问是马克斯·克林格（Max Klinger，1857–1920）在1902至1904年间创作的各种半身像和赫尔墨像。首当其冲值得一提的是由哈里·格拉夫·凯斯勒纳入尼采档案馆的那尊高达2.55米、极具代表性的尼采赫尔墨像（1903年），该雕像的缩小版从1904年起便在市场上出售。与之相媲美的是为阿尔弗雷德·克勒纳出版社（1914年）制作的大理石赫尔墨像，该雕像于1919年增添了侧面浮雕（莱比锡造型艺术博物馆）（图4）。克林格创作的第一件尼采青铜雕塑（1902年）曾一度下落不明，直到1999年在诺伊迈斯特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并以120,000马克的价格由一位私人买家竞得。相比之下，奥托·迪克斯（Otto Dix，1891–1969）那件表现主义风格的尼采头像的踪迹却已经丢失，这是一件涂成绿色的石膏雕像（1912年），以前保存在德累斯顿市立博物馆。卡尔·唐多夫（Karl Donndorf，1870–1941）从1901年起设计了各种尼采赫尔墨像，他的第一件尼采作品装饰了《青年》杂志的封面（1901，699）。唐多夫的一件小型雕塑从1902年12月开始上市销售，其大理石版本于1902/03年被定制用于“银景别墅”。与1914年庆祝这位哲学家70岁生日的计划（其中包括建立一座尼采纪念碑）相关的是，唐多夫制作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尼采柱头圣徒”模型，即化身为柱头修道者的尼采，他站在一根约6米高的多立克柱上，身穿某种祭司长袍（GSA 101/51）（图5）。一尊“年轻尼采”的半身像出自瑞士雕塑家亚历山大·乔克（Alexander Zschokke）之手（1926年，巴塞尔大学）。约瑟夫·托拉克（Joseph Thorak，1899–1952）的尼采赫尔墨像已经失踪，该雕像曾于1944年在慕尼黑的德国艺术之家展出。在希特勒的提议下，自1934年起由舒尔策-瑙姆堡（Schultze-Naumburg）推动的尼采纪念堂建设计划（见“建筑”条目）中，除了包含这位哲学家“精神祖先”的回廊、一座节日大厅、一个小厅和一个荣誉庭院外，还规划了一座尼采-查拉图斯特拉纪念碑，它原本将作为这个大节日厅内唯一的装饰。然而，在1938年举行封顶仪式后，希特勒对此失去了兴趣。既不是布雷克，也不是托拉克，而是弗里茨·米勒-坎普豪森（Fritz Müller-Kamphausen，1901–1955）获得了这座纪念碑的委托，其模型再次展现了一个坐着的尼采，周围环绕着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GSA 101/UF 249）。受到一些人青睐的格奥尔格·科尔贝（Georg Kolbe，1877–1947）的“查拉图斯特拉”——他在1935年创作了雕像《查拉图斯特拉之崛起》，并在1937年至1947年间塑造了该雕像的四个变体版本（Berger 1997, 30, 116）——却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柏林，科尔贝博物馆）。作为这座缺失纪念碑的替代品，最终发挥作用的是墨索里尼捐赠的一尊古典狄俄倪索斯雕像，该雕像于1944年运抵魏玛并被安置在“银景别墅”中。

参考文献：Fuchs, G.: F.N. und die bildende Kunst, in: Die Kunst für Alle 11 (1895) 33–38, 71–73, 85–88; Seidl, A.: Kunst und Kultur, Berlin/Leipzig 1902; Stein, W.: N. und die bildende Kunst, Berlin 1925; Svenaeus, G.: Der heilige Weg. N.-Fermente in der Kunst Edvard Munchs, in: Bock, H./Busch, G. (Hgg.): Edvard Munch. Probleme – Forschungen – Thesen, München 1973, 25–46; Krause, J.: »Märtyrer« und »Prophet«. Studien zum N.-Kult in der bildenden Kunst der Jahrhundertwende, Berlin/New York 1984; Stenzel, B.: Harry Graf Kessler. Ein Leben zwischen Kultur und Politik, Weimar u.a. 1995; Aschheim, S. E.: N. und die Deutschen. Karriere eines Kults, Stuttgart 1996; Berger, U. (Hrsg.): Georg Kolbe 1877–1947, München 1997.

亨宁·奥特曼


尼采崇拜

超越了在学术界、文学、音乐和造型艺术领域的正常接受与影响，尼采崇拜将尼采本人拔高为现代的弥赛亚，或将其著作拔高为新的神圣经典。尼采崇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宗教和心理现象，它在私人或公共生活中引发了盲目效仿或仪式性的表现。尼采激进的思想与思维方式以及他隐居的生活方式，助长了门徒对他的崇拜，尽管尼采在其著作中明确将圣人崇拜称为哲学的歧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论赠与的美德”，3，KSA 4，101页及下页），并在《瞧，这个人》中明确表达了对他有朝一日被封圣的恐惧（《瞧，这个人》，“为什么我是一个命运”，1，KSA 6，365）。

尼采最早受到的公开的狂热崇拜，来自于他的学生兼朋友海因里希·克塞利茨（Heinrich Köselitz）。尼采曾赋予他“彼得·加斯特”（Peter Gast）的艺名及一种全新的身份——这完全符合崇拜的特质。克塞利茨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人性的，太人性的》再版（1893年、1894年）的前言中，将尼采的一生塑造成了英雄般的查拉图斯特拉式的生活，并于1900年在尼采墓前发表了一段自白，其高潮部分的言辞是：“愿你的名字在所有后代中被尊为圣”（F. Overbeck – H. Köselitz, Briefwechsel, 1998, XLf.; Janz 1978ff., Bd. 3 357）。这种神化最终引出了阿尔弗雷德·库宾（Alfred Kubin）在1910年左右的惊呼：“他真的是——我们的基督！”（Krummel 1983, 416）。

然而，尼采崇拜的决定性基础，是由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奠定的。三十多年来，她通过遗稿管理、传记撰写、豪华版出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瞧，这个人》、《狄俄尼索斯颂歌》）、艺术委托以及举办各种活动，有纲领地对其兄长进行英雄化塑造。自1896年8月起，尼采档案馆落户魏玛，并被建设成与拜罗伊特相呼应的尼采崇拜与朝圣中心。福斯特-尼采女士强加强预的态度的具体表现包括：修饰尼采的遗容面具、出于极强占有欲将《瞧，这个人》的出版扣压至1908年、将《权力意志》编纂成所谓的代表作、出版战时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914年）等。

在世纪之交，围绕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rge）的圈子里，发展出了一种独立于档案馆之外的尼采崇拜。此外，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精神运动不以某种形式援引尼采（如素食主义、女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先锋派等）。

一种极其引人注目的崇拜发生在造型艺术领域（半身像、小雕像、素描、油画、藏书票和蚀刻版画）。1902年，亨利·范·德费尔德（Henry van de Velde）将尼采档案馆改建为一座极具代表性的青年风格别墅。自1911年起，在哈里·格拉夫·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的主持下，计划在魏玛建造一座尼采纪念碑，随后又计划建造尼采神庙和尼采体育场。1934年，在档案馆旁边建起了一座尼采纪念堂，内设仪式厅和半圆形后殿，以及用于安置档案馆的房间（建筑）。

纳粹对尼采的接受是分裂的，所谓的尼采崇拜仅仅停留在表面形式（如口号、充当“金发种族”的普遍精神教父等），而在更具知识分子色彩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墨索里尼明确将自己视为“查拉图斯特拉的黄金门徒”。

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出现了一种激烈的反尼采崇拜形式：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理性的毁灭》（1954年）成为了民主德国（DDR）在政权解体前一直坚持将这位哲学家斥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先驱的精神推手。

在战后时期，围绕尼采纪念地（瑙姆堡、魏玛、锡尔斯-玛利亚）和各个尼采协会，发展出了类似于崇拜的行为方式。例如，在尼采诞辰150周年之际，人们在勒肯的尼采墓前举行了隆重的献花圈仪式。

参考文献

Raschel, H.: 《乔治圈子中的尼采形象》，柏林 1984年； Krause, J.: “殉道者”与“先知”。世纪之交造型艺术中的尼采崇拜研究，柏林 1984年； Cancik, H.: 魏玛的尼采崇拜，载于：《尼采研究》(NSt) 16 (1987)，414–420； 同上作者：魏玛的尼采崇拜 (II)，载于：Antes, P./Pahnke, D.: 《上层阶级的宗教》，马尔堡 1989年，96–107； Nolte, E.: 《尼采与尼采主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 1990年； Naake, E.: 魏玛的尼采，载于：John, J./Wahl, V. (编)：《在传统与先锋之间》，魏玛 1995年，21–31； Aschheim, S.E.: 《尼采与德国人。一场崇拜的发展史》，斯图加特 1996年； Riedel, M.: 《魏玛的尼采》，莱比锡 1997年； Schneider, A.: 《尼采主义。一个概念的历史》，维尔茨堡 1997年。

大卫·马克·霍夫曼 (David Marc Hoffmann)


教育学

诺尔 – 斯普朗格 – 弗利特纳 – 贝尔格曼 – 凯 – 古尔利特 – 哈文施泰因 – 哈格 – 阿尔普 – 韦尼格 – 施密茨

在德国教育学内部——国外的教育学并没有表现出对尼采（N.）有类似程度的兴趣——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作者形象：他作为精英主义的教育哲学家已经过时，最多只能作为文化和教育批评家被人们铭记（Niemeyer 1998a）。至少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Habermas 1968, 237）的断言依然有效，即尼采不再具有任何感染力。对于德意志帝国时期权威的大学教育学家来说，尼采同样缺乏感染力，正如纳托普（Natorp 1899, 86）、维尔曼（Willmann，见Krummel 1983, 29）、福斯特（Foerster 1906, 557）、莱因（Rein 1913, VII）或保尔森（Paulsen，见Uhle 1998）的贬义评价所证明的那样。他们清楚地证明了教育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将尼采塑造成“青年诱惑者”（Niemeyer 1998b）或“被禁哲学家”（Köster 1998）的形象。

然而，尼采对青年以及许多新生代教育学代表人物却极具感染力。这适用于改革教育学的实践者一代，从斯坦纳（Steiner，见Krummel 1983, 79）、布伯（Buber，见Krummel 1974, 14）到伯恩费尔德（Bernfeld，见Krummel 1983, 56）皆是如此。这也同样适用于魏玛时期的大学知名学者，即斯普朗格（Spranger）、诺尔（Nohl）、菲舍尔（Fischer）、彼得森（Petersen）或弗利特纳（Flitner）。诺尔甚至在191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尼采研究领域的文章（Krummel 1983, 514）。早在1900年10月，他就写道，他读了一些尼采的著作，并发现“尽管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却比任何人都更有宗教情怀”（引自 Blochmann 1969, 26）。斯普朗格在1907年——正如多年后的彼得森（1919）一样——发表了一篇关于当时尼采文献的评论（Krummel 1983, 284f.），以及一篇关于尼采的苏格拉底形象的文章（Spranger 1939），并承认在世纪之交：“尼采处于顶峰”（Spranger 1950, 320）。弗利特纳（Flitner 1986, 95）在回顾过去时，至少承认自己在中学后期是“尼采的追随者”，当他认为“在尼采和新浪漫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这一代承载了青年运动意识的人“在精神上觉醒了”（Flitner 1928, 245）时，他大概切中了要害。

毫无疑问，像口号一样不断重复尼采的观点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贝尔格曼（Bergemann 1900）将其用作自己一本书的座右铭的那句呐喊：“总有一天，除了教育，将不会有任何其他思想”（尼采，KSA 8, 45）。但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那句箴言，爱伦·凯（Ellen Key 1900）将其放在了她那部划时代著作《儿童的世纪》的卷首：“你们应当爱你们孩子们的土地：让这种爱成为你们新的贵族标志——那未被发现的、在最遥远海洋中的土地！我命令你们的帆去寻找、再寻找它！你们应当在你们的孩子身上弥补你们是你们父亲的孩子的这一事实：你们应当以此来救赎所有的过去！这块新的石板我立在你们上方！”（Za III, KSA 4, 255）。这种对改革教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尼采主义思想，在1914年之后依然可以辨认出来，例如在战争爆发前夕作为专著出版的20封信中，其作者鉴于尼采所揭露的“德国啤酒与教育的庸人主义”（Hammer 1914, 43），呼吁青年，特别是“候鸟运动”（Wandervogel）的成员，为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文化而战。还可以想到个别教育学家，他们向读者推荐尼采，将其视为“所有教育中最令人不安和最令人厌恶的障碍的解放者：那种‘已完成’的教师身上死气沉沉的毫无生气的状态，对这种教师来说，不再有生成、流动和自我塑造，不再有问题，——不再有生命，因此他也永远无法唤醒生命”（Tögel 1917, 599）。然而，与主要由福斯特-尼采（Förster-Nietzsche）所推动的努力相比，这些更多是个别的声音；她试图将尼采包装成“战争哲学家”，并通过这种方式彻底洗清他作为青年诱惑者的光环（Niemeyer 1999）。

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并在战争结束时导致了各处对尼采的清算。然而，更普遍的是试图再次利用尼采来“对抗我们教育机构中的伪精神”（Eisinger 1926, 138）。例如，古尔利特（Gurlitt 1921）利用尼采的希腊形象，为（古典）语文学家群体提供一种符合时代的定位。诺尔（Nohl 1933, 119）让人想起了尼采关于青年使命的话语，即“那第一代斗士和屠蛇者，他们走在更幸福、更美好的教育和人性的前列”（HL 10, KSA 1, 331），他借此在教育学的尼采研究者哈文施泰因（Havenstein）和他的论点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即青年不再问“过去是怎样的，而是今天怎样，明天应该怎样”（Havenstein 1930, 342），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应该参考查拉图斯特拉的名言：“我的兄弟们，我将这块新的石板立在你们上方：变得坚硬吧！——”（Za III, KSA 4, 268；参见 Havenstein 1929/30, 320）。

在↗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时期，这种初露端倪的范式转变中可疑的一面明显地显现出来。其中包括这样一种观点，即尼采之所以具有现实意义，是因为“过去的民主”对他“英雄主义情操的理想”（Hager 1935, 573）束手无策。与此相关的是，人们拒绝了凯和古尔利特在改革教育学中对尼采的运用，重点指责他们两人没有将个人置于与整体的关系中来看待，而是将其绝对化了（Voigt 1937, 567f.）。尼采的一些个别表述现在也被怀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一个人必须心中仍有混沌，才能诞生出一颗跳舞的星星”（Za I, KSA 4, 19）这句话，现在被与“体制时代（魏玛共和国时期）我们的回归线教育学家（Wendekreis-Pädagogen）的‘面对混沌的勇气’”（Arp 1939, 396）联系在一起。当“赞美使人坚硬的事物！”（Za III, KSA 4, 194）、“是好的战争使一切事物神圣”（Za I, KSA 4, 59）或“危险地生活！”（FW, Nr. 283, KSA 3, 526）这样的口号取而代之开始流行时，这正契合了这种反改革教育学的精神。尼采的历史著作现在也成为了中心，因为“纪念碑式的历史观”被视为“教育和培养民族共同体成员、人民意志的承载者、人民力量的领导者的重要手段之一”（Weniger 1938, 248）。其关于教育的演讲中那些要求对个人进行最严格管教的段落也获得了类似的关注，因为个人应该学习“崇敬崇高”（Otto 1936, 20）。因此，不久人们就可以读到关于尼采这位“民族运动的教育学经典作家”（Hager 1933, 573）的论述：“不能再有任何一个毕业班在离校时，没有像接触歌德的《浮士德》那样接触过尼采的著作”（Schmitz 1938, 600）。这里清晰地展现了尼采角色的转变：从青年诱惑者，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中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读物提供者，再到官方的学校必读书目。

这一硬币的反面是不容忽视的：在第三帝国崩溃之后，尼采的名字依然与那个他最不应为此负责的事件捆绑在一起。由此，战争结束时在国外已经显现出来的趋势，即将发生之事的责任归咎于尼采（Aschheim 1996, 301f.），在1945年之后也开始在德国及其教育学界蔓延开来。有时，这种做法伴随着对自己参与国家社会主义扭曲尼采这一事实的无视，例如韦尼格（Weniger），他在1948年写道：“正如预期的那样，我们在尼采那里找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神话的根源”（Weniger 1948, 259）。斯普朗格也是如此，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像韦尼格一样，引用尼采来普及国民教育的意图，现在却将尼采解读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者，以及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图的意识形态导师”（Spranger 1954, 58），称他没有为“纯粹精神起源的”理想留下任何空间（Spranger 1946, 49）。

直到20世纪60年代，或许也是由于新一代教育学者的逐渐涌现，他们深知自己基本上没有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牵连，尼采才再次成为某种被引用的对象，尽管人们只是适度且极为谨慎地使用他。典型的例子是格罗特霍夫（Groothoff 1961, 66），在他关于“教师教育中的哲学”主题的推荐书目中，仅仅只收录了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考察》。尼采1872年的教育演讲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包括编辑出版方面的关注，这大多与澄清尼采在文化批判框架中的地位及其对改革教育学的意义有关。直到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相融合时，教育学界对尼采的接受才设定了相对相反的、侧重于尼采晚期著作的基调。这里的核心在于，通过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回顾所能发展出的论点，即“至少在↗批判教育学中，一个隐藏的尼采”已经栖身了相当长的时间（v. Prondczynsky 1998, 76）。

最后还要提到的一种论点是，尼采是↗后现代主义的“父亲”（Welsch），并且作为父亲也表达了教育学的后现代危机意识。在这里，人们关注的中心是尼采的历史著作以及其中诊断出的历史“疾病”，并且得出的结论是，“尼采对抗科学的解毒剂”正在不可忽视地滋长：“‘非历史的’体现在反教育学家和另类教育学家的实践主义中，而‘超历史的’则体现在对神话中具有解释和美化作用的古老力量及其当代形式的平反，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前现代的重新评价之中”（Ullrich 1989, 152）。由此可见，尼采（再次）面临着仅仅以其作品中特定且非常狭隘的一部分，成为最新“哲学主题”的口号提供者的危险；而莱因哈德·勒夫（Reinhard Löw）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论证过，只有“将全部作品纳入其中”（Löw 1984, 150），才能支撑起将尼采解释为教育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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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尼迈尔


哲学

勃兰兑斯 – 克拉格斯 – 雅斯贝尔斯 – 海德格尔 – 洛维特 – 批判理论（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 – 后现代主义（潘维茨、利奥塔、德里达、福柯、德勒兹）

弗·尼采的哲学影响与诠释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之间并不能划出截然的界限，其过渡是渐进的。第一阶段大约从19世纪80和90年代延伸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们试图接近或刻意疏远尼采个别被选中的哲学立场。当时，德国系统哲学或“学院派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威廉·狄尔泰、爱德华·冯·哈特曼、威廉·文德尔班、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埃德蒙德·胡塞尔等）几乎一致排斥尼采的哲学思辨；相反，那些体系更开放、且部分较为年轻的哲学家（如格奥尔格·齐美尔、阿洛伊斯·里尔、拉乌尔·里希特、汉斯·费欣格、路德维希·克拉格斯等）则以批判和探问的态度接受了他。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延伸至50年代左右。尽管必须将这一阶段置于复杂的、带有世界观政治色彩的“工具化过程”背景下来看待，但其主要特征是，试图在理论总体上对哲学家尼采的创作进行哲学诠释（如A. 博伊姆勒、雅斯贝尔斯、K. 洛维特、海德格尔、W. 考夫曼、G. 卢卡奇等）。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延续至今。其特点是出现了极其多样化、部分在文献学上极其严谨的尼采研究，这些研究试图在所有细节上科学地发掘尼采的全部思想，包括其思想渊源与影响。然而，这一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端赖G. 科利与M. 蒙蒂纳里及其继任者的努力，是他们将尼采的全部作品系统地呈现给了学术界。

勃兰兑斯，格奥尔格（Georg Brandes，莫里斯·科恩的笔名，1842–1927；丹麦哲学家、文学史家和文化批评家）

勃兰兑斯最初深受伊波利特·泰纳以实证主义为导向的思想方法影响，并凭借其划时代的著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共6卷，1872年起出版）成为自然主义的先驱。他是第一位将尼采的著作作为学术对象引入大学讲堂的学者。1888年，他在哥本哈根大学首次举办了关于尼采哲学的讲座。1889年，他撰写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贵族激进主义/关于弗·尼采的论文》（参见 Guzzoni 1991）。此前已与勃兰兑斯有书信往来的尼采在1887年12月2日致勃兰兑斯的信中对此评论道：“您所使用的‘贵族激进主义’这个词非常好。恕我直言，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关于我的最聪慧的评价。”然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勃兰兑斯对尼采绝非毫无批判，他不愿认可尼采那些绝非民主的思路，并在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上指责他“提供了一幅18世纪精神与风格的漫画”（Guzzoni 1991, 7）。勃兰兑斯纯粹的心理学兴趣也使得他对尼采理论进行科学检验成为不可能。勃兰兑斯接受尼采思想的核心在于伦理-政治问题，如↗主人与奴隶道德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与叔本华非利己主义的↗同情道德——在尼采看来，这种道德在历史上取代了利己主义的残忍道德。最后，他强调了尼采充满激情地主张高贵者主动的统治道德，反对像羔羊般被动的群氓的嫉妒道德。勃兰兑斯将尼采视为这样一位思想家：对他而言，“法治状态”（即国家）“从来都不过是例外状态”，只能被视为“对本质上以权力为目标的生命欲望的限制”（同上 10）。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被尼采替换为“意志的权力”（即“权力意志”）。国家压制了强大而野性的权力本能——在远古时代，作为“敌意”、“残忍”、“冒险”、“突袭”、“毁坏”，这些本能曾是自由狂野的高贵者广受尊重的原则，而现在却被视为“犯罪的”——根据尼采的“天才假说”，这种压制创造了作为“深层疾病状态”的内疚（良心不安）。当人类“发现自己最终被关在一个已经实现了和平的社会中”时（同上 12），这种疾病便爆发了。史前的“犯罪”如今被视为“罪孽”，在它的“统治下，我们的地球变成了一个禁欲的星球：一个宇宙中的乌鸦窝，住满了心怀不满、傲慢自大的生物，他们对生命感到厌恶[]”（同上 13）。尼采的“贵族激进主义”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精神解毒剂。

克拉格斯，路德维希（1872–1956，德国心理学家/笔迹学家和哲学家）

C. A. 伯努利认为，他在L. 克拉格斯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尼采思想的推进者”。他代表了一种“新尼采主义”，其“精神契合指向了尼采关于生命具有综合性迷醉特征的学说”（Krummel III, 1998, 5f.）。对克拉格斯而言，在他的代表作《精神作为灵魂的对手》（1929）中，尼采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意识形态愿望形式的粉碎者[]”（Klages I, 1969, 4），同时也是“那些唯有称得上是‘灵魂学’的研究的先驱”，因为那些将我们引向“幽暗深处”、绝非“思辨的敏锐”（同上 272）所能企及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尼采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将“意识事实”视为灵魂学真正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永远无法导向自我认识”（Klages IV, 1976, 703）。因此，对尼采来说，意识与其说是生命的完成，不如说是一种疾病和不完美。在权力意志中，尽管在克拉格斯看来并不准确，但就其主动的一面而言，作为“维护存在之情感”（同上 704）的自我感得到了典型的体现。对尼采而言，关于一个行动能够被知晓的一切，仍然只属于行动的表面，它虽然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东西，但隐藏得更多。尼采在“最敏感的痛点上攻击了对意识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信仰”，即他“从决定的诸原因中[]剔除了目的的思想，只给它保留了一种症状价值”（Klages I, 1969, 556），因为正是在这个位置上，意识本可以展现其决定性力量。尽管克拉格斯同意尼采的观点，即动机（目的思想）仅仅是对真正的“决定之原因”的“征兆”，但他同时也强调，“只有在涉及意图这一意识事实时，才能谈论意志决定”。对克拉格斯而言，“意欲离不开精神的指令[]”（同上 565），而尼采依然是“反精神的生命学说最无畏的先锋”（同上 780），尽管尼采在赫拉克利特之后，也曾因伊壁鸠鲁（机械论原子论者）贴近现实而对其予以赞扬。克拉格斯在其探讨尼采“心理学成就”的尼采专著（1926）中指出，尼采是“第一位心理学家”，他“截然不同的本质科学”从根本上与“19世纪的讲坛心理学”划清了界限（Klages V, 1979, 20）。在尼采的所有著作中，有一条单一的指导思想“如箭般笔直地射向目标”，后代将从这一思想设定“人类性格科学的开端”（Klages IV, 1976, 703）——即成为“个人层面和物种层面自我欺骗的分析者”（同上 705），这使他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破除枷锁者”（同上 707），但他在追求“超人”的过程中，自己却依然是“一个被戴上枷锁的人”。因为在克拉格斯看来，贯穿尼采著作的是一种“毁灭性的自我矛盾”，这种矛盾在于，“这位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露了权力意志对生命所犯下罪行的思想家，竟试图将生命本身理解为正是这种权力意志”（Klages V, 1979, 179f.）。

雅斯贝尔斯，卡尔（1883–1969，德国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

卡尔·雅斯贝尔斯将尼采视为——与谢林和克尔凯郭尔并列——走在“存在哲学道路上”的思想家之一（Jaspers 1979, 149）。没有他的影响，德国存在哲学的诞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雅斯贝尔斯对尼采的接受中，还包含着一个特殊性，即必须同时应对国家社会主义对这位思想家的意识形态化与商业利用（特别是由 A. 博伊姆勒所推动）。尽管雅斯贝尔斯在1935/36年出版的尼采专著中强调了他对尼采的接受独立于时代事件，但他在战后补充说，他“同时也想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者，呼唤这位被他们奉为自身哲学家的思想世界”（Jaspers 1950, 6）。雅斯贝尔斯认为，尼采“并非在寻找泛泛的读者”，而是寻找“那些愿意倾听他的人”（同上 25）——他坚决从其存在哲学的立场来阅读和诠释尼采，这种存在哲学并非要盲从尼采，其意义在于与尼采一起“赢得囊括所有束缚的可能性的自由空间，以在存在中唤醒真正自由的深度”（同上 459）。而与他一起进行哲学思考，恰恰意味着要不断地坚持自我以对抗他。然而，为了能正确理解他，除了了解尼采的生平，首先需要了解他的“基本思想”（人、真理、历史与当代、大政治、世界诠释、界限与起源），并将尼采的思维方式置于其存在的整体中加以定位。雅斯贝尔斯原则上反对以往解释尼采的方法，即仅仅从其创作中摘取个别元素，或仅仅在心理学上解释尼采的人格和思想世界，抑或是对其进行神话象征式的拔高。他警告人们，既不要把尼采当作格言家来肢解，也不要试图将他系统化。两者都是极其值得怀疑的。尼采就像一面被炸毁的山壁，其那些或多或少被雕琢过的石头指向一个整体，但那座为了建造它而进行爆破的建筑却从未被建立起来。然而，人们必须“穿过废墟去寻找这座建筑[]”（同上 10）。因此，雅斯贝尔斯要求在研究尼采思想时，既要关注尼采的生平，也要探讨其系统的关联性；但这些关联不能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哲学体系，而是在各个部分的无尽重复和矛盾中永久地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生活与思想、时间发展与体系的统一，在雅斯贝尔斯这里仅仅起着一种康德式“研究尼采时的理念”的作用（同上 20）。雅斯贝尔斯认为寻找一部哲学的“代表作”是徒劳的，因为如果人们想理解尼采，就必须将一切结合起来，以便在多重镜像中最终通过自己的思考真正把握他知识的哲学运动。其论文的三个部分各自以一个视角为主导。关于尼采的生平，是“极端的彻底性”；关于基本思想，必须在“个别有效基本动机的秩序中”展示，“没有任何思想是永恒不变的”，且每一个思想都在不断地自我质疑。必须追踪尼采所看到的“存在形态”直至其彻底失败，但不能搁浅。“对整体的诠释”最终必须“澄清这种生活和思想的生存论意义”（同上 23）。因此，“对尼采的占有”应保持开放，“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被允许完成这种占有的方式”（同上 460）。

海德格尔，马丁（1889–1976，德国哲学家）

对海德格尔而言，尼采是“最后一位德国哲学家”（1983, 15），他曾充满激情地寻找上帝，却不得不确认：上帝已死。这表达了当今人类在由存在者所统治的世界中被遗弃的严肃性。海德格尔在其教授资格论文（1916年）中，就已在李凯尔特关于尼采讲座的影响下开始探讨尼采的思想。在《存在与时间》探讨历史学源于此在之历史性的生存论起源的第76节中，海德格尔论及了尼采的历史学著作并指出：“历史学根本上对生活而言可能要么有‘益处’，要么有‘害处’，这一可能性乃奠基于：生活在其存在的根源处就是历史性的，并且因此作为实际生存着的生活，它已经为本真的或非本真的历史性作出了决断”（Heidegger 1977, 396）。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尼采作为思想家才成为海德格尔最重要的精神挑战，特别是在其形而上学批判方面。这种探讨发生在他1936年至1939年于弗莱堡的讲座中，以及1940年至1946年的论文中。1961年，这些与尼采哲学基本问题进行理论交锋的成果以其两卷本著作《尼采》的形式出版。在某种程度上，该书超越了以往所有接受尼采的途径。海德格尔试图刻意不提供一种将人与作品视为某种时代精神产物的“尼采形象”——这既反对纳粹的商业化炒作，也反对为了避免这种遭遇而将尼采“拯救”出来的做法（如雅斯贝尔斯和洛维特），或者是出于同样原因对其进行谴责（如卢卡奇、布洛赫、批判理论等）。在此，“这位思想家的名字[]代表着他思想的事情”（Heidegger I, 1961, 9）。因此，海德格尔著作的内容就是“让我们的思想去切中这件事情，让前者为后者做好准备[]”（同上）。但这件事情不是雅斯贝尔斯的生存论呼吁，也不是卢卡奇的谴责，而是存在（Sein），也即海德格尔最本己的形而上学诠释，他赋予了尼采在西方形而上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地位。尼采的形而上学作为意志形而上学，代表着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完成，因此“其核心绝非某种特定的德国哲学。它是欧洲-全球性的”（Heidegger II, 1961, 333）。基于此，海德格尔并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完整的”尼采身上，而是聚焦于遗稿中的尼采。对海德格尔来说，尼采在创作期发表的作品永远只是“前景”。“真正的哲学作为‘遗稿’留存了下来”（Heidegger I, 1961, 17）。而遗稿的中心便是↗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两者“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上 26）。在《尼采》第一卷中，海德格尔首先在“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中追踪这两个核心。他不仅意在证明尼采“将艺术视为权力意志的一种形态”（同上 91）的意图，而且就这一观点“对于界定权力意志本质，乃至界定整体存在者本质的贡献”对其进行了追问。迷醉是突破“主体的主体性”的情感状态，而美则打破了孤立客体的封闭性。“审美状态既非主观之物，亦非客观之物”（同上 145）。艺术在此获得了新的地位。由于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它“比作为固定某种假象的真理更能提升生命”（同上 250）。最终，在海德格尔看来，“相同者的永恒轮回”随即构成了“尼采形而上学的基本思想”（同上 255）。由此引发的关于整体存在者的论断，并非与其他学说并列的某种随便的学说，而是与西方柏拉图-基督教及近代思维方式进行激烈斗争的产物。该思想包含着这样一个理念：轮回不能被置于自由的必然对立面。它绝不能被“强行塞入预先给定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之中”（同上 401）。这是一种针对整个西方哲学史（被视为柏拉图主义，在尼采看来即虚无主义）的反向运动。虚无主义在尼采的“思想视轨上被体验并追问至极点”（同上 437），从而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的“发源地与统治领域”开启了空间。克服虚无主义必须与虚无主义一起，并将其思考至最极端的终点。尼采的哲学“是形而上学的终结，因为它退回到了希腊思想的开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这一开端，从而完成了一个闭环[]”（同上 464）。第一卷以“作为认识的权力意志”一节作结。海德格尔在此将尼采视为“形而上学完成的思想家”，因为他“走完了通向‘权力意志’的思想之路”（同上 473）。19世纪所有的科学“认识论”将“关于认识本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理论建构’的问题”（同上 496）。与此相反，尼采——尽管他也没有摆脱时代的影响——将这种本质真理视为一种“错觉”。真理——尽管尼采并非“生物主义者”——是“生命”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而认识则是“根据实践需要对混沌进行图式化”（同上 551）。后者包括作为“限定视域”的“视界形成”，以及作为打开“决定性可能性”视域的“开放”的“视角”（同上 576）。尼采“在指令与诗意、视角与视界的维度——即自由的维度上思考‘生物学的东西’，即生命体的本质”（同上 615）。他之所以成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是因为他在权力意志的思想中将真正的生成者就其恒常性加以思考，视其为“真正的存在者”。因此，尼采是作为“形而上学家”在进行思考，且他“自身深知这一点”（同上 656）。但这种趋于终结的形而上学完成态“恰恰是另一开端的困境”（同上 657）。我们能否在其必然性中体验到这一点，将取决于我们自己，如果能，这也就能“扭转困境”。随后在《尼采》第二卷中，核心部分是海德格尔与尼采关于“欧洲虚无主义”概念的交锋。作为“最高价值的贬值”（1961, II, 44ff.），虚无主义是一个“历史进程”，它在从古代到当今的西方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尽管“尼采的形而上学”（同上 257ff.）对此有所批判，也未能幸免。相反，他的形而上学“是陷入虚无主义的最后纠葛”（同上 340）。他在“深陷传统的纠葛中”仍提出关于真理之本质的问题，因而“并未本源地追问真理”（Heidegger 1989, 362）。相比之下，海德格尔则将真理视为“第一真理，确切地说是存在（Seyn）之澄明-遮蔽”（同上 348）。

洛维特，卡尔（1897–1973，德国哲学家）

从早年起——洛维特在13岁时就阅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将其视为破坏性现代性的关键文本——他便致力于研究尼采的哲学。1923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尼采自我诠释及尼采诠释之解析》。在弗莱堡和马尔堡受海德格尔影响（他对海德格尔也有着相当批判性的接受）之下，他将注意力转向19世纪的哲学剧变时期，并在其重要著作《从黑格尔到尼采》（30年代写于流亡期间）中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加工。“黑格尔和尼采是构成19世纪德国精神史真正发生过程两端的两极”（Löwith 1995, 7）。然而洛维特认为，自1890年以来由尼采引发的各种影响，直到20世纪才被浓缩“为一种德国意识形态”。他关于尼采哲学的主要著作于1935年首次出版，题为《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哲学》（自1956年修订后改题为《尼采相同者的永恒回归哲学》）。在此，洛维特试图透过尼采充满诗意与思辨的格言式创作，清理出尼采著作整体的哲学基本轮廓。他将贯穿尼采哲学的基本问题视为：在存在的整体中追问人类此在的意义。尼采是一位智慧的爱好者，作为这样的人，“他寻求永远存在者或永恒者，因此试图克服他的时代和普遍的时间性”（Löwith 1978, 12）。然而，这样一种永恒便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它成为了尼采“最本己的学说”（同上），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是他的“遗嘱”。从三种变形的比喻出发——骆驼：“你应”，狮子：“我要”，婴儿：“我是”——洛维特试图将尼采的道路展示为一条“双重意志”之路，这条道路将他从获得的自由中解放出来，走向虚无，走向命运之爱（amor fati）；这条道路将“决意走向虚无的此在的极端虚无主义”倒转为“对相同者的永恒必然轮回的必然意欲”（同上 37）。从上帝之死中必然会产生对虚无的信仰（↗虚无主义），这种信仰在上帝之死和“世界之酒神视角的重生”之间占据了一个中间位置（同上 57）。作为进退维谷的颓废现代性问题世界，这个“中间状态”展现出一种潜伏性，它尚未决定，但蕴含着一种迫切要求决断的可能性。这种无神状态与对永恒轮回的意欲之间的联系，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得到了暗示，并最终“以永恒轮回的学说作结”（同上 57）。尼采的学说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同时也是它“自我克服”并进入“对永恒轮回的意欲”（同上 60ff.）的过程，这种意欲披上了一件“人类学”和“宇宙论等式”的外衣（伦理要求与永恒轮回的自然科学证明），旨在将世界结构与“自我行为”统一起来，但实际上却“只暴露了它们之间的分裂”。对尼采而言，轮回学说既是“无神论的宗教替代品”，也是一种“物理学形而上学”（同上 98）。而作为两者的统一，“它是试图将现代人已变得偏心（脱离中心）的此在重新绑定回自然的世界整体中去的尝试”（同上 98）。洛维特认为，这一过程使得尼采的永恒轮回变得模棱两可：“它既意味着世界性的相同者之轮回，同样也意味着自我的重复”（同上 161）。尼采在其↗“实验哲学”中的努力，最终归结为将“自己的意欲与宇宙的必然性”（Löwith 1995, 214）结合起来。他的学说旨在实现“宇宙-人类”（Kosmos Anthropos），却徘徊于这种分裂和矛盾之中，最终仍然“大成问题（frag-würdig）”。施莱希塔在与洛维特著作的批判性探讨中，在一封给洛维特的“公开信”里指出，“尼采的世界诠释最终也是一种——非人性的诠释”（Schlechta 1980, 104），而这一论断并不排除“尼采那狂喜的虚无主义者可能已经接管了‘世界统治权’；就此而言，我们大概正处于‘尼采’的中心”（同上 104）。


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在1937年为《传统与批判理论》一文撰写的附言中写道，一种认为“能在自身之中、在某种真理之中找到安宁”的哲学，“[…]与批判理论毫无关系”（Horkheimer，第4卷，1988，225）。从这个意义上说，N.的思想——他简直是针对个人（ad hominem）展示了这种不安——属于广义上由“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1895–1975）、阿多诺（1903–1969）、马尔库塞（1898–1979）、哈贝马斯（1929–）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的脉络。同时，这些思想家本身对N.的哲学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关系。霍克海默指出，与叔本华导致否定一切存在的悲观主义相反，N.不愿被这种悲惨境地所屈服，因为他注意到其导师的这种悲观主义本身蕴含着一个“恶劣的矛盾”，即它仅仅是“整个可怕机制的必然结果和延续”，因此是“哲学的对立面，即自由、思想、想象力、自发性的对立面”（Horkheimer，第6卷，1991，256）。然而令人担忧的是，N.的肯定“本身听起来比最初更令人绝望，悲观主义在其中不仅被扬弃，而且被延续，比其创始人更加无可救药、更加疯狂”（同上，256）。因此，尽管N.在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上的洞见是卓越的，但哲学“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它始终只是一个神话”（同上，256）。然而，正是出于这种态度，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共同撰写的批判启蒙的“核心著作”《启蒙辩证法》（1944/1947）中，N.成为了精神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洞察了理智启蒙的内在辩证法。N.“像黑格尔以来的少数人一样，认识到了启蒙的辩证法”，因为他清楚地阐述了“它与统治之间充满矛盾的关系”（Horkheimer，第5卷，1987，67及下页）。一方面，N.想要将启蒙带给民众，揭露祭司们全都是带着做贼心虚的心态在做祭司，并将“王侯和政治家”的政治行为指认为“故意的”谎言；但另一方面，启蒙也始终是伟大的统治艺术家的工具。N.将这种“启蒙的双重属性”作为历史的基本动机加以发现，而他在这方面“自身也保持着矛盾”，因为他一方面认为自己是那种至高无上精神的普遍运动的完成者，同时又在同一运动中看到了“敌视生命的”虚无主义力量（同上，68）。对于他“前法西斯主义的后继者”来说，只剩下了“第二个要素”，并被“扭曲成了意识形态”（同上，68）。

霍克海默在N.逝世50周年时与阿多诺和伽达默尔的对话（《关于N.与我们》）中批判性地指出，其方法固有地存在一个根本缺陷，“即缺乏辩证法”，这表现在中介要素的缺失，因为面对被认识到的基督教的所有不足，他只是不容置疑地将反基督者与之对立，就像他从资产阶级未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事实出发，在理论上将贵族阶级与之对立，并将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Horkheimer，第13卷，1989，115）。无法用科学的手段消除所有的弊病，最终导致了他提出虚无主义的问题：“真理对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价值”（同上，115）。对N.的一切滥用最终都源于这些缺陷。然而，阿多诺正是在这一点上批评了霍克海默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听起来仍然过于具有“黑格尔式”的中介色彩，因为在那里，被否定者的他者必须总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包含在其中”（同上，116）。但是，“N.的确是在尝试，出于对曾被视为恶劣之物的绝望，仿佛从虚无中召唤出一种新秩序、新价值（无论他怎么称呼它），并以此来抗衡”（同上，116）。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对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也变得极其重要，该辩证法的任务应是“将辩证法从这种肯定性本质中解放出来”，因为它不承认“否定之否定”的形式（Adorno，第6卷，1973，9）。“N.解放性的一面，也是西方思想真正的转折（后来者只是篡夺了它），就在于他说出了此类奥秘”（同上，34）。因此，阿多诺认为，今天向N.学习，意味着“要把那转瞬即逝的、衰败的事物，而不是那所谓的永恒和幸存的事物，作为真理的内容表达出来”（Horkheimer，第13卷，1989，119）。

在《本能结构与社会》的“哲学插曲”中，赫伯特·马尔库塞将N.视为以其哲学“超越本体论传统”的人（Marcuse，第5卷，1979，105），指责逻各斯是对权力意志的压抑和扭曲。然而，在N.那里，这伴随着一种模棱两可，因为首先，逻各斯与其说是抑制了这种意志，不如说是释放了它；其次，权力意志并不是N.的定论，因为这种意志仍然是一个囚徒，它对时间没有支配力，而时间决定着生命并在欧洲传统中被神化。N.反抗时间的斗争旨在打破“生成对存在的暴政”（同上，107），而当那种不让“此时此地的永恒”显现的超越性被击败时，人就会找回自我。N.的构想终结于闭环的愿景——不是进步，而是“永恒轮回”（同上，107）。

尤尔根·哈贝马斯对N.的接受，主要展现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中。他承接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他们“最黑暗的书”——中的思路，而后者又承接了资产阶级“黑色”作家F.N.的思路，旨在借由他也“将启蒙的自我毁灭过程概念化”（Habermas 1985，130）。然而，在他们“无望者的希望”（W.本雅明）中，尽管有种种批判，他们仍不愿放弃这个已变得悖论化的概念。N.“理性的他者”的概念随着他步入现代性话语，赋予了该话语一个全新的方向。N.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次进行内在批判——要么彻底放弃整个方案”（同上，106）。他选择了后者，并“告别了启蒙辩证法”（同上，106）。诚然，他在早期（《悲剧的诞生》）首先还使用了“历史理性的阶梯”，但仅仅是为了“最终将它踢开，并在作为理性他者的神话中站稳脚跟”（同上，107）。对于被哈贝马斯视为“进入后现代”的“枢纽”的N.来说，面对这种从启蒙辩证法中跳脱出来的N.式的做法，现代性失去了其卓越的地位，目光被重新引向神话世界，但神话在此绝非仅仅表现为一种古老的过去，其唤醒的地平线唯有未来。正是在这种“乌托邦主义”（N.的视角主义）中，哈贝马斯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N.并不倾向于反动的“回到本源”的呼吁，而是“使现代的时间意识[]尖锐化”（就像当时的现代艺术一样），从而能够找到“现代与远古相遇的”媒介（同上，108）。直到晚期的N.才放弃了这种现代性批判仍固有的所有解放内涵。随着“个体化原理”的撕裂，N.达到了一种完全不受认知限制和道德律令束缚的主体性。凸显出来的是一种“超主体的权力意志”（同上，118）。

后现代

后现代（Postmoderne）是一场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西欧广泛蔓延的文化-文学和哲学运动。多年来，关于什么是后现代以及它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无论如何，它所关联的问题和理论路径，如果没有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欧洲现代性是不可想象的，但同时它们在实施中又无法“毫无问题且毫无断裂地”归入后者。由于在N.的思想中似乎可以明显发现大量相似的观点，他便顺理成章地晋升为这场运动的“祖师爷”。顺便提及，首次提到“后现代人”的是“尼采主义者”鲁道夫·潘维茨（Rudolf Pannwitz），他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1917）中着眼于N.的超人提出了这一概念，尽管其看起来更像是超人的漫画式夸张（Pannwitz，第2卷，1917，64）。通过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研究《后现代状况》（1979/1982），最初主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进行的关于后现代的讨论被转换到了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后现代时代 = 后工业时代；D.贝尔）。在这里，上述利奥塔的基本原则（为现代性制度辩护的元叙事的终结；重新定义已失去共识的真理概念和传统正义；形而上学哲学及其大学体制的危机）也闪现出与N.非系统性的格言式思维的关联。这些“闪现的”思想路径：如提升人类对差异的敏感度，增强人类忍受不可通约事物的能力，尤其在那些法国知识分子那里被建构成连接N.与后现代的坚实桥梁，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被明确归入该运动，或至少与其关系密切，如J.德里达（1930）、M.福柯（1926–1984）、G.巴塔耶（1897–1962）、G.德勒兹（1925）等。

雅克·德里达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对战后法国最初占据主导地位的在60年代的存在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浪潮感到失望。他转而采用结构主义方法（例如索绪尔），然后借助“延异”（différance）这一核心概念——但它“既不允许主动与被动的对立，也不允许原因与结果、或未定性与规定性的对立”（Derrida 1976，24）——来批判古典本体论或起源哲学。“而痕迹的概念正如差异（différence）的概念一样，构成了[]将我们的‘时代’作为本体论（在场）的界限加以概括并贯穿其中的网络”（同上，29）。正是存在者的统治受到了延异的“质询”（sollizitiert），即被整体震撼、动摇。与海德格尔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德里达认为，自己对同一性和整体性的“解构”，与海德格尔试图解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尝试在本质上有着非常紧密的共性，但他同时也打算克服海德格尔。最终，他还反对所有那些从马克思到萨特的“人道主义构想”，认为它们的“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同样只是停留在“形而上学”领域中。然而，德里达注意到，这种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得如此激进的姿态，此前已经在N.和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印证，因为两人“有时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质疑了意识确信无疑的自我确定性”（同上，24）。对N.而言，“主要的大型活动”是无意识的，而意识是“各种力量的产物[]，这些力量的本质及其方式并非意识本身所特有”（同上，24）。没有力量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力量。“从这种同者作为延异的展开中，在永恒轮回里预示了差异性与重复性的等同”（同上，25）。这种N.“在形而上学语法统治文化、哲学和科学的任何地方都与之相对立的‘主动的’不和，我们因此可以称之为延异”（同上，25）。通过N.的高等人类与超人之间的区分，对德里达来说标志着“两种对人的扬弃”的决裂。前者“伴随着最后一次怜悯的动作，被遗弃在它的悲惨之中。”后者——即不是最后一个人的人——觉醒并离开，不再回头看他留在身后的东西。他烧毁了自己的文本，抹去了自己的足迹。他的笑声爆发，走向一种轮回，这种轮回将不再具有人道主义形而上学重复的形式，更不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对存在的意义的铭记或维护的形式，即存在之家的形式或存在之真理的形式”（同上，123）。在德里达看来，N.对主动遗忘存在的警告，并没有表现出“海德格尔强加给他的”那种形而上学形式（同上，123）。德里达最后在这里（在1968年5月）发问，是否应该像海德格尔那样把N.读作最后一位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以及是否必须将“守夜理解为”：“在房子周围设立的守护，抑或是为将要到来的、接替守夜的白昼而觉醒……？也许我们正处于这两次守夜之间，这同时也是人类的两个终点（fines hominis）。但是，谁是我们？”（同上，123）

“N.对我来说是一种启示。我感觉，有这样一个人，他与别人教给我的完全不同。”这是米歇尔·福柯在1982年所说的（Mazumdar 1998，34）。在法国，教给福柯及其那一代人的是黑格尔和现象学。如今他向这两者告别。N.对疯癫的体验成为福柯《疯癫与文明》（1961）一书的激发要素，该书的副标题已经能够让人认出N.式的理性批判路径：“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在N.的影响下，他最终在随后的著作（《词与物》，1966；以及《知识考古学》，1969）中发展出了将历史编纂作为反科学的构想，该构想反对形而上学的任何绝对性要求，并反对理性人类主体的统治。他对N.的接受主要记录在《知识考古学》的导言及其文章《N.，谱系学，历史学》（1971）中。特别是在后一篇文章中，他借鉴了N.的《不合时宜的考察》第二篇，这成为了他批判历史理性的一座真正的宝库。福柯与N.一起发现了谱系学作为历史学对立面的作用，历史学此前一直以历史目的论的名义运作，并宣告理性的日益统治（黑格尔，马克思）。从N.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起源”一词出发——一方面“不严谨地”表示“产生”、“来历”、“血统”，另一方面“更严谨地”表示“形而上学所寻找的”那个“奇迹般的起源”（Foucault 1974，84）——福柯作为“谱系学家”，专注于第一种意义上的用法。当“起源历史学家”在寻找这样的起源时，总是为了得到一个“最初的同一性”，并希望“摘下所有的面具”（同上，85），以便作为历史形而上学家在历史的“生成之躯”中，“在遥远的理想起源处为它寻找一个灵魂”（同上，88）时，“谱系学家”在寻找“产生或来历”时，则会“停留在开端的细节和偶然性上”（同上，88）。“必须发现的是，在我们所认识到的事物和我们的本质的根源处，站着的并不是真理和存在，而是偶然事物的外部性”（同上，90）。对来历的探索并不提供“基础”，相反，它令人不安并导致分裂。“它展示了被人们认为连贯之物的异质性”（同上，90）。“产生”，谱系学家绝不会像将现在倒推回起源的形而上学家那样，试图从终点来寻找。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相信一种逐渐显现的“某种决定的秘密运作”（同上，92）通向一个合理的目标的信念，谱系学则反对这种信念，追循“来历的复杂路径”，并记录下在其散落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不是“某种意义预先占据的力量，而是征服的偶然游戏”（同上，92）。在N.的影响下及之后，对福柯而言，谱系学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当然不是那种超脱于一切时间的理性的历史形而上学那种“超历史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恰恰是在打破连续性、总体性，并着眼于“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独特性”，即在“无数事件的混乱之中”（同上，99），这些事件不再承认任何伟大的事物。谱系学家看穿了华丽装饰的伪装，他知道应该怎么看待它。他不会拒绝这场“大排场的狂欢”（同上，106），而是想“把它推向极致”，以使自己成为历史学的主人，从而将“历史感从超历史的历史学中”解放出来（同上，104）。

吉尔·德勒兹那部可谓代表了法国N.复兴开端的宏大著作《N.与哲学》（1962/德文版1976及1985），也是以对N.谱系学概念的界定作为开篇的。谱系学同时意味着起源的价值和价值的起源（Deleuze 1985，6）。在这一点上，它与价值的绝对特征相对立，也与其相对和实用的特征相对立。N.对这种谱系学构想寄予厚望：“科学的新组织，哲学的新组织，未来价值的确定”（同上，7）。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对此也寄予了极大的期望。首先，德勒兹探讨了悲剧，与以往所有美学理论不同，悲剧在N.那里代表着“多样的狂喜”，悲剧真正的重生应该将它从“糟糕的听众”的一切恐惧和怜悯的污名中解放出来（同上，23）。悲剧由此成为虚无主义的对立面。由此出发，德勒兹转向了N.哲学中关于“主动与反应”作为“原始性质”（同上，46）之间关系的中心问题，他追溯了这些属性从自然到权力意志，再到永恒轮回的“内含状态”。“永恒轮回是生成的存在”，而这种生成是双重的，即“反应力量变为主动，以及主动力量变为反应”（同上，79）。然而对虚无的意志是力量普遍的变为反应状态，当这种意志被引入永恒轮回时，它就打破了“它与反应力量的联盟”（同上，77）。在主动的否定中，那些“强大精神”的体质被再现出来，他们消灭自身之中的反应性，以求既意志自我，同时又意志自我的没落。微小的反应性的人消失了。通过“永恒轮回，作为权力意志属性的否定转化为了肯定[]。”（同上，78）。在这些前提下，德勒兹最终转向了N.对其前人的批判。当N.因为反应力量战胜了主动力量而批评叔本华时，他强调，康德是“第一位”明白批判必须是积极且全面的“哲学家”。然而这里存在一种“计划与结果之间的差异”（同上，98），因为康德是“最后一位古典哲学家”，他只追问真理的价值，却没有追问“寻找真理的人”是谁（同上，104）。因此，N.借助他的“主动与反应力量的类型学”设计了一种哲学，该哲学旨在取代旧有的形而上学和先验批判，并为人类科学奠定新的基础：“也就是谱系学哲学，即关于权力意志的哲学”（同上，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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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马丁·格拉赫


政治（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

墨索里尼 – 希特勒 – 罗森贝格 – 赫特尔 – 博伊姆勒 – 梅林 – 恩斯特 – 维勒 – 塞尔瓦斯 – 布拉姆 – 艾斯纳 – 卢卡奇 – 金特 – 布洛赫

尼采（N.）与政治的关系是扑朔迷离且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自称为：“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N, KSA 14, 472）；另一方面，他又声称：“只是从我开始，地球上才有了大政治”（EH, KSA 6, 366），并认为正是“下个世纪”将带来“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斗争——对大政治的迫切需求”（JGB, Nr. 208, KSA 5, 140），他对此诊断道：“小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同上）；这里指的是在欧洲“小国林立”的局面中，无论是王朝还是民主的那种“多头意愿”（Vielwollerei）的时代。特别是尼采档案馆及其负责人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 Förster-N.），自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在世界观和政治层面上“推销”尼采的思想。在由福斯特-尼采编纂的政治文本选集《尼采论国家与民族》（1922）的前言中，她写道：“党派人士偶尔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会找到完全合乎他心意的言论——但是，仅仅在几页之后，他就会发现尼采又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件事。我哥哥常常说，每件事、每次经历不仅有两面，而且有四到五面，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他不是一个党派人士；或者，如果他能够创立一个党派，那将是一个由他在各个阶层中所发现的独立而高贵的灵魂所组成的党派”（Förster-N. 1922, 7）。在这种对她哥哥在政治事物上不同观点的看似“天真”的陈述的掩护下，由她领导的档案馆却开始有明确目标地对解释方向进行“片面化”操作，这些解释被明确地导向了“右倾”、民族保守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尽管她也曾努力在档案馆的朋友圈中汇聚更广泛的意见谱系，其中也吸收了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倾向的尼采思想崇拜者。

然而，在20世纪，尼采档案馆（↗尼采档案馆的历史）日益成为一台右翼保守主义解释机器的“加速器”，这台机器越来越滑向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航道。不过，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或多或少有意识且有目的地利用尼采的哲学和世界观之前，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率先为自己发现了尼采。确切地说，是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公开推崇尼采（当时的墨索里尼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并且是意大利社会党主要报纸《前进报》的主编），并试图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尼采的超人之间建立一种结合。在他带有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唯意志论色彩的、反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和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墨索里尼在马克思与尼采思想的融合中看到了一种无产阶级精英——即强者和英雄——的崛起，他们将以自身的活力来决定“静态的群众”。然而，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以及索雷尔和帕累托的社会学概念的影响下，墨索里尼的理论与政治观念逐渐更倾向于其五彩斑斓思想中的另一面，即强调生命感受中的“英雄主义”以及对历史事件目的论的“信仰狂热”。早在1908年的一篇文章中，墨索里尼就批判性地探讨了克劳迪奥·特雷维斯（Claudio Treves）关于尼采核心问题——↗权力意志——的演讲，从而涉猎了尼采的“权力哲学”。对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向导依然是马克思及其以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阶级斗争概念的墨索里尼来说，尼采关于国家的思想、他的反基督教态度以及“超人”理念越来越获得他的认同。“超人除了反叛一无所知。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必须被毁灭”（Nolte 1960, 307）。恩斯特·诺尔特（E. Nolte）在评论墨索里尼的理念时指出，超人在此必须克服两个敌人：“上帝与平民”（同上）。但对于墨索里尼来说，尼采的超人是“他生命中的英雄史诗。其中也不乏灾难……它首先是一首歌颂生命的赞美诗”（同上，308）。然而，墨索里尼之所以能走出试图结合马克思与尼采的矛盾，并非主要受某种“纯粹精神发展”的影响从而在政治上走向“对战争的肯定并随后走向法西斯主义”（Nolte 1990, 267）——相反，决定墨索里尼世界观的，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4年，墨索里尼对此写道：“在短暂的中断后，我重新开始我的进军，我向你们，意大利的青年们，发出我的呼唤……这个呼唤由一个词组成——在平时我绝不会说出它，但今天我要大声、毫无虚伪、满怀信念地让它回荡，这个可怕而迷人的词：战争！”作为义务的战争与生命最终也进入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学说”：“在那个时期，我的学说也是一种行动的学说……只有战争才能将人类的能量推向最高限度，并使那些敢于进行战争的民族变得高贵。所有其他形式的征服都只是替代品，它们永远无法将人置于最高的决断面前，置于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对墨索里尼而言，这场世界大战标志着19世纪民主制度的终结，并以这种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最终它“用血流成河——清算了民主的世纪，这个群众的世纪、多数人数字的世纪”。但这听起来就像是通过现实政治事件证实了尼采关于一种新的“大政治”的预感之神化，这种愿景只有在尼采之后才出现，正如尼采所断言的：“旧社会的所有权力结构都被炸毁了——它们完全建立在谎言之上：将会发生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战争”（EH, KSA 6, 366）。在魏玛尼采档案馆的高级职员马克斯·奥勒（M. Oehler）于20年代末撰写的论文《墨索里尼与尼采：对法西斯主义伦理学的贡献》中，他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话。墨索里尼从尼采著作中的“尼采式基调”出发，称这些著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他“治愈了社会主义”。此外，尼采的一种“积极学说”也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就是：“危险地生活。我正是据此行事的”（Oehler, GSA 100/1187, 1）。奥勒也因此在墨索里尼的“行动”中看到了这样的目的，即“将意大利人民置于同样严格的管教之下，让他们经历同样严酷的秩序、服从和纪律的训练”（同上，4），这在当时看来，对于培养具有“确切的天才本能”的“强壮而无畏的意志者”以适应法西斯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教育以“诸如简朴、自律、秩序、活力、为公共利益牺牲的意愿，即古老、纯朴、正直的士兵道德”（同上，3）等“道德价值”为基础。墨索里尼对尼采及档案馆精神的倾慕，最终体现在1933年他50岁生日之际他与档案馆互致的电报中。在这些电报中，档案馆称赞他是“尼采精神中贵族价值的天才复兴者”，而墨索里尼则赞扬档案馆和福斯特-尼采是在守护“你们伟大的弗里德里希的精神”。然而，B. 陶雷克（B. Taureck）在其著作《尼采与法西斯主义》中指出，并非是墨索里尼，而更多是意大利画家和作家朱利奥·埃沃拉（Giulio Evola），“从法西斯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尼采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联系推向了最极致”（Taureck 1989, 98）。

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特别是与墨索里尼相比，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人与尼采作品的关系，更应当被描述为缺乏深入了解的。“正如最新研究所证实的，尼采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们来说几乎是陌生的，”M. 蒙蒂纳里（M. Montinari）指出（1982, 169），因此几乎谈不上“国家社会主义对尼采思想的真正同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希特勒和被视为德国纳粹主义“世界观塑造者”的罗森贝格，在表面上都极力拉拢尼采（希特勒访问魏玛档案馆、他个人对在魏玛建立尼采纪念堂的资金支持等），并总是将他列入纳粹主义的直接“先驱长廊”（罗森贝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尼采的反对者保罗·德·拉加德（P. de Lagarde）、理查德·瓦格纳（R. Wagner）以及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 S. Chamberlain）并列——但在他们的主要著作（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罗森贝格的《20世纪的神话》）中，尼采根本没有被提及，或者只是被极其边缘化地对待。显然，他们并没有读过尼采的书，或者对他或多或少感到陌生，尽管尼采的许多言论——不仅是表面上、口头上的——在纲领上是可以被加工利用的，而这在后来也确实发生了。当然，E. 桑德沃斯（E. Sandvoss）在他的《希特勒与尼采》一书中注意到了两人之间的某种平行性，这种平行性并不以希特勒对尼采文本的直接引用为研究对象，而是试图通过间接的文本比较来建立一种关系的“心理图谱”，这虽然有趣，但也备受争议。罗森贝格在内心深处更多是与神秘主义者埃克哈特、宗教改革者路德、在纳粹精神下被“古典主义化”处理的诗人歌德和席勒、德国浪漫主义、张伯伦和瓦格纳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不是与尼采的作品。尽管他在《20世纪的神话》中将尼采视为19世纪对抗“机器时代”破坏个性的斗争中的“先知”之一，认为尼采“关于超人的狂野布道……是对被物质时代压力扼杀、被压迫的个体生命的暴力放大”，并且其“伟大意志与体验的主观面”只能被一个处于被束缚时代的无力一代人所理解并同时被误解，因为在“尼采的旗帜下，随后聚集了红色的标语和马克思主义的游牧布道者”（Rosenberg 1935, 581f.）。但归根结底，对于罗森贝格而言，尼采的立场及其在主观主义意义上的解释可能性（这种主观主义试图解除一切羁绊，并执着于一种过于强调个性且恰恰不与“类型”相联系的个性观念）是相当可疑的，因为：“今天，最强的个性不再呼唤个性，而是呼唤类型”（同上）。然而，在这一点上，首先只能将其理解为“北欧种族灵魂的诞生”。此外，从罗森贝格的纳粹主义伪古典主义观念中，必然会对早期尼采及其狄俄尼索斯概念产生一种深深的厌恶。在他看来，狄俄尼索斯精神作为“某种在种族和灵魂上异质的东西”进入了希腊生活，因为其习俗不仅是“希腊精神的完全对立面”，而且这种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占统治地位、由“非洲-前亚洲种族及混血种族”所承载的“与大地相连的狄俄尼索斯狂醉”原则，在“雅利安血液和北欧阿波罗光明原则衰弱之时”，将始终在克托尼俄斯（幽冥）生物和杂种身上崛起以对抗前者，并企图将其克服（同上，70）。因此，从纳粹的视角来看，自然不会赋予狄俄尼索斯任何荣誉，而是必须以怀疑、甚至破坏性的态度来对待他。尽管如此，这位纳粹最高意识形态理论家罗森贝格依然将尼采紧紧地服务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意识形态。在罗森贝格赞助下于1944年举行的尼采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中，他在致辞中将尼采推崇为那位“伟大的德国人”，他“曾经出于对精神和政治环境的内在抗议而成为革命者”，并且“不得不承受数十年被误解的命运”（GSA, ZAS S 1944, 1）。直到现在，他才逐渐成熟，足以接受历史的赞誉。他的悲剧在于，人们在19世纪不想倾听他的声音，而他本人遗憾地也未能触及“德国日耳曼本质中最好的一面”（同上，7）。罗森贝格特别致力于将尼采对“德意志性”的尖锐批评，仅限于19世纪“帝国德国人”的“时代性表象”，认为尼采自己并没有失去对“神话故乡”的信仰，不仅要求，而且还“虔诚地期待着”“清除所有疯长的外来植物”（同上，8f.）。就像纳粹一样，尼采也在抵御西方“自由世界”和“马克思主义独裁政权（我们将其视为从莫斯科向我们进军的死敌）”（同上，19）的势力，保卫着“古老的欧洲”。而这种态度使他——与纳粹一样——确信，这种发展“必然会把欧洲引向一场最可怕的、全方位的冲突，也许随后还会带来严酷的暴君现象”（同上，20）。因此，国家社会主义者觉得自己有使命（正如曾经的尼采一样），将自己理解为唯一的“好欧洲人”。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今天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面前，就像尼采当年作为一个个体站在他那个时代的强权面前一样”（同上，28）。罗森贝格最终“跨越时代，将尼采视为一位近亲，一位在为伟大德国精神之重生而战的斗争中的精神兄弟……以及在纳粹意义上的欧洲统一的宣告者”而向他致敬（同上，30）。

在纳粹领导人那里，尼采显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被工具化了，而他们对他的作品却没有明显的、深入的专业知识。各种标语从他格言式的作品中被断章取义地抽离出来，出于利益驱动进行加工，在其丰富多样的解释可能性中被生硬地剪裁，从而遭到直接的篡改。纳粹意识形态的“中层”领导在其工作中，一方面努力将尼采列入纳粹的“先驱长廊”，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设法“将尼采的政治思想世界与国家社会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澄清二者的亲缘关系与对立”（Härtle 1937, 5）。任何将尼采与纳粹简单等同的做法都被拒绝，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变得“对尼采不诚实，对国家社会主义狂妄自大”（同上，6），尽管他们认为，“只有自觉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才能完全理解尼采”（同上）。人们特别努力将尼采思想中的“矛盾”表现为“表面现象”，并提炼出将一切维系在一起的“隐藏的统一性”，其中，特别是在成熟期的尼采那里，“与国家社会主义最强烈的共同点和最尖锐的对立”（同上，7）将显现出来。H. 赫特尔（H. Härtle）的书《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简直就是一部关于在纳粹时期如何阅读和解释尼采的“教义问答手册”。该书在纳粹党中央出版社的出版可能并非没有意识形态意图，尽管在纳粹统治德国的早年，自然也存在着一系列其他保守-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方式（参考：Landgreder 1971; Penzo 1992; Aschheim 1996）。在这里，尼采的理论创作被明确地限制在诸如“第二帝国”、“民主”、“战争”、“犹太人”、“种族”、“纪律与繁育”、“德国人”、“欧洲”、“国家”、“个体与共同体”、“政治”等主题上，并且提供了一些甚至不惜对文本进行粗劣伪造的解释方式。例如，“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对尼采变得具有相关性（尽管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概念），有人指出，“社会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在尼采那里总是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同上，38）。人们试图以此来预防因尼采对社会主义的批评而在自身党名上可能产生的尴尬感，因为他们既想把“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从尼采对基督教或社会主义“畜群共同体”的批评路线中剥离出来，同时又想使其免受尼采对贵族式个人主义的排他性推崇的影响。尼采“在个人主义中只看到了最低级的生命形式……相反，作为最高级形式的，是一种等级制度、一种统治结构”（同上，143）。尽管如此，尼采“并没有深入到一种民族的（völkisch）社会主义之中”（同上）。尽管人们贪婪地在尼采著作中寻找“反犹”段落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解释，但也无法回避他的反↗反犹主义，这种反反犹主义被他们称为在历史上已经过时的东西，因为在尼采关于“可能的犹太人同化”的思考中，存在一种“拉马克主义的错误观点”，这与“基于生物学的反犹主义”是截然对立的（同上，46），而尼采尚不知道后者，因此当时他心中浮现出了那种同化意义上的“混合种族，这一在今天生物学上不负责任的目标”（同上，47）。因此，尼采对纳粹的意义主要在于他“重估一切价值”的努力，即在“世界观与价值体系”方面（而非在“具体的政治层面”）。“如果尼采的抗争没有白费——那么就必然会出现这位来自世界大战的人，这位战壕里的哲学家，这位思想家和实干家：阿道夫·希特勒”（同上，164）。然而，在哲学领域中接受尼采思想的首席纳粹理论家，毫无疑问是博伊姆勒（Baeumler）。自1933年起，他担任柏林大学“政治教育学”讲座教授，并担任A. 罗森贝格科学处的主管。博伊姆勒——最初是一位著名的康德研究者——在1933年之前就深入研究了尼采，出版了尼采的著作（克勒纳版），并发表了关于尼采作品的专著（例如1931年出版的《尼采：哲学家与政治家》）。早在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治权力之前，这里就已经开始了在哲学上将尼采置于为褐衫运动精神服务的地位。由于尼采已出版的著作呈现出“实际上截然不同的面孔”（Baeumler 1931, 7），因此也有必要借鉴未出版的著作，以便将“尼采创作的统一性”（同上）清晰地展现出来，尽管他总是让我们只能去“猜测”他的意图。“但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他本质中隐藏的激情”，在表面上被强调的所有多样性背后，隐藏着“一种意志的统一性……这种生命的特征是统一，而非多样”（同上，9）。“权力意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同上，19），用博伊姆勒的一个简短公式来概括，其特征就是：“英雄现实主义”，它既不是概念实在论，也不是经验主义，而是存在于人类地球上的个体对自身及其历史使命的信仰。然而，为了将尼采作为一个整体为纳粹意识形态进行包装，博伊姆勒不能（像许多纳粹宣传者那样）仅仅满足于那些被生硬裁剪的尼采政治观点。因此，他提供了对尼采作品的整体视角，并在此意义上将尼采一分为二地处理为“哲学家”和“政治家”。“哲学家”尼采的精神基础是那种“英雄现实主义”，它将所有“背后的世界信仰者”（柏拉图和基督教）抛在身后，并在认识论上处于感官的世界中，而非带有其“逻辑主义”的理性世界中，并且在“形而上学”上处于动态生成的世界中，而非永恒存在的形式中。因此，对博伊姆勒来说，“赫拉克利特主义”是尼采从他创作的第一天直到“权力意志”的主导方向。“在立场的变迁背后，赫拉克利特式世界的基本概念始终不可动摇”（同上，63）。从这种“赫拉克利特主义”和“英雄现实主义”来看，“具有视角的个体存在……构成了‘世界’”（同上，38），而面对这种普遍的视角主义，“权力意志”“在每个瞬间重新创造世界，在每个瞬间重新解释世界”（同上，39）。与之密切相关的尼采的相对主义，并不是对认知可能性的绝望，而更是“诚实针对意识哲学之虚假性的一种反应”（同上，40）。然而，意志是严格反享乐主义的，因而是反笛卡尔主义的。它“就是永恒的生成本身，它不知道任何目标。这种生成是一场斗争”（同上，47）。因此，在博伊姆勒看来，尼采的↗“永恒轮回”是与他的体系格格不入的东西，“从尼采的体系来看”，它“无关紧要”（同上，80）。“从根本上说，没有永恒轮回的哲学，只有永恒轮回的宗教”（同上，82）。在这一哲学前提下，他接下来探讨了“政治家”尼采，确切地说是探讨了他“日耳曼的”（而非德意志的）国家观念。凡是“日耳曼性”渗透的地方，“德意志性”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尼采的思考并不属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因为在俾斯麦帝国中，无论是在所建立的民族国家（第二帝国）中，还是在它的社会主义反对者中，大众国家及其所有问题——权利和声音的平等、其平庸化倾向和怯懦——都凸显了出来。他拒绝这个民族国家，“因为他认为这样一个庞大的民主结构无法让人民为天才的产生做好准备”（同上，132）。这恰恰被“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所阻碍，因为这二者都在现代国家中主张平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在其政治意义上正是针对这些理想的，因为“超人”是“♦末人”的反面形象，即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官员的反面形象”（同上，119）。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依赖于对和平与安全的需求，这导致了♦疲惫的人类♦，这种人类需要♦暂时倒退回野蛮状态♦（同上，171）。在博伊姆勒看来，尼采关于♦“大政治”的概念最终由此产生，其推动力是♦对权力感的需求”（同上）。针对所有平庸，作为♦解药”的只有♦危险和战争”（同上，172）。这种♦大政治”的先驱是♦更高级的欧洲人”类型（同上，177）。愿这个♦新欧洲”（博伊姆勒在此引用了尼采的遗作）♦早日产生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将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而受到颂扬”（同上，173）。不久之后，在博伊姆勒看来，这个人出现了——希特勒。♦如果我们将希特勒相对于魏玛共和国的这种立场转移到19世纪那位孤独的思想家身上，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尼采。”这是博伊姆勒在1934年其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博伊姆勒，A.：《德国精神史研究》，柏林，1937年，第283页）中所指出的。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着重于将尼采激进的英雄主义及其对基督教的反对置于与纳粹运动的显著联系之中，并用尼采的“政治哲学”（同上，292）取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哲学”，在“工人和士兵的时代”（同上，293），这种政治哲学以“更好与更坏的自然等级秩序”取代了善与恶的绝对对立。正如当年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所做的那样，青年们被再次召唤来参与这项事业。“当我们向这群青年高呼：希特勒万岁！——我们用这声呼唤也同时在向弗里德里希·尼采致敬”（同上，294）。


这种将尼采哲学与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政治权力机器及其意识形态直接等同的做法，是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后，自由派和左翼圈子在随后的时期里谴责尼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德国左翼在世界观和政治意识形态上与尼采思想的交锋有着更为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本身不能脱离19世纪末和20世纪对尼采的总体接受史（文学、哲学、艺术、音乐）来孤立看待。主要在德国左翼中——他们或多或少直接处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工人政党）的外围——在与尼采哲学的世界观交锋方面，大致出现了三个典型的派别；不过，这些派别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截然分开，也不应被理解为组织结构上的派别。首先存在一个或多或少严格遵循教义的“拒斥派”（Zurückweisungspartei），其核心人物是F. 梅林（F. Mehring）和年轻的P. 恩斯特（P. Ernst）。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正如主要由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作为党官方立场代表的那样——并受到J. 杜博克（J. Duboc）和F. 滕尼斯（F. Tönnies）对尼采批判的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F. 梅林首先采取了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学色彩的方法来研究尼采的思想。他将尼采称为“资本主义的哲学家”，其非道德主义试图“冲破其早期发展阶段的阶级道德——即小资产阶级的体面和大资产阶级的尊严——仍然施加在他身上的羁绊”。但在他看来，尼采“不仅是大资本的预言者，也是它的受害者”，他那“细腻而丰富的灵魂”对“资本主义制造的”无边苦难感到了“厌恶与恐惧”。然而对于梅林来说，尼采凭借其敏锐的感知力仅仅看到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世界那些令人排斥的表象，作为一个精英主义的、孤独的受教育阶层，尼采并不理解其社会根源，且完全被这种厌恶感所吞噬，因此无法在历史性地克服大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矛盾的意义上找到一条明确的出路；正因如此，他厌恶基督教，认为其“济贫”活动只会延长这种状况；也正因如此，他诅咒社会民主党人这些“嗜酒兄弟”（Schnapsbrüder），认为他们把建立更美好明天的希望寄托在今日的苦难之上。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尼采在超越一切羊群本能的自由精神——即“超人”身上看到了救赎。尼采必定会发疯并丧失他自己的理智，因为他“拼命地寻找大资本的理智”（同上）。他实际上是“因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而病倒了”。年轻的P. 恩斯特也将尼采视为颓废的晚期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受众是颓废的资产阶级，他们对严谨的哲学精神毫无兴趣”（《自由舞台》1 [1890], 516）。而尼采本人“属于资产阶级颓废派这一阶级，他们与资产阶级思想已达成的目标处于对立状态”（同上，491）。尼采将德国那种“后古典”哲学——即黑格尔死后兴起、从叔本华延伸至朗格的哲学——推向了顶峰，这种哲学自身试图将新时代的“懦弱的哲学、我们祖父辈被重新加热的哲学与残暴的哲学”（同上，490）结合在一起。他的思想遗产是一个“世界改良者”的思想，如今这种人在大街上随处可见，而这是一种恰好与改变了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新道德”。人们感受到了新时代及其奴隶道德的丑陋，却像进步的社会民主党一样，放弃了对这一“根据生产的内在规律而发生的”过程（同上，518）的科学认识，反而提出与遗传等“时髦理论”相结盟的“价值判断”，以此来塑造和培育“新人”，这些新人需要一种自身专属的新的“主人道德”，以便能够应对汹涌而来的“奴隶道德”。如此一来，尼采的哲学无论如何都比其他任何哲学——尤其是悲观的厌世者叔本华的哲学——更能适应19世纪下半叶的实际状况。对于梅林和恩斯特来说，尼采的思想是19世纪末大资产阶级发展的直接后果，它是从改变了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得出的直接意识形态结论，并被设计用来为这些关系辩护。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和分析的元素，尽管也确实赞赏这种表达“大资本哲学”的“优美语言”，并承认作为“敏锐地震仪”的尼采对即将到来的剧烈爆发具有惊人的直觉，但这些元素始终处于这一论证路线的前沿，该路线后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战胜”了所有其他“左翼”对尼采的接受或批判。

与这个以对尼采进行极其严厉批判为特征的派别几乎截然相对的，是另一个“党派”（当然不是在组织意义上理解的），他们对这位思想家及其作品表现出相当大的接受度，甚至可以说是狂热。他们在德国左翼中的位置主要是社民党内所谓的“青年派”（Jungen），他们自称为“弗里德里希哈根派”（Friedrichshagener，得名于他们在柏林进行讨论的地点），其理论与政治领袖是B. 维勒（B. Wille）。在1891年社民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该派别被开除。柏林艺术史学家F. 塞尔瓦埃斯（F. Servaes）——一位狂热崇拜尼采的大学教授——也倾向于这个圈子，还有一些自然主义作家也是如此，这些作家与O. 布拉姆（O. Brahm）于1890年在柏林创立的“现代生活自由舞台”关系密切。这个派别信奉“革命的个人主义”，并强烈反对所有限制精神独立性的政治组织原则。以个人主义反对“刻板的民主主义”，塞尔瓦埃斯这样简练地概括了该派别的纲领（《自由舞台》3 [1892], 85）。对他们来说，青春活力、征服欲和充满希望的乐观以对抗腐朽与扭曲，是社会主义进取精神的重要特征。按照塞尔瓦埃斯的说法，在此尼采与社会主义者之间必然会产生交汇点。但是：“尼采与社会主义？激进的贵族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这难道不是两个死敌，注定要在永恒中激烈交战吗？还是说仍能找到共同之处？”（同上，第86页）在“怀疑的系统性”和“对整个世界观的修正”中，以及在尼采作为一个无所畏惧的、大胆的精神实验者这一事实上，塞尔瓦埃斯认为自己找到了尼采与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之间的交汇点，因为“正是在这里，尼采主义汇入了社会主义”。这是两股从不同尽头涌来的暗流，伴随着“不情愿的嘶嘶声”汇合在一起。“尼采与社会主义，两者都是革命的，都孕育着未来”（同上，88）。

在这两种极端立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广泛的第三种派别，他们内部界限不清，也无法与上述两种极端立场截然区分，因为在个别情况下，他们要么更倾向于第一种，要么更倾向于第二种。因此，他们努力在社会民主主义与激进的、个人主义的贵族主义这两种显然天差地别的立场之间进行调和，尽管他们对这些差异保持着充分的意识。在这里，占据核心地位的毫无疑问是左翼社会主义者、后来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总理K. 艾斯纳（K. Eisner），以及他的著作《精神病态。F. 尼采与未来的使徒》（1892年）。这是一场与尼采的交锋，但它首先旨在将尼采从各种“未来使徒”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人建立了一种“尼采主义”，将尼采那些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产生共鸣的有价值思想，进行了片面负面的解释，并将其用于政治目的。但同时，艾斯纳也反对梅林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即试图直接从社会经济的“时代物质”中推导出尼采的思想。梅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似乎是“失败的”（Eisner 1892, 93），就像那些“尼采使徒”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们滥用尼采的精神作为“许多恶灵的合身外衣”。“伟大的尼采面临着被空谈成‘世纪末’微小英雄的危险”，这才是真正的“尼采盲从狂”（同上，16）。在尼采的问题上，“尼采主义者”断言一切，却什么也没有证明。他们通过法令宣布真理，沉迷于精神的专制主义之中。艾斯纳在他与尼采的交锋中看到了一项“目标摇摆不定的任务”，即必须撰文反对尼采的学说，“因为这种学说作为本质核心，沉睡在一个充满光怪陆离、尖锐矛盾思想的世界中”（同上，25）。在他看来，尼采的学说建立在腐朽的基础之上，因为他的认识论观点未能“为伦理、美学等教义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同上，26）。从这个核心点出发，艾斯纳接着探讨了尼采哲学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颓废、种族、道德粉碎与一切价值的重估、肉体、女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尼采是道德的伟大解剖学家”。但他借此也许“下意识地进行了一些手术，使道德的生命力和力量变得年轻和健康”（同上，46）。在这里，尽管对尼采有所批评，艾斯纳也看到了尼采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真正的联系，这自然导致这种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利他主义之间暴露出明显的鸿沟。但是，从“二元即一元”（同上，75）的格言出发，艾斯纳试图将严格的“非此即彼”消解在更具包容性的“既是……又是……”之中。这是通过他的哲学政治构想实现的，即“推动个体向充分发展的个性演进”是“人以及人类的任务与目标”（同上，76）。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够且应该“同时既是利己主义者、利他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贵族主义者，又是民主主义者”（同上）。真正的民主不是大众化，而是“必须成为泛贵族主义”（同上，79）。因此，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发展，它在本质上不能没有个人主义，而是“将其作为事实包含在内”（同上，77），因为只有这样，人与人类才能变得高尚。不是把个体压迫到“大众”的水平，而是把所有人提升到高尚者的水平，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但尼采不知道这种联系，因为他并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理想。在他看来，“查拉图斯特拉轻盈的舞步”与无产阶级“笨重的劳作之脚”结为一对是不可想象的。对他来说，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那些“嗜酒兄弟”，他担心“散发出来的苦难的恶心气味”可能会像瘟疫一样渗透进“那精致得近乎享受自我的纯净精神高空”（同上，82）。“尼采是出于厌恶人类而成为反社会主义者的”（同上，83）。正因上述种种理由，他并非一位“资本主义哲学家”，艾斯纳以此反驳梅林对尼采的批评。尼采宁愿“支持血统的封建主义，也不会支持金库的封建主义”（同上，93）。前者可能还是高贵的，而后者本质上是不高贵的。梅林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尼采是“失败的”（同上），因为尼采的“梦想并不是从时代的物质条件中流露出来的”（同上，93）。“让尼采给布莱希罗德（Bleichröder）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当看门人将是一幅可怕的画面”；尽管如此，艾斯纳仍担心他“在这个岗位上也能相当适用”（同上，99）。

尼采被征用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服务者，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尼采的一个重要前提基础。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尼采接受与批判，以G. 卢卡奇（G. Lukács）和H. 居恩特（H. Günther）为典型代表。在纳粹于德国夺权后不久，两人便在其意识形态批判著作中开始探讨纳粹世界观的本质和起源。尼采的思想在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种关于尼采的争论在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基调上，延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如梅林等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做法，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非常直接地从物质时代背景中推导出了尼采的思想。“尼采的世界观是在威廉时代帝国主义的基础上产生普遍影响的”（Lukács 1989, 234）。在那个时期，尼采是“后来反动趋势的先知先觉者和先驱”（同上），就像昔日歌德和黑格尔时代的叔本华之于其后革命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利益妥协的时代（其政治结果便是俾斯麦国家）一样。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尼采之所以能够极其理想地胜任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化，成为帝国统治精神代表的核心，源于他的思想融入了德国及国际垄断资本统治意识形态中反理性、批判启蒙运动、带有生命哲学与浪漫色彩的基本特征之中。这位“孤独的天才”以及“在德国的尼采追随者……对正在迅猛发展的德国帝国主义那种空洞装饰的浮华、那种暴发户式的粗俗品味，处于喧闹或蔑视的对立状态……”（同上，235），而他之所以被利用，恰恰是因为其“反对派特性——尼采最大的优势，他那通常极为充满才智的对晚期资产阶级颓废的批判——”（这也是“他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关键”）仅仅是一种“内在的批判，即一种从颓废本身出发去批判颓废的批判”，它没有“深入其社会根源”，也没有揭示“其社会基础”（同上），甚至反而掩盖了它们。因此，所有那些感到被体制排斥、受其颓废之苦，但不愿或不能从根本上与体制抗争的人，都在尼采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先知……这位在主观上虚假地克服了颓废的先知和哲学家”（同上）。卢卡奇将这些思想家——首当其冲的是尼采——称为帝国主义的“间接辩护士”，H. 居恩特在其1935年撰写的《主人自己的精神》一文中称他们为“批判的辩护士”，其悖论在于这些意识形态理论家“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来间接捍卫资本主义（Günther 1981, 147）。但这些批评家是两面派的，因为一方面他们“将‘旧的、具有启蒙精神的资产阶级’一切具有真正革命性的东西”抛在脑后，另一方面，他们借此制造出一种“向当今资本主义开战”的假象，从而“重新用伪造的革命徽章”来装饰自己（同上）。卢卡奇和居恩特（如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尼采批评家一样）都深知尼采的“普罗透斯本性”。“几乎找不到尼采的一句话，是不能用尼采的另一句话来表达其完全相反意思的”，H. 居恩特在1935年撰写的《尼采案件：尼采的哲学与国家社会主义》中这样认为（Günther 1981, 253）。这位哲学家简直就是一个“复调的”、“多面的人格”。但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在1900年之后，不需要尼采那变幻莫测的普罗透斯本性，于是他们采取了粉饰手法。这条路线从G. 齐美尔（G. Simmel），经过E. 伯特伦（E. Bertram）、尼采档案馆，一直延伸到纳粹理论家博伊姆勒（Baeumler）和吉泽（Giese）。“于是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位哲学家真正的头脑：统一且清晰，金发、碧眼、日耳曼式的：——尼采，一个纳粹！”（同上，257）。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居恩特恰恰要走另一条路。“带卐字臂章的人在散播关于尼采的传奇？——那我们就重构他的真实形象”（同上，258）。鉴于纳粹分子依赖于尼采思想所谓的“封闭性”和不可变性，居恩特想要展示尼采的“双面孔”。“将关于整个尼采的全部真相大白于天下”（同上），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尼采是一位思想家——最后一位具有欧洲级地位的德国思想家”，这一点对他而言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在卢卡奇和居恩特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上可能不存在分歧，但在执行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的纲领时，分歧却显露了出来；因为对于尼采研究专家卢卡奇——他自然也看到了尼采思想的“复调性”——来说，在所有的多样性中依然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因为“哲学家思想的系统性联系是一个比唯心主义体系更古老的现象”（Lukács 1954, 256），任何配得上哲学家称号的人都具有这样的联系。即使在尼采的格言式思想中，也能“展示出这样一种系统性的联系”（同上）。随后，卢卡奇在批判性分析中指出了作为尼采“系统性”基本要素的非理性主义认识论、非道德主义伦理学、反社会主义和反民主主义的精英理论、权力意志学说以及“大政治”。尼采由此成为了一名系统化者和“帝国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居恩特并没有试图在尼采身上寻找内在的系统性，他反而以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尼采为出发点。他试图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具体情境中进行区分，并表明纳粹分子根本无法绝对地继承尼采，甚至这些“空谈家”的层次远低于尼采，他们只是在意识形态上歪曲地接受了他。“他们仅仅只继承了这位哲学家的一半”（Günther 1981, 272）。这一“继承过程”以及那些与“纳粹遗产”不相符的部分，皆被居恩特加以考察。“教养时代的纯粹世界公民主义”残余仍在他心中回荡——尽管他对它提出了所有批评，并且“他内在的某些东西仍在抵御即将来临的野蛮。但恰恰是他宣告、准备并引进了帝国主义的现代野蛮——这是他所期盼的”（同上，320及下页）。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法西斯分子能够继承他。

马克思主义者E. 布洛赫（E. Bloch）早早地就对卢卡奇那高度单向度的尼采形象做出了批判性评价。尽管他也在其关于哲学史的莱比锡演讲中看到了纳粹对尼采思想的“实用化剥削面”，但他仍然指出，将尼采塑造成希特勒的先驱是“极其有害的”，而这“不幸地被所有反法西斯主义者所实行”（Bloch 1985, 413）。他认为，对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而言，希特勒由此被“正当化了”，至少被“变得非常有趣”：“他进入了一个高贵的领域”（同上）。布洛赫反驳卢卡奇的观点，拒绝接受那条从晚期谢林经由尼采直接通向希特勒的路线。在1954年6月25日的一封信中，他问卢卡奇：“难道这没有给旗帜——更确切地说，给希特勒那个粪坑——带来一种极其不恰当的光环吗？”（Bloch 1985, 202）。布洛赫认为，尼采追求的是一种“新人”，这个概念后来被窃取，并在这一过程中退化为可怕的野兽，当然，这一概念本身对此也负有部分严重责任。但它也是某种反抗“文明化进程中的矮化和恶劣的小市民习气”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其最美好的形态中，最终在所有时代都被人们称为青春”（Bloch 1985, 415及下页）。这一矛盾——自从社会民主党内部重要理论家与尼采思想发生交锋以来，便在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延伸——也体现在前民主德国的尼采接受史和讨论中。虽然一方面存在着一个基于其反动和法西斯主义影响路线而从根本上拒绝尼采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派别，但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前沿趋势，对尼采思想进行了更具区分度、分析性、深度挖掘和评估性的探讨，这种在精神交锋领域的表现也是陷入深度危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主义的一种体现（参见 Kapferer 1990, 257–76）。

参考文献：

恩斯特，P.：《F.尼采。他的哲学 1890》，载于：《现代生活自由舞台》，第1卷第18和19期，柏林 1890年；

塞尔瓦埃斯，F.：《尼采与社会主义。主观观察》，载于：《自由舞台》，第3卷第3期，柏林 1892年；

艾斯纳，K.：《精神病态。F.尼采与未来的使徒》，莱比锡 1892年；

杜博克，J.：《超越实在。一项当代研究》，德累斯顿 1896年；

滕尼斯，F.：《尼采崇拜。一项批判》，莱比锡 1897年；

福斯特-尼采，E.：《尼采语录》，莱比锡 1922年；

奥勒，M.：《墨索里尼与尼采。法西斯主义伦理学的一项贡献》（1927？），魏玛歌德与席勒档案馆（GSA Weimar）100/1187；

博伊姆勒 1931年；

罗森堡，A.：《20世纪的神话》，慕尼黑 1935年；

墨索里尼，B.：《著作与演说》，苏黎世/莱比锡/斯图加特 1935年；

博伊姆勒，A.：《德国精神史研究》，柏林 1937年；

哈特勒，H.：《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慕尼黑 1937年；

罗森堡，A.：《F.尼采。帝国领导人兼帝国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1944年10月15日尼采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魏玛歌德与席勒档案馆，ZAS S 1944；

卢卡奇，G.：《理性的毁灭》，柏林 1954年；

梅林，F.：《文集（著作）》，第1-15卷，柏林 1960-1967年；

墨索里尼，B.：《力量的哲学》（1908年），引自：诺尔特，E.：《青年墨索里尼社会主义中的马克思与尼采》，载于：《历史杂志》191/192（1960年），249-335；

桑德沃斯，E.：《希特勒与尼采》，哥廷根 1969年；

兰德格雷德，H.：《第三帝国中与尼采的交锋：尼采影响史的一项贡献》，哲学博士论文，基尔 1971年；

居恩特，H.：《主人自己的精神》，柏林/魏玛 1981年；

蒙蒂纳里 1982年；

布洛赫，E.：《近代哲学II：德国唯心主义。19世纪哲学》（莱比锡哲学史讲座，第4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5年；

同上：《书信集 1903-1975》，第一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5年；

陶雷克，B.H.F.：《尼采与法西斯主义》，汉堡 1989年；

卢卡奇，G.：《论法西斯意识形态批判》，柏林/魏玛 1989年；

诺尔特，E.：《尼采与尼采主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0年；

卡普费雷尔，N.：《1945-1988年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敌对形象》，达姆施塔特 1990年；

彭佐，G.：《超人神话 / 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纽约 1992年；

阿施海姆，S.E.：《尼采与德国人。一个崇拜的发展史》，斯图加特/魏玛 1996年；

克鲁梅尔，R.F.：《尼采与德国精神》，第三卷，柏林/纽约 1998年。


Hans-Martin Gerlach


心理学

弗洛伊德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 荣格 – 克拉格斯 普林茨霍恩

“任何严肃的现代心理学史都无法绕过N.及其视角主义心理学”，赛德曼（Seidmann）在巴尔默（Balmer）主编的两卷本《心理学史》（1982, 358）中如是说。人们甚至将N.视为“最纯粹意义上”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Klages 1926, 10），甚至弗洛伊德也将他看作一位哲学家，“他的预感和洞察力常常以最令人惊叹的方式与精神分析的艰苦成果相吻合”（《自传》，GW 14, 86）。重新确立心理学作为“科学之女王”和“通向基本问题之路”的地位，是N.的核心诉求之一。在他的著作中，一位“无与伦比的”心理学家在发声。对他而言，心理学首先是“权力意志的形态学和发展学说”（《超善恶》，第23节，KSA 5, 38f.）。这种权力意志是对自然的观察所得。作为心理学家，N.也成了一名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

对作为“心理学家”的N.的最早接受发生在维也纳。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初期，N.发挥了核心作用。特别是在弗洛伊德周围的圈子里，他的名字无处不在。在弗洛伊德看来，N.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偶像”（《会议记录》，第2卷，27），这个词并非针对N.深刻的心理学洞察，而是指人们对其不加反思的盲目追捧。该学科两位开创学派的代表人物——A.阿德勒和C.G.荣格——曾屡次明确引用N.，并对其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弗洛伊德本人却始终强调自己对N.的著作并不熟悉：他曾带着明确的动机剥夺了自己阅读N.所带来的“高度享受”，因为他“不希望在处理精神分析的印象时受到任何期望观念的阻碍”（《精神分析运动史》，GW 10, 43ff.）。

弗洛伊德

（两者之间的）接触点数不胜数。自《悲剧的诞生》（1872）问世以来，N.在维也纳的知识界便广为人知。弗洛伊德的朋友圈中包含众多狂热的N.崇拜者，包括S.利皮纳、H.布劳恩、V.阿德勒以及J.帕内斯。帕内斯曾于1883至1884年之交的冬季在尼斯与N.亲自结识，并在信中向弗洛伊德讲述了他与这位哲学家的会面和交谈。普林茨霍恩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心理学天赋的人’能够抵挡住N.的魅力”（1928, 115）。1908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首次讨论了N.。4月份的讨论围绕《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论文《禁欲主义理想意味着什么》展开，10月份则讨论了《瞧！这个人》。这两次讨论更多地体现了那种“将所有一切都放在躺椅上（进行分析）”的“初创期狂热”（Gasser 1997, 276），而非对文本本身的真正兴趣。尽管如此，除了对N.进行心理学化解读之外，关于其先驱地位的问题也清晰地进入了视野。第一次讨论的目的是唤起人们对《论道德的谱系》中“深刻的心理学认知”（《会议记录》第1卷，319）的关注。协会成员们一致认同N.对弗洛伊德新学说的重要性，并赞同P.费登的观点，认为倒不如反过来问，N.究竟“还有多远没走到。他凭直觉认识到了弗洛伊德的一系列发现；他是第一个发现宣泄、压抑、逃避疾病以及本能冲动（包括正常性本能和施虐本能）重要性的人”（《会议记录》，第1卷，337）。弗洛伊德在第二天晚上的讨论发言中指出，N.“凭借极大的敏锐性，仿佛通过内部心理知觉，剥离了自身的层层面纱”。“像N.这样的内省，在以前的任何人身上都未曾达到过，并且很可能以后也无法再被超越。让我们感到困扰的是，他把‘是’变成了一种‘应该’。然而，‘应该’对科学来说是陌生的。在这一点上，他终究还是个道德家，未能摆脱神学家的阴影”（《会议记录》，第2卷，28）。维特尔斯在其弗洛伊德传记（1924）中也明确将N.称为先驱。在某种程度上，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构成了N.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另一条纽带。在与N.短暂而热烈的交往三十年后，她拜入了弗洛伊德的门下。凭借其极具洞察力的著作《著作中的F.N.》（1894），她证明了自己仿佛命中注定会接受弗洛伊德的学说。

在弗洛伊德的学生中，无政府主义者O.格罗斯（1877–1920）是第一位试图在N.和弗洛伊德之间建立系统联系的人。他认为，N.尤其发现了文化对个体的破坏性和致病性影响，并因此作为“生物社会学”的奠基人（《论精神病态的劣势》，1908, 48）被载入史册。弗洛伊德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被视为N.研究的直线延续”（同上）。陶斯克称N.为“唯一一位前精神分析思想家”（《精神分析年鉴》第6卷，1914, 407），普菲斯特将他描绘为“最敏锐的背景心理学家”（《意象》第1卷，1912, 56），而整个弗洛伊德圈子里或许是最精通N.的O.兰克，甚至在作为心理学家这一点上将N.抬高到了弗洛伊德之上（尽管是在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N.“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是个道德家，因此比弗洛伊德更算得上是一位心理学家”（1929, 279）。协会中还有许多其他研究过N.的成员也值得在此提及，包括希奇曼（《弗洛伊德与N.》，1933）、豪特勒、斯特克尔、温特斯坦以及L.宾斯万格——他是曾于耶拿为N.治疗的精神病医生O.宾斯万格的侄子。

阿德勒

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伊德仅将权力意志、超人、一切价值的重估或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等核心概念像“声音的云朵”（Gasser 1997, 168）一样融入其文本中——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在其著作中总是明确地援引N.，特别是N.的“权力意志”。“如果我提到N.的名字，那就等于揭示了我们这门技艺的擎天柱之一”（《治疗与教育》，123）。“在所有为我们留下思想遗产的杰出哲学家中”，N.是那个“与精神分析思维方式最接近的人”（《会议记录》，第1卷，336）。大约从1910年起，他用“权力意志”这一术语来标示自己的“主导思想”。在借鉴N.的权力意志的基础上，阿德勒引入了攻击本能作为基本本能，但这一本能通过作为所有文化基础的“天生的共同体感觉”获得了其最重要的调节。因为，阿德勒认为，当权力意志成为指导生活方式的原则时，就会产生神经症和疾病。在他看来，人之为人的过程正是在这两种原则不断的相互博弈中完成的。然而，这也清楚地表明，N.所理解的权力意志，与阿德勒（尤其是在其神经症学说中）赋予极大比重的那种权力诉求，是截然不同的。阿德勒的学生M.斯佩伯在提及N.时甚至断言，人们“几乎想象不出有什么比阿德勒对权力意志的理解更为对立的了”（《A.阿德勒或心理学的贫困》，1983, 107）。在阿德勒的著作《神经症性格》（1912）中，N.虽然被多次提及，但更多是口号式的，并不能从中推导出对N.哲学的更深层理解。

荣格

在深度心理学的三位创始人——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之中，荣格（1887–1961）毫无疑问拥有最丰富的关于N.的知识。“他那洞穿一切的心理学判断力，让我深刻认识到了心理学所能达到的成就”（《书信集》，1973, 371）。荣格的许多思想，例如关于梦、原型、“阴影”、“人格面具”、“智慧老人”的观点，都可以以或多或少变形的形式追溯到N.。荣格对《查拉图斯特拉》原型的深度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将这部著作与《圣经》相提并论。在1934年至1939年间，他专门举办了《查拉图斯特拉》研讨班，因为他坚信这部著作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这些现已出版的研讨班记录（Jarrett 1989），据爱伦伯格所说，代表了“对N.这部著名杰作所进行的最彻底的释义”（1973，第1卷，385）。

精神分析

那么，N.究竟有何种具体的认知，使他成为深度心理学或精神分析视角的先驱呢？——1. 在N.的思想中，“无意识，即‘身体的大理智’”，相对于意识而言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N.敏锐地察觉到了“未知的、或许是不可知的、但能被感觉到的文本”（即无意识的本能领域）与旁边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的“所谓的意识”之间所横亘的深深鸿沟（《曙光》，第119节，KSA 3, 113）。——2. 相应地，在N.那里，“自我（Ich）”已经被“本我（Es）”夺去了王座：“并非‘我’在思考，”他在《超善恶》中写道，而是：“‘本我（它）’在思考：但认为这个‘本我’恰好就是那个古老而著名的‘自我’，委婉地说，只是一种假设、一种断言，绝非什么‘直接的确定性’。归根结底，说‘本我在思考’已经是说得太多了 [] 也许有一天，就连逻辑学家们也会习惯于抛弃那个小小的‘本我’（那个诚实古老的自我已经挥发成了它）来思考”（《超善恶》，第17节，KSA 5, 31）。——3. N.得出了关于文明起源的相同诊断，这一诊断最终可追溯至狄德罗。远在弗洛伊德之前，他就强调指出，对道德形成具有建构意义的本能放弃，最初是通过暴力强迫实现的（《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篇，第16节，KSA 5, 321 ff.）。N.写道：“几乎所有我们称之为高级文化的东西，都建立在残忍的唯灵化和深化之上”（《超善恶》，第229节，KSA 5, 166）。弗洛伊德也有类似的表述：“我们最优良的美德，是作为反向形成和升华，从最邪恶的天赋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精神分析的兴趣》，GW 第8卷，240）。——4. 弗洛伊德的“异端思想”——即将坏良心解释为“攻击性向内转向”——已非常明确地存在于N.的思想中，N.明确谈到了他“自己关于坏良心起源的假设”：“所有未向外发泄的本能，都会转向内部——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内在化。[] 敌意、残忍、对迫害、突袭、变迁、毁灭的渴望——所有这些都转过来反对这种本能的拥有者自己：这就是坏良心的起源”（《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篇，第16节，KSA 5, 321 ff.）。——5. 与N.极其相似，弗洛伊德认为内疚感在一神论信仰中达到了顶峰，因为随着昔日原始父亲的象征性加冕，攻击欲望同时也复苏了。N.：“因此，基督教上帝作为迄今为止达到的最高神灵的出现，也在人间带来了最大程度的内疚感”（《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篇，第20节，KSA 5, 330）。然而，对于N.来说，“上帝已死”恰好标志着西方道德的终结，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弑神”则意味着道德的开端（《摩西与一神教》）。加瑟在其不朽的比较研究中，看到了N.的虚无主义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抑郁症理论之间有趣的相似之处，他断言，在分析虚无主义时，N.眼前浮现的正是后来被弗洛伊德描述的抑郁症症状图景。弗洛伊德在《哀悼与抑郁症》中指出，抑郁症患者与哀悼者的区别在于，抑郁症患者无法在完成哀悼工作后，将其力比多从失去的客体上撤回并转向新的客体。就此而言，N.预测的对上帝之死和迄今人类理想主义价值的抑郁反应，正是不可能真正完成与过去道德理想主义割裂的迹象。——6. 就连升华的概念——通常被视为纯正的弗洛伊德式首创——也早已存在于N.的思想中：“对艺术和美的渴望，是对性本能狂喜的一种间接渴望，它将这种狂喜传达给了大脑”（《遗著》，KSA 12, 325f.）。然而，N.的升华概念在侧重点上与弗洛伊德不同，且内涵更广，他并没有将升华局限在性本能的领域。在1881年的遗著中写道：“法官是一个升华了的刽子手”（《遗著》，KSA 9, 477）。或者：“存在一种对自身的反抗，某些形式的禁欲主义便属于其最升华的体现”（《人性的，太人性的I》，第137节，KSA 2, 130f.）。以及：“残忍的升华：激起同情”（《遗著》，KSA 9, 404）。——7. 在N.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记忆理论的踪迹，该理论包含了弗洛伊德记忆理论中两个重要的因素——作为“遗忘”和“记忆”双重能力的刺激保护和持久回忆能力。健忘（↗遗忘），N.认为，并非像肤浅之人所相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惰性力量，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在最严格意义上是积极的抑制能力 [] 暂时关上意识的门窗 [] 来一点寂静，给意识来一点白板，以便为新事物腾出空间”。主动的遗忘仿佛是“维持心灵秩序”的守门人（《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篇，第1节，KSA 5, 291f.）。与此同时，N.追问，一旦通过了这扇门的事物，是否就被永远储存了起来。“是否存在真正的遗忘，仍未被证实，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重新回忆并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曙光》，第126节，KSA 3, 117）。在1885年的遗著中又写道：“在有机界中没有遗忘；但的确有一种对所经历之事的消化”（《遗著》，KSA 11, 476）。事实证明，N.的理论对记忆之物的价值和回忆工作本身持极度批判的态度。他那根本的认识论怀疑主义在这里也凸显出来。如果整个认知机制是一个“抽象和简化的机制”，甚至是一个不以认知为主要目的、而“以掌控事物为目的”的“伪造机制”，那么记忆也只能是对回忆的一种解释性的“主动加工”，而非材料的客观事实。——8. N.已经非常清楚压抑的机制，正如《超善恶》中著名的第68条格言所展示的那样，弗洛伊德曾两次引用过这段话：“‘这事是我干的’，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是做过这事’——我的骄傲说，并且固执己见。终于——记忆做出了让步”（KSA 5, 86）。——9. N.同样在弗洛伊德后来理论的意义上了解投射机制，既把它视作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心理现象，也视作原始的、仿佛是“自恋的”融合过程，尤其是作为一种防御机制（Gasser 1997, 276）。关于他早期讨论瓦格纳著作的投射背景，N.写道：“这是所能有的最奇异的‘客观性’：对我究竟是谁的绝对确定性，被投射到了某个偶然的现实之上——关于我自身的真理从令人战栗的深渊中发出了声音”（《瞧！这个人》，KSA 6, 276）。——10. 早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之前，N.就已经认识到了梦作为有意义的心理构造的价值。“我们在梦中所经历的一切 [] 就像任何‘真正’经历过的事情一样，完完全全属于我们灵魂的总预算”（《超善恶》，第193节，KSA 5, 114）。在《曙光》中，N.预见到了弗洛伊德关于梦是愿望满足这一核心命题，他断言“我们的梦恰恰具有这样的价值和意义，即在某种程度上补偿白天‘养料’的偶然匮乏”（《曙光》，第119节，KSA 3, 112）。——11. 爱伦伯格甚至断言，在N.的超人概念中包含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治疗概念的萌芽”。超人克服了传统道德与自身本能需求之间的冲突，在内心深处获得了自由，他“克服自身的方式，大致等同于神经症患者在接受成功的精神分析治疗之后的方式”。如果他是“善良的”，那也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决定如此（1973，第1卷，383）。

克拉格斯、普林茨霍恩及其他

在狭义的心理学家中，主要应提及两位对N.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人：L.克拉格斯和H.普林茨霍恩。在其著作《N.的心理学成就》中，克拉格斯（1872–1956）提出了一种观点，即N.是“最纯粹意义上真正开创了心理学的第一人”（1926, 10）。对他而言，N.是揭露心理学领域的典范，他的基本主题是人类的自欺欺人或“灵魂伪装”，必须将其识破；不过，克拉格斯认为，N.在自己身上并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表达能像克拉格斯创造的“揭露心理学”一词那样，如此清晰地切中N.心理学方法的本质（Prinzhorn 1928, 92）。克拉格斯的主要思想，即强调灵魂与精神的根本区别，并由此引出的对精神的激进谴责以及对没有精神的动植物生命的推崇，他在N.身上看到了预演。——同样，普林茨霍恩（1886–1935）在其著作《N.与二十世纪》中，也将N.视为“一门新心理学”的奠基人（1928, 87），其诉求是“揭露人类的自欺”。由此，它同时也成为了宣告19世纪那种以精密自然科学规律为导向的心理学的“死亡讣告”。在他看来，N.标志着走向一门以人类兴趣为中心的新心理学的转折点。——雅斯贝尔斯（1883–1969）虽然集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但他几乎只探讨了N.在哲学史上的意义（1950/68）。在他的著作中，并未专门对作为心理学家的N.进行评价。——至今，出身各异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仍不断感到自己受到N.思想的挑战（仅举几例：贝内代蒂、格克勒、O.康德、拉康、朗、米勒、尼奇克、拉特纳、赛德曼、施蒂尔林、沃尔茨、伍姆瑟）。特别是在格德那里，我们发现了对N.深度心理学先驱成就的深入评价，尽管他得出的结论是，“N.还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深度心理学家’”，因为只有弗洛伊德才成功地“探索出了无意识的‘规律性’”（199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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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娜特·米勒-布克（Renate Müller-Buck）


俄罗斯

舍斯托夫 – 别尔嘉耶夫 – 弗鲁贝尔 – 丘尔廖尼斯 – 斯克里亚宾 – 梅耶荷德 – 高尔基 – 曼德尔施塔姆 – 马雅可夫斯基 – 寻神派 – 造神派 – 伊万诺夫 – 别雷 – 勃洛克 – 巴赫金 等

尼采在1917年革命前后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始于1890年左右，在1914年前达到顶峰，一直延伸到斯大林时代的官方和非官方文化中；尽管他的著作遭到封禁，其本人也被诋毁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颓废派的哲学家，但这种影响依然得以留存，并在1970年左右的现代主义辩论中复苏，至今仍具有不减的现实意义。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一样，尼采也是流亡者的主要精神领袖。他的著作在1911年之前被迅速翻译，以单行本和俄文版作品集的形式出版，尽管在苏联时期被从图书馆中清除，但自“改革”（Perestrojka）以来，又以众多俄文版本的形式重新问世。关于他的出版物日益增多。如今在俄罗斯，尼采是现代和后现代最受热议的思想家之一。他开放的、实验性的思想备受争议，被视为文化重新定位的机遇与危险并存，这种重新定位与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紧密相连。尼采与瓦格纳一道，对1900年左右革命前“白银时代”的文化产生了无孔不入的影响——在哲学（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文学（象征主义者与批判现实主义者）、绘画（弗鲁贝尔、丘尔廖尼斯）、音乐（斯克里亚宾）和戏剧（梅耶荷德）等各个领域——横跨所有意识形态阵营：象征主义者、宗教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以马克西姆·高尔基为首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如曼德尔施塔姆等阿克梅派诗人，以及如马雅可夫斯基或赫列勃尼科夫等未来主义者，无不为其着迷。他的思想在畅销书（如阿尔志跋绥夫或韦尔比茨卡娅的作品）中被普及化和庸俗化，在1905年审查制度放宽后演变成对尼采的狂热崇拜，在普通大众读者中也引起了广泛共鸣。契合着俄罗斯的期待视野——受到政治文化危机、革命民粹派运动失败后的“重估一切价值”，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而上学反叛的深刻影响——这位德国哲学家被转化为了“俄罗斯的”尼采。典型俄罗斯式的特征是对尼采进行的宗教和社会政治解读。唯心主义的“寻神派”（Bogoiskateli）将他理解为现代的神秘主义者、“狄俄尼索斯式基督”的先知、“认识的殉道者”和“悲剧个人主义”的哲学家；这些非马克思主义“俄罗斯文艺复兴”的神话诗学思想家和诗人包括：D. 梅列日科夫斯基、V. 伊万诺夫、A. 别雷、A. 勃洛克和 N. 别尔嘉耶夫。对尼采的“集体化”——作为工人阶级“普罗米修斯式”群众集体中“新人”的代言人（社会主义与宗教的综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造神派”（Bogostroiteli）完成的：高尔基、A. 卢那察尔斯基和 A. 波格丹诺夫，他们也是列宁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作为一位宗教和社会思想家，尼采被整合进了基督教的视角和革命的思想传统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影响在于：1. 出自《悲剧的诞生》中酒神与日神精神的两极性——被多次重新诠释，如：伊万诺夫（《受难与复活之神的古希腊宗教》）、别雷（《彼得堡》）、勃洛克（“音乐精神”，《十二个》）、巴赫金（狂欢化理论）；2. 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超人”的人类学隐喻，该隐喻被奉为“社会主义超人”而备受推崇，抑或被贬为狂妄自大的“人神”而遭到摒弃。如今显而易见的是：尼采、马克思和索洛维约夫是1917年前俄罗斯文化的三大主要催化剂。尼采的影响是连接革命前与革命后时代的桥梁之一。“苏联的”尼采建立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对尼采式关键神话的接受基础之上：“造神派”的社会神话意识形态在1917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Proletkult）左翼阵线中得以延续，在官方的斯大林主义中被政治化，并被极其粗暴地篡改（“权力意志”）以服务于共产主义革命（群众戏剧、共青团、建筑、照片蒙太奇）。“寻神派”的基督教存在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A.A. 梅耶尔（上帝与撒旦的双重身理论、牺牲神学）、M. 布尔加科夫和巴赫金等非官方文化自我定义的基础。E. 扎米亚京的体制批判小说《我们》和 B.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带有尼采式的潜台词。尼采对神秘主义（P.D. 乌斯宾斯基）和俄苏犹太文学（I. 巴别尔）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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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德佩尔曼


瑞士

1869–79：巴塞尔教授任期

4月19日，24岁的N.作为新近受聘的教授抵达巴塞尔（聘用证书见Hoffmann 1994, 9），并在那里定居了十年（5处住所见Hoffmann 1994, 172）。起初，N.感到相当漂泊无依，但巴塞尔的上流社会接纳了这位单身的德国讲师，因此年轻的N.在菲舍尔（Vischer）、萨拉辛（Sarasin）、霍伊斯勒（Heusler）、拉罗什（La Roche）、巴霍芬（Bachofen）和布克哈特（Burckhardt）等家族中找到了如父如家般的温馨环境。其中，与雅各布·布克哈特（↗朋友）的友谊占据了极为突出的地位。N.对这位与其父亲同辈的学者怀有坚定不移的崇敬之情。然而，N.最重要的关系并非与某位巴塞尔人建立，而是与德国神学家弗朗茨·奥弗贝克（↗朋友）。这两位年轻的教授比邻而居了四年半，此后也一直保持着亲切的私人交往与书信往来。

在开始巴塞尔大学的教学工作时，N.脱离了普鲁士国籍。但他并未同时获得瑞士公民身份，当N.后来（1876年）向巴塞尔当局注销户口前往意大利时，当局为他签发的护照上仅注明N.为巴塞尔大学教授（影印件见Hoffmann 1994, 169）。但N.本人此后却误以为自己是瑞士公民。对他而言，瑞士和瑞士人逐渐从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转变为一种精神特质，他在一则笔记中将这种特质与德意志帝国的一切划清界限，并充满激情地加以升华（N，1881年春至秋，11[249]，KSA 9, 536）。

以巴塞尔为起点，N.游历并深入了解了瑞士中部和东部、格劳宾登州、阿尔卑斯山区、日内瓦湖区、瓦莱州以及瑞士南部。

1879–89：Fugitivus errans

在解除巴塞尔的教学义务后，N.于1879年夏天发现了上恩加丁（Oberengadin），并在其书信和著作中用赞美诗般的语言颂扬了这一发现。此后，他通常在锡尔斯-玛利亚（Sils-Maria）度过夏月，而在其他季节则主要前往南方寻找宜人的气候。正如瑞士对N.而言成为一种精神特质一样，他很早便将自己的哲学理想投射到高山世界中：“攀登到前所未有的思想家的高度，进入纯粹的阿尔卑斯和冰川的空气中，去到那不再有任何迷雾和遮蔽的地方”（SE 5, KSA 1, 381）。

1884年，另一个重要的瑞士驻留地是苏黎世，在那里，N.结识了梅塔·冯·萨利斯（Meta von Salis，↑ 女性）、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以及指挥家弗里德里希·黑加尔（Friedrich Hegar）（Hoffmann 1994, 96–101, 197–200）。

崩溃

也许正是得益于三位巴塞尔同事的努力，N.在1889年初精神崩溃后，才得以免于被送进意大利的疯人院。在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威勒（Ludwig Wille）的敦促下，弗朗茨·奥弗贝克前往都灵将N.接回。在巴塞尔，神智不清的N.在诊所住了一个星期，直到被母亲接回德国。N.与瑞士尤其是与巴塞尔的深厚情谊，在他1889年1月5日的“疯癫书信”中得到了体现，N.在信中写道，他“宁愿做个巴塞尔的教授，也不愿做上帝……”

后续影响与在瑞士的接受

N.在德语圈的早期接受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位瑞士评论家：1886年，约瑟夫·维克托·魏德曼（Josef Victor Widmann）在伯尔尼的《联邦报》（Bund）上发表了对《善恶的彼岸》的书评，题为《尼采的危险之书》；1888年，卡尔·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了综合评论《从其著作看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及对《瓦格纳事件》的书评（影印件见Hoffmann 1994, 123–127, 138f.）。在批判性的N.研究与接受史中，弗朗茨·奥弗贝克收集的N.书信集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原则上拒绝将这些信件交给魏玛的N.档案馆，而是将其存放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后来该收藏又通过其他重要遗稿得到了扩充（↗N.档案馆的历史）。

巴塞尔和锡尔斯-玛利亚很早便成为了N.的朝圣地。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和雨果·巴尔（Hugo Ball）在巴塞尔时期曾追寻N.的足迹。早在N.的活跃时期，乔瓦尼·塞冈提尼（Giovanni Segantini）就致力于以英雄主义和超人的气魄去感受和描绘恩加丁的风景。在瑞士的精神生活中，N.的影响波及了从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莱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 Ragaz）到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等众多人物。

参考文献

Bernoulli, C. A.: N. und die Schweiz, 弗劳恩费尔德/莱比锡 1922; Burckhardt, C. J.: Frédéric N. en Suisse, 摩纳哥 1955, 日内瓦 1970; Wanner, K.: Der Himmel schön, südlich die Luft aber frisch, 库尔 1993, 174–219; Hoffmann, D. M. (编): N. und die Schweiz, 苏黎世 1994; N.-Itinerar, 同上, 17–24; Raabe, P.: Spaziergänge durch N.s Sils-Maria, 苏黎世/汉堡 1994; Pernet, M.: N. und Segantini in Engadins Landschaft und Licht, Bündner Jahrbuch 1999, 59–71; Bollinger, A./Trenkle, F.: N. in Basel, 巴塞尔 2000.

大卫·马克·霍夫曼 (David Marc Hoffmann)


斯堪的纳维亚

勃兰兑斯 – 斯特林堡 – 霍夫丁 – 汉松 – 海格斯特伦

至少对广大受众而言，尼采是在斯堪的纳维亚被发现的。1888年春，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在哥本哈根举办了关于他的讲座，奥拉·汉松（Ola Hansson）用德语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尼采的详尽评论和探讨。以勃兰兑斯、汉松、斯特林堡等人为起点，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斯堪的纳维亚就表现出了对尼采的浓厚兴趣。早在1890年，约瑟夫·迪纳（Joseph Diner）就在《自由舞台》（Freie Bühne）中写道：“一段时间以来，从斯堪的纳维亚这个文学的应许之地，传来了非常奇特的消息。据说，尼采主义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格奥尔格·勃兰兑斯举办关于尼采的讲座，斯特林堡和爱德华·勃兰兑斯（Eduard Brandes）受他的启发而创作出新的作品，奥拉·汉松向德国寄发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以这位新救世主的使徒自居”。

因此，尼采很早就在斯堪的纳维亚被发现，并引发了大量的热情、讨论以及反对；这在作家和诗人中尤为明显，但也波及其他活动领域的人士。为了能够衡量尼采对斯堪的纳维亚思想、文学和文化影响的广度，特别是深度，必须将他与柏格森、叔本华、康德和歌德等诗人与思想家进行比较。可以认为，尼采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位，但迄今为止似乎尚未有关于他这种影响的研究。

尼采本人对斯堪的纳维亚既缺乏兴趣也知之甚少。虽然他经常谈及冰、雪和寒冷，但这更多是指高山和阿尔卑斯山的寒冷，而非北欧的寒冷。尼采没有计划，显然也没有愿望去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在他的著作、信件或遗稿中，几乎从未提及过斯堪的纳维亚。许多尼采读者期望在他的文本中读到的几个斯堪的纳维亚主题并未出现。例如，午夜的太阳和维京人几乎从未被提及；斯堪的纳维亚的萨迦和神话也极少被提及，尽管尼采在学生时代曾对古日耳曼和北欧的历史与神话充满热情，并且他曾与瓦格纳有过长达数年的密切交往。因此，尼采对北欧及北欧事物没有表现出浪漫的偏好，但他却为“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拥有他最好的读者”而感到自豪。

尼采对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和哲学的了解很少。虽然他小时候读过安徒生的《没有画的画册》、埃萨亚斯·泰格奈尔（Esaias Tegnér）的史诗《弗里乔夫萨迦》和《埃达》，但直到1887年和1888年，大概是在与他通信的勃兰兑斯和斯特林堡的启发下，他才开始阅读更多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作品。他带着愉悦和兴趣阅读了勃兰兑斯的几部作品（两篇短文《埃米尔·左拉》和《歌德与丹麦》，以及两部长篇专著：《德国浪漫派》和《现代精神》）；此外，他还阅读了斯特林堡（《结婚集》、《父亲》和短篇小说《悔恨》），研究了霍夫丁的《基于经验的心理学大纲》（1887年）；他还打算研究克尔凯郭尔。在1883年至1888年间，他可能还阅读了易卜生的戏剧《布兰德》。

促使尼采在斯堪的纳维亚迅速为人所知的决定性推动力，是格奥尔格·勃兰兑斯于1888年4月至5月在哥本哈根大学举办的关于尼采的讲座，以及在纲领性文章《贵族激进主义》（哥本哈根，1889年）中对这些讲座论点的发表，还有丹麦哲学家哈拉尔德·霍夫丁（Harald Höffding）以反概念《民主激进主义》（哥本哈根，1890年）为题作出的详细回应。

1890年前后是北欧精神生活中的一个时期，以现代派与自然主义者（一方）同新浪漫主义者与保守派（另一方）之间的冲突为标志。这种争议可以解释为什么尼采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两个群体都在尼采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思想炸药。许多自然主义者被他哲学中的生物学和达尔文主义元素、他的革命性伦理学以及他对宗教和道德领域（包括情爱领域）的价值重估所吸引。许多新浪漫主义者则狂热追捧精神贵族主义、英雄悲剧色彩、对民主和自由主义的蔑视、对本能生活和本能道德的颂扬，并钦佩他作为语言艺术家的才华。在瑞典，盖耶尔（Geijer）和博斯特伦（Boström）的人格哲学（Persönlichkeitsphilosophie）的强大传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Brandl 1977；1983）。

人们通常认为勃兰兑斯发现了尼采，但情况似乎恰恰相反，因为实际上是尼采试图争取勃兰兑斯。早在70年代，尼采就阅读了勃兰兑斯的主要著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一部分。早在1883年，尼采就通过两封信提请他的出版商施迈茨纳（Schmeitzner）注意这位文化史学家勃兰兑斯（“当今最才华横溢的丹麦人”），并要求他将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寄给勃兰兑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尼采通过他的出版商向勃兰兑斯寄去了《善恶的彼岸》和《论道德的谱系》。基于最后这次寄书，勃兰兑斯在1887年11月给尼采写了信，从而开始了他们的通信。在随后的13个月里，勃兰兑斯和尼采互通了23封信，其中10封来自勃兰兑斯，13封来自尼采。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一位拥有犹太血统的丹麦人，是斯堪的纳维亚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作为欧洲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使者，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勃兰兑斯是现代派，一位对自由个人主义抱有政治同情的自然主义者，但他（与尼采相反）也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抱有同情。

凭借其人脉网络和权威地位，勃兰兑斯在1888年4月和5月举办了座无虚席的讲座后，迅速让尼采为人所知。这些讲座的很大一部分是对尼采著作的复述。勃兰兑斯用“贵族激进主义”一词来概括尼采的立场，这也符合勃兰兑斯自己的政治信念。在一封给勃兰兑斯的信中，尼采评论道：“您使用的‘贵族激进主义’这个词非常好。恕我直言，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关于我自己的最聪明的评价”（KSB 8, 206）。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勃兰兑斯表示，尼采的著作并未赋予他灵感，但却给了他勇气。在与尼采交流思想期间，他感到自己变得充实，并再次达到了自身生命状态的顶峰。斯特林堡对尼采对其自身影响的评价也与之相似。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3）是瑞典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和尼采于1888年通过勃兰兑斯同时发现了彼此，并开始了一段短暂的通信往来，直到尼采精神崩溃为止。这种关系标志着瑞典尼采接受史的开端。在阅读尼采之前，斯特林堡就已经倾向于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与尼采的接触成为了催化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作为作家的斯特林堡经历了一个“尼采式”的时期。他以下的作品是在尼采的强烈影响下创作的：小说《旃陀罗》和《在海滨》，《朱莉小姐》的序言以及戏剧《债主》和《贱民》。在这一阶段，斯特林堡称尼采为“我们所有人中最自由、最现代的人（当然这在妇女问题上尤为明显）”，并向他众多且在知识界举足轻重的笔友推荐阅读尼采，有时会附上这样的话：“那里什么都有”。他将尼采描述为一个“敢于宣扬强者、智者反对愚者、弱者之权利”的人，宣扬反对“女性化”的人，而斯特林堡恰恰对此深表赞同。在经历了“地狱危机”之后，斯特林堡背离了尼采。

丹麦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哈拉尔德·霍夫丁（1843–1931）可能是世纪之交丹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同情现代经验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J.S. 密尔的功利主义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论，并宣称自己支持福利思想、民主和对进步的信念。

在1889年秋季至1890年夏季期间围绕勃兰兑斯的尼采讲座展开的辩论中，北欧最伟大的评论家勃兰兑斯和当时丹麦最重要的哲学家霍夫丁站在了对立面。辩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才是最高的价值——是普遍的福利，还是创造一个精神精英阶层。这场辩论在丹麦和挪威，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瑞典，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例如，在挪威，比昂松（Björnson）站在霍夫丁一边，而谢兰（Kielland）则与勃兰兑斯一起支持尼采的立场。

霍夫丁似乎读过尼采的著作，但对他来说，尼采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罕见的天才作家”。这种评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看法。

瑞典作家奥拉·汉松（1860–1925）的大力宣传，极大地煽动了北欧（以及德国）对尼采的兴趣。1888年，他通过勃兰兑斯和斯特林堡注意到了尼采。他强调先知尼采及其晚期作品。在几篇文章中，他宣传了尼采，并在其论文《尼采：他的个性和他的体系》（该论文在1889至1890年间以德语、挪威语和瑞典语出版）中，称尼采为“所有现代思想家中最深邃的一位”。尤其是他的诗歌作品《年轻奥菲格的歌》展示了尼采及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汉松对尼采的狂热仅持续了大约三年，后来他便否定了尼采。他成为尤利乌斯·朗贝恩（Julius Langbehn）的追随者，后来又皈依了天主教。

在90年代的老一辈作家中，尼采很少引起共鸣或同情。瑞典的维克多·吕德贝里（Victor Rydberg）和挪威的比昂松持尤为反对的态度。易卜生似乎极少涉猎尼采的作品。

在世纪之交的年轻作家中，对尼采的探讨更为热烈；例如，在瑞典有奥斯卡·莱韦尔汀（Oscar Levertin）、艾伦·凯伊（Ellen Key）、维尔纳·冯·海登斯坦（Verner von Heidenstam）、阿克塞尔·伦德戈尔德（Axel Lundegård）、古斯塔夫·弗勒丁（Gustav Fröding）、卡琳·博耶（Karin Boye）、埃迪特·索德格朗（Edith Södergran）和亚尔马·瑟德贝里（Hjalmar Söderberg）。受影响最深的是抒情诗人、思想家和格言家维尔海姆·埃克伦德（Vilhelm Ekelund）。瑞典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和艺术哲学家威尔海姆·彼得松-伯格（Wilhelm Peterson-Berger）钦佩尼采并将他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在挪威，阿恩·加尔博格（Arne Garborg，他有一段时间在尼采和托尔斯泰之间摇摆不定）和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尤其是在他的早期小说中）受到的影响尤为深远。尼采和汉姆生的文化批判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亲缘关系。在丹麦，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曾有过对尼采表现出兴趣的时期，例如卡尔·盖勒鲁普（Karl Gjellerup）、索福斯·尚多夫（Sophus Schandorph）、亨利克·蓬托皮丹（Henrik Pontoppidan）、约翰内斯·约根森（Johannes Jörgensen）、海尔格·罗德（Helge Rode）和约翰内斯·V·延森（Johannes V. Jensen）。

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哲学而言，尼采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尽管许多哲学家都阅读过他并做过简短的评论。他最大的影响可能是针对生活在世纪之交的瑞典人汉斯·拉尔松（Hans Larsson）和维塔利斯·诺斯特伦（Vitalis Norström），他们部分属于唯心主义，部分属于生命哲学。对于新康德主义者汉斯·拉尔松来说，尼采是一位反理论者和诗人哲学家，他展示了直觉、诗歌和价值的意义。他钦佩作为诗人和心理学家的尼采，但拒绝了尼采的许多思想。始终是一名虔诚基督徒的诺斯特伦，强调尼采的价值、生命和文化哲学。他受到了尼采英雄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但同样也与尼采保持了距离，尽管他在晚年曾说：“我就是尼采，但比他更深邃”。

20世纪最重要的瑞典哲学家阿克塞尔·海格斯特伦（Axel Hägerström，1868–1939）通过他的价值虚无主义，对20世纪上半叶瑞典的总体文化气候产生了重要影响。尼采对海格斯特伦价值虚无主义的影响尚不清楚，但可以推测，海格斯特伦曾受到尼采道德和价值批判的影响，因为他在90年代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尼采，并打算写一篇关于他的论文。

在哲学边缘领域，还有本特·利德福斯（Bengt Lidforss）、奥斯卡·莱韦尔汀、托尔·赫德贝里（Tor Hedberg）以及心理学家保罗·比耶（Poul Bjerre），他们在20世纪初撰写了关于尼采的文章。女作家艾伦·凯伊将尼采视为和谐人格理想的部分代表，她从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来看待尼采，而这遭到了维塔利斯·诺斯特伦的强烈抨击。自此以后对尼采表现出兴趣但并未受到深刻影响的其他瑞典哲学家包括 A. 阿尔贝里（A. Ahlberg）、G. 阿斯佩林（G. Aspelin）、R. 埃克曼（R. Ekman）、J. 兰奎斯特（J. Landquist）、A. 韦德贝里（A. Wedberg）、I. 赫德纽斯（I. Hedenius）和 L. 古斯塔夫松（L. Gustafsson）。

尼采对当时相对贫乏的挪威哲学影响甚微，但他曾被 H.C. 汉森（H. C. Hansen）、阿纳通·奥尔（Anathon Aall）以及道德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比奇-赖兴瓦尔德·阿尔斯（Kristian Birch-Reichenwald Aars）等人讨论过。

社会民主党的先驱（兼著名自然科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本特·利德福斯试图在社会民主主义与尼采式个人主义之间找到一种综合。社会民主党先锋阿克塞尔·丹尼尔松（Axel Danielsson）也同样钦佩尼采，很久以后的芬兰诗人兼社会民主党人阿托斯·维尔塔宁（Atos Wirtanen）也是如此。

在自由派阵营中，尼采并不受欢迎，并遭到文学评论家海伦·林德格伦（Hellen Lindgren）最强烈的反对。在部分带着同情态度研究尼采的保守派人士中，维塔利斯·诺斯特伦和鲁道夫·谢伦（Rudolf Kjellén）是最重要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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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H. 布罗比耶 (Thomas H. Brobjer)


社会学

斐迪南·滕尼斯 – 格奥尔格·齐美尔 – 马克斯·韦伯

社会学相当晚近（并且就韦伯而言，甚至充满了争议）才开始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先驱与经典一代的三位杰出代表——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与马克斯·韦伯（1864–1920）——在多大程度上与N.这位公认的“反社会学家”（Baier 1981/82; Lepenies 1985, 287ff.）进行了思想交锋，并以此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了痕迹。这之所以令人惊讶，单单是因为例如滕尼斯——在N.与露·冯·莎乐美（Lou v. Salomé）及保罗·雷（Paul Rée）的友谊破裂后，他曾一度与后两人交往甚密——于1897年发表了对N.的猛烈批判，正如其标题所示，该批判对♦N.崇拜（N.-Kult）感到反感（Cancik 1987; Aschheim 1996, 17ff.）。无论是在同时代人中（齐美尔是一个例外），还是在有关滕尼斯的文献中，这种对N.的批判都没有得到特别的关注。直到最近，滕尼斯的这些批判性言论——后来韦伯（1988, 446）在面对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时也重申过：自我神化的倾向，或走向“艺术教派”的趋势——似乎才引起了更多的关注（Rudolph 1990; Donnagio/Fazio 1998）。

就像多次批判N.的滕尼斯（1893; 1897a）——包括在一篇针对令他费解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简短书评（1892）中——一样，齐美尔也相当早地多次对N.进行了探讨，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关于N.的散文《一种道德哲学的剪影》（1896）以及作为专著出版的系列讲座《叔本华与N.》（1907），在这本书中，齐美尔还对这两位哲学家的世界观等进行了比较研究（Krech 1998, 91ff., 96ff.）。这本书探讨的主题，齐美尔早在1896年的上述散文中，以及在1906年1月6日《法兰克福报》上一篇题为《N.与康德》的文章中就已经讨论过。齐美尔（1897, 1648）在N.所宣扬的“↗距离的激情”（高贵理想）中看到了一种“极其独特的伦理范畴”，它无法被还原为其他评价方式，同时却又超越了“纯粹道德的层面”，并且是“向着美学的方向”超越——即与“美丽的灵魂”具有亲缘关系，这是齐美尔在1897年为滕尼斯关于N.崇拜的著作所写书评中的一句核心话语。由此可见，齐美尔通过将N.美学化来吸收他，而正是因此，他与滕尼斯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对立。齐美尔（GSG 5, 1992, 124）认为，N.完成了一项“哥白尼式的创举”，因为他“为道德科学发现了高贵的范畴[]”（Simmel 1897, 1648; 另见 Lichtblau 1984; Lichtblau 1996, 77ff.）。然而，N.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学说，也经由齐美尔（1957, 181ff.）进行了一种令韦伯印象深刻的责任伦理式的重构：“因此，在每一个瞬间，无论其现实状况如何，我们都应该这样生活，仿佛我们想要向着在理想的发展路线上超越我们自身这一瞬间现实的目标发展——正如我们应该这样生活，仿佛我们将永远这样生活，即仿佛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轮回”（Simmel o.J., 327）。仔细阅读过齐美尔《叔本华与N.》的韦伯，并没有排斥这种观点：在1920年，他为《新教伦理》（1904/05）中的一条注释增加了一个补充说明，将赋予轮回学说的伦理意义与加尔文宗的预定论联系了起来（Weber 1993, 75 u. 184 [231]）。正如齐美尔在1897年对滕尼斯的批判更多地暴露了他自己而不是N.（Schluchter 1996, 169）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那些因N.对韦伯的影响问题而发生争论的韦伯解释者，尽管在赋予齐美尔在韦伯对N.的理解发展过程中以一种中介作用这一点上，似乎预示着某种共识（Schluchter 1996, 172）。齐美尔将N.的轮回学说解释为“高贵理想的责任伦理化锐化”，因为它试图为那些由个人意愿驱动并被视为个人所作决定的行动，去确立一种指导行动准则的尺度（Lichtblau 1996, 121f.）。在这方面，N.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学说接近了齐美尔的“个体法则”——后者后来成为其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当然，这是对齐美尔所谓的“枯燥的N.思想”的变形：“你是否愿意你此时的所作所为无数次地重演？”现在变成了：“你是否愿意你此时的所作所为决定你的整个一生？”（Simmel 1918, 241; Simmel 1987, 190ff. u. 229f.）。

对滕尼斯而言，阅读N.的《悲剧的诞生》成了一种唤醒体验；借助于《不合时宜的考察》中的N.，他呼吁文化的复兴。N.后期的著作，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开始，对他来说就变得难以理解了；那个令其追随者狂热的N.，是他所无法理解的。相反，N.中期创作阶段的作品（《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漫游者及其影子》；《曙光》；《快乐的科学》）——这些作品还透露出一些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则得到了他的认可，以至于他将这些作品推荐给N.的狂热者，因为N.无法向他们传达任何关于19世纪社会政治现实（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信息，因为这些对N.来说完全是陌生的。甚至，他认为N.是“资本主义及其统治阶级的不道德与残暴的辩护者”（Liebersohn 1991, 25）。当然，在1903年10月15日N.诞辰纪念日时，滕尼斯又向N.的妹妹寄去了一首致敬诗（Treiber 1987, 59）。不仅是因为他对当时的N.崇拜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批评，正如Lichtblau（1996, 96）所言，我们可以认为在滕尼斯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明确的对N.的引用，尽管Zander（1981）认为在N.的《悲剧的诞生》中看到了《共同体与社会》的美学雏形。然而，如果有谁倾向于仅仅把滕尼斯看作是一个向后看的文化批评家，那么应该提醒他，年轻的卢卡奇（Lukács）在他的关于施托姆（Storm）的散文中也表达了他对一个伦理上整合的共同体的渴望，并且在后来与布洛赫（Bloch）进行的关于表现主义的辩论中，卢卡奇“应该使用了与滕尼斯反对晚期N.相似的论点来回应他”（Liebersohn 1991, 29）。

恰恰是齐美尔对滕尼斯《N.崇拜》的书评表明，两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同时也很清楚，为什么齐美尔对N.具有更大的亲和力。与滕尼斯（Bickel 1988; Breuer 1996; Tönnies 1931）相反，齐美尔在与N.思想交锋的时期倾向于一种模仿艺术（作品）观察的美学视角，这种视角对“人类生存的碎片”特别感兴趣，目的是通过这些碎片来把握（社会的）总体性（Frisby 1984, 27）。尊崇这种观察方式的人，会在“高贵范畴”中看到一种“贵族式的、指向距离意义的评价方式”，这是“人类的一种永恒元素，它与那种民主的、追求平均化的评价方式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在实践中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在理论上永远无法客观地决定”（Simmel 1897, 1651; Simmel 1903, 10f.）。齐美尔（1896; GSG V, 119）将N.以高贵理想为出发点的价值理论视为“一种颠倒的‘边际效用’理论”，该理论“用最高样本的高度来衡量整体的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少数伟大人物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化）价值，并认为这种贵族主义“不能作为增进社会福祉的手段”（Simmel 1903, 9f.）；与此相反，当时对工人运动也抱有希望的滕尼斯（Breuer 1996, 21）则断言N.具有“最深层的社会科学无知”（Rudolph 1990, 87）。恰恰是N.的“反社会和极端个体化的唯美主义”（Aschheim 1996, 41）惹恼了滕尼斯。齐美尔（1903, 10）则反过来在N.的高贵理想中看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结合：基于比较的差异感，与骄傲地拒绝任何比较的结合”。在这方面，对他来说，高贵理想似乎是对抗由货币经济推动的极端平均化趋势的最后一次尝试，它主要针对的是“任何平均化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它将高尚者拉下的程度，超过了它将低劣者提升的程度”（Simmel 1977, 433）。

另一方面，齐美尔和滕尼斯一样，对文化的发展都怀有一种“悲剧意识”，这是他们与韦伯共有的一种判断（Breuer 1996, 30ff.）。但与齐美尔和N.不同，韦伯（1921/1980, 285）坚持认为，“真正贵族”的高贵理想并不一定与“民主架构的大众社会”处于矛盾之中，只要后者能够成功地将这一理想风格化为类似“盎格鲁-撒克逊绅士惯例”那样的榜样。韦伯直接利用这种关于贵族原则和民主原则相容性的见解，对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政治精英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质疑他们对领导权和统治权的要求——其中包括以一种受责任伦理引导的↗“权力意志”为衡量标准（Lichtblau 1996, 135ff.）。

由于齐美尔倾向于美学视角，他特别欣赏N.的“心理分析”能力，他认为N.“也许在《道德谱系学》的第三部分中进行得最为出色”（Simmel 1897, 1649）。N.在此极其出色地掌握了“艺术直觉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把握“内在的现实”。将这种能力归功于直觉的人，也会认为“‘突然性’是现代意识的核心直观范畴”（Bohrer），其中也包括一种合适的表现形式：在N.那里是^格言，在齐美尔那里是散文，两者都受到了缺乏“仔细论证”的指责（Overbeck 1995, 18f.）。

与明确地反复探讨N.且其接受痕迹清晰可见的齐美尔相比，至少正如Schluchter（1996, 167）所言，韦伯的著作在关于“韦伯接受N.的程度及其在著作史上的意义”（Lichtblau）的明确表述方面，似乎保持着“惊人的沉默”，尽管也完全存在相反的言论（Fleischmann 1964; Mommsen 1974/1965），只不过这些言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忽视了（Peukert 1989, 128）。如果说齐美尔（1917, 25f.）曾代表他自己和他的那一代人明确宣称，对于那些“在1880年左右还处于可塑期”的人来说，主要产生了影响的是“N.和社会主义”，那么，关于韦伯的思想定位，则只流传下来一句口头表述：“我们自身在精神上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马克思和N.塑造的世界”（Baumgarten 1964, 554f.）。因此，最近重新觉醒的对此主题的兴趣——唤起这一兴趣归功于Hennis（1987）——导致了韦伯专家们得出了相当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在此方面已显现出一种共识，即韦伯对N.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有据可查的对齐美尔的阅读的影响（他所使用的《叔本华与N.》藏书仍然存在）（Mommsen 1974, 261f., 154f.）。那些早期的研究试图通过将相关的文本段落进行平行对比来证明N.对韦伯的影响——这种平行对比被建立在N.的道德学说与韦伯的“决断论责任伦理”（该概念本身就备受争议）之间，N.的贵族式高贵理想与韦伯的英雄式的或卡里斯玛式的（领袖）人格概念之间，或是N.与韦伯基于“末人”形象（N.在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头，韦伯在其《新教伦理》的结尾都谈到了这一点）的文化批判诊断之间（Eden 1984; Peukert 1989, 27ff.; Scaff 1989）——与它们相比，Lichtblau（1996, 128）的观察方式更可取，他不仅将韦伯与N.的关系评估为“多层次的”或“矛盾的”，而且“既在世纪之交普遍接受N.的背景下，又在韦伯自身著作发展的不同阶段和重点转移的语境中”来反思这一关系。这种观察方式一方面能够考虑到Hennis（1987, 8ff.）提出的问题设定，即希望在韦伯关于西方理性化进程后果的文化科学探讨中，纳入N.所提出的关于现代人在被物化的生活秩序牢笼中的命运问题；另一方面，它也能吸收Schluchter（1996, 171）提出的问题，即韦伯在多大程度上“在诠释学甚至系统性上依赖N.来解决价值问题”，即使这样一个狭义的依赖概念几乎已经预设了答案：“问题设定的共识”伴随着“问题解决的分歧”。Hennis（1987, 170）则对立地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他认为“韦伯在时代意识和提问方式上受到N.的一种非常根本的‘共鸣’和‘启发’”，这“可以通过平行对比众多陈述来予以证明”，但“极少能进行语文学上精确的推导”。当然，尤其是考虑到Schluchter（1996, 168）所提到的依赖概念的维度，韦伯研究与N.研究相比还有很大的补课需求，因为后者早就达成共识，采纳了Montinari（1982, 6）的建议，去重建N.的“理想图书馆”。届时可能会发现，已经指出的一些N.与韦伯之间的相似之处，可以追溯到他们共同的来源（例如都阅读过Wellhausen）。

因此，在“对时代精神的依赖”意义上，我们可以在90年代的韦伯身上确认他对N.核心主题的影射及其使用。例如，由于感到自己属于“平庸后继的一代”（Epigonengeneration）（Lichtblau 1996, 129f.）而备感压抑的韦伯，在1895年的弗莱堡就职演说中，将国民经济学作为一门“政治科学”和“关于人及其需求的科学”（Hennis 1984, 39）置于“经济生存斗争”的服务之中，有时以“生硬的尼采式语调”（Hennis 1987, 171）出于客观和伦理的理由反驳了经济幸福主义：“我们不希望在人们身上培育福祉，而是希望培育那些使我们产生如下感觉的品质，即这些品质构成了人类的伟大和我们本性中的高贵”（MWG I/4.2, 559）。然而，如果韦伯致力于“使国民经济政策去道德化，从而使其政治化”（Schluchter 1991, 178），这绝不意味着他的政治思想会融于N.之中；无论如何，正如Schluchter（1996, 171）所言，今天的N.更多地被尊为“哲学启蒙者”和“激进的存在主义思想家”，而不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Ottmann 1987, 21999）。N.的身影更为突显，尽管依然只是零星出现，无论是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中，还是在他的宗教社会学著作中，他反复回到N.的“杰出散文”（GARS I, 241）——指的是《道德谱系学》——回到那里勾勒的“↗怨恨理论（Ressentiments）”，同时也回到那里讨论的关于禁欲主义理想意义的问题（GM, KSA 5, 266ff.; 339ff.）。当然，需要考虑到N.对“禁欲”（↗禁欲主义 / Asketismus）的态度是相当矛盾的，他也完全认可它具有积极的作用（Treiber 1989, 136f.）。


乍看之下，将“机械的活动”（GM, KSA 5, 382）与（韦伯的）劳动禁欲主义等同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两位作者都着眼于禁欲主义的修习特质及其所产生的效果（Treiber 1991; 1999）。然而，对尼采“机械的活动”这一概念进行更深入、以文献来源为导向的探讨表明，它指向了鲍曼（Baumann）以生理学为导向的意志理论，正如鲍曼在其《道德手册及法哲学大纲》（1879年）中所发展的那样（Brusotti 1997, 33ff.）。由此看来，“机械的活动”旨在修习或产生一种“机制”（这也是从鲍曼那里借用的概念）（Brusotti 1997, 39ff.），借此不仅可以实现“绝对的规律性”，还可以实现一种“机械履行职责的效能”，但这种效能本身又需要特殊的“哲学辩护与美化”（N, KSA 12, 459: 10 [11] (146)）。相比之下，韦伯将纪律和以终极价值为导向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视为禁欲主义的核心。因此，韦伯是从一种“唯心主义伦理学”出发的，他认为这种伦理学不仅是“早期基督教”的特征，也是康德的特征（MWG II/5, 399ff.）。即使他将“高贵者的道德”视为“尼采思想中不朽的部分”，但他对“（尼采）在其彻头彻尾的道德主义学说核心周围所堆砌的生物学粉饰”感到反感（MWG II/5, 402f.）。韦伯由此并未忽略，尼采借鉴了鲍曼以成功为导向的“效用道德”，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伦理学”。

毫无疑问，尼采的怨恨理论属于对韦伯而言“更有趣的建构”之一（Schluchter 1991, 201）。正如在1913年的《范畴论文》中所阐述的那样，韦伯将尼采的这一“理论”视为一种心理学和历史哲学的建构，“它从利益处境的行动逻辑中推导出了外在或内在行为的客观合理性——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种客观合理性是‘不愿被承认的’，因此认识不足或根本未被认识到”，顺便说一句，这在“方法论意义上”与早先的“经济唯物主义理论”是相同的（WL, 434）。正是在这种心理学与历史哲学的结合中，利希特布劳（Lichtblau，1996, 145ff.）看到了尼采的“道德系谱学研究对马克斯·韦伯自身的历史比较社会学”所具有的特殊吸引力，尽管韦伯并不准备在所有方面都追随尼采。就此而言，利希特布劳（1996, 145ff.）不仅将注意力引向了“外在的”相似之处，还引向了内在的一致性——同时涵盖了舍勒（Scheler）和桑巴特（Sombart）各自对尼采怨恨理论的探讨。相反，施卢赫特（Schluchter，1996, 185）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所引用的依赖性概念：“外在虽有共性，内在却存极大差异”。尤其是尼采的“生理心理主义”（Schluchter 1996, 183），使得这种“内在的”共通性无法成立。通过剥离尼采建构中的“生物学粉饰及其道德主义基调”，韦伯一方面使其能够用于“历史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又在有效性声称方面对其进行了大幅限制（Schluchter 1991, 201）。对韦伯来说，事实已证明“怨恨道德主义”的“历史深远影响”远小于尼采所认为的程度（Schluchter 1991, 201）：它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适用于“犹太-基督教传统”，对“佛教”则完全不适用。如果按照韦伯（GARS I, 204f.）的观点，那么一种宗教性的特质既不是相关承载阶层“（抽象的）阶级依附性”的简单函数，也不是“因无力而被压抑的复仇感情的简单函数”（Schluchter 1996, 183）。

因此，对于生活方式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伦理理性化”，须考虑到完全不同的“宗教根源”，尤其是救赎的需求（GARS I, 243），以及如古代以色列的情况中，对世界（政治）非理性的经验。当韦伯（GARS I, 241）承认，尼采对“怨恨的心理学意义的揭示”“（本身）是绝妙且富有成果的”时，他可能指的是尼采的那个巧妙手法：尼采将杜林（Dühring）最初关于想要为所受伤害复仇是一种“机械反应”的假设，转移到了“想象中的替代行为层面”，从而使其变成了一种“在‘真正的反应，即行动的反应，被阻断时’所形成的”倾向（Stegmaier 1994, 119）。如果如尼采所主张的那样，恰恰是“道德姿态”为这种替代行为提供了途径，那么正是这种在其他方面与韦伯相去甚远的心理学视角——当其被专门用于分析犹太教的伦理救赎宗教性时——似乎令韦伯着迷，因为他直接引用尼采的话指出：“在这种消极特权者的神义论形式中，道德主义便成了使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复仇渴望合法化的手段”（WuG, 301）。即使韦伯谈到，想要“在怨恨中寻找历史变迁剧烈的犹太教宗教性的真正决定性元素”是一种“极度的扭曲”（WuG, 302），但他同时也不希望人们低估其“对犹太教宗教性基本特征的影响”。他不仅接受了怨恨道德的概念，而且还将犹太教的救赎宗教性完全视为向报复宗教性的发展，正如他（正如利希特布劳所指出的，可能受了↗《权力意志》第145条格言的启发，N, KSA 13, 380f.: 14 [195]）用一种非同寻常的表达将流徙后的犹太教称为“贱民民族”（GARS III, 5; 376ff.）——当然还补充了一句：“在一种无种姓的环境中”。在此背景下，弗莱施曼（Fleischmann，1981, 270）证实，韦伯在“以色列人向犹太人的转变”中看到了一场“所有价值的真正重估”，正如他也证明韦伯“对流徙后犹太教的解释是基于一种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尼采的建构”（此外参见：Eisenstadt 1981; Raphaël 1981）。然而，如果韦伯研究领域能够拥有像关于尼采极具选择性地阅读威尔豪森（Wellhausen）的那类同等水平的著作（Ahlsdorf 1990; Hartwich 1996; Orsucci 1996, 318ff.），那么韦伯专家们在这一主题上的发现或判断肯定就不会如此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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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作者: 经济与社会。理解社会学大纲。第5版，图宾根 1976 [WuG]; Baier, H.: 社会——死去的上帝的悠长阴影。F. 滕尼斯与从颓废精神中诞生的社会学，载于：NSt 10/11 (1981/82)，6–33; Eisenstadt, S.N.: 马克斯·韦伯的古代犹太教与犹太文明的特征，载于：Schluchter, W. (编): 马克斯·韦伯关于古代犹太教的研究。解释与批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1, 134–184; Fleischmann, E.: 马克斯·韦伯、犹太人与怨恨，载于：Schluchter, W. (编): 马克斯·韦伯关于古代犹太教的研究。解释与批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1, 263–286; Raphaël, F.: 韦伯著作中作为客居民族的犹太人，载于：Schluchter, W. (编): 马克斯·韦伯关于古代犹太教的研究。解释与批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1, 224–262; Zander, J.: 斐迪南·滕尼斯与F. 尼采。附一个附论：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作为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的冲动，载于：Clausen, L./Pappi, F.U. (编): 抵达滕尼斯。纪念斐迪南·滕尼斯125周年诞辰的社会学贡献，基尔 1981, 185–227; Montinari 1982; Tönnies, F.: 自撰生平简介，载于：德国社会帝国手册。图文并茂的人物手册，第2卷，柏林 1983, 1917–1918; Eden, R.: 政治领导力与虚无主义。对韦伯和尼采的一项研究，坦帕 1984; Frisby, D. P.: 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载于：Dahme, H.-J./Rammstedt, O. (编): 格奥尔格·齐美尔与现代性。解释与材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4, 9–79; Hennis, W.: 马克斯·韦伯在弗赖堡。从科学史角度看其在弗赖堡的就职演讲，载于：弗赖堡大学报 25 (1984)，33–45; Lichtblau, K.: “距离的激情”。格奥尔格·齐美尔接受尼采的初步考察，载于：Dahme, H.-J./Rammstedt, O. (编): 格奥尔格·齐美尔与现代性。新解释与材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4, 231–281; Lepenies, W.: 三种文化。介于文学与科学之间的社会学，慕尼黑/维也纳 1985; Cancik, H.: 魏玛的尼采崇拜。对威廉时代宗教史的一项贡献，载于：NSt 17 (1987)，405–429; Hennis, W.: 马克斯·韦伯的问题意识。关于作品传记的研究，图宾根 1987; Ottmann 1987, 21999; Treiber, H.: 保罗·雷——尼采的一位朋友，载于：格劳宾登年鉴 29 (1987)，35–59; Bickel, C.: 斐迪南·滕尼斯通向现代性之路，载于：Rammstedt, O. (编): 齐美尔与早期社会学家。与涂尔干、滕尼斯和马克斯·韦伯的亲疏关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8, 86–162; Peukert, D. J. K.: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诊断，哥廷根 1989; Scaff, L.: 逃离铁笼。马克斯·韦伯思想中的文化、政治与现代性，伯克利/洛杉矶 1989; Treiber, H.: 尼采的“自由精神的修道院”。作为教育者的尼采与韦伯，载于：Antes, P./Pahnke, D. (编): 上层阶级的宗教。宗教-职业-理智主义，马堡 1989, 117–161; Ahlsdorf, M.: 尼采的犹太人。尼采晚期作品中对旧约犹太教的哲学吸收以及尤利乌斯·威尔豪森的影响，柏林博士论文 1990; Liebersohn, H.: “共同体与社会”与知识分子对德意志帝国的批评，载于：Clausen, L./Schlüter, C. (编): 一百年的“共同体与社会”。国际讨论中的斐迪南·滕尼斯，奥普拉登 1991, 17–30; Montinari, M.: F. 尼采。一部导论，柏林/纽约 1991; Schluchter, W.: 宗教与生活方式。第1卷：关于马克斯·韦伯文化与价值理论的研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1; Treiber, H.: 西线无战事：通过禁欲主义成为人，载于：Kippenberg, H. G./Luchesi, B. (编): 宗教学与文化批判，马堡 1991, 283–323; Weber, M.: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K. Lichtblau/J. Weiß 编并作导言，博登海姆 1993; 同上作者: 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政策。学术就职演讲，载于: 同上作者: 农业工人问题、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政策。1892–1899年著述与演讲，W.J. Mommsen 编，图宾根 1993, 543–574 [MWG I/4.2]; Stegmaier 1994; Max Weber: 书信集 1906–1908，M.R. Lepsius/W.J. Mommsen 编，图宾根 1994 [MWG II/5]; Overbeck, F.: 著作与遗稿。OWN 4，教会词典。文本。精选词条 A-I，B. v. Reibnitz/M. Stauffacher-Schaub 编，斯图加特/魏玛 1995 [格言]; Aschheim, S. E.: 尼采与德国人。一种崇拜的历程，斯图加特/魏玛 1996; Breuer, S.: 从滕尼斯到韦伯。论社会学“德国路线”的问题，载于：滕尼斯论坛，第2期 (1996)，14–41; Hartwich, W.-D.: 犹太教的发明。F. 尼采文化理论中的反犹主义、种族学说与圣经批判，载于：Trumah 5 (1996)，179–200; Lichtblau, K.: 世纪之交的文化危机与社会学。论德国文化社会学的系谱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6; Orsucci 1996; Schluchter, W.: 合乎时代的不合时宜者。从F. 滕尼斯、格奥尔格·齐美尔到马克斯·韦伯，载于: 同上作者: 不可调和的现代性，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6, 166–182; Brusotti 1997; Donnagio, E./Fazio, D.M. (编): 尼采崇拜。一项批判，罗马 1998; Krech, V.: 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宗教理论，图宾根 1998; Treiber, H.: 论马克斯·韦伯禁欲主义概念的发生，载于：Saeculum 50 (1999)，247–297。

Hubert Treiber


西班牙语世界

一位思想家在另一个语言文化圈中的存在，首先——至少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取决于该外语中可获得的译本。最早的西班牙语译本由P.·冈萨雷斯·布兰科（P. González Blanco）自1906年起根据当时的法语译本翻译而成。E.·奥韦赫罗-毛里（E. Ovejero y Mauri）试图消除这一明显的缺陷，他自1932年起直接从德语进行翻译。这一举措促成了N.全集的首次出版。尽管在忠实于原文方面存在不足，这两个翻译项目在西班牙语世界依然获得了广泛传播。1947年，P.·西蒙（P. Simón）进行了下一次尝试，但其成果的受众要少得多。直到1971年，凭借A.·桑切斯·帕斯夸尔（A. Sánchez Pascual, 1971）、J.·哈拉（J. Jara, 1990）和G.·梅伦德斯（G. Meléndez, 1992）提供的译本，人们才开始拥有N.大部分已出版文本的更为可靠的西班牙语版本。此外，这位哲学家的短篇著作或著作片段也以西班牙语出现在选集或专业期刊中。至于其遗著片段（nachgelassenen Fragmenten），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篇节选的译文；不过，官方已宣布将在2000年出版首卷西班牙语译本，其中收录了其自1888年4月起撰写的最后一部分遗著片段。

正如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N.的理论主张首先在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的文化圈中引起了共鸣。J.·马拉加尔、P.·巴罗哈、M.·德·乌纳穆诺、R.·德·马埃斯图、阿索林（Azorín）、A.·马查多、R.·佩雷斯·德·阿亚拉和J.·奥特加·伊·加塞特等人物，吸收了N.所探讨且已被译成西班牙语的个别主题。N.针对人类生活、作为个体的个人、大众人、意志、艺术与艺术家，以及哲学作品与作者生活之间联系等主题的新观点，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U.·鲁克瑟（1962）和G.·索贝哈诺（1967）阐述了西班牙语世界的这第一波文学接受情况；D.·索布雷维利亚（1986）在关于N.在欧洲之影响的更广泛的研究框架内，辟出专章探讨了其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接受情况。在这一文化环境中，或许是V.·维多夫罗（V. Huidobro）从其文学创作之初起——并在其1931年的长诗《阿尔塔索尔》（Altazor）中达到顶峰——便实现了对N.思想最早且最重要的文学吸收（Cragnolini 1996）。早在20世纪上半叶，F.·伊卡萨、J. J.·阿雷奥拉、R.·加列戈斯、M.·迪亚斯·罗德里格斯、J. L.·博尔赫斯、L.·卢戈内斯、H.·迪亚斯·卡萨努埃瓦、P.·德·罗卡和A.·巴尔德洛马尔等人的作品中，也融入了N.的母题。

N.在西班牙的接受情况最初受到德语作家（如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洛维特）的影响。后来，法国哲学（巴塔耶、德勒兹、福柯、克洛索夫斯基）以及部分意大利哲学（瓦蒂莫、卡恰里）的影响占据了主导地位。近年来的接受主题包括N.的形而上学批判（Vermal 1987）、N.的“不合时宜的”思想（Quesada 1988）以及在超人愿景中显现的现代性危机（Sánchez Meca 1989）。学者们通过重新强调N.思想中“爱”的母题（Barrios 1990），与海德格尔对权力意志的诠释拉开了距离。总的来说，人们试图将权力意志解释为一种扩展的、富有想象力的合理性形式，它与海德格尔试图在N.那里找到的工具理性截然对立（Cragnolini 1998）。N.被作为“后现代”的先驱与批判者（Desiato 1998），以及“身体”哲学的奠基人（Jara 1998）来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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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哈拉 (José Jara)


神学

奥弗贝克 – 哈纳克 – 卡夫坦 – 里特尔迈尔 – 耶辛豪斯 – 特洛尔奇 – 舍勒 – 蒂利希 – 希尔施 – 冯·巴尔塔萨 – 德·吕巴克 – 比泽尔 – “上帝之死”神学 等

尼采（N.）在神学领域的影响史开始得很早（1870年及之后），源于他与巴塞尔的同事、教会历史学家弗朗茨·奥弗贝克（Franz Overbeck）之间持久的友谊（见“朋友”条目）。这种相互影响早在1873年就促成了他们的共同公开亮相，当时他们出版了两部涉及当代神学的论战性著作。在他的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考察》即《戴维·斯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KSA 1, 157–242）中，尼采通过“致命引用”等方法，将这位19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之一解构为“文化庸人”，以及一种虔忠于帝国、具有资产阶级宗教创立者特征之意识形态的代表。奥弗贝克则针对教会使命与历史批判、显白立场与隐微立场、教堂布道坛与世俗演讲台之间早已习以为常却多被掩饰的割裂，批判了“我们当今神学的基督教性”（Peter 1992）。他的论战逐渐集中于既成的自由派（尤其是柏林派）神学，后来这一派别特别以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 1851–1930）为代表。对于奥弗贝克——正如对尼采一样——早期的这种登场带来了严重的个人后果，堪比一种自我逐出教会。与尼采“上帝之死”的口号完全平行，奥弗贝克提出了他关于“基督教之终结”的诊断：基督教因其早在古代就已奠定的内在矛盾性而走向消亡，不过，这一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与一种粉饰过的、资产阶级表面上的基督教信仰相安无事。基于信仰与知识根本无法调和的前提，奥弗贝克将神学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破坏工作。这种无信仰的神学只愿致力于科学理性，在这种神学的局外人状态中，奥弗贝克终生追求一项“世俗教会史”的计划，该计划最终仅以一部残篇式的教会辞典的形式遗留下来。作为神学界不容忽视的警示，奥弗贝克与尼采并肩站在20世纪的门槛上，具有一种至今尚未被完全穷尽的现实意义。

I.

在这一开端之后，尼采直到大约20世纪中叶才在德国大学哲学界确立了严肃哲学家的地位；在此之前，对于（主要是新教的）神学而言，他只是一个偶尔被引用的近代时尚和危机现象，尽管人们对其新教出身了然于心。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于1872年以来的“文化斗争”，尼采声名鹊起的时代（1890年及之后）带有一种极端教派主义的烙印。在这种教派主义中，以多种表达形式显现出两种对立的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并决定了各自对尼采的接受方式。新教在很大程度上本能地肯定现代性，这种肯定可以追溯到路德，并最终被解释为普鲁士-德国的胜利史。相反，天主教作为处于全面防御状态的少数派，则试图在与无神的时代精神隔绝的状态中，寻求其特定的教义和组织的稳定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层）神职人员主导的天主教出版界中，尼采被视为一部不断升级的衰败史的症候，深入了解他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似乎毫无益处。早期的天主教尼采接受史顺理成章地塑造了一个“被禁哲学家”的形象（Köster 1998），作为一种群体接受的反映，其某些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保持着典范的有效性。这种禁忌性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它超出了常规的《禁书目录》规则在起作用；因此，尼采的著作实际上从未被列入《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的名单中。——而新教则出于其优越的时代意识，更倾向于在很早的时候就将尼采进行归类：即使将其视为危机症状，也同时视其为“基督教的教育者”（Gallwitz, H. 载于: Preußische Jahrbücher 83 [1896], 324–347）。人们可以在各种变体中发现这种重新基督教化的收编，例如阿道夫·哈纳克在一条颇具学识的注释中，将“关于超人的业余言论”与作为“与上帝结盟的道德人”的现代（新教）个体联系起来（Harnack, A.: Die Bedeutung der Reformation innerhalb der allgemeinen Religionsgeschichte, 载于: 同上作者, Reden und Aufsätze, 第2卷, Gießen 1904, 320）。当然，人们同时也会遇到大量以小册子形式出现的“批判性克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与自由思想的“尼采崇拜”相对立的（Tönnies 1897）。除了加尔维茨之外，这些作者中还包括（与尼采相识的）尤利乌斯·卡夫坦（Julius Kaftan）以及弗里德里希·里特尔迈尔（Friedrich Rittelmeyer）和瓦尔特·耶辛豪斯（Walter Jesinghaus）（Krummel, 1974, 第1卷; Aschheim 1996, 219ff.）。人们也常常草率地认为，尼采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衰退（Köster 1981/82, 644ff.）。相反，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却颇具前瞻性地领悟了尼采哲学的深远意义，这发生在他努力将“基督教的绝对性”（1902）根植于现代文化理论的语境之中。

II.

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灾难所带来的深深震撼，赋予了尼采在神学中新的现实意义。在其天主教时期，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将尼采接受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参见：《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1912/15）。在新教中，引入尼采的批判如今成为了所有试图在现代重新定位基督教的尝试的必修课，无论是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如卡尔·巴特），还是对尼采的否定进行建设性的反思。在此，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从一种“查拉图斯特拉体验”（1916年，典型地发生在一战期间）出发就是一个例证，这表明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感前提：倾向于尼采对道德批判的解绑，以追求更高、充满危险的生存。尼采在蒂利希作品中更为潜在的影响力便源于此，而较少体现为具体的哲学论证。在弗里德里希·戈加滕（Friedrich Gogarten）、埃马努埃尔·希尔施（Emanuel Hirsch）等人的作品中，人们也能发现这种与唯心主义传统（费希特！）相联系的“氛围性”存在，其重要性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如果说对于天主教神学，如今应该提到 E. 普日瓦拉（E. Przywara）和 Th. 施泰因比歇尔（Th. Steinbüchel）等名字，那么人们可以在哥廷根系统神学家 E. 希尔施的论文《尼采与路德》（N. und Luther，载于: Luther-Jahrbuch 2/3 [1920/21], 61–106; 再版于: NSt 15 [1986], 398–439）中，发现对路德宗立场的集中阐述。希尔施首先针对尼采不友好的论战对路德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辩护，并对无神论与对上帝的信仰进行了原则性的对立。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在完成界定之后，一种日益正面的尼采形象如何占据了上风；这种形象带有群体接受的预定特征，并赋予了符合时代潮流的“先知性”范畴（参见恩斯特·贝尔特拉姆 N.-Buch 中的“先知”一章）以重要地位。最后，作者在关键之处打开了所有的闸门，他将尼采反基督教的核心概念即“酒神精神”，接受为“路德宗虔诚的自然主义摹本”（Hirsch 1986, 419），并将酒神精神中狂喜的肯定与否定、创造与破坏的矛盾性，拉近到需要用悖论来表达的路德宗上帝概念的近旁。在希尔施对尼采的接受中，通过某种特定的路德形象的媒介，隐蔽地显露出了对民族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开放态度，并最终（在作者随后的道路上）向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敞开了大门。另一位路德宗信徒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代表了与之相反的立场，尤其是在他的《伦理学》（Ethik, 1939–1943）残篇中。在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德国灵魂的启示录》（Apokalypse der deutschen Seele, 1930/1937–39）中，他以充满才智的、但因特有的天主教审判姿态而显得成问题的重组方式，进行了一种准末世论的文化诠释；在这一诠释中，对政治的教条式保守遮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声名狼藉的尼采，人们只带着迟疑为他撰写了一些因循守旧的小册子。像罗曼诺·瓜尔迪尼（Romano Guardini）这样对德国天主教极具影响力的文化阐释者，终其一生都避免对尼采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像 J.B. 洛茨（J.B. Lotz，《在至福与沉沦之间……》[Zwischen Seligkeit und Verdammnis] 1953）和 B. 韦尔特（B. Welte，《尼采的无神论与基督教》[N.s Atheismus und das Christentum] 1958）等篇幅单薄的研究，依赖于海德格尔在50年代的主导性影响，并试图对其进行天主教式的解释。1950年，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的著作《无神论人道主义的悲剧》（Le Drame de lHumanisme athée，巴黎 1943）发行了德文译本。他的启发以及其他一些天主教脉络，最终汇入了长期被尊为“经典”的 E. 比泽尔（E. Biser）的著作：《“上帝已死”。尼采对基督教意识的解构》（»Gott ist tot«. N.s Destruktion des christlichen Bewußtseins，慕尼黑 1962）。——对于新教神学而言，尼采直到60年代在视角的转变中才重新获得了现实意义。朋霍费尔的笔记：“尼采只能在德国宗教改革的土壤上成长起来”（《伦理学》, DBW 6, 97），似乎指向了一种亲和力，这种亲和力绝非偶然地在北美新教中以所谓的“上帝之死”神学的形式发出了声音。这一自相矛盾的标题已经暗示了神学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摇摇欲坠的处境。尼采为神学提供了一句口号，但这句口号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神学自身的内涵，从而也被相对化了。作为使基督教性成为可能的各种努力，这种对尼采的诉求也超越了他本身（Daecke 1969）。这一路径的延续在德国的接受过程中，融入了路德宗和哲学传统（里斯特、黑格尔、让·保罗）的元素。比如在 D. 泽勒（D. Sölle，《替代：在“上帝之死”之后的一章神学》[Stellvertretung. Ein Kapitel Theologie nach dem »Tode Gottes«]，居特斯洛 1972）那里，神学兴趣转化为了一种占用式的尼采诠释（Köster 1981/82, 673ff.）。在 E. 永格尔（E. Jüngel，《上帝作为世界的秘密》[Gott als Geheimnis der Welt]，图宾根 1977）的著作中，也能看到类似倾向但神学反思更为深入的此类思想。——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各种教派基本立场的瓦解，使得在工具化地神学对待尼采的方式中显露出了倾向性的共同点，例如试图在尼采后期关于“救赎者的心理类型”的思考（《反基督》，第29节及以下，KSA 6, 199及以下等处）中寻找一种隐蔽的对耶稣的崇敬，从而将“耶稣”从“保罗式”基督教的破产清算中拯救出来。模糊的尼采回忆在各处发挥着作用，例如在已经成为习惯说法的关于上帝隐退和上帝危机的言论中，在关于缺席的、需要被替代和被怀念的上帝的言论中。纵观全局可以看出，对于基督教神学而言，只有在满足了对文本精确了解以及对神学兴趣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要求之处，才能与尼采产生富有成果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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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者的建筑 190 阿里阿德涅 56, 191f.

雅利安人 189, 205, 305, 367 贵族制 192, 299, 317 贵族激进主义 192, 517, 518 贵族主义 267, 521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337–339, 376f.

《贵族激进主义：关于弗·尼采的论文》(勃兰兑斯) 489 《武器与人》(萧伯纳) 475 扬拍 165 物种保存 112, 339 艺术家形而上学 194, 418, 281, 465 艺术技巧 464 禁欲 66, 98, 99, 107, 193, 252, 254, 383f., 512, 523 禁欲主义 245 禁欲主义理想 126, 270, 303 禁欲宗教 384 禁欲主义 195–197 同化 265 美学 197–200, 278 观众立场的美学 369 审美理性 198 审美的听众 75, 279 审美苏格拉底主义 369 唯美主义 195, 197, 296, 311, 436, 457, 521 无神论 245, 303 无神论的宗教替代品 494 雅典 78 《在幸福岛上》 153 《海面上夜色深沉》 68 复活 133 启蒙神话 288 启蒙运动 100, 107, 200–202, 221, 277, 288, 326, 422 法国启蒙运动 77, 202, 397–399 瞬间 116, 228, 358, 359 《奥古斯特·孔德与实证主义》(密尔) 395f.

《来自高山》 47, 154 《我的一生》 71 剥削 262, 263 艺术表现创造 91 表现理解 108 嘲笑 269 解释 144, 186 选择 396 例外 317 1858年自传 68, 381 致巴塞尔教育局的自传 71 1863年自传 69 BAB 169 《回到玛土撒拉》(萧伯纳) 432, 475 《巴克海》(欧里庇得斯) 370 野蛮 77, 79, 202f.

野蛮人 74, 86, 202f., 304 来自高处的野蛮人 202 20世纪的野蛮人 329 巴洛克 190 巴洛克风格 403 巴塞尔 17, 31, 41, 59, 157 BAW 62 拜罗伊特 20, 23, 53, 128, 172, 287 概念 203, 280, 331 概念的白化病患者 281 《古希腊抒情诗人批判献疑：达那厄的哀歌》 159 《第欧根尼·拉尔修批判献疑》 159 肯定 259f., 498 致命的侮辱 43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77, 89, 266 可预测性 245 贝尼尼主义 214 财产分配 328 《一个不问政治者的观察》 457 运动 88 意识 113, 203–205, 257, 347, 490 《超越善恶》(朱/巴奇) 434 圣经 382 图像 89, 280, 330 造型艺术 330, 401–404 教养 6, 53, 79, 80, 193, 360 教养庸人 79 教育演讲 20, 77f.

《一个婴儿的传略》(达尔文) 213 生物学基本原则 459 生物学主义 445 俾斯麦时代 102 闪电 343 金发野兽 202, 205f., 401, 448 波恩 13, 65, 381 恶 253f., 285, 339, 353, 367, 375, 410 恶的本性 290 婆罗门教 66, 106, 294 《布朗德》(易卜生) 517 《墨西拿的新娘》(席勒) 390 《致安吉尔的信》(纪德) 467 《致友人的信：向他推荐我最喜欢的诗人》 387 书信 169–179 佛教 65, 66, 91, 106, 121, 133, 206f., 294, 296, 313 佛罗伦萨乐剧社 164 《卡门》 127 笛卡尔主义 436 恺撒 329 恺撒主义 422 刻克罗普斯 68 《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竞赛》 160 混沌 299, 318 混沌即自然 140 《耶稣的性格画像》(申克尔) 417 概念与感觉的化学 94 中国风 193 《奠酒人》(埃斯库罗斯) 163 合唱队 164, 368, 369, 377, 390 合唱草稿 68 中心性脉络膜视网膜炎 57 神秘的合唱 153 基督教 12, 29, 41, 91, 131–134, 148, 206, 207, 221, 245, 271, 283, 290, 310, 311, 313, 316, 324, 328, 349, 364f., 366, 376, 381, 413, 421, 445, 455, 472, 505 基督教与文化 41 克罗诺斯 263 《导游指南》(布克哈特) 190 作为恶性循环的上帝 123 文明 201 摩德纳抄本 158 我思故我在 410 “我思”批判 426 符号认知 356 新哥伦布 154 舒适 394, 397 反神话 226 创造就是活两次 471 《作为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活形态的哲学教程》(杜林) 413 达达主义 269 大马士革体验 116 恶魔 76 纨绔子弟 252, 445 《但丁交响曲》(李斯特) 180 〈古代修辞学描述〉 167, 313 达尔文主义 79, 112, 212f., 260, 304, 360, 372 荒谬 470f.

德意志帝国 422 事件 498 本我 511 伦理-审美的自我 461 《希腊音乐剧》 161, 336 最大重负 115 英雄-田园牧歌式 403 人性 365 不可通约者 496 《音乐中的犹太教》(瓦格纳) 184 《耶稣传》(施特劳斯) 382 《忧郁之歌》 137 《夜的秘密》 155 突发性 522 《作为民族精神空间的文学》(霍夫曼斯塔尔) 452 《吠檀多体系》(多伊森) 36 无条件的存在 420 无意识 347f., 415, 511 原始太一 219, 240, 258, 274, 281, 347 遗忘 350 《基督教的本质》(施特劳斯) 382 《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 78–80, 416, 527 《论爱情》(司汤达) 109 《论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史料来源》 159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梅森布格) 53 《论柏拉图的智者篇》 36 《论墨伽拉的特奥格尼斯》 158 《死神与少女》(波兰斯基) 435 颓废 59, 116, 126f., 128, 129, 131, 155, 145, 148, 191, 194, 199, 213–215, 252, 284, 295, 296, 297, 327, 375, 396, 399, 402 颓废批判 316 颓废价值 214 西班牙的衰落 213 退化 435 《退化与犯罪：生理学随笔》(费雷) 424 衰退 127, 199 解构 496 民主 101, 215–217, 296, 333, 507 民主激进主义 517 民主化 221, 332, 422 民主主义 504, 506 去自然化命题 421 思考 331, 356f.

《思维与实在：复兴批判哲学的尝试》(斯皮尔) 419 《新旧信仰》(施特劳斯) 420 《反基督》 29, 30, 52, 55, 132–134, 256, 269, 310, 346, 365, 414, 417 《现代文学中的超人》(伯格) 449 《孤独的尼采》(伊·福斯特-尼采) 441 《隐士》 152 《尼采案件：尼采的哲学与国家社会主义》(京特) 508 《尼采案件：一次克服》(施拉夫) 450 《瓦格纳事件》 30, 42, 126–128, 142, 146, 172, 213, 302 《佛罗伦萨关于荷马和赫西俄德其身世与竞赛的论述》 160 《神秘的小船》 153 《作为灵魂对手的精神》(克拉格斯) 490 《康复者》 121 《受考验者》 68 《希腊人的敬神仪式》 167 《希腊小说及其先驱》(罗德) 38 《希腊国家》 77, 242, 262 《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 256 《青年尼采》(伊·福斯特-尼采) 441 《有机体内部各部分的斗争》(鲁) 407 宣告者，先知 453 交往中的人 101 独处的人 102 《20世纪的神话》(罗森贝格) 501 《劫掠普洛塞庇娜》 68 《优卑亚岛的歌手之战》 160 《第七环》(格奥尔格) 453 《怀疑论者说》 111 疯子 114, 141 《政治中的超人：关于世纪末帝国状况的观察》(康拉德) 449 《道德感觉的起源》(雷) 45 漫游者 142, 218 《漫游者及其影子》 25, 26, 93, 94 《弗·尼采那里作为认知的权力意志》(德布林) 459 科学人 79 《法学中的目的》(耶林) 244, 284, 307, 320 专制主义 329 决定论 242 德意志的，德国人 3, 5, 324, 393, 502 德国文化 78 德国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99, 239, 385–392, 411 德国音乐 3, 75 1866年德国革命 422 德国观念论 392–394, 411f.

普法战争 18 德国 4, 129, 132, 436 恶魔主义 432 辩证法 166, 327, 369, 412, 495 《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诺) 267, 494 《哲学对话录》(勒南) 194, 417, 422 饮食 206 诗歌 100, 444–479 《使徒保罗的人类学》(吕德曼) 148 《雅利安人》(珀舍) 205 《前柏拉图哲学家的继承》 166 《酒神世界观》 162, 305, 336 《形而上学要素》(多伊森) 36 《良心的起源》(雷) 45 《理智自由的寓言》 96 《物之追问》(海德格尔) 545 妇女 114, 232–235, 473 《快乐的科学》 27, 29, 111–119, 151, 153, 225, 260, 256 《悲剧思想的诞生》 162, 305 囚徒 103 奥林匹斯众神 68 《女神们》(亨·曼) 312, 457 希腊众神 366 《古希腊抒情诗人》 163f.

《冥府之行》 102f.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勃兰兑斯) 517 《圣塞西莉亚》(拉斐尔) 404 历史批判 207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冯·瓦尔滕堡) 338 民族的童年 69 《文本的愉悦》(巴特) 187 现代观念： 222 诸道德 411 《词与物》(福柯) 497 《复活节岛》(维尔布兰特) 448 《以弗所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拉萨尔) 373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87–89 《尼采的心理学成就》(克拉格斯) 513 《德国的浪漫派》(勃兰兑斯) 517 《守护天使》(冯·萨利斯) 54 弱者 325 《太阳沉没》 218 《作为艺术的语言》(格贝尔) 425 人类的改善者 151 哲学中的“理性” 131 四大谬误 151 《前柏拉图哲学家》 166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 16, 66, 383, 418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布克哈特) 37 此岸性 219 延异 496f.

狄刻 87 自在之物 94, 187, 330, 383, 392, 411 第欧根尼的灯笼 377 酒神的 132, 162, 164, 187–190, 198, 288, 290, 302, 306, 316, 370, 501, 529 酒神艺术 74 酒神的快感 278 酒神自然 129 酒神理性 188 酒神智慧 368 酒神世界观 164 酒神式的基督 514 酒神主义 437 狄俄尼索斯 56, 428 《狄俄尼索斯颂歌》 30, 136f., 146, 151, 154, 192, 218, 302 布局 314 音乐的不协和音 76 酒神赞歌 85, 137, 155, 164 消遣 109 《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 457 驯化 406 《唐·璜》(莫扎特) 109 认知的唐·璜 109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215 酒神赞歌式戏剧家 85 《杜伊诺哀歌》(里尔克) 454 愉悦 394, 395 潜能 354 《瞧，这个人》 30, 52, 111, 134–136, 146, 153, 224, 250 《教育论》(斯宾塞) 396 利己主义 275, 359, 396, 400 《利己主义者：超人之书》(胡内克) 435 婚姻 234 诚实 80 嫉妒 78, 312 自私 394 《国家一瞥》 101 《一场雷暴》 68 《一叶小舟行驶在海面上》 68 《视察一个时代》 458 《一个除夕夜》 180 《柏拉图对话研究导论》 165f.

《拉丁铭文学导论》 165 均等化 351 《索福克勒斯悲剧导论》 164f., 356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导论》 167 孤独 35, 80, 149, 173f., 218, 237, 238, 373, 388, 453 隐士的渴望 47 吸收 116, 140, 317, 352 虚荣 318 恶心 244, 343 世界大火 76, 87 哀歌 68, 302 精英 518 表达 314 解放 94 解放运动 235 《恩培多克勒》(荷尔德林) 387 《恩培多克勒》戏剧 387 《恩培多克勒研究》 192 感觉 425 《古典语文学百科全书》 165 元叙事的终结 496 形而上学的终结 492 宗教的终结 310 基督教的终结 527 英语世界 431–434 退化 304 私人的挣脱束缚 216 释放 245, 338 揭露心理学 513 去自然化 133 进化思想 98, 100, 114 发育力学 407 伊壁鸠鲁主义 91 癫痫性神经症 423 史诗 330, 365–367 大地 455 大地，忠于大地 219 大地统治 141, 222, 249 大地文化 221 大地治理 141, 219, 249 回忆 349 《关于尼采的回忆》(伯努利) 41 厄里斯 78, 87, 312, 367 认识你自己 84 认知 110, 219, 392 认知，认知的激情 118, 140 认知，认知的诚实 140 认识批判 220, 257, 351 康德的认识批判 80 救赎者 256, 275 救赎 127, 258, 348 形式上的救赎 465 埃尔马纳里克 180 严肃 244, 249 严肃，大严肃 117 征服者种族 333 厄洛斯 109 现象 94, 187, 411 《初恋》(屠格涅夫) 233 第一自然 290–292 第一篇《不合时宜的考察》 21, 78–80 教育 360, 385 教育者的教育 84 驴 259 自由精神 236 强者精神 236 单纯精神 469 高等精神 469 《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居约) 414, 423 《当代心理学随笔》(布尔热) 127, 213, 293, 424 伦理学 529 永恒轮回学说的伦理学意义 226f.

《法国文学史批判研究》(布吕纳蒂埃) 148 幸福论 394, 523 优生学 254, 432 欧洲，欧洲人 124, 184f., 206, 221f., 236, 249, 304, 415, 457 歌德的欧洲人特质 385 欧洲统一 221 欧洲佛教 209 欧洲虚无主义 493 欧洲万国联盟 221 艺术的福音 194f.


进化论 212, 396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82, 92, 115f., 118, 123, 145, 147, 222–230, 282, 354, 404, 408, 437, 494 相同者的永恒复归 27, 59, 140, 202, 206, 239, 242, 247, 268, 293, 348, 356, 360, 373, 492, 498, 504, 520 永恒 103, 121, 136, 157, 140, 143, 358, 359 精益求精（Excelsior） 115 生存命令 226 生存嫉妒 313 生存哲学 491 实验哲学 91, 230–232, 296, 411 专家 63 表现主义 456 德国精神的根除 217 弗·尼采其人其作（莎乐美） 51 弗·尼采与其时代的女性（伊·福尔斯特-尼采） 52 宿命论（fatalisme） 355 制造假币 346 伪造 52, 276 家庭书信 170 表达的狂热 465 法西斯主义 456, 472, 499–507 时尚 394 宿命论 395 命运与历史 69, 207, 246 浮士德（歌德） 344, 386 敌人 333 节日 269, 306 人物 314 虚构 258, 350, 357, 392 虚构主义 92, 105 电影 434f. 人的终结（fines hominis） 497 佛罗伦萨（托马斯·曼） 312 金发野兽（flava bestia） 205 对基督教的诅咒 132–134 被遗忘的祖国（麦金泰尔） 434 形式，外在的 83 形式艺术性 463 残篇 138, 179, 440 法兰克尼亚 13, 16 亲法主义 436 法国 130, 435–437, 466 弗朗茨·奥弗贝克与弗·尼采：一段友谊（伯努利） 41 法国启蒙运动 77, 202, 397–399 法国道德主义 91, 93, 102, 105, 113, 114, 399–401 法国大革命 4, 280, 397, 422 法国浪漫主义 130 妇女解放 51, 53 朱莉小姐（斯特林堡） 518 自由思想家 236 自由精神 93, 123, 142, 152, 200, 218, 221, 235–247, 263, 374, 390, 398, 400, 416, 421 自由 82, 243, 325, 326 意志的自由 285, 334 自愿死亡 298 友谊 234, 237f., 275, 276 弗里德里希哈根派 505 蛙（阿里斯托芬） 161 绝对确定的基础（fundamentum inconcussum） 410 假期寄语 70 恐惧 107f.

恐惧与怜悯 337 政治狂热（furor politicus） 332 伊壁鸠鲁的花园 238 姿态 100 手语 350 祈求生命 179 悲剧的诞生 4, 21, 38, 41, 42, 69, 77, 157, 164, 171, 194f., 198, 201, 208, 219, 240, 246, 251, 258, 275, 278, 281, 288, 302, 305, 315, 327, 355, 367, 368, 397, 418, 428, 431, 454, 464, 477 记忆 210, 244, 357, 512 诗歌 67, 68, 150–157 危险地生活 28 反启蒙运动 288 精神 200, 273, 334 重力之灵 121, 234, 238f. 精神游牧主义 236 精神-身体二元论 88 金钱贵族 266 学者 81, 236, 239, 340, 389 按照自然生活 292 谱系学 210, 497, 498 道德的谱系 29f., 45, 124–126, 139, 176, 239, 254, 269, 294, 305, 501 谱系学批判 92, 209 天才 77f., 99, 133, 195, 200, 235, 236, 239, 267, 332, 352, 379, 417 天才美学 317 天才俱乐部 449 天才崇拜 240 热那亚 191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杂集 425 乔治圈子 251, 288 公正 83, 96, 241f., 307, 324, 350, 370, 383, 413, 496 日耳曼人 205 日耳曼尼亚 35, 69, 179 日耳曼主义 344 总体艺术作品 161, 287 社会史（蒙特） 70 希腊雄辩术史 166 希腊文学史 167 德国古典文献学史（布尔西安） 428 过去四十年的历史（门采尔） 70 道德情感史 95 尼采著作版本史 437–440 德国社会政治党派史（约尔格） 422 19世纪初以来德国语言学与东方文献学史及对早期回顾（本费） 425 唯物主义史及其当前意义之批判（朗格） 44, 95, 147, 170, 212, 310, 400, 416, 422 尼采档案馆史 440–445 性与性格（魏宁格） 185 尼采档案馆之友协会 441 社会契约 333 强者法则 96 反基督教法 134 摩奴法典 134, 195 立法者 80, 144 自然的合规律性 290 与爱克曼谈话录 385 健康的感官性 414 健康/疾病 23, 102, 111, 243f.

良心 45, 104, 125, 126, 244f., 284, 320 良心，理智的 112 信仰 118, 211 对科学的信仰 355 信徒 518 平等权利 217, 242, 328 平衡 241, 307 平等 242, 325 人的平等 217 人身与权利的平等 328 平均化 276 幸福 68, 115, 378, 394 多数人的幸福 397 幸福的承诺 199 歌德的异教主义 385 上帝 9, 131, 133, 208, 245–248, 283, 357, 376, 393, 408, 410 十字架上的上帝 247, 346 爱之神 364 哲学家们的上帝 115 每个人的上帝 365 上帝死了 103, 120, 247, 491 上帝，基督教的 115 上帝，未知的 151 诸神 343 希腊诸神 428 建神论者（Bogostroiteli） 514f.

诸神的黄昏（瓦格纳） 130, 235 诸神的名字 429 上帝存在的证明 382 “上帝死了”神学 529 寻神论者（Bogoiskateli） 514 偶像 130f.

偶像的黄昏 30, 77, 130–132, 146, 310 语法 131, 357, 410 残忍 77, 78, 96, 125, 126, 195, 210, 248, 283, 304, 319 伟大的神布朗（奥尼尔） 433 希腊人 77, 108, 304, 365–379 希腊文化 267 希腊文化史（布克哈特） 44 希腊韵律学 165 希腊-罗马国教 383 怨恨 78 伟大 194, 240, 247 伟大的人 352 大政治 135, 148, 229, 248–250, 499, 504 宏大风格 190f., 214, 287, 319, 364, 401 大理智 271, 272, 273, 322 伟大，历史的 43 夸大狂 58 伟大的正午 121, 120, 343 宽宏大量 352 大八开版（全集） 138, 438, 441 人的基本权利 262 未来哲学原理（费尔巴哈） 414 亚里士多德失传悲剧作用论纲要（贝尔奈斯） 538 贡特拉姆（理查·施特劳斯） 479 善与恶 95, 122, 125, 132, 238, 254, 259, 285, 339, 393, 367, 375, 393 好与坏 125 自然的善意 290, 397 卐字 229 汉堡剧评（莱辛） 338 锤子 131 道德手册（鲍曼） 376 行动 377 和声学 165 哈扎尔 295 赫克托耳的告别 67, 150 享乐主义 378, 395 畜群，畜群人 254, 325, 341 畜群本能 148 黑格尔做派 418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255 神圣，圣人 81f., 99, 107, 195, 250f., 384 神圣的谎言 134, 193, 376 英雄，神人（Heros） 133, 251–253, 382, 417 赫拉克利特研究（贝尔奈斯） 373 赫拉克利特主义 503 传统 284 英雄崇拜 260 英雄现实主义 503 英雄主义 266 大地的主人 141, 219, 222 大地的主人们 219 主人与奴隶道德 125, 253–255, 346, 447, 473, 489, 505 主人种族 333 统治欲 340 掌控 270 此在 455 背后世界 281, 383 历史 82, 83, 101, 127, 201, 255f., 492 伟大，历史的 43 历史批判 207–209, 246 历史考据版（全集） 439, 442 历史主义 255, 296, 393 希望 367 霍亨索伦王朝 250 高级文化 101 荷马与古典文献学 45, 160f.

荷马的竞赛 78 荷马式的笑声 268 自然人（homo natura） 331, 386 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伦敦） 433 人文主义 398, 496, 497 人道 398 人道 367 卫生学 207 献给生命的赞美诗 179f.

生命赞美诗 179 友谊赞美诗 179 许佩里翁（荷尔德林） 387 假设性地生活 462 歇斯底里研究 424 歇斯底里 127 自我 271, 272, 322, 334 扬抑（Ictus） 165 善的理念 95 理念论 166, 375 同一律 276 白痴 133, 256, 417 墨西拿的田园诗 111, 117, 152, 153 火（Il fuoco）（邓南遮） 473 伊利亚特 161 在德国的十一月 152 在伟大的沉寂中 109 模仿（imitatio） 317 非道德主义 146, 205, 214, 285, 311, 348, 410, 432 自然的非道德性 292 绝对命令 284 帝国主义 205, 507, 508 帝国主义的非理性主义 508 在幻想的城堡里（晨星） 450 在紫色的黑暗中（康拉德） 448 印度 206 印度之旅 111 印度哲学 107, 113 印度宗教 383 个人伦理 237 个体化 422 个人主义 432, 433, 503, 518 个体化 10, 74, 187, 188, 246, 251, 274, 368 个人法则 521 个体 284 心理运动诱导（induction psycho-motrice） 424 内在性 83 人类能力及其发展的研究（高尔顿） 424 灵感 99, 241, 302 本能 147, 245, 256f., 326 理智 89 理智直观 392 理智的良心 308 理智的诚实 207 智慧的感性 457 睿智世界 392 无利害的愉悦 412 解释 228, 299, 350, 355, 357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边沁） 395 构思（inventio） 314 反讽 152, 375 非理性主义 456 错误与外观 94, 96, 131, 257–259, 277, 309 伊斯兰教 134, 383 以色列 364f.

意大利 443 意大利歌剧 397 是与阿门之歌 121 宿命论者雅克（狄德罗） 398 民主世纪 500 肯定，否定 227, 254, 259f., 263 伊阿宋与美狄亚 67 耶拿 31 超越善恶（维德曼） 312 善恶的彼岸 26, 29, 30, 39, 122–124, 144, 239, 250, 260, 269, 310 耶稣会主义 303, 328 今与昔 151 记者 3 犹地亚 261 犹太教 261 无犹太人的 415 犹太人，犹太教 39, 247, 260–262, 313, 383f., 415, 421, 524 青年诱惑者 486 末日审判 133 同态复仇法（jus talionis） 307 契机（Kairos） 359 皇帝进行曲（瓦格纳） 4


骆驼 120, 206, 263 斗争 212, 266, 408, 504 生存斗争 212, 266, 406, 490 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 372 康德的道德 393 朗香教堂 431 资本主义 6, 205, 262f., 325, 447, 505, 508 种姓 193, 316, 361 绝对命令 248, 393 净化 337f. 天主教的施莱尔马赫 418 天主教 107, 528 因果性 392, 411 KGW 138 KGW后记 138 孩子 76, 206, 259, 263f., 348, 375 上帝之子 264 童稚信仰 69 《教会辞典》（奥弗贝克） 41, 527 《阿里阿德涅的哀歌》 137, 150 古典主义 79, 148, 287, 385–392 古典风格 401 古典主义 404 席勒的古典主义 391 小政治 249, 499 小理性 271, 272, 273, 322 小风格 191 小八开版 459 为更自由的精神而设的修道院 37, 46 明智道德 378 精神的奴役 326 柯格尔摘录 441 集体神经症 211 喜剧 112, 268 《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 163, 337 一致性 118 哥白尼式转向 231 头部神经痛 57 身体 271–273 物质躯体 272 真理符合论 350 宇宙意识 204 宇宙神义论 79, 193 永恒轮回学说的宇宙学意义 116, 227–229 力 146, 148, 193, 229, 264–266, 298, 351, 359, 405, 408 力的释放 407 力的平衡 408 力的爆发 407 力的状态 409 疾病 9, 57–59, 173, 243f.

创造力 199 人类的循环 101 战争 250, 266, 500, 504 《查拉图斯特拉》战时版 442 宣战 146 克里米亚战争 67 对功利主义道德的批判 377 对基督教的批判 132–134 从颓废出发对颓废的批判 507 《判断力批判》（康德） 278 批判的史学 255f., 416 批判理论 494–496 批判教育学 488 批判主义 416 KSA 138 文化 3f., 41, 76–79, 81, 84, 90, 100f., 104, 202, 266, 279, 289f.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布克哈特） 311 文化现象的早期形式 100 艺术 90, 91, 101, 114, 147, 194, 195, 197, 198, 208, 220, 267, 270, 277, 278, 286, 294, 300, 309, 326, 327, 356, 374, 394, 457, 464 日神艺术 74 酒神艺术 74 艺术生理学 128 艺术家 81, 240, 275, 289, 305, 318, 319, 452, 457 艺术家之神 194 艺术家式的生活类型 99 艺术家哲学家 275, 436 艺术宗教 420 艺术冲动 187 《慈悲经》断片 179 《新旧哲学》（德·罗伯蒂） 147 《无限》（莱奥帕尔迪） 111 《背德者》（纪德） 467 为艺术而艺术 302 《人已死》 469 《反抗者》（加缪） 470 《未来的非宗教》（居约） 414 《后现代状况》（利奥塔） 496 《新法国》（普雷沃-帕拉多尔） 422 《快乐的科学》 111 《与天使的搏斗》（马尔罗） 468 《意大利文艺复兴与历史哲学》（盖布哈特） 148 《圆舞展开》（戴留斯） 479 《王家大道》（马尔罗） 469 迷宫 109, 190, 192 笑 268f., 356 笑狮 268 拉马克主义 213, 360 声音 89, 280, 350 《拉撒路笑了》（奥尼尔） 433 《无神论人道主义的悲剧》（吕巴克） 529 《西西弗神话》（加缪） 470 《自然主义小说》（布吕内蒂埃） 293 《苦刑》（巴塔耶） 248 《残酷戏剧》（阿尔托） 248 《岩间圣母》（邓南遮） 473 危险地生活 501 生命 96, 120, 132, 197, 198, 269–271, 300, 327, 355, 356, 406, 450 《生平概述》（托马斯·曼） 457 嫉妒生命 313 生命哲学 270 《生命的回顾》（莎乐美） 51 生命的提升 460 肉体 104, 147, 192, 198, 200, 243, 271–273, 287, 321, 322, 334 肉身化的肉体 271f.

对肉体的蔑视 271 痛苦 206, 320 苦难 273–275 对苦难的渴望 113 激情 110, 220, 275 认知的激情 118, 140, 220, 275, 377 里拉琴之歌 223, 225, 259 莱比锡 14, 15, 29, 66, 381 伦策海德断片 229 列奥尼达与特拉克乌斯 68 《安德烈·瓦尔特笔记》（纪德） 467 《宗教立法者：摩奴-摩西-穆罕默德》（雅科利奥） 148 《已婚者》（斯特林堡） 517 《地粮》（纪德） 467 《阿尔滕堡的核桃树》（马尔罗） 469 《当代法国的起源》（勒南） 422 《沉默的声音》（马尔罗） 469 末人 120 遗嘱 136, 155 自由主义 4, 422 自由思想家 236 爱 85, 86, 114, 141, 235, 251, 285, 306, 384 对生命的爱 342 对人类的爱 396 不幸的爱 110 情书 175 《欢乐颂》（贝多芬） 74 《飞鸟王子之歌》 145, 153f.

《诗歌与箴言》 151 《查拉图斯特拉之歌》 136 依据F.N.诗作谱写的歌曲 479 生命力 474 狡猾 153, 174 文学与诗歌（德语） 444ff.

文学与诗歌（外语） 466ff.

逻辑 88, 123, 276f., 357 颓废的逻辑 215 逻各斯 88 狮子 102, 121, 205f., 263 《狮子小说》（歌德） 67 梅毒 16 谎言 96, 153, 197, 257, 277 快乐 206, 278f., 286, 378, 395 路德版圣经 121, 382 路德宗 246 马基雅维利主义 148, 249, 285, 326 权力 77, 85f., 195 权力与权利 307 权力感 107, 113, 139, 249, 329, 352 权力事件 353 权力等级 507 权力哲学 410 权力量 147 《五月之歌》 68 《芭芭拉少校》（萧伯纳） 475 绘画/造型艺术 69, 401–404 《玛门及其信息》（戴维森） 432 《人与超人》（萧伯纳） 432, 474 《玛内特·萨洛蒙》（龚古尔） 402 《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 461, 463 《马可百万》（奥尼尔） 433 《F.N.旁注》（里尔克） 454 《马丁·伊登》（伦敦） 433 殉道者 480 马克思主义 503–509 机器文化 267, 279 面具 123, 218, 318–320 群众 127, 193, 235, 279f.

大众文化 267 唯物主义 416 唯物主义原子论 405 物质 290, 405 数学 357 最高神 247 热的力学 406 《我的信仰》（托尔斯泰） 383 《我的幸福》 117, 154 《我的奋斗》（希特勒） 501 《我的一生》 71, 84 《我的履历》 71 《我的玫瑰》 153 《纽伦堡的名歌手》（瓦格纳） 85 忧郁 218, 388, 402, 512 弥罗斯对话 96 《回忆录》（德·雷米萨） 423 《回忆录》（色诺芬） 327 记忆 314 人 110, 115, 342, 344 科学人 79 高等之人 117, 121, 143, 341, 402 人类俱乐部 449 博爱 383 人权 242 人性的事物 23, 26, 39, 43, 143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 92–103, 143, 200, 216, 235, 240, 250, 281 《生命弥撒》（戴留斯） 479 隐喻 89, 203f., 280, 314, 330, 425, 426 形而上学 94, 114, 281–283, 295, 459, 493 形式形而上学 464 在场形而上学 282 主体性形而上学 335 形而上学批判 122, 131, 255, 492 形而上学需求 94, 281, 383 形而上学的反抗 470 换喻 314 韵律学 165 伴随性偏头痛 57 军事 216 拟态 100 心灵 213 同喜 274 同情 6, 96, 107, 108, 121, 130, 133, 244, 274, 283, 298, 327, 339, 368, 376, 383, 384, 396 同情道德 31, 419, 489 正午 116, 140, 143, 359 正午与永恒 140, 143 《查拉图斯特拉的午夜之歌》（戴留斯） 479 流动性 221 《现代精神》（勃兰兑斯） 517 现代观念 329 现代修道院 236 对现代性的批判 127, 144 可能性意识 461, 462 摩伊赖 368 安托内利尖塔 191 单子 300 单子论 410 君主制 216 独白式艺术 218 一神论 245 单调一神论 311 张开的手纪念碑 431 纪念碑式的史学 222f., 255, 487 道德 104, 107, 122, 209, 256f., 261, 284–286, 293, 294, 324, 341, 393, 411 作为反自然的道德 131 形式的道德 464 医生的道德 132 道德的自我扬弃 104 道德之神 247, 340 无道德素的 415 道德性 256, 411 道德的阶段 97 伤感道德 30 泽青根的道德号手 390 《曙光》 26, 29, 47, 103–111, 139, 351, 352 摩西律法 365 《华伦夫人的职业》（萧伯纳） 475 穆萨里翁版 439 音乐 40, 64, 69, 85, 100, 128, 130, 164, 172, 188, 189, 197, 286–288, 330, 337, 338, 479 实践音乐的苏格拉底 374 一个心理学家的闲暇 130 大地母亲 429 近视 57 神秘主义 384 神话素 226 神话 75, 90, 103, 189, 201, 207, 255, 267, 288f., 326, 355, 372, 495 悲剧神话 74, 91 《尼采——哲学家与政治家》（博伊姆勒） 503 《尼采与20世纪》（普林茨霍恩） 513 《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哈特勒） 502 《尼采与哲学》（德勒兹） 498 《我们的经验之光下的尼采哲学》（托马斯·曼） 457 尼采档案馆 31, 52, 438, 440–443, 500 《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哲学》（洛维特） 493 《驶向新海》 117, 154 模仿 265 KGW后记 138 《除夕夜的余音》 180 遗稿 492 1880–1885年遗稿 138–142 1885–1888年遗稿 143–149 遗稿汇编 439 《尼采悼文》（德默尔） 449 邻人之爱 238 《夜之歌》 136, 191 天真 366, 369 愚人 319, 344 德国民族宗教 415 民族主义 102, 128, 221, 249, 296, 422, 473 民族狂热 124 国家社会主义 345, 458, 487, 501–504 民族国家 221 自然 81, 152, 201, 289, 355 作为镇静剂的自然 386 酒神的自然 129 回归自然 85 自然的沉默 110 自然主义 177, 296 自然观察 386 自然法则 291 自然法 241, 292, 307 自然科学 69, 228, 264, 373, 404–409 自然状态 352, 370 瑙姆堡 9, 26, 31, 52, 53, 55, 59, 64, 69, 440 瑙姆堡大教堂文理中学 67 否定辩证法 495 嫉妒 78, 312, 328, 329, 367, 370 神经 89 神经刺激 280 新贵族 192f.

新启蒙 229, 399 新贵族 192 新约 70, 121, 382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 79 《拉摩的侄儿》（狄德罗） 398 《尼伯龙根之歌》 70, 71 虚无 343, 384 《尼采反对瓦格纳》 129f., 136, 146 在施泰纳巴德的尼采 434 绘画及造型艺术中的尼采形象 480–485 尼采崇拜 438, 485f., 520 虚无主义 59, 66, 115, 137, 145, 147, 197, 213, 214, 215, 224, 229, 231, 260, 283, 293–298, 301, 316, 343, 345, 346, 350, 372, 396, 445, 469, 471, 472, 492, 494, 512 涅槃 66 扁平化 216, 422 尼斯 55, 59 《在继续前行之前再来一次》 151 《当代心理学新论》（布尔热） 294, 424 新日耳曼尼亚 52 只有作为创造者 113 《只是愚人！只是诗人！》 137 效用 394 有用性 285, 339 功利道德 254 功利原则 394 客观性 83, 355 义务 307, 320 《欢乐颂》（席勒） 391 仇视人类 380 《奥德赛》 161 俄狄浦斯神话 368 《哦，人啊！注意听！》 150 《无家可归》 151 无力 283 《物种起源》（达尔文） 212 歌剧 75 牺牲 194, 298f.

艺术家的视角 270 乐观主义 79, 88, 276, 326, 358, 392, 393, 397 卢梭的乐观主义 398 欧卡达尔 68 《致拜伦〈曼弗雷德〉的管弦乐冥想》 180 有机体 334, 407 《关于俾斯麦时代的定位》（鲍威尔） 398, 413 原创性 317f.

《基督教的起源》（勒南） 417 俄耳甫斯教徒 166 陶片放逐法 78 教育学 486–489 派狄亚 226, 264 皮蒂宫 191, 214, 311, 401 泛贵族制 507 寓言 115 悖论 186 进行性麻痹 31 《附录和补遗》（叔本华） 383 贱民 518 贱民民族 524 巴黎公社 193, 329, 399 《帕西法尔》（瓦格纳） 43, 56, 130, 287 党派 499 距离的悲怆 125, 280, 298, 299, 520 《真理的悲怆》 76 《距离的悲怆：一千零一刻之书》（胡内克） 433 保罗主义 415 鞭子 232 鞭子照片 51 鞭子格言 232 《思想录》（帕斯卡） 117 《彭忒西勒亚》（克莱斯特） 389 《父亲》（斯特林堡） 517 《父与子》（屠格涅夫） 293 伯里克利葬礼演说 371 人际关系 320 视角主义 117, 140, 293, 299–301, 335, 376, 411, 461 悲观主义 80, 102, 104, 145, 172, 294, 295, 297, 301f., 358, 383, 414, 415, 420, 494 《道德意识现象学》（冯·哈特曼） 415 道德的阶段 97 庸人 235 语言学家诗人 86 语言学论著 157–168 语文学 14, 19, 336 基督教语文学 364 语文学批判 15 语文学协会 36 哲学家 80f., 123, 133, 342 《哲学家与高贵之人：F.N.特征论考》（冯·萨利斯） 54 哲学 14, 243, 294, 340, 356, 358, 371, 426, 489 《救赎哲学》（曼伦德） 416 大资本哲学 505, 507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87–89, 166, 37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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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ch, Alfred -> 安德施，阿尔弗雷德 466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 安徒生，汉斯·克里斯蒂安 517

Andler, Charles -> 安德勒，夏尔 35, 435

Andreas, Fred -> 安德烈亚斯，弗雷德 51

Andreas-Salomé, Lou s. Salomé, Lou -> 安德烈亚斯-莎乐美，露 见 莎乐美，露

Antigone -> 安提戈涅 368

Antisthenes -> 安提斯泰尼 159

Apollon -> 阿波罗 187, 286, 368, 433, 456

Archilochos -> 阿尔基洛科斯 74, 163

Arelate, Favorinus von -> 阿雷拉特，法沃里努斯·冯 159

Ariadne -> 阿里阿德涅 137, 155, 200, 232, 259, 275

Aristophanes -> 阿里斯托芬 161, 370

Aristoteles -> 亚里士多德 118, 163, 167, 276, 281, 313, 337ff., 373, 376

Aristoxenos -> 阿里斯托克塞诺斯 165

Arreola, Juan José -> 阿雷奥拉，胡安·何塞 527

Artaud, Antonin -> 阿尔托，安托南 248

Assisi, Franz von -> 阿西西，方济各·冯 251

Athenaios -> 阿特纳奥斯 164

Augustinus -> 奥古斯丁 16

Aurel, Marc -> 奥勒留，马克 381

Azorín, Antonio (Pseudonym für José Martínez Ruiz) -> 阿索林，安东尼奥（何塞·马丁内斯·鲁伊斯的笔名） 526

Babbitt, Irving -> 白璧德，欧文 433

Babich, Babette E. -> 巴比奇，巴贝特·E. 356

Bach, Johann Sebastian ->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 75

Bachmann, Ingeborg -> 巴赫曼，英格博格 466

Bachofen, Johann Jakob -> 巴霍芬，约翰·雅各布 55, 336

Bachtin, Michail M. -> 巴赫京，米哈伊尔·M. 515

Baer, Karl Ernst Ritter von -> 贝尔，卡尔·恩斯特·里特·冯 212, 358, 373, 405, 406

Baeumler, Alfred -> 博伊姆勒，阿尔弗雷德 139, 229, 345, 349, 439, 503

Bagehot, Walter -> 白芝浩，沃尔特 422

Bahnsch, F. -> 班施，F. 159

Bahr, Hermann -> 巴尔，赫尔曼 202

Balthasar, Urs von -> 巴尔塔萨，乌尔斯·冯 529

Balzac, Honoré de ->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 148

Banfi, Antonio -> 班菲，安东尼奥 443

Bargh, Celia -> 巴格，西莉亚 434

Barnes, Jonathan -> 巴恩斯，乔纳森 379

Baroja y Nessi, Pío -> 巴罗哈-内西，皮奥 526

Barth, Karl -> 巴特，卡尔 516, 528

Barthes, Roland -> 巴特，罗兰 187

Bataille, Georges -> 巴塔耶，乔治 248, 269, 275, 436, 457

Batz, Philipp -> 巴茨，菲利普 416

Baubo -> 鲍博 282

Baudelaire, Charles -> 波德莱尔，夏尔 153, 213, 252, 402, 424, 436

Bauer, Bruno -> 鲍威尔，布鲁诺 398, 413

Baumann, Julius J. -> 鲍曼，尤利乌斯·J. 327, 376, 523

Baumgartner, Marie -> 鲍姆加特纳，玛丽 51

Baur, Ferdinand Christian -> 鲍尔，斐迪南·克里斯蒂安 382

Bayle, Pierre -> 贝尔，皮埃尔 390

Bebel, August -> 倍倍尔，奥古斯特 329

Becker, Oskar -> 贝克尔，奥斯卡 228

Beethoven, Ludwig van -> 贝多芬，路德维希·范 74, 75, 80, 86, 221

Behler, Ernst -> 贝勒，恩斯特 315

Behrens, Peter -> 贝伦斯，彼得 430

Beneke, Friedrich Eduard -> 贝内克，弗里德里希·爱德华 395

Benfey, Theodor -> 本菲，特奥多尔 425

Benjamin, Walter -> 本雅明，瓦尔特 202, 267

Benn, Gottfried -> 本，戈特弗里德 149, 451, 463–466

Bentham, Jeremy -> 边沁，杰里米 262, 395

Benz, Ernst -> 本茨，恩斯特 413

Berdjaev, N. -> 别尔嘉耶夫，N. 514

Berg, Leo -> 贝格，莱奥 344, 446, 449

Bergemann, Paul -> 贝格曼，保罗 486

Bergk, Theodor -> 贝格克，特奥多尔 158

Bergson, Henri -> 柏格森，亨利 100, 474, 500

Bernays, Jacob -> 贝尔奈斯，雅各布 88, 338, 373

Bernhard, Thomas -> 伯恩哈德，托马斯 466

Bernini, Giovanni Lorenzo -> 贝尼尼，乔瓦尼·洛伦佐 191

Bernoulli, Carl Albrecht -> 伯努利，卡尔·阿尔布雷希特 41, 54, 438, 441, 442

Bersano -> 贝尔萨诺 443

Bertram, Ernst -> 贝尔特拉姆，恩斯特 345, 529

Bierbaum, Otto Julius -> 比尔鲍姆，奥托·尤利乌斯 449

Binswanger, Ludwig -> 宾斯万格，路德维希 511

Binswanger, Otto -> 宾斯万格，奥托 511

Biser, Eugen -> 比泽尔，欧根 529

Bismarck, Otto von -> 俾斯麦，奥托·冯 2, 4, 250

Bispuri -> 比斯普里 443

Biton -> 比同 233

Bizet, Georges -> 比才，乔治 127, 287

Blanchot, Maurice -> 布朗肖，莫里斯 437

Blass, Friedrich -> 布拉斯，弗里德里希 167

Bleibtreu, Carl -> 布莱布特罗，卡尔 450

Bloch, Ernst -> 布洛赫，恩斯特 267, 508

Blok, Aleksandr A. -> 勃洛克，亚历山大·A. 514

Bloom, Allan -> 布鲁姆，艾伦 433

Blumenberg, Hans -> 布鲁门贝格，汉斯 226, 288

Böcklin, Arnold -> 勃克林，阿诺德 401

Bogdanov, Aleksandr A. (Malinovskij) -> 波格丹诺夫，亚历山大·A.（马林诺夫斯基） 514

Bohley, Reiner -> 博莱，赖纳 12, 33

Böhmer, Otto A. -> 伯默尔，奥托·A. 434

Bonhoeffer, Dietrich -> 朋霍费尔，迪特里希 529

Borchmeyer, Dieter -> 博尔希迈尔，迪特 35, 43, 47

Borges, Jorge Luis -> 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 527

Borgia, Cesare -> 波吉亚，切萨雷 311

Bornmann, Fritz -> 博恩曼，弗里茨 378

Boscovich, Ruggero Giuseppe -> 博斯科维奇，鲁杰罗·朱塞佩 405, 416

Bourget, Paul -> 布尔热，保罗 127, 213, 293f., 424

Boye, Karin -> 博耶，卡琳 519

Brahms, Johannes -> 勃拉姆斯，约翰内斯 128

Brandes, Georg (Pseudonym für Morris Cohen) -> 勃兰兑斯，格奥尔格（莫里斯·科恩的笔名） 175, 267, 489, 516f.

Braun, Heinrich -> 布劳恩，海因里希 510

Braun, Volker -> 布劳恩，福尔克 202

Brennecke, Detlef -> 布伦内克，德特勒夫 205

Brenner, Albert -> 布伦纳，阿尔伯特 46, 53

Bridgewater, Patrick -> 布里奇沃特，帕特里克 432

Brunetière, Ferdinand -> 布吕内蒂埃，斐迪南 293, 399

Brünnhilde -> 布伦希尔德 84, 86

Brusotti, Marco -> 布鲁索蒂，马尔科 107, 109, 114, 140

Buddensieg, Robert -> 布登西格，罗伯特 364

Buddha -> 佛陀 153

Büchner, Georg -> 毕希纳，格奥尔格 405

Bülow, Cosima von -> 彪罗，科西玛·冯 19

Bülow, H. von -> 彪罗，H. 冯 47, 181

Burckhardt, Jacob -> 布克哈特，雅各布 29, 37, 43, 55, 77, 86, 93, 100, 111, 174, 190, 191, 255, 297, 311, 336, 397, 422, 442, 515, 516

Bursian, Conrad -> 布尔西安，康拉德 428

Byron, George Noël Gordon, Lord -> 拜伦，乔治·诺埃尔·戈登，勋爵 156

Cacciari, Massimo -> 卡恰里，马西莫 445

Caesar, Gaius Julius -> 恺撒，盖乌斯·尤利乌斯 379

Camus, Albert -> 加缪，阿尔贝 437

Cancik, Hubert -> 坎奇克，胡贝特 38, 39, 42

Canova, Antonio -> 卡诺瓦，安东尼奥 391

Cantoni, Remo -> 坎托尼，雷莫 443

Carlyle, Thomas -> 卡莱尔，托马斯 252

Carus, Carl Gustav -> 卡鲁斯，卡尔·古斯塔夫 347, 423

Caspari, Otto -> 卡斯帕里，奥托 213, 228, 405

Castiglioni, Manlio -> 卡斯蒂廖尼，曼利奥 443

Cavani, Liliana -> 卡瓦尼，莉莉安娜 434

Celan, Paul -> 策兰，保罗 466

Cervantes, Miguel des -> 塞万提斯，米格尔·德 213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 张伯伦，休斯顿·斯图尔特 501

Chamfort, Nicolas Sébastien Roch, genannt de Chamfort -> 尚福尔，尼古拉·塞巴斯蒂安·罗什，即尚福尔 186, 400

Charcot, Jean-Martin -> 沙可，让-马丁 424

Chlebnikov, V. -> 赫列勃尼科夫，V. 514

Choerilus -> 科里卢斯 167

Chopin, Frédéric -> 肖邦，弗雷德里克 287

Chu, Simon -> 朱，西蒙 434

Cicero -> 西塞罗 379

Cohen, Morris (siehe Georg Brandes) -> 科恩，莫里斯（见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

Colli, Giorgio -> 科利，乔吉奥 145, 146, 440, 445

Common, Thomas -> 科曼，托马斯 432

Comte, Auguste -> 孔德，奥古斯特 98

Conrad, Michael Georg -> 康拉德，米夏埃尔·格奥尔格 447–451

Conradi, Hermann -> 康拉迪，赫尔曼 345, 446–450

Cornford, Francis M. -> 康福德，弗朗西斯·M. 428

Cosima (siehe Wagner, Cosima) -> 科西玛（见 瓦格纳，科西玛）

DAnnunzio, Gabriele -> 邓南遮，加布里埃莱 267, 445, 445, 472

Danto, Arthur C. -> 丹托，阿瑟·C. 227, 228, 433

Darwin, Charles -> 达尔文，查尔斯 98, 108, 212, 327, 344, 373, 392, 406, 412, 443, 445, 447

Davidson, John -> 戴维森，约翰 432

Dehmel, Richard -> 德默尔，理查德 449f.

Delacroix, Eugène -> 德拉克洛瓦，欧仁 402

Deleuze, Gilles -> 德勒兹，吉尔 259, 279, 313, 412, 437, 498

Demetrius von Magnesia -> 德米特里，马格尼西亚的 159

Demokrit -> 德谟克利特 108, 166, 200, 212, 236, 372

Demosthenes -> 德摩斯梯尼 380

Derrida, Jacques -> 德里达，雅克 282, 321, 436f., 496

Descartes, René -> 笛卡尔，勒内 204, 271, 334, 409, 420

Deussen, Paul -> 多伊森，保罗 35, 65, 170, 206, 364

Díaz Casanueva, Humberto -> 迪亚斯·卡萨努埃瓦，温贝托 572

Díaz Rodriguez, Manuel -> 迪亚斯·罗德里格斯，曼努埃尔 527

Diderot, Denis -> 狄德罗，德尼 398

Diels, Hermann -> 第尔斯，赫尔曼 159, 166, 378, 428

Dieterich -> 迪特里希 429

Diner, Joseph -> 迪纳，约瑟夫 447

Diogenes Laertius -> 第欧根尼·拉尔修 159, 378

Diogenes von Sinope -> 第欧根尼，锡诺普的 346, 377

Diokles von Magnesia -> 狄奥克勒斯，马格尼西亚的 159, 378

Dionysios von Halikarnassos -> 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斯的 159, 164

Dionysos -> 狄俄倪索斯 135, 136, 137, 146, 147, 155, 187, 191, 246, 259, 273, 275, 286, 311, 319, 342, 433, 502

Dionysos Zagreus -> 狄俄倪索斯·扎格柔斯 75

Diotima -> 狄奥提玛 109, 232

Dix, Otto -> 迪克斯，奥托 484

Döblin, Alfred -> 德布林，阿尔弗雷德 458

Dodds, Eric -> 多兹，埃里克 428

Dohm, Hedwig -> 多姆，海德维希 51

Don Juan -> 唐璜 432

Don Quixote -> 堂吉诃德 140

Donndorf, Karl -> 唐多夫，卡尔 484

Donnellan, Brendan -> 唐纳兰，布伦丹 400

Dostoevskij, Fëdor M. -> 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M. 31, 60, 133, 148, 256, 301, 383, 468

Dreher, Eugen -> 德雷尔，欧根 213

Dreiser, Theodore -> 德莱塞，西奥多 432, 477

Dühring, (Karl) Eugen -> 杜林，（卡尔）欧根 126, 185, 241, 262, 370, 413

Durant, Will -> 杜兰特，威尔 433

Dürer, Albrecht -> 丢勒，阿尔布雷希特 402

Dürrenmatt, Friedrich -> 迪伦马特，弗里德里希 466, 516

Eger -> 埃格 22

Eichendorff, Joseph von -> 艾兴多夫，约瑟夫·冯 150, 181

Eiser, Otto Dr. -> 艾泽尔，奥托 博士 24, 25

Eisner, Kurt -> 艾斯纳，库尔特 506

Ekelund, Vilhlem -> 埃克伦德，维尔海姆 519

Eleaten, die -> 埃利亚学派 84

Elektra -> 厄勒克特拉 368

Eliade, Mircea -> 伊利亚德，米尔恰 211

Ellis, Havelock -> 埃利斯，哈维洛克 432

Emerson, Waldo -> 爱默生，瓦尔多 70, 121, 132, 230, 236, 252, 367

Empedokles -> 恩培多克勒 76, 80, 85, 166, 201, 212, 372

Engels, Friedrich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262

Epiktet -> 爱比克泰德 268

Epikur -> 伊壁鸠鲁 102, 113, 378

Erasmus, Desiderius genannt Erasmus von Rotterdam -> 伊拉斯谟，德西德里乌斯，即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398

Ermanarich -> 埃尔曼纳里克 70

Ernst, Paul -> 恩斯特，保罗 447, 451, 505

Espinas -> 埃斯皮纳斯 213

Eucken, Rudolf -> 奥伊肯，鲁道夫 19

Euripides -> 欧里庇得斯 75, 161, 163, 164, 327, 338, 369

Evers, Franz -> 埃弗斯，弗朗茨 447

Evola, Giulio -> 埃沃拉，朱利奥 304, 501

Ewald, Georg Heinrich August -> 埃瓦尔德，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奥古斯特 227

Fechner, Gustav Theodor -> 费希纳，古斯塔夫·特奥多尔 405

Federn, P. -> 费登，P. 510

Fénelon, Franç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 费讷隆，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拉·莫特 251, 410

Féré, Charles-Sanson -> 费雷，夏尔-桑松 131, 424

Ferrari Zumbini, Massimo -> 费拉里·尊比尼，马西莫 261, 443

Feuerbach, Ludwig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 382, 414

Fichte, Johann Gottlieb -> 费希特，约翰·戈特利布 392

Figl, Johann -> 菲格尔，约翰 65

Finocchietti, Nerina -> 菲诺基耶蒂，内丽娜 37, 172

Flaischlen, Caesar -> 弗莱施伦，恺撒 450

Flaubert, Gustave -> 福楼拜，居斯塔夫 148, 424

Fontenelle, Bernard le Bouvier de -> 丰特内尔，贝尔纳·勒布维耶·德 400

Förster, Bernhard -> 弗尔斯特，伯恩哈德 28, 52, 184, 434

Förster-N., Elisabeth -> 弗尔斯特-N.，伊丽莎白 9, 50, 51, 52f., 54, 55, 59, 169, 184, 227, 438, 440f., 485, 499

Foster, George Burman -> 福斯特，乔治·伯曼 433

Foucault, Michel -> 福柯，米歇尔 124, 253, 321, 436f., 497f.

Framm, Valentine -> 弗拉姆，瓦伦汀 38

Frantz, Konstantin -> 弗兰茨，康斯坦丁 2

Freud, Sigmund ->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 51, 105, 210, 226, 245, 253, 347, 510

Fricka -> 弗丽卡 232

Friedell, Egon -> 弗里德尔，伊贡 202

Frisch, Max -> 弗里施，马克斯 466

Fritsch, Theodor -> 弗里奇，特奥多尔 185

Fritzsch, Ernst Wilhelm -> 弗里奇，恩斯特·威廉 25, 176, 437

Fröding, Gustav -> 弗勒丁，古斯塔夫 519

Fuchs, Carl -> 福克斯，卡尔 38

Fynn, Emily -> 芬恩，艾米丽 175

Gaddis, William -> 加迪斯，威廉 478

Gallegos, Rómulo -> 加列戈斯，罗慕洛 527

Gallwitz, Franz -> 加尔维茨，弗朗茨 528

Galton, Francis -> 高尔顿，弗朗西斯 254, 360, 424

Gasser, Reinhard -> 加塞尔，赖因哈德 512

Gast, Peter s. Köselitz, Heinrich -> 加斯特，彼得 见 柯塞利茨，海因里希

Gebhart, Émile -> 盖巴尔，埃米尔 148

George, Stefan -> 乔治，斯特凡 267, 452, 485

Gerber, Gustav -> 格贝尔，古斯塔夫 100, 167, 314, 419, 424f.

Gerhardt, Volker -> 格哈特，福尔克 224, 230, 241, 300

Gersdorff, Carl von -> 格尔斯多夫，卡尔·冯 25, 36, 55, 162, 169, 170, 171

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 格维努斯，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 70

Giddings, Franklin Henry -> 吉丁斯，富兰克林·亨利 433

Gide, André -> 纪德，安德烈 430, 436, 445, 466–468

Gillot, Hendrik -> 吉约，亨德里克 50

Gilman, Sander L. -> 吉尔曼，桑德·L. 15, 17, 24

Giusso -> 朱索 443

Gjellerup, Karl -> 盖勒鲁普，卡尔 519

Gluck, Christoph Willibald -> 格鲁克，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 164

Gobineau, Joseph Arthur, Comte de -> 戈比诺，约瑟夫·阿蒂尔，伯爵 184, 205, 305, 311

Goch, Klaus -> 戈赫，克劳斯 12, 52, 55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 67, 80, 82, 83, 86, 100, 101, 102, 103, 111, 132, 148, 150, 153, 154, 155, 156, 188, 221, 344, 374, 378, 385, 387, 390, 410, 412, 418, 461

Gogarten, Friedrich -> 戈加滕，弗里德里希 528

Goldman, Emma -> 戈德曼，埃玛 433

Goncourt, Brüder (Edmond Huot de; Jules Huot de) -> 龚古尔，兄弟（埃德蒙·于奥·德；儒勒·于奥·德） 60, 148, 402

González Blanco, P. -> 冈萨雷斯·布兰科，P. 526

Gorkij, Maksim -> 高尔基，马克西姆 514

Gordon, Benjamin -> 戈登，本杰明 483

Görres, Johann Josef von -> 格雷斯，约翰·约瑟夫·冯 188

Gracian, Balthasar -> 格拉西安，巴尔塔萨 105, 400

Graf Kessler, Harry -> 格拉夫·凯斯勒，哈里 56, 430, 441, 451, 485

Granier, Raimund -> 格拉尼耶，赖蒙德 35, 170

Grau, Gerd-Günther -> 格劳，盖尔德-君特 106

Grillparzer, Franz -> 格里尔帕策，弗朗茨 83

Groddeck, Wolfram -> 格罗德克，沃尔弗拉姆 138

Gross, Otto -> 格罗斯，奥托 510

Groth, Klaus -> 格罗特，克劳斯 181

Grützke, Johannes -> 格吕茨克，约翰内斯 483

Gsell-Fels, Theodor -> 格塞尔-费尔斯，特奥多尔 190

Guardini, Romano -> 瓜尔迪尼，罗马诺 529

Gundolf, Friedrich -> 贡多尔夫，弗里德里希 453

Günther, Hans -> 京特，汉斯 507f.

Gurlitt -> 古利特 487

Guyau, Jean-Marie -> 居约，让-马里 400, 414, 423

Guyon, Jeanne Marie de -> 居永，让娜·玛丽·德 251, 410

Haase, Marie-Luise -> 哈泽，玛丽-露易丝 141, 149

Habermas, Jürgen -> 哈贝马斯，尤尔根 282, 288, 495

Haeckel, Ernst -> 海克尔，恩斯特 212, 447

Hager, A. -> 哈格，A. 487

Hägerström, Axel -> 海格斯特伦，阿克塞尔 519

Halbe, Max -> 哈尔贝，马克斯 451

Hamsun, Knut -> 汉姆生，克努特 519

Händel, Georg Friedrich -> 亨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364

Handke, Peter -> 汉德克，彼得 466

Hanslick, Eduard -> 汉斯力克，爱德华 75

Hansson, Ola -> 汉松，奥拉 516

Harnack, Adolf von -> 哈纳克，阿道夫·冯 527, 528

Harrison, Jane -> 哈里森，简 428

Hart, Brüder (Heinrich und Julius) -> 哈特，兄弟（海因里希 和 尤利乌斯） 449

Hart, Heinrich -> 哈特，海因里希 177, 446

Hart, Julius -> 哈特，尤利乌斯 447

Hartleben, Otto Erich -> 哈特莱本，奥托·埃里希 447, 449

Hartmann, Eduard von -> 哈特曼，爱德华·冯 260, 347, 414

Härtle, Heinrich -> 海特勒，海因里希 502

Hase, von -> 哈泽，冯 382

Hauptmann, Gerhart -> 霍普特曼，格哈特 449f.

Havenstein, Martin -> 哈芬施泰因，马丁 487

Haym, Rudolf -> 海姆，鲁道夫 418

Hegar, Friedrich -> 海加尔，弗里德里希 516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 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2, 92, 101, 104, 105, 109, 112, 258, 306, 309, 325, 373, 392, 412, 415, 493

Heidegger, Martin -> 海德格尔，马丁 114, 139, 224, 227, 242, 259, 271, 272, 275, 282, 304, 335, 340, 345, 349, 350, 351, 439, 442, 443, 491, 496, 497, 527

Heidenstam, Verner von -> 海登斯坦，魏尔纳·冯 519

Heims, Heinrich -> 海姆斯，海因里希 483

Heine, Heinrich -> 海涅，海因里希 155, 221, 369, 446

Heinze, Max -> 海因策，马克斯 29

Hellwald, Friedrich Anton Heller von -> 赫尔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安东·赫勒·冯 213

Helmholtz, 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von -> 亥姆霍兹，赫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冯 45, 373, 405

Helvétius, Claude-Adrien -> 爱尔维修，克洛德-阿德里安 395

Hennis, Wilhelm -> 亨尼斯，威廉 522, 523

Heraklit -> 赫拉克利特 76, 87, 118, 166, 199, 200, 212, 222, 223, 255, 265, 358, 359, 372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 赫尔德，约翰·戈特弗里德 386

Hermann, Conrad -> 赫尔曼，康拉德 147

Herodot -> 希罗多德 233

Herzen, eigentlich Jakovlev, Alexandr Ivanović -> 赫尔岑，原名 雅科夫列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53

Herzen, Natalie -> 赫尔岑，娜塔莉 55

Hesiod -> 赫西俄德 78, 87, 160, 166, 366

Hesse, Hermann -> 黑塞，赫尔曼 345, 444

Hesychius von Milet -> 赫西基奥斯，米利都的 159

Hettner, Hermann -> 赫特纳，赫尔曼 70

Heyse, Hans -> 海泽，汉斯 345

Heyse, Paul -> 海泽，保罗 205, 448

Hildebrandt, Kurt -> 希尔德布兰特，库尔特 58, 453

Hillebrandt, Karl -> 希勒布兰特，卡尔 422

Himmelmann, Beatrix -> 希梅尔曼，贝亚特丽克斯 231

Hindemith, Paul -> 欣德米特，保罗 479

Hippokrates -> 希波克拉底 108

Hirsch, Emanuel -> 希尔施，埃马努埃尔 528

Hirzel, Rudolf von -> 希尔策尔，鲁道夫·冯 167

Hitchcock, Alfred -> 希区柯克，阿尔弗雷德 435

Hitler, Adolf -> 希特勒，阿道夫 53, 184, 430, 433, 434, 442, 501–504, 508f.

Hobbes, Thomas -> 霍布斯，托马斯 266, 323

Höffding, Harald -> 霍夫丁，哈拉尔德 213, 517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 August Heinrich -> 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奥古斯特·海因里希 181

Hofmannsthal, Hugo von -> 霍夫曼斯塔尔，雨果·冯 430, 451

Hofmiller, Josef -> 霍夫米勒，约瑟夫 442

Hölderlin,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 荷尔德林，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39, 121, 155, 188, 269, 387

Hollingdale, R. J. -> 霍林代尔，R. J. 433

Holz, Arno -> 霍尔茨，阿诺 447, 449

Homer -> 荷马 157, 160, 161, 163, 166, 240, 365

Horaz -> 贺拉斯 157, 380

Horkheimer, Max -> 霍克海默，马克斯 267, 288, 494

Horneffer, August -> 霍内弗，奥古斯特 441

Horneffer, Ernst -> 霍内弗，恩斯特 441

Höthy, Ludwig Heinrich Christoph -> 赫蒂，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克里斯托夫 68

Huelsenbeck, Richard -> 许尔森贝克，理查德 269

Huidobro, Vicente -> 维多夫罗，维森特 526

Humboldt, Wilhelm von -> 洪堡，威廉·冯 188

Hume, David -> 休谟，大卫 147, 411

Huneker, James -> 赫内克，詹姆斯 433

Hutcheson, Francis -> 哈奇森，弗朗西斯 395

Huxley, Thomas Henry ->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 396

Ibsen, Henrik -> 易卜生，亨利克 202, 432, 517

Ibykus -> 伊比库斯 163

Icaza, F. -> 伊卡萨，F. 527

Ihering, Rudolph von -> 耶林，鲁道夫·冯 244, 284, 307

Ivanov, Vjačeslav I. -> 伊万诺夫，维亚切斯拉夫·I. 514

Jacoby -> 雅各比 213

Jacolliot, Louis -> 雅科利奥，路易 134, 148

Jahn, Otto -> 雅恩，奥托 14

James, William -> 詹姆斯，威廉 211, 432

Janssen, Horst -> 扬森，霍斯特 483

Janssen, Johannes -> 扬森，约翰内斯 382

Janz, Curt Paul -> 扬茨，库尔特·保罗 13, 22, 35, 36, 169

Jara, José -> 哈拉，何塞 526

Jaspers, Karl -> 雅斯贝尔斯，卡尔 58, 224, 324, 336, 345, 443, 491

Jauß, Hans Robert -> 姚斯，汉斯·罗伯特 115

Jean Paul -> 让·保罗 103

Jensen, Johannes V. -> 延森，约翰内斯·V. 519

Jesinghaus, Walter -> 耶辛豪斯，瓦尔特 528

Jesus -> 耶稣 71, 133, 207, 251, 256, 262, 268, 364, 382, 413, 415, 468

Joël, Karl -> 约埃尔，卡尔 442

Joerg, Joseph Edmund -> 约尔格，约瑟夫·埃德蒙 422

Jörgensen, Johannes -> 约恩森，约翰内斯 519

Joseph -> 约瑟夫 9

Joyce, James -> 乔伊斯，詹姆斯 432, 475

Jung, Carl Gustav -> 荣格，卡尔·古斯塔夫 511

Jüngel, Eberhard -> 永格尔，埃伯哈德 529

Jünger, Ernst -> 荣格尔，恩斯特 304

Juvenal -> 尤维纳利斯 70

Kafka, Franz -> 卡夫卡，弗朗茨 471

Kaftan, Julius -> 卡夫坦，尤利乌斯 528

Kallikes -> 卡利克斯 206

Kallinos -> 卡利诺斯 163

Kant, Immanuel -> 康德，伊曼努尔 75, 82, 84, 92, 95, 99, 104f., 131, 147, 220, 231, 256, 291, 308, 310, 350, 358, 371, 373, 382f., 392, 411, 460, 498

Kaufmann, Walter -> 考夫曼，瓦尔特 315, 375, 399, 433

Kaulbach, Friedrich -> 考尔巴赫，弗里德里希 231, 300

Kautzsch, Emil -> 考奇，埃米尔 365

Keller, Gottfried -> 凯勒，戈特弗里德 21, 111, 175, 516

Kennedy, John McFarland -> 肯尼迪，约翰·麦克法兰 432

Key, Ellen -> 凯，爱伦 486, 519

Kierkegaard, Sören -> 克尔凯郭尔，索伦 308

Kjaer, Jörgen -> 克亚尔，约尔根 14, 55, 68

Klages, Ludwig -> 克拉格斯，路德维希 92, 189, 313, 490, 513

Klein, Julius Leopold -> 克莱因，尤利乌斯·莱奥波德 338

Klein, Max -> 克莱因，马克斯 484

Kleist, Heinrich von -> 克莱斯特，海因里希·冯 80, 388

Kleobis (s.a. Biton von Argos) -> 克莱奥比斯（见 阿尔戈斯的比同） 233

Klinger, Max -> 克林格，马克斯 484

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 克洛普施托克，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 155, 387

Klossowski, Pierre -> 克洛索夫斯基，皮埃尔 227, 437

Koegel, Fritz -> 柯格尔，弗里茨 438, 440f.

Kohlenbach, Michael -> 科伦巴赫，米夏埃尔 149

Köhler, Joachim -> 克勒，约阿希姆 24, 57

Kolbe, Georg -> 科尔贝，格奥尔格 484

Kolumbus, Christoph ->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 68

Kommerell, Max -> 科默雷尔，马克斯 454

Köselitz, Heinrich -> 柯塞利茨，海因里希 25, 41, 47f., 134, 169, 174, 179f., 238, 287, 438, 440f., 485

Kramer, Arnold -> 克莱默，阿诺德 484

Kraus, Karl -> 克劳斯，卡尔 187, 444

Krohn, August A. -> 克龙，奥古斯特·A. 374

Krug, Gustav -> 克鲁格，古斯塔夫 35, 67, 170, 179f.

Kruse, Max -> 克鲁泽，马克斯 484

Kubin, Alfred -> 库宾，阿尔弗雷德 485

Kundera, Milan -> 昆德拉，米兰 478

Kundry -> 昆德丽 56

La Bruyère, Jean -> 拉布吕耶尔，让 400

Lagarde, Paul de -> 拉加德，保罗·德 3, 415, 501

Lamarck, Jean Baptiste Antoine Pierre de Monet de -> 拉马克，让-巴蒂斯特·安托万·皮埃尔·德·莫奈·德 360, 373

Langbehn, Julius -> 朗贝恩，尤利乌斯 31

Lange, Friedrich Albert ->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44f., 95, 147, 170, 208, 212, 310, 372, 392, 400, 416, 422

Lange-Eichbaum, Wilhelm -> 朗格-艾希鲍姆，威廉 16, 58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e -> 拉罗什富科，弗朗索瓦·德 186, 400, 423

Larsson, Hans -> 拉松，汉斯 519

Lassalle, Ferdinand -> 拉萨尔，斐迪南 262, 373

Lassen, Christian -> 拉森，克里斯蒂安 441

Latacz, Joachim -> 拉塔奇，约阿希姆 38, 42

Le Corbusier -> 勒·柯布西耶 431

Lecky, William Edward Hartpole -> 莱基，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 60, 380, 413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 147, 204, 228, 347, 351, 410

Leonardo da Vinci -> 列奥纳多·达·芬奇 311, 403

Leopardi, Giacomo -> 莱奥帕尔迪，贾科莫 86, 111, 162, 269, 301, 388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 莱辛，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 79, 103, 389

Leukipp -> 留基伯 166

Levertin, Oscar -> 勒韦丁，奥斯卡 519

Levy, Oscar -> 莱维，奥斯卡 432

Lichtheim, George -> 利希泰姆，乔治 184

Lichtenberg, Georg Christoph -> 利希滕贝格，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 186, 423–425

Liebmann, Otto -> 李普曼，奥托 213

Liliencron, Detlev von -> 莉莉恩克龙，德特勒夫·冯 449

Lindau, Paul -> 林道，保罗 42

Lipiner, Siegfried -> 利皮纳，西格弗里德 510

Lippert, Julius -> 利佩特，尤利乌斯 429

Liszt, Franz -> 李斯特，弗朗茨 180

London, Jack -> 伦敦，杰克 433, 477

Lorrain, Claude -> 洛兰，克洛德 403

Lotz, Johann Baptist -> 洛茨，约翰·巴普蒂斯特 529

Lotze, Rudolf Hermann -> 洛采，鲁道夫·赫尔曼 100

Love, Frederick R. -> 洛夫，弗雷德里克·R. 47

Löwith, Karl -> 洛维特，卡尔 224, 227, 349, 373, 439, 493f.

Lubac, Henri de -> 吕巴克，亨利·德 529

Lublinski, Samuel -> 卢布林斯基，塞缪尔 447, 451

Lukács, Georg -> 卢卡奇，格奥尔格 184, 205, 262, 485, 507f.

Ludovici, Anthony Mario -> 卢多维奇，安东尼·马里奥 432

Ludwig II. -> 路德维希二世 2f.

Lüdemann, Hermann -> 吕德曼，赫尔曼 148, 382

Lugones, Leopoldo -> 卢戈内斯，莱奥波尔多 527

Lukrez -> 卢克莱修 378

Lundegård, Axel -> 伦德戈德，阿克塞尔 519

Lunacarskij, Anatolij V. -> 卢纳察尔斯基，阿纳托利·V. 514

Luther, Martin -> 路德，马丁 104, 106, 134, 280, 308, 311, 313, 381f., 411, 446, 528

Lyotard, Jean-François -> 利奥塔，让-弗朗索瓦 496

Mach, Ernst -> 马赫，恩斯特 405

Machado, Antonio -> 马查多，安东尼奥 526

Machiavelli, Niccolò -> 马基雅维利，尼科洛 202, 249, 311, 422

MacIntyre, Alasdair -> 麦金太尔，阿拉斯戴尔 433

Macintyre, Ben -> 麦金太尔，本 434

Maeztu, Ramiro de -> 马埃斯图，拉米罗·德 526

Magnus, Bernd -> 马格努斯，伯恩德 226, 433

Mahler, Gustav -> 马勒，古斯塔夫 430, 479

Mainländer, Philipp -> 迈兰德，菲利普 416, 418

Maillol, Aristide -> 马约尔，阿里斯蒂德 430

Majakovskij, Vladimir V. -> 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V. 514

Mandelstam, Osip E. -> 曼德尔施塔姆，奥西普·E. 514

Mann, Heinrich -> 曼，海因里希 312, 336, 456–458, 463

Mann, Thomas -> 曼，托马斯 58, 205, 287, 312, 442, 451, 456–458

Mannhardt, Wilhelm -> 曼哈特，威廉 429

Maragall, Joan -> 马拉加尔，胡安 526

Marcuse, Herbert -> 马尔库塞，赫伯特 495

Mariani, Kardinal -> 马里亚尼，枢机主教 176

Martin, Alfred v. -> 马丁，阿尔弗雷德·冯 44

Martyr, Justinus -> 殉道者，查士丁 364

Marx, Karl -> 马克思，卡尔 262, 500

Masini, Ferruccio -> 马西尼，费鲁乔 443

Matthison, Friedrich von -> 马蒂松，弗里德里希·冯 68

Maudsley, Henry -> 莫兹利，亨利 423

Maurer, Reinhart -> 毛雷尔，赖因哈特 231

Mayer, Julius Robert -> 迈尔，尤利乌斯·罗伯特 406

Mehring, Franz -> 梅林，弗兰茨 262, 505

Meier, A.A. -> 迈尔，A. A. 515

Meister, Ernst -> 迈斯特，恩斯特 466

Meléndez, G. -> 梅伦德斯，G. 526

Mencken, Henry Louis -> 门肯，亨利·路易斯 433

Mendelsohn, Erich -> 门德尔松，埃里希 431

Menzel, Wolfgang -> 门采尔，沃尔夫冈 70

Mérimée, Prosper -> 梅里美，普罗斯佩 293

Mette, Hans Joachim -> 梅特，汉斯·约阿希姆 439

Meyer, Guido -> 迈尔，吉多 35

Meysenbug, Malwida von -> 梅森布格，玛尔维达·冯 23, 53, 55, 172

Michelangelo Buonarotti ->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 190f., 311, 403

Mill, John Stuart -> 密尔，约翰·斯图尔特 60, 262, 299, 395f., 422

Miltiades -> 米太亚德 78

Mimnermos -> 米姆内尔莫斯 163

Moretti-Costanzi, Teodorico -> 莫雷蒂-科斯坦齐，特奥多里科 443


人名索引

米塔施，阿尔温 404, 407

默比乌斯，保罗 58

默勒-布鲁克，阿图尔 450

莫莱肖特，雅各布 405

蒙田，米歇尔·埃康·德 102, 119, 236, 274, 378, 400

蒙特威尔第，克劳迪奥 164

蒙蒂纳里，马齐诺 116, 144, 169, 220, 288, 440, 443

莫尔，保罗·埃尔马 433

摩根施特恩，克里斯蒂安 450

莫里森，吉姆 435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 109, 287

穆里施，哈里 478

米勒，海纳 466

米勒，卡尔·奥特弗里德 74, 188, 356, 338

米勒-坎普豪森，弗里茨 484

米勒-劳特，沃尔夫冈 147, 224, 228, 408

蒙克，爱德华 483

蒙特，特奥多尔 70

穆沙克，赫尔曼 36, 170

穆齐尔，罗伯特 460–463

墨索里尼，贝尼托 53, 442, 472, 485, 500f.

梅诗金 256

内格利，卡尔·冯 147, 213, 405

拿破仑·波拿巴，路易 148, 221, 222, 266, 423

拿破仑三世 70

纳托普，保罗 7

瑙曼，康斯坦丁·格奥尔格 176

瑙曼，古斯塔夫 442

内哈马斯，亚历山大 433

尼采，卡尔·路德维希 9, 55

尼采，埃德穆特 55

尼采，弗兰齐斯卡（原姓厄勒） 9, 12, 55

尼俄伯 78

尼森，海因里希 429

尼茨舍，玛尔塔 37

诺尔，赫尔曼 486

诺尔，托马斯 44

诺尔道，马克斯 202, 433

诺尔斯特伦，维塔利斯 519

诺瓦利斯 155, 188, 347

奥尼尔，尤金 433, 477f.

俄狄浦斯 274, 368

厄勒，马克斯 500

奥尔德，汉斯 483

奥林波斯 163

奥雷吉，阿尔弗雷德·理查德 452

俄瑞斯忒斯 163

奥雷斯塔诺，弗朗切斯科 443

奥尔夫，卡尔 479

奥尔特加-加塞特，何塞 526

奥特，露易丝 56, 175

奥特曼，亨宁 189, 224, 226, 228

奥托，鲁道夫 211

奥托，瓦尔特·F. 428

奥韦赫罗-毛里，爱德华多 526

奥弗贝克，弗朗茨 21, 40–42, 54, 59, 169, 173, 382, 415f., 418, 420, 438, 440, 516, 527

奥弗贝克，伊达 54

奥维德（本名 普布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索） 67, 157

帕尔默，托尼 434

帕内特，约瑟夫 28, 185, 424, 510

潘维茨，鲁道夫 451, 496

帕皮尼，乔瓦尼 443

帕累托，维尔弗雷多 500

巴门尼德 88, 113, 118, 166, 200, 371, 419

帕西法尔 287

帕斯卡，布莱兹 102, 106, 109, 117–119, 186, 251, 301, 378, 383, 400, 410

帕索里尼，皮埃尔·保罗 434

帕斯捷尔纳克，鲍里斯 515

帕察克，彼得 434

帕策，安德烈亚斯 37, 39, 41, 45

保罗 106, 134, 151, 256, 280, 313, 382, 415, 421

佩雷斯·德·阿亚拉，拉蒙 526

伯里克利 89, 108, 205, 369, 371

佩尔内，马丁 35

裴斯泰洛齐，卡尔 47

彼得，尼克劳斯 40

彼得松-贝格，威廉 519

裴多菲，山多尔 181

菲迪亚斯 401

弗吕尼科斯 167

品达 135, 163, 322

平德尔，威廉 35, 67f., 170, 179

普拉滕，奥古斯特·冯（伯爵） 154

柏拉图 84, 88, 92, 95, 97, 102, 118, 131, 157, 163, 165, 206, 219, 249, 258, 264, 268, 281, 315, 358, 366, 374f., 378,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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